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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曾经先后出现过一些多族群大国。这些政权的

创建，通常是通过军事征服、政治兼并等直接途径，并配合以经济扩张、文化融

合等间接手段，有时则是通过不同政权统治者之间的家族联姻而建立起来的。

这些多族群大国，如古代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蒙古帝国，以及近代的奥斯

曼帝国、奥匈帝国等，它们大多已在内乱或对外战争中先后崩溃。至２０世纪后
半叶，在这些历史上建立的多族群大国中，保存下来的只有两个：苏联和中国，

它们分别继承了前沙皇俄国和满清王朝所统治的多族群政治实体。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初期，苏联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正式解体，苏联的解体随后也波

及和促使部分多族群东欧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的分裂。在此之

后，西方政界、新闻媒体和学者们，都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这个多族群国

家，其中有不少人期待着不久前在苏联所出现的事态，也许将会在仍然坚持实

行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重演。

中国作为一个多族群国家已经有几千年的漫长历史，早在公元前２２１年秦
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中华民族的各个族群就已开始在东亚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繁

衍生息，并通过族群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各

族群历经战乱迁徙和相互通婚等各种形式的不断融合与演变，最终形成了以汉

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说，中国的各个族群“经过接

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去我来、我来你去，我

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费孝通，１９８９：１）。在中华民
族各族群之间，存在着延续了几千年、无法割断的血肉联系。这与沙皇俄国在

短短二百年间通过军事扩张，从位于乌拉尔山西侧的一个内陆莫斯科大公国扩

展为横跨欧亚两大陆的庞大帝国的征服兼并历程是不一样的。

自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以
实现各族群在政治、法律、文化、语言、教育、经济等方面的平等，党和政府同时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建立民族院校并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优秀干部和各方



面人才，巩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并为各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共同

繁荣奠定了基础。但是，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迅速发展的过程中，

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西部边疆少数民

族地区也在同步发展，但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仍在不断扩大；

虽然民族交往在新的市场机制下不断加强，但在交往中因族群文化差异也引发

了一些隔阂；在劳动力市场上部分少数民族成员因竞争力较弱也造成了一些就

业矛盾，这些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需要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摸索

解决。

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具有与其他国家、其他文明不同的特征，中国的民

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解决也具有与其他国家不同之处。那么，中华民族大家庭

中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发展规律和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征究竟是什么？这就需

要根据历史进程中的事实来总结归纳中国族群关系演变的客观规律，并加以科

学说明。如果我们坚持认为中国今后不会走上前苏联那样政治解体的道路，得

出这一结论的根据是什么？这些都是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深入开展调查研

究之后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社会学是发源于西方的一个主要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规律的学科，

“是对于人类社会和社会互动进行系统、客观研究的一门学科”（波普诺，１９９９：３）。
由于种族、族群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各国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在欧

洲和美国都逐渐发展出了“种族—族群社会学”（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ＲａｃｅａｎｄＥｔｈｎｉｃｉ
ｔｙ）这样一个社会学的分支研究领域，在欧美许多大学里都开设有相关课程。这
一研究领域在二战后逐步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重视，相关研究成果也成为

许多多族群国家在分析和协调本国族群关系的重要依据。

在我国的大学里，大致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才开始在个别学校开设
“民族社会学”课程，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把国内的族群称作“民族”，所以课程的

名称也就一直被叫做“民族社会学”。随着我国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不断发

展，人口跨地域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各族群之间人员交往和文化交融也在不

断加强，族群关系问题不仅成为西部少数族群自治地方的重要社会问题，也成

为少数族群流动人口不断增加的东部大城市中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因此对

于中国城乡族群关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的调查研究，也成为社会学者必须予以

关注的研究专题，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民族社会学这一专业方向也可望得

到进一步发展。

自１９８８年开始，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社会学的民族关系研究：民
族社会学”这一门研究生课程，直到２００４年的１６年期间一共讲授了９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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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间，“课程大纲”经过多次修订，学生阅读的材料和讲义的内容也在不断进

行补充。由于国内其他学校开设这门课程的教师具有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研究

经历，彼此沟通很少，至今没有能够编写出统一的教学大纲和参考教材，所以教

材的编写就成为这个专业方向开展学科建设的一个首要任务。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我感到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向国内介绍西方
族群社会学的经典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通过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４年两次授课时选
修这门课的北大研究生们的共同努力，我开设这门课程所使用的主要英文参考

读物被大家合作译成中文，编成《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于１９９７
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后，这本译文集始终是这门课程的主要参考

读物。

近几年里，随着社会上民族问题的突出与社会需求的不断增加，我感到许

多研究生（特别是各地区民族院校的研究生）对民族社会学有一定的兴趣，有些

院校也表示有兴趣开设这门课程，但反映目前十分缺乏由我国学者编写、直接

联系中国国情并比较系统的“民族社会学”教材。所以在许多前辈学者和同行

朋友的鼓励下，我开始整理自己的讲义，最终完成了这本教材的编写，希望此书

能够成为国内其他学校社会学系开设的“民族（族群）社会学”研究生课程的参

考教材。

作为课程教材，我在附录中还包括了我为２００４年春季在北京大学开设这
门课程时使用的教学大纲。根据过去讲授这门课程的体会和最新出版文献，我

对原来的教学大纲阅读书目的部分内容再次进行了调整与更新。如果其他学

校的教师开设相关课程，这本教材与前面提到的译文集和附录中的课程大纲都

可供参考。

过去北京大学每个学期授课一直为１８周，研究生选修课每周学时一般为２
学时，所以这本教材共分为１８章，在授课时可作为１８讲，从附录的“教学大纲”
中可以看到，基本上每周讲授一章的内容。本书结构与“大纲”有一点不同，就

是“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在大纲中为一讲，但在这本教材中被分为两章，这是

因为我考虑到西方国家的族群关系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族群关系目标以及各自

的社会制度很不相同，所以我尽可能多汇集一些有关资料以供读者参考。“课

程大纲”中的第１７讲是“族群关系的研究实例”，主要是结合授课教师自己做过
的研究课题实例向学生介绍一个具体实地调查课题的设计、实施、分析全过程，

使学生对社会学研究方法在族群关系研究中的实际应用和课程中所讲授的各

个专题研究能得到一些更为具体、感性的理解。为了使这一讲的具体内容更加

生动和联系实际，最好由授课教师根据自己以往研究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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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这本教材中省略了这部分。所以本书与“大纲”比较，多了一章“社会目

标”，少了一章“研究实例”。现北京大学的学制改为１６周，不知其他学校的情
况怎样，这本教材具体如何使用，可根据各自学校情况决定。

本书在引文注释方面采用了西方出版界常用的方法，在引文后面的括号中

注出作者姓名（英文仅注出姓氏）、出版时间和引文的具体页数。读者可根据这

些信息在书后的“参考书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中查找该文献的全部资料（书名或文
章题目、文章出处的文集书名或杂志名，书或文集的出版地点、出版机构）。凡

取自我编的《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译文集中各篇文章的资料，考虑到

国内读者比较容易得到这本书，在注释时一般注出这本书的页数，以方便读者

查找，而省略了比较难查的英文原文出处。在参考其他著作或教材时，这些著

作中通常也包括对更早期文献的引文和资料，并带有作者对这些文献所做的注

释，考虑到这些原始文献很难一一核对，而且国内读者也很难查找，所以在书中

仅注出编写本书时直接阅读参考的著作或文章的出处，有兴趣的读者可通过这

些著作进一步查找原始文献的有关信息。

这本书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很不成熟的，更不能算作是我个人的著作

或研究成果。在这本书的编写中，我所做的工作仅仅是把已经发表过的其他研

究文献中的资料、观点、研究成果汇集在一起，其中有些来自国外的研究文献，

有些来自国内的统计资料和其他学者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当然也会穿插一些自

己已发表文章的片段和个人不成熟的观点。同时我必须说明的是，这些资料的

汇编工作也是做得很不全面和十分粗糙的，在文献资料方面自然会“挂一漏

万”，在介绍别人的观点时可能还有因自己水平而出现片面性或错误理解原意

的情况，从事这一领域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肯定随手就能发现许多可以

批评的地方，以及一些批评家们常说的“硬伤”。一本真正高质量的教材，需要

经过许多教师在他们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根据社会与学科的发展不断补

充、更新、修订，才能最终达到比较令人满意的水平。我深知就目前的水准而

言，这本教材确实还是十分肤浅粗糙的。

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从中国和国际上种族、族群问题的发展趋

势和当前研究我国族群关系的迫切需求，以及目前国内大学里民族社会学这个

专业方向差强人意的发展状况来看，把一本大致成型的教材拿出来，虽然它尚

不成熟，但也许对目前国内这个领域正在进行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或多或少会有

一点借鉴。一个学科的发展既需要“阳春白雪”，也需要“下里巴人”，不同档次

的材料各有各的用处。在前进的道路上，当暂时还没有铺设柏油大道的时候，

如果有人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垫上几块粗糙的砖头，也算是为过路行人多少做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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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件有益的事，待柏油大道铺设完成之后，这几块砖头尽可丢弃一旁，到那时它

们也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尽到了某种责任。

马 戎

２００４年５月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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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我们的地球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不同文化、不同

语言、不同宗教和肤色的人们的栖息之地。从远古时代起，当不

同部落或民族相遇之后，频繁战争和冲突就接踵而至，大大多于

和平方式下的磨合、适应以及对差异的包容。不同的民族、部落、

宗教和种族如何和睦地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国家、甚至同

一条街道，这是一个既古老又非常现代的问题。

———菲利克斯·格罗斯（２００３：１７


）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地球上生活的无数物种永远是

在一种彼此依存、相互冲突和不断协调的状态中生生息息、繁衍发展。人类是

地球生物进化的最高层次，在起源、进化和演变的过程中，全世界各地的人类群

体与社会也形成了一定的多样性。从每天所接触的四周的人群中、从播放的电

视节目的图像及声音当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别。人们

之间不但有年龄和性别的差异，而且在肤色、体型、毛发、语言、习俗、性情、行为

等各个方面也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人类在认识自身的过程中，当然也意识到这些差异的存在。同时人们也进

一步发现，那些在肤色、体型、毛发、语言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的人群，都是来自



地球上不同的特定地区。当各地区各族群之间的相互接触不断增加时，他们十

分自然地会分析自己所属族群与其他族群之间存在的共性和差别，考虑个人和

自己所属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以便在不同的场景中把本族群与其他族群相

互区分。“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

意识”。出于这种客观需要，在不同的地区和人群中，出现了各地的“群体称谓”

与相应的族群观念，并各自用自己的语言和专用词汇来加以表述。因此早在人

类社会逐步形成并开始出现语言的初期阶段，居住在各地的群体便在他们所使

用的本群语言里创造出一些名称来称呼四周那些不同的人群①，随后各群体的

学者们又在此基础上使本群体用以区别各种不同群体的这些术语统一化、标准

化并使之逐渐形成了各群体规范的使用习惯。后来在人类各种语言的词汇中

（不论是“土生”还是从其他语言翻译过来的）出现的如中文的“种族”、“民族”、

“××人”、“部落”等等，英文的ｒａｃｅ，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ｎ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等
等，德文的ｖｏｌｋ，ｖｏｌｋｅｒｓｃｈａｆｔ，ｎａｔｉｏｎ等等，以及俄文、法文等其他语言中的类似
词汇，所反映的就是各种场景中产生的地方性“身份认同”观念以及这些观念之

间的相互交流。汉语中的“种族”、“民族”、“族群”、“部落”这些词汇，就是现代

中国人从传统称呼或翻译术语中借用来以区别不同群体时常用的一些概念。

在我国，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还常使用冠以地名或各群体自称名的“××人”，以
此作为对某个特定群体的称呼。同样，在其他的国家，也会产生用当地语言表

达的类似这样的术语和词汇。

当使用不同语言文字的群体彼此之间相互接触与交流时，双方都试图把对

方用以划分群体的概念术语翻译成自己使用的语言词汇，并竭力在这些外来概

念术语与本群体所长期习惯使用的概念术语之间建立起某种相互对应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些复杂且具有人文与社会发展背景的外来词汇时，特别需要

注意其间可能存在着内涵的差异。今天我们所使用的“种族”和“民族”这两个

具有特定政治与学术含义的词汇，即是上个世纪初从国外介绍到中国来的②，

“族群”这个词汇，大致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经港台地区的文献而传播进来的。因

①

② 即使我们从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找到这两个词汇，其含义也与我们今天使用的这些词汇的内涵有
所不同。如同我们即使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找到“物理”或“民主”这两个词汇，当时的含义也与我们使用这

些词汇的内涵有所不同。今天我们大学里讲授的系统的“物理学”或讨论的“民主（制度）”，应当说还是由

西方社会引进的。

在语言发生的最初阶段，这些词汇的产生就像人们在生活与生产中客观上需要创造不同的词汇

来描述与区分周围的动物与植物一样。人们需要使用不同的词汇来区别狐狸和狼，也需要使用不同的词

汇来区别居住在邻近地区具有其他不同特征（体质、习俗、语言等）的人群。不同地区的族群差异的程度

和表现差异的方面可能不完全相同，创造相应词汇时的着重点和涵盖的范围可能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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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今天使用“民族”、“族群”这些词汇时，不要简单地把它们当作天然的、固

定不变的名称加以直观的理解，而必须根据产生这些词汇的那些地区的人类社

会的历史与社会条件来理解它们的内在含义，根据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相互

影响来理解其演变意义。

我们先暂且不讨论有关名词的准确定义，但是我们至少都承认，黑人、白人

和黄种人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体质差异，所以不妨用目前国际通用的“种族”

这个词汇的概念范畴来把他们加以相互区分；藏族、蒙古族等与汉族在语言习

俗上的差异，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也不妨用“民族”（或是用“族群”）这个概念

来把这些群体加以区分。在第二章中我们会更详细地对这些术语进行深入分

析，在此，我们先简单地介绍一下“种族”和“族群”问题。

种族和族群是人类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目前对于人类起源的说

法仍无定论，究竟人类是发源于某一个地区（如部分学者认为人类发源于非

洲），然后再迁移到各大陆，迁移后为了适应当地自然气候环境而演变为体质上

的差异？还是从高级灵长类动物向人类进化的过程在地域分布上其起源本身

就是多元和平行的，也就是非洲的黑种人、欧洲的白种人和亚洲的黄种人是否

源自不同的祖先？对于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

定，那就是自出现人类文明之后，当居住在不同地区的人类群体一旦开始相互

接触往来之后，即出现了群体之间的交流、竞争、冲突、协调，既有战争与相互杀

戮，也有通婚与血缘融合，这些互动构成了族群关系最基本的内容。所以，种族

和族群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最古老的问题之一。对于当前世界

上究竟有多少个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１９９０年在荷兰海牙成立的“无代表国族与
民族组织”这个机构认为有５０００多个族群，也有的学者认为有２０００个或３０００
个族群（宁骚，１９９５：５９）。由于识别标准不同，目前人们还很难达成共识，但是
人类社会在族群结构方面呈现出一个多元化和五彩缤纷的世界，却是一个不争

的事实。

种族与族群问题也是当今最敏感的世界性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之一。随

着历史上发生的多次民族大迁徙，随着几百年间近代殖民主义时期的人口大迁

移，随着大大小小各种形式的战争和政治运动，同时也随着人类迁移工具的不

断发展，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今天在地球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或地区还能保持着对外封闭和与世隔绝，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外来移民。

在各国的本地人与移民之间，往往存在着就业机会和资源分配方面的竞争，存

在着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存在着意识形态和权利分配上的矛盾，

而这些矛盾与冲突，又时常与移民的迁出国或国内外的其他各种势力错综地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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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一起，从而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当人类进入２１世纪之后，随着全球性贸易市场的发展和国际人口流动的
增加，不论是发达工业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前苏联集团国家，它们的种族冲突

和族群问题非但没有弱化，而且还有不断升级的趋势，特别是在国内外政治、宗

教势力的共同作用下，许多国家的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受到严重威胁，甚至导致

武装冲突和区域性战争。从电视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街头爆发的种族冲

突，看到以色列军警和巴勒斯坦民众在被占领区的对峙，看到英国亚裔青年与

白人种族主义者之间的暴力事件。我们会注意到许多国家大选中各党派所具

有的族群背景，注意到一些多族群国家里由于族群间经济收入的差异而导致日

益明显的族群对立，注意到在一些国家中正在进行的少数族群独立分裂运动，

这些分裂运动又往往与宗教冲突和恐怖主义袭击联系在一起。如果进行详细

统计的话，把在这些种族、族群冲突中死亡的人数累积相加，绝不少于一场正规

战争中的死亡人数①。

在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各个学科当中，社会学是一门关注社会发展变

迁、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的应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学科，当今人类社会种族、族群

关系发展的客观形势也必然使得社会学家们对于种族和族群问题的研究越来

越重视，并使之逐渐发展成为社会学的一个核心研究领域。在本章中，我们主

要介绍族群社会学这个研究领域在社会学学科中的位置，说明目前中国需要发

展这一研究专业方向的客观需要与紧迫性，介绍西方社会学在这个领域的主要

研究内容与方法论的特点，讨论从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中我们所能够借鉴的

知识，并且对我国的“族群社会学”这个研究方向应当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提出

建议，最后对中国“族群社会学”今后可能开展的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

设想，以供同人们参考。

一、族群社会学在社会学

学科中的位置

种族与族群社会学（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Ｒａｃｅａｎｄ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作为社会学的一个研
究领域，在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大学里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应当说早在“社

会学”这个名称正式产生之前，许多著名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就讨论过人类社

① 例如１９９１年世界上爆发的３７起军事冲突当中，３５起是国家内部冲突，其中绝大多数可以被看
作是族群冲突（Ｅｒｉｋｓｅｎ，１９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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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的种族、族群问题，后来在一些大学便开始开设专门讲授族群问题的课程。

到了２０世纪的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随着西方社会种族、族群问题的日益严重，
种族和族群研究则进一步发展成为欧美各大学社会学系中的一个专业方向，并

形成了一个专门以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来观察研究种族和族群问题的研究领

域。

在全国性的美国社会学会（ＡＳＡ）下设有十几个专业委员会，其中一个是
“种族与少数族群研究”委员会。在每年举行的美国社会学会年会中，至少要安

排一个分会场来讨论“种族与少数族群研究”这个专题。在美国社会学会１９９０
年编辑印刷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ａｃｅａｎｄＥｔｈｎ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Ｓｙｌｌａｂｉａｎｄ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中，介绍了全美国３７所大学有关种族和族群研究的
课程大纲，而这仅仅是各校开设“族群社会学”、“族群研究”课程中的一小部分。

美国和欧洲许多著名大学的社会学系也设有这一专业方向，研究生可以选择这

个专业方向作为自己学位的主修或副修，现在几乎所有出版的社会学概论教材

中都有论述“种族与族群”的专门章节。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这个专业方向的

发展规模与重要性。

现在美国每个年度都专门编辑出版种族、族群关系的统计汇编和专题文集

ＲａｃｅａｎｄＥｔｈｎ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ｎｕａｌｅｄｉｔｉｏｎｓ），国际上也发行许多主要从社会学角
度研究种族、族群问题的杂志，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英国出版的学术期刊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Ｒａ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美国与社会学相关的４种主要杂志每年都发表相当数量与
种族、族群相关的文章①。在国际社会学界，“种族与族群”这个专业研究领域经

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在理论上、方法上都形成了独自的系统

和特点，而且形成了一些自己的传统研究专题。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之后曾
一度停顿，直至７０年代后期才着手筹备重新恢复这个学科。从８０年代发展到
今天，许多５０年代之前就已有一定基础的社会学传统研究领域如社会发展理
论、家庭婚姻、劳动、人口、社会分层、越轨和犯罪、社会组织、企业与经济活动、

社会福利与保障、社会心理学等等在新的条件下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

展。而相比之下，８０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学者对于族群关系问题及其社会影响的
研究还是十分有限的。中国解放前虽然一些有社会学专业背景的学者从事过

① 据美国学者统计，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ｒｃｅｓ和
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这４种学术期刊在上世纪６０年代发表了与种族、族群研究相关的论文２４１篇，在１９７１—
１９７８年期间发表２３４篇（Ｐｅｔｔｉｇｒｅｗ，１９８０：ＸＸＶ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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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族群的研究（如李安宅、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等，参看杨雅彬，１９８７：

２９２—２９９；韩明谟，１９８７：１４２），但是他们的研究与当时的民族学、人类学、边政
研究等常常交叉在一起，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尚未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独立研

究领域。当族群社会学这个专业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兴起于西方各国
时，由于我国当时政治条件的限制而没有能够将其及时介绍到国内来，所以，族

群社会学这个专业直至８０年代后期在我国还没有真正形成。
中国几千年来就是一个多族群的大国。从２０世纪初期“民族”这个词汇及相

关概念通过日文被传播到中国后，成为社会上常用的一个中文词汇，并被人们广

泛地用于称呼我国的各少数族群。直至今日，无论在政府正式用语中还是人们日

常生活中，我们仍然习惯地称呼我国的各少数族群为“少数民族”，把各族自治地

方称为“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沿用国内这个习惯用法，种族与族群社会学（Ｓｏｃｉ
ｏｌｏｇｙｏｆＲａｃｅａｎｄ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在我国也可以被称为“民族社会学”。①

中国少数族群总人口具有相当的规模，在２０００年占全国总人口的８．４％，
政府设置的“民族自治”地域约占全国陆地领土面积的６４％。由于各种历史原
因，特别是近两个世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和周边地区的侵略扩张活动，

我国边疆地区在族群关系方面存留着一些复杂和敏感的问题。而无论纵观我

国几千年的历史还是总结当代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验看，族群关系处理得如

何，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族群团结、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乃至文化创

新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由于我国从事族群研究的学者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
一度缺少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对国外族群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新发展了

解较少，所以非常有必要将国外族群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介绍到国内来，以

促进国内的研究工作和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我们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可以使族群社会学（或称“民族社会学”）逐步在我国社会学的领域内成为一个

在理论、方法和应用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潜力的新的专业研究方向。

此外，我们虽然在对族群关系的研究中很注重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

法，但是在理论和方法上也大量借鉴了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经验，这就使得这个

专业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交叉学科的特点。各个学科在自身的发展历程中，

在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逐渐形成了各自学科的理论传统和研

① 很长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的各个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都被称为“民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或ｎａｔｉｏｎｓ），我
们通常使用的词汇如“民族团结”、“民族政策”、“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等，从严格学术意义上来看，

实质上所指的对象是西方学术话语中的“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而不是西方政治术语中的“民族”（ｎａｔｉｏｎ）。
而我们日常所说的“中华民族”和“民族主义”则十分接近于西方的“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根据
这一观点，本书在相关的地方将主要使用“族群”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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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风格，我们承认并且尊重各个学科的传统。但是同时也需要指出，随着社会

和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发现世界各类事物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并在运

行发展过程中相互交织成为一个个系统或网络。因此，既不可能把客观事物人

为地划分为各个学科彼此绝对不重合的研究范围，也不能限定某一种研究方法

为一个学科所垄断，一个坚持科学理性的研究者，需要从实际研究的客观需要

出发从各个学科中汲取学术营养。近年来许多有学术深度、具有创新前沿意义

的科学研究在其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上都或多或少带有学科交叉的特点。交叉

学科的兴起，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拓展及深化，标志着在西方传统教育体系中相

互分隔、支离破碎的各部分知识正在逐步打破学术壁垒，相互交织融会成为一

个新的知识系统，学术研究既有它的兼容性，又有它的贯通性。近来一些西方

学者也已经注意到了学科发展中的这一发展趋势（沃勒斯坦，２００２：２６７）。
自１９８８年春季开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为研究生开设了“民族社会学”这

门课程，９０年代“民族社会学”被列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和博士招生的专业方
向之一。就“民族社会学”这门课程而言，称其为“族群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或

“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更为合适。在美国各大学的社会学系里，这个专业方

向一般通常被称为“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Ｒａｃｅａｎｄ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或者简称为“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它
所注重的是如何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社会上的族群现象和族群关

系。我们这里讲授的“民族社会学”（或“族群社会学”），就是主要运用社会学

（也兼结合其他学科如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的研

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来分析、研究当代的族群现象和族群关系。我们必须指出，

在我国高等院校里，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这个学术领域至今仍在创建过程

中，尚未发展成熟。在当今世界学术发展多元化的时代，这本教材所汇集的分

析视角、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和各种观点来自于多方面的研究文献，笔者把它们

汇编在一起时所采用的组合结构是否合理，基本内容是否充分，介绍与表述是

否恰当，尚有待通过今后教学的实践来检验，并希望同仁不吝赐教，使其不断得

到补充与完善。

二、当今世界与中国都需要

发展族群社会学

现在世界上已经不存在纯粹的单一族群国家，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族群

（种族）国家。随着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跨国迁移人口和在其他国家工

作的劳动者的数量越来越大，加上安置战争难民等等，许多国家的少数族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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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在显著增长，二战后的西欧各国就是典型例子①。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这些多族群国家中各个种族、族群在社会、经济、文化

等方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通讯的发达、国际市场的竞

争，每个国家内部各个地区在行政管理、资源利用、经济活动、治安法制等方面

的整合或一体化也在不断得到强化，这种强化使得各个族群之间的相互接触日

益增多，利益冲突也日趋激烈。我们可以注意到，近十年来世界上许多地方的

社会冲突和内战都多多少少带有族群矛盾的背景，如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

的冲突、前南斯拉夫联盟各个地区的内战、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

克分裂运动、以色列与中东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中东各国的库尔德人问题、

加拿大的魁北克独立问题、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独立运动、印度尼西

亚的亚齐独立运动、南非的种族冲突等等。其中有些冲突不仅破坏了当地的社

会结构和经济基础，而且造成大量流血事件和生命损失，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创

伤和相互间的仇恨将延续几代人，这给未来的社会重建与经济发展种下了不安

定的种子。也正因为如此，族群关系研究才越来越受到世界上众多国家政府和

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人类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几个文明古国，如古希腊、巴比伦、埃及、玛雅、印

度、中国和古罗马，这些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冶金、建筑、哲学、算学、天文、医

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成就都曾辉煌一时。中世纪以后，又崛起了几个强大的

多族群帝国，如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满清帝国等。第一次世界大

战前后，伴随着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和其他传统王国的逐步解体，欧洲建立了

一系列民族国家。至上世纪中叶，在这些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多族群大国当中，

保存下来的只有两个：苏联和中国，它们分别继承了沙皇俄国和满清王朝所统

治的多族群政治实体②。俄国和中国分别经历了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帝制，虽

①

② 唯独这两个有悠久历史的多族群大国能够保存下来，可能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沙皇俄国
和满清帝国分别位于欧亚交界与东亚地区，其社会基础（无论是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在生产力水平和

社会组织形式上基本属于落后的农奴制和封建地主经济，社会主体人口缺乏进入国际市场和发展资本主

义的动力，也就缺乏当时西欧各国民众的那种建立“民族—国家”的动力；二是这两个大帝国面临社会革

命和政治解体威胁的时间，要晚于西欧各国，当时有可能促使其解体的力量，主要来自外部武力而不是内

部矛盾，恰恰在矛盾渐趋激化的历史关头分别发生了“十月革命”和“辛亥革命”，在抵御外患和革命救国

的旗帜下形成了较强的内部凝聚力，在内战之后建立的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在与欧美国家的政治对抗中

有效地控制住内部任何进行“民族自决”的企图；三是这两个国家都有极为辽阔的国土和丰富的自然资

源，形成了相对独立且能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革命政权取得胜利后，可以较少受到外部力量的干扰封锁

而独自发展。

如英国的少数族群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就从１９５１年的０．４％上升到１９９１年的５．５％（Ｂｉｌ
ｔ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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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动荡中都有部分国土分离出去（如俄国当时的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中国

的外蒙古），但是仍然大致保持了历史上承袭下来的多族群政治实体，而且在共

产党的领导和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加强了各族群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

随着近年来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体制方面开始实行“体制改革”和

对外开放政策，中央政府的行政控制力量在减弱，而地方政府的政治和经济自

治权力得到加强，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差距越来越大，原有的意识形

态控制也在不断弱化，这就使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生在政治上、经济上具有了一

定的土壤和发展条件，也使得有些族群中的部分人提出了建立“民族—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的分裂主义要求。当基本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发生重大变化的时
候，再加上境外政治和宗教势力的推波助澜，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导致了一
系列的原社会主义多族群国家的解体：如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

如果说１９世纪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在欧洲造就了第一批“民族—国家”①；２０
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之后的国际政治发展使欧洲的几个多族群帝国解

体并造就了第二批“民族—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殖民地的独立运动造

就了第三批“民族—国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改革”又使得
苏联、南斯拉夫等在政治上解体而造就了第四批“民族—国家”。在这些独立、

分裂运动中，“民族自决”始终是一面政治旗帜。现在有一些人认为中国也将迅

速步苏联的后尘，这正是许多西方学者所预言的，也正是许多西方政治家所期

待的。在苏联和南斯拉夫相继解体之后，中国能不能既坚持“改革开放”和发展

经济，同时又克服种种困难、维护多族群国家的统一？这是２１世纪每个中国人
不得不考虑的大问题，是涉及到中华民族的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改

革事业能否成功的大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研究我国族群关系的发展历史，调查各地区族群关系的现

状和存在问题，借鉴其他国家处理族群问题的经验与教训，总结建国后我国政

府在执行各项民族政策中的实际效果，分析今后进一步改善族群关系的途径和

措施，探讨如何能够让我们的祖国比较顺利地走过经济利益重新调整、民族主

义回潮这个过渡时期，思考如何坚持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多元一体”传统，

在西方为未来世界政治格局提出“文明冲突”框架时，如何推动以“多元—中

庸”、“和而不同”中华文明传统为基础的“文化创新”思路，这些问题都已经成为

① 有的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和北美独立战争是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阶段，随后是１９世纪初期西
欧一批“民族国家”（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德意志等）的建立和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余建华，１９９９：
２３—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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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到民族和国家兴亡的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而对于这些课题的研究，族群

社会学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对于它在这方面所发挥作用的重要意义，是如何评

价都不会过分的。如果国家分裂了，文化中断了，其他的各项事业再发展也无

济于事，甚至已经发展建设起来的经济基础也可能会遭到毁灭性破坏①。

在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所出现的国家分裂和族群仇杀这样的情形，绝对不

能允许在中国的土地上重演。当然，中国各族群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的交往和密切联系有着几千年漫长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无法割断的联系。在

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事业中，中国各族群有着根本性的共同利益，这与东

欧和前苏联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但是也必须承认，我国建国几十年来的民族

理论受到前苏联斯大林民族理论的深刻影响，我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民

族政策也受到前苏联体制和政策的深刻影响，在理论和制度上都需要反省和调

整；而随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我国的一些少数族群
地区出现了民族主义情绪，也存在着族群冲突的危险，同时那些曾经积极促成

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解体的外国势力，已经把主攻方向瞄准了中国。为了防患

于未然，我们必须加紧开展关于我国族群关系的研究工作，吸取东欧和前苏联

的教训，深入调查我国国情，借鉴西方处理族群问题的经验，重新总结我国关于

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基本制度，制定出一系列凝聚历史经验与人类智慧、符合中

国国情和各族人民长远利益的方针政策，使我国的改革事业能够有一个稳定和

团结的内部环境而得到顺利发展。在推动全国社会经济的进程当中，这些制度

和政策将会在族群平等和共同繁荣的基础上不断巩固祖国的统一，使包括各族

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都能过上国泰民安的幸福生活。社会学作为一个密切

联系社会现实问题的实证学科，必然会在这个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西方族群社会学的主要内容

与方法论特点

种族与族群研究在西方社会学学科里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我们在建立与发

① 在分裂之前，南斯拉夫联邦曾经一度是东欧最富裕、基础设施最完善、消费水平最高的国家，亚
得里亚海滨是全欧洲的旅游度假胜地，也是当时苏联和东欧各国民众十分羡慕的地方。现在的前南斯拉

夫各国则是全欧洲社会最不稳定、经济状况最糟糕的地方，人们自相残杀，彼此仇恨，心态扭曲，城乡各种

基础设施几乎破坏殆尽。前苏联各族人民曾经团结在一起，在内战中共同缔造了苏联，共同浴血奋战，赢

得了反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并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可以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经济与军事超级大国。但

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在前苏联的一些地区（如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车臣，中亚地区的塔吉克斯坦），同

样出现了族群之间的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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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的族群社会学研究时，在许多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和学科发展

经验。下面我们简略介绍一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族群社会学研究文献中四

个主要方面的大致内容。

（一）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族群关系演变的宏观理论

对于一个多族群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怎样才是比较理想的族群关系？设

定族群关系发展目标的基本思路与评价标准是什么？在这一目标通过论证并

被正式设定之后，政府应当如何引导社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对于这方面的理

论探讨，始终是西方族群社会学所探讨的主要专题之一。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著作是１９６４年戈登（ＭｉｌｔｏｎＭ．Ｇｏｒｄｏｎ）出版的《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Ａｓｓｉｍ
ｉ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ｉｆｅ，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一书，在这本书中他
系统地回顾了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处理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的演变阶段和每

个阶段的特点。他把美国处理族群关系社会目标的演变过程划分为三个历史

阶段。第一阶段叫“Ａｎｇｌｏ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盎格鲁—撒克逊化），目标是以早期移民
主体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传统文化为核心来同化其他族群；第二阶段叫

“Ｍｅｌｔｉｎｇｐｏｔ”即“熔炉”理论；第三阶段叫“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即文化多元主义。
在这些讨论中，贯穿了作者对于族群关系的宏观理论分析，以及对于族群融合

—同化模式与衡量变量的讨论①。

另外一本较有影响的著作是１９７５年由格莱泽（ＮａｔｈａｎＧｌａｚｅｒ）和莫尼汉
（ＤａｎｉｅｌＰ．Ｍｏｙｎｉｈａｎ）主编的《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这本文集中每一篇文章的作者都是美国学术界研究种族、族群问题的著
名学者（包括ＴａｌｃｏｔｔＰａｒｓｏｎｓ，ＭｉｌｔｏｎＭ．Ｇｏｒｄｏｎ，ＤｏｎａｌｄＬ．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ＨａｒｏｌｄＲ．
Ｉｓａａｃｓ，ＤａｎｉｅｌＢｅｌｌ等），他们从各个不同角度特别是从宏观理论方面讨论了人类
社会的种族和族群问题。１９９１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史密斯教授（ＡｎｔｈｏｎｙＤ．
Ｓｍｉｔｈ）出版的《民族认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Ｒｅｎ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ｖａｄａ
Ｐｒｅｓｓ）一书则是９０年代从核心概念和基本理论上讨论民族认同与族群关系的
力作。作者从西欧和东欧地区族群和社会演变的历史来探讨“Ｎａｔｉｏｎ”在各个地
区和不同文化中的实际含义，以及“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在今天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其
他如雷克斯（ＪｏｈｎＲｅｘ）和梅森（ＤａｖｉｄＭａｓｏｎ）主编的《种族与族群关系理论》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ＲａｃｅａｎｄＥｔｈｎ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等，也是目前世界各大学族群社会学专业常用的基本教科书。

① 对于本章所提及的重要文献及其内容，我们在以后的各章中将会详细地加以介绍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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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以上方面研究工作的主要是一些偏重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学者。

（二）族群分层及其演变的宏观分析

进行这种结构比较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把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理论应用于

研究种族、族群关系。如辛普森（ＧｅｏｒｇｅＥａｔｏｎＳｉｍｐｓｏｎ）和英格尔（Ｊ．Ｍｉｌｔｏｎ
Ｙｉｎｇｅｒ）合著的《种族和文化的少数群体》（Ｒａｃｉａ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一
书，这本书各个时期的修订版由纽约的ＰｌｅｎｕｍＰｒｅｓｓ定期出版。这类研究主要
是利用美国的人口普查和各类抽样调查资料，来系统分析美国各个族群在教

育、职业、收入、通婚、宗教等各方面的现状及宏观发展态势，以及美国政府关于

种族、族群政策实施后的客观效果，体现了美国人在研究取向上的实用主义态

度和研究方法上的实证精神。

许多西方社会学家认为，族群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实质上是社会阶层

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是由于族群成员之间的体质、文化认同而很容易使族群成

为社会动员的单位，所以这些利益冲突有时以族群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Ｇｌａｚｅｒ
ａｎｄＭｏｙｎｉｈａｎ，１９７５：７）。如果族群之间没有明显的社会结构差异，族群矛盾就
有可能被控制在文化领域而不会危及整体性的社会结构。根据人口普查和大

规模抽样调查所提供的这些系统而具体的统计资料，社会学家们可以大致勾画

出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中各族群相对的社会、经济地位及其演变。从事以上这

类研究的主要是一些具有社会学、人口学学术背景并擅长统计分析方法的学

者。

（三）族群认同及其演变的微观分析

在拥有大量移民的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其移民及其后裔在文化及族群认

同方面的转变也成为部分学者的研究专题。例如１９６９年巴斯（ＦｒｅｄｒｉｋＢａｒｔｈ）
主编出版的著作《族群集团与边界》（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Ｈｅｉｇｈｔｓ：ＷａｖｅｌａｎｄＰｒｅｓｓ），主要讨论影响族群认同和边界划分的各种因素。又
如１９９０年沃特斯（ＭａｒｙＣ．Ｗａｔｅｒｓ）的《族群选择———在美国的认同选择》（Ｅｔｈ
ｎｉｃＯｐｔｉｏｎｓ：Ｃｈｏｏｓｉｎｇ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一书，主要是通过系列的个案访问，从被访者（多数为族际通婚的后裔）的
访谈记录中来理解和分析他们在族群认同方面的变化、困惑和做出选择的原

因。在这些研究中的核心问题，有的是被访者自身的族群认同意识，有的是族

群成员日常交往的社会网络。从事以上这类专题研究的大多是一些带有社会

学、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学术背景并擅长访谈方法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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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族群关系专题或个案的实证研究

常见的研究专题包括：（１）语言使用，（２）人口迁移，（３）居住格局，（４）族
际通婚，（５）族群意识，（６）影响族群关系的因素分析，等等。关于这些专题的
大量实证研究，在规模上始终是西方族群社会学研究文献的主体，而且经常使

用跨区域比较研究、历史变迁研究等方法。如从人口学角度系统研究族群差异

和族群关系的有１９７８年比恩（ＦｒａｎｋＤ．Ｂｅａｎ）和弗里斯比（Ｗ．ＰａｒｋｅｒＦｒｉｓｂｉｅ）
共同主编的著作《种族、族群的人口学研究》（Ｔｈｅ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Ｒａｃｉａｌ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从政治组织和政治冲突角度来研
究族群关系的有１９８５年霍洛维茨（ＤｏｎａｌｄＬ．Ｈｏｒｏｗｉｔｚ）的著作《冲突中的族群》
（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而研究城
市族群居住格局的经典则是１９６５年两位托伊伯（Ｋ．Ｅ．ＴａｅｕｂｅｒａｎｄＡ．Ｆ．
Ｔａｅｕｂｅｒ）的著作《城市中的黑人》（ＮｅｇｒｏｅｓｉｎＣｉｔｉｅｓ，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ｌｄｉｎ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这类关于不同专题的研究成果大多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专业学术刊
物上（马戎编，１９９７）。
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族群关系各有特点，演变的进程中也存在着各不相

同的主导因素，所以因地制宜地选择在当地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专题，可以有

助于理解和分析该地区族群关系的核心命题和关键影响因素。总的来说，只有

在大量的实证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族群关系演变的宏观理论才有可能被建构起

来。

《种族与族群研究》杂志（ＲａｃｉａｌａｎｄＥｔｈｎ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３年５月期专门刊
登了一组文章，讨论大学里如何讲授种族与族群研究课程。根据有关调查，英

国高中和大学的社会学教材中一般都有族群研究的专门章节，主要内容集中在

５个方面：（１）种族、族群的定义，通常从这些概念的历史演变讲起；（２）通过统
计数据和其他材料来分析社会中的种族、族群不平等，同时对与族群相关的法

律和政策进行讨论；（３）种族理论和种族分层；（４）族群的文化差异、多元文化
主义和民族认同；（５）讨论与迁移相关的族群关系问题（Ｍｕｒｊｉ，２００３：５０５）。这
些内容基本上在上面归纳的范围之中，但对于族群的文化差异，我们相对讨论

较少，而是留给人类学和文化研究方面的学者。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西方族群社会学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以实证研究为

核心。不论是依据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而开展的“族群分层”研究，

还是以个案访谈记录为基础的“族群意识”研究，或是从宏观演变角度来分析族

群关系发展趋势，所依据的或者是研究者亲自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或者是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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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实证研究的成果基础上所进行的宏观理论归纳等等，这些研究工作都遵循了

以事实为依据、并对研究中得出的理论假设在现实社会中进行检验这样一个实

证研究的基本原则。这些概念和结论只能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而且要在客观

实践中接受检验。

四、国外族群社会学有哪些方面

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

１９５２年我国各大专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社会学、人类学这两个学科被取
消，同时在新建的民族学院系统里，在新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发展了“（少数）民族

研究”专业领域。这个研究领域，后来也被人们称为“民族学”。中国的学术界

在建国后的三十年里先后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这些冲击自然给各个学

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打上深深的烙印和带来诸多干扰，并从多方面制约了学科

建设和学术研究工作的发展。这种情况虽然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得到一定
程度的改变，社会学和人类学得到恢复和重建，但是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说，一个

学科可以“挥之即去”，却不可能“招之即来”。重建一个学科的学术队伍，积累

本学科的基础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真正达到与国外同行平等互益的学术交流，

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甚至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从目前国内教学和研究工作的现状来看，我国的族群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

方面吸收国外同行的经验：

１．一般来说，现在国内的族群研究往往以一个族群为对象，注重研究这个
特定族群的历史、历史人物、风俗习惯、语言、宗教、亲属制度、社会组织等等，选

择调查地点时往往选族群单一并较少受外部影响的“纯”社区，而对于该族群与

其他族群之间的交往以及哪些因素影响着族群关系的变化，则相对重视不够。

由于西方社会学界的学术传统是注重研究现实社会问题，所以他们研究族群问

题的重点是放在多族群社会中的族群关系现状及变化规律方面，这一研究取向

很值得国内研究者借鉴。

２．由于自１９４９年以来国内学术界与国际同行的学术往来隔绝了几十年，
除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与苏联学术界有某些接触外，完全中断了与欧美各国学术
界的交流，所以直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内学者对西方国家关于族群研究，特别
是对族群关系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分析手段等等还比较生疏和很少了解。

国内大多数学者基本上还是沿袭传统的研究方法，大多是从经典理论的概念来

推理演绎，而对西方的定量方法、结构分析、比较方法等吸收运用不够。同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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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出的是，随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对外学术交流的恢复，这一局面开始出
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３．国内的族群理论比较单一。而现实社会中有关族群社会形态和文化形
态衍生和变化的理论应当是很多的。理论之所以丰富，是因为客观世界本身就

是五彩缤纷的，每一个地方的自然生态及其所提供给人类的生存环境不同，每

一个地方的人种人群及其发展轨迹也因此而十分不同，所以，很难找到一种“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来解释客观世界中如此复杂的社会现象。而在国内传统

的民族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倾向，即遵循社会进化论的传统观点，把“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当作

惟一的轨迹。在对于“民族”定义的讨论中，也往往脱离不开前苏联传统理论的

框架。由于受到政治气候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传统的民族研究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应当“走出去，引进来”，逐步开拓出一些新的领域。凡是原来好的、优

秀的研究传统，都应当继承、保持和发扬，但是也不能墨守成规，止步不前。

世界各地的族群情况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无论是“民族”的定义也好，还是

族群的社会发展形态理论也好，如果我们试图用一种简单化的办法，用一种固

定不变的单一公式去解释、去解决问题，实际上是束缚了我们自己。其实在现

实社会中有许多新出现的、前人还不曾注意或未曾遇到过的情况，需要我们去

思考，我们也只有通过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发现、发掘、探讨，才能推动学术

研究的发展。否则，有关概念的定义也必然会僵化，完全无助于我们在研究中

形成正确的认识，不仅不能帮助我们去认知活生生的、千变万化的现实社会，也

不能帮助我们去认识这种活生生的、千变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影响这一过程

的各种因素。另外，中国的族群研究在过去很大程度上一直受到政治运动和意

识形态的影响，这些政治风波给人们造成的伤害及带来的干扰至今使得不少学

者在民族研究中回避现实问题，回避我国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族群差异、族群矛

盾，以及回避与现实族群关系问题相关联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五、“族群社会学”这个专业

方向的内容及其特点

我们要在中国建立“族群社会学”这个专业方向，那么这个专业方向应当包

含哪些内容？与其他研究民族问题的学科相对，社会学的族群研究具有哪些特

点呢？下面我们先从这个专业方向的特点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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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族群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特点

涉及族群问题研究的学科很多，如民族学、人类学、人口学（如不同族群地

区之间的迁移）、历史学（族群史与民族交往史）、政治学（不同族群在政治结构

中的地位、政治外交史等）、民俗学（比较不同族群之间文化、宗教的差异）、经济

学（如族群经济交往的类型及发展方向）、语言学（语言的差异与演变）、心理学

（族群认同的心理演变）等等，它们都涉及族群问题的研究。但是，族群社会学

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与这些学科都有所不同。比较而言，我认为它具有以

下１０个主要特点：

１．强调对现实社会的研究而不是族群历史的考证，即主要关注现实社会运
行当中的族群问题。如历史学的研究，会比较偏重了解这个族群的历史人物与

事件，而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则主要分析现实社会中某个族群集团的现状以

及它与别的族群集团之间的互动关系。

２．强调研究对象所侧重的是族群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各个族群集
团自身。民族学比较注重对单个族群的研究，在做实地调查时往往尽可能选择

单一族群的社区，以便研究“纯粹”形态的族群文化与习俗，而族群社会学则往

往选择多族群混杂居住的社区以便调查分析族群之间的互动过程与后果。

３．注意结合个人与集团两个层次。人类学往往比较注意一些小规模社区
或个人，如一个被访者讲述关于他自己的故事，或一个部落讲述它的发展史，比

较注重个人的特点和经历，注重文化因素对于人的影响。人口学则比较注重宏

观的人口结构，如各族群人口的年龄结构、行业职业结构等及其相互差异，而不

大注意每个人或小群体的特质及文化因素。社会学的族群研究的上限可以比

较宏观，下限可以比较微观，同时在研究中更加注重结合宏观与微观、集团与个

体两个层面的系统分析。

４．比较注重各种因素的综合研究。政治学重视政治权力结构，经济学重视
经济利益分配，民俗学重视文化变迁，历史学侧重史实考证，而社会学则希望尽

量结合各种因素综合地加以考察，比如对于汉藏族群关系的社会学研究，实际

上包括了汉藏交往历史、区域自治政策的实施、语言文化、人口迁移、族际通婚、

宗教信仰、经济活动、消费差异等在许多方面两个族群之间的差异与互动，而不

仅仅是只分析经济上的互相交流，语言的相互学习，或其他的某一个方面。

５．社会学研究在尽可能综合和忠实地描述社会现象的基础上，力图解释族
群关系方面种种现象的形成与发展轨迹，分析影响和制约族群关系的各类因

素，分析在种种具体社会现象背后的具有规律性的东西，要讲出使人们能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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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历史上和当前族群关系演变的道理。即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社会学要求在研究中得出的观点和理论具有比较强的解释力。

６．注意汲取、借鉴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如运用大规模抽样问
卷调查的方法来收集具有统计意义的数据与信息，同时大量引进和学习社会统

计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计算机的统计分析软件，来对人口普查和大规模抽样调

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努力在研究中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

７．注重实证研究。从对现实的社会现象进行调查研究入手，从对个案的实
地调查和解剖麻雀入手，搜集尽可能准确系统的数据资料，以类型归纳和比较

研究为手段，在分析中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应当是实事

求是和科学理性，在这方面与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是相通的。

８．结合政策研究。社会学不是“象牙之塔”中的学问，它应当是密切结合社
会发展进程，通过研究成果积极为社会发展服务的一门学科。在我们的调查研

究过程中，应注意对有关族群问题的政府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实践效果开展调查

研究和进行分析检讨，如开展对区域自治政策各项具体内容（语言政策、干部政

策、宗教政策等）在各地实施效果的调查。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我们可以向政

府提出有关建议，以利于族群团结和族群关系的良性演变。

９．结合区域发展研究。我国设立了很多民族自治地方，而这些地区在不同
程度上也都是多族群居住区，所以一方面当地族群的发展与所在地区整体性的

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每个族群在当地社会的发展中也必

然需要与其他族群进行合作，各个族群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因而研究

一个地区族群关系的发展，必须结合这个地区整体性的社会发展现状与存在问

题。

１０．关注一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国内族群关系的发展趋势。一个国家的
现代化、工业化过程，也是各族群之间交流增加和实现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各族群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速度很可能是不平衡的，族群关系

也因此难免受到这种不平衡及其后果的影响。我们的目标是“各民族共同繁

荣”，但由于各种条件影响总会有一些族群发展得相对快一些。如何调整发展

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格局，注意发挥各族群的长处，是我国目前需要特别予以注

意的一个问题。

以上这１０个方面大致体现了社会学研究的侧重点和研究方法的特点。

（二）族群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从学科建设特别是课程教学的角度来看，“族群社会学”这个专业方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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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可以大致归纳为８个方面。这８个方面是：（１）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２）族群及族群观念形成与发展的理论；（３）多族群社会的族群关系发展目标；
（４）族群集团的结构性差异分析；（５）衡量族群关系的主要变量；（６）族群关系
专题研究；（７）现代化进程中族群关系的演变；（８）政府政策对族群关系的影
响。以上这些方面兼顾了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研究专题和应用性的政策分析，

如果了解了这８个方面的内容，对于“族群社会学”这个专业方向就能够有一个
基本的认识。①

下面我们选择一些主要方面做最简略的介绍。

１．族群及族群观念形成与发展的理论
族群理论的涵盖范围，大致可以概括为三方面内容：一是族群（民族）的定

义，二是族群意识的产生和传递；三是族群关系整体框架的形成与演变。无论

在宏观（群体）上还是微观（个体）的层面上，这三个部分的研究是社会学的族群

理论要特别强调的。

２．多族群社会的族群关系发展目标
欧美国家对于族群的社会学研究，强调的不是民族的定义，而是族群关系

的社会目标（ｓｏｃｉｅｔａｌｇｏａｌ）。即在一个多族群的国家中，从本国实际国情出发，
族群关系整体框架的发展远景应当是什么样的，政府和社会应当如何达到这一

目标。随着族群人口相对规模的变化，随着族群之间在社会、经济结构差异的

变化，这一目标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

３．衡量族群关系的变量
要想分析一个多族群的社区中各族群关系的现状，除了一些可描述的感性

印象之外，需要找到一些客观的指标来测度它，并把这种现状以量化的形式显

示出来，以便与其他社区或与过去的情况做比较，即做跨时空的横向与纵向比

较。如果没有客观的、可测度的指标，仅凭主观判断，就很难获得可靠的、令人

信服的结论。

戈登（Ｍ．Ｍ．Ｇｏｒｄｏｎ）在１９６４年出版的书中提出了研究测度族群同化的７
个基本变量：（１）文化（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２）社会交往或社会结构的相互进入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３）通婚（ｉｎｔｅｒ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４）意识（ｅｔｈｎ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５）
偏见（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６）歧视（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７）价值、权力冲突（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ｐｏｗｅｒ

① 根据教学的需要，我们把在北京大学开设“族群社会学”研究生课程的主要英文参考文献，组织
两届研究生翻译、校对后汇编为《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于１９９７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
版，供国内关心族群社会学的同人作为参考。该书的结构与内容即是根据这８个方面从西方经典文献中
进行选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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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６４：７１）。这７个变量分别从不同角度来分析族群之间的关
系与融合。

在１９７５年的另一篇文章里，戈登试图提出一个更宏观的分析模型。他首
先区分开了自变量（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和因变量（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然后
把自变量分成三组：生理—社会发展变量（ｂｉｏ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互
动过程变量（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社会变量（ｓｏｃｉｅ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同时把
因变量分为四组：同化类型（ｔｙｐｅｏｆ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整体同化程度（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ｔｏｔａｌ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在这一组内才是他１９６４年提出的７个变量）、冲突程度（ｄｅｇｒｅｅ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得到社会报酬的程度（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ｓｏｃｉｅｔａｌｒｅｗａｒｄｓ）（Ｇｏｒｄｏｎ，

１９７５：９１—１１０）。这个更宏观的理论分析模型可以向我们提示许多新的分析视
角和理论思路，但是在实证研究中也更加难以测度和计量。

４．族群集团间的结构性差异
美国族群社会学家们提出要研究族群集团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同时提出

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族群分层”（ｅｔｈｎｉｃ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从而把社会学的一个
重要研究视角“社会分层”引入族群关系研究领域，以用于分析族群集团间的结

构性差异。“族群分层”从此成为族群社会学研究领域中一个核心内容。例如

几个族群可能在受教育程度上（指群体而非个人）存在着结构性差异，教育方面

的结构性差异会影响族群成员的职业分布，而职业分布结构的不同又会影响到

收入水平结构，并进而影响到该族群的消费水平和社会地位（Ｚａｎｄｅｎ，１９８３：

１７０—２００），这一系列方面都是结构性差异分析的内容。
在人口结构方面的差异也需要给予关注，因为人口是一个族群集团在宏观

方面的重要指标，如年龄结构的特征，性别比例是否失衡；再如生育率、死亡率

及由此决定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等等，都是值得关注的，不同的人口增长率会影

响各族群的人口相对规模，从而对选举结果和权力、利益分配模式造成影响。

各族群集团人口结构差异的现状预示着它们相对处境的未来。

５．族群关系的专题研究
当我们对一个多族群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族群关系现状开展调查研究时，必

须从一些最关键的专题入手。关于这些重要专题的介绍，特别是通过案例来介

绍相应的实用测量指标和具体操作方法，是“族群社会学”课程的主要内容之

一。下面简要地介绍５个方面的研究专题：
（１）语言使用。这是关于文化融合方面的一个重要专题，重点在调查分析
各个族群相互学习语言的情况。而且相互学习语言的格局也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和政策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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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人口迁移。人口迁移会直接导致各族群人口相互比例的改变，增加对
迁入地区自然资源的压力，导致一种竞争关系，而这种竞争关系往往与族群和

文化冲突结合在一起。所以在研究族群关系时，一定要对人口迁移的数量、时

间、移民的形态、移民的职业结构、移民收入与当地居民收入的差异等专题进行

研究，这对当地族群关系的研究很有助益。

（３）居住格局。居住格局是族际之间各类社会交往所需客观条件的一部
分。社会交往的形式简单说可以分为不同族群的成员在学习场所、工作场所、

娱乐场所、宗教场所、居住场所的相互交往以及与异族朋友的往来等几个方面，

族际交往研究的专题之一就是各族群的居住格局。

（４）族际通婚。通过对族群集团之间通婚实际情况的调查，通过对与异族
结婚的人员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与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并把族际通婚人员

与族内婚人员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归纳出影响族际通婚的各种因素。并可以从

当前这些影响因素的状况和变化趋势来预测今后族际通婚的前景。

（５）族群意识。族群意识是人们后天形成的，是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
人们在看待外部世界时，如何把芸芸众生划分为不同的“群体”，群体之间的异

与同都体现在哪里，异与同在程度上的深浅，在这种群体格局中如何给自身定

位，自己与哪个群体认同，⋯⋯这些都是研究族群与族群关系时应特别关注的

方面。

６．影响族群关系的因素分析
一般可以把这些因素分为１５大类：（１）各族群之间在体质肤色方面的差异

程度（体质因素）；（２）各族群集团人口的相对规模（人口因素）；（３）传统社会制
度的异同（社会制度因素）；（４）经济活动类型的异同（经济结构因素）；（５）族群
在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方面的差异（族群分层因素）；（６）文化、语言、习俗方面
的差异（文化因素）；（７）族群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宗教因素）；（８）族群之间
的心理距离（心理因素）；（９）族群间相互隔绝程度即族群交往的环境因素（人文
生态环境因素）；（１０）族群集团之间历史上的关系对现今关系的影响（历史因
素）；（１１）可能强烈刺激族群感情的个别事件（偶发因素）；（１２）政府各项政策
对族群关系的影响（政策因素）；（１３）大众传媒对精英分子和民众族群意识和族
群关系变化的影响（媒体因素）；（１４）国外政治、宗教势力对一个国家内部族群
关系的影响（外部因素）；（１５）主流族群对待其他族群的宽容度（社会宽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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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族群社会学目前的研究工作

参考前文提到的西方族群社会学研究文献的四个主要部分，可以清楚地看

到目前国内的研究在各个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一）族群社会学关于族群、族群关系的理论

族群理论涵盖的范围包括“族群（民族）”定义、族群意识的产生、传递以及

族群关系演变理论等内容。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前，中国的“民族”定义、族群
关系理论（或称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主要受前苏联意识形态的民族理论（特别

是斯大林的观点）的影响，很难说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系统理论。要想真正建立

和发展以中国社会史、族群关系史和当前国情为基础，同时也能与国际学术界

接轨的族群理论，我认为需要对与我国族群问题密切相关的三个理论与实践的

来源分别进行深入和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努力综合这三个方面中符合当今

中国国情的内容和思想的部分，逐步创立中国的族群社会学理论体系。

这三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来源是：

１．中国历史传统上处理族群关系的理论和方法
中国传统的儒、道、释学说中关于“人”、“族类”有一套说法和看法。它关于

非汉族、非中原的其他边缘地区族群和部落的文化，有一套称谓、一套观点，如

“夷夏之辨”等。其中既有包容的一面，对周边的“异族”采取一种相对比较平等

的态度，认为这些族群是可以被中原文化同化的，即“有教无类”；同时又对所谓

没有接受“教化”的“化外之民”采取明显的歧视态度。另外，由于中国特殊的地

理位置，长江、黄河流域的文化是整个东亚地区发展最早的，中原王朝对周边各

族各国的态度是与这种地理文化结构分不开的，基本上是一种以同化为目的、

以安抚为手段的“教化”方略，而不是采取以占领土地和掠夺财物为目标的侵略

政策。因为这些地方人口稀少，地域广阔，对中原王朝形不成真正的威胁，而如

果对其发动战争，占领之后就涉及长期派驻军队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对于中原

政权来说占领这些地区在经济上并没有什么收获，得不偿失。中原王朝的这种

态度与欧美国家对待海外殖民地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费孝通教授把我国几

千年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族群关系，从理论上总结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费孝通，１９８９）。这些认识及处理族群关系的传统对今天的中国不能说完全没
有影响，有些方略可能仍然有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地方，我们必须加以了解和

借鉴。当然，中国的历史有其特殊性，“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框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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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适用于理解中国的族群关系。而且，随着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门户

的对外开放，中国的族群关系必然也会受到境外因素的影响。

２．欧美各国关于族群和族群关系的理论
欧美社会学界关于族群关系的宏观理论，主要是集中于一个多族群国家处

理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如我们刚刚提到的戈登（ＭｉｌｔｏｎＭ．Ｇｏｒｄｏｎ）关于美国
族群关系发展的“三阶段理论”和赫克特（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ｅｃｈｔｅｒ）的著作《内部殖民主
义》（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都是
在宏观层面上进行理论总结。欧洲各国的学者们也在结合对于来自前殖民地

的异族人口和外籍工人的发展状况的研究，努力探讨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和政

策框架。有些学者在结合欧洲和前殖民地国家的发展历程在讨论“民族—国

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的建构和“民族主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运动等理论问题。这些工
业化国家的族群问题、国家建构问题，与现代化社会的产业结构、社会组织、政

治制度、文化演变等密切相关，有关的理论探讨对于我们今后理解和分析中国

的族群关系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但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特别是移民国家（如

美国）的族群理论，不带有全球共性，反映的仅仅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国情。

３．苏联的民族和民族关系理论
苏联的民族理论与共产主义发展历史阶段的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社

会主义历史时期，苏联意识形态体系中关于族群问题最关键的两个理论，一是

以族群为主体实行区域自治（以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等多种形式），

一是在族群相互关系方面从“形式上的平等”过渡到“事实上的平等”。由于各

种历史原因，自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如何制定其族群政策和国家政治
框架，它如何设计、规划和指导境内族群关系的发展，其基础理论和实践方法对

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很大。这方面的文献，特别是斯大林的著作，对于研究建国

前后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形成及其对建国后我国政府处理族群关系各项政

策的影响，都是极为重要的。总的来说，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基本上体

现的是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族群关系的格局和发展历史，加上马克思主义关

于民族解放、族群平等的意识形态。应当说它也属于一个局部的而非全球性的

族群理论。

１９８５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康纳（ＷａｌｋｅｒＣｏｎｎｏｒ）的著作《马
列主义理论与战略中的民族问题》（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ｒｘｉｓｔＬｅｎｉｎ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该书收集了从苏
联最早的有关文献（包括很多谈话记录），中国共产党自江西时期开始一直截止

到写书时所发表的很多资料，并对这些资料加以考证和进行详细的论述。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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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苏联、中国、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越南６国为例，首先介绍各
国族群关系的旧貌，然后再论述现在的执政党（各国共产党）是如何制定其族群

政策，并把这些政策的产生和演变看作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以及分析在这些

政策指引下，其各自的族群关系演变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新格局，最后讨论目前

这种现实状况中族群关系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尽管该书的观点不一定

正确，搜集的资料也并不很全面完整，但却是在西方出版物中比较详尽地论述

马列主义族群理论、政策的一本著作，可供我们参考。

目前，西方族群社会学家们的主要研究对象还是其本国的种族和族群冲

突，他们对于俄罗斯、中国、印度、东南亚、中东、非洲这些地区各族群的发展历

史、文化传统和族群关系演变的研究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我国的族群社会

学能够真正从以上三个方面充分汲取理论营养和智慧，总结出能够涵盖各个地

域族群关系、能够概括出人类社会族群关系的更为宏观的和具有普遍共性的族

群理论，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世界学术界为中国的族群社会学争得一席之地，

甚至在一些具体领域的研究上超越目前西方族群社会学，为人类的学术发展做

出我们自己的贡献。由于这些关于族群关系演变的理论，与“全球化”、现代化

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等社会学宏观理论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族群社会学

对于社会学基础理论的发展也将会做出贡献。

（二）族群分层及其演变的宏观分析

应当说，我国各级政府的正式统计资料中尚缺乏以族群为单位的经济和社

会统计。在近两次全国人口普查完成之后，政府公布了一些以族群为单位的关

于年龄、性别、产业、职业、教育水平、婚姻状况等方面的基本数据。除此之外，

各年度的统计资料都是以行政区划（省、市、县）来进行统计的，无法对各地区的

族群分层情况进行分析。其他年份开展的各种抽样调查也没有公布过以族群

为单位的统计资料。当然，对于一些相对属于单一族群的行政地区（如西藏自

治区总人口中藏族占９６％），以行政区划单位统计的数据可以粗略地用来代表
该地区主要族群的情况，以便进行推算和比较，但这些比较毕竟是很粗略的分

析，达不到科学研究的要求。在这个方面，我们只有寄希望于今后我国的统计

部门能够重视以族群为单位的社会与经济统计，并且能够向我国的社会学家们

提供有关的统计资料。

现在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基金会每年都提供相当多的经费，来资助大学和研

究机构开展与种族和族群相关的社会调查，这些调查项目在领域和专题方面有

各自不同的偏重，如各族群人口结构的变迁，各族群的就业与收入比较研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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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的教育状况演变，族群居住隔离情况的变化，还有的研究政府政策对族群

分层情况和变化的影响。这些由大学和科研机构来组织和开展的大量专题社

会调查，往往为政府和民众提供了许多系统和深入的调查资料和研究报告，对

于社会中的族群关系可以有一定的引导，对于政府了解民情和制定、修改政策

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如果我国的政府部门或由国家支持的社会科学基金能够

拿出一定的资金来支持以少数族群为主要对象的大规模抽样调查，这也将是对

政府年度统计或普查数字的重要补充，由于政府年度统计或普查问卷只能涵盖

相当有限的项目，为了开展深入和系统的专题研究，在我国组织这些抽样统计

调查确实是非常必需的。

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的社会学家在我国族群的社会、经济分层及其

演变的宏观分析方面，才有可能做出与西方社会学家们相同水平的研究成果。

（三）人们的族群认同及其演变的微观分析

在这个领域，我国的族群社会学者有大量的研究工作可以去做，这些工作

可以具体从三个方面入手。

１．从文献中分析中国历代对于“族类”群体划分的定义、思想和应用
我们需要从我们的历史文献中寻找和分析中国历代对于“族”（“族类”、“民

族”）这些群体划分的定义、思想和应用。所有的历史文献都是由当时的政治

家、学者、思想家、文人所撰写并流传下来的，从中直接反映的是作者个人的观

念和思想，而间接地（通过表示认同或批评）也反映出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观念和

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韩锦春、李毅夫两位学者编辑了《汉文“民

族”一词考源资料》（１９８５）一文，就是在这方面已经做出的极有意义的工作。但
是这个材料所收入的资料范围还比较小，还需要进一步补充我国古代、近代的

大量文献中的有关内容，另外该文对于这些文献的摘录资料没有进行分析。此

外，研究包括的有关范围除了直接涉及“族”、“民族”这些词汇的文献外，对于涉

及族群分野、族群认同方面观念的文献（如对于“华夷”的论述、对于各个历史上

少数族群的论述）也应当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在这方面，我们今后还有大

量的文献检索、整理、分析工作需要去做。

２．调查社会中人们的“民族”概念和族群认同意识的形成与演变
我们需要通过访谈调查来了解当前社会中生活在不同环境和发展条件中

人们的“民族”概念和族群认同意识是如何形成并演变的。调查的对象可以包

括：长期在汉族地区生活和工作的少数族群成员，长期在少数族群地区生活和

工作的汉族成员，与少数族群没有接触的汉族成员，与汉族没有接触的少数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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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成员，曾经属于一个大族群的一部分但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民族识别”过程
中被“识别”为一个独立的“民族”的成员，与其他族群通婚的男性或女性，等等。

这些处于不同情况的人们对于如何看待“民族”、看待自己与某一个群体的认

同，可能会有十分不同的观点和想法，而且这些观点可能在他们一生中的不同

时期，随着自身经历的变化而有所转变。在实地调查中我们可以详细地记录下

与被调查者的交谈，分析各种观点和其中的实际含义，分析产生各种观点的外

部和内部条件，分析他们观点转变的具体过程和影响因素，并且把不同个人、不

同群体的情况进行相互比较，这些分析将十分有助于我们从个案和微观层面来

理解人们的“族群”观念和他们的群体认同。这第二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是

指在国内进行的访谈，访谈对象都是我国公民，他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制度下，

经历过相似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运动。

３．对长期生活在国外的华人、留学生进行访谈调查
国外华人、留学生生活在另一种社会制度里，当地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

与中华文化传统很不相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与中国的情形很不相同，但

由于他们大多在国内出生成长，因此或多或少都保留有中华文化的“根”，在与

他们的交谈中了解他们对于“族群认同”观念的产生及其演变，倾听他们对两个

国家、两种社会制度下“族群”观念、族群政策的比较与评议。这可以从另一个

侧面为理解国内人们的“族群”观和认同观提供参考系，既开拓我们的研究思路

又可以提供丰富的分析对比材料。

这种访谈调查与美国学者对于移民的访谈在研究方法上是相近的。一个

人远离自己的“祖国”和“母体文化”之后，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不得不去适

应、接受另一种陌生的文化和观念体系，甚至努力去“融入”另一种社会组织结

构，对于这种感受和转变的记录与分析无疑是很有价值的。而且，我们会发现，

对于移居国的主导文化，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移民的接受速度和抗拒心理也是

各不相同的，在美国，来自西欧的移民肯定比华人移民适应得要更快，来自中国

少数族群聚居地区的少数族群移民与来自中国大城市的汉族移民在适应美国

文化方面的表现可能也有不同之处。从这些不同角度进行比较，可以帮助我们

认识和确定在中华民族的族群观念和认同方面，哪些是更为基本的东西，哪些

是汉族具有而我国其他少数族群所不具有的东西。

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启发、相互融合，从而通过微观层

面和感性层面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人（汉族、少数族群）的“族群”观和认

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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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族群关系的专题或个案的实证研究

在当前的发展阶段，这部分应当是我国族群社会学最需要开展、也比较容

易积累基础资料、最容易做出成绩的研究工作。在专题或个案的实证调查研究

中，涉及的地域或人口范围可大可小，涉及的研究专题可宽可窄，涉及的历史时

期可长可短，采用的调查研究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使用的定量统计方法也可深

可浅，这些都视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专业训练、知识积累、研究兴趣、具体选题等

具体确定，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以目前我国从事少数族群研究的学术队伍的实

际状况来看，这在今后一个时期中，应当是被最广泛采用的研究方法。

对于具体研究专题的选择，我们可以参考西方族群社会学在这些方面做出

的学术传统和经典研究。我们考虑，有６个专题可以集中反映族群关系的主要
方面，可供研究者优先选择。

１．语言使用
这个研究专题的实地调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１）调查地区不同族群

成员使用本族群语言及其他族群语言的情况；（２）人们学习其他族群语言的主
要途径（学校课程还是日常接触）；（３）人们使用各种语言的场合（家中、学校、一
般社交场合、正式官方场合如法庭诉讼、政府会议等）；（４）政府的语言政策（包
括学校中教学语言的政策）及其在人们生活中的实际影响；（５）不同代际在语言
学习和使用方面的差异；（６）少数族群语言的演变及其对现代化社会的适应（词
汇和语法的变化）（马戎，２００３：１３５）。以上６个方面可以从不同角度揭示在多
族群地区各个族群在语言使用方面的基本状况（ｐａｔｔｅｒｎ），说明其变化的原因并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示未来的发展方向。

语言是各族群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的交流与融合是文化交流与融合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戈登１９６４年提出的衡量族群融合的７个变量中，第一个
就是文化融合（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或译做“涵化”）。所以关于语言使用的调查是研究
族群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研究专题。

２．人口迁移
人口迁移会直接导致一个地区内各族群人口相互比例的改变，增加对迁入

地区自然资源的压力，导致各族群在生存与发展机会方面的竞争，而这种经济

利益的竞争往往与族群之间在政治权力方面的竞争以及文化冲突结合在一起。

所以在研究族群关系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调查人口迁移对族群关系的影

响：（１）移民的数量、迁入时间和迁移形式（个体、家庭、群体、政府安置等）；（２）
移民的行业、职业结构；（３）移民的社会和经济组织形式；（４）移民整体收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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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层结构与当地居民之间的比较；（５）移民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所带
来的影响（地区总产值、居民人均收入以及学校、医院、对外贸易的影响）；（６）移
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交往。通过对于这些方面的调查，我们可以分析人口

迁移对于一些移民规模较大的地区（如有大批汉族迁入一个非汉族地区，或是

大量Ｂ族群人口迁入以Ａ族群为主体的地区）的族群关系所造成的影响。

３．居住格局
居住格局是社会交往客观条件的一部分。属于不同族群的人们之间的主

要社会交往场所与类型可以被简单地归纳为（１）居住场所、（２）学习场所、（３）
工作场所、（４）娱乐场所、（５）宗教场所、（６）公共活动与消费场所、（７）私人个
体交往等几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居住场所里各族群的居住格局，即各个

族群在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空间分布模式（各族群在空间上是否相互隔离，各

族群成员是否彼此聚居）。这些都是美国学者调查研究城市族群关系的基础性

专题。在具体的调查分析中，美国学者提出可进行定量分析的“ｉｎｄｅｘｏｆｄｉｓｓｉｍｉ
ｌａｒｉｔｙ”（“分离指数”），这个指数通过各街区族群比例与总体族群比例的差别计
算得出，直接反映了在居住方面种族、族群隔离的程度，并间接反映了该地区族

群关系的状况。通过不同时期的追踪调查，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族群空间居住格

局的历史变迁以及探讨造成变迁的原因。

自１９８８年以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已经有计划地组织对我国
重要的多族群城市开展居住格局的系列专题研究，到２０００年已经先后完成了
对拉萨、呼和浩特、乌鲁木齐、银川、南宁这５个自治区首府城市的调查，研究报
告已经发表，同时对西宁、昆明、北京的调查研究正在进行之中。我们希望能够

把这些调查报告汇成专集出版，以此进一步推动我国族群社会学研究者对居住

格局的调查与研究。

４．族际通婚
这是测度族群关系最重要的变量，也是戈登提出的衡量族群融合的７个变

量之一。只有通过大规模的通婚和混血后裔的产生，族群才会逐步实现血缘的

融合。我们在调查研究时，要特别注意把个体通婚和规模通婚作为两个不同的

层次既区别开来又要相互结合。在族际通婚方面可以开展调查的方面有：（１）
通婚的绝对数量和相对规模；（２）通婚发生的时间和社会背景；（３）通婚中是否
有性别选择或事实上的性别倾斜；（４）通婚者群体与非通婚者群体在各方面特
征（年龄、教育程度、行业、职业、家庭政治地位和经济水平、是否移民）的结构性

比较；（５）在两个以上族群共同居住地区，在族际通婚中有无族群选择；（６）通
婚后所生子女在族群身份认同方面的选择；（７）政府对于族际通婚的政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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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或社区对族际通婚的态度；（９）混血子女在个人发展机会方面与各族群非
混血子女之间的比较；（１０）鼓励或阻碍族群通婚的各项因素（宗教、语言、生活
习俗、族群偏见、交往机会等）等。

通过对族群集团间通婚的实际情况的调查，通过对与异族结婚人员的家庭

背景、个人经历与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并把族际通婚人员与族内婚人员进行

比较，我们可以归纳出影响族际通婚的各种因素，并可以从当前这些影响因素

的状况和变化来预测今后族际通婚的前景。

５．族群意识
族群意识是人们后天生成的，是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在不同的环

境、不同的场合，人们的认同意识会在不同的层次上强化或弱化。这个专题的

研究与前面提到的第三个大方面（微观层次的族群意识调查）是一致的。我们

可以有计划地选择有代表性的调查地点和调查对象，特别是对于当前社会中不

同情况、不同背景的人进行关于“民族”的概念和自己族群认同的访谈调查。我

们在进行访谈调查时，需要结合场景的变化和人们的社会经历来确定人们族群

意识的内容与程度，分析这种意识产生的根源及刺激因素。

６．影响族群关系的因素分析
我们在前面把这些因素大致划分为１５大类，这里对其中的每一类再做一

些说明：

（１）各族群之间在体质肤色方面的差异程度（体质因素）：不同族群之间可
能在体质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如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差异），也可能具有较小的

差异（如蒙古人与汉人之间的差异），这两种情况对于族群成员之间在心理上的

认同或排斥程度（相互视为“同类”或“异类”）肯定具有一定的影响；

（２）各族群集团人口的相对规模（人口因素）：在一个地区各族群人口规模
大致接近还是相差悬殊，对于当地主体文化的形成（公共场合使用的语言）和政

治权力的分配（无论是通过武力还是通过选举）无疑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３）传统社会制度的异同（社会制度因素）：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家族传统
对于不同阶层之间的交往肯定有限制。我国刚解放时西南地区一些族群的社

会发展形态和社会组织形式也与汉族地区有很大差别，如藏族的农奴制度与汉

族的租佃制度之间的差别。这些差异对于族群之间的沟通、交流，和经济与社

会方面的整合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

（４）经济活动类型的异同（经济结构因素）：如汉族的传统经济活动是农业，
蒙古族是草原畜牧业，回族善于经商，当他们相遇共处时，这种差异在土地和其

他资源的利用等方面无疑是有影响的，并进而影响族群关系；国外的吉卜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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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犹太人也都有传统的经济活动。这种在一定行业或职业上的族群集中或倾

斜，甚至形成某种意义上的经济结构中的“族群分工”；

（５）各族群在社会分层结构（行业、职业等）中占据位置的差异（族群分层因
素）：如果两个族群从整体上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分层”倾斜（即一个族群基本上

属于社会地位和收入较低的阶层，而另一个族群基本上属于社会地位和收入较

高的阶层），那么族群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可能带有阶级关系的色彩；

（６）文化、语言、习俗方面的差异（文化因素）：对于一些族群而言，宗教因素
特别重要，而且与生活习俗、价值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些文化因素在各个族

群中的强弱程度不同、持续性也不同。对于它们如何具体影响一个地区各族群

之间的交流，需要深入地进行专题调查研究。

（７）各族群在宗教信仰上的异同可能会影响族群之间的相互认同程度（宗
教因素）：在一些国家，各族群以宗教为分野形成几个超越族群的宗教集团，有

时族群代表人物是以宗教领袖和宗教的名义来开展活动的，所以理解族群关系

的发展必须考虑宗教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

（８）各族群之间的因各种因素造成的心理距离（心理因素）：族群之间的体
质差异、语言差异、宗教差异、习俗差异等都可能会带来彼此在心理上的距离

感，使人们把其他族群成员看作“异类”；人们对于其他族群的“社会距离排序”，

实际上反映的是心理距离。

（９）族群间相互隔绝程度即族群交往的环境因素（人文生态环境因素）：一
个城市或一个地区各族群人口的居住格局（混杂居住还是形成彼此隔绝的居住

区），分别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几个族群相互之间的交通条件（公路、铁路、航线

等），这些情况也影响着不同族群成员之间的交往活动；

（１０）族群集团之间历史上的关系对现今关系的影响（历史因素）：族群间过
去是否长期融洽或争战，历史上各族之间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员的交往

方面是什么情况，对现今的族群关系可能依然有着明显的影响；

（１１）政府各项政策对族群关系的影响（政策因素）：这个因素在一定条件下
可能作用显著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专题。政策既包括根本性立法（如《民族

区域自治法》），也包括政府运行中执行的各种政策，如干部政策（如少数民族干

部的培养与使用）、经济政策（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策等）、文化教育政策（如

宗教政策、语言文字政策、学校制度等）以及处理个案的一些具体政策等。毫无

疑问，在一个政府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政府的上述政策将会直接或间接地影

响各族群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族群集团之间的关系；

（１２）个别事件（偶发因素）：有时一些个别事件会强烈刺激族群感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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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关系。如印度教徒针对锡克族的“金庙事件”和甘地总理被刺都明显恶化

了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我国历史上和近期发生的族群冲突也对当地的族群

关系留下负面影响。但是与此同时，一些体现了族群团结的事件和人物的出

现，也对当地族群关系带来正面的积极影响。

（１３）大众传媒对精英分子和民众族群意识和族群关系变化的影响（媒体因
素）：在广播、报纸和电视迅速普及的时代，传媒的作用不可低估。如果媒体参

与甚至带头进行民族主义思潮的鼓吹与宣传，利用电视画面对于族群冲突场面

进行感情化渲染，这些节目无论是对于各族群的知识分子精英人物还是普通民

众都会具有强烈的影响。所以对于当地媒体节目内容的调查与收视效果的分

析也应当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１４）国外政治、宗教势力对一个国家内部族群关系的影响（外部因素）：一
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近年南斯拉夫科索沃地区族群关系的演变过程中，塞尔

维亚、阿尔巴尼亚以及西方国家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干涉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此

外在车臣的族群冲突当中，中东地区和阿富汗的志愿军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而我国新疆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也受到境外宗教极端势力在各个方面的支持；

（１５）主流族群对待其他族群的宽容度（社会宽容度）：在一个多族群的国家
或地区在政治、经济领域和人口规模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族群在政策的制定、主

流媒体的态度以及“族群分层”发展趋势的导向等方面，通常都占据着主动权。

所以这个族群的传统族群观和对待其他族群的宽容程度，对于这个国家或地区

的族群关系，往往有着重要的影响。

通过以上这些专题或个案调查研究将会为我们提供详细和深入的研究素

材，有助于我们分析形成当地族群关系现状的原因，并进而分析预测未来族群

关系的演变趋势。这些都是我国族群社会学工作者在现阶段最需要开展的工

作。西方社会学界对于族群关系的宏观理论，是在大量微观层面专题调查的基

础上积累、提炼而产生的。同时，这些基础性调查结果也是我们检验宏观理论

是否符合本国实际的试金石。一个学科只有经过基础性资料与知识的大量积

累和不断检验淘汰，才能为理论总结奠定基础。

七、我国族群社会学专业的发展前景

目前在我国社会学界，包括各大学里的社会学系和专门的社会学研究机构

中，以族群社会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专业人员数量很少。目前在社会学系开设

“民族社会学（族群社会学）”课程的，只有少数几所大学，力量非常薄弱。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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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综合性大学（民族院校除外）每年招收的学生当中，少数族群学生的比例很

低，毕业后仍然愿意从事族群研究的学生数量更少。各校开设这一课程的现状

也反映了学生需求上的客观现实。除了本身来自少数族群或曾经长期在少数

族群地区生活过的人之外，生活在汉族地区的人们一般对族群问题不太关心，

所以报考“族群社会学”这个专业方向的学生和愿意从事这个领域教学工作的

教师人数都比较少，这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各大学里这个专业方向始终发展
缓慢的主要原因。

师资的缺乏无疑是这个专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由于国内开设这方面的

课程和设置这一专业的大学很少，也就难以培养这个专业的教师。近２０年来，
我国前往欧美各国学习社会学的留学生约有几百人，其中选择族群社会学为自

己主修方向的人数寥寥无几，学成回国从事教学工作的自然更少。由于从国外

这个渠道培养我国族群社会学专业师资力量的前景不容乐观，在这种局面下，

北京大学作为长期开设“族群社会学”课程和设置“族群社会学”硕士和博士专

业方向的大学，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为国内其他院校培养这个专业师资的责

任。现在中国社会学会下属的“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北京大学，

自１９９５年以来定期编印《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以促进各地从事族群社会学教
学与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

我国长期从事族群问题研究、并且近年来表现出对族群社会学有强烈兴趣

的，主要是位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综合性大学、民族院校和研究机构。这些机

构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在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受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民族
问题研究传统的影响，也受到民族学、人类学等传统的影响，其中有些院校目前

正在筹建社会学专业，但是要在这些院校建立和发展社会学这一学科，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需要从师资队伍的培养和基本课程的建设起步。但是我们在与这

些院校师生的接触过程中，感觉到他们很有兴趣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族群和

族群关系，也很有兴趣建立“民族社会学（族群社会学）”的专业方向，将来我国

这个专业的学科队伍的建设，很可能主要依靠位于各少数民族地区（５个自治区
和甘、青、川、滇、贵等省）的综合性大学和民族院校的支持。

在这些地方发展族群社会学，具有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一是这些少数族

群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族群文化保护、族群团结是当地的大事，地方政府非常

关心少数族群的发展和族群问题的妥善处理，设立这一专业和开展族群社会学

的研究工作会在许多方面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二是在这些地区的院校的

学生和教师中，不少人关心族群问题的研究并且自身有过在少数族群地区调查

研究的经历，所以在这些院校开设族群社会学课程、组织有关研究课题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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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术队伍，在人力资源上具有很好的条件；三是这些院校位于少数族群地

区，在日常生活中便可以接触到多族群文化交流的现象，到基层社区开展调查

活动也非常便利，这就为族群社会学的调查研究工作和长远发展提供了肥沃的

土壤。由于有了这三个有利条件，今后在各少数族群地区的综合性大学和民族

院校建立的社会学系的专业设置中，族群社会学很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域。

此外，由于汉族学者当中关心族群问题和族群研究的人数比较少，中国的“族群

社会学”研究队伍中，今后少数族群学者可能会占据一个较大的比例。这与国

外的情况大致相似，在美国从事族群社会学研究的，有相当比例是少数族裔的

学者如犹太人、拉丁美洲后裔、黑人和华人等。

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加强，形成了一个

世界贸易市场，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这种形势下也先后进入了“现代化”的进

程。在这一过程中，每个国家都在经历着自身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不断重构、

权力和利益分配机制的不断调整、社会组织的不断转型等触及社会深层结构的

剧烈变革。在这些变革之中，一个多族群国家内的各个族群之间，由于各自文

化传统、发展基础、发展条件的不均衡，肯定会出现文化的再造、心理的困惑以

及利益的矛盾。这就使今天各国的族群关系，与以往历史中各国在时空上与其

他地区、其他社会相对隔绝时期的族群关系的情势很不一样。特别需要指出的

是，今天西方大国的文化影响、经济渗透和政治干预在一些国家内部的族群关

系方面正在发挥重大作用。

我国当前正面临着改革不断深化的重大历史关头，结合我国现代化进程中

的一系列涉及体制改革、经济发展的战略与利益分配、人口迁移、社会流动、文

化冲突等方面的社会变迁，来调查分析这些变迁对各地区族群关系造成的影

响，是中国族群社会学的重要内容。我国有５５个少数族群，其人口规模、地理
分布、宗教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各异，与汉族的交流与融合程度也很不相

同，他们居住的各个地区在自然资源条件、经济基础、发展条件方面差别悬殊。

我们的目的，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所有族群的共同繁荣，为了达到这

个目的，需要根据各地区各族群的实际情况来设计其发展的道路，而且在出现

问题时要及时调查研究，提出解决办法。社会学家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

识在这方面贡献力量。社会学不是“象牙之塔”，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说，我们的

知识来自于群众的实践，来自于实际调查，也应当运用这些知识为族群团结和

社会发展服务。

在美国和欧洲的族群社会学家们，主要关注的是本国。所以现在西方各国

的社会学家们很少讨论中国的族群问题，甚至也只是很肤浅地论及前苏联及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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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非国家和地区在族群关系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因此建立和发展中国的族

群社会学，首先有助于把西方族群社会学这一学术传统的研究对象扩展到非西

方国家，把其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应用范围在地理和社会制度的涵盖面上加以扩

展；其次，可以通过调查实践把几个相关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实现融会贯通，我们

将在研究族群关系时努力把各个学科（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

学、政治学、宗教学等）的基本方法都汇集、结合在一起，根据研究专题的具体情

况，努力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把问卷调查、个案访谈、文献分析等

各种方法都加以应用，对一切可用、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做到兼容并蓄。在对具

有不同传统和特点的社会进行研究和学术实践时，这个新的研究对象将会对原

有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提出挑战，迫使研究者根据实际国情对产生于外部的理论

与方法提出修订，所以鲜活生动的学术实践活动必然会推动理论与方法的学术

创新。

无论从理论的地域涵盖面上，从基础理论的核心命题的拓展上，还是研究

方法的多学科结合上，以及进行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潜力方面，我们正在进

行的“民族（族群）社会学”学科建设都有它特有的价值；无论是与国外的族群社

会学比较，还是与国内已有的从事族群研究的学科比较，它都具有新的特点。

这个专业方向的发展在中国这个多族群国家将有着十分光明的前景，也必然会

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和研究人员投入到这个领域的研究队伍中来。

八、小 结

本章是全书的导言，在大学里作为课程教材使用时也可作为“课程介绍”的

第一讲。

这一章的目的是概括地介绍“族群社会学”这个专业方向的研究对象、基本

结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的特点，让读者对全书的概貌和研究风格有一个基

本的了解。在大学里开设课程时，第一讲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了解一下这门课

都要讲些什么内容，整个课程是一个什么基本思路，能够学习到什么知识，这些

知识今后能够应用于什么方面，以便他们在选课时进行判断。学生听完这个

“课程介绍”之后，如果真正感觉到自己有兴趣，才会决定是否正式选修这门课

程。

由于“族群社会学”目前在国内大学里很少开设，教材也很少，所以绝大多

数学生对于这个专业方向可能毫无了解。正是为了让学生们能够比较系统地

了解这个专业方向和这门课程的意义，了解“族群社会学”的结构和内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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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里首先介绍了这个专业方向在国际学术界中的位置与影响，分析了当

前社会发展对这个专业方向研究成果的客观需求，然后着重介绍了西方族群社

会学的主要内容、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讨论了中国学者可以向西方同行学习

和借鉴的一些方面。

本章的核心部分讨论了中国这一专业方向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发展现状，系

统介绍了“族群社会学”这个专业方向８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指出了发展中国的
族群社会学可以从哪几个方面入手。同时也根据我们自己的体会对于当前中

国社会学者在族群关系研究的领域内都有哪些急需开展的研究工作和具体专

题方面提出了一些设想。在这些介绍与讨论中，我们兼顾了相关的理论探索与

研究方法，与研究民族问题的其他学科进行了相互比较，强调了社会学的学科

特色。

作为“导言”和介绍性的第一讲，对于许多相关的研究专题我们只是最简略

地点到一下，没有具体展开，因为这些专题就是本书中的各个章节，是我们在这

门课程中要逐步系统去讲授和讨论的，所以我们在本章中只是对它们作了一个

简略的介绍，说明它们各自在整个专业方向系统中的位置和作用。在本书作为

教材用书时可以参照本书后面附录中的“教学大纲”，授课时把“教学大纲”发给

每个学生，使学生得以了解课程的整体概貌，并通过“大纲”中每一讲的主题（也

就是本书的各章）来全面和系统了解这门课程的结构和内容。“教学大纲”中每

次授课要求的阅读书目非常重要，通过这些阅读书目，学生可以了解如果选修

这门课程都需要阅读哪些书，了解这门课程的学术脉络和研究风格。在“教学

大纲”的每一讲后面也为课程讨论提供了供参考的思考题，学生可以根据这些

思考题来开展阅读，并可以从中选择课程作业或期末论文的题目。当然，书后

所附的“教学大纲”仅仅提供作为参考，由于各个学校的具体情况不同，授课教

师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背景、本校的校历时间安排、学生的知识基础和学习需

求等实际情况，对这个“教学大纲”进行必要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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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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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和“族群”的定义

我们建议使用一个新词以及一种新的用法来反映新的现实，

这个新词反映了现实中的变化。这个新词便是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而新的
用法则把处于社会边缘、作为社会少数群体和亚群体的“族群”

（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明确地扩展为一个社会的主要部分，而这些少数群
体和亚群体曾经被期望会同化和消失，或者只是作为幸存者而得

以延续的异己或有麻烦的群体。

———Ｎ．格莱泽和Ｄ．Ｐ．莫尼汉（１９７５：５


）

在第一章“导言”中，我们已经涉及到了有关“民族”定义的一些问题。对于

这些基本概念的讨论，始终是我国族群研究、特别是民族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核

心问题。近年来，随着一些西方学说被介绍到国内，人们又提出这样的问题：国

外社会学中所说的“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或“族群性”（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与我们目前汉
语里常说的“民族”，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有什么差别？长期以来，人们

对于这些基本概念的理解存在着许多不同观点，在使用这些词汇时也存在着不

同程度的混乱。在这一章，我们将对有关概念的定义进行阐释，并对其理论内

涵进行分析。为了真正理解我国的民族现象和开展关于民族问题的实际研究，

我们应当讨论如何理解和使用这些核心概念或词汇，也应当考虑对一些容易引



起思维混乱的概念是否有必要进行澄清，对一些词汇的使用方法是否需要进行

修订。

一、“民族”定义问题是族群社会学

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我们把不同人群用“民族”或“族群”这些概念来加以区分的时候，首先需

要弄清楚的问题，就是对“民族”或“族群”的概念应当如何定义，这些核心概念

或使用范畴所具有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对一个“民族”或“族群”的边界应当

如何界定，应当划在哪里？在对待具体人员的“民族”或“族群”归属时，我们进

行判定的依据是什么？如果我们对这些基本概念的含义都没搞清楚，也就谈不

上对族群之间的整体性关系去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所以，有关“民族”定义的问

题是族群社会学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本章所要讨论的主题。

社会学中有关族群和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所涵盖的范围，大致可以概括为

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民族”和“族群”的定义

人们每天在报纸、电视节目中都会见到和听到“民族”这个词汇，但是当我

们试图去解释日常生活中人们所使用的“民族”一词的确切含义时，却发现对这

个词汇所包含的内容，其实并不容易讲清楚。

目前在汉语中，当“民族”这个词汇应用于国内时，所针对的对象大致可以

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５５个“少数民族”①，以及与“少数民族”相关的“民族团
结”、“民族自治”、“民族政策”、“民族干部”、“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传统艺

术”、“民族教育”、“地方民族主义”等等；第二类在应用上以中国各族群的整体

或共同体为对象，如“中华民族”、“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中国人的民族感情”、

“中国人的民族文化”、“中国人的民族传统”、“华夏子孙（炎黄子孙）的民族认

同”等等。

在涉及到对国外群体的称呼时，中文的“民族”一词在日常使用中也存在两

类情况。第一类是以历史上一些外国群体的传统译名为对象，如“日耳曼民

族”、“条顿民族”、“阿拉伯民族”，这些群体的成员可能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今

天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国家，这些族称也不再出现在这些国家的正式名称中；第

① 关于“少数民族”一词在汉语中应用的历史发展过程，请参看金炳镐的有关论述（金炳镐，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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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类同样是以群体的历史传统译名为对象，如“爱尔兰民族”、“法兰西民族”，这

些群体现在或者是多族群国家的组成部分之一，或者是一些所谓“民族—国家”

的主体族群，他们的族名已经正式成为政治实体的名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

群体，或者被人们习惯地冠之以“人”而不采用“民族”的称谓，如历史上西班牙

的“摩尔人”、巴尔干半岛的“色雷斯人”，以及法国的“科西嘉人”、英国的“威尔

士人”；或者被称为“族”而不是“民族”，如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族”；或者同时被

称为“族”或“人”，如中东的“库尔德族”也被称为“库尔德人”，阿富汗的“普什图

族”也被称为“普什图人”。从以上这些称呼的多样性方面，也可以看出它们之

间存在的共性。在２０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学作品被翻译到中国时，译者当时对
于这些族群称谓所采用的译法（可能带有某种偶然性）一旦在社会上被认同流

行之后，就会逐步形成以后人们对这些群体的习惯称谓。在使用中，不同称呼

之间的概念区分并不严格。

人们常常会问，这两类词汇中的“民族”在汉语里是否是同一个概念？是否

具有同样的内涵？其含义与西方现代文献中常用的“族群”概念有什么不同？

在西方文献中，“民族”（ｎａｔｉｏｎ）通常表示政治实体，“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则更
强调带有其他非政治性差异（如语言、宗教和文化习俗等）的群体①，而中国人目

前常说的“民族”一词到底是属于前者还是属于后者？还是根据不同场合，有时

属于前者有时又属于后者？根据中国历史以及现实国情，中国目前的５６个“民
族”应当被称之为“民族”还是应当被称为“族群”？

对于目前使用词汇的“定义”问题一旦确定之后，我们还可以继续问：历史

上我国各个“民族”是如何形成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对于这类群体的称呼

的？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一，当时也许并没有使用“民族”这个词汇，而是

使用古代文献中记载下来的但今天已经不再用的称呼；第二，可能当时在不同

的地区曾经出现过不同的称呼，其内涵可能相互重合，也可能存在差异。中国

古代典籍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大致证明这两点。

既然在中国的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中曾经一度采用过不同的称呼，那么又

是在哪个历史时期，中国各地区（或至少是统治中原的皇朝）逐步开始对这些群

体的称呼统一起来？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这些称呼的内涵和界定都经历了哪

些演变？我们今天依据什么来判定或识别中国各个不同的“民族”或“族群”？

在当今社会中，我们又如何来具体判定某一群人是属于Ａ族而不是Ｂ族？或者

① 许多人逐渐在接受这样的观点：“‘民族’与‘族群’⋯⋯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它们是否具有政治
属性这一点上，这也是我们理解‘民族’实质的关键”（李红杰，２００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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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自成一个独立的“民族”或“族群”？对于这一系列非常根本性的问题，我们

只能在系统阅读古代有关文献材料和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入观察分析之后，才有

可能做出回答，而这正是当今中国族群社会学基础理论建设上需要开展的研究

工作。

（二）族群意识、民族意识如何产生和传递

当每个人一出生，就会遗传父母所属种族的体质特征，但对于某种“族群”

或“民族”身份的意识，是他绝不可能通过先天遗传而获得的。既然我们承认族

群意识是后天得到的，那么，人们的这种“族群”或“民族”意识又是在什么条件

下、通过哪些途径才能获得并使之稳定化的？而且这种意识一旦产生并稳定之

后，又是如何在家庭成员的代际之间、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在与各种文化媒介

的接触过程中相互传递、延续和变化的？是否存在某些文化和历史的族群“象

征”（或有形或无形）激发人们的族群意识和凝聚力？在什么条件下，这种意识

会得到强化并成为影响人们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又在什么条件下，这种意识会

弱化甚至会基本消失？

此外，人们对于自己所属“群体”的认知程度与群体意识的强弱程度是否也

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层面？举例来说：一个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北部乌珠穆沁草

原的蒙古族牧民，当他与南部农区的蒙古族农民接触时会感觉到自己是个乌珠

穆沁牧人，农民与牧人的区别是一个层面；当他来到北京与汉人接触时，又会感

觉到自己是蒙古族的一员，这时族群成为一个重要的认同层面；而当他访问美

国时，则又会感觉到自己是个中国人，在这里国家是核心与关键的认同层面。

在调查研究这些与认同意识相关的各种现象时，我们需要分析在不同客观条件

下、因为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从而使人们头脑中会逐步产生不同的群体认

同意识？同时，又在什么社会场景下、受哪种心理提示，人们头脑里某一层面的

群体认同意识会在某个特定时刻鲜明地凸显出来，并占据情感的主导地位？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族群意识研究的核心专题。我们除了运用社会学关于

社会“角色”的分析视角外，社会心理学还可以对族群意识的产生及变化的研究

提供相关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人类学也可以从文化象征的角度来研究人们头脑

中特定群体意识的产生与传递。在第三章中，我们将集中讨论族群意识问题。

（三）族群或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

当不同的族群或“民族”群体之间一旦开始相互接触和彼此交往时，便出现

了“民族关系”的问题。当分属两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处于居住地域上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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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绝的状态时，接触和交往可能仅仅停留在少数上层领导者或特定职业集团

（商人、军队）之间，而两族广大普通民众之间却并没有发生真正的个体交往，这

是族群交往的一个极端。而另一个极端状况是，两个“民族”的交往是十分广泛

和普遍的，两个“民族”的成员在同一个城镇或村庄里混杂居住，孩子们在同一

所学校学习，长大以后又在同一个机构内就业，并且存在着普遍的族际通婚。

在现实社会中，各地区的族群关系一般都介于以上这两种极端状况之间的某种

中间状态。

在我们的研究中，不但需要判断族际交往的整体水平和深入程度，而且还

需要具体地调查分析某一个地区内，当地族群交往和族群关系的特点主要体现

在哪些方面？族群关系的变化受到哪些外界或内部因素的影响？我们在研究

族群之间整体关系的同时，还需要关注分属于不同族群的一些特定群体（如在

校学生、流动人口）和成员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在研究中我们一方面需要把

族群关系的整体状况作为理解分析个体交往的社会大背景，同时又要把个体交

往的具体情况作为理解和分析族群关系整体状况的基础和细节。作为族群交

往在整体与局部的两个层面上的具体表现，二者之间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又

在族群关系研究中具有各自的意义和价值。

无论是宏观（群体）的层面还是微观（个体）的层面，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是

社会学的族群研究特别予以关注的。除此之外，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提到

的，还有两点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地球上人类的起源是多元的，各个群

体的发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是相互隔绝的，每个群体都有着独自的发展轨

迹，并由此而形成了不同的观念系统，他们之间既存在共同之处又具有各自的

特殊性，所以我们需要从多元的角度来认识世界上的“族群—民族”现象和各地

区自然产生的群体划分的各种概念；第二，族群的界定、族群意识的产生、族群

或民族的出现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每个族群都随着外界场景和内部结构的

变化而处于不断变迁之中，它们关于自身群体的界定、对于自我的称谓、对于群

体在国家—世界政治体系中的定位也由于自身的演变和外界的影响（如国外相

关概念和术语的引入）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同时随着世界各地之间的交往不

断增多，这种变化越来越频繁和深入，各群体相互之间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下面我们首先讨论有关“民族”这个汉语词汇的定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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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代我国学术界对于

“民族”定义的认识

（一）汉语“民族”一词何时出现并被我国学者和民众所接受和使用

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远古时代起，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

中原和周边地区就生活着许许多多的群体和部落，他们之间相互征战、交往与

贸易，他们既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同时也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在我国史书中，

一般称呼这些部落群体为“×人”而不是“×族”，史书中对这些部落群体最早的
记载是简单地冠之以具体的群体名称，如“黑蛮”、“犬戎”、“九夷”、“赤狄”等，后

来在族名之后又加上“人”，以此表示族群的称谓，如“汉人”、“胡人”、“夷人”、

“藏人”、“满人”等等。而史书中用到“族”字时，最早是指家族①。如出自《左传》

中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其中的“族类”最早是指姓氏集团，后来被人们引申

为泛指族群。后来唐宋时代也出现了“部族”等称谓（见《宋史》卷４９６）。
关于汉语中“民族”一词最早出现的时期，过去一般沿用《中国大百科全书》

（民族卷）的介绍，认为：

在中国古籍里，经常使用‘族’这个字，也常使用民、人、种、部、类，以及

民人、民种、民群、种人、部人、族类等字。但是，‘民’和‘族’组合为一个名

词则是后来的事。１９０３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梁启超把瑞士—德国的
政治理论家、法学家Ｊ．Ｋ．布伦奇利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来以后，民族一
词便在中国普遍使用起来，其含义常与种族或国家概念相混淆，这与西欧

的民族概念的影响有密切关系（１９８６：３０２）。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韩锦春、李毅夫认为最早使用汉文“民族”一词

的是王韬，他在“洋务在用其所长”（１８８２）一文中称“我中国⋯⋯幅员辽阔，民族
殷繁”（韩锦春、李毅夫，１９８５：２２）。后来一些学者考证指出，早在《南齐书》和唐
代《太白阴经》中即出现“民族”一词，前者指当时中原的汉人，后者指“社稷”与

“民众”（茹莹，２００１：１；邸永君，２００４）。但是在此之后，“民族”一词的应用似乎
并没有流行起来。直至近代，在“鸦片战争”后的中外政治与文化交流中，“民

① 如《左传》中共出现１２１个“族”，除了４个有“类群”的泛指之外，其他都表示“家族”或“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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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一词再次普遍使用并具有了新的内涵①。

王韬当时对“民族”这一词汇的使用仍属泛指，并没有与一个具体族群相联

系。当时于许多欧洲文献被引入中国，往往通过日文译本作为中介，“民族”这

个中文词汇的再次使用似乎受到日文词汇的启发②。如１８９６年《时务报》一篇
“土耳其论”中使用了“民族”一词，该文译自日本《东京日报》。之后章太炎在介

绍外国国情时，也曾多次使用“民族”一词，显然是受到西方文献日文译法的影

响。而日本人在把欧洲文字译成日文时，难免又会受到日本历史上对该国国内

各个族群称谓的影响③。

梁启超可能是最早把我国各个族群称之为“民族”的学者（１９０１年）。而最
早对中国各族群冠以“汉族”、“藏族”、“蒙古族”等称谓并与境外民族并列的，可

能是黄遵宪，他在“驳革命书”（１９０３年）中称“倡类族者不愿汉族、鲜卑族、蒙古
族之杂居共治，转不免受治于条顿民族、斯拉夫民族、拉丁民族之下也”（韩锦

春、李毅夫，１９８５：３３）。黄遵宪曾长期出使日本，可能在“民族”概念和用语上受
到日本文献词汇的影响。经过这些早期学者和政治家们的介绍，到了２０世纪
的２０年代，汉语的“民族”一词便开始被国人普遍应用于称呼当时中国境内各
个族群。

与此同时，“中华民族”这个词汇也开始流行。孙中山先生早期曾一度把

“中国人”称为“一个民族”，称“中国人的本性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

族”（孙中山，１９０４：６７）。但随后他又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
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１９１２），这即是
当时流行的“五族共和”的提法。孙中山先生在这段话中把中国各族群均称为

①

②

③ 邸永君指出，日本所用汉字和典籍学自中国，日本近代使用的“民族”一字也有可能源于汉文典
籍（邸永君，２００４）。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思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日本早期典籍中出现的汉文“民
族”一词，与“明治维新”接受西方思想后使用的汉文“民族”一词，可能内涵也不完全相同。我们若想真正

弄清楚汉文“民族”一词的源流，不仅需要仔细查阅中文典籍，也需要对日文中“民族”一词出现的年代与

含义的变化，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在中日文化交流中这些核心概念是如何借用和演变的。

有的日本学者认为１９世纪末“ｎａｔｉｏｎ”一词在中国的使用，“由日语转译为汉语的‘民族’，⋯⋯
‘民族’一词，是由于列强各国将中国置于‘半殖民地’状态以后，才开始被使用的一个较新的概念”。当时

在日本曾兴起“民族为何”的大讨论，主流观点认为“日本民族因为有着共同祖先的血缘关系，⋯⋯依靠基

于西欧社会契约说的‘民族国家’，才能创立坚固的‘民族国家’”。“‘民族’被介绍到中国的时候，‘民族’

一词同时兼备了构成国家的‘国民’这一西欧政治学的意义和黄帝子孙的黄种这一种族的共有相同血脉

的宗族的意思”（松本真澄，２００３：１７—１８，４６，４８）。

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许多国外的政治术语或文化概念被介绍到中国来后，国人也会尽力把

这些术语或概念翻译成中文，有时会造出一些新字，如佛教进入中原后出现了一批新的汉文词汇，有时则

会借用原有的词汇并使其具有新的内涵。我们现在使用的“民族”一词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欧政治概念

“ｎａｔｉｏｎ”的含义，与欧洲的“民族主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密切相关，而这些内涵是
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南齐或唐代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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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合在一起的国家政治共同体被统称为“民族”。之后，梁启超在１９２２年所
著“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也多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但在同一篇文

章中，他又称“一国民可包含两个以上之民族，例如今中华国民，兼以蒙回藏诸

民族为构成分子”（梁启超，１９２２：４２）。这里“国民”是全国人民的整体（即“中华
民族”），而“民族”则是国民的组成部分①，表现出用词上的不统一。

在以上简单的介绍中，至少表明了一点：近代汉语里有关“民族”的各种提

法和相关概念并非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之中，而是自国外引进，由于引

进时国人的理解与诠释各不相同，所以在这些词汇的用法上显然具有某种“多

元”的性质。在此之后“民族”一词及相关概念即不断受到境外因素的影响，而

且其各自内涵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早期的学者们在使用这些词汇时也始终

未能达到统一的共识。

（二）有关汉语词汇“国族”的提法

在我国关于“国族”一词的讨论由来已久。这一提法最早见于孙中山先生

１９２４年的《民族主义第一讲》，他把英文中的“ｎａｔｉｏｎ”表述为“国族”，称“民族主
义就是国族主义”（孙中山，１９８６：１８４）。这即是说，中国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
族主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就是中华民族的“国族主义”。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袁业裕提
出“国族者即居住同一区域、生产技术相同，以及其他各方面均相类似者谓之国

族。民族为历史进行中自然演成之社会的形态，系由共同血统、生活、语言、宗

教与风俗习惯而结合一致之群众集体”，而在译法上“ｎａｔｉｏｎ大概系指有主权政
治国家之人民，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一字则专指同语言与同习俗之民族”（袁业裕，

１９３６：１９—２１）。由此可以看出袁业裕当时即表示出把“ｎａｔｉｏｎ”译作“国族”的意
向。

潘光旦先生１９３６年指出：

有三个名词是很容易相混的：一是国家，二是种族，三便是民族。“国

家”容易和“民族”相混，例如西文的Ｎａｔｉｏｎ一字，便有人译作国家、民族，或
国族。⋯⋯国家的意义是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种族的意义是生物学的

与人类学的；民族则介乎二者之间（潘光旦，１９９５：４８）。

英文的“ｎａｔｉｏｎ”一词既有生物学、人类学（体质、文化）含义，在欧洲还具有

① 但同时他又常把“民族”一词与“民族主义”并用（参见韩锦春、李毅夫，１９８５：２７）。如果把中国人
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潮称为“民族主义”的话，这也存在词义的混淆。

４２
民族社会学



政治实体（国家）的含义，而“ｓｔａｔｅ”则更多的是具有政府机构的含义。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宁骚教授再次提出与国家概念密切相连的“国族”（ｎａｔｉｏｎ）
和作为国族组成部分的“民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这样两个相互区别的
概念。他建议保留对中国５６个“民族”的称呼，并提出“中华民族”因此可以定
义为“国族”（宁骚，１９９５：５）。这种提法体现出认为对两个层次的群体（５６个“民
族”和“中华民族”）不应当都冠之以“民族”的观点。

梁启超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曾提出以“国民”的概念来表示全体中国人。有
的日本学者也曾提出过，如用“中华国民”的概念来替代“中华民族”的概念，在

思维逻辑上可以避免“中华民族”与各个“民族”（如汉族、蒙古族等）在名称概念

上的矛盾①。这一提法与“国族”的思路是相似的，都感到不宜将“Ｎａｔｉｏｎ”和
“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这两类内涵与意义在指向上为很不相同的群体概念在汉语中统
称为“民族”。无论是把中华民族称之为“中华国族”，还是称之为“中华国民”，

实质上是一个意思，这两种提法都考虑到了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政治

实体的国家及其地理疆域因素，在英文中都是“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的意思。
英国学者吉登斯（ＡｎｔｈｏｎｙＧｉｄｄｅｎｓ）认为，“ｎａｔｉｏｎ”（现通常译作“民族”）是

“指居于拥有明确边界的领土上的集体，此集体隶属于统一的行政机构”，“ｎａ
ｔｉｏｎ”（民族）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现通常译作“民族主义”）“均是现代国家的特有属
性”（吉登斯，１９９８：１４１）。据此来看，把ｎａｔｉｏｎ译作“民族”与我国关于“民族”一
词的通常理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距离，也由此导致了许多概念应用中的混乱。

由于在西欧的主要“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里，“国族”与“民族”两者在相当
程度上是重合的，所以把西欧的概念应用于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多族群国家，

很容易引起概念上的混乱。

同时，对于国外群体的称谓中，如“美国人”、“澳大利亚人”、“印度尼西亚

人”这类基于国家的身份认同，也可以归类于“国族”（ｎａｔｉｏｎ）。而美国人的“民
族主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也是以美利坚合众国为单位的，当我们讨论美国社会的
“民族主义”思潮时，绝不会联想到美国黑人或其他少数族群的政治运动。

近来甚至有的学者指出，“当初要是‘国族’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公认，它就

正好与ｎａｔｉｏｎ所包含的国家及现代民族两层意思相对应了；而‘民族’一词也就
可以只按民族学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的标准去用它，专指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所包含的传统民

① 虽然日本北方的阿伊努人和琉球群岛土著人与占日本人口主体的“大和民族”在许多方面不同，
但是日本官方决不把他们称为“民族”，不去进行“民族识别”，而是实行强迫同化政策，长期不对其人口进

行分别统计，只是近年才公布部分数字。日本人自称为“日本国民”而不是“日本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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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之义———那样的话，我们今天对两种民族概念的辨别也属多余了”（郑凡等，

１９９７：６０）。这个观点在认识到需要把“中华民族”与５６个“民族”在称谓用语上
加以区分这一点上，是很清楚的，但是郑凡等同时又把“中华民族”定义为“现代

民族”，把５６个民族定义为“传统民族”（郑凡等，１９９７：６３）。由于两者处于同一
个时间和空间，这种采取以“传统”与“现代”来把它们进行彼此区分的方法是否

妥当，尚有待斟酌①。

应当说“中华民族”这个词汇是中国人在西方帝国主义冲击下受到西方现

代政治国家观念的影响而产生的一个特殊术语，我国的各个族群（汉族、蒙古族

等）与国外学术界研究的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如美国的各族群）是可以相互对
应的。

总之，提出“国族”与“民族”这两个对应不同层次的概念并确定相应用法，

这一观点打开了理解和应用“民族”概念的一个新思路。但是，提出“国族”这一

解决办法虽然区别开了具有政治实体含义的整体（国族）和局部族体（民族），但

是还存在着与前者密切相关的另一常用词汇“民族主义”的问题，这个词汇在使

用中还是容易引起概念上的混乱。

“民族主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一词在西方国家读者中往往与建立独立的政治实
体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谈到在一些地区存在着少数族群的“地方民族

主义”时，就会被西方读者和媒体解读为当地存在着带有政治分裂倾向的独立

运动。假如我们把西方政治文化中的“ｎａｔｉｏｎ”翻译为“国族”，那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也应被翻译成“国族主义”，在这一前提下，现在国内常讲的“地方民族主义”就

不能翻译为“ｌｏｃａ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也无法被译成某个新造的英文词汇（如“ｅｔｈｎｏ
ｌｉｓｍ”），因为在西方国家，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被主要视为文化群体，而不存在具有政
治含义的什么“主义”。所以，把国内地方上一些族群成员中存在的利益或权利

诉求冠之以“主义”，实际上是十分不恰当的。

相比之下，仍把“ｎａｔｉｏｎ”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译成“民族”和“民族主义”，与“中华
民族”（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和“中国人的民族主义”（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相对应；而
把原来称作５６个“民族”的群体改称为“族群”②，与英文的“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相对
应，不再使用“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这些容易引起西方国家误解的词

①

② 当然，如果依照西方国家对于“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的理解，中国在上世纪５０年代“识别”出来的５６个
“民族”是否符合其标准，则是另一个需要深入分析和讨论的问题（参见郝瑞，２０００：２６６—２６９；２００２：３７—
３８）。

恐怕也不能借用郑凡的概念说美国人整体是“现代民族”，而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那些族群（如

华裔、美国黑人、墨西哥裔）定义为“传统民族”，因为其中一些族群还是在近代人口迁移过程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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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这样的称谓调整可能引起的歧义和误解最少，与目前世界各国的民族—族

群格局也比较适合，从长远看也可以避免内政、外交上的许多政治问题。

这样的术语调整，与把中华民族称之为“中华国族”或“中华国民”同时保持

５６个民族仍称为“民族”的思路，在实质上是相同的。这两种提法都注意到了

５６个“民族”和“中华民族”这两个层次需要使用不同的称谓来相互区别，而后者
必须具备政治统一体和固有领土的属性。虽然使用的词汇不同，但从学术角度

考虑，这两种提法的内涵及思维逻辑确有相通之处。

应当说，我们今天使用的“民族”一词，并不是一个相对比较单纯的、自然科

学（如数学、物理、化学等）概念，而是内涵十分复杂的具有社会、文化、政治、经

济等各方面含义且具有地方性色彩的“复合型”概念。在实际应用中，当涉及到

某一个具体族群时，这些概念的定义可能还带有在人为“识别”过程中留下的某

种历史“烙印”。

三、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

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一）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

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政府部门与学术界最流行、

最具权威性的定义。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曾多次谈到民族和

民族的发展，但是从来没有专门讨论过“民族”的确切定义。苏联和国内学术界

长期以来奉为经典的，是斯大林于１９１３年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
提出的“民族”定义，即人们今天仍经常引用的“四个特征”：“民族是人们在历史

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

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１９１３：２９４）。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
译局组织翻译的这一正式版本，发行后其观点和术语的译法被长期奉为不容置

疑的经典。

斯大林把“民族”区别于“种族”和“部落”，强调“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

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斯大林，１９１３：３００）。他坚持
认为要成为或被“定义”为一个“民族”，这四条标准缺一不可，“只有一切特征都

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

斯大林在举例具体说明他的“民族”定义时，称“英吉利人、北美利坚人和爱

尔兰人⋯⋯是三个不同的民族”（斯大林，１９１３：２９４）。这样他就把“北美利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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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算为一个民族。同时他从不承认犹太人是一个民族，因为犹太人“在经济上

彼此隔离，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操着不同的语言”，同时“波罗的海沿岸边区的日

耳曼人和拉脱维亚人”也不是民族（斯大林，１９１３：２９５）。基于同一理由，他坚持
说中国的回族因为没有独立的语言，不能算是民族，而只能算是一种宗教集团。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斯大林处于当时历史时期来定义作为一般规律

的“民族”时，是多少带有与当时俄国政治形势有关的政治性考虑。在２０世纪
初处于革命前夜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面临的是“民族文化自治”和以民族划分来

分裂无产阶级政党的各种民族主义思潮，斯大林所提出的“民族”定义在一定程

度上是为了适应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阿拉坦等，１９８９：３１—３３）。苏联正式建
立之后，这些问题还依然存在。如果德国的日耳曼人是一个民族，那么在苏联

境内的日耳曼人算不算一个民族？如果算，是否也需要在日耳曼人聚居的“东

普鲁士”（后来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块飞地，即加里宁格勒市所在地区）成立“日

耳曼自治（加盟）共和国”呢？假如这样做的话，将会对该地区的政治平衡带来

怎样的影响？斯大林当时还要面对“崩得”（犹太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组织）分子

对于犹太人实行“民族自治”的政治要求。出于担心革命力量因内部的“民族主

义”而遭到分裂破坏的政治考虑，斯大林在确定“民族”时特别强调“共同地域”。

由于提出了“四条特征缺一不可”这样一个确定“民族”的原则，因此他在强调语

言因素和地域因素的时候，实际上淡化了文化因素（包括语言、宗教）和心理意

识因素在民族形成和延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斯大林如此强调“共同地域”，也反映了沙皇俄国在短短３００年中从一个单
一民族的内陆小公国扩张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多民族政治实体这一过程的特

点①：沙皇俄国对外移民拓展了俄罗斯的政治疆土，但各主要少数民族仍然居住

在各自传统的地域上，进入俄罗斯地区的其他各民族的移民数量有限。强调

“共同地域”对俄罗斯是有利的，对于其他居住在自己传统地域内的人数较多的

少数民族（如其他建立了加盟共和国的族群）也没有太大伤害，不至于引起政治

上的不稳定。同时对于境内的“跨境族群”和小族群如日耳曼人、犹太人、拉脱

维亚人等，又可以通过不承认他们为“民族”而剥夺其争取自治方面的各种权

利。而斯大林论断“北美利坚人”是一个民族，仅仅是他的这种“民族”划分标准

① １４世纪初莫斯科公国的面积仅为１３００平方公里，１５４７年伊凡四世称“沙皇”时，其领土面积为
２８０万平方公里，而到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前夕，沙皇俄国的领土达到２２８０万平方公里（吴楚克，２００２：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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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应用于其他国家时的某种延伸①。

另外，斯大林所使用的“民族”一词明显带有政治实体的含义。如他称“北

美利坚人”是一个民族，又称“现今的意大利民族是由罗马人、日耳曼人、伊特剌

斯坎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等等组成的。法兰西民族是由高卢人、罗马人、不列

颠人、日耳曼人等等组成的。英吉利民族、德意志民族等也是如此，都是由不同

的种族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斯大林，１９１３：２９１）。他在这段话中所列举的“民
族”都是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政治实体，而且这些不同“民族”的组成部分是由不

同群体彼此交叉组合在一起的，如罗马人和日耳曼人同为“意大利民族”和“法

兰西民族”的组成部分。虽然在这段话里斯大林没有提到，但日耳曼人显然也

是“德意志民族”的组成部分。而被他称为“种族和部落”的那些“民族”的组成

部分，却很像我们今天所讲的“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
斯大林之所以把“民族”主要看作政治实体，是为了与他领导下的苏联当时

对于各民族在政治体制上所做的安排（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相吻

合，而且为了与斯大林的“民族”观念相一致，苏联领导人承认“民族有分离乃至

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犹太人、吉卜赛人是族群，谈不到“自决权”问题，而乌

克兰人、格鲁吉亚人是“民族”，就可以建立自己的共和国。假如从这个思路来

理解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很显然，他所说的“民族”概念若放到中国场景中，所

指的并不是回族、满族、彝族、苗族这些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而是安东尼·史密
斯讨论的具有政治实体意义的“ｎａｔｉｏｎ”的西欧模式含义。
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以一种简单和僵化的眼光来看待“民

族”和“族群”。人类社会的历史处于不断的演变过程之中，量变发展到了一定

程度，就可能会导致质变。所以，在“族群”（作为具有自己历史和一定文化传统

的群体）与“民族”（作为与固定领土相联系的政治实体）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

越的鸿沟，在一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下，两者之间是可以相互演变的。例如外

蒙古在一定的条件下就演变成了一个政治实体。历史上北美印第安人各部落

曾经是分别独立的政治实体，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演变成了当代美国的一个族

群。

处在纯粹的文化群体和纯粹的政治实体这两个极端状态之间的，是一条

“连续链”（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在这条“连续链”的两端之间，存在着无数个中间过渡阶
段。在现实社会中，无论是居住在不同国家的族群，还是每个国家内部的各个

① 直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些苏联学者还认为我国的汉民族形成于１９—２０世纪，此前的汉族是部
族而不是民族（参看陈育宁，１９９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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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族群，它们全都分布于这一链条各个过渡阶段的环节之上，每个族群无

论是与本国的或其他国家的族群相比，都会表现出不同的政治特征和文化特

征，同时也都会表现出某些量或质方面的差别。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族群之

间的文化融合、政府政策的引导以及外部势力的推动，有可能使这些族群从其

原来在这个“连续链”的位置向两个端点中的某一方向移动，它所具有的“政治

实体”的性质或者会增强，或者会减弱。所以，一个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是多元

和动态的，并不是单一形态和固定不变的①。在某种条件下，量变会引发质变，

一些族群确实有可能从现有的国家中分裂出去，如东巴基斯坦从原来的巴基斯

坦分裂出去而建立了独立的孟加拉国；而一个国家也有可能把一些外部族群吸

收进自己的政治实体里来，如马来亚把沙巴和沙捞越这两个地区以及当地的土

著族群吸收进自己的国家而组建了马来西亚。

关于民族的演变过程，斯大林把历史上人们共同体的发展程序表述为：氏

族———部落———部族———民族。在他的表述中，“部族”指的是奴隶社会、封建

社会的人们共同体②，“民族”则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形成的人们共同体。而我

国则把这一程序表述为：氏族———部落———古代民族———现代民族（马寅，

１９９５：１５５）。由于世界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多样化和复杂性，这种表述对人类
社会形态演变历史进程的划分多少带有单线进化论的公式化色彩。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关于“民族”词条提出：“氏族、部落是以血缘

关系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而民族则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人们共同体。⋯⋯

种族属于生物学范畴，而民族则属于历史范畴”（１９８６：３０２）。“部族”与“民族”
的差别，是否仅仅是“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之间的差别？不同“民族”之间差

别的基础是否只是缘于不同的“地缘关系”？文化因素在“民族”形成与延续中

扮演了什么角色？从“部落”发展成为“民族”是否一定需要具备斯大林提出的

四个条件？这些基础性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二）国内学术界对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看法

如何看待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的四个特征？如何把这些观点应用于

①

② 在非洲学的研究中，关于“部族主义”具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部族”是尚未形成现代意义民
族的族群形态，有的认为“部族”就是“民族”，另外的观点则倾向于把非洲的“部族”译成英文的“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族群）（参见王联，２００２：１７４，１７７）。

历史上某些族群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形成过带有独立意义的政治实体，在这方面，我国的各个族

群也存在着很不一样的情况，如和平解放以前的西藏噶厦政府，就曾经带有一定程度的地方政权性质，而

分散居住于各地区的满族和回族就不具有这种特征。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各族群的地位与状况也处在不

断变化的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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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国内的学术界始终存在着争议。

有一种观点完全赞成斯大林的定义，并且在阐述中对这些标准应用的历史

时期和地域方面加以拓展，认为“不论在哪一个历史发展阶段，要形成一个民

族，必须具备斯大林讲的那四个条件（也叫四个特征），缺少任何一个条件，都是

不可能形成一个民族的”（牙含章，１９８２：１）。因为斯大林同时还提出“民族不是
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

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斯大林，１９１３：

３００）。以牙含章先生为代表的这种观点由于追求的是“民族”的某种理想纯粹
形态，并没有把“民族”看作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范畴，所以也没有完全遵循斯大

林的理论。

需要具备哪些特征，一个群体才可以被认定为一个“民族”？宁骚教授认为

从斯大林的论述中实际上应当归纳为六个特征，而不是四个。这六个特征为：

（１）有一个历史形成过程；（２）共同语言；（３）共同地域；（４）共同的经济生活；
（５）共同的心理素质；（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宁骚教授在增加的两个特征中
强调了历史过程与稳定性，同时他又指出民族具有“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

“再次生形态”等，一个民族的“原生形态”具有这六个必需的特征，而“次生形

态”可能只具备其中的一部分特征（宁骚，１９９５：１６—２０）。在人类历史长河中，
尤其是近现代各民族交流、冲突、迁移、混居、融合的复杂过程中，一些族群或族

群中的一部分成员很可能丧失其民族特征的某些部分，但仍保持着民族意识和

部分特征，对此我们也应当承认其作为独立族群的存在。宁骚教授提出的对

“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进行区分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在理论上认识这些民族

演变中的复杂现象，他力图完善和修订斯大林的观点，以增加其对于社会现实

的解释力，但是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跳出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大框架。

真正的争议应当是从根本上对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四个条件的普遍

适用性提出质疑。任何概念都是产生于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都是由提出

这一概念的人对自身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特点进行的抽象性概括。斯大林的“民

族”定义，很可能主要是从２０世纪初俄罗斯民族、周边族群和沙皇俄国政治实
体的实际情况中总结归纳出来的，因此，这个定义就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有几千

年文化传统和族群交往历史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也不一定适用于新兴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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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①。所以许多中国学者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提出了不

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民族”的基本特征应当有六个（增加“形成历史”、“稳

定性”两条）（宁骚，１９９５：１６—１９）；有的学者认为“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
是民族形成的条件，而不是民族的特征（纳日碧力戈，１９９０）；还有人认为民族具
有“自然（族体）”、“社会”、“生物（或人种）”三种属性（金炳镐，１９９４：７８）；还有人
提出民族具有１１种属性（吴治清，１９８９；参见郑凡等，１９９７：４９）等等。这些看法
都反映出我国学术界对于如何认识“民族”定义与“民族”属性所进行的积极探

索。

（三）为什么长期以来把我国少数族群都统称为“民族”

我国政府把各个少数族群都称作“民族”，其理论根据还是斯大林关于“民

族”的定义和民族产生的历史阶段的观点。我国政府的官方观点认为：中国这

些“很弱小和经济十分不发达的民族，他们之中有许多停滞在资本主义以前的

阶段，没有具备民族的四个特征，但是他们的历史环境已经改变为资产阶级时

代了”，由于这些族群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卷入资本主义漩涡中，已经不同于

古代民族，而是又一种类型的现代民族”（马寅，１９９５：１６０），所以把他们都称为
“民族”。

这里坚持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时代”的观点，而在他的“四

个特征、缺一不可”这个原则上打了折扣。使用这样的逻辑推理，也可以解释为

什么把我国各少数族群称为“民族”。这里的逻辑是：如果认定中国处于无产阶

级革命的历史阶段，就不能不把处于这一革命中的汉族定义为“民族”；而既然

把汉族定义为一个“民族”，也就不得不把同时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其他族群也定

义为“民族”。

如果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思考，就应当更进一步突破某些“经典著作”中

提出的“民族”概念和“社会发展形态”概念这些人为的思维定式和历史范畴的

束缚。事实上，２０世纪居住在中国各地区的不同族群，其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
是不同步的。他们确实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影响、同时又共同面

临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任务，但是并不能用共同面临的历史环境来证明它们都

已经进入或接近了资本主义社会。而在“社会发展形态”上，也不必有明确的阶

① 其实斯大林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批评“崩得”分子“轻率地拿奥国社
会民主党和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做榜样，⋯⋯抄袭他们的解决方法⋯⋯以为凡在奥国是正确的东西，

在俄国也是正确的。他们忽略了⋯⋯奥国和俄国的条件完全不同”（斯大林，１９１３：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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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划分。在一个社会当中，有时有一些组成部分是处于两种形态混合的状态，

或者是处在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演变的过程之中。所以不同地区的社会

发展类型很可能是多元化的，同时实际生活中的人类社会也必然是在不断地演

变和发展，族群或民族的群体特征也在不断地演变和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

不必把“部族”和“民族”之间的界限划分得那么明确，而可以把各个族群分为不

同类型和层次，并且把它们放到动态的变迁过程中来分析。从这种观点和视角

来看，关于中国各族群应当一律被定义为“民族”的上述推论就显得十分勉强。

（四）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６０年代国内有关“民族”译名的讨论

如何把外文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与“民族”有关的外文词汇

翻译成中文，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事实上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这不仅仅是

不同语言之间如何对应翻译具体词汇的问题。不同于简单的数字或物件的名

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在研究人类社会时所使用的有关词汇是对社会现象的

抽象性描述，各国语言关于“民族”有关词汇内涵的不同，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

社会中不同的民族现象。而我国学术界关于“民族”定义的长期争论，很大程度

上是起因于国外术语在被译成中文时出现各种不同译法所造成的混乱。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国民族理论界曾经专门讨论过汉民族的形成问题，

６０年代又开展了关于“民族”一词如何翻译的大讨论。下面简要介绍一下有关
各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把经典著作中有关民族的词汇统一翻译为“民族”。

１９６２年在一次民族理论方面的座谈会上，有人主张把经典著作中有关民族
的词汇统一翻译为“民族”，不用“部族”或其他译名。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这

样“不仅解决了汉民族的形成问题，同时，也解决了中国５０多个少数民族的形
成问题，而且也解决了全世界一般民族的形成问题”（牙含章、孙青，１９７９：８）。
这个观点存在着两方面问题。第一，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著中，讲述

有关民族问题时，使用过４个不同的德文词，在列宁、斯大林的俄文原著中，使
用过５个不同的俄文词（参见马寅，１９９５：１４５）。既然在不同的地方使用了不同
的词汇，这表示作者希望对它们加以明确区分，因此每个词汇必然具有其特殊

含义。如果在中文里统统被译为“民族”，则显然忽略或者抹杀了它们之间的区

别。第二，任何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概念，都是随着人类社会历史和人类认识

的发展完善在不断地变化，在这些原著中使用不同词汇，表明了作者以自身所

处的社会环境并根据自身经历和感受，努力去概括、解释族群的特征及其演变

过程。如果简单地使用“民族”这个汉语词汇作为各个不同外文术语的统一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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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就把复杂多元的人类社会、错综复杂与不平衡的历史动态发展过程，以及人

类对于社会现象的复杂认识过程过于简单化了。

第二种意见对上述提出异议，认为把经典著作中的有关词汇统一译成“民

族”，并不能解决“汉民族的形成问题”的争论，也不能解决中国现有的复杂民族

现象。１９５４年范文澜先生提出，“汉族自秦汉以下，既不是国家分裂时期的部
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

特的民族，它不待资本主义上升而四个特征就已经脱离萌芽状态，在一定程度

上变成了现实”（范文澜，１９５４：１３）。
范文澜先生虽然接受了斯大林“四个特征”的观点，但他论述的基础与核心

内容是大量丰富而雄辩的史料，并且提出了如何理解中国民族形成的一些实际

问题。但是对于这些词汇的译法，他并没有提出具体建议。

四、当前西方社会科学研究

中的“民族”定义

（一）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文献中与“民族”相关的词汇

我们在阅读西方的研究文献时会注意到两点：一是在不同的著作、文章中

对于相同或相近的研究对象有可能使用不同的用词；二是同一个英文词汇，在

不同的著作中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西方学术界有关民族研究的专著有一个

共同特点，就是在开篇的时候，作者首先对自己所使用的有关民族、族群的术语

进行明确的定义，说明其内涵与其他著作中同一词汇的内涵是否相同。西方研

究文献中提出的有关“民族”的各种概念未必都准确科学，但是每个学者在著作

中都把自己使用的关键概念的含义明确阐述，分析的逻辑思路清楚，这就遵循

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由于学者们对其他人使用的名词定义和概念内涵并

不强求一致，所以又避免了无谓的名词概念之争。

在英文文献中，与“民族”相关而又常用的有４个词汇。
第一个词汇是“ｒａｃｅ”，可以简单地译做“种族”，强调的是人种在体征上的明

显区别①。美国的《哥伦比亚百科全书》关于“ｒａｃｅ”的词条是这样解释的：“组成
人类的一种群体，种族之间的差异纯粹属于生理上的不同并且通过遗传的体质

特征表现出来。⋯⋯大多数人类学者认为（世界上）存在３个种族：白色人种

① 根据对不同种族体质特征的大量研究，表明不同种族在骨骼、颅型、肤色、毛发、头发截面、视网
膜颜色、指纹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Ｃｏｏｎ，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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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Ｃａｕｃａｓｏｉｄ）、蒙古人种（ｔｈｅＭｏｎｇｏｌｏｉｄ）和黑色人种（ｔｈｅＮｅｇｒｏｉｄ）”（Ｂｒｉｄｇｗａ
ｔｅｒａｎｄＫｕｒｔｚ，１９６３：１７５７—１７５８）①。贝瑞（ＢｒｅｗｔｏｎＢｅｒｒｙ）曾经讨论过在不同文
献中提出的８种关于“种族”的定义，发现使用不同定义的学者对于当今世界上
存在的种族数目的观点也不同，大多数学者对于世界上种族总数目的观点，一

般是在３个种族到７个种族之间（Ｂｅｒｒｙ，１９６５：３９—４１）。
美国社会学家兰迪斯（ＪｕｄｓｏｎＲ．Ｌａｎｄｉｓ）在２００１年出版的《社会学》一书中

对“ｒａｃｅ”是这样介绍的：

种族（ｒａｃｅ）是一个含糊多义的术语，通常被定义为一个由体质遗传特
征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人群。但是我们在关注种族时所面临的困难是在现

实当中不存在这样的纯粹的种族。大量的生理混血已经搅乱了它们之间

的边界，从而使得我们在定义统一的体质遗传特征时非常困难。科学家们

在尝试定义种族时，少的提出３个种族类型，多的提出了３０个。同时也出
现了关于种族的３类定义，即从生物学的（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法律的（ｌｅｇａｌ）和社会
的（ｓｏｃｉａｌ）三种角度提出的定义。生物学的定义是基于可观察到的体质特
征如肤色、头发、眼睛颜色，或者基因差异。法律的定义则与国家（ｓｔａｔｅｓ）或
民族（ｎａｔｉｏｎｓ）的法律相联系。例如，在一个国家中一个人如有八分之一或
以上黑人血统就被定义为黑人；而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一个人的祖先中具

有任何黑人血统，就被定义为黑人。社会的定义则取决于社会成员们如何

看待把种族相互区分开来的重要差异。（Ｌａｎｄｉｓ，２００１：１８１）

由于人口的迁移与通婚，不同种族相互混血的情况十分普遍，所以我们今

天已经很难再把“种族”看成是一个严格的科学范畴②。

第二个词汇是“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在１９３３年版的《牛津英语字典》（Ｏｘｆｏｒ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中尚没有收录这一词汇，该词汇出现在这部字典１９７２年版的“补
遗”（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和《美国传统英语字典》（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１９７３年版中。据说第一个使用这个词汇的是大卫·瑞斯曼

①

② 兰迪斯指出，在加勒比海地区，“种族”是一个具有多元范畴的连续链（ｍｕｌｔｉ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在种族体质特征方面具有多样性。当地居民是黑人、白人、亚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混合体，但他们分享

着一个共同的族群身份，他们在文化上相互认同：都使用西班牙语、具有西班牙殖民地的传统、信仰基督

教。所以，他们的族群身份（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比他们的种族身份更为重要（Ｌａｎｄｉｓ，２００１：１８２）。在美
国这样的移民国家里，不同种族和不同族群的人们都混合在同一个社会之中，政治实体的意义（如同为美

国公民）比体质肤色（种族差异）和语言文化（族群差异）都更为重要。

德国人类学家布鲁门巴赫将人类划分为５个人种：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埃塞俄比亚人种、亚
美尼亚人种、马来亚人种（参见纳日碧力戈，２０００ａ：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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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ｖｉｄＲｉｅｓｍａｎ），时间是１９５３年。这个词汇是用来表示一个族群（ａｎ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的性质或特征（ＧｌａｚｅｒａｎｄＭｏｙｎｉｈａｎ，１９７５：１）①。“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虽然并不用
来指某一个具体的族群，但通常被译作“族群”（或“族群性”、“少数民族性”②）。

在英文文献中很常见的相关词汇是“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③，在中文里统译作“族
群”④。有些学者建议从客观标准（体质、语言等）和主观标准（认同与意识）两个

方面来定义“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Ｍａｓｔ，１９７４：６４）。
美国社会学家兰迪斯认为“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和“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与“ｒａｃｅ”相比，至少从

社会学的观点看，是一个更有用的术语。“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成员是由文化联
系组合在一起的，而这些文化联系可能有着不同的来源。⋯⋯族群这一术语之

所以有用是因为它恰当地引起人们对文化相似性的关注，对于社会科学家来

说，这比种族相似性更为重要并更具有解释力”（Ｌａｎｄｉｓ，２００１：１８２）。另一些学
者则强调族群的文化特性，“‘民族’（ｎａｔｉｏｎ）不必拥有一个世系神话，尽管它们
要求有集体记忆的旨趣和明确的地域。而‘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则恰恰相反，它不
必占据一方领地，但却要有群体共享的祖先神话”（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２０００：１０８８）。
从社会学的理论传统来定义“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及其群体认同，通常把族群与另外

两类群体进行比较：一是阶级（ｃｌａｓｓ）即经济利益集团，二是“身份团体”（ｓｔａｔｕｓ
ｇｒｏｕｐ）（ＭｃＡｌｌ，１９９０：５８）。我们可以把“族群”看作是三部分群体认同的某种组
合：首先是文化认同，即语言宗教习俗方面的认同，同族成员们之间的共处在生

活上感到便利；其次是经济利益的认同，同族成员可能在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具

有相似的地位和共同的经济利益，同族成员们会团结起来争取利益的最大化；

第三是社会和政治认同，即同族成员在社会结构中可能具有“共同身份”，以及

由此带来的特权或被歧视的身份，同族成员们会以“族群”作为政治动员和改善

待遇的基础。在我们对具体社会和具体族群个案进行分析时，需要注意到在三

部分的组合当中，各部分有可能是不均衡的，有的作用很明显，有的作用可能很

①

②
③

④ 郝时远先生有一篇文章详细讨论了“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这一词汇的各种含义（郝时远，２０００ｄ：１０—
１２）。

关于“ｅｔｈｎｉｃ”的起源、早期含义与应用，请参看“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的有关部分（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１９８０：１—３）以及郝时远发表的专题文章（郝时远：２００２ａ；２００２ｂ）。

参见杜赞奇（２００３：１）。

有的学者提出“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ｇｒｏｕｐｓ”的概念，并认为是比“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较为宽泛的词汇：“一个少数
群体（ａ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ｇｒｏｕｐ）是一个民族人口（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的组成部分，它与这个人口中占据统治地位
的成员们之间在一些主要方面（例如种族、语言、政治权力、族群性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民族起源）存在着不同之处。
⋯⋯美国犹太人是一个少数群体（ａ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ｇｒｏｕｐ），但它也可以被进一步分类为一个族群（ｅｎ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因为他们的宗教、语言、习俗、传统和历史是不同于大多数的（ｎｏｎｍａｊ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Ｆａｒｎｅｎ，１９９４：
４６—４７）。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这几个词汇的内涵与应用范围方面存在着多种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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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第三个词汇是“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也可以译作“民族”。但是这个用法多见于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以前的著作①，在６０年代之后的西方英文文献中就比较少见了。
但是６０年代以来在美国出版的有关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英译本中仍时常使
用，原因是苏联的学者把俄文“民族”一词译成英文时都统一译作“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有些印度学者在论及国内各族群时仍使用“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可能是受到前苏联的
影响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组织的英文翻译，承袭苏联的译法，也把“民族”

统一译为“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把少数民族译为“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近年来一些机
构（如国家民委）开始采用“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这一类的译法③。

目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一词经常出现在各国移民局要求入境人员填写的“入境登
记表”中，在表中“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一项通常指的是“国籍”④。有的学者建议把“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译为“族体”，作为由“族群———族体———民族———种族”这４个层级组
成的金字塔中的一级（郝时远，２０００ｄ：１６）⑤。
第四个词汇是“ｎａｔｉｏｎ”，严格地讲，今天这个词汇与中文的“民族”是最相对

应的，正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与中文的“民族主义”最相对应一样。在绝大多数文献
中，“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通常被译成“民族—国家”（也有人译做“国民国家”）。《新英汉
词典》中对于“ｎａｔｉｏｎ”的解释为：（１）民族，（２）国家，（３）（总称）国民，（４）（北美
印第安人等的）部落，部落联盟，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领地，（５）（中世纪或一些
苏格兰大学中）同乡（或同国）的学生们（１９８５：８５７）⑥。人类社会中的任何语言
词汇，特别是带有人文社会内涵的词汇，都必然会随着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而不

断演化。“从英文‘Ｎａｔｉｏｎ’一词的发展演化来看，民族（Ｎａｔｉｏｎ）实际上经历了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美国的主要字典（如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对于“ｎａｔｉｏｎ”词
条有相似的解释（Ｍｏｒｒｉｓ，１９６９：８７４）。

关于郝时远提出的这个群体称谓的金字塔结构，还可以进行讨论。“种族”虽然强调的是体质差

异，但与“族群”一样，并没有明确的政治—领土含义，放在具有明确政治—领土含义的“民族”（ｎａｔｉｏｎ）之
上，可能并不合适。在欧美各国，种族与族群通常是放在一起讨论的，称为“ｒａｃｉａｌａｎｄｅｔｈｎ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在
存在大量族际通婚的现实社会中，对于种族与族群之间所需要区别的只是前者的体质特征差异更为明显

一些。

有的学者指出，根据１９９７年《欧洲国民协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是指个人与国家在法律上的结合，而
与族源（ｅｔｈｎｉｃｏｒｉｇｉｎ）无关”，所以应当译为“国民”而不是“民族”（李红杰。２００２：１５）。

如国家民委的英文译名从“Ｓｔａｔ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改为“ＳｔａｔｅＥｔｈｎ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参见郝瑞，２０００：２８２）。

一些印度学者把印度各地的不同族群称为“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把印度和前苏联都称为“ａ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认为在政治层级结构中，“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之上是“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Ｂｅｈｅｒａ，１９９５：７）。

在马克斯·韦伯的文集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中有专门讨论“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的一章，其中一部分内
容主要讨论“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ｅｓｔｉｇｅ”。韦伯比较强调的是“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这个概念的政治含义而不
是文化含义（韦伯，１９９８：１２１—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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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从生物学、人种学到社会学、政治学演变的历史过程”（王联，２００２：１０）。正因
为这个词汇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被不同人群使用时往往具有很不相同的含

义，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ｎｃｉｌ）下属的比较政治
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指出，“ｎａｔｉｏｎ”“仍然是政治词汇中一个最扑朔迷离及带强烈
倾向性的字眼”（郭少棠，１９９８：５）①。
也有学者援引恩格斯的一些论述认为“ｎａｔｉｏｎ”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两者之间具有

本质的差别，前者如英国是“民族”，而后者如苏格兰山区的威尔士人和克尔特

人则是以语言为基础的群体，因此“民族自决”不能被改称为“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的自决
（潘志平，１９９９：１６０—１６１）。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在西方研究族群问题的英文文献中出现最多的是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和“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而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西方文献则采用
“ｎａｔｉｏｎ”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不同的人在对“民族”的定义和区别不同民族的标准方
面，彼此之间存在的差别极大（参见马戎介绍的１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２００１：

１２１—１２２表１）②。

（二）安东尼·史密斯关于“ｎａｔｉｏｎ”（民族）的论述

当代西方民族理论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现代主义’和‘族群—象征主

义’”，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史密斯（ＡｎｔｈｏｎｙＳｍｉｔｈ）是“族群—象征主义”
的主要代表人物（叶江，２００２：１４６）。史密斯出版了专门研究“ｎａｔｉｏｎ”和“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ｉｓｍ”的多本著作，这对于我们理解西方社会中“ｎａｔｉｏｎ”一词的内涵很有帮助。
首先，史密斯认为“ｎａｔｉｏｎ”（民族）只是人们身份认同的多种类别之一。人

们的身份认同包含了多重身份与角色：家庭（ｆａｍｉｌｉａｌ）、领土（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阶级
（ｃｌａｓｓ）、宗教（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族群（ｅｔｈｎｉｃ）和性别（ｇｅｎｄｅｒ），而这些身份的基础又是
社会分类（ｓｏｃｉ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些社会分类的具体方法很
可能会发生变化甚至被废弃（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１：４）。这是如何认识“民族群体”划分
的一个基本观点。在社会活动的实践中，根据具体实用性目的对人类社会中

“群组”的划分可以有许多种方法，如划分为种族群体、民族群体、种姓群体、阶

级、社会阶层、性别群体、年龄群体、行业群体、职业群体、政治团体以及各类自

①

② 一些学者指出，实际上“ｒａｃｅ”、“ｎａｔｉｏｎ”、“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这些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概念，
都是近代以来才被人们“发明”出来的，而且其涵义也在不断变化之中（Ｓｏｌｌｏｒｓ，１９８９：ｘｉ）。

香港中文大学的郭少棠教授认为，“ｎａｔｉｏｎ有两个层面的解释及意义，第一是民族（即一个拥有
土地、血缘、语言、风俗习惯、文化的群体）。第二是国民（即组成一个国家的人民，他们是国家的最高象

征，国家权力的基础）”（郭少棠，１９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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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或非自发形成的组织群体，“民族”群体只不过是多种分类方法之一。

其次，对于“ｎａｔｉｏｎ”，史密斯认为是除了性别、空间和阶级之外的，在人类社
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一类群体和身份认同。由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民族主义）的
兴起，人类群体在一个新的政治基础上统一成为某种新的共同体，所以出现了

一个“ｎａｔｉｏｎ”（民族）的概念。这个概念基于西方国家的经验，而且对于今天世
界各国对“ｎａｔｉｏｎ”概念的运用有着重要的、实际上是主导性的影响。这个新观
念（理性国家，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ｅ）和新共同体（领土民族，ｔｈ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ｎａｔｉｏｎ）首
先是在西欧出现的，而且两者之间密切相关（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１：９）。对此我们需要注
意的是，史密斯实际上认为是先有“民族主义”然后才产生“民族”。一些殖民地

的“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可译做“民族的建构”，实际上带有“创建作为政治实体的独
立国家”的含义）在客观上确实是当地“民族主义运动”的产物（安德森，１９９９：

９５—１２４）。
与文化因素（价值观、象征、神话、传统习俗与仪式）相关联的“族群”是在人

类历史上即已存在的，所以史密斯的“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概念与中国历史上的
“族”观念有相似之处①。而史密斯讨论的“ｎａｔｉｏｎ”（民族）概念则是一个新的历
史时期出现的新范畴，这与列宁关于“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

产物和必然形式”（列宁，１９１４：４１３）的观点一致，“ｎａｔｉｏｎ”（民族）是在新的社会
经济形态以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期的新的国际关系大环境下产生和传播开

的。

对于“民族”的产生过程，史密斯认为存在着一个西方的或者称之为“市民

的‘民族’模式”（ａｃｉｖ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１）历史形成的领土；（２）法律和政
治共同体；（３）成员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４）共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
这４条就是确定西方模式“民族”（ｎａｔｉｏｎ）标准的组成部分（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１：１１）②。
这是西欧地区在新的“民族”基础上重组政治实体的“民族—国家”的原创模式。

史密斯认为在亚洲和东欧地区同时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族群的‘民族’模

式”（ａｎｅｔｈｎ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它强调的是人们出生的共同体和本土文化，
是具有相同血统的共同体。在这个模式的标准中：（１）对血统和谱系的重视超
过基于领土的认同；（２）在情感上有强大感召力和动员效果（ｐｏｐｕｌａｒｍｏｂｉｌｉｚａ

①

②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民族”是三种认同形式的混合：共有文化属性（如语言）的族
群—民族认同（ｅｔｈｎ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特殊政治共同体或制度成员资格的认同，以及对于特殊地区（领土）的经历
和感觉的认同（德德尼，２００３：１８２）。

西方学者对印第安人文化活动的生动描述也充分说明族群文化传统的悠久及其对保持群体认

同意识的重要作用（Ｂｒａｒｏｅ，１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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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３）对本土的文化（语言、价值观、习俗和传统）的重视超过法律。在亚洲
和东欧地区一些“民族”（ｎａｔｉｏｎ）的形成过程中，这些方面表现得十分清楚
（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１：１１）。实际上，这是西方“民族—国家”在与其他地区的政治实体
打交道时对于自身概念的地理延伸：自己是“ｎａｔｉｏｎ”，打交道的对方也是处于平
等地位上的“ｎａｔｉｏｎ”。但是各自的社会发展历史却显然很不相同。
史密斯承认世界各地的“民族”现象存在着“多元性”，并提出了分析“民族”

现象的两个具体模式。这对我们关于“民族”的认识是有启发的，而在实际社会

中，很可能还存在史密斯提出的西欧模式、亚洲与东欧模式之外的其他模式（如

存在于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等地区的模式）①。

我们可以把史密斯关于组成“民族”（ｎａｔｉｏｎ）成分的特征与斯大林关于“民
族”定义的特征进行比较。史密斯在前面具体的（而非总结归纳部分的）论述

中，强调的是“民族”（ｎａｔｉｏｎ）“所有成员所具有的法律权利和义务”这个具有政
治、法律和行政组织含义的特征，而把“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只作为“民族”（ｎａｔｉｏｎ）
诸特征之一，实际上体现了西欧社会的特点，即“市民的‘民族’模式”。斯大林

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

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１９１３：２９４）。
用史密斯的模式分类法，斯大林所表述的观点在一些方面似乎显得倾向于“族

群的‘民族’模式”，因为他强调了文化、语言和心理素质，但斯大林同时强调了

领土因素，这又使得他的“民族”定义具有一定的政治实体特征，所以，斯大林的

定义可以说是介于史密斯分析“民族”（ｎａｔｉｏｎ）的两个模式之间②。

西方文献中常用的一个词汇是“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国内通常译为“民族—国
家”），这个词汇中包含的两个部分显然各有不同的含义。按照史密斯的说明，

西欧模式的“民族”（ｎａｔｉｏｎ）包含有法律权利和义务并又具有政治、法律和行政
组织含义的特征，而人们通常把这些也理解为“国家”的特征，那么，“ｎａｔｉｏｎ”（民
族）和“ｓｔａｔｅ”（国家）之间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①

② 在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统治下，政府强调的主要方面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可以在“市民
的‘民族’模式”和“族群的‘民族’模式”之间摇摆。苏联的《宪法》规定了各民族享有自决和建立独立国家

的权力，这正是苏联在７０年后解体的法律依据，但在苏联共产党的长期统治下，各个民族实际上并不真
正拥有上述权力。只是在苏联的高层统治集团出现分裂、联盟政府无法控制局面时，在联盟最重要的成

员俄罗斯联邦的主动倡导和积极实施之下，其他加盟共和国依据《宪法》所拥有的这一权力才真正发生作

用。

根据全球化的进程和一些地区族群民族主义的并行发展，有的学者提出了“无国家的民族”的概

念，认为那些不认同于现有民族国家的少数族群（如加拿大的魁北克人、英国的苏格兰人、西班牙的巴斯

克人等）即是具有较强民族主义的“无国家的民族”（吉伯能，２００２）。这里的“无国家的民族”实际上即是
拥有较强“民族自决”和实现独立愿望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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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认为，“ｓｔａｔｅ”（国家）指的是不同于其他社会机构的、在一块既定领
土上垄断性地实施强迫和压制的公共机构（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而“ｎａｔｉｏｎ”（民
族）指的是凭靠文化和政治契约而统一在一起的一个政治共同体，成员们分享

其历史文化和领土。“民族”（ｎａｔｉｏｎ）的成员们分享共同的文化传统，这与国家
（ｓｔａｔｅ）公民们之间存在的纯粹法律和科层制组织① 的联系纽带是完全不同的。

“国家”主要指一整套具有公共认可的权威性社会行政管理组织体系，整个

国家机器由于受执政集团控制，所以与执政集团的意识形态背景密切相关。但

是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团体可能通过选举而执政，同时基本保留原有国家

机器，即使是某些集团通过革命手段取得政权，建立起一套新的国家组织，但其

机构（尽管名称和形式可能有所改变）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大致上仍会比较相似，

这是由社会行政管理行为功能的客观需要所决定的。人们通常忠于自己的“民

族”（ｎａｔｉｏｎ），但不一定效忠正在执政的“国家”政权（ｓｔａｔｅ）。
史密斯认为，“民族”（ｎａｔｉｏｎ）在概念上包含了两组特征，一组是“公民的”

（ｃｉｖｉｌ）和领土的（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另一组是“族群的”（ｅｔｈｎｉｃ）和血缘家系的（ｇｅ
ｎｅａｌｏｇｉｃａｌ），而在实际社会的许多个案当中，这两组特征各自的维度是以不同比
例混合在一起的，有的是第一组所占的比重大，有的是第二组比重大。在个案

里各个维度所占比重不同的结果，可以通过西欧和东欧及亚洲的不同“民族”现

象表现出来。通过这样一个客观和多元的视角，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世界各地

纷杂变幻的“民族”现象是非常重要的。

在一定程度上，“民族”（ｎａｔｉｏｎ）这个范畴可以涵盖“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一个
“民族”可以是若干个“族群”的组合体。由于各地的“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都比
较偏重于它们的文化传统与血缘联系，所以在“族群”定义的内容和词汇翻译方

面比较容易相通。而在不同地区，由于对不同群体可能有不同侧重，因而使得

“民族”（ｎａｔｉｏｎ）体现为不同的模式。所以我们在翻译和理解“ｎａｔｉｏｎ”（民族）这
个词汇时，需要特别用心和仔细。

① “科层制”（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是社会学组织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最早由马克斯·韦伯提出，表示一
种等级制的社会组织形式，有的著作强调其“文牍主义”而译作“官僚制”（参见马戎，２００２ｂ：４９—５９）。

５９
第二章 关于“民族”和“族群”的定义



五、“族群”概念在我国民族

研究中的引入

（一）“族群”概念的产生及被介绍到中国

我们前面曾讲到，在西方社会“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这个词汇的出现也仅仅是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的事。为什么这个词汇这么晚才出现？有的学者指出，这个词汇与美国
族群关系研究的发展进程密切相关（纳日碧力戈，２０００ａ：１）。在美国这个容纳
了各大洲移民的多种族、多族群国家里，如果用具有政治实体和固定领土含义

的“ｎａｔｉｏｎ”一词来表示那些移民族群，无疑是很不妥当的，因为只有美利坚合众
国才能被称为“ｎａｔｉｏｎ”。所以，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根据政治体制的限定和学
术界的客观需要，“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这一更含有文化色彩的、用以区别来自不同族
源群体的术语也就应运而生①。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学术界在近十几年中开始接触到西方关于种族、族

群的研究文献，“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这个词汇也随着港台学者的著作被介绍
到大陆来而逐渐出现在我国的研究文献中。人们会问：“族群”与以前常用的

“民族”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族群”这个概念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的社会现象

并进行理论归纳能够提供什么帮助？

应当说，英文中“ｎａｔｉｏｎ”所表达的多重社会、政治与文化含义，是中文词汇
“民族”（在使用这个词汇时，许多情况下我们实际指的是“族群”即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和“国家”实际含义之外的、我们所不熟悉的另一个范畴。“ｎａｔｉｏｎ”既不
是以政治制度和国家机器为代表的“国家”，也不是主要反映血缘与文化传统的

“族群”，而是一个兼有“国家”所内涵的领土、法制因素和“族群”所内涵的文化、

血缘因素的共同体。

在我国传统思想范畴中，可能“中国”或“中原”这两个词汇的内涵在应用中

与史密斯的“民族”（ｎａｔｉｏｎ）比较接近。我们传统中讲的“中国”或“中原”，包括
了史密斯和多数英文词典中概括的“ｎａｔｉｏｎ”的含义：（１）历史形成的领土（“神
州”）；（２）共同的神话传说和历史记忆（三皇五帝）；（３）共同的文化传统（以儒
学为代表的“教化”）；（４）所有成员所具有的法律权利和义务（“普天之下，莫非

① 关于“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这个英文词汇在西方国家学术界的出现和引起的讨论，可参看其他学者的论
述（郝时远，２００２ａ：７—９；２０００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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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①）；（５）共同的经济生活（“士农工商”结构）。无论
哪个族群“入主中原”，这些要素大都被仔细地保留下来，而且对于“神州”各族

群在文化、宗教方面的多样性也给予一定的尊重与保护，这已经成为“中华”的

文化传统之一而体现在中国的传统“族群”观念和历朝政策之中。

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族群和族际关

系，并在这样的本土国情基础上产生了相应的观念体系。在世界各地复杂变幻

的人类社会中，不同地区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出来本地的人文观念和社会范

畴，各地的语言体系也形成了对本地各种社会现象和人文观念的表达方式和专

用词汇。因此，对于具有丰富人文内涵的那些表达方式和概念而言，想在不同

的语言中找出相互之间完全准确对应的词汇则是非常不容易的，由于东亚与西

欧两个地区之间相距太远，差别太大，沟通太晚，人文词汇的对译也就更难。我

们必须认识到，要想对“民族”这个词汇确定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定义

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民族”定义根据其产生的

不同场景、不同文化传统来进行分析，理解其之所以不同的原因，找出基本含义

相通、具有基本共性、可以在学术交流中达到沟通目的的若干基本词汇，同时在

学术交流中要特别注意各自词汇内涵的界定，在相互理解中不致出现重大歧

义，能够达到这一点，也就可以满足我们在学术研究和交流方面的基本要求。

（二）引入“族群”这个概念后对调整我国术语使用的建议

在目前的具体应用方面，当引入“族群”这个新的词汇后，我们也许可以考

虑在用语上进行一些调整，如采用国内一些研究者的观点，把“中华民族”译成

英文的“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宁骚，１９９５：１３—１４；翟胜德，１９９９：６９），使中文的“民
族”与英文的“ｎａｔｉｏｎ”对应起来；同时把中国的“少数民族”改称为“少数族群”
（ｅｔｈｎｉｃ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从而把这些侧重文化和血缘意义的“族群”与英文中的“ｅｔｈ
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对应起来②，而对５６个原来称为“民族”的群体称为“族”（如汉族、蒙
古族，而不再称“汉民族”、“蒙古民族”），统称为“中华民族的５６个族群”。宁骚

①
② 在美国学者德雷尔（ＪｕｎｅＴｅｕｆｅｌＤｒｅｙｅｒ）１９７６年于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Ｃｈｉｎａ’ｓＦｏｒｔｙＭｉｌ

ｌｉｏｎｓ一书中，在谈到中国的官方政策时，使用国内正式文本的英语翻译所使用的术语“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
ｔｉｅｓ”，而凡是从学术角度来分析族群关系时，使用的词汇则都是“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Ｄｒｅｙｅｒ，１９７６：７，１１）。这
反映出作者是把中国各少数族群与美国的各少数族群放到同一个层面上来理解的。现在西方文献在论

及中国各少数族群时，绝大多数使用的英文词汇是“ｅｔｈｎｉｃ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或者“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而中文中是极
少见把美国黑人、美国华人翻译为美国少数“民族”的，一般译为“族群”。国内学者中也有人认为，“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的含义与汉语‘民族’一词所表达的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是一致的”（翟胜德，１９９９：７５）。

《诗经》（小雅·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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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认为，“在中国，只有一个民族才能称作民族（ｎａｔｉｏｎ），这就是中华民族（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现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地在‘全体国民形成一个统一的国
族’这一含义上使用民族（ｎａｔｉｏｎ）一词”（宁骚，１９９５：１３—１４）①。这与中国几千
年来族群关系史中产生的传统族群观（如把各族群称为汉人、蒙古人、藏人等，

一方面强调的是他们之间存在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同时也强调几千年来相互之

间形成的密切联系）相一致。而把产生于西方社会的“民族”（ｎａｔｉｏｎ）、“民族—
国家”和“民族（政治）独立”等理念和思想套用到中国社会中的各个族群，其实

是很生硬的。

从上面提出的概念体系出发，中国也可以称作是一个“民族国家”（ａ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而且是一个“多族群的民族国家”（ａｍｕｌｔｉｅｔｈｎｉｃ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近代中国
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是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ｉｓｍ）色彩的，所以凡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运动，都可称为“民族主义运动”。
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可以考虑不再把反映各少数族群的“族群意识”或争取族

群利益的活动冠之以“民族主义”②，也不再把我国各族群之间的矛盾称之为“民

族问题”、“民族关系”、“民族矛盾”或“民族冲突”，而称为“族群问题”、“族群关

系”、“族群矛盾”或“族群冲突”。

如果调整术语的这种意见被接受之后，当我们不再把中国各少数族群定位

为“民族”（ｎａｔｉｏｎ）的时候，我们也就可以跳出斯大林设定的有关“民族”定义的
四个特征（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

素质）的框架，也就跳出了西方民族主义在“民族自决”和“一个民族（在理解上

可以实际应用于各族群），一个国家”等方面的理论误区，更加实事求是地理解

和分析我国的族群现象和族群界限，我国的“族群识别”问题和其他涉及到族群

的各类问题也就不会像过去的“民族识别”工作那样带有政治色彩，而是更多地

强调文化和历史因素，长期强调的“民族平等”这个政治问题也将从“各少数族

群成员所享有的公民权利”的角度来予以充分保障。以上的思路调整也许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文、英文专门词汇互译中出现的概念混乱问题。

①

② “民族主义”一词译成英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之后，在西方国家的读者中很自然地就联想到争取独立
建国的民族分裂主义，这会形成可怕的误导。所以一些印度学者对于把“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一词应用于印度国
内各个“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Ｂｅｎｇａｌｉ，Ｏｒｉｙａ，Ｐｕｎｊａｂｉ，ｅｔｃ．）时特别指出了其危险性，因为这些“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不具
备独立建国的各方面的条件，这一用法有可能造成误导。在印度应当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建立在“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基础上的印度“泛民族主义”（“Ｐ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Ｂｅｈｅｒａ，１９９５：１６—１７）。

作为国内学者的另一种观点，朱伦明确主张把“ｎａｔｉｏｎ”译成“国民”（朱伦，２０００）。其他学者指出
“目前，从国内外政府与学术界的用法来看，‘族群’越来越多地用来指称少数民族，‘民族’越来越多地指

称具有或者有资格具有国家地位的族群、多族群共同体或者人们共同体”（纳日碧力戈，２０００ｂ：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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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与“民族”相关的术语作如上调整的话，有几个优点：（１）保留了
自２０世纪初即开始广泛使用的“中华民族”一词，并使之与５６个族群的提法相
区别；（２）保留了绝大部分传统上对于“民族主义”一词的用法，如中华民族的
“民族主义”，国外的民族主义运动等；（３）在与英语对译时，中文的“民族”、“民
族主义”可以比较恰当地与“ｎａｔｉｏｎ”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相对应；（４）在学术研究中，
可以把国内５６个族群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国外“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的学
术内涵相对应，有利于国际学术交流；（５）体现了在统一的国家格局下中国各族
群突出其文化特点而淡化其政治性的未来导向。

当然，这样的调整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与不便：（１）对中国５６个“民族”的现
行习惯称呼需要修订为“族群”，这无疑会引起不便、争论以及对政策的猜忌，这

确实是需要慎重考虑和广泛征求意见之后才能做决定的；（２）现有的５６个“民
族”如果采用“族群”，沿用西方学术界对“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的思路，学者们可能会对
这些族群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族群的数量可能会增加。但是如果强调的是族

群间文化层面的差异而淡化族群的政治含义，对于族群的识别结论不一样或者

族群数量略有增加对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也不会造成危害。

总之，在对于“民族”定义和术语选择的讨论中，我们不应当拘泥于现有概

念和定义的束缚，而要从活生生的现实出发，要从多元、演变、互动和辩证的角

度来分析和把握复杂的客观事物，各种概念和定义不过是我们人为地从现实社

会中提炼归纳和抽象概括出来帮助我们理解和分析客观世界的工具。我们生

活的世界很大，各地居住着形形色色的人群，他们依据自己所处的自然地理环

境组成或大或小的群组，他们也由此产生了称呼各个层面群组的词汇和概念，

在产生并发展各自语言文字体系的同时，各地区的人们也平行地发展出各自的

群组概念的话语体系，用以表达各自对于所处社会场景的理解和抽象。

（三）如何使用这些术语的不同观点

在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时，对于如何使用“国族”、“民族”、“族群”等词汇，

学术界也存在着各种不同观点。学者们提出这些观点时所考虑的因素和思路，

也是我们必须重视和探讨的。

１．“族群”与“民族”在识别标准上不同所导致的问题。如纳日碧力戈指出
“社会文化人类学界通常把同属汉族的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看成不同的族

群”（纳日碧力戈，２０００ａ：１２１）。按照这样的提法，如果把５６个“民族”改称“族
群”，那么中国的“族群”可能就不仅仅是５６个，这就会出现与目前政府对５６个
“民族”基本政策不一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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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如果我们把族群看作是血缘—文化性质的群体而不是政治—领土性

质的群体，不涉及到“区域自治”、“政治代表人物”、“优惠政策”等与政治利益相

关联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族群成员的数量和边界在客观上本来就是可以模糊化

的。同时纳日碧力戈也认为“有必要强调民族（ｎａｔｉｏｎ）和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的差
别：前者重政治，后者重文化。与此同时，我们也承认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和互相

转化的历史事实”（纳日碧力戈，２０００：７２）。

２．国外学者如郝瑞（ＳｔｅｖｅｎＨａｒｒｅｌｌ）曾经“提出使用汉语拼音Ｍｉｎｚｕ来表示
‘民族’，因为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具有许多不可译的社会和文化含义”（纳日

碧力戈，２０００ａ：１２１）。这一观点也得到国内一些学者的赞同（石亦龙，１９９９：

７９）。因为“就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而言，汉语里没有准确的译语。而英语中也找不到
与汉语‘民族’完全相对应的术语”。郝瑞介绍了两者内涵上的不同：“族群”

（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是西欧—北美的概念、属于民众使用的地方性语境、具有主体性
和流动性，而“民族”（Ｍｉｎｚｕ）则是中国—俄国的概念，属于社会精英分子使用的
国家语境，具有客体性和固定性（郝瑞，２０００：２６２）。但是采用汉语拼音的办法
并没有真正解决与国外社会（学术界、政界、媒体等）进行交流与沟通的问题，要

使外国人理解“Ｍｉｎｚｕ”的含义绝非易事①。

３．郝时远先生提出了一个从底层向顶端依次为“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
族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民族（ｎａｔｉｏｎ）———种族（ｒａｃｅ）”的４层级金字塔，他认为
“中国的５６个民族是经过国家认定的享有政治地位的‘族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郝
时远，２０００ｄ：１６）。如果把现行的５６个“民族”改称“族体”，可能需要考虑三个
方面：第一是“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这个词汇在西方学术界使用得很少，因此在与国外学
者交流时需做必要的解释；第二是在国内用语上需要全面推广“族体”这个新词

汇的使用，而“族群”这个词汇的使用虽需要推广，却已经在小范围内被部分人

所接受；第三是我们需要考虑２１世纪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是否应当强调５６个
“民族”的政治性，还是应当更加突出其文化性。对于第三个问题，我们将在第

十八章中详细讨论。

４．还有一些学者提出用“国族”（ｎａｔｉｏｎ）来代替“中华民族”，同时保留５６个
“民族”的称谓，“民族”译为英文时用“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宁骚，１９９５：５；郑凡等，

１９９７：６０）。这样的层次划分在逻辑上是完全清楚的，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英

① 关于在英语翻译中采用汉语拼音“Ｍｉｎｚｕ”来表示中文的“民族”的建议，考虑到了世界各地“民
族”概念的多元性，也认识到中文里使用的“民族”有自己的习惯性含义，不能简单与英文词汇对译。但是

这一建议并没有真正解决文化与学术交流中的实际问题，除了极少数研究中国的学者之外，在西方国家

没有几个读者会懂得“Ｍｉｎｚｕ”是什么意思，所以起不到交流的作用。

６４
民族社会学



文中“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或其他语言的相应词汇必须相应改译为“国族主义”，这会涉
及到过去一百年中完成的大量翻译作品，二是长期以来在中文里使用的“民族

主义”一词要必须全部修订①。由于涉及的方面很多，是否采用这一种词汇调整

方案，还需仔细斟酌。

５．有的学者倾向于继续使用“民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来表现中国的５６个“民
族”，强调这些“民族”已经被赋予了区域自治权利。指出“民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也是
被疆域化或政治制度化了的族群”，同时也承认，“确实，民族／ｎａｔｉｏｎ的疆域制度
化常常意味着主权国家化”（潘蛟，２００３：６０，５６，５９）。区域自治是我国建国时确
定的制度，反映了当时国家领导人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和政策。随着时代与国

内国际情况的变化，过去设立的制度（如人民公社）以及当时设立这些制度时所

持的观点在今天并不是不可以在学术上加以讨论的。在中国的民族问题上，是

突出和继续强化５６个“民族”的政治性和疆域性，还是在国家发展的进程中考
虑逐步淡化它，像美国处理黑人和各少数族群那样强调保障各“民族”在文化传

统等方面的特点，哪一种思路更有利于巩固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同时

能够保障包括各少数民族成员在内的全体国民的各种权利，还是可以继续讨论

的。

１９９８年在北京曾经召开了一次“民族”概念暨相关理论问题的专题讨论会，
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们讨论了与“民族”相关术语的含义与中英文译法，会上学

者们提出的各种意见反映出不同学科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关注点，也反映出世界

上民族、族群现象的复杂性，这些观点与建议都可供研究者参考（周旭芳，

１９９９）。通过这样的对话与讨论，不同意见得到充分交流与思考，我们对于民
族、族群现象的认识也就不断得到深化，更符合现实中的客观世界。

总而言之，当来自两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社会发展历程

的人们相遇时，他们就不得不在两个话语体系之间寻找两种语言的互译方法。

对于表达复杂的具有丰富社会—文化内涵的民族、族群现象的词汇概念而言，

要找出准确对应的翻译办法虽然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对

于同一个英语词汇的理解，如果在英美学者们之间还有可能存在着歧义，那么

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两种语言之间来翻译这样一个反映抽象社会概念的词

汇，想必是更加困难。我们往往只能满足于找出意义尽可能相近的词汇，如果

一定要把各个话语体系的词汇内涵完全搞清楚，要求话语之间各个词汇的对译

达到绝对准确的程度，总结归纳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学术词汇系

① 而且连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也需改为“国族主义”，这样涉及的面可能太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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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在一个多元、变化的世界里，我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这并不说明

我们对于这些词汇的讨论没有意义，通过讨论，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出某种“最佳

方案”，只要在相近的意义上使用这些词汇并能够达到基本上相互沟通和交流

的目的，就是可以接受的。

“民族”、“族群”、“种族”这些词汇，只是我们用以说明所处社会中的一些群

组现象的表达工具。过去中国人只说“族”、“人”、“部”等等，照样给我们留下了

灿烂辉煌的文化和浩瀚的历史文献。２０世纪初我们从外面学得了“民族”（ｎａ
ｔｉｏｎ）这个词汇，套用在中国的国情上，引起一些争议，但是也被民众所接受，成
为习惯用法。近来又引进了“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这个词汇，这个词汇用于称呼
中国的蒙古族、满族等群体，也许更为适用。但是对于这样的用语调整仍然存

在争议，而且要把整个官方机构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话语体系进行调整，也是

一件很困难的事。以上所述只属于个人想法，仅供大家参考。

六、小 结

对于“民族”和“族群”的定义，以及西方有关专用术语的译法问题，并不是

一个单纯的名词解释和文字翻译所能解决的，实际上所涉及的是来自不同国

度、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应当如何相互理解和沟通的问

题。“种族”、“民族”、“族群”现象在世界各地是彼此很不相同和多元化的，各地

区人们用来表达这些现象的术语也存在着多元化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才

说有关“民族”定义问题是族群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本章中，我们介绍了中国历史上对于不同群体使用“族”、“人”、“部”等不

同的称谓，讨论了中文“民族”一词的由来和对于使用与此相关的其他词汇（国

族、国民等）的观点，然后又分别介绍了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中具有很大影响的斯

大林对“民族”概念的定义，以及在西方国家中很有影响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

“ｎａｔｉｏｎ”（民族）的定义。在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中最为本质性的灵魂，就是尊
重客观现实，“从实求知”，“实事求是”。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民族、族群现象

是不同的，既有共性，也存在特性，我们不能像自然科学家分析分子、原子那样

去寻求一个绝对标准来对人类社会群体的形成和发展进行衡量和解释。“名”反

映的是“实”，“实”不同则“名”不同。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在充分认识各

自特性的前提下探讨不同国家民族现象的共性，探讨对民族现象进行表述时不

同语言所使用的词汇术语中可以相互沟通的途径。其实，只要在日常交流和学

术研究中达到基本相互理解与沟通，语言词汇的工具性功能就实现了，实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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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耿耿于探求一个“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民族”定义。

在本章最后部分，对于在西方国家被普遍应用于少数族群研究中的“族群”

（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这个术语也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对于我国目前与“民族”有关
的术语体系进行某种调整的建议，以供参考。

６７
第二章 关于“民族”和“族群”的定义



第三章



族 群 意 识

族群（ｔｈｅ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是经由它与其他族群的关系而确定
的，并通过它的边界而明显化，但（族群）边界本身即是一种社会

的产物，其强调的方面各有不同而随着时间变迁而变化。

———Ｔ．Ｈ．埃里克森（Ｅｒｉｋｓｅｎ，１９９３：３８


）

上一章中我们讨论了有关“民族”和“族群”这些汉文概念的定义与内涵。

在本章，我们将集中讨论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族群”的意识是如何产生的，这种

意识都具有哪些属性和功能，它对于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怎样的

影响。

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各种场景中与其他人进行交往时，往往会很自然地以

自我为主体和中心形成并确立与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之间具有不同

的层次，有亲疏远近之分，而且人们这种相互关系的格局结构会在彼此交往的

不断重复过程中逐步稳定甚至固化下来，以至形成某种习惯，并被其他人所接

受。人们之间这种关系的格局正如费孝通教授在描述中国乡土社会人际关系

时所讲的“差序格局”，我们可以把这些关系的不同层次比喻为以个人为中心的

许多个同心圆，每个人对周围所直接接触到的人和没直接接触到的人，都可以

根据与之交往的亲疏程度、深浅程度以及相互的认同程度等，而将不同的人放



置在距自我主体中心具有不同距离的圆圈之上。

在这样一个“差序格局”之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既存在着每个人与周

围不同层次人员之间的交往活动，也存在着这些人员之间的相互交往，各类活

动相互交织延伸，形成一个以个体为中心的“关系网络”机制。如果把这个思路

中的主体从个人扩展到群体，从分析个体之间的交往格局进一步扩展到群体之

间的交往格局，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一个视角去观察和讨论群体意识，分析一

个“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以其相互关系的远近和“群体”自身定义所覆盖范围

的不同而形成的或远或近的许多层次的关系网络。家庭、氏族、地方小社区、族

群、民族等，都可以被视为不同层次（反映远近不同、规模不同）的群体或群组。

“族群”只是这些群组层次当中的一个层次。人们对于自身所属“族群”的认同

和对于其他族群的辨异，就是族群意识的核心内容。

一、“族群”是人类社会群体

层次划分的种类之一

（一）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生活在各类社会“群体”之中

我们说人是社会的动物，这即是说，人一生都是生存、活动于一个由许多人

组成的群体之中。根据不同的参照系，这个“群体”的涵盖面可以小到自己的家

庭，也可以大到整个人类社会；各层次上的“群体”边界，或者明显或者模糊，但

相应的“群体”都具有自己的组织形式、行为规范和权力机构。这些群体的性质

也各不相同，有的以血缘关系（如宗族）组织起来，有的以地缘关系（如同乡会）

组织起来，有的带有政治实体（如国家）的性质，有的主要以文化特征（如语言、

宗教）而相互认同。人们在各类“群体”当中活动，就必须参与群体的某种组织

形式、遵循这些组织的行为规范、服从这些组织的权力机构。这就是我们所说

的人的“社会性”。

每个人的个人发展史和“社会化”，也就是这个个体对外交往范围的不断扩

大、交往活动的不断深入和交往行为规范化的过程。每个人自出生后，即开始

了他与其他社会成员（最初是自己的母亲）的交往，并随着交往范围的扩展和交

往程度的深入逐步形成一个自己的社会交际网络。由无数个体各自的社会交

际网络彼此重叠交叉，又组成具有不同内容、不同边界的各类社会群体或社会

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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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族群意识是后天形成的

人们对于族群（或“民族”）的意识和观念并不是先天遗传而来，而是在后天

环境中逐渐萌生、明晰并不断发生变化。在变化的过程中，人们对认同的对象

在程度上会出现或者强化、或者弱化的现象，或者在两者之间多次反复，甚至对

某个族群的认同意识也有可能彻底消失。群体认同意识是每个人进入人类社

会、认识世界的“社会化过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中，人们

会自然而然地根据自己所处的具体环境场景、个人感情和利益关系的亲疏，并

在周围亲近的人的指导下，学习并接受把周围的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性质、不

同层次群组的观念。

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生存环境下，人们如何把自己周围的众多人划分为不

同的“群组”？各群组之间的异与同又体现在哪里？这些不同差异的深浅程度

如何？个人如何在特定群组格局中对自身予以定位？而个人自身会在哪种具

体场景下、哪个层次上与哪一个群组认同？“族群”、“民族”又各属于哪一个层

次的群组范畴？当族群外部和内部出现了哪些事件之后，使得族群认定的方

法、内容及族群的边界有可能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外部的入侵直接或间接

地对群组认同和群组边界造成了哪些改变？① 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族群与族群

关系时应当特别予以关注的方面。

（三）“族群意识”是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一种“社会建构”

人类社会的存在与运行需要一定的组织结构和秩序来支持。我们所谈到

的“民族”与“族群”所反映的也是社会中群体关系中“社会建构”的具体内容。

费孝通教授指出，“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

‘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民族意识”（费孝通，１９８９：

５）。鲁森斯（ＥｕｇｅｅｎＲｏｏｓｅｎｓ）认为，“如果不是涉及到具体存在的族群，‘族群认
同’（ｅｔｈｎ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就不可能有任何意义，因为它是一个关系的建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最孤立隔绝的传统群体，可能是在自我族群意识上最弱的

① 如目前在许多主权国家中存在“跨境族群”，它们的形成与分隔都是历史上国家之间军事冲突和
外交交涉的结果。而一个族群如果被国境线分隔许多年之后，由于分隔双方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意识

形态、文化发展等方面有可能很不一样，甚至可能演变成为具有不同族群意识的两个族群。但是如果语

言和宗教因素的影响力十分持久，在一定的国内外形势下，曾经同属一个族群但被国境线所分割开的两

部分人口也有可能发起政治运动，要求重新组合成一个族群并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例如目前在中

东各国（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叙利亚等国）生活的“库尔德人”中，就存在这样的民族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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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Ｒｏｏｓｅｎｓ，１９８９：１９，１２）。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
则强调：“一个族群的成员身份，是一种社会定义（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是成员的自
我认定和其他族群对之认定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一个族群的人口规

模既可以大也可以小，它在成员身份方面的“排外性”也可强可弱（Ｈｏｒｏｗｉｔｚ，

１９７５：１１３）。埃里克森（ＴｈｏｍａｓＨｙｌｌａｎｄＥｒｉｋｓｅｎ）也指出：“族群（ｔｈｅ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是经由它与其他族群的关系而确定的，并通过它的边界而明显化，但（族
群）边界本身即是一种社会的产物，其强调的方面各有不同而随着时间变迁而

变化”（Ｅｒｉｋｓｅｎ，１９９３：３８）①。所以，对于任何个体或群体而言，族群意识不仅是
后天产生的，而且是族群在具体交往过程中萌生的，因此它也将随着族群交往

形式和内涵的改变而改变。

当然，在现代社会，人们族群意识的强弱程度在族群现象的形成与演变过

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形成和凝聚“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的
最本质性的因素就是“族群意识”。美国社会学家波普诺（ＤａｖｉｄＰｏｐｅｎｏｅ）以犹
太人为例子来说明，区分犹太族群与其他族群的差别既不是种族特征（犹太人

与阿拉伯人同属闪米特人），也不是宗教信仰（“有些自认为是犹太人的人不再

实践或者信仰任何形式的犹太教”）和文化习俗（“犹太人也没有共享一种统一

的文化，俄罗斯犹太人、波兰犹太人或德国犹太人的文化与叙利亚或摩洛哥犹

太人完全不同”），“使犹太人成为一个民族群体② 的纽带是他们共同的犹太民

族意识。犹太人把他们看作是接受‘十诫’扼守《圣经》的逃亡群体。他们记住

他们的先辈是一个遭受全世界强敌歧视、迫害和追赶达两千多年的群体”（波普

诺，１９９９：２９１）。
关于“族群意识”究竟如何在社会中产生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本章第二部分

中讨论。

（四）群体种类的多元性

对于社会中“群组”的具体划分可以有多种方法，如划分为种族群体、民族

群体、族群群体、种姓群体、性别群体、年龄群体、行业群体、职业群体、地缘群

体、政治群体、宗教群体、语言群体、社会阶层、娱乐群体以及各类自发或非自发

形成的组织群体。几乎任何“群组”都可以依照某些“认同”和“排他”的标准而

①

② 这里中文译文里“民族群体”一词的英文原文为“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波普诺，１９９９：２９０）。

“在很大程度上，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正是在人们日常互动的社会生活里被创造与再创造出来的，族
群的出现及其意义是与社会境况、际遇以及人们处理生活中的需要与竞争的方式有关”（Ｅｒｉｋｓｅｎ，１９９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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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的成员范围内组成一个群体，并且培养和发展这个群体的特殊意识。当

我们讨论“族群意识”时，必须注意到它所具有的人口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色彩

以及它在形成与衰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特点；另外，我们还要注意“族群意识”

同其他群体意识所具有的共同点，而不能孤立、绝对地把“族群”看作是独特的

社会现象。

在各种群体的划分中，一个人可能同时兼有几个群体成员的身份，比如一

个年轻美国黑人男子，根据自己的种族、性别、年龄、行业、职业、籍贯、政见、宗

教信仰、收入、业余爱好等方面的特点，在不同场景和条件下有可能予以认同的

群体包括：黑人种族群体、男性群体、青年群体、金融行业群体、会计职业群体、

某州或某市的同乡群体、激进政团、基督教教会某个支系、白领工薪阶层、业余

棒球队等，除此之外，他还可能是某个慈善组织的发起者、集邮协会会员等等。

这些群体的成员身份，往往在该群体活动的特定空间与时间里，才会比较鲜明

地表现出来。种族、族群意识，仅仅是多元化群体意识中的一种①，但是由于它

与个人的体质特征、家庭背景、生活习俗密切相关，因此也就成为一种比较稳定

的群体意识。

（五）群体意识的多层次性

“群体意识”的认同还具有多层次性，其范围可以从基层社会的家族、社区、

族群、地区，直到国家、人种。这正是因为“群体”的划分可以有不同的层次，因

而在不同的层次上也存在着具有不同内涵的认同意识。由于“群体认同”是在

与其他群体接触时才会出现的问题，因此在人们置身于不断扩大的“群体”并与

其他“群体”接触时，认同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展。正如有的外国学者描述的那

样：当Ａ群体与Ｂ群体相遇时，他们以Ａ和Ｂ相互区分，同时也会发现彼此存
在着共性；而当他们遇到在这个共性方面与Ａ和Ｂ都不同的Ｄ群体时，Ａ群体
便和Ｂ群体组成了Ｃ群体，以便和差异较大的Ｄ群体相区别；接着Ｃ群体又可
能与Ｄ群体组成Ｅ群体，以便与差别更大更深刻的Ｆ群体相区别，这个过程不
断升级延续，形成多层次的群体认同系统（Ｇｌａｄｎｅｙ，１９９６：４５５）。这一被称之为
“多叉连续分层系统”的理论假设在我们身边可以找到许多实际例子。

例如，一个蒙古族青年在美国访问时，他头脑中占主导地位的认同意识是

“我是一个中国人”，他与美国的白人、黑人接触时与华人认同，这时认同意识的

① “虽然民族主义理论把自己置于表述网络中的特权地位，但实际上它只是众多认同中的一个，与
其他身份认同是可以互变互换的、冲突或和谐的”（杜赞奇，２０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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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国家”概念与分界；在他回国到北京后与北京人接触

时，他意识中会很强烈地感觉到“我来自内蒙古自治区，是个内蒙古人”，地缘因

素和行政区划成为认同意识的基础；当他回到呼和浩特这个蒙汉混居的城市

后，在使用不同语言交谈时，“我是蒙古族”这个语言和文化层面的意识会在他

心目中凸显出来；回到以蒙古人占绝大多数的东乌珠穆沁旗，他在与其他蒙古

人的交往中可能要强调自己是某个苏木（公社）出来的，基层社区的意识会凸显

出来；而一旦回到自己居住的嘎查（大队）里，当人们称呼他或他与邻人认同时，

所强调的则是他出身的血缘家族。在各种不同环境和不同场合中，人们头脑中

居于不同层面上的群组认同意识会表现得十分不同，某一层面上的认同意识会

强化，而其他层面上的则会弱化。各个层面所包含的政治、地域、文化、血缘等

等构成认同意识的内涵的组合情况会各有不同。总之，根据人们各自生长的社

会与文化环境的熏陶，“每个人都有一个认同层面的等级体系（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这个等级体系可能随着时间而转换或变化，在一定的场景下，某个层面的社会

认同会比其他层面更加显著（ｍｏｒ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Ｒｏｏｓｅｎｓ，１９８９：１６）。我们在进行
实地调查时，需要结合场景的变化来确定人们群体意识的内容与程度，分析各

个层面认同意识产生的根源及激发这一认同意识的各种因素。

（六）“民族”和“族群”是两个核心认同层面

在人们的群体认同中，并不是所有的认同层面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社

会学家们一般都强调，在现代社会的政治格局中，“族群”与“国家”这两个层次

是最核心和最重要的认同层面，前者偏重于“种族上的亲族认同（民族—文化

ｎａ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ｅ）”，后者偏重于“与国家相联系的政治认同（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格罗斯，２００３：３２）。
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民族”和“族群”这两个核心的认同意识层面可能会发

生相互之间的转换。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族群”，当其与社会主流族群发生矛盾

并考虑以独立政治实体的形式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时，就可能会通过“民族主义”

运动来争取族群的政治独立而转变为一个“民族国家”，从而转变为“民族”。而

当一个民族的部分成员移民到另一个国家后，自己原有的对母国的认同会逐步

淡化，会逐步接受作为迁入国一个“族群”的新的认同意识。如一个意大利人迁

到美国定居后，会把“意大利国民”的“民族认同”转变为“美国意大利裔群体”的

“族群认同”。在这种转变中，特别是在以出生地决定国籍的国家（如美国），移

民的代际差异非常明显，第一代移民会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与母国的认同，在迁

入国出生的第二代会比较自然地接受作为该国一个“族群”的认同并对迁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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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

当然，“族群认同”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下和政策制度下也可能会呈现出不同

的格局形态。如我国西北地区的保安族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前基本上认同于
回族，在被政府部门正式“识别”为一个独立族群并建立了自己的自治县之后，

保安族自身的族群意识和族群内部认同明显加强。前苏联在建立联盟制度之

前和建立联盟制度之后的族群认同格局，也有很大的差别。蒙古族在中国被识

别为５６个族群之一，因为与北方的汉族、维吾尔族、回族等相比，蒙古族内部的
差异变得不那么重要。而在蒙古共和国１４个族群中，除哈萨克族外，蒙古族系
统的人口被划分为１３个族群，在没有其他参照系的情况下，蒙古族各部分之间
在语言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变得显著起来。在中国大陆多族群的场景下，闽南人

和客家人与其他汉族支系之间的差别不足以使其成为独立族群。但在台湾省

居民中，闽南人、客家人、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移民群体（“外省人”）之间在语言、
习俗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就有可能被人们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提升”到“族群”

的认同层面。“族群”的划分与认定，在许多场合下难免会受到政治等人为因素

的干扰。

在有些研究中，人们的群体认同被进一步区分为４大类：（１）族群认同（血
统、语言）；（２）地域认同（省份、城市）；（３）民族认同（政治共同体）；（４）宗教认
同。“在发生宗教危机和宗教战争的时候，宗教认同要比民族认同强烈得多”

（格罗斯，２００３：１９１）。当种族认同和宗教认同没有政治实体为依托时（如美国
的黑人和来自中东的穆斯林移民），其群体认同的性质也会大致相当于“族群”。

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族群之间体质差异越大、宗教差异越大，相互的融合也会

越困难，但是这种状况并不一定会构成“民族主义”运动的基础和创建政治实体

的诉求。在新移民中出现的融合障碍，会使得他们对母国或宗教宗主国的认同

长期持续下去。如来自中东地区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在他们迁移到美国或欧洲

国家之后，由于与迁入国的主流宗教距离较大，可能会长期对中东的阿拉伯国

家怀有很深的感情。

（七）群体与族群的称谓

一个群体的诞生必然伴随着一个特定称谓的出现。对于一个国家内各种

“群体”的现有称谓，也存在几种情况：（１）对于历史上一些古老群体（如中国的
“道士”、“郎中”）的称谓，是在本国社会文化发展与本土语言交流的过程中形成

并沿袭下来；（２）随着社会变迁而从“引进”的社会结构中出现的新兴群体，其称
谓有可能借鉴来自其他国家同样“群体”称谓的翻译，如中国近代社会中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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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工人”、“干部”这样具有特定含义的群体称谓；（３）对于本国一些传
统“群体”的称谓，也有可能会参照其他国家“类似”群体的“翻译”而有所演变①。

我国过去传统上把各个族群称作“××人”，后来称为“××族”或“××民族”，
即是从“日耳曼民族”、“大和民族”等国外翻译的族群称谓中借鉴而来。

族群或民族称谓，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说，有一个从“他称”转变为“自称”的

过程，从整个民族、族群来说是如此，对于每个个人来说也是如此。在中华民族

和各个族群的称谓中，也存在着这种从“他称”到“自称”，从“民间”称谓到“官

方”正式命名的演变过程。２０世纪里我国许多少数族群改变名称的事例，便很
生动地说明了这种过程。目前我国５６个族群当中，有一些族群的名称是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进行“民族识别”时随着这些群体成为“独立的民族”之后而出现的。
如居住在青海的土族，过去自称是蒙古人（查干蒙古，即白蒙古），西北地区的保

安族、撒拉族和东乡族过去曾长期分别被称为“保安回”、“撒拉回”和“东乡回”，

这些群体曾被认为是回族的支系，但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民族识别”过程中得
到了独立的族群名称。云南的拉祜族、独龙族、怒族等族群的族名也是经过这

一“民族识别”过程而得到的。

这些族群的新名称，是在我国政府广泛征求本族群领袖以及有关专家学者

的意见之后才确定的。在此之前，我国比较流行的族群名称只有汉、满、蒙古、

回、藏、苗、瑶等，当时汉族政府对于一些少数族群的称呼（如称彝族为“猓猡”）

还带有歧视的含义。也正因为如此，１９４９年以后在民族平等和尊重少数民族的
政策指导下，政府在征求本族的意见之后对这些族群的名称做了更改。所以族

群的名称除了习惯的用法（自称或他称）之外，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还具有了政治

含义。直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还出现根据本族群的要求而正式改变族名的事
情②。

在其他国家，族群“称谓”随着社会发展也会出现不同的变化。美国黑人在

历史上一直被称作“Ｎｅｇｒｏ”，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黑人喜欢自称为“Ｂｌａｃｋ”，到了

８０年代初有些黑人开始自称为“Ａｆｒ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非洲裔美国人）。１９７１年在美
国底特律市对当地白人居民开展的一次调查中，对被访者询问他们喜欢怎样称

呼黑人，３８％的人回答是“Ｂｌａｃｋ”，２３．５％的人回答是“Ｎｅｇｒｏ”，１１．９％的人回答
是“有色人种”（Ｃｏｌｏｒｅｄ），选择“Ａｆｒ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的只有５．５％，另有２１．１％没有
特定选择性（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２４）。可见社会上对于一个族群的称呼

①
② 根据本族干部群众的要求，云南的崩龙族于１９８５年正式改名为德昂族。
如“郎中”现在改称为“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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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根据这个族群自己意愿和他人的接受程度而出现变化。

（八）族群意识的特点

族群意识在一个人的头脑里产生之后，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活跃在他的思维

活动中。只有当他与外族相遇时，当他需要把自己所属群体与其他群体相区别

时，或者通过各种媒介而感觉到社会上（虽然没有亲身体验）的族群差别和族群

矛盾时，族群意识和与之相关的感情才会浮现于他的思维活动之中，也才会影

响他的心理感情、价值判断和行为决策。

梁启超先生曾说：“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

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

民族之一员也”（梁启超，１９２２：４３）。费孝通教授说“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
是同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或

民族意识（费孝通，１９８８：１７３）。熊锡元认为民族意识包括：“第一，它是人民对
于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共同体的意识；第二，在与不同民族交往的关系中，人们

对本民族生存、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利害等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熊

锡元，１９８９：１８）。这里说的第二个方面是第一方面的自然延伸，同时也说明在
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族群意识并不是抽象的，而是来自生活实践并

表现在他们的行为之中，个体的族群意识和感情会汇集成群体的情绪，而群体

的情绪又会反过来影响个体的族群意识和族群感情。

一个群体的“族群意识”一旦产生，即会在与他族的交往过程中不断明确和

强化本族群的边界，并且努力推动以本族群为单位的集体政治、经济、文化甚至

军事行为。在一个多民族社会里，族群之间在交往互动过程中，“族群”会逐步

成为具有特定经济或政治利益的群体单元，并会在此基础上产生某种内部的

“自身动力”，族群的个别成员和领袖们也可能会通过动员族群的集体行为来为

自身争取这些利益（ＧｌａｚｅｒａｎｄＭｏｙｎｉｈａｎ，１９７５：７）。
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中有一条是“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

质”。对于在体质上没有太大差别的一些族群，文化特点和自我意识将成为外

人对他们进行识别以及他们相互之间识别的主要标志。有的族群（如中国的回

族、各国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的成员们分散居住在不同地区，这些成员在某定

程度上已经使用当地多数族群的语言文字和接受了他们的生活习俗，但是在许

多分居于不同地区的这些本族成员之间仍然保持着族群认同。

同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口迁移、族际通婚、国界变动、宗教信仰改

变、政府对于“族群”的重新识别或重新界定等等社会变动，也使“族群”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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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边界处在变化之中。所以，“族群”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始终处在动态的变

化过程之中。有些多族群国家中的族群数目，也有可能随着族群之间的交往融

合和官方政策的调整而变化。例如，在１９２６年苏联官方公布的民族总数为１９４
个，１９５９年时减少为１０９个，１９７０—１９７９年期间公布的数字为１０４个（康奎斯
特，１９９３：５１）。
同时，一个族群的“族群意识”的强弱也会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比

如中国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对于许多人“民族意识”的产
生、强化和改变带来了很大影响，它是影响了中国族群关系和民族问题演变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

（九）族群身份的改变

一般来讲，在一个多族群社会特别是一个多族群成员混居的社区里，婴儿

出生之时，父母和周围的人们就会“决定”他（她）的族群身份。在中国，新生儿

登记户口时，父母必须为孩子申报“民族成分”，而且必须与父方或母方的“民族

成分”相一致。父母分属不同族群而在出生时填报其中一个族群作为自己“民

族成分”的青年，到了１８岁之后，作为成年人就有权力把自己的“民族成分”更
改为父母中另外一方的族群。在苏联，“公民的民族出身决定于父母的民族，不

可变更。只有那些（族际）通婚家族的子女到１６岁时才有选择自己属于父母哪
一方民族的权利”（康奎斯特，１９９３：５９）①。
在其他一些国家，当族群与宗教或语言密切相关时，宗教信仰或语言的改

变也有可能使某些个人被无直接血缘关系的另一个宗教或语言群体接受为其

族群成员。一般来说，在大多数社会里，族际通婚是使后代改变种族、族群成分

的重要途径。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出现集体改变族群归属的情况。而每个

具体族群的起源，又往往可以追溯到历史上从其他族群中分裂出来的故事和传

说（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１９７５：１１３—１１４）。
应当指出，各个族群之间可能在凝聚力的强弱程度、成员边界的清晰程度

以及对其他族群的排斥程度上存在差异，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其成员个体或群

体改变族群身份。巴斯通过一些事例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人口能够穿

越族群边界，从而这些边界实际上是有明显弹性的（Ｂｉｒｔｈ，１９６９：２０—２５）。历史

① “民族通婚的家庭中，其子女可以选择父母任何一方的民族。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罗斯联邦，如
果父母中一方为俄罗斯人而且居住在城市里，子女选择俄罗斯民族的占绝大多数。在其他共和国中，命

名民族（即实行自治的民族）则似乎颇受欢迎”（康奎斯特，１９９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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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许多族群在对外战争胜利之后，通过吸收战败族群人口而迅速扩大自己本

族群人口；或者有些族群在对外战争失败，国家灭亡后其人口被其他族群所吸

收。如中国历史上辽国被金国灭亡了，其人口逐步被融入战胜国的金国，随后

在元朝统治下，辽人（契丹人）和金人（女真人）被列为“汉人”一类，在此之后中

国的历史记载中再也没出现过“契丹人”，可见契丹人经过金国和元朝的族群大

融合已经被逐步融入汉人之中。在历史上更早的南北朝时期，当“鲜卑人”建立

的王朝灭亡之后，其人口也融入了中原的汉人之中。古今中外，不乏像这样族

群兴起与衰落、诞生与消亡的例子。所以除了个体零星改变族群身份的情况

外，在特殊情况下，集体大规模改变族群身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二、族群意识的产生

既然“族群”意识不是先天遗传的，那么在“后天”的环境中它是如何产生

的？

（一）族群之间交流的客观需求

对于一个群体而言，只有当它与其他群体相互接触并在接触过程中鲜明地

感觉到彼此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和利益冲突时，才会去强化“本群体”的意

识，不管当时人们用自己的语言给予它什么称谓（如中国古代文献中出现的

“人”、“族”、“群”、“部”等等），族群意识正是在需要明确区分开“本群体”与“他

群体”这样的客观要求下而产生的。在没有见到其他种族（黑种人、黄种人）之

前，白人自认为世界上只有白人这一类。在没有遇到讲不同语言的其他族群之

前，每个族群都认为自己的语言是天下惟一的语言。当只有遇到与自己群体不

同的另一个群体之后，人们才会意识到需要对两者进行区别并给予不同的名

称，才会出现两个族群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协调。族群意识产生之后，这种意识

也将随着族群之间的各种交往不断演变，或是强化或是弱化，而且族群意识所

具有的内涵（如判定彼此差异的标准）也会发生变化。

在与其他族群交往的过程中，本族群与其他族群的各种差异也会凸显出

来，这些差别也自然会构成族群内部亲和力和产生族群意识的重要来源。“共

同语言及共同的生活规范———后者由共同的宗教信仰所决定———到处都会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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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族群亲和力（ｅｔｈｎｉｃａｆｆｉｎｉｔｙ）的感情”（韦伯，１９９８：１１４）①。而且，族群的交往
过程往往与彼此之间的政治关系联系在一起，“部落意识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共

同的政治经历，而不是共同的血统，这一事实似乎历来是共同族群信念（ｔｈｅｂｅ
ｌｉｅｆｉｎｃｏｍｍｏｎ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的常见来源”（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８ａ：３９４）。所以除了文化层面
之外，政治层面的交往和彼此之间的政治界限也是族群意识的重要组成因素。

“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可以有深浅强弱的不同。

为了要加强团结，一个民族总是要设法巩固其共同心理。⋯⋯强调一些有别于

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

民族的标志”（费孝通，１９８８：１７４）。在一定的社会场景下，一个族群为了保护自
己的利益，需要加强本族群成员之间的团结和凝聚力。当外族入侵本族的传统

居住地区时，或者在一个多族群社区里当本族成员对社会公共资源的占用和分

配情况趋向恶化时，就会“团结一致”，以族群为单位发生保护原有利益、争取新

利益的呼声。有了这种客观需求，族群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就会自然而然地利

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加强本族成员的族群意识。

我们可以举出许多这方面的例子。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中国的回族，

根据《古兰经》的训诫，饮酒是比吃猪肉更为严重的违反教义的行为，因为历史

上穆斯林军队与敌人作战期间曾因痛饮美酒而导致多次惨败，所以《古兰经》严

格禁止饮酒。而猪肉、死去的动物和血虽然被认为是“污秽的”食品而被禁止食

用，但当信徒的生命遇到威胁而万不得已时，还是允许食用的。而中国的回族

穆斯林信众对于喝酒并不严格禁止，却特别忌讳猪肉（马寅，１９９５：６８—７２），这
是中国回族在与汉族相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意识。汉族主要从事农业，汉族农

业传统中有养猪以取得农家肥的习惯。有时个别汉人就以猪肉来侮辱回民，这

激起回民的反弹情绪，在冲突当中也就不断地强化回民这种忌猪肉的饮食习

惯，把它变为族群特征的重要标志，用以巩固回民之间相互认同的共同心理。

我们可以观察到，严格遵守这一习惯的回族成员和没有严格遵守这一习惯的回

族成员，在族群心理的强弱程度上是有所不同的。

（二）外在因素对族群意识的影响

外在因素有时也会促进族群意识的强化或淡化。如历史上元朝把臣民分

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这种等级划分和不同的待遇，在客观上强

① 关于埃及人是否属于阿拉伯民族的范围，在历史上曾有过争论，最后著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
萨提·胡斯里从共同语言的角度论证了埃及人是阿拉伯民族的组成部分（参见王联，２００２：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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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汉人的族群意识，同时北方的契丹人、女真人又因同被划入“汉人”范畴而

加速了他们与汉人的融合。又如，满清入关以后，为了巩固几十万满人对拥有

广大人口的汉人的统治①，清朝统治集团极力强调满人是汉人传统儒家文化和

“中原王统”的捍卫者和继承者，满清皇室刻苦学习儒家经典和汉人文化，极力

淡化满族与汉族在文化传统上存在的差异，努力促进汉族在文化认同上接受满

族，以平息汉人士绅与民众对满清统治集团的不满和反抗。

费孝通教授在“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一文中，谈到有一些汉人在迁到

少数族群地区一段时间后，无论与当地族群或是与其他地区的汉人相比，“在语

言、风俗习惯上有一定的区别，并且受到后去的汉人的歧视，因而自认和当地汉

人有区别，解放后，有人要求承认是少数民族”（费孝通，１９８１：２）。这就是在族
群交往过程中，一个群体的某一部分因文化变迁而产生的新“族群意识”的案

例。费教授在这篇文章中谈到中国“民族识别”中出现的８种情况，就是分析族
群意识具体产生情况的８个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充分反映了族群与族群意识
的形成及演变过程的复杂性和多样化。

西方有些国家（特别是移民国家）在公民自由的名义下允许不同族群的成

员作为个人保持相当大的文化个性，从而避免这些人组成在文化和社会结构上

与其他人明显不同的团体（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１７），通过强调个人具体权
利来淡化族群意识并减弱族群凝聚力，这是西方国家对于认同意识和族群关系

进行引导的一个思路，可供我们借鉴。当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族群的一些成员来

到沿海大城市从事各种经济活动时，当地政府和周围的人把他们作为个人给予

平等待遇并尊重他们的文化习俗，其效果可能比把他们作为族群集团而集体对

待的做法更好，即使出现一些个别问题也容易解决。政府有关部门在对待这些

少数族群迁移人员（流动人口、在内地学校入学的学生或进修人员）的政策和态

度方面，是把他们当作个体的中国公民还是把他们当作具有特殊性的一个群体

来对待，对于这些人族群意识的强化或弱化是有一定影响的。

事实上各个地区不同族群形成的条件和具体过程都各不相同，对于形成某

一群体内部凝聚的一些最重要因素，对于其他群体则不一定那么重要。这从世

界上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的极大地貌和气候差异以至造成不同种族、族群表现在

体质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来看，影响各个族群群体意识的产生与演变因素可能

也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很难归纳出一个全球性（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影响族

① “入关之前的满族不过４０万人口，而当时的汉族人口已在１亿以上”（曹树基，１９９７：６２）。即使
这一数字不十分准确，至少反映出当时汉、满两族在人口规模上的极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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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意识的“决定因素”，而只能根据各个场景里我们所研究的各族群的实际情况

来做具体分析①。

我们前面谈到过，人类社会对于自己所在“群组”的相互认同可以表现在不

同层面上。而且每个层次上，各种社会群体（包括“民族”、“族群”等）成员之间

认同意识的产生与强化，在每个个体身上都需要外在力量的刺激与影响。既然

这些认同意识都不是先天遗传而是后天得到的，那么只有在不同场景中并通过

不同外在因素的刺激，才会产生和激发这些不同层次上的群体认同意识。

我国许多族群的成员，对于自己的“民族成分”，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政府
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并进行相关身份登记时才得知的②。直至今日，作为个体

而言，各族群仍有许多成员是在需要填表登记时才知道自己的“民族成分”的。

如对甘肃保安族的族群意识进行调查时发现，许多年轻人是在上小学报名时才

知道自己是保安族（菅志翔，２００２：８２）。在国外也存在不少类似的例子，可以说
明人们对于某种层次的认同意识的产生是由于外在因素的影响。英国学者凯

杜里在《民族主义》一书中曾援引了这样一个故事，“至于民族意识，⋯⋯那些老

一代农民称自己为马苏里人，他们的语言是马苏里语。他们过着他们自己的生

活，形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群体，对本民族的事情漠不关心。直到我开始读书

和读报，我才知道我是一个波兰人，并且，我惊奇地发现，其他村民很大程度上

也是通过这种方式知道自己的民族归属的”（凯杜里，２００２：１１５）。

（三）对待其他族群的态度

具有比较强烈族群意识的族群，在如何对待其他民族方面往往有着鲜明的

排斥态度。希特勒曾努力强化日耳曼民族的民族意识，手段之一就是鼓动日耳

曼人歧视和迫害犹太人。美国的白人殖民者十分欢迎欧洲白人移民，但是对黑

人和本地印第安人存在着强烈的偏见和歧视，美国政府与民众曾经一度强烈

“排华”，近年来美国社会排斥墨西哥移民的情绪也在不断升温。这种排斥其他

族群的态度，既可能体现在政府颁布的正式法令（如１８８２年颁布的“排华法
案”）当中，也可能体现在各地官员、警察甚至普通居民在处理与非白人族群成

①

② 与许多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我国瑶族、彝族等南方族群的名称统一、边界确定乃至“民族历史”
的“创造”也是在“民族识别”工作过程中及以后逐步完成的（Ｌｉｔｚ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５；Ｈａｒｒｅｌｌ，１９９５）。

“世上不存在一个单一和一致的（ｓｉｎｇｌｅ，ｕｎｉｆｏｒｍ）族群进化过程。所以，族群归属和族群关系也
因此具有不同的形态。⋯⋯如果没有对每个具体个案进行艰苦的研究，也就不可能得出深刻理解与阐

释。那些从具体个案的比较研究中才可获得的坚实、具有特征的研究成果，是没有人能够省略掉的”

（Ｒｏｏｓｅｎｓ，１９８９：１４９）。

８１
第三章 族群意识



员的有关事务中所表现出的态度上。以残害黑人为宗旨的“三Ｋ党”，一度在美
国南部各州普通白人居民中具有相当的基础。

美国社会学家戈登（ＭｉｌｔｏｎＧｏｒｄｏｎ）在讨论有关衡量种族—族群关系的变
量时，提出了“偏见”（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和“歧视”（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这两个变量。偏见主
要表现于人们的意识层次，歧视则表现于人们对待其他族群成员的行为当中，

特别是表现在掌权族群所制定的歧视其他一些族群的法律、规定之中①。存在

于思想中的“族群偏见”是很难进行量化测定与分析的，在７个主要变量当中包
括了“偏见”，这表明戈登对族群意识问题的高度重视。

在种族、族群偏见和歧视的背后，主要有两类动机在起作用：

１．种族、文化优越感。自认为在遗传和生理上是“优等种族”，而其他族群
则是“劣等民族”。这种优越感有时体现在对他族的称呼中，如白人种族主义者

称呼黑人是“黑鬼”，称呼犹太人是“犹太猪”，日本侵略军的７３１细菌部队用中
国人做试验时，称中国人是“马路达”（“圆木”材料）。这种偏见有时也体现在制

度性的不平等待遇上，如解放前上海租界公园的告示规定“华人与狗不得入

内”，又如美国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民权运动”以前，曾经长期实行种族隔离政策
和禁止种族通婚。

２．希望保持本族群对资源的垄断。希望社会中反映贫富阶层结构的“社会
分层”变成为一定程度的富族群—穷族群结构的“族群分层”。如美国社会在教

育、就业等方面实施的种族歧视，可以使白人垄断社会中的“上等工作”和各种

发展机会。近年来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限定亚裔学生入学比例，多少反映出白

人对亚裔在美国社会今后发展前景的嫉妒。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学者瑟
罗（ＬｅｓｔｅｒＴｈｕｒｏｗ）曾推算出１９６０年白人因就业中存在的种族歧视而获得的纯
收益为１５０亿美元，并且明确指出白人因此是不会心甘情愿地结束就业中的种
族歧视政策的（Ｔｈｕｒｏｗ，１９６９：１３４）。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白人在社会调查中公开表示认为黑人在生理上属

于“劣等种族”的人数比例降到６％，但是有６１％的白人仍然认为，那些靠社会
福利项目生活的黑人中大多数拒绝工作，“如果他们真去努力的话，是可以找到

工作的”（ＳｎｉｄｅｒｍａｎａｎｄＰｉａｚｚａ，１９９９：２３０），这些表现出这些白人在工作态度上
对黑人依然存有种族偏见。而种族和族群偏见一旦形成之后，就会表现在文学

（小说诗歌）、艺术（绘画、漫画）、电影戏剧乃至市井俚语笑话之中，并通过这些

形式流传于社会，使儿童和年轻人也受到这些影响而产生族群偏见。

① 如美国和南非曾长期在学校、公共汽车、住宅区等公共场所中实行种族隔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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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偏见有时甚至以科学和学术的名义表现出来，如１９９４年美国出版的
《贝尔曲线》一书，从一次智商测验中黑人平均比白人低１５个百分点这件事出
发，试图证明黑人的遗传基因使黑人天生就比白人愚蠢①。影响智商的因素除

了遗传基因外还有其他许多后天因素，此外对于这次测验在抽样方法上是否科

学等具体情况也需要进行分析，但是这本书和它所代表的思潮至少从一个侧面

证明了种族偏见至今还根深蒂固地存留在一些美国人的头脑里。

种族偏见甚至也被那些受到歧视的族群所接受。一项调查表明，认为黑人

富有侵略性和暴力倾向的比例，在白人被访者中为５２％，而在黑人被访者中则
高达５９％；认为黑人生性懒惰的白人所占比例为３４％，而持有这种观点的黑人
为３９％。“当问题涉及到黑人作为一个整体是否具有讨厌的社会特性时，而且
当调查结果显示出白人与黑人在观点上的显著差异时，被调查的黑人对于其他

黑人总是表现出比白人更为负面的评价”（ＳｎｉｄｅｒｍａｎａｎｄＰｉａｚｚａ，１９９９：２３２）。
“劣势族群”部分成员在社会调查中表达出来的这种观点，是真的在感情上鄙视

本族群，还是为了表示向“优势族群”观念（偏见）靠拢以求得自身的被接纳②，这

一现象及现象背后的心理活动，在族群关系研究中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在《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一书中，吴泽霖先生对于这些

方面有许多细致和精辟的描写。如美国城市里的白人因反对黑人迁入他们的

居住区而使城市公开颁布“居住隔离法”（吴泽霖，１９９２：９５）。吴景超先生的《唐
人街：共生与同化》则偏重对美国华人社会的描写，并且使用了“边际人”这个名

词来描述处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文化教育之间的部分华人的矛盾心态，但同

时他也指出，“边际人不仅能起到沟通两种文化的作用，而且能成为一个改革

者”，推动一个族群进行改变原有传统的变革（吴景超，１９９１：３１２）。而美国各城
市“唐人街”的出现，本身即是美国社会种族偏见与歧视政策的结果，“唐人街在

美国的出现，⋯⋯是法律上的排斥华人、制度上的种族主义和社会偏见，这三者

综合的产物”（周敏，１９９５：５１—５２）。美国社会学家对于社会上不同群体在种
族、族群歧视和优惠政策等问题上的观点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如１９９７年的一次
调查发现５６％的白人反对给妇女、黑人和少数族群实施优惠政策，而高达８６％
的黑人和６５％的西班牙语裔则支持有关政策，认为自己因种族背景而受歧视的
比例，在未成年黑人中为（２３％），明显低于成年黑人中的比例（５３％），反映出近

①
② 美国电影《士兵的故事》（Ｓｏｌｄｅｒ’ｓＳｔｏｒｙ）描述了一个黑人军曹从心里痛恨自己的黑肤色，并且

变态地虐待其他黑人士兵，最后被忍无可忍的黑人士兵杀死。

《中国青年报》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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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年美国种族歧视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Ｌａｄｄ，２００２：５６—５７）。
混血儿的民族意识由于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受到不少西方学者的关注。一

位美国学者在《族群选择》（ＥｔｈｎｉｃＯｐｔｉｏｎｓ）这本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
美国族际通婚家庭里第二代的族群意识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在父系和母系的不

同族群身份中如何做出最终选择，选择时的考虑因素都是什么，这些混血儿是

更为偏向父亲还是母亲，是偏向大族群还是小族群，是偏向“优势族群”还是“劣

势族群”，第三代的情况又是怎样（Ｗａｔｅｒｓ，１９９０）。必须指出，在那些族际通婚
的家庭当中，各自的情况也不相同，黑人与白人通婚的家庭与英国移民和德国

移民通婚的家庭可能就很不一样，通婚双方在肤色、体质、宗教、语言等等方面

的差距大小，都会影响后代的族群意识、心态和族群身份的选择。

当然，我们承认在有些特殊场景下，某些个人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有可能

通过一段时间的共同生活和共患难，而被另一个族群的成员在感情上接纳为

“自己人”①。

（四）族群间差异程度与族群意识

如何区分开本族与他族的成员呢？这就需要有一些明确的标准来说明族

群之间所存在的差别，这些差别是区分族群的基础。在区分族群时所依据的主

要差别可能包括：（１）体质差异（包括外貌、肤色、毛发、体形等，体质差异是与血
缘关系的远近有着密切关联的）；（２）文化差异（最突出的是语言差异，其次是宗
教差异，还有价值观念差异、生活习俗差异等等）；（３）经济差异（传统经济活动
类型、经济活动中不同的角色、分配方式中的本质性差异等，如印度的许多种姓

是与特定的经济活动相关联的）；（４）居住地差异（不同的地域，或者同一个地区
中不同的自然或人文生态区域、居住流动性等等）。

在我们把一个族群与另一个族群进行对比时，它们之间可能同时存在着一

个以上的差异。而且由于历史上或近代各族群之间所发生的密切交往和行政

区划的复杂变化，出现了许多“混合型”族群（如我国保安族语汇中有４０％来自
汉语、４０％来自蒙古语）或某些族群人口中存在着一些“混合型”部分（如藏族中
的“白马藏族”），这就使得族群鉴别和差异分析变得更为困难。

① 如美国电影《与狼共舞》中与土著印第安人保持良好关系的白人军官，在印第安人与白人军队的
冲突中被印第安人接纳为“自己人”。又如美国电影《目击者》中的白人警察曾在一个阿米什族（Ａｍｉｓｈ）
社区避难，离别时一位阿米什老人对他叮嘱“在英国人当中小心一点”！这一态度也表示了他在感情上对

这个白人的接纳和关切。我国许多在少数族群地区长期工作的汉族干部，通过自己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

对少数族群广大群众的真心关切和忘我服务精神，赢得了少数族群民众的信赖和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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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中国绝大多数族群之间在体质和外表特征上没有明显差别，各个族

群之间又有着几千年的文化交流、经济交流、人员交流的悠久历史以及一定程

度的族际通婚，因此与其他多族群国家的情况相比较，中国各族群之间相互区

别的意识相对来说是较为淡漠的。汉族作为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吸

收其他族群人口而形成的一个“族群复合体”，其族群意识尤为淡漠，其余那些

能够讲汉语并与汉族生活习俗差别不大的少数族群成员，族群意识也日益淡

化。总之，一个族群与周围其他族群的差别方面越多，差别程度越大，它所具有

的独立族群意识也就越强；反之，差别越少越不明显，自身的族群意识也就越淡

漠，越容易与周围的族群形成认同。

在一个族群内部，根据其人口居住地点的环境和与其他族群交往融合程度

的不同，各部分成员的族群意识的强弱也会存在着程度的不同。所以应当把一

个族群的成员们具有的族群意识的状况，看作是复杂、多元和不断变化的，而不

能看作是整齐划一、僵死不变的。如我国青海省的土族，其人口主要部分分别

居住在互助、民和两县。居住在互助县的土族因与藏族相邻，在语言、宗教、习

俗等方面受到藏族很大影响，而居住在民和县的土族则因与汉族相邻，在语言、

宗教、习俗等方面受到汉族很大影响。同为土族内部的两部分人口，由于生活

环境与邻居的不同，彼此之间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别（潘乃谷，２００１：１５５—１５７）。

三、族 群 识 别

（一）族群的识别与界定

当族群之间的文化、经济特别是政治交往日益密切之后，客观上人们需要

对彼此的称谓加以统一。这件事看似容易，其实并不简单。对于族群名称的统

一、一个族群内部各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的确认、不同族群之间界线的划定，等

等，都需要经过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之后，才会对这些方面得到最后确认。在

这个过程当中，各种信息不断交换与反馈、各类观念不断被修正、不同认识逐步

趋向一致。在大多数国家，这个过程通常是自然发生的，是在族群互动过程之

中逐步完成的；但在一些国家中，有时也会经由一个历史契机而使得族群的识

别与界定迅速明晰化，或者通过一个事件而使整个社会接受一个族群的名称，

或者通过一项法律把一个族群名称正式确定下来。不论是自然发展的过程，还

是通过一个立法程序，当一个族群的名称得到明确表述和被社会正式认定后，

对于这个族群的成员与其他族群之间的“边界”以及相互区分的办法（特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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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社会上形成共识。

我们前面讲过，“群体”认同意识可以是多层次的，层次之间可能会发生变

动，在一定条件下某一个层次有可能会凸显出来，成为比较关键的带有更多政

治意义的核心认同。在一些国家，由于某种政治原因如外部力量的干涉、国内

政权交替时期各个集团在争取“同盟者”过程中所做的交易，使得在认同层次上

原本处于较低层次的群体认同“上升”到官方认可的独立族群的层次，或者使原

本比较独立的族群“上升”到独立或半独立的“民族”（政治实体）的程度。所以，

对于“民族”、“族群”这个带有社会和文化含义的群体，外界对之的识别、界定，

内部成员之间认同意识的形成、加强与发展，必须从多层次结构、动态变化、层

次转变（量变引起质变）、内外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角度来理解和进行研究。

在现实的族群识别中，我们时常可以发现一些群体尚处在这样的演变进程

之中，或者是两个族群的融合尚未完成，“融而未合”，或者是一个族群当中有一

部分人口正处在形成独立族群意识的过程之中，“分而未离”。对于族群的边界

与识别，我们只能以动态、辩证的眼光来分析，而不能用教条和僵死的概念来

“对号入座”。

美国社会学家霍洛维茨（ＤｏｎａｌｄＬ．Ｈｏｒｏｗｉｔｚ）特别指出，在研究族群边界变
化时要注意区分开“认同的准则”（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ｏ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和“认同的标记”（ｉｎｄｉｃｉａ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前者是对一个群体的整体性特征进行认定的基础，后者是供具体操
作的对个人族群身份的判定方法（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１９７５：１１９）①。在宏观与微观两个
层次上的认同判定之间，无疑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但是在微观层面上则很难进

行准确的判断，例如对族际通婚夫妇以及他们后代的族群身份判断，又如对一

个处在两个族群边界地区村落的族群属性的判断，对这些具体微观层面的判定

与确定两个族群整体之间基本差异相比，往往是更为复杂和困难的，而且由于

据以做出判断的标志、尺度、参照系都很难精确，有时完全无法避免在判断上出

现某种程度的主观性和偶然性。

霍洛维茨还指出，在族群边界的形成和改变过程中有两个因素十分重要，

一个是某一族群成员在与其他族群成员相遇时对于彼此之间相似性和差别程

度的认知观念，另一个是当族群在思考自己的边界时对于所在政治单元（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ｕｎｉｔ）的人口规模和重要性的考虑（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１９７５：１２１）。在社会或政治格局

① 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制订有判定一个人所属族群身份的具体标准（如血缘、体质、语言、宗教等方
面的情况与特征）。比如在美国，“根据亚拉巴马州的法律，五代祖先中有黑人血统者即为黑人”（吴泽霖，

１９９２：７）。而在巴西，“带上一点白种血统就会使一个黑人成为白人。这样，美国黑人在巴西可能成为白
人，而巴西的白人在美国可能成为黑人”（吴泽霖，１９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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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动的时候，如果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并不很大，而双方联合在一起可能

有利于争取资源或其他利益时，它们就有可能考虑共同组成一个更大的族群并

创建相应的新的族群认同意识。所以一些群体在某一种环境下可能会分为两

个族群而且彼此敌视，而在新的具有更大异质性的环境中又可能被外界认定或

自我认定为一个族群（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１９７５：１２３）。
同时，当族群的认同意识（对于本族群内部的特征和与外族群差别的观念）

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有所调整时，为了适应族群“边界”的变化，族群的文化也

会进行相应的调整（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１９７５：１２６），这种调整或者在边界“扩展”时在新的
范围内进行文化扩展或重建本族群在文化上的“共性”，或者在边界“收缩”时强

调族群所保留部分的成员与舍弃部分的成员在文化上的“差别”。如我国西南

各省的彝族群体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被识别并确定为统属一个族群（彝族）之后，
也曾努力确定彝族内部各个群体之间的共性，以及彝族整体与其他族群整体上

的差别。另外，“为了发挥区别和界定民族的作用，某种宗教事实上可能会实行

彻底的自我改造”（盖尔纳，２００２：９７）①。
在一些国家的社会里，社会群体（族群、种姓）有时是以经济活动来相互区

分的，印度的种姓是与经济行业密切相关的，同时“族群成员与劳动中的高度专

业性如果相互重合的话，这将决定族群边界如何划分”（Ｐａｒｋ，１９５０）②。“族群边
界通常都附着于生产行为和社会组织形式，对于非工业社会尤其如此，⋯⋯如

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目前仍主要依据它们从事什么工作而不是依据其肤色或

其他种族（族群）特点来加以分类”。所以，“族群是由外在环境而被确定的”

（ＯｌｚａｋａｎｄＮａｇｅｌ，１９８６：１８，５）。

（二）“族群”边界的变化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族群边界”，主要是指在社会人口统计中，一个族群的

成员与其他族群成员之间在族群身份上的分界，而不是指地理边界。正如我们

前面所说的，各国领土的边界有可能随着战争胜负和外交条约的签订而发生改

变，各族群人口之间的边界也不是僵死和固定不变的。

①

② 当族群边界与生产领域（ｎｉｃｈｅ）相吻合时，族群认同将取代其他层面可能存在的认同（Ｐａｒｔｈ，
１９６９：１７）。

盖尔纳举了阿尔及利亚的例子，“在１９世纪，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教尊崇神圣的血统关系，实际
上，它与对乡村的圣祠和圣人的崇拜有着同等的目的。在２０世纪，它摈弃了所有这一切，信奉一种改良
主义的经文主义，否定人与上帝之间任何神圣的媒介的合法性。圣祠划定了部落和部落间的疆界；经文

主义能够、并且的确界定了民族的含义”（盖尔纳，２００２：９７）。否定圣祠，其目的就是要淡化民众中的部落
意识而强化“阿尔及利亚”国家的民族意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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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观层次上造成族群边界变化的原因之一，可能与族际通婚联系在一

起。某些个体通过本人的族际通婚在事实上甚至名义上脱离了一个族群而加

入另一个族群，例如吉卜赛人群体通常会通过收养一些流浪儿来增加自己群体

的人数。但是在宏观层次上，也可能因为某些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缘由，

某些人口集团集体脱离一个大族群而加入另一个大族群，这在历史上的游牧民

族中是很常见的现象。在古代，每次大的战争都会使群体间原来的联盟解体，

并促成建立一些新的联盟。而战争的结果往往使一些族群衰落甚至消亡，并使

另一些族群崛起并且在地域与人口方面通过吸收战败方的领土和属民而得到

扩张。

例如在印度，“社会地位的变化与所属族群身份的变化经常同时发生，而且

引起人们的困惑。一个种姓中的一部分人可能发现他们比本种姓的其余人更

加富裕繁荣，他们就会出于进一步争取集体利益的目的而努力去切断与本种姓

其余部分的联系，从而使一个群体变成两个群体。分离与统一在种姓系统中都

曾发生过。一些原来分离的种姓合并了。另一些新的单元则经常通过抛弃（原

来所属）低等级群体的属性特征而寻求迈向高等级群体的社会流动”（Ｈｏｒｏｗｉｔｚ，

１９７５：１１４—１１５）。
族群之间的同化过程（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如一个族群完全被另一个族群所同化）

会造成族群边界的改变。而大规模的人口跨地域迁移，更有可能造成族群及其

边界的重组。例如来自拉丁美洲十几个国家的移民迁移到美国后，因为都讲西

班牙语而逐渐形成了美国社会中一个新的族群，在１９７０年普查时被单独列出，
正式称作“Ｈｉｓｐａｎｉｃ”或者“Ｌａｔｉｎｏｓ”①，他们中间虽然因为母国（墨西哥、波多黎
各、古巴、哥伦比亚等）不同而保持了一些较低层次的群体圈子，但在政治选举、

学校教育、文化社团等领域，通常他们是作为一个族群而行动的②。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新族群”的增生。由于大规模的族际通婚而诞

生了一个新的群体，但是由于没有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母族”而“失去”其认同的

①

② 在一些地区如非洲，来自相邻村子的农民或学生进入城市之前，彼此界线是很清楚的。但在他
们进入城市后，与城市居民接触当中，他们发现来自这些农村的人们彼此之间存在着许多重要的共性，从

而在城市里的这些农村移民中间出现了一种新的扩大了的族群认同意识。而当他们返回原居住的村落

后，这种新获得的族群意识也会通过他们而影响到当地那些未进城的农民，从而促成农民中新的族群认

同意识的生成，而政治组织对于这一新的扩大了的族群意识的传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１９７５：
１２６—１２７）。

１９９７年，在美国的“Ｈｉｓｐａｎｉｓｈ”族群总人口当中原籍为墨西哥的占６３．３％，来自波多黎各的占
１０．６％，来自古巴的占４．２％，来自其他拉美国家的占１４．４％，来自西班牙等国的占７．４％（Ｌａｎｄｉｓ，２００１：
１８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承认自己是“非白人”种族，但是一些社会活动分子在争取族群利益时自认
是“有色人种”群体（ＴｈｅｒｎｓｔｏｍａｎｄＴｈｅｒｎｓｔｒｏｍ，２００２：２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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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系，所以不得不创建一个“新族群”以及相关的认同意识。在拉丁美洲，各

类混血人口约占全洲总人口的４７％（王联，２００２：１９０）。在西印度群岛的一些国
家中，白人和黑人因通婚而产生了混血的“棕色群体”，并出现了对于这个“新族

群”的认同意识。又如前南斯拉夫联邦中的波黑共和国，人们也承认出现了一

个“穆斯林族”，这个新族群成员们过去的身份一直是塞尔维亚人或者克罗地亚

人，但是现在他们自称是不同于两者的一个新族群并得到了“穆斯林族”这个名

称（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１９７５：１１５—１１６）①。
从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族群演变的过程中，不但几个族群可以相互融

合成为一个族群，一个族群也可能会分裂为两个或三个族群。如在非洲，由西

方殖民主义统治者划定的国界把一些原属于同一个族群的人口分别划归到不

同的国家。处在不同政府的统治之下，国界两边的族群社区会按照不同的社会

制度、族群政策和文化导向而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被

国境分开的两部分也就逐步演变成为两个不同的族群。处在两个大族群之间

边缘地区的人口，原本可能是属于其中一个族群，但是在与另一个族群的长期

接触和共处中逐渐接受了这个族群的语言词汇、宗教信仰、文化习俗，于是变得

与两个大族群都不完全相同，这部分人口就逐渐被人们看作是一个“新族群”。

如青海互助县居住的土族，很可能就是由接受了当地藏族语言和习俗的蒙古族

部落演变而成。

（三）中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展“民族识别”的社会环境与政策背景

我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是中国族群关系发展史上非
常重要的大事，正是通过当时的“民族识别”工作，才在我国重新建立起了一个

“民族身份”与族群关系的整体性框架，并把它制度化。当时政府决定开展这样

一项工作②，可能有两个主要考虑。

一是一些边疆地区，族群情况比较复杂，如我国西南的滇贵川桂地区，过去

对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族群缺乏长期、科学、系统和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和识别

①

② 在我国的５５个少数民族当中，最后一个得到正式确认的民族是基诺族（１９７９年），基诺族在
１９８２年仅有１．２万人，２０００年为２．０９万人。

在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之间，族群认同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宗教，前者是东正教，后者是罗马

天主教。另一个宗教群体（穆斯林）在这样的族群认同氛围中也就逐渐被视为一个“族群”，这样的族群演

变过程可以用公式“Ａ＋Ｂ＝Ａ＋Ｂ＋Ｃ”来表示（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１９７５：１１６）。更准确地说，他们应当被称为“波斯
尼亚的前穆斯林人口”，他们“获得了在填写人口统计表‘族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一栏时自称穆斯林的权利。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仍然信仰伊斯兰教，并参加伊斯兰的宗教活动，⋯⋯他们是以斯拉夫人为祖先、穆斯林

文化为背景，讲塞族语和克族语的人”（盖尔纳，２００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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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对他们现时社会组织发展形态的认识，同时这也是使他

们逐步整合进入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条件。

二是１９４９年以后，我国参照前苏联的做法逐步开始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
制度并以此为基础贯彻少数族群优惠政策。在个人户口登记和身份记录中，每

个居民必须申报、填写自己正式的“民族成分”，填报后未经政府批准，不能改变

原报的“民族成分”，每个人的“民族成分”必须十分明确，不能含混。在这种政

策环境下，如果对现有的各个族群不进行详细识别确认，就无法进一步明确每

个人的具体族群成分，而政府关于民族平等的各项政策也就无法具体落实①。

据１９５３年人口普查登记，当时上报的“民族”共有４００多个，仅云南一省就
申报了２６０多个，如果不进行甄别，各项政策在基层无法落实（陈克进，１９９９：

１６７）。

１９７８年，费孝通教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有一个发言，专门谈我国的“民族识
别”问题，他介绍了５０年代初期开展民族识别工作的社会形势，分析了需要加
以识别的８种情形，并且举例说明当年识别工作的具体实施情况，特别介绍了
他本人及其他学者如何根据具体国情在实际过程中灵活运用经典著作提出的

各项识别标准（费孝通，１９８１）②。

１９９５年出版的《中国民族识别》一书，系统介绍了５０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
具体过程，指出“进行民族识别的依据标准主要是民族特征和民族意愿”。在对

于“民族特征”的讨论中，介绍了当时对于民族特征内涵的各种歧见、对民族名

称历史来源的调查以及“结合中国民族的实际，灵活运用（斯大林）现代民族四

个特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该书在对于“民族意愿”的讨论中，强调了“在尊重

民族意愿的前提下，使民族意愿与客观实际相互统一，使民族意愿准确地反映

民族特征的科学依据”（黄光学，１９９５：１４６）。面对大大小小居住在不同地区、情
况各异的不同族群，当时的实际情况肯定是非常复杂的，而这些抽象的原则在

各地具体识别工作中去如何实际运用，也一定十分困难，其“识别工作”所得到

的结果必然也是多种多样的。

从曾经参与“民族识别”工作的老一代人回忆录和他们留下的著作来看，当

①

② 关于民族识别工作，参见江平、黄铸主编《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１９９４：４３—４７）。

实际上，真正实行各族群一律平等的国家，完全没有必要进行族群身份的确认与登记，因为所有

族群的成员都可以享受宪法保障的所有公民权利。只有实行族群不平等政策的国家，才需要对各族群的

成员进行正式的识别与登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根据个人的族群身份来具体实施有关政策。当然，在

前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平等政策的内容是对“少数民族”实行优惠；而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

国，正式区分华人族群，是为了对之实行歧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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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民族识别”工作有四个特点：第一，当年在收集各类材料以判定群体差别

是否可以定义为“民族”差别时，主要的资料是历史、语言文字、服饰习俗等基本

上属于文化层面的内容；第二，行政区划和管辖边界等政治层面的内容并不是

当时的重点；第三，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各群体的体质差异并不明显，所以体质

差别也没有成为识别工作的主要内容；第四，在“识别”过程中，对于当地群众的

愿望给予特别的重视。所以，在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的四条标准中，“共同语

言”、“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这两条主要表现文化层面共性的标准受到了特

别的重视，“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地域”这两条在一些“民族”（如回族、满族

等）的识别中是相对淡化的，“共同地域”在应用中实际被解读为“传统居住地”。

但即使是这两条，在中国“民族识别”中的运用也不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在当

时，除了西藏一度具有自己的地区政府之外，中国的各个“民族”并不是政治色

彩很强、具有清晰的“领土”和人口边界的群体。所以回顾当年的“民族识别”工

作，应当说主要关注点是文化差异和自我认定，而不是政治因素和体质因素。

而当年一些群体申报希望成为独立的“民族”，强调的是自己群体的文化特点和

历史传统，强调的是希望在各方面得到政府更多的重视，并不是强调自己是具

有特殊政治利益和拥有政治独立性（如“民族自决权”）的群体。这一点是我们

绝对不应忘记的。

如果当年按照这“识别”过程中的指导思路走下去，把识别出来的“民族”主

要当作文化群体来看待，而不是走到制度化和“政治化”的方向上，今天中国的

族群关系问题将会是完全另一种局面。

进入２１世纪，再来回顾四十多年里走过的这一段历史，如何重新看待我国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
它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建国初期，倡导民族平等，这无疑是件好事。

由于各民族在旧社会曾经长期经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和占统治地位民族的压迫，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种获得解放的感觉，过去积压的情绪也有了公开表达的机

会，这些群体提出要登记独立的族名，要求建立自己的区域自治机构，应当说这

是争取平等的重要手段，所以在１９５３年，汇总登记下来的自报民族名称约有

４００多个。“在这个民族名单上有许多是某些民族居住区的地名，有许多是某些
民族内部分支的名称，有许多是同一民族的自称和他称，还有许多是不同的汉

语译名”（费孝通，１９８８：１５８）。过去在辛亥革命时期提出的（汉满蒙回藏）“五族
共和”，说中国只有５个族群，无疑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但要说存在４００多个
民族，则无法简单地予以承认或否认。由于不知道各地提出的申报理由和根据

是否充足，所以由政府组织专家学者开展“民族识别”工作，是势在必行。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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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识别”工作中强调民族平等，特别强调尊重当地群众的自我意愿，在这

种情势和氛围下，有些原本不必区分开的群体，很可能就此分成了独立的“民

族”。

（四）中国“民族识别”工作所面临的问题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各个少数族群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的是
封建农奴制，有的是奴隶制，有的甚至还保有浓厚的原始公社制残余”（马寅：

１９８１：３），我们不讨论这些理论术语的表述是否恰当，但至少这句话可以表明各
族群在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发展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在２０世纪，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的族群往往居住在偏远山区或高寒地区、与其他族群

很少交往、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这些群体“特征”明显，人口规模也很小。而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族群，往往居住在平原和交通发达地区，与其他族群之

间交往很多，并在这种交往中相互融合，使得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以上这两类

或几类不同族群，实际上是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而把它们统统

放到一个框架里、使用相同的标准来进行“民族识别”，虽然从行政管理上只能

这样操作，但从学术角度看是不科学的。其结果就是“识别”出了一个有六亿多

人口的汉族和十几个人口不到万人的小族群①。从我国当年开展的民族识别工

作的实践来看，在“民族识别”工作中使用的一些概念和标准，应当说与我国当

时社会发展和各个族群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距离。

由于族群边界的演变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在这个演变过程中，自然会

出现一些边界“模糊地带”。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民族识别”完成之后，还存在
不少遗留问题，仍然有一些群体希望政府承认他们为独立的“民族”。费孝通教

授在列举了若干案例后指出，“民族识别上的余留问题，大多是些‘分而未化，融

而未合’的疑难问题”（费孝通，１９８８：１８６）。“分而未化，融而未合”这八个字，非
常生动地说明了我国族群演变的动态过程。

（五）中国“民族识别”中可能存在的偶然性与主观性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民族识别中的族属认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我们从以
下有关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出在一个地区民众族属的具体认定工作中，存在着

一定的偶然性和主观程度：

① 如赫哲族到１９６４年也仅有７１８人（国家民委经济司，１９９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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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乐尧山区陇人（山地壮族之一支），自己是不知道是什么族的，

部分群众认为是汉族，个别群众也有说是瑶族，一般都自称是陇人。解放

后，政府工作人员认为陇人生活苦，又居住在山区，可能是瑶族。１９５２年平
果县召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便以瑶族名义通知乐尧山区代表参加，

虽未正式承认其为瑶族，但瑶族之名便叫出来了。

据１９５３年７月桂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工作队实地调查的材料云：“有很
多人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民族，如参加桂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大会代表潘德茂

说：我去参加开会是以瑶族身份为代表，⋯⋯其瑶族的根据，我也不懂，以

后我做代表回去，也跟着宣传是瑶族。因此，乐尧山区群众说自己是瑶族

是由此而来的。这次到县参加学习的积极分子也说：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

什么族，政府给我们定什么民族，我们就定什么民族。”

这次调查，潘德茂代表参加了我们的工作，他最初表示叫瑶族没有什

么根据，叫壮族也可以。但后来又表示群众要求承认瑶族，迫切希望建立

瑶族自治区。现在综合平果县民政科负责同志和二区区委、区长的报告以

及我们实地调查了解，乐尧山区乡干部和积极分子迫切要求承认为瑶族，

一般农民群众则无所谓，但也希望做瑶族，不过没那么迫切，老年人和部分

群众认为叫什么族都可以。

要求承认瑶族的主要是从两点出发：一、是从经济观点出发，认为居住

山区，生活苦，不是瑶族是什么？只有承认瑶族，才能得到政府的特别照

顾。⋯⋯二、是从政治要求出发，认为承认为瑶族，可以区域自治，自己当

家做主。（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１９８７：２１６—２１７）

从这个具体而生动的事例可以看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各个地区的民族识
别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偶然性和民族科学定义之外的其他因素（经济利益、政治

权利）的实际考虑。

在认识和理解我国今天的族群关系和族群问题时，我们不可能回避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的成果，正是当时的“民族识别”工作，奠定了今天
中华民族５６个族群的大框架，今天我们涉及到族群和族群关系的各项政策，也
都必须在这个大框架下来实施。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能对这个框架的科学

性、合理性和持续性提出问题。为了开展２１世纪的中国族群研究，我们需要以
客观和科学的态度来重新认识、理解和分析我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民族识别”
工作，来了解当时识别过程中对于“民族”的基本定义是如何确立的，不同地区

的各个族群是根据什么标准和证据进行识别的，当进行识别和判定时出现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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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见后，又是如何裁决的，哪些因素对于一些族群的识别和判定起了关键作

用。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在思想和观念上得到解放，学术理论上也开阔了视

野，对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理应成为今后中国族群问
题一个重要研究的专题。由于许多当年亲身参与这项工作的人正在陆续离开

这个世界，因此对于他们的访谈工作需要加紧进行。民族识别工作尽管是发生

在五十多年前的事，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思考它之所以发生的道理，而且我们今

天依然必须面对它所留下来的各种后果。我们承认历史上的事之所以发生，都

有它们的原因，同时我们也认为对于事情发生的具体形式、发展轨迹和后果演

变，必须进行研究，而且对于今后族群关系演变的发展趋势，人们也不是不能有

所作为的。

在全体国民的身份中正式地明确每个人的“民族成分”，而且使之固定化，

做出这种制度性安排的理论基础是为了表现并贯彻“民族平等”政策，避免少数

族群成员由于担心受到歧视而不敢表明自己的族别，而实际操作方面的考虑是

为了落实政府对少数族群的各项优惠政策，因为不明确人们的“民族成分”就确

定不了落实政策的具体对象。但是必须指出，这种制度性安排无疑会唤醒以及

强化人们的“族群意识”，这种把各族群成员相互清晰地区别开来的做法，显然

不利于族群之间的交往与融合。在苏联，“３０年代以来所实行的注明持有人民
族类别的内部护照制度对一体化（即民族融合）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因为，用苏

联一些学者的话讲，这构成了一种‘法律的心理障碍’”（康奎斯特，１９９３：５９）。
中国政府大概是学习了前苏联的相关制度，因为在其他国家很少发现类似严格

的“民族成分”身份制①。仔细了解和认真总结前苏联在“民族身份”制度化方面

的经验与教训，调查与分析在我国实行这一制度后人们族群意识的实际演变情

况，是中国族群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专题。

我们都承认，在这个世界的人群之间存在各种不同程度的客观差异（在体

质、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社会组织形式等等方面），我们可以把这些差异看作

是一个多维度（每个方面作为一个维度）的“连续统”（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每个维度从一
端的没有差别到另一端的巨大差异，中间有无数的过渡阶段，“量变”逐渐累积

而出现“质变”。当我们在对这些人群用“族群”概念在这条“连续统”上进行划

界时，多少有点像是在这条“连续统”上寻找和确定“质变”的点。而不论是历史

① 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曾经强迫所有的犹太人到当地政府进行登记，甚至强迫犹太人在
衣服上佩带作为犹太人标志的黄色六角星以示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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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自然的形成过程或是今天政府、学者开展的“识别”工作，都不可避免地会带

有人为的、主观的成分，也必然会受到当时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这在中国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由政府组织的“民族识别”工作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今天亚洲、非
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岛屿各族群的划分，也受到当时殖民主义政府政策及人

类学者观念的影响。所以，人为确定的族群界限与真实的“质变”点很可能不相

吻合甚至有一定距离。造成这种情况的第一个因素是人的认识与客观事物之

间总会有距离，只能认识到“相对真理”；第二个因素是政治因素的考虑有时会

干扰科学论断的应用；第三个因素是客观事物自身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其“质

变”内涵和在“连续统”上的位置在不断变化。所以人们的认识既难以统一，也

难免滞后。

族群问题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并且又深入地渗透到人

们的感情之中，而感情有时会胜过人的理性，所以族群问题是中国社会调整与

发展进程当中的一个必须认真研究、妥善处理的大问题。民族与族群理论，对

民族问题的研究工作有着指导性的意义，对于一些抽象概念的研究必须联系国

情和社会具体实际情况来开展。而对于经典著作中的观点和论断，不仅要知其

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我们在族群研究工作中需要借鉴西方国家处理种族、族

群问题的经验教训，但是由于我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长期受到苏联民族理

论和民族政策的影响，当前更重要的是注意吸取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处理族群问

题的经验与教训。

四、族群身份与实际利益

（一）把族群身份与社会地位—权利联系起来的制度—政策安排

有了对社会人口中族群的界定与划分之后，在族群整体的宏观层次上和具

体成员的微观层次上都会存在因“族群身份”而对他们（他或她）的利益产生正

面（积极）影响或负面（消极）影响这一问题。社会学家在把“社会分层”（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的概念运用到族群关系时提出了“族群分层”（ｅｔｈｎｉｃ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的概念（马戎编，１９９７：１６８），这说明在许多多族群国家里，在社会地位、经济收
入等方面，各个族群中存在以族群为基本分界的社会阶层划分现象，这就是说

在一个国家内各个族群之间存在着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结构性差异。一

些族群由于种种原因而占据了社会中的优势地位，而另一些族群则处于劣势地

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许多国家从历史乃至今天依然存在着以立法或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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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令形式规定的以族群为对象的制度性歧视，如美国和南非曾长期实行的

种族歧视政策，马来西亚法律所规定的马来人和华人之间在许多权利与机会上

的不平等。这些制度与政策每时每刻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自己的“族群身

份”，他们的“族群身份”或者使他们可以得到某些特权因而具有“含金量”，或者

使他们注定被歧视而作为“低贱群体”的标志，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人们都会

牢牢记住自己的“族群身份”并不断加强自己的族群意识。在第十五章中，我们

将专门讨论这些制度与政策。

（二）法律上平等但存在事实上明显的“族群分层”

在另外一些虽然在法律上承认族群平等但事实上明显存在“族群分层”现

象的国家中，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竞争同样是十分激烈的。这里虽然不存在政府

对一些族群实行的制度性歧视，但是由于有些族群长期在社会和政府中占据了

重要的位置，他们可以在形式平等的竞争当中给予本族群成员以一定的“照

顾”，从而形成“非制度化”的族群关系网络来无形地控制与分配社会资源。在

这样的社会中，族群身份可以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一个人属于哪个族

群，仅仅具有这一身份本身就会使他在社会资源、各种利益和发展机会的分配

中享有特权或遭受歧视，毫无疑问，在这样的社会场景中，无论是占优势的族

群，还是占劣势的族群，都会为捍卫或争取自己族群的利益而斗争。

在资源、利益和发展机会分配方面的族群差别越大，族群之间歧视的程度

就越严重，优势族群捍卫自身特权和劣势族群力图改善自身状况的动力也就越

强烈。在这种以族群划界的利益分配斗争中，各个族群都把增强族群意识作为

加强自身凝聚力和团结其成员的手段，族群的象征性意义也在这种斗争中最鲜

明地表现出来。

有的美国学者甚至认为，当前世界上种族和族群之间冲突的重点正在十分

清楚地实行转移，从强调各自文化、语言、宗教等等方面转向强调族群成员的各

种实际利益（ＧｌａｚｅｒａｎｄＭｏｙｎｉｈａｎ，１９７５：８）。对于族群历史和文化特征的强调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成为族群运动的目的，而演变成为群体加强内部凝聚力

和进行社会动员以争取实际社会经济利益的手段。

一些美国学者指出，在西方社会里“一些族群是否能够形成（ｅｍｅｒｇｅ），也取
决于福利国家如何促进利益的分配。如美国政府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已不断地
增加了对经济事务的介入，实行行业补贴，管理环境，并立法对弱势群体、失业

者、少数族群、被歧视者等进行财富的再分配。少数族群处于一个整体性被照

顾的体系与政策的环境中，他们因此也会整体性地感到自己的族群属于一个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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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社会经济地位的范畴（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Ｒｏｏｓｅｎｓ，１９８９：１３）。实行这样一些照顾性
政策的目的，是想淡化族群差异，缩小族群差距；但是其结果很可能反而会推动

少数族群的自我凝聚、强化其整体意识和进行社会动员①。

族群优惠政策，在具体实践当中是一种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政策。在一些国

家（如以前的南非）族群优惠政策是占优势的种族（白人）保持自身优势的手段，

而在另一些国家（如中国）族群优惠政策则是占优势的族群（汉族）通过对其他

少数族群的优待而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族

群差别的手段。两者的目的与后果截然不同，但在实践中所体现的实质都是族

群间的不平等。

（三）族群意识与族群距离

其他族群所持有的偏见和行政当局实行的歧视政策，往往会强化一个族群

的成员的“族群意识”，拉开这个族群与其他群体之间的社会与心理距离。对于

一些族群成员所进行的长期调查表明，有的族群形成了非常清晰的群体边界，

而且在对待“内部成员”和“外族成员”的态度、观念甚至行为规范上都存在明显

的差别。有的研究者曾以家庭教师为职业，长期与一些美国吉卜赛家庭生活在

一起，它最后归纳出吉卜赛人在对待“自己人”（Ｉｎｓｉｄｅｒｓ）和“外人”（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ｓ）在
行为上的１０个方面差别（表３１）。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别，譬如吉卜赛
人不能对本族成员说谎，但是对“外人”却允许说谎，甚至可以隐瞒自己的身份；

吉卜赛人不能违背自己族群的道德与行为规范，但是却可以违反当地政府的法

规。这些规范和行为准则生动地反映出吉卜赛人作为一个四处流浪和被他族

欺侮的群体心态和应对他族的策略，也反映出吉卜赛人和其他族群之间的心理

距离和社会鸿沟。

① “当人们考虑当前北美洲社会的状况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族群如此强烈的显现，是因为族
群问题（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给人们带来了战略利益。⋯⋯（而且关注选票的）政客们也很难对一个少数族群的要求
说‘不’，否则就会有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的风险”（Ｒｏｏｓｅｎｓ，１９８９：１４）。这无疑也助长了少数族群提出各
类利益诉求的动力。同样，中国政府的官员们也会尽量满足当地少数族群的要求，以免被批评为“不尊重

少数民族，不落实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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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１ 吉卜赛人对待“自己人”和“外人”的不同规范

对待“自己人”（Ｉｎｓｉｄｅｒｓ） 对待“外人”（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ｓ）

１．尊重、好客、愿意交际、共同居住 １．不愿交际、冷淡、缺乏尊重

２．合作精神 ２．进行剥削

３．金钱交换（如聘金） ３．寻求牟利

４．不能说谎 ４．允许说谎

５．讲本族语言 ５．讲当地社会的（非吉卜赛）语言

６．以公众告诫和本族“法庭”处理违规
行为

６．当地权威机关应付违规行为，可以破坏当地
法规

７．没有绝对领袖，领导者的威信不稳定 ７．当地的“国王”是领袖

８．显示自己族群身份和信仰，特别是对
禁忌的坚持

８．隐瞒族群身份，表现得像其他族群，表现出信
仰当地的宗教

９．表现贞洁、高雅与谦逊 ９．表现出虚假的行为不轨和夸张的性要求

１０．显示财富和身份 １０．隐藏财富和身份
资料来源：Ｓｉｌｖｅｒｍａｎ，１９９１：１０９。

（四）族群领袖

在群体之间为争取各种利益而相互抗争时，每个族群都会涌现出一些领袖

人物，他们力争使自己被本族群和社会其他部分接受为本族群利益的代表者。

族群领袖的利益与其所属族群的利益存在着相同的方面，也存在不同之处。当

族群的状况改善和提高时，领袖作为族群成员之一自然会获益，在本族群的社

会地位提高之时，领袖自己在本族中的威望也会提高，这是领袖与其他成员利

益相一致的地方。但是作为族群领袖，他们在代表族群抗争和奋斗时个人也可

能得到特殊的政治权力或经济利益，这些利益与本族普通民众无关。而领袖为

了争取与巩固本族民众对他的支持，也会关心本族民众，为他们争取利益。由

于这些领袖人物在政府中权力增大后，可能会惠及其所代表的族群，所以民众

中也存在着拥戴和支持本族群领袖的动力。总而言之，在现实社会中，族群领

袖与本族群民众之间存在着多种互动关系。

在族群代表人物中不乏真正的族群领袖，他们视本族整体利益为最高利益

并不惜为此牺牲一切。但是，也有一些人以争取族群利益为旗帜，但是实际目

的是争取使自己成为各方面认可的族群代表人物，提高自己的社会知名度，从

而在政府的政治格局中得到一席之地，以此改善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

在与政府的关系中，无论是采取正面合作还是负面批评这两种立场和态度中的

哪一种，这些人都可以从不同来源得到自己的利益。如果与本国政府合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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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在政府或议会中得到位置；如果作为反对派而活动，则可以从本国其他

政治反对派和敌对的外国政府那里得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持与资助。在社

会矛盾发展到极端程度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或内战中，他们作为族群领袖甚

至有希望成为新政权的首脑而掌握权力，这对于一些人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

力。同时我们不应排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有些族群领袖也有可能为了自身的

特殊利益而出卖族群整体的利益，叛离自己的族群民众。

五、“族群”的象征性意义

（一）“族群”身份的政治与社会意义

不同的族群名称（如××族）一旦确立之后，除了反映族群之间的实质性差
别外，也会具有一定的固定形象（ｉｍａｇｅ）和符号象征（ｓｙｍｂｏｌ）意义。在实际社会
发展过程中，群体间实质性差别的消亡很可能早于群体名称象征意义的消亡，

特别是对群体的划分予以制度化之后。

对于族群身份的确认实行制度化以后，这一制度客观上使这一“身份”具有

象征性意义。我国户籍制度中关于“民族成分”的正式登记会有意无意地提醒

人们他们所具有的“民族成分”和族群差别，而与“民族成分”相关的政府制定的

各种优惠政策（生育、入学、就业、提干、福利等等）则会在客观上强化人们（不管

是汉族还是少数族群，不管是受惠的还是不受惠的族群）的族群意识，并必然会

引导人们把“民族”作为争取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手段。许多人在多年登记

为汉族之后又要求改为少数族群，一些少数族群（如满族）的成员在文化和习俗

上早已与周围的汉族一样了，但在官方登记时仍然坚持自己的少数族群成分，

这都是由于在他们的“民族意识”中把少数民族成分是视为具有“含金量”的。

在这种情况下，在他们头脑中的“族群身份”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实质上的与语

言、宗教、文化传统等密切联系的“族群”含义，而只不过是在享受政府优惠政策

时可以得到实际利益的一纸证明。这种“象征性意义”，是靠外力（政府的“民族

成分”登记制度和优惠政策）来支撑和维系的，一旦这种外力不复存在，这种“象

征性意义”也就很快会褪色消失。

（二）作为“族群”凝聚力工具的历史传说与文化象征物

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各族群中还存在着一种维系本族凝聚和发展的“族群

特征”观念，它对于族群的存在具有某种“象征性意义”。“一个族群用来定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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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那些‘文化特征’，从来没有构成为一个可观察的文化整体，而仅仅不过是

一些‘特征’的组合，他们把这些特征归之为自己并自认为它们与本族群相关。

在时间推移的进程中，这些特征还可以被另一些‘特征’所替代。为了证明一个

族群的存在，使用一些文化符号与价值观的特点，就足以在一个族群与其他群

体之间划出一条社会边界，并在自己和他人眼中体现出彼此的不同之处”

（Ｒｏｏｓｅｎｓ，１９８９：１２）。
在族群意识和凝聚力增强的过程中，一些本族的古代传说（如黄帝对于汉

族）、历史人物（如成吉思汗对于蒙古族）、与本族群有关的山水或城市（如长白

山对于朝鲜族、拉萨对于藏族）、本族独有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歌曲舞蹈，等

等，都可能被固定下来，并被不断加工或者神化，最终被人们视做本族群的象

征。这些象征或者标志着本族群在历史上的辉煌，或者标志着本族群与其他族

群的区别，从而成为向下一代进行族群意识教育的主要内容。有时族群差别在

许多方面完全消失了，人们甚至很难指出两个族群之间的实质性差别，但由于

抽象的“族群象征”仍未消失，人们的族群意识也依然存在。在缺乏实质性差别

但是存在族群特殊利益的情况下，也许有些已经淡漠了的“族群象征”会被人们

有意识地重新加以强化，作为维持本族民众族群意识的重要手段。

在族群关系长期处于矛盾冲突的状态下，或者政府有关政策是在有意或无

意地不断强化族群界限和族群意识的情况下，这些具有族群象征意义的东西就

会被人们强化，甚至创造出新的族群象征来①。巴斯（ＦｒｅｄｒｉｋＢａｒｔｈ）也指出，“族
群成员们自身保持来自他们以往历史的一些文化特征，这样的记忆可能并不能

得到史料的证实或检验。在一些案例中，⋯⋯行为者们把一些文化特性归属于

自己的群体。这些或者被假定为群体外在特征的符号（如服装、语言等等）、或

者甚至是基本价值观（如友谊中的相互忠诚）中的文化特征，既可以来自人们自

身的传统，或者甚至可以简单地为人们所创造”（Ｒｏｏｓｅｎｓ，１９８９：１２）。
当族群平等真正实现，族群融合成为族群关系发展的大趋势并部分成为现

实时，这些具有族群象征意义的东西就会逐步淡化甚至消失。所以，对于族群

象征物强弱演变过程的分析，也是理解一个多族群国家中族群关系变化趋势的

一个重要视角。族群意识的产生，它在不同社会场景下的演变，“族群象征”在

强化、保持族群意识方面的作用，这些都是我们应当研究的专题。

① 甚至对于某些象征物的归属，还可能发生民族或族群之间的竞争。如新近从前南斯拉夫独立出
来的马其顿，国旗图案是“太阳光芒”（Ｖｅｒｇｉｎａ星）。这个图案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马其顿首府的纪念遗
址发现的，但希腊人认为它是反映了希腊民族与文化传统的亚历山大帝国的象征，因而引发了两国之间

的争论（Ｔｒｉａｎｄａｆｙｌｌｉｄｏｕ，１９９８：６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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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族群意识的变化

一个人或一群人一旦产生了自身归属于某个族群的意识之后，或者一个族

群萌生并出现了独立的自我族群意识之后，在其一生或一个历史时期内，他

（们）的这种意识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①。在一个社会动

荡或迅速发展的国家里，这种变化更有可能发生，同时变化的程度可能也会更

大，变化的内涵也会更复杂。这些可能发生的变化，往往是内部和外部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下面我们尝试对这些影响族群意识的因素进行讨论。

（一）意识形态的转变对族群意识的影响

我们这里讲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府在种族、族群关系方面

占据主导地位的立场和政策。我们大致可以假设存在着三种主要的意识形态：

（１）在理论与实践中主张一切种族、族群平等，在政府各项政策中完全排除族群
因素，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让各个族群的成员完全平等地竞争；（２）在理论上主张
“族群平等”，但是在政策制定和社会运作中是采取对弱势族群进行扶持和优惠

的立场；（３）在理论上认为社会上存在优等族群和劣等族群，在实践中采取种
族、族群隔离和歧视的立场和政策。下面我们讨论这三种情况或称之为三种形

态之间相互转变可能对族群意识带来的影响。

第一种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种“理想型”的族群平等的社会。由于种种历

史上遗留下来的发展水平差异和发展惯性，在一个多族群社会的实际生活中总

会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优势族群”和“劣势族群”，这从“族群分层”的结构性差

异上可以体现出来。如果双方不具备相同或相似的竞争实力，不是在同一个起

跑线上进入竞争，关于“族群平等”的政策也就只是一句空话，是“名”与“实”不

相符的政策与政治主张，也是不会被劣势族群所接受的。而真正达到了“事实

上平等”而非仅仅是政策和法律上的族群平等的社会，已经是人类的最高理想，

也就没有必要向其他两类转变了。

如果出现从第二种形态向第三种形态的转变，会在族群矛盾明朗和激化的

进程中加深族群双方的族群意识。受到歧视的弱势族群会激烈地反对，将组织

以族群为背景的激进的政治集团进行抗争，其个别成员可能会设法逃避这种不

① 在西方国家也有“族群绝对主义”（ｅｔｈｎｉｃａｂｓｏｌｕｔｉｓｍ）的思潮（Ｂｉｌｔ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１８１），否认族群
及其传统文化的可变性，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与世界发展的实际进程显然是不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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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处境，或者通过族际通婚来改变下一代的身份，或者迁往其他国家以逃避歧

视。在族群不平等的社会，优势族群和劣势族群的族群意识都会加强，前者将

意识到本族身份的“含金量”和既得利益，后者将意识到本族身份所造成的“先

天劣势”和不利处境。

如果出现了从第三种形态向第二种形态的转变，那么原有形式的族群矛盾

会迅速化解，并在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框架之下形成并建构出具有新形式和新

内容的族群关系。由于在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大致属于这一种转变，我们结合近
半个世纪的具体情况多做一点讨论。

在这些政策刚刚开始实施时，我们可以称之为形态转变的第一阶段。在这

个阶段里，优势族群有许多成员在新的“族群平等”意识形态氛围的影响下，有

感于以前劣势族群的不利处境而对之深感同情，理解并且支持这些政策，而劣

势族群的成员则对这些政策和优势族群深为感激。社会上的族群关系空前和

谐，整个社会也表现出一种蒸蒸日上的局面。

但是，在这些以“劣势族群”为对象的优惠政策实行了一个较长时期（如３０
年或５０年）之后，也可能会出现一种政策设计者始料不及的局面，即被优惠族
群的第二代、第三代逐渐把这些“优惠政策”看作是自己族群当然的“既得利

益”，因而感激之情渐渐淡化。同时在这些“优惠政策”实施范围之外的族群（即

原来的优势族群）的第二代、第三代则逐渐开始对自己居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

而感到愤愤不平，认为自己受到歧视并成为实质上的“劣势族群”①。新的潜在

的族群情绪与矛盾会在这种气氛中酝酿产生，双方各自的族群意识都会因为优

惠政策的持续实施而继续强化。原来的优势族群认为官方理论上的“民族平

等”与政策的实际操作结果不相符合，要求政府取消对原来劣势族群的优惠政

策；而原来的劣势族群认为民族之间“事实上的平等”还没有真正实现，要求政

府继续强化对于劣势族群的优惠政策。同处在追求“民族平等”的意识形态环

境里，族群之间在第一阶段中出现的和谐气氛开始发生变化，这个社会的族群

关系就进入了复杂微妙的第二个阶段。

如果这个社会能够长期保持政治稳定，保持经济增长，在社会与经济的发

① 当然，两代至三代的时间尚不足以完全改变“优势族群”和“劣势族群”双方原来的结构性差异，
但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差距，在一些局部地区这些差距甚至可能基本上被消除。如目前在呼和浩特

市区的中学里，可能蒙古族和汉族学生之间的学习成绩差距并不大，对蒙古族学生高考加分的政策就可

能使一些汉族学生很自然地产生“被歧视”的想法。政府制定这些优惠政策的出发点考虑的是族群整体

之间的比较，但是在具体实施优惠政策时所涉及的单位只能是个体，而在个体之间（如一个蒙古族考生和

一个汉族考生之间）的比较中，当事人往往不会去考虑两个族群之间的整体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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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进程中缩小族群差距，这样就为取消优惠政策逐步创造条件，当这些优惠政

策可以取消而且不会引起社会震动之时，社会就会安全度过第二阶段，并继续

在“族群平等”意识形态指导下进入族群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换言之，也就最终

完成了从第二种形态向第一种形态的转变，实现了族群之间的完全平等。

从第三种形态向第一种形态的转变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在第三种形态所

实施的族群歧视政策下，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距会始终保持下去，而这也就是

政策制定者的目的。

从第三种形态首先转变为第二种形态，再逐步从第二种形态向第一种形态

的转变，这是族群关系比较理想的发展途径。其实，制定第二种政策的最终目

标，就是从“法律上的平等”过渡到“事实上的平等”，通过扶持、优惠劣势族群的

各项政策，从而使其逐步消除与优势族群之间的结构差异，并且真正有能力与

优势族群进行平等的竞争。如果通过必要的过渡时期，使原来的劣势族群的大

多数成员真正具备了这样的能力，此时也就真的可以进入第一种形态并实行第

一种政策了。

所以主导政府与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如果发生变化，族群关系肯定也会随

之发生相应的调整，在新的族群关系的框架下，族群成员的族群意识也自然而

然地会发生变化。

（二）政治体制、行政体系的转变对族群意识的影响

在不同意识形态主导下，政治体制和行政系统也会发生转变。

例如在我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之前与之后，少数族群干部、知识分

子和民众的族群意识是有所不同的。“区域自治”确定了在有关地理和行政范

围内一个少数族群“当家作主”的权利，少数族群干部在政府机构中的位置与比

例也有相应的制度性保证。这种情况，对于少数族群的领袖人物、民间精英分

子乃至基层社区居民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使他们以本民族的身份而骄傲，对

于他们本人从政和他们的孩子上学读书都起到积极的鼓励作用。

行政体制的重大改革也会影响各族群在政府中的参与程度。在中央集权

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社会活动与经济活动的许多管理职能是由政府机关来实

施，各级官员由中央政府任命，这就保证了一个规模相当庞大的行政官员与管

理人员的队伍，同时少数族群官员的任命与提升可以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得到

执行和确保。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当政府把大量经济活动的管理职能转交给实行

市场机制的社会组织之后，将会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是政府机构行政官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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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的数量会大幅度削减，同时由于政府机构必须与市场运行机制相协调

而提高了对官员政策素质、业务能力的要求，公务员实行招聘和竞争上岗势在

必行，这使得上级部门在官员任命时对于族群政策因素的考虑不得不受到一定

限制，这有可能减少少数族群出任政府官员的机会；二是社会上非国有的经济

机构管理组织、商业服务业组织的人员将会基本上按照业务能力和业绩来进行

聘用，如果有些族群的就业人员在业务能力上明显不如其他族群，他们的就业

就会比较困难。如果他们长期以来主要凭靠自己的“少数族群”身份在就业方

面所得到的优惠待遇，那么在新的政府体制和劳动力市场机制中，这一优惠待

遇就很难维持。而这些变化无疑会影响到他们的族群意识，使他们对自己族群

的社会地位和发展机会重新进行思考。

（三）经济结构的转变对族群意识的影响

当社会经济的发展形势使得一个传统的游牧或狩猎族群逐渐转变为以农

业为主之后，在经济活动方式上的这一重大转变也必然会导致生活方式的转

变：从游牧、游猎变为定居。原来与游牧、游猎传统相适应的居所（如蒙古族的

蒙古包、哈萨克族和藏族的帐房、鄂伦春族的“仙人柱”）会相应地改变为农民居

住的不必迁移而又价廉耐用的房屋①，原来与游牧、游猎传统相适应的服装和饮

食习惯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从适合骑马的长袍转变为适合于农田劳动的短

服，饮食习惯也从以肉奶制品为主转变为以粮食蔬菜为主。这一改变的过程，

也是他们向农耕族群学习的过程，学习的内容包括经济活动的技能、使用的器

物以及用于描述这些活动和器物名称的词汇。所谓“文化”，是与一套经济活动

方式、生活方式分不开的，居所建筑、衣着服饰和使用的器物等都是族群传统文

化的物质载体。例如我国北方的蒙古人在传统上是个“马上民族”，这个族群的

历史和史诗等文学作品也是描述他们的游牧生活和马上征伐的。而成为定居

农民的蒙古族人口，在几代人之后，他们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和思想方法将会

逐渐改变，他们在意识上就可能与以上的传统之间产生某种“断裂”，从“牧人意

识”转变为“农民意识”，他们的文化认同也就会渐渐远离了“母体”的传统。

（四）文化生活结构与内容的变化对族群意识的影响

人们经济活动的方式与内容上的变化，会影响与之相关联的生活习俗和使

① 在２０世纪５０—８０年代，土坯房比用羊毛制作的毡子覆盖的蒙古包要便宜耐用得多。到了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当农民有钱盖砖瓦房时，羊毛的价格也大幅上涨，蒙古包与砖瓦房相比仍然没有价格和耐
用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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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器物这些层面上的“文化变迁”。但是我们还需要注意发生在更为狭义的文

化生活方面的变化。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各族群成员之间交流的扩大与深入，相

互学习语言成为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在不同族群长期混杂居住的地区，一些

族群的许多成员甚至慢慢忘掉了本族的语言（如中国的满族）。在语言使用上

的这一变化自然会对族群意识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步淡化他们的族群意

识。与语言的学习相关的是教育制度和内容。教学语言的选择与改变，无疑会

通过语言能力的学习过程影响到学生的族群意识。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

吸收少数族群学生为主、并以族群分班为基本结构的民族学校，对于唤醒与强

化族群意识（强化本族认同和明确与他族界限）具有明显的效果。

宗教信仰是群体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有些族群一方面接受了所在地

区大族群的语言，以适应自身生存和社会交流方面客观环境的要求；但是在另

一方面这些族群则通过强化与大族群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相关的生活习俗来保

持族群意识、维持族群边界、加强本族的凝聚力（如中国的回族）。当然，不同的

宗教甚至不同的教派对于信徒观念（包括族群意识）的影响力也是不同的，１９９４
年在英国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了这一差别，当不同宗教的信徒被问到“宗教对

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否非常重要”时，给予肯定回答的百分比的变化为１１％到

７４％（表３２）（Ｂｉｌｔ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１８３），族群与宗教之间有着历史形成的密切联
系，有的族群事实上就是由宗教因素而产生的（如波黑的“穆斯林族”）。

表３２ 英国不同宗教信徒对于“宗教对其生活方式是否非常重要”的回答

宗教团体 肯定（％） 宗教团体 肯定（％）

穆斯林（Ｍｕｓｌｉｍ） ７４
加勒比海新耶稣教 ７１
（Ｎｅｗ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锡克教（Ｓｉｋｈ） ４６

印度教（Ｈｉｎｄｕ） ４３

旧耶稣教： 白人 ３２
（Ｏｌｄ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其他种族 ４３
罗马天主教： 白人 ３２
（Ｒｏｍａｎ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其他种族 ３５
英国圣公会： 白人 １１
（Ｃｈｕｒｃｈ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 其他种族 ３７

资料来源：Ｂｉｌｔ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１８３（ＰＳＩ／ＳＣＰＲＳｕｒｖｅｙ，１９９４）。

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所使用的语言、其传播内容中所描述的文化与生活

方式，会使听众、观众特别是其中的青少年受到广泛影响。虽然我们现在在所

有有条件的民族自治地方都开设了使用当地少数族群语言文字的广播、电视、

报纸，但是国内大多数广播、电视、报刊所使用的语言文字都是汉语，正像在美

国主要媒体都使用英语一样，而使用这些主体族群的语言播放的大量新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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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科技、娱乐节目每日每时都会影响少数族群的文化生活。对于一些没有自

己语言或文字的小族群来说，这种影响就更为明显。

除了在地方广播节目、电视频道中使用当地族群语言之外，为了使当地族

群能够保持他们的文化传统，地方政府或民间社区有时会组织带有当地族群文

化特色的基层群众性文化活动，如“歌会”、竞技会等（如内蒙古的“那达慕大

会”、大理的“三月街”、凉山的“火把节”）。从基层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形式与

内容的变化，也可以观察到一个族群在民间文化活动方面的继承与转变，还可

以从中得以间接地了解其族群意识方面的变化。

（五）人口流动和迁移对族群意识的影响

存在决定意识，作为“流动人口”或“暂住人口”前往其他族群的居住区和大

都市从事季节性做工或临时性工作的人员与家属，其自身的族群意识在这样一

种新的族群环境下必然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能具有很丰富、矛盾的多重内

容，而不是简单的族群意识的“强化”或“弱化”。

例如，一个来自内蒙古牧区的蒙古族青年到北京打工或上学，几年后他可

能在生活习俗甚至许多观念上已经与北京人接近，结交了不少汉人朋友，在许

多场合下已经“融入”了北京城市社区，但是有一些场合仍然会使他感到北京有

些人对于少数族群仍存有偏见与歧视，在个别场合他可能会感到很受刺激，这

将使他在内心深处对于自己是个蒙古人的意识比在家乡时更强烈了，因为家乡

的汉人很少，平时的生活环境不会激发他的族群差别意识。当他再返回家乡

时，与那些从未离开草原的蒙古族牧人们相比，他所具有的族群意识就会很不

一样。

以上我们讨论了一些外部的社会结构性变化和群体性生活环境变化可能

给人们的族群意识带来的影响。而个人的家庭背景或生活经历，也会在个体微

观层次上影响每个具体个人的族群意识的萌生与变化。父母的社会地位、知识

结构、观念行为，都会给子女的各种观念打下深深的烙印，而本人的生活阅历与

环境（出生的社区、上学的学校、当兵的部队、工作的单位、配偶的情况、事业上

的挫折与成功、交接的朋友网络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别，这些都使不同的个体在

相同的环境和场合中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使他们在族群意识的形成方面有所不

同，在族群意识的变化方面也表现得有所不同。

我们在前面讲到，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成员们在族群意识方面的变化，往

往是内部与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里可以借用一句老话：“外因是变化

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基础”，不到一定的温度，鸡蛋是孵不出小鸡的；但是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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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如何适宜，从石头里是绝对孵不出小鸡的。但是我们特别要再次说明，从

一个人的生命过程来看，他具有的族群意识的“内因”不是先天得到的，而是在

“外因”的不断刺激下逐渐萌发和生成的，是“外因”造就了“内因”。我们在这里

讲“外因”是族群意识变化的条件，主要是指在原来已经形成的族群意识的基础

上（即“内因”在一个大环境中已经大致形成之后），当一个人经历一个或几个外

部环境中的具体事件时，这一“外因”刺激了他的已有的“内因”，促成了他在族

群意识上的某种转变，使他在族群关系方面的态度变得更为激烈或更为平和。

总之，人们的族群意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人们周围

的环境在变，人们自身的观念也在变。我们必须从动态发展和辩证的眼光来分

析研究族群意识的演变和诱发促成这些演变的各种因素。

七、族群意识与民族主义

（一）族群意识可能会演变成民族主义者倡导的“民族意识”

族群意识在一定的政治条件和政治气候下，有可能演变为“民族意识”，换

言之，就是从强调文化层面的群体意识转变为强调建立新的政治实体的群体意

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民族主义”。盖尔纳认为，“事实上，当社会生活的经济

基础要求文化的同质性或延续性（而不是无阶级性）时，当与文化相联系的阶级

差异变得有害时，族群问题（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就会以‘民族主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的形式进
入到政治领域，而没有族群特征和渐进的阶级差异仍会被容忍”（Ｇｅｌｌｎｅｒ，１９８３：

９４）。
这里盖尔纳也认为族群意识可以转化为“民族意识”，族群问题可以转化为

“民族主义”运动。但是他没有进一步说当“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发生了什么

样的变化时，社会的发展才会提出文化同质性的要求。

这里可能需要几个条件：一是这个社会中的“族群”不但具有自己的文化特

征，而且还需要具有相对固定和公认的“领土”（传统的具有一定程度排他性的

本族集中居住地）和本族群自己的发展历史。正因为缺乏这个条件，移民族群

即使具有自己的文化特征（语言、宗教等），也很难在迁入国发起自己的“民族主

义”独立运动；二是在这个社会里不同族群之间的“族群分层”和各族群之间的

发展机会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处于劣势的族群为了彻底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而

发起“民族主义”独立运动；三是盖尔纳也曾指出的，即一个多族群社会的劳动

分工、生产类型、文化层次这些方面的整体素质都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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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民族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涉及的是进入、参与与认同一种识字的（ｌｉｔｅｒ
ａｔｅ，即可阅读和书写的）高层次文化，这种文化的范围与整个政治单位及其全部
人口的范围相同，如果它想与社会赖以为基础的劳动分工、生产类型或者方式

相一致，就必须采取这种形式”（盖尔纳，２００２：１２６）。这里讲的相互重合的“范
围”指的是地理范围，而必须采取的形式就是“民族—国家”这样集多元文化、政

治、人口、经济于一个政治实体的国家形式。

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其鼓动者力图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实体（ａｎｅｗｎａｔｉｏｎ，
“民族”），为此他们会利用一切手段在民众中激发、创造、再塑理想中的这个“民

族”的民族意识，把历史、语言、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可以找到的原本表现“族

群特征”的内容与形式赋予了新的政治含义，使其成为表现本“民族”与其他族

群不同的“民族特性”。正如凯杜里所说，“历史的记载表明，民族特性并非某种

不活跃的不变的东西，数世纪以来，它被证明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和易变性，动辄

发生带有深远意义的变革与革命。⋯⋯与其说民族主义学说是民族特性的表

现，不如说民族特性是民族主义学说的创造”（凯杜里，２００２：１３９）。“民族的创
建”（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是近代追求独立建国的政治运动，“民族特性”是“民族主义
者”使人们去感觉和接受其创造的他们理想中的“民族意识”的工具。

语言是民族主义者用以对不同的“民族”加以区分的主要标准和工具之一，

他们认为“民族—国家”的地理疆界应当重合于语言使用的地理分布图。毫无

疑问，这一标准如果真正付诸实施，在实际操作时必然在语言混用地区引起混

乱和冲突，而且在现实社会中也不乏与这一标准不相符的例子，如美国与英国

同讲英语却形成不同的国家，在加拿大这个政治实体中却分为英语区和法语

区。关于语言的作用与影响，我们会在第十二章中详细讨论。

第二个建立民族意识的工具是“民族”的发展历史。民族主义者无视“民族

主义”只是“最近１５０年间的欧洲思想的一种产物”（凯杜里，２００２：６８），经常为
了在现实社会中努力创建新的“民族—国家”这一目的而改写、编纂各个族群、

国家的发展历史，突出甚至捏造有利于本“民族”的“历史事件”，删减甚至抹杀

不利于本“民族”的其他历史事实。“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是将民族主义范畴应

用于历史学。当关于民族主义的特殊人类学与形而上学被用来解释过去的时

候，历史完全呈现出另一种面貌”。当然，“民族主义利用过去是为了推翻现在”

（凯杜里，２００２：６９—７０），改造历史是为了创建新的“民族—国家”。“一个无法
逃避的事实是，民族主义有时会利用先存的文化，把它们变成民族，有时会创造

民族，而且经常消灭先存的文化”（盖尔纳，２００２：６４）。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
的，民族主义者会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突出其中的某些部分，抹杀另一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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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并把这些人为的“文化设计”作为“历史”进行推销，从而“创造”出自己理想

中的“民族”。

第三个被民族主义者用来创建新的“民族意识”的工具是宗教。世界上流

行许多种宗教，不同的宗教信仰使人们形成不同的群体。宗教也成为这些群体

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凝聚因素和与其他群体相互区别的标志。“在犹太复国主义

理论中，犹太教不再是犹太人存在的理由，相反，变成了一种犹太民族意识的产

物”。“将宗教改变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越发带来方便性，因为民族主义者可以

就此利用数世纪以来人们所共同怀有的一种信仰所产生的强大的和矢志不移

的忠诚”（凯杜里，２００２：７０，７１）。但是这些用以创建和发展“民族意识”的工具
也存在着问题，在现实社会中有时宗教与“民族”之间并不相互重合，信仰同一

宗教的人群可能分属于不同的族群，使用同一语言的人群可能分别信仰不同的

宗教，对于同一个地区、同一段时期的“历史”，不同的群体可以拥有或创造不同

的版本，在“民族意识”的创立时期以及随后的“民族—国家”的创建时期，这些

复杂的情况也因此导致不同群体之间无休无尽的争辩、冲突甚至战争。

（二）民族主义的目标是建立“民族—国家”

民族主义思潮或运动的最重要政治目标，就是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

埃里克森指出，“民族主义者主张政治边界应当与文化边界相重合，然而许多族

群实际上并没有建立国家的要求。当一场族群运动的政治领袖提出这样的要

求时，这场族群运动也就从其性质上转变为民族主义运动”（Ｅｒｉｋｓｅｎ，１９９３：６）。
这一运动所凭借的意识形态就是“民族自决”原则。在２０世纪一些“民族—国
家”的实际创建过程中，“民族主义运动”可以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

是已经成立了主权国家的民众，为了捍卫本国的利益而与外国势力抗争，２０世
纪初中国的“五四运动”则是当时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第二种类型是以

殖民地内某个族群或几个联合起来的族群为基础，创建一个独立的“民族”（即

国家形式的政治实体），２０世纪中叶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运动与建国即是一
个例子；第三种类型是以一个主权国家（或几个主权国家）内的某个族群为基

础，从原来的国家中分裂出去而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孟加拉国从巴基斯

坦分裂出去即是一个例子。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国内一些族群中部分成员为争取本族利益（经济

利益、文化权力、区域自治）的思潮或活动应当被称之为“族群主义”，而不能称

之为“民族主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否则就是将其与政治上的“分裂主义”（独立建
国）在一定程度上等同起来，并在国内思想界特别是国外社会舆论中造成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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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面影响，这是需要非常慎重的。为了淡化族群之间利益冲突的政治含义，

甚至最好连“族群主义”这样的政治词汇也不用，我认为把那些为争取本族利益

（经济利益、文化权力、区域自治）的思潮或活动称之为“族群利益思潮或诉求”

更为适宜。

“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和“民族”（ｎａｔｉｏｎ），这两个词汇在中文里仅有一字之
差，但在政治上的差别却是非常本质性的。以中国的情况而言，“民族意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准确地说应当是指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民族主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ｉｓｍ）是全体中国人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思潮和行动；“族群意识”（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是国内一些族群成员对于自己所在族群身份认同的意识，“族群利益”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ｆ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是族群成员对于本族整体利益的诉求。我们在选择
用语时，确实需要小心慎重，不仅要考虑本国的习惯用法，同时也要考虑到这些

词汇翻译成外文后，国外的读者将如何理解。

族群意识的产生与演变十分复杂，影响族群意识变化的因素也很多。对于

一个国家内部族群意识的发展方向，民众与政府、甚至国外势力都在有意识地

进行某种引导，族群象征的创造以及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强化或弱化，都反

映了一个国家族群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因此，与族群意识相关的各类课题

都是我们在研究中需要特别予以关注的问题。

八、小 结

本章所讨论的主题是“族群意识”，正是族群意识使各个族群得以与其他族

群相区别，使各个族群得以凝聚和延续下去。本章围绕着“族群意识”从以下几

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１．“种族”、“族群”只不过是人类社会中各种群体划分体系当中的一种，而
且族群意识并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在群体种类和划分中存在着

多元性和多层次性，各种群体与族群都有相对固定的称谓，随后又对族群意识

的主要特点进行了归纳，讨论了个体和群体可能会改变其族群身份的几种情

况。

２．族群意识的产生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族群之间所存在的各种差别（体
质、语言、宗教、习俗、传统文化等）的大小影响着族群意识的形成和族群之间的

距离。而一旦族群意识形成之后，外在因素（如政府政策等）仍然可以对族群意

识产生影响，占据政府主导地位的族群有时对待其他族群会采取族群偏见和歧

视的态度及政策，有时会采取帮助的优惠政策，这与国家的意识形态具有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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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

３．一个国家或社会里的各族群是如何界定和识别的，这是理解和分析这个
国家族群关系的重要关键。“族群”被界定或者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被固定下来

之后，仍然有可能随着外界力量（国境线的修订、人员迁移等）的影响而发生变

化，所以需要从动态和辩证的角度来理解族群的界定。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国政
府组织的大规模“民族识别”工作，确定了今天中华民族５６个族群的大框架，但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对于这项工作及其对未来我国族群关系的影响还需要

进行反思和再研究。

４．族群群体的形成、维系与发展，通常与其整体或作为其成员的个体实际
利益分不开，一个人属于哪个族群，仅仅具有这一身份就会使他在社会资源、利

益和发展机会的分配中享有特权或遭受歧视，这就是“族群分层”的基础。在为

族群争取实际权益的过程中，族群领袖的利益与其所属族群的利益既存在相同

的方面，也存在不同之处。

５．当“族群”形成之后，就会具有一定的象征性意义。在各族群成员广泛相
互接触、相互融合的条件下，群体间实质性差别的消亡很可能早于群体名称象

征意义的消亡。当族群关系处于融合或者处于矛盾冲突的不同状态时，政府有

关政策和民间组织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去淡化或者强化族群界限和族群意识，甚

至有时可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创造出新的族群象征来。

６．人们族群意识的变化会受到各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社会主导意
识形态的转变、政治体制和政策法规的转变、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文化生活的

结构与内容的变化以及跨地域的人口流动和迁移等等，这些因素都可能通过不

同的角度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们的族群意识，使其强化或弱化，使其内涵或

表现形式出现变化。

７．族群意识在一定的国内政治条件和国际政治气候下，有可能演变为“民
族意识”，并试图通过民族主义运动而实现“民族自决”，建立独立的“民族国

家”。在这个的过程中，强调语言、宗教差异和改写族群历史会成为建立“民族

意识”和进行社会动员的主要工具。所以各国在处理族群关系时，不宜鼓励族

群的独立政治意识和政治诉求，防止国内的族群问题转变为“民族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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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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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国族群关系的理论框架

据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

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

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

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

的成分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

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疆域内部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

的统一体的基础，形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

称为中华民族。

———费孝通（１９８９：１


）

本章将以中国族群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当前中国族群关系的基本框架

为讨论主题。作为研究民族和族群问题的中国学者，当我们去努力认识与理解

世界各地的族群关系时，当我们探讨实际研究中如何借鉴国外族群社会学的理

论和方法时，首先需要对本国各族群的演变历史以及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

多族群国家的形成过程，有一个基本了解。社会科学知识的获得总是需要一个

从点到面、从具体到一般的认识过程，解剖好中国族群问题这一个案，将有助于

我们系统认识族群问题的实质；深入考察和研究一个具体案例，也有助于我们



把所获得的知识运用于理解其他个案和具有普遍性的情况。

当我们谈到个案研究时，涉及到一个如何获得知识的方法论问题，科学研

究的一个最重要原则就是“实事求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是从研究对象

所生存的客观国情和实际演变情况出发，而不是从国外或书本上的概念、理论

出发。族群的形成以及族群意识的产生，都是先有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才在

人们认识中产生出相关的概念和表述的形式。在前一章我们讨论“民族”概念

的产生时曾经反复谈到这一点。

要研究中国的族群关系，就必然要联系中国各个族群产生、发展、交往、融

合的实际历史过程。我们谈到中国的族群关系史时，可以有几种讲法。一种是

历史文献的综述，描述各个朝代各族群集团及其领袖人物的兴亡事迹和各个族

群集团之间的具体征战史、贸易史、文化交流史。这些文献资料对于了解历史

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讨论这些史料时所使用的范畴、概念、思路，大体上

脱离不开古人文献已有的框架。历代史学家因受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而在观

点和认识上有一定的局限，我们在阅读这些古代文献时容易在理论上、思路上

受到传统观点的影响，同时我们在进行文献素材的整理时往往容易只见树木不

见森林，在注重对具体史实的考证时，容易忽视对历史走向大趋势的总体把握。

另一种讲法，就是要超越本国古代文献资料的思路，高屋建瓴，拓展视野，以现

代科学发现所获得的各种知识（地理、考古、生物、遗传、文化等）为基础，站在世

界发展和国际对比的宏观层面上来重新看待中国古代文献资料，从而以一个更

为广阔和全面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的族群与民族发展进程。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族群国家，从２０世纪初期开始，随着西方帝国主
义的军事侵略，中国人也逐渐开始接受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学习从西方

国家的“ｎａｔｉｏｎ”视角来看待我们的“天下”，并自称为“中华民族”（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当时流行的提法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解放以后，中国政府为了
落实民族政策，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进行了“民族识别”，除了国家正式识别的５６
个“民族”（族群）外，还有其他尚待分析和进一步识别的族群（如西藏的僜人

等）。我们现在通常称我们的国家是“中华民族大家庭”。

我们之所以称她为一个“民族大家庭”，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因为我国这

些族群所居住的地域东临万里海洋、北临草原荒漠和冻土森林、西为世界屋脊

的青藏高原、南面是热带丛林，这块土地天然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生态

体系（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我国今天大多数族群即是在这样一个地理生态体系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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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繁衍和逐步演变而成的①。

二是，在这个地理生态体系中，我国这些族群并非各自孤立发展而是在长

期相互密切交往、彼此交融的演变中发展形成并共存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

血缘等方面的交融。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些族群消失了，其成员融入其

他族群，另一些新的族群又在吸收大量其他族群成员的过程中发展强大起来。

这个地域中的各个族群在相互交往中发展出了相互依赖与共存的密切关系和

“有序”的交往结构。

三是，我国这些族群围绕一个核心族群而形成了具有强大向心力的政治、

经济、文化实体，就像一个有许多成员的大家庭。这个核心族群就是居住在这

个地理生态体系的中心地带、在科技文化和农耕经济方面相对发达、并通过不

断融合吸收其他族群而拥有超庞大人口的汉族集团。当然，在不同历史时期，

在这个大家庭中各个族群扮演的角色可能是不同的，如元朝和清朝时期，蒙古

族和满族曾先后在国家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应当怎样描述我们这个有几千年历史、历经变迁的“民族大家庭”及其发展

规律？应当如何归纳和概括这个“民族大家庭”成员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

么力量把如此众多的族群如此长久地凝聚在一起？与其他多族群国家相比，我

国的族群关系有什么共同性和特殊性？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始终是我国从事社

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学者们所予以共同关注的。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费孝通教授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泰纳演讲”（Ｔａｎｎｅｒ
Ｌｅｃｔｕｒｅ）做主题发言，题目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他结合自己半个世
纪以来对中国少数族群的研究工作，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

等不同角度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做了综合性的分析，首次提出了“中华

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一系统性的理论。这一表述是根据历史事实所做出的

分析与归纳。费孝通教授在这一理论中抽象出来的对于族群和族群关系观念

以及历史上处理族群关系的做法，所阐述的就是几千年来中国人、中国各个族

群看待自身和处理族群关系的传统（费孝通，１９９９）。这篇演说在《北京大学学
报》１９８９年第４期发表以后，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重视和高度评价。本章将以
费孝通教授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为主线来讨论和分析中国族群关

系的演变历史与现状。

① 我国的俄罗斯族、哈萨克族、朝鲜族等是近代从中亚地区、朝鲜半岛等地迁入并加入我国“民族
大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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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费孝通教授的“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篇文章中，费孝通教授依次从以下几个方

面阐述他的主要思路与观点：

１．地理单元。东亚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这
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而民族格局似

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费孝通，１９８９：２）。这个观点从地理生态系统
的角度，说明通过这片共同生存的土地，而使中华民族各族群之间存在着一种

天然的密切联系。

２．族群溯源。他提出了中华民族各族群起源的多元论和本土说。从各族
群起源的多元性来说明我国几千年来延续至今的族群“多元”现象有它的历史

渊源，也说明今后我国族群结构中“多元”现象的历史长期性。

３．考古发现。自新石器文化时代即开始了中国各地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渗
透，“从多元之上增加了一体的格局”（费孝通，１９８９：３）。这种交流与渗透至今
已有超过五千年的历史，在文化方面形成了中华各族群之间各种形式上或潜在

的共性，从而构成了“一体”格局的深厚文化基础。

４．核心族群。历史上夏商周三代，“是汉族前身华夏这个民族集团从多元
形成一体的历史过程。⋯⋯汉作为一个族名是汉代和其后中原的人和四围外

族人接触中产生的，⋯⋯当时中原原有的居民在外来的人看来是一种‘族类’而

以同一名称来相呼，说明了这时候汉人已经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民族实体”①。

“汉族的形成，⋯⋯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费孝通，

１９８９：４—５）。
对汉族的深入分析，是理解我国族群关系“多元一体”格局的关键。费先生

这段话有三层意思：首先，他把汉人的前身“华夏”称为一个“民族集团”而不是

一个民族，而它实质上也的确是一个“集团”②；其次，这个集团的形成也经历了

①
② “早期的华夏族是包括了一部分羌人、夷人、戎人、狄人、苗人、蛮人在内，共同融合而成的。传说

的夷人中较早融入华夏之内的就有四支⋯⋯”（陈永龄，１９８２：２５０）。“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通过战争
和经济文化交往，与羌人、夷人、戎人、狄人、苗人、蛮人互相融合，奠定了后来华夏族的基础”（王锺翰，

１９９４：６）。

“据现有资料，汉人作为族群名称确定无疑的是在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期”（王锺翰，１９９４：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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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从多元到一体”的发展过程；最后，由于它发展为“一体”之后，被其他族群

称为“汉人”，所以“汉人”也成了这一集团的自称并自认为是“一个族类”。而在

这种“他称”转“自称”的过程中，很容易混淆各族群各自形成过程的实质差异和

模糊不同族群之间的层次之别。

５．演变分期。中华民族各族群成为一个统一政治实体的过程，可分为两个
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中原农业区和北方草原游牧区分别形成了两个并立的统

一体，第二个时期是这两大区域统一体的汇合。万里长城曾一度是这两个区域

之间的分界，在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人口诸方面的密切往来。

最后由清朝实现了完全的统一。

６．族群融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族群融合的历史，夏、商、周、秦
汉、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朝代都是如此。北方、南方各族群不断向汉族输

入新的血液，部分汉族人口也融入了边疆各族群，汉族之外的其他族群之间也

存在相互融合的现象。

（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主要特点

费孝通教授归纳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个族群之间相互关系的特点：“（这

一形成过程）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接

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

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

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和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

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

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日益壮大，而且渗

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疆域内部

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形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

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费孝通，１９８９：１）。
在文章的最后部分，费孝通教授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总结了

６个特点：（１）这个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凝聚的核心，就是华夏族团和后来的汉
族，汉人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

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２）相当部分的少数民族从事畜牧业，汉族以农业为
主，形成内容不同但相互补充的经济类型；（３）“汉语已逐渐成为共同的通用语
言”；（４）汉族的农业经济是形成汉族凝聚力的主要来源；（５）各民族之间在人
口规模上大小悬殊；（６）中华民族成为“一体”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先有各地
区的“初级的统一体”，又形成北牧、南农两大统一体，最后以汉族为核心汇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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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一统”的格局。最后“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

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费孝通，１９８９：１６—１８）。
在我们讨论中国族群关系史时，以费孝通教授的“多元一体”思路作为一条

主线，对我们理解纷杂的历史事件有重要的启发。同时，我们在接触国外的族

群理论时，费孝通教授的这个思路也有助于把中国的族群形成过程与国外的族

群演变过程进行比较，在事实对比当中来理解国内外各自的“民族”、“族群”概

念和相关理论及应用。

二、关于中国民族史的其他研究

在“鸦片战争”之后，无论是中国的中央政权还是生活在边境地区的各族群

都面临着西方列强侵略瓜分的严峻威胁，在这样新的外部形势下，如何看待“中

华帝国”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与发展历史，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华神州”的民

族认同，这在２０世纪初叶便成为中国社会与知识界所关注的问题。
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需求和氛围当中，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我国先后出版了三

部有影响的关于中国民族史的著作。这三本书分别是１９３４年文化学社出版的
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同年世界书局出版的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以及

１９３９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这三本书成为当时中国民族
史研究的集大成者。其中王桐龄的书今天虽然没有作为单行本再版，但它的研

究视角和分析方法特别值得我们关注（马戎，２００２：１２５—１３５）。我们在前面介
绍了费孝通教授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发表的以“多元一体格局”这一宏观框架来
分析中国族群关系演变历史的观点，下面我们以王桐龄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出版
的这本书为代表来看看民国时代我国学者对于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思路。

（一）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

与其他许多研究民族史的著作不同，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全书的主线是

中国“民族之混合及发展事迹”。他认为黄色人种发源于帕米尔高原，由于下山

后的不同迁移方向而形成了南三系（苗族、汉族、藏族）和北三系（满族、蒙族、回

族）。这本书最核心的观点，认为中国各族群经过几千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实

际上都已经成为血缘混合的群体。“实则中国民族本为混合体，无纯粹之汉族，

亦无纯粹之满人”（王桐龄，１９３４：序１）。这个观点得到林惠祥的支持，“今日之
汉族所含成分尽有匈奴、肃慎、东胡、突厥等，⋯⋯今日之汉族实为各族所共同

构成，不能自诩为古华夏系之纯种，而排斥其他各系。其他各族亦皆有别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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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然大抵不如华夏系所含之复杂”（林惠祥，１９９３ａ：４０）。费孝通教授的观点
也与这两位学者相同，“在看到汉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其他各

民族的成分时，不应忽视汉族也不断给其他民族输出新的血液。从生物基础，

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

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费孝通，１９８９：１１）。
人们现在逐渐开始接受汉族是族群混合体的观点，但是对于其他各少数族

群是否也是族群混合体，意见并不一致。而王桐龄先生则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就把这些少数族群都明确地视作为“混合体”，而且认为甚至在远古时代，这些

族群就是不同“民族”的混合体，如汉族在其“胚胎期”是四支部落（炎帝、黄帝、

周、秦）的血缘混合体，而春秋战国时期的“獯鬻”则是通古斯和蒙古两支血统混

合后变成的一种“新民族”（王桐龄，１９３４：１９）。在王桐龄先生眼里，他看到的主
要是各族之间的“同”而不是“异”，看到的主要是中国境内这些族群在几千年发

展进程中是如何越来越相互融合与“趋同”，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曾经很强悍的

族群支系，如何一步一步地进入中原，之后便淹没并消失在中华民族的主流汉

人集团之中，王桐龄先生分析中国族群关系发展历史的这个视角是很值得我们

注意的。

（二）中国文化绵延不衰的原因

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几大文明古国中，可以说中国是在文明体系发展进

程中惟一一直没有遭受重大破坏的国家。中国的中原地区在地理上并没有完

全与其他地区相互隔绝，而且也曾多次受到武力强大的外族侵袭甚至被外族统

治，但是中华文明却绵延不断地保存下来而且不断在发展，直到今天留给我们

的是用同一种文字（当然发生了一些演变）书写的几千年连续不断的、完整的中

华民族历史，这一现象确实值得我们去思考。王桐龄先生认为这主要是由于３
个原因：

１．汉族“善于蜕化”
王桐龄先生举了一个蝴蝶的例子，“初生为卵，一变为虫，再变为蛹，三变为

蝶，乃能遗传其种族以至今日”（王桐龄，１９３４：２）。其他文明古国如古埃及、古
希腊、古巴比伦、古秘鲁等，在内乱外患的冲击下，终于灰飞烟灭，而以汉族为核

心的中国虽然历经许多磨难，也曾被来自周边地区的族群统治过，但由于汉族

之“善于蜕化”，不但没有消亡，而且还不断发展壮大。所谓“蜕化”是否就是在

深层仍保留其种属的性质而为了适应外界环境而改变外貌？这里“内”（种属的

性质以什么为标志？）和“外”（不代表本质的外貌包括哪些内容？）之间的界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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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划定？王桐龄先生并没有给出更具体的说明，而这正是我们从“蜕化”的观点

来进行各民族发展历史之比较所必须弄清楚的基本问题，也是我们今后进一步

理解中国民族发展史时应当加以分析和梳理的研究专题。

２．汉族“尚中庸”
他认为，“汉族性情喜平和，儒教主义尚中庸，不走极端，不求急进，此为善

于蜕化之一大原因”（王桐龄，１９３４：３）。是否“平和中庸”就会“善于蜕化”？太
平洋上许多海岛上的族群也“性情平和，不走极端”，但一与强大发达的外族相

遇就迅速衰落乃至消失。可见单单是“性情平和，不走极端”并不足以说明汉族

发展壮大的原因。王桐龄也提到自春秋时代即形成的儒家文化（“儒教主义”），

即由儒学所倡导的一套完整和系统的伦理道德观点、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宇

宙观、世界观、人生观等，而这些远远超出“尚中庸，不走极端，不求急进”的内

容，而儒学这一套思想与当时先进的农耕经济相联系的文化体系则可能是汉族

在各种恶劣条件下保持其文化传统、并且当入侵外族在武力上占优势时仍能欣

然接受汉族文化传统并最终被汉族同化的重要因素。

在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器、铁器生产和农业、畜牧业、建筑、医学、军事学、诗

歌舞蹈、文化艺术等领域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人口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社

会组织井然有序，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十分系统和完善的儒家文化，几

千年后人们还在研读《论语》、《易经》和《孙子兵法》，由此可见当时汉族地区哲

学思想与文化的发达。正是凭靠这样发达的文明，当汉族在与武力强大而文明

程度落后的外族相接触时仍能占据文化的优势，导致外族主动或被动地吸收、

接受汉族的文化，同时汉族在这种条件下得以“蜕化”而保存、完善和发展。

３．汉族“无种族界限”，对外族“无歧视之见”
王桐龄先生在书中多处强调，“汉族无种族界限，对于外民族之杂居内地

者，向无歧视之见；故通婚之事自古有之”（王桐龄，１９３４：３６）。“汉族无种族界
限，对于外民族之杂居内地者，例与之通婚姻。在汉族全盛之时代之汉唐有然，

在汉族战败时代之两晋南北朝亦莫不如此”。“汉族无种族界限，对于外民族之

杂居内地者，照例与之合作”（王桐龄，１９３４：１１５—１１６）。
在历史发展的几千年进程中，汉人对于其他民族的偏见与歧视程度比较

低，所以导致各朝代以皇室为首的大量族际通婚，以及在朝臣中起用大量外族

人士。在与众多人口的汉人接触并受汉人观念的影响，外族建立的政权也存在

大量族际通婚和任用他族人士的现象。这些资料确实反映出汉族的“族群”观

念相对比较淡漠。正是这种淡漠的“民族意识”再加上相对比较先进的农耕技

术和文化，使得汉族敞开胸怀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员，使之“蜕化”成为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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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人口规模逐渐增大；也使得其他民族在吸收汉族具有的“各民族可共享”的

生产技术和发达文化的同时，也逐渐淡漠了自己的“民族意识”，而不知不觉间

“蜕化”为汉人。有的少数族群领袖甚至十分积极地投入“蜕化”。“提倡外族汉

化之功，其中以后魏孝文帝为最，其生平设施，如正祀典，定婚制，考牧守，定律

令，颁田制，改服制，定乐章，禁胡服胡语，求遗书，法度量，兴学校等种种设施，

无一不以完全汉化为目的，而以提倡汉族文化为手段”（王桐龄，１９３４：１９５）。

（三）中国各族群容易相互融合的原因

王桐龄先生提出，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族群与汉族较易融合具有两方面

原因：一是“血统接近，⋯⋯故同化较易”，二是“诸族起源地，除去北狄、西戎以

外，皆在河流近旁。⋯⋯地势偏南，气候较为温暖，雨量较为丰盈，交通较为便

利，故容易进化成为农业国。秦汉以后，此一方之人民，遂同汉族混合，不再分

立矣”（王桐龄，１９３４：２０—２１）。
除了现在新疆地区的部分族群外，中国大多数族群都属于蒙古人种，体质

上差别不显著，这确实是他们之间较容易建立相互认同和相互融合的一个重要

原因。美国历代移民中的白种人之间融合极易，而白人与黑人和黄种人之间隔

阂较深，这也充分说明人种体质上的差异程度对于族群相互融合具有重要影

响。

（四）从汉族的形成与“蜕变”的角度对中国民族发展历史进行分期

王桐龄先生的《中国民族史》把中国整部历史共划分为８个时期：（１）汉族
胚胎时代（太古至唐虞三代）；（２）汉族第一次蜕化时代（春秋战国）；（３）汉族第
一次修养时代（秦汉）；（４）汉族第二次蜕化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５）汉族第
二次修养时代（隋唐）；（６）汉族第三次蜕化时代（五代及宋元）；（７）汉族第三次
修养时代（明）；（８）汉族第四次蜕化时代（清）。他首先把汉族发展史作为整个
中国民族发展史的主干，然后把汉族的发展史划分为一个胚胎期、四次大蜕变

和处于四次蜕变之间的三个修养期。该书以中国历史分期为章节，以汉族与其

他族群之间的交往与融合同化为主线来进行介绍与讨论。各章节详细地介绍

了历史上各个族群部落融入中原以及边疆各个族群部落被中原文化同化（汉

化）的过程。

（五）族群之间的融合方式

在王桐龄《中国民族史》一书中，作者为说明各个族群之间的融合而整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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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变量系统，其中各个变量可以用于具体描述和衡量各个时代族群之间的

关系，同时可用于数量统计和比较分析。综观书中提出的变量体系和相关衡量

族群关系的研究专题，我们可以把它们大致地归纳为：（１）杂居；（２）通婚；（３）
收养；（４）改变姓氏（形式上相互认同）；（５）接受语言文化；（６）改变服色（风
俗）这６大类。书中作为附录所提供的２３１张表格，可参照上述的变量体系分
为具体专题列入表４１。

表４１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附表分类

非汉族所建政权 汉族所建政权

内容分类 附表数目 内容分类 附表数目

汉族女子入宫表 １４ 外族女子入宫表 ３
其他族女子入宫表 ９ 公主、宗女下嫁外族表 ４
公主、宗女下嫁汉族表 ９ 外族出身人物表 ３
公主、宗女下嫁其他族表 ６ 外族大臣改汉姓者表 ２
汉族出身人物／大臣表 １１ 外族大臣赐“国姓”者表 ２
其他族改从汉姓人物表 １３
其他族大臣冠汉姓人物表 １ 其他附表

其他族大臣赐当权族群姓者表 ３ 世系表 ６８
汉大臣改当权族群姓者表 ６ 杂婚表 ４
汉大臣赐当权族群姓者表 ７ 归化人物表 ２
汉大臣赐“国姓”者表 ４ 归化部落表 ５
其他族出身大臣表 １５ 移民表 ６
收养义儿表 ３ 皇室汉名与外族名对照表 ３
本族改汉姓者表 ３ 其他 ２５

我们在第七章中会详细讨论衡量族群关系的具体变量，并介绍美国社会学

家戈登用于衡量族群融合的理论模型中的７个主要变量（马戎编，１９９７：１００）。
如把王桐龄提出的这６类与戈登的７个变量进行比较，那么族际通婚、语言融
合、认同意识、道德规范这四个方面是与戈登提出的变量相一致的，戈登的其他

３个变量（偏见意识、歧视行为、相互渗透或结构同化）可能是由于中国历史典籍
中缺乏直接的相关资料，没有进入王桐龄的视线。另外西方社会学在实际调查

中所关注的居住格局（是杂居还是隔离，反映了族际间相互接触的客观条件）和

人口迁移（从本族传统居住区迁入其他族群居住区），作为当权族群在促进或阻

碍族群交往与融合的主要政策内容，得到王桐龄的特殊重视，故把“杂居”作为

衡量各朝代族群融合的专题。当然，王桐龄这里所讲的“杂居”实际上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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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是当权族群为了达到“族群杂居”目的所安排的各族人口的跨地域迁移活

动。

近代西方欧美国家在服装式样上不断趋同，来到美洲的欧洲移民在“易服

色”方面不存在重大问题，所以戈登从未提出“易服色”作为衡量族群融合的变

量。而在清朝及以前的中华国土，农耕族群、游牧族群、山地族群由于自然环

境、生活条件、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在各自的“服色”上也存在明显差

异，因此就中国国情而言，“服色”确实应当作为衡量族群文化融合的一个变量，

这从一些皇帝对于“易服色”所给予的特殊重视也可体现出来。

“更名改姓”在重视血统和实行祖先崇拜的中国族群特别是汉族当中，是一

件非常带有象征性意义的大事。尤其是汉人改“胡姓”，更是有悖于儒家传统，

不但家族断了“香火”，而且背叛了族群。西方各国之间固然也有传统的家族姓

氏，但在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各国的姓氏都在流行，非欧洲的姓名让美国人发

音上有些困难，但仍然可以接受，所以美国的族群社会学没有把“更名改姓”作

为一个衡量族群融合的变量。而在历史上的中国，这确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大

事，而且“改名不改姓”和“改名亦改姓”之间还有差别。

“养子”由于在社会上人口数量相对较小，往往被人忽视，其实这种方式应

当是血缘融合的一种特殊方式。而在中国古代社会，帝王或贵族中收养是常见

的现象，隋代靠山王杨林有十三太保，“皆为其养子”，安禄山为唐明皇养子，“晋

王（李）克用之养子甚多，后唐庄宗之大臣中，赐姓名受养子待遇者亦不少；其中

多数为汉人。⋯⋯养子最易乱宗，亦最容易混合。⋯⋯外族人为汉人养子，当

然化为汉族”（王桐龄，１９３４：序论８，６）。王桐龄关注各朝代发生在族群之间的
“养子”现象，并根据历史记载开列出来，作为衡量当时族群融合的一个变量，应

当说是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思路。

在西方社会学尚未系统地对族群融合的具体方面进行分类时（戈登的著作

发表于１９６４年），王桐龄在１９３４年即试图提出以上分类方法，并根据中国历史
上的实际情况提出一组具有中国特色的衡量族群融合的变量，这应当说具有很

大的贡献。特别是对于中国的族群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建设，在今天仍然

具有特殊的意义。

（六）同年代另两部《中国民族史》与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的比较

上面我们以王桐龄《中国民族史》为代表来分析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我国学者
理解族群演变史的基本思路。对于吕思勉、林惠祥同期出版的《中国民族史》，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与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加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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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结构。我国近几十年来出版的中国民族史著作，大致有两种体例：第一
种以王桐龄先生的这本《中国民族史》为代表，以历史分期为章节，在各历史时

期分析各族群的交往历史。１９９０年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民族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王钟翰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田继
周等撰写的《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四川民族出版社）和２００１年王柯撰写的
《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谱系》大致延续的也是这一体例，

这几套书也以历史分期来划分各编（章），在各编（章）中分别叙述各族群之间的

交往与演变过程。其中王柯的新作对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族群关系有相当细致

的论述。

第二种是全书统按民族分章节，从其起源讲到演变、消亡，并讨论其各个支

系的变迁，吕思勉、林惠祥两位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出版的《中国民族史》是这种
体例的代表。黄烈先生把中国古代民族史划分为唐以前和唐以后两个历史阶

段，他的《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１９８７年，人民出版社）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按
民族分章节，下编则着重讨论民族交往融合的专题①，在体例上大致介于以上两

种之间。

２．分期。王桐龄书对于中国民族史以汉族为主线，再把汉族发展的全部历
史划分为一个胚胎期、四次大蜕变和处于四次蜕变之间的三个修养期。这一方

法在一定程度上为林惠祥所接受，林先生把中国民族史分为（１）秦以前，（２）汉
至南北朝亡，（３）隋至元亡，（４）明至民国４个时期（林惠祥，１９９３ａ：２３—２４）②。

３．资料。王桐龄在文字叙述中并没有大量引用古代文献关于各个民族本
身发展情况的文字记载，而是仔细查阅了历代文献中有关民族融合的资料（通

婚、改名、改姓、吸收外族做官、外族归化等）并汇集成表格，这些表格几乎占了

全书总篇幅的三分之二。而书中的文字部分则主要是作者自己的观点。吕思

勉书中的主要部分是介绍古代文献中对于各族的大量记载。林惠祥书则带有

近代西方学术著作的风格，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如华夏族的起源、三苗是否即后

世之苗族）均参考和介绍了国内外的各种不同观点，客观地介绍而后加以讨论。

这三本书在取材和叙述方式上各有特点。

①

② 费孝通教授认为“夏商周三代正是汉族前身华夏这个民族集团从多元形成一体的历史过程。
⋯⋯在春秋战国的五百多年里，⋯⋯是汉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育成时期”（费孝通，１９８９：４）。这与王桐
龄提出的“汉族胚胎期”观点相一致。不同的是，费孝通教授注意到了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个从“地

区性的多元一体”向“整体性的多元一体”的过渡阶段（费孝通，１９８９：５）。

在该书下编中，黄烈试图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个“要素”（语言、地域、共同经济与社会制度、

共同心理意识）的角度来分析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族群融合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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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由于王桐龄这本书使用的资料全部来自《二十四史》及各朝正

史，书中提出的基本理论与衡量族群融合系统也必然会受到所用资料内容的限

制。尽管我们今天还可以对这一体系及具体变量进行讨论，但这样的理论框架

和论证方法，在近代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成果当中确是十分罕见的。王桐龄的

《中国民族史》因此也应当受到国内外民族、族群研究者更多的重视。

三、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族群

统一体的多层次性

在一个多族群政治统一体的内部结构中，各个族群的位置是否都属于同一

层次？各个族群所扮演的角色是否相同？在这个统一体中发挥的作用是否相

似？我们在分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时，会很自然地提出这些问题。

１９９７年费孝通教授在另一篇文章“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中，把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主要论点进一步概括为：（１）“中华民族是包括
中国境内５６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５６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
⋯⋯５６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
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个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

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这个论点我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２）
“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

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它发挥凝聚作用

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３）“高层次的认同并
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

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所以高层次的民族可以说实质

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

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

（费孝通，１９９７：１０）。
费教授这段话中的核心，是提出在“多元一体”格局内部，各族群之间存在

着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性。当然，存在决定意识，这个高层次“共同的民族认

同意识”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各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分布诸方面已经形

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实体。族群认同意识的多层次性反映的是我国族群

结构的多层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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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看待“民族”群体，各国的族群集团是否分层次

当我们谈到“民族”的时候，难免会面临一系列问题：对于所有的族群是不

是都应当只使用一个概念、一种定义？被同样称呼为“民族”的族群是否都具有

完全相同的内涵？换言之，分析多族群国家时，对这些族群分不分层次？

国外学者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所提出的异议，主要是认为中国每个

族群（汉族、蒙古族等）就是一个单独的“民族”，“中华民族”的提法主要是一个

政治概念，在有关族群的学术研究中没有意义。他们认为中国存在着几十个民

族，但并不存在一个“中华民族”，只有“多元”而没有“一体”。这是国外一些民

族学、人类学学者所持的观点。

无论国内或国外任何族群群体的形成，都有一个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一

个族群不可能在某一天里突发式地立刻“形成”，这种现象在现实社会中是完全

不存在的。在一个族群的形成过程中，往往是经过长期的成员相互交往，在文

化、语言、宗教、经济活动等领域出现一定程度的融合，在此基础上又得到一定

事件的推动（如共同敌人入侵、首领通婚等等），使得一些部落群体决定聚合在

一起而成为一个族群。在各国历史文献中，均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记载。这些

聚合在一起、使用一个统一族群名称的原各部落群体（亚群体），会由于其群体

人口规模和进入这一族群的时间长短，在一个时期内并在不同程度上仍然保持

自己的语言、习俗甚至社会组织形式。应当说，这种与族群认同程度不同的现

象就表明了在一个大的族群内部，各“亚群体”居于不同的层次。如果这个大族

群能够稳定地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些“较低层次”的亚群体文化、社会特

征就有可能逐步淡化甚至消失。在实际生活当中，可能存在着两个、三个、四个

甚至更多的层次①。我们在研究中如何具体划分，则取决于研究对象的实际情

形，取决于研究的具体目的和相应的分析方法。

人类社会十分复杂多变，我们使用的概念（如“族群”、“民族”）应当是对复

杂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的归纳和概括，而不是简单地借用产生于其他社会的

概念去人为、主观地定义一个社会。所以在研究族群时，如果从事实出发，就应

当承认在族群中存在着“层次”，同时“层次”的结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可能

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所积累起来的量变可能导致质变。这是辩证地看问题，而

① 如藏族中又可分为卫藏、安多、康三大群体，每个群体还可进一步细分下去；彝族内部还有诺苏、
纳苏、罗武等不同自称的亚群体。美国的白人当中又依据其原迁出国而分为盎格鲁—撒克逊裔、爱尔兰

裔、德裔、波兰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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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形而上学、僵死地看问题。有了这样的思维方法，我们在看待“中华民族”

整体与国内各族群之间的关系时，就可以思考和分析是否有一个族群群体的

“层次”问题。

费孝通教授提出，我国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

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费孝通，１９８９：１）。“在现在所承认的五十多
个民族中，很多本身还各自包含更低一层次的‘民族集团’。所以可以说在中华

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

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费孝通，１９８９：１８）。对费
孝通教授所提出的这些现象，只要不带着抽象概念的框框，仔细观察周围活生

生的现实，都是不难观察到的①。我们对于社会中“族群”、“民族”现象的认识，

就是应当从这些活生生现象的理解和分析当中，来逐步进行总结和提高。

对于“层次”的理解，也还有一个“名”、“实”之分。历史上一些统一了中国

的少数族群政权，在当时中原政治舞台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但实质上却很快

即成为中原传统文化的代表与推行者②。虽然这些非汉族建立的新王朝也会在

中原文化上打上自己族群的文化烙印，但是深入地分析来看，中原文化始终是

“实”，而皇帝来自哪个族群，最终仅仅是“名”。

中国几千年来的“改朝换代”，从来没有真正危及中原文化的延续与发展。

那些抵制新朝的“遗老遗少”，一些人是为了报答旧朝皇室的恩宠，而大多数则

是出于对中原文化将遭破坏的担心。而开国的新朝代，不论来自哪一个族群，

为了得到庞大中原汉人民众和士绅的支持，都要拼命表示自己继承了前朝“皇

统”，是“奉天承运”来统治中国，将要全力去保护与发展中原文化。其中很具有

代表性并延续了约两千年的有两件事，第一件就是“建元称帝”，废去前朝的年

号，颁布本朝的新年号并举行“登基”仪式；第二件就是新皇朝要按照历朝传统

的格式，由皇帝钦命本朝重臣主持为前朝修史，完成这件“改朝换代”的程序。

①

② 在少数族群政权统治汉族地区的时代，这些族群无例外地均被汉族文化所同化，其主要原因，一
是汉族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和生产组织，“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１９７２：７０）；二是汉族拥有庞大的人口，如果不去适应汉族文化而是去
强迫汉族全盘接收异族文化，必然会遭到激烈的反抗从而威胁到这些少数族群政权的统治和生存。

在中国的不同族群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交流与融合的关系。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同一个族群的各

个部分，与周边族群的融合程度也有所不同。如土族的两部分人口，因分别与藏族和汉族杂居而在语言

与文化习俗上分别受到两族的影响，散居在东部沿海的回族人口，在接受汉族文化方面也不同于聚居在

宁夏、甘肃临夏的回族。不仅少数族群在被汉族文化所融合，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部分汉族人

口也被少数族群文化所融合。在族群融合方面的族群多样性、族群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差异性、族群融

合方向的双向性等等，即说明了中国族群关系格局及其内涵的复杂程度，也说明直至清朝和民国时期，中

华各族群之间的相互融合一直处在发展进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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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蒙古族的元朝要撰修《宋史》，满族的清朝要撰修《明史》。反过来，汉族的

宋朝要修《五代史》，明朝要修《元史》。这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从文化

角度来看是“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是皇帝家族的族籍和姓氏的更替，而

不是文化和法统的更替。这与世界上其他地区帝国或王国覆灭后的情景是截

然不同的。

（二）“汉族”的核心是“汉文化”

我们要想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就需要理解“多元”与“一

体”之间的关系，还要理解中国在东亚大陆上之所以能够长期稳定地保持“一

体”，甚至在欧洲人入侵所发动的鸦片战争之前仍能不断扩展，这就必须分析能

够把许许多多族群凝聚在一起的核心族群———“汉族”。我们现在天天使用“汉

族”这个词汇，但是我们并不一定清楚地了解它的来源和真实的含义。

“民族的得名必须先有民族实体的存在，并不是得了名才成为一个民族实

体的”。名称不过是对现有事物给予的一个标签，就像先诞生了孩子，再给孩子

取名字一样。“民族名称的一般规律是从‘他称’转为‘自称’。生活在一个共同

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

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

所谓民族意识”（费孝通，１９８９：５）。族群意识是族群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专
题，与族群名称密切相连。费孝通教授在这篇文章中认为“汉族这个名称不能

早于汉代，但其形成则必须早于汉代。⋯⋯汉人成为族称起于南北朝初期，可

能是符合事实的”（费孝通，１９８９：５）。在汉朝之后的南北朝，人们开始采用“汉
人”这一名称来称呼从秦汉因袭下来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农耕族群。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汉族与我国其他族群并不处在同一个层次

上。从基因和体质方面进行比较，北方汉族与蒙古族更为接近，而与南方汉族

距离较大。所以构成“汉人”的最最重要的基础，并不是体质特征和血缘基因的

同源，而是文化层面的同化。广东人是汉人，但是广东人的体质特征与越南人

相接近，而与北方汉人的体质特征差别很大①。广东话发音与汉语普通话的差

别也很大，可见体质和发音方法并不是构成“汉人”的基础。

在历史上，北方各族群（鲜卑、契丹、女真、蒙古、西夏、满族）多次大规模进

① 外国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特点，“中国的南方人与北方人差别很大”，同时指出这一现象也存在
于其他国家，“如果比较欧洲民族的Ｒｈ、ＡＢＯ和其他已知的基因频率，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异很
小。德国人和法国人虽然彼此征战，仇视了几个世纪，但他们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举例来说，法国东南

部或西南部的人与西北部的人之间的差异就比两国间的差异大”（卡瓦里—斯福札，２０００：２５２，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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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原农业地区，其结果是不断地为汉族输入了新的血液。如鲜卑人建立的北

魏政权，曾采取强制手段对属民进行“汉化”，要求“胡人改汉姓”。同时汉族农

耕地区也不断向南扩展，逐步把南方土著居民（东夷、吴、越、楚的后裔）中很大

一部分吸收进汉人群体①。这样汉人就成为一个以农耕文化为主体、不断融合

其他族群而形成的一个十分特殊的族群集合体，到今天汉族人口规模约为１２
亿，如果我们非要把它定义为“族群”的话，那就是一个举世罕见、人口规模最大

的“族群”。

在与国内其他族群的交往中，汉族的族群意识比其他族群要淡漠得多，这

一点在族际通婚、申报“民族成分”、日常交往等方面都能反映出来。所以这样

一个以文化为基础的、在“教化”中积极吸收其他族群的、具有极大包容性的“汉

族”，也许不应当被看作是与我国其他族群同属于一个层次的族群。与我国其

他族群群体相比，也许汉族可以被看作是以文化层面为核心（这一汉文化又以

几千年相对发达的农耕经济为基础）的、高出一个层次的族群集团。为了更深

刻地理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在开展关于汉族的研究时应注意

它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当然，在与其他族群的交往过程中，一些汉族民众也不可避免地（被迫或自

愿地）被融合于其他族群。在各个地区，其他各个族群之间也存在着相互融合

的过程。通婚是族群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费孝通教授说“从生物基础，

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

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费孝通，１９８９：１１）。
汉文化体现在族群观和族群关系方面的核心思想有这么几点：首先把世界

万物生灵都视作在“天下”范围内彼此相关的群体，而中原地区（“神州”）的“文

明社会”是以儒家伦理及其价值观、行为规范所融合与组织起来的社会秩序，然

后以此为本判断其他族群与“中原”的“文化距离”，中原文化的“使命”是以“仁

政”和“感召”的方式向其他族群施“教化”，汉文化对待其他文化的基本态度是

“兼容并包”和“有教无类”，其最终理想是“天下大同”。在与其他边疆少数族群

打交道时，如果汉人心理上有某种“优越感”，那也主要是“文化优越感”，而不是

欧洲白人与其他非白人群体打交道时所持有的“种族优越感”。“文化”和“礼

教”是可以学习的，“蛮夷”习礼教便可转变为“诸夏”，中原的汉人丧失礼教也会

变为“蛮夷”。这是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多元、动态和辩证的族群观和文明观。

在中国的历代史书中，极少直接在族群集团的名称上使用“某某族”这一提

① 林惠祥把汉族的主要来源归纳为华夏、东夷、荆吴、百越４个系统（林惠祥，１９３９）。

１２８
民族社会学



法，先秦和汉朝文献通常只称“族名”，如“犬戎”、“淮夷”、“匈奴”等，隋唐之后则

称“汉人”、“蒙古人”、“藏人”、“苗人”等等。而“族”字则多用于“家族”、“氏族”

的称呼，有时也是对异文化群体的泛指，如“异族”、“非我族类”等提法。对我国

的族群直接使用“某某族”的称呼，主要是近代以来受西方和日本出版物的影

响。为什么在我国历史的族称上不称“某某族”？这也许反映出我国传统上在

“中华神州”范围内族群划分中对于“文化”（教化）的重视和对于族源血统的相

对轻视。因为这里的“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来划分的，通常人们用于称

呼“非中原文化”的族群，而对中央王朝管辖下的各族群称之为“某某人”而不称

“某某族”，体现出汉文化“有教无类”的极大包容性。同时也可以说明，为什么

汉族在与国内少数族群接触中“族群意识”非常淡漠，而当他们与欧美人、日本

人接触时，在他们心中被唤起的最强烈的民族意识就是“我是中国人”①。这种

民族意识的层次感十分鲜明地反映在近一百多年来汉人的意识和态度中，这体

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之一②。

再回到前几章关于“民族”一词定义的讨论，我们通过以上分析也可以看

出，不管汉文中“民族”一词是源于欧洲语言的中文翻译、借自日文还是历史上

中文词汇的再运用，这样的称谓把居于不同层次的（１）多族群共同体的“中华民
族”、（２）以文化为核心在“教化”过程中“滚雪球”滚出来的“汉族”和（３）汉族以
外其他各个少数族群，统统都放到了一个层面上，并使用同一个词汇“民族”来

表示，这是否符合几千年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和族群融合进程的实际情况，无疑

也是一个需要我们讨论和分析的问题。

（三）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要形式———“向心力”

中国出现了汉族集团这个凝聚核心之后，它的凝聚作用是如何发挥出来

的？

首先，几千年以来，中原地区始终是汉族人口的集中聚居地，是东亚大陆农

耕经济的中心地带，也是手工业和贸易的核心地区，在此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

的大都市，也随之成为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传播中心。换言之，中原

地区是整个华夏文明、汉文化的文化科技中心。有的学者认为，正是汉族的“这

①

② 梁漱溟先生在论及中西文化的区别时认为，在个人、家庭、国家、天下的链条中，中国文化更加重
视家庭和天下，而西方文化则更加重视个人和国家（王联，２００２：１５４）。我们所讲的“族群”之“族”，在这个
链条中应当比较接近于中国古代观念中的“国”。而在中国古代观念中，“朝”则接近于“天下”。

例如在国外学习的汉族留学生与我国各少数族群留学生之间普遍有着同属“中国人”的高度认

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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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较高文明作为民族凝聚力和稳定性的基础”在中国民族关系演变过程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陈永龄，１９８９：１２）。
其次，历史上中原地区不仅是文化中心，以首都为代表的各大城市也成为

东亚大陆地区各项政治活动的中心，所以在中原四周的各族群一方面以中原地

区的文明作为仿效的典范，积极接受和学习中原地区的汉文化，另一方面积极

争取中央朝廷的册封和爵禄，以得到和确立各族群的政治地位。边疆各族首领

最大的野心，就是“入主中原”。这个目的一旦侥幸实现，就千方百计地使中原

百姓承认其为继承华夏文化的“正统”王朝。历朝各族把中原地区视为东亚大

陆的政治中心，也说明在他们内心里对汉文化的认同和对中原地区的向心力。

第三，中原地区精耕细作的农耕经济十分繁荣与发达，而周边各少数族群

或从事草原畜牧业，或从事山区狩猎、采集和粗放农业，生产规模小而且产品品

种相对单一。于是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和物资交换就成为少数族群地区经济不

可缺少的重要补充。如中原农区与北部西部牧区之间的“马绢互市”和“茶马贸

易”曾一度是中央王朝控制边疆游牧族群的手段。汉族农业地区因此成为东亚

大陆的经济中心，并对周边地区的族群产生很大吸引力。

当这种“向心”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并使一些少数族群也接受汉族的农耕

文化之后，这些族群的部分人口就逐渐地被融入了汉族，如历史上居住在北方

的契丹人和女真人，居住在南方的越人、楚人，以及近代的蒙古人和满人等。费

孝通教授说，“如果要寻找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

个主要因素。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

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的主动地融入汉族之中”（费孝通，１９８９：１７）。中原地区
先进发达的农业是它对周边族群具有凝聚力的经济基础。

第四，由于汉人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和相应的经济规模，因此使得中原地

区成为东亚大陆的人口中心。在几千年人口迁移的过程中，凭借其在农业、手

工业、建筑、医学、水利等各方面的先进技艺，许多汉族能工巧匠大量迁移并定

居在少数族群地区，而凭借中原地区丰富的物产和发达的商业网络，许多汉族

商人也深入到各少数族群地区的城镇和乡村①。“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

和商业据点一般都有汉人长期定居。这样汉人就大量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的

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

① “民族迁移和流动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以至于融合、同化，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形成，
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在血缘上的融合和形成，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一个重要历史途径。⋯⋯民

族迁移是凝聚力发展的催化剂”（陈育宁，１９９４：１２，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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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费孝通，１９８９：１６）。正是这样一个人口分布和经济交流的网络，把中华民
族各族群、各地区与中原地区和中央政府密切地联系起来，形成了具有凝聚力

和向心力的人口基础。这个网络的核心部分与神经中枢，就是中原地区和中央

政府。

综上所述，从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华民族族群内部的凝聚力，并

不是简单地以同样强度平行地存在于各个族群之间，而主要是体现在各少数族

群地区的人们对中原地区和中央政府所具有的一种“向心力”，以及他们对以中

原地区为核心的这个“多元一体”的族群共同体所产生的一种认同感。

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

当我们基本认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作为理解我国族群关系特点的

一个理论框架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析其历史发展进程。我们大致可以把

这个基本格局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个阶段：形成时期

根据考古发现，远古时代就在中国各地形成了许许多多的族群集团和相应

的文化区。这些族群集团又经过了长期的相互交往、征战和融合，到秦汉时期

形成了分别以农业和畜牧业为各自主要的经济活动的南北两大统一体，既并立

又相互依存。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或是北部游牧族群集团部分或全部地

征服南部（如南北朝时期和元朝），或是南部农业族群集团把北方游牧族群远远

赶向漠北和中亚（如汉、唐王朝的全盛时期），只有到了清朝中叶，汉、满、蒙、回

（主要指新疆各少数族群）、藏、苗等各大族群集团才统一在清王朝的统治之下，

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体。在各族群的支持下，满族为统一

祖国各族群和奠定祖国的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

费孝通教授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三步。

“第一步是华夏族团的形成，第二步是汉族的形成，⋯⋯从华夏核心扩大而成汉

族核心”①，第三步，“两个统一体的汇合才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

的完成”（费孝通，１９８９：５）。而这两个统一体的汇合，体现了游牧经济与农业经

① 在秦汉时代，当中原地区以汉族为核心实现了农业区的统一的同时，北方游牧区形成了以匈奴
为核心的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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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之间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应当指出，“统一”本身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统一体中的各部分与中

央政权之间的关系也在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着。由于中原王朝自秦汉以

来建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统一”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各边疆族

群集团“封建化”的过程。

满族兴起在我国东北部，那里有丰美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也有可供开垦

的肥沃土地。满族的生产活动起初是以狩猎为主，兼营畜牧业，后来向汉族学

习，逐步发展了农业。从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满族是介于农牧两大统一体

之间的族群集团，它既能理解中原农业族群的经济活动、社会组织、文化和族群

心理，也能理解北方游牧族群；它一方面大量学习吸收汉族的文化，另一方面又

努力保持北方狩猎族群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也正因为如此，满族最终能同

时被农业族群和游牧族群两方面所接受。而在历史上，无论是把华北农田变成

牧场的元朝王公，或是奋力把匈奴部落驱向漠北的汉武帝，都只是凭靠武力逞

一时之雄，没能做到把中华民族的农牧两大集团真正地结合到一个实体之中。

直到中国遭遇西方帝国主义侵略（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在东亚地区的权威并未

受到严重挑战。

（二）第二个阶段：危机时期

这一时期大致是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一百年。当多元一

体格局于清朝中叶最终形成之后，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这个民族统

一体很快就开始面临着新的危机。危机首先来自海上的帝国主义侵略。在鸦

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中，清王朝势力急剧衰落。随后沙皇俄国和靠军国主义

兴起的日本等也加入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他们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手段

就是鼓动边疆少数族群脱离中华民族大家族。在当时世界政治秩序中，帝国主

义国家通过武装侵略与强权干预来瓜分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破坏并打乱了

亚非拉许多落后国家原有的政治疆域、经济体系和族群格局。

在这个危机时期，由于经济上受到西方先进生产力和商品的冲击，中国传

统的生产组织和经济活动遭到沉重打击；在文化方面，西方价值观和基督教也

伴随着西方商品进入了中国；由于军事上的失败，中国一再地割让领土，以致部

分少数族群脱离了祖国。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崩溃了，全国陷入军阀割据混

战的分裂状态。此时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面临着解体的严重威胁。而日

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大规模武装侵略，更是妄图消灭我国，企图逐步地把东北地

区、内蒙古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等纳入“大日本帝国”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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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如《义勇军进行曲》中所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每个人被迫着

发出最后的吼声”。中国共产党联合各族群、各阶层、各党派和海外侨胞的爱国

人士以及热血青年进行抗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唤醒、激发了中华民族大家

庭全体成员的民族主义精神和对这一多族群共同体的凝聚力。自在的中华民

族在外来力量的冲击下成为自觉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与外部民族的界限开

始更为明确地划分开，“中华民族”内部各个族群之间的凝聚力也得到空前加

强。

在传统农业国家时期，在自然条件较好、适合发展农业与城市的平原地区

出现了一些强大的国家，而在这些强国之间的山地、高原、荒漠等自然条件恶

劣、人口稀少地区通常都居住着一些少数族群，他们建立了自己独立或半独立

的政治实体，有时也成为邻近强国纳贡的属国，这些族群成为各强国之间的某

种“缓冲区”。但是在西欧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民族—国家”之后，这些“民

族—国家”凭靠其先进武器开始对世界其他国家进行侵略和兼并，并把这些国

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原来的“缓冲区”都迅速成为列强角

逐的必争之地，这就使得世界各地原有政治格局被完全打破并转而实行新的游

戏规则。一些国家（如印度诸土邦）在这个过程中灭亡，一些国家（如清王朝）与

下属边区的族群之间的关系也不得不重新调整。所以这个“危机时期”并不仅

仅出现在１９世纪中叶的中国，同样也出现在面临西方列强侵略瓜分的世界其
他地区。

（三）第三个阶段：重建时期

自１９４９年至今天的这一时期即是重建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
下，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个族群又重新统一起来了。这一次是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努力重新缔造一个在形式与内容方

面与以前大不相同的新的“多元一体”结构。

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原则是民族平等和民族进步，首先从立法上确立各族

群在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地位，然后为了达到“事实上的平等”（即是社会、经

济、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平等）制订了一系列扶助各少数族群发展的优惠政策。

中国在各少数族群聚居区实行区域自治的制度，以保障少数族群自己当家作主

的权力。新中国的统一与封建皇朝制度下的统一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是在族群

平等基础上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统一。而旧中国的统一是在族群压迫制度下

的统一，统一的趋势往往伴随着压迫和反抗。经过近五十多年的努力，虽然其

间也经历了许多曲折，但是我国各少数族群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中华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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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团结和统一得到了巩固与发展。当然目前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矛盾，但总

趋势是团结而不是冲突，是统一而不是分裂。香港和澳门已于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９
年先后回归祖国，台湾海峡两岸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迅速发展的大潮流是任何

政治势力所无法阻挡的，这些也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中华民族统一的大趋势。

五、重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面临的新的历史条件

原来的多元一体格局之所以会出现危机，主要是由于中华民族所在的东亚

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在近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建国以来重建这一格局

的历史条件与几千年前初创这一格局的历史条件是很不相同的，其主要不同点

可以归纳为三点：

（一）鸦片战争之前，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是东亚大陆的文化中心

几千年来，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和中原地区，在社会组织、经济活动、

生产技术、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发展均领先于各少数族群，是东亚大陆的文化中

心。这种情况使各少数族群集团存在着很强的仰慕汉族和汉文化的向心力。

在经济上，各少数族群都可以或多或少地依赖于中原汉族农业地区的各种产

品，“茶马贸易”是牧区各族人民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补充。在行政上，中原

王朝的行政体制是复杂和有效的，并拥有强大的武力，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族群

往往仿效内地的行政组织形式，但在军事上始终无法与中原王朝竞争。在文化

上，中原地区的文学、医学、教育、算术、绘画、手工艺品、音乐舞蹈、冶金、陶瓷、

丝织、建筑、种植技术等各方面都很繁荣发达，长期被各少数族群视为文化中

心，不但中国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族群仰慕中原王朝，甚至曾经连日本、朝鲜、越

南等邻国的学生都以到中国的京城学习为荣。近代的满清王朝虽然由满族建

立，但基本上保持了汉族的传统文化，汉语言文字实际上仍是通用的语言文字，

儒教伦理占据统治地位。

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明进入东亚大陆，在许多方面特别是科学技术、制

造工艺、武器军舰、管理方法等方面，它与汉文化相比体现出明显的优越性。这

样，在传统的中华文化圈内，西方文明成了一个外来的新文化势力，在中国各族

群集团（也包括汉族）面前展现了一个新世界。虽然历史上在中国邻邦里也曾

存在过其他的文明中心（如印度），但中华民族的各个族群集团总的来说承认汉

文化的优越。现在连汉族都在积极学习欧美语言，我国各少数族群集团或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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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也都会被卷入到这个开放、学习、改革的大潮中来。中国必须进入世界，过去

区域性单一的文化中心已变成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中心多元化，汉文化在各方面

已失去了原有的绝对统治地位，文化的向心力也因此而大大削弱。建国以来在

重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时，与历史上相比，这是客观条件的一个重要的变

化。

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西方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通过各种消费品

和文化产品源源不断进入中国，甚至已经通过电视、电影等媒介在逐步渗透到

边疆地区。在这种新的发展形势下，需要在我国中原地区的传统文化、少数族

群的传统文化、西方国家的文化以及来自外部的其他文化传统（如伊斯兰教文

化）这几种文化传统之间设计并建构一个新的“文化格局”，界定并调控各自的

发展空间，以免失去文化之间的平衡，造成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的文明冲

突。在一些国家（如美国）实行“文化多元主义”，但是在“多元”之上仍然有着一

个占据主导地位的“主体文化”来保证国家的“一体”，文化的多元性不能危及并

且必须服从这个“一体”。例如不同的文化传统可能有不同的法律观念，但在一

个国家里，必须实行司法统一，全体国民服从同一个宪法和同一套法律体系。

中国在进入“全球化”世界体系之时，也必须思考如何建设本国“文化格局”这个

大问题。

（二）历史上曾长期实行的是以汉族为核心、周边地区层层淡化的管理体制

无论是多元一体格局最终形成之前的南部统一体还是这一格局形成之后

的整个中国，基本上是以汉族为核心组成了一个行政上多层次的中央帝国。汉

族省份是这个帝国的腹地，有着严密的行政管理机构，直辖于皇帝。在汉族与

少数族群杂居地区，行政组织松散一些，一些少数族群的领袖人物被任命为地

方官吏。而在邻近汉族地区的少数族群区域（如内蒙古、川西、青海、云贵、广

西），则是通过本族群的世袭王公贵族、土司头人来治理。再往外层，地方政府

的权力就更大一些，如西藏即是由地方噶厦政府治理，中央只派驻藏大臣来实

施监督，采取因地制宜、程度不同的“区域自治”制度。最外一层是清王朝的藩

属国，如当时的朝鲜、琉球、安南等，它们是独立的国家，但向清朝纳贡并承认清

朝为其宗主国。这种管理体系在商周时代被称为“五服”① 或“内服—外服”格

局，“内服，即天子与王朝朝廷的直辖领土，或称王畿；外服即周边的独立或半独

① “五服”表示“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五个层次的管辖范围，“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
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荀子》正论篇）。

１３５
第四章 理解中国族群关系的理论框架



立的诸侯国，它是天子与王朝朝廷间接统治的地域”（王柯，２００１：１８）。由于当
时在各少数族群和各邻国中对于汉文化的向心力很强，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

形成了这种行政控制权力层层淡化的管理结构。

自鸦片战争后，情况逐步发生了变化，在中国四周有了强邻：东面是侵占了

朝鲜和台湾的日本，南面是侵占了安南的法国，西南是侵占了印度和缅甸的英

国，北面是吞并了一系列中亚小国的俄国。这些外国势力，都积极地通过各种

侵略战争和外交压力从中国攫取领土，把四周原属中国的藩属国和实行程度不

同“区域自治”的少数族群地区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或它们控制的势力范围。为

了抵御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战争，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中央政府对边疆少数

族群地区的行政控制不得不强化，历史上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在行政制度方面

的原有形式需要重新调整，并转变成为一种核心地区（首都和重要城市）控制

紧、边疆地区控制紧、中层地带控制松的新的行政管理结构。但是进行这样的

调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种努力经常会引起当地少数族群领袖人物的不满，

因为他们传统上享有的自治权力被削弱了，他们的不满必然会对多元一体结构

的重建带来困难。晚清时期在北方实行的“移民实边”、在西南实行的“改土归

流”、在西藏推行的“新政”等政策均曾引起一些地方首领的不满和抵制。

（三）历史上中央政权实行的是保持汉族中原地区在社会发展水平方面优

势地位的政策

在历史上，为了使中央王朝和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保持稳定，

统治者需要保持中原地区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优越地位，使各少

数族群始终处于落后和从属地位。这实际上是历代中央王朝和国民党政府的

政策目标。这种政策造成的差距在客观上确实加强了经济和文化的向心力，有

利于当时多元一体格局的稳定。

但是，解放后的中央政府则必须认真考虑加快各少数族群的社会、经济、文

化发展和如何使它们现代化的问题。如果汉族地区与各少数族群地区在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逐渐扩大，这种情形在今天非但不能巩固向心力和稳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反而会形成离心力，造成这一格局的解体。在近年

我国实行改革的过程中，沿海各汉族省份经济发展很快，与边疆各少数族群地

区的差距迅速扩大，这一趋势令人十分忧虑。正因为对这种局面的担心，自

１９８５年以来许多有识之士一再强调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到“各民族
共同繁荣”，近年来中央政府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即体现了促进西部少数

族群加快发展的紧迫性。如何在高度竞争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使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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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庭中的每个族群集团都能走上现代化之路，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中所

面临的新问题，可借鉴的历史经验十分有限，我们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进。

总结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在重建我国各族群多元一体结构的历史阶段，我

们面临着新的历史条件，汉族与各兄弟族群之间，中央政府与各少数族群聚居

区之间的行政、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需要在许多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整，只有

这样才能真正形成一个长期稳定和不断发展的多族群共同体。

六、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民族

大家庭内部的团结与协作

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族群政策比较实

事求是，各级干部比较廉洁奉公，军队纪律比较严明；同时根据当时的历史条

件，许多少数族群地区在建国前后的“民主改革”中废除了原有的奴隶制、农奴

制等束缚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制度，使各少数族群的大多数劳动群众翻身做了

主人。在当时，大多数少数族群民众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发生根本性变化、解

放前后对比十分鲜明的时期，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在各少数族群群众中享有很高

的威信，各族群的向心力曾一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统治时期，各地发生了许多破坏
少数族群文化、迫害少数族群干部、群众的事件，降低了党和政府的威信，损害

了各族群之间的团结，削弱了各族群的向心力。而今全国面临改革开放的新形

势，汉族与各少数族群在经济、技术、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各少数

族群应当怎么办？如何才能实现现代化？出路在哪里？这是各少数族群广大

干部和群众非常关切的问题，也是所有关心我国族群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有识之

士为之十分焦虑的问题。

从几千年的历史来看，我国各少数族群的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祖国大家庭

的团结与进步。哪一个时期族群团结比较巩固，那个时期各族群在社会、经济、

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就快一些。哪一个时期各族群之间不团结，那个时期就会被

外部敌对势力利用来削弱整个中华民族以谋取其利益。如果盲目地认为外国

政治势力会真心诚意地帮助某个族群发展而不掺杂其自私的国际战略或经济

利益的考虑，那是完全缺乏历史常识、极其幼稚的幻想。

当前的形势要求中央政府要具有远大的战略设想和宏观的理论纲领，同时

又要有切实可行的具体步骤与方案，要能做到使各少数族群对自己地区的发展

速度和相应的社会、经济成果感到满意。总结建国五十多年来中央政府帮助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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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族群地区发展的措施，大致可以归纳为三条：一是派干部去少数族群地区

工作，同时积极培养少数族群干部；二是在那里逐步进行社会改革，推行与汉族

地区基本相同的行政、经济、教育体制和政策，这些体制和政策被认为在汉族地

区是行之有效的；三是在财政上、物资上支持少数族群地区的行政开支、基础设

施，并通过项目来推动各种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这些做法的实际效果如何，

需要认真细致地加以总结。

（一）选派汉族干部到少数族群地区去工作，同时积极培养少数族群干部

选派一批汉族干部到少数族群地区去长期工作，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在

建国初期，为了稳定形势和推动社会改革，是绝对必需的。在汉族干部帮助下，

各少数族群也涌现出了一批自己的领袖人物。真正的领袖人物要有觉悟、有能

力、懂政策，并要在本族群广大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少数族群的领袖人物由

于了解本族群的历史、文化传统，了解本族群群众对中央政府某些政策可能出

现的反应，他们可以帮助避免出现政策失误；同时一个族群如没有自己的领袖

人物，这个族群在心理上就无法恢复平稳，很难振奋精神。在历史上各个朝代，

各少数族群的领袖人物在维系中央政府与少数族群集团的关系方面都曾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少数族群地区各

项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使少数族群地区的经济能以更快的速度融进国内和国际

市场体系，使少数族群群众能够分享沿海地区的经济繁荣，具有相当数量的汉

族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在少数族群地区工作是十分需要的。任何形式的狭隘

地方族群主义都只能有损于族群团结、有损于本族群地区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

展。

（二）进行社会改革，推行与汉族地区基本相同的行政、经济、教育体制和政

策

建国初期，有一些少数族群地区仍然实行的是农奴制、奴隶制、甚至原始社

会的一些制度，为了加快推动这些族群的社会发展，进行社会改革（特别是对落

后制度实行的“民主改革”）是绝对必要的，同时也得到了少数族群广大受压迫

群众的衷心拥护。

但是在推行与汉族地区基本相同的行政、经济、教育体制和政策方面，存在

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不顾少数族群地区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群众的愿

望，简单地全面引入汉族地区的制度与作法，这样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群众跟不

上，当地干部有顾虑，也容易被民族主义分裂分子所利用。另一种倾向是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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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少数族群的特殊性，在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仍然反对在各种制度上与全

国接轨，其结果是保持和拉大了少数族群地区和汉族地区在经济和科技文教等

方面的差距，削弱了而不是增强了各族群之间的凝聚力。

建国五十多年来，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多次反复。政府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强调过要照顾少数族群及其聚居区的特点，提出在制度与政策上允许少数族群

有一定的特殊性。后来在党内出现了左倾错误，产生了一系列错误的观点和作

法，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某些人甚至否定族群特点的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这些做法得到了纠正。但在“拨乱反正”过程中，有一部分人又产生了

另一种倾向，在对“文革”期间所犯错误的提法上和在干部问题、宗教问题上的

一些“矫枉过正”的做法实际上助长了地方民族主义情绪，迎合了国内外民族分

裂分子，既损害了族群团结，也为一些少数族群地区今后的政治稳定留下了隐

患。

（三）中央在财政上、物资上支持少数族群地区的行政开支和建设事业

建国以来，中央政府给少数族群地区的财政补贴数量相当大，可以说是少

数族群地区地方行政开支和建设事业资金的主要来源，体现了中央政府对少数

族群地区各项事业发展的关心与支持。这种作法的后果也是分为两方面的。

一方面，在中央的财政支持下，这些地区的基本建设事业的确有了很大的发展；

另一方面，这些地区对中央在财政上产生了很大的依赖性，这显然不是当初实

行财政补贴政策的初衷。

对于这种结果，提供资金的汉族地区群众不满意自不用说，接受资金的少

数族群干部和群众也并不满意。如我国东北的鄂伦春族，基本上是国家财政拨

款来支持当地的建设和补贴鄂伦春族民众的收入，每个鄂伦春族成年人或是可

以成为国家职工，或是以“护林员”名义领到生活补贴，但他们情绪低落，因为这

种依赖性使他们有一种失落感，看不到自己族群的前途。小族群是这样，大族

群同样也是这样。如中央对西藏自治区的财政支持对西藏发展经济的实际推

动效果如何，广大藏族群众怎样看待这些财政资助，需要调查研究。在经济上

没有压力和动力、没有创造欲的族群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

在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各族群的共同繁荣，应当是重建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结构进程的战略目标。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许多切实可行的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措施。由于各少数族群的情况与汉族相差很大，在制

定具体政策时，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很可能不一致，所以需要做大量的调查研

究工作，考察历史、了解现状、总结经验、积极地探索使各少数族群发展的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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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并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这正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

辞的责任。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以来，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的重大变迁，有许
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与深思。在苏联建国后的七十多年里，除了“十月革

命”后爆发的短暂内战之外，长期以来没有出现大的族群分裂活动，即使是在希

特勒德国占领了大片领土使苏联中央政权面临最危机的时刻，也没有出现真正

严重的族群分裂。为什么苏联会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全面解体？
近年在欧洲的发展趋向是东欧和前苏联在分裂，而西欧却不断推进联合的

进程。为什么同在一个大陆，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反差？

西欧各国有几百年发展资本主义和实行市场经济的历史，加上在体制上与

之一致的美国与日本，它们是当前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市场的主角，世界发展

到今天，科技、生产和贸易等领域的活动都已经国际化了，欧美在这些领域里所

占据的巨大优势和领先地位，使得西欧各国国内各族群的利益冲突相对淡化，

而发展欧盟、统一货币、协调市场、取消关税、加快和方便技术、资金、劳动力的

相互流动则成为各国和各族群争取最大经济利益的有效途径。当然，国与国之

间、国内各族群之间的隔阂并未消失，磨擦依然时有发生，但是从大趋势看，矛

盾的程度在减弱、政治色彩在淡化。

东欧和前苏联长期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实行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

控制经济，同时这些国家在经济方面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很小，这使得各国内部

各族群、各利益集团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权力结构这一层面，所以一旦中央政

府的权威受到削弱或发生动摇，政治体制出现大的变化，就有可能出现民族分

裂的企图。当然，在今天的世界发展形势和信息传播条件下，外部政治势力在

鼓动东欧和苏联民族分裂主义活动方面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美国两位社会学家认为，今天人们在召唤“族群群体”（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的意识
和以“族群”为单元进行社会动员时，其真正的目的是权力和资源分配中的实际

利益，因此今天的“族群”在很大程度上所体现的是政治和经济的“利益群体”，

但是在进行族群动员时，所利用的手段则很可能是对于本族群的文化、宗教、血

缘、语言这些容易唤起并加强“族群认同”的非经济因素。在现代社会中，在宗

教、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歧视现象与历史上的情况相比已大大减弱，而经济利益

的冲突则有所加强，所以在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时常借助族群矛盾的形式体现

出来（ＧｌａｚｅｒａｎｄＭｏｙｎｉｈａｎ，１９７５：７—８）。这一观点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路。
中国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与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市场逐步接

轨，在这方面，中国可以说走在了东欧各国和前苏联的前面。我国如果能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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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与东欧国家相似的计划经济成功地发展到与西欧国家相似的市场经济，就

有可能在经济利益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减弱各族群对改变政治结构（国家统一

体）的关注，增强各族群之间的联合和凝聚力。但是在这个过程基本完成之前，

在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任何根本性变动，都有可能导致在前苏联所发生的严重

后果，导致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倒退和族群冲突的无尽灾难。而只要我们保持政

治稳定，加快发展市场经济，逐步提高社会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在国际经济中

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我们这个拥有１３亿人口的多族群共同体，将会体现出它
在自然资源、生产力和市场规模等方面的独特优势①。

七、“文化多元”与“政治一体”

人们在引用美国社会学家戈登的理论时，通常都比较强调美国当前的种族

—族群关系的理论架构是“文化多元主义”，强调其“多元”的特征。但是需要指

出的是，戈登在强调“文化多元主义”时之所以要突出“多元”，是与前两个阶段

对于强调“族群同化”的目标做比较（无论是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同化的蓝

本，还是以某种理想的“新族群”为同化的目标）。其实，戈登的“文化多元主义”

有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前提，即美国各族群的“文化多元”是在全体美国国民

保持“政治一体”的大前提下才可以存在的，即美国的主流社会在容忍“多元”的

同时绝对没有放松“一体”的一面。

在认识到这一点后，我们就应当注意到：（１）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在地理
分布上支离破碎的一些“印第安人保留地”② 之外，在美国是绝对不允许某个族

群独占一个地理区域或者以一个族群为主体在一个地理区域内实行任何形式

的“族群自治”；（２）限制成立以种族—族群为背景组织并具有排他性的政治团
体或政党，但是允许成立为争取民权为目的的民间组织③；（３）不允许成立以种
族—族群为背景组织任何排他性的经济组织（公司、企业），也不允许经济组织

在招收员工时有种族—族群选择或歧视；（４）与此同时，允许成立以某族群传统
文化艺术为旗帜、但在吸收成员中不带排他性的文化艺术团体；（５）允许成立以
种族—族群为背景或以某个族群为主要成员的宗教组织或教会的支系组织（如

①

②
③ 如“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该协会在开创时期曾经是黑人精英分子的专有组织，后来其他有

色人种的人士也逐步加入进来（索威尔，１９９３：２６６）。

美国政府为土著印第安人设置了２８０个“保留地”，总面积为５２００万英亩，占美国领土的２．３％。

拥有众多的族群和多元的文化，在新的发展条件和思路下将会成为各族群共同拥有的丰富的文

化资源和发展旅游业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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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会、在基督教会下属以华人或某个移民族群为主体的教堂）。这些政策

说明美国政府严格限制各个种族、族群团体去发展其“政治性”，而是允许甚至

鼓励其向“文化群体”的方向发展。美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始终有意识地把美

国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尖锐的种族、族群问题向“亚文化群体”方向引导，同时

极力避免和防止种族问题演变为带有政治倾向的“民族主义”思潮。尽管美国

今天仍然不时出现偶然的种族冲突，但是基本上没有带有强烈政治分裂主义色

彩的种族、民族运动，所以应当承认历届美国政府在这个导向上做出的努力是

比较成功的。

“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与“民族”（ｎａｔｉｏｎ）是两个实质上很不相同的范畴，这
在第二章中已经详细论述。“民族”（ｎａｔｉｏｎ）与“国家”（ｓｔａｔｅ）也是两个本质上很
不相同的范畴，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确实存在着两者相互重合的现象，特别

是在工业化时期的西欧，因此出现过关于“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民族—国家）的相应思
潮。在殖民主义解体的年代，有些殖民地的“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曾经试图在
族群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在观念把“族群”等同于“民族”，或者

以前殖民地为地理范围去重新构建一个新的“民族”。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两者

越来越显示出相互分离的迹象，由于历史原因和近代的人口迁移，许多“民族”

（ｎａｔｉｏｎ）现在都属于多族群的情况。
在现代社会中，“族群”越来越显示出“文化群体”的特征，而“民族”则越来

越显示出作为一个稳定的政治实体的特征，民族的“国体”（君主立宪、共和制、

联邦制等）和政府是可以通过革命、政变和选举实现变革或更替的，但民族（ｎａ
ｔｉｏｎ）的地域和人口的边界却是稳定的。作为文化族群，随着族群之间的交流日
益频繁和大量的族际通婚，各族群成员之间的界限也在模糊化，换言之，都会有

部分成员处于被其他族群同化的过程之中。各族群作为同一个政治实体的成

员，他们必须遵守本民族的传统伦理和道德规范，遵守本国的各种法律，既履行

本国公民的义务同时也享受本国公民的权利，在这些方面是不可能模糊化的。

他们如果为其他国家服务并触犯本国法律，就会被本民族其他成员视为民族的

“叛徒”和“败类”，被本国政府定为“叛国罪”。

所以，在思考中华民族族群关系的“多元一体”格局时，我们可以参考西方

国家的体制与处理族群关系的思路，把“多元一体”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为“政

治一体”和“文化多元”的相互结合，并且在这样一个大框架下来思考中国的族

群关系问题。如果接受这样的一个整体性框架，我们的许多观念和做法也就需

要进行反思和逐步进行相应的调整。在思考少数族群的有关问题时，应逐步把

它们更看成是“文化群体”而逐步较少突出它们作为“政治群体”的角色。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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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必须对少数族群作为国家公民所应当拥有的各项权利予以保障，而且对于

一些因历史原因发展较慢的族群作为“弱势群体”给予一切必要的照顾和优惠，

帮助它们尽快地赶上来并具有平等竞争的能力，从而巩固中华民族的内部凝聚

力和向心力，并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团结稳定的、繁荣强盛的多族群

国家。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族群的成员都将分享到发展与繁荣的成

果。

八、小 结

在这一章中，我们主要讨论的是理解中国族群关系的整体框架。

１．费孝通教授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１９８９年费孝通教授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
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做了综合性的分析，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

一体格局”这一系统性的理论。本章的第一部分是对这一理论主要内容的介绍

与讨论

２．从中国民族史来看中国各族群的交往与融合

在第二部分，我们简略介绍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出版的王桐龄《中国民族
史》，并结合这本书来讨论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上各个族群交往与融合的主线，分

析了中国各族群相互容易融合的原因。王桐龄以汉族发展史作为整个中国民

族发展史的主干，从汉族的形成与“蜕化”的角度把中国整部历史划分为八个时

期，共把汉族的发展史划分为一个胚胎期、四次大蜕化和处于四次蜕化之间的

三个修养期。最后结合有关民族演变的史料讨论了历史上各个族群之间融合

的具体方式。

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族群统一体的多层次性

在这部分中，首先讨论的是应当如何看待“民族”群体以及族群集团是否可

分为不同层次的问题。由于我们把汉族作为一个融合了中原地区许多族群的

“混合体”，我们接着分析了使“汉族”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混合体”所具有的凝聚

力的来源，认为“汉族”的核心是“汉文化”，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形式上主要

体现在对于中原地区和中央政府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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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

我们大致把这个基本格局在中国历史上的整体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１）“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时期；（２）危机时期；（３）建国后“多元一体格局”的
重建时期。

５．重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面临的新的历史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重建这一格局的历史条件与几千年前初创这一

格局的历史条件很不相同，其主要的不同点为：（１）鸦片战争之前，以汉族为代
表的中华文化是东亚大陆的文化中心，之后出现了以西方帝国主义、日本为代

表的其他文化中心；（２）历史上长期实行的是以汉族为核心、周边地区层层淡化
的管理体制，但面对四周帝国主义的入侵蚕食，中国政府对周边地区的行政管

理不得不强化；（３）历史上中央政权努力保持汉族中原地区在社会发展水平方
面的优势地位，而近代如不加快边疆地区的发展，边疆的社会稳定则难以实现。

６．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的团结与协作

建国后中央政府为了加快边疆少数族群地区的发展和现代化，采取了一系

列具体措施：（１）选派汉族干部到少数族群地区去工作，同时积极培养少数族群
干部；（２）进行社会改革，推行与汉族地区基本相同的行政、经济、教育体制和政
策，加强全国各个地区之间的政治整合、经济交流与文化交流；（３）中央在财政
上、物资上支持少数族群地区的行政开支和建设事业。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

过一些曲折，但这些措施积极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各族群之间的团结与协作。

７．“文化多元”与“政治一体”

参考西方国家的体制与处理族群关系的思路，我们可以把“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这个大格局进一步具体化为“文化多元”和“政治一体”二者的结合，并在

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来思考中国的族群关系问题及指导其未来发展的方向。

逐步把我国的少数族群“文化化”而不是“政治化”，这样即尊重了各少数族群的

发展历史与文化传统，又兼顾了国家在政治与制度上的统一性，有利于各族之

间在平等基础上的彼此尊重，在文化上相互欣赏，在经济上充分交流，在政治上

广泛合作，并最终真正达到各族群在各个方面的共同繁荣。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在族群关系方面的“多元一体”格局，这是一个客观历

史发展进程中的产物。各个族群经过了几千年的相互交往、征战和融合，才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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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并具有共同的根本利益，也正因为各族群之间

存在着强大的凝聚力，也才能够渡过各个困难的危机时期，共同迎来各族群携

手并肩向着现代化道路前进的新形势。今天，无视中华各族群之间的凝聚力而

妄想分裂祖国的人是徒劳的，同时无视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长期性、不顾各族

群的特点而想只用一种模式来“发展”少数族群也不会得到预期的结果。多元

一体格局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乃至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客观现实。

我们如果无视或者轻视这个现实，不处理好各族群之间的关系并真正做到共同

繁荣，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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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１



）

工人阶级的利益———以及一般政治自由的利益———要求本

国各民族一律享有完全的平等权利，铲除民族之间的种种隔膜，

使各民族的儿童在共同的学校里打成一片，等等。只有抛弃一切

野蛮的和愚蠢的民族偏见，只有使各民族的工人结成一个联盟，

工人阶级才能成为一种力量，给资本以反击和取得生活的真正改

善。

———列宁（１９１３ｅ：３０４


）

经过历时几千年来各地区人口的跨地域迁移，应当说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

国家都属于多族群国家。有的国家从历史上延续下来就是多族群结构的政治

实体，在另一些国家中居住的本地少数族群（如北美印第安人和澳洲土著部落）

曾一度得不到公民的权利，但在政治格局的演变中他们得到了宪法和本国政府

的正式承认。在跨国境的移民过程中，从境外迁来的少数族群中也有一些成员

得到了迁入国政府的正式承认。但是在一些国家（如西欧国家），迁来的外籍人

已经在当地居住了几十年甚至生育了下一代，他们已很难重返原籍，而他们却

一直没有得到迁入国的公民权或“永久居留权”。从法律上讲，这些外籍人不能

算作该国居民，但是在事实上，在居住国的当地社会生活中他们已经成为不可



忽视甚至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具有以上这些状况的社会

都应当被视为多族群社会。

无论从政府、学术界、社会民众等不同视角出发，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个多族

群（以及多种族、多民族）的政治实体都面临着如何处理这个政治实体内部（联

邦、国家）不同族群的法律地位和基本权利的问题，面临着如何看待存在于族群

之间的各种结构差异（教育、行业、职业、收入、宗教）的问题，面临着如何认识族

群的存在与发展（观念和理论），以及今后如何引导族际关系的发展方向（战略

和方法）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族群关系处理得好，这个国家就

可以通过内部的积极整合来不断加强全体公民的凝聚力，从而降低社会管理与

运行的成本，提高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效率，在经济上变得强大和昌盛。在

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良性发展的社会中，所有族群将分享经济发展和国家

强大所带来的成果，尽管在各种利益的分配上不可能达到绝对均等，但在一定

意义上，所有族群都将是这个博弈过程中的“赢家”。

如果一个国家内部的族际关系处理得不好，这个国家将会由于内部矛盾的

恶性发展而导致社会离心力不断增强，用于维持社会治安的财力、人力、物力即

社会成本就会明显提高，这将增加政府开支以及民众的税收负担。如果族群矛

盾恶化为公开的政治冲突和分裂运动，那将会使整个社会分崩离析，并有可能

导致内战以及引发外敌入侵，国家就会急剧衰弱甚至四分五裂，在战火中本国

的经济基础和各项设施都将遭到破坏，这个国家的所有族群将饱尝政治分裂和

经济衰败所带来的苦果，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说这个国家所有族群最终都是“输

家”。近年来前南斯拉夫地区族群关系的演变及其后果，即是最生动的例子。

在欧洲国家和美国，许多从事关于族群、民族、种族研究的社会学学者，所

强调的不是“民族”定义和其他抽象的概念，而是注重对一个国家内部族群关系

的现实状况进行具体分析研究，总结该国历史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从而制定该

国国内族际关系的社会目标（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ａｌｇｏａｌ），以及研究在一个多族群（多民
族）国家中，族群关系应当如何发展的远景，政府和社会应当如何引导和创造条

件以实现这一远景目标。

对于如何设计多族群国家内族群关系的长远发展目标，各个国家都总结出

许多各不相同的理论和方法。就中国的现实国情来看，我们可参考的理论主要

来自三个方面：（１）中国社会历史上有关族群的观念和处理族群关系的传统理
论；（２）马克思主义有关民族的理论，以及体现在前苏联和我国建国以来处理族
群关系方面的政策与方针；（３）欧洲和美国等有关多族群国家处理族群关系的
理论。第一个方面的理论是我们古代的先人根据我国国情所总结的经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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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研究时不能也不应割断历史；第二个方面的理论特别是在过去的一个世

纪里前苏联的民族理论、战略与政策对我国政府的影响很大，许多基本观念对

人们仍有影响，许多政策至今仍在延续，这一体系的实践经验是需要认真总结

的；第三个方面的理论来自西方国家的经验，对处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并正逐

步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本章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和讨论前两方面的理论与相关政策，前苏联的

民族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纲领与政策将分为两部分进行讨论，最后介绍两

本专门研究共产党国家与中国民族问题的西方学术著作作为参考。

一、中国传统的族群观和族群关系理论

（一）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天下”观和相应的“族群”观

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生态条件，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化

在整个东亚地区发展最早，４０００年前就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文明程度。在华
夏文明和中原政权发展到巅峰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内，周边的许多民族和国家

都纷纷前来中原地区学习中国的文明，如唐朝时期日本定期向长安派遣“遣唐

使”①。在这种文明发展的格局之下，中原王朝对周边各族群、各邻国的态度也

体现出了当时的这种地理文化结构。在东亚大陆上以黄河和长江流域为中心，

这片四周被汪洋大海、冻土森林、草原戈壁、寒冷高原、热带丛林等天然屏障所

环绕的气候适宜、资源丰富的土地，被生息在其中的人们视为“天下”的核心地

区，将这片土地称为“中国”和“神州”，而生活在四周森林、草原、戈壁、高原、丛

林地区的其他族群则被称为“夷狄戎蛮”，并由此形成了相应的“天下”观：即“中

国”是天下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的中心地区，四周的“蛮夷戎狄”是中原文化的

教化对象。统治中原王朝的皇帝是“天子”，他代表上天来统治、教化、养育天下

万民。

中国人的族群观是与这样的“天下”观密切相连的，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

前，中国人就开始具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的

观念。因为中国在文化、科技、经济和社会组织方面的发展有着久远的历史，曾

长期走在邻近其他地区的前面，所以当时中原族群被公认为是这一地区最高文

明的代表。同时由于东亚大陆各个族群之间的体质差异不大，族群间相互交往

① 日本自公元６０７年至８９４年，共派遣“遣唐使”１３次，规模大时每次多达５００余人（范文澜，１９６５：
７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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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融合的历史很长，族际文化交流的主要趋势是四周的“蛮夷”各族群向中原的

“华夏”族学习，因此长期以来，在族群关系方面，中国传统思想所强调的是中原

族群向四周“蛮夷”施以“教化”，而在对各族群和部落进行识别与划分时，主要

强调的是“文化”（以儒家思想伦理为参照系）差异而非“体质”差异，甚至并不重

视语言、习俗方面的差异①。而且，中原地区的“教化”也是中国各民族文化交流

与融合而形成的结果。所以中国传统观念不但没有把已经“归化”的各族群排

斥在“中华”之外，而且实质上把尚未“归化”的族群也没有完全排斥在“天下”这

个一体的格局之外。这里有点像费孝通教授在描述中国乡土社会人际关系时

所使用的“差序格局”观念（费孝通，１９９９：２４—３０），从“天子脚下”的中原地区核
心族群到偏远地区的蛮夷之邦，“教化”的程度逐层淡化，认同的层次也逐层淡

化，但同在一个“天下”的范围内。

中国的传统是以“文化为本”，把天下所有的人群划分为“化（教化）内”和

“化外”两类，强调“有教无类”，通过“教化”② 使“生番”成为“熟番”，成为“天朝

臣民”，并最终实现理想中的“世界大同”。可以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没有

对不同“人种”的歧视，对于不同族群只是强调其文化差异与文明程度的不同，

这与欧洲人在对待亚洲人、非洲人、美洲和大洋洲土著人的行为中所表现出的

“种族歧视”观念非常不同。无论边远族群在文明程度上如何落后于中原地区，

中国的文化传统都视其为平等的人，认为通过文明的“教化”，他们都会成为与

“中土”民众完全一样的人。正是因为在中原族群的思想深处有着这样的观念，

才具备了中原王朝对“蛮夷”施“仁政”的前提。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夷夏之辨”

中国传统的儒、道、释学说中关于“人种”、“类”各有一套说法和看法，但各

家学说的基本观点是相通的，如都强调“夷夏之别”。所谓“夷夏之别”，实质上

的区别就是看其是否接受中原地区的“教化”，并以此为标准，对于非汉族、非中

原的其他边缘地区族群和部落以及对他们文化的评价，形成了一套称谓、一套

观念。

人们常常讲“华夏文化”与四周“蛮夷之邦”之间的差别，需要强调指出的

①

② 中国传统上中原地区向“蛮夷”所施行的“教化”凭靠的主要是文化扩散和“仁政”的感召力，而不
是武力传教，这是儒家文化所具有的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西方宗教的传统十分不同的基本特点。

美国学者费正清写道，“毫无疑问，这种认为孔孟之道放之四海皆准的思想，意味着中国的文化

（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一个人只要他熟习经书并能照此办理，他的肤色和语言

是无关紧要的”（费正清，１９８７：７３—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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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夷夏之辨”的核心并不是体现于体质、语言等方面的

差别，而主要是指在以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为核心的“文化”方面的差别。“夷夏

之辨”实际上也就是“文野之辨”。有的学者指出，“在儒家思想中，‘华’与‘夷’

主要是一个文化、礼仪上的分野而不是种族、民族上的界限。⋯⋯所谓中国有

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华夷之辨并不含有种族或民族上的

排他性，而是对一个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认识和区分”（张磊、孔庆榕，１９９９：

２８５）①。
因此，凡是接受了中原文化的族群，就被视为“华夏”，而仍然没有接受中原

文化的族群，就被视为“夷狄”。中原王朝在区分属民时，常用的范畴是“化内”

和“化外”。所谓“化”在这里指的是汉文化的“教化”，凡是接受“教化”的就被认

同是“天子”的臣民。“化外之民”则是需要教育开化的生番，为“蛮夷之属”。也

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国家，中国这个国家不同于近代其他“民族—

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
化体，有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ｅ），它有一独特的文明秩序”
（金耀基，１９９９ａ：６１４）。
英国学者盖尔纳以农业时代的伊斯兰文明的例子来推论说，“农业社会往

往不以文化来界定政治单位；换言之，它们不习惯搞民族主义”，因为伊斯兰教

的“乌里玛”（学者—律师—神学家松散的行会）“在道德上统治着传统的穆斯林

世界，他们既超越政治，又超越族裔，不附属于任何国家，也不属于任何‘民族’”

（盖尔纳，２００２：１００）。这是因为伊斯兰教的传播地区覆盖了中东、中亚、北非、
巴尔干地区甚至南部西班牙等地的许多族群，这些族群组成了各自独立的政治

实体或自治的部落，可以说这些族群中的“政治单位小于文化（伊斯兰）单位”。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在中国的农业社会里，汉人农耕文

化的影响固然超越了中原王朝行使行政管辖权的地域，但在中国存在着一个相

互重合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区即中原王朝，这与伊斯兰的政治中心多元化的世界

是很不相同的。伊斯兰教的例子不足以否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曾长期以文化

范围来大致界定政治单位的历史现象。

① 清末学者苏舆认为，“‘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所以出现了
‘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的现象。‘春秋之法，中国而用夷之道，即夷之，⋯⋯以此见中国夷狄之

判，圣人以其行，不限以地明矣’”（张磊、孔庆榕，１９９９：２８５）。所谓“以其行”，就是指作为文化核心的道德
伦理与行为规范，这正是“教化”的内容。陈寅恪对唐朝政治史的研究发现，当时的“藩镇”分为两类，一类

“本是胡类，而非汉族”，另一类“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

于文化”（陈寅恪，２００１：２１２）。这说明“胡化”的汉人因为“文化”的改变，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变为“蛮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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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夷”之间的相互转化

中原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认为“化内”和“化外”可以相互转换，这也就

是我们常说的“有教无类”，这里既体现出了辩证的思维精神，也充分体现了中

华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宽容态度和自身极强的包容性。从中国历史上看，儒家、

道教、佛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萨满教、祆教等以及各类民间宗教信

仰（崇信关公、土地、城隍、妈祖及各行业的保护神）都可以在中华文化圈内相互

和平共处，这充分体现出了中华文化（汉文化）的开放程度与包容性。一个最具

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分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保持了其族群的独立性，而惟独

进入中国的犹太人却最终被融合进了汉人社会（潘光旦，１９８３）。
由于中原地区的“教化”是中国各族群之间长期文化交流与融合而形成的

结果，所以形成的“认同”核心是“文化”，而不是体质特征。中原地区存在着对

外族广泛包容的一面，把已经接受了中原文化的族群看作是“化内”，对他们采

取一种平等的态度；对那些仍处在“化外”的族群虽然采取歧视态度，但是这种

歧视的基础是“文化优越感”，而不是“种族优越感”。所以在这个优越感当中，

实质上仍然有很大的灵活性和辩证的观点，即始终承认“化外”可以通过接受中

原地区的“教化”① 而转化为“化内”。在这种“有教无类”的族群观基础上，中国

文化传统认为中原王朝的使命就是通过“教化”而不是使用武力来让“生番”成

为“熟番”，成为“天朝臣民”，最终实现理想中的“世界大同”②。中国历史上那些

伟大的皇帝们和封疆大吏们最感得意并被载入史册的功绩，即是促进边境部落

族群接受中原文化的“转化”，并向中央王朝表示臣服方面的作为。在如何推行

“教化”的基本理念和手段上，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中始终有“王道”（文化感召）和

“霸道”（武力征服）之别，而且中国传统的主要观点一直是褒“王道”和贬“霸道”

的，主张主要靠“教化”的力量去实现周边族群对中原王朝的认同并融入中原文

化共同体③。

①

②

③ 甚至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都特别强调“天子”的军队应当是“仁义之师”，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孙子》谋攻篇第三）。

一些学者指出，“夷夏之间的族类区别虽然主要是文化的，但在此观念的演变中，有时也因政治

局势的影响，发展出非文化诠释夷夏之辨的认知。此时则倾向于以一条线划断夷夏，而不允许夷可变夏，

夷夏之辨乃成一封闭体系”（罗志田，１９９８：６１）。这与杜赞奇的观点有相似之处，所谓“政治局势的影响”，
就是夷狄的入侵严重威胁到中原王朝的生存，“非文化诠释夷夏之辨的认知”即是汉人“民族主义”的族群

观（参见杜赞奇，２００３：４７）。

中国传统中向“蛮夷”施行“教化”所凭靠的主要是文化扩散和“仁政”的感召力，而不是武力传

教，这是儒家文化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西方宗教传统十分不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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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夷狄”入主中原的态势下，“夷夏之辨”可以转换为“道治之辨”，即当“夷

狄”接受并继承了“华夏”文化传统，以“华夏”之“道”来治理国家时，中原知识分

子可以接受其统治（“治”）。“道高于治，即全中国的文化高于朝代的更替。以

此高度言夷夏之辨，主要看入主之异族是否采中华文化而定‘天下’是否已亡”

（罗志田，１９９８：８３）。所以元朝、清朝的异族统治大致可被接受，而西方帝国主
义和日本的统治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由于位于中原的“天朝”有责任施“教化”于边远地区的“蛮夷戎狄”，所以中

国传统观念不但没有把已经“归化”的各族群排斥在“中华”之外，而且实质上也

没有把尚未“归化”的族群完全排斥在“天下”这个一体的格局之外。这很像费

孝通教授描述中国乡土社会人际关系时所使用的“差序格局”观念（费孝通，

１９９９：２４—３０），从“天子脚下”的中原地区核心族群到偏远地区的蛮夷之邦，“教
化”的程度逐层淡化，认同的层次也逐层淡化，但所有族群还是同在一个“天下”

的范围内，同在中原文化的“教化”范围之内。也正因为具有这样可被“教化”的

前提，儒家提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观念（《论语·颜渊》）。这句人们过去

经常说的话，其含义并不简单，它实际上淡化了各族群之间在种族、语言、宗教、

习俗等各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强调的是不同人类群体在基本伦理和互动规则

方面存在着重要共性并能够和睦共处的理念。

由于在欧洲大陆始终没有能够形成一个“大一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从这种意义讲，欧洲各国可以说始终没有走出“战国时代”。欧洲大陆一直存在

着多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是欧洲各国产生各自族群观的社会基础。

在这种政治与文化格局下，欧洲国家的君主或政治领袖可能具有以武力征服邻

国的野心与实力，但从未有过中国皇帝以“天子”的身份来“教化”蛮夷的胸怀。

当欧洲人到其他大陆探险并遇到那些与欧洲文明不同的文化与族群时，他们不

仅具有“文化优越感”，而且有着强烈的“种族优越感”，他们甚至把各地的土著

人群视做“劣等种族”或介于人类和猴子之间的“进化动物”。达尔文的“进化

论”从学术上讲无疑具有推动生物科学进步的意义，但是在客观上它也强化了

西欧人的种族优越感，后来并演变为庸俗化和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社会达尔

文主义”。

（四）“天下”格局：“天子”统治的“天朝”与四周的夷狄番邦

大致来说，中国的中原王朝在处理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时所采取的经略是建

立一种以中原王朝为核心（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期稳定、和睦相处的政治

地理格局。这就是儒家传统观念的“天下”大格局。一方面，是位于中央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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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天子”统治的“天朝”，另一方面，则是散布在“天朝”四周，尚未得到“教化”的

夷族番邦①。

“天朝”统治着受“教化”的中原臣民，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管理机构的效

率、管理成本的基础上，统治和管理这“九州”上千万的百姓已经是极为困难的

任务了。公元初年西汉人口就达到了近六千万人（赵文林、谢淑君，１９８８：２５），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管理六千万人的各类经济活动，要

收税、兴修水利、赈灾、维持治安，同时还要提供维持一整套行政官僚管理机器

和几百万军队的各类开支，并要守卫几万里的陆地边界，这需要中央王朝耗费

几乎全部的物力财力和官员们的全部精力，而一旦遇到灾年（洪涝旱灾）或强敌

（如汉朝的匈奴、宋朝的辽、金、元）入侵，便不得不动用王朝的宝贵库存。实际

上，中国历代皇帝们大多是战战兢兢地维持着自己在中原的统治，并没有多少

精力和财力去试图攻占北方的草原、西方的沙漠、南方的热带丛林或东方大海

中的岛屿。

中国历史上也有过一些野心勃勃的皇帝，他们也试图在中原之外开拓疆

土，如隋唐两朝的“跨海征高丽”，其结果是惨痛的失败。根据历朝对外作战的

经验教训，后来朝代的“天子”们便失去了向四周开拓疆土、直接统辖番邦民众

的野心和动力。只要“番邦”不进犯，在形式上承认“天朝”的某种权威或优越

性，中原王朝的皇帝和他的文臣武将们就感到满足。在对待邻国的资源方面，

中原王朝的基本方针是建立长期的平等贸易关系，而不是凭借武力去疯狂掠

夺。他们认为一时的抢夺不符合儒家的道义和“天朝”的身份，而且随后必然会

导致劳民伤财的战争。老子“无为而治”的观念，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

者也”这种对外不轻易用兵的审慎态度，对中国历史上许多皇帝都有很大的影

响。中国对外关系中的这种思维方式与欧洲文化传统之间的距离相差很大。

回顾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只要边疆地区的族群对中原王朝不构成真正的军

事威胁，中原王朝对他们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安抚同化、而非侵略的政策和策

略②。这里可能有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这些边疆地方人口稀少，地域广阔，不

产粮食或产量很少，如果发动侵略战争，军队的后勤供给线很长，任何期望取得

①

② 明太祖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曾这样告诫后世皇帝：“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
不足以供赋，得其民不足以供役。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土患，而我兴兵轻

伐，亦不祥。吾恐后世子孙，以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慎勿为也。但胡戎与西北边

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不征”（参见潘光旦，１９９５：１５５）。

“从‘天’的思想出发，产生‘天下’的思想，最后再衍生出‘天子’的思想，是先秦时代‘天下思想’

形成的三部曲”（王柯，２０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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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胜利的战争都需要调动几十万大军和相应的粮草，甚至往往还需要另一

支庞大的军队来保障粮草的运输补给，这些开支对于国库来说是极大的财政负

担；第二，如果侥幸取得胜利，在占领地区要想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和镇压当地

族群的反抗，就要涉及派驻官员、驻军等一系列问题，这样朝廷每年又要增加许

多额外开支；第三，在这些地广人稀的地区，人口和物产都十分有限，占领并实

施行政管辖后所得到的税收和物产很可能远远抵不上支付管理费用、安抚当地

居民和赈灾剿匪的支出。从以上三条来看，占领这些地区对于朝廷来说财政上

支出巨大而没有多少收获，得不偿失；第四，在与四周这些族群的战争中万一失

败，可能导致战胜族群的大举入侵和内部各地区的反叛，这样有可能会动摇中

原王朝的根基甚至导致改朝换代。正是由于以上这些考虑才使得中国历代皇

帝们在对外用兵时非常之慎重。

历史上中国皇帝在中原以外的地区作战，大抵败多胜少。隋炀帝和唐太宗

为满足自己建功立业的虚荣心曾远征高丽，其惨痛失败便成为后世大臣们警戒

历代君王的历史教训。相比之下，出身蒙古族的元朝皇帝和出身满族的清朝皇

帝在对外用兵方面，比起出身汉族的各朝皇帝们则更为大胆和富有进取心。

正是在种种利弊的慎重权衡之下，中原王朝的皇帝们对于周边族群和邻国

基本上是采取防御的战略，即使由于形势逼迫而不得不作战，当击溃边疆入侵

的族群并消除了其对中原的威胁之后，中原王朝的军队经常会主动撤离已经占

领的地区。汉朝击溃匈奴之后，随即撤离北方草原。这些战略在后世流传的文

学作品当中也间接地反映出来。如《三国演义》中记述，诸葛亮在南王孟获真心

臣服之后即行退兵。“所夺之地，尽皆退还。孟获宗党及诸蛮兵，无不感戴”（罗

贯中，１９７３：７８０）。明朝在交趾（今越南）曾一度设立州县，在明宣宗年间主动将
“三司卫所府州县官吏，悉数北还”（蔡东藩，１９２６：２６０），这是另一个主动撤退的
典型例子。《三国演义》中讲道，诸葛亮在臣服孟获之后对于在蛮地置行政官吏

的建议曾有这样的答复：“如此有三不易：留外人则当留兵，兵无所食，一不易

也；蛮人伤破，父兄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祸患，二不易也；蛮人累有废杀

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不留人，不运粮，与相安于无

事而已”（罗贯中，１９７３：７８０）。《三国演义》故事自晚唐时期即开始广泛流传，最
终成书于明朝（游国恩等，１９６４：８６０）。这段议论虽不见于正史，但在一定程度
上也可以反映出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在周边地区少数族群臣服之后即与之“相

安无事”的基本态度和各种实际考虑。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在周边族群

承认中原王朝政治权威的条件下实行和平共处、相互贸易的局面，无论对于中

原王朝还是边疆地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有利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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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也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

中国的中原王朝对待领土的这种态度，与欧洲中世纪各国之间的相互关

系，与后来欧美各国对待殖民地的作法是完全不同的。罗马帝国曾经是一个多

族群的大国，采用“公民权制度”有效地把各族群统一在一个政治实体之下，但

是在罗马帝国之后的中世纪欧洲，则缺乏一个强大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各国实

力彼此相差不大，常年相互攻打和掠夺，这样的政治地理格局与中国的情形十

分不同，因此欧洲各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当时也不可能产生出“站在中心看

天下”这样一个的角度来思考族群关系和建立相关的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思想最重要的核心是对于人的关注，视人为“万物之灵”，对人的

看重远远高于领土。所以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土尔扈特部落的回归比巴尔喀什

湖地区的收复重要得多。当沙俄的哥萨克兵入侵外贝加尔地区时，清朝的一个

应对策略就是把属下的通古斯、索伦各部落撤至黑龙江以南，认为无人的冻土

森林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不妨留给俄国人。这与哥萨克兵把沙俄国旗一直插到

冰天雪地、荒无人迹的阿拉斯加的思考方式完全不同。清朝观念的核心是维护

中原王朝的“天下”和“子民”，沙俄士兵和英法远征军所持的观念是对欧洲以外

的土地实施“占领”和对当地资源（黄金、宝石、茶叶、貂皮、香料、奴隶等）进行赤

裸裸地掠夺，在占领和掠夺中会毫无顾忌地杀戮反抗的当地民众。

在欧洲人向外殖民和扩张的过程中，他们完全无视土著居民和当地政权的

基本权利，他们的“占领”只需要得到其他欧洲国家的相互认可，凡是欧洲人没

有到过的地方就是“新大陆”，凡是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宣布“占领”的土地都是可

以“实施占领”的“处女地”，因为他们在骨子里从来没有把白种人以外的其他人

群当作与他们平等的“人”来看待，也从来没有把白种人以外的其他族群建立的

权力机构看作是与欧洲人的“国家”相等的权力机构。他们在掠夺欧洲以外土

地上的自然资源时，甚至把土著居民也当作猎取、出售的“货品”，在非洲大规模

地捕捉黑人和进行黑人奴隶买卖，这充分体现了欧洲人对待“异类”族群和境外

土地的基本观念，即不把白种人以外的其他族群当作平等的人，并把其他土地

上的资源单纯地视为可供他们凭武力随意掠夺的对象。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处

在诸葛亮位置上的是一位西方殖民主义军队的指挥官，那么他不但不可能对孟

获做到“七擒七纵”，而且很有可能在第一次战胜后就把所有俘虏全部杀光①。

① 一个可供对比的生动例子发生在１６世纪的南美洲，当时由皮萨罗领导的西班牙远征军用欺诈
手段俘获了秘鲁的印加国王，尽管印加人同意支付巨额赎金，这位国王还是被毫无信义的西班牙人杀害

了。在之后的屠杀中，西班牙军队曾在一天之内就屠杀了一万多印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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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原王朝处理与四周番邦之间关系的经略

中国文化传统中处理族群关系的国家目标，就是维护中原王朝统治下的

“天下”和“子民”，并通过各种方法（主要是军事震慑和怀柔相互配合的办法）来

努力向四周“蛮夷”施以“教化”，使他们自愿地接受中原王朝的道德观念和伦理

秩序，在军事显示“天威”的同时，主要在文化道德感化和经济贸易互利的基础

上与周边族群和其他邻国和平相处。在推行这一目标的经略方面则包括了“和

亲”（公主、宗室女下嫁外族首领）、“互市”（茶马贸易等）以及对外族军队来犯的

反击。

在与四周部落首领和邻国君主的交往中，往往是皇帝的“赐”要远远地超过

对方的“贡”。“厚赐”的目的，一是对其首领进行笼络，二也是表示中原物产丰

富精美，无须去向这些地区或邻国掠夺，令其安心。派遣宗室女远嫁“和亲”，也

是与“番邦”首领联络感情、化干戈为玉帛的策略之一。我们从唐代君王与西藏

统治者的几次“和亲”（公元６４１年文成公主嫁松赞干布，公元７１０年金城公主
嫁赤德祖丹）以及清朝政府与西藏达赖噶厦政府之间的经济往来，可以非常清

楚地看到这一点（马戎，１９９６：１７９—１８０）①。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元朝、清朝等由
边疆民族“入主中原”而缔造的朝代在领土上具有较强向外扩张的动力之外，以

汉族为主所建立的各个朝代在军事上对于边疆民族大多是采取守势的，特别是

实力较弱的宋朝和明朝。

在中原王朝势力鼎盛之时，四方蛮夷纷纷前来朝贡以表示臣服，而一旦中

原王朝因内乱外侵而衰落，四方蛮夷则拒绝纳贡甚至伺机内侵。回顾自商朝、

周朝以来４０００年的中国历史，每个朝代中央政权在与地方族群势力的关系上
都经历了类似的轮回过程。以西周时期周王朝与昆夷（亦称戎、狄，为匈奴祖

先）关系的演变为例，“文王伐昆夷。至武王，遂放逐之泾洛以北，命曰荒服。周

之声威，盖于是为盛？然穆王之世，荒服即已不至。至于幽王，卒有骊山之祸”

（吕思勉，１９９６：４２）。
为了全面和系统地认识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族群观和中央王朝处理与少数

族群政治势力之间关系的基本态度、对策等，我们不仅需要对代表中央王朝正

统观点的历代正史的有关记载进行查阅、梳理和归纳，而且也不应忽视对各种

野史、民间文学作品中有关少数族群记载的清理和分析。这些野史、小说和话

① 有些研究认为中国历代中央王朝对于周边少数族群的政策是“军事镇压与招抚相结合”，而亲善
招抚的具体做法，“概括起来主要是和亲、都护制、羁縻制、土司制、盟旗制等诸种”（黄光学，１９９５：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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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作者都是各个朝代的文人学者，由于其体裁的丰富活泼，这些作品对于当

时所流行的族群观的描述也更为生动具体，对于普通民众的观念也有着广泛的

影响。官方与民间的观念之间既存在差别，也存在着相同部分，两者之间也相

互作用。昭君出塞、诸葛亮南征、岳飞抗金兵的事迹，就是正史和民间文学中都

得到共同肯定和颂扬的例子。

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中原王朝如何处理与边疆族群关系的传统做法，对当代

中国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如毛主席、周总理等在处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关

系和与周边邻国的领土争端等一系列问题上实际还是受到这一传统的影响。

毛泽东在吟诵“万方乐奏有于阗”的诗句时，他很可能联想到的就是当年唐太宗

“四夷八方、翕然向化”的盛况。中国的传统思维是在中国的国情（地理、文化、

社会、人的思想等）环境中形成的，这种传统思维和处理族际关系的经略应该说

还是有符合中国社会实际国情的地方，有它一定的实际效用。即使是到了２１
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应当认真进行总结，更加深入地理解历史上中国文化传

统中的族群观和处理族群关系的思路，为我们思考未来中国族群关系的大框架

提供历史参考。

但是我们也需要指出，中国的这一以“天下”为认同范围，“文化”为认同核

心的传统，在近代遇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之后也不得不发生变化，以应对来

自外部的新挑战。列文森（ＪｏｓｅｐｈＲ．Ｌｅｖｅｎｓｏｎ）把中国传统的认同观念称为“文
化主义”，“只有当１９世纪晚期面对着‘他者’的挑战，文化价值不得不寻求合法
性时，我们才开始看到‘文化主义的衰弱’并迅速向民族主义发展”（杜赞奇，

２００３：４５）。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开始接受西方的民
族主义观点，逐步学习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六）“文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民族观

美国印度裔学者杜赞奇主张从一种“复线”（或称“双轨”）的角度来看待中

国社会的复杂历史进程。他提出的“复线”，就是“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

种意识形态可能以不同的程度与形式交替出现于中国历史上的观念与思潮（叙

述结构）当中。

他首先承认，在中国传统的族群观念中的实质是“中国文化主义”，“文化主

义是一种明显不同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主义指的是一种自然而

然的对于文化自身优越感的信仰，而无需在文化之外寻求合法性或辩护词”。

“士大夫阶层的文化、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主要是文化主义的形势，是对于一种

普遍文明的道德目标和价值观念的认同”。这种文化主义即是“把文化———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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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独特的文化和儒家正统———看作一种界定群体的标准。群体中的成员身份

取决于是否接受象征着效忠于中国观念和价值的礼制”（杜赞奇，２００３：４４—

４６）。这也就是我们在前文中谈到的以“文化”确定认同和“有教无类”的思想，
也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主导思想。

但是与此同时，每当中原王朝衰落和濒于倾覆的时刻如南宋和南明，“夷

狄”已经不再是中原礼教可以居高临下实施“教化”的对象，而是汹汹入侵足以

灭亡中华文明的严重威胁，此时汉人就会放弃“天下帝国的发散型的观念，而代

之以界限分明的汉族与国家的观念，夷狄在其中已无任何地位可言”（杜赞奇，

２００３：４７），从而萌发出汉人防御性的“民族主义”。这时，保卫汉人国家、抵御夷
狄入侵的代表人物（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就成为民族英雄，夷狄则被描述为无

信无义、凶残无比、不可同化的“异类”。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甚至提出，“夷

狄者，歼之不为不仁。⋯⋯何也？信义者，人与人相与之道，非以施之异类”（杜

赞奇，２００３：４７）。这与欧洲种族主义对待非白人群体时所采用的“双重标准”如
出一辙。

清朝末年，出于对昏庸卖国的满清朝廷的极度不满，汉人知识阶层的“民族

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他们把清廷的全部愤恨都发泄在满族身上，从而提出“驱

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当时章太炎、汪精卫、陈天华、邹容等人的

言论带有强烈的汉族反满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且这种情绪影响到了早期的孙中

山和同盟会。与之相比，康有为则坚持中国儒家传统的“文化主义”和“有教无

类”的观点，认为满清已经接受中华文化而不再是“夷狄”，应以“中华”待之。

“康有为相信，（中华）群体是由具有共同文化的人所组成的，而不是仅仅局限于

一个种族（汉人）或少数民族群体”（杜赞奇，２００３：６４）。由于认识到汉人主导的
民族主义在推翻满清之后会很自然地导致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脱离中国，

所以“孙中山和西建立的民国领袖试图用自己的政敌即维新派和清廷所阐释的

文化主义民族观的叙述结构来补充自己的种族主义的叙述结构。中华民族开

始由‘五族’（满、蒙、藏、回、汉）组成，从而中华民族继续承袭着大清帝国的边界

线”（杜赞奇，２００３：６６—６７）。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它在一个拥有复线的
轨迹上不断地交替变换着自己的位置。

所以，我们在强调中华传统具有一个以“天下”为视野、以“文化”为核心、以

“教化”为发展的族群观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同时还存在着一个以“种族”为特

征、以“汉人”为边界、排斥与仇视“异族”的民族主义的族群观。当中华强大时，

汉人会表现得宽容和开放；而当夷狄强大并威胁到汉人群体的生存时，汉人当

中就会出现狭隘、偏激和排外的民族主义。这样一种“复线”的历史发展观，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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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族群发展的复杂历史。

二、苏联时期的民族关系理论

在这里主要介绍苏联共产党执政时期的民族关系理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

民族理论和处理族群关系的战略、政策、方法受到苏联很大的影响，对苏联民族

理论的讨论，对于我们理解我国建国后的民族工作和有关政策，会有许多启发。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列主义一直是我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在民族理

论方面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应当以科学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马列经典著

作。这些著作中提出的理论与观点，是这些思想家和革命家根据一个特定历史

时期和具体国情而提出的，具有时空的相对性或者说只是“相对真理”，因为任

何人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都是有一定局限的。近百年来世界变化如此之快，各

国的国情相差又如此之大，如果把经典著作提出的理论与观点当作“放之四海

而皆准，任何时代而皆准”的绝对真理，这种态度本身就是违反科学。我们介绍

和讨论这些观点的同时，需要去探讨和理解这些思想家提出这些观点的特定历

史时期与社会背景，找出其符合客观实际和凝聚人类智慧的思想，从中借鉴那

些合理与科学的东西，用来分析与理解我们今天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各种实际

问题。

为简要起见，我们不去专门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民族和民族关系的理

论，而主要讨论列宁、斯大林的观点。因为列宁、斯大林的许多思想和论断也是

源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并在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论述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化，

所以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论述和基本观点。需要说明的

是，在这些早期翻译的经典著作的中译本里，使用的词汇都是“民族”而非“族

群”，而在今天我们的理解，许多场合下他们所讨论的“民族”应当是“族群”。但

是由于苏联解体后，许多原来的“民族”成为世界承认的独立国家，所以使用“民

族”（ｎａｔｉｏｎ）也不为错，这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族群确有可能转变为“民族”。

（一）民族自决权问题

对这个问题阐述得最清楚的是列宁的《民族问题提纲》（１９１３年）。这个简
要的提纲共有１０条，涉及到了与民族问题有关的许多重要问题。最重要的是
突出强调了“民族自决权”的含义，认为“除了从政治自决，即从分离和成立独立

国家的权利这个意义上来解释之外，我们决不能作别的解释”（第１条）。
列宁认为，出于一般民主的基本原则，为俄国的边疆民族考虑，从东欧、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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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革命形势出发，处于国家制度最落后、最反动的沙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必

须在宣传中坚持“民族自决权”（第２条）和制定相应的战略（第３条）。对于共
产党人是否应当支持某一个民族实行国家分离，则必须考虑“无产阶级争取社

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利益”，警惕资产阶级用“祖国”的口号来分裂各民族的无

产阶级（第４条）。第２条到第４条讲的是在实际中如何应用“民族自决权”的
策略。在１９１３年，列宁和无产阶级政党所最为关注的是如何推翻沙皇的统治，
而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分裂运动和独立战争，无疑会极大地削弱沙皇反动政

权，从而十分有利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列宁提出“凡是国内居民生活习惯或民族成分不同的区域，都应当享有广

泛的自主和自治”（第５条），并应“颁布全国性的法律”以“保护国内任何地方的
任何少数民族的权利”（第６条）。但是列宁明确反对跨地域的“民族文化自治”
或“民族自治”，例如把“洛兹、里加、彼得堡、萨拉托夫的德意志人结成一个民族

根本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事情”，而“尤其错误的是超区域的（个人的）民族自

治的口号和设立⋯⋯民族议院和民族国务部长”这种主张，“‘民族文化自治’的

口号则在教育（或者整个‘文化’）事业上宣扬民族的隔绝”（第７条）。这几条讲
的是国内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

“在党的机构上不是实行（各自治地区）的联邦制，也不是成立各民族的社

会民主党集团”（第８条），换言之，党的机构不能以民族划分进行组织，要一方
面“坚持地域自治”，另一方面坚持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机构的统一（第９条）。
当时俄国的形势要求俄国共产党人重视民族问题，“并以坚定的国际主义和各

民族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精神对这个问题做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解答”（第

１０条）（列宁，１９１３ａ：２３６—２４４）。
列宁在这个《提纲》里谈到了分离出去建立独立国家的“民族自决权”和国

内的民族区域自治这两个不同的层次，或处理民族关系的两种解决办法。而在

具体个案的处理和态度方面，最重要的原则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根据这一根本利益，在处理各地具体的“自决”和“自治”等问题上可以有不

同的观点和作法。“我们拥护分离权（但不拥护所有民族的分离！）。⋯⋯总的

来说，我们是反对分离的”（列宁，１９１３ｂ：１５４）。总结以上观点，少数民族拥有
“自决权利”是列宁强调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如何应用，则

存在着很大的灵活性，而比“自决权利”更为重要的原则是如何有利于取得无产

阶级革命的胜利，如果某个地区关于“民族自决”的主张不利于当地和全俄国的

革命发展，就需要批评有关主张。因为全俄国的革命是否能够取得胜利，关系

１６０
民族社会学



到俄国所有民族的解放，远比某个民族是否得到“自决”重要得多①。事实上，为

了削弱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西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其他颠覆活动几乎都

与鼓吹某个地区的“民族自决”并努力使之脱离俄国联系在一起。

（二）区域自治或者国家联盟

列宁在早期曾经反对过联邦制，“马克思主义者是坚决反对联邦制和分权

制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资本主义为了自身的发展要求有一个尽可能大尽可能

集中的国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觉悟的无产阶级将始终坚持建立更大

的国家。它总是反对中世纪的部落制度，总是欢迎各个大地域在经济上尽可能

达到紧密的团结，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域上，无产阶级才能广泛地展开反对资

产阶级的斗争”（列宁，１９１４ｂ：２８）。这里明显地带有如何更有利于进行政治斗
争和如何更有利于发展国民经济两方面的考虑。

到了１９１７年修改党章时，列宁指出“国内各民族都有自决权。国内各民族
都有自由分离和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权利。俄罗斯人民的共和国不应当用暴力，

而应当完全通过自愿的协议，来吸引其他民族建立一个共同的国家”（列宁，

１９１７ａ：４３９）。由于当时各民族的实际发展情况，在乌克兰、波兰、芬兰等地都已
经出现了地方政治权力机构，列宁认为需要通过承认自决权，承认各民族有独

立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并事实上接受这些政治权力机构，在此基础上通过自

愿原则再建立一个大的国家（联邦或国家联盟）。所以“十月革命”后成立的人

民委员会于１２月“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承认它有同俄国完全分离或同俄罗
斯共和国缔结建立联邦关系或其他类似的相互关系的条约的权利”（列宁，

１９１７ｂ：３３８）。

１９２０年列宁根据俄国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进一步修订了对于联邦制的观
点，指出“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联邦制已经

在实践上显示出它是适当的。⋯⋯既然承认联邦制是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

式，那就必须力求达到愈来愈紧密的联邦制同盟”（列宁，１９２０：１２６）。斯大林曾
经提出让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作为自治共和国加

入俄罗斯联邦的要求，但遭到上述共和国的反对而未获通过，列宁批评斯大林，

提出使上述共和国在平等的地位上“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一起

① “当民族主义为社会主义的前进道路设置障碍时，当它成为腐朽的资产阶级剥削者的意识形态
不正当地抵制对他们自身进行的剥夺时，它便是倒退的了”（凯杜里，２００２：８５）。斯大林则明确指出：“列
宁有时把民族自决这一论题表述为一个简单公式：‘为联合而分离’”（斯大林，１９３０：３２１），承认“分离”的
权力，是为了给“联合”打一个更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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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联合组成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１９２２年１２月在此基础上正式缔
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条约》（郝时远，１９９３：４—５）。当时，各民族
地区是以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还是以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取决于当

时该地区的政治发展形势，“一部分已经宣布独立并建立主权国家的民族问题，

是通过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加以解决的；另一部分除主权国家以外的其他民

族问题，是在联邦主体内，也就是在实行联邦制或单一制的加盟国内通过实行

自治制度来解决的”（王丽萍，２０００：１５１）。各民族被沙皇俄国征服和统治的短
暂历史，以及“十月革命”后各地区政治局面的复杂发展态势，这两方面因素的

共同作用，使得这些民族和族群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加入苏维埃联盟。苏联的建

立与巩固，应当说是列宁所制定战略的成功①。之后，苏联这个政治实体延续了

７０年，只是在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下才宣告解体。

（三）族群语言问题

语言是族群文化的一个基本载体，族群语言的前途，往往预示着族群文化

的前途。按照斯大林的观点，民族语言的发展有三个阶段：（１）在存在着民族压
迫的历史时期，“各个民族和各种语言的和平与友谊的合作条件还没有具备，

⋯⋯（事实上是）一些语言的被同化和另一些语言的胜利”；（２）“在社会主义在
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后的时代，⋯⋯民族平等将会实现，压制和同化语言的政策

将会取消，各民族间的合作将会建立，而各民族的语言将有可能在合作的方式

下不受约束地互相丰富起来”；（３）“这些语言由于各个民族在经济上、政治上和
文化上的长期合作将首先划分出最丰富的单一区域性语言，然后区域性语言再

溶合为一个各民族的共同的语言，这种语言当然既不是德语，也不是俄语和英

语，而是吸收了各民族语言和各区域语言的精华的新语言”（斯大林，１９５０：

５５７—５５８）。
从“民族语言”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分析族群文化的特征和族群

文化、族群差异的发展前景。在《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一文中，斯大林进一步

把“民族语言”与“民族消亡”联系起来：“当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充分巩

固，⋯⋯各民族已经在实践中深信共同语言优越于（本）民族语言的时候，民族

① 在对列宁有关政策的分析中，有的研究认为，在当时“如果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不承认被压迫民
族有分离的权力，那么要求实现民族愿望的整体属性就将在斗争中取代阶级属性。⋯⋯两种对立的趋

势、两种矛盾的属性，既要满足民族的整体愿望，又要符合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既要使各被压迫民族有

绝对分离的自由，又要把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列宁就是用‘民族自决权’和

‘联邦制’解决了革命中遇到的巨大的但必须克服的矛盾”（吴楚克，２００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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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和民族语言才开始消亡而让位于一切人们共同的世界语言。⋯⋯各民族

的未来的大致图画，各民族在将来融合的道路上发展的图画就是如此”（斯大

林，１９２９：２９９—３００）。
另外需要指出，列宁对于利用行政力量强行推行“国语”的作法持反对态

度，认为这样做只能引起使用其他语言族群的反感，任何一种语言在一个多族

群国家里也不应拥有特权，经济活动的发展会推动应用性最广、使用最便利的

一种语言成为公共语言，任何强制的效果恰恰适得其反（列宁，１９１３ｃ：３３０—

３３４）。但是列宁同时又明确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则在教育（或者整个
‘文化’）事业上宣扬民族的隔绝，但隔绝是同保持一切（其中包括民族）特权的

基础完全符合的”（列宁，１９１３ａ：２４１）。所以过分强调“民族语言”在公共事务和
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客观上会起到“民族隔绝”的效果。真理向前多迈出一步

就有可能成为谬误。我们既不应使用行政力量强行推行一种“国语”，也不应利

用“民族自治”的行政力量在学校里强行推行当地的一种族群语言。

（四）族群关系的发展前景和族群融合问题

关于族群关系的未来发展前景，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

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互

相亲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为一体”（列宁，１９１６：１４０）。“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
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民族

完全解放的过渡阶段，⋯⋯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列宁，１９１６：１４１）。这
是从理论分析上所得出的结论。

李维汉同志对民族的发展阶段有比较清楚的划分，“一般地来说，资本主义

社会，是现代民族形成并获得发展的时代；社会主义社会是民族全面充分发展

的时代；共产主义社会是民族逐渐消亡的时代”。“民族融合，⋯⋯所指的是民

族和民族差别的消亡，⋯⋯是共产主义实现了以后才能逐渐实现的事”（李维

汉，１９８２：７７１）。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说，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世界上族群差别的
消亡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事。但是从局部来说，一些具体的族群其特征消亡并融

入其他族群的现象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今天仍然存在。而且正如列宁所说，只

要不是凭靠暴力，族群的消亡未必是坏事。

与“民族融合”相关的另一个词汇是“民族同化”。“同化”在中国的历史典

籍中很早即出现了，指的是一个族群的成员集体（或个体）完全接受了另一个族

群的文化习俗。而“民族融合”一般指两个或多个族群之间的相互融合，而且这

种融合并不以其中一个民族或族群的文化模式为“模本”或“范本”，它是加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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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融合过程中各个族群的多种文化的混合，当然其中一个族群所保留的文化成

分可能比其他族群保留的要多一些①。

在中国的词汇中，“同化”往往与“强迫”联系在一起而带有消极的意义。其

实，“个别民族的消亡，除了由于遭受到统治民族的统治者所奉行的‘同化政策’

的压迫，强迫这些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特性的这种情况之外，凡是由于自然

同化而造成民族特性的丧失，不但不是什么坏事，而且还是大大的好事”（章鲁，

１９８２：７５０）。列宁认为，“谁没有陷入民族主义偏见的泥坑，谁就不能不看到资
本主义同化民族的这一过程包含着极大的历史进步作用”（列宁，１９１３ｄ：１２）。
在没有民族压迫的条件下，族群间差异的缩小有着积极的意义；甚至在资本主

义、帝国主义压迫条件下，族群之间差异的缩小也仍然有着积极意义，因为这意

味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观念的传播，意味着各族群的被压迫者之间联合进

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可能性。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族群之间差异的缩小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我们不

应当主观地去推动任何形式的“同化”，但也不必抵制自然发生的族群之间的文

化融合。我们应当强调的是尊重族群特点，而不是不顾自然发展过程一味地强

调要保持这些族群特点本身。须知族群的一些文化特点是在一定的社会发展

水平条件下产生的，它也必然会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渐消失，我们现在

有些地方为了表现对少数族群文化的尊重，过分地强调已经淡化了的、在现时

社会经济发展下将要消失的族群特点，如某些与目前的生活方式脱节的传统风

俗习惯，甚至有人试图恢复已经无人继续使用的族群语言（如满语），这与列宁

的基本思路是背道而驰的。

（五）关于“形式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平等”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消除了族群压迫，各族群享有同等

的政治权利，在法律上、形式上得到了平等。但是，原来的被压迫族群由于曾长

期遭受歧视，在教育、职业、收入等各方面在社会上仍处于劣势，与原来的压迫

族群（大族群）相比，在事实上依然处于不利的状况。按照列宁的观点，认为惟

有对大族群采取“不平等”的政策，才能帮助落后族群在一段时间内赶上大族群

的发展水平。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就是少数族群从“形式上的平等”过渡到“事

① 有的文章试图对“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做另一种区分：“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问题，实质上也
就是民族的消亡问题。民族同化是个别民族的消亡问题，民族融合是一般民族的消亡问题”（章鲁，１９８２：
７４９）。这即是说，在目前只会发生民族同化，而到了民族消亡的历史时期才会发生民族融合。这也是关
于“民族融合”的说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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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的平等”的过程，为帮助实现这一过渡，政府应当采取的办法之一，就是对

大族群“不平等”（或实行“歧视”），对少数族群给予各种优惠。

列宁认为，“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

来，把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压迫民族⋯⋯的

国际主义，不仅在于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在于遵守对压迫民族即大民

族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可以抵偿生活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列宁，１９２２：

６２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曾是压迫民族的那些民族的工人，要特别谨慎地对
待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感情，⋯⋯不仅要帮助以前受压迫的民族的劳动群众达到

事实上的平等，而且要帮助他们发展语言和文学，以便清除资本主义时代留下

来的不信任和隔阂的一切痕迹”（列宁，１９１９：１０２—１０３）。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实现了民族解放和族群平等，还需要分析如何

对少数族群的发展实行积极有效的优惠扶助政策，进一步实现从“形式上的平

等”到“事实上的平等”的过渡。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思路。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种资源都通过行政管理渠道进行分配，为少数族群建立

以本族群成员为首脑和主导的自治区域或加盟共和国，是在这一体制下对少数

族群实行各种优惠政策的组织保证。以上几个部分主要是列宁、斯大林关于民

族问题的基本理论。

但是我们需要指出，这种“对大民族的不平等”的政策只能是短期内执行的

政策。对于“不平等”的政策，人们一般都是不愿意接受的，在刚刚建立了无产

阶级革命政权、少数族群刚刚摆脱了压迫得到解放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大致是

一代人到两代人的时期，这样的“不平等”政策在原来的被压迫少数族群和大族

群两个方面存在着群众基础，因为人们对于原来族群压迫的现象还有记忆，所

以大族群普通民众对于制定这样的“不平等”政策能够理解，而弱小族群的干部

民众也会从心里感激政府和大族群，在这个特定时期内这样的政策会取得十分

积极的政治效果，有利于加强族群团结和国家的政治整合。但是两、三代人之

后，以前族群受压迫的事实逐渐被人们所淡忘，大族群的普通民众便开始不接

受这样的“不平等”政策并产生抵触情绪，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小族群的干部民

众也会淡化前辈曾经有过的感激心情而把这些政策视为自己理所应当得到的

“特权”，双方之间在感情上的距离非但不会像以前那样因这些“不平等”政策的

实施而拉近，反而会因这些政策而疏远。所以这些“不平等”政策一般只适用于

革命胜利后不久的一个过渡时期，当这个过渡时期结束后，这些政策就需要逐

步进行某些调整。

总结一下，前苏联关于民族问题的指导理论（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观点）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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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有三条：一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解放被压迫民族，实行族群平等；二是

实行民族自决或区域自治；三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实行一系列的优惠政

策，使各族群之间从形式上的平等过渡到事实上的平等。

三、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

（一）新中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纲领

自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对中国共产党民族
理论和族群政策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孙中山先生在反对满清、提倡共和

之时，也曾主张民族自决。中国共产党从江西苏维埃政权时期开始，就支持“民

族自决”并提出联邦制的设想（王柯，２００１：２４６—２４９）。认为中国政府应当允许
西藏、新疆等地实行“民族自决”①。这一主张到了延安时期开始逐渐转变。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毛泽东主席在一次讲话中强调，“少数民族有权力处理自己的事
务，并与汉族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１９４４年３月２日周恩来同志在延安
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１９周年大会的演说中，仍然提到“须承认中国境内的
民族自决权，在中国人或中华民族的范围内，是存在着汉蒙回藏等民族的事实，

我们只有在承认各民族自决权的原则下平等的联合起来，才能成功的组织自由

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日本投降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

国内形势的新发展，调整了有关政策，不仅反对少数族群地区分离，而且认为苏

联的联邦制也不适宜中国国情，主张民族区域自治。

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对这个政策变化过程的研究很不容易。但是对比前

苏联“十月革命”前后的历史，还是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初步的分析。在江西反

“围剿”时，中国共产党面临国民党政府的重兵威胁，而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离运

动势必会削弱国民党政府的力量，所以“苏维埃中国”与当年沙俄统治下布尔什

维克党的口号和策略是一样的，主张“民族自决权”，支持少数族群反对当权的

反动政府，因为少数族群反对族群压迫的斗争必然会削弱反动政府的力量，有

利于共产党夺取中央政权。

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经过彝族地区时，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刘伯承与

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结盟，争取到了彝族部落的支持，避免了重蹈“太平天国”

①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
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

和国”（参见王丽萍，２０００：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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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领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没的命运；在红军横渡金沙江和穿越松潘草原时，

又努力争取藏族首领使之保持中立，从而得到粮食马匹的供给，这两次处理族

群关系的成功，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提供了条件；而后来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在甘

肃、青海因遭遇回族“马家军”的袭击而损失惨重，这也与处理族群关系失误有

关。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认识到中国族群

关系和族群问题的重要，认识到在长征途中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与沿途各个少

数族群的关系，红军的万里长征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到达陕北之后，红军再次

认识到如果不能够与西面的回族和北面的蒙古族搞好关系，就很难在陕北立

足，建立、发展和巩固陕甘宁边区，壮大红军的力量。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党中

央在延安成立了民族学院，努力培养少数族群干部，积极联络各个少数族群领

袖，组建和发展在我党领导下联合抗日的少数族群武装力量。

“西安事变”后，党中央充分意识到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就必须联合其他各

个少数族群，并进一步认识到“中华民族”不仅仅是指汉族，还包括中国其他少

数族群，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和逼蒋抗日的斗争中，汉族与其他少数族群是

密不可分的。当时少数族群地区既是国民党统治的薄弱环节，同时又由于汉族

军阀、国民党政府的长期压迫剥削而使少数族群具有很强的反抗情绪，十分有

利于共产党力量的发展，于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口号就转为主张族群平

等、反对族群压迫，主张各族群受苦的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携手反帝反封建、推翻

“三座大山”，从此便不再提“民族自决权”了。

（二）新中国建立后实施的民族政策

１９４７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即“内蒙古自治
区”①。１９４９年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的多民族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

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之后又陆续成立了４个省级的少数民族自治区，

３０个自治州，１２０个自治县（旗）。在这一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政府又明确提出，
“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的区域自治（不应以少数民族所占当地总人口的一

定比例为基础）⋯⋯，一切聚居的少数民族，依据这个总原则和大前提，都有权

利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李维汉，１９９２：５２５—５２６）。

① 其他学者的研究指出，最早设置的民族自治地区是１９３５年中国共产党在宁夏豫旺、海原两县建
立的豫海县回民自治政权，此后陕甘宁边区１９４２年在定边曾设立回民自治区。１９４６年内蒙古东部各盟
旗的蒙古族上层人士成立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与之达成协议，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实现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１９４７年５月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王丽萍，２０００：１９９—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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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１）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
的自治机关（包括当地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等机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

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

（吴仕民，１９９８：４３）。
（２）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上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生效。经过上报

批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拥有对国家有关法律的变通执行权利。

（３）民族自治地方拥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和自主发展民族教育和
民族文化的权利。可以决定本地区的教育规划、学校设置与学制、教学用语、招

生办法等。

（４）民族自治地方拥有培养干部的权利，可以采取各种措施从当地少数民
族中培养各级干部、科学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并可以组织本地方维护社会

治安的公安部队。

（５）拥有发展本地区经济、开展贸易活动、管理财政的权利，并且在对外贸
易的一些方面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在财政上得到中央财政的定期补助，在税

收上享受一定的优惠待遇（以上参见吴仕民，１９９８：４５—４７）。
以上我国政府的各项政策确保了少数族群在自己的自治地区内当家做主，

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确保了少数族群在行政体制、干部任命、财政管理、经济发

展、文化教育事业等各个方面的权益并得到发展。而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展的
“民族识别”和再户籍制度中对“民族成分”的登记，也为政府各项族群政策的具

体落实提供了可操作的范围。应当说，民族区域自治和各项相关政策执行半个

世纪以来，得到了各族干部和人民的拥护。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各种

因素的干扰（如“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路线和之后“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一

些“矫枉过正”的现象）也曾经出现过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央政府和各族干

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得到解决。在２１世纪这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应当如
何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则需要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深入

探讨。

在民族区域自治和其他各项民族政策的指导下，中国政府在帮助各个少数

族群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

自治地区在财政、物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大量补助，在各项税收和提供

贷款等方面给予特殊优惠，在少数族群成员入学、就业、医疗、接受高等教育、干

部晋升等许多方面给予各种优惠待遇。培养少数族群干部是建国以来我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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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政府机构干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少数族群学校和大学成为培养

少数族群干部的主要机构。各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各级行政部门的主要官

员，必须由当地少数族群干部担任，“民族成分”也因此成为这些地区选拔党政

干部的一个重要条件。

鉴于我国各少数族群人口与汉族相比规模较小，特别是还有十几个少数族

群总人口不足万人，所以自７０年代后期政府开始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很长
一段时期内没有把少数族群包括在内，近年来在部分少数族群居住的城镇地区

推广计划生育，所实行的政策也比汉族地区要宽松得多，一般一对夫妇仍然可

以生两个孩子，在少数族群居住的广大农牧区（如西藏、新疆），对于农牧民的生

育并没有进行控制。但是也有人指出，由于这些地区自然资源贫乏，人口迅速

增长并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提高，而且有时由于对自然资源的过度

开发还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困难，所以政府需要考虑采

取适当措施鼓励少数族群实行计划生育并限制外来移民。

以上一系列以少数族群为对象的制度性安排和各项优惠政策在推动我国

各少数族群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

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培养少数族群干部、坚持团结少数族群上层爱国人

士、发展少数族群地区经济和各项事业、尊重少数族群语言和风俗习惯、保障宗

教信仰自由、对少数族群实行各种优惠政策等方面，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具体

办法（江平，１９９４）。对于这些具体作法的实际效果，在后面第十六章中我们还
会进行讨论。

四、西方学者对于马列主义民族理论

和共产党国家民族政策的研究

西方国家的有关学者在共产党国家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方面所发表的研

究成果，与其他领域（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军事等）的研究文献相比其数量要

少得多，下面我们仅介绍与本章主要内容相关的四部著作。

（一）康纳的《马列主义理论和战略中的民族问题》

１９８５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康纳（ＷａｌｋｅｒＣｏｎｎｏｒ）的《马列主
义理论和战略中的民族问题》（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ｒｘｉｓｔＬｅｎｉｎｉｓｔＴｈｅｏ
ｒｙ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一书。该书收集了苏联早期历史文献（包括很多谈话记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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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国共产党从江西时期一直到作者开始写书时所发表的很多历史文件与资

料，并加以考证和详细论述。

在书中，作者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对于民族问题的分析加以区

分，指出马克思主义强调以阶级划分阵营，认为各国、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共同团

结在一起与各国、各民族的资产阶级相对抗，阶级感情远远超过民族感情；而民

族主义则认为民族感情超过阶级感情，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资本家、贵族和工

人、农民会站在一起反对其他民族，强调以民族作为基本阵营的划分界限（Ｃｏｎ
ｎｏｒ，１９８５：５）①。
康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概括为９个命题（参见Ｃｏｎｎｏｒ，１９８５：

１０—１１，１４），并且认为马克思、列宁把“民族”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历史时代
挂钩的做法，缩小了“民族”这个历史范畴的应用范围。按照列宁的论述，由于

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那它也应伴随资本主义的垮台而消失。而实际

上，族群是一个有着漫长历史的人类社会现象，在族群集团之间因经济利益不

同而造成的矛盾在共产党国家也无法完全消除。

该书以苏联、中国、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越南６国为例，首
先介绍各国民族关系的旧貌，然后再分为不同专题具体论述各国执政的共产党

政府是如何制定其有关民族政策的（这些政策的制定也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

程），在这些政策指引下，这些国家的民族关系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各自又演变成
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同时也详细讨论了以上各国当时民族关系格局中所存在的

主要问题。

尽管该书的观点不一定正确，搜集的资料也并不十分全面完整，但却是迄

今为止在西方论述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策略最为系统和详尽的一本书。把这本

书作为一个参考材料，至少可以使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民族问题和民族

理论了解多少，西方学者对此是如何进行评价以及做出了什么样的分析。

（二）德雷尔的《中国的四千万》

德雷尔（ＪｕｎｅＴｅｕｆｅｌＤｒｅｙｅｒ）１９７６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四千
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少数民族和民族融合》（Ｃｈｉｎａ’ｓＦｏｒｔｙＭｉｌｌｉｏｎｓ：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① 但是在实际社会中，这两种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往往交织在一起。认为其中一种矛盾无
论何时何地都绝对压倒另一种矛盾，这种观点是过于简单化和机械僵死的。列宁在承认“民族自决权”和

“联邦制”时，试图用这种策略来淡化民族矛盾，强化阶级阵线；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期间，主张和平

解决“西安事变”和联蒋抗日，则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强调民族矛盾，淡化阶级矛盾。这是在具体实际情景

中协调两种矛盾的不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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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一书，
可以说这是二战后西方世界出版的第一部系统介绍和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著

作①。

为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族群政策的演变和分析外部因素对当

代中国的影响，在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族群政策之前，作者先简略地回顾了中国

历史上的族群政策和苏联的民族政策。他的观点是：“概括来说，清朝和其他朝

代对于少数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的政策目标是一种族群融合的多元体制，（如
果这些族群）放弃了（对中原地区的）侵扰并模糊地表示对皇帝和他代表的儒家

伦理效忠，就足以达到这一融合所需的水平。只要这些族群不构成对中华帝国

的威胁，他们的传统习俗、语言和统治系统就不会受到干涉”（Ｄｒｅｙｅｒ，１９７６：１２—

１３）。换言之，中原王朝的族群政策是在边疆族群政治效忠的前提下给予这些
族群自治权，而不是试图去直接在这些地区实施行政管理。

德雷尔把苏联时期的民族政策划分为三个时期：（１）１９２２—１９２８年，在这
个历史时期内苏维埃政府一度积极推行各民族地区的“本土化”（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积极提拔少数民族领导干部，俄罗斯沙文主义被视做主要危险，根据１９２４
年《宪法》，各自治共和国得到一定程度的自治权；（２）１９２９—１９５３，随着斯大林
推行的“合作化”受到少数民族的抵制，斯大林开始了对民族干部的清洗和缩小

各共和国的自治权，因此当德军进攻苏联时受到部分少数族群人员的欢迎，斯

大林随即把原居住在西部的７个族群强行迁移到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苏联政
府对待少数族群的这种不信任和严厉态度一直延续到１９５３年斯大林去世；（３）

１９５３至该书出版的１９７６年，特别是赫鲁晓夫执政初期，苏联政府对待各少数族
群的态度趋向缓和。１９５８年后因实行“处女地”开垦计划，大量俄罗斯人迁入中
亚地区，同时苏联政府在各民族地区加强推行俄语教学，这使得一些地区的族

群关系趋向紧张（Ｄｒｅｙｅｒ，１９７６：５４—５８）。
该书作者对于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至７０年代苏联民族政策的总结是：（１）各

个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准得到了显著提高，波罗的海诸国和乌克兰的生

活水准甚至超过俄罗斯联邦的某些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上的民族平

等；（２）俄语成为苏联各族相互交往的共同语言（Ｌｉｎｇｕａｆｒａｎｃａ）。但是尽管取
得以上成绩，各民族（特别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的民族意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

① 该书作者在论及中国各族群时，凡是谈到中国的官方政策，使用的是国内机构把有关文本正式
译成英语时所使用的术语“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而凡是从学术角度分析族群关系时，所使用的词汇都是
“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这也可以反映出作者对中国的族群及族群关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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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并未消失，有的学者认为苏联时期的民族矛盾（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ａｎｉｍｏｓｉｔｉｅｓ）甚至比以前还要尖锐。
德雷尔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大致归纳为三点，一是强调各族

群的平等；二是对于“民族自决”的模糊定义；三是试图把族群特征与阶级结构

相联系，认为强调族群特征和族群利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在苏联的革命实践

中，第三点被弱化，而“自决”则被发展成为“民族自治”（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ｕｔｏｎｏｍｙ）的
概念（Ｄｒｅｙｅｒ，１９７６：５８—６０）①。
德雷尔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族群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共划分为６个发展时期：

（１）１９４９年建国以前；（２）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建国初期；（３）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的反右
斗争与大跃进时期；（４）１９５８—１９６５年的调整时期；（５）１９６６—１９６９年的文化
大革命初期；（６）１９７０—１９７５年的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本书出版于１９７６年，
所以有关论述只截止到１９７５年。
本书对于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民族纲领”、相关的理论探索与政策实践

都有大量详细的论述，其中有些观点可供借鉴。中国共产党到了延安后不再继

续提倡“民族自决”，该书作者认为导致这一政策变化主要是出于三方面原因：

第一是红军长征的经历使党的领导人认识到少数族群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

也认识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少数族群不会“自愿”地选择与汉族共同组成一

个国家；第二是当时苏联控制新疆的战略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担心新疆变成

第二个外蒙古；第三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各地极力扶植少数族群的傀儡政权，

“民族自决”可能会被日本侵略者利用来分裂中国（Ｄｒｅｙｅｒ，１９７６：６９—７０）。作者
在书中对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民族政策都做了简要的归纳，对于“民族识别”

工作（Ｄｒｅｙｅｒ，１９７６：１４１—１４６）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施也都有具体的介绍
和分析。该书最后一章是对我国族群政策的总结。

当然，作为一个美国学者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出版的著作，该书也引述了一
些西方国家出版物中攻击我国政策的材料与观点，这些需要我们在阅读中去甄

别和批判。由于这本书是尼克松访华后西方出版的最为详细的一本介绍与研

究中国族群问题的专著，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学术界、政界和一般的读者影

响都很大，阅读和分析这本书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国家对我国族群问题和族群

政策的态度。

① 一位苏联学者１９７０年在美国出版的一本书中甚至预测在此后１５年内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将会
脱离苏联独立，促进这一分裂进程的将是中苏之战（Ｄｒｅｙｅｒ，１９７６：５９）。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苏联果然
解体，虽然其解体不是因为中苏之战而是由于内部政治变动，但是苏联时期民族关系存在着深层的严重

问题而经不起政治风雨，这一点很早就被人们认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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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罗伯特·康奎斯特主编的《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出版社１９８６年出版了康奎斯特（ＲｏｂｅｒｔＣｏｎ
ｑｕｅｓｔ）主编的一本全面分析苏联建国近７０年来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演变的论
文集《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ＴｈｅＬａｓｔＥｍｐｉｒ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ｖｉｅｔＦｕｔｕｒ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Ｈｏｏｖ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３年出版了由刘靖兆等翻译的中译本。
这本论文集共分为５个部分１６章，每一章是一篇专题论文。文集所涵盖

的领域和专题包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俄罗斯国家的建立与民族关系的演

变；沙皇俄国统治下各地区的民族主义；布尔什维克在民族问题上的意识形态；

体现在经济、语言、人口、宗教、民族意识等方面的苏联民族关系；苏联各个地区

的民族问题以及苏联民族主义对东欧和世界的影响。

与１９７６年德雷尔书中关于苏联民族问题的论述相比，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中期出版的这本书注重剖析了这一时代苏联的社会矛盾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兴

起。根据各项研究与分析，该书非常鲜明地指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勃列日涅夫宣
布的，随着苏联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而产生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

民”，并没有真正出现，而且由于各种社会问题的严重恶化，民族主义在各个共

和国中迅速蔓延并构成了对苏联社会的真正威胁。

书中明确地提出了警告：“民族主义与许多更明显的问题相比也许是苏联

的惟一致命的弱点。它的严重性继续增加。目前，民族主义似乎并没有对国家

的稳定构成直接的威胁。但是这种威胁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可测的

变化。它可能受到国内力量平衡变化以及影响或摧毁这种平衡的外部发展的

激发。随着好战性的民族主义，俄罗斯和非俄罗斯的，与社会不满的其他原因

———经济短缺和管理不善、生活水平恶化、信仰危机和意识形态信誉的完全丧

失、特权阶层引人注目的消费和日益增长的阶级分化，或者严重的无能和腐败

———结合起来并以此为动力，一种爆炸性的混合体产生了，只需一个火星，它就

会燃起熊熊烈火”（康奎斯特，１９９３：６６—６７）。这本书是在苏联解体前５年出版
的，它确实具有相当深刻的预见性。正因为这一预言在５年后成为事实，做出
这一预言所依据的研究思路、考察领域和资料分析也就更应当引起我们的重

视。激发苏联民族主义并最终导致苏联完全解体的那些社会问题中，有一些问

题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改革开放的中国，这些问题也应当成为中国族群社会学

学者所关注的研究专题和领域。从这一点看，这本书对于研究２１世纪中国民
族、族群问题的学者来说，有着特殊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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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登伯尔主编的《苏维埃民族读本：解体的来龙去脉》

由登伯尔（ＲａｃｈｅｌＤｅｎｂｅｒ）主编、在１９９２年出版的另一本研究前苏联民族、
族群问题的文集《苏维埃民族读本：解体的来龙去脉》（ＴｈｅＳｏｖｉｅ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Ｒｅａｄｅｒ：Ｔｈｅ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ｎｔｅｘｔ，Ｂｏｕｌｄｅｒ：ＷｅｓｔｖｉｅｗＰｒｅｓｓ）也是我们了解
前苏联民族问题的重要参考。这本文集分为６个部分２３篇论文，６个部分的主
题分别是：（１）历史与意识形态，（２）联邦主义，（３）社会精英与族群分层，（４）
经济，（５）语言，（６）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７）应付民族危机。本书汇集
了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９０年代初西方学者所撰写的有关苏联民族问题的专题
论文，在这些文章当中，有的分析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发展

脉络，有的分析苏联在各领域的民族政策，有的通过定量分析来研究在教育方

面的族群分层，有的讨论苏联的联邦和自治制度的设置及后果，有的回顾与分

析在立陶宛、亚美尼亚、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运动个案，这些文章试图从各个不同

的方面来理解造成苏联在１９９１年的解体的原因。这些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了
解前苏联民族—族群关系的演变，反思苏联在认识民族—族群的意识形态方面

存在的问题，总结苏联在民族关系上的制度建设和具体政策当中的经验教训。

除了以上介绍的四本书之外，近年来还有一些西方学者出版了有关研究社

会主义国家民族问题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研究中国族群问题的著作，需要引起

我们的关注，如王海（ＴｈｏｍａｓＨｅｂｅｒｅｒ）１９８９年出版的《中国及其少数民族：自治
还是同化》（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ｏｒ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Ｅ．Ｓｈａｒｐｅ）和麦克若斯（ＣｏｌｉｎＭａｃＫｅｒｒａｓ）１９９４年出版的《中国的少数
群体：２０世纪中的融合与现代化》（Ｃｈｉｎａ’ｓ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ｄ
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王海在书
中回顾了中国的“民族识别”和区域自治的发展历程，把我国云南作为一个多族

群区域的代表进行了个案分析，同时也讨论了西藏问题和中国政府的宗教政

策。麦克若斯的著作则是对２０世纪中国族群关系的一个系统回顾，既谈到国
内各族群之间关系的演变，也讨论了外部势力在各个历史阶段对于中国族群关

系的影响。以上这些出版物各自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些具体观点和研究思路，

可供我们参考。

五、小 结

由于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不可能割断历史，因此一个国家在制定关于国内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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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关系的社会目标（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ａｌｇｏａｌ）时，必然要受到本国族群关系历史演变的
影响，另一方面，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这一社会目标也会受到本国领导集团占主

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政治制度的制约。总结这一章，我们主要讨论了以

下几方面内容：

１．中国历史上的族群关系以及关于族群关系的传统观念。我们从中国文
化传统中的“天下”观和相应的“族群”观为切入点，着重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夷夏之辨”以及“华”、“夷”之间的相互转化，然后在中国传统的“天下”观的

格局内讨论了中原王朝与四周番邦之间的关系。

２．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和苏联的民族纲领。在这部分内容中我们首先讨
论了“民族自决权”的提出和它的含义，然后介绍了苏联党内如何看待区域自治

和国家联盟的国家体制问题；我们也讨论了苏联十月革命前后曾经是民族问题

的焦点之一的民族语言问题，以及苏联领导人关于民族关系发展前景和民族融

合问题的观点，最后特别讨论了作为苏联民族政策重要基石的关于各民族之间

从实现“形式上的平等”发展过渡到“事实上的平等”的思路与措施。

３．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我们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分
界线，划分出建国前和建国后这两个主要历史时期，分别讨论了建国以前中国

共产党民族纲领的演变以及建国后所具体实施的各项族群政策，包括实行“民

族区域自治”以及培养少数族群干部、发展少数族群语文和教育等在各方面所

采取的政策与措施。

４．西方学者关于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和共产党国家民族政策的研究。我们除
了需要了解国内翻译的马列民族问题经典著作和国内出版的民族理论以及中国

民族政策方面的大量研究成果之外，我们同样也需要了解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

在这部分内容里主要介绍了四本比较有影响的著作，康纳的《马列主义理论和战

略中的民族问题》、德雷尔的《中国的四千万》、康奎斯特主编的《最后的帝国》和登

伯尔主编的《苏维埃民族读本》。西方学者在理解与研究中国族群问题时往往会

把中国的族群现象与其他国家的种族、族群现象进行横向比较，把共产党国家（包

括中国）的民族理论与西方学术界关于种族、族群关系的理论进行比较，而这些比

较有时可以帮助我们拓展视角和思路，有利于我们与西方学术界之间的对话。

综上所述，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族群关系，讨论一个多族群国家制定族

群关系的社会目标时，我们应注意吸收中国社会传统思想的族群观和处理族群

关系的策略，同时应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民族和族群关系方面的有关理

论和策略，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共产党国家在这些理论指导下处理族群关系的具

体实践，对历史经验教训加以认真总结，以利于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与实际工作

中加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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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２



）

一种很可能是伟大和真正的民主联合体的轮廓就显露出来。

它的形式将是联邦共和国，它的实质将是民族的民主，各民族通

过公共机构里的自我实现，通过人们依据自己的类型实现的自我

完善来达到自愿和自主的合作。联合体的通用语言，它具有伟大

传统的语言，将是英语，但每个民族为了具有其情感和随意的生

活，它们将保持其独特的方言或语言，将有其自己独特和习惯性

的审美和思维方式。联合体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是单一的整体

（ｓｉｎｇｌｅｕｎｉｔ），这个整体提供了基础和背景，为了体现组成它的各
民族的鲜明个性而在它们之上将其协调组织起来。因此，“美国

文明”也许就意味着“欧洲文明”合作性和谐的完善———而欧洲的

废物、肮脏和忧伤则被摈弃———这是一种在一个整体内部的多样

性，是人类的一曲管弦乐。

———Ｈ．Ｍ．卡伦（Ｋａｌｌｅｎ，１９２４：１２４


）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主要讨论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处理族群关系的社会

目标，欧洲人近代在殖民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移民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在族群观念和族群关系政策方面可以说是欧洲文明传统在殖民地



的延续，它们的文明同根同源。在理解欧美国家的族群关系之前，我们首先需

要了解这些国家特别是欧洲的社会发展历史与文化传统，因为欧洲族群的地理

分布与政治格局，是在当地社会发展历史和人口迁移过程中形成的。

由于国情的不同，西方国家的族群结构与族群关系的基本类型，大致可以

分为欧洲多族群国家和移民国家两大类。关于这两类国家中种族、族群关系如

何发展的分析框架，先后出现了许多理论。在本章中我们将主要介绍西方国家

最有代表性的两个理论，其中一个以新兴移民大国美国为研究对象，另一个则

是以欧洲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两个例子的讨论，我们

对西方族群社会学在这方面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思路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一、在欧洲社会发展历史

中形成的族群观

（一）欧洲各国族群发展的基本格局

欧洲的民族和族群关系非常纷杂，这与欧洲各族群的人口规模和地理分布

密切相关。远古时代欧洲各地就生活着许多个区域性的族群，在历史上经历过

多次民族大迁徙，也曾经出现过罗马帝国这样的多族群大国，罗马帝国的体制

实际上也是“多元一体”，由于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实行的“公民权”制度，增

强了来自不同族群的公民们的“一体”凝聚力，使国家版图不断扩大。在历史上

历次征战中，欧洲的这些族群（罗马人、高卢人、日耳曼人、哥特人、色雷斯人等

等）的地理分布一再调整。

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各民族长期处于纷争与调整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

几个民族（英、法、德、西、俄、奥匈帝国等）相互对峙的局面。直至近代在欧洲各

地散布着许多自治、半自治的小城邦和封建领地，皇帝和国王们管辖着许多在

封地内具有很大权力的世袭贵族领主，各王国的君主对这些城邦的领主、贵族

及他们的属民并没有绝对的权力。在欧洲大陆上一直存在着多元化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强化了欧洲各国的“多元”，淡化了历史上的“一体”，这是近代欧

洲族群观的基础。从这种政治实体与实际权力归属的大格局来看，可以说欧洲

一直没有走出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群雄并立的“战国时代”①。也正是在这种相互

交往的特殊场景中，欧洲各地区的人们产生了他们的族群意识、族群观念和处

① 美国学者亨廷顿也承认，“２０世纪后期，西方作为一个文明步出了其发展的‘战国’阶段”（亨廷
顿，１９９９：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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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族群矛盾的方法。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各个小城邦的贵族

领主和新兴资产阶级根据其政治和经济的利益在各个族群（以血缘、语言、宗

教、习俗等为纽带）居住领地的基础上强化了国家政权，从原来的“战国群雄”逐

渐发展形成“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民族—国家）这种新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形式①。这与

中国历史上形成的高度统一中央集权制是完全不同的。

虽然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些族群可能存在着与北非族群混血的情况（如西班

牙的“摩尔人”），在中世纪欧洲各国也曾经有过极少数来自非洲的黑人，但是欧

洲的所有族群在体质上都属于白种人，这是欧洲族群之间建立相互认同的重要

基础。与基督教的传播过程密切相联系，欧洲各国、各族群之间在长期的战争、

联姻、迁移、结盟、贸易活动中形成了一个以基督教为基础的大致相似的共同的

文化传统。与世界上当时其他地区相比，欧洲各国、各族群之间的互动要频繁、

普遍得多，当时在欧洲各国之间人们的旅行是十分方便而且经常发生的，许多

人会说两种以上的语言，不同族群成员之间的通婚也十分常见，我们从欧洲历

史的记载和描写欧洲各国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中也能够窥见这一点。有了体

质、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广泛认同，加上社会各个层面上的相互交往，自中世

纪以来欧洲白种人之间形成了彼此相对认同的“欧洲白人”集团意识。这种意

识在欧洲白人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其他地区“异种族”、“异文化”族群时更是不断

地得到加强。其中最典型的事件就是１１—１３世纪欧洲人联合组织的“十字军
东征”②，另外一个不应忽视的典型事件就是２０世纪初叶侵略中国的“八国联
军”。欧洲国家在全球进行殖民扩张时期，虽然在这些欧洲白人之间也存在着

相互竞争，但当他们面对当地土著族群的反抗时，他们总是联合起来，共同保卫

“欧洲白人”的利益与尊严。

①

② 在欧洲殖民主义者来到东亚并充分显示他们的军事威力之前，东亚的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琉
球等国家之间，也存在着以中国文化传统为基础的相对认同意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在我国一般被译作“民族—国家”，但正如前文中讲到的，人们对于“民族”定义的认
识并不一致，对于“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的理解和翻译也不可能一致，如一些日本社会学家把它译作“国民国家”。
从中国的国情来看，如把“ｎａｔｉｏｎ”译为“民族”，则需要对有关英文术语的中文译法进行统一。“ｎａｔｉｏｎ”这
个英文词汇在欧洲具有某种政治含义，而目前中国通用的“民族”一词就国内应用对象而言主要是指各少

数族群。其他多族群国家（如美国）大多把这些少数族群通称为“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而不称为“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ｔｈ
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这一词汇被港台学者译为“族群”，表示具有特殊族源和文化特征的群体，英文中的“ｅｔｈｎｉｃｍｉ
ｎｏｒｉｔｙｇｒｏｕｐｓ”与中文的“少数族群”在内涵上很相近，因此建议中国也把“少数民族”改称为“少数族群”。
当我们把“ｎａｔｉｏｎ”在新的定义上译为“民族”之后，英文中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仍可译为“民族主义”，而另一个
词汇“ｅｔｈｎｏｓｉｓｍ”可译为中文的“族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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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欧洲人族群观念上的两重性

也正是由于欧洲白人具有这样一个彼此认同的集团意识，才使得欧洲人在

处理世界各地族群关系问题上始终具有明显的两重性，或者说他们把地球上的

族群关系分为两大类，在判断族群矛盾与冲突时也根据对象的类别不同而采用

截然不同的双重标准。

第一类是处理欧洲白种人族群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些族群之间在体质、文

化、宗教、政治传统上比较相近，所以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深深的认同感：第一，

在“族群意识”方面存在着某种扩大了的基于基督教传统的文化认同感，第二，

在政治体制演进过程中由于欧洲各国相互学习和效仿，因而在社会体制和法律

体系方面存在着很强的政治认同感；第三，由于欧洲各国王室之间、贵族之间、

民众之间的长期相互联姻，各族群也广泛存在着一定的血缘认同感。所以，在

欧洲白人族群的相互交往中彼此恪守他们“文明社会”（它们给自己起的名称）

的行为准则（如他们所发明的“外交”关系、“宣战”程序、对待俘虏的准则等等）。

第二类，则是欧洲白种人族群对待所谓“野蛮人”的关系，这在他们在非洲、

亚洲、澳洲所实行的殖民主义统治和在美洲恢复奴隶制方面表现得最为淋漓尽

致：白人把其他族群当作“非（文明）人类”或者“准人类”来对待，在与土著人打

交道时，他们完全不用遵守任何“文明社会”的规则，也根本不承认当地土著人

的政治秩序、权威机构和社会规则。美国学者亨廷顿也坦然承认：“历史上，相

同文明的国家或其他实体之间的关系有异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实体之间的关

系。对待‘像我们’的人的指导原则与对待不同于我们的‘野蛮人’的指导原则

是截然不同的。基督教国家彼此打交道的原则不同于它们与土耳其人和其他

‘异教徒’打交道的原则”（亨廷顿，１９９９：１３４）。欧洲白人只是凭靠自己掌握的
先进武器和奴役手段来杀戮、奴役和剥削这些地区的土著居民，控制和掠夺当

地的自然资源，以达到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目的。

达尔文对物种起源和进化论的研究对于生物学有很大的贡献，但是有关猴

子进化为人类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为欧洲白人把世界上的人类群体划分为“进

化程度和文明发展较高的优秀人种”和“进化程度和文明发展滞后的劣等人种”

提供了依据，从而在近代强化了欧洲白人的“种族优越感”。这种观点甚至反映

在那个时期出版的科学幻想和探险小说中，比如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探险

小说中就充斥了对非洲、亚洲、美洲、澳洲土著人作为“不开化的野蛮人类”的大

量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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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代欧洲的“民族—国家”与海外殖民

欧洲各个“民族—国家”形成之后，各国领土内的那些区域性小族群依然存

在，他们与占据国家主导地位的族群之间既有共同利益，也有矛盾冲突。这些

不占据国家主导地位的小族群当中有英国的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和

我们后面要专门讨论的凯尔特人，还有法国的布列塔尼人和科西嘉人、西班牙

的巴斯克人、奥匈帝国的匈牙利人以及其他数不清的小族群。在“民族—国家”

的诞生过程中，新的政治实体（民族—国家）会在新的边界内逐步形成和加强对

这一“民族—国家”的“国民”认同意识，并产生一套新的话语体系。

同时，在资本主义上升和对外战争的过程中，像奥匈帝国这样的多族群大

帝国伴随着下属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分崩离析。其结果是在原有多族群大

帝国的广阔领土上诞生出一批基本以各族群为主体的新的“民族—国家”（如奥

匈帝国在一战之后分解为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所以西欧地

区在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民族”与“国家”这两个

概念的内涵在西欧地区是比较相近的。

在欧洲殖民主义者进入东南亚、非洲、美洲、大洋洲和一些海岛之前，这些

地区生活着许多社会组织松散、经济不发达、各自相对独立的小部落、小族群、

小王国。在一些当地文明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口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殖民

地里，当地的土著居民始终是这些地区人口的大多数或绝大多数。殖民政府的

行政统治使这些土著族群逐步组成某种新的政治实体，作为同一个“殖民地”的

属民，他们彼此之间产生一种新的特殊的认同感。而在殖民主义统治结束、白

人殖民者撤离之后，往往以原殖民地的政治疆域为基础出现了“民族创建”（Ｎａ
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的特殊政治过程，在原殖民地的边界内组成了新的国家，并且为了
推进“民族创建”运动而创造出一套相关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对于各族群

历史、族群关系史、本地的殖民史这些历史的记述进行了改写和再创造，以利于

建立新的“国家认同”意识，为新的“民族—国家”的创立建立某种合法性基础。

这样建立起来的新国家，被一些学者生动地形容为“想象的共同体”（参见安德

森，１９９９）。如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在欧洲白人的殖民扩张过程中，由于一些地区土著族群的文明发展水平、

社会组织化程度不高，人口规模较小，当白人殖民者的大量迁入以及他们对本

地土著大规模屠杀后，这些地区便形成了一些以白人移民及其后代成为当地主

要人口的移民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移民国家的族群

关系，与那些各自保有自己的“祖居领土”、历史悠久、长期共存的欧洲、亚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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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之间的关系很不一样，而是带有浓厚的移民色彩：第一，除了少数土著族群人

口外，这些族群都是外来移民；第二，他们的迁移活动，无论是以个体还是群体

的形式，一般是在不同年代里，逐步迁入的；第三，对于允许哪些人迁入以及安

置移民的地点，迁入国政府是可以选择与控制的；第四，移民们到达一个新国家

后，会比较主动地接受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与大众文化，他们很难拒绝迁

入国的主流文化而固守自身原有文化。以上这几方面的情况而使得移民国家

中的族群关系具有其特点。

二、美国族群关系发展的“三阶段理论”

作为一个新兴的移民大国，美国存在着最为复杂的种族、族群关系。美国

的各个族群来自全世界，来源最纷杂，除了印第安人之外，在这个“新大陆”上哪

一个族群都没有自己的“祖居地域”。美国历史上曾多次爆发种族冲突和族群

冲突，为解放黑奴甚至爆发了南北战争。这样的历史发展过程使得美国的种

族、族群问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也使得美国的种族、族群问题研究在政府和社

会的重视下得到了发展。所以我们把美国族群关系的发展历程及其理论总结

作为一个典型加以介绍。

芝加哥大学的派克教授（ＲｏｂｅｒｔＰａｒｋ）是美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学者，
他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曾把族群之间互动的过程划分为４个阶段：（１）相遇（Ｃｏｎ
ｔａｃｔ），（２）竞争（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３）适应（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４）同化（Ａｓｓｉｍｉｌａ
ｔｉｏｎ）（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１９８０：１３）。基于对美国城市族群关系的研究经验，他认为族群
之间长期互动的最终结果不可避免的将是族群同化。

戈登（ＭｉｌｔｏｎＭ．Ｇｏｒｄｏｎ）是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Ａｍｈｅｒｓｔ）
的社会学教授，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４年出版了他的著作《美国人生活中的同
化》（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ｉｆｅ），该书当年即获得两项奖①。这本书重点讨

论了美国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的历史演变阶段和每个阶段的特点。他认为，美

国自殖民地时期到建国之后的三百多年历史中，作为政府和社会上占据主导地

位的意识形态对于处理族群关系社会目标的演变，其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大致分

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可以被称作是“盎格鲁—撒克逊化”（Ａｎｇｌｏ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阶段，它的

① 其中一项是关于种族关系研究（ｒａｃ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的（ｔｈｅＡｎｉｓｆｉｅｌｄＷｏｌｆＡｗａｒｄ），另一项是基督教与
犹太教全国大会（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ａｎｄＪｅｗｓ）的（ｔｈｅ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Ａｗａ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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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导向明确以强化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中心；第二阶段叫“熔

炉”阶段（“Ｍｅｌｔｉｎｇｐｏｔ”），主张族群之间彻底相互融合；第三阶段叫“文化多元主
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阶段，主张承认并容忍“亚文化群体”的存在。实际上，
在这三阶段里不同的社会目标所反映出来的，可以说是随着移民主体成分的改

变而造成美国人口族群结构变化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

（一）第一阶段：“盎格鲁—撒克逊化”（Ａｎｇｌｏ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第一阶段自英国向北美移民开始，直至本世纪初。最初建立的北美１３州
都是英国殖民地，早期移民的主要来源是英国，而且移民们大多是因为受到宗

教压迫、政治迫害逃亡的英国新教徒和一些破产的英国农民。这些移民的文化

背景无疑都属于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为了这个移民的“主群体”与其

他移民（在初期，爱尔兰人占很大比例）之间的整合，当时的政府非常注重在移

民群体中强化这种盎格鲁—撒克逊（ＡｎｇｌｏＳａｘｏｎ）文化。
在杰弗逊时代，有一个美国国务卿就曾说：“我们的国家就是盎格鲁—撒克

逊文化统治的国家，如果你不愿意学习英语，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文化，大西洋的

门永远为你敞开，你可以回欧洲去”。甚至直到１９０９年还有人提出要用行政手
段“割断”各移民集团与母国的联系，以此来达到同化移民的目的。所以那时候

政府的官方政策非常明确，即要求所有来到美国的移民都必须接受和学习盎格

鲁—撒克逊文化。戈登用“Ａ＋Ｂ＋Ｃ＋⋯⋯＝Ａ”这个公式来对这一政策的实质
加以概括，“Ａ”表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即不管你是什么文化背景，来自哪一
个国家，要想在美国生活，成为美国公民，就必须盎格鲁—撒克逊化，这是一个

由政府推行的、不间断的、完全的族群同化过程。这个阶段从英国人在北美建

立殖民地开始，历经“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这一政

策可以被归纳为“单向”的“同化主义”政策。

（二）第二个阶段：“熔炉”（“Ｍｅｌｔｉｎｇｐｏｔ”）

第二个阶段自２０世纪初开始，直至５０—６０年代。随着欧洲遭受第一次世
界大战前后天灾人祸的巨大冲击，大量来自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北欧各

国的移民，甚至还有东欧的波兰人、俄罗斯人等为逃避战争和十月革命，不断涌

入美国①。人口的成份和族群比例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想继续实行先前的

① 波兰著名作家显克微支的中篇小说《为了面包》十分生动地描述了一家波兰农民如何来到美国，
把森林开垦为耕地，抵御各种自然灾害，为了生活而艰苦挣扎的悲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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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要求所有的人都“盎格鲁—撒克逊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当时的美国，

形成了许多有一定人口规模、有特定族群文化背景的种族、族群集团，族群之间

时常发生冲突，这使得美国的政治家和社会学家们很忧虑。

１９１８年美国曾经上演了一部十分流行的戏剧，剧名就叫“熔炉”（ＴｈｅＭｅｌｔ
ｉｎｇＰｏｔ）。该剧描写的是一个美国家庭，它是由来自不同国度、具有不同文化背
景的几代人通过婚姻而组成了一个多层族际通婚的混血家庭，它的成员们在语

言、宗教、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差异，但是经过了

长期的相互调适，最后竟能够相处得十分融洽。这个戏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

时美国社会中的族群交往情形。社会学家们认为这个家庭的演变结果是解决

族群差异的理想目标，并乐观地认为戏剧中的这个家庭预示了美国社会的未

来①。后来，有人就借用“熔炉”一词来概括这一时期美国在族群关系方面的政

策目标，戈登用公式表示为“Ａ＋Ｂ＋Ｃ＋⋯⋯＝Ｅ”，意即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们（Ａ、Ｂ、Ｃ⋯），经过美国社会中的共同生活与相处，最后都变成具有美国文化
特质的“Ｅ”或“美国人”（Ａｍｅｒｉｃａｎ）。这个阶段的政策导向可以被归纳为不同族
群“相互融合型”的“同化主义”政策。

由于美国东北部主要是英国早期移民后裔的居住地，而后来的新移民（爱

尔兰农民、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墨西哥人、华人、日本人等等）便不断抵达

并深入到美国中部与西部，这样才使美国社会真正具有了文化多元性。所以，

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熔炉”现象在美国西部。特纳（Ｔｕｒｎｅｒ）在１８９３年提出西
部才是真正形成“美国文化”的摇篮。随后，也有另外一些学者指出，居住着大

量各族移民的大都市也是族群融合的摇篮。对美国各族群融合的“熔炉”现象，

这些研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场景上都作了十分精辟的分析。

（三）第三阶段：“文化多元主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第三阶段自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开始到今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
的种族和族群问题并没有像有些政治家和学者们曾经预期的那样通过“熔炉”

效应而得到完满解决，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也远远没有处在消失之中。研究者

们发现，在部分族群发生融合现象的同时，许多族群差异依旧顽固地保持下来。

在美国，尤其是城镇里，各族群在不同街区分开居住的现象很普遍。如纽

① 这个剧本的作者是来自英国的犹太移民，剧本中写道：“美国是上帝的坩埚，一个伟大的熔炉，在
这个熔炉里，欧洲各个种族都熔在一起并改造成新人，⋯⋯上帝正在铸造美国人”（参见余建华，１９９９：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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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的曼哈顿区，它的南部有“唐人街”（Ｃｈｉｎａｔｏｗｎ），也叫“中国城”，这个地区居
住的主要是华人及其后裔，他们从事着自己擅长经营的一些行业，如餐馆、珠宝

店、成衣厂、洗染店，在他们食品店的中国食品里集中了大陆、台湾、香港各种传

统食品的精华，而且各类“国货商品”无所不有，在“中国城”里华人开办自己的

学校，广场上竖立着孔子像，华人的报社发行中文报纸，并且开办普通话和粤语

的广播电台，甚至还有电视台，完全形成一个“亚文化群体”（ａｓｕｂ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ｒｏｕｐ）。在“唐人街”北面有一个“小意大利区”，长期以来那里居住的都是意大
利裔，居民讲意大利语，有许多意大利餐馆，在这个地区人们可以感觉到浓厚的

意大利文化气息和风俗。

１９６１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电影奖的一部歌舞片，名叫《西区故事》（“Ｗｅｓｔ
ＳｉｄｅＳｔｏｒｙ”），它讲述的是纽约市曼哈顿西区的波多黎各裔与意大利裔两个族群
之间的械斗。剧中的男主人公是一个意大利裔青年，在舞会上爱上一个波多黎

各裔姑娘，遭到双方家庭和亲友的激烈反对，在械斗中男主人公为了替朋友报

仇，失手杀死情人的哥哥，在潜逃中他误信自己的情人已被复仇者杀死而走上

大街求死，最后死于对方的枪下。族群之间的隔阂和相互仇视，终于酿成一场

动人心魄的人间悲剧。

这个现代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反映了在这个小小的曼哈顿岛上，来

自不同族群背景的居民们虽然经过了很长时间甚至很多世代的共同生活，但他

们却依然保持着各自鲜明的传统文化特点，并具有非常清晰的族群意识。这即

是说，尽管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来到美国后，也使用英语，按照美国联邦宪

法和各州法律行事，承认这个社会总体的规范，并能够作为这个社会中一位守

法的公民而生存，但是他们依然保有原有族群的传统文化特征。这是不得不承

认的一个现实，所以社会学家们说“熔炉并不总是发挥作用”（ＴｈｅＭｅｌｔｉｎｇＰｏｔ
ｄｏｅｓｎｏｔａｌｗａｙｓｗｏｒｋ）。后来有两位社会学家根据他们对纽约市各族居民情况
的调查研究出版了一本书《“熔炉”之外》（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ＭｅｌｔｉｎｇＰｏｔ）（Ｇｌａｚｅｒａｎｄ
Ｍｏｙｎｉｈａｎ，１９７０）。
其实，早在１９１５年，一位美国犹太裔学者卡伦（ＨｏｒａｃｅＫａｌｌｅｎ）就根据自己

的体会撰文对“盎格鲁—撒克逊化”和“熔炉”理论提出质疑，并提出美国实质上

是一个“（各）族群文化的联邦或共同体”（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６４：１４２）。卡伦在１９２４年
他发表的文章中首次使用“文化多元主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这个词汇。他认
为“（各族群的）文化本身就具有价值”，正是“在多样性的影响中才能出现创造

性”（“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６４：１４７）。他的
观点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同，他们认为假如社会只有一种单一的文化，这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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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就会变得十分单调乏味；正是这些多族群各种文化差异的存在，迸发出许多

的创造性，而人权的意义就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这种“多元化”使得各地

区的文化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如在传统节日或地区文化活动的时候，既可以看

到亚洲人舞龙舞狮，又可以看到印第安人的服饰和仪式，还可以看到黑人的舞

蹈和听到拉丁美洲的歌曲。戈登也用公式对此作了概括，即“Ａ＋Ｂ＋Ｃ＋⋯⋯

＝ＥＡ＋ＥＢ＋ＥＣ＋⋯⋯”，表示族群交流和共同生活的结果产生出保留了各族文
化传统的“美国人”。

１９６４年，戈登在他的这本书里第一次清楚地把这三个阶段划分出来，而且
给予了上述理论分析与概括，全面地总结了美国族群关系社会目标的历史演变

过程，这本书出版之后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具有很大的影响。

他的“三阶段理论”对我们也具有启发性。以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

这样的优越条件来对零散进入美国的新移民实施同化，其结果尚且如此。所以

使用行政手段强制实行族群同化是不会成功的。但是，“文化多元”并不意味着

各族群在政治、地域上实行“割据”而危害国家的统一，美国的“多元”之上有十

分强大的“一体”，州和联邦都是很强的政治实体。而且在美国不仅仅是政治上

和经济上的统一，在文化层次上也有很强的“一体化”，如使用英语，接受美国社

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事实上也很简单，不会讲英语在美国就寸步难

行，不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就无法在美国社会里与其他人和政府各

种机构打交道，更谈不上就业和发展。所以，“文化多元”并没有保留真正独立

的“文化群体”，而只是允许在接受“共同文化”的前提下保留了原有传统文化某

些特点的各个“亚文化群体”的存在。美国不会允许发展有族群背景、真正具有

自治倾向的“文化群体”，那将危害美国的政治统一。当然，这也不会被美国政

府所容忍。

在中国，是否在不同地区并在不同程度上，少数族群已经接受了中国这个

政治实体的“共同文化”，并从原来的本族群“小社区”进入全国性的“大社会”？

是否有些少数族群已经达到了从原来相对独立的“文化群体”向一个大文化内

部的“亚文化群体”的过渡阶段？这种过渡对这些族群的发展和国家的整合是

否是一种进步？我国各族群“多元一体格局”与美国的“多元一体格局”（多元的

亚文化群体———统一的美国社会文化和统一的政治实体）之间有什么相似和不

同？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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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ｌｉｂｅｒａｌ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和“集体的多元主义”（ｃｏｒ
ｐｏｒａｔｅ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戈登在１９８１年又提出了美国“新困境”的观点，认为美国人在价值观念上
的冲突来自两个方面，两方面都声称从标准道德和宗教体系中获得了好的信

条，其中一方强调的是待遇平等和个人精英教育的原则，另一方则强调群体应

当对于过去时代的不公正作出集体性的补偿。在“文化多元主义”的基础上，他

又进一步提出了“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ｌｉｂｅｒａｌ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和“集体的多元主义”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这样两个概念。前者强调个人权利的追求不应受到族群身
份以任何形式施加的影响，它并不促进族群隔离，但也不去推动族群融合；而后

者正式承认种族与族群身份的意义，“政治权力和经济收益按照某种公式进行

分配，以族群权利为出发点，并把族群成员身份视做决定个人所获成果的重要

因素”（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８１：１８３）。他认为如果没有“集体的多元主义”，所谓的“自由
主义的多元主义”就是虚假的，并会使每个人目前的社会地位固定化，如果你已

经落后另一个人２０米，怎么可能期望通过“平等的机会”即同时起跑去赢得百
米赛跑？

针对这一观点，英格尔提出了不同于戈登的第三种“多元主义”，即“补救的

多元主义”（ｒｅｍｅｄｉａｌ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是：通过对少数族群
的长期优惠政策，使少数群体成员逐步提高竞争能力，从而能够最终实施“自由

主义的多元主义”，这样就可以把美国社会的两个原则（自由与平等）结合了起

来（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６：３３）。这一理论与马列主义关于对少数族群实行优惠政策的观
点十分相近。

（五）“文化多元主义”必须以自愿为原则

自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民权运动”之后，保护少数族群的传统文化在美国
成为社会的时尚，任何希望获得成功的政治家都会十分注意通过倡导“文化多

元主义”来拉拢少数族群的选票。而且这种口号和思维方式也被美国政府或私

人基金会等组织推广到了其他国家，包括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政府

采用各种手段鼓励甚至强迫当地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少数族群的文化（语言文

字、生活习俗等），对于这些做法的客观效果，有些学者也提出了怀疑，如雷克斯

（ＪｏｈｎＲｅｘ）等人曾经指出，“过分强调多元文化主义，会不会对弱势族群造成某
种形式上的压迫？⋯⋯多元文化主义在实践上，一定要秉持自愿主义，其主要

精神在于，每个个体都有选择自己文化归属的权利，也有认同某以族群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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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志，１９９５：９１—９２）。
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层面。一个是族群层面，族群作为一个整体，有权

利选择自己文化的演变方向，外部力量或者政府是不应干预的。如南非的黑人

积极要求为他们设置使用英语教学的学校，他们希望吸收西方社会的文化，但

原来执行种族主义政策的南非政府拒绝这样做，认为黑人只应当使用自己的族

群语言，这是违反自愿原则的。另一个层面是族群的个体成员，有时本族群的

大多数成员仍然愿意保持自己原有的文化，但是如果有些成员愿意吸收其他族

群的文化（如语言、宗教、生活习俗等），作为个体行为，这些个人是应当有这个

权利的，政府甚至本族人员都不应干涉。特别是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客

观形势下，各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强迫的进行文化

同化或者强迫保持文化多元都是不可取的态度。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是选择

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还是选择学习吸收其他文化，民族、族群的自主权利，个

人的自主权利，都应当受到充分的尊重。

三、“内部殖民主义”（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理论

在讨论“内部殖民主义”（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理论时，我们主要介绍族群关
系的两种分析视角。第一个视角是以族群为研究单元，以殖民地族群向殖民国

家进行移民（如印度向英国的移民）这样一个现象为分析场景。以这一视角分

析，认为欧洲工业国家把在殖民地实行的种族歧视政策现在又转而实施到这些

迁到本国来的外族移民身上，这是殖民主义在新场景中的体现和延伸。第二个

视角则以族群—地区的复合体为研究单元，在“少数族群—边缘地区”和“多数

族群—核心地区”二者之间的关系上分析殖民主义政策在本国领土上的运用。

（一）以族群为单元的“内部殖民主义”

在分析美国的种族主义时，有的学者认为，在“民权运动”之后美国种族主

义最重要的形式是“制度性种族主义”，在制度的形式上标榜族群平等，但是由

于一些少数族群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不利地位因而在竞争中其结果仍然处于劣

势。而“制度性种族主义是一种称为内部殖民主义（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的经济
剥削形式的结果。⋯⋯按照支持内部殖民主义观点的人的看法，非洲裔美国人

实际上仍是一个被殖民的民族，处于从属地位，制度性种族主义的持续存在就

反映了这一点”（Ｐｏｐｅｎｏｅ，２０００：２５６）。关于这一观点，我们需要进行讨论。
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国家，当地的土著族群曾经长期受到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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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殖民者的统治和奴役，西方殖民者在观念上和制度上把这些族群视为“劣

等族群”。这些族群的部分人口通过各种方式移民来到美国和欧洲后，这些歧

视他们的部分制度（如奴隶制、种族隔离制度等）和观念也跟随着他们，此时把

这些歧视他们的制度称做“内部殖民主义”是十分恰当的。但是当歧视这些族

群的制度性安排被终止或废除之后，还把这些族群由于历史上所造成的不利因

素（教育水平、劳动技能较低）致使他们在非制度性歧视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而称

做“内部殖民主义”，这就非常不恰当了。当我们谈到“殖民主义”或“内部殖民

主义”时，我们指的是一种官方的政策或制度，而不能简单地用来这一说法批评

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如目前许多国家（包括美国和中国）的少数族

群在市场竞争机制下由于各种非制度性原因（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教育水平偏

低、缺乏先进的劳动技能）而处于不利地位，对此我们就不能错误地称之为“内

部殖民主义”现象。

（二）以族群—地区的复合体为单元的“内部殖民主义”

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移民国家，它的族群关系格局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多族

群国家来说，不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因为在大多数多族群国家，各族群在一

定程度上都拥有自己的传统居住地域，在族群关系与地区之间的关系方面存在

着某种程度的重合。

１９７５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赫克托（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ｅｃｈｔｅｒ）出
版了一本关于族群关系的书《内部殖民主义》（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在该书
中，他对一个多族群国家内的发达核心地区与欠发达边缘地区之间的关系，提

出了两种发展模式，一个是“扩散模式”（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一个是“内部殖民主
义”（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模式。
（１）“扩散模式”（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是假设在一个国家内有两个族群，其中一
个族群居住在国家的核心地区（“ｔｈｅｃｏｒｅａｒｅａ”），经济上比较发达，政治势力也
比较强，在国内政治中居统治地位，掌握着中央政权并拥有控制国家政治、经济

等各方面事务的主导权，在国内立法、司法、外交、内政等方面的事务中有决策

权。而另一个族群则居住在边缘地区“ｔｈ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ａｒｅａ”，它通常是各方面比
较不发达的族群，在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较落后。这两个族群

集团的政治结构是很不一样的。落后的族群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松散的结构，

而经济较发达、政治势力较强的族群则有比较完善的各级权力机构，下设很多

不同职能的事务部门处理各种专门事务。

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如采用“扩散模式”，国家的发展和族群融合的过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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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两个地区之间基本没有联系，在经济活动上

有各自的传统生产方式（如有的族群在边疆草原地区从事畜牧业，主体族群在

平原地区从事农业和制造业），有各自有产品的传统市场，两个地区民众的生活

方式和消费水平有很大差距，在社会结构和分层方面也都有各自的特点。第二

阶段是两个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相互之间的联系逐渐增加，处于核心地区的行

政机构、经济商业机构、各类社会组织机构、文化形式、消费方式逐渐向边缘地

区扩散，原有的地区经济差距在缩小，边缘地区开始步入工业化的进程。这个

扩散的过程也就是由先进族群控制的核心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逐渐渗透进

周边地区的过程。第三阶段，边缘地区的工业化和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核心

和边缘地区的财富均匀分布，在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方面的差异已经消失，残存

的文化差异也随着失去了其社会意义，并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政党和行政体制，

各族群、各地区都有代表平等地参与各项政治事务的活动，核心地区和边缘地

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完成了整合。

通过以上三个发展阶段，其结果是两个地区和两个族群之间的差异逐渐消

失。首先是经济差异消失，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收入与消费结构等）

方面差异的消失会逐步使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失去实际的社会意义。在第二

阶段中，在地区交往和人员交流、迁移中可能出现“劳动力的（族群）文化（背景）

分工”（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ｒ），如美国黑人在奴隶制度下主要在农场劳动，早
年美国华人主要在餐馆和洗衣业工作，一些欧洲国家城市里，来自边远地区族

群或境外的劳动力主要从事简单、辛苦而报酬很低的工作，这种分工，似乎反映

的是族群的“文化背景”，但是实质上体现了资源和权力分配上的不平等。一些

族群既得不到平等的“自身发展的资源”（教育），也缺乏求职中平等的竞争机

制。

到了第三阶段，随着边缘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地区差

异消失，这种“劳动的文化分工”也将消失，收入和消费的差距也随之消失。假

如两个来自不同族群、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他们有着同样的教育背景，工作

于同一家商社，拿同样的工资，租住同样的房子，具有一样的消费模式，他们在

社会政治生活中就会具有共同的利益，从而在政治上他们也会接近起来。当他

们政治上达到了一致，经济上消除了差距，他们个体行为上的某些文化差异也

就失去了根本的社会意义。所以政治经济的全面融合，最后必然导致文化差异

的淡化。

我们可以从理论上假设，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并未使被扩散的地区和族群

受损，而是使他们与发达族群之间达到了一种事实上的平等。赫克托认为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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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十分理想的模式，因为一旦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族群最后融为一体，实质

性的差异就不存在了。在一个成功的扩散过程中，原有的族群矛盾实际上已经

彻底化解，因为造成族群矛盾的政治、经济差距不存在了，引起矛盾的物质载体

也不存在了。当然这仅仅是理论上的假设，在现实社会中可能远比这种设想要

复杂，如加拿大的魁北克法语地区，在社会制度上与加拿大其他英语地区是一

致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英语地区的差距也不很大，但是魁北克的“独立”运动一

直存在，这反映出族群之间的差别和矛盾并没有消除，即使在政治、经济方面的

差异缩小之后，文化（语言以及其他文化习俗）与认同意识方面的差异可能依然

存在。

（２）“内部殖民主义”是指中央政权对国内的一些地区采取了一种与殖民主
义相似的统治形式。欧美国家的殖民主义政策，原来是施诸于海外殖民地的，

但是政府也完全可以把这种思路和相应政策用于对境内一些边远地区的治理。

由国内发达族群控制的中央政府，也可以把国内这些少数族群居住的地区当作

“殖民地”对待，在国家政治体制（立法、司法、行政、经济等机构）中“核心地区”

与“边远地区”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核心地区”对“边远地区”在政治上进行控

制，在经济上进行掠夺。

为了“核心地区”的利益，“边远地区”有可能也会得到一定的工业发展，但

是这些有限的工业可能主要是为核心地区提供原材料的初级加工业，而且中央

政权也不允许这些工业具备真正的实力和竞争能力。“核心地区”在“边远地

区”也实行一定程度的行政机构扩散，但是中央政府对这些机构施以严格的行

政控制。归根结底，“核心地区”对于“边远地区”所实施的实际上就是殖民地式

的控制与掠夺。

赫克托这本著作的副标题是“１５３６至１９６６年期间大不列颠国家发展过程
中的凯尔特边缘地区”（ＴｈｅＣｅｌｔｉｃＦｒｉｎｇｅｉｎＢｒｉｔｉｓ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５３６—１９６６）。他调查研究的对象是英国的凯尔特地区，在查阅了大量县级历
史统计档案资料之后，赫克托认为，在英国的英格兰人和凯尔特人（Ｃｅｌｔ）人之
间，长期以来存在的就是一种“内部殖民主义”的关系，即英格兰人几个世纪以

来就是用这种“内部殖民主义”政策在掠夺和控制着凯尔特人。所以，尽管英国

最早发生工业革命，属西方发达国家，但是在英国，仍然存在族群间的不平等和

深刻的族群矛盾。这是赫克托通过历史考证和实地调查之后，提出的有关英国

现实社会族群关系的理论。

由于赫克托在该书中按历史进程的时间顺序引用了大量政治、经济、文化、

人口等多方面的详尽资料进行论证，所以很具说服力，他的这一理论于１９７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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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后，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轰动。此后很多学者根据这一理论和他的分析思

路，特别是用“内部殖民主义”的分析框架来对拉美、非洲和欧洲的一些其他国

家进行研究，从而使这一理论流行起来。

西方最权威的研究种族、族群问题的英文杂志《族群与种族研究》（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Ｒａ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在１９７８年发表了４篇讨论“内部殖民主义”的文章，１９７９年
第３期作为“内部殖民主义”研究的专号，集中发表了８篇文章，其中除了２篇
是从理论上进行讨论之外，其余的文章分别是关于法国布列塔尼地区、加拿大

魁北克地区、美国阿拉斯加地区、芬兰东部地区、意大利南部地区、奥地利统治

下的匈牙利地区的历史与现实的调查研究。这些研究文章都在不同程度上肯

定了“内部殖民主义”这样一个理论框架在实际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也发现以上

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内部殖民主义”现象。

实际上，“内”和“外”并不是完全隔绝的，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可能。

在欧洲历史上就存在着强大族群对周围弱小族群的控制和掠夺，当强大族群在

技术上发展起来，“船坚炮利”之后，就越过大洋来到欧洲之外的中东、非洲、南

亚、远东、大洋洲“开拓”殖民地。刚开始是像海盗一样上岸抢掠、杀人越货，当

他们发现了可长期掠夺的自然资源后就开始建立定居点，设立“公司”（如英国

在印度、荷兰在印度尼西亚设立的“东印度公司”）和殖民政府，进行有组织、有

计划地掠夺。同时在本国，这些族群的政治领袖也必然会用这种方式来对待边

缘地区的族群。马克思讲得有道理，资本主义的统治集团所真正考虑关心的并

不是“族群”的利益，而是阶级的利益。也许可以借助赫克托的理论把欧洲资产

阶级的压迫、剥削对象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本族群的无产阶级群众；二是本国边

缘地区的族群和少数民族；三是国外殖民地的土著居民。欧洲殖民主义者由其

阶级本性决定了其掠夺和扩张行为，就他们采取行动的地理范围而言，国境线

两边的“内”和“外”是彼此相通的。在一些国家的扩张过程中，有些与本土接壤

的殖民地最后被正式并入该国领土，这些地区一段时期的历史也就是该地区的

被殖民史。如西伯利亚原是沙皇俄国的殖民地，北海道原是日本的殖民地。所

以对外殖民主义和“内部殖民主义”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欧洲殖

民主义国家的对外殖民主义与“内部殖民主义”在地理上可以彼此延伸或相互

连通，在时间上可以先后有序或同时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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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赫克托“扩散模式”

在中国适用性的讨论

我们可以借用赫克托提出的这两个模式的框架，来看待和理解我国中央政

府与西藏地区之间的关系，从而比较和分析中国的少数族群政策与西方国家存

在哪些不同之处。从赫克托归纳的两种发展模式（“扩散模式”和“内部殖民主

义”模式）的分析思路来看，很显然我国中央政府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在西藏
地区实施的政策大致应当归类为“扩散模式”，而不是“内部殖民主义”模式。从

我国内地各省与西藏自治区之间在财政、物资方面的交流情况来看，就清楚地

说明了这一点①，我国中央政府多年来对西藏地区在资金和各类物资（生产资

料、生活资料）方面基本上是单向输出，完全不存在汉族地区在经济上剥削、掠

夺西藏的现象。

赫克托提出的“扩散模式”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我们借鉴这三个阶

段的思路来分析中央与西藏地区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过程。

１．在１９５２年以前西藏地区的政治制度、传统宗教、经济发展水平与内地有
很大差距。当时的西藏仍然实行“政教合一”体制，英国帝国主义一度积极支持

西藏噶厦政府进行分裂活动、削弱藏区与内地的联系，甚至鼓动藏区与邻近各

省进行军事对峙。这种情况与“扩散模式”的第一阶段显得有些吻合，“核心地

区与边远地区事实上是彼此隔绝的，发生在核心地区的事对于边远地区只有轻

微的影响，⋯⋯两地区在它们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机构方面有着许多深刻的差

异”（Ｈｅｃｈｔｅｒ，１９７５：７）。

２．１９５９年西藏叛乱被平息之后直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这个阶段西藏地区
的情况与赫克托描述的“扩散模式”第二阶段十分相似：通过给予边远地区少数

族群平等权力和执行一系列发展计划（教育、医疗、工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等

等），核心地区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逐渐“扩散”到边远地区。核心地区与边

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与以前相比有了极大的加强。而且这些联系与交流

都是政府在努力推动边区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３．１９９４年西藏城镇居民年平均生活消费支出为３０９３元，排在广东（５１８１
元）之后，江苏（３０８０元）之前（国家统计局，１９９５：２６７）。１９９９年西藏城镇居民

① 参看马戎“西藏的经济形态及其对区域间人口迁移的影响”（１９９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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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收入８３８６元，远远超过当年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水平（５８４４元）①。如果
我们仅就财富和收入来看，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西藏可以说就已经大致接近于赫
克托描述的“扩散模式”的最后阶段：边远地区人民的收入在逐渐接近核心地区

人民的收入。但是这里存在着一个本质的不同：“扩散模式”的理想形态是边远

地区实现了工业化，自身的财力日趋雄厚并能支持当地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而西藏工业的发展水平却依然很低而且严重亏损，居民收入的提高完全是靠中

央财政补贴而达到的，并不是靠本地经济的切实发展。西藏居民的日常消费很

大程度上要靠内地调拨的物资和商品②。

４．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内地的行政体制、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已经“扩
散”到了西藏，西藏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似乎西藏已经

应该进入“扩散模式”的最后阶段，而在这一阶段，“文化差异应该失去其社会意

义，⋯⋯核心地区与边远地区在文化方面渐趋一致，因为作为独立族群意识所

赖以生存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基础已经消失了”（Ｈｅｃｈｔｅｒ，１９７５：８）。
可是西藏地区的情况看来并没有像这个模式所设想的这么简单。在汉族

与藏族之间仍然存在着文化差异特别是宗教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在西藏的政治

和社会生活中依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央政府试图在西藏发展现代工业的努

力，在一定程度上遇到了挫折。与人们的预期目标相反，内地的行政和经济体

制在西藏的“扩散”还带来了一些人们没有预料到的后果。

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后果，是西藏经济在财政上对中央的高度依赖性。

２００２年中央政府给予西藏的财政补贴（１３１．１５亿元）如按西藏自治区人口（２５５
万人）分摊，每人可摊５１４３元，而同年全国农业人口的人均纯收入为２６８０元。
实行这种补贴政策四十多年后，西藏的行政事务、经济活动、社会运转等等已完

全依赖于中央的财政补贴。美国学者在研究拉丁美洲的发展模式以后提出了

“依赖型发展”（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的概念（Ｅｖａｎｓ，１９７９：３２），用以说明一些
国家（如巴西）的工业发展和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外的投资③。西藏目

①

②

③ 西藏与巴西的情况在结构上也有相似之处。外国财团与巴西本地资本和政府结成紧密同盟，并
实际支配巴西的外交政策和经济生活，我国中央政府与西藏自治区政府的密切关系也使中央政府在西藏

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但二者行为的动机与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巴西的外国财团的目的

是自身最大限度地获利，中央政府在西藏各项政策的目的是保持西藏的稳定并推动当地经济的繁荣。

１９５５—１９８３年期间，从内地输入的物资占同期在西藏商品销售总量的８２％，１９９０年甚至超过
销售总量（马戎，１９９３：２４）。

西藏城镇居民的收入与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高工资、高补贴的影响，但在西藏农村，虽然

国家免去农牧民的农业税，但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农村工业发展缓慢，农民的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１９９９年西藏农村人均收入１３０９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２２１０元。在政府对城镇居民给予大量补贴的
情况下，西藏地区的城乡差别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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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经济与其说是“依赖型发展”，更不如说是一种“依赖型经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
ｃｏｎｏｍｙ），因为在西藏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只是由于中
央政府的财政补贴才实现了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６．西藏在１９５９年以后各族人民已经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力，内地的政治
和经济制度也已经“扩散”到了西藏各地，但是这些制度在西藏运行的实际效果

并不令人满意，而且最终导致了一个“依赖型经济”。因此西藏很难被称作是一

个“扩散模式”的成功例子。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扩散模式”在现实中没有

达到预定的效果，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所研究的实际案例分析，

还需要对这一模式做出哪些修订？

７．“扩散模式”所包含的内容不应当仅仅是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扩散，同
时也应当是经济生产活动、科技生产力水准和现代思想观念的扩散，是边区的

工业化和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边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应与核心地

区逐步趋同，达到相同水准并融为一体。所以我们不妨从这样一个角度提出问

题：目前西藏自治区是否已真正融合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

西藏自治区的经济制度与内地基本相同，这是事实。西藏地区与内地各省

和中央政府之间有着广泛的经济联系和经济往来，这也是事实。但是，（１）西藏
引入内地体制时，是把相同的体制实施于完全不同的社会土壤；（２）相同的体
制，在西藏并没有形成和组织起与内地相同的生产（规模、效益）；（３）西藏与内
地的经济往来（资金、物资）基本上是单向输入而不是双向流动；（４）西藏真正的
群众性生产活动（农牧业、近年来恢复的手工业）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以传统的生

产力水平和组织方式（与内地差别很大）在进行。在这种情况下，还不能说西藏

经济已经真正成为全国经济实体和运行机制（生产、流通、消费）中有机的组成

部分。因为西藏在全国性各项经济活动中尚没能发挥出与中国其他地区相同

（或相近）的功能，西藏与其他地区经济融合的过程尚未完成。

赫克托提到，“当边区开始投入到全国性的经济系统中之后，在其结构性联

系方面的这些变化应当导致（边区民众）理性化的、注重实效和一致性的新价值

观”，“经济融合将导致文化融合”（Ｈｅｃｈｔｅｒ，１９７６：２８）。如果这一观点可以成立
的话，目前西藏与内地在文化（语言、宗教、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并没有明显缩

小这一事实，也可以用来反证西藏地区与内地尚未达到经济融合。

８．在研究“扩散模式”时，一些学者以日本为例说明“落后的边远地区一旦
进入全国性的商业网络，近期内（边区与核心地区）不平等的情况（由于边区经

济竞争能力低）也许会加强，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区域间的）平等将会实现，与

此同时完成了（区域间的）经济融合”（Ｈｅｃｈｔｅｒ，１９７６：２９）。这是一个资本主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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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经济体制下的案例。

西藏自治区的经历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案例。西

藏在与内地发展经济往来的过程中，尽管其经济水平落后，但是并没有受到内

地的剥削，因此也不需要通过艰苦竞争来逐步提高本地的经济实力逐步扭转劣

势，与之相反，落后地区的经济受到了中央政府的优待和保护。这种“保护和扶

植”政策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是经过一段时期“输血”使西藏地方经济在这种

“温室”条件下以较快速度发展起来，最后走出温室自立地参与国内外的市场竞

争？还是“输血”成为惯例，发展成一个“依赖型”或“供给型”（从西藏的角度看

是“依赖”，从中央的角度看是“供给”）经济？

９．内地的社会、经济制度“扩散”到了西藏，中央动用了大量物力、财力来推
动西藏的经济现代化，但四十多年的努力结果没有形成一个“扩散—工业化”模

式，而是形成了一个称之为“扩散—供给”模式似乎更为恰当的经济类型。所以

我们认为，赫克托提出的“扩散模式”还需要进一步修订。在体制扩散这个大方

向下至少可能出现很不相同的两种结果：一种是扩散后经过竞争（也不排除政

府在一定程度上的保护和扶植）实现工业化，可称为“扩散—工业化”模式（Ｄｉｆ
ｆｕｓ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另一种是扩散后中央把边区在财政上完全包下
来，最后发展成一种“依赖型”经济，可以称为“扩散—供给”模式（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Ｓｕｐ
ｐｌｙＭｏｄｅｌ）。我们认为经过这样的修订和补充，“扩散模式—内部殖民主义模
式”这个解释现代化过程中“核心地区”与“边远地区”关系演变的理论就会具有

更为普遍的意义。

西藏这个案例至少向我们表明：如果历史上核心地区与边远地区在社会经

济体制和文化宗教传统上有着非常大的差距，采取把核心地区的政治经济体制

“扩散”到边远地区的做法，至少作为一个短期的社会转型战略是过于简单化

了。一个地区除了政治和经济体制上的诸项根本改革之外，其他许多因素如宗

教文化传统、现代教育和生产知识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等，都需要我们给予足

够的重视。

五、西方学者对族群关系

理论的其他探求

由于族群关系长期以来就是西方社会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所以来自不

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在研究族群关系时所采用的视角与思路也是千差万别的，如

“多元社会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社会生物学”（Ｓｏｃｉｏｂｉｏｌｏｇｙ）、“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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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韦伯主义理论”、人类学的“族群理论”、心理学的“认同理论”等等，对于

研究对象的设定，有的学者以宏观的族群整体为对象，有的学者以微观的个体

为对象，各自总结出来的理论也由于处在不同的层面而很难进行相互对话与比

较（Ｒｅｘ，１９８６：６４）。
社会学的视角就是从社会存在的矛盾、冲突出发去分析社会结构和群体关

系，所以很自然地，西方国家在关于族群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中，通常把族群关系

与族群之间的压迫、歧视、剥削和不平等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近代，越来越多的

西方学者把族群关系与社会分层体系联系起来，把“族群分层”作为研究族群关

系的核心专题。

美国学者英格尔（Ｊ．ＭｉｌｔｏｎＹｉｎｇｅｒ）试图在三个层面上分析族群关系。第
一个层面是心理和意识形态层面，讨论的是与族群偏见和族群歧视相关的“族

群中心主义”（ｅｔｈｎ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观念和意识，这种意识形态一旦被建立起来并形成
一个整体性社会文化氛围之后，一代一代的孩子们从小就被大人们灌输了对于

其他族群的看法，即培养了“对于与自己不同的他族人的反感”（ｄｉｓｌｉｋｅｏｆｔｈｅ
ｕｎｌｉｋｅ），族群关系就是在这样的宏观文化背景下进行互动与演变的；第二个层
面是群体层面，关注的是种族、族群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涉及到集团之间统

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以及压迫与被压迫的方式，其中还牵涉到集团领袖之间争夺

权力、利益和社会声望的斗争，带有政治与经济利益集团之间互动的色彩，“内

部殖民主义”理论就是在这个层面展开的以地域为单元所进行的分析；而“族群

分层”则是考察同一个地区内以族群为单元来分析族群之间结构性差异，以此

为切入点来剖析族群集团之间的互动；第三个层面则是微观层面的个人行为，

即每个个体在自己的社会化与生活的过程中如何应对他所面临的族群歧视，表

现的是每个族群成员与其他本族成员以及他族成员之间的互动过程与结果，这

些分散个体的行为在一定条件下汇总为群体的行为，从而影响族群之间的整体

性关系（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６：３２—３７）。
当提到属于第一个层面的社会文化氛围时，一位美国学者缪尔达尔（Ｇｕｎ

ｎａｒＭｙｒｄａｌ）曾经在他１９４４年出版的经典之作《美国的困境》（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ｉｌｅｍｍａ）中提出，美国人所受的教育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被认为是一个
平均主义和开放的社会，另一方面美国又是个存在着种族分层的社会，这二者

之间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从而构成美国人观念和行为中的两难困境。我们在

前面介绍了戈登（Ｍｉｌｔｏｎ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８１年提出的关于美国“新困境”的观点，他同
样也是在这个层面上展开的。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当谈到“种族分层”时，

这里所涉及的就已经是第二个层面的现象了。所以，文化氛围、社会主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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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的冲突和与人们个体之间的互动，这三个层面之间实际上是相互影响

和密不可分的。

霍洛维茨（ＤｏｎａｌｄＬ．Ｈｏｒｏｗｉｔｚ）把族群互动的发展变化趋势大致归纳为两
大类和４种情况（表６１）。世界上族群的产生是多样化的，族群内部与外部的
互动过程也是极为复杂和多变的，表中的归纳也只能大致说明在族群演变中存

在的几种基本形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必然还会存在与表中模式不同的其

他模式。如“血缘融合”（Ａ＋Ｂ）不一定产生一个“新”的族群（Ｃ），而完全可能是
一个族群被融入另一个族群并丧失自己独立的族群意识，所以表中的第一类和

第二类有可能同时发生在同两个族群。而在一个多族群大国里，族群融合、联

合、分裂、扩展这几类变化可能会同时发生，但是表现在不同的地区或不同的对

象上，如经济和城市化发达的地区可能族群融合的情况会多一些，而在偏远的

农业地区可能族群分化的情况会多一些，其他内部或外部影响因素也有可能扭

转族群互动的发展方向，所以在实际社会中族群互动的演变是非常复杂和充满

变数的。

表６１ 族群融合与族群分裂的进程

族群同化（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族群分化（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血缘融合（Ａｍａｌｇａｍａｔｉｏｎ）联合（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分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扩展（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Ｂ→Ｃ Ａ＋Ｂ→Ａ Ａ→Ｂ＋Ｃ Ａ→Ａ＋Ｂ（Ａ＋Ｂ→Ａ＋Ｂ＋Ｃ）

两个或更多族群合并组

成一个新的更大的族群

一个族群的认同

意识被另一个族

群所取代

一个族群分裂

为两个或更多

的部分

一个族群或更多的族群从自

身中衍生出一个新生的群体

资料来源：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１９７５：１１６。

族群融合或联合，通常会得到国家的鼓励甚至被设定为国家在族群关系上

的发展目标，而族群分裂只会增加群体之间的矛盾和造成社会不稳定，所以各

国政府也会极力加以避免。从理论上讲，族群的衍生与扩展即表中的第４种情
况也是国家应当避免的，但是在前苏联和１９４９年以后的中国，由于“民族识别”
政策在实际上造成一定数量的族群“扩展”，如原来通常被认为属于回族组成部

分的“撒拉回”、“保安回”、“东乡回”被“识别”为独立的族群。所以我们在实际

研究过程中，必须根据研究对象的发展历史和实际情况来灵活地运用前人提供

的理论框架和参考模型。

美国学者蒂施勒和贝里（ＨｅｎｒｙＴｉｓｃｈｌｅｒａｎｄＢｒｅｗｔｏｎＢｅｒｒｙ）根据种族关系
发展的过程把群体互动的结果归纳为５类：（１）灭绝或驱逐；（２）隔离；（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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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４）多元化；（５）同化或通婚，并用示意图表示出来。图６１就是根据他们
的图所绘制。但是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族群关系的状态也可能是不同

的，在美国南部的种族关系一般不如北方地区。各地族群人口的相对规模、当

地族群关系的历史、当地主要族群的宽容度等，是我们分析和解读在族群关系

方面地区差异的重要因素。

图６１ 族群互动的五种结果
资料来源：ＴｉｓｃｈｌｅｒａｎｄＢｅｒｒｙ，１９８５：９１。

六、小 结

在这一章中主要讨论的是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处理族群关系的社会目

标。我们首先分析了在欧洲社会发展历史中形成的族群观，特别指出欧洲人在

族群观念和处理与外族关系时所具有的鲜明的两重性，即把欧洲白人视为“文

明种族”而把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其他地区的族群视为不必平等对待的

“野蛮人”。“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在欧洲文明传统中根深蒂固，在殖民主义

和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时期更是得到恶性膨胀。这种观念至今依然是各国

外交和国际民间交往中不可忽视的文化因素。

本章选择了西方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理论来讨论。美国是一个移民

大国，美国自殖民地时期到建国之后的三百多年历史中，作为政府和社会上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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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对于处理族群关系社会目标都发生了哪些变化？美国

社会学家戈登对这一演变过程所作的分析和由此总结出的相关理论对其他国

家也有借鉴意义。戈登把这个演变过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１）“盎格鲁—撒
克逊化”；（２）“熔炉”阶段；（３）“文化多元主义”。在这三阶段里社会目标所发
生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移民主体成分的改变而带来原有政策实施时所面临的

阻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美国社会的进步与民权运动的发展进程。

另一个在西方国家很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学者赫克托提出的“内部殖民主

义”的分析框架。赫克托对一个多族群国家内的发达核心地区与欠发达边缘地

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两种发展模式，一个是“扩散模式”，一个是“内部殖民主

义”模式。这两个模式是作为彼此之间的鲜明对比而提出来的，前者是族群平

等和共同发展的楷模，后者是族群压迫和族群剥削的通例。赫克托以欧洲工业

革命的发源地英国为研究对象，他利用大量统计资料证明在英格兰人与凯尔特

人之间的关系属于“内部殖民主义”模式。根据赫克托和其他学者随后的研究

结果，“扩散模式”在今天似乎仍然是一个“理想型”发展道路，而“内部殖民主

义”模式的实践似乎遍布于世界上许多地区。

这些思路与分析模式都可以为我们分析中国或其他国家族群关系的演变

提供理论上的借鉴。在本章中，我们试图参照赫克托提出的“扩散模式”框架来

分析我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区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

中国内地的社会、经济制度“扩散”到了西藏，中央政府动用了大量物力、财力来

推动西藏的经济现代化，所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区的关系基本上应当被归类为

“扩散模式”。但这些努力的结果并没有形成一个“扩散—工业化”模式，而是形

成了一个“扩散—供给”模式，在西藏发展成为某种“依赖型”经济。这说明除了

把核心地区的政治经济体制“扩散”到边远地区的做法之外，对其他许多因素如

宗教文化传统、现代教育和生产知识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等，也都需要给予足

够的重视。

关于多族群国家的政府如何设计本国族群关系的发展目标和制定什么政

策来达到这一目标，各国学者们根据研究本国的发展历史和在其他国家的调查

分析提出了不少的理论和观点。这些理论具有不同的关注点，各自所选择的研

究对象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人类社会中的族群现象非常复杂和多样化，与各国

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状况及发展历史密切相关，在我们思考和借鉴这些理

论与观点时，特别需要注意了解产生这些理论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分析这些社

会与文化现象背后的逻辑和发展规律，要避免生吞活剥、简单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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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如何衡量与分析现实社会中



的族群关系

我在１９６４年出版的《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一书中提出了一
个测度族群同化进程的多维度模型，⋯⋯这个模型明确地提出了

七个测量同化的维度或变量，⋯⋯由这一组变量和命题构成的理

论模型，曾被用来分析传统的美国意识形态中“盎格鲁化”、“熔

炉”与“文化多元主义”的含义，以及美国历史与当代的种族、族群

生活的真实状况。

———戈登（Ｍ．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７５：８４


）

如果人们希望了解一个多族群社区中族群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通常会

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收集有关信息和做出判断。第一个途径是浏览阅读政府

文件报告和各种出版物，通过这些间接的文字材料对政府的政策方针及当地社

会族群关系的基本态势进行宏观的分析。第二个途径是研究者亲身到实地去

进行考察，这样一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地观察得到一些直观的感性印象；二是

可以通过阅读当地非正式出版的文字材料（如工作报告、文件公告、统计报表

等）对当地社会的具体情况得到一定的了解；三是通过与当地干部和普通民众



的交谈直接听到本地民众对当地族群关系的评价及一些有关族群关系的个别

事例。

如果我们在查阅文献资料和去实地调查之前缺乏一些必要的理论准备，对

真正反映族群关系的核心问题缺乏理论上的认识，那么尽管收集的这些资料对

社会学研究也许具有一定价值，但这些信息的收集和实地调查的实际操作过程

多少都会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难以进行系统的论证与合理

的设计。

首先，对于坐在书斋里阅读到的政府部门报告和各类出版物，其客观性是

我们无法验证的，政府的统计数字可能会有误差，而政府报告在选用资料时的

取舍和观点的陈述方面，也可能带有撰写人某种观念上的倾斜或偏见，有时往

往会因循守旧、回避矛盾而揭示不出真正存在的社会问题。其次，如果实地调

查缺乏清晰的调查纲领和明确的目的性，仅凭个人在访谈中的短暂观察和从当

地民众那里听到的片断回答，所获得的某些信息也许是真实的，但是这些个别

案例的广泛代表性和普遍意义则仍然无法论证。与族群关系相关联的各类社

会、经济、文化的信息数量既大、范围又广，在我们随机和偶然得到的纷杂零乱

的信息中，哪些是能够真正反映族群关系的核心指标？哪些仅仅是一般的表面

现象？在对这些方法论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很难根据通过以上途径所得

到的信息与资料对一个地区的族群关系进行概括性的分析并做出结论。

所以，我们在实际调查工作中，除了参考已经存在并可能得到的文字材料

和数据外，为了全面、客观、切实地了解一个社会中族群关系演变的状况，还需

要根据族群关系基本理论和以往的实际调查经验而提出学术性和专业性的整

体分析框架和具体研究指标。这样的指标应当是系统化而非支离破碎的，是具

有客观性并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族群关系状态的、是可以进行量化测度的而不

是模糊含混的、是经过充分论证而不是偶然得到的，是根据调查目的有明确针

对性收集到的，而不是泛泛的社会统计指标。通过这样一组最基本、最核心的

数据指标，人们对一个地区的族群关系情况可以得到一个基础性的而且具有一

定深度的了解。举一个例子，有关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各类数据与信息非常之

多，但是如果我们得到了几个核心数字，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代表生

产力水平）、产业产值比重（经济结构）、基尼系数（收入分配结构）等，我们就可

以对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与发展态势有一个基本认识，并可以与其他国家进行

横向比较。在族群关系研究中，我们所需要寻找与确认的，也正是这样一些核

心指标。

当然，在实际调查过程当中，这些指标还必须根据调查区域（地区、城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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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等）的基本情况而设计成具体可操作的调查问题。同时每个调查项目要有一

定的针对性，以便把在调查中计划搜集的问题与被访者所回答的信息都相对集

中于研究者自己设定的专题研究领域，而不是过于宽泛、面面俱到。根据调查

专题与研究对象，把需要收集的信息进一步转化为问卷中的具体问题，这些可

以数量化的信息在社会学中称作定量研究中的“变量”（ｖａｒｉａｂｌｅ）。研究者根据
自己的研究目的提出具体理论假设，而这些变量及相关编码方法都是根据这些

具体假设而设计的。在进行变量及编码的设计时，既要借鉴社会学有关族群关

系研究的理论框架、参考族群研究的经典案例，还要考虑现有文献和资料中反

映出的当地多族群社会的基本情况，如族群人口相对规模、经济结构、社会组

织、宗教关系等等。

这些指标与变量的最终确立都需要理论上的论证和实际检验，实地调查所

收集到的资料和计算结果最后将以十分具体的数字形式表现出来，只有这样才

能检验我们设计研究专题时提出的理论假设是否正确，才能继续论证相关命

题，从而达到调查计划所预期的具体目标。应当说，这体现了用社会学视角研

究族群关系所具有的学科特点。因为惟有依据这些有客观根据并可以检验的

量化指标，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才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所得到的数据和信息也才

会具有实证性和可验证性，我们才能够在不同的多族群社区之间进行比较研

究，也才能把这一社区当前的状况与过去的情况进行比较。换言之，只有使用

具体的量化指标，我们才能进行跨越时间（纵向）和空间（横向）的比较研究，既

可以对跨地域的不同社区在族群关系方面的情况进行比较，也能够对一个社区

跨时间的历史变迁进行衡量，这样才能对当地族群关系的现状及其变迁做出科

学的判断。

总之，如果没有若干客观、可具体测度的指标，仅凭我们主观印象和当地人

员提供的某些不完全信息，我们很难对一个地区的族群关系状况与发展趋势做

出可靠的、令人信服的结论。社会学是力求客观、科学地反映社会现实与变迁

的应用性学科，因此量化分析是重要的研究手段。在本章中，我们将根据国外

文献和我们的实际研究经验介绍和讨论可以用于衡量族群关系的量化指标体

系和相关变量。

一、戈登１９６４年提出的变量体系

人类社会中的族群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族群之间的交

往表现在许多方面。所以研究者需要提出一个比较全面的衡量族群关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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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演变的变量体系或指标体系，这个体系应当包含体现族群关系的最主要方

面，各个方面之间也必然存在着有机联系。

美国社会学家戈登在他１９６４年出版的《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Ａｓｓｉｍｉｌａ
ｔｉｏｎ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ｉｆｅ）这本书中，提出了衡量族群关系的７个“变量”，这些“变
量”实际上是他归纳出来的具体衡量和测度族群关系的７个专题领域或族群融
合的７个“子类型”①。虽然这个体系中的每一个变量在实际研究中根据不同的
研究对象、不同的社会与政策环境还可以进一步分解和具体化，但戈登的这个

变量体系是在社会学领域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衡量族群关系的指标体系。

在这部著作中，他详尽地阐述了这个指标体系的理论根据，各个指标之间的关

系，以及操作中如何具体使用指标的方法与步骤等方面。下面结合我们在研究

工作中的体会，对戈登１９６４年提出的分析族群同化或融合的这７个变量进行
简略介绍，在以后各章中，我们还将结合调查实例对这些变量做更为具体的讨

论。

（一）文化或行为的同化（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或译作“涵化”）

１．语言
族群间最明显的文化差异通常表现在语言方面，如果两个族群在语言上互

不相通，无法进行思想交流，那么这两个族群成员之间的社会交往显然会比较

少，偶有交流也容易因彼此语言隔阂造成误解。在明显存在语言障碍的情况

下，通常各族群居民会形成事实上相互隔离的社区，这样的族群之间也就谈不

上相互的融合或同化。

在一个多族群社会，当各族群具有自己独立语言时，双语现象是十分常见

的。但是双语现象的具体表现形式（如哪种语言应用于哪种场合），以及双语现

象是一个语言同化的过渡形式还是将长期并存，都反映出族群之间在语言交融

方面的基本格局与发展态势。

２．宗教
宗教信仰是族群文化传统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如果族群之间在宗教信仰、

礼仪和与宗教相关的生活习俗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就可能直接影响族群间的日

常交往和族群关系。不同的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罗马天主教、基督教、东正

教等在对待其他宗教的宽容度上也各不相同，各宗教的排外态度在不同历史时

① 戈登这本书中有关讨论这７个变量的章节，已经被选译成中文，以“在美国的同化：理论与现实”
为小标题收入马戎编《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１９９７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第５３—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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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不同国度表现得有所不同，我们必须从当地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各个

地区具体的宗教因素（宗教教义的地方性解释、宗教组织形式、神职人员特点、

地方政府的宗教政策等）对不同宗教信仰的族群之间相互关系产生了什么影

响。

３．风俗习惯
在族群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各族群都会根据其传统居住地的地理、气候、自

然资源条件而形成各自特有的传统经济活动（如农耕、畜牧）和传统生活方式

（定居、游牧），同时形成自己传统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当然，这些生活习俗

与价值体系也会在与其他族群长期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受到他族的影响而

发生一些变化，如中国中原地区的文化就受到来自印度的佛教影响，后来西北

地区又受到来自中亚的伊斯兰教影响。与其他族群的宗教和文化交流也会影

响到本族群在价值观念（人生追求、人际关系的性质）和生活习俗（饮食、服装、

居所）方面的转变。我们在调查中需要参照族群的宗教信仰、传统文化等背景

来分析不同族群之间在风俗习惯方面的差异。

所谓“文化”，它的深层内容是人们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它是人与人之

间行为互动的关系准则。所以“文化的同化”也蕴涵着行为准则的相互认同。

（二）社会结构的同化（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即社会结构的相互渗入）

社会结构同化这个变量是用来衡量两个族群的成员之间是否出现了比较

亲密的私人接触，一个族群的成员是否在日常生活和私人领域中被另一个族群

的成员们普遍接受。

比如说，有一位华人教授，他已经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无论从公民身份还是从经济活动、生活习惯、日常语言甚至宗教信仰上都已经

完全“美国化”了。但是当我们仔细考察他的私人生活时，就会发现每到圣诞

节、感恩节等传统节日，到他家里去做客的主要是当地华人或中国留学生，他周

末所去的教堂也是以华人为主的教堂，华人牧师以汉语传教。在上班时他会与

白人教师同事或秘书用英语聊天，在开学术讨论会时也会出席同行们组织的社

交活动，但是一旦遇到那些白人同事婚礼或儿女婚嫁这种只邀请亲密朋友参加

的场合，他一般是不会被邀请的，因为那是白人们自己“小圈子”的活动。在某

种意义上说，这位华人教授虽然在美国生活了许多年，但他实质上并没有真正

渗入和融合到美国社会内部，他只是被美国社会视为一种可以向他们提供服务

的工具。作为一名美国大学的教授，他给美国学生讲课，大学付给他工资，至于

白人同事们有什么私事，并不会去找他商量，反过来说，当他遇到什么困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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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难得到美国白人同事们的实质性关心或帮助。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这一

变量所探讨的社会交往层次，在没有文化障碍的前提下，就显得很重要了。在

社会学的研究中，有许多关于“初级群体”（ｐｒｉｍａｒｙｇｒｏｕｐ）的讨论①，我们这里所

说的“社会结构的相互渗入”，实际上也就是各族群成员彼此进入另一方的“初

级群体”。

在许多研究美国城市族群关系的文章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对这些城市中

由各族群所组成的“亚社会群体”（黑人社区、“唐人街”、西班牙裔社区、越南移

民社区等）的描述与分析。一些与其他族群在体质、语言、宗教、习俗等方面差

异越大的族群，在“社会结构同化”方面所遇到的阻力也就越大。

（三）婚姻的同化（Ａｍａｌｇａｍａｔｉｏｎ，族际通婚）

在７个变量当中，戈登教授在他的书中把族际通婚排在第三，他认为如果
两个族群成员之间没有语言障碍，相互之间又有一定的接触机会，当前两项同

化发生之后，族群通婚的个案就有可能出现。依笔者的个人观点，戈登提出的

衡量族群融合的７个变量中，族际通婚应当在排序上位于最后，这是因为我们
不只是关注通婚个案的出现，而要关注族际通婚的相对规模，这个指标应当作

为衡量族群关系最重要的、总结性的变量，它最集中地体现出两个族群作为整

体是否真正在相互交往中处于融合状态，即是否达到血缘之间的融合。

我们假设在同一地区居住着两个族群集团，它们之间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

发生一定规模和相当比例（如族际通婚占全部婚姻的１０％以上）的族际通婚呢？
根据我们的调查经验，相关的重要条件应当包括：（１）两个族群之间的文化同化
已经达到较高的程度，语言上没有障碍，宗教上互不冲突或者至少彼此容忍而

不是绝对相互排斥；（２）在两个族群成员们之间有许多社会交往机会，人们有可
能相识并相爱；（３）两个族群彼此之间没有整体性的偏见与歧视行为；（４）两个
族群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即“族群分层”）；（５）对于族际通婚，具体
个人所在家庭与族群社区不持反对态度甚至采取比较积极的赞成态度；（６）族
际通婚在制度和法律上没有障碍，即法律不禁止不同种族和族群之间通婚。惟

有在这些条件之下，也就是在戈登所说的７个方面的族群融合都达到一定程度
之后，两个族群成员之间才有可能发生较大规模的通婚。一般来说，当两个族

群集团间的通婚率达到１０％以上时，我们可以判断说这两个族群之间的融合已

① “初级群体是一种个人的、情感的、不容易置换的关系，它包括每个个体的多种角色与利益，它以
大量的自由交往和全部人格的互动为特征”（波普诺，２００２：１７４—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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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达到一定程度，关系也比较和睦。

１９８５年在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农村和牧区，我们对２１００户居民进行了调查，
根据戈登有关族群融合的理论及研究思路，我们专门调查了当地蒙汉两族之间

的通婚情况，发现以下几个因素对于当地族际通婚具有显著影响：

（１）年龄：我们发现年龄越大，族际通婚率越低，族内结婚率越高。这种族
际通婚率在低年龄组的上升趋势反映出两个族群关系在近几十年里不断得到

改善。

（２）职业：通婚率的显著差别并没有反映在一般职业组中，而特别反映在
“干部”这一职业群体的蒙汉对比中。有１／３以上的汉族干部娶了蒙古族妻子，
这在各职业组的通婚比例中最高。而在蒙古族干部当中，娶汉族妻子的比率则

是各职业组中最低的（不到１０％）。
（３）教育：蒙古族娶汉族妻子的比例随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长，这反映
学校教育提供了蒙古族与汉族的交流机会和接触汉族文化的条件，有助于蒙汉

青年学生间的相互接触，并增加了通婚的可能性。

（４）迁移：移民之间的通婚情况大致是：老住户与老住户之间、新来者与新
来者之间通婚率高于其他类型。如新移民中的蒙古族更倾向于与汉族移民通

婚，而不是与本地蒙古族通婚。

所以，族际通婚研究可以反映出族群关系的基本状况，表明两个族群之间

的关系大致比较融洽还是隔阂很大。我们也可以考察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族际

通婚率是增加还是减少，如果是增加，那么哪些人更倾向与另一个族群通婚，这

些人在本族群社会中的地位、作用或发挥的影响力有多大等等。在现实社

会中，许多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族际通婚和族群关系的基本发展趋

势。

（四）身份认同的同化（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族群意识的认同）

所谓族群意识，即一个人处于族群交往的社会场景中，他如何给自己定位，

对哪一个族群具有认同心理。在一个多种族、多族群的社会中，身份认同实际

上是分层次的。同为新教徒的英国人后裔与法国人后裔之间虽然有语言的不

同，但存在宗教认同；这两个新教徒族群与属于基督教的爱尔兰后裔、日耳曼

人后裔之间除了语言差异外，增加了宗教隔阂，但因他们都是白种人，所以存在

种族认同；当这些白人族群在与亚裔、黑人交往时，种族与体质上的差异又会凸

显出来，成为认同界限的核心。身份认同的同化，即是族群间身份认同差异

的消失，各族群成员不再认为属于彼此不同的族群，而是属于同一个大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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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由于这种认同的同化，在实际社会中通常是从彼此差异较小的族群之间开

始，而有些差异显著的不同种族，达到一种完全身份认同的同化，是非常非常困

难的。所以在一个多族群社会中，族群间的身份认同，可能是局部的，仅仅发生

在若干族群之间，而不可能所有族群之间达到完全的身份认同。也正因为如

此，为了加强“文化多元”之上的“政治一体”，美国等国家在意识形态导向上极

力淡化“族群认同”的意义，而不断强化本国各族民众对“美国公民”这一共同身

份的认同意识。

１９９０年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族群选择》（ＥｔｈｎｉｃＯｐｔｉｏｎｓ）一书，这
本书用人类学访谈方法来分析移民中族际通婚的第二代在族群意识方面的变

化。书中的分析主要使用个案访谈资料，由访谈对象本人讲述其父母各自的族

属、在不同时期自己的主要交往伙伴、自己的族属观念在一生中的变化情况以

及引起这些变化的因素等等。通过分析这些来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语言、宗

教）的家庭，在年龄、职业、性别、教育状况、经济收入等方面又各不相同的访谈

对象的大量自述材料，我们可以认识其族群意识的清晰程度、强烈程度或牢固

程度，并分析其族群意识是如何产生与变化的，族群意识的变化受到哪些内部

（如家庭成员）或外在因素（居住社区、工作单位、国家制度政策变化等）的影响

等等（Ｗａｔｅｒｓ，１９９０）。

（五）意识中族群偏见的消除（Ａｂｓｅｎｃｅｏｆ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

族群成员意识中族群偏见的消除，是一个族群在态度上、心理上对另一族

群的接纳、不排斥（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如果一个族群集团对另一
个族群集团怀有相当强的排斥心理，对他们的种族体质、文化、宗教、生活习俗

等方面有偏见，那么，通过对这些偏见的具体分析，我们也可以揭示出这两个族

群集团关系的状况。从世界各国历史中，我们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例子，许多

文献和文学作品也揭示了这样的现象，即有一些族群认为另外一些族群在体

质、智商、习俗等方面都带有“劣等族群”的性质，认为他们具有“肮脏、懒惰、贪

婪、无信用、懦弱、卑鄙等”种种恶劣品质。在欧洲人过去写的游记和殖民地文

献当中，包含了大量白人对待黑人、殖民者对待土著人、欧洲人对待中国人的饱

含种族偏见的偏激污蔑之词。

一些族群对于其他族群的偏见，有些反映在官方文件或者公开发行的报

刊、影视节目当中，我们可以通过检索分析反映这些偏见的言论报道出现的比

例与频率，分析族群偏见的表现形式、具体内容或强烈程度。在一些社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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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宪法或主流意识形态是反对族群偏见的，所以人们的族群偏见主要表现在私

人谈话当中，这可以通过个人深入访谈加以了解，但要想进行大规模量化分析

则有相当难度，而且有些被访者会因为不愿表现出与官方政策相对立而不说出

自己真实的想法，所以访谈结果的可靠性也是需要考虑的。

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不同族群的成员之间彼此存在着“偏

见”和排斥的感情，但是在社会学研究当中，我们怎样才能对这种“偏见”进行量

化的测度与比较呢？早在１９２１年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派克和伯吉斯（Ｐａｒｋａｎｄ
Ｂｕｒｇｅｓｓ）就提出了“社会距离”（ｓｏｃｉ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这一概念，１９２５年另一位美国社
会学家博加德斯（ＥｍｏｒｙＢｏｇａｒｄｕｓ）提出了在户访调查中对族群偏见进行测度的
具体方法。他的办法是向被访者提出他与其他族群成员进行互动的６０个假设
性问题，请被访者表达自己的观点和选择，在这些回答中就会反映出被访者与

这些族群之间的“社会距离”。例如他的问卷中包括以下１０个问题：

（１）你是否愿意与这（些）族群的成员结婚？（２）你是否愿意你的子女
与这（些）族群的成员结婚？（３）你是否愿意接受这（些）族群的成员加入你
的俱乐部或联谊会？（４）你是否接受这（些）族群的成员为朋友？（５）你是
否愿意这（些）族群的成员经常与你交谈？（６）你是否会招待这（些）族群的
成员在你家里过夜？（７）你是否允许这（些）族群的一个家庭居住在你所在
的城市街区？（８）你是否会阻拦这（些）族群的成员作为你的邻居？（９）你
是否会把这（些）族群的成员作为客人带到教堂去？（１０）你是否会接受这
（些）族群的成员为你的教师？（Ｇｏｎｚａｌｅｓ，１９９３：３８）

这些问题涵盖了私人间亲密交往、做邻居、交友、共同娱乐以及通婚等主要

内容。被访者会看到开列了许多族群的长长的名单，根据这个族群名单他可以

做出选择性回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很愿意，愿意，无所谓，不愿意，强烈不愿

意）可以反映出被访者对各个族群的接受与排斥程度。这些根据美国社会的国

情而设计的问题经过修订后，也可以借用来调查其他国家族群之间的社会距离

和族群偏见。１９８５年北京大学在内蒙古赤峰地区的社会调查中，就曾经向被访
者询问过关于与其他族群成员做邻居、交友、子女通婚等方面的问题。

（六）族群间歧视行为的消除（Ａｂｓ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族群间歧视行为的消除也被称作是行为上对他族的接受（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ｒｅｃｅｐ
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歧视与偏见不同，偏见主要是观念中存在的东西，而歧视则
表现为对于不同族群在现实行为方面的不平等。譬如制定的法律中可能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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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显歧视少数族群的条款，如１８５４—１８７４年期间美国有一条法律“禁止中国
人在法庭上提供不利于白人的证词”（索威尔，１９９３：１７８），这样就使得华人在受
到损害后不可能与白人打官司讨公道，因为其他华人无法为你在法庭上公开作

证。南非在废除种族歧视政策前，对黑人长期存在着制度性歧视。在美国的加

州，由于华裔学生学习成绩很好，加州法律后来规定：在州立大学，亚裔学生的

比例不能超过一定的百分比。这样，种族偏见就成为一种法律上的立法行为、

成为制度化的社会行为。由于新加坡以华人为主体（约７２％），是华人、印度人、
马来人等共同生活的一个多族群国家，新加坡的法律规定在每一个街区中，每

一个族群的房地产份额必须与这一族群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大致相当，以保证

每个街区不致变成单一族群的社区，形成地域性的族群隔离，这样做有利于促

进族群交往和避免族群冲突。在新加坡，由于华人的出生率低，为了避免马来

人与华人发生大的人口比例结构变化，新加坡的移民法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人

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迁入新加坡予以鼓励，而对马来人移民则加以限

制。

在一些文献中，族群歧视被划分为几大类：

（１）经济歧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是指在法律、公共政策、企业
规定等方面使某些族群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如歧视性低工资；（２）就业
歧视（ｌａｂｏｒｍａｒｋｅｔ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在部门和企业招募员工、裁员时歧视少
数族群，有的学者提出了“分离的劳动力市场理论”（ｔｈｅｓｐｌｉｔｌａｂｏｒｍａｒｋｅｔ
ｔｈｅｏｒｙ），认为存在着以不同族群为对象的两个或更多的相互分隔的劳动力
市场，不同族群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就业；（３）教育歧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
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学校和教师对于少数族群学生在招生、考试、助学金发放等方
面给以不平等的待遇，使得部分少数族群学生在毕业前就离开学校。

（Ｇｏｎｚａｌｅｓ，１９９３：４０—４４）

这些歧视行为，有的是强制性法律或制度性安排，有的是当事人的个人行

为，但是如果这些个人行为成为社会普遍现象，对族群关系同样会有很大的负

面作用。在实地调查中，我们可以在问卷中结合这几类歧视行为设计相应的问

题，以测度社会上族群歧视行为所存在的主要领域与表现程度。

在歧视和偏见之间通常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关系，但并不一定同时出现。美

国社会学家波普诺介绍了一些很生动的例子：

人们有可能带有偏见，但并不通过歧视的方式表达这种偏见。例如，

有些人可能认为亚洲人较差，但是因为这些人也承诺要实现民主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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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们不会阻止不让亚洲人住在他们的小区，参加他们的教堂活动，与

他们自由竞争工作。相反，歧视有可能是没有偏见的。公司领导可能意识

到史密斯女士有能力担任副总裁之职，不过还是拒绝让她出任此职，因为

他们担心客户不愿意与一位女主管打交道。（波普诺，１９９９：３０６—３０７）

（七）公共事务的同化（Ｃｉｖｉｃ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公共事务的同化”在这里主要是指价值观和权力分配方面冲突的消除

（ａｂｓｅｎｃｅｏｆ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ｆｌｉｃｔ）。英文词汇“Ｃｉｖｉｃ”的含义为“公民的、市民
的、城市的”，表达的实质上是现代社会中的“公共事务”。这方面的同化程度在

实际调查中是个难度很大的问题，但又是社会学在研究族群关系时需要十分重

视的一个方面。关于族群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实际上与前面几个方面（观念

中的偏见、行为中的歧视）是密切相关的。

族群之间的权力冲突可以表现在许多方面。对于基本社会法则（如“人

权”、“平等”），不同族群的理解与态度可能不完全相同。权力分配与一定的族

群或党派相联系而形成一定的权力结构，在行使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的政府

机构中，各个族群的分配份额可能是不同的。这些差异，在人们进行交流和政

府机构进行运作时，有的族群可能会认为自己的意愿没有得到实施而产生冲

突。如某一个镇准备动用公款在镇上建设一个花园，需要通过一项法案来决定

公园的具体修建地点。在该镇上居住着Ａ、Ｂ两个族群，他们分布在镇上不同的
街区。显然，花园的建设不会给Ａ、Ｂ两个族群带来绝对均衡的利益，如选择园
址的某一个方案可能使获得收益的主要是Ａ族居民而非Ｂ族居民。那么，这项
法案将如何在镇议会获得通过呢？如果Ａ族在镇议会权力结构中占有人数、地
位的优势，则法案就会更多地反映他们的利益需要，通过的可能性就较大。在

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等国家立法和权力机构的组成中有一定的族群份额分

配，这也是考虑到在政府进行决策时各个族群都有代表可以参与意见，反映他

们不同的利益诉求。

以上介绍的是戈登提出的测度、分析族群关系的７个变量。这７个变量之
间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相互影响，又可以彼此分开而呈现不同步的现象。在

完全隔绝互斥和完全融合这两个极端之间，各个变量的融合程度可能会呈现出

多种组合的形态。

在图７１中，矩形左下端的Ａ点表示两个族群之间相互完全隔绝和互相排
斥，矩形右上端的Ｂ点表示两个族群之间达到完全的融合。矩形内用线条隔开
并标以罗马数字的部分，表示７个变量。各部分呈暗色的部分表示达到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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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如果７个部分统统变成暗色，族群融合就达到了Ｂ点。各部分暗色面积
的大小不一，表示各方面在融合的进度上并不同步。在这个示意图中，我们没

有考虑这７个变量在整体完全融合当中各自所应当占有的权重，仅仅表示７个
变量可能同时发生变化但又可能彼此的进度出现差异。例如，图７１中表示在
两个族群之间，语言等方面的文化同化和歧视行为的消除可能进展较快，但同

时在公共事务、结构同化和消除偏见方面相对滞后，而在认同意识和通婚方面

进展最慢。在我们调查某个多族群社会的现实情况中，各个变量的实际进展速

度和各自的差距很可能与这个示意图群所表示的情况不同。

图７１ 衡量族群关系变量示意图

戈登认为他提出的这７个方面变量是测度、分析族群关系的主要方面，各
个地区应当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具体研究，探讨个体如何影响群体，群体关

系的改善又反过来如何影响到每个个体态度的变化，以及在不同地区、针对

不同对象的融合过程中，７个变量是根据怎样一个时间先后的顺序发生变化
的。

针对这７个变量的先后发生顺序，戈登又提出了三个假设：（１）在主要族群
和少数族群集团的接触过程中，首先发生的是文化同化或“涵化”（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
ｔｉｏｎ）；（２）文化同化可能在其他类型的同化现象尚未发生的情况首先发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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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独自发生的文化同化”过程所持续的时间可能是没有限期的；（３）如果结
构同化与文化同化同步发生或者发生在文化同化之后，那么所有其他类型的同

化现象将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马戎编，１９９７：１１３）。
这些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社会族群同化的实际情况。黑人和其

他族群学习使用了英语、接受了基督教，但是他们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并没有发

生与白人之间的融合，而当黑人中的一部分（而非全体）在教育、职业、收入水准

与白人接近并与白人密切交往，从而与白人在社会结构上相互接受之后，这一

部分黑人才在婚姻、身份认同、价值观、意识和行为等方面开始与白人社会逐渐

接近。相比之下，同为白人但具有不同宗教传统的波兰人、俄罗斯人、法国人、

意大利人等移民等，当他们学习了英语之后，就很容易发生“结构同化”并走向

深度融合。

在发生族群融合的这７个领域的先后顺序方面，其他社会学者也从移民及
其后代的代际差异的角度提出了他们的意见。根据在美国一些地区所作的实

证研究，他们认为要与美国主体社会相融合，外来族群的第一代所面临的困难

基本上是在文化和经济两个方面；由于语言、教育背景的不同，移民们与迁入国

本地居民之间的沟通存在障碍，而语言和教育背景的差异又使他们在谋职时很

难得到好工作和高收入，从而处在社会的底层；移民的第二代出生在美国，他们

的“社会化”过程是在美国社会里完成，所以从小就在语言、生活习俗等文化领

域与主体社会逐步融合，由于在美国学校接受了系统教育，他们在求职时也比

较容易得到本地社会的认可，有更多的发展机会；第三代会出现比较多的族际

通婚，并通过通婚在上述７个变量所包含的各个领域与主体社会融合。这里既
有个体的层次，也有群体的层次。

二、戈登１９７５年提出的理论模型

戈登１９７５年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更大的、理论色彩更浓但是
也更难操作的新变量模型①，这篇文章被收入美国最重要的一本关于族群研究

的论文集《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５）。
在这篇文章中，戈登试图从族群融合过程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这两个

① 这篇文章已经被译成中文，题目为“种族和民族关系理论的探索”，收入马戎编《西方民族社会学
的理论与方法》（１９９７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第１１３—１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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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讨论导致族群相互融合的各种因素。在社会统计学中，当两个变量相互发

生关系时，自发对另一个变量发生作用的变量，被称作“自变量”，而被动接受

“自变量”影响从而发生相应变化的变量，被称作“因变量”。

（一）衡量族群同化程度的自变量

对衡量族群同化程度方面，戈登提出了三组自变量：

１．人的生理—社会发展变量（ｂｉｏ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这组变量反映的是人的生物机体自身的因素，以及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对人

的生物机体产生影响的外部社会与环境因素。人作为一个高级生物体，需要满

足自己的生理需求（饮食、繁殖等）以维持自身生存和种族延续，需要与同类建

立“群体认同”以克服自己的孤独感，在生活和行动过程中需要通过某种形式表

达自己的感情。作为“社会的”动物，人的生理需求（内容和标准）受到周围社会

环境的影响，在与周围环境不断接触的过程中，在人的头脑中逐步建立起对自

身和周围事物加以评价的一整套价值观念，这是每一个人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

实现“社会化”的结果。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个族群，那么，它同样也有追求生存与发展

的动力，也会形成自己群体的价值观念体系。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都不可

避免地是某个族群的成员，他个人的“群体认同”和“自我保护”意识在一定条件

下（与其他族群成员频繁接触的条件下）将与所在族群的价值观念、认同意识融

合在一起。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的族群身份是不可能更改的，当一个族群的某

些成员感觉到受到来自其他族群的伤害时，其他成员也会分享这种情感并同样

出现一种被伤害感。当一个族群在它所生活的社会具有法律上或客观事实上

的某种优越地位时，该族群的所有成员也都会分享群体的这种优越感。

戈登在这篇文章中还特别强调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人们的“侵犯性”问题，提

出把“挫折———侵犯”机制看作是有组织原则的人类行为，他引证精神病学家罗

克林的观点，认为“自恋”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他人对某个人的伤害或威胁会

引发这个人的侵犯性反应（参见马戎编，１９９７：１２２）。这种个体的感情与行为反
应，也可以在一个族群的成员身上体现出来，而且彼此相互感染，在感情传递的

过程中往往还有不断升级和激化的现象。

２．互动过程变量（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这里指的是衡量成年人之间互动时社会心理过程的变量。

（１）人们彼此之间的“成见”（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ｉｎｇ）。这是影响族群关系诸因素中第
一个重要因素。“成见”产生于人们因过去某些事件在自己感情上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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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而在认知上对另一个族群形成的带有普遍性的偏见。这说明当前的族群

关系必然受到历史上各方面相互关系的影响，而不是孤立地建立在一张白纸

上，所以在分析族群关系时绝不能“割断历史”。人们的这种“成见”当然是影响

族群之间互动过程的重要因素。

（２）“挫折—侵犯”机制（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这是族群互动
中常见的第二个因素。人常说，有来则有往。“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

枪”，这是人们相互交往的常例。当然，历史上特别是殖民主义时期，西方殖民

者对待土著居民“以怨报德”的事例也是很多的。

（３）第三个因素是对于自身地位的“失意感”（ｓｅｌｆ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ｓｔａｔｕｓ）。
“失意感”源于社会成员的相对被剥夺感。当一个族群的成员把自身的条件、做

出的努力和所获得的回报与其他族群成员进行比较之后，这一个族群的成员可

能感到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从而产生“争取平等权益”的观念和相应的行动，

以某种激烈或平和的方式开始与其他族群之间的互动过程。

（４）第四个因素是一个族群对于通过冲突而实现预定目标机会可能性的计
算（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ｃｃｅｓｓｃｈａｎｃｅｓ），虽然人们在计算中可能会受到有感情因素的
影响，但在理论上讲这可以成为一个相当理性化的判断，它是基于对内部凝聚

力、组织动员程度和有效性以及外部约束力量的种类和数量所做出的综合性评

估。这个判断影响着这个族群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从而推

进本族群与其他族群之间的互动。在族群互动中它所采取的策略和目标无疑

也会影响到其他族群的反应。

（５）第五个因素是一个族群对族群间冲突升级的估计（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ｏｎ），
在推行既定目标和相应策略以得到本族群利益的过程中，对于经济利益和权力

资源的竞争无疑会导致该族群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冲突，如果冲突的双方没有一

个削减矛盾的调和机制，就会导致冲突的不断升级，如果这个族群在矛盾升级

的过程中预感到有可能遭受毁灭性打击甚至被消灭，就可能在冲突的一定阶段

寻求与对方妥协。因此，对于族群冲突升级的发展趋势和冲突最后造成结果的

预测估计，对一个族群与其他族群之间的互动行为也会产生影响（参见马戎编，

１９９７：１２４—１２８）。

３．社会的变量（ｓｏｃｉｅ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这是一个社会中的集团性结构和相关的社会现象，包括人口、生态、制度、

价值、文化以及社会分层的特征。戈登认为，这一组变量可以包括７个方面：
（１）人口因素：包括族群人口的绝对规模、相对规模、相对自然增长率、地理
分布、城乡分布格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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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价值观的差异程度：对这些差异的存在范围需要进行界定，并分析这些
差异对形成“失意感”的影响；

（３）文化差异：语言、宗教、生活习俗等等；
（４）从意识形态上对族群关系观念的差异：在族群、族群差别的认识方面是
否存在平均主义、人道主义观念，是否具有多元化的传统以及对于族群同化的

看法；

（５）族群间权力分配状况及影响因素：竞争性权力、政治性权力、破坏性力
量在各族群之间的分布，以及各族群对于本族力量资源的动员能力；

（６）少数族群进入社会酬赏制度的能力：这里有平等进入和不平等进入两
类，这些会影响人们的“失意感”和“受挫折感”的程度，这个因素同时出现在因

果链的两端，既是因变量，也可以是自变量，这说明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

不断进行着互动与反作用；

（７）社会的政治性质：这可以用“民主—专政”的尺度来衡量，社会的政治性
质决定了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而这一意识形态又必然影响着社会中的

族群观、政府对于族群关系的目标和族群政策，同时还决定了权力分配的制度

与调整的方式，社会政治性质因素与权力分配变量（第五个方面）相互作用，决

定了少数族群可以通过什么渠道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和参与政府决策（参见马

戎编，１９９７：１２８—１２９）。

（二）研究族群同化程度的因变量

戈登认为研究族群关系的因变量是４个子变量组的综合，而每个“子变量
组”实际上又各自包含了一组变量。这４个子变量组分别是：

１．同化的类型：在不同的社会里，发生族群同化现象的主要类型可能是不
同的，在各种同化“子类型”（即前面介绍的戈登在１９６４年提出的７个变量）方
面实际发生的“同化”程度可能也是不同的；

２．总体同化的程度：这一组子变量由７个同化的“子类型”中每一个的同
化程度（评分）共同组合为一个指标。文化同化、结构同化、族际通婚、身份认同

这４个“子类型”也可以单独作为衡量指标，甚至可以考虑在具体操作时对某些
“子类型”的数值进行加权；

３．族群冲突的程度：用于衡量各族群之间（冲突的双方可能有不同的组合
方式）的社会与政治冲突；

４．各族群获得社会酬赏的程度（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ｓｏｃｉｅｔａｌｒｅｗａｒｄｓ）：社会酬赏是衡
量族群间社会平等程度的一个指标，它表现了各个族群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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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领域内争取自身利益的机会是否平等。

我们用一张表格来介绍戈登１９７５年提出的变量系统（见表７１）。由于在
理论上各个变量之间都可能出现相互作用，彼此是多元和多向的关系，很难用

常见的方块加箭头的图表达，所以我们不采用常见的箭头形式来显示变量之间

的相互作用关系及作用方向。

表７１ 戈登１９７５年提出的衡量族群关系的变量体系

自变量 因变量

１．人的生理—社会发展变量 １．同化的类型

２．互动过程变量 ２．总体同化的程度

（１）“成见” （１）文化同化

（２）“挫折—侵犯”机制 （２）结构同化

（３）“失意感” （３）婚姻同化

（４）族群对于通过冲突实现预定目标机会的计算 （４）身份认同

（５）对于族群间冲突升级的估计 （５）观念偏见

３．社会的变量 （６）行为歧视

（１）人口因素 （７）社会同化

（２）价值观的差异程度 ３．族群冲突的程度

（３）文化差异 ４．各族群获得社会酬赏的程度

（４）关于族群关系的意识形态性质方面的差异 （１）经济

（５）族群间权力分配状况及影响因素 （２）政治

（６）少数族群进入社会酬赏制度的能力 （３）社会机构

（７）社会的政治性质

资料来源：马戎编，１９９７：１１９—１２９。

为了能够系统地分析影响种族、族群成员，并使其族群特征和族群意识强

化或弱化的因素，另一位美国学者英格尔以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为背景在１９８６
年提出了一组可以比较的变量（见表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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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２ 影响种族或族群成员特征变化的变量

序号 变量 倾向于增强族群特征 倾向于减弱族群特征

１ 人口规模
相对于总人口而言具有较大的人口

比例
人口规模较小

２ 居住格局 在居住上集中于某些地区或社区 成员分散居住

３ 居住时间 居住时间短（有较大比例的新移民） 居住时间长（有较小比例的新移民）

４ 祖籍联系 条件方便而且经常返回祖籍国 条件困难因而很少返回祖籍国

５ 语言使用 平时使用与本地不同的语言 使用本地主流语言

６ 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不同于本地多数族群 宗教信仰与本地多数族群相同

７ 体质差异 属于与本地多数族群不同的种族 与本地多数族群属于同一种族

８ 迁移性质 由于被强迫移民或征掠而来到此地 自愿迁移来到此地

９ 文化差异 祖籍国的文化与本地不同 祖籍国的文化与本地相似

１０ 祖籍情感 祖籍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具有吸引力 由于祖籍国的政治经济演变而流亡

１１ 职业结构 阶级与职业具有同质性 阶级与职业具有多样性

１２ 教育水准 平均教育水准较低 平均教育水准较高

１３ 政策歧视 面临严重的族群歧视 没有什么族群歧视

１４ 社会流动 所生活的社会几乎没有社会流动 居住在一个“阶级开放”的社会

资料来源：根据Ｙｉｎｇｅｒ的表格（１９８６：３１）修订。

任何社会都不是静止不变的，在社会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上表中的这１４个
变量所面临的社会条件也在不断改变之中，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组合也会出现

新的格局与态势，其中一些变量可能朝着减弱族群特征与族群意识的方向变

化，而另一些变量可能同时朝着增强族群特征与族群意识的方向发展，有些变

量的影响（如政府歧视政策的改变）可能即刻表现出来，另外一些变量的影响

（如移民原有宗教信仰的弱化）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这些朝着不同

方向作用的变量可能有一部分影响会相互抵消，其综合效果决定着这个社会种

族、族群关系发展的总趋势。一般来说，社会变化越大，这些变量对种族、族群

特征和意识的影响程度也就越容易判别和分析。

我们把英格尔提出的这１４个变量与前面戈登建议的变量之间进行一下比
较，我们发现英格尔这些变量大致可以被归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移民族群”在

“迁入国”所面临的社会条件（政策歧视、社会流动性、迁移性质）；第二类是“移

民族群”与迁入国社会多数族群相比较，它自身的社会经济特点（人口比例、居

住聚集程度、迁来时间、语言差异、宗教差异、体质差异、文化差异、职业结构、教

育差异）；第三类是“移民族群”与“祖籍国”之间的联系（对“祖国”的感情、回访

祖籍国是否方便与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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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尔没有提到族际通婚，也许他把族际通婚视为族群融合的“结果”，而

不是视为促进族际交往、淡化族群意识的条件。其实，在实际过程中条件与结

果是相互循环影响的，都可以被看作是产生“马太效应”的中间环节。

三、对族群关系进行实际调查

时可操作的变量指标

以上我们介绍了美国社会学家戈登教授在１９６４年和１９７５年先后提出的
用于衡量族群关系和同化程度的两个变量体系，也介绍了英格尔提出的由１４
个变量组成的指标体系。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有些“变量”在实际调查中是非常

难以操作和计量的，比如说族群之间“对于彼此的成见”、“对于自身地位的失意

感”等；还有些变量只能做“质”的分析，如“社会的政治性质”、“同化的类型”等。

如果我们在一个地区开展对当地族群关系现状的调查，就需要设计一组可

供操作的变量来进行定量分析，以理解当地族群关系的整体融洽程度、族群之

间的融合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多族群社区中不同族群之间在相互融合程度上

的差异等研究专题，例如我们计划在一个汉、回、满、蒙４族居民共处的城市开
展研究，调查哪些族群之间关系密切而哪些族群之间关系疏远，为了完成这样

的研究项目就需要设计一组结合当地社会实际情况的具体变量，各自代表族群

融合的不同方面和领域。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介绍过去我们在内蒙古、西

藏、新疆等少数族群地区进行社会调查时经常使用的几个变量，以供参考。在

此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实地调查之前，我国研究者一般可以从现成的文献

资料和统计数据中找到哪些对我们研究族群关系有用的资料和数据。

从中国目前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得到的介绍一个地区族群关系或与族群问

题相关的现成文字材料，大致包括几大类：第一类是当地政府提供的年度统计

报表；第二类来自党政部门（党委系统的统战部、政府系统的民委等）的工作报

告；第三类来自各类研究机构的调研报告。在这些文字材料中，除了宏观的地

区工作总结和落实政策成果的归纳外，也包含了一些与族群有关的数据。

这些相关的数据可以被归纳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地区性的宏观人口数字

（如各族群人口比例）以及按行政地域统计的经济指标（产值和根据统计部门抽

样调查的居民收入）。这类数字出现在政府公布的统计报表和政府部门的工作

报告或调研报告中。由于政府的各类统计报表中没有专门用以直接表现族群

关系的项目，所以根据这些数字并不能对当地各个族群进行比较。同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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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部门（统计局下属的城调队、农调队）对城乡居民的抽样调查由于样本量很

小①，其结果的代表性也需要通过调查来核实。

第二类数据是有关部门或研究人员通过开展一些户访调查或个案调查中

所得到的数据。有些经过专业训练的研究人员可以提供很有价值的基层调查

数据，可供后来的研究者参考。但是如果对这些调查对象的选择缺乏科学的抽

样方法或者样本量偏小，其代表性也就无法判断，从而降低这些数据的参考价

值。

第三类是人口普查数据，人口普查表中包含了居民的民族成分、性别、年

龄、教育、行业、职业、婚姻、生育、死亡、迁移等个人信息，在近几次人口普查公

布的普查结果中，提供了分族群的相关数据。但是公布的这些数据的行政单位

一般是全国和省（市、自治区）两级，地区及县级的普查结果就很难找到；由于人

口普查的指标总数有限，所以无法满足我们对某一具体地区族群关系进行系统

和深入研究的需要。而且各地区人口的族群结构和各族群在各方面（历史、宗

教、文化、经济等）的特点并不相同，实际上我们也不能期望人口普查能够包括

这些专题研究所需要调查的项目。

下面我们结合前面介绍的在实际研究中可操作的８个变量指标，来讨论一
下我们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中能够得到哪些信息，以及在实地调查中

我们可以通过问卷或入户访谈获得哪些有用信息。

（一）语言使用

政府统计部门并不对居民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直接的统计，但是根据我国

政府对少数族群实行的语言政策，政府在各少数族群自治地区专门为本地的主

体族群② 学生开设了“民族学校”，在这些学校里的主要教学语言是当地的主体

族群语言，在这些地区，对于汉语课程的学习是作为第二语言来开设的。这样，

我们可以通过各地统计部门和教育部门对各少数族群地区学校系统所统计上

报的有关数据来了解在校学生的语言学习和语言使用情况：（１）在“民族学校”
就学的主体族群学生占主体族群在校生总数的比例；（２）在“民族学校”就学的
汉族和其他“非主体”少数族群学生人数及占其各自在校生总数中的比例；（３）
“民族学校”中各类课程设置中所使用的教学语言和教材的文字；（４）“民族学

①

② 即在本地区聚居而且政府专门为之设置了这个自治地方的族群，如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西
藏自治区的藏族。在前苏联，这样的族群也被称为“自治民族”。

如西藏自治区统计局每年在《西藏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关于西藏城镇居民家庭情况的数据，仅来

自１００户的抽样调查，而西藏城镇人口约７０万人（西藏自治区统计局，２０００：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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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历届毕业生数量及其在相关年龄组中的比例，这样就可以了解到以前毕业

学生的语言学习情况。

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当地广播电视部门了解到当地公共广播与电视节目

中语言使用的基本情况：（１）当地使用各种语言广播的电台频道与每日播送时
间所占的比例；（２）当地使用各种族群语言播放的电视频道与每日播放时间所
占的比例；（３）当地发行的报刊中，各种文字所占的比例。这样我们可以了解到
公共媒体使用语言的情况。这样，一方面可以反映出受众对于媒体语言种类的

需求，另一方面这些媒体在运行时又会反过来影响受众的语言使用。

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可以通过入户访谈问卷或者在公共场所的观察记录，

来进一步深入地调查分析人们在私人生活、公共活动中语言的使用情况：

（１）在各族群人口中，有多大的比例学习并熟练掌握了其他族群的语言；
（２）对于掌握了另一族语言或文字的人们，他们学习其他族群语言与文字的主
要学习途径是什么（正规学校、政府办的学习班、与他族居民日常接触、族际通

婚的配偶）；（３）人们掌握他族语言的熟练程度和掌握他族文字的熟练程度；（４）
本族语言和他族语言的使用场合（家庭内部、私人聚会、工作单位、公共场合

等）；（５）对待自己子女学习他族语言文字的态度（是愿意自己子女熟练掌握双
语还是只掌握本族语言，是否愿意送自己孩子去汉语授课学校读书，以及这样

做的原因等等）；（６）各代人之间在其他族群语言的学习和掌握能力方面有什么
差别和变化。特别是对移民的研究中，分析移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

之间在掌握本地族群语言方面的差别，是衡量他们是否融入当地社会的一个特

别有效的指标；（７）询问居民如何看待政府的语言政策和当地学校的具体设置
（有无少数族群学校、有无汉语授课学校）对于当地居民相互学习语言的影响与

限制。

以上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预测语言使用和族群文化同化

的未来发展趋势。当获得这些信息和被访者个人背景的数据之后，我们就可以

对于不同人群分组（性别组、年龄组、户主—配偶、移民—本地人分组、职业组

等）进行语言学习状况的比较分析，如通过不同年龄组之间的比较，我们可以分

析族群在语言学习模式上的历史变迁，还可以通过地方经济发展统计资料分析

当地经济产业结构、对外交往程度及其变化对居民学习语言产生的影响。

（二）宗教与生活习俗的差异

我国各地的民委和宗教局通常会针对本地各族居民的宗教与习俗，出于依

法保护当地合法宗教活动和尊重少数族群习俗的目的，制定一些地方法规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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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来落实国家的宗教政策与民族政策，避免矛盾与冲突。这些政策法规

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当地不同族群之间在宗教与习俗方面的差异程度。

同时，在政府部门对本地的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中会有一些基

本的统计资料，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政府部门的资料了解：（１）当地宗教场所（佛
教寺庙、清真寺等）的数量与规模；（２）当地宗教组织下属信徒的大致规模；（３）
与宗教信仰相关的生活习俗相联系的社会服务业的数量（如主要为穆斯林群众

服务的“清真”餐馆）。

在同一个地区或城市，被访居民们可能具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这对他们之

间的日常交往与群体认同是有影响的。不同的宗教信仰对待“异教”的排斥程

度可能不完全相同，所以需要在问卷中询问被访者的“宗教信仰”（甚至具体的

宗教派别）和他们信仰的虔诚程度（如参加宗教活动和做礼拜的频率、向寺庙布

施的金额等），以便进行具体分析。另外，宗教信仰有时与生活习俗密切相关，

如穆斯林不吃猪肉、遵守斋戒规则、有自己独特的丧葬习惯等，这些与宗教信仰

有关的生活习俗有时会影响这些族群与其他族群的交往。所以在进行调查时

可以询问当地各族群之间在习俗方面的具体差异和各自遵守习俗时的严格程

度。

在调查中我们可以了解：（１）当地的宗教组织与宗教活动的主要内容；（２）
各宗教信徒的人口规模，各族群人口中信仰各类宗教成员所占的比例；（３）当地
不同宗教在教义和习俗方面的差异程度；（４）这些宗教差异以及由宗教差异引
起的观念和习俗差异（如饮食）对不同族群成员之间的交往带来哪些重要影响；

（５）当地宗教组织对行政、司法、教育、文化、经济等方面活动产生的影响，是否
征收宗教税或宗教费；（６）当地是否有改变宗教信仰的现象，主要由哪些原因所
引起。

（三）人口迁移

人口迁移会直接导致各族群人口相对比例的改变，增加对迁入地区自然资

源的压力，导致一种竞争关系，而这种竞争关系往往与族群冲突和文化冲突联

系在一起。所以在研究族群关系时，我们可以通过当地户籍登记了解到常住居

民、暂住人口、流动人口中各族群的相对规模与比例以及移民中各族群人数与

比例。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到当地人口中族群比例的概貌，并确定户访调查

的抽样方法和样本量。

各地公安部门都有完整详细的居民户籍登记资料，通过户籍资料我们可以

得到以下数据：（１）常住居民中各族群人口的相对规模与比例；（２）暂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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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中各族群的相对规模与比例；（３）一定统计时期内迁移人口中的各族
群人数与比例。通过这些数字我们可以了解各族人口的迁移历史和现状，以及

移民的结构性特征如年龄、性别、职业等。

人口普查数据中有对普查时间居住地与户籍登记地不一致的情况统计，但

对于这些暂住和流动人口的统计在汇编资料中一般不按族群进行分类。

在户访问卷调查中，如被访者中包括了移民和本地户两类，我们可以进一

步调查：（１）被访者的迁移历史（各次迁移活动发生的时间、迁出地与迁入地、迁
移主要原因、迁移前后居住地“城乡性质”的变化、迁移前后职业的变化等），特

别注意调查最后一次迁移的基本情况；（２）迁移前后收入的比较；（３）迁移的形
式（政府组织、自发个体迁移、举家迁移、集体迁移）；（４）迁移前对于本地信息的
来源（如果不是亲属，注意提供信息者的族属）；（５）迁来时谁提供的最初住所；
（６）迁移过程得到什么人的哪些具体帮助。
在得到移民群体和本地居民整体性的数据资料后，我们可以分析迁移对本

地族群关系的影响：（１）人口迁移对当地各族群人口相对规模的影响；（２）人口
迁移对当地各族群职业结构、收入结构的影响；（３）人口迁移对当地文化生活、
语言使用的影响；（４）人口迁移对当地各族群之间权力分配（地方选举）的影响；
（５）移民与本地居民相比，族际通婚的比例是否相同；（６）在同一个族群内，移
民与本地户的社会分层（教育、职业、收入等）结构是否存在差异。这些比较和

分析对当地族群关系的研究是很有助益的。

我们过去在不同地区的调查中，通常发现当地的移民与其他族群通婚的比

例高于本地出生居民。如在内蒙古地区以蒙古族为主体的村庄里，外来的蒙古

族与汉族的通婚比例高于本地出生的蒙古族。由于移民迁来时间不长，经济条

件较差（没有家底），对新社区的环境正在适应过程中，缺乏争取资源和获得机

会的人际关系网络，在通婚选择中常处于不利的位置，这样，作为移民的蒙古族

与同样作为移民的汉族之间在社会地位上就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增加了

彼此通婚的机会。

（四）居住格局

人们的社会交往场所大致可以分为学习场所、工作场所、娱乐场所、宗教场

所、居住场所的交往和朋友往来等几个方面，居住格局是社会交往客观条件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族群关系时具有特殊的意义。第一，因为人们通常“同

类相聚”，居住社区的形成往往与这种“相聚”和“排他”的趋势有关；第二，这种

居住格局一旦形成，就会对居民与其他族群成员的日常交往形成一个稳定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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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条件。在族群混居的社区有助于各族群成员之间的交往；在族群隔离的社区

则进一步带来族群之间的疏离，“成见”和“偏见”更容易蔓延与延续，而且使得

居住社区之间的“资源之争”（如市政府的基建投资、福利的分配）带有族群之争

的色彩。

在各地居民户籍登记资料中，每户中每位居民的“民族成分”都有明确记

录，城市居委会和农村乡镇也有管辖范围内各族居民的一些统计数字。根据我

们在具体研究中所设计的“分析单元”（例如居委会、行政村或胡同、单元楼、自

然村），可以利用户籍资料进行“分离指数”的计算。另外，在一些自治地区（地

区、城市、旗县、城关区）的人口普查资料汇编中，有时还提供了当地行政单元所

属各族群居民数量的统计数字。

我们根据户籍统计和人口普查数据，结合各地测绘局提供的城市、乡村地

图，就可以在空间布局上分析各族人口的居住格局与交往条件。

在实地调查时，我们可以按照不同层次的居住单元（如城市中的居民委员

会、选举单位、街区和农村的自然村、行政村、乡镇等）了解政府户籍统计中的族

群聚居状况。在户访问卷调查中，我们可以询问并核实被访户住房四周（农村

一般为４户、城市则需根据平房院落的大小和楼房层数的多少而定）居民户中
的族群比例。美国学者设计的“分离指数”（ｉｎｄｅｘｏｆｄ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是经常被用来
分析城市族群居住格局的计量方法。对于这一方法，我们将在第十三章中作详

细介绍。

（五）交友情况

对于这方面，缺乏政府官方统计数字。但是我国各个企事业单位，都有自

己所属职工“民族身份”的统计，实际上这些数据提供了人们在工作场合相互之

间交往的条件。需要注意的是，对一些规模很大、职工人数很多的单位（大企

业、部门等），可以尝试着了解这些单位内部“基层单元”（如大工厂中的车间、银

行系统的营业所、大学中的院系等）中各族职工的相对比例，因为职工之间真正

频繁交往的范围，还是单位内部的这些“基层单元”。

在收集资料以说明“社会结构的同化即实质性的社会结构的相互渗入”这

个融合程度的指标时，我们可以在实地调查的项目里包括“朋友往来”这样的调

查内容，如在户访问卷中提出“在你日常交往较多的朋友当中，是本族群成员所

占的比例大，还是其他族群比例大，还是大致各占一半”这样的问题。利用所获

得的这些信息，再结合被访者本人的个人背景资料，我们就可以分析这些背景

因素（如性别、年龄、教育、职业、社会阅历等）是如何影响人们与其他族群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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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社会交往的。

一般在居民的交往范围内，交往对象可以大致分为这几大类：亲戚、邻居、

上学时的同学、工作单位的同事、共同业余爱好者、工作业务的对象，经亲友介

绍相识者等。如果是进行有关“社会交往”或“社会网络”这类专题调查，我们还

可以进一步对这几类交往对象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调查各类交往者的族群构

成，交往的深浅层次，第一次交往的起因，日常交往的主要形式与渠道等等。

通过调查我们可以试图了解各族被访者的社会交往情况：（１）自己“亲密朋
友”的族群结构（各族所占比例）；（２）遇到“重大事件”时是否有可能向其他族群
成员寻求咨询或帮助；（３）是否经常参加其他族群成员组织的私人聚会；（４）当
地的非官方社团组织（俱乐部、联谊互助组织、就业培训活动）是否存在基本以

族群划界、彼此分隔的现象。

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对于族际社会交往进行过系统分析，他提出“群际

交往的三个方面：⋯⋯群际通婚的百分比，群际交往朋友的平均数，群际交往所

占的平均时间量”（布劳，１９９１：４３）。第四个方面是“一个群体孤立于群际交往
之外的程度，可以用这个群体人口中不与其他族群有任何接触的成员所占的比

例来表示”（Ｂｌａｕ，１９７７：２８）。我们在对族际交往的专题调查中，除了一般性地询
问“朋友交往中的族群比例”之外，还可以把被访者的“朋友”进一步区分为“排

他性朋友”（配偶）、“亲密朋友”和“一般朋友”等几类，询问被访者在一定时间

（如每周、每月）内与各类朋友的交往次数和所占用的时间长短，在最后进行数

据统计分析时可以参照布劳的４个指标对各个族群进行整体性评价，在算出具
体数值后可对各个族群进行相互比较。

（六）族群分层

用社会学“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视角，我们来分析一个地区的“社会

分层”是否具有某种族群背景，也就是美国族群社会学理论中所强调的“族群分

层”现象在社会中是否存在。这是从社会结构和资源分配结构的角度来分析族

群关系的重要专题。

在政府官方公布的年度经济统计和人口普查数据中，只有按行政管辖区所

统计的收入与消费数据①，而没有按族群分组的收入统计数字。但是如果一些

① 由政府官方统计部门公布的有关收入水平、收入结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耐用消费品占有量
等与社会分层相关的数据，主要是由统计局下属“城市调查队”、“农村调查队”根据抽样选定“样本户”的

情况估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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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单元里某一族群人口比例很高（如西藏自治区常住居民中藏族占大约

９７％，在一些下属地区甚至高达９９％），我们可以粗略地用这样的地区级统计数
据来代表这一族群（如藏族），并与其他族群进行比较分析。

《中国民族统计年鉴》里提供了各省“民族自治地方”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和劳动报酬，并按“国有单位”、“集体单位”和“其他单位”分别统计，以及“民族

自治地区”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费总支出”（并区分

开“食品支出”和“衣着支出”）等具体数据。这些资料都有一定价值，但是在使

用这些数据时，要特别注意在这些“民族自治地方”统计的范围是这个行政管辖

区内的所有居民，它自然也包括了汉族居民，有些自治地方的少数族群仅占当

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几。在少数族群人口低于百分之五十的地区，使用这些数

据要特别小心，因为在这种地区各族居民在收入方面可能存在着明显差距，在

这些“民族自治地方”的统计数字有可能反映的主要是占当地人口大多数的汉

族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水平。

在户访问卷调查中，我们如果得到了被访者个人的各种背景信息，包括族

群、教育、职业以及收入、消费情况等，就可以对“族群分层”进行专题定量分析，

以考察各个族群之间在教育结构、经济结构、收入结构等方面存在的群体性结

构差异。关于族群分层研究的具体指标与分析方法，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细讨

论。

（七）族际通婚

在政府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中，结婚双方的“民族成分”都记录在册，但是

各地民政部门长期以来在结婚登记中没有对本地的族际通婚进行分类统计。

近年来由于政府部门中计算机得到普遍使用，许多地方的民政和公安机构建立

了数据库，所以从民政、公安系统得到当地族际通婚数据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在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中，有对“汉族户”、“少数民族户”和“民族团结户”

的调查统计，“民族团结户”即由族际通婚夫妇组成的家庭。所以通过普查资

料，我们可以了解到各地区族际通婚的基本情况。

在实地调查中，我们可以通过户访问卷调查进一步了解各地族际通婚的具

体情况，如在问卷中包含被访者中与异族结婚人员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与社

会经济状况等信息，这样就可以把族际通婚人员与族内婚人员进行比较，同时

可以归纳出影响族际通婚的各种因素。我们可以询问被访者中已经与他族成

员通婚者，他们当时结婚的原因，结婚时有没有顾虑，是否遇到阻力以及阻力来

源，现在对婚姻是否满意。同时我们还可以向被访者询问，他们对于自己未婚

２２５
第七章 如何衡量与分析现实社会中的族群关系



子女将来如与其他族群成员结婚所持的态度，以及同意或反对子女族际通婚的

主要原因。通过对这些与族际通婚相关情况的具体调查，我们可以从当前影响

因素的状况和变化来预测今后族际通婚的前景。由于将在第十四章中专门分

析族际通婚问题，这里就不赘述。

（八）族群意识

族群意识是人们后天形成的，是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人们在看待外

部世界时，如何把生活在周围的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群体”，群体之间的异与同

都体现在哪里？异与同在程度上的深浅，自身如何在这种群体格局中予以定

位，又与哪个群体认同，⋯⋯这些都是研究族群与族群关系时应予以特别关注

的方面。

在政府进行的统计或人口普查中，并没有与族群意识相关的信息，但是在

实地调查中，我们可以调查族际通婚夫妇所生子女在“民族成分”登记时的选择

情况，也可以询问他们做出这种选择时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在调查中得到的这

方面信息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哪个族群在当地属于“主导”，其身份可以得到较

多资源与机会。所谓“族群”差别，最终体现在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同意识

上，体现在人们对周围其他人是否存在“本族群”和“他族群”这种显著、稳定的

认同差别。只要这样的差别存在，人们就会分成不同的“族群”，并把族群作为

争取政治权利和经济资源的单元，也就会存在族群间的竞争和协调这样的社会

问题，甚至有可能出现族群冲突和政治分裂这样的社会危机。在调查中我们可

以选择不敏感的问题作为调查的切入点，了解人们是否存在族群意识和族群意

识的强弱程度，以及这个地区人们的族群意识主要会在哪些场合、哪些话题中

凸显出来。

在调查中我们可以尝试向被访者了解以下问题：（１）被访者个人的“族群意
识”是何时并在怎样一个场景下萌生的；（２）使个人“族群意识”得到明显强化或
弱化的重要事件；（３）被访者认为“族群”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所具有的意义；
（４）把本族与其他各类群体之间的“认同层次”进行排序；（５）被访者认为政府
政策对于本地民众“族群意识”演变的影响。

以上介绍的是政府统计部门可以提供的与族群关系研究有关的信息，以及

我们这些年来在全国各地开展实地调查时，问卷中所包括的一些问题，可供借

鉴。由于族群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个体、整体这两个层次之间互相影

响，外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族群关系（如族群冲突、宗教冲突）也可能会辐射到

本地来，所以在实地调查中，需要结合当地的地理、经济、文化、政治传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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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发展历史，向被访者了解影响当地族群关系的各种其他因素，以帮助我

们全面地理解一个地区族群关系的共性与特点，理解族群关系演变的历史过程

和发展前景。

在上文中提到的测度族群关系的变量当中，居住、交友、社会交往、通婚等

都是试图通过对不同族群集团成员之间发生的交往形式和交往深度来直接或

间接地显示两个族群之间的整体性关系。这里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理论假设，即

族群成员之间相互接触的增加会改善族群关系。但是有些学者对此持保留意

见：

增加接触并不是普遍有效的解决（族群矛盾）办法，有时甚至可能把事

情弄得更糟。例如，有一项研究比较了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市中学生在学校

取消隔离制度之前与取消隔离后一年的态度，结果发现反对少数民族的态

度实际上更严重了（坎贝尔，１９７１）。检讨２５年来的研究，我们发现我们并
不真正清楚消除种族隔离和增加不同种族成员之间的接触是否减少了偏

见（福特，１９８６）。（波普诺，１９９９：３０８）

如果两个族群之间长期存在着制度性隔离，一旦隔离取消，各族群的成员

之间开始在日常生活、学习、工作的层面上相互接触，过去长期相互隔离所造成

的族群偏见、心理隔阂、文化误解是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被消除的，由于这些

方面的历史积累，一旦这些个体之间的日常接触突然增加之后，在一个时期内

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可能会增加。这些矛盾的产生及其被解决，是不同族群

成员在相互接触中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正是在发生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当

中，不同种族成员之间彼此会逐渐增加了解、消除误解，逐步为族群之间的融洽

相处奠定一个新的社会基础。如果白人和黑人学生永远分校读书，永远分割居

住，虽然他们不可能在同一个校园、同一个街区里发生争执，但他们很可能会因

某些族群矛盾引起的突发事件而去积极参与街头大规模种族斗殴，会在各种选

举和社会运动中集体反对另一个族群。所以族群隔离绝对不是解决族群矛盾

的有效办法，也并不能消除族群偏见，仅仅是防止族群个体成员之间因相互接

触而引发矛盾的消极措施。也正因为认识到这一点，美国政府以及后来的南非

政府为了促进种族和睦，先后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如果我们不只是关注于制

度变革后一两年某个地区的局部情况，而是注重于全国性族群关系发展的长远

目标，废除族群隔离制度和增加族群之间的相互接触，对于促进族群交往、族群

和谐和族群融合无疑是有着根本性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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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衡量族群关系变量指标的讨论

戈登提出的衡量族群关系的７个变量，使我们对于族群关系的研究进入了
一个可以开展量化分析的阶段，使得我们可以对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族群关系状

况进行具体和实证性的分析，可以开展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这对于长期主

要以定性分析和概念推论来分析族群关系的研究传统来说，无疑是一个十分重

要的推进。

但是以美国社会的情况总结出来的这个指标变量体系是否存在着缺陷？

当它被应用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时，是否同样适用？如果发现不完全适用或基本

不适用，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作为社会学研究者，这些问题是我们必须面

对和思考的。

我们前面有另外一个族群关系演变的实例，这就是前苏联。当我们应用戈

登提出的变量体系来衡量前苏联７０年来的族群关系变化时，我们会发现苏联
的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族群交往在不断加强，在语言的相互学习与使

用、族际通婚比例的增加、各族人口的混居程度、少数族群教育水准的普遍提

高、少数族群官员的培养与任用、族群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等方面，前苏联政府

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各少数族群在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得到很大的发

展①。可以说按照戈登的变量体系，前苏联各族群之间的融合或同化达到了较

高的水平，所以在１９６１年赫鲁晓夫就宣称“在苏联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
同民族的新的历史性人们共同体———苏联人民”，这一观点在１９７７年被正式写
入《苏联宪法》。我们的问题是：这些变量指标的明显提高是否能够表明苏联族

群关系朝着改善的方向出现了“量变”和“质变”？众所周知，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的
事实证明，前苏联的族群团结和族群融合没有经受住政局变动的考验。换言

之，这些变量的数值改变在衡量族群关系方面究竟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是否

除了这些变量之外，还存在着对于族群关系的发展更为重要的制约因素？

戈登的变量体系，是以社会中的“个体成员”为对象的，考察个体之间在族

际文化差异、社交、歧视、偏见、通婚、意识等方面的交流、融合与同化程度。因

为美国社会强调“公民权”，重视个人主义和个人的权利，同时美国作为一个移

民国家，各国的移民基本上是以个体或家庭零星分散迁入美国，他们与美国社

会其他族群的交往也是以个体为单元的。而其他国家（如中国和前苏联）的各

① 在第八章中，我们对于前苏联的族群分层结构与演变将作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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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则相对集中居住在本族的传统居住地区，在族群互动时群体的意识扮演一

定的角色，这与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以前苏联为例，苏联是强调“集体主义”的，指导苏联政府在族群问题上制

定政策的基本思路是“政治化”、“制度化”和“群体化”。“政治化”就是把族群关

系提到意识形态的高度作为政治问题来看待，把族群作为“行政自治的群体”来

对待，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进一步落实在“制度化”上，就是把每个个体的“民族

成分”固定化和明确化，同时把族群的“行政自治”划定了固定地域（加盟共和

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等），“群体化”就是把族群作为“整体”来实施优惠政策。

在这样一个基本思路和制度框架下，尽管各族成员们之间在学习语言、混杂居

住、相互通婚、缩小收入差距等变量的指标上不断在改善，但是族群边界始终保

持清晰，族群整体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依然十分显著，正是这两条维系着并

强化着族群的政治独立意识，成为这些族群在条件成熟时争取独立的思想意识

基础。前苏联在族群问题上采用的最重要的“政治性制度”就是“民族加盟共和

国”和“民族自治共和国”体制，而把这些以民族（族群）为基础的政治实体维系

在一起的是三个共同的政治纽带：（１）共同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２）统一的
共产党；（３）强大的中央政权。而一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淡化，统一
的党中央内部发生分裂，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威被急剧削弱，这些政治实体之间

的纽带就会断裂，而以民族（族群）为基础设立的这些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

就会成为民族主义得以实施社会动员和争取独立分离的基础和宪法依据。在

这一剧烈的政治变动过程中，各族群成员们在学习语言、混杂居住、相互通婚、

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就成为族群关系演变走向中的非本质因素，

变得无足轻重。

由此可见，只有在把族群视为“文化群体”，把族群成员视为个体行动者的

社会体系当中，戈登提出的变量体系才能有效地衡量族群交往与族群融合的程

度。当然，即使是在族群问题“政治化”、“制度化”和“整体化”的社会体系中，这

些变量依然有其一定的意义，仍然有助于我们了解个体层面族群交往的进展与

特点，但是同时我们必须指出，在族群关系的整体发展方向上，政治制度的变化

将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

五、小 结

为了能够对跨地域的不同社区在族群关系方面的情况进行横向比较，对一

个社区族群关系的历史变迁进行纵向分析。本章主要讨论在实际调查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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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一个具体城市或社区中衡量族群关系的量化指标体系和相关变量。

我们在本章中首先介绍了美国社会学家戈登于１９６４年提出的关于分析族
群同化的７个变量：（１）文化或行为的同化；（２）社会结构的同化；（３）婚姻的同
化（即族际通婚）；（４）身份认同的同化；（５）意识中族群偏见的消除；（６）族群
间歧视行为的消除；（７）公民的同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这７个变量的
同化行为在发生时间上也存在先后顺序的问题。

之后我们又介绍了戈登在１９７５年提出的一个更具理论色彩、比较宏观的
衡量族群融合的变量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他试图从族群融合过程中的“自变量”

和“因变量”两个方面讨论导致族群相互融合的各种因素。

１．衡量族群同化程度的因变量：（１）同化的类型；（２）总体同化的程度；
（３）族群冲突的程度，各族群获得社会酬赏的程度；

２．衡量族群同化程度的自变量：（１）人的生理—社会发展变量；（２）互动
过程变量；（３）社会的变量。在第三个“社会的变量”中，包含了７个具体方面。
为了在实际调查研究中尽可能利用现有的文献资料，我们介绍了与族群研

究相关的统计资料与普查资料。为了使研究者可以通过使用定量分析的、可供

操作的一组变量来理解当地族群关系，我们参考了有关研究文献、数据资料并

根据笔者个人过去的调查经验对语言使用、宗教与生活习俗的差异、人口迁移、

居住格局、交友情况、族群分层、族际通婚、族群意识８个方面如何利用现有资
料和如何设计实地调查的具体内容分别进行了讨论。

最后，我们讨论了戈登变量体系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适用性，指出只有在

把族群视为“文化群体”，把族群成员视为个体行动者的社会体系当中，这些变

量才能有效地衡量族群交往与族群融合的程度。在族群问题制度化的社会，政

治制度的因素将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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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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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集团之间的结构性差异

今天的族群如同其他由利益所构成的群体一样在进行有效

的利益追求，而且事实上他们的追求比其他利益集团更加有效，

与以阶级为基础的各种方式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冲突相比较，我们

时常惊异地发现，以族群为基础的各种方式的社会认同和冲突竟

是如此顽强和显著。我们发现，现实状况中一个令人注目的特征

是：在一定程度上，族群是作为一种利益群体而根据利益来加以

定义的。⋯⋯我们还要指出，新的社会分层很大程度上与族群相

关，可能情况始终是这样，但是由于人们专注于财产关系方面而

忽视了族群关系。

———Ｎ．格莱泽和Ｄ．Ｐ．莫尼汉（１９７５：７，１６


）

１９７５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两位著名社会学家格莱泽（Ｎ．Ｇｌａｚｅｒ）和
莫尼汉（Ｄ．Ｐ．Ｍｏｙｎｉｈａｎ）主编的《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一书，该书各篇文章的作者
都是美国族群研究的一流学者，由于这本书涉及到了几乎所有族群研究的核心

问题，所以被人们称为美国社会学在族群研究方面的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

要著作。该书在许多篇文章中都使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术语“族群分层”

（ｅｔｈｎｉｃ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在这本书中也提出了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异”这个重要



概念和相关分析思路。

“族群分层”这个研究思路转借于社会学的另一个重要研究专题即“社会分

层”（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一般情况下，“社会分层”研究的是，一个社会中其所
有成员在社会地位上的分化与流动，“社会分层是各类人的结构性的不平等，人

们由于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获得社会报酬的机会”（罗

伯逊，１９９０：３０１）。而“族群分层”是在传统社会分层理论中引进了“族群”的因
素，“族群分层”的分析对象是不同族群集团之间由于其结构性差异所引起的不

平等，目的在于考察一个社会的“社会分层”结构当中是否含有一定程度的族群

背景，社会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是否反映的是族群之间的不平等，各族群成员

是否存在相同的社会流动机会。所以从社会学的社会结构与变迁的分析视角

来看，这是研究族群关系十分重要的一个领域。

在一个多族群国家、一个多族群城市或一个多族群农村社区里，几个不同

的族群集团共同生存在这同一个地域空间和同一个社会结构中。如果这些不

同族群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等方面的差距很大，按照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

决定人们意识”的观点看，那么这些族群看待这个社会结构的观点（是否是平

等、公平的社会）和相互之间的看法（是否存在着剥削者和压迫者）绝对是不相

同的。就好像在一个存在着穷人与富人的社会里，穷人和富人彼此在看待对方

时，其中穷人一方会有强烈的被剥夺感，而富人一方则可能有很强的优越感。

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不同族群集团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结构差异，存在着“富裕

族群”和“贫困族群”，而资源的占有又决定了权力的分配，那么族群关系与阶级

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便会相互重叠并出现穷人与富人间那种现象相似的特点。

换言之，族群之间除了在体质或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差异之外，还可能存在经

济“阶层”和政治“地位”方面的差异。

社会学在对族群关系的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调查与分析族群集

团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及其对族群关系的影响。在“族群分层”的研究中，由于不

同的国家可能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族群历史等方面存在着差别，所以各国在

反映族群不平等的具体分析指标方面也就会有所不同，但是为了能够对本国族

群关系的基本结构进行分析并与他国进行横向比较，各国社会学者总结出一些

通用基本指标。这些基本指标包括：（１）劳动力的行业结构；（２）人口城乡比
例；（３）平均受教育水平；（４）劳动者就业率；（５）职业结构；（６）收入结构与消
费模式等等。除了这些客观的统计指标外，有时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研究

者还可以在问卷中设计若干主观判定指标，如“自认为属于哪一个社会阶层（上

层、中层或下层）”，对这种主观判定问题的回答，有时也可以作为客观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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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辅助材料帮助我们理解人们的实际社会地位与心理状况①。

通过对各种统计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一个社会

中族群分层的基本结构，发现各族群之间是否存在重要的结构性差异。但仅了

解这一点还不够，我们可以进一步把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族群分层状况与其

他国家或地区的族群分层状况进行横向比较，也可以把这个国家或地区前一段

时间（如１０年前）的族群结构性差异与目前的结构性差异进行纵向比较，这样
我们就可以系统地了解这些结构性差异的历史变迁以及分析在各个历史时期

内影响这些变迁的主要因素。在一些国家的社会里，统治者或政府把国内族群

明确划分为不同的社会等级（如印度社会中的“种姓制度”），这类情况也是我们

研究“族群分层”时所不能忽视的②。

当然，在这些不同指标中反映出的许多结构性差异特征，彼此之间也是相

互影响的，存在着较高的相关性，甚至形成一种因果结构链。如族群之间在受

教育程度上（指群体而非个人）的结构性差异会影响族群成员的职业结构，而族

群成员职业分布结构的不同又会影响到收入水平结构，进而影响该族群整体平

均消费水平和社会地位，同时还影响到人们对于该族群在社会整体结构中所扮

演角色的看法，以及对该族群和其他族群的未来发展水平和社会角色方面的预

期估测。以上这些方面属于社会学对群体之间结构性差异分析的内容。

在本章中，我们将从社会学“族群分层”的研究视角来对某些国家的族群结

构差异进行具体介绍与分析。通过这些介绍和讨论，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这些

国家各个族群的结构差异，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和讨论

了解“族群分层”的研究方法，使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可能借鉴这些分析思路

和统计指标。

本章主要介绍我国和其他三个国家的情况。这三个国家分别代表三种不

同类型的国家与社会：一个是作为发达移民国家的美国；另一个是殖民地时代

因大量移民而形成本地族群与外来族群共生类型的新生独立国家马来西亚；再

一个是长期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的多族群国家

①

② 早期美国社会也存在着鲜明的“族群”等级。在表示“１７９０年美国的统治阶梯”（ＡＬａｄｄｅｒ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的一张图中，最上层的群体是英格兰人，第二级是苏格兰人，第三级是爱尔兰人，最下一级是
黑人和土著印第安人（ＦｅａｇｉｎａｎｄＦｅａｇｉｎ，１９９６：３１）。

我们研究族群分层的主要目的，是判断各族群之间是否具有根本性的利益冲突以及冲突的程

度。自我身份的认定和对之的满意程度是非常重要的主观性指标之一。有时一些人尽管实际上处于社

会低层，但可能自认为“中产阶级”并具有相对较高的满意度，那么他们挑起和加入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就

会减低。这种客观实际地位与主观感觉之间的距离，在现实社会中既有应用性意义，也有学术研究的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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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这三个国家中，美国的数据和资料最为丰富，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很

有用的研究指标，拓展我们的研究思路。其中一些具体数据和表格可供研究者

在研究工作中加以借鉴，由于所使用的这些资料来源分散，平时难以收集，因此

虽然占用本章不少篇幅，我们还是将其刊出。

由于我国当代族群结构差异的资料比较缺乏，因此我们将这部分内容放在

本章最后一部分进行介绍。

一、美国社会中的“族群分层”

１９８５年，两位美国社会学家辛普森（ＧｅｏｒｇｅＥ．Ｓｉｍｐｓｏｎ）和英格尔（Ｊ．Ｍｉｌ
ｔｏｎＹｉｎｇｅｒ）出版了《种族和文化的少数群体：关于偏见与歧视的分析》（Ｒａｃｉａｌ
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ａｎｄ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ｌｅｎｕｍ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一书的第五版。这本书利用大量人口普查数据、政
府统计资料和其他各类调查材料，系统和详尽地分析了美国各种族、族群集团

的社会分层情况。我们将以这本书所提供的资料作为下面介绍的主要线索，并

在分析美国族群分层现状及历史发展情况的同时，介绍一些社会学研究分析族

群分层的主要方法。在世界各国中，美国的种族和族群冲突有着悠久的历史，

它波及到美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美国历届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美国

社会学和其他学科的种族与族群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关于族群分层的调查

与研究文献也比较丰富和全面，从这些分析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美国社会中

各个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别。

在美国的各项政府统计和社会调查中，通常把美国的种族和族群区分为几

大类群体来进行分别统计：（１）白人；（２）黑人（１９９２年占１２．３％）；（３）操西班
牙语的拉丁美洲裔（占１０％）；（４）亚裔（占４％）；（５）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印
第安人（占３．５％）等，在一些具体研究中有时还对“白人”① 或“亚裔”② 做进一
步分组。社会学家通常使用这样的族群分组来处理有关数据，并根据这些数据

和其他调查资料进而分析这些社会集团的结构性差异以及在不同时期这些差

异的变化。在“族群分层”研究中，各族群劳动力的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教育

①

② “亚裔”可进一步细分为：华裔（１９９０年为１６５万，占０．６６％）、日裔（８５万，０．３４％）、韩裔（８０万，
０．３２％）、越南裔（６２万，０．２５％）、菲律宾裔（１４１万，０．５６％）、其他（０．７８％）等（Ｌａｎｄｉｓ，２００１：１８７）。

“白人”人口也可根据祖先原籍国家分成几组：德裔（占总人口的２３．３％）、爱尔兰裔（１５．６％）、
英格兰裔（１３．１％）、意大利裔（５．９％）、法裔（４．１％）、波兰裔（３．８％）、荷兰裔（２．５％）等（Ｋｒｏｍｋｏｗｓｋｉ，
１９９７：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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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就业状况、职业结构、收入结构等是比较基本的几个统计指标和研究专

题，下面我们逐项进行介绍和讨论。

（一）产业

一个国家的经济通常分为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

（金融业、服务业等）。一般我们所讲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也就是这个国家的社

会劳动力首先从农业大量地向制造业转移、然后再向服务业转移的过程，即“克

拉克—费舍假设”（ＣｌａｒｋＦｉｓｈｅｒ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ＵＮ，１９８０：６１）。从一个国家不同
劳动力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来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农民收入往往最低，生

产工人收入高于农民，城市里从事金融、保险和服务业的就业人员收入最高。

所以，分析一个国家各族群劳动力在各个产业领域的分布情况，就可以反映出

各族群参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程度。

根据在一些城市开展的专题研究，美国学者提出了以族群为背景的“分割

的劳动力市场理论”（ＳｐｌｉｔＬａｂｏｒＭａｒｋｅｔＴｈｅｏｒｙ）和“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Ｄｕ
ｌａＬａｂｏｒＭａｒｋｅｔＴｈｅｏｒｙ），这表明不同族群在行业、就业单位的分割与隔离，社会
中一旦出现了这样的就业格局，族群关系必然会激化并导致族群冲突（Ｏｌｚａｋ
ａｎｄＮａｇｅｌ，１９８６：２３）。
下面我们分析美国各族群人口的产业结构。

非洲黑人最初被奴隶贩子贩运进美国的时候，主要是从事农业劳动。南北

战争后大量黑人逃离南部农场而进入北方和西部的城市。１９２０年从事农业的
黑人劳动力尚有９２．５万人，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黑人经营的农场约剩下１万
个。１９８２年美国６００万农庄居住者中，黑人仅占４％（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

１９８５：１７１—１７２）。
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开始，墨西哥人成为美国农业廉价劳动力的首要来源。

在邻近墨西哥的美国西南部农业区，一直存在着对季节性廉价劳动力的大量需

求，所以一些住在边境附近的墨西哥人每天跨过国境到美国去做工，他们当中

的四分之一虽然已取得美国公民权，但仍愿意住在消费低廉的墨西哥。在墨西

哥除了这些合法去美国的打工者外，每年还有大量农民非法偷越国境来到美国

西南部的农场从事季节性工作。

美国印第安人作为土著居民，其人口的主体依然居住在美国政府为他们选

定的２８０个“保留地”① 内，从事农业和畜牧业，这些“保留地”都是最贫瘠的、无

① 印第安人“保留地”总面积为５２００万英亩，占美国领土的２．３％（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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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耕种的土地，是当年白人认为没有利用价值的“不毛之地”。但是随着某些矿

产资源的发现，其中一些有价值的土地又再次被美国政府征用。“印第安人要

想承租或转租任何土地都必须得到政府农业局的批准，而农业局规定的批准率

通常低于地区其他土地的批准率”（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１９５）。这就使得
印第安人离开他们所居住的土地十分困难，同时又难以摆脱贫困。“直到１９２４
年，印第安人在美国———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才被授予公民权”（波普诺，１９９９：

３０３）。
美国其他移民族群如亚洲人后裔（日本人、中国人、菲律宾人、印度人、朝鲜

人、越南人等）、南美洲人（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古巴人等）大多居住在城镇，

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寻找就业机会，极少有人从事农业经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之前，日本移民曾经在加州地区从事过农业，而且凭借第二代的美国公民身份

得到了土地所有权，但是在二战当中居住在美国西海岸的日裔居民被美国政府

强行安置到中部的“集中营”，虽然战后这些日裔居民返回西海岸，但很难再索

回原有的土地，所以他们大多数只好在城镇就业。美国族群过去在产业上的分

布格局一方面反映了美国早期的发展历史，如白人、印第安人从事农业的传统；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美国工业化过程中后来的移民集中于城市的就业市场情

况。我们从各族群在农业的劳动力分布变化，可以大致看出这些族群在产业结

构上的差异。

随着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族群自我竞争能力的提高，有些族群可以在一定

时期内明显改变本族劳动力的行业结构。以美国华人为例，１８７０年从事个体服
务业的占华人总劳动力的４０．９％，１９３０年仍占４７％，１９６０年就跌至１０．９％；

１８７０年从事批发零售业的仅占华人劳动力的１．７％，１９７０年达到３４．６％；而从
事公共行政事业的华人，从１９２０年的０．４％上升到１９７０年的６．３％（参见马戎
编，１９９７：２３１）。这种劳动力行业结构的变化，对华人的社会地位必然带来不可
忽视的影响。有关研究进一步表明，第二代华人（在美国出生的华裔）成为专业

技术人员和得到白领职位的机会已大大超过了第一代移民（参见马戎编，１９９７：

２３２）。

（二）城市化程度

城市化程度的具体指标就是各个族群总人口中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比

例，这个比例与人口的产业结构有密切联系。我们可以用各个族群的城市人口

比重作为简单和直接的统计指标，来衡量和比较各族群参与社会工业化和城市

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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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由于黑人发现他们在城市的收入高于在农

村，特别是在大城市收入会比较高，所以近几十年来黑人人口不断从农村向城

镇迁移，从小城市向大城市迁移。１９６０年在全美１０万人以上的城市中，华盛顿
是惟一的黑人占当地总人口半数以上的城市，到了１９８０年，黑人占当地总人口
半数以上的城市已达到９个。这一过程被美国社会学家称之为“黑人城镇化”
（Ｂｌａｃｋ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过程。１９８２年美国城镇黑人的比例占黑人总人口的９９％。
这使得黑人构成为美国城市贫民的主体，并使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冲突主要

发生在城市地区。

１９４０年，说西班牙语的美国墨西哥裔居民大多数居住在农村。但是１９６０
年普查结果表明，他们中的多数已经转为城市居民。在此之后墨西哥裔人口不

断向城市迁移。到１９８５年，墨西哥裔当中已经有五分之四居住在城镇，而且主
要集中在加州城镇，这使得洛杉矶市成了除墨西哥城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墨西哥

裔居住地（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１８７）。
在１９５０年，印第安人主要还是居住在稳定的农业社区。但不久各部落都

有一些年轻人开始迁入城镇。１９７０年，美国有９个州的印第安人口超过１万，
在这９个州里，印第安城镇人口占各州印第安人总人口的比例在１３．３％—

３９．６％之间（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１９４）。但是总的来说，印第安人属于美
国城镇化最慢的族群。与此同时，来自其他大陆的移民族群绝大多数都居住在

城镇。

由于美国农业的迅速现代化，除了某些种植业（如葡萄、西瓜等）在采摘时

仍然需要季节工之外，总的来说美国农业劳动力开始出现过剩现象，部分人开

始迁入城市，在这样一种就业形势下，新来的外国移民不可能在农场得到就业

机会。

（三）教育

教育对一个族群社会地位的影响是本质性的，整体教育水平标志着一个族

群的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和能力。为了衡量一个族群的整体教育水平并进行跨

族群比较，我们需要几个比较常用的指标。成人文盲率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教

育指标，但在发达国家已不再统计。

１．学龄者入学率和毕业率。根据需要可以分别考察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入
学率。如１９３０年美国南部黑人小学入学率为５８．５％，白人为６７％。１９８０年代
黑人与白人的小学入学率达到相近水平。在１９９２年，美国白人上大学的比例
为３８％，黑人和西班牙语裔分别为３０．８％和２８．７％，而且中途辍学率远高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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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Ｅｌｌｉｓｏｎ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９：３２５）。
至１９９０年，印第安人中只有５６％的人中学毕业（波普诺，１９９９：３０３），在

１９９５年有３２％的黑人高中学生没有毕业而离开学校。墨西哥裔居民对于教育
的重视程度比黑人还要低。１９７９年在２５岁以上的墨西哥裔人口中，只有

３４．９％读完４年小学，波多黎各裔也只有３８．６％读完４年小学（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
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３４２）。从表８１中明显看出西班牙裔人口的高中毕业率远远低于
黑人。这种教育结构对这两个族群在美国社会的竞争自然是十分不利的。

表８１ 美国不同族群的高中毕业率（％）

年份 总计 盎格鲁人（白人） 黑人 西班牙裔

１９７５ ８１．９ ８３．６ ６７．５ ５３．４
１９７６ ８２．３ ８３．６ ７１．４ ５１．５
１９７７ ８３．６ ８４．９ ７２．０ ５６．２
１９７８ ８４．６ ８５．９ ７４．４ ５５．０
１９７９ ８５．０ ８６．３ ７４．７ ５４．３
１９８０ ８５．４ ８６．７ ７６．４ ５６．１
１９８１ ８５．９ ８６．８ ７８．６ ５４．９
１９８２ ８６．３ ８７．３ ７９．７ ５６．６
１９８３ ８６．７ ８７．６ ８０．２ ５７．５
１９８４ ８６．８ ８７．９ ７９．９ ５８．９
１９８５ ８６．３ ８７．２ ８０．７ ５９．４
１９８６ ７４．７ ７６．２ ６２．３ ４８．４
１９８７ ７５．７ ７６．９ ６３．５ ５０．９
１９８８ ７６．２ ７７．６ ６３．４ ５０．９
１９８９ ７６．９ ７８．４ ６４．６ ５１．０
１９９１ ７８．４ ７９．９ ６６．７ ５１．３
２５—３４岁年龄组里高中毕业者占总人口比例；
２５岁以上高中毕业者占总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Ｇｏｎｚａｌｅｓ，１９９３：４５。

表８２ １９９０年美国各族群２５岁以上人口中大学毕业者比例

族群 ％
亚裔 ３８％
白人 ２４％
黑人 １３％
拉美裔 ９％

资料来源：帕里罗等，２００２：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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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族群隔离程度。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是种族隔离，这
一政策也在各级学校中实行。在１９６５年，８０％的白人学生在学生总数中

９０％—１００％为白人的学校读书，６５％的黑人学生在学生总数中６５％—１００％为
黑人的学校读书。由于黑人学校的教学条件、师资水平、教学质量都比较差，对

学生毕业后就业和发展都有不利影响。１９６４年在美国国会通过的《民权法案》
禁止在联邦资助的工程和计划中实行种族歧视，在此基础上１９６５年通过的《中
小学教育法令》进一步促进了各地区学校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富兰克林，１９８８：

５６７）。美国学校分为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私立学校由于不拿政府津贴和贷
款，可以不受政府法令的限制。所以在入学率相近这个表面现象之下，进行更

进一步的分析会发现中产阶级收入以上的白人家庭大多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

而白人贫民孩子和黑人的孩子则在条件较差的公立学校读书，这对于他们今后

就业和收入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这里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在美国，为了争取种族、族群平等，黑

人希望废除黑人学校，力争让自己的孩子与白人一起读书，毕业后能够以同等

能力在就业市场上与白人竞争。而在我国，建立少数族群的专门学校则成为族

群平等的体现。除了语言因素之外，作为少数族群的成员是否感到有必要并有

自信让自己的孩子与汉族孩子在同一所学校里读书、毕业后让他们在同一个社

会就业市场里与汉族孩子平等竞争，这是需要中国少数族群的领导人和知识分

子从长远发展的眼光来认真思考的问题。

美国犹太人之所以在职业结构和收入水平上明显超过其他族群，最重要的

一个原因就是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对纽约各族群的调查表明“尽管面临的机会

不同，但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不论身无分文，还是毫无技能，是当操作工人还

是当小贩，他们都取得成功。⋯⋯（其原因是）犹太人自从踏上这块国土后马上

就表现出了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对教育的激情，⋯⋯在（２０）世纪初当有足够
的犹太人达到上学年龄时，纽约市大学学生主体就成了犹太人”（Ｇｌａｚｅｒａｎｄ
Ｍｏｙｎｉｈａｎ，１９７０：１４３，１５５）。与犹太人相比，黑人、西班牙语裔、印第安人群体在
教育方面取得的成绩差强人意，是它们在就业和收入上较差的主要原因。

３．学校的教育质量。教育不仅仅是一个涉及到一个族群人口当中拥有多
少名各级学校（小学、中学、大学）毕业生数量的问题，它还有一个掌握各方面知

识的实际能力或学习质量的问题。根据美国学者的大量实际调查结果表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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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级毕业的学生中在学习成绩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种族差异①，这些在学习成

绩上表现出来的知识与能力差异造成了他们工作后的收入差距。所以我们不

能简单地以学习年数的长短或完成学业的类别（初中、高中、大学）来判断学生

的实际能力。

黑人学生的学习成绩也是美国族群研究的热门话题，在１９９０年黑人学生
的“学习能力测验”（ＳｃｈｏｌａｓｔｉｃＡｐｔｉｔｕｄｅＴｅｓｔ）平均分数是７３７，而白人学生的平
均分数为９９３，这一差距与发展趋势无疑将对美国未来的族群关系产生影
响②。

使个人收入出现差距的原因，是毕业生所掌握的真正知识，而不是看

他们在学校里度过了多少个年头去捂热教室的座椅。有些看起来像是歧

视的现象，实质上应当被看作是对对工作者所掌握的被社会更加认可的技

能的回报。一个对１９９１年全职工作的２６—３３岁劳动者的调查发现，当教
育水平被用传统的方法（在学校学习的年数）来衡量时，黑人的收入要比具

有同样教育背景的白人少１９％。但是当衡量的标准是毕业生们在基础测
验（词汇、段落理解、算术证明、数学知识）中的成绩时，结果就颠倒过来了，

黑人的收入比具有同样成绩（以技能来测量）的白人要高９％。（Ｔｈｅｒｎ
ｓｔｒｏｍ，２００２：２６１）

４．专业领域的分布。除了各类学校毕业生的结构比例、考试成绩是反映教
育水平的重要标志之外，专业领域的结构分布、各专业在社会上的实际影响及

地位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有重要意义的方面。

在１９７７—１９９０年期间，美国黑人每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比上一时期减
少２５％以上，而且美国黑人获得博士学位的半数以上属于教育学专业，但是同

①

② 一般经验研究表明来自收入较高家庭学生的平均成绩比贫困家庭学生的平均成绩要高。当家
庭收入背景这一变量被带入族群差异分析时，有的学者发现来自年收入５—６万美元家庭的黑人学生成
绩与来自年收入１—２万美元的亚裔学生相似，说明黑人学习成绩较低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家庭经济情况
较差（ＳｎｉｄｅｒｍａｎａｎｄＰｉａｚｚａ，１９９９：２３１）。在各族群中，亚裔人士在“学习能力测验”（ＳＡＴ）的数学成绩最
高，在最低收入组（年收入不足１万美元）的一组中，亚裔的文字和数学成绩分别为３４０和４８５，高于黑人
的３２１和３５８，数学成绩高于同组白人的４５２，但文字成绩不如白人（４０７）。在最高收入（７万美元以上）
这一组中，亚裔的文字和数学成绩分别为４８２和５９０，明显高于白人的４７１和５２６，更远远高于黑人的４１３
和４４７（Ｔａｋａｇｉ，１９９２：２００）。

美国全国教育进步评估（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ＮＡＥＰ）１９７１年首次实行
时，测验结果表明１７岁黑人学生的平均阅读能力相当于１１岁白人学生，⋯⋯１９９６年，黑人学生与白人
学生在数学考试成绩上的差距为３．４年（Ｔｈｅｒｎｓｔｒｏｍ，２００２：２６２）。“１９９７年，ＮＡＥＰ调查结果表明４年级
白人学生中有７６％熟练掌握了基础数学知识，同年级中的西班牙语裔学生和黑人学生的比例只有４１％
和３２％”（Ｂｏｌｉｃｋ，２００２：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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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每年亚裔人士获得博士学位的数目却增长了８２％（Ｅｌｌｉｓｏｎ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９：

３２７）。１９８０年，黑人在美国总人口占１１％，但是黑人在应届拿到社会学博士学
位的美国人中只占４％，心理学占５％，经济学占２％，在历史、地理、数学、物理、
医学等学科均低于１％。可见，在教育方面，虽然少数族群学位层次有所提高，
但就其专业结构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倾斜性。这种倾斜性对其整个族群的长远

发展和结构性差异所带来的影响应当引起我们注意。

我国也存在类似现象，例如蒙古族中有一些人获得博士、硕士学位，但是他

们取得学位的学科可能主要集中在蒙古语言、历史、文学等领域，这是因为他们

在本族群的语言文学、历史宗教等等领域具有其他族群成员所无法竞争的优

势，可是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系、北京大学物理系、生物系等专业并获得自然科学

一类高学位的蒙古族学生数目却很少。这种在教育专业领域的分布结构表明

了某些少数族群的教育发展并不全面，由此产生的影响及深刻的社会意义也是

不容忽视的。

（四）就业与经济活动

１．就业率。１９８１年，美国１６岁以上白人男性就业率为７２％，而非白人男
性就业率为６１％（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１７３）。表８３是１９７０年１０个族群
男性、女性就业情况。从这张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各族群就业方面存在的差别。

印第安人、黑人男性就业率最低，印第安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妇女就业率最

低。男性中就业率最高的是古巴人，女性就业率最高的是菲律宾人（５５．２％），
菲律宾妇女在外做工可能是一个传统，目前亚洲各国的家庭女佣大量来自菲律

宾。华人男性的就业率属于中下水平（７３．２％），华人女性就业率属于中上水平
（４９．５％）。在劳动力市场化的社会，就业状态也是多样化的。因此在就业状况
研究中，还需要注意区分开“全职就业”（ｆｕｌｌｔｉｍｅ）和“部分就业”（ｐａｒｔｔｉｍｅ），这
两类之间的差别既表现在工作的稳定性上，也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例如在

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期间，美国３０—４４岁黑人男性中全职就业的比例为７５．２％，白
人为８７．２％（ＴｈｅｒｎｓｔｒｏｍａｎｄＴｈｅｒｎｓｔｒｏｍ，２００２：１９５），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美国社会就业方面的种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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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３ １９７０年、１９９６年美国各族群分性别就业率（％）

族群
１９７０ １９９６

男性 女性 合计

古巴裔 ８３．７ ５１．０ ９２．８
日本裔 ７９．３ ４９．４
菲律宾裔 ７９．０ ５５．２
朝鲜裔 ７５．５ ４１．５
华裔 ７３．２ ４９．５

（亚裔）

９６．７

夏威夷土著 ７７．９ ４８．５ —

波多黎各裔 ７５．５ ３５．３ ９０．４
墨西哥裔 ７７．４ ３６．４ ９０．８
黑人 ６９．８ ４７．５ ９１．１
印第安人 ６３．４ ３１．６ —

全体白种人 ７３．８ ３８．９ ９５．８
 包括墨西哥裔和波多黎各裔。

１９７０年资料来源：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１９７８：１６７；
１９９６年资料来源：帕里罗等，２００２：１８３。

由于本表统计的对象是１６岁及以上人口，各族群的年龄结构因素也应考
虑在内，一个人口的整体年龄结构越年轻（平均寿命短），就业率也就会相对高

一些。把服兵役的人员排除之后，美国白人男性的就业率，１９６０年为８３．４％，

１９８０年为７８．３％，从这两个数字可以看出美国白人的男性就业率明显降低；黑
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男性的就业率在１９６０年为８３．０％，１９８０年降到７０．８％，下
降的幅度更大。同期白人女性就业率从３６．５％迅速升至５１．３％，黑人及有色
人种女性就业率从４８．２％升至５３．４％（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１７５）。这些
变化反映出美国有色人种男性就业的困难越来越大，同时也反映了近几十年来

白人妇女在争取经济独立方面所做的努力。

２．失业率。表８４介绍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初期美国三个主要种
族集团劳动力的失业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黑人失业率始终远远超过白人失

业率的两倍以上。１９８２年美国黑人男性中，１６岁以上的失业率为２０．１％，１６—

１９岁年龄组的失业率为４８．９％。相比之下，１６岁以上白人男性的失业率仅为

８．８％，１６—１９岁组的失业率为２１．７％，这两组白人男性的失业率数字都不到
同年龄组黑人失业率的４５％。在这种状况下，黑人族群的社会地位很难得到改
善，黑人所具有的不满情绪正是由此引发。１９７８年的统计数字表明，独身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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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的失业率为２３．４％，而独身白人妇女失业率仅为８．９％（参见马戎编，

１９９７：１４８—１４９）。１９９５年，黑人的平均失业率达到１２％，而白人仅为３％。

表８４ １９８０—１９９２年美国分种族的失业率（％）

年份 白人 拉丁美洲裔 黑人

１９８０ ６．３ １０．１ １４．３
１９８８ ５．３ ８．２ １１．７
１９９０ ４．７ ８．０ １１．３
１９９２ ６．５ ９．８ １４．１
资料来源：转引自波普诺，１９９９：３１４。

（五）职业

职业与社会地位和收入密切相关，分析各族群就业人员的职业结构，对于

理解社会中的“族群分层”十分关键。美国黑人始终处于低工资职业，在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当白人因为纺织业工资低而转向其他部门时，大量黑人因此而获得
就业机会成为纺织工人。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同样的情况又使许多黑人成为
电话公司的操作工人（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１７８）。

１９７０年黑人、波多黎各裔、印第安人、墨西哥裔加在一起共占美国总人口的

１４．４％，而在全美工程师人数当中他们仅占总数的２．８％，可见这４个族群在工
程专业领域里能力表现和从事职业人数都不尽如人意。但在文科（诸如律师

等）领域，少数族群显示出的能力和从事职业的人数要比在理工科领域稍强一

些。因为出生率的关系，美国黑人已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１２％。在职业上，

１９７０年黑人律师占全美律师总数的１．１％，也即是说，在美国黑人成为律师的
机会是白人的十分之一。

表８５把墨西哥裔与全美国的就业总人口进行比较，１９７８年全美“白领雇
员”在总就业人数中已经达到５０％，而墨西哥裔仅有本族群就业人员的

２７．５％。在墨西哥裔就业人员中，“蓝领”的操作工人占２１％，这个职业在全美就
业人员中只占１１．５％。可见半数墨西哥裔工人属于低工资的“蓝领”阶级，而且
他们中很大比例是生产第一线的操作工人。这样一个职业构成十分清楚地说

明了在美国社会“族群分层”中墨西哥裔族群所处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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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５ 美国墨西哥裔、黑人就业人员的职业构成（％）

墨西哥裔（１９７８） 黑人（１９８０） 全国１６岁以上人口（１９７８）

白领雇员（总计）（％） ２７．５ ３６．６ ５０．０
其中：１．专业技术人员 ５．６ １０．９ １５．１

２．经理和行政人员 ５．４ ４．５ １０．７
３．推销人员 ３．０ ２．７ ６．３
４．办事人员 １３．５ １８．５ １７．９

蓝领雇员（总计）（％） ４９．９ ３７．２ ３３．４
其中：１．手工业人员 １４．６ ９．７ １３．１

２．操作工人 ２１．０ ２０．１ １１．５
３．运输司机 ４．５ — ３．８
４．其他非农业劳力 ９．８ ７．４ ５．０

服务业人员（％） １６．５ ２４．４ １３．６
农业人员（％） ６．１ １．７ ３．０
就业人员总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就业人员总人数（万人） ２６６．５ — ９４３７．３
资料来源：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１８９；吉尔伯特、卡尔，１９９２：９２。

表８６提供了使用另一种职业分类统计的美国族群的就业结构。在“管理
与专业人员”和“技术、销售、行政支持”这两类关键职业中，亚裔男性在本群体

就业人员总数中的比例分别为３５．９％和２４．３％，明显高于白人，加在一起达到
亚裔男性总就业人数的６０％，具有明显的优势。“技术、销售、行政支持”是白人
女性、亚裔女性从从事的最主要的职业，其比例分别达到４５．７％和４３．３％。这
一职业同样也成为其他三个族群女性最集中的职业。而黑人、西班牙语裔和印

第安男性在“管理与专业人员”和“技术、销售、行政支持”这两个职业中的比例

均为白人男性的一半，这三个族群男性最集中的职业是“操作和装配工”，在职

业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劣势。

表８６ 美国各族群就业人员的职业构成（１９９０） （％）

职业分类
白人 黑人 西班牙语裔 亚裔 印第安人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管理与专业人员 ２７．３ ２７．３ １３．４ １８．８ １０．７ １６．０ ３５．９ ２７．９ １３．５ ２０．９
技术、销售、行政支持 ２０．８ ４５．７ １６．６ ３９．７ １４．７ ３８．４ ２４．３ ４３．３ １３．９ ３９．１
服务业 ８．７ １６．１ １７．５ ２７．０ １６．２ ２５．１ １４．６ １５．７ １０．０ ２３．８
高级技工、修理、工艺 １９．９ ２．１ １６．３ ２．３ ２０．６ ２．７ １２．４ ３．０ ２２．１ ３．２
操作、装配工 １９．２ ７．６ ３３．３ １２．０ ２９．８ １６．７ １１．６ １０．０ ３５．１ １１．８
农、林、渔业劳动力 ４．１ １．１ ２．８ ０．２ ８．９ １．１ １．２ ０．１ ５．４ １．２
总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ＡｇｕｉｒｒｅａｎｄＴｕｒｎｅｒ，１９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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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７介绍了１９８０年美国本土出生者与各个族群的新移民从事专业技术
工作的比例，从表中反映出美国在吸收移民时（特别是非欧洲移民）对移民专业

技术能力的要求。在来自印度、菲律宾的移民中，从事技术性工作的比例高达

２０％—４３％，这大大高于美国出生者和移民总体中的比例（１２．０％）。

表８７ 美国各族群新移民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比例（１９８０）

族群 ％ 族群 ％ 族群 ％
美国出生者 １２．０ 德国移民 １３．０ 意大利移民 ６．０
朝鲜移民 １５．０ 英国移民 １７．０ 墨西哥移民 ２．５
菲律宾移民 ２０．０ 爱尔兰移民 １４．５ 葡萄牙移民 ２．０
印度移民 ４３．０ 希腊移民 ８．０ 移民总体 １２．０
资料来源：罗贝，１９８８：１３１—１３２。

有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在美国一些经济部门和行业中有一定程度的族群

倾斜。例如据美国政府统计，１９６２年，全美国由黑人开办的银行有１０家，１９７０
年上升为２７家，１９７６年也仅为５０家，而美国的银行约有数千家。这就反映出
黑人族群在金融界的地位以及整体的经济实力。在立法与政府权力机构的参

与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各族群的社会与政治地位。美国第８６届议会（１９５９—

１９６０）是黑人首次有资格选举自己的众议员，在全体众议员中白人为４３１位，黑
人仅为４位；第９０届议会（１９６７—１９６８）黑人开始有了参议员，白人为９９位，黑
人仅一位，这个比例一直延续到１９７８年（ＬｕｈｍａｎａｎｄＧｉｌｍａｎ，１９８０：９６）。黑人
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为１１％—１２％，但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表席位仅有１％。
在社会分层的研究中，我们需要关注政府政策对不同族群就业和职业选择

所产生的影响。如美国１８８２年、１８９２年和１９０２年先后通过的“排华法案”，限
制了华人在美国就业并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根据１９２４年美国的“出生国配
额法”，甚至美国公民的华裔妻子也在被排除之列。这种制度性限制使大多数

美国华人只能在不受关注的零星个体服务业就业，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随着美
国政府有关政策的调整，对华人在移民、教育和就业方面的限制逐渐放松，华人

的职业结构出现新变化，１９７０年华人就业者中３０％为专业技术人员，１１．４％是
经理人员，２３．７％是服务业工人。第二代华人由于在美国本土受到系统教育，
他们所具有的学历、语言能力和公民身份等使他们比较容易被美国主流社会接

受，因而在职业结构上也比第一代华人涌现出更多的“白领阶层”（参见马戎编，

１９９７；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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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收入

族群整体收入的绝对水平和产生的相对差距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在

这部分内容里，我们利用国外的资料介绍几个常用的收入统计指标。

１．家庭平均收入。表８８介绍了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９５年期间美国３个主要
种族群体的家庭平均收入的变化。首先，白人的平均收入始终是黑人平均收入

的５４％—６１％，尽管从事特殊职业的少数黑人（歌星、球星、拳王等）享有很高的
收入，但黑人整体收入的差距在这半个世纪里没有明显缩小。同时需要指出，

在这半个世纪里，黑人的绝对收入水平有很大提高，增长幅度大致接近白人的

增长水平。１９９１年黑人中等家庭的年收入为２１４２３美元，白人中等家庭是

３６９１５美元，是黑人的１．７２倍（波普诺，１９９９：２９８）。

表８８ １９５０—１９９５年美国各族群家庭平均收入变化

年份
白人

（美元）

黑人

（美元）

拉美裔

（美元）

占白人收入％ 与白人实际收入差距

黑人 拉美裔 黑人 拉美裔

１９５０ ３４４５ １８６９ — ５４．３ — １５７６ —

１９６０ ５８３５ ３２３３ — ５５．４ — ２６０２ —

１９７０ １０２３６ ６５１６ — ６３．７ — ３７２０ —

１９８０ ２１９０４ １３８４３ １４７１６ ６３．２ ６７．２ ８０６１ ７１８８
１９９０ ３６９１５ ２１４２３ ２３４３１ ５８．０ ６３．５ １５４９２ １３４８４
１９９５ ４２４６４ ２５９７０ ２４５７０ ６０．９ ５７．６ １６６７６ １８０７６
资料来源：帕里罗等，２００２：１８４。

总的来说，少数族群家庭的收入得到明显提高，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黑
人是家庭实际收入中位数增加的惟一族群。近几十年里在黑人家庭收入状况

的改善过程中，存在着多重因素。首先是立法的影响，许多有关在就业和报酬

实现种族平等的法规发生了作用；其次黑人妇女就业数量的增加也使许多黑人

家庭收入增加；第三，黑人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为他们争取较高收入的工作创造

了条件，应当说黑人家庭收入的逐步提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２．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家庭收入的平均水平不能表现出收入的分布状况，
中位数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从表８９可以看到，１９５９年黑人家庭收
入的中位数是５８３７美元，白人家庭是１０８８５美元，为黑人家庭的１．８６倍；１９７５
年黑人家庭收入中位数是８７７９美元，白人家庭是１４２６８美元，为黑人家庭的

１．６３倍（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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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９ 美国各族群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 （单位：美元）

１９５９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５ １９７６
白人 １０８８５ １４２６８
黑人 ５８３７ ８７７９ ８２００
城镇黑人 ６８２２
墨西哥裔 ３８１１ ６００２ ９５４６
波多黎各裔 ５８７９ ７２９１
城镇印第安人 ７５６６
“保留地”印第安人 ４０８８
资料来源：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１８９—１９０；１９８。

表中其他族群的收入数据也显示出明显的收入差距。１９５９年墨西哥裔家
庭收入中位数为３８１１美元，１９７０年增至６００２美元，１９７６年上升到９５４６美元。

１９７０年波多黎各裔家庭收入中位数为５８７９美元，１９７６年升到７２９１美元。“在
每一个职业范围内，墨西哥裔美国人挣的钱比盎格鲁（英国裔）美国人要少

２０％—４０％”（斯卡皮蒂，１９８６：９１）。１９７０年居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家庭收
入中位数为４０８８美元，在城镇居住的印第安人家庭收入为７５６６美元，在城镇
居住的黑人家庭为６８３２美元，同年全体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为１０４７４美元。

３．家庭收入指数。我们假定某个参考群体的家庭收入数据为１００，其他族
群的家庭收入数据与它的差距可以用指数来表达。美国白人家庭和其他族群

家庭的收入差距也反映在家庭收入指数中。我们从表８１０中可以看到，如以美
国全体家庭的平均收入为１００，犹太人家庭收入指数为１７２，它在各族群中是收
入最高的，大约是黑人家庭的６倍，其次是日裔，印第安人的家庭收入最低，仅
为全国平均数的６０％。按平均指数计算的家庭收入水平与家庭收入中位数一
样，都清楚地表明了美国各族群之间在收入方面所存在的悬殊差距。

表８１０ １９７０年美国各族群家庭收入指数 （以平均水准为１００）

犹太裔 １７２ 日本裔 １３２
法国裔 １０７ 华裔 １１２
意大利裔 １１２ 菲律宾裔 ９９
波兰裔 １１５ 西印度群岛人 ９４
盎格鲁—萨克逊裔 １０７ 墨西哥裔 ７６
爱尔兰裔 １０３ 波多黎各裔 ６３

黑人 ６２
全体美国人 １００ 印第安人 ６０
资料来源：索威尔，１９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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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或比例。可以用这个指标来表示各族群人口
中穷人所占的规模。如果从贫困人口的比例来分析美国的族群差异，白人与黑

人之间的差别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９０年代一直很明显（表８１１）。按照美国普
查局１９７８年的标准，一个从事非农业的四口之家的年收入“贫困线”是６６６２美
元，收入中包括福利收入，但不包括“食品券”和实物收入。根据这一标准，普查

局的该年度报告表明。６．９％的白人家庭、２７．５％的黑人家庭和２０．４％的说西
班牙语的家庭（包括墨西哥裔和波多黎各裔）生活在“贫困线”以下（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
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１９９）。直至１９９２年黑人中仍有三分之一人口收入生活在贫困线
之下，白人则仅约为十分之一。１９９４年四口之家“贫困线”的标准是１５１４１美
元，该年度黑人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２１０２７美元，黑人家庭的贫困率在１９９４年
是３０．６％，同期白人家庭贫困率为１１．７％（《华盛顿邮报》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６日）。

表８１１ 美国贫困线以下白人、黑人以及西班牙语裔的比例（％）

年份 白人 西班牙语裔 黑人

１９５９ １８．１ — ５５．１

１９７０ ９．９ — ３３．５

１９７５ ９．７ ２６．９ ３１．３

１９８０ １０．２ ２５．７ ３２．５

１９８７ １１．０ ２７．３ ３１．１

１９８９ １０．０ ２６．２ ３０．７

１９９２ １１．３ ２８．１ ３２．７
资料来源：转引自波普诺，１９９９：３１４。

对美国黑人家庭收入较低的原因也有许多研究，有的学者指出，黑人家庭

平均收入长期比较低，有些特殊因素不应忽略，如“以妇女为户主的黑人家庭是

这类白人家庭的３倍，⋯⋯而以妇女为户主的黑人家庭普遍处于贫困状态”（罗
贝，１９８８：１８１）。在１９８１年，５０％以上的黑人婴儿是由未婚妇女生育的，同期白
人未婚妇女生育的婴儿仅占白人婴儿的７％，就全美国而言，未婚妇女生育的婴
儿占全部婴儿的１９％。１９８１年美国白人已婚人口的离婚率为１０％，而黑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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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率为２３．３％（罗贝，１９８８：１８５）①。到了１９９０年，出生的黑人婴儿中６３．７％
为婚外生育，５６．２％的黑人家庭是以女性为户主（ＳｎｉｄｅｒｍａｎａｎｄＰｉａｚｚａ，１９９９：

２３１）。１９９５年在所有出生的黑人婴儿中“未婚母亲”的比例增加到７０％，１９９６
年生育黑人婴儿母亲的年龄在２０岁以下的占总数的２２％（ＴｈｅｒｎｓｔｏｎｍａｎｄＴｈ
ｅｒｎｓｔｒｏｍ，２００２：１０１—１０２）②，而“完整的黑人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只是白人家庭的

８８％，⋯⋯（而全部）非裔（黑人）家庭的收入只相当于白人的５７％”（波普诺，

１９９９：３１８）。这些黑人单亲家庭对于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有着明显的下拉
作用。美国黑人在婚姻和家庭方面的不稳定性影响其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经济

状况的改善。

尽管目前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与白人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是与历史上

黑人的悲惨境遇相比，应当说在过去的５０年里美国黑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
有了很大提高，一方面这是黑人们自己努力的结果，另外也是美国政策引导的

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兵员紧张，许多黑人士兵在战场上为美国流

血牺牲，这是战后黑人群体地位得以提高的重要社会基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
后，美国黑人运动员、艺术家的大量涌现及其在体坛、艺坛上的显著成就，不仅

使这些个人因高收入而提高了自身的地位，也由此逐渐改变了美国白人对待黑

人的态度。目前美国许多大城市由黑人政治家担任市长，近年来黑人在联邦政

府逐渐担任重要职务，１９９１年曾经引起美国社会很大争议的任命一位黑人担任
联邦法院大法官一事，这些都表明了黑人政治地位的提高。

图８１是美国学者编辑绘制的美国１９８６年各族群及职业群体的收入分布
示意图的一部分（Ｒｏｓｅ，１９８０）。图中共有１０００个小图形，用来表示普查中调查
的１．５亿人口，每一个小图形大致代表１４．６万人。本图仅显示了从无收入到
年收入６万美元的家庭人口分布，６万美元以上家庭的信息因人数很少，显示在
另一张图里。每个图形根据其图案内容和颜色可以表示出这部分人口３个方
面的特征：种族—族群（４类）、家庭结构（３类）、职业（１０类）。所以这张图共包
含了族群、家庭、职业、人口数量、收入水平共５个方面的信息，生动地向我们展

①

② 与之相比较，１９９６年２０岁以下生育的白人女性只占总数的１０％，西班牙语裔只占１３％（Ｔｈｅｒｎ
ｓｔｏｎｍａｎｄＴｈｅｒｎｓｔｒｏｍ，２００２：１０１）。

在８０年代初，４８％的有１８岁以下未成年人的黑人家庭以女性为户主，而同类情况的白人家庭
仅占１４％；在由１５—２４岁黑人女性生育的孩子当中，６８％是未婚母亲，而且全部黑人妇女当中有６９％从
未结过婚（Ｅｌｌｉｓｏｎ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９：３６８）。一些美国学者指出“近几十年内美国黑人社区中的文明秩序
遭到破坏，其标志为极高的犯罪率、私生子的普遍化、单亲家庭显著增加、酗酒和毒品泛滥、对政府供给的

寄生依赖、对学术成就的敌意以及缺少独立的企业”（Ｄ’Ｓｏｕｚａ，１９９５：４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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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美国社会各族群在职业、收入等方面的“族群分层”状况。①

图８１ １９８６年美国各族群及职业群体的收入分布示意图

（七）犯罪率

各个族群人口的犯罪率水平，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族群的整体社会

地位和经济地位，社会地位高的族群会有较低的犯罪率，而社会地位低的族群

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失业率高、工资水平低而容易诱发犯罪行为。据１９９０年美
国政府的统计，因谋杀被逮捕的黑人人数是白人的８．５倍，因抢劫被逮捕的黑
人人数是白人的１４．３倍，因盗窃被逮捕的黑人人数是白人的３．５倍。在１９９０

① 同一个学者在２０００年编辑出版了根据１９９８年调查结果统计的收入分布示意图，但抽样规模仅
有６万户（Ｒｏｓｅ，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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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国２０—２９岁的黑人男性中有２３％正在监狱服刑或处在缓刑或假释期
（Ｅｌｌｉｓｏｎ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９：３６７—３６８）。１９９５年，美国２０—２９岁的黑人男性中
有三分之一因犯罪而坐过监狱（新加坡《联合早报》，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９日）。
对美国黑人的高犯罪率，学者曾提出三种解释假说。一是“威慑假说”（Ｄｅ

ｔｅｒｒｅｎｃ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认为只要严厉惩罚就可以提高犯罪成本，以严惩的威慑
从而降低犯罪率，但事实证明美国２０世纪７０—９０年代的严惩措施并没有奏
效，严惩的同时，犯罪率继续攀升。二是“社会非组织化假说”（ＳｏｃｉａｌＤｉｓ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认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间，基层社区的组
织瓦解而且人口异质化（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加强，新的社会组织有待完善，人们的行
为规范和社会监督机制也处于模糊和混乱状态，婚姻和家庭的稳定性下降，通

常人们认为这一切都会导致犯罪率升高。有一些调查证明黑人女性户主数量

的增加与黑人犯罪率呈负相关，但是人们仍在质疑这一假说的解释力。三是

“经济压力假说”（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ｒｅｓ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美国的社会财富极大增长，但
因为不同人群所得到的财富配额却是不相同的，不同族群成员所能够得到的合

法发展机会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受到社会歧视的族群成员就有可能通过非法手

段来争取自身利益，这一观点是目前美国学术界的主流（Ｅｌｌｉｓｏｎ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ｎ，

１９９９：３６９—３７０）。

（八）自我认定的社会阶级

除了这些可以进行客观统计计算的教育、行业、职业、收入等指标之外，有

的研究者使用“主观自我认定的社会阶级”作为衡量社会分层的指标之一。根

据美国罗得岛州１９６７、１９６８、１９６９年的三次抽样户访调查数据①，美国社会学家

科普林和格德沙尔德在１９７８年发表了他们共同的研究成果，介绍了他们对几
个族群的成员进行“自我认定”调查的结果（表８１２）。在调查中，他们发现犹太
人特别是３５—４４岁年龄组的犹太人自我感觉特别良好，这个年龄组被调查的
犹太人中有９４％认为自己是上等或中等阶级②；而自我感觉最差的是４５—６４
岁年龄组的葡萄牙裔居民，只有２７％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属于上等或中等阶级
（参见马戎编，１９９７：１８７）。当然这些人的自我认定是有一定“物质基础”的，在

①
② 这一自我认定是有客观基础的，美国犹太人的家庭收入是各种族中最高的，高出平均水平的

７２％，而且在上学年数相同的情况下，犹太人的收入也要高于其他族群，因为“犹太人不仅受到更多的教
育，而且受到更好的教育，读的是高质量的大学，选的专业也多在博大精深的领域，如法学、医学和科学

等”（索威尔，１９９２：１２８）。

这次调查的有效总样本为３３４２户（ＫｏｂｒｉｎａｎｄＧｏｌｄｓｃｈｅｉｄｅｒ，１９７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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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岛的葡萄牙裔中有许多人是个体渔民，社会地位与收入都不高。这种“自

我认定”的调查结果对“族群分层”研究有时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可以帮

助我们判断被访者对未来发展的自我预期，确定他们对社会稳定有可能发挥的

作用。

表８１２ 美国按族群和年龄分类自认为是上层或中层阶级者的比例（％）

总计

全部年龄组 ６０岁及以上 ４５—６４岁 ３５—４４岁 ２５—３４岁

５４．７ ５５．１ ５３．０ ５４．５ ５７．８
新教徒 ６３．０ ６９．６ ５７．５ ６６．３ ６１．４
犹太教徒 ８７．８ ８５．７ ８６．２ ９４．１ ８５．７
天主教徒 ４９．５ ４５．１ ４８．６ ４８．６ ５５．０
法裔加拿大人 ４３．０ ３６．１ ４０．８ ４７．２ ５０．５
爱尔兰裔 ６２．３ ７１．０ ５６．２ ５９．７ ６６．７
意大利裔 ５０．６ ４１．３ ５０．７ ４６．６ ６４．０
葡萄牙裔 ３７．２ ４１．２ ２７．３ ４０．５ ４５．５
资料来源：马戎编，１９９７：１８７。

以上有关“族群分层”方面的这些分析主要是来自美国社会学家对美国族

群的分析，他们的这些思路、指标和比较方法可以为我们进行相关分析时提供

借鉴。除了在族群之间存在这些方面的绝对数字或相对差距之外，更重要的

是，我们需要分析造成这些差距的原因。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少数族群收入
明显提高，这种收入的提高就近期看，是与美国政府在就业和分配中采取反对

种族歧视政策、实施针对少数族群的福利政策等等紧密相关，从远期效果看，也

与美国政府重视与支持少数族群的平等教育分不开。当然，美国社会的整体发

展和经济波动都会直接影响少数族群在各个时期的就业和收入。对这些方面

的因素以及它给对少数族群收入造成的影响程度，我们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开

展系统、深入的调查和分析。

在看到以上这些反映美国族群分层的数据之后，美国各族群之间的结构性

差异会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同时也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三分之

一的黑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２８％的西班牙语裔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只有
十分之一的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同时黑人平均收入只是白人的６０％，西班
牙语裔的平均收入只是白人的５８％，在同一个社会中具有这样明显悬殊的“分
层”差异，而且黑人和西班牙语裔的总人数达到相当的规模（占美国人口的１０％
以上），那么为什么美国的种族、族群矛盾没有构成严重的社会冲突，没有威胁

国家统一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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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面对美国黑人和西班牙语裔这两个群体分别进行讨论。

黑人与白人种族的冲突由来已久，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曾经爆发过全国性
的种族暴乱，但是在美国除了土著印第安人有自己的“保留地”之外，其他所有

族群都是外来移民而没有自己传统的“领土”。所以即使发生种族冲突也不可

能有族群提出建立“独立国家”的要求。同时，由于美国政府采用许多政策来缓

和种族关系，《民权法案》及其推行有力地保障了黑人群体的许多基本权益，所

以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黑人的社会与经济地位得到了显著改善。１９５０—

１９９５年期间，白人家庭平均收入增加了１２．３倍，黑人增加了１３．９倍。１９５９—

１９９２年期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黑人家庭比例从５５％下降到３２．７％，同期白
人的相应比例从１８．１％下降到１１．３％。明显而迅速的地位改善，提高了黑人
群体对社会和政府的满意度以及对于自身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期。同时少数黑

人演艺明星、体育明星的高收入也为黑人青少年自我发展提供了榜样，使他们

看到了一种发展机会。这可能是解释黑人目前政治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西班牙语裔的整体平均收入甚至低于黑人，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西

班牙语裔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近３０年里通过陆地边境进入美国从事农业季节
性工作的新移民，这些农民背景的新移民对于迁入国的预期是与美国本地人的

要求不同的。近年来美国每年接受合法移民有９０万人，每年大约抓获非法进
入美国的“偷渡者”约１００万人，另外还有２０万非法移民没有被抓获而留居美
国等待“大赦”。在来到美国的合法和非法移民中，墨西哥人占主体。由于墨西

哥与美国有着很长的陆地边境线，拉丁美洲其他西班牙语国家的合法与非法移

民也主要经由墨西哥来到美国。尽管在美国社会里这些新移民的社会与经济

地位很低，但是他们在美国的工作机会与收入水平、享受到的基础设施和社会

福利远远优于他们原来生活的国家。特别是那些数量巨大的非法移民，他们最

怕的就是被移民局发现及遣送回国，哪里还敢公开抱怨自己的收入低于美国白

人。

从美国政府统计的选民登记与投票登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西班牙语裔在

政治上的消极态度。１９８０年美国有资格投票的白人中７０．８％进行了登记，

６３．１％投了票，黑人中有６１．７％登了记，５２％投了票，而去登记的西班牙语裔只
有５３．６％，投票的只有４４．１％（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２３２）。这也间接说明
美国少数族裔对通过投票选举来改善自身地位的做法缺乏热情。各个族群政

治参与的不同程度也反映出各族群具有的不同社会地位与社会影响力。

作为最有吸引力的移民国家和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的美国，它的种

族、族群分层中尽管族群差别显著，但是新老移民都不愿意离开这个国家，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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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美国的族群关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也成为我们认识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

视角。

二、马来西亚的族群分层

也有一些学者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开展了与“族群分层”相关的调查研

究，但是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数量十分有限。因为许多国家的政府并不希望本国

族群的社会分层状况以数据形式明确地公布出来，从而成为社会和国际舆论的

关注话题，所以宁愿让其“模糊化”，甚至有时对各族群人口的统计都持消极态

度，如日本只是近年才公布阿伊努人的人口数字。政府的这种态度自然会对这

些国家的族群分层研究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马来西亚是二战之后在原来英国殖民地基础上建立的新国家。在殖民者

统治时期，当时马来半岛橡胶园和矿山的西方经营者从中国南方几省引进了大

量华人劳工，以至在１９４１年华人人数超过了本地的马来人。这样的人口比例
以及华人在当地经济活动中占有的地位，使得自独立之日起，马来人和华人之

间的族群关系一直是这个国家最核心和最敏感的政治问题。由于当时华人抗

日游击队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联系，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的势力扩展到马

来亚，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大力支持当地马来人掌握政权，排斥华人。为什么

当马来亚独立建国后，始终牢牢把持着政府领导地位的马来人要对华人采取了

各种限制与防范政策？除了西方国家的影响之外，这些政策与马来西亚各族群

的结构性特征与分层差异有什么联系？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介绍寻找一些可

供分析研究的线索。

２０００年陈志明教授（ＴａｎＣｈｅｅｂｅｎｇ）与他人合编出版了《马来西亚的华人》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一书，书中使用西方社会学
研究族群分层的方法，分析了马来西亚华人的结构特征。为了与美国的资料进

行比较，我们选择该书部分内容进行介绍，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对在原殖民地基

础上建立的这类多族群国家的族群分层及其特点增加一些了解。

（一）城市化

从表８１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马来西亚各个族群人口在城乡的分布情况及
其比例，虽然华人只占全国总人口的２７．５％，但却占城镇人口的４０．８％，仅少
于该国主体族群马来人（４３％），华人在城镇社会和经济中所具有的影响无疑是
引人注目的。同时由于华人仅占乡村人口的１３．６％，因此他们在农村经济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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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和地方选举中的发言权也会受到限制。

表８１３ 马来西亚各族群的城乡分布（１９９１）

族群 城镇 乡村 总人口中比例％
所有土著人 ４７．４ ７５．８ ６１．３
马来人 ４３．０ ５８．７ ５０．７
其他土著人 ４．４ １７．１ １０．６

华人 ４０．８ １３．６ ２７．５
印度人 ９．８ ５．８ ７．８
其他族群 ２．１ ４．８ ３．４
总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ＣｈａｎＫｏｋＥｎｇａｎｄＴｅｙＮａｉＰｅｎｇ，２０００：７８．

（二）行业结构

行业分布可以说明一个族群在社会经济互动中扮演的角色，表８１４介绍了

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９５年期间马来西亚各主要族群就业人口在行业结构上的变迁。可
以清楚地看出，在二战后这近４０年的重要历史时期内，在农业、采矿业、制造
业、公共事业（电力等）这几个行业中华人所占比例明显下降，在建筑、运输、商

业、金融保险等行业华人比例虽略有下降，但仍然保持着较高比例。在政府部

门华人就业的比重在５０年代一度很低，仅为１０．８％①，而当时华人在总人口中

的比例为３７．２％，这说明战后马来亚政府对华人担任政府官员明显排斥。在

１９９５年华人在政府部门的就业比例增加到２５．５％，接近该年华人在总人口中
的比例（２７．３％）。
与华人相比较，１９５７年马来人的就业主要集中在农业和政府部门，在随后

４０年期间，随着政府推行扶助马来人就业的各项政策，马来人在采矿业、制造
业、公共事业部门、商业餐饮业、金融保险业等重要经济部门的就业比例显著上

升。除建筑业外，印度裔在各部门中的比例均有所降低。在１９５７—１９９５年期
间，马来西亚华裔人口增加了２．４倍，印度裔人口增加了２．３倍，而马来人人口
增加了４．４倍。所以在各行业就业人员中华人和印度裔的比例下降与这两个

① 在１９４１年，华人在马来亚总人口中的比例曾经达到４３％，当时超过了本地的马来人（４１％），后
来随着日本占领军的屠杀和人口外迁，１９４７年华人总人口从２３６．５万减少到１８８．５万，在总人口中的比
例也随之降到３８．４％。１９５７年华人人口恢复到２３３．４万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仍保持在３７．２％。２０００
年马来西亚华人总人口达到５６０万人，但因马来人的高生育率，华人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降为２６％
（ＰａｎｇＨｏｏｉＥｎｇ，２０００：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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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也有关系。

表８１４ 马来西亚各族群就业人员的行业结构（１９５７—１９９５）

就业部门
马来人 华人

１９５７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１９５７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农林牧渔业 ６０．２ ６７．６ ６７．９ ７６．４ ７６．１ ２４．９ ２１．４ ２０．３ １６．１ １６．５
采矿业 １７．２ ２４．７ ３１．１ ４８．７ ５１．２ ６９．０ ６５．９ ５７．８ ３８．５ ３９．０
制造业 ２０．０ ２８．８ ４２．６ ５０．３ ５３．９ ７２．６ ６５．５ ４５．５ ３６．９ ３３．３
建筑业 ３２．４ ２１．８ ３１．５ ４３．１ ４４．２ ４８．５ ７１．８ ６０．２ ４９．９ ４８．７
电力、煤气、供水 ３３．３ ４７．１ ５０．０ ６９．６ ７０．８ ２５．０ １７．６ １６．７ １３．０ １２．５
运输、仓储、通讯 ３６．０ ４２．９ ４１．８ ５４．４ ５５．４ ３８．７ ３９．５ ４４．０ ３２．６ ３１．０
批发零售商业、旅店、餐饮业 １６．４ ２２．７ ２９．９ ３８．３ ４１．０ ６５．１ ６６．９ ６１．２ ５４．０ ５１．６
金融、保险、物业、公共汽车 １６．４ ３１．６ ３７．５ ４１．１ ４２．５ ６５．０ ５２．６ ５０．０ ４７．６ ４６．５
政府部门 ５２．７ ６９．４ ７７．９ ６５．９ ６５．３ １０．８ １１．８ １０．４ ２５．３ ２５．５
其他服务业 ２６．７ ３７．９ ４８．１ ６６．９ ６７．１ ５１．９ ４７．１ ３９．６ ２４．５ ２４．８
总计 ４４．８ ５２．４ ５３．６ ５７．８ ５７．８ ３７．５ ３６．２ ３５．０ ３３．０ ３３．


０

印度人 其他族群 合计

１９５７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０ １９９５ １９５７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１９５７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１４．３ １０．１ １１．０ ６．７ ６．６ 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８ ０．８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１２．１ ８．２ １１．１ １０．３ ７．３ １．７ １．２ ０．０ ２．６ ２．４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７．４ ５．３ １１．４ １２．２ １２．４ ０．７ ０．４ ０．５ ０．６ ０．５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１７．６ ６．４ ７．２ ６．１ ６．２ １．５ ０．０ ０．６ ０．９ ０．９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３３．３ ２９．４ １６．７ １７．４ １６．７ ８．３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２１．３ １６．８ １３．５ １２．６ １３．３ ４．０ ０．８ ０．７ ０．７ ０．３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８．４ １０．０ ６．９ ６．５ ６．５ １．５ ０．４ ０．５ ０．８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１６．９ １３．２ １２．５ １０．４ １０．３ １．７ ２．６ １．４ １．３ １．１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１４．４ １４．６ １０．９ ８．１ ８．８ ８．８ １８．０ ４．２ ０．６ ０．７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１７．６ １４．０ １１．４ ８．０ ７．７ ３．７ １．０ ０．７ ０．５ ０．４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１４．８ １０．５ １０．７ ８．５ ８．７ ２．６ ０．９ ０．７ ０．８ ０．７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ＰａｎｇＨｏｏｉＥｎｇ，２０００：１０５．

（三）职业结构

表８１５介绍的是马来西亚各族群劳动力的职业结构。首先，我们需要记住
在此期间华人劳动力总数在全国劳动力总数中的比例从３５．７％下降至２９．２％
这个因素①，这使得即使华人族群内部职业结构不变，华人在各个职业中所占的

比例也会以相应幅度下降。

① 我们注意到在这两张表中各年华人就业总人数和在马来西亚全国就业人口中的比例是不一致
的，如在１９５７年行业统计中是３７．５％，在职业统计中是３５．７％，可能是统计误差。

２５６
民族社会学



表８１５ 马来西亚各族群就业人员的职业结构（１９５７—２０００）

职业
马来人 华人

１９５７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１９５７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专业技术人员 ４１．０ ４５．８ ５５．０ ６０．５ ６６．５ ３８．１ ３９．０ ３３．６ ２９．１ ２４．０
教师、医护人员 ４９．２ ５３．３ ５９．７ ６８．５ ７５．４ ３６．０ ２３．５ ３１．２ ２４．６ １７．３
行政人员、管理人员 １７．５ ２３．２ ２５．９ ２８．７ ４２．２ ６２．３ ６５．０ ６４．２ ６２．２ ４７．８
办事人员 ２７．１ ３５．７ ５０．４ ５２．４ ６２．２ ４６．２ ４８．１ ３８．８ ３８．６ ３０．０
商业人员 １５．９ ２２．８ ２９．２ ２９．９ ４５．０ ６６．１ ６６．４ ６２．５ ５８．４ ４５．０
服务业人员 ３９．７ ４５．８ ５６．９ ５７．８ ６１．７ ３３．３ ３９．１ ２９．０ ２６．８ ２０．２
农业劳动者 ６２．１ ６８．９ ６９．９ ６９．１ ６１．８ ２４．３ ２１．０ １８．３ １３．８ １１．６
生产工人 ２３．７ ３４．０ ４１．８ ４３．６ ４５．５ ５５．７ ５４．９ ４６．１ ３９．６ ３５．８
总计 ４７．３ ５２．４ ５２．９ ５２．９ ５４．４ ３５．７ ３６．２ ３４．８ ３２．５ ２９．


２

职业
印度人 合计

１９５７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１９５７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专业技术人员 １１．０ １２．６ ９．９ ７．７ ７．２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教师、医护人员 ８．９ １０．５ ８．３ ６．４ ６．８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行政、管理人员 １２．３ ７．６ ６．３ ４．０ ５．９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办事人员 １９．９ １４．８ １０．０ ８．６ ６．７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商业人员 １６．８ １０．５ ７．９ ６．８ ６．０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服务业人员 １２．８ １３．０ １１．６ ９．５ ７．９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农业劳动者 １．３ ０．８ １０．９ ７．３ ７．７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生产工人 １９．７ １０．９ １１．８ １０．８ １０．３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总计 １４．５ １０．５ １０．６ ８．５ ８．２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ＰａｎｇＨｏｏｉＥｎｇ，２０００：１０９．

通过具体分析表中的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１９５７—２０００年期间华
人在全国专业技术人员中的比例是持续下降的；虽然在７０年代教师—医护人
员中华人的比例略有上升，但之后又降了下来。对照表８１２和表８１３，我们可
以看出不同的统计指标反映出社会就业结构的不同方面。在职业统计中，政府

官员和企业经理人员是放在一个指标里进行统计，所以单从职业统计中我们完

全看不出华人在政府中影响力的下降，而这个问题从行业指标（政府部门就业

人员）中则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分析１９５７—２０００年期间各职业中华人比例的变化，可以看到在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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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专业技术人员下降３８％，教师—医护人员下降５２％，行政—管理人员下降

２３．３％，办事人员下降３５．１％，商业人员下降３２％，服务业人员下降４０％，农业
劳动者下降５２．３％，生产工人下降３５．７％。相比之下，农民和教师—医护人员
这两个职业下降得最明显。马来西亚政府限制华人拥有土地，它对华人学校的

限制措施使得许多马来西亚华人去新加坡读书，在这种政策下，华人农民和教

师大幅度减少也是十分自然的。

（四）收入

表８１６是１９７０—１９９７年期间马来西亚各族群家庭月收入的统计数字。直
至１９８７年，“其他族群”的月收入仍高于华人，但自１９９０年以后，作为一个族群
的收入华人便列为榜首。由于马来人传统上是以农业为主，所以它的族群平均

收入偏低。尽管近几十年来在其他职业就业的马来人逐渐增加，但作为一个族

群的平均收入，马来人始终低于全体的平均值。从这张表中也可看出，在这３０
年里，除了“其他族群”以外的各个族群收入基本上保持了持续和明显的增长趋

势，华人收入增长了９．５倍，马来人收入增长了１１．８倍，这两个主要族群的收
入变化显示出马来西亚经济在这个时期的高速增长。

表８１６ 马来西亚各族群的家庭月收入（１９７０—１９９７）（单位：马来亚元）

族群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７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７
马来人 均 值 １７２ ４９２ ８５２ ８６８ ９４０ １６０４ ２０３８

中位数 １２０ ３２７ ５８１ ６１２ — — —

华人 均 值 ３９４ ９３８ １５０２ １４３０ １６３１ ２８９０ ３７３７
中位数 ２６８ ６２０ １０２４ １０２１ — — —

印度人 均 值 ３０４ ７５６ １０９４ １０８９ １２０９ ２１４０ ２８９６
中位数 １９４ ５２１ ７７０ ７９９ — — —

其他族群 均 值 ８１３ １９０４ ２４５４ ２８８６ １１０５ １７４４ ２６２５
中位数 ２５０ ５５０ １１４５ ６７２ — — —

全体 均 值 ２６４ ６９３ １０９５ １０７４ １１６９ ２００８ ２６０７
中位数 １６６ ４３６ ７２３ ７３８ — １３４６ １６８２

资料来源：ＰａｎｇＨｏｏｉＥｎｇ，２０００：１１２．

另外，这本书还介绍了各族群收入的“相差率”（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ｒａｔｉｏ），即收入均值
和中位数之间比值以及股份有限公司中华人资本占有额等情况，通过这些数据

我们可以分析各个族群在马来西亚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利益分配中所

得到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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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看似枯燥的数字清晰地描绘出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中各族群的结

构性差异及其演变，为我们理解这个国家中各个族群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关

系以及影响这些关系的深层次经济因素而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背景资料。当然，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个国家族群政策的由来与演变，为了分析各种内外因素对于

族群关系所带来的错综复杂的影响，我们还必须对这个国家的历史、政治体制、

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外交关系等各个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系统的观察与

分析。族群分层的量化分析仅仅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该国族群关系的结

构性背景框架。

三、苏联解体之前的族群结构差异

在正式解体之前，苏联长期是由许多民族、族群共同组成的一个政治实体。

历史上沙皇俄国凭靠武力侵略扩张，在短短３００年里把俄国领土面积从２８０万
平方公里扩展到２２４０万平方公里，增加了８倍，所统治的人口数量从６５０万扩
充到１．２８２亿，增加了２０倍。沙皇占领的土地西到波罗的海，东到西伯利亚，
南到黑海和高加索，北临北冰洋，世世代代居住在这大片土地上的２００多个大
小族群先后都被置于沙皇俄国的统治之下。由于沙皇政权对这些新占领土地

上居住的各族民众实施残暴的统治与镇压，俄国也被称为“各族人民的监狱”。

在列宁时代建立的苏维埃联盟，其政治目标是要建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在族群关系上则长期推行列宁提出的“帮助落后民族发展”的方针。列宁认为，

惟有对大民族采取“不平等”的政策，才能帮助落后民族在一段时间内赶上大民

族的发展水平，从法律上平等过渡到事实上的平等，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族的

完全融合。经过７０年的发展过程，人们自然十分关心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希
望了解苏联各族群之间原有的结构性差异是否缩小，而且特别希望知道，假如

沙皇时代留下的结构性差异的确实质性地缩小了，那么，这一变化对于苏联的

族群关系带来了什么影响？是否有效地促进了族群之间的融合？１９９１年的苏
联解体，与苏联的“族群分层”结构与发展趋势之间是否存在重要的相关关系？

对于以上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自１９４９年建国
以来，中国在与“民族问题”有关的理论、政策和制度设置上都受到苏联很大的

影响，处理族群问题的许多基本思路、制度和政策都与前苏联情况十分相似。

在本章中，我们不讨论这些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也不探讨导致苏联解体的各

种原因，主要是借助有关文献中可以得到的一些数据，来了解苏联时期各族群

之间结构性差异的变化，同时希望能够回答一个基础性问题：在苏联时期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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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之间是否在事实上变得更加平等了？

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能够得到的关于苏联族群分层的数据很少，甚至有些

资料来源于西方国家的出版物。从“冷战”时代开始，西方学者就十分关心苏联

的族群关系，而且也试图对各个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异进行分析。１９８６年出版
的由美国学者康奎斯特主编的《最后的帝国》一书，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组

织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编写的一部研究苏联民族问题的专集。在这本书中，美

国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格特鲁德·施罗德专门分析了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

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和这些指标所反映出来的族群差异。

苏联在族群问题上确立的目标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建成“苏联人民新的

历史共同体”。根据下列表中的数据显示，经过苏联时代计划经济的长期建设，

各族群之间的差异确实明显减小，但直至苏联解体之前，在各个加盟共和国之

间依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族群结构性差异。导致苏联最后解体的各种国内外

因素很多，但是各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以及联盟资源分配上的不平衡，很可

能也是产生离心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下面我们对教育、行业、城市化、收

入与消费等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教育

教育水平是衡量人口素质最重要的指标。在１９５９年，苏联城市就业人口
当中初中毕业生的比例在全苏联为２６．１％（表８１７），在各加盟共和国中最高的
百分数（４５．８％）和最低的（２３．３％）之间的差距为２２．５％，１９７９年最高的百分
数（８０．５％）和最低的百分数（５５．５％）之间的差距为２５％。在农村就业人口中，

１９５９年这个指标的最高百分数（１８．６％）和最低的百分数（４．５％）之间的差距为

１４．１％，而到了１９７９年最高百分数（６１．８％）和最低的百分数（２９．３％）之间的
差距为３２．５％。所以在１９５９—１９７９年这２０年期间，各加盟共和国的教育事业
都得到迅速的发展，但是各族群之间的差距仍然拉大了。

表中还给出了１９７０年加盟共和国整体与各“命名族群”统计数字的比较，
在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城市）、摩尔达维亚、土库曼这５个加盟共和国的
总人口教育指标高于本国“命名民族”的指标，这说明非命名民族的平均教育水

平高于本地“命名民族”，而且非命名民族可能主要是俄罗斯人。而在其他加盟

共和国中，总人口教育水平低于“命名民族”，这说明在这些共和国里，教育资源

的分配多多少少向“命名民族”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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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１７ 苏联就业人口中中学毕业生所占比例（％）

城市 农村

全部人口 命名族群 全部人口 命名族群

１９５９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９ １９７０ １９５９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９ １９７０

全苏联 ２６．１ ４２．９ ６１．８ — ９．５ ２０．１ ３９．９ —

俄罗斯联邦 ２４．８ ４０．１ ５８．７ ４０．０ ９．７ １８．１ ３４．２ １８．４
乌克兰 ２８．２ ４９．０ ６７．７ ４６．６ ８．２ １９．６ ３８．５ １９．４
白俄罗斯 ２８．４ ４７．９ ６７．７ ４２．９ ７．３ １６．７ ３３．４ １６．０
乌孜别克 ２８．５ ４６．１ ６７．３ ４７．３ １１．３ ３０．２ ６１．８ ３０．４
哈萨克 ２３．３ ３９．４ ６０．１ ４８．８ １５．８ ２４．４ ４７．０ ２９．７
格鲁吉亚 ４５．８ ６５．６ ８０．５ ７６．１ １８．６ ３５．９ ５５．７ ３９．３
阿塞拜疆 ３１．７ ５１．６ ６８．８ ５３．１ １２．３ ２７．６ ５０．９ ２７．５
立陶宛 ２４．３ ３７．３ ５５．５ ３５．７ ４．５ １１．２ ２９．３ １１．２
摩尔达维亚 ２６．５ ４３．５ ６４．７ ３２．２ ４．９ １１．９ ３２．６ １０．６
拉脱维亚 ２９．８ ４４．０ ６０．３ ４４．０ ９．３ １８．３ ３４．４ ２０．２
吉尔吉斯 ２７．７ ４３．８ ６５．１ ５５．０ １２．２ ２７．１ ５３．６ ２９．２
塔吉克 ２５．４ ４０．３ ６０．１ ３９．４ ８．５ ２２．９ ４８．４ ２２．４
亚美尼亚 ３８．４ ５６．３ ７３．０ ５６．７ １４．８ ２６．５ ５９．８ ２７．４
土库曼 ２５．０ ４０．１ ５９．７ ３７．４ １０．１ ２５．８ ５４．３ ２５．６
爱沙尼亚 ２９．３ ４２．１ ５８．３ ４３．０ １０．４ ２０．８ ３５．３ ２０．１

 应理解为初中毕业生。
 即以该民族命名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

资料来源：康奎斯特，１９９３：１６３。

表８１８介绍了１９８９年即苏联解体前夕１１个加盟共和国的教育发展情况。
以１５岁以上居民中得到中学教育的比例为指标，应当说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
差距并不大，基本上保持在６６．２％到７８．１％之间，最低百分比是最高百分比的

８４．８％。如以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为指标，差距则比较明显，百分比在７．５％到

１５．１％之间，最低百分比是最高百分比的４９．７％，不到它的一半。越是在高等
教育方面，各族之间的差距就越显著。这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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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１８ １９８９年苏联１１个加盟共和国教育发展情况

中等院校 高等院校 １５岁以上居民中

所（个） 在校生（万） 所（个） 在校生（万） 受中等教育％ 受高等教育％
乌克兰 ７３８ ７７．６６ １４７ ８８．８８ ６９．０ １０．４
白俄罗斯 １４５ １４．７１ ３３ １８．９４ ６６．２ １０．８
摩尔达维亚 ５１ ５．１２ ９ ５．５５ ６６．８ ８．７
阿塞拜疆 ７８ ６．１２ １６ ９．９７ ７７．３ １０．５
亚美尼亚 ６９ ４．６９ １３ ６．５３ ７６．３ １３．８
哈萨克 ２２４ ２５．５４ ５５ ２８．５６ ７３．９ ９．９
乌孜别克 ２４４ ２７．７３ ４４ ３３．１６ ７７．５ ９．２
吉尔吉斯 ４８ ４．６０ ９ ５．９３ ７４．８ ９．４
塔吉克 ４２ ４．１７ １０ ６．５６ ７６．２ ７．５
土库曼 ３８ ３．５０ ９ ４．２０ ７８．１ ８．３
格鲁吉亚 ８８ ４．４１ １９ ９．３１ ７２．６ １５．１
资料来源：吴楚克，２００２：２７。

（二）行业结构与城市化

表８１９中介绍了各加盟共和国的人均ＧＤＰ增长率和人均工业产值增长
率，这个增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联盟政府对各加盟共和国的投资倾斜。

投资数额越大、投资增加越快，该共和国的ＧＤＰ和工业产值也就增长得越快。
“１９５１—１９８０年，人均投资额在外高加索和中亚诸共和国增加了１—２．５倍，在
俄罗斯增加了２．５倍，而在最发达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则增加了５—７倍”
（康奎斯特，１９９３：１６７）。在计划经济下，苏联的联盟政府对所属欧洲部分进行
了重点投资，致使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和阿塞拜疆的增长率最低，各加盟共和国

的经济增长速度与重点投资数额之间始终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由于中亚各国

的工业基础薄弱，投资数量不大即可造成较高的工业产值增长率，在２０世纪

６０—８０年代中亚各国工业产值增长率较低，这说明联盟政府的工业布局是明显
倾向于欧洲部分的，而这种布局对于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无疑有着重要的影

响。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各国人口的城市化水平高低不一，１９８１年的城市人口
比重最高达到７１％，最低为３４％。而且在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８１年的这２２年里，有的
加盟共和国城市人口增长很快（如白俄罗斯增加了２６％），有的很慢（如塔吉克
仅增长了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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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１９ 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１９６０—１９８０
人均ＧＤＰ
增长率

１９６０—１９８０
人均工业

产值增长率

１９７５
就业人口中

农业劳动力％

１９８０
人均国民收入

（苏联＝１００）

１９５９
城市人口占

总人口％

１９８１
城市人口占

总人口％

全苏联 ４．９ ６．１ ２８ １００ ４８ ６３
俄罗斯联邦 ５．２ ６．０ ２２ １１６ ５２ ７１
乌克兰 ４．５ ６．１ ３６ ９０ ４６ ６３
白俄罗斯 ６．６ ９．２ ３８ １１１ ３１ ５７
乌孜别克 ３．３ ３．７ ４２ ５５ ３４ ４２
哈萨克 ４．０ ５．４ ３２ ７４ ４４ ５５
格鲁吉亚 ５．７ ６．４ ４１ ８８ ４２ ５２
阿塞拜疆 ３．７ ４．６ ４２ ７０ ４８ ５３
立陶宛 ５．３ ７．９ ４０ １００ ３９ ６３
摩尔达维亚 ５．１ ７．５ ５０ ８１ ２２ ４１
拉脱维亚 ４．８ ６．３ ２８ １３２ ５６ ６９
吉尔吉斯 ３．５ ６．５ ３８ ５６ ３４ ３９
塔吉克 ３．０ ４．０ ５５ ４７ ３３ ３４
亚美尼亚 ５．５ ６．４ ２８ ８６ ５０ ６６
土库曼 １．６ ３．４ ４５ ５６ ４６ ６８
爱沙尼亚 ５．１ ６．４ ２５ １３５ ５６ ７１
资料来源：康奎斯特，１９９３：１６６。

我们在查看表中各加盟共和国的人口城市化水平时，要注意在各共和国

内，当地族群居住相对集中在农村，而俄罗斯移民则比较集中地居住在城市，由

联盟政府投资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往往也伴随着俄罗斯移民。“在大多数共和

国中，农村人口中命名民族的比例占７０％—９０％。在中亚、哈萨克、摩尔达维亚
的城市中，命名民族明显占少数”。“１９７９年⋯⋯与城市化比重为７４．４％的俄
罗斯人相比，只有１９．６％的吉尔吉斯人居住在城市”（康奎斯特，１９９３：１５９）。
与城市化程度相关的另一个指标是农业劳动力在就业总人数中的比重，各

国的差距同样十分明显，从５５％到２２％，这表现了各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不同，
有的仍然是农业国，有的已经成为了工业国。

（三）消费水平

苏联时期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体制，联盟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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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和住房分配。我们从表８２０中可以看出各加盟共和国
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不是很大，１９７０年人均住房面积差距在８．２平方米到

１３．９平方米之间，最富裕的是波罗的海三国，无论是消费指数还是住房面积差
不多都属于最高的，中亚各国则相对最低。位于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自然资

源与生存环境最为恶劣，虽然生活水平在各国中属于最低的，但与其他国家相

比，差距并不特别悬殊。如果我们比较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差

距，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在消费水平方面的差距是比较小的，这主要是由于

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体制在分配上的统一协调所造成的。

表８２０ 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居民生活水平比较

人均消费指数（苏联＝１００）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平方米）人均储蓄存款（卢布）

１９６０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６０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６０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全苏联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８．８ １１．０ １３．０ ５１ １９２ ５８９
俄罗斯联邦 １０６．６ １０７．１ １０９．５ ８．６ １１．０ １３．２ ６１ ２１６ ６４４
乌克兰 ９４．３ ９６．６ ９１．７ ９．８ １１．９ １４．０ ４６ １９３ ６８５
白俄罗斯 ８４．４ ９５．０ ９８．９ ８．６ １０．７ １３．０ ３１ １６１ ６５８
乌孜别克 ８０．４ ７８．１ ７７．６ ７．８ ８．２ ９．３ ２３ ７８ ２１２
哈萨克 ９５．６ ９１．２ ９０．６ ７．９ ９．８ １１．６ ３２ １３８ ４０２
格鲁吉亚 ９５．４ ８８．９ ９３．４ ９．８ １２．２ １４．５ ５２ ２４７ ６８５
阿塞拜疆 ７４．４ ６９．４ ６７．７ ８．１ ９．３ ９．９ ３０ １０１ ２６８
立陶宛 １０９．９ １１８．４ １１５．９ ９．４ １１．３ １３．６ ３１ ２３６ ９２５
摩尔达维亚 ７２．６ ９０．８ ９７．０ ８．４ １０．１ １１．６ ２１ ９３ ６１０
拉脱维亚 １２７．３ １２６．３ １１４．９ １２．２ １３．９ １５．８ ５１ ２３９ ６７７
吉尔吉斯 ７４．７ ７６．１ ７２．７ ７．４ ８．８ １０．０ ３０ １０２ ２７４
塔吉克 ７０．５ ６６．７ ６２．１ ７．９ ８．８ ９．８ ２２ ８６ １９４
亚美尼亚 ８７．０ ８５．９ ８４．４ ７．９ ９．６ １０．９ ４４ ２４９ ６３７
土库曼 ８２．４ ８２．２ ７８．３ ８．４ ９．８ １０．５ ２８ ９６ ２５４
爱沙尼亚 １３０．２ １３２．９ １３１．１ １１．５ １３．７ １６．３ ５９ ２９５ ７５９
资料来源：康奎斯特，１９９３：１７２。

表８２１提供了区分城乡的人均住房数据以及各国的医疗条件。各国城市
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差别并不很大，农村居民的差别则十分显著，从８平方米
到２２平方米。因为宗教因素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国生育率水平和每户人
口规模存在着一定差异，这些方面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均住房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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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２１ 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人均住房和拥有医疗条件

人均住房（平方米） 万名居民拥有医务人员和病床

城市 农村 医生（人） 医务人员（人） 病床（张）

１９８９ １９８９ １９４０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９ １９８９
乌克兰 １６．３ ２０．４ ８．４ ４２．７ １５９．７ １３４．７
白俄罗斯 １５．１ ２２．１ ５．７ ３９．１ １５５．０ １３５．４
摩尔达维亚 １４．０ ２０．７ ４．２ ３９．３ １５８．１ １２６．９
阿塞拜疆 １２．１ １１．１ １０．０ ３８．７ １３８．０ ９９．９
亚美尼亚 １３．５ １６．９ ７．５ ３９．２ １４４．８ ９０．２
哈萨克 １４．４ １３．４ ４．３ ３８．７ １６２．５ １３５．６
乌孜别克 １２．１ １１．６ ４．７ ３４．７ １４３．８ １２３．１
吉尔吉斯 １２．０ １１．７ ３．８ ３５．１ １３９．１ １１９．３
塔吉克 １１．７ ８．０ ４．１ ２７．２ １０７．７ １０５．０
土库曼 １１．２ １０．４ ７．６ ３４．７ １２５．１ １１０．０
格鲁吉亚 １６．２ ２１．２ １３．３ ５６．７ １８３．２ １１０．０
俄罗斯 — — ８．２ ４６．３ — —

全苏联 — — ７．９ ４３．３ — —

资料来源：吴楚克，２００２：２６—２８。

医疗条件是反映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和人口健康情况的重要指标。从表中

我们可以看到各国之间在医疗条件方面确实仍然存在着差距，但是差距并不悬

殊。除了位于高原上的塔吉克之外，各国１９８７年万名居民拥有医生数和１９８９
年拥有医务人员（包括护士）人数水平大致相近，万名居民拥有病床数的差别也

不是很大，这也基本上反映了苏联计划经济、公费医疗体制的运行情况。

综上所述，经过苏联近７０年的经营，在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体制的运行
下，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教育、居民收入、医疗条件都得到了显著的发展

与改善，回顾沙皇时代各族之间的巨大差距，这些成绩应当充分予以肯定。但

是同时从以上数据中，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各族群之间在经济、教育和居民收入

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距，族群结构差异仍然是不可忽视的社会现

实。在对这些差距的具体分析中，我们看到在苏联解体之前的几十年内这些差

距在迅速缩小，而且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这些差距已经不再属于本质性的
差异。所以，尽管在过去和将来这些差距对于族群之间、已经独立的原各加盟

共和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很显然，族群之

间的结构性差距（即族群分层）并不是苏联解体的最重要原因。

１９９１年３月１７日在苏联对于“是否要保留苏联”这个问题的全民公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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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斯投赞成票的占７０％以上，在相对最不发达的阿塞拜疆
和中亚５国中投赞成票的在９０％以上，而倾向于苏联解体的波罗的海３国、摩
尔多瓦、格鲁吉亚等国政府则禁止民众参与公民投票（吴楚克，２００２：２１）。其中
波罗的海三国和摩尔多瓦都是在二战前的１９４０年被迫加入苏联的，这一历史
因素对其民众的态度会有一定影响。由此可见，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公有制的改

变导致苏联解体并激发民族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导致苏联解体。

四、人口普查资料反映的中国

各族群结构性差异

下面我们将主要讨论和分析当前中国各族群集团之间存在的结构性差异。

但是在进行这一分析时，我们面临资料严重缺乏的困难。首先，与美国等西方

国家的统计制度不同，我国政府统计部门每年公布的各项社会与经济统计数字

都以行政区划为单位，没有各个地区分族群的统计资料，同时我们所能获得的

以族群为对象的历史统计资料也很少，过去学术界开展的族群调查也很少搜集

系统的量化数据，惟一能够向研究者提供以族群为单元的系统统计数据是全国

人口普查。由于人口普查每１０年开展一次，普查表的内容也有限，所以人口普
查也仅能提供最基本、最宏观的反映中国族群人口结构分层的资料。

我们分析和讨论所使用的主要是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０年全国人口普查
结果和统计数字，通过对这些有限的数据的分析力图使我们对中国当前各个族

群的社会经济结构特征得到一个宏观的了解。这些族群间的结构性差异和特

征所反映出来的，实际上是各族群对于现代社会和经济生活的适应能力，这一

适应能力无疑会影响当前各族群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参与程度以及对

改革成果所能分享的程度，而这种参与程度和分享程度无疑会对当前和未来中

国族群关系带来重要影响。

由于我国公布的人口普查资料中以族群分类的统计指标很少，所以我们只

能利用现有的几个指标来进行最初步的考察。我们讨论的主要指标是：（１）人
口的教育水平；（２）劳动力的行业结构；（３）劳动力的职业结构；（４）人口的城
市化水平。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把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０年的数据与２０００年数据进行
比较，以分析在这一期间里所发生的变化，并讨论这些变化可能为我们判断中

国族群发展趋势和研究族群关系演变特点所提供的线索。

最后，我们也将结合近十几年来北京大学在少数族群地区进行社会调查所

得到的与族群分层有关的数据来进行局部地区族群结构性差异的讨论，以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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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全国性人口普查资料分析的补充。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各个地区在自然

环境、人口密度、族群构成、社会与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

此我们在对中国族群分层进行研究时，必须注意到这种区域性差异，对各个局

部地区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异需要进行具体的比较。如沿海地区汉族人口的

社会经济结构就与在西部边疆地区生活的汉族人口的社会经济结构之间存在

着显著差别。例如当我们研究西部某地区的族群分层时，我们应当使用当地汉

族的具体数据而不是全国汉族的整体性结构资料来与当地少数族群进行比较，

以避免在比较的对象确定方法上出现偏差。各省和各地区的人口普查资料和

其他统计资料在这方面可以提供部分数据，以帮助我们确定区域性人口和劳动

力的社会经济特征。但是最实用和最可靠的资料，还是调查者根据自己的研究

专题、自行设计有针对性的问卷并在实地调查中所得到的调查资料。

在我国公布的各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各族群的教育、

行业、职业以及城市化结构这４个方面的基本数据。由于有的族群在地理分布
上比较集中（如藏族），这些数据所反映出来的这些族群的结构性特征，与当地

的区域性社会特征（如高原、山区、边疆等地区的经济社会特征）密切相关。有

的族群不但人口规模大而且地理分布比较分散（如回族），这些整体性结构就很

难用来说明某个具体区域性的族群人口特征，因为同一个族群在不同地区居住

的各部分人口之间的差距可能会比较大，如居住在沿海大城市的回族与居住在

甘肃、宁夏的回族在教育结构、职业结构和收入结构方面就有着明显的差距。

所以全国性普查数据仅仅提供一个整体性的宏观图画，而无法勾画和表现各地

基层社区层次上的族群结构性差异。普通民众每日每时所感受到的，恰恰是以

周围人群为对象进行族群之间的比较，正是居民们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切身感

受，影响着当地的族群关系。所以当我们需要做一些细致的区域性研究时，就

要对省级和地区级的人口普查资料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与比较，或者在当地组织

户访问卷调查，以取得地方性的资料数据。

下面我们使用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０年全国普查资料来依次分析各族群
在教育、产业、职业、城市化水平这四个方面在全国层面上的宏观结构差异。

（一）教育

在现代社会中，接受正规学校教育是青少年进行系统学习和掌握知识和技

能、形成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实现社会化的不可替代的必经渠道，也是他们达

到就业年龄之后是否能够从事自己理想的工作、在个人事业上能否取得成功的

重要保证。一般而言，一个人所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他选择工作的范围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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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个人发展的机会就越多，也更容易迈上事业成功的台阶。而一个族群所

拥有的高学历人员越多，这个族群成员中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取得成功者的比

例也就越大，族群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也就越

大。美国的犹太人在总人口中比例并不高（约５８０万人，占总人口的２．３％）
（Ｚａｎｄｅｎ，１９８３：２６７），但是由于犹太人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所以整体的教育水
平明显高于其他族群，因此担任行政官员、法官、律师、大学教师的人数较多，从

而在美国的各级选举、社会事务甚至外交事务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这也是美

国长期向以色列提供强有力支持的主要原因。正因为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的重

要性，所以对于族群整体教育结构的分析通常是族群分层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

部分。

由于中国有５６个族群，如果我们对每个族群的数据都进行分析，相关表格
就会很大而且具体讨论也很琐碎，所以我们把一些包含５６个族群普查数据的
表格放在书后的附录５中，而本章中，我们选择一些人口规模较大的族群或者
变化较明显的族群来进行分析与讨论。

１．文盲率。在我国政府部门所公布的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当中，有些指标的
统计标准前后是不一致的，这就给研究者在进行比较分析时造成一定的困难。

例如关于文盲率的统计数字，１９８２年人口普查资料提供的是“１２岁及１２岁以
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的数字及比重”，同时也提供了６岁及以上人口的文盲数
字；１９９０年普查资料提供的是“１５岁及１５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的数字及
比重”，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资料提供的是“６岁及以上人口中‘未上过学’和‘扫盲
班’的数字”。

我们确切知道，我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教育事业得到显著的发展，年轻人比

年纪大的人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口群体的年龄结构不

变，而且那么统计标准选择的年龄越低，文盲率也就应当越低。这可以通过图

８２中来进行分析。图８２中的ＦＢＨ是一个人口金字塔，水平坐标线ＦＨ表示
人口规模，垂直坐标线ＢＧ表示年龄，ＦＢＧ这个三角形的面积表示男性人口，

ＢＧＨ表示女性人口，曲线ＡＢ和ＥＢ以上的部分分别表示男性和女性的文盲数
字，由于我们假设女性受教育机会少于男性，所以曲线ＡＢ以上部分的面积小于

ＥＢ以上部分的面积。三条横虚线表示三种统计文盲率的年龄标准线（６岁、１２
岁、１５岁）。从这个示意图来看，如统计标准选择的年龄为６岁，计算出来的文
盲率应当低于１２岁和１５岁。
但从实际统计数字的结果来看，并不一定如此。以蒙古族为例，１９８２年文

盲半文盲占１２岁及以上人口的百分比为２８．４６％，同年文盲半文盲占６岁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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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２ 文盲人口在总人口中分布示意图

上人口的百分比为２９．８１％。１９８２年在５５个少数族群中，只有畲族、土族、羌
族和门巴族这４个族群６岁以上人口文盲率低于１２岁人口文盲率。同时全国

６岁以上人口文盲率为３１．８８％，１２岁以上人口文盲率为３１．８７％，汉族６岁以
上人口文盲率为３１．０３％，１２岁以上文盲率为３１．１６％。根据以上数据至少可
以说明在１９７０—１９７６年期间（也就是１９８２年统计时的６—１２岁年龄组），汉族
的普及教育工作比大多数少数族群地区发展得要好一些。为了与２０００年同样
统计标准（６岁及以上人口）进行比较，也为了更准确表现１９８２年少数族群人口
的文盲情况，我们在表８２２中使用的是６岁及以上人口的文盲率。
表８２２中显示出，１９９０年普查以１５岁为标准统计的各族文盲率，都明显

低于１９８２年以６岁为标准统计的文盲率，这证明在此之前的一个时期内，全国
农村的基础教育普遍得到了较快发展。２０００年以６岁为标准统计的文盲率，其
数值大大低于１９９０年统计的文盲率，如果我们把降低统计年龄的因素考虑进
去，在两个年代进行比较时需要打一个折扣。

在表８２２中，我们选择了在２０００年人口达到１００万人的１８个少数族群作
为比较对象，考察在这３次人口普查中它们“文盲率”的变化。整体来说，自政
府１９８２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个族群的教育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其
中有些族群的文盲率降低得很快，如哈萨克族的文盲率在１８年里从２８％降低
到３．９％，下降的幅度为８６％。同期全国文盲率下降了３０％，在这１８个少数族
群中，有８个族群文盲率下降的幅度低于全国平均下降水平，１０个族群的文盲
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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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２２




中国一些主要族群“文盲率”的变化

１９８２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１９８２—２０００ １９８２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１９８２—２０００





壮族 ３３．７２２１．１７ ７．７ ２２．８ 侗族

 ４５．２６２８．５３ １２．１ ２６．７
满族 １８．４８１１．４１ ５．１ ２７．６ 瑶族

 ４８．１９２９．９２ １０．７ ２２．２
回族 ４２．３４３３．１１ １８．３ ４３．２ 朝鲜族

 １１．５４ ７．００ ３．３ ２８．６
苗族 ５９．６７４１．８５ ２０．５ ３４．４ 白族

 ４１．６２３０．１５ １２．３ ２９．６
维吾尔族 ４３．５７２６．５８ １１．６ ２６．６ 哈尼族

 ７１．２９６０．４５ ３３．０ ４６．３
彝族 ６３．１９４９．７１ ２６．０ ４１．１ 黎族

 ４５．６９２８．５１ １２．６ ２７．６
土家族 ３３．７０２５．２４ １１．２ ３３．２ 哈萨克族

 ２８．０６１２．３４ ３．９ １３．９
蒙古族 ２９．８１１７．８２ ７．９ ２６．５ 傣族

 ５７．６０４２．２１ １９．２ ３３．３
藏族 ７４．９６６９．３９ ４５．５ ６０．７ 汉族

 ３１．０３２１．５３ ９．０ ２９．０
布依族 ５６．４４４２．８１ ２０．３ ３６．０ 全国 ３１．８８２２．２１ ９．５ ２９．８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办公室，１９８５：２４４—２４５；１９９３ａ：３８０—４５９；２００２ａ：５６３—５６４。
 本栏的数字是２０００年文盲率为１９２８年文盲率的百分数，被１００减去，即为下降的幅

度。

在附录５中，我们提供了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结果中５６个族群的
“文盲率”和６岁以上人口中各级学校毕业生的百分比。在察看这些表时，我们
可以注意到在“文盲率”这个统计项目上，各个族群之间的差距相当明显。如

１９９０年１５岁及以上人口中的文盲率在１０％以下的有８个族群，同时有１７个族
群的文盲率在５０％以上，另外彝族的文盲率在４９．７％，也接近５０％。占全国总
人口９２％的汉族，文盲率为２１．５３％，居于各族的“中游”水平，略低于全国总人
口的文盲率（２２．２１％）。２０００年汉族６岁以上人口文盲率为９％，略低于全国
整体文盲率水平（９．５％）。就整体而言，汉族的受教育水平在５６个族群中并不
属于“先进”族群，但是在不同省份，由于当地汉族行业职业结构的差异可能导

致教育水平的差异。

２．各级学校毕业生比例。以目前中国社会的教育状况来看，受过大学本科
或专科教育的人可以被视为“知识阶层”。从６岁及以上人口中受过大学本科
或专科教育的比例中，我们可以分析在各族人口中这一“知识阶层”的相对比例

和绝对数字。附录５中的表１和表２表明，在１９９０年这一比例低于１％的有３３
个族群，高于或接近５％的只有６个族群，其余１７个族群的“知识阶层”只占其
人口的１％—５％。２０００年这一比例低于１％的只剩下１０个族群，高于５％的有

１１个族群。２０００年汉族的这一比例为３．９％，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３．８％），在

５６个族群中处于中等水平，但因其绝对规模超过１５００万人，所以在中国社会的
各项政治和经济活动中汉族的作用比较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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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年龄组中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大学、大专入学率）是衡量教育水平

的国际通用指标，它包括在世界银行的年度发展报告中。１９９３年全世界平均受
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为１８％，美国为８１％，而中国仅为４％（世界银行，１９９６：

２０２）。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发展高等教育的道路还很漫长，国民的整体素质
还是很低的。对于中国社会（无论是汉族和少数族群）来说，高等教育仍然处在

起步阶段。

中国高等教育这十几年来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全国高校连续多年扩大

招生规模，大学的年招生数从１９８０年的２８．１万增加到２００１年的２６８．３万人，
研究生招生数从１９８０年的３６１６人增加到２００１年的１６．５万（国家统计局，

２００３：６７４—６７５）。这样的发展速度也体现在１９８２—２０００年受高等教育人数比
例的变化上，从表８２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１９８２—２０００年期间，全国６岁以上人
口中大学生的比例增加了５．６倍，在人口超过百万的１８个族群中，大学生比例
增加了１０倍以上有５个族群，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也只有５个族群。

表８２３ 中国一些主要族群６




岁以上人口获“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比例

１９８２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１９８２—２０００ １９８２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１９８２—２０００





壮族 ０．２６ ０．６５ ２．０ ７．７ 侗族

 ０．２４ ０．７０ ２．１ ８．８
满族 ０．９４ １．９１ ４．８ ５．１ 瑶族

 ０．１７ ０．６０ １．９ １１．２
回族 ０．８０ １．７７ ４．１ ５．１ 朝鲜族

 ２．１８ ４．８２ ８．６ ３．９
苗族 ０．１４ ０．４６ １．４ １０．０ 白族

 ０．４８ １．２３ ２．９ ６．０
维吾尔族 ０．３９ １．１０ ２．７ ６．９ 哈尼族

 ０．０５ ０．２０ ０．７ １４．０
彝族 ０．１０ ０．３０ １．１ １１．０ 黎族

 ０．１９ ０．５６ １．３ ６．８
土家族 ０．１８ ０．８２ ２．３ １２．８ 哈萨克族

 ０．５６ １．５２ ４．１ ７．３
蒙古族 ０．９５ ２．１９ ５．２ ５．５ 傣族

 ０．１２ ０．３４ １．０ ８．３
藏族 ０．２４ ０．５２ １．３ ５．４ 汉族

 ０．６９ １．６３ ３．９ ５．７
布依族 ０．１６ ０．４５ １．３ ８．１ 全国 ０．６８ １．５８ ３．８ ５．６

 本栏的数字是２０００年为１９２８年数据的百分数，为上升的倍数。
１９８２年数字包括“大学毕业”和“大学肄业或在校”两项。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办公室，１９８５：２４０—２４３；１９９３ａ：３８０—４５９；２００２ａ：５６６—５６７。

“中专”教育是一个国家学校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国生产力发

展水平和就业系统结构密切相关，日本和德国的中专教育非常发达，有效地提

高了这两个国家产业的基本劳动力素质，体现了其教育体系的基本思路与发展

特点。传统上我国政府与普通民众比较重视大学教育和与大学衔接的高中教

育，特别是具有悠久“科举”传统的汉族，普遍重视文理科大学而轻视传授应用

性技能的中专。

２７１
第八章 族群集团之间的结构性差异



１９９０年我国６岁及以上人口中高中毕业人数与中专毕业人数的比例是

１∶０．２４，２０００年这一比例为１∶０．４，标志着我国中专教育的发展。这一发展也
体现在各少数族群当中。在大多数族群人口中，“普通高中”毕业生比例都明显

高于“中专”毕业生。１９９０年在藏族、普米族、门巴族、珞巴族、独龙族、怒族这６
个族群的人口中，“中专”毕业生比例高于“普通高中”毕业生比例。２０００年除了
这６个族群之外，另外８个族群（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基诺族、布依族、阿昌
族、水族、布朗族、傈僳族）的“中专”毕业生也高于“普通高中”毕业生，这１４个
族群中有３个集中居住于西藏自治区，９个集中居住于云南省，２个集中居住在
新疆西部地区，这一现象很可能反映出这些族群所在地区的教育结构特点，需

要给予特别关注。一方面我们注意到，这些族群都不是受汉族文化和“科举”观

念影响的族群，同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调查研究这种教育结构对这些族群的未

来发展所产生的各种影响。

（二）产业

产业结构是反映一个社会中各经济部门所占用劳动力的比例，农业、畜牧

业等通常被称为“第一产业”，是传统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制造业、建筑

业、运输业、采矿业等通常被称为“第二产业”，是近代工业化的产物；而商业、金

融保险、文化教育科研、卫生医疗和服务业等则通常被称为“第三产业”，自工业

化后期以来第三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如经济发达的美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
从事农业活动的劳动力仅占劳动力总数的１．８％，而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占
到劳动力总数的约７０％（何博传，１９８９：８０）。所以一个国家农业劳动力比例高
而第三产业劳动力比例低，可以大致作为这个国家经济不发达的标志。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产业”与“职业”的含义并不一致，在一个产业（如农

业）中，可能包含许多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员（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运输工人、

农民等）。而属于一个职业（如专业技术人员）的劳动者，可能分布在许多行业

（如农业、工业、运输业、商业、金融保险、服务业、医疗文教等）中工作。当产业

与职业之间比例相差悬殊时，通常反映出这些职业的“社会专业化”程度比较

低。如果在“工业”行业的人员中包括了大量的“商业人员”、“服务业人员”、“卫

生医疗人员”、“文化教育人员”，可以说明这些工业企业是一些相对独立于社会

服务部门的“小社会”，在本单位内部经营以自己职工为服务对象的商业、服务

业机构、学校、医院（马戎，１９８８：９０）。所以我们在分析各族群劳动力结构特征
时，既要理解二者之间的差别，同时也需要把行业和职业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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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来看看表８２４中各族群劳动力的产业结构。为节省篇幅，在这个
表中我们同样选取了２０００年人口超过百万的１８个少数族群和汉族，以避免对

５６个族群的全面分析。在我国的人口普查中，“行业”的统计分为１５大类，为了
简化起见，我们只讨论三个产业各自的比例，而不讨论各个具体行业。为了分

析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在表中包括了１９８２、

１９９０和２０００年三次普查的数据。

表８２４ 我国一些主要族群就业人口的行业结构变迁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１９８２—２０００

１９８２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１９８２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１９８２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一产变化

壮族 ９１．１ ８８．９ ８０．１ ４．１ ４．８ ９．９ ４．８ ６．３ ９．８ ８７．９
满族 ６１．７ ６８．１ ６６．０ ２５．０ １８．３ １６．３ １３．３ １３．６ １７．５ １０７．０
回族 ６１．８ ６２．３ ５９．６ ２５．２ ２１．８ １８．０ １３．０ １５．９ ２２．０ ９６．４
苗族 ９５．１ ９３．０ ８６．９ １．９ ２．７ ６．６ ３．０ ４．３ ６．４ ９１．４
维吾尔族 ８６．１ ８５．２ ８０．４ ６．３ ５．９ ６．７ ７．６ ８．９ １２．４ ９３．４
彝族 ９４．６ ９３．７ ９０．６ １．５ ２．５ ３．６ ３．９ ３．８ ５．７ ９５．８
土家族 ９３．０ ８９．１ ８０．２ ２．７ ４．４ ９．８ ４．３ ６．５ ９．９ ８６．２
蒙古族 ７４．４ ７１．９ ７１．１ ９．６ １０．６ １０．２ １６．０ １７．３ １８．４ ９５．０
藏族 ９０．９ ８６．７ ８６．４ ３．２ ３．４ ３．６ ５．９ ９．９ ９．９ ９５．０
布依族 ９４．５ ９３．１ ８７．８ ２．０ ２．７ ５．６ ３．５ ４．２ ６．５ ９２．９
侗族 ９３．５ ９０．４ ８１．７ ２．５ ３．８ ９．３ ４．０ ５．８ ８．９ ８７．４
瑶族 ９５．２ ９２．１ ８５．２ １．８ ４．６ ７．１ ３．０ ３．３ ７．５ ８９．５
朝鲜族 ５９．２ ５２．７ ４７．２ ２４．７ ２４．４ ２０．２ １６．１ ２２．４ ３２．０ ７９．７
白族 ８５．９ ８８．５ ７９．３ ７．８ ９．１ ８．８ ６．３ ７．９ １１．７ ９２．３
哈尼族 ９５．７ ９４．４ ９０．６ １．６ ３．６ ３．８ ２．７ ３．４ ５．５ ９４．７
黎族 ９４．０ ９１．８ ８８．８ １．８ ２．１ ３．１ ４．２ ６．１ ７．９ ９４．５
哈萨克族 ８２．６ ８２．５ ７７．９ ４．２ ４．２ ５．４ １３．２ １３．４ １６．４ ９４．３
傣族 ９５．２ ９３．５ ８９．１ １．６ ２．２ ３．２ ３．２ ４．３ ７．６ ９３．６
汉族 ７２．９ ７１．３ ６３．０ １８．４ １７．８ ２０．５ ８．７ １０．７ １６．３ ８６．４
全国 ７３．７ ７２．２ ６４．４ １７．７ １７．１ １９．５ ８．６ １０．７ １５．９ ９７．４
注：“第一产业”包括普查项目的“农林牧渔业”；

“第二产业”包括“制造、运输、建筑、采矿、勘探、电力”项目；

“第三产业”包括“商饮、服务、公共事业、文教卫生、科研、金融”和“国家机关”。
２０００年第一产业百分比占１９８２年第一产业百分比的比重，表示这个期间的变化。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１９８５：２４８—２５５；１９９３ａ：７５２—７６３；２００２ｂ：８１５—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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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注意到我国直到２０００年，全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总数的

６４．４％，所以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而作为全国人口绝
大多数的汉族，农业劳动力占总数的６３％。因此少数族群作为一个整体而言，
农业劳动力的比例略高于汉族。在人口较多的族群当中，只有１个族群（朝鲜
族）的农业劳动力比例低于５０％（４７．２％）。在２０００年，还有８个人口较少族群
的农业劳动力比例在５０％左右或以下（达斡尔族５３．３％、鄂温克族５７．３％、乌
孜别克族３４．７％、俄罗斯族２１．２％、鄂伦春族４０％、塔塔尔族３２．６％、赫哲族

３９．４％、高山族４０．４％，参见附录５中的第４表）。我们仔细分析这８个族群，４
个集中在东北的传统畜牧业和林业地区，３个集中在新疆地区，而且这８个族群
都具有较高的城市化水平。１９９０年我国有４１个族群的农业劳动力比例在

８０％以上，其中２０个族群的比例在９０％以上。相比之下，工业劳动力比例在

１５％以上的大族群只有朝鲜族和回族这两个族群，汉族、满族的比例为１４％。
另外４个人口较少族群（锡伯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高山族）的工业劳动力
比例在１５％之上。
对比表８２４中１９８２年和２０００年的产业人员比重，我们可以看到在这１８

个主要少数族群当中，在１９８２—２０００年期间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增加的只有
满族，其他族群均有程度不等的减少；第二产业比例减少的只有满族、回族和朝

鲜族，其他族群都有所增加；导致回族和满族劳动力中第二产业比重减少的原

因，可能主要是城市国有企业改革的结果。第三产业比例，除了藏族在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年没有变化之外，其他各族群均有明显的增加，有８个族群的第三产业比
例翻了一番，汉族的第三产业比例也增加了８７％，这充分地反映出近年来我国
各地区商业、服务业等产业的迅速发展。以上的粗略分析可以大致勾画出我国

各个族群劳动力的行业整体结构与近２０年来的变化。总的来说，中国大多数族
群目前仍然是以农业劳动者为主体，在今后一个很长的发展时期内，农业将一直

是中国经济中涉及就业人员最多的基础行业。与此同时，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中，我们也会密切注意今后在许多族群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人员比例的增长。

（三）职业

职业是指劳动者所从事的具体工作的性质，我国前几次人口普查统计把职

业分为８大类①，２０００年普查分为７大类，合并了“商业人员”和“服务业人员”。

① 国际劳工局的《国际标准职业分类》（ＩＳＣＯ）把２８４种具体职业归纳为８大类，我国１９８２年和
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所使用的８类职业划分法，与国际劳工局的分类方法是相同的（陈婴婴，１９９５：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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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２５里是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得到的１８个主要族群劳动力的职业结构，为了节
省篇幅，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０年全国５６个族群的职业结构表放在附录５中以供比
较。下面我们对这８类分别进行讨论。

表８２５ 中国各主要族群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２０００）

负责人 专业人员 办事人员 商业服务业 农业人员 生产运输 其他 总计

汉族 １．７２ ５．８０ ３．１９ ９．５２ ６３．０９ １６．６１ ０．０７ １００．０
蒙古族 ２．２２ ８．２９ ３．６６ ６．７７ ７０．７５ ８．２６ ０．０５ １００．０
回族 ２．２３ ６．２８ ３．８８ １３．８１ ５９．５９ １４．１３ ０．０８ １００．０
藏族 １．００ ５．２９ １．８２ ２．５１ ８６．７４ ２．５７ ０．０７ １００．０
维吾尔族 ０．８４ ５．３６ １．９４ ５．４９ ８０．３５ ５．８９ ０．１３ １００．０
苗族 ０．５４ ２．６７ １．１４ ２．９１ ８６．８４ ５．８６ ０．０５ １００．０
彝族 ０．５８ ２．５２ １．０９ ２．２３ ９０．５４ ３．０２ ０．０１ １００．０
壮族 ０．６２ ３．９１ １．６３ ５．０５ ７９．９６ ８．７１ ０．１３ １００．０
布依族 ０．６３ ２．８０ １．２５ ２．５７ ８７．７７ ４．９５ ０．０３ １００．０
朝鲜族 ３．６７ １１．９８ ５．３４ １７．０５ ４６．９４ １４．８１ ０．２２ １００．０
满族 ２．１２ ６．８４ ３．２４ ８．６３ ６５．８６ １３．２８ ０．０４ １００．０
侗族 ０．７９ ３．８８ １．５０ ３．９７ ８１．６１ ８．２０ ０．０５ １００．０
瑶族 ０．７０ ３．３２ １．４２ ３．１３ ８５．２９ ６．０５ ０．１０ １００．０
白族 １．０７ ５．１８ ２．１８ ５．４４ ７９．２５ ６．８５ ０．０３ １００．０
土家族 ０．８１ ３．９６ １．７６ ４．８３ ８０．０９ ８．５１ ０．０３ １００．０
哈尼族 ０．５０ ２．３０ ０．９０ ２．６０ ９０．５１ ３．１８ ０．０１ １００．０
哈萨克族 １．８７ ９．６７ ３．１５ ３．３６ ７７．１２ ４．７９ ０．０４ １００．０
傣族 ０．６３ ２．９４ １．１４ ３．７５ ８８．９６ ２．５６ ０．０２ １００．０
合计 １．６７ ５．７０ ３．１０ ９．１８ ６４．４６ １５．８３ ０．０７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２００２ｂ：８２１—８２４。

１．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在１９９０年总劳动力中，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在

５％以上的有２５个族群，其中高于１０％的有１０个族群，而不足３％的有１６个族
群（参见附录５）。２０００年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在５％以上的有２９个族群，其中高
于１０％的有９个族群，不足３％的有１３个族群。应当说各族之间的比例是相当
悬殊的，特别是西南地区的族群明显落后于其他族群。汉族的比例为５．８％，略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５．７％）。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可以预期到一些族群
的专业技术人员将会增加。

２．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这个职业通常被称为“干部”。
一般来说，拥有专业技术人员较多的族群，其就业人员中干部的比例也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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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００年，汉族的比例（１．７２％）与全国平均比例（１．６７％）相近。在１９９０年，
干部比例高于２％的有１８个族群，低于１％的有２３个族群。在２０００年，干部比
例高于２％的有１７个族群（珞巴族数字暂缺），低于１％的有２６个族群。在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期间有一些族群干部比例的下降，很可能是由于这些族群人口增
长速度大于干部数量的增长速度。由于干部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一个族

群在当地政府中的影响力，所以在族群关系分析中也是一个引人注意的重要指

标。

干部比例最高的是居住于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几个人口很少的族群：鄂伦春

族（２０００年为５．３％）、赫哲族（６％）、达斡尔族（５．１％）、俄罗斯族（５．６％）和乌
孜别克族（４．４％）①。这些族群人口较少，有自己的区域自治地方，按照政府有
关政策，这些自治地方的行政机构必须选拔当地族群担任干部，这是这些族群

就业人员中“干部”比例较大的原因。干部比例最低的１０个族群中，布朗族
（０．３７％）、拉祜族（０．３９％）、傈僳族（０．３９％）、水族（０．４７％）、哈尼族（０．５％）、
苗族（０．５４％）、黎族（０．５６％）、佤族（０．５７％）、彝族（０．５８％）这９个族群中大多
居住在西南的云南省，另外一个是东乡族（０．４７％），主要居住在甘肃，这１０个
族群居住的地区比较偏僻，交通不发达，社会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相对较慢。

但是这些族群都建立了自己的自治地方，如果今后年轻人的教育水平（大学、中

专）提高之后，干部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将有可能增加。

３．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在中国的人事制度里，除了党政系统和国有企事
业单位的负责人之外，许多行政工作人员在工资体制里也属于“干部”系列。在

建国后设置的国有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里，大致有几个“工资系列”：干部系列（２３
级）、工人系列（８级）、教师系列、医生护士系列等等。凡是大学毕业生，即使分
配到工厂工作后，也会纳入“干部系列”而不是“工人系列”。普查中的“办事人

员和有关人员”就是这些非“单位负责人”但属于“干部系列”的职工。在一个族

群就业人员中这一职业人数所占的比例，大致代表着这个族群参与社会各项事

业和管理工作的程度。

在２０００年，汉族劳动力中这一职业的比例（３．１９％）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３．１％），而且这一比例高于１９９０年的百分比（１．８％和１．７％），说明社会中“非
体力劳动者”的管理和办公室人员的比例在增加。在１９９０年这一比例低于或
等于０．５％的有４个族群：东乡族、拉祜族、傈僳族和德昂族，到了２０００年仅剩
下德昂族仍低于０．５％。办事人员比例的分布与“干部”比例的分布情况相似，

① 高山族就业人口中的干部比例高达８．９％，但是这应当属于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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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与教育发展较慢的族群，干部和办事人员的比例都比较低。１９９０年这
一比例高于２％的有１６个族群，在２０００年则增加到２５个，有１０个族群这一比
例甚至超过了５％，都属于教育水平较高的族群。

４．商业服务业人员。汉族的比例（９．５２％）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９．１８％）。
在１９９０年及以前的历次人口普查，“商业工作人员”与“服务性工作人员”是分
开统计的，但是随着近年来各项社会事业与服务行业的蓬勃发展，这两类职业

之间的界限越来越难以划清，所以在２０００年普查时就合为一类统计。
在２０００年，有３１个族群在这类职业就业的比例低于５％，除汉族外，另有

１１个族群的比例高于１０％，所以各个族群从事商业和服务业活动的程度也是
很不一样的。第三产业在许多少数族群地区还是很不发达的，而且这些地区有

限的商业和服务业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汉族或其他人口较多族群的人员在经营。

我们可以发现，有几个具有经商传统的族群在这类职业中的就业人员比例特别

高，如回族从事这类职业的高达１３．８％，朝鲜族高达１７．１％，西北地区的乌孜
别克族（１９．３％）、俄罗斯族（１９．７％）、塔塔尔族（１６％）的比例都在１０％以上，居
住在中越边境一带的京族也到达１９．３％。而居住在云南边境山区的傈僳族、佤
族、独龙族、德昂族、拉祜族、水族、布朗族的比例低于２％。在各地区发展市场
经济的进程中，缺乏经商传统和拥有很少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族群很可能处于不

利地位。

５．农、林、牧、渔劳动者。２０００年汉族的农业劳动者比例（６３．１％）略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６４．５％）。有１１个族群的比例在９０％以上，这些族群主要居住
在云南。农业劳动者比例在５０％以下的仅有６个总人口在１０万人以下的小族
群。族群中的这一结构与前面讨论过的农业行业劳动者的比例一样，这进一步

说明在我国农业行业中从事活动的绝大多数是普通农民，只有极少的技术人员

或其他人员，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业仍然采用传统的耕作方式，凭靠人力畜

力和少量机械，在经营规模上仍然是各个农户耕作自己的小面积“承包地”，我

国的农业生产与“现代化农业”各方面看都有着非常大的距离。

６．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在２０００年，汉族的生产工人比例
（１６．６％）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１５．８％），这一比例高于１５％的只有３个人口很
少的族群（高山族、俄罗斯族和赫哲族）。在１９９０年低于１％的多达２５个族群，

２０００年低于１％的只有独龙族和珞巴族，此外低于２％的仍有其他７个族群。
目前在中国尚有这么多族群基本上没有进入工业化进程，从现代化的标准来

看，我国大多数少数族群的社会经济发展还大致处于初级阶段。

我们在讨论中可以发现在以上指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一个族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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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农业职业劳动者比例较高，“农业”行业就业者的比例也一定很高。而在专业

技术人员、干部、商业人员、服务业人员、工人这几个“非农业职业”的比例之间，

存在着某种正相关关系。行业结构和职业结构交叉起来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

解我国少数族群的社会与经济结构。

（四）城市化

在人口普查数据中，居民被划分为“市”、“镇”和“县”三类。由于过去的人

口统计以行政建制的管辖区为单位，所以在“市管县”体制下，“市”所管辖的乡

村人口也被统计为“市人口”，这样对于我国人口城市化真实水平的统计造成了

困难。所以在１９９０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特别设计了两种口径来统计城
镇人口①。表８２５中使用的是代表城镇化真实水平的第二种口径统计的数字。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密切相关的，城市人口具有与乡村

人口不同的经济活动、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人口的城市化水平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各个族群的社会整体发展情况。

表８２６中介绍了我国１８个人口超过百万的１８个少数族群的城市人口比
重，汉族与全国的数字被用来作为参考系。另外在本书附录５的表７中提供了
全部５６个族群的数据，以供参考。

表８２６ 中国各主要族群的城市化水平（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族群
市 镇 市镇合计 县（农村） 总计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

壮族 ４．０ ８．８ ５．８ １３．６ ９．８ ２２．４ ９０．２ ７７．６ １００．０
满族 １８．０ ２０．７ １０．１ １４．６ ２８．１ ３５．２ ７１．９ ６４．８ １００．０
回族 ２８．７ ３１．５ １０．４ １３．８ ３９．１ ４５．３ ６０．９ ５４．７ １００．０
苗族 ４．１ ５．７ ３．９ ８．４ ８．０ １４．１ ９２．０ ８５．９ １００．０
彝族 ４．９ ４．０ ３．３ ６．４ ８．２ １０．４ ９１．８ ８９．６ １００．０
维吾尔族 ８．６ １０．３ ７．０ ９．１ １５．６ １９．４ ８４．４ ８０．６ １００．０
土家族 ７．２ ７．４ ４．７ １０．９ １１．９ １８．４ ８８．１ ８１．６ １００．０
藏族 ３．３ ４．１ ３．８ ８．７ ７．１ １２．８ ９２．９ ８７．２ １００．０

① 第一种口径的“市人口”包含市管辖区的１１．２全部人口（含市辖镇，但不含市辖县，这样市辖镇
所属的农业人口仍然包括在内），“镇人口”包含县辖镇的全部人口（也包含镇所属的农业人口），“县人口”

包含县辖乡的人口。第二种口径的“市人口”包含“设区的市所辖的区人口和不设区的市所辖的街道人

口”，“镇人口”包含“不设区的市所辖镇的居民委员会人口和县辖镇的居民委员会人口”，“县人口”包括除

上述两种人口以外的全部人口（人口普查办公室，１９９３ａ：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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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族群
市 镇 市镇合计 县（农村） 总计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

蒙古族 １３．０ １５．８ １１．５ １６．９ ２４．５ ３２．７ ７５．５ ６７．３ １００．０
布依族 ７．１ ７．４ ３．１ ９．７ １０．２ １７．１ ８９．８ ８２．９ １００．０
侗族 ２．３ ５．２ ６．１ １２．７ ８．４ １７．９ ９１．６ ８２．１ １００．０
瑶族 １．５ ４．４ ３．９ １０．１ ５．４ １４．５ ９４．６ ８５．５ １００．０
朝鲜族 ３４．６ ４５．９ １５．６ １６．１ ５０．２ ６２．０ ４９．８ ３８．０ １００．０
白族 ６．６ ８．９ ６．８ １１．７ １３．４ ２０．５ ８６．６ ７９．５ １００．０
哈尼族 ０．３ ３．０ ３．１ ６．６ ３．４ ９．６ ９６．６ ９０．４ １００．０
黎族 １６．１ １０．２ ５．０ ９．７ ２１．１ １９．９ ７８．９ ８０．１ １００．０
哈萨克族 ６．７ ６．４ ７．３ ８．８ １４．０ １５．３ ８６．０ ８４．７ １００．０
傣族 ０．７ ７．３ ６．６ ２１．４ ７．３ ２８．８ ９２．７ ７１．２ １００．０
汉族 １９．５ ２４．６ ７．６ １３．４ ２７．１ ３６．９ ７２．９ ６３．１ １００．０
全国 １８．７ ２３．５ ７．５ １３．４ ２６．２ ３６．９ ７３．８ ６３．１ １００．０

 市、镇、县人口的划分根据普查的第二种口径。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１９９３ａ：３２０—３５９；２００２ａ：４７—１３３。

在１９９０年，全国“市人口”的比例为１８．７％，共有９个族群的“市人口”的
比例在２５％以上，具有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其中除了回族和朝鲜族之外，都是人
口在１０万人以下的族群。２０００年全国“市人口”的比例为２３．５％，这一比例在

２５％以上的族群仍为９个，但是达斡尔族换成了京族，这有可能是一个京族聚
居的建制镇改为城市所造成的。１９９０年“市人口”比例在１％以下的有１２个族
群，都居住在云南省，２０００年已经没有一个族群在１％以下，但在２％以下的还
有６个族群，都在云南省，所以云南的城市化今后还需大力发展。

１９９０年汉族的“市人口”比例为１９．５％，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１８．７％），

２０００年汉族比例为２４．６％，仍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３．５％）。所以汉族的整
体城市化水平并不高，但居住在不同地区的汉族人口可能具有不同的城市人口

比例，沿海地区大城市和农村的主要人口都是汉族，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较低，

而西部的汉族人口又比较集中地居住在城镇。如１９９０年沿海的浙江省汉族人
口有１５．９％属于“市人口”，中部河南省汉族人口的“市人口”比例仅为１０．１％，
而在西藏的汉族居民中有５３．６％属于“市人口”，新疆自治区汉族居民的

４８．６％属于“市人口”。
人口普查统计的“镇”指的是由民政部正式批准的“建制镇”，而不是人们一

般印象中的集镇。由于许多县城虽然属于“建制镇”但在各方面已经具有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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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特点，所以有时也把“市人口”和“镇人口”之和即“城镇人口”作为一个城市

化的综合性指标。１９９０年“市镇人口”比例在４０％以上的有９个族群，在１０％
以下的有３０个族群。２０００年“市镇人口”比例在４０％以上的族群增加到了１２
个，在１０％以下的减少到９个。所以各族群的城镇化水平之间确实是十分悬殊
的，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这１０年期间，少数族群地区的城镇化
确实得到了显著发展。

在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城镇化水平“超低”的这９个族群要改变目前的
不利地位，既需要自身的不断努力，有更多的人口通过上学和迁移进入城镇社

会，同时也需要政府对这些地区的城镇建设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与政策支

持。

前面我们提到，由于历史上人口聚集和迁移的特点，汉族人口在不同地区

可能具有明显不同的城镇化水平，我们在表８２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东
北三省作为传统工业区，汉族人口约一半居住在城镇，在其他几个农业大省（如

河北、河南、湖南、安徽、云南、广西），８０％以上的汉族人口居住在乡村。而在西
部西藏、新疆、青海、宁夏等省区，汉族人口中的农村居民比例都在７０％以下。
特别是西藏和新疆，农民的主体是少数族群。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０年普查数据也都
证明了这样的族群城乡分布基本格局。族群的地理与城乡分布的这些特点对

有关地区的族群关系大格局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表８２７ 各省、市、自治区汉族人口的城乡分布（１９９０）

地区
汉族人口的市、镇、县比例（％） 汉族人口

市人口 镇人口 县人口 合计 总人数 占总人口％
总计 １９．５ ７．６ ７２．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３９１８７５４８ ９２．０
北京市 ６７．８ ５．４ ２６．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４０５３５１ ９６．２
天津市 ６６．３ ２．９ ３０．８ １００．０ ８５８２７６１ ９７．７
河北省 １４．３ ５．０ ８０．７ １００．０ ５８６７３６６２ ９６．１
山西省 ２２．０ ６．６ ７１．４ １００．０ ２８６７６５５１ ９９．７
内蒙古自治区 ２４．８ １３．０ ６２．２ １００．０ １７２８９９９５ ８０．６
辽宁省 ４６．８ ８．１ ４４．９ １００．０ ３３２９３７８２ ８４．４
吉林省 ２９．６ １２．８ ５７．６ １００．０ ２２１３４４２５ ８９．８
黑龙江省 ３３．１ １５．３ ５１．６ １００．０ ３３２１７３００ ９４．３
上海市 ６１．４ ４．７ ３３．９ １００．０ １３２７９６１７ ９９．５
江苏省 １５．３ ６．１ ７８．６ １００．０ ６６９０３４６９ ９９．８
浙江省 １５．９ １５．３ ６８．８ １００．０ ４１２３３２６３ 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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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汉族人口的市、镇、县比例（％） 汉族人口

市人口 镇人口 县人口 合计 总人数 占总人口％
安徽省 １２．２ ５．５ ８２．３ １００．０ ５５８５６６５３ ９９．４
福建省 １３．３ ８．２ ７８．５ １００．０ ２９５８１４７５ ９８．４
江西省 １３．９ ６．４ ７９．７ １００．０ ３７６０８８８９ ９９．７
山东省 １９．６ ７．６ ７２．８ １００．０ ８３８８６２０４ ９９．４
河南省 １０．１ ４．８ ８５．１ １００．０ ８４５２４６７９ ９８．８
湖北省 ２２．４ ７．２ ７０．４ １００．０ ５１８２９９３１ ９６．０
湖南省 １３．０ ５．４ ８１．６ １００．０ ５５８３４１５５ ９２．０
广东省 ２４．９ １１．９ ６３．２ １００．０ ６２４７４４２４ ９９．４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１０．０ ８．３ ８１．７ １００．０ ２５６６７１１８ ６０．８
海南省 １１．８ １２．７ ７５．５ １００．０ ５４４１４９４ ８３．０
四川省 １５．１ ５．８ ７９．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２３２８０６９ ９５．４
贵州省 １７．３ ６．６ ７６．５ １００．０ ２１１４８７５６ ６７．６
云南省 ８．５ １０．２ ８１．３ １００．０ ２４６１４５３３ ６６．６
西藏自治区 ５３．６ ２２．３ ２４．１ １００．０ ８０８３７ ３．８
陕西省 １４．９ ６．３ ７８．８ １００．０ ３２７２５８５０ ９９．５
甘肃省 １８．１ ４．６ ７７．３ １００．０ ２０５１３６０７ ９１．７
青海省 ２６．９ １０．０ ６３．５ １００．０ ２５７８９１２ ５７．９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２１．３ １０．４ ６８．３ １００．０ ３１０６３７７ ６６．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４８．６ ９．８ ４１．６ １００．０ ５６９５４０９ ３７．６

 市、镇、县人口的划分根据普查的第二种口径。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１９９３ａ：３２０—３５９。

五、近年社会学调查中反映的

我国“族群分层”现象

在１９４９年以前我国开展的少数民族调查大多集中于语言、宗教、传统文
化、社会组织等领域，由于当时的调查条件与数据来源的限制，这些调查对于族

群间结构性差异的分析很少而且缺乏量化数据的搜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虽然在
政府的统一组织下开展了全国性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各地的调查报告也在８０
年代通过整理后系统出版，但是这些调查报告主要集中于每个族群的情况调

查，较少注意不同族群之间的比较研究。在８０年代社会学重新恢复之后，族群
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起步很晚，因此通过社会学调查方法来进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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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分层”研究的科研项目和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也很少。同时目前中央和

地方政府所公布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多以行政区划为统计单位，而不是以族群

作为统计单位，因此无法用以进行族群之间的结构比较，这对“族群分层”的研

究工作也带来了资料方面的困难。

近十几年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先后承担了一些有关民族地区

社会经济发展的科研项目，在进行有关项目的实地调查时，我们尝试着了解当

地族群之间在教育、收入等方面的结构性差异。虽然这些资料与数据仅仅是对

于一些基层社区的调查，无法代表各个人口众多的族群，但是对于我们了解农

村、牧区基层社区中的族群关系，仍然是有帮助的。下面介绍我们在这些实地

调查中得到的一些具体调查数据。

（一）１９８５年内蒙古赤峰地区４１村调查

１９８５年夏天，我们在内蒙古赤峰市农村的蒙汉混居地区进行了一次包括了

４１个自然村、２０００余户居民的户访问卷调查，在我们设计的问卷中除了包括户
主族群身份以及其他个人情况之外，也询问了各被访户的经济收入及支出的情

况。表８２８介绍了这次调查得到的有关蒙古族与汉族居民之间一些基本情况
的比较。

表８２８ １９８５年赤峰市农村牧区户访调查对象中蒙汉家庭的比较

调查结果 蒙古族 汉族

调查户数 ８２５ １２６４
户主平均年龄（岁） ４２．８ ４３．７
每户平均人口数（人） ５．６ ４．９
户主平均上学年数（年） ４．１ ３．８
户主中文盲比例（％） ３０．２ ３３．０
从事农业劳动户主与从事牧业劳动户主比例 ２３∶７７ ７９∶２１
１９８０年户人均收入均值（元） ２３２ ２１２
１９８４年户人均收入均值（元） ４４１ ３８６
农业区１９８４年户人均收入均值（元） ３２２ ３７８
牧业区１９８４年户人均收入均值（元） ４７８ ４１８
资料来源：马戎、潘乃谷，１９８８：７７。

我们从这张表中可以看到，在８０年代中期，内蒙古农村地区的蒙古族家庭
与汉族家庭在收入上存在着差别，蒙古族家庭１９８４年户人均收入均值比汉族
家庭要高５５元（或高１４％）。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是这个地区开始普遍推行家庭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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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制的时期，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４年期间蒙古族家庭户人均收入均值提高了２０９元，
而同期汉族家庭也提高了１７４元，使两族之间的差别从１９８０年的２０元提高到

５５元。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数字的比较而得出结论说，从农村体制改革中获益
较多的当地族群是蒙古族。但是根据我们实地调查了解到，收入的提高具有一

定的规律性。造成收入增长幅度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在农村体制改革和开放农

村贸易之后，牧业产品（肉、毛）的价格比农业产品（粮食、棉花）的价格增长得要

快，从而使蒙古族为主体的牧民收入明显得到提高。

从这张表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两个族群的收入差别在农耕地区和草原畜牧

业地区呈现不同的模式。在农业地区，由于汉族农民具有农业生产经验，汉族

农民的收入比蒙古族农民要高５６元。而在草原畜牧业地区，蒙古族牧民的收
入比汉族牧民要高。造成牧区蒙古族收入较高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蒙

古族牧民多为本地居民，而当地的汉族绝大多数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的移
民，所以在实行承包制时，本地牧民分到的人均牲畜数量一般高于汉族移民，我

们在锡林郭勒盟和赤峰下属的几个旗县进行调查时都发现了分配标准的差别，

而牲畜的数量决定了收入的水平；二是蒙古族牧民具有丰富的畜牧业生产经

验，而汉族在畜病防治、接羔配种等方面缺乏经验，容易导致牲畜的损失，这两

个原因导致牧区的蒙古族牧民的收入高于汉族牧民。所以在赤峰地区调查中

所表现出来的收入方面的族群差异，并不是族群之间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实际

上是居民们在本地经济活动中是否具有本族群经济活动的传统优势之间的差

异问题，凡是在本地区的经济活动中具有传统优势的，不论哪个族群都能够得

到较高的收入。

（二）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西部５省区社会经济发展问卷调查

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３年期间，在费孝通教授主持下，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承
担了国家社科基金“八五”期间的重点课题“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

作为这个课题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学人类学所组织了本所研究人员在西部５
个省区的少数族群农业社区开展了户访问卷调查，这个系列调查的研究成果汇

编成《中国民族社区发展研究》一书在２００１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表８２９介绍了这次调查所得到的一些基本情况，反映出在不同地区族群之

间存在的教育、收入、消费方面的差异。在其中４个社区（内蒙古的翁牛特旗、
喀喇沁旗和兴和县、湖南省的龙山县）里汉族占当地总户数的５０％以上，所以这

４个社区的数据可以大致代表当地汉族农民的基本情况。内蒙古自治区的两个
收入较高的地区（锡林浩特、巴林右旗）属于牧业比较发达的旗县，同时也是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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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口最少的草原地区，可以大致代表蒙古族牧民的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

这两个牧业社区牧民的当年消费明显比收入要少，这体现出牧民的消费模式与

农民不同，牧民一方面需要购买粮食，同时由于草原上自然灾害（旱灾、雪灾）频

繁，他们每年收入中会有较大的部分并没有在当年支出，而是留下作为今后灾

年的储备。

表８２９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北京大学课题组各少数族群地区被调查户基本情况

调查地区
调查

户数

主要少数

族群

汉族

户主％
户主平均

上学年数

户年

收入（元）

户年

支出（元）

农牧生产

支出（元）

消费

支出（元）

收入支出

差别（元）

１．内蒙古锡林浩特 ８９ 蒙古族 ７．９ ５．０１ １４４９０ ５６８２ ２７８ ５１３９ ８８０９
２．内蒙古巴林右旗 ５４ 蒙古族 ０．０ ５．２２ ６３９４ ４７２１ ７０２ ２１７７ １６７２
３．内蒙古镶黄旗 ８９ 蒙古族 １６．９ ６．００ ３７９１ ９３４ ０ ８０２ ２８５７
４．内蒙古翁牛特旗 ７５ 蒙古族 ７３．３ ４．８５ ３３５０ ３００６ ２６４ ６８１ ３４６
５．内蒙古喀喇沁旗 ８８ 蒙古族 ５６．８ ５．０２ １７７４ １３９５ ２４７ ５８０ ３７９
６．内蒙古兴和县 １８６ 蒙古族 ７８．０ ５．３５ ２２５４ １９６６ ５６４ ８８０ ２８２
７．内蒙古商都县 ３０ 蒙古族 ２６．７ ４．３６ ５４５０ ３４４１ １５２７ １４８３ ２００９
８．青海省互助县 ２７３ 土族 ２０．５ ２．５３ ２８０４ ２９４４ ７０８ １４７３ －１４１
９．青海省民和县 ２４０ 土族 ３．８ ４．７６ ２４４１ ２６０８ ２３３ １１６９ －１６７
１０．云南省元江县 ６０１ 彝族 ２８．５ ４．８６ ７４１２ ５６４８ ７４９ ２９１９ １８１１
１１．云南省丽江县 ６４２ 纳西族 ９．２ ４．２５ ５１９０ ４５１９ １０４２ ２１９１ １１２２
１２．湖北省来凤县 ２１４ 土家族 ８．９ ５．０８ ２８５７ ２３２０ ４３６ １２３４ ４９７
１３．湖南省龙山县 ２５３ 土家族 ５５．３ ６．７６ ４１５０ ２９１７ ６０８ １７９０ １１９３
资料来源，马戎，２００１ｂ：５００，５０３，５０５。

在青海调查的两个土族自治县，属于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贫困地区，互助

县被调查户主平均只上了两年半的小学，教育水平是这些被调查族群中最低

的，而且问卷调查数据显示这两个县被调查农户的年收入状况为“入不敷出”，

支出超过收入。

其他调查村庄在收入水平上的差别，大致可以反映出所在地区社会经济发

展的基本水平，应当说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各族农民之间，收入的差别还是比较

显著的。从这张表中我们也可以注意到，除了青海互助县的土族之外，其他被

调查村庄农民户主的上学年数平均都在４年以上，如果考虑到部分老年户主过
去的上学条件，可以说在这些少数族群聚居的边远地区，小学教育基本上得到

普及。农村教育的发展是这些边远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的希望。

在我们进行族群之间的比较时，会出现两类比较。第一类是共同居住在同

一个地区的不同族群成员之间的比较，我们在前面内蒙古赤峰地区调查所进行

的族群比较研究，就属于这一类。这些族群由于居住在同一个地区，处在同样

的自然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条件之下，如果出现族群之间的收入差异，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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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分析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自身的知识技能与生产经验而造成的差异，

还是当地在制度和政策上存在族群歧视。这类差别在社区成员中就可以清楚

地被观察到，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族群和处在劣势地位的族群都很容易意

识到彼此的差距。在如何认识与理解这一差距方面，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两种情

况：（１）如果这一差距是由于个人素质（如教育水平、努力程度等）所造成，由于
某个族群整体上处于劣势，存在着“族群分层”的结构，但是并没有制度或政策

的歧视，即族群之间在法律上是平等的，这种情况劣势族群是比较容易接受，但

劣势族群也有迅速改变这一态势以达到“事实上平等”的迫切愿望；（２）如果这
一差距是由于制度或政策性歧视所造成的，如种族的隔离制度或就业歧视政策

等，存在着以族群为单位的“法律上的不平等”，那么劣势族群就必然非常反感，认

为不可接受并要求改变这些不平等的制度与政策，这样族群关系就会十分紧张。

第二类情况是对分别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各个族群之间进行比较，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所在“八五”课题中的调查结果，主要反映的是第二类。在分析各

地统计数据或实地调查中，我们也可能发现这些族群在收入等方面存在差距。

这类比较中发现的族群差距，也可以被区分为两种情况：（１）由于各自所居住的
地区在自然资源环境、经济发展基础等方面很不相同，存在于族群之间的这种

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客观条件和历史原因带来的，但是这些差别造成了

各族群之间在收入等方面的现实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在收入方面的族

群差异，实质上反映的是地区差异，但以跨地区的族群差异的形式表现出来。

人们仍然会以族群差别或族群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来看待这一差距。（２）政
府对于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制度与政策，对一些族群聚居行政区采取优惠或歧

视的态度并使其在发展中处于有利或不利的地位，存在着以地区为单位的“法

律上的不平等”，例如我们在第六章里介绍过的“内部殖民主义”政策①。在这种

政策下族群关系必然比较紧张，而且处于不利地位的族群必然怀着改变这一格

局的强烈愿望。

六、族群分层与社会流动

社会学研究在分析一个社会的“社会分层”（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结构的同

① 在殖民主义时代，各个殖民国家在本土和不同的殖民地之间往往建立不同的政治制度，实行不
同的政策，其目的都是巩固在殖民地的统治并使殖民地的财富流向本土。“内部殖民主义”只是这类歧视

政策对于本土少数族群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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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非常重视“社会流动”（ｓｏｃｉａｌｍｏｂｉｌｉｔｙ）的特点与机制。“社会分层”研究的
是社会的静态结构，“社会流动”研究的是在这一结构中人们的动态变化。在一

个社会里，一个个人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利用一定的客观条件，通过某种渠道

或机制，可以从社会的低层“流动”到社会的高层。在一个社会中，既存在着从

低层向高层的向上流动，也存在从高层向低层的向下逆向流动，而且在社会全

体成员中，流动的比例在一个时期内也是相对稳定的。不同的社会制度具有不

同的社会流动机制。生活在具有一定比率的“社会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人们就

会在“能上能下”的社会流动中，寻求自己的前途与发展机会，看到经过自己努

力能够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个人发展前景。这样的流动机制有利于减少一个

不平等社会中处于低层人们的不满情绪，使他们把对“上层”的不满与愤恨转变

为自己积极努力进取的动力。

如果一个多族群国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族群分层”的现象，因为某些历史

原因使一些族群有较多成员位于社会的“上层”，而另一些族群则有较大比例成

员位于社会的“下层”。当我们从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族群关系时，除了分析各

个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之外，还需要研究各个族群在同一个社会里是否具有

相似的社会流动性。换言之，如果在其他方面的条件完全相同，不同族群的成

员是否具有相同的获得资源的能力，是否能够得到相同的发展机会。

即使是在族群社会学比较发达的美国，对“族群的社会流动”方面的研究也

很少见。在前一节中，我们提出一个美国职业系列之间的流动模式（图８１），以
供参考。由于现有资料的限制和调查的难度，通常人们满足于对于不同族群进

行“社会分层”结构的比较研究，对于更深一层的社会流动机制的研究，则较少

关注。而这些方面的调查与研究，在中国则完全是空白。下面我们就讨论一

下，如何把社会学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方法引入族群关系的研究。

（一）社会流动的定义

“社会流动”是指一个存在社会分层的社会里，人们因各种原因和渠道而实

现的自我“阶层”身份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有自下层向上层的流动，也有自上层

向下层的流动。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认为，“从广义上看，社会流动的定义

包括人们在社会位置之间所有的流动，不仅包括职业流动和迁移，而且还包括

宗教信仰的改变、结婚、收入的增加、失业及政治联盟的变化”（布劳，１９９１：１２）。
在社会学研究中，人们最为关注的社会流动，主要是指职业和收入的变化。

在有的研究中，人们区分开了“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前者是指在社会

分层相同的等级上发生的职业（或就业单位、就业地点）的流动，后者是指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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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结构中不同等级之间的流动。当然，这两种流动可能同时发生，即一个人的

工作变化可能既是水平流动也是垂直流动，如一个中学教师被选拔当了县一级

的政府官员，这一变化既导致了他职业的改变，也带来了他社会地位和收入的

提高。

有时，水平流动并不直接导致即刻出现的垂直流动，但有可能为未来的垂

直流动创造了机会或奠定了基础。例如一个中学教师转入行政公务员系列，在

刚转换职业时可能他的工资水平并没有什么变化，社会地位也没有显著的改

变，但他在５年之后晋升为县级官员，就显著提高了自己的收入与社会地位，而
他当年如果留在教师的职业系列里继续奋斗５年，肯定是达不到公务员晋升后
相似收入与社会地位，他之所以当年改变职业，就是考虑到他在新的职业里可

能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以实现晋升。所以在实际研究中，我们不能把这两种社会

流动截然割裂开。

（二）社会流动的条件

人们把产生社会流动的条件大致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社会结构的变化而

引起的社会流动，如工业化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许多农民进城从事第二或第

三产业；第二类是社会开放性的增加，致使社会流动性增强，如一个原来比较封

闭的社会阶层或集团随社会发展而转变为比较开放，允许出身于其他阶层的人

员通过某种机制进入这个阶层。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社会结构变化不

大，直到２０世纪始终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但是中国社会的精英集团却很早
就开始具有了一定的开放性，这就是科举制度，允许处在下层的人士通过科举

考试的渠道进入官僚阶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与欧洲上层社会历史上的世

袭制度、印度的种姓制度相比，中国社会在历史上就是具有一定开放性的。

我们可以从以上这两类社会流动的条件来分析“族群的社会流动”的具体

形态。当一个社会发生产业结构的转型时，会有相当数量的劳动者从一个传统

产业转入另一个新兴产业，但是在这个变化进程中，各个族群介入的程度可能

是不同的。比如在一个县里，当地的企业发展起来后，从各族群所吸收的就业

人员比例与各族群在当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可能是不一样的，有的族群中成员

有更大的比例进入新企业，有的族群只有很小的比例甚至几乎没有成员进入这

个新企业。如一个县中Ａ族与Ｂ族在县总人口中各占３０％和７０％，但是在一
次企业招工所招收的１０００名新职工中，Ａ族有７００名，Ｂ族只有３００名，新招工
人中两族的比例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是不一致的。当我们来到一个地区

调查当地族群分层与流动时，发现各族群在社会发展（包括产业结构变迁）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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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社会流动”中并没有得到平等的机会，那么我们就不免要分析造成这种发

展不平衡、机会不平等的原因是什么？

正如我们在前面谈到的，与“社会分层”中导致族群差异的原因相似，造成

“社会流动”中族群差异的原因也可以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是个人素质（如教育

水平、努力程度等）所造成，由于某个族群整体处于劣势，在各族群成员平等竞

争中，这个族群的成员普遍处于不利的地位，从而导致了较少向上流动的机会，

但是在竞争中政府并没有设置限制或优惠任何族群的制度或政策，即族群之间

在法律上是平等的；第二类是这一差距是由于制度或政策性优惠或歧视所造成

的，如在教育、就业、晋升等方面对于某些族群的优惠或歧视政策，存在着以族

群为对象的“法律上的不平等”。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看到中国各族群就业人

口中，“干部”（负责人）职业的比例有高有低，这与政府注重从一些族群中选拔

干部的政策是有一定关系的。

如果所有人在竞争中的机会是平等的，那么经过长时期的不懈努力，原来

整体基础较低、竞争力较弱的族群可以逐渐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第一类差距

就可以逐步缩小。但是这也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居于有利位置的优势族

群，即使在法律上承认族群平等，但是在每个个案操作中，在具体人物或具体事

件中表现出的族群歧视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美国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民权
运动”之后正式废除了种族隔离政策，黑人在法律上取得与白人同等的权利，主

流媒体也在积极鼓吹种族平等，但是在具体个案中还是经常能够看到种族偏见

和歧视的事例。

在第二类差距中所表现出来的政策倾斜在现实社会中可能有两种完全不

同的导向，一种是在“社会流动”的竞争中政府对本来就占据优势地位的族群实

行优惠，以保持和巩固现有族群分层的结构与族群差距，防止劣势族群通过“社

会流动”进入优势族群的“上层社会”，如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前的美国和南非。

另一种是政府制定制度与政策来对本国的劣势族群实行优惠，按照列宁的说

法，通过对大族群的“不平等”来保证过去受压迫的少数族群能够尽快地赶上

来，前苏联和中国１９４９年以来基本上实行的是这样一种优惠政策。马来西亚
可以说也是想通过对占优势的华人进行不平等歧视政策，来帮助在教育和经济

上相对落后的马来人“赶上来”。所不同的是，在前苏联和中国是占人口多数又

占据政府领导地位的优势族群主动优惠其他相对落后的小族群，在马来西亚是

占人口多数又占据政府领导地位的劣势族群优惠自己，同时歧视和限制其他相

对发达的人口较少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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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

在社会流动研究中，通常还区分开“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前者研究的

是父辈一代与子女一代在两个时点上（如同为４０岁时）社会地位变动的情况，
后者研究的是在个人一生中多个时点上社会地位的变化（陈婴婴，１９９５：６）。
美国学者布劳和邓肯在研究“代际流动”时注意到了不同种族之间的比较，

在他们以路径分析方法计算的“地位实现模型”的变量当中，有“父亲受教育水

平”、“父亲职业”、“本人受教育水平”、“本人第一个职业”和“本人现职业”等，然

后把不同种族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进行比较，但是并没有把“种族”作为一个自

变量引入他们的路径分析模型。中国学者近年来也在开展职业流动的研究，如

陈婴婴于１９９５年出版的《职业结构与流动》一书，系统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中
城镇与农村的代际职业流动和“代内流动”，进行了城镇与乡村之间在“代际流

动”方面的比较研究。

但是至今还没有人调查研究中国“代际流动”中的族群差异。从我们日常

生活观察中所得到的印象，由于在１９４９年以后一些少数族群地区的社会经济
与教育事业发展比较快，当地的产业结构变化很大，使得当地就业结构发生了

很大变化，为当地少数族群青年上学和从事非农业职业提供了远比其上辈人更

多的机会。这些地区发生“代际流动”的机会和比例。就可能明显高于沿海汉

族地区的比例，也就表现为这些少数族群的“代际流动”比例大于汉族的比例。

当然，在这些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差异，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对不同地区进

行实地调查后才能确认族群之间在“代际流动”方面的差异以及差异的幅度。

一般来说，在教育和参与现代社会活动方面越是过去比较落后的族群，越是

在１９４９年以后这些方面发展快的族群，其“代际流动”的比例也就越高。所以城
镇的回族、满族的“代际流动”可能与汉族的差别不大，而边远地区的赫哲族、鄂伦

春族等的“代际流动”可能比汉族要高，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这两个族群就
业人口中“干部（负责人）”职业的比重都在５％以上，而汉族仅为１．７％。
国外在对“代际流动”的研究中，代际的“职业继承”是一个传统的研究专

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子承父业”现象。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与社会分

工的复杂化，近代欧洲社会中职业世袭的情况明显减少，一些传统职业的就业

规模没有扩展而且可能下降，孩子们接受了学校教育之后进入社会上出现的一

些新职业，但是研究表明，父亲所从事的职业仍然对孩子的职业选择有着重要

的影响（陈婴婴，１９９５：１８）。父亲职业的性质及其对所需技能的要求，与子女选
择的职业之间可能有着某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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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内流动”也称作“个人就业期职业流动”，分析的是个体就业者一生的职

业变迁。最常用的变量是就业的“最初职业”和调查时的“目前职业”，分析两者

之间的变化。当然，被调查者的年龄与生活阅历不同，有的保持自己的“最初职

业”而没有变化，有的则可能已经变动了几个职业，在调查中如何去具体设定这

些变量，是否增加“第二职业”、“第三职业”的问题以及询问每次更改职业的具

体年代和当时被访者的年龄，都可以根据研究者的调查专题与重点而定。

目前我国对于国内“族群分层”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所以在许多研究专题

方面（如城市中的族群分层、各边疆地区在族群分层方面的地区性差异、相同职

业中族群收入差异、宗教对族群分层的影响、政府就业政策对族群分层的影响

等等）都存在着许多空白，今后需要我国的族群社会学研究者逐步去填补。

（四）美国社会不同职业群的社会流动

另外，我们在对美国社会进行仔细观察时可以注意到，当大部分黑人处于

社会较低阶层的同时，也有一定数量黑人因为具有某种特殊技能或才干而得到

很高收入，如一些黑人演艺界人士（歌手）和体育界人士（球星、拳王、体育明星）

等，这些高收入黑人数量在逐渐增加而且十分引人注目，但他们的社会声望并

不与收入水平相称。我们也许可以对通常的“社会分层”理论进行一些修订，如

用“多元化”思路来分析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譬如把社会大致划分为平行垂直

的四个职业群：体育与演艺界、政界与公众服务、企业界和知识科技界（图８３）。
水平线表示收入水平，斜线表示社会声望。

图８３ 美国不同职业群体的社会分层与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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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４个职业群中，收入与社会声望之间的对称性是不相同的。黑人中的高
收入者相对比较集中于体育和演艺界，收入高但社会声望并不高。亚裔中的高

收入者比较集中于知识科技界，而属于这个职业群的人员，即使收入属于中等

阶层，社会声望却比较高。由于犹太人的高收入者广泛集中于企业界、政界和

知识科技界，所以整体收入为最高（表８１０），社会声望最高，自我感觉也最好
（表８１２）。
而且我们还会注意到，在社会流动过程中，这４个部分成为各自相对独立

的体系，人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从低层努力向上流动。由于在低层各体系对

于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要求较低，所以会有一定数量的横向流动。当然在高层也

有可能出现跨体系的横向转移，从一个体系转入另一个体系，但这种情况大多

发生在政界与公共服务界与知识科技界之间①，从演艺界转入政界或知识科技

界的则凤毛麟角，也只有在社会急剧变动、执政党交替而且在民众中都缺乏威

信的国家里才有可能发生②。所以我们不妨用这样的视角来分析美国不同族群

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结构并进行相互比较，既不能过高估计少数高收入的黑

人体育、演艺明星对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的影响，也不能过高估计少数华人科

学家、技术专家在美国社会中的影响力。

（五）中国社会的职业流动

我国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把职业共划分为７大类：（１）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
事业单位负责人，（２）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３）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４）商业
服务业工作人员，（５）农林牧渔劳动者，（６）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
（７）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③。我们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到，在这些职业之间的

流动是存在某种规律性的。

一般来说，“水平流动”即在需要接受教育水平、接受培训程度相似的职业

之间流动比较容易，但如果没有未来的“向上流动”的预期，或者是可能获得社

会地位与收入之外的利益（如工作强度的减弱、政治责任的减轻、个人兴趣的满

足），人们对于“水平流动”的积极性并不太高。而“向上流动”即从需要接受教

①

②

③ 由于第７类人数很少，只占全国就业者总数的０．０７％，可以忽略不计。

如菲律宾的埃斯特拉达长期在电影中扮演正面英雄角色，给民众留下好的印象，在政府交替时

竞选获胜，从电影演员成为总统。

如美国的原国务卿基辛格从政界转入学术界，在韩国从学术界转入政界当总理或部长的事例也

不少。但是在中国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因为中国对政府官员的专业技能要求不高，所以从知识学术界转

入政界很容易，而从政界转入学术界则很难，对于少数族群干部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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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低的职业向需要接受教育高的职业流动则比较困难，所以尽管人们都知道

“人往高处走”，一般都具有提高自己社会地位和收入的愿望，但是具体实现“向

上流动”的愿望，并不是容易之事。至于“向下流动”，则往往是政治原因或健康

原因而造成违背当事者愿望的被迫事态变化。

正因为“向上流动”比较困难，有时这样的流动是通过“代际流动”来实现

的，即父辈努力培养孩子读书上学，下一代子女通过提高教育水平而得到比上

一代父辈职业声望更高的职业。但是“向上流动”同样可以在“代内流动”中实

现，人们在就业之后如果仍然有继续学习的愿望与条件，同样可以辞职读书或

业余读书，取得学位或技能，争取比前一个职业声望更高、收入更高的一个职

业。如一个青年在高考落选后成为一名工人，在工作中继续努力，通过自学考

试取得本科文凭后，从原来的“生产工人”职业转为企事业单位的“办事人员”职

业，再通过考试取得研究生入学资格，辞职攻读学位，毕业后进入科研机构工作

并转为“专业人员”职业。

至于“向下流动”即从需要接受教育高的职业向需要接受教育低的职业流

动，虽然从熟悉工作的角度来说比较容易，但是极少有人主动愿意去实践这样

的“向下流动”。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确实出现过一些这样的“向下流动”，如

把“右派”或知识分子“下放”到乡村当农民，但这不是自愿的行为，而是政治运

动中出现的强制行为。

在这７类职业里，其中有些职业的“社会声望”比其他职业要高，在《职业结
构与流动》一书中，提供了一个根据国情调查对“职业声望”的调查结果，把１００
个职业排了序，最高的是大学教授，最低的是保姆，结果表明中国的职业声望序

列与其他各国的职业声望序列非常接近（陈婴婴，１９９５：８５—８７）。当然，随着社
会的发展，各种职业的排序次序可能会出现变化，而这些变化恰恰是值得研究

的社会结构的变化。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对不同职业的声望排序与当地的社会

结构和价值观念是密切相关的，在一个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多族群大国里，在不

同地区、不同族群中所开展的关于“职业声望”的调查有可能会得到不完全相同

的结果。譬如在上述１００个职业的排序中，“宗教任职人员”排在第７２位，但是
如果在西藏自治区的普通民众中开展类似调查，喇嘛的排序肯定不会是第７２
位。而且在有些族群中，可能还存在一些普通职业排序表中不包含的“地区性

职业”。在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中调查当地民众对“职业声望”的排序，实际上是

了解和分析当地社会结构和民众价值观的一个绝好切入点，也是调查分析族群

社会差异、文化差异的一个绝好研究专题。

从一个职业“流动”到另一个职业是需要某些条件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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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如从一个农民转成一个真正的专业技术人员就是不可能的，“文化革命”

中出现的一些否认大学教育、认为“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的思潮，实际上是不

承认社会分工的复杂化、否认必要的社会分工、否认现代知识的获得需要一个

系统的学习过程。但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特定的意识形态引导出现的

违反社会发展进程的暂时现象。关于各类职业之间转换所需的条件，这里不详

细讨论，但是我们会注意到，不同族群在职业转换方面可能具有不同的模式与

不同的机制。这是我们在进行族群比较研究和分析族群关系时必须加以关注

的。

例如我们在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资料中看到有一些族群的“负责人”、“专业技
术人员”的比例明显高于另外一些族群，造成这一职业结构结果的原因是什么？

是它们整体性教育水平较高，因而在学校毕业后得到这样的工作作为“最初职

业”，还是在职业转换中（如从农民转为“负责人”）具有特殊的政策倾斜？如果

存在着这样的政策倾斜，那么又发生在哪个历史时期，是主要发生在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还是一直延续至今？而且这样的职业转换是否经历过一个学校学习的过

渡阶段？

我们知道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刚刚解放的许多少数族群地区急需选自
本族群的地方干部，所以政府从当地的积极分子中选拔了一批青年直接任命为

干部，同时选择另一批青年送到内地学校学习，毕业后任命为干部。这样的政

策对于情况不同的地区、情况不同的族群的执行力度是不同的，有的选拔比例

很高，有的较低。这样的政策执行结果对于该族群未来年轻一代的职业预期，

也是有影响的。现在一些少数族群地区有不少待业的大学、大专毕业生，他们

没有就业的原因之一是持有这样一种意识：认为如果不到政府当干部就不算就

业。而政府当然没有这么多的职位来安排每一届毕业生。之所以在大学生中

出现这样一种意识，是与过去较长一段时期内这些族群的毕业生中一直有很大

比例被安排到政府部门工作有关，于是就形成了人们的一种思考定式或习惯。

而在北京长大的汉族、回族、满族大学生就并不一定认为当公务员是最佳选择。

地区的差异、族群的差异，有时会混杂在一起影响人们对于“职业声望”的价值

判断以及职业转化机制的认识。在一些族群中形成的这些习惯思维方式与就

业预期，会在这些地区的政府体制改革、就业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成为额外的阻

力。

在《职业结构与流动》一书中，陈婴婴根据１９８９年的国情调查资料分析了
城镇职工的“最初职业”与“目前职业”是否出现工资系列之间的流动情况（表

８３０），这一研究主要分析我国全民所有制单位下属职工在“行政系列”、“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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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教学系列”、“工人系列”这４个工资系列之间的转换。从表８３０中我们
可以看出，在这４个职业系列里行政系列增加最快，调查时行政系列的职工只
有５７．４％属于最初职业为行政系列，３０．１％的行政系列职工是从工人系列里转
来的；调查时科研系列和教学系列职工中也分别有１８．３％和７．４％是从工人系
列中转来的，工人系列向其他系列输出人员，但几乎不从其他系列吸收人员。

这种结构可以代表城镇全民所有制汉族职工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的职业流
动模式，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汉族地区就业人员的职业流动无疑将比这个

表里所表现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表８３０ 中国城镇职工最初职业与目前职业工资级别系列流动表（１９８９）

最初职业
目前职业

行政系列 科研系列 教学系列 工人系列 总计

行政系列 ５７．４ ７．９ ４．４ ２．７ １９．１
科研系列 ６．７ ６９．６ １．７ ０．２ ９．９
教学系列 ５．３ ４．２ ８６．８ ０．８ ５．９
工人系列 ３０．１ １８．３ ７．４ ９６．３ ６４．９
总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陈婴婴，１９９５：１３０。

由于少数族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结构可能与汉族地区有差别，少数

族群地区的职业流动情况很可能与这个表中展示的流动模式有所不同，而且从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流动模式也可能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但
是各个少数族群自治地区的实际情况究竟怎样，经历了哪些变化，与汉族地区

相比具有什么特点，造成这些特点的社会、经济、文化原因都有哪些，对于这些

问题，还需要开展系统深入的实地调查才能够真正了解和回答。

总的来说，我国对少数族群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研究基本上是空白，但

是有关这些专题的研究又确实是我国族群关系研究的重要领域，有待于今后通

过研究者的不断努力逐步把这些空白填补起来。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有限的普

查资料的简单归纳，也不能仅仅对一些少数族群地区的就业现象进行就事论事

的讨论，需要有计划地、系统地对我国主要少数族群地区的社会分层、职业声

望、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的机制、职业转化等具体专题进行实地问卷调查。在

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的路径分析模型中，应当把“族群身份”作为一个自变量引

入，这样可以更明确地认识族群身份对流动的影响。通过各个专题和多种方法

的分析研究，就有可能逐步整理出各个族群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方面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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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规律，对于不同族群进行比较研究，总结出各族群在社会流动方面的发展趋

势，这样我们对中国族群关系发展现状的分析与未来的预测就有了一个比较坚

实的基础。

七、小 结

本章首先讨论了“族群分层”对于我们理解族群关系的重要意义，在介绍中

国的族群分层情况之前，我们选择了三个其他国家作为三类典型案例来进行

“族群分层”的具体分析，以便使我们了解和熟悉社会学中常用于“族群分层”研

究的一些统计指标和分析思路。我们首先选择了美国这样一个发达的移民国

家，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做得比较多，有数量丰富的研究文献可

供我们选择，作为一个庞大的移民国家，来到美国的各大洲移民散布在全国各

地，族群差异表现得比较明显。而欧洲国家在近代没有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即

使是在多族群国家，各族群大多居住在本族的传统居住区域，族群在经济发展

方面的差别实际上在很大程度反映的是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别，这大

概也是欧洲国家对“族群分层”研究开展得比较少的原因之一。

其次我们选择了马来西亚，这是二战之后在原殖民地基础上组建的一个新

生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华人和印度人都是在殖民地时期迁入的外来族群，但

是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期华人人口在马来半岛曾经超过本地马来人，而且由于
华人的教育水平比较高，在经商和从事工业、采矿业方面具有一定的传统，所以

在这个国家的经济中华人的作用举足轻重，因而作为在人口比例相差比较近、

经济发展上具有某种优势的族群，华人在社会上的发展长期受到政府限制。所

以马来西亚可以作为族群分层研究的另一类典型。

根据可能得到的数据，我们随后又讨论了苏联在解体之前族群分层的情

况。作为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的多族群国家，苏联是我们在分析

“族群分层”时必须关注与研究的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国家集团。苏联在历史上

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一些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介绍了以上三个国家族群分层的基本情况之后，借鉴国外的研究思路和

分析指标，我们又讨论和分析了当前中国各族群集团之间存在的结构性差异。

所使用的主要是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０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和统计数字，力
图通过对这些有限的数据分析使我们对中国当前各个族群的社会经济结构特

征得到一个宏观的了解。通过对教育、产业、职业和城市化这４个核心指标的
讨论，分析我国各主要族群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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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也对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近十几年来在我国族群分层方面

所开展的社会调查的研究成果做了介绍。讨论了一个地区内族群结构性差异

和不同地区之间族群差异的社会意义以及这些差异对于我国族群关系所产生

的影响。

在最后部分，我们讨论了社会流动研究的重要性，指出这是我国族群分层

研究的一个空白领域。同时根据其他学者对于城镇职业流动的研究成果讨论

了在我国开展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族群比较研究所需要考虑的几个研究专

题。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章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具体案例来介绍“族群分层”的

方法和思路，而不在于这些国家族群分层的产生原因与社会后果。不同的国家

和不同的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发展历史，当地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

特点，我们在开展实际研究时，还必须根据自己面对的实际情况对通用的指标

进行修订和补充，而不能简单照搬。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信息时代的到

来，人们的发展机会和财富的获得也有可能出现新的渠道，人们的社会地位和

“社会分层”标准也可能会出现新的模式，我们在“族群分层”研究中也应根据形

势的发展而寻求创新性的研究思路。

对于“族群分层”问题的研究结果应当在什么范围内公开以及公开后可能

产生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在族群关系相对敏感的国家或敏感的历史时期所产生

的作用，这也是研究者必须关注和思考的①。如果在研究中发现一些存在的社

会问题（如“族群分层”问题），我们应当积极探讨和寻求有助于解决或改善这些

社会问题的途径或办法，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建设性意见，而不能为了学

术上“标新立异”或新闻传播效应而简单加以公布。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应当具

有社会责任感，并不是任何研究成果都可以在任何时刻、任何范围内进行公开，

也并不是公开后都必然会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

① 美国学者也指出，如果某些族群明显地比其他族群富裕得多，或者接受教育的程度普遍高于其
他族群，相关的信息如果不断地被传递到民众之中，就有可能引发或加剧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Ｔｈｅｒｎ
ｓｔｒｏｍａｎｄＴｈｅｒｎｓｔｒｏｍ，２００２：１７）。

２９６
民族社会学



第九章

族群集团在人口结构



方面的差异

通过揭示社会中各亚人口群体（ｓｕｂ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之间可观察
到的各种差异，可以直接引导我们去调查和研究造成这些差异的

原因及其后果。我们在这里讲的亚人口群体主要指的是种族、族

群或其他少数群体。

———Ｗ．Ｐ．ＦｒｉｓｂｉｅａｎｄＦ．Ｄ．Ｂｅａｎ（１９７８：２


）

社会是由许多的人共同组成的，当我们要研究与理解一个社会时，最初步

和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是从分析这个社会的宏观人口结构及其主要特征入手，

然后再分析人口结构的变迁以及影响变迁的各种因素。族群也是由许多的人

共同组成的，在多族群的社会里，各个族群又是同一个社会的组成部分或“亚人

口群体”。研究各个族群之间的结构差异，检验我们在一个具体地区的实地调

查对象在整体社会中的代表性，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分析族群之间在人口结构方

面的差异与特征。

狭义的人口指标（即反映人口体质的性别、年龄等指标）反映了这些族群作

为“生物人”的基本特征，广义的人口指标（即反映人口素质的社会、经济指标）



反映了作为“社会人”的结构性特征。可以用这些人口指标对不同年代、不同社

会的不同族群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以帮助我们理解现实社会中的族群与族

群关系及其变迁。

社会学的人口研究在２０世纪中期以后发展得很快，在理论和方法上都积
累了许多有创新性的思路和丰富的研究经验，出版了一批经典研究案例，这些

都可供我们在开展族群研究时借鉴。人口社会学的４个传统的核心研究领域
是生育、死亡、迁移与城市化，它们分别分析人口的增长、减少、地理位置的跨区

域变迁以及人口聚居程度和特点。

作为族群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族群人口的基本结

构与比较。我们研究人口结构，不仅仅因为这是在宏观层面上分析族群集团的

重要指标，同时也因为人口的结构性特征（如年龄结构的特征、性别比例是否失

衡）、因人口结构而决定的人口变化方面的特点（如生育率、死亡率及由此决定

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广义人口学涉及的研究领域如家庭结构、婚姻稳定性、

迁移选择性等等，也都将会对族群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族群关系带来十分重要

的影响。族群集团之间人口结构差异的现状，预示着它们在社会发展竞争中彼

此的相对处境，而人口结构各方面变化的特点又预示着它们的未来发展。这种

相对处境和未来发展趋势会在许多方面对族群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分析

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各个族群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社会学

的族群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在观察和研究一个社会中不同种族、族群在人口结构方面的差异时，

往往会提出一个问题，即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些差异体现的是

各族群社会、经济方面的结构性差异（族群分层），还是各个民族集团本身的“族

群特性”？而这些族群特性又是如何形成的？它们是因各自特有的遗传基因或

文化传统所造成？还是政府政策导向和制度性限制的结果？这些差异对于当

前的族群关系及其给未来的发展造成和将要造成什么影响？对于我们理解与

分析一个社会中产生“族群分层”的原因以及预测族群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这

些问题都十分重要并且需要社会学家们给予明确回答。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主要从人口分析的视角来讨论族群之间的人口结构性

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族群关系带来的影响。本章将集中讨论人口相对数量、

人口素质、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生育、死亡和婚姻等专题，而人口迁移对于族群

关系的影响则是下一章的主要内容。对于中国各族群在人口数量和结构性差

异方面的问题，本章也进行了相关的介绍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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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的数量与素质

（一）各族群人口绝对数量和相对规模

当我们把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区的几个族群从人口学的角度进行相互比

较时，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自然是它们各自在人口规模上的差别。俗话说，

“人多势众”。各个族群的人口相对规模，可以说是族群交往中最为重要的因

素。

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历史时期，一个人口很多的族群在面对另一个人口很

少的族群时，它的人口规模标志着它在经济活动和军事力量方面的实力，代表

着它在征收赋税、动员作战物资和兵员方面的潜力，众多的人口可以使一个大

族群在与另一个小族群发生军事冲突时在短期内取得巨大优势，也可以使它在

与小族群长期对峙时具有更强的持久力。而在一个实行民主选举制度的现代

社会里，人口较多的族群则可以通过动员本族选民的选票而在选举中影响和决

定权力及资源的分配。所以各族群的人口绝对数量和人口的相对规模，是族群

集团在人口差异方面的第一个重要指标。在２０００年，中国汉族人口为１１．４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９１．５％，其他５５个族群的人口加在一起占８．５％。我国之
所以能够形成一个以汉族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民族格局，与汉族人口的绝对数

量和相对规模这一因素是分不开的①。

我们通过政府的人口统计和人口普查可以得到各族群人口的具体数字，也

可以从中计算出各自的相对规模，这是我们进行族群关系研究的基础。但是在

实际调查与研究中，我们还应当注意到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居民们头

脑中关于族群人口相对规模的“印象”与实际数字之间所存在的差距，有时差距

还相当悬殊。表９１中是美国１９９５年在公众中进行的关于族群人口比重印象
的调查结果，美国各族群对于少数族群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印象都大大

超过实际数字。如非西班牙语裔的白人普遍认为美国社会的三类少数族群人

口已经达到总人口的５０％，这比实际数字（２７％）几乎超出一倍。多少有点巧合
的是，这三个少数族群被调查者对于自己族群人口所占比例的估计，都超出实

际数字的一倍。特别是对亚裔人口的估计，白人和其他两个族群的印象甚至接

近实际数字的三倍。应当说，亚裔人口在各项社会、经济、科技活动中的表现较

① 关于我国５６个族群的人口规模在建国以来发生的变化，请参看书后的附录（附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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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族群更为突出，给人们造成比较深刻的印象，以致使人们联想到亚裔人口

的规模可能比较大。

表９１ 关于美国人口族群比例的公众印象（１９９５）

被询问者的族群身份
人们印象中各少数族群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

黑人 西班牙语裔 亚裔 共计

非西班牙语裔白人 ２４ １５ １１ ５０
黑人 ２６ １６ １２ ５４
西班牙语裔 ２３ ２１ １１ ５５
亚裔 ２１ １５ ８ ４４
１９９５年实际比例（％） １３ １０ ４ ２７
资料来源：ＴｈｅｒｎｓｔｒｏｍａｎｄＴｈｅｒｎｓｔｒｏｍ，２００２：１４。

类似情况也同样发生在其他国家。在我国西藏自治区的拉萨市，常住人口

当中汉族仅占３８％左右，但是由于夏季来到拉萨的大量流动人口主要是汉族，
许多人白天聚集在集市和街道上从事各类经济活动，所以如果走在拉萨大街

上，使人们感觉到汉族人口似乎超过了藏族。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中国人的

数字也被当地一些媒体明显地夸大了，以致一些俄罗斯人出现了“中国人大量

移民”的议论。与实际数字不相符的人口规模印象，通常是因为一些少数族群

人口的规模被某些表面现象“夸大”了，或者被传媒或流言误导所造成。而这样

的印象对当地族群关系可能会起到一些负面作用，有时会被一些极端主义思潮

或别有用心的政客所利用。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就是及时公布政府统计或

人口普查的准确数字和族群人口比例，用来修正那些被传媒、某些个别事件或

流言误导所造成的脱离实际的印象。

（二）各族群人口的相对素质

我们仅仅注意到人口数量还不够，族群不但是由一定数量的人口组成的团

体，而且组成族群的这些人员还具有不同的素质，在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中，有

时人口素质的差异比人口数量的差异更加重要。正因为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

是人口分析的两个最基本方面，我国政府在人口方面提出的基本政策是“控制

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

在一个多族群国家中，各族群对于本国各项政治、司法、社会、经济、文化活

动进行参与的广泛程度和参与的深入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群体人员素

质方面的相对差距。譬如一个族群（Ａ）的文盲率为１５％，作为一个整体，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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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文盲率为５％的族群（Ｂ）相比，在社会和经济活动的竞争中就会呈现劣
势，但与第三个文盲率为３０％的族群（Ｃ）相比，可能还具有一定优势。
人口数量可以简单地通过居住登记统计或普查结果来加以计算，人口的质

量则需要通过一系列的相关指标来加以衡量。有关人口素质的指标可分为几

类：（１）人口健康状况：包括健康指数（婴儿死亡率、青少年健康指标、老年患
病率等）、智商指标、出生预期寿命等；（２）人口基本结构：包括年龄（年轻型或
老年型人口）、性别（男女比例）、婚姻状况（已婚和离异比例）、家庭结构（不完

整家庭比例）等；（３）人口的社会经济结构：包括教育结构、行业和职业结构、
收入与消费模式、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医疗条件、就业保障比例、犯罪率等

等。

人口素质的内容甚至还应当包括组织性、纪律性和道德水准等等，但是在

实际过程中如何在这些方面设定衡量指标和进行具体测度则存在一定的困难。

有时研究者可以间接使用各族群人口的“犯罪率”来表示族群整体的道德水准

和守法程度，有时还可以在不同族群聚居区组织“拾金不昧”的道德测试，以及

参考各族群自愿从事社区“义工”的比例、参加无偿献血的比例等指标，但其样

本的代表性和数据的可比较性都需要仔细检验。

由于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着社会组织与经济制度方面的结构性

差异，所以在不同国家可能需要借用不同的社会经济指标来显示各国的族群结

构特征及国家之间的差异，而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族群的人口之间，也存在着

基本素质方面的结构性差异。对于这两个层面的比较研究，都需要研究者给予

特殊的关注。

二、人口的年龄结构

社会学所讲的“人口”（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是指一群人的集合体。一个国家、一个地
区、一个族群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界限清晰的人口集合体，我们在进行这种边

界的界定之后，就可以利用人口学的知识和研究方法来对这个“人口”的结构特

征和动态变化进行统计和分析。

（一）族群人口的年龄结构

人口的年龄结构是指它的各个年龄组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人口学中

通常采用十分形象的“人口金字塔”图形来表示一个人口集合体的性别和年龄

结构。在这个金字塔图形中，中轴线的左右两侧分别用来表示男性和女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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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线即纵坐标则表示不同的年龄组从婴儿到老年的分布。我们平常所说的“年

轻型人口”，用“人口金字塔”来表现则呈现出底部大尖端小的特点，１５岁以下人
口比例大，６５岁以上人口比例小。而通常所说的“老年型人口”的“人口金字塔”
则呈立柱型，老年组人口比例下降缓慢。１９５３年我国人口中０—１４岁组占总人
口的３６．３％，１５—６４岁组占５９．３％，６５岁以上组占４．４％，大致上可以归类为
增长型的年轻人口。１９９０年我国的０—１４岁组占总人口的２７．７％，１５—６４岁
组占６６．７％，６５岁以上组占５．６％。与１９５３年相比，我国的少年儿童减少，老
年人比例增加，开始向“老龄化”发展。２０００年普查结果表明，我国０—１４岁组
占总人口的２２．９％，１５—６４岁组占７０．２％，６５岁以上占７．０％。“老龄化”的趋
势及其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已需要我们给予特别的关注。

（二）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因素

人口的年龄结构受到几方面因素的影响：（１）最主要的是受生育率水平的
影响，高生育率会造成高速增长的“年轻型人口”，持续的低生育率会导致人口

增长缓慢甚至减少的“老年型人口”。（２）其次是人口迁移的影响，如果人口中
有相当部分属于从外部迁入或有部分人口迁出，同时迁进、迁出的这部分人口

如有年龄倾斜（如迁出人口中的青年人比例比原来人口整体中青年人的比例要

高），也会影响人口年龄结构（青年的超比例流失会导致人口“老龄化”）。美国

每年接受约一百万移民，其中大多数是中青年，这对缓解美国社会的“老龄化”

起到了重要作用。（３）在各年龄组中非均衡的大量死亡也会影响人口整体的年
龄结构，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曾使大量苏联中青年男子丧生，导致战后苏联人口

的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发生非常规的变化。

图９１（ａ、ｂ）是２０００年我国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中得到的汉族和藏族常住
人口年龄结构的比较。从人口金字塔的形状上，我们可以看到藏族人口属于比

较正常的快速增长的年轻型人口，而汉族人口则属于十分特殊的“纺锤型”人

口，人口的主体部分是２０—２９岁年龄组，而且男性明显多于女性。这是由于在
西藏的汉族常住人口当中，大多是由政府安排来西藏工作三年左右的“暂住人

口”，定期轮换，政府部门在选择“入藏人员”时主要挑选的是年轻男子。所以西

藏汉族人口的年龄结构就具有一个非常规的带有明显年龄和性别倾斜的特征。

这是一个由周期流动性人口迁移影响族群人口年龄结构的典型案例。

另外，以近期移民为主体的族群人口可能受到“迁移选择性”在年龄、性别

方面的影响而向一定的年龄组倾斜。例如１９５０年在美国夏威夷州居民中，移
民较早的日本裔的年龄结构也是集中于４５—７０岁年龄组，而移民相对较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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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１ａ ２０００年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的年龄结构

图９１ｂ ２０００年西藏自治区汉族人口的年龄结构

菲律宾裔的年龄结构集中于３５—５４岁年龄组，而且男性是女性的１１倍（廖正
宏，１９８５：９２）。
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因素则有：（１）社会传统文化中的生育观（是否重视多子

女和男孩的传宗接代）；（２）教育事业的发达程度（是否是就业的必须条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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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费用的高低，会影响家庭抚育子女的经济能力）；（３）妇女就业情况（妇女大
量就业会导致晚婚与低生育率）；（４）政府政策的影响（实行鼓励或限制生育的
政策）。除了第４条之外，前３条都与一个社会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
关。

（三）借用“人口转型理论”来分析族群之间的年龄结构差异

西方人口学家通过对欧洲生育率变迁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人口转型

理论”（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这个理论把欧洲历史上的人口转变过
程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１）第一阶段为工业化之前的历史时期，以高生育率、
高死亡率、低增长率为特征；（２）第二阶段即工业化的进程，以高生育率、低死亡
率、高增长率为特征；（３）第三阶段则是工业化之后的历史时期，以低生育率、低
死亡率、低增长率为特征（佟新，２０００：１７９）。
基于西欧国家人口发展的经验，曾经有许多人口学家认为，社会和经济的

发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将导致人们很自然地采取“计划生育”行为，即经济发展

会解决各国的人口问题。但是人们在研究当前的发展中国家时，发现在世界经

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产值增长很快，医疗卫生条件改善

得很快，但是人们的生育观念（多子多孙以延续家族，把孩子视为劳动力）并没

有转变得那么快，从而导致了人口的超速增长，因而由政府推动和鼓励的“计划

生育”项目对于防止人口过快增长，在一些国家仍然是必要的。

就一个国家内部而言，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了不同族群进入工业化进程的时

间有先有后，不同族群进入以中央政府为核心的政治整合过程的步伐也有先有

后，尽管后来各族群都处于同样的社会体制和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之中，但它们

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和观念可能存在着一定差别。如果我们接受“人口

转型理论”的基本假设，我们可以把一个国家内的不同族群根据其社会发展状

况放到人口转变进程的相应阶段当中，借助生育率和死亡率的模式来理解各个

族群在工业化进程中所处的发展阶段，把生育率和人口年龄结构作为具体的比

较指标，用来间接反映族群之间的相对发展水平。但是需要指出，当我们重视

社会经济发展形态的同时，各族群的传统文化与传统生育观对人们生育行为的

影响同样不应被忽视。所以在对不同的种族、族群进行生育率的比较时，经济

发展与文化传统这两方面的影响都需要考虑在内。

在有些多族群社会中，政府对不同族群在生育政策、教育政策和就业机会

等方面实行了不同的政策和管理措施，对于这些政策和具体措施的实际效果及

其对族群关系带来的影响，也是我们研究的重要方面。如中国政府对不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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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族群在实行“计划生育”方面就实行了不同政策，如对汉族人口长期实行

比较严格的“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而对边疆地区的少数族群，有的不

实行“计划生育”，有的放宽生育数目的限制，有的完全没有限制。因为这样的

不同政策就使得我国各族群的人口增长率有较大的差别，而且也使增长快的族

群具有比较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

三、人口性别比例

（一）人口性别比例

人口性别比例是总人口中男女两个性别群体之间的比例。除了总人口性

别比之外，人们有时也关注分“年龄别”（指不同年龄组）性别比和出生性别比。

如战争和大量劳动力迁移可能会导致某些年龄组的性别比失衡，这样的年龄组

性别失调对劳动力市场、婚姻市场、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等方面都会带来一系列

的影响。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同期出生婴儿总体的性别比例基本上是平衡的，

大致为１０５—１０６（男）比１００（女），或者在总数中的百分比为（男）５１．８％和（女）

４８．２％。１９５３年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我国婴儿出生性别比为（男）１０４．９比（女）

１００（刘铮等，１９８１：２８），属于比较正常的比例。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我国
婴儿出生性别比上升为（男）１１１．４５比（女）１００，２０００年则进一步上升为（男）

１１９．５４比（女）１００。我国在出生性别比方面的变化引起了国际人口学界的广泛
关注和讨论。

（二）影响性别比例的因素

影响一个人口性别比例的因素来自各个方面：（１）影响婴儿性别比的主要
因素之一是出生前所采取的“性别选择”措施，即通过Ｂ超等技术手段查明胎儿
性别后，对不期望出生的胎儿（如女性）用人工手段终止妊娠（人工流产）；（２）在
严格实行“计划生育”并存在性别选择的社会，有些特别希望生儿子的父母对于

出生的女婴可能隐匿不报，从而争取生第二个孩子（男孩）的机会，这就使得官

方统计的出生性别比与实际的性别比不一样，在申报基础上统计的婴儿中男性

比重过大，同时一定数量的女孩处于“地下黑户口”状况；（３）在存在性别选择的
社会，有时会发生溺婴的现象，如一些希望生儿子的家庭会溺女婴；（４）如果迁
入或迁出者的性别比不均衡，迁移也可能会对一个地区的人口性别比有一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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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如一个地区的年轻女性大量外迁到其他城市就业，会导致这个地区相关年

龄组的性别比失衡；（５）某个性别组的大量非正常死亡（如男子在战争中大量死
亡），也会导致人口的性别比失去平衡。

比较不同族群的出生性别比，可以分析各个族群不同的传统文化（如汉族

强调生儿子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是一些少数族群并没有这种观

念）对各族群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也可以分析人口迁移和城市化（与农村向城市

迁移相联系）对不同地区（迁出地与迁入地）相关族群的不同影响，以及城市化

发展（城市居民比较倾向于少生孩子，而且对于孩子性别的偏好比农民要弱）水

平的不平衡对于不同族群的影响程度。人口主要部分居住在农村的族群，通常

较高城市化水平族群的出生性别比会高一些。

由于在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少数族群的生育政策与对汉族

的政策不同，严格的生育限制使得上面谈到的前三个影响性别比的因素（对不

期望出生的女婴进行人工流产、瞒报女婴、溺婴）对汉族人口的影响要远远超过

其他族群，在我们进行中国族群出生性别比研究时，这一点是必须要考虑的因

素。

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比，往往是其他人口行为（生育、死亡、迁移、城市化）

的结果，所以我们在介绍和分析不同族群在人口方面的差异时，需要重点进行

生育和死亡方面的专题分析。

四、生育率水平

下面我们讨论不同族群在生育率水平上的差异与造成这些差异的影响因

素。美国作为一个多种族、多族群国家，美国的学者们在少数族群人口方面进

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这些文献中使用的指标与分析方法可供我们借鉴。

美国两位人口学家比恩（ＦｒａｎｋＤ．Ｂｅａｎ）和弗里斯比（Ｗ．ＰａｒｋｅｒＦｒｉｓｂｉｅ）在

１９７８年合编出版了一本论文集《种族与族群人口学》（Ｔｈｅ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
Ｒａｃｉａｌａｎｄ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该书各章比较系统地分析了
在生育、死亡、迁移、婚姻家庭、就业、教育和居住格局等方面的族群差别，该书

对这些领域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研究成果，被之后的许多研究者引用。我们下面

的讨论也借鉴了这本书中的观点和数据。

（一）美国各族群的生育率差距

首先，从表９２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美国的各族群中存在着生育率的明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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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１９７０年每１０００个３５—４４岁的日裔妇女平均生２．１个孩子①，印第安人平

均生４．３个孩子。在白人中间还存在着城乡差别，白人平均生２．９个孩子，但
是农村白人妇女比城镇白人妇女平均多生０．４个孩子。在拉丁美洲裔各族群
中，墨西哥裔平均生４．２个孩子，而以新移民为主的古巴裔只生１．９个孩子。
虽然白人、印第安人之外的大多数少数族群主要集中居住在城镇，但是从白人

生育率的城乡差异，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经济差异对生育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

表９２ 美国３５—４４岁年龄组每１０００名妇女平均所生孩子数（１９７０）

族群 所生孩子数 族群 所生孩子数

白人 ２８９１ 日裔 ２１４９
城镇白人 ２７８３ 华裔 ２８３３
农村白人 ３１７９ 菲律宾裔 ２９８１
拉丁美洲裔 ３４４３ 韩裔 ２８９１
墨西哥裔 ４２２２ 印第安人 ４２６７
古巴裔 １９３２ 夏威夷人 ３９４０
黑人 ３４８９ 其他 ３２２２

全体 ２９５８
资料来源：ＢｅａｎａｎｄＭａｒｃｕｎ，１９７８：１９１．

（二）“少数族群身份假设”、“社会特征假设”和“边际地位假设”

因为人们把生育率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对于各族群生育率的比较

研究也就有了特殊意义。在对美国白人和少数族群的生育率比较研究中，学者们

提出了两个对立的理论假设，一个是“少数族群身份假设”（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ＧｒｏｕｐＳｔａｔｕｓ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另一个是“社会特征假设”（Ｓｏｃｉ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社会特征假设”认为，由于各族群在社会经济方面存在着结构性差异，因

此各族群在生育率方面的差异实质上体现的只是不同社会阶层生育行为的特

点。换言之，如果黑人与白人所受教育相同，职业和收入一样，他们的生育率应

该也会一样。“少数族群身份假设”则认为，除了社会、经济因素（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之外，少数族群的身份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对生育率有影
响，因为在统计计算中，当其他社会、经济因素被排除（被控制）之后，各族群之

间的生育率差异并没有消失。

“社会特征假设”是过去的通常解释，那些认为美国社会已经实现了种族、

①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妇女在４４岁以后仍继续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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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平等的人往往持这种观点。而“少数族群身份假设”则是那些认为少数族

群的文化观念对于生育行为具有独立影响的学者提出的。美国社会学家哥德

沙尔德（ＣａｌｖｉｎＧｏｌｄｓｃｈｅｉｄｅｒ）和尤伦伯格（Ｐ．Ｒ．Ｕｈｌｅｎｂｅｒｇ）在他们对美国犹太
人、黑人、基督徒、日裔这４个族群的生育率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提出了“少数
族群身份假设”（ＧｏｌｄｓｃｈｅｉｄｅｒａｎｄＵｈｌ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６９：３６９）。他们认为，由于基督
教反对避孕和人工流产，所以基督徒的高生育率是受其宗教的影响。同时他们

针对犹太人、日裔和上层黑人的低生育率，提出了一种补充的“社会—心理解

释”，认为这些少数族群由于担心自己的社会地位没有保障，所以自身特别努力

并对生孩子采取“少而精”的策略，努力对每个孩子精心培养（参见马戎编，

１９９７：２５１）。
哥德沙尔德和尤伦伯格假设在一个大社会里，少数族群处于“文化同化”的

过程之中，他们在逐步适应和接受由大族群主导的社会价值规范，并努力提高

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但是他们的“完全同化”在事实上是极难作到的，所以这

些族群会发现他们在某些方面（如教育、职业）可能实现了“同化”，但在另一些

方面（如加入相同基础社团、实行族际通婚）却难以真正达到“同化”。在“同化”

的不同领域里所实现的不同程度的“同化”结果，使得这些少数族群处于某种

“边际地位”（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并使他们感到自己在社会经济方面已经取得
的成功没有保障（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具有这种心理并为了保住现有的地位，他们有意
识地减少孩子数量，以保持家庭人均消费水准和子女的良好教育（Ｂｅａｎａｎｄ
Ｍａｒｃｕｎ，１９７８：１９４—１９５）。这种行为常见于少数族群中的上层家庭。
图９２利用了直线图的方式来表示少数族群“社会特征”和生育率关系的三

种理论假设。图９２ａ表示哥德沙尔德和尤伦伯格的“边际地位假设”：少数族群
的社会地位提高后，为了克服心理上的“没有保障感”，他们会把自己的生育率

控制得比白人还要低，从而提高子女的教育和竞争能力。图９２ｂ表示“少数族
群身份假设”：无论社会地位如何提高，少数族群的生育率比同等社会地位的白

人生育率要高。图９２ｃ表示“社会特征假设”：大族群和少数族群之间在生育行
为上没有差别。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里，不同的族群会根据社会的大环境和自身

的处境调整自己的生育行为，从而表现出不同的模式。当我们研究某个国家或

地区的族群生育行为时，这些假设可以为我们提供宏观的分析思路。

在一个工业化社会里，如果一个家庭决定少生孩子，通常可以达到以下三

个结果：（１）保持家庭人均消费水平；（２）提高每个孩子的人均资源占有量，以
保证其受到最好的教育；（３）通过保持和提高人均资源占有量，有利于自己和下
一代在社会上的竞争能力。在现代化社会、特别是在城市里，这些都是人们考

３０８
民族社会学



图９２ 多数族群与少数族群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时的生育率差异

虑限制生育的原因。但是人们也发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东南亚国家），来到

城市的少数族群有时并没有限制自己的生育，而且生育率还有上升的趋势。如

果这些少数族群家庭并不考虑让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要去“上流社会”竞争，而是

在街头谋生，也就不会在意他们是否需要接受较多的教育，在“街头”谋生经常

需要靠“人多势众”，兄弟多对他们是有利的，而且在城市里养活孩子可能比农

村还要容易，所以这些父母没有“动力”限制自己的生育。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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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小社区”的氛围，会对少数族群的生育行为带来不同的影响。

同样，如果是生活在一个前工业化的乡土社会，对于那些没有多少自然资

源（如耕地）并以简单劳动谋生的人们来说，自己和下一代的社会地位与受教育

程度关系不大，下一代的竞争能力与自己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时间、精力、金钱资

源关系不大，而与家族人口规模密切相关，这种客观实际就决定了人们的生育

观念和生育行为。如在“乡土中国”的多族群农业社区，各族群为了生存与发展

中的竞争，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是多生孩子，一旦发生矛盾冲突，无论“评理”及

“械斗”都要依靠人多势众。所以，不同的理论假设来自于对不同社会环境的实

际研究，反映了不同国家的国情。我们要从国外的研究中学习他们的思路和研

究方法，但是绝不能照抄外国的现成结论。

（三）区域差异、分组方法对生育率比较研究的影响

另一个美国社会学家斯拉依（ＤａｖｉｄＦ．Ｓｌｙ）试图使用哥德沙尔德和尤伦伯
格的观点来分析美国人口普查资料。在数据分析中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当他对

美国全国普查数据进行分析时，“社会特征假设”被否定，而“少数族群身份假

设”的解释力则得到肯定；但是把美国南部的数据排除之后，“社会特征假设”却

得到了肯定。所以他的数据分析表明，地区差异在这一分析中是一个不容忽视

的因素。斯拉依对这些分析结果所提出的解释是：在美国南部种族歧视仍然在

一定程度上存在，所以包括了南部地区的全国性数据表示了“少数族群身份”的

重要，而在北部和西部，“少数族群身份”的重要性下降，生育率与“社会特征”之

间的关系更为明显，所以当南部地区被排除之后，“社会特征假说”的统计意义

就凸显出来（Ｓｌｙ，１９７０）。

１９７４年罗伯兹（ＲｏｂｅｒｔＥ．Ｒｏｂｅｒｔｓ）和李（ＥｕｎＳｕｌＬｅｅ）的研究说明，数据分
析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对族群集团的定义方法以及所选择的研

究地域。例如采用“白人—非白人”分组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有利于支持“社会

特征假设”，而当采用“拉丁美洲裔—其他白人—黑人”分组方法时，研究结果对

支持“少数族群身份假设”有利，可见各个少数族群的生育特点也不尽相同

（ＲｏｂｅｒｔｓａｎｄＬｅｅ，１９７４）。有的族群已经“基本同化”，所以与白人相比，在生育
行为上显示的主要是“社会特征”差异；另一些族群与白人之间在生育观念和行

为上仍有很大距离，当把他们的生育数字与白人相比较时，作为“少数族群”的

特征就依然显得很重要。

在一个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各个族群在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

的整体发展水平可能存在明显差距，其中有的族群已经处于工业化阶段，而有

３１０
民族社会学



的族群可能刚刚脱离“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这些

族群来说，表现“社会特征”的变量（教育、职业、收入等）对他们生育行为的影响

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如在满族人口的教育结构中，大学、高中毕业生已经具有

一定比例，教育变量在分析中可能就很有意义，而门巴族的高中、大学毕业生比

例非常小，绝大多数人的教育水准都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变量可能就反

映不出什么问题。所以在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时，首先要了解研究对象的有关变

量的具体分布情况，然后才有可能合情合理地选择变量及解释分析结果。

所以在进行生育行为的比较研究时，需要注意“族群”分组方法、区域差别、

社会发展阶段、变量分布、具体分析方法这５个方面。

（四）前苏联各族群的生育率差距

除了美国的例子外，我们再看看另一个多族群大国前苏联的情况。在前苏

联各族群的生育率水平之间也存在很大差距，如在１９７０—１９７９年期间，苏联的
乌孜别克人、哈萨克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和吉尔吉斯人的增长率比俄罗斯人

分别高５．５倍、３．６倍、５．５倍、５倍和４．８倍。苏联已婚妇女以平均希望生育孩
子数按族群分组为：犹太人（１．７１个）、俄罗斯人（２个）、乌克兰人（２．０８个）、格
鲁吉亚人（２．８３个）、阿塞拜疆人（４．９８个）、哈萨克人（５．０１个）、乌孜别克人
（６．２６个）（阮西湖，１９８１：１，６４）。在生育率方面的显著差异使得各个加盟共和
国的民族人口结构在发生变化，俄罗斯人所占的比重在不断减少，这一演变趋

势也影响了各地区的族群关系。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一些大俄罗斯民族主
义者鼓吹俄罗斯脱离苏联的主要动员口号，就是提出“俄罗斯不应当再为其他

民族充当奶牛”，鼓吹凭借俄罗斯的国土、自然资源和经济实力，脱离苏联之后，

俄罗斯人的经济收入可以得到大幅度的增长。许多普通俄罗斯民众也抱怨他

们的经济成果中有很大一部分被人口增长快、生产力水平低的中亚共和国所分

享，影响了俄罗斯人的利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在俄罗斯民众和知识分子中
流传的这种“民族主义思潮”对于前苏联解体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五、死亡率水平

人口学关于死亡率的研究一般关注４个重要方面：（１）死亡率水平；（２）死
亡的年龄、性别结构；（３）死因分析；（４）死亡率变迁及其特点。这几个方面相
互关联，同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死亡现象与社会经济发展、死亡现象与

族群分层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借用国外的资料来说明在死亡现象中可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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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族群差异，通过这些讨论也介绍一些在死亡研究中常用的指标。

（一）美国各族群死亡率的差距

在一个多族群国家里，不同种族、族群整体的死亡率水平可能是不一样的，

而且不同年龄组的死亡率也会存在差异。表９３说明在２５岁至４９岁之间，美
国有色人种的死亡率① 是白人的两倍以上。在１９６０—１９６９年期间，这种情况
非但没有改善，除了５０—５４岁和６０—６４岁年龄组之外，有色人种和白人在死
亡率方面的差距在其他所有年龄组都有了明显的扩大。１９６９年３０—３４岁组的
有色人种死亡率甚至是白人的３倍以上。造成各年龄组死亡率差距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因素（营养、工作、医疗条件等），也有社会因素（教育程度，

犯罪、暴力等非正常死亡），甚至也许有文化因素（饮食、生活习惯等）。

表９３ 美国有色人种死亡率与白人死亡率之比

年龄组 １９６０ １９６９

１５—１９ １．４０ １．５４
２０—２４ １．７９ １．９６
２５—２９ ２．４４ ２．６２
３０—３４ ２．７０ ３．０５
３５—３９ ２．６１ ２．８６
４０—４４ ２．３４ ２．５０
４５—４９ ２．００ ２．１４
５０—５４ １．９２ １．９０
５５—５９ １．７２ １．７３
６０—６４ １．７４ １．６２
全体 １．０６ １．０１

资料来源：Ｓｕｔｔｏｎ，１９７８：４０４。

应当注意的是，这些因素对于不同年龄组成员所发生作用的程度可能是很

不相同的。如营养、医疗条件对于婴儿、儿童和老人的死亡率影响较大，犯罪和

暴力等非正常死亡可能对中青年男子的死亡率影响较大。据报道，１９９５年

２０—２９岁的美国黑人男性中有三分之一因犯罪而坐过监狱（新加坡《联合早
报》，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９日），黑人青年卷入犯罪、暴力事件的高比例必然会对黑人
群体的死亡率有负面影响。

① 这里指的是“粗死亡率”（ｃｒｕｄｅｄｅａｔｈｒａｔｅ），即某一年一个（族群）人口平均每１０００人中的死亡人
数（曾毅，１９９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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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婴儿死亡率统计数字的研究说明，不同种族的婴儿死

亡率之间存在着很显著的差距（表９４）。在这个州的１６个经济区中，有７个区
（标以号）的黑人婴儿死亡率甚至是盎格鲁裔（白人）的２倍以上，另有２个区
的黑人婴儿数目因少于１００没有计算死亡率。除了３个区之外，其他各区的拉
丁美洲裔的婴儿死亡率都高于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母婴的营养、生活和

医疗条件比较差，应当是拉丁美洲裔和黑人婴儿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

表９４ 美国得克萨斯州１６区１９７０—１９７２年各族群婴儿死亡率

得克萨斯州各经济区域 盎格鲁—撒克逊裔 拉丁美洲裔 黑人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ｉｇｈＰｌａｉｎｓ ２２．１ ２９．８ ４９．５
ＲｏｌｌｉｎｇＰｌａｉｎｓ ２１．２ ２８．４ ４５．３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ＨｉｇｈＰｌａｉｎｓ ２１．０ ２６．１ ４２．４
Ｎｏｒ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ｅｘａｓ ２０．８ ３０．９ ５６．２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ＲｉｏＧｒａｎｄｅ １７．５ ２３．１ ３８．６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Ｂｌａｃｋｌａｎｄ １７．９ ２１．８ ３６．４
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ｄｗａｒｄｓ １９．４ ２１．２ ４６．０
ＰｏｓｔＯａｋ ２１．８ ２８．７ ３４．７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Ｂｌａｃｋｌａｎｄ ２３．６ ２７．８ ２５．９
ＴｒａｎｓＰｅｃｏｓ ２５．４ ２１．４ —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ＳａｎｄｙＬａｎｄｓ ２１．２ ２２．１ ２６．３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ＳａｎｄｙＬａｎｄｓ １９．２ ３３．６ ２９．９
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ｄｗａｒｄｓ ２２．６ ２６．４ ３９．９
ＣｏａｓｔＰｒａｉｒｉｅ １８．７ ２３．２ ３１．７
ＬｏｗｅｒＲｉｏＧｒａｎｄｅ ２３．８ １９．４ —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ＲｉｏＧｒａｎｄｅ １９．８ １８．７ ２３．３
“—”：婴儿总数少于１００。
资料来源：Ｐａｌｌｏｎｉ，１９７８：２８６。

（二）美国各族群死亡原因比较

虽然在死亡研究中有不少关于不同年代的“死亡原因构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
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ｄｅａｔｈ）的分析（分别死于各类疾病、交通事故、犯罪暴力、自杀等原因的
百分比），可惜在现有研究文献中关于各种族、族群集团死亡原因构成的任何材

料很少，表９５提供了１９７９年美国黑人与白人１２种主要死亡原因死亡率的比
率（ｒａｔｉｏ），我们可以从死亡原因的角度分析不同种族在患病、死亡方面的差距，
这类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对各族群成员在死亡方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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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作用。

表９５ 美国１９７９年黑人与白人１２种主要死因死亡率之比

死因排序 死亡原因 黑人／白人死亡率之比

１ 心脏疾病（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１．２７
２ 癌症（Ｃａｎｃｅｒｓ） １．３２
３ 中风（Ｓｔｒｏｋｅ） １．８０
４ 意外死亡（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１．２０
５ 慢性障碍肺病（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 ０．７５
６ 肺炎与流行性感冒（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１．６１
７ 糖尿病（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２．２１
８ 慢性肝病（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ｉｖｅｒｄｉｓｅａｓｅ） １．９０
９ 动脉硬化（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１．０９
１０ 自杀（Ｓｕｉｃｉｄｅ） ０．６０
１１ 婴幼儿疾病（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ｆｅａｒｌｙｉｎｆａｎｃｙ） ２．１４
１２ 谋杀和死刑（Ｈｏｍｉｃｉｄｅ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６．２６
 死亡率在比较时经过年龄换算以保证可比性。

资料来源：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２２２。

从这张表中，我们可以看到黑人被谋杀或判处死刑方面的死亡率是白人的

６倍多，而黑人自杀率明显低于白人。另外，除了慢性障碍肺病和自杀之外，黑
人在其他死因中的死亡率都高于白人，黑人婴幼儿疾病和糖尿病的死亡率是白

人的两倍。从这些死亡率的比较当中，我们可以间接了解美国种族之间在健康

和行为方面的差异。

“出生预期寿命”是人口学用来衡量人口整体健康水平的一个综合性指标。

１９００年，美国白人的出生预期寿命比有色人种长１５．１岁，白人活到６５岁的机
会是有色人种的２倍。１９７８年白人男子的预期寿命比有色人种男性长５．２岁，
白人女性的预期寿命比有色人种女性长４．２岁。一些美国学者认为，造成美国
黑人死亡率较高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任何遗传基因或生理因素，而是由于黑人

普遍教育程度比较低，多从事低层次职业，收入也普遍较低，这些都给他们的健

康与及时就医带来负面影响（ＷｅｌｌｅｒａｎｄＢｏｕｖｉｅｒ，１９８１：１９５）。

六、婚姻类型和家庭结构

不同的族群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婚姻习俗，除了最常见的一夫一妻婚姻

之外，还存在着一夫多妻婚姻（如一些阿拉伯国家）和一妻多夫婚姻（流行于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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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雅地区，如我国部分藏族地区）。不同的婚姻形式与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

土地财产制度、宗教文化传统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我国藏族地区的一妻多夫

婚姻，就是与农奴制中的土地继承制度相联系的（马戎，２０００：３５—３６）。在云南
和四川交界的泸沽湖地区生活着“摩梭人”群体，他们曾长期保持母系制度并实

行“走婚”这样一种特殊婚姻形式（和钟华：２０００：２７—４５）。
在普遍实行一夫一妻婚姻的西方国家，学者们比较关注的是对不同族群在

初婚年龄和婚姻稳定性方面的差别进行比较与分析。

（一）美国各族群女性的初婚年龄与婚姻稳定性

从表９６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西南地区已婚妇女的几个特点：（１）

表９６ 美国西南５州２５—６４岁已婚妇女的族群比较（１９７０）

族群
受教育程度

（上学年数）
初婚年龄

婚姻状况

不稳定

（人数）

稳定

（人数）

不稳定

（％）
不稳定

差额

墨西哥裔

０—７ １４—１９ ３３４ １１７３ ２２．１６ ０．２８
２０＋ ２４１ １３５５ １５．１０ ０．１８

８—１１ １４—１９ ２６２ ７５９ ２５．６６ ０．３５
２０＋ １８５ ７４４ １９．９１ ０．２５

１２＋ １４—１９ １１９ ３７３ ２４．１９ ０．３２
２０＋ １７９ ８７７ １６．９５ ０．２０

盎格鲁—撒克逊裔

０—７ １４—１９ ３７６ ９７９ ２７．７５ ０．３８
２０＋ ２０６ ８１２ ２０．２４ ０．２５

８—１１ １４—１９ ３１４４ ５８７３ ３４．８７ ０．５４
２０＋ １２４１ ４５２８ ２１．５１ ０．２７

１２＋ １４—１９ ４６０６ １０７４１ ３０．０１ ０．４３
２０＋ ４７０５ ２２２５８ １７．４５ ０．２１

黑人

０—７ １４—１９ １７０ ２７８ ３７．９５ ０．６１
２０＋ １３１ ２７５ ３２．２７ ０．４８

８—１１ １４—１９ ５４４ ６４１ ４５．９１ ０．８５
２０＋ ３３８ ５７０ ３７．２２ ０．５９

１２＋ １４—１９ ４８０ ５７７ ４５．４１ ０．８３
２０＋ ４８１ １０９５ ３０．５２ ０．４４

 不稳定差额（ｏｄｄｓｏｆ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根据离婚次数等变量计算。
资料来源：Ｆｒｉｓｂｉｅ，ＢｅａｎａｎｄＥｂｅｒｓｔｅｉｎ，１９７８：１５２。被调查的州是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

亚州、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得克萨斯州。墨西哥裔、盎格鲁—撒克逊裔和黑人３个族群
的调查样本量分别为６６０１、５９４６９和５８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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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婚年龄小于２０岁的妇女，婚姻稳定性都低于在２０岁或以上初婚的女性，太
年轻的姑娘往往容易凭一时感情冲动而结婚，但婚后发现对象并不理想。（２）
在这三个族群中，墨西哥裔妇女的婚姻稳定性最高，白人次之，而黑人妇女的婚

姻稳定性最低，这与各族群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不同的工作、居住地点稳定

程度有关；墨西哥家庭居住地和工作比较稳定，黑人的流动性最高。（３）三个族
群中，受到中等程度教育（上学年数为８—１１年）这一组妇女的婚姻最不稳定，
其次是高教育组（１２年以上），而低教育组（０—７年）则相对稳定一些；因为中学
毕业者工作的流动性最大，大学毕业者的工作也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而没有受

过教育和小学毕业者有许多婚后不工作，或者只在出生社区找到相对稳定的低

收入工作，工作的稳定、居住地点的稳定和本人经济上是否独立无疑会影响到

女性婚姻的稳定性。

（二）美国各族群的家庭结构比较

美国社会学家斯威特（ＪａｍｅｓＡ．Ｓｗｅｅｔ）根据１９７０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对
各族群家庭结构进行了比较（表９７），有趣的是，这张表里也包括了来自美国属

表９７ 美国不同族群家庭结构比较（１９７０）

族群
女性户主

家庭（％）
夫妇共同与１８岁
以下孩子居住（％）

带着孩子居住的女性户主的家庭

６岁以下孩子（％）１８岁以下孩子（％）

白人 ９．０ ８６．８ １７．１ ５０．８
黑人 ２７．４ ５７．３ ３０．８ ６６．３
西班牙姓氏 １３．４ ８０．６ ２９．４ ６６．６
华人 ６．７ ９０．１ １２．５ ４８．５
日本裔 １０．３ ８９．３ １５．４ ５６．０
菲律宾裔 ８．６ ８３．３ ３９．１ ６８．８
美洲印第安人 １８．４ ６８．６ ３１．６ ６５．５
墨西哥裔 １３．４ ８０．２ ３０．５ ６７．６
波多黎各裔 ２４．１ ６６．５ ４４．４ ８０．７
古巴裔 １２．３ ８３．９ １５．６ ５１．２
波多黎各人 １５．９ ７４．６ １８．１ ４９．９

“波多黎各人”的数据来自美国属地波多黎各开展的人口普查。

资料来源：Ｓｗｅｅｔ，１９７８：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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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波多黎各居民的普查资料，可以用来与移居美国的波多黎各后裔进行比较。

数据表明这些波多黎各人移居美国之后，家庭的稳定性明显下降，单身女性户

主的比例从１５．９％上升到２４．１％，这说明美国社会工作与家庭的普遍不稳定
性。相比之下，华人、菲律宾裔和白人的家庭似乎最稳定，９０％的华人家庭是由
夫妇共同抚育未成年子女，而这种情况在黑人家庭中只有５７．３％，印第安人和
波多黎各人分别为６８．６％和６６．５％。在女性作为户主的家庭中，波多黎各单
身母亲独立抚育未成年子女的比例达到８０．７％，而只有不到２０％的单身母亲
与成年子女同住，这些抚育未成年子女的妇女的经济负担和社会责任无疑十分

沉重。这张表显示出在家庭构成方面，族群之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斯

威特的研究中还讨论了各族群中不同类型住户（夫妇组成的家庭住户、其他类

型家庭住户、非家庭住户）① 的分布比例、住户主要成员人口特征（年龄、婚姻状

况、有无子女等）、独身妇女户主的婚姻状况、住户人口规模（平均成年人数）、

１８—２４岁未婚者与父母同住的比例、１８—２４岁居住在“集体户”（服兵役、坐牢、
上大学）中的分类比例等等研究专题，并对每个专题和统计指标都进行了族群

之间的比较分析（Ｓｗｅｅｔ，１９７８：２２１—２５９）。这些研究方法和分析思路可以作为
我们今后研究的借鉴。

七、中国少数族群人口的特点

按照政府的“民族识别”所公布的结果，我国现在有５６个族群（“民族”）。

１９４９年以前各个族群在人口规模、传统文化、语言宗教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应当说各个族群之间在教育、

经济和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显著缩小，但是在传统文化、宗教等领域的

差异依然存在。我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都是以行政区划为统计单位，极少以

族群为统计单位，而从人口学角度对少数族群进行实地调查也较少，所以有关

中国少数族群人口的资料与数据十分缺乏。下面主要根据人口普查资料来讨

论我国少数族群在人口结构方面的特点与相互差异。

（一）生育率

历史上我国各个族群的生育率是否有明显差别，由于这方面资料与研究文

① “非家庭住户”（ｎｏｎｆａｍｉｌｙ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即住户成员之间无亲属或婚姻关系，可分为１人户、２人户
或３人以上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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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几乎完全没有，所以无法研究。我们现在主要讨论和比较新中国成立后政府

统计的生育率资料。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开始实行比较严格的
“计划生育”政策，一对汉族夫妇（特别是城市居民）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但是

对于少数族群（特别是居住在农村和牧区的少数族群）长期以来并没有实行计

划生育政策，近年来开始对在城镇居住的部分少数族群国家职工实行了比汉族

较为宽松的计划生育，如拉萨的藏族职工可以生两胎，而对农村牧区的藏族居

民仍然没有生育数量的限制。在内蒙古自治区的牧业地区，汉族牧民只能生１
胎，对于蒙古族牧民在１９９０年之前没有生育限制，自１９９０年之后对蒙古族牧
民的生育开始限制在两胎。

从表９８可以看出我国各主要族群在生育率方面的显著差别，“总和生育
率”（Ｔｏｔａｌ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Ｒａｔｅ）是一定时期内“年龄别生育率”（Ａｇ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之和，在人口年龄结构稳定、各年龄组生育率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大致地
看作是一个妇女一生中生育孩子数目的平均值。

表９８ 中国各主要族群的总和生育率

族群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９ 族群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９
汉族 ２．５１ ２．２９ 蒙古族 ３．１６ ２．２４
壮族 ４．６７ ２．９１ 藏族 ５．８４ ３．８０
满族 ２．１０ １．８５ 布依族 ５．１５ ３．５３
回族 ３．１３ ２．６２ 侗族 ４．４５ ２．６７
苗族 ５．３４ ３．１５ 瑶族 ５．３９ ２．９３
彝族 ５．２１ ３．０７ 朝鲜族 １．９１ １．５６
维吾尔族 ５．５９ ４．６５ 全国少数族群 ４．２４ ２．９１
土家族 ３．２６ ２．５４ 全国总人口 ２．６１ ２．２９
资料来源：张天路、黄荣清，１９９３：３９。

这张表清楚地反映出：第一，我国各个族群之间在生育率方面存在着很大

的差距，１９８１年总和生育率最低的朝鲜族（１．９１）与最高的藏族（５．８４）之间相差

３倍①；第二，在１９８１—１９８９年期间，许多少数族群的总和生育率大幅度下降。
少数族群作为一个整体，总和生育率从１９８１年的４．２４降到２．９１，这一方面反
映了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已经开始在一些少数族群中实施，
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经济繁荣，对少数族群群众的生育行为也开

① １９８１年黎族的总和生育率为７．５５，哈萨克族为６．８５，其他族群总和生育率之间也存在明显差
别，但是由于人口规模稍小，没有列入表９４（张天路、黄荣清，１９９３：５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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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二）死亡率与预期寿命

表９９中是我国１４个人口最多族群（接近２００万和２００万以上）的死亡率
和出生预期寿命。“出生预期寿命”（Ｌｉｆｅ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ａｔＢｉｒｔｈ）是采用人口学“生
命表”方法，根据各年龄组死亡率推算出来的。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各族群之

间在死亡率上也存在差距，但是远远没有达到美国黑人死亡率是白人２倍那样
悬殊的程度。而且在这１４个族群中，“粗死亡率”（ＣｒｕｄｅＤｅａｔｈＲａｔｅ）低于汉族
的有３个族群，出生预期寿命高于汉族的有２个族群，其中８个族群（不包括汉
族）的预期寿命在６５岁以上。预期寿命比较低的如藏族（６１．６岁）、彝族（６１．７
岁）和布依族（６２．７岁），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其他族群，随着这些族群
居住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条件、人民收入的进一步改善，相信预期寿命将会不

断延长。

表９９ 中国各主要族群的死亡率比较（１９８９．７—１９９０．６）

族群
粗死亡率

（‰）
标准化

死亡率（‰）
出生

预期寿命
族群
粗死亡率

（‰）
标准化

死亡率（‰）
出生预期

寿命

汉族 ６．２２１ ６．２０１ ７０．４３ 土家族 ７．０３０ ７．５６５ ６６．７８
壮族 ６．２６１ ６．６１１ ６８．５０ 蒙古族 ５．８３０ ８．７０２ ６６．４１
满族 ４．５５８ ５．７５３ ７１．９１ 藏族 ８．９９９ ９．４２６ ６１．６０
回族 ５．４２９ ５．９９２ ７０．４９ 布依族 ８．７２０ ９．０６２ ６２．６７
苗族 ７．５６７ ８．３３１ ６４．３０ 侗族 ６．８２６ ７．５３６ ６６．４８
彝族 ８．５２０ ９．８６７ ６１．６９ 瑶族 ７．４３２ ７．８３１ ６５．５７
维吾尔族 ８．６９６ ８．５０９ ６３．３４ 朝鲜族 ６．９４０ ８．０９５ ６７．５６

全国 ６．２７９ ６．３２３ ７０．０５
“标准化死亡率”：以１９９０年普查时全国的年龄人口为标计算得出。
资料来源：张天路、黄荣清，１９９３：５０—５２。

总的来说，我国许多少数族群的人口年龄结构与汉族相比，更偏向于“年轻

型”，其原因之一是较高的出生率。长期以来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少数族群

或是没有实施，或是虽然实施但是标准比较宽松，如允许少数族群夫妇可以生

育２至３个孩子；原因之二是大多数少数族群的死亡率高于汉族，预期寿命低
于汉族。生育和死亡两个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使一些少数族群人口的低年

龄组比例大于汉族，高年龄组比例小于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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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别比

表９１０是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０年我国各主要族群的性别比，在总人口的性别比
中，朝鲜族、藏族和蒙古族（２０００年）的女性多于男性，与其他族群相比，也许反
映了这两个族群的女性比男性更为长寿。表９１０除了介绍总人口性别比之外，
还介绍了“出生性别比”，由于得不到真正的出生性别比（出生登记资料），表中

的“出生性别比”是根据普查时“０”岁组人口性别计算的男女比例（以女性为

１００）。除了藏族和维吾尔族之外，其他族群２０００年的出生性别比都大于１０５，
布依族１９９０年出生性别比为１０１．８，２０００年上升到１１４．８。在２０００年，壮族和
侗族的出生性别比甚至超过了１２０，这是非常规的生育现象，这种生育现象对这
些族群的未来发展必然带来影响，至少对这一代人未来的婚姻造成影响。究竟是

什么原因造成这么高的出生性别比，需要开展深入的实地调查来进行专题研究。

表９１０ 中国各主要族群人口的性别比（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族群
总人口性别比 出生性别比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族群

总人口性别比 出生性别比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汉族 １０６．１ １０６．３ １１０．６ １１８．６ 土家族 １１０．６ １０９．５ １０７．５ １１６．０
壮族 １０４．３ １０７．４ １１５．４ １２２．５ 蒙古族 １０３．３ ９７．９ １０５．２ １０７．７
满族 １０９．５ １０８．０ １１０．８ １１３．０ 藏族 ９７．６ ９９．２ １０２．１ １０３．６
回族 １０３．２ １０３．９ １０５．４ １１０．２ 布依族 １０３．３ １０６．３ １０１．８ １１４．８
苗族 １０７．９ １０８．７ １０６．８ １１６．３ 侗族 １１２．２ １１２．４ １１８．２ １２５．１
彝族 １０３．６ １０５．７ １０４．３ １１０．８ 瑶族 １０９．１ １１１．７ １１０．０ １１８．２
维吾尔族 １０４．５ １０３．５ １０１．９ １０３．８ 朝鲜族 ９８．０ ９９．０ １０５．３ １０５．９

全国 １０６．０ １０６．３ １１１．８ １１７．８
“总人口性别比”是总人口中以女性为１００的相应男性数。
“出生性别比”是根据普查时“０”岁组人口性别计算的男女比例（以女性为１００）。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１９９３：３８０—４０４；２００３：２１５—２３６。

出生性别比或“０”岁组性别比偏高，存在着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
在妊娠期间，由于对孩子作出性别选择，通过人工流产人为终止了部分女婴的

妊娠，导致出生婴儿中男性偏多，在汉族、满族中可能会有这种情况；第二种可

能性是在计划生育的管理下，有些人对部分出生女婴隐匿不报，以求生育第二

胎，有的农民流动到外地分娩，如生下女孩就隐匿起来，生下男孩就回本村登

记，这种可能性在许多农村是存在的；第三种可能性是因为溺女婴，在历史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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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些地区曾经有过这类现象，今天在个别地区和村落仍然可能存在这样的情

况，但是数量究竟有多大，需要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确定。为了防止一些人在

产前胎儿性别鉴定为女婴后进行人工流产，从而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调，我国政府

严格禁止任何医院或医务人员为产妇做产前胎儿性别鉴定，对于溺婴行为更是法

律严格禁止的。同时为了了解究竟有多少隐匿不报女婴户口的数量，国家在进行

人口普查时一再宣布，对未报出生婴儿的人不做追究。但是以上这几种现象在我

国各个族群中的真实情况如何，只有通过对一些基层社区进行深入系统的实地调

查，才能了解到，然后再通过这些社区的数据，对全国类似情况进行推算。

（四）婚姻

中国各族群人口的婚姻情况也存在差异，表９１１是根据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
得到的１５岁及以上人口的婚姻状况。各个族群男子“未婚”者的比例都大大高
于女子“未婚”者，如壮族和维吾尔族甚至高过１０％，这说明男子的初婚年龄明

表９１１ 中国各主要族群１５岁及以上人口的婚姻状况（１９９０）

族群
未婚 有配偶 丧偶 离婚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总计

（％）
总计

（万）

汉族 ２５．０２８．８２０．９６８．４６６．６７０．２ ６．１ ３．８ ８．５０．５０．８０．３１００．０７５７２５．８
壮族 ２８．８３３．９２３．４６３．９６１．２６６．８ ６．８ ４．１ ９．５０．５０．８０．２１００．０ １０３２．２
满族 ２５．１２７．３２２．７６９．８６８．４７１．５ ４．５ ３．６ ５．４０．６０．８０．４１００．０ ６８１．６
回族 ２４．５２７．６２１．４６９．７６８．７７０．７ ５．０ ２．８ ７．３０．８０．９０．７１００．０ ５８５．７
苗族 ２７．９３１．６２４．０６５．７６３．２６８．４ ５．９ ４．５ ７．５０．５０．７０．２１００．０ ４８１．３
维吾尔族２１．８２７．０１６．３６７．４６５．５６９．４ ５．６ ２．３ ９．１５．２５．２５．３１００．０ ４３６．６
彝族 ２６．５３１．１２１．７６６．１６３．７６８．６ ６．８ ４．５ ９．２０．６０．７０．５１００．０ ４２５．３
土家族 ３０．７３４．２２６．７６２．７６０．１６５．７ ６．１ ５．０ ７．４０．５０．７０．２１００．０ ４０３．３
蒙古族 ３０．２３３．１２７．１６４．１６２．３６５．９ ５．２ ３．９ ６．６０．５０．７０．４１００．０ ３０８．２
藏族 ３２．５３７．１２８．１５７．２５７．３５７．２ ８．１ ４．６ １１．６２．２１．２３．２１００．０ ２９４．６
侗族 ２８．５３２．０２４．５６５．０６２．５６７．８ ５．９ ４．６ ７．４０．６０．９０．３１００．０ １７０．０
布依族 ２８．６３２．０２５．１６４．０６２．２６５．９ ６．９ ５．０ ８．８０．５０．８０．２１００．０ １６８．９
朝鲜族 ２２．９２７．５１８．５６９．６６９．７６９．６ ６．４ １．６ １１．０１．１１．２１．０１００．０ １４４．８
瑶族 ２８．３３３．０２３．０６４．９６１．６６８．５ ６．２ ４．５ ８．１０．６０．９０．３１００．０ １３５．３
白族 ２８．１３１．１２５．０６５．３６４．２６６．５ ６．０ ４．１ ７．９０．６０．６０．５１００．０ １０７．９
全国 ２５．１２８．９２１．１６８．２６６．４７０．０ ６．１ ３．８ ８．５０．６０．８０．３１００．０８１７５０．９

 为各种婚姻状况的男性、女性在１５岁及以上男性、女性人口中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１９９３：７９６—７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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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高于女性。各族群女子“丧偶”者的比例都大大高于男子“丧偶”者，这说明女

子平均寿命高于男子，而且丧偶后再嫁的概率低于男子。

从“离婚”组的数据来看，在全部１５岁及以上藏族妇女中，属于“离婚”情况
的藏族妇女比例为３．２％，大大超过藏族男子（１．２％），维吾尔族女子中“离婚”
比例（５．３％）也略高于维吾尔族男子（５．２％），其他族群中离婚男子比例均明显
高于女子，而且其他各族女子保持离婚状态的比例大多在０．２％—０．５％之间，
因此是否由于藏族和维吾尔族的文化传统对于女子再婚具有消极的观念，则需

要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

我国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对于“婚姻状况”问题的回答，把原来的“有配偶”进
一步分为“初婚有配偶”和“再婚有配偶”两类。表９１２介绍了１８个人口在百万
以上族群的婚姻状况，同时提供了汉族和全国的数据以供比较。

表９１２ 中国各主要族群１５岁及以上人口的婚姻状况（２０００）

未婚 初婚有配偶 再婚有配偶 离婚 丧偶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汉族 １９．９２３．２１６．５７１．６７０．４７２．９ ２．０ １．８ ２．２０．９１．１０．６５．６３．４ ７．８
蒙古族 ２５．４２９．９２１．３６７．３６４．５６９．８ ２．０ １．７ ２．３０．９１．１０．７４．４２．９ ５．９
回族 ２１．２２４．０１８．４７０．１６９．１７１．１ ２．９ ３．２ ２．７１．２１．２１．３４．６２．５ ６．６
藏族 ３２．３３６．８２７．９５６．０５５．６５６．４ １．９ ２．０ １．８２．４１．３３．４７．４４．２１０．５
维吾尔族２５．５３０．２２０．７４７．１４３．４５１．０１８．８２０．６１７．０４．２３．９４．５４．３１．９ ６．９
苗族 ２１．９２７．５１６．０６９．３６５．２７３．７ ２．５ ２．３ ２．７０．６０．９０．３５．７４．２ ７．３
彝族 ２３．７２９．２１７．９６７．１６３．６７０．７ ２．５ ２．５ ２．５０．７０．８０．５６．１３．９ ８．３
壮族 ２７．３３３．２２１．１６４．３６０．７６８．０ １．５ １．４ １．７０．６０．９０．４６．３３．８ ８．８
布依族 ２２．３２７．８１６．７６８．５６４．４７２．６ ２．３ ２．３ ２．２０．８１．１０．４６．２４．３ ８．２
朝鲜族 ２２．５２７．１１７．９６４．５６４．３６４．８ ３．７ ３．４ ４．０２．９３．４２．５６．４１．８１０．８
满族 ２０．９２３．３１８．４７１．２７０．２７２．３ ２．３ ２．１ ２．７１．２１．４１．０４．４３．１ ５．７
侗族 ２１．４２６．６１５．９６９．２６５．３７３．５ ２．８ ２．７ ２．８０．８１．２０．５５．８４．３ ７．４
瑶族 ２８．５３４．５２１．９６３．２５９．１６７．６ １．９ １．５ ２．３０．７０．９０．４５．８３．９ ７．９
白族 ２１．８２５．８１７．９６９．４６７．２７１．７ ２．５ ２．５ ２．６０．８０．９０．７５．３３．５ ７．２
土家族 １９．２２３．８１４．４７０．９６７．５７４．６ ２．７ ２．４ ３．００．７１．００．４６．４５．２ ７．６
哈尼族 ２１．５２７．７１５．２６４．８６０．１６９．６ ６．６ ７．０ ６．２１．１１．５０．７５．９３．７ ８．２
黎族 ３４．０４２．４２５．２５８．７５３．２６４．６ １．５ １．１ １．９０．６０．９０．３５．１２．５ ７．９
哈萨克族３５．３３８．３３２．３５７．３５６．０５８．６ ２．０ ２．３ １．６０．８０．９０．６４．６２．５ ６．８
傣族 ２１．８２６．１１７．６６６．２６４．３６８．１ ５．３ ５．４ ５．２１．３１．３１．４５．３２．９ ７．７
全国 ２０．２２３．７１６．７７１．１６９．８７２．５ ２．２ ２．０ ２．３０．９１．１０．７５．６３．４ ７．８

 为各种婚姻状况的男性、女性在１５岁及以上男性、女性人口中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２０００：８２９—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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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０年两次普查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就全国而言
还是哪一个族群，未婚者的百分比都有明显的下降，说明初婚年龄在降低。同

时婚姻状况为“丧偶”者的百分比也普遍下降，如果我们假定在这１０年里分性
别死亡率没有上升，而且出生预期寿命仍在增长①，这说明丧偶者中再婚的比例

在上升。同时我们注意到，婚姻状态处于“离婚”者的比例从全国和汉族而言有

大幅度增长，这一增加有可能属于两种情况，一是离婚者数量的增长，二是离婚

后再婚的比例下降，这两种情况都说明人们对于婚姻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在表

９１２中，只有维吾尔族的“离婚”者比例在这１０年里有所下降，从５．２％下降到

４．２％。至于造成这一现象的具体原因，需要通过具体的调查研究才能了解到。
从表９１３中可以看出维吾尔族女子的初婚年龄最小，平均不到２０岁，藏族

女子平均初婚年龄最大，接近２４岁。其他各族群大多在２１—２２岁左右，基本
上符合国家《婚姻法》的年龄规定。历史上早婚在我国许多族群中曾经十分普

遍，建国４０年后，全国平均女性初婚年龄已稳定在２２．１岁，表示早婚的习俗基
本上得到了改变。全国统一实行的《婚姻法》缩小了各个族群在婚姻形式和初

婚年龄方面的差距，这些变化对于族群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也创造了一定的

条件。

表９１３ 中国各族群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１９９０）

族群 平均初婚年龄 族群 平均初婚年龄 族群 平均初婚年龄

汉族 ２２．１４ 壮族 ２２．２６ 土家族 ２２．３７
蒙古族 ２２．５４ 布依族 ２２．４４ 哈尼族 ２０．０４
回族 ２１．７４ 朝鲜族 ２２．７４ 哈萨克族 ２３．５８
藏族 ２３．８１ 满族 ２２．０７ 傣族 ２０．８７
维吾尔族 １９．５４ 侗族 ２１．７２ 黎族 ２２．０４
苗族 ２１．４１ 瑶族 ２１．７２ 其他少数族群 ２１．１４
彝族 ２０．９２ 白族 ２２．０９ 全国 ２２．１１
资料来源：张天路、黄荣清编，１９９３：２７。

八、小 结

在本章中，我们讨论了族群之间在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年龄结构、性别比

① 根据人口普查结果，１９９０年中国男性出生预期寿命为６６．９岁，女性为７０．５岁（国家计生委计财
司，２００１：５９）；２０００年男性和女性出生预期寿命分别为６９．６岁和７３．３岁（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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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生育率、死亡率、家庭类型、婚姻状况等方面可能出现的各种结构性差异，介

绍了国外学者对于美国族群人口差异的典型研究，同时根据可能得到的人口普

查数据简略分析了我国少数族群的主要人口特征，这些图表和数据使我们可以

从人口学角度来分析族群结构性差异并从中得到一些感性认识，同时介绍的研

究方法和统计指标也可以在我们今后的研究中予以借鉴。

我们从一个社会中观察到的人口现象和人口结构特征，并不是孤立和偶发

性的，而是在一个很长时期内通过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综合因素共同发挥

作用之后才逐步形成的。人口的基本结构一旦形成之后，若要改变人口的这些

特征（如年龄结构）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也就使得对人口现象的原因

分析和相关变量的研究变得十分复杂和困难。我们可以通过统计或实地调查

获得有关指标的数据，但我们对于各种潜在的和显性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

系却难以充分证明，虽然有些理论假设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和分析的思路，而我

们却始终无法把它们视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但是人口学的专业知识和研究经验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用的分析指

标和研究思路，对于族群关系研究也是如此。族群之所以相互区别，就是因为

它们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传统，这些差别也必然显示在其成员的行为之

中，从而显示在人口现象之中。在以上讨论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对各个族群

人口特征进行分析时，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细微但是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差异。这

些结构性差异仅仅是我们观察到或政府统计到的社会现象，而如何去解释这些

差别，如何分析造成和影响这些结构性差异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则是社会

学研究者需要去完成的工作。除了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印象之外，各国

政府在种族歧视、经济发展、计划生育、教育和就业等方面的各项政策，对各个

族群的生育、死亡和人口结构方面也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族群在人口数

量、人口素质以及人口基本结构方面的差异，是分析一个社会中族群交往的具

体内容与形态的宏观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与判断各个族群在社会交往过程中

的相对位置（如各自的人力资源、社会资源等）。通过本章中的介绍和讨论，我

们认识到，通过对各个族群在人口结构方面的差异进行比较和分析，从而为社

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和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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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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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移与族群关系

在多族群国家的创建过程中，至少在当代历史时期，人们从

世界上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迁移比起武力征服活动来更为

重要。

———Ｊｏｈｎ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７５：２９０


）

人类社会中各族群的形成都是一个复杂和漫长的发展过程。以最基础的

社会组织（如血缘家族、社群、部落）为纽带，人们居住并活动在一个相对固定的

地域范围中①，通过其成员之间的长期共同生活，形成了在交谈语言、生活习俗、

社会组织、亲属制度、经济活动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的群体，逐步建立了群体成

员之间的相互认同，这种认同感又在与其他群体的交往过程中逐步明确和不断

强化，这些内部成员之间彼此认同的群体最后逐步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族群，在

这一过程中，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发源地以及居住和活动的地域范围。每个族

群对于本族的发源地和传统居住地域，往往寄托了深厚的感情，留下许多动人

的传说，这个发源地有时还会成为本族群的精神象征与文化符号。在中国，汉

① 在史前人类进化的初期，各个小群体都占据并守护着各自的采集和狩猎“领地”，这与动物群体
（如猴群）划分并保卫自己“势力范围”的行为与规则是相似的。



族对于黄河和满族对于东北“白山黑水”的感情，都可以追溯到族群发展的悠久

历史当中。

由于自然灾害的逼迫以及族群、部落、国家之间为争夺资源与财富所引发

的冲突与战争，可能会有某个族群的一部分人口自愿或被迫从本族的传统居住

地区迁移到其他族群的传统居住地区，从而导致相关族群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进

行相应调整。这些迁移活动，无论是伴随着使用武力对土著族群在土地资源上

的剥夺，还是伴随着区域间的和平贸易活动和劳动力流动，无论是属于被逼迫

出逃的难民流亡，还是作为失去自由的奴隶被跨地区贩运，都会对迁入地区的

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以及该地区的族群关系带来多方面的复杂影响，这些迁移

也会在许多方面改变这些移民自身，并在他们的心灵上打下深深的烙印。目前

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族群关系都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或目前正在进行的

迁移活动相关联，迁移通常可以成为分析研究一个地区族群关系现状及其演变

过程的重要切入点。正因为迁移活动在族群演变和族群交往中显示出重要作

用，所以我们在分析族群关系时，很有必要把人口迁移与族群关系之间的相互

影响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专题并加以讨论。

一、人口迁移对族群形成

和族群关系的影响

在人类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人口的跨地域迁移与族群关系之间存在着十

分密切的联系。在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民族大迁徙。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历史

上共发生了４次大迁徙：旧石器时代晚期为第一次大迁徙，其中蒙古人种的一
支经白令海峡来到美洲；铁器出现后发生了第二次大迁徙，亚洲蒙古人种的另

一支来到太平洋岛屿，欧洲发生了克尔特人和斯拉夫人的迁徙，非洲发生了班

图人向南部和东部的迁徙；第三次大迁徙发生在公元前后，其中匈奴人的西迁

改变了欧洲的民族地理布局；第四次大迁徙则开始于欧洲中世纪晚期，迁徙活

动涉及到世界各大洲（宁骚，１９９５：２７—３８）。
以欧洲为例，欧洲各个民族的地理分布自中世纪以来发生过多次大的变

化，记录较早的有罗马帝国自公元前３世纪开始向东欧、小亚细亚和北非的扩
张和人口迁移，之后又有属于日耳曼人的西哥特人在公元３—６世纪从北方攻
进意大利，灭掉西罗马帝国，１１—１３世纪西欧各基督教国家组织的十字军东征，

１３世纪蒙古军队西进到匈牙利，１６世纪欧洲殖民者发现美洲和澳洲之后的殖
民扩张，１７世纪沙俄哥萨克人向西伯利亚的移民扩张，１８世纪欧洲殖民国家瓜

３２６
民族社会学



分非洲后的移民潮。这些历史上重要的军事征服和殖民扩张都带来了各民族

人口在世界地理分布格局方面的巨大变化。

我国自有文字的历史以来，夏、商、周、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

国、宋、元、明、清等各个朝代的史书都记载了不同族群逐鹿中原、你来我往、分

分合合的社会变迁史，在这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社会变迁史中，一个非常重要

的内容就是各族群的地域迁移史以及迁移之后的族群同化史。近代出版的中

国通史、特别是中国民族史（如王桐龄先生的《中国民族史》）对此都有非常系

统、详尽的介绍。

在人类历史上，欧洲曾经长期是对外移民的主要输出地区，随着近代医学

的发展使得欧洲的人口死亡率急剧下降，同时传统的高出生率仍保持其惯性，

两者结合在一起，导致了欧洲人口的迅速增长，巨大的人口压力正是当时开拓

海外殖民地和对外移民的直接动力之一。在１８２１—１９２４年期间，大约５５００万
欧洲人迁到海外，其中３４００万迁到美国。欧洲人除了自己大规模向殖民地移
民外，还组织了殖民地之间的大量人口迁移，今天居住在印度之外的其他前英

国殖民地的印度人共约２０００万人，仅在１８８１—１９３０年这５０年间迁移到东南
亚各地的华人有８３０万人（宁骚，１９９５：３９），自１７世纪开始，大约有近１０００万
非洲黑人被贩运到西半球，这些移民在新的居住地逐渐形成了当地的新族群。

１９９０年，合法的国际移民将近１亿人，难民有１９００万人，还有大约１０００万
非法移民。现在美国和西欧成为世界上吸收移民最多的地区，来到欧洲的新移

民中有三分之二是来自北非和中东的穆斯林，在整个西欧，穆斯林人口达到

１３００万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每年接受的合法移民大约为８３万人，１９９０年
至１９９４年期间每年平均１１３万人，其中３５％来自亚洲，４５％来自拉丁美洲，只
有不到１５％来自欧洲和加拿大。１９９７年美国总人口中有１０．４％是出生在国外
的移民，移民的第二代占１０．４％，即直接属于移民家庭的人口为总人口的

２０．５％，在１８岁以下人口中甚至占到２５．３％（ＰｏｒｔｅｓａｎｄＲｕｍｂａｕｔ，２００１：２０）。
在西欧国家，出生人口的１０％属于移民家庭。按照亨廷顿的估计，由于移民数
量巨大和移民高生育率的影响，非拉丁美洲裔的白人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将

从１９９５年的７４％，减少到２０２０年的６４％，再进一步降到２０５０年的５３％（亨廷
顿，１９９９：２１８—２２０）。这些数量巨大并具有不同宗教与文化背景的移民群体对
于欧洲国家和美国族群关系的发展前景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一）人口迁移与族群的形成

中国目前的５６个族群，有的是在自己的传统居住地区发展演变而成（如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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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壮族），有的是在迁移过程中既保留了部分原有文化语言特征又吸收了迁入

地区族群文化语言特点而演变形成的（如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有的在形成

与发展过程中与迁移有着密切关系（如回族、满族），有的则是近代才从境外迁

入的族群（如朝鲜族、俄罗斯族）（葛剑雄，１９９７：９０—９３）。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
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各族群的人口迁移又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经商务

工的汉族深入边疆各个城镇，少数族群人员也在北京等大城市开展具有本族特

色的经济活动（如西北回族的拉面、朝鲜族的冷面和烧烤、维吾尔族卖烤羊肉

串、云南少数族群卖茶叶和蜡染等），并逐步形成自己的小社区。因此在我们研

究中国各族群的形成和分析族群关系时，历史上和今天的人口迁移都是不可忽

视的基本因素。

在世界其他国家，许多族群的形成过程都与历史上或近代的迁移活动密切

相关。如现在的墨西哥人，就是西班牙殖民者与土著印第安人长期通婚混血而

形成了一个讲西班牙语但在体质特征上居于二者之间的民族。今天的美国黑

人，也是由来自非洲不同部落的黑人通过几百年相互通婚并与白人通婚混血而

形成的族群。今天的埃及人，与建立了辉煌古代文明的古埃及人在体质上有着

很大的差别，实际是由占领埃及的阿拉伯人与本地人通婚逐步形成的。今天的

希腊人，也是由占领希腊长达４００余年的奥斯曼土耳其人与本地人通婚形成
的，现在的埃及人和希腊人的文化传统与当地的古代文明之间的距离也很明

显。

俄罗斯的“哥萨克”群体，是在１６世纪不堪伊凡四世统治的俄罗斯农奴逃
离俄国中部而迁入当时是荒野草原的顿河、伏尔加河流域后逐步形成的一个非

常特殊的族群。当地的鞑靼人称他们为“哥萨克”，在土耳其语中是“无拘无束

的人”、“酷爱自由的人”、“亡命者”的意思（兹洛宾，１９５５：３），因反对沙皇的压
迫，哥萨克在１７世纪和１８世纪曾经发动过两次著名的大起义。之后沙皇政府
改变了政策，开始收买哥萨克的上层人物，并利用哥萨克军队向高加索、中亚和

西伯利亚实行扩张，镇压俄罗斯和其他各族农民和工人的反抗。根据１９１６年
的统计，全俄有４５０万哥萨克人，其中３５０万为俄罗斯后裔，其余为乌克兰、奥
塞梯、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和鞑靼人后裔。在“十月革命”后有３００多万哥萨克
被苏维埃政权取消资格或被遣返，哥萨克没有被列为独立的族群，也没有得到

自己的自治地域。苏联解体后，“哥萨克联盟”要求“重建哥萨克的民族区和要

求把它们分离出来，成为新的联邦主体”，成为俄罗斯一个新的民族问题（李方

仲，２０００：１３１—１３２）。
布尔人是南部非洲的一个族群，由迁入南非地区的荷兰殖民者的后裔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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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１７世纪布尔人部落曾与入侵的英国军队进行了著名的“英布战争”，布尔
人战败。１９７５年布尔人总人口约为４００万人，分布在南非、津巴布韦和纳米比
亚（丁宏建等，１９８８：７４４）。除了这几个例子之外，在西印度群岛和太平洋的岛
屿上，同为移民的白人和黑人之间大量通婚，因为混血儿人口规模可观，事实上

也已经形成了独立的族群———“棕色群体”，在社会上已形成了对这个“新族群”

的认同意识（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１９７５：１１５）。

（二）人口迁移对迁入地自然资源分配的影响

一个族群人口的大规模迁移会直接导致迁入地区各族群人口相互比例的

改变，增加对迁入地区自然资源（耕地、草场、水源、矿藏、野生动物等）的压力，

导致族群之间在资源分配方面的竞争关系，而这种物质利益的竞争关系往往与

族群之间的文化冲突结合在一起。因此，当我们研究一个地区的族群关系时，

需要对这个地区历史上和现时发生的移民族属、数量、时间进行调查，对迁移的

形态进行分析，对移民的教育、职业、收入等结构性特征跟当地居民之间的差异

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这对于研究当地的族群关系演变是很有助益的。特别是

当我们研究少数族群地区的族群关系时，对于当地汉族移民的情况或者其他一

个非本地族群迁入这一地区的情况，需要给予特殊的关注。

在内蒙古的半农半牧地区，移民与本地人关系实际上与族群关系、农牧关

系彼此重合。在一般情况下，本地原有居民与当地的土地资源状况、传统经济

活动、文化宗教传统、社会发展历史等方面是结合在一起的，本地人与外来移民

之间通常会发生资源分配等方面的竞争，形成“本地人—移民”这样一组矛盾；

但是赤峰地区的本地居民基本上是蒙古族，而移民多为汉族，他们之间存在着

族群文化方面的差异，这样就出现了“蒙古族—汉族”这样第二组矛盾；本地蒙

古族传统的经济活动是畜牧业，而移民多为农民，由于对土地资源利用方式的

不同，也会出现一定的矛盾，即第三组“牧民—农民”矛盾。所以，因迁移活动而

在这个地区引起了三组相对重合的矛盾（图１０１）。

图１０１ 内蒙古牧区的人口迁移与族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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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赤峰地区的调查也充分说明了这种情况。当地因迁移出现的问题，

首先是由于移民的大量迁入增加了迁入地的人口密度，导致人均自然资源（土

地、草场、水源等）占有量的下降，从而造成本地户对移民的反感与抵制；本地为

蒙古族传统居住区，蒙古人的语言（蒙语）、宗教（藏传佛教）以及一整套的生活

习俗与汉族很不一样，文化隔阂与宗教偏见很容易造成蒙古族与汉族之间的距

离甚至发生冲突；蒙古族是一个游牧族群，它的传统经济活动是草原畜牧业，而

汉族的传统经济活动则是精耕细作的集约型农业，这会形成牧民与农民在资源

利用和竞争方面的矛盾。因为（汉族）农民为了发展农业，需要开垦草地来增加

耕地；因为（汉族）农民的不断开垦使草地面积越来越小，破坏了草原生态环境，

限制、削弱甚至威胁了畜牧业的生存和发展，（蒙古族）牧民要发展畜牧业就必

须保护牧场。这样，这三组矛盾相互重合、合而为一，最终以蒙古族与汉族之间

矛盾的形式存在和发展。因此，要研究这个地区蒙汉两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必

须把族群关系与本地户与移民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甚至与农业和畜牧业之间

的关系联系起来，因为在当地社会的实际生活中，这三组矛盾是彼此交织在一

起、密不可分的。

（三）人口迁移对当地族群政治格局和社会政策的影响

在我们把人口迁移与族群关系联系起来研究时，历史上最常见的现象，就

是一个族群集团武装侵入另一个族群的传统居住地，破坏了当地的社会制度和

权威体系，或者建立本族群对当地族群的统治，或者是扶植起一个听命于入侵

族群的傀儡政权，在新的制度框架下形成一种新的族群关系。１３世纪蒙古人进
入中亚和东欧时，消灭了当地的各个王国，建立起几个庞大的蒙古汗国并延续

了几个世纪。１７—１８世纪欧洲人迁入非洲、美洲、大洋洲、南亚和东南亚地区，
建立了各地的殖民地政权。这种民族大迁徙时常伴随着新的国家政权的建立

和对本地民族的奴役。

在讨论人口迁移可能对一个地区的族群关系造成重要的影响时，太平洋上

的岛国斐济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殖民者的白人在岛上建立了一套照搬西

方的行政机构、经济管理和生产制度，但是生活习俗比较散漫的土著岛民很难

进入这个系统。为了这套机构的运行效率和经济效益，殖民政府动员了６万印
度人迁到斐济来落户，由印度移民来从事这个系统里的各项工作，这就使得在

白人之外，这些岛屿上又增加了一个处于管理阶层的外族人口。虽然白人殖民

者已经撤出，但是直至今日，在土著人和印度移民的后裔之间由于权力和资源

分配方面的竞争依然保持着族群之间的隔阂和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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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介绍“族群分层”时曾谈到马来西亚的华人。华人是从１９世纪
后期才开始从中国沿海各省迁移到马来亚的，１９１１年华人总数达到９４．５万，占
马来亚总人口的３５％，到１９４１年达到２３６．５万人，占总人口的４３％，甚至超过
本地土著马来人（４１％），与华人同期迁来的印度人占总人口的１４％。由于华人
和印度人在非农业的其他产业中一度占据着重要位置，这样一个族群人口比例

与“族群分层”结构就成为当前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政治格局和

族群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

在前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之间，也曾经出现了大量的人口迁移，据１９６８—

１９７０年的统计，在这三年期间各加盟共和国迁入移民１３１８万人，使各民族地区
的俄罗斯人增长了３１％（阮西湖等，１９７９：１２８）。这些迁移活动改变了各加盟共
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人口的族群构成，对当地的族群关系与经济发展带来了非常

重要的影响。

马克斯·韦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一文中曾经讨论过德国东部族群迁

移与当地经济结构、政治格局相互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在德国东部的迁移形势

是：日耳曼人在肥沃的土地上仍然居于多数，但与此同时却逐渐从土地贫瘠的

地区迁出，而波兰人逐步迁入这些贫瘠的地区，这对当地的族群关系带来了重

大影响。韦伯形容“流出本地区的主要是德国雇工及其较高文明，在本地区坐

大的则主要是波兰农民及其落后的文明标准”（韦伯，１９９７：８２）。之所以称波兰
农民属于落后文明，主要是因为他对斯拉夫民族带有一定偏见，“像波兰人这类

斯拉夫民族，不知是天性使然，还是历史形成，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期望都

比较低。波兰人也就这样在东部战胜了德国人”（韦伯，１９９７：８２）①。从这个案
例的分析中，韦伯提出“人类历史上，劣等民族胜利的例子实在不少”（韦伯，

１９９７：８６）。
我们可以批评韦伯的这一观点具有民族偏见，但他确实指出了一个重要的

现象：先进族群和人群（我们这里使用这个称谓仅仅指其由于历史原因而生产

力较发达和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由于对物质和精神生活具有比落后族群和人群

更高的要求与期望，他们会离开条件较差的地域，并且会保持比较低的生育率；

而落后族群则会在条件较差的土地上“替代”他们迁出后留下的位置，满足于现

状并且保持很高的生育率，使人口迅速繁衍，最后的结果是落后族群在人口规

① 德国东部的庄园制使日耳曼人雇农不满足于自身生活水平，而到城市中去寻求自由和发展。而
替代他们的波兰民工“不是忍受着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低水平而立足于东部的，而正是凭着对物质和精神

生活的低要求立足于东部的。日耳曼和波兰这两个民族，长久以来在东部都面对同样的生存条件。⋯⋯

哪个民族更能够适应既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就能够获得胜利”（韦伯，１９９７：８４—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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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和地域分布上与先进族群相比占据了优势。西欧各国的外籍劳动力所填补

的就业机会虽然不是贫瘠土地上的农业劳动，而是城市上肮脏劳累的职业，但

与韦伯所讲的农业领域中的“就业替代”在本质上是一样的①。人口迁移对于族

群的就业结构和当地人口的族群比例、政治格局都会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由于各国政府对于跨国移民实行严格管制，人口迁移活动主

要发生在各个多族群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域，即一个族群迁入另一个族群的传统

居住地，这样的族群迁移活动虽然并不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和管理制度，但是

对迁入地局部地区的政治生态肯定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跨国劳务输出和非

法移民，虽然会对迁入国的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带来影响，但由于他们没有公民

权甚至没有合法的居留权，对当地的选举和政治格局影响有限。但是对于有大

量合法移民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移民则是当地政治和社会生

活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二、结合迁移来研究族群关系

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一）移民的总体数量规模

在迁移研究中，移民的人数是最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与当地居民数量规模

相比的“相对规模”（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ｉｚｅ）。１６０７年第一批英国人乘“五月花”号来到北
美洲时，当时只有１２０人，他们极力争取当地印第安部落的友谊并一度和平相
处，他们也曾经与印第安人共同庆祝收获的节日，据说这就是“感恩节”的由来。

后来美国在庞大移民人口的基础上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在向中部和西部扩张

时，就采取了种族灭绝的屠杀政策，美国印第安人的总人口在１５世纪时被估计
约１０００万人，到１９００年时已经少于２５万人（Ｅｌｌｉｓｏｎ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９：１５１）。
当欧洲殖民者与印第安人部落土著居民在人口比例发生变化时，他们之间关系

的性质也会很不相同。

美国社会学家雷伯森（ＳｔａｎｌｅｙＬｉｅｂｅｒｓｏｎ）曾撰文专门分析移民和本地族群
在相互交往和冲突中彼此处于不同的优劣情势时，族群关系可能出现的各种局

面。当移民即使在人口数量上不是多数但在武器技术和组织能力上比本地人

占优势时，本地族群只能处于屈从地位，被迫接受强者所带来的政治与经济制

① 这一现象在各国同一个族群内也可以看到，文盲和农民外迁目的地的选择范围远比受过高等教
育者的选择范围要宽，而且具有明显的高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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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同时其人口会因抵抗战争、疾病和生存条件破坏而大量减少，而且原有的族

群地理边界可能被外来的几个强势族群凭靠武力重新划定和分割，在殖民主义

时期的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等地，处处可以看到这种被殖民者重新划分的政

治边界。这些政治边界给当地各个族群之间的交往和殖民地之后“民族—国

家”建立时的边界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参见马戎编，１９９７：３１２），因为在殖民者
统治下的各个本地族群受同一个殖民政府的管辖而使得他们之间建立起了某

种特殊的联系，由于外人作用的结果而萌生出一些“想象的共同体”①。

而在本地人占优势的形势下，移民会处于从属地位，接受本地族群的政治

经济制度以及语言和文化，如来到美国的各国移民就属于这种情况，特别是当

移民们感到自己在迁入国家经济生活条件比祖国还要优越时，他们会主动融入

本地社会。１９０７—１９２３年期间留在美国的移民占同期移民总数的６５％，大多
数移民选择留在美国生存，只有少数离开美国去其他国家。而黑人虽然在美国

社会中长期处在最底层，但当部分黑人“复国主义者”动员美国黑人移民利比里

亚（Ｌｉｂｅｒｉａ）去建设一个新的“黑人国家”时，并没有多少美国黑人听从这一号召
（参见马戎编，１９９７：３１２）。

（二）移民的迁移方式

与迁移人口规模相比，迁移的具体形式同样非常重要。移民来到迁入地所

采取的形式，是一种大规模的集体性迁移，还是零星、分散的个体或家庭迁移，

是移民自愿主动迁移，还是因自然灾害、政治或宗教迫害而逃离家园，还是被本

国政府或占领军强制押送到另一个不是自己选择的地方，根据外来移民的迁移

活动属于以上哪一种具体形式，本地族群对不同的迁移行为和移民在态度和行

为方面的反应也会各不相同。

当其他族群人口大规模地集体迁入一个地区时，会使本地族群立刻产生被

威胁感。首先，在农业区移民将不可避免地与本地人在自然资源（土地、草场、

水源等）的占有上形成竞争，改变当地人口与自然生态之间原有的比例；第二，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在与个人生存与发展有关的其他资源（就业机会、入学机

会、住房、社会福利）方面，本地人也会感受到来自移民劳动力的巨大竞争压力；

第三，人数众多的移民人口还会改变当地的政治生态，有可能通过武力或选举

改变当地的权力分配架构；第四，人数较多的移民集中地迁移到一个地区，会对

当地的文化生态（语言、宗教、生活习俗等）带来影响，使得当地族群感到自己的

① 印度尼西亚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安德森，１９９９：１２５—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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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受到冲击。

正因为以上这些压力对于本地族群的人口及其后代的生存与发展都带来

消极影响，所以在一个族群大规模地迁入另一个族群的传统居住地时，本地族

群很容易对移民族群采取比较激烈的对抗态度。如果这种迁移是国家之间的

大规模武装入侵，则更容易激起全民族的武力抵抗。历史上的民族大迁徙、国

家之间的吞并战争、欧洲殖民者为侵占殖民地所发动的战争，都出现了这样的

族群武装冲突。北美的许多印第安人部落，正是因为这种威胁和土地的不断丧

失而激烈地反抗白人殖民者。朝鲜成为日本殖民地后，朝鲜人对日本殖民者的

反抗在日军残酷镇压下主要采取秘密结社的方式。而面对日军的入侵和“三光

政策”，中国人进行了英勇的全面抗战。

在各地迁移历史中，有时还可能出现第一个移民族群之外又来了第二个甚

至第三个移民族群的现象，这就使得族群交往关系的结构变得更为复杂。例如

在殖民主义时期，在第一个移民族群（西方殖民者）占据优势的情况下通常还会

出现其他移民族群。如在东南亚的一些荷属和英属殖民地中，土著族群受到压

制，而华人和印度人移民则受到殖民者的鼓励，但是同时华人和印度人移民却

在这些殖民国家本土（欧洲、美国）受到严格限制。在欧洲殖民者试图奴役美洲

印第安人的努力失败之后，他们就开始发展奴隶贸易而贩进黑人。但是当殖民者

最终被迫离开而本地族群掌握了政治权力之后，原来在殖民主义时期迁入的其他

移民族群的各种活动等便可能受到本地土著族群的限制，如在一些东南亚国家独

立后，长期生活在这些国家中的华人便在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受到广泛的歧视。

在国际迁移中，在本地人（并不一定是最初的居住者，美国的白人就视自己

为“本地人”）占优势的情况下，本地人政权不但可以对移民族群实行强制的同

化政策，而且可以对移民的数量、来自的国家和族群、移民的教育和职业背景实

行随心所欲的控制与调节（参见马戎编，１９９７：３１３—３１４），这样就可以利用对迁
移行为的管制来引导移民与本地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

在一个国家内部，一个族群大规模地迁入另一个族群的传统居住地，也会

引起当地族群的反对。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世界银行贷款的支持下，印度尼西亚
政府组织了大批爪哇农民集体迁移到几个地旷人稀的岛屿（加里曼丹、苏拉威

西等）去开垦荒地，由政府提供高额“安置费”并协助进行土地开垦，但是遇到本

地土著族群的抵制。２０００年印度尼西亚政局发生动荡之后，这些岛屿上的土著
族群纷纷使用武力驱赶这些当年来自爪哇的异族农业移民，造成了激烈的族群

冲突和多起流血事件。

由政府来进行组织与安置国内跨区域的移民活动，政府一般会在经济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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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提供安置费，也会对接受地民众提供经济补偿，由于具有这种官方支持的

背景，迁入地族群对于移民的态度，与政府支持和提供补偿的力度具有很大的

关系。在政府组织的移民过程中，即使迁入地民众反对外来移民，他们表达反

对态度的方式也会比较谨慎，通常会较少公开反对而更多暗中抵制。我国２０
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延续数年的从城市到乡村的
大规模集体移民，其中有一定的比例是从内地汉族城市迁移到边疆少数族群地

区。在当时政治气候的大环境下，当地民众对政府的这项安排普遍是比较支持

的，政府也为这些“知识青年”发放了一定的“安置费”，所以这些城市青年对当

地人的收入即使造成某种影响，并没有因此而产生大的冲突。

与大规模集体移民相比，由于对当地自然资源、就业市场、政治权力分配、

文化传统与习俗的影响很小，因此以零星个体和家庭形式进行的迁移活动则更

容易被当地族群所接受。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和６０年代初期，由于中原地区
的大饥荒，有许多汉族农民携家带口来到我国北方的内蒙古、新疆、黑龙江等地

广人稀的边疆少数族群地区谋生，这些非政府组织的人口迁移，大致说是一个

以分散、零星的个体或小群体迁移（“盲流”）为主要形式的过程，相对较少引起

与当地居民的矛盾。

（三）移民与本地族群居民之间在整体素质方面的差距

当人口的跨地域迁移成为事实之后，作为社会学研究者，我们需要调查和

分析移民族群和本地族群之间的关系演变及迁移行为对本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其中最为基础的资料之一，就是移民族群与本地族群之间在整体素质方面的差

距，因为正是这个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双方在资源、权力等各方面相互竞

争的结果。

我们在这里说的整体素质，主要反映在各族群之间其成员们的教育水平、

职业结构、组织能力、纪律性、工作经验、道德水准等方面的差距，这些又与他们

成长过程中所生活和工作的那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关。在当代，可

以说是与社会的现代化程度相关。不同的素质表现为不同的竞争能力，在对任

何族群没有制度性歧视的条件下，不同的竞争实力也就决定了各个族群在资源

占有、就业市场、政治选举各项竞争中最终所占份额的差别。所以这种结构性

差异直接影响移民与本地族群之间的关系。

在一些国家，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二元（或多元）就业市场”，一个是技术管

理高级人才层面的就业市场，一个主要是非技术性操作工人层面的就业市场，

两者相对隔离，各自在内部实行流动，一般很少出现相互之间的流动，人们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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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学历、工作能力在各自的就业市场上寻找工作，就业层面之间的距离也

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两类就业者之间的竞争。

在这样一个就业模式的国家中，本地人和移民及后裔这两部分人员各自在

哪一个层面就业，现实社会中也存在两种情况。

西欧国家是本地人素质高于移民的一个例子，本地居民在地位较高的技

术、管理职位上就业，来自北非和中东的外籍工人由于素质较低，来到德国、丹

麦、法国这些工业化国家后主要从事本地人不愿从事的非技术性、工作条件差、

工资低的工作。他们与本地人之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相互竞争，彼此也可以相

安无事。当这些西欧国家因经济发展而缺乏劳动力时，“外籍工人”的到来反而

受到本国人的容纳甚至欢迎，但是一旦该国出现经济萧条，导致技术管理岗位

大量裁员，使得部分本地人不得不接受非技术职位时，特别是本国人失业率上

升时，失业者就转而把怒气发泄到“外籍工人”身上，他们与外籍工人的关系就

会迅速恶化，同时本地社会的排外情绪就会随之高涨起来，族群冲突因而也不

可避免。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美国和其他地区。

美国是第二个例子。进入美国西南部的墨西哥移民，其整体素质明显低于

当地白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到了美国后主要从事白人不愿意干的季节性重体力

劳动，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当地白人并不反感他们的迁入，甚至欢迎墨西哥裔的

临时性季节工来缓解当地农业收获季节的劳动力缺乏问题，但是每当经济不景

气导致美国白人失业率上升时，就会出现就业机会的竞争和族群冲突。以上是

移民整体素质低于本地族群的例子。

我们再举几个移民整体素质高于土著人的例子。在东南亚国家，作为移民

的华人其人口总体素质高于当地的马来人、印度尼西亚人，一旦当地土著族群

感到无法与华人竞争时，就利用人数上的优势和对政权的控制来限制华人的发

展。如马来西亚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如限制华人进入政府机构和进入军队，规

定开办企业和公司必须由马来人去正式注册，限制华人学校的存在与发展等

等。本地人由于人数较多而成为掌握政权的族群，控制了政府与军队，但是移

民（华人和印度人）则由于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经营经验在企业界、金融界、商业

上占据了重要位置，本地人如果试图用权力去强行剥夺他们的财富和企业中的

位置，其结果往往是导致经济的衰败和财富的流失，最后不得不容忍移民族群

经济势力的存在。

在太平洋岛国斐济，印度移民的素质较土著居民为高，在殖民地时期，当地

的行政和经济管理工作主要由印度裔担任。斐济独立后，土著居民与印度移民

后裔之间的族群关系始终比较紧张，２００１年斐济发生的军事政变，起因就是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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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人反对选举产生的印度裔总理，认为应当由斐济土著人掌权。

在我国不同区域之间的迁移活动中，有时数量不多的高素质移民反而受到

欢迎，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和所掌握的专业技术，不但对于本地人不构成威胁，

而且为本地群众的生活、生产所急需，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和为当地人创造

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我国许多少数族群地区都很欢迎汉族的医生、教师、技术

人员去他们那里安家落户。甚至在跨国迁移中，人才也是争夺的对象。美国的

移民法也鼓励美国公司去国外招募发展美国科学技术所急需的高等技术和管

理人才，能够开办企业、为当地人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企业家更加受到欢迎。

美国、加拿大等国都有对于“投资移民”的鼓励政策①。

（四）“迁移选择性”的影响

人口学的迁移研究十分重视“迁移选择性”（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的分析。
当一个社区的所有人员面临向其他地区实行迁移的可能性时，他们都面临着大

致相同的“推力”和“拉力”的影响，但是结果总会有一部分人比其他人更愿意迁

移，而另一部分人则倾向于留居原地。那么究竟是哪些人或是哪个族群更容易

选择迁移？迁移者与留居者之间存在哪些差异？这就是“迁移选择性”所研究

的问题。

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分析“迁移选择性”时通常考虑的因素包括：

１．年龄。如２０—２９岁年龄组的人，一般地域流动性最大，这是由于人们求
学、求职、求偶这些人生的重要转折大多发生在这个年龄段。例如１９５５年离开
荷兰的５０００名男性中有半数属于２０—２９岁年龄组，而荷兰全国这个年龄组的
人口只占男性总数的２５％；１９５１年离开意大利的４万多男性移民中，这一年龄
组的比例也超过一半，而这一年龄组只占意大利男性总人口的３０％，显示出显
著的年龄偏差（参见马戎编，１９９７：３０９）。

２．性别。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对于不同性别劳动力的需求可能是不
一样的。工业化时期重工业、采掘业主要是吸收男性劳力，日本战后从农村迁

往城市就业的主要是年轻女性，当代菲律宾“劳务输出”的主要是女佣，我国珠

江三角洲经济特区发展轻工业（成衣、电子元器件、玩具、制鞋等）主要吸收的是

年轻女工，而山西煤矿所吸收的主要是青壮年男性劳动力等等。

３．教育水平。教育水平（上学年数、毕业层次、学校质量）反映出一个人的

① 如加拿大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移民政策中包括这样的条款，凡是能够带来５０万美元投资或为
当地创造５个就业机会的外国人，就可以得到“投资移民”的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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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结构、知识水平、学习能力和获得信息渠道（是否可通过写信、上网查

询）的情况，也可以从此判断他在迁移后对于新环境、新工作的适应能力。

４．职业。迁出地和迁入地两方面劳动力市场上对于某种职业的需求和供
给关系无疑会对具有该职业背景的移民产生影响，而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又

反映出各地区经济结构的差异与变化。

５．婚姻状况与家庭角色。与已婚者相比，未婚者的流动性较大；求偶本身
就是他们当中一些人迁移的主要原因；而儿女数量少、不承担照顾年老父母的

年轻夫妇比几代同堂的大家庭更容易决定迁移和实施迁移。

６．住房。个人拥有住房（购买或自建）是一项重大的投资，当房屋市场不发
达或没有制度化运行时，买房或建房后很难转卖出手。在这种情形下，拥有住

房的人们关于迁移的决心就很难做出，因为迁移意味着带来相当的经济损失。

７．生命周期的阶段（ｓｔａｇｅｓｉｎ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在一个人生命过程中的不同阶
段，人们面临着若干个重要选择：年幼时上学读书，随着父母定居或迁移；上大

学时可能考上的学校远离父母居住地点，为求学而迁移；大学毕业后求职，可能

在其他城市找到工作而迁移；工作一段时间后恋爱结婚，配偶可能不在同一个

地点工作，结婚安家可能导致迁移；工作过程中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改变工作单

位或地点而迁移；退休后可能因希望住到气候、消费条件相对较好的地点而迁

移。诸如此类，在人生道路上的各个阶段，都有一些“人生的任务”要完成，在这

些转换时刻，可能会需要变化居住地点。

在具体的迁移研究中，有些数据表明了迁入者具有某种结构性特征。如１９８９
年美国接受的３２２７２名中国大陆移民中有５７．１％申报了职业，其中有１５．３％属于
“专业技术人员”，１０．７％属于“行政与经理人员”，２１％属于“农民”，１８．２％属于“服
务业人员”；来自台湾省的１３９７４名移民中，有４０．５％申报了职业，其中“专业技术
人员”和“行政与经理人员”的比例分别为３４．６％和２４．１％；而来自墨西哥的

４０５１７２名移民中，有６３．５％申报了职业，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和“行政与经理人
员”这两个职业的比例仅为１．５％和２．１％（Ｇｏｎｚａｌｅｓ，１９９３：９２）。移民的职业结
构差别对于华人和墨西哥裔这两个族群在美国的发展无疑是有影响的。

当人口迁移涉及到一个族群的人口向另一个族群的传统居住地迁移时，在

以上诸因素之外，人们会仔细考虑两地种族、族群人口的构成、族群关系现状等

与族群相关的因素。在迁移时：（１）一般会向自己所属族群人口较多、聚居程度
较高的地点迁移，以求得族群和文化归属感和语言习俗方面的便利；（２）一般会
向本族人口在社会和政府部门里占据有利地位、本族人迁入后个人发展机会有

较好前景的地点迁移；（３）一般会向族群关系比较融洽、族群之间比较平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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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较少的地点迁移；（４）在迁往其他族群聚居地时，往往也愿意由本族人集体而
不是个体零星地进行迁移，以便相互保护和帮助；（５）迁移后会自发地形成本族
人相对聚居的小社区，使本族的生活习俗、宗教生活得以保持，生活上便于互

助，也较易于集体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美国的早期华人移民往往倾向于迁往华

人聚居区“唐人街”，另外北京的“新疆村”、各个城市的民族聚居区，都是迁移者

出于这种考虑而逐步形成的。

以上这些方面的具体情况，会影响到一个族群的移民数量、迁入地的选择、

迁移的形式、迁移后的居住格局，特别是会影响到迁移过程中以及迁移之后迁

入族群成员与本地族群成员在整体层面和个体层面上的相互关系。

（五）移民与本地族群之间在经济能力（财富占有量）方面的差距

两个族群在经济能力方面相互之间的差距越大，隔阂也就越大，因为在族

群之间的体质、文化、宗教差异之外实际上还有一层“阶级”差异。与本地居民

相比，移民可能是贫困族群，也可能是富裕族群。

例如来到美国西南各州的移民中有许多是来自墨西哥的贫苦农民，他们通

过各种合法和非法方式进入美国谋生。现在墨西哥移民占新墨西哥州全州总

人口的３６．６％，占加利福尼亚全州总人口的１９．２％。作为社会的底层，他们大
多数只能得到较低收入的工作和保持较低的消费水平，集中居住在相对贫穷的

街区，因此他们被大多数白人居民看不起，同时自身也具有某种自卑感和社会

逆反心理。因为墨西哥裔居民与白人居民在收入和消费方面的明显差距，存在

居住隔离现象，彼此带有较深偏见，所以在这些州里，白人和墨西哥裔居民之间

的街头冲突时常发生。

另外举一个“富移民族群”的例子。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加拿大政府开
始鼓励“投资移民”，凡在加拿大投资５０万美元或者创造５个就业机会的人，都
可以办理“投资移民”。由于１９９２年英国与中国政府达成了协议，英国将于

１９９７年将香港还给中国，许多恐惧大陆政府的香港人纷纷移民加拿大和澳大利
亚。来到加拿大的香港移民中有许多富人，形成了若干新的“富华人区”，由于

他们出手阔绰，多伦多市和其他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和房租大涨，引起本地白

人居民的强烈反感。

“阶级”身份和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继承”给后代，富人家庭的孩子可以

受到良好教育、得到体面职位，从而继续聚敛财富。两个族群之间如果在经济

能力和财富方面差距悬殊，这一悬殊差距不是几代人的时间就可以消除的。

“穷族群”和“富族群”之间的矛盾可能本质上主要是经济利益冲突，但它却以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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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

（六）移民与本地族群之间在其他方面的差异

移民族群有可能在体质、语言、宗教、生活习俗、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方面

与本地族群之间存在差距。如在体质上（肤色、毛发、体形等）存在着明显差异，

这会降低移民与本地族群之间的认同感，彼此之间视作“异类”，而使两者之间

的日常交流特别是相互通婚具有障碍。语言方面的差异带来交流的困难，造成

彼此的距离与隔阂，有时因语言不同还可能造成交流双方之间的误解；而在宗

教、生活习俗等方面的不同，也会增加族群之间的文化隔阂，影响移民与本地族

群成员的日常交往与合作。例如汉族迁入回族或维吾尔族居住的地区之后，如

果坚持原有的生活习惯（吃猪肉）就很容易招致本地族群民众的反感。而穆斯

林来到汉族聚居的城市和工作单位，如果坚持每天做五次礼拜，也会带来彼此

之间的距离感。

不同的族群可能会有不同的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如对同样的行为

（如婚前或婚外性行为）是否应当惩戒以及具体的惩戒方式或程度都可能是不

同的，当这类行为发生在两个族群的成员之间，就可能会因为相互观念的不同

而导致族群冲突。

在一个移民族群较多的社会，移民族群之间的差异同样需要引起我们的关

注。举例来说，有的研究发现在美国的亚洲移民族群之间在居住模式方面就存

在明显不同。在１９８０年调查时１８岁以上的日本男性移民中，５０．３％独自居
住，２５．１％居住在朋友家中，１６．８％住在父母家中，７．９％居住在亲戚家中；而１６
岁以上的越南男性移民中，只有１０．８％独居，２８．７％住在朋友家，３０．６％住在父
母家，还有２９．９％住在亲戚家（Ｋａｎｊａｎａｐａｎ，１９８９：５０）。不同的居住模式反映了
各族群在家庭观念、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也会造成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主

流族群之间的社会距离。

总的来说，以上这些方面的差异越小，族群关系就越容易融洽，而差异越

大，相互的认同感越低，同时也越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

（七）不同移民群体之间在“族群分层”方面的差距

除了需要关注移民群体与本地族群之间的各种差距（政治、经济、教育、文

化等）之外，如果一个国家总人口中来自国外的移民数量多而且来自不同国家，

对于这些移民群体之间的各种差距也同样需要进行研究和分析，因为这些差距

所造成移民中的“族群分层”也势必会影响这个国家整体的“族群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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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１０１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出生在本国后移居美国的这些各族群移民
中，中国、印度和韩国的移民（即使是没有取得公民身份者）的整体教育素质是

比较高的，而来自墨西哥、古巴和印度支那三国移民的整体教育水平偏低。而

对比已经取得公民身份和尚未取得公民身份的两组移民，显然各族群取得公民

身份者的教育程度要高于未取得公民身份者。

表１０１ 美国几个移民族群出生于国外者受教育程度比较（１９９４—１９９７）（％）

迁出国
总计 已经取得公民身份者 非公民身份者

高中未毕业 大学以上 高中未毕业 大学以上 高中未毕业 大学以上

墨西哥 ６９．８ ３．７ ５５．９ ６．３ ７２．６ ３．２
古巴 ３８．３ １９．４ ２２．９ ２８．２ ５５．４ ９．６
菲律宾 １２．０ ４４．８ ７．３ ４５．１ １８．１ ４４．４
中国（含台湾省） ４．４ ６４．３ ２．４ ６４．２ ６．９ ６４．３
韩国 ９．６ ４４．４ ４．６ ４７．６ １２．６ ４２．６
越南 ３０．８ １５．３ １２．２ ２４．８ ４８．２ ６．２
老挝、柬埔寨 ４５．３ １２．３ ２２．４ ２８．４ ５７．９ ３．４
印度 ９．４ ６２．５ ５．８ ６７．６ １１．７ ５９．４
资料来源：Ｊｅｎｓｅｎ，２００１：４２—４３。

除了教育水平上的差距外，各移民族群之间在城乡分布、职业结构、收入来

源构成、贫困人口比例、失业率、健康状况、有医疗保险比例等方面都存在着明

显的差距，在表１０２里，我们以出生在墨西哥和出生在中国的两组移民为例来

表１０２ 在墨西哥、中国出生后移居美国者在一些方面的差距（１９９４—１９９７）

比较指标
墨西哥 中国（包括台湾省）

总计 公民身份 非公民 总计 公民身份 非公民

居住在中心城市（％） ４８．１ ４５．８ ４８．５ ３５．８ ２８．６ ４４．２
拥有住房（％） ３６．４ ６２．５ ３２．４ ６６．２ ８６．９ ４３．９
贫困人口比例（％） ５８．６ ３５．９ ５９．９ — — —

劳动力中专业技术人员（％） ５．１ １１．７ ４．０ ４７．９ ５０．５ ４３．１
劳动力中普通操作人员（％） ４５．９ ３５．０ ４７．８ ３．０ ２．８ ３．４
失业率（％） ３７．３ ２８．０ ３９．４ １３．３ １１．４ １６．７
健康状况良好者（％） ２４．６ ２１．６ ２５．１ ３４．２ ３２．９ ３６．１
健康状况较差者（％） １１．６ １８．０ １０．６ ３．２ ３．３ ２．９
没有医疗保险的成人（％） ５２．５ ３５．５ ５５．４ ２４．０ ２２．３ ３６．０
资料来源：根据Ｊｅｎｓｅｎ，２００１：２９—５３的表格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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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这些结构性差距。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墨西哥移民和华人移民之间在社会、经济、教育等方

面的结构性差距是很明显的。墨西哥移民比华人更愿意居住在大都市里，华人

所从事的餐馆业和在学校任教这些职业也散布在中小城市；华人移民拥有住房

的比例比墨西哥人高出３０％，华人劳动力中的专业技术人员比墨西哥人高出

４２％，普通操作人员要少４２％，华人移民的失业率比墨西哥人低２４％，华人移
民健康状况良好者比例比墨西哥移民高１０％，拥有医疗保险者的比例比墨西哥
移民高出２８％。从这两组移民群体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想象到他们所在族群之
间的“族群分层”也是十分显著的，这对于族群之间的社会关系无疑会带来深刻

的影响。

（八）政府对于迁移的态度和管理办法

在国际迁移中，政府通过有关移民的法律来限制移民的数量、年龄、性别、

素质（教育）、工作范围（职业和技能）。这些法律和有关规定本身是存在种族、

族群差别的。美国在１９世纪对于华工移民有年龄和性别的限制，并于１８８２年
颁布《排华法案》，这一法案直至１９４３年才被撤消。这些政策和限制不仅大幅
度减少了华人数量，而且也造成悬殊的性别比例，１９２０年在美国有３．８万名境
外出生的华人成年男性，而华人成年女性却只有２０００人（参见马戎编，１９９７：

３１０）。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实行移民的“地区配额”，１９６５年开始放宽对亚洲的移
民限制，该年欧洲移民１１．４万人，亚洲移民１．７万人。美国移民政策中实行的
“地区配额”实际上是“种族配额”。

有些国家对于本国公民出国定居或做劳工采取鼓励的态度，如菲律宾政府

对于本国青年妇女出国做女佣采取大力鼓励的态度并在该国形成一个特殊的

“培训产业”，因为女佣汇回国的款项是菲律宾外汇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

欧各国长期工作的“外籍工人”（主要来自巴尔干半岛、土耳其、北非）是派出国

的一项重要经济收入。以色列政府十分鼓励各国犹太人移居以色列。新加坡

特别鼓励高素质华人移民来新加坡，并鼓励华人生育，以保持本国华裔在总人

口中的比例（７３％）。中东产油国家也成为吸收外籍劳工的一个重要地区，在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１７６万人口中，外籍人占三分之二，科威
特的１９１万人口中，外籍人和“无国籍人”占７２％（宁骚，１９９５：４０），成为支持这
些国家经济活动和社会服务的主要劳动力。在制定有关对待外国移民的政策

时，各国政府都会考虑到政治、经济、外交、本国的族群关系等各种因素。

对待国内各地区之间的迁移，政府也有一些政策来鼓励或限制族群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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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曾对苏联的许多族群实行强迫迁移，如

克什米亚鞑靼人被迁到西伯利亚，这些由政府强制迁移到其他地区的移民族群

与当地族群的冲突和对于回迁的强烈要求成为今天俄罗斯和其他各前加盟共

和国民族矛盾的重要内容。

在我国近代，当满清入主中原后，清王朝曾长期不准汉人到山海关外垦荒

定居，为的是一旦中原守不住，满人还可以退回关外原居住地。同时满清政府

也不准汉人携家迁入蒙古族地区定居，生怕汉蒙两族联合起来反对满人。但是

到了２０世纪初叶，由于沙皇俄国吞并中亚各国和西伯利亚地区，通过签订一系
列不平等条约一再强迫满清政府割让大片领土，为了防御北部边疆，清朝政府

制定了新的“移民实边”的政策，转而鼓励汉族人口进入东北三省，并在内蒙古

草原强行“放垦”，安置华北汉族灾民，同时派遣世居东北的锡伯族部落远戍新

疆。这些政策对我国各族群的地理分布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建国后，为了打消一些少数族群对于汉人移民的顾虑，中央政府对向一些

少数族群地区（如西藏）移民十分谨慎。为了不与当地民众在自然资源方面形

成竞争关系，在另外一些边疆地区（如新疆、黑龙江），在开垦无人荒地的基础上

组建了自成建制的建设兵团，安置复员转业军人。总之，对于少数族群地区的

移民问题，中央政府始终是非常慎重的。

三、关于加拿大移民问题的个案研究

西方社会学家对族群迁移问题，曾经进行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下面我

们介绍在１９８３年《国际迁移评论》（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杂志上，特
若瓦托和哈利（Ｆ．ＴｒｏｖａｔｏａｎｄＳ．Ｓ．Ｈａｌｌｉ）发表了一篇研究加拿大族群迁移的
文章，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对西方社会学家的研究专题与研究方法有所了

解。

在美国和加拿大关于人口迁移的研究文献里，学者们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

于社会、经济和人口因素对迁移行为的影响，相比之下对文化因素则缺乏关注。

在这篇文章中，特若瓦托和哈利在探讨族群因素与地区流动性之间的关系时，

提出３个理论假设：

１．社会特征假说（Ｓｏｃｉ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认为是人们在年龄、性
别、教育、收入、职业等结构性变量方面的差异引起了人们的迁移行为差异。

这个假说在学术界具有悠久的历史，通常是以年龄、性别、居住地的城乡差

异、宗教、收入等等为基础来分析人们在生育、死亡、迁移方面的差别。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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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是２９岁）、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具有非农职业的人、去过城市的人、富人等
容易了解到在其他地方的发展机会，对这些机会最向往，也具有争取这些机会

的某些条件，所以迁移的可能性也就最大（ＴｒｏｖａｔｏａｎｄＨａｌｌｉ，１９８３：２４６）。根据
这个假说，各个族群在迁移行为方面的差异都可以用他们在“社会特征”方面的

差别来加以解释。

２．族群影响假说（Ｅｔｈｎ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认为除了结构性变量的影响
之外，族群因素对于人们的迁移行为具有独立的影响。这是对传统的“社会特

征假说”的挑战。

美国人口学家斯通（Ｌ．Ｏ．Ｓｔｏｎｅ，１９６９）发现，在加拿大，族群族属与迁移率
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一些族群的价值观对于迁移持鼓励态度，另一些族群则不

鼓励。如美国黑人在１８６０—１９２０年期间，尽管在南方农场里有“推力”和在北
方工业区有“拉力”（迁移理论之一是“推—拉理论”），黑人迁出的很少。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黑人开始大规模迁移之后，具有了明显的倾向：从农村和小镇向已经建
立了相当规模黑人社区的大城市迁移。黑人在不同时期里与其他族群（白人、

亚裔）十分不同的迁移行为，说明在迁移研究中，族属具有特殊的意义（Ｔｒｏｖａｔｏ
ａｎｄＨａｌｌｉ，１９８３：２４７）。
不同的族群对待族群同化的态度是不同的，不同的族群其社区成员之间的

凝聚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担心被同化或被欺侮的族群（黑人），要么不迁移，要

么就迁到本族群更集中的社区。而凝聚力强的、亲友家族关系密切的族群，其

成员关于进行迁移的决心也就不容易下。在社会纽带、社区纽带、家族纽带的

内容和强度当中，反映出了一个族群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

语言是影响迁移的另一个与族群相关的因素。历史上的族群聚居地域对

于后来的移民也很有影响，如在加拿大的意大利裔人口中，有６０％居住在多伦
多、蒙特利尔和温哥华这３个有意大利移民传统的城市，而他们迁出这３个城
市的比率也很低。加拿大的法裔人口中，９０％以上集中居住在魁北克省。历史
的传统和语言因素在这些个案中都有一定作用。

３．“结构性无保障的影响”假说（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Ｅｆｆｅｃｔ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认为除了社会特征结构性变量和族群因素都各自独立地对人们的迁移活动发

挥影响之外，这两方面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迁移的影响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ＴｒｏｖａｔｏａｎｄＨａｌｌｉ，１９８３：２４９）。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在一个社会里可能存在着各个族群之间在社会地位上

的“族群分层”现象：一个族群居于优势地位（如美国的白人），另一些族群居于

劣势地位（如黑人和印第安人）。这样，各族群在迁移行为上的差异就不能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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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社会分层”（社会特征假说）来解释，也不能仅仅用他们的族群成分（族群

影响假说）来解释。族属和社会地位之间已经形成了某种纽带或相关关系，两

者共同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与行为。

在关于生育率的研究中，我们曾介绍过一些少数族群（特别是上层分子）对

自己已取得的地位有一种“无保障感”，所以少生孩子。这种“无保障感”也会影

响人们关于迁移的决定。不同地区可能种族歧视的程度也不同，种族歧视的程

度也会使得被歧视的种族从一个地区迁往另一个地区，以寻求“保障感”和发展

机会。

在对１９６６—１９７１年加拿大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各个
族群之间确实存在着迁移方面的行为差异。在一些族群总人口中，发生跨省迁

移的比例特别小（表１０３），如意大利裔只有１．８％，法国裔为２．７％，而不列颠
裔和德国裔则高达６％以上。在这５年内９０％以上意大利裔和犹太人完全没
有迁移行为，而完全没有迁移行为的不列颠裔、德国裔居民也占其总数的

７６％—７７％。

表１０３ 加拿大各族群的人口迁移状况（１９６６—１９７１）

迁移状况 不列颠裔 法国裔 德国裔 意大利裔 犹太人 乌克兰裔 其他族裔 总计

没迁移 人数 ３８４１３ ２６１２１ ５４６０ ３１５３ １５８１ ２８４９ １０４４３ ８８０２４
（％） ７７．６ ７９．６ ７６．５ ９０．２ ９０．５ ８１．２ ７９．２ ７９．０

迁到本县 人数 ２３５５ １９６４ ４０３ １２１ ５２ １４７ ６３９ ５６８１
其他区 （％） ４．８ ６．０ ５．６ ３．５ ３．０ ４．２ ４．８ ５．１
迁到本省 人数 ５６９０ ３８５１ ８１２ １６０ ５１ ３１２ １３８５ １２２６１
其他县 （％） １１．５ １１．７ １１．４ ４．６１ ２．９ ８．９ １０．５ １１．１
迁到 人数 ３０４２ ８７５ ４６２ ６３ ６２ １９９ ７２４ ５４２７
其他省 （％） ６．１ ２．７ ６．５ １．８ ３．６ ５．７ ５．５ ４．８
合计 人数 ４９５００ ３２８１１ ７１３７ ３４９７ １７４６ １７４６ １３１９１ １１１３８９
（％）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ＴｒｏｖａｔｏａｎｄＨａｌｌｉ，１９８３：２５２。

作者在线性对数分析中把“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作为一个变量引入了分析模
型。其他变量是年龄、教育和迁移状况。表１０４介绍了４个模型的计算检验结
果。表中的“Ｘ平方”是列联表检验的指标，“Ｇ平方”是“最大相似统计值”（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用来检验每个模型中各个变量之间统计上的独
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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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４ 关于３个理论假说的线性对数分析（加拿大，１９６６—１９７１）

分析模型
２０—２９岁 ３０岁以上

ｄ．ｆ． Ｘ Ｇ Ｘ Ｇ

Ｉ （迁移）（教育）（族群） ６１ ２６２９．６０２３７０．０２８２９５．０７８０１３．２１
ＩＩ （迁移—族群）（教育—族群） ３６ ３８７．５２１３９７．９１１１７５．５４１１１０．１０
ＩＩＩ （迁移—教育）（教育—族群） ４５ ４９１．８３ ５４７．６０ ５５０．７３ ６２０．９５
ＩＶ（迁移—教育）（迁移—族群）（教育—族群） ３０ ２４．６５ ２６．８２ ４４．３６ ４４．０２
资料来源：ＴｒｏｖａｔｏａｎｄＨａｌｌｉ，１９８３：２５８。

第一个模型，检验的是３个因素的独立性。“Ｇ平方”具有统计意义，表明
所有因素之间是相互关联的。第二个模型检验的是“社会特征假说”，当族群因

素是“既定的”时，看看迁移与教育之间的相关性如何，结果证明二者之间的关

联在统计上是有意义的。第三个模型是检验“族群影响假说”，当把“教育”设为

既定因素时，检验族群与迁移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这两个变量之间有着关

联。第四个模型是设计了来检验“结构的无保障”影响假说，这一假说也被计算

结果所证实。

所以在对加拿大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过程中，以上三个假说都得到了证

明。

四、我国几个少数族群地区

的汉族人口迁移

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各族群在中华土地上不断进行跨地域人口迁

移的过程。图１０２是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示意图。
黄河流域是中原地区主要族群汉人的发源地，在商朝和周朝，黄河流域的

农耕部落开始形成组织严密的国家，建立城市和贸易集市，历史上称之为“诸

夏”，在文化上彼此存在一定认同的“诸夏”国家的四周，是被它们称之为“东夷

北狄西戎南蛮”的其他族群，在秦朝统一中原之后，各个族群部落在新的“郡县

制”下调整了地理分布，部分少数族群迁往边缘地带，留在中原地区的则被同

化。在秦汉之后，中国族群迁移的大趋势就是以汉人定居中原，逐步向东部沿

海地带扩展、并且跨越长江流域向南部丘陵地区和西南盆地移民。在这一过程

中，北部草原、东北部森林和西部高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不断入侵中

原，从汉朝的匈奴、晋朝的鲜卑、唐朝的吐蕃、宋朝的辽、金、蒙古部落、到明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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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２ 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示意图

瓦剌和满洲，这些北方族群的南侵行动始终没有中断，在满族统治下的清朝，直

至欧洲人发动“鸦片战争”之前，对于中原地区最大的威胁也是来自北部的蒙古

部落和沙皇俄国。即使在元朝和清朝的统治下，人口迁移的大趋势也是中原地

区的汉人向周边的少数族群地区迁移，通过学习汉人的农耕技术和生活方式，

周边地区许多族群被融入了汉族，形成了各地区汉人在体质和方言上的明显差

异。与此同时，部分少数族群成员也开始迁到中原地区定居，如回族和满族。

在人口迁移、经济交流、政治整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

局”。

自“鸦片战争”后，我国沿海地区有部分汉人开始迁移到东南亚的西方国家

殖民地，部分人口甚至迁到美国和欧洲。随着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一系列

不平等条约，边疆地区的版图变化使得部分边疆族群被国境线所分割。也有部

分族群（如土尔扈特部落）从境外回归中国。

建国后，由于各个少数族群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中央政府对于各地移民

的政策和限制也各不相同。在许多边疆地区，为了促进当地的生产建设和各项

事业（教育扫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的发展，政府动员了内地城镇汉族干部与

知识分子到边疆地区工作，如包钢的建设、“三线”工厂的建设等等。这些建设

项目和城镇的发展使得少数族群地区的汉人比例有所增加。下面我们对内蒙

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这三个地区的人口迁移情况进行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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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处于海拔平均４０００米的青藏高原上，自然环境恶劣，在１９５１年和平
解放之前，生活在西藏地区的汉人数目很少（马戎，１９９６：５２—５７），所以中央政
府在１９５９年实行“民主改革”后主要采取干部轮换的方法组织汉族干部入藏参
加当地各项建设工作，这使得西藏自治区在人口迁移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内蒙古和新疆是建国以来汉族移民相对较多的两个自治区，除了生产建设兵团

和企业搬迁人员外，在这两个自治区的汉族移民当中很大一部分是自发迁移的

农民，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普遍的严重饥荒使得许多内地农民来到

人口少、土地多的北部边疆地区谋生。

（一）内蒙古自治区的汉族移民

在距离汉族人口稠密的华北地区距离最近、交通方便的内蒙古自治区，汉

族人口增长也最快（表１０５）。汉族人口从１９１２年的１００万增加到１９３７年的

表１０５ 内蒙古自治区汉族人口数（１９４７—２００２） （单位：万人）

年份 汉族人口
汉族占

总人口（％）
年份 汉族人口

汉族占

总人口（％）
年份 汉族人口

汉族占

总人口（％）

１９４７ ４６９．６ ８３．６ １９６４ １０７２．９ ８７．０ １９８７ １７０６．９ ８２．６
１９４８ ４８５．８ ８３．９ １９６５ １１２９．４ ８７．１ １９８８ １７２１．８ ８２．２
１９４９ ５１５．４ ８４．８ １９６６ １１５８．３ ８７．１ １９８９ １７２９．９ ８１．９
１９５０ ５６５．９ ８５．８ １９７１ １３５８．２ ８７．３ １９９０ １７４９．１ ８１．４
１９５１ ５８９．６ ８５．９ １９７２ １４０１．７ ８７．４ １９９１ １７５８．７ ８０．５
１９５２ ６１４．４ ８５．８ １９７３ １４４４．５ ８７．５ １９９２ １７６６．１ ８０．０
１９５３ ６４９．３ ８５．６ １９７４ １４９３．４ ８７．６ １９９３ １７７９．４ ７９．７
１９５４ ６８７．６ ８５．８ １９７５ １５２１．７ ８７．６ １９９４ １７９１．６ ７９．３
１９５５ ７２５．６ ８６．１ １９７６ １５４９．０ ８７．６ １９９５ １８０３．４ ７８．９
１９５６ ７７５．７ ８６．５ １９７７ １５７３．９ ８７．５ １９９６ １８２０．０ ７８．９
１９５７ ８１１．２ ８６．７ １９７８ １５９２．９ ８７．４ １９９７ １８３６．８ ７９．０
１９５８ ８５７．１ ８６．９ １９７９ １６１７．０ ８７．３ １９９８ １８５１．０ ８０．１
１９５９ ９３０．７ ８７．６ １９８０ １６３２．７ ８７．０ １９９９ １８６５．５ ８０．１
１９６０ １０４９．８ ８８．１ １９８１ １６５１．５ ８６．８ ２０００ １８３２．５ ７７．２
１９６１ １０２１．０ ８７．８ １９８２ １６２７．８ ８４．５ ２００１ １８４３．７ ７９．５
１９６２ １０２３．５ ８７．３ １９８４ １６６３．３ ８３．８ ２００２ １８５５．０ ７９．５
１９６３ １０６１．１ ８７．３ １９８５ １６８６．２ ８３．６
１９６４ １０９１．４ ８７．１ １９８６ １６９６．８ ８３．１
资料来源：《内蒙古统计年鉴》（１９９９），第９１页；（２００１），第１４７页；（２００３），第１０３页。

宋廼工，１９８７：３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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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０万，１９４９年的５２０万，解放后又增加到１９８２年的１６３０万和２０００年为１８３２
万。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的三十年间，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从６００万上
升到１８００万，是原来的三倍，人们粗略地把８０年代的人口分成三个部分：其中
三分之一是原有人口，三分之一归因为自然生育，另外三分之一则是外来移民。

但是虽然汉族人口数字显著增长，但是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变化并不大，高生育

率使得本地民族的人口保持了同样的人口增长速度。这样的人口增长速度使

得内蒙古农村与牧区的人均自然资源明显下降，土地的过度开垦和草原上的

“过牧”（牲畜数量超过草场的合理载畜量）导致自然生态的迅速恶化。今天，内

蒙古地区是我国“荒漠化”最为严重的地区。

（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汉族移民

新疆的汉族人口从１９４９年的２９万增加到１９７８年的５１２万，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和６０年代的大量移民是重要因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吸引了不少东
部城市（如上海）的知识青年，５０年代后期我国中部各省的严重饥荒使得许多农
民迁移到新疆谋生。大量的移民使新疆地区的汉族人口从总人口的６．７％增加
到４０％（表１０６），这种规模的移民对于当地的资源使用和族群关系无疑带来很
大的影响。

表１０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汉族人口数（１９４９—２００２） （单位：万人）

年份 汉族人口
汉族占

总人口（％）
年份 汉族人口

汉族占

总人口（％）
年份 汉族人口

汉族占

总人口（％）

１９４９ ２９．１ ６．７ １９８０ ５１３．０ ４０．０ １９９３ ６０３．７ ３７．６
１９５２ ３２．６ ７．０ １９８２ ５２８．７ ４０．４ １９９４ ６１６．５ ３８．０
１９５３ ３３．２ ６．９ １９８５ ５３４．９ ３９．３ １９９５ ６３１．８ ３８．０
１９５７ ８２．２ １４．７ １９８６ ５３８．６ ３８．９ １９９６ ６４３．３ ３８．１
１９６２ ２０７．７ ２９．７ １９８７ ５４３．０ ３８．６ １９９７ ６６０．１ ３８．４
１９６４ ２３２．１ ３１．９ １９８８ ５４７．０ ３８．３ １９９８ ６７４．１ ３８．６
１９６５ ２７５．８ ３５．０ １９８９ ５５３．２ ３８．０ １９９９ ６８７．２ ３８．７
１９７０ ３８６．１ ３９．５ １９９０ ５７４．７ ３７．６ ２０００ ７２５．１ ３９．２
１９７５ ４７８．０ ４１．４ １９９１ ５８４．２ ３７．６ ２００１ ７４２．２ ３９．６
１９７８ ５１２．９ ４１．６ １９９２ ５９４．０ ３７．６ ２００２ ７５９．６ ３９．９

为全国人口普查数字。

资料来源：周崇经编，１９９０：２８３；《新疆统计年鉴》（２００３），第１０９页。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戈壁滩上开垦了许多荒地，引用了内陆河水灌溉，在

发展农业的同时对当地脆弱的水源生态带来一定破坏。罗布泊的干涸与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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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河断流可能与水源的过度开发有关。当然，移民对新疆的建设事业也有很大

的推动，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变了过去的落后面貌，新疆的社会总产值也从

１９５２年的１３．４亿元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４５８．７亿元和１９９９年的１１６８．６９亿元
（国家民委经济司等编，１９９１：３８２；２０００：３９８）。迁移使得人口对当地自然资源
的压力增加了，同时新来的人口通过他们的劳动与智慧也为新疆创造了新的财

富。

（三）西藏自治区的汉族移民

我国的西藏自治区位于西南部的青藏高原，高寒缺氧，在１９５１年解放军和
平进入西藏之后，在西藏的汉族人口数量经历了几次大的起伏，表１０７介绍了
政府统计的历年汉族人口数。西藏汉族人口的这几次起伏，反映了当地与全国

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１９５７年由于担心与达赖集团的矛盾激化，中央主动提
出人员缩减计划，一年中在西藏工作的汉族总人数减少了８７％。１９５９年平叛
之后，西藏建立了新的政府机构，教育、医疗、交通、通讯、能源等各项事业迅速

发展，而且开始建立地方工业，汉族人数再次迅速增加，１９８０年达到顶峰时期的

１２万人。１９８１年根据西藏地区藏族干部队伍的发展情况，中央提出西藏自治

表１０７ 西藏自治区汉族人口数（１９５６—２００２）

年份 汉族人口 汉族占总人口（％） 年份 汉族人口 汉族占总人口（％）

１９５６ １７３６１ — １９９０ ６７４０７ ３．０９
１９５７ ２１００—２２００ — １９９０ ８０８３７ ３．６８
１９６４ ３６７１７ ２．９３ １９９１ ６５１０１ ２．９４
１９７８ １１２５６９ ６．４６ １９９２ ６６３１８ ２．９４
１９８０ １２２３５６ ６．６０ １９９３ ６４８９０ ２．８４
１９８１ ９９８７３ ５．３７ １９９４ ６５７４９ ２．８３
１９８２ ９１７２０ ４．８５ １９９５ ６７７７２ ２．８８
１９８３ ７９６５０ ４．１２ １９９６ ６８７２５ ２．８７
１９８４ ７６３２３ ３．８８ １９９７ ６９２０５ ２．８５
１９８５ ７０９３２ ３．５６ １９９８ ７３８４１ ３．０１
１９８６ ７２３４０ ３．５７ １９９９ ７０１４５ ２．８３
１９８７ ７８８０４ ３．７９ ２０００ ７２１２２ ２．８７
１９８８ ７９８７１ ３．７６ ２００１ ７７００３ ３．０４
１９８９ ７４９８９ ３．４７ ２００２ ８５１６６ ３．３３

 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１９９２ａ：３８）。
资料来源：刘瑞，１９８９：１４０，２８３；西藏自治区统计局，１９９３：６８；１９９５：３９；２００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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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干部队伍应当以藏族干部为主，在随后的１９８１—１９８４年期间有大批汉族
干部调离西藏，１９８４年后西藏自治区的汉族人口基本稳定在６—７万人左右。
藏族人口的主体（８３．５％）是农牧民，而汉族人口的主体是生产工人

（３６．９％），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１８．８％）和办事人员（１６．６％）。１９８２年人口普
查的结果表明，西藏自治区的生产工人总数为８２５７２人，其中汉族工人为２１８９３
人，占２６．５％，藏族工人有５９９２６人，占７２．６％①（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

室，１９８３ｃ：１５）。在西藏自治区的汉族就业人员中从事农牧业的仅占３．４％，从
事农牧业的汉族也主要是在少数的国营农牧场工作。由此可见，在西藏并没有

真正的农业移民。西方学者的实地调查也表明，即使是在最偏激的“文化大革

命”“这一时期（也）没有安排汉人在这些农村和牧区定居”（戈德斯坦，１９９３：

４０８）。
随着内地农村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一些流动人口自发来到西藏经商务

工，他们中的大多数属于季节性流动，夏季拉萨市的外省流动人口（包括汉族、

回族、撒拉族等）有时相当于本市常住人口的４０％，但是这些流动人口是不在政
府户籍部门公布人口数字的统计范围之内。在少数族群地区居住的汉族人口，

在地理分布和城乡分布上也有一定的特点。一般是相对集中居住在城镇和工

业区。许多在行政部门、技术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学校、邮局等公共服务部门。

这从藏族地区的汉族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中看得很清楚。

（四）移民与经济建设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政府在我国西部各少数族群地区努力发展当地经
济，建立了一些现代化的工矿企业，如包头的包钢、兰州的石油化工厂、乌鲁木

齐的毛纺织厂等等，但是同时又不得不从内地和沿海城市迁来大量技术工人，

当时有些工厂属于“整厂搬迁”。这些新建的工矿企业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基

础，也构成该地区工农业产值的主要部分。特别在６０年代初期的“三线”建设
过程中，在“战备”的考虑下，又有一大批工厂和工人被迁移到西部和西南部的

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这些企业在组织上自成体系，加上族群背景、职业、教育水

平、宗教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与本地族群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迁来的现

代企业往往自办“小社会”，形成了一个个相对封闭的“经济、文化、族群孤岛”。

① 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９０年期间，西藏自治区的工人总数与民族构成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１９９０年普
查时，全区生产工人总数为８３０６３人，其中汉族工人２１８８０人，藏族工人６０４０２人（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
办公室，１９９２ａ：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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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企业集团一方面促进了当地的经济与消费，另一方面又与当地族群民众保

持某种距离，这样一种局面对当地的族群关系，具有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

东北黑龙江地区和新疆地区生产建设兵团的主要经济活动是在垦荒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机械化农业，这些兵团成为国家的粮食生产基地，在新疆等地区，

由兵团开办的工厂也成为地方工业的支柱。汉人建设工厂、矿山的同时，在政

府的统一规划下，全面改善了少数族群地区的基础设施：公路、铁路、能源、通讯

等等和当地的文化设施、医疗卫生条件和学校。这些都为当地少数族群的社

会、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也促进了族群交流与团

结，促进了国家在各个方面的整合。

但是在兵团和汉族移民发展农业的过程中，也难免与当地少数族群农民发

生土地、水源的纠纷，使当地的族群关系中增加了资源竞争的因素。由于风俗

习惯和宗教差异，移民与当地少数族群民众之间也可能发生文化隔阂和冲突。

移民与本地族群之间的关系往往受到族群关系史、社会制度、政府政策、经济利

益、文化差异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影响，并不是使用某个单一因素就可能解释

清楚的。

我们需要根据我国各个少数族群地区的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情况，结合人口

迁移来分析当地的族群关系：汉族迁入的历史，移民的结构性特征：年龄、性别、

婚姻状况、教育、职业、城乡特点、迁入时间、迁移形式等等，分析汉族移民的整

体社会经济结构与当地居民的差异有多大？汉族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在语言、

宗教、生活习惯之间有多大差异？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这些方面的差距是否在

缩小？缩小的速度有多快？等等。这些方面的调查分析可以为我国的族群关

系研究提供一些最基础的资料和素材。

（五）我国２１世纪“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与族群关系

在当前国家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发展态势下，随着各方面对新疆投资

力度的加大，各类建设项目的启动，新疆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必然将进行结构调

整与规模的扩大，也必然会有大量各类技术人员和劳动力来自其他地区特别是

沿海汉族地区。我国西部各省区劳动力的宏观结构有以下几个特点：（１）主要
集中在农业和畜牧业，特别是当地少数民族劳动力集中于农牧业的程度更高；

（２）西部各省区的非农业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事业单位；（３）西部各省区
少数民族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参差不齐；（４）在教育水平统计数字的背后，还可
能存在因实行民族语言教学而带来的在知识水准和工作能力方面与汉族学生

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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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少数民族学生在各级学校入学时、在学期间以及

毕业分配都受到特殊优待。这些大、中专毕业生长期由政府包分配，这些国有

经济部门在当时的经济核算制度下不用考虑就业人员的工作效益和人工成本，

而且有时是作为落实民族政策的政治任务来接受少数民族毕业生的。但是在

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由企业自行招聘、根据业绩淘汰，并且必然会在各企业

之间流动。不管对象是少数民族学生还是汉族学生，理性的企业是会单纯地依

照业务需求和实际能力来选择录取和淘汰雇员的。那些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政

府优惠政策进入大学的少数民族学生，如果毕业时各方面业务水平缺乏竞争

力，毕业后就可能面临就业困难，即使被招收后在新的业绩评估的竞争机制中

也可能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因此在理工科、医科、农科等学科的少数民族毕业

生，由于专业基础、工作能力甚至语言能力方面的差距，他们在非国有经济的劳

动力市场上所面临的竞争将十分严峻。

２１世纪中国西部的开发并不是传统农牧业和加工业在产值方面的量的增
长，而是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过程中经济结构的调整（即新型经济的引入）和经

济组织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一般伴随着劳动力从第一

产业先后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从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不仅

仅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同时还存在经济结构中所有制成

分的重大变化。一方面是新近就业的年轻劳动力不再按照传统计划经济的就

业渠道进入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原来国有企业的职工也纷纷下岗或伴随企业改

制而在非国有经济领域重新就业，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化的新的用人机制下不仅

必须学习新的技能，也必须学会适应新的劳动管理规则和人际关系，旧体制下

形成的各种行为规范与处世办法随着“铁饭碗”的废除都必须转变。

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沿海经济特区向港澳台、国外企业提供了国内最便

利的交通条件和相对优秀的劳动力。改革开放二十年后的今天，来到西部创业

的外资、合资企业在劳动力资源方面，不仅可以从当地劳动力中进行选择，而且

可以从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中招聘。而由于这些来自东部的劳动者在

所掌握的技能和工作态度都更适应于非国有经济在就业方面的市场机制，西部

本地的劳动力（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在就业方面也因此面临很大的竞争

压力。

西部大开发最需要的是各个层次的管理人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而我

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最为缺乏的就是人才。而且随着近２０年来改革开放的不
断发展，东部沿海地区提供的各种发展机会和西部地区日益复杂的族群关系都

使得西部地区的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汉族知识分子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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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科技管理人才，其中既包括以前由政府安排从东部地区来到西部“支边”的老

一代知识分子，也包括在西部出生和当地学校培养的汉族人才。

西部大开发所面临的人才缺乏与人才引进，将会在民族关系方面引发一系

列新的问题：

（１）在各个发展项目的实施进程中新引进的汉族人才会引起当地一部分少
数民族干部群众的不满，认为引进这些具有较强竞争能力的汉族人员不利于自

己在这些发展项目中争取机会。但是西部大开发的核心是发展商品经济，引进

市场竞争机制，在生产和劳动力等方面都需要逐步推行市场化的体制改革，而

在人才和劳动力市场上招收人员和决定晋升的标准只能是能力、效率和业绩。

（２）导致对当地民族教育体系进行反思。对于从民族院校或使用少数民族
语言教学的学校毕业的少数民族学生，由于优惠政策降低了招生分数线，许多

应用性课程（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的实际授课水平受到学生原有基础、少

数民族语言教材质量、教师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和实际工作

能力可能会低于其他汉族地区（甚至同地区、同学校）的汉族学生和回族学生的

水平，这使他们在新兴起的人才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汉语文能力不强

在大多数就业机会中也是不利因素。

（３）就业机会的竞争要求政府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近年来政府对于大
学、大专毕业生就业实行的政策是“双向选择”，用人单位有着充分的自主权，人

才在劳动力市场中根据各类岗位所需素质、能力的供求关系来进行流动。在市

场机制下，少数民族毕业生中有一部分就有可能面临就业困难。“铁饭碗”已经

不再存在，这无疑将使这些单位的少数民族职工面临着比汉族职工更大的压

力。当少数族群毕业生和在岗人员中有相当部分人面临就业困难和“下岗”威

胁的形势下，少数族群会强烈要求政府对就业问题进行某种程度的行政干预。

而为了社会稳定和族群团结，在西部地区的经济主体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过渡”的时期，政府确实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如对吸收

一定比例当地少数族群职工的企业减免税收或提供贷款优惠，以缓和少数族群

人员的就业困难。

五、小 结

在这一章的第一部分中，我们主要讨论人口迁移对于族群的形成和族群关

系演变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应当说，今天世界上许多族群和许多国家的形成都

是在人口迁移的过程中形成的，当我们讨论民族史、族群史时，都不可避免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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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回顾历史上发生过的人口迁移。同时，一个族群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无论对

自身还是对居住在迁入地的本地族群，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而最为直接的就

是对迁入地自然资源分配、就业机会和未来发展机会的影响。除此之外，无论

是传统的农业封建社会还是现代的民主制度社会，“人多势众”，一定规模的人

口迁移也必然会对迁入地的族群政治格局和社会政策带来影响。

在第二部分中，我们主要介绍了结合人口迁移来研究族群关系时需要考虑

的因素：（１）移民的总体数量规模；（２）移民的迁移方式；（３）移民与本地族群
居民之间在整体素质方面的差距；（４）迁移选择性的影响；（５）移民与本地族群
之间在经济能力（财富占有量）方面的差距；（６）移民与本地族群之间在其他方
面的差异；（７）不同移民群体之间在“族群分层”方面的差距；（８）政府对于迁移
的态度和管理办法。

在第三部分中，我们介绍了国外结合人口迁移来研究族群关系的一篇经典

文献，这是特若瓦托和哈利（Ｆ．ＴｒｏｖａｔｏａｎｄＳ．Ｓ．Ｈａｌｌｉ）发表在１９８３年《国际迁
移评论》杂志上的关于加拿大移民问题的个案研究。这篇论文围绕着三个理论

假说来分析加拿大不同族群在迁移行为方面的差异：（１）社会特征假说（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认为是人们在年龄、性别、教育、收入、职业等结构性
变量方面的差异引起了人们的迁移行为差异；（２）族群影响假说（ＥｔｈｎｉｃＥｆｆｅｃｔ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认为除了结构性变量的影响之外，族群因素对于人们的迁移行为
具有独立的影响；（３）“结构性无保障的影响”假说（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Ｅｆｆｅｃｔ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认为除了社会特征结构性变量和族群因素都各自独立地对人们
的迁移活动发挥影响之外，这两方面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迁移也具有重要

的影响。

最后一部分则专门讨论位于我国西部和北部的三个主要少数族群地区（内

蒙古、新疆、西藏）的汉族人口迁移。通过相关的人口统计和普查数据，我们可

以对这三个地区的汉族移民状况有一个粗略的了解。应当说，人口迁移对于当

地经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这些地区各行各业的全面发展，促进了族

群交往与族群融合。最后，结合我国政府在２１世纪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就业竞争与劳动力流动等方面的问题，讨论了这些问题可能

对当地族群关系带来的影响。

３５５
第十章 人口迁移与族群关系



第十一章



语言使用与族群关系

共同语言及共同的生活规范———后者由共同的宗教信仰所

决定———到处都会孕育族群亲和力（ｅｔｈｎｉｃａｆｆｉｎｉｔｙ）的感情。⋯⋯
（但）必须承认，明显的方言不同或宗教差异本身并不排斥共同族

群意识。

———马克斯·韦伯（１９９８：１１４


）

在人类社会形成与演变过程中，各族群语言的出现与发展是一个重要因

素。这一点得到了学术界的共识，研究族群问题的英国社会学家史密斯认为，

“族群是一种文化的集合体，⋯⋯（族群）并凭借文化方面的一个或几个差别（如

宗教、习俗、语言或组织）来相互区别”（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１：２０）；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
把语言和宗教一同视为族群文化认同的基本要素（Ｐａｒｓｏｎｓ，１９７５：５４）。各国许
多学者都把共同语言作为族群的主要文化特征之一。此外，前苏联民族理论和

民族政策的奠基人斯大林也把“共同语言”作为定义“民族”的四个特征之一。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使用自己本族的语言和文字记录下本族群的发展

历史和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前进轨迹，并将其作为本族的历史记忆保存

下来。各族在漫长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发音方法、词汇构成、语法规则、书写方式

也各有特点，语言学家和民族学家们根据语言词汇和语法结构来分析和研究分



布于世界各地的上万种语言，被称之为语言谱系方法，世界上所有的语言被划

分为１４个语系，语系下面又分为不同的语族，语族下面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语
支①。世界各地的人们就是使用这些形形色色的语言和文字，在族群内部以及

其他外部族群之间进行各种信息的交流。

由于世界各地区人类族群的起源是多元的，因此人类语言的起源也是多元

的。各个族群在其语言萌生的初期，在发声方法方面很可能受到自身周围环境

中其他声音（如动物、自然气候声音等）的影响，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有不同的

动物和自然界声音，处在不同自然环境中的人类族群也会模仿不同的发音方

法，萌生不同的语言体系，创造出不同的书写文字。需要指出的是，每种语言和

其他各种语言之间的距离是不一样的，如瑞典语与丹麦语之间距离就很近，因

为它们同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相比之下，英语和汉语之间的距离就很远。

语言距离的远近对族群交往无疑是有影响的。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可以根据语

言学家归纳的语言系统来衡量不同语言之间的距离及其对族群交往的影响。

但是我们要注意，尽管现在的语言体系是语言学家们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而归

纳出来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不一定是完全科学和符合实际的衡量方法。

由于人类社会的演变与语言的演变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对于某些特点不够

清晰、语源不甚清楚的语言到底应当归到哪一类？学者们的意见未必一致，所

以最后关于分类的结论也就难免多少带有人为武断的成分，因此现有的语言体

系只能作为我们判断语言距离的参考。

由于语言文字既是各个族群在历史上形成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民众在现

时日常生活中相互进行交流的工具，所以在衡量当前的族群关系现状或分析族

群关系的历史演变时，关于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和语言变化的分析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专题。在本章里，我们将讨论语言在人类社会中的基本功能，考察语言

与族群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在族群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介绍马列主义经典

作家在语言方面的主要观点和一些国家的语言政策，介绍语言调查在族群研究

中的具体应用，最后结合教学语言讨论少数族群教育的有关问题。在我们具体

讨论语言使用调查方法和研究案例之前，首先介绍在民族语言方面的一些基本

观点以及分析语言与族群关系的部分文献。

① 这１４个语系是：印欧语系、闪含语系（亚非语系）、高加索语系、达罗毗荼语系、乌拉尔语系、阿尔
泰语系、楚克奇—堪察加语系、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尼罗—撒哈拉语系、科伊桑语系、汉藏语系、南亚

语系、南岛语系、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宁骚，１９９５：６０）。中国主要族群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其他有
的文献把世界上的语言归类为１７个语系（卡瓦利—斯福札，２０００：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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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具有文化象征和

交流工具的双重性

（一）语言的双重性

语言是人们相互进行口头交流的工具，词汇和语法本身即包含了丰富的文

化内容①，而书写文字则记录下了人们在各个方面取得的知识、智慧与成就，并

通过各类记录文本和印刷品将其向下一代传递并介绍给其他族群。正是因为

人类在交流中需要沟通信息的工具，才由此而产生语言文字，所以无论从语言

产生的原因和产生之后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功能来说，我们必须认识到

语言最重要的性质就是它作为记录和传递信息工具的应用性。

但是，语言文字一旦出现之后，它作为族群历史事件的记载方式和文化传

统的象征，也成为各个族群发展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在与其他族群的

交往中，各族群都以用本族文字记录下的历史和其他文化结晶（史诗、文学作

品、哲学经典、历书、工艺等）而自豪，甚至文字的书写（书法）也成为许多国家独

具特色的一种艺术形式。所以人们通常把本群语言看作族群的象征，把本族语

言的前途看作是族群传统文化的前途。

在历史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族群都毫无例外地试图在自己控制的行政疆域

内推行自己的语言文字，使它成为通用语言或“国语”，只是在具体推行时所采

取的强制程度和方法有所不同而已，这样既便于它的行政管理也有利于在文化

上对其他族群实行同化。而处于劣势的族群，也必然极力试图保存自己的语言

和文化传统②。在人类社会发展和族际相互竞争的过程中，由于语言是各族历

史与传统文化的象征与载体，也是本族成员之间相互认同的重要文化特征，所

以也不可避免地寄托着人们对于自身所属族群的历史与文化的深厚感情。

正因为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人们在对待使用语言的选择时，面临

着把它在感情上看作是“文化象征”和在理性上看作是“交流工具”这样一种双

重性，前者注重族群以往的演变历史和文化价值，后者注重族群成员在目前生

活中的实际应用价值和未来的发展机会。社会学在对族群语言的研究中，需要

①

② 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德国占领区法国学校的师生对于法语
的真挚感情和占领军的语言政策。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日本吞并了朝鲜，严格禁止朝鲜人使用本族

语言文字，但许多朝鲜人仍然坚持秘密学习自己的文字。

用一种语言表述出来的幽默，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可能就会变得索然无味，从这一现象中也可以

看出文化的差别与语言之间的密切关联。而语法的差异有时可以反映出不同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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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强调对于实际社会中这一双重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和演变趋势的分析。

在目前国内关于民族语言问题的讨论中，关于“文化象征”这一方面强调得

很多，对于“应用工具”这一方面则讲得相对较少。忽视了语言应用性功能的这

个最根本方面，就有可能对语言的认识偏向于感性化而做出脱离实际的判断。

例如在“伪满洲国”时期，日伪政权“曾经努力鼓励使用满语，认为这样将使满族

民众获益，但是因为得不到满族民众的支持，这一尝试最终不得不放弃”（Ｄｒｅｙ
ｅｒ，１９７６：２０）。这个例子说明在２０世纪的３０—４０年代，满族与汉族在文化以及
语言方面已经达到相当程度的融合，满语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已经失去了继续使

用的实际应用价值，再去恢复使用满语是违反社会与文化发展大潮流的。

（二）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需要一种“地区性共同语”

随着族群之间、各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人员交流的不断加强，语言作为

交流工具的“实用性”特质必然会发生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时期，一种最通用的语言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该国的正式“国

语”或非正式的“族际共同语”。在国际交流迅速加强和“全球化”进程的客观需

求下，也会出现一种或几种人们最为常用的“国际共同语”或跨国界的“地域共

同语”①。

在我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就全国范围而不是某一个小地域来看，

应用性最强、最普遍的语言是汉语。由于有一些族群（回、满、赫哲、土家、锡伯、

畲族等）的绝大多数以汉语为自己的语言、一些少数族群（蒙古、藏、壮、撒拉、

苗、瑶、东乡、土、保安、羌、仫佬、白族等）人口中有相当大比例的干部群众通用

汉语、其他少数族群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也大部分通晓汉语，汉语文在中国几千

年的文化发展史和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在客观上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

“通用语言”、“公共语言”或“族际共同语”，所以不能从名称和历史上的情况简

单地把今天的“汉语”顾名思义地看作只是“汉族的语言”。

在我国，不但历史上和近现代的大量文化典籍和科技成果是用汉文出版，

国外的大量文学、科技著作是译成汉文出版，连国内许多少数族群知识分子的

大多数研究成果也是用汉文发表出版的②，在我国每年的出版物中，有９９％是

①

② 这样可以显著扩大读者的数量，达到与其他族群和国外读者（主要学习汉文）进行交流的客观效
果。

如目前在国际外交界、学术界、商界所通用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同时由于历史原因世界上仍然存

在一些区域性共同语言，如俄语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区域内是主要交流和工作语言，西班牙语仍然是

拉丁美洲各国之间的主要交流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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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出版物①，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人，如能熟练地掌握汉语文，就意味着可以

接触和使用国内信息总量的９９％，这是数量巨大和无法替代的资源，掌握这些
资源，无论对每个个人的发展（当然包括少数族群成员）和个人所就业的机构单

位和各项事业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

一个少数族群学生学习了汉语，不仅仅可以同汉族交流，也可以通过汉语

与其他很多族群交流。如果说今天人们学习了英语可以走遍世界，那么在中国

学习了汉语就可以走遍全国。掌握了汉语之后，交流的范围甚至可以超出国

界，中文是联合国５种法定工作语言之一，所有文件都有中文本。除了香港、澳
门和台湾之外，在世界各国还生活着大约２５００万华人，国外许多大学开设中文
课程，那些研究中国并与中国交往的外国政治家、学者、科学家、企业家、记者所

学习的中国语言主要是汉语。所以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普及汉语普通话，少数族

群学习和掌握汉语，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完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

为转移、或早或迟总要发生的事②。

同样的语言使用演变过程也发生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古代和中世纪时

期的欧洲，各国通用的语言曾经是拉丁语，近代欧洲通用的语言曾经是法语，在

非洲大多数地区曾经是斯瓦西里语。在世界市场迅速发展，经济、文化、科学技

术的发展需要大量跨国界交流与合作的历史时期，在世界上（或“全球化”发展

较快的区域）也会出现一种最通用的语言，作为非正式的国际共同语以发挥其

“实用性交流工具”的功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语越来越显露出作为国际通用语的势头。而在此之

前，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与英语相比，在其他国家和殖民地中同样有着相当的

影响。这些欧洲语言都拥有自己辉煌的发展历史、文学大师和经典作品③，但

是，当各国之间的交流迅速增长之后，必然出现了对一种通用语言的客观需求。

当时也有人试图创造一种新的“世界语”，鲁迅先生的一个俄国朋友爱罗先珂就

曾在北京大学讲授“世界语”。但是没有自身的历史积累，没有一个国家作为政

①

②

③ 应当说，这些语言都很优美、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出现过自己的文学大师。例如法语文学大师有
巴尔扎克和雨果，德语文学大师有歌德和席勒，俄语文学大师有托尔斯泰和普希金，英语文学大师有莎士

比亚和狄更斯，西班牙语文学大师有塞万提斯，等等。

在汉族当中，同时存在着一个推广普通话的问题。各种方言历史悠久，与地方文化和戏曲结合

起来，使人们对它们也带有很深的感情因素，但是社会发展必然会推动普通话的普及，因为不学习普通话

的人在未来的发展机会无疑将受到许多限制。语言的应用性这个最核心的问题，也将使得各种方言的

“地盘”逐渐缩小并最终消失。

例如１９９３年全国共出版图书９６７６１种，发行５９３３７２万册，杂志７０１１种；其中用少数族群文字
出版的图书３５００种，发行５０９０万册，杂志１７３种（国家统计局，１９９４：６２２；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
司、国家民委经济司，１９９４：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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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后援，只凭几个学者文人创造和鼓吹的一种新语言是不可能真正形成气候

的。与此同时，就在国际社会对于一种共同语言的客观需求下，英语凭借自身

各方面的优势地位脱颖而出。

英国以及前英国殖民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新加坡、牙买加、南非、埃及、苏丹、尼日利亚、肯尼亚、津巴布韦、赞比

亚、博茨瓦纳等）拥有辽阔的地域、庞大的人口与逐步增长的经济实力，这使得

英语的流行具有坚实的人口与政治基础，特别是二战之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地

位更使得英语在国际经济活动、学术交流和外交活动中的“应用性”价值不断提

高，战后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实力处在绝对优势的地位，西欧和日本的经济重建

依赖于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所有的援助计划、申请报告等都必须使用英

文，美国在欧洲乃至世界性的外交事务中有着重要的发言权，英语成为各国经

济贸易、外交活动和学术交流的主要工作语言。除此之外，美国各大学每年对

外国学生提供的几万名研究生奖学金吸引了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学校把英语

选作学生的第一外语，“托福”考试中心遍布全世界，这就对各国中小学外语教

学的语种构成带来重要影响。世界发展到了今天这个时代，正如亨廷顿所说，

“英语是世界上进行知识交流的方式，正如公历是世界上的计时方式，阿拉伯数

字是世界的计数方式”（亨廷顿，１９９９：４９）①。
由于英语已经成为学术界和经济界最通用的语言，世界上科学技术的最新

研究成果大多发表在英文刊物上，任何国家若想及时跟上世界科技发展的前

沿，它们的研究人员必须能够熟练和经常阅读这些英文刊物，而要培养这样的

科技人员，大学本科的理、工、医科课程最好直接使用英文教材并采用英语教

学，这样学生通过直接使用英文的专业基础学习，进入到研究生阶段才有可能

流利阅读英文原著与期刊，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及毕业后迅速进入学术前沿。

文科的情况也许不如理工科那么紧迫，但如果不阅读英文期刊，社会科学各个

学科（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就会自我封闭在世界知识体系之外，无

法及时吸收世界各国的研究成果。学术界的这一发展趋势进一步证明了语言

的工具性本质。

① 据介绍，在今天全世界的广播节目中，６０％以上使用英语，世界上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使用的有
３．５亿人，作为第二语言并经常使用的有３．５亿人，英语在７０多个国家为官方语言或半官方语言，这些
国家的总人口为１４亿，全世界学习英语的人有１０亿，全世界四分之三的邮件用英语书写，全世界网站的
７８％为英语网站（姜亚军，２００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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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类语言的发展趋势

关于人类语言的未来发展，学者们也进行了调查和预测。据德国比勒费尔

德大学语言和历史学家发表的调研报告介绍，在１万年以前，世界人口约有１００
万，存在着大约１．５万种语言，今天全世界人口增长到６０亿，语言种类却减少
了一半，只保留了７０００多种，有的语言学家们预计在今后１００年内（在２１世
纪），还将会有２３００种语言消失①。美国阿拉斯加大学的迈克尔·克劳斯教授则

更为悲观，他认为地球上现存大约５０００种语言，而在１００年内人类将只剩下

５００种语言，十分之九将要消失②。专家们普遍认为，计算机的迅速普及将给世

界各地的小语种带来更为毁灭性的打击，那些人口很少的小族群的年轻成员们

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去学习大族群的语言以及计算机软

件所通用的英语，两至三代人之后，他们的传统族群语言将难以延续。这也证

明了各族民众和各国社会将会越来越重视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实用性，从而选

择在交流中实用性最强的一种语言作为自己的主要学习语言。

正是由于看到了全世界语言发展的大趋势、看到了多族群国家内部实际正

在发生的语言变迁，一些头脑清醒的政治家或族群领袖在本族语言的问题上不

是从狭隘的族群感情出发，而是看到任何族群的发展都必须要顺应这一语言发

展的大趋势，在语言学习问题上采取积极和务实的态度。

二、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民族语言”的观点

作为俄国革命的领袖和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政权的执政者，列宁和斯大林

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对于“民族语言”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观点。因为

他们的这些观点对中国民族理论界一直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有必要对他们的

主要观点加以介绍和讨论。

（一）语言发展的历史阶段性

按照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１９５０年）这篇文章，族群语言的
发展有几个阶段：（１）在存在族群压迫的历史时期，“各个民族和各种语言的和

①
② 参见《参考消息》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３日第６版。“很多语言现在只有几百人在使用，而且难逃灭绝

一途，就像过去几个世纪里已经消失的很多语言一样”（卡瓦里—斯福札，２０００：２１０）。

参见《参考消息》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７日第６版文章“下世纪世界将有三分之一语言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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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与友谊的合作条件还没有具备，⋯⋯（事实上是）一些语言的被同化和另一些

语言的胜利”；（２）“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后的时代，⋯⋯民族平等将
会实现，压制和同化语言的政策将会取消，各民族间的合作将会建立，而各民族

的语言将有可能在合作的方式下不受约束地互相丰富起来”；（３）“这些语言由
于各个民族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长期合作将首先划分出最丰富的单一

区域性语言，然后区域性语言再溶合为一个各民族的共同的语言，这种语言当

然既不是德语，也不是俄语和英语，而是吸收了各民族语言和各区域语言的精

华的新语言”（斯大林，１９５０：５５７—５５８）。
斯大林的这篇文章讨论的是语言学问题，但是我们从“民族语言”的发展和

演变过程中，可以进一步分析族群文化的特征和族群文化、族群差异的发展前

景。在较早发表的“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一文中，斯大林直接把“民族语言”与

“民族消亡”联系起来：“当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充分巩固，⋯⋯各民族已

经在实践中深信共同语言优越于（本）民族语言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才

开始消亡而让位于一切人们共同的世界语言。⋯⋯各民族的未来的大致图画，

各民族在将来融合的道路上发展的图画就是如此”（斯大林，１９２９：２９９—３００）。
但是，从近代许多国家的族群发展情况来看，随着人口迁移和族群之间混

居与广泛交流，有一些族群虽然已经不再使用自己的传统语言而改用其他族群

的语言，但这些族群仍然保持了自己的身份认同而没有被同化，如中国的回族、

满族已经通用汉语，但是仍然保持着原有的族群身份与认同。散居在各国的犹

太人已经使用当地语言，但仍然保持着独立的族群身份。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

以看到，除了语言这一因素外，其他因素（如宗教）在保持一个族群的身份认同

方面，同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回族和犹太人之所以有可能保持独立族群身

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与周围其他族群所信仰的宗教不

同，这是他们与其他族群相互区别的关键因素。美国黑人的语言是英语，信仰

的宗教也与白人相同，但他们仍是区别于白人的不同种族。体质差异、受奴役

的历史和受歧视的现状是黑人保持独立族群意识的核心因素。我们承认语言

对于族群的形成和族群认同的建立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需要指出，拥有独立

的语言并不是保持族群意识的绝对必要条件。

（二）反对使用行政力量推行“国语”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列宁对于利用行政力量强行推行“国语”的做法持明确

的反对态度，认为这样做只能引起持其他语言族群的反感，在一个多族群国家

中任何语言也不应拥有特权，经济活动的发展自然会推动一种应用性最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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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便利的语言成为公共语言，任何强制的效果恰恰适得其反。列宁特别强调

要考虑在民族问题上显得特别重要的少数族群的“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状

态，只要是在稍微采取强迫手段的情况下，就会玷污和损害集中制、大国制和统

一语言的无可争辩的进步作用，并将这种进步作用化为乌有。但是，经济比心

理状态更重要：俄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经济，它使俄罗斯语言成为必不可少的

东西”（列宁，１９１３：２５３）。首先我们要肯定，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共同的语言作
为交流工具，也需要一个经济生产上能够分工合作降低成本的政治地理区域，

语言的统一和建立版图辽阔的大国家对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是具有进步作用

的，但是，语言使用方面的统一只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一个少数族群自愿接

受一个“族际共同语”的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任何通过国家行政手段强制推行

“国语”的做法，其效果将会适得其反。

美国学者康纳（ＷａｌｋｅｒＣｏｎｎｏｒ）曾经把共产党国家的语言政策归纳为“三阶
段模式”：（１）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作是“多元主义”政策，各种少数族群语言的使
用受到鼓励，而对于使用占国家主导地位语言的官方压力只是间接的；（２）第二
阶段为“双语主义”，政府增加了要求学习国家主导语言的要求，如自１９３８年开
始，苏联各民族被规定并作为义务（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要学习俄语；（３）第三阶段为
“统一语言”，国家主导语言成为惟一的教学语言和官方正式语言。他同时指出

尚没有哪一个国家进行到第三个阶段，而且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政府的语言政

策在这三阶段过程中有时向前跳跃，有时急剧后退，并不是根据实际情况保持

循序渐进；在同一个国家内，对待某一个族群的语言政策也可能与对待其他族

群的语言政策并不一致（Ｃｏｎｎｏｒ，１９８４：２５４—２５５）。
以上这些观点值得我们思考，国内学术界过去对于一系列相关问题，如关

于语言的“阶级性”问题，对于如何认识少数民族语言的历史作用问题，对于是

否应当推行“国语”的问题，等等，都曾经有过争论，而且直至今日也不能说已经

形成了共识。由于语言问题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使得有关学术讨论难

以深入，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对于语言问题的研究与

讨论也必须要开展下去。

三、各国的语言政策

在当今世界，由于各国的族群构成和发展历史各不相同，在对待语言的使

用方面，各国政府根据各自的国情都制定有自己的语言政策，有的国家在宪法

中规定了本国的“国语”、“官方语言”和“通用语”，确定了一些语言在本国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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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地位（哈经雄、滕星，２００１：１７６），有的国家对“官方语言”之外的其他“非官方
语言”的使用范围也有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定。

（一）美国的语言政策

“许多世纪以来，语言‘霸权’（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ｙ）和统治语言的‘纯净’
（ｐｕｒｉｔｙ）一度在许多土地上是权力斗争、国家和族群认同的焦点问题”（Ｓｉｍｐｓｏｎ
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４０１）。历史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毫无例外地试图在自己所
控制的领土上推行自己的语言，使它成为“国语”，只是在推行的强制程度上，各

国政府的作法有所不同而已。

在美国，关于语言方面存在三种政策：（１）认为美国是一个使用一种语言的
国家，应用一种语言对每个人都有利，所以应当对双语教学予以抵制；（２）承认
美国存在一些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或成人），他们讲各自原来的母语只是一种

暂时的现象，对于他们来说，双语政策将会架起一座通往应用英语的桥梁；（３）
承认双语是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个现实，而且这种现实对美国有好处，在语言方

面的多元化，和在其他方面一样是有必要的，在一些人们不讲英语的区域，其他

语言应当得到某种官方的承认（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４０１）。

１９６８年美国通过了《双语教育法》之后，官方的语言政策大致是上面的第二
种。但是由于财政资源、教育科目方面的考虑和对分离主义的担心，在一些州

对在学校实行双语教育有分歧意见，同时民众中抵制双语教学的倾向在上升。

一些研究表明，少数族群的学生由于母语不是英语而且没有能够及时强化英语

学习，在学校的课程学习中居于不利地位；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由于教师要照

顾这些学习困难的少数族群学生而放慢进度或降低难度，使得母语为英语的多

数学生在学习上“吃了亏”（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４００），认为这样的状况不
利于以英语为母语和以另一种语言为母语这两部分学生的未来发展和美国劳

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

但是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美国仍有相当比例的人口使用其他族群语言。

１９８０年的普查表明，美国有２３００万人（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在家里不说英
语；其中有１１００万人讲西班牙语，如新墨西哥州就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讲西班牙
语；而在大城市中，迈阿密市有４３％的居民在家不讲英语，在纽约市居民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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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的人在家里不讲英语①。这次普查同时还发现，在家里不讲英语的成年人

当中，有２８％完全不会讲英语（罗贝，１９８８：１４７）。表１１１表明，在１９７０—１９８０
年期间，在家里讲英语之外其他语言的族群人数发生明显变化，欧裔移民讲非

英语母语的人数在减少，而亚裔移民在家里讲母语的人数在增加。这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新移民在美国所占的相对比例，由于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以来亚裔新移民人数的迅速增加，他们的到来明显增加了亚裔人口中讲母语

的人数。

表１１１ 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期间美国在家里讲不同语言人数的变化

家里使用语言 变化 家里使用语言 变化

德语 －１５％ 朝鲜语 ＋３００％
斯拉夫语 －３０％ 菲律宾语 ＋１２０％
立陶宛语 －２７％ 汉语 ＋７０％
俄罗斯语 －２６％ 阿拉伯语 ＋４０％
依地（犹太）语 －２５％
资料来源：罗贝，１９８８：１５０—１５１。

以上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使得美国实质上在语言方面也呈现一种“多元一

体”的格局，英语是学习、工作和公众社会通用的语言，美国并没有规定官方法

定语言是英语，在法院、医院等机构也为不会英语的人提供翻译服务，但不掌握

英语会使人们在学习、就业、社交等方面非常不便，英语实际上是美国的“族际

共同语”。但是在家庭、私人社交、社会团体的范围内，各少数族群依然使用母

语，而且根据实际应用性和新移民数量的增减，这些族群语言的实际应用范围

也会有所扩大或缩小。

（二）前苏联的语言政策

十月革命之后，有人曾经建议宣布俄语为“国语”并强制推广其使用。对此

列宁明确指出，任何采用行政手段强制性推广俄语的做法会适得其反，强调各

民族的语言必须受到尊重。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在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本

地民族语言与俄语同属于官方正式语言，在学校里使用本地民族语言教学。苏

联在建国初期，政府“还为文字不健全或无文字的１１０种语言中的５０种语言，

① １９９２年在迈阿密和圣地亚哥两地对５２６２名移民第二代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尽管他们当中
４７．６％在美国出生，６３％以上得到美国国籍，但是仅有７％在家里讲英语（ＰｏｒｔｅｓａｎｄＲｕｍｂａｕｔ，２００１：２６—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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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文字。⋯⋯在苏联时期曾用９４种民族语言进行过教学，１９２５年俄罗斯
用２５种民族语言出版了教科书”（哈经雄、滕星，２００１：１８１）。
我们在前面简单介绍了康纳（ＷａｌｋｅｒＣｏｎｎｏｒ）对共产党国家语言政策演进

过程所归纳的“三阶段模式”。他是这样来分析苏联的民族语言政策推行过程

的：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第一个十年，各民族被鼓励学习自己的语言，并没有

要求他们去学习俄语。

甚至为那些居住在本族自治地区之外的少数民族人口设立用本族语

言教学的学校；⋯⋯在３０年代初期这一政策开始变化，使用本族语言教学
的学校被限制在自治地区内，而俄语教学的学校在全国迅速增长，居住在

本族自治地区之外的少数族群大多开始使用俄语学习；到了１９３８年，斯大
林规定全国所有学校都必须学习俄语①，在随后年代里，学校里开始学习俄

语的年级逐步降低，例如在亚美尼亚的学校里，１９３８年规定在初中开始学
俄语，１９４６年小学二年级开始学俄语，１９５７年小学一年级即开始学俄语。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是苏联语言政策的另一个里程碑，这一年在赫鲁晓夫的领导
下，居住在本族自治地区的非俄罗斯父母，可以选择送自己的孩子去本族

语言教学的学校或者俄语学校。（Ｃｏｎｎｏｒ，１９８４：２５６）

１９８０年，在苏联各自治共和国的少数族群中，只有阿古尔人（Ａｇｕｌ）、鲁图尔
人（Ｒｕｔｕｌ）和多尔甘人（Ｄｏｌｇａｎ）没有建立使用自己语言的学校（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ｎｄ
Ｓｉｌｖｅｒ，１９９２：３８４—３８５）。但是考虑到使用俄语学习对于孩子未来接受高等教育
和工作前途的积极作用，许多少数族群父母送自己的孩子进入俄语学校②。在

一项关于前苏联教学语言的研究中，对象是６７个拥有使用自己语言学校的民
族—族群（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在１９３４—１９４０年期间，有６４个民族—族群的学校使
用母语教授数学课程，６５个使用母语教授语言—文学课程，到了１９７６—１９８０
年，只有３５个民族—族群的学校使用母语教授数学，５３个仍然使用母语教授语
言—文学课程（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ｎｄＳｉｌｖｅｒ，１９９２：３７９）。如使用一个小族群语言学习数
学这样的专业课程，会使学生在未来的专业学习和发展遇到语言隔阂方面的障

碍，从以上数字也可以看出苏联时期各少数族群学校中的数学教学逐步转向使

①

② 在理论上各个民族的语言居于平等地位，但是对于不同民族而言，使用本族语言教学所能够获
得的学校教育的年数差距很大（Ｃｏｎｎｏｒ，１９８４：２５７）。换言之，有的民族语言教育系统只提供到初中，有的
提供高中，有的提供大专或大学本科。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同样存在，一些人口少的族群没有设立从小学

到大学使用本族语言教学的完整教育体系。

“１９３８年３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通过了《关于在各民族共和国和州必须学俄语的决
定》”（哈经雄、滕星，２００１：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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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俄语。

在苏联，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在１９５８—１９７２年期间从平均提供

６．７年教育降到５年，如果把１４个人口较多、可提供本族语言１０年教育的加盟
共和国除外，其他３１个族群可提供的本族语言教育从平均５．２年下降到２．７４
年。１４个加盟共和国的民族语言在苏联的语言政策中具有比较特殊的独立地
位，而其他民族的语言（大约有９０种）则逐渐处在弱化甚至消亡之中。在这１４
个加盟共和国当中，苏联政府对于波罗的海三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这５个加
盟共和国的语言政策，与其他９个相比又更为宽松（Ｃｏｎｎｏｒ，１９８４：２５８—２５９）。
根据苏联官方统计，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摩尔多瓦，学生总数中已有３３％

在俄语教学学校就读，到了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推广俄语
教学的做法也有所加强（Ｃｏｎｎｏｒ，１９８４：２６０）。在３０年代，乌克兰有８６％的学生
用乌克兰语学习，只有４．５％是俄语教学，５０年代这两个百分比改变为７２％和

２６％，在６０年代这一比例又改变为６２％和３７．２％，在７０年代为６０％和４０％。
而在８０年代俄罗斯人只占乌克兰总人口的１９．３％，所以有相当比例的乌克兰
学生在俄语学校读书（阮西湖，１９８１：５３）。而那些人口相对较少的族群，俄语的
推广与使用更加普遍，如１９７０年在波兰族裔和犹太人中，分别只有３２．５％和

１７．７％的人表示仍保持自己的母语作为主要语言（ＲａｋｏｗｓｋａＨａｒｍｓｔｏｎｅ，１９９２：

３９７）。在苏联教育体系中，学校年级越高，俄语的使用程度也越高。表１１２表
明非俄罗斯各族以俄语为本族语言的人数比例从１９５９年的１０．８％增加到

１９７９年的１３．１％。经过７０年语言使用的演变，俄语已经成为前苏联地区各族
人民的“族际共同语”。

表１１２ 苏联时期非俄罗斯人语言使用情况

人数（万人） ％

１９５９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９ １９５９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９
非俄罗斯人总数 ９４７１．３ １１２７１．３ １２４６８．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以本族语言为民族语言 ８２９７．２ ９８０７．０ １０６８０．０ ８７．６ ８７．０ ８５．６
以俄语为本民族语言 １０１８．３ １３０１．９ １６３０．０ １０．８ １１．６ １３．１
以其他族语言为本民族语言 １５８．８ １６１．５ １６０．０ １．６ １．４ １．３
资料来源：阮西湖，１９８１：４１。

在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７９年人口普查中，被访者申报了自己掌握俄语的情况，但
是这些数据的可靠性值得考虑。在这７年期间，乌孜别克人申报说自己熟练掌
握俄语的比例从１４．５％猛增到４９．３％，同期爱沙尼亚人申报自己掌握俄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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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却从２９．０％下降到２４．２％（Ｒｙｗｋｉｎ，１９８２：９７）。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
映的不是语言的真实水平，而是人们的政治态度。所以我们在进行语言使用情

况调查时，需要注意调查问卷和方法的设计，尽量避免出现偏差。

１９５８年的苏联教育法令规定父母有权力为自己的子女选择使用哪种语言
来接受教育，俄语作为苏联的族际共同语被各少数族群广泛接受。前苏联１９７９
年人口普查表明，以俄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口比例在许多加盟共和国迅速上

升，如乌克兰从１９７０年的３６．３％增加到１９７９年的４９．８％，但在某些加盟共和
国这一比例却有所降低，如在爱沙尼亚从２９％减少到２４．２％，但总的趋势无疑
是俄语的迅速普及。有人认为，许多少数族群父母让子女用俄语接受教育，其

目的是实用主义的，是为了使孩子们今后在就业和晋升等方面能够有更好的发

展机会，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接受了俄罗斯文化并以俄罗斯语言取代了自己的

语言（Ｈｏｓｋｉｎｇ，１９８５：４３０）。同时，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尽管俄语的使用在前苏
联各族群中已经相当普及，但是族群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即使实现了语言

的同化，少数族群人口的城市化和少数族群精英分子进入社会上层并不一定会

导向族群意识的淡化，向上的社会流动可能会使那些新生的少数族群精英分子

更加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具有和多数族群成员不同的另外身份（ＲａｋｏｗｓｋａＨａｒｍ
ｓｔｏｎｅ，１９９２：３９７）。所以，仅仅考察语言使用的演变状况并不足以判断族群意识
的变化程度和族群关系的发展趋势。

在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之后，取得独立的各原加盟共和国都兴起了“语言民族
化”的运动，俄语在学校和公共场所受到排斥，但是推动力量主要是政治因素和

民族主义情绪，各国把使用母语作为政治独立的一个象征。由于这些国家在政

治、经济和文化上与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些国家里居住着大量的

俄罗斯人（有的高达总人口的３６％），俄语的实际应用性并没有因为这些国家的
政治独立而降低。所以在最初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潮过了之后，这些国家头脑清

醒的政治领袖们即开始认识到，作为交流工具，俄语对于这些国家的发展具有

积极意义。例如在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庆祝哈萨克斯坦独立６周年大会上，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特别谈到了语言问题，他指出在哈萨克斯坦决不应限制使用俄

语，哈萨克人普遍掌握俄语，为本族人提供了接触现代化信息的机会，是哈萨克

人的财富①，要从正面和积极的方面来看待这一点。

① 参见《参考消息》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５日俄通社和塔斯社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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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非的语言政策

在前南非白人种族主义者统治下，英语被认为是白人的语言，种族主义政

府也曾制定政策允许黑人进学校并在学校里使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教学。“南非

政府支持（黑人）通过自己的母语来接受教育，但是许多南非黑人希望用英语接

受教育，因为他们认识到，‘在主要城镇之外并只使用部落语言开展教育的语言

政策，很清楚的是这样一种设计，使得在实行文化多元主义的同时也要保证社

会分层，即保证黑人不可能学习英语这种技能，而这种技能是争取更多资源所

必须的条件’。换言之，这种语言政策将使白人的优越地位永久保持下去”

（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１７）。
正当其他许多国家的劣势族群积极争取使本族语言成为学校教学语言，积

极争取设立本族自己的学校时，南非的黑人却在积极争取使自己进入使用英语

的学校，希望通过学习英语教材掌握现代国家行政人员、专业人员所必须具备

的知识、技能与语言交流工具。因为在南非掌握英语是在城镇就业和取得较好

职位的必要条件，不会讲英语和没有用英语接受教育就会被白人政府以充分的

理由拒绝录用，也就意味着被排斥在城镇社会和“白领阶层”之外，而所有的黑

人都希望在城镇找到地位和收入较高的就业机会。在南非，语言成为社会“阶

级”的标志，语言的界限把南非分成彼此相对隔绝、互不流动的“两元社会”。

在其他国家，在“社会分层”系统中从低层向较高层次的流动并不直接与语

言能力挂钩，语言没有成为社会流动的必要条件。在一些国家（如中国），少数

族群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还受到法律保护，并建立了保障少数族群就业和社会

流动的相应制度，各个族群、各个语言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己的“小社会”

和内部的“社会分层”，这样，这些国家的少数族群学习本国主要族群语言的动

力也就不会像南非黑人要求学习英语这样强烈。

（四）瑞士的语言政策

瑞士联邦在处理族群关系方面被公认是一个典范的国家，因为文化多元主

义在瑞士各个族群当中得到普遍的认同，瑞士因而不被认为是一个“多数族群

—少数族群共存的社会”（ａ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ｓｏｃｉｅｔｙ），而只简单的是一个“具有
文化差别性的社会”（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ｓｏｃｉｅｔｙ），瑞士社会把本国的族群
差异仅仅看作是“文化差异”，而不赋予族群差异以任何其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

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瑞士可以被视为把族群问题“文化化”而不是“政治化”

的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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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裔人口在瑞士总人口中占据多数，法裔和意大利裔加在一起虽然只占总

人口的四分之一，但这两个仍然保持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特征，同时也没有感

到自己是“少数族群”，法裔和意大利裔与德裔和其他族群一起，都共同认同于

“瑞士公民”这个身份。瑞士有３种官方语言，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大多数公
民信奉两种宗教：新教和罗马天主教，“瑞士人可以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间进行选

择，两者地位平等。讲法语的天主教徒和讲德语的新教徒比较和睦地生活在一

起，没有一方统治另一方。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如果瑞士人同样

对待十几个其他民族群体，那么他们的社会就很可能会四分五裂”（波普诺，

１９９９：３１０）。
换言之，这３种西欧的语言可以是平等并不会发生冲突的，天主教和新教

可以是平等并不会发生冲突，但是对于其他语言和其他宗教，就不可能得到平

等的地位并可能与基督教的这两个分支发生冲突。所以“平等”和“多元”是有

选择的，而不是一视同仁的。

瑞士于１６４８年宣布独立，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承认瑞士为永久中立国。在
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瑞士作为一个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发展出来了很强的统

一性，这个国家即政治实体的统一性压倒了各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Ｓｉｍｐｓｏｎ
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１７）。同时，瑞士也是世界上惟一把国内各族群语言都定为
“国语”的国家，瑞士的高中学生都要学习三种官方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

语），国内所有语言都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哈经雄、滕星，２００１：１８３）。瑞士的
语言使用既不是前苏联、美国那样的“多元一体”格局，也不是南非那样以阶层

分野的“两元社会”，而是多种语言平等使用的真正“多元结构”。

（五）马来西亚的语言政策

马来西亚在独立建国后采取了歧视与排斥“外来族群”（华人、印度人等）的

政策，极力扶持马来土著人在各方面的发展。在１９４１年华人人数甚至超过了
本地族群马来人，在１９９０年华人仍然占全国总人口的２７．５％和城镇人口的

４０．８％。尽管具有这样的人口规模，马来西亚政府宣布马来语和英语是国家的
官方正式语言，在学校教学语言方面采取了排斥华语的做法。１９６１年马来亚教
育部正式规定“所有官方的、国家的、公共的考试，包括初级教育文凭、马来亚联

邦教育文凭等考试，应仅以国家的两种官方语文即马来文与英文举行。教育部

应自１９６１年起，终止承认以华文举行的考试，亦即初中三年级考试、华中升学
考试以及华中离校文凭”，而且以华文教学的学校，“自１９６２年初起，不具备接
受任何政府公费资助的资格”（吴祖田，１９９５：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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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华文学校得不到政府任何经费补助，毕业的学生因

为文凭不获承认无法就业，在生源和经费两个方面遭遇双重困难之后，马来西

亚许多历史悠久的华文学校面临生存的困境。除了极少数在华人社团的支持

下勉强维持之外，绝大多数华文学校都关门停办。许多有钱的华人家庭把子女

送到新加坡或者台湾入学，希望他们能够继续接受中文教育。而那些希望后代

在马来西亚就业的华人则把子女送到英文授课的学校就读。这样的语言政策，

加快了华人向国外移民的速度，造成人才流失，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深了族群

间的隔阂。在实行语言歧视政策方面，马来西亚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

国家。

（六）我国的语言政策

中国有５６个族群，使用的语言大约有８０多种。我国的宪法和其他法令规
定，各少数族群都有使用和发展其语言文字的自由。这里需要注意，少数族群

所具有的不仅是“使用”本族群语言的权力，而且还有“发展”本族群语言文字的

权力。

首先，语言平等是族群平等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重要标志。政府为了帮助各

个少数族群使用和发展本族群的语言文字，在解放后建立了少数民族语文的研

究机构。１９５１年，政务院决定：“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内设民族语言文字研
究指导委员会，指导和组织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帮助尚无文字

的民族创造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字”（马寅，１９８４：１７）。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前苏联建国后为少数族群创造文字政策的影响。

１９５６年，国家组织了有７００多人参加的７个民族语言调查队，在１６个省、
自治区对３３种族群语言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工作，之后又根据各族群“自愿自
择”和有利于本族群发展繁荣的方针，在民族语言方面做了以下几项工作：（１）
帮助壮、彝、布依、苗、侗、哈尼、傈僳、黎、佤和纳西这１０个族群制定了以拉丁字
母为基础的文字；（２）帮助傣族在西双版纳、德宏两大方言区傣文的基础上，设
计了两种傣文改革方案；（３）帮助景颇族、拉祜族改进了原有的拉丁字母形式的
文字；（４）帮助原来使用阿拉伯文字母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设计了以拉丁字
母为基础的新文字（马寅，１９８４：１７）。
在使用方面，政府也有具体的规定：（１）族群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都把本族

群的语言作为主要工作语言之一；（２）各自治地方的人大选举时，使用当地族群
语言；（３）在少数民族地区用当地族群语言文字进行审判或发布布告和文件，各
族群成员有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诉讼的权利；（４）有本族群通用文字的少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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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地区，在学校里注意使用当地族群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５）在有条件的自治
地方，建立使用本族群语言文字的新闻、广播、出版事业（马寅，１９８４：１７—１８）。
有１０个少数民族的文字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由中央政府组织语言专家为

他们创制的，４０多年来，这些“新文字”的使用情况如何？现在究竟有多少人在
使用这些“新文字”？有多少人愿意自己的孩子学习这些“新文字”？结合几十

年来“新文字”的推广与使用效果以及出现的问题，需要对当年这项工作进行总

结与反思，这对于制定今后中国的语言政策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方面的研究成

果，也可以帮助我们预测今后各个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的发展趋势。

在我国的少数族群自治地区和聚居地区，都建立了使用这些族群语言为教

学语言的“民族学校”，为各主要少数族群建立了与普通学校（即使用汉文课本、

汉语教学）平行的从小学直至大学的“民族教育体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我国
在各少数族群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双语教育实验，应当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学习本族语文有利于扫盲和普及文化，而学习汉语则使少数族群学生掌握这一

在中国应用性最广的族际共同语，有利于他们学习知识和未来的就业与发展。

对于人口较多、本族语言教学已经具有一定基础的中国少数族群来说，在一个

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双语教学将会继续得到发展。而对于人口很少，没有自己

的书写语言（如保安族、撒拉族等）或者书面语言历史很短、应用范围太小的族

群，汉语将成为主要的学校教学语言。而在地方行政司法系统和公共场合，语

言平等将始终是我国的基本政策。

四、从语言使用角度分析

族群关系的演变

对于族群关系的研究者来说，关于语言及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可以向

我们提供什么信息和帮助呢？

语言对于任何人类社会的存在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

象和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工具，语言对于社会变迁和族群关系研究更是具有特

殊的价值。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拥有着许多族群的大国，在各个族群之间、不

同区域之间长期存在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也存在着语言、方言的差

别。这些差异影响甚至制约着区域间、族群间的交流与发展。除了在社会制

度、经济结构等方面需要进行研究之外，我们也应当开展对于各地区、各族群在

语言、词汇的交互使用与演变情况的调查研究。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

与研究方法，把调查区域内语言的应用与演变情况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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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地调查和分析各个地区的社会—文化格局与影响这一格局变迁的因素。

（一）语言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与分析各个族群的演变历史与交流史

通过历史典籍的查阅，我们可以知道在各个族群历史上某个时期曾经使用

过哪些词汇，这些词汇反映出当时各个族群应用过哪些生产技术、加工工具、生

活用品，举办过哪些种类的社会活动、文化仪式、贸易活动，这些知识对于我们

分析当时这些族群的社会经济发展形态很有帮助。同时，如果我们发现当时其

他邻近的族群对于同样的器物、同样的技术使用同样或相似的词汇和发音，这

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族群之间的交流历史，甚至对他们是否拥有共同的起源

进行分析。有些研究对壮侗语族中的“水田”一词进行了分析，指出现在的壮、

布依、傣、侗、仫佬、水、毛难、黎这８个族群语言中“‘水田’这一词汇都有对应规
律，它们是一个同源词”。这说明这些族群可能具有共同的祖先（古代百越民

族），而且很早就发展出了共同的农业文化（张公瑾，２００２：２）。古代汉语中有不
少词汇来自西域甚至印度，许多少数族群的现代语言中有一些词汇来自古代汉

语。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历史语言的研究完全可以发展成为研究族群文化

交流史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二）语言可以反映各个族群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从对一个社会里人们使用的语言词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社会

在科技和生产力方面的水准、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抽象思维的发展水平以及

各类知识的积累内容。例如蒙古语中对于不同年龄的牲畜都有专用术语①，这

些词汇在牧业生产和草原生活的应用当中远比汉语词汇要丰富、准确、便利得

多。如果牧人走失了一匹马，在寻找这匹马的途中，他只需向别的牧人讲几个

词就可以清楚地描述这匹马的具体特征。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蒙古语中

对于畜牧业和草原生活之外的词汇就相对比较缺乏，这是蒙古族传统的游牧生

活、牧业文化在语言中的体现。分析和研究蒙古语的词汇及其演变，无疑会有

助于了解蒙古族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内容、特色与发展进程。

以此类推，沿海的渔业族群对于不同的海洋生物和海潮现象一定也有非常

丰富的词汇来进行描述并用于彼此之间的沟通，这是渔业生产和海上生活的客

观需要。其他如农耕族群、狩猎族群、山地族群、沙漠族群等也都有与自己生活

① 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在《努尔人》一书中，也详细介绍了努尔人对于描绘牛的颜色和
其他特征所使用的非常丰富的专用术语（埃文思—普里查德，２００２：５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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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环境、传统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语言词汇体系。调查分析这些语言词汇

的内容与领域有助于我们了解认识这些族群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与科技水

平。

（三）语言之间的借鉴反映出不同族群在各方面的交流与融合

随着使用不同语言的群体之间的相互接触与交流，它们各自的观念与文化

也必然通过这些交流而对彼此发生影响，所以从一个社会对于其他社会、其他

群体语言文字的吸收情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态势与融合程度，这是族群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例如蒙古族与汉族有着历史悠久的交往，蒙古语在表达来自汉族地区的物

品、用具以及各类政治观念上，大量直接或间接地借用了汉语词汇，如拖拉机就

直接使用汉语的“拖拉机”的发音，又如手电筒叫“嘎勒灯”，是由蒙古语中的“嘎

勒”（手）和“灯”（来自汉语的“灯”，表示能够发亮的东西）两个词连在一起组合

而成。这就是语言使用中的“外来语”现象。这些外来语词汇的使用，反映了蒙

古族牧民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不同语言之间的某种“融会”现象。

一般来讲，发展相对滞后的民族会比较多地吸收发达民族的词汇，它的知

识分子也会比较积极地学习发达民族的语言与文化，这是推动本民族社会改革

与发展的需要，是发展本民族科技与经济的需要，也是他们在生活中吸收和使

用发达国家物质和精神产品的需要。研究一个民族语言中的外来词汇，调查这

个民族成员学习其他民族语言的情况，是了解分析民族交往态势的重要研究视

角。

（四）研究社会流行语言、词汇的变化，是分析社会变迁、族群关系的一个生

动视角

中国社会在上个世纪里发生了多次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在此期间，汉语的

语法和词汇经历了从文言到白话的重大转变，与此同时，中国的各个少数族群

在近百年里受到汉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政策的影响，也经历了非常

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也部分地反映在它们的语言使用当中，研究中国少数族

群在语言词汇使用方面的变化，对于理解各族群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也是

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视角。

调查多族群地区语言的使用情况和词汇变化，有助于分析族群关系变迁。

比如我们可以开展对于西藏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语言使用、双语现象与汉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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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融的专题研究①。西藏地区是我国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当中少数民族人口

比重最高的地区，在西藏自治区的常住人口中，藏族大约占９７％。在１９５１年和
平解放之前，西藏与内地相对隔绝，文化与人员交流很少，这使得西藏在交通、

通讯、教育、经济发展方面与内地相比存在一定差距，藏语的词汇也反映出西藏

社会发展的状况与汉藏交流的情况。在近５０年里，特别是１９５９年之后，开始
有一定数量的汉族干部职工来到西藏工作，西藏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日常交流中

开始引入汉语词汇，学校里开始讲授汉语课程，许多城镇的年轻人已经熟练地

掌握了汉语，部分人甚至开始学习英语。因此调查和研究西藏城乡居民的汉藏

语言使用情况，无论对于我们从语言的角度来分析西藏与内地的政治整合、经

济交流、人员往来、文化交融的发展历程，还是研究汉藏关系的演变，都是一项

基础性的研究工作。

除了西藏之外，其他少数族群聚居区也需要开展类似的语言学习使用情况

的调查，作为我们分析族群关系演变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语言的学习和使

用，是可以采用量化的方法来测度和分析的，族群关系好不好，可以通过调查不

同族群的成员之间学习和使用其他族群语言的情况来进行分析。这个专题，可

以与居住格局、族际通婚、社会网络等其他几个族群社会学研究专题的调查结

果相互比较和印证，从而向我们展示一个地区族群关系的真实状况和发展趋

势。这些研究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逐步展开，先从微观社区（一个乡镇、一个

县、一个城市）的调查研究入手，逐步扩展到一个省乃至全国。

西方学者在研究族群关系时还注意到了宗教活动中使用语言的状况，通过

教区的使用语言来分析族群居住分布和族群之间在宗教场合中的交往情况。

根据１９７７年的一项调查，全加拿大约有使用本地语言的基督教教区２５８个，使
用白人移民语言的教区３９８个，使用“非白人”移民语言的教区８５个。在这８５
个教区当中，有３１个使用汉语，２４个使用朝鲜语，２０个使用日语（Ｍｉｌｌｅｔｔ，１９７９：

１８９），这些“语言教区”的设置适应了教众语言能力的状况，有利于宗教活动的
传播，但是在客观上被各族群居民在宗教场所相互隔离开来，对族群交往也有

负面影响。在同一个宗教内部，根据语言而分隔为不同的“宗教集会”单位，这

种现象在许多国家都存在。我国新疆一些地区的穆斯林群众，也根据各自语言

参加不同清真寺的礼拜活动。

①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期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周炜博士在北京大学从事两年的博士后研究，这一题
目就是他的博士后研究专题。他的研究成果以《西藏的语言与社会》为名已经由中国藏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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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对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族群而言，外部的国家—区域之间的关系、

内部的社会—政治格局、各种社会流行思潮等都交汇在一起，从不同的角度影响

着社会中语言词汇的使用与创新。要研究中国现代史，特别是研究各少数族群的

社会变迁，实在不应该忽视这个研究视角和生活中大量丰富的研究素材。

五、近年来我国族群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族群语言使用方面组织了一些调查研究。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在内蒙古、西藏等地区组织了一系列社会调

查，调查的内容包括了当地各个族群的语言使用情况。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些

调查的结果。

首先介绍我们在内蒙古地区和西藏自治区的语言调查情况。我们发现，在

内蒙古自治区的各个地区，语言的使用情况几乎是一边倒，无论是自治区首府城

市，还是地区、旗县和乡镇，主要是蒙古族学习使用汉语，很少有汉人去学习蒙古

语。在拉萨，情况也是如此，藏族普遍学习使用汉语，而汉人极少学习藏语。

这种语言学习模式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的情况很不一样。在解放初期
来到蒙古族地区特别是到基层工作的汉族、回族、满族职工当中，学习蒙古语的

热情很高，政府专门印制了蒙古语学习读本，鼓励职工学习蒙古语言文字。西

藏的情况也十分相似，５０年代初期十八军入藏时，中央出于对西藏民族问题的
关注，要求各连队都要配备藏语翻译；同时要求在藏工作的干部、工人、士兵都

应学习说简单的藏语，而对于主要领导干部也要求通晓藏语。所以那时候在藏

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当中，学习藏语的热情很高，甚至在很多场合主动使用

藏语。到了７０年代、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虽然汉语、藏语
都是官方正式用语，但实际使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也反映出藏族地

区族群关系的一些微妙变化。

（一）内蒙古农牧区居民的语言能力调查

表１１３是我们在１９８５年的赤峰调查中所获得的关于户主语言能力的调查
结果。可见在农业地区，９６％的蒙古族户主会讲流利的汉语，同时有３４％的蒙
古族户主已经完全不会讲蒙古语了。而在牧业地区，有４７．２％的汉族户主至少
可以讲一些蒙古语，其中２６．８％蒙古语甚至讲得很好，同时精通汉语的蒙古族
户主比例也达到了７３．２％。由此可见，在农业地区，汉语是通用的语言，汉族基
本上无人学蒙古语，而蒙古族普遍学习汉语，蒙古语仅在不到一半的少部分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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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族居民中使用；而在牧业社区的蒙古族内部，蒙古语依然是主要语言，但是在

蒙汉居民之间进行交流时，汉语和蒙古语是同时并用的语言，所以同时存在着

汉族学蒙语、蒙古族学汉语的现象。但是如果蒙古族牧民去本社区之外的城

镇、农区与人交流时，就必须使用汉语，所以牧区蒙古族学习汉语的积极性比汉

族学蒙语的积极性要高得多。而无论农区还是牧区，蒙古族被访者几乎一致表

示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在语言上能够蒙汉兼通。

表１１３ 内蒙古赤峰农牧区被调查户主的语言能力（１９８５）

农区 牧区

汉族 蒙古族 汉族 蒙古族

汉语

完全不会 ０．０ ０．０ ０．４ ６．８
会一些 ０．２ ３．７ ０．７ ２０．０
很好 ９９．８ ９６．３ ９８．９ ７３．２
总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蒙古语

完全不会 ８９．１ ３４．０ ５２．８ ２．１
会一些 ８．３ ２２．５ ２０．４ ３．８
很好 ２．６ ４３．５ ２６．８ ９３．８
总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马戎、潘乃谷，１９８８：８０。

（二）西藏城乡居民语言能力与使用情况调查

１９８８年夏季我们在西藏自治区的３个地区组织了一次１３００多户的抽样户
访问卷调查，在问卷中专门包括了有关语言使用与学习情况的问题。表１１４介
绍了被访户主语言能力与使用情况的调查结果。

在拉萨老城区被访户主中藏族占９８％，所以被访者中有９８．９％藏语很好，
其余１户汉族和１３户回族也多少会讲一些藏语。但是这些藏族户主中藏文很
好的仅占１４．１％，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因而完全不会藏文的占到６７％。拉萨城
区居民接触汉族和汉语汉文的机会与农村相比要多一些，所以有１０．２％的户主
汉语很好，２０．３％能讲一些汉语，但汉文很好的仅有２．７％，会一些汉文的占

７．１％，完全不识汉文的占９０％。这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区首府城市的情
况差别很大，拉萨市城关区汉族人口只占２８％，而其他自治区首府城市居民中
汉族都占大多数，而且在拉萨市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居住隔离，影响着汉藏居

民之间的日常往来（马戎，１９９６：４０６—４０７）。由于拉萨市大多数市民与汉族接触
较少，又不识汉文，就无法通过汉文印刷品了解、接受政府的政策、观点和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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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信息，这个特点是西藏自治区社会稳定和发展过程中需要特别予以重视的。

表１１４ 西藏自治区被访城乡居民户主的语言能力（１９８８）

拉萨 各乡 总计

％ ％ 户数 ％

藏语

完全不会 ０．０ ０．１ １ ０．１
会一些 １．１ ０．８ １２ ０．９
很好 ９８．９ ９９．１ １２９２ ９９．０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３１２ １００．０

藏文

完全不会 ６６．９ ７８．５ ９５５ ７２．８
会一些 １９．０ １４．０ ２１６ １６．５
很好 １４．１ ７．５ １４１ １０．７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３１２ １００．０

汉语

完全不会 ６９．５ ９０．４ １０５１ ８０．１
会一些 ２０．３ ９．１ １９２ １４．６
很好 １０．２ ０．５ ６９ ５．３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３１２ １００．０

汉文

完全不会 ９０．２ ９７．５ １２３２ ９３．９
会一些 ７．１ ２．０ ５９ ４．５
很好 ２．７ ０．５ ２１ １．６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３１２ １００．０

公共场所使用 藏语 １００．０ ９９．７ １３１０ ９９．８
主要语言 汉语 ０．０ ０．３ ２ ０．２
家庭使用 藏语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３１２ １００．０
主要语言 汉语 ０．０ ０．０ ０ ０．０
资料来源：马戎，１９９６：３６９。

相比之下，１９８８年在西藏调查的各乡农牧民户主（６６１户藏族，７户汉族）中
只有１户汉族不会藏语，有７２．８％完全不懂藏文，藏文很好的占７．５％，完全不
懂汉语的占９０．４％，汉文很好的仅占０．５％，所以西藏农牧民通过阅读汉文、藏
文书籍来学习现代农业、副业技术的能力普遍是很弱的。

被调查的户主们表示他们在公共场合和家中，使用的语言都是藏语。被调

查的老城区户主们中有８５．５％的四周邻居都是藏族，汉族在邻居中占多数的仅
占０．６％，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与汉族邻居接触的机会不多，但是完全不懂汉语的
是极少数。在各乡的调查情况大致相同。

尽管许多藏民强调自己在公共场合的语言使用方面只说藏语，但拉萨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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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居民中与汉族经常交往的多达７３．８％，感到需要学习汉语文的占７９．２％，认
为西藏的发展需要提倡学习汉语文的占７９％，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兼通汉藏文
的占９３．８％（表１１５），这说明老城区居民大多数对学习汉语文是很积极的，这
是今后发展汉语文教学的群众基础。虽然各乡藏民中的大多数（７３．２％）平时
与汉族很少接触，但他们中感到需要学习汉语文的比例（８５．９％）甚至高于拉
萨，他们认为西藏今后的发展需要提倡学习汉语文的占９４．３％，高于拉萨的

７９％。虽然农村文化教育相对落后，他们对汉语文教学却持一种更为积极和开

表１１５ 西藏自治区被访户主关于汉语、藏语学习方面的看法

拉萨 各乡 总计

户数 ％ 户数 ％ 户数 ％

平时是否经常与汉

族人交往

经常交往 ２８８ ７３．８ ５２ ２６．８ ３４０ ５８．２
不常交往 １０２ ２６．２ １４２ ７３．２ ２４４ ４１．８
合计 ３９０ １００．０ １９４ １００．０ ５８４ １００．０

是否感到需要学习

汉语文

需要 ４０３ ７９．２ ４８８ ８５．９ ８９１ ８２．７
不需要 １０６ ２０．８ ８０ １４．１ １８６ １７．３
合计 ５０９ １００．０ ５６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７７ １００．０

西藏发展是否需要

提倡学习汉语文

需要 ３８１ ７９．０ ５４７ ９４．３ ９２８ ８７．４
不需要 １０１ ２１．０ ３３ ５．７ １３４ １２．６
合计 ４８２ １００．０ ５８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６２ １００．０

对目前中小学藏语

文教学水平的评价

很好 １４９ ３６．３ １７９ ３２．２ ３２８ ３３．９
中等 ２０６ ５０．１ ３００ ５４．０ ５０６ ５２．３
及格 ４３ １０．５ ５８ １０．４ １０１ １０．４
很差 １３ ３．１ １９ ３．４ ３２ ３．４
合计 ４１１ １００．０ ５５６ １００．０ ９６７ １００．０

对目前中小学汉语

文教学水平的评价

很好 １２５ ３０．４ １５８ ３０．０ ２８３ ３０．１
中等 １７７ ４３．１ ２８１ ５３．３ ４５８ ４８．８
及格 ８９ ２１．６ ４９ ９．３ １３８ １４．７
很差 ２０ ４．９ ３９ ７．４ ５９ ６．４
合计 ４１１ １００．０ ５２７ １００．０ ９３８ １００．０

对自己孩子在语言

学习方面的希望

藏语为主 ８ １．６ ６７ １２．５ ７５ ７．１
汉语为主 ２４ ４．６ ２３ ４．３ ４７ ４．５
藏汉兼通 ４８７ ９３．８ ４４６ ８３．２ ９３３ ８８．４
合计 ５１９ １００．０ ５３６ １００．０ １０５５ １００．０

 由于部分被访户主对一些问题未做回答，所以各项问题回答者的合计总数不完全相

同。

资料来源：马戎，１９９６：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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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态度。现在有些人在强调藏语文教学的同时，提出要压缩现有的汉语文教

学，其实这种主张并不一定符合城乡广大藏族居民的愿望。

各乡被访藏族户主中有８３．２％表示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藏汉兼通，这
一比例低于拉萨。其中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由于他们对目前农村小学汉语教

学的评价不高。各乡藏族户主认为当地学校汉语教学水平“很差”的占７．４％，
但是评价“很好”的也仅占３０％。拉萨城区的汉语教学水平较之乡村要稍高一
些，对之评价“很差”的占拉萨被访户主的４．９％，“很好”的占３０．４％。拉萨城
区和各乡户主对目前中小学藏语教学水平的评价大致相同，认为“很好”的占

３２％—３６％，“很差”的占３．１％—３．４％，“及格”的占１０％，“中等”的占５０％—

５４％。西藏城乡中小学的藏语和汉语教学质量仍然面临进一步提高的任务。

六、族群语言与少数族群教育

（一）我国的少数族群语言

建国后，我国政府为了落实民族平等政策，为一些原来没有文字的族群创

造了新文字，这一做法的政治意义和心理作用是十分显著的。可是从文字的应

用性来看，这些新创造的文字“既没有历史，也没有未来”，没有任何以前的文本

资料和出版物可供阅读，以这种新文字书写印刷的材料今后也没有几个人能够

看得懂，把它们作为学校的教学语言和文字，可以说对于学生几乎是没有什么

使用价值，徒然浪费了他们的时间，耽搁了他们的学业。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文

字虽然有一定使用历史，但如果这些族群人口规模太小，形不成学校教育和实

际应用的规模，这些语言文字最后也只能逐渐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完全不

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有时一种语言既可增强一个族群的凝聚力，但有时

也可能会阻碍和束缚这个族群各方面的发展，这也是一种辩证关系。这就像一

些族群的传统服装、使用器物一样，随着人们生产和生活的现代化和国际通用

化，必然会走向消亡①。所以，一方面对于仍在使用中的少数族群语言文字，应

当从立法和实际使用中确保其合法性，对于少数族群民众希望发展本族语言教

育的要求，政府应当给予全力支持；另一方面，在语言教育中需要考虑到语言的

实际应用性和学生未来在社会中的发展，在儿童入学时应当允许有选择学习语

① 有些动植物也在自然灾害和人类开发自然资源的过程中逐渐消亡，这个进程也是不以人的主观
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可以开辟一小块“保护地”来维系珍稀物种的延续，以取得生物多样性的基因；但是

对于少数族群来说，如采用这种做法以延续其文化，对他们是否公平和人道，都是值得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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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权力，不应采取强制性行政规定来要求少数族群学童必须进入使用本族语

言教学的学校。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人口规模较小、语言应用范围小的族群，从其社会

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学习汉语的积极意义是比较明显的；而对于一些人口规

模大、族群文化历史悠久的大族群（如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在今后相当

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族群语言在广大民众中仍然具有广泛的应用性，要看到

学习本族群语言对于该族群发展教育和推动经济的积极意义，对于族群语言作

为教学语言在学校中的使用，对于族群语言作为交流工具在社会生活中的使

用，都必须给予相当地重视，否则，正像列宁警告过的那样，任何使用行政手段

推行“国语”的作法都将会得到相反的效果（列宁，１９１３ｂ：５００）①。
但是，我们同时必须对列宁反对“民族文化自治”的观点做进一步的分析和

讨论，在《民族问题提纲》的第７条中，列宁非常明确地指出：“‘民族文化自治’
的口号则在教育（或者整个‘文化’）事业上宣扬民族的隔绝，但隔绝是同保持一

切（其中包括民族）特权的基础完全符合的”（列宁，１９１３ａ：２４１）。列宁在强调
“本国各民族一律享有完全的平等权利”时，特别指出要“铲除民族之间的种种

隔膜，使各民族的儿童在共同的学校里打成一片”（列宁（１９１３ｅ：３０４）。在民众
自觉自愿的原则下，创造条件使各族儿童在共同的学校里学习，使他们既可以

学习自己本族的语言文字，又能够学习本国的“族际共同语”和掌握现代知识技

能，毕业后投入社会各项事业中，共同学习的经历也使各族儿童之间得以打破

以往的族群隔阂，弱化族群意识，增强国民意识，有利于族群团结和社会发展。

所以，过分强调“民族语言”在公共事务和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客观上

也将会起到“民族隔绝”的效果，不利于各族群之间的相互学习与交流。使用行

政力量在少数族群地区强制性推行一种“国语”的做法，当然是错误的，但是通

过“民族自治”的行政安排在学校里过分强调当地族群语言也有可能产生消极

效果。

（二）少数族群在语言学习方面的不同情况

在表１１６中，我们试图来分析一下在一个国家内，少数族群语言在实际应
用方面的几种情况：（１）从来没有独立文字、人口很少的族群，其语言在本族民
众的基层社区（村落）中仍然有交流信息的功能，但是到了有其他族群成员的城

① 这在人类历史上有过无数的例子，如西班牙的“佛朗哥对加泰隆人语言及文化的镇压反倒扩大
并加深了两者的影响，因为人们的抵抗自然集中在对他们私有领域的保护上”（史密斯，２００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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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这个交流功能也很弱；（２）有独立文字的族群，包括人口规模较小以及人口
达到百万以上的族群，其语言在当地基层社区广泛使用，在城镇里仍可以部分

使用，但到了其他族群地区就起不到交流工具的作用。

表１１６ 族群语言文字的交流与学习功能分析

族群分类

语言 文字

本地基层

社区交流

功能

本地城镇

社会交流

功能

其他族群

地区交流

功能

双语

教学辅助

语言

双语

教学主要

语言

基本

阅读学习

功能

有效

阅读学习

功能

有语言无文字小族群 ∨ × × × × × ×
有文字人口百万以下 ∨ ∨－× × ∨ ∨－× × ×
人口百万以上但无本

族语言完整教育体系
∨ ∨－× × ∨ ∨－× × ×

人口百万以上已有本

族语言完整教育体系
∨ ∨－× × ∨ ∨－× ∨ ×

∨：表示具有较强功能；∨－×：表示具有部分功能；×：表示基本上没有功能。

在表１１６中，各族群文字按其实际应用方面的状况被大致分为４种情况：
（１）从来没有独立文字、人口很少的族群。政府为他们创造的“新文字”实
际上不发挥任何学习、交流的功能，仅仅是“民族平等”的某种政治象征，没有任

何实质的应用性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可能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双语教

学”。

对有独立文字但人口规模大小不等的各族群，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以下三

类。

（２）对于有自己文字，但是人口在百万以下而且尚未形成使用自己文字教
学体系的族群，考虑到文字的实际应用性和未来的发展趋势，除非本族群强烈

坚持，不宜花费很大人力物力来重新建立使用该文字的教学体系，因为翻译编

写该族文字的中学、大学数理化等专业教材往往缺乏合格人才，成本很大且质

量难以提高，而且应用范围过小。但是在小学教育期间，当地族群的语言可以

作为教学的辅助语言。同时在研究语言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应当设立相应的

专业，使少数研究人员可以学习和研究这些正在消失中的语言和文字。

（３）对于有独立文字、人口有一定规模但没有形成以本族语言文字为教学
语言的完整教育体系（包括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的族群，其文字的出版物内

容与数量既不能满足在校学生的学习要求，更无法满足本族知识分子学习与阅

读的基本需要，由于这样的文字不可能成为当地社会普遍通用的文字，实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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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较弱，似乎不应成为大多数学童的教学文字。但是如果该族有部分民众要

求以本族文字为学校教学语言，则应当根据民众的愿望编制教材，并在部分专

设的学校为那些愿意学习本族文字的学生提供必要的学习条件。

（４）对于一些已经形成以本族语言文字为教学语言的完整教育体系的人口
较多族群（如我国的朝鲜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其文字出版物可以满

足本族青少年学习知识的基本需求，但是其信息量与前沿性仍然有限，这些族

群的知识分子仍然需要阅读汉文或外文出版物来学习和吸收现代社会的各种

最新知识与信息。这些族群的学生们在学校里使用哪种教学语言（母语还是汉

语），政府应当提供两种选择机会。在这些地区以少数族群学生为对象的“民族

教育体系”需要不断完善和加强，提供良好的教学条件。但是与此同时，对于学

生是进入少数族群学校还是普通学校就读，应当完全尊重学生和家长的自愿选

择。

以上仅仅是对语言文字应用程度的一个非常粗略的归纳，由于各个族群的

实际情况极为复杂，归纳得可能很不全面也很不确切，究竟应当如何来分析语

言的实用性，今后还需要不断开展讨论与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表１１６主要是从语言文字作为工具的应用性效度的角度来
分析的，任何语言（不管其是否有文字）都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历史留下的宝贵

遗产，即使是不作为学校的正式教学语言，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仍然应当开设相

关语言的学习与研究课程，以免使这些语言完全消失。这与面向社会全体青少

年的学校教学性质是不同的，学校教学考虑的是语言文字的实质应用性，目的

是为了使下一代能够有效地学习最新的知识、能够有效地与他人交流；而对于

一些应用性很低的语言文字的学习与研究，只是少数语言学专家学者的工作。

这两者是不应混淆的。

（三）少数族群学生对于族际共同语言的学习

也许有些人会说，与汉族、回族、满族这些以汉语为母语的族群相比，其他

族群的学生在学习上就吃亏了，因为其他族群的学生还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

力来学习汉语文。事实确实如此，这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中不可否认的现

实情况。就是在地理分布上，也是有的族群居住在沿海平原，有的族群居住在

沙漠高原，夏威夷土著人生活在世界上气候最好的太平洋岛屿上，而爱斯基摩

人则生活在北冰洋的冰天雪地里，那么后者是不是吃亏了呢？这个世界上从自

然资源和文化区位的分布来看，确实存在着“幸运的”族群和“历经磨难的”族

群。世界上没有绝对平均的事，不平衡是自然界的常态。抱怨毫无意义，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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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积极方面来看待这种不均衡，通过奋斗来争取“幸运的”结果。在社会发展的

辩证法中，即使在自然资源和文化地位上处在“幸运”位置的族群，如果不努力

奋斗，也有可能在其他族群的竞争中转变为“劣势”族群。夏威夷土著人的自然

资源和生态环境太优越了，所以没有动力去发展生产力，最后家园沦为殖民地

而且作为独立族群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多学一种语言吃亏”的命题。

例如中国留学生到一所美国大学的社会学系去留学，他们不得不花费许多时间

去掌握英语，而且可能到毕业时的英语水平仍然明显低于美国人。但是由于他

们来自一个与美国社会不同的具有另一种文化传统的社会，他们有丰富的生活

阅历，当他们在学习西方社会学理论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美国社会与中国社

会进行比较，从而能够提出美国学生提不出的更为深刻的问题。中国学生的课

程作业和完成的学位论文，如从英文水平上看可能不如美国学生，但从思想深

度、学术价值来看完全不低于美国学生。所以掌握另一种语言以及熟悉相关的

另一个社会与另一种文化传统，对于学习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学生来说，他

在思考深度和比较研究的能力方面所具有的优势有可能完全抵消学习掌握一

种新语言给他带来的劣势。

如果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不是进入到普通大学里与美国学生同堂上课、共同

学习和一起讨论、一起考试，而是在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学校里用汉文授

课，无疑这样可以减轻他们学习英语的压力，但是他们对美国社会与文化的理

解也因此大打折扣，他们的成绩也失去了与美国学生的可比性，毕业后也没有

在美国或国际机构就业的机会。如果我们的少数族群大学生也处在类似以本

族语言为主的学习环境和考评体系当中，他们毕业后如何在全国性的劳动力市

场上与其他学生进行竞争呢？

（四）学校中的教学语言

尽管人们都能够隐约感觉到语言的两重性，认识到语言的应用性价值，但

是由于不同的指导思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族群政策下，语言的学习和使用

也会出现不同的模式。

美国社会学家在讨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语言政策时，曾经指出英语在南

非是获得更多资源所必需的“技能”。在南非社会，各类行政、经济、文化部门和

机构中所使用的语言都是英语，是应用性最广泛、效度最高的交流与学习工具。

南非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使得各类私有和股份企业的雇主有权决定招雇员工，

而不必受政府政策的直接制约。所以不掌握英语和没有用英语接受教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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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这一必需的交流工具和技能，就自然被排斥在绝大多数公共部门和私人企

业的就业市场之外，也就是不能接触到这些重要的“资源”。南非白人种族主义

政府假惺惺地以“保护黑人的文化传统和语言”为理由，不允许黑人学生进英语

学校，规定黑人学生必须在为他们开设的本族语言授课的黑人学校读书。对于

这一语言与教育政策，南非的黑人民众极为痛恨，认为制定这一政策的目的就

是永久确保白人在知识、就业等方面具有排他性的绝对优势。

在中国的社会制度与民族政策的环境下，近２０年来由于政府一直面临着
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政府“对少数族群实行同化政策”的舆论批评和外交压力，所

以极力强调民族语言的平等地位和作为学校教学语言的重要性。于是也就出

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有一些少数族群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各种公开场合极力

强调本族的语言必须作为学校的教学语言，本族的孩子应当上民族学校读书，

但出于对自己孩子未来发展前途的实际考虑，又私下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汉文学

校去读书（刘庆慧，１９８９：５０２）。
我们在实地调查中观察到的另一种现象是，在强调民族语言的氛围下，一

些从来没有学习过本族语言的少数族群年轻干部，在工作以后又开始自学在本

人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缺乏实际应用性的本族语言，其目的是通过掌握本族语言

而争取族群认同，从而有可能作为本族代表而得到职位的晋升。一个年轻的少

数族群干部如果通晓本族语言，他的晋升有可能得到本地汉族和本族领导的双

重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并没有多少应用性而是成为某种特殊的“族群

象征”，这一象征由于有助于建立与本族其他重要成员的认同、有助于使自己成

为本族群的代表而具有功利性，也就变成具有特殊实用意义的“工具”，但是并

不是相互交流信息的工具，而是促进群体身份认同的工具。

总的来说，根据我国法律，只要本族群有要求，政府就应当以其文字为内容

开展双语教学，以该语言为主要教学语言，编印该文字的课本教材，这是宪法保

障的公民权利。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应当允许学童及其家长自愿从以下两种教

学语言体系中任选一种：（１）以本族群语言文字为主要教学语言，同时学习汉语
文；（２）以汉语文为主要教学语言，同时学习本族文字。在这两种体系中，本族
群语言都可以作为教学辅助语言，这种辅助作用的正面效果对于小学低年级学

生犹为明显。由于办学校必须具有一定规模，当学生数量太少，政府教育部门

不得不采取集中办学或并校等措施时，少数族群家长也需要予以谅解和配合。

世界上许多多族群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双语教学，政府根据各国国情

采取不同的学校模式（哈经雄、滕星，２００１：１８１—１９４）。我国自１９４９年前就有
一些少数族群的学校开展了双语教学，建国后全面发展少数族群学校和双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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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许多族群已经建立了完整的从小学到大学的本族群

文字教学体系，培养了大批人才。但是对于一些社会经济较慢、过去没有现代

教育体系的族群，双语教学的学习效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各级学校在教学语言上不配套，在初级教育阶段用本族语言

教学，但到较高决断的教育时仍不得不使用汉语文，这样就造成学习的脱节。

表１１７反映出１９９１年西藏各类学校在教学中授课语言方面的几个特点：（１）
小学在校生中有９３％已经采用藏语教学；（２）普通初中和高中（位于拉萨和其
他汉族人口较多的城镇）在校生中也有２０％和１０％使用藏语教学；（３）“三包”
中学全部采用汉语教学，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藏族教员严重缺乏。“三

包”初中和高中应当主要使用藏语授课，但是目前汉族教师分别占到教师总数

的８８．５％和９５．５％。这些汉族教师中仅有少数人能用藏语授课，所以“三包”
中学的许多课程仍然是由汉族老师用汉语讲授的。

表１１７ １９９１年西藏自治区各类学校教学语言使用情况

授课语言 在校生 （％） 教师 （％）

小学（２６５２所）
汉语 １１４７５ ６．８ １６９８ ２０．２
藏语 １５６５８７ ９３．２ ６７１０ ７９．８
合计 １６８０６２ １００．０ ８４０８ １００．０

普通初中（４２所）
汉语 １３５８６ ７９．７ １３２６ ７５．９
藏语 ３４６８ ２０．３ ４２２ ２４．１
合计 １７０５４ １００．０ １７４８ １００．０

普通高中（１９所）
汉语 ４２４５ ８９．４ ５８０ ９７．３
藏语 ５０３ １０．６ １６ ２．７
合计 ４７４８ １００．０ ５９６ １００．０

“三包”初中（３２所）
（少数民族） ８３８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７ １１．５
（汉族） ０ ０．０ ８２０ ８８．５
合计 ８３８２ １００．０ ９２７ １００．０

“三包”高中（７所）
（少数民族） １５５１ １００．０ ９ ４．５
（汉族） ０ ０．０ １９３ ９５．５
合计 １５５１ １００．０ ２０２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１９９３：６５４。

从这张表来看，１９９１年西藏小学教师中藏语教学者占７９．８％，初中（包括
普通初中和三包初中）教师中汉语教学者（包括藏族教师）为２１４６人，占初中教
师的８０．２％，高中教师中汉语教学者为７７３人，占高中教师的９６．９％。这样就
在小学和初中之间造成教学语言的脱节，“初中新生多数来源于用藏语授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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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这部分学生汉语水平多数在初小左右的程度，很不适应初中以上用汉语

授课的要求，这是藏族学生学习质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①。藏语授课学校目前

在小学教育阶段已基本做到了用藏语授课，中专和高校阶段有了少量用藏语授

课的学校或专业。但在初中和高中这个中间衔接阶段却是空白，还未能成为一

个完整的藏语授课体制”（西藏自治区民族教育科学研究所，１９８９：２９３—２９４）。
这即是说，小学和中专高校这两头在藏语授课方面都已有一定基础，中间这一

段（初中、高中）的藏语授课是个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

第二个问题是缺乏系统和高质量本族语文的各科教材。例如西藏自治区

中学藏语授课情况较差，除了缺乏藏族教师之外，数理化等科目尚没有系统完

备的藏语教材与辅导读物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西藏过去没有现代学校教

育，没有现代学术科目的教材，要翻译、编辑一整套高质量的中学、大学各科目

（特别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专业课）教材，决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缺

乏高质量的教材和高水平的专业教师，从而导致教学质量差、学生水平低，这是

目前使用少数族群语言教学的一个不可轻视的问题。我国中小学汉文数理化

教材，是经过近百年来无数教师、专家的多次编写修订才达到今天的水平。有

些人口较少、专业知识分子队伍小、教材编写历史短的族群，以这些族群的文字

编写的数理化教材要想达到如今汉文教材的水平，不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就可

以做得到的。

在我国新的经济发展、人员流动和劳动力市场化发展的新形势下，各级少

数族群学校的双语教学和加强汉语学习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显得更为重要。与

此同时，大学里的理、工、医、农和社会科学各学科和专业应当向所有的学生（包

括少数族群学生）提供汉语和当地少数族群语言开设的课程。少数族群的学生

也有权利自己选择是用汉语还是用本族语言学习这些课程。我国的宪法和社

会都承认各个族群的语言文字的合法与平等地位，但是在政治平等的意义上解

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就应当从应用性的角度来实事求是地分析，究竟在学校里

使用什么语言教学对于学生未来的就业与个人发展最有利②。如果适当淡化政

策因素，少数族群学生会自然而然地根据自己发展的实际需要来选择语言的学

习。

①

② 必须指出的一点是，用少数族群语言开设的各类课程在教学中使用本族语言表达的学术术语，
除了部分借用通用汉语谐音来表达的部分词汇（外来语）外，绝大部分术语与其他语言之间无法直接沟

通，客观上这对学生与其他族群成员在日后学习和工作中的交流造成无法回避的障碍。

在中学里，“仅仅学了三年汉语的藏族学生无法与使用母语的汉族学生相竞争”（Ｂａｓｓ，１９９０：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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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语言使用的基本格局

目前中国的语言使用情况可以说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格局，各个族群有权

利保存与发展自己的语言，这是基础层面上的“多元”，同时为了各族群之间的

交流，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推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各方面事业的发展，发展国

内的物资和劳动力市场，早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我们必须认识到全体中国人

需要一种统一语言作为全国通用的“族际共同语”。从人口的规模、语言使用的

历史发展和现实使用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族际共同语”只能是汉语文。同

样，汉族各地区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保留各自的方言，但在学校和公共领域则需

要推广“普通话”。现在对于我国双语教学的观点一般多强调各族语言的平等

与“多元”，而对于“一体”即在平等基础上因客观发展而需要一种“族际共同语”

则强调不够。

当我们分析如何选择学校的教学语言时，从“多元”的一面来看，在那些汉

语尚不通行、学生从小学毕业后就开始就业的少数族群地区，应在教学中以本

族群语言为主，同时开设汉语文课。而在有条件普及初中的地区，需要及早开

设汉语文课，要考虑到中学生们未来的发展前途，要加强双语教学，提倡和开展

用汉语讲授数理化及其他课程，要在学校教学中体现出“一体”这个方面。

现在中国扩大了与国际社会的经济、文化、学术交往，许多国外的企业进入

中国，中国的企业也进入其他国家，在这些业务和人员交流中涉外的企业所雇

佣的人员，能够熟练掌握英语是他们开展工作的一个基本条件。为了适应劳动

力市场的这一需求，沿海地区的中小学和高等院校，已经在大力发展英语教育，

提倡使用英语来讲授各类专业课①，这是在国际知识创新竞争中和“跨国”劳动

力市场中努力提高中国人竞争能力所必要的措施。这与现在西部地区少数族

群学生需要提高汉语文水平是一个道理。西方国家（英、德、法、意、美、瑞士等）

许多人普遍掌握两至三种语言，这大大提高了他们学习知识与对外交流的能

力，中国也应当向这个方向努力。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掌握多种语言将逐步成

为普遍现象，熟练掌握三种语言（母语＋本国族际共同语＋国际通用语）将成为
大多数国家年轻一代理想的语言结构。

未来中国各族群理想的语言学习和使用状况可能是这样的结构：“母语＋
本国族际共同语（汉语）＋国际通用语（英语）”。正如欧洲各国学生的语言结

① 如教育部鼓励北京大学的理科专业采用英语教材并直接用英语授课。这样将使中国学生尽快
掌握英语专业术语并开始阅读最前沿的英文学术期刊，为赶超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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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母语＋本地区另外一种通用语（对于德国人来说可能是法语）＋国际通用
语（英语）”。如果一个中国人的母语是汉语，或者一个人出生在英语国家，与其

他人相比，他在语言学习方面确实会占有某种有利地位，这是人们不得不接受

的客观现实。某些族群由于历史原因，确实在语言方面占了便宜。如中国的回

族以汉语为母语，上学后可以直接学习英语；如许多印度人熟练掌握英语，这是

印度软件业发展的一个先天的有利条件，也是许多印度人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

机构任职的先天的有利条件。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世界上的制造业已经“全球化”了，经过二十几年的改
革开放，中国凭借社会稳定和大量廉价劳动力正在逐步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

心，但是市场基数很大、需求迅速增加并逐步“全球化”的是服务业。中国今后

能否成功地在服务业“全球化”的进程中占据有利的位置，除了专业培训之外，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大青少年掌握英语的能力。近年来印度之所以在软件

业、服务业迅速打进国际市场，最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印度相当一部分人口接

受的是英语教育并熟练掌握英语①。

如何判断在一些具体地区或族群中实行双语教育体制是否符合当地社会、

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需求，群众意愿应当作为一个重要参照。选择用什么语

言接受学校教育，这是每个公民受到宪法保障的权利，我们应当尊重大多数群

众的自愿选择。在正常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下，大多数群众的意愿反映出来的是

语言的实际应用性和他们的就业考虑。作为政府和学校管理部门，应当及时调

查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调查学生与家长对于选择学习专业和教学语言的意

愿与发展趋势，及时根据市场的变化和学生的需求对教育体系进行调整。

为了适应国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战，中国的各

个族群都必须在教育水平和教学质量的提高方面加紧努力。当今世界上的竞

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语言是学习的工具，是接受正规学校教育、接受校外

信息的工具。我们在前面讲过，语言具有双重性，既是代表一个民族传统并融

进民族感情的载体与文化象征，又是学习知识和族际交流的工具。在全世界所

有族群都不得不被卷入的严峻竞争大潮中，在涉及学习国内“族际共同语”和世

界“国际共同语”的问题时，理性应当胜过感情。

① 现在美国本土的航空、运输、通讯、金融、贸易等大公司提供以电话与网络为媒介的信息咨询及
业务服务，相当一部分是由远在印度的雇员来提供的，当今电讯网络技术的发展与低成本使得这种越洋

电话业务服务比在美国本土雇佣美国人要经济合算得多。所以美国服务业的大量就业机会正在被英语

熟练、工资低廉的印度人夺走，而且这些雇员的实际工作地点是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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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我国少数族群学校的培养目标

兴办少数族群教育事业的目的是培养少数族群的高级人才，这里包括两个

主要部分，一个是各级党政官员，另一个是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包括教师、学

者、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等）。从我国开办民族院校的历史传统来看，

最初办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党政干部。在建国前后，西北、西南广大少数族群

地区迅速得到解放，迫切需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培养出大批少数族群干部充

实基层政权和推动民主改革，于是各种培训活动和专为培养少数族群干部的民

族院校应运而生。这也承袭了民国初期和我党延安时期设立民族院校的传统。

在当时的情况下，成立专门的民族院校是历史的需要。

建国５０年后，培养少数族群党政干部的任务依然存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和社会的发展，总体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培养少数族群知识

分子、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要求都提高了，这是全国

和各个少数族群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各项事业发展形势的需要。第二，在现代

化进程中，各项事业的发展对于政府官员和管理干部的要求也有新的变化，“干

部”的内涵也在变，现代化所需要的官员和管理干部在相当程度上应当是专业

性人员，应当是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是具有相关领域知识和管理知识的具有

高等教育背景的专业人员。所以，也许可以说，今后少数族群知识分子和新型

管理干部的培养任务要超过对“传统型党政干部”的培养，培养的内容也会从民

族政策教育转向社会发展和现代化所需的通用性知识。而且，随着我国行政体

制的改革精简，对于少数族群行政干部的需求将会明显减少，如不注意，就有可

能同时出现少数族群技术、管理人才的严重短缺和行政干部的相对“过剩”的双

重现象。

（七）加强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应用性学科和专业

关于在高等院校中学科、专业与课程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劳动力市

场上的需求相适应的，是对实际需求的回应。学校的“产品”是学生，学生实现

了就业，就相当于产品被市场所接受，如果学生被市场拒绝、无法实现就业就相

当于产品的库存和积压，作为生产者的学校就需要调整产品的种类或提高产品

的质量。在计划经济下，专业与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得不到产品消费者的需求

信息，多年保持不变，学生年年由政府负责分配工作，学校没有“产品”库存积压

的压力。在２１世纪，不仅劳动力的管理体制改变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速
发展要求劳动者的知识与技能不断更新，学校也因此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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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市场上对劳动者知识与技术上的新要求而及时地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和

更新。

现在对于企业管理、会计、金融、法律、行政管理、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环

境保护、民俗文化、旅游、广告、传播等应用性很强的专业，市场需求在迅速增

加，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教

学、科研与实际工作部门对哲学学科人才的需求也会伴随社会整体发展而增

加。学校需要根据社会发展和人才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调整专业设施、课

程设置、教师队伍和招生规模。

（八）保证高等院校少数族群学生的学习质量

要保证少数族群大学毕业生的学习质量，需要把好两道关：一是入学关，二

是毕业关。为了真正做到不降低少数族群学生入学的成绩标准，高等院校特别

是少数民族院校可以组织专门为少数族群考生进行补习的“预科班”或专门的

“预科学校”，选择高考成绩较好但仍然达不到高考录取水平的少数族群考生，

为他们提供一个补习各类专业课、汉语和外语的机会，时间可以为１至２年，补
习之后再次参加全国高考，使基本达到了录取分数线的考生进入各个大学，这

样就提高了少数族群大学生的入学起点。

在大学学习期间学生各门课程的考试成绩，是检验学生学习效果和毕业水

平的标志，而只有统一考试的成绩，相互之间才具有可比性。少数族群学生与

汉族学生在学习成绩上的比较，是只有当他们在同一所学校和同一个班级学

习、参加同一场考试的情况下才有实质意义，才有可能进行评判。现在各个少

数民族院校的录取分数线与当地综合性大学相比大约要低一百分，除了少数族

群语言和历史等专业外，讲授其他课程教师的业务水平也普遍低于当地综合性

大学。这种状况在客观上不利于少数族群学生的学习和他们未来与汉族学生

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为了保证少数族群大学生的学习质量和促进各族群学

生之间的交流互助，少数族群大学生的主体或大多数应当进入一般性大学而不

是专门的民族院校①。而民族院校则可以保持“以文科为主，以民族学科为特

色”的传统（冀殿义，１９８９：１７６），成为专门讲授和研究少数族群语言、历史、宗教
等学科的教学机构。如果有一部分少数族群学生在大学的正常学习期间成绩

① 各民族学生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级上学，不仅有利于学习质量的保证，还十分有利于各族学
生之间的交流和相互理解，有利于民族团结。西方国家如美国为了缓和种族矛盾，特别制定了法律，废止

传统的种族隔离的教育制度（马戎，１９９６：３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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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够理想，也可以考虑适当延长这部分学生的学制（一年或两年），以使他们

在毕业时各项业务成绩达到合格的标准，以真实的竞争实力进入就业市场。

（九）少数族群毕业生的就业指导

由于相当数量的少数族群学生来自基层农村牧区，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在

校学习，他们对城市中的社会与经济生活有了一些了解，但是毕竟与在城市出

生长大的学生在个人社会阅历、社会关系网络和就业信息的渠道方面存在着距

离。当他们在毕业前夕面临就业竞争的时候，特别需要所在学校和政府有关部

门对他们提供就业信息与指导，帮助他们与用人单位之间建立联系，如把具有

少数族群语言能力的毕业生推荐介绍给需要这方面能力的用人单位。如果一

些毕业生对于就业状况不满意，希望有机会补习自己理想就业岗位所需要而自

己在大学期间没有学习或水平不够的专业课程（如计算机应用、英语、管理学

等），大学应当为这些毕业后的学生开设一些培训项目。学校为这些培训项目

配置优秀教师，提供条件，适当收费，不仅为少数族群应届毕业生服务，也可以

为过去曾就业而如今已下岗分流人员服务，开展再就业培训。

学校的“产品”是学生，只有学生都能够令人比较满意地就业，学校才算生

产出合格的产品。而且今后学校还应当加强“售后服务”，进行“维修更新”，使

这些“产品”能够以令所有人满意的状态长期发挥效用。

（十）中国西部大开发与少数族群教育

我国政府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大战略，并且已经在
西部地区投入几千亿元资金来建设与发展基础设施和各项事业。这对西部少

数族群民众，既是一个极好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挑战。我国的少数

族群教育事业需要适应“西部大开发”战略带来的在人才需求方面的新形势。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不断推进的新形势下，作为培养少数族群人才、培养有文

化有知识的劳动者的少数族群教育事业，也需要根据经济的发展和就业机制的

变化而面临着相应的改革与调整。

“西部大开发”不仅仅是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先进技术的引进，而且必然会伴

随西部地区原来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就业机制的转变，西部

大开发的许多项目将采取“投标”的方式来落实承办单位，积极引进海外和东部

沿海的公司到西部竞标和投资，同时劳动力就业也必然会逐步市场化，过去政

府给各单位带劳动工资分配少数族群毕业生的办法是不可能被其他所有制的

企业所接受的，而且在外来企业的激烈竞争下，西部本地的国有企业也必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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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用人制度以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

在这样一个新的竞争机制下，少数族群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就可能面临严峻

的考验，如果西部的少数族群院校不赶紧制定出相应措施，加快提高本地少数

族群学生的汉语能力和专业能力，这些学生毕业时就会遇到劳动力市场的无情

淘汰。这样的结果自然与这些毕业生的就业预期差距极大，他们看到外来或本

地的汉族大学毕业生在这些企业中被录用，而自己被拒之门外，就很容易把劳

动力市场表现出的这些现象与本地的族群问题联系起来，以致把这些现象看作

族群歧视，从而引发族群矛盾。面对就业市场，政府又不能采取行政手段去干

预这些私有或外资企业的用人选择，否则这些企业就可能撤资而离开西部地

区。作为企业，目的就是为了效率和赢利，这些企业招用人员的标准也只能是

语言与专业能力。许多外资和东部企业管理层、技术层使用的主要语言是汉

语，汉语水平差就不利于工作中的交流，专业能力差也达不到企业效益的要求。

所以西部少数族群院校的校长、教师和学生们需要客观和现实地认真考虑未来

劳动力市场的严峻形势，采取必要的措施，尽快改善和提高少数族群学生的竞

争能力。

七、小 结

由于语言既是一个族群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现时人民相互进行交流的工

具，所以在衡量当前的族群关系或分析族群关系的历史演变时，关于语言使用

情况的调查和分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专题。

本章首先介绍了民族语言方面的一些基本观点以及分析语言与族群关系

的主要文献。然后从７个方面分别展开讨论。第一部分强调了语言在文化象
征和交流工具方面所具有的双重性，前者带有深厚的历史感与感情色彩，后者

则把语言完全看作是功利性的交流与学习工具，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语言的功

利性有所加强。

第二部分介绍了在我国很有影响的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民族语言”的观点，

以及前苏联在语言使用方法所采取的一些做法。马列主义是我国的指导思想，

马列经典著作的基本观点来自于革命实践，对我们理解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语

言现象与语言政策问题仍然有指导作用。

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世界上一些其他国家的语言政策，同时也介绍与讨论了

我国建国以来的语言政策。语言政策作为国家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

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也是许多少数族群干部与知识分子非常关注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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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通过半个世纪的实践，应当说有许多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

结与反思。

第四部分讨论了如何通过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来分析社会文化变迁和族

群关系的演变。由于语言表现了各个族群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语言之间的借鉴生动地反映出不同族群在各方面的交流与融合态势，所以研究

各族群流行语言、词汇的变化，是分析族群关系的一个生动视角。

第五部分介绍了近年来北京大学在我国一些少数族群地区开展语言使用

调查的一些调查结果，分析了在内蒙古和西藏对于城乡居民语言使用和语言学

习的基本态势，这些调查结果反映了建国以来一些地区语言学习的实际情况以

及未来语言使用的发展趋势。

第六部分结合学校里的教学语言来讨论我国少数族群教育的发展情况，建

国后我国各少数族群自治地方都设立了少数族群学校，培养少数族群人才，在

这些学校里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在这一部分里讨论了对于这一教学模式的总

结和少数族群学校的发展趋势。

我国政府近期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将成为国家重点投资和吸引

外资的地区，最后讨论了西部地区少数族群教育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下应当如

何适应本地劳动力市场发展的新形势，应当如何根据产业更新换代和劳动力市

场化的新发展来调整学校的教学语言和培养计划。

语言是族群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在族群的形成与演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

用，同时语言的相互学习是族群交流的必要条件，语言使用的发展趋势预示着

族群交往与族群融合的发展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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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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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居住格局与族群关系

总的看来，移民集团社会经济地位提高的历史趋势与居住隔

离的减弱相伴发生。但与此相反的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尽管黑

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提高了，而他们与白人之间的居住隔离也在持

续提高。在全国各城市中，这种隔离已普遍达到很高的水平。

———Ｋ．Ｅ．托伊伯和Ａ．Ｆ．托伊伯
（ＴａｅｕｂｅｒａｎｄＴａｅｕｂｅｒ，１９６４：３７８



）

研究族群关系有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这就是分析一个社会中族群交往的状

况和影响因素。要研究在族群相互交往中所形成的族群关系，可以在两个层面

进行分析。在第一个层面上，我们把每个族群各自视为一个族群整体，这个族

群通过代表人物（如议会议员）或主要政党与其他族群进行争斗与协商，有时也

会组织群体性活动来显示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各个族群彼此划分利益分配格

局并确定相互关系的基本框架，这是族群关系研究的宏观层面。在第二个层面

上，我们把两个族群的成员都看作一个个单独的个体，正是在这些个体的彼此

交往中，在社会基础生活层面上形成族群交往的具体而生动的实际内容，并由

此形成一个族群关系的社会氛围，这是族群关系研究的微观层面。当然在这两

个层面上发生的族群互动行为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宏观层面所设定的政治格



局与权力分配体制确定并制约着微观层面族群个体之间的交往范围与深度，而

微观层面族群关系的氛围（和谐或冲突）也制约着族群领袖人物的决策和其他

社会集团的态度，影响族群之间的宏观政治格局。

有时在这两个层面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中间层面———区域性“社区”。如一

个城市里某个族群聚居区（如纽约华人聚居的“唐人街”、北京回民聚居的“牛

街”），这些族群社区与全族群性组织有密切的联系，体现了局部与整体之间的

关系，同时又由社区具体成员共同组成，社区活动的实际运行与这些个体成员的

观念与行为密切相关。这三个层面密切相连，各有特点。当我们在研究族群之间

的互动时，可以从这三个层面以及各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来进行分析。

关于一个多族群国家在宏观层面的政治格局、族群政策及其对族群关系的

影响，我们将在第十六章里予以讨论。在这一章中，我们主要分析族群成员在

微观层面即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交往。由于族群居住格局是这一层面最重要和

最敏感的交往条件，而且也比较容易得到量化的具体数据来进行比较研究，所

以我们在这一章里把居住格局及相关影响因素作为分析的重点，由于学校的族

群格局与居住格局密切相关，所以也会讨论到学校中的族群交往情况。

一、族群居住格局的三个层面

在讨论和分析有关族群居住格局的具体模式之前，我们首先讨论一下进行

族群居住格局研究的三个主要分析层面。

（一）各族群人口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的地理区域分布

几个族群居民在同一个地区中的区域分布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模式。如在

一个多族群国家或一个多族群省份里，如果各个族群的成员比较均布地混杂居

住在地理区域的各个部分，这可以被称为“混杂居住模式”；如果各族群之间居

住相对分离，本族居住相对集中，从而形成了居住地理范围彼此分离、界限清楚

的各个族群聚居区，这种居住格局可以被称为“隔离居住模式”。我国少数族群

的自治地方就是根据各族群的传统聚居区来设置的。

我国东部省份基本上是汉族的集中居住区，在这些省份的人口中，少数族

群所占的比例很小，而在西部边疆地区，少数族群人口在当地总人口中的比例

相对较高，如在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比例达到９６％。在其他国家也存在同样的
族群分区聚居的情况，如加拿大东部的魁北克地区，是加拿大的法裔居民聚居

区，中部和西部是英语区；斯里兰卡的北部是泰米尔人聚居区，南部是僧迦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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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老挝的北部山区是少数族群苗族的聚居区，伊拉克北部山区是库尔德

人聚居区。一般来说，通过对人口普查或人口行政统计资料的分析就可以了解

和勾画出一个国家族群地理分布的大格局。

由于各个地区的地理条件（高原、山区、沙漠、平原等）、自然生态情况（气

温、降雨量、植被等）、资源分布情况（耕地、矿藏、森林、水源等）以及各项基础设

施（交通、通讯、能源等）的建设水平等方面都可能很不一样，各地区居民所面临

的居住条件、经济发展条件、收入与消费水平也有可能存在明显的差距。如果

各族群人口在地理区域上是分区居住，那么他们各自的发展就会受到所在地区

各项条件的限制，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族群差异当中有一部分实际上体现的

是“地区差异”。

（二）各族群人口在一个地区中的城乡分布

我们还需要注意各个族群人口的城乡分布。每个地区都存在着城镇和乡

村，城镇和乡村具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表现出不同的社会与经济发

展水平，所以有的学者把城镇与乡村称作一个社会中相互分割与对立的“二元

结构”。我们在前面讨论“族群分层”时，曾经介绍过在一些国家里的不同族群

具有不同的城市化水平。如果在一个地区里，两个族群分别居住在城市和农

村，那么这两个族群之间除了其他方面可能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外，还

要加上“城乡差别”，由于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和乡村可能分别代表

了不同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水平，他们之间的交流或有可能出现的矛盾，在另一

层意义上可能还代表了“城乡交流”或“城乡矛盾”。

在我国西藏自治区长期居住的汉族人口中，城镇人口占７５．９％，藏族的城
镇人口仅占７．１％，存在着明显的汉藏城乡分野。我国西部其他各省区中汉族
人口也都相对集中居住于城镇。在国外也存在着族群城乡分布不平衡的现象。

“直到１９世纪下半叶，有时甚至迟至２０世纪，中欧的许多城镇居民不是德意志
人，就是犹太人或希腊人，而周围农村居民则是这类或那类的斯拉夫人”（凯杜

里，２００２：１２３）。所以各族群在城乡分布方面的不均衡状态，是世界上的普遍现
象，只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这种不均衡在程度上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在研究分

析各地区的族群关系时，需要特别加以注意族群的城乡分布。

（三）各族群人口在一个社区内居住分布格局

在现实社会里，居住在同一个地区或城市的不同族群，依据其人口规模和

来到这个地区的历史情况，其各自的地理分布格局可能是不相同的，有的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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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有的聚集居住。如都同住在北京这个城市里，汉族、回族、满族、维吾尔族

居民的聚集情况就很不一样。而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同一个族群，可能其居住的

地理分布模式也各不相同。譬如在辽宁的一些农村地区，满族以村或乡为单位

居住得比较集中，而在北京等大城市的满族则分散居住在城区的各个街区。我

国一些族群在居住格局上还存在着“大散居，小聚居”这样两个同时并存的特

点，在总体分散居住的宏观格局下以户和街道形成了微观层面的相对聚居，由

于这第二个特点很容易被忽视，所以我们对于微观层面上的居住模式需要给予

特殊的重视。

当我们对于一个地区各个族群在区域分布、城乡分布的整体性分布格局有

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之后，为了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我们通常需要选择一些具

体社区（可以是一个城市或一个大城市的几个街区、也可以是由几个村庄组成

的一个农村区域，甚至就是一个独立的村庄）来进行微观层面上的居住格局的

调查与分析。换言之，就是调查在这个社区中，各个族群的居民是如何居住的，

他们是选择与同族人相聚居住在一起，形成单一族群并与其他族群相对隔绝的

居住群体，还是根据收入、职业、工作地点的距离等其他因素与其他族群成员混

合杂居在各个街区。在这个方面的调查与研究，可以从个体和家庭的层面上来

分析各族民众相互之间的感情距离和实际交往条件。

对于族群分地区聚集居住和分城乡居住，我们在前面讨论族群分层和人口

因素时已有所涉及，本章的主要内容将集中讨论在基层社区当中各族居民户的

居住分布格局。

二、多族群社区中族群交往

的几个主要方面

调查和研究种族、族群关系的现状，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考察多族群

地区（一个城市、一个村庄）的各个族群大多数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相互交往的客

观条件与交往活动的实际情况。而为了实现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能够有

广泛的社会交往，有一些客观条件是必须具备的，那就是这两个族群中都必须

有相当数量的成员能够有比较经常的机会与另一个族群成员进行相互接触。

假如两个族群的成员们基本上混杂居住，或者在工作、学习、娱乐等机构组织中

混杂分布，这样他们在日常生活与经济活动中就有了与其他族群成员进行广泛

接触、相互了解、进行合作的机会。而如果两个族群的成员在居住上相互隔离，

在学校和就业场所中也没有相互接触的机会，他们之间的交往也就缺乏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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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从族群社会学的角度看，族群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交往和接触的场

所大致可分为以下７个方面（参看表１２１）。

表１２１ 研究族群交往情况的几个主要方面

考察方面 交往地点 涉及成员 研究的主要方面
调查层次

１ ２
居住格局 生活场所 全体成员 居住区居民的族群构成 街区、居委会 宿舍楼、院落

学校格局 学习场所 在校学生与教员学校师生的族群构成 学校 班级

工作单位 工作场所 就业人员 工作单位的族群构成 单位、工厂 科室、班组

消费格局 消费场所 全体成员 顾客的族群构成 街区 商店、餐馆等

娱乐机构 娱乐场所 全体成员 娱乐场所顾客的族群构成 俱乐部 娱乐小组

宗教组织 宗教场所 宗教信徒 各宗教团体的族群构成 教派 寺庙、教堂

社会网络 不 限 全体成员 居民交往朋友的族群构成 一般朋友 亲密朋友

“层次１”表示在一个较大的社区或社团中比较松懈的交往关系；
“层次２”表示在较小的社会组织中比较密切和频繁的交往关系。

１．居住情况，即两个族群在居住格局中互为邻里的状况，是族群隔离研究
的重要专题（ＬｕｈｍａｎａｎｄＧｉｌｍａｎ，１９８０：１６２；Ｚａｎｄｅｎ，１９８３：２２７）。我们可以从分
析各个居住区域（可参考行政区划或人口普查区划如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居民

的族群构成来考察当地不同族群的居民是普遍地混杂居住，还是相互隔绝形成

各自的居住区。由于人们除工作时间外大多数时间是在自己的住处度过，每天

早晚或周末与邻居们总免不了会有一些接触。中国人常讲“远亲不如近邻”，由

于传统社区里邻里关系很密切，所以人们十分重视“择邻”。居住格局可以反映

一个族群所有成员（不分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等个人特征）在居住地点与另一

个族群成员相互接触的机会。这是从社区的族群结构来分析成员个体层面的

相互接触条件。

２．同校情况，即考察各族在校学生互为同学的状况，这对于下一代的族群
关系至为重要（Ｚａｎｄｅｎ，１９８３：２３０—２３１）。分析各族青少年学生在学习中的相
互交往，可以从分析各类学校学生的族群构成入手，考察两个族群的学生是否

同校和同班读书，在上学期间是否有相互接触、交往的条件，除了同堂上课外，

学校是否组织各班、各校不同族群的学生开展各类联谊活动。对于在校中小学

生来说，学校是他们度过白天大部分时光的场所，儿童们的自我族群意识和对

待其他族群成员的态度，也主要是在学校学习期间形成的，学校中的相互交往

因而也是研究族群意识产生与发展的重要领域。同时，对于教员的族群构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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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在研究学校里的族群交往时也应当予以注意，教师的观念和师生之间的交往

对学生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

这里所涉及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学龄人口中的在校学生。由于学生入学通

常与居住地点密切相关，所以学校师生的族群结构可以间接反映当地社区居民

的族群结构。研究者可以从学校这类特定的“社区组织”层面的特征来分析个

体层面的族群交往条件。

３．工作交往，即两个族群的成员在工作时是否互为同事，是否混杂在同一
个工作部门和同一个具体单位，这是研究成年人族群交往的重要专题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１９８５：６６９）。分析各个工作单位职工的族群构成，可以考察大部分就
业人口（另外还有一些就业人员属于个体经营者或者不在单位职工的正式统计

范围之内）在工作场合与其他族群成员接触、交往的机会。工会或其他劳工组

织有时以工作单位为基础，有时跨单位甚至跨行业，工作单位的族群构成因此

有可能影响到工会和劳工组织的政治态度和族群基础。

各种工作单位的性质也不相同，如政府部门下属机构在雇佣人员时也许必

须遵循政府的有关规定（如必须招收一定比例的某个族群的成员，有一定的学

历要求，有一定的语言能力要求等），这些规定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这些机

构人员的族群构成；而私营机构在选择雇佣人员时，雇主个人的偏好也是个重

要因素，这有可能导致雇员的族群构成倾斜。

４．消费格局，对于商业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也可以调查统计他们服务对
象的族群构成。由于各种原因（如居住格局可能把顾客限制在邻近居民，而宗

教与生活习俗的差别可能影响到服务业如餐馆的顾客来源），在一个城市或者

一些街区可能形成以本族顾客为主体的消费格局，如北京的清真餐馆、朝鲜餐

馆、新疆餐馆会有一些经常性的本族群顾客光顾。在一个城市中，我们可以调

查这些各具族群特色的服务行业，分析它们的结构是属于形成了族群之间交叉

消费、调剂口味的混合性消费格局，还是形成彼此相对排斥、不欢迎其他族群成

员光顾的隔离性消费格局。

医疗服务是一种特殊的服务行业，在中国有时职工们被要求在本单位的

“合同医院”就诊，在其他实行医疗保险制度的国家人们有时被要求在指定类别

的医院就医，制度性限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处于这些限制制度之外

的人们有选择就医场所的自由，但是其他因素如交通条件和费用支付能力依然

限制着人们的就医行为。与此同时，个体诊所的医生有时也会选择患者。所以

在经济收入和福利状况存在距离的不同族群，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就医模式。类

似情况也存在于金融保险等其他服务领域。所以，通过对这些消费服务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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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格局状况的调查分析，也可以反映出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中族群关系的一

个侧面。

５．娱乐活动中的交往。人们在夜晚、周末、节庆日、假期经常会个人、全家
或携友前往本地或外地的公共、社区或社团机构的娱乐或运动场所（公园、酒

吧、俱乐部、剧场、体育场馆、旅游胜地等），有时他们还会约一些工作中的同事

或生意中的顾客一起出游，在这些场所中他们会接触到一些从不认识的其他游

客，这是他们与邻居、同事、同学以及除这些范围之外的一些人进行社会交往、

开展社会活动的重要机会。有些行业和私立娱乐性组织采取固定会员制，这种

会员制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加入的，可能含有社会阶层或者族群的背景。

另一些公共娱乐场所是对社会公开的，没有固定的成员。我们对这两类组织和

场所中的族际交往情况都需要加以关注。

由于这些在娱乐或运动场所进行的交往带有非正式性和自发性，不同族群

的成员在这种场合进行交往的程度是衡量族群关系的重要标志，即衡量戈登所

说的“非正式社会组织的进入”程度（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６４：７１—７３）。

６．宗教活动中的交往。族群集团之间在宗教活动中的交往有几种情况：
（１）有的族群里有部分成员在交往中皈依了另一个族群的宗教，我们可以考察
这类人的规模与比例，从而分析这两个族群的关系；（２）有几个族群在传统上都
信仰同一个宗教（如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都信仰伊斯兰教），但不一定在同一

个清真寺礼拜，可以调查他们之间的宗教与世俗交往都采取什么形式；（３）还有
一些族群虽然信仰同一种宗教，但分属不同的教派或不同的组织分支，各有各

的宗教组织和宗教场所，族群与教派呈某种交叉状态。

我们在这个领域里可以考察各个宗教团体的族群构成，考察各个宗教机构

开展宗教活动时参加者的族群构成，考察各个宗教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对其信徒

的影响，这些分析都有助于我们分析宗教活动中族群交往的状况（Ｇｌａｚｅｒａｎｄ
Ｍｏｙｎｉｈａｎ，１９７０：２０３）。

７．个人自发的社会交往。除了以上各类交往之外，居民个人和每个家庭往
往还维持着一个自己的社交网络，这个网络中除了家族亲属外，还有社会上结

交的朋友。这个网络中的成员之间或亲或疏，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

亲密朋友们之间互相访问各自的家庭或相约一同出游，相对疏远的朋友们之间

定期问讯，保持联系但交往不频繁。这些朋友关系的建立可能是以往同学、同

事、邻居关系当中有选择地延续，可能是基于对现时同事、邻居关系中的选择，

有的是偶然结识或他人介绍，有的纯属情投意合的友谊，有的是带有功利考虑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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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非正式、自发性的社交网络是人们十分看重的东西，也代表了居民日

常交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交友网络的族群构成，可以从一个较深层次来

考察族群间的交往情况。但是这方面的调查只能依靠被调查者的自述，由于这

些自述的信息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出入，所以在研究中一般只能作为参考（马戎、

潘乃谷１９８７：３９４—４０５）。近年来社会学界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研
究有很大的发展，我们可以借用“社会网络”研究的有关理论与量化分析方法来

比较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地区不同族群成员在“社会网络”的性质、建构机制、社

会资本含量等方面的差异，并进而探讨其对族群关系的影响。

以上七个方面中的前三个方面是考察族群交往最重要的方面，代表了人们

在一生日常生活中花费时间最多的三个场所：居住场所、学习场所和工作场所。

由于人们在这三个方面活动（居住、读书、工作）的地点和所属组织比较稳定，所

以也相对比较容易进行调查和统计，也比较容易开展实证研究。其他四个方面

（消费格局、娱乐场所、宗教场所、社会网络）的交往带有相当大的自发性和随意

性，比较难于调查和统计，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同样是不容忽视的研究族群关系

的重要方面，有时甚至可能是研究一个地区族际交往特征的切入点。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这些方面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如果在居住方

面如果形成了各族群成员彼此分隔的格局之后，由于学生就近入学，也会形成

学校中的族群分隔，设在各居住区的企业和服务行业，也会雇佣本居住区的居

民，从而形成工作单位中的族群分隔①，而人们需要日常的消费也主要在居住区

内，所以不能把它们当作彼此毫无关联的。在居住场所、学习场所和工作场所

这三个方面当中，应当说居住场所是最为核心的，因为居民们通常都送孩子在

居所附近入学，特别是幼儿园和小学，而人们也通常希望自己的住处与工作地

点距离近一些，所以人们在选择购买住房、租用住房时，往往会考虑到孩子的入

学和自己上班的地理距离与交通条件。由于居住地点会直接影响本人的工作

场所和孩子的学习场所，所以对于居住格局的研究是族群交往分析中最为基础

性的研究专题。

在调查对象的涵盖范围方面，关于族群成员日常交往活动的实地调查可以

在三个具体层面上进行（前两个层面参看表１２１），第一个层次相对宏观一些，
着重考察街区、居委会、学校、工厂等行政单位，了解单位整体的族群结构与交

往条件；第二个层次考察基层组织如居民区的院落、学校的班级、机关的科室、

① 美国学者曾利用人口普查资料来分析美国城市族群居住隔离程度与少数族群企业发展之间的
关系（ＦｉｓｃｈｅｒａｎｄＭａｓｓｅｙ，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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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的车间等等。因为我们发现在族群同校的条件下还存在着族群分系、分班

的情况，如果我们在调查学校格局时只考察不同族群学生“是否同校”这一个指

标，就会遗漏掉分班情况这一重要的交往条件；第三个层次则是考察研究个人

活动中的族群交往行为，如是否与其他族群成员交朋友、做邻居、通婚等等。表

１２１仅仅表示出了前两个层次。调查层次的选择、划分必须根据各族群、各地
区、各机构的具体情况和我们的调查目的来确定，最重要的是既能显示一个社

会中族群交往的总体概貌，又能揭示族群成员社会交往中的深层接触。

三、族群居住格局研究与“分离指数”

采用量化方法来研究城市居住场所里各族群的居住格局，这方面的研究是

由美国学者开创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的种族关系一度十分尖锐，黑人在很
多城市组织了武装暴动，占领建筑物并与政府军队对峙，这些大规模的种族流

血冲突对美国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外交等都造成很大损害，所以美国政府动员

了一批社会学家、人口学家、政治学家来研究美国种族与族群关系的现状，为政

府出谋划策，制定协调矛盾的政策与措施，以缓和种族矛盾。

当时美国政府采纳的对策之一是逐步为各族群创造平等的社会发展机会

（入学、就业、晋级等），“民权运动”为黑人争取到了一些平等权利并废除了种族

隔离法；对策之二是研究与调整族群居住格局，努力改善各族群成员相互交往

的条件。

（一）衡量族群隔离程度的“分离指数”

为了对族群居住格局进行量化分析，需要制定一个有效和客观的衡量指

标。美国学者们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讨。“分离指数”就是其中常用

而且容易计算的指标之一。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针对当时美国大城市中的种族居住情况，有一些学者
提出这样的假设：假如在一个城市的总人口中有４０％的黑人居民与６０％的白
人居民（这种实际的人口比例可以从美国各城市的人口统计上查找），同时城区

有１００个普查或选举区（ＳＭＳＡ）① 或街区（ｂｌｏｃｋｓ）。在理论上可以假定：如果白
人与黑人的关系十分融洽，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他们在各个街区的人口分布

① 即美国实行普查或选举的统计单位：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ｒｅａ，缩写为ＳＭＳＡ（Ｇｕｅｓｔ
ａｎｄＷｅｅｄ，１９７６：１０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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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形成与该城市总体人口比例大致相同的结构，即每街区基本上由２／５的黑
人与３／５的白人组成，分布比较均匀。但是如果黑人与白人关系十分恶化，情
形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即黑人会集中到４０％的街区中，而另外６０％的街区
是纯一色的白人居民。因此在量化的计算数据方面，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会

形成一条人口比例的数值链，链上的数值所表现的就是族群的居住隔离程

度。

美国学者针对这种假设提出了一个可以进行统计调查和定量计算的衡量

指数（“ｉｎｄｅｘｏｆｄ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我把它译作“分离指数”，表现的是一个居住区
（城镇）内各个区域基层居住单元（街区）的族群比例与城镇整体族群比例之间

的偏差量，从而反映这个城镇中以基层居住单元为计量单位的在居住方面的族

群隔离或族群融合程度（Ｆａｒｌｅｙ，１９７７：５００）。“分离指数”的数值从０到１００，表
示在某个居住区（城市、镇、乡）的范围内，为使所属的各个区域单元（街区、村）

的族群比例与整个居住区的族群比例一样，至少有百分之多少的人口（或者是

Ａ族群，或者是Ｂ族群的成员）需要在区域单元之间进行迁移调整（Ｗｉｌｓｏｎａｎｄ
Ｔａｅｕｂｅｒ，１９７８：５１—７８）。例如一个城市里两个族群人口的总体比例是２０∶８０，
但各街区内的族群分布不平衡，如果计算出来的“分离指数”是３２，这即是说为
使所有街区的族群比例都达到２０∶８０，有３２％的人口需要从现住的街区迁到另
外一个本族群人口偏少的街区。

“分离指数”的计算公式是：

ＩＤ＝１／２∑
ｎ

ｉ＝１
｜Ｗｉ／Ｗ－Ｂｉ／Ｂ｜

在实际计算的应用中，也存在着对于“分离指数”方法的批评。有人指出，

如果与基本区域单元数相比，少数族群人数较少，“分离指数”的数值将可能产

生偏差（ＭａｓｓｅｙａｎｄＤｅｎｔｏｎ，１９８８：２８４），这是这一研究方法的弱点。另外，在
“分离指数”的计算中，如何选择基本区域单元十分重要，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ＴａｅｕｂｅｒａｎｄＴａｅｕｂｅｒ，１９６５）。大的极限是以城市为单元，小的极限是以居民户
为单元，在这两种极限的情况下，两者都不再需要进行计算，因为前者的“分离

指数”必然是０而且表示居住分布属于绝对的均布，后者的“分离指数”必然是

１，表示绝对的相互隔离。当然这两个数值都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讨论这两
种极端情况，就是说明基本单元所涵盖的户数要比较合理，既不能太多也不能

太少。在实际调查中，人们常常以城市中的街区（中国城市的“居委会”）和农村

的村落（中国的自然村，如果一些地区的自然村户数太少，也可考虑行政村）为

计算的基本区域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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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的Ｗｉ和Ｂｉ是在第ｉ个“计算单位”（如美国的街区或中国城市中的
居委会辖区）中白人和黑人的户数，而大写的 Ｗ和Ｂ分别是“计算总体”（如城
市）中白人和黑人的总户数。各“计算单位”各族户数与“计算总体”各族户数比

值之差绝对值的总和除以二，即是“分离指数”的数值（ＴａｅｕｂｅｒａｎｄＴａｅｕｂｅｒ，

１９６５：２３６）。关于“分离指数”的具体计算方法，请参看书后的附录２。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当美国的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们在调查与研究了美国

各地种族关系的现状之后，就给当时的联邦政府提出了改善种族关系的措施，

由国会以法令形式加以推行。其中措施之一便是积极改变街区的种族居住格

局。具体的办法是：假如某一街区是单一的白人街区，若有黑人想入住（租房或

买房）而被白人房主拒绝，法律允许黑人对这个白人提出控告，并对违犯《民权

法案》中有关反种族歧视规定的白人处以罚款；另外政府也鼓励黑人到白人街

区去购房或租房，给予免税或其他优惠。这样的措施实际上是用经济和行政的

双重手段鼓励原来相对隔离的种族居住格局向混杂的种族居住格局过渡。措

施之二是改变学校的种族隔离的现有格局，关于学校隔离问题我们将在后面专

门进行讨论。

《种族与文化少数群体》一书介绍了美国大城市的居住隔离情况。１９７０年
在美国５０个最主要的大城市中，以街区（ｂｌｏｃｋ）为计算区域单元，白人与黑人的
居住“分离指数”的计算数值从最高的施里夫波特市（Ｓｈｒｅｖｅｐｏｒｔ，ＬＡ）的９７．８到
最低的东奥林奇市（ＥａｓｔＯｒａｎｇｅ，ＮＪ）的６１．４，其中有３０个城市在９０％以上
（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２６０）。可见从总体上讲，美国城市在居住方面的种
族隔离程度还是相当严重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美国直至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各个城市中的种族居住隔离程度一直是比高的，在４０年代到７０
年代期间，有的城市种族居住隔离程度有所降低，有的又有所增加；二是美国各

个城市之间在种族居住隔离的程度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我们从以上５０个城市中选择了１０个城市的“分离指数”来帮助我们了解
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到７０年代美国主要城市族群居住隔离情况及其变迁（表

１２２）。表１２２中１０个城市的“分离指数”的差距幅度是从９５．９到７５．０，南部各
州和得克萨斯州的种族居住隔离程度显然比北方和西海岸的程度要高，所以从

南部和得克萨斯州选出的政治家如果要代表本州的选民，也必然会表现出某种

程度的种族主义倾向。中部的芝加哥是一个黑人居住比较集中的大城市，隔离

程度也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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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２ １９４０—１９７０年美国１０个主要城市的种族居住“分离指数”

城市（州）
白人—黑人 白人—非白人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０ １９６０ １９５０ １９４０
达拉斯（ＴＸ） ９５．９ ９２．７ ９４．６ ８８．４ ８０．２
芝加哥（ＩＬ） ９３．０ ８８．８ ９２．６ ９２．１ ９５．０
休斯敦（ＴＸ） ９２．７ ９０．０ ９３．７ ９１．５ ８４．５
迈阿密（ＦＬ） ９２．０ ８９．４ ９７．９ ９７．８ ９７．９
亚特兰大（ＧＡ） ９１．９ ９１．５ ９３．６ ９１．５ ８７．４
华盛顿（ＤＣ） ７８．８ ７７．７ ７９．７ ８０．１ ８１．０
纽约（ＮＹ） ７７．３ ７３．０ ７９．３ ８７．３ ８６．８
普罗维登斯（ＲＩ） ７６．８ ７２．０ ７７．０ ８５．５ ８５．８
伯克利（ＣＡ） ７５．４ ６２．９ ６９．４ ８０．３ ８１．２
旧金山（ＣＡ） ７５．０ ５５．５ ６９．３ ７９．８ ８２．９
资料来源：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２６０。

表１２３提供了另一组关于城市种族居住的“分离指数”，由于使用的分类不
同，所以不能与表１２２进行直接比较。整体上看，除了个别城市外，种族居住隔
离程度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９０年代之间有了明显的降低。以黑人为主要少数
族群的１４个城市中，“分离指数”的平均值从８７降到了７９。而在拥有大量西班
牙语裔的７个西部城市，西班牙语裔与黑人的混杂居住程度较高，使得这７个
城市的“分离指数”的平均值从８６降到了６５。特别是自７０年代以来墨西哥移
民数量剧增，这些移民与黑人的混居明显减少了种族居住隔离。

表１２３ １９６０—１９９０年美国２１个城市中种族居住隔离的“分离指数”

白人—黑人 黑人—非黑人

城市 １９６０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少数族群主要为黑人：

芝加哥 ９３ ９３ ９０ ８６
费城 ８７ ８４ ８５ ８４
底特律 ８４ ８２ ８４ ８６
华盛顿 ８０ ７９ ７７ ７６
波士顿 ８４ ８４ ７９ ７３
亚特兰大 ８９ ８８ ８０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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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白人—黑人 黑人—非黑人

城市 １９６０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圣路易斯 ９０ ９０ ７６ ７４
巴尔的摩 ９０ ８９ ８２ ８０
匹兹堡 ８５ ９６ ７９ ７９
克利夫兰 ９１ ９０ ８３ ７６
纽瓦克 ７２ ７６ ７９ ７９
堪萨斯城 ９１ ９０ ８３ ７６
辛辛那提 ８９ ８４ ７９ ７５
密尔沃基 ８８ ８８ ８１ ７９
平均值 ８７ ８６ ８２ ７９

少数族群为黑人和西语裔：

洛杉矶 ８２ ９０ ７８ ６６
休斯顿 ９４ ９３ ７９ ６６
达拉斯 ９５ ９６ ８１ ６３
奥克兰 ７３ ７０ ７１ ６３
坦帕 ９４ ９２ ８１ ７４
迈阿密 ９８ ９２ ８１ ７４
旧金山 ６９ ７５ ６５ ６１
平均值 ８６ ８７ ７６ ６５

 表中为美国２１个人口最多并且黑人人口超过５万的城市。
资料来源：ＡｒｍｏｒａｎｄＣｌａｒｋ，１９９５：１２８。

大量实地调查表明，美国城市在居住方面的种族隔离程度远远高于不同社

会阶级之间的居住隔离程度，“控制了社会阶级（这个变量）后，仍然发现白人与

黑人是高度隔离的。而且种族居住隔离的程度并不会随着职业声望、教育水平

或者收入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任何社会阶级当中，白人与同阶级的黑人的隔

离程度都要高于与其他阶级白人的隔离程度”（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

２５９）。“总的看来，移民集团社会经济地位提高的历史趋势与居住隔离的减弱
相伴发生。但与此相反的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尽管黑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提高

了，而他们与白人之间的居住隔离也稳步提高。在全国各城市中，这种隔离已

普遍达到很高的水平”（ＴａｅｕｂｅｒａｎｄＴａｅｕｂｅｒ，１９６４：３７８）。同时在许多城市中，
盎格鲁裔白人与西班牙语裔、黑人与西班牙语裔之间的居住隔离也很明显，“分

离指数”在这些城市里的数据前者为３０到７６，后者为２９到８９。其他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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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水平、职业和收入的层次提高以后，盎格鲁裔白人与西班牙语裔之间的

居住隔离程度有所下降，而黑人与白人、黑人与西班牙语裔之间的居住隔离程

度对于所有社会阶层来说都很高（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２６１—２６２）。由此
可见，各个种族、各个族群相互之间的社会距离与心理距离并不是等同的，它们

在居住方面的隔离程度也各有差异。

（二）美国学者关于美国城市居住格局的个案研究

从早期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和“人文生态学”（ｈｕｍａｎｅｃｏｌｏｇｙ）的观点来
看，造成各族群在居住地点分离现象的原因是各族群在社会地位方面的结构性

差异，随着各族群成员社会地位的变动以及“族群分层”现象的淡化乃至消失，

居住分离的现象就会淡化甚至消失。派克（ＲｏｂｅｒｔＥ．Ｐａｒｋ）指出，随着人们社
会、经济地位的改变，人们会相应地迁移到另外的居住区域（Ｐａｒｋ，１９６７：６０）。
伯吉斯（ＥｒｎｅｓｔＷ．Ｂｕｒｇｅｓｓ）研究了移民群体的居住与搬迁，也得出了相似的结
论。所以长期以来，在这个方面的主要争论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为“社会

身份模式”，认为族群分开居住在不同街区，这种形式反映的实质上是社会不同

阶层的居住分离，而并不是族群隔离；二为“族群隔离模式”，认为族群之间确有

相互分开居住的倾向，即使在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同时，分属不同族群的成员仍

然会彼此分开，倾向于与本族成员居住在同一个街区。

达洛奇（Ａ．ＧｏｒｄｏｎＤａｒｒｏｃｈ）和马斯顿（ＷｉｌｆｒｅｄＧ．Ｍａｒｓｔｏｎ）关于加拿大多
伦多市的研究证实了第二种观点，说明许多居民确有这种行为模式（马戎编，

１９９７：３５５—３７９）。另外两位学者盖斯特（ＡｖｅｒｙＭ．Ｇｕｅｓｔ）和卫德（ＪａｍｅｓＡ．
Ｗｅｅｄ）对他们的研究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重视了个人行为，但是忽视了在居住
格局方面各族群之间依然存在着不同，两者应当分别研究，并把这两种思路分

别称之为“居住格局中的个人模式”和“群体模式”（ＧｕｅｓｔａｎｄＷｅｅｄ，１９７６：

１０９１）。
根据“群体模式”的研究思路，盖斯特和卫德计算了克利夫兰（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波士顿（Ｂｏｓｔｏｎ）和西雅图（Ｓｅａｔｔｌｅ）三个城市的“分离指数”（表１２４），通过不同
“移民族群”之间的居住隔离程度来分析各个族群的居住模式。表里的“老移

民”并不表示移民个人迁入美国的时间早晚，而只表示这一族群进入美国的早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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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４ 美国三城市的族群居住“分离指数”

相关族群
克利夫兰 波士顿 西雅图

１９３０ １９６０ １９７０ １９６０ １９７０ １９６０ １９７０
老移民族群之间 ２７．０ ３０．２ ３８．８ ２９．６ ３０．８ １９．４ ２２．２
老移民族群—新移民族群 ５９．０ ４６．５ ４８．３ ４８．３ ４９．３ ３１．３ ３４．６
老移民族群—其他族群 ７５．９ ７３．５ ７２．１ ７３．８ ７１．１ ６７．９ ６２．１
新移民族群之间 ６０．５ ４５．４ ４７．０ ５１．９ ５５．２ ３７．１ ４０．７
新移民族群—其他族群 ７９．１ ７４．２ ７２．７ ７７．４ ７５．５ ６６．８ ６２．８
其他族群之间 ７２．９ ７０．８ ７７．４ ８０．３ ７５．７ ７２．０ ７３．３
注：“老移民族群”———来自加拿大、德国、爱尔兰、瑞典和英国；

“新移民族群”———来自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意大利、波兰和前苏联；

“其他族群”———来自墨西哥、波多黎各以及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主要是亚裔）。

资料来源：马戎编，１９９７：３４５。

从表中可以看出，（１）来自加拿大、德国、爱尔兰、瑞典和英国的这些“老移
民族群”之间的居住隔离总的来说程度较低，“其他”族群（来自墨西哥、波多黎

各、非洲、亚洲的移民）之间的隔离程度最高；（２）除了“其他”与“老移民”、“其
他”与“新移民”之间的居住隔离情况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有所改善之外，其他族
群之间的“分离指数”在６０年代均有所增加。这说明了种族、族群居住格局的
分离程度总体上在这三个城市中并未有大的改善，主要是一些处在边缘地位的

“其他”族群在努力增加与新老移民族群有更多的接触机会。

据美国芝加哥大学调查结果，在１９７８年被调查的白人居民中只有４８％表
示自己的居住区里有黑人邻居，１９９６年这个比例上升到６２％。而支持在住房
的有关立法中设反种族歧视条款①的居民比例，也从１９７８年的３７％上升到

１９９６年的６５％（Ｌａｄｄ，２００２：６１）。

（三）造成美国种族居住隔离的原因

第一类解释认为是普遍的低收入使得黑人不可能在富裕的白人区购房或

租房，因此是社会阶级状况限制了他们与白人共同居住在同一个街区。但是许

多城市的调查发现，富裕的黑人与富裕的白人也并不住在一起，而且在绝大多

数情况下，贫穷的白人也不与贫穷的黑人住在同一个街区。“只有极少部分的

黑人聚居情况可以从他们较低的社会—经济身份来得到解释”（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７７：

① 其条款内容为：“住房拥有者不能因购房人的种族或肤色原因拒绝向他们出售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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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９）。因此这一类解释在现实数据的分析结果中得不到有力支持。
第二类解释认为黑人的居住隔离是由歧视政策与这些政策的具体实施所

造成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政策对于种族居住隔离有着重要影响。

通过地域使用、建筑规则、土地开发管理方面的控制，地方政府和联邦

政府实施的政策强化了（种族居住）隔离。许多年来，在契约中的限制性条

款被利用来防止黑人迁进白人区，而且在需要的时候甚至使用暴力来把黑

人和其他少数族群赶走。１９６８年通过的《民权法案》阻止在大多数房屋的
销售与出租中有种族歧视，联邦法院也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决定，但是对于

（实际生活中的）那些排斥手法并没有发生多大作用。（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
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２６２）

即使政府制定了禁止种族歧视的法令，但是当银行职员们研究是否向一个

准备购买住房的黑人客户贷款并随之以各种理由将其拒绝时，当一位黑人来到

白人区向一个贴招租广告的白人房主询问能否可以租房而被告之该房已经租

出时，当一个白人购房者与一家房地产公司签订购房合同，在合同中读到有关

不准将这处房产转卖或出租给有色人种的条文时，人们就会发现在无数的环节

中可以变相地实行种族歧视。而且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上相当大

比例人的支持。如一项全国性的调查表明，赞成房主有权决定不把房子租给黑

人的被访者比例从１９７８年的３７％上升到１９９６年的６５％（ＴｈｅｒｎｓｔｒｏｍａｎｄＴｈ
ｅｒｎｓｔｒｏｍ，２００２：６３），这说明种族主义思潮在近２０年又有所回升。
第三类解释认为主要是黑人们自己愿意住在黑人区的倾向导致了种族居

住隔离。一些关于黑人居住区的历史研究认为，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之前由于种
族歧视制度与政策的结果，导致黑人中具有“自我隔离”（ｓｅｌｆ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的倾
向，黑人们情愿搬到黑人聚居区居住，“在这些亚社会里（黑人们）创造并支持了

自己的社区、企业、学校、领袖集团、教堂和其他社会机构”（ＡｇｕｉｒｒｅａｎｄＴｕｒｎｅｒ，

１９９５：１５）。
但是这一现象在歧视性制度被废除之后开始发生变化，至少在问卷调查的

回答中出现了新的倾向。１９６９年美国一次全国性抽样调查发现，有四分之三的
黑人表示愿意住在种族混杂的社区里，只有六分之一的黑人表示愿意住在全是

黑人的社区（Ｐｅｔｔｉｇｒｅｗ，１９７３：４４）。１９７６年在底特律地区进行的一次１１３４人的
问卷调查中，６３％的黑人被访者表示愿意住在黑人和白人各占一半的社区里，
另外２０％的黑人被访者把这样的社区作为自己的第二选择，第三种选择是住在
黑人占多数的社区，最不受欢迎的情况是住进一个纯白人区，同时只有１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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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把住在一个纯黑人区作为自己的第一或第二选择。在同一个调查中，白人被

访者里面有７５％表示，如果自己居住的街区里有１户黑人时，感觉还可以；而认
为有３户黑人还可接受的百分比就降到５９％，如果所住街区中白人稍多于黑人
时，只有４４％表示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黑人多于白人，就只剩下２６％的白人
认为可接受。所以调查数据明确显示出白人比黑人更倾向于种族居住隔离

（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２６４）①。据盖洛普公司１９９７年的一次调查，只有

２４％的白人被访者表示他们愿意生活在纯白人社区，６１％的人表示他们更愿意
居住在白人与黑人混合的社区（ＴｈｅｒｎｓｔｏｍａｎｄＴｈｅｒｎｓｔｏｍ，２００２：６１），可见在近

２０年里，美国的种族居住格局处于变化之中。
据调查，在１９９４年有４７％的德国人不愿意阿拉伯人生活在自己的街区，

３９％和３６％不愿意邻居中有波兰人和土耳其人，另有２０％的德国人不愿意有
犹太人做他们的邻居（亨廷顿，１９９９：２２０）。可见族群居住隔离仍然存在于人们
的观念意识中，当人们对周围的邻居感觉很不舒服的时候，他们就会搬家，迁到

另一个街区。以上调查并没有询问人们为什么感觉“可以接受”或为什么感觉

“不可以接受”的原因，但是却清楚地表现出人们的自我感觉和行为方式，而正

是这些人们的行为，最后导致了种族在居住上相互隔离格局的形成与延续。如

果社会分层理论与经济因素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文化研究特别是社会心理

学的调查可能会帮助我们发现为什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可信答案。

（四）族群隔离程度减弱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

除了种族主义者，人们都认为消除族群隔离最终将有助于打破族群隔阂、

加强族群交流、消除文化误解、促进族群融合。但是一些地区的实证研究也表

明，当族群在居住和就业中的隔离状态被打破之后，族群成员之间在就业、住

房、福利等方面直接的竞争比原来隔离时期明显有所加强，而且紧随其后的是

族群冲突和以族群为背景的社会运动。这些研究结果也对“内部殖民主义”理

论提出了挑战，该理论认为在“中心区”与“边区”之间的经济与政治不平等导致

“边区”族群的政治抗议运动和社会矛盾，但是这些调查发现恰恰是在“中心区”

与“边区”之间的不平等程度降低之后，“边区”的少数族群政治运动才明显增强

（ＯｌｚａｋａｎｄＮａｇｅｌ，１９８６：４）。

① 我们会发现移民海外的华人确实有相聚而居的倾向，各国的“唐人街”就是例子。但是我们也发
现，在国内许多城市和村庄，汉人居民并不排斥少数族群迁居到自己的社区。而迁到边疆少数族群地区

的汉人，是否存在相聚而居的倾向，可能在不同地区也有差别，需要分别进行调查才能确定。“文化大革

命”期间来到草原牧区插队的汉族知识青年，就倾向于分散居住到当地蒙古族牧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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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的主导族群与少数族群之间相对隔离，“中心区”与“周边区”相对隔

离，各自在居住和学校里彼此完全没有接触，在就业方面也完全在不同的行业

里、不同的工作地点工作时，族群之间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是没有接触和比较的，

特别当这一格局属于历史情况的延续时，人们甚至不会想到要对这一格局的合

法性与公平性提出质疑。而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政府行政机构的建立与扩

展，经济的市场化与网络化，这种族群隔离的基本格局必然要被冲破①，而在冲

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媒体的宣传，少数族群民众及精英人

物将迅速接受这些现代政治观念（自由、民族、平等、人权等），从而对过去存在

的“不平等”以及现实中仍然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提出质疑，并学习运用新的政

治手段（组织政治性团体、进行社会动员、组织示威游行等）来为本族群争取应

当获得的权利，而族群之间在语言、宗教等方面的文化差异便成为以族群进行

社会动员的文化基础。所以尽管族群之间的不平等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显著改

善，但人们以刚刚学到的那些政治标准来衡量，他们比以前甚至更不满意。事

物的发展可能都要经历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随着社会与经济的

进一步发展、各项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少数族群也是在社会进步中逐步提高自

己的竞争能力，从而凭实力而不是凭“优惠政策”真正实现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平

等，社会中的族群矛盾才会真正得到消除。

无论是制定政策的政府，还是研究族群问题的学者，都需要全面、历史和辩

证地看待在现代化进程中族群关系的曲折演变，要把族群矛盾在一个时期内出

现的反复看作是各个少数族群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阶段，要坚定

地相信，只要引导得好，族群关系就会沿着族群平等、共同繁荣的大方向顺利发

展，同时也要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把各项具体工作做细做好，尽可能地减少矛盾、

减少反复，同时防止国内族群矛盾被外国势力所利用。

四、个案分析：拉萨市族群居住格局的研究

国内关于族群居住格局的研究相对是比较少的，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北京大

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近年来在这个专题领域所开展的一些实地研究。首先

介绍西藏调查课题组在居住格局方面的一些研究结果。

① “现代国家使用的行政程序会无意中制造出合法的族群政治组织，科层制政府的有关政策会加
强，有时事实上会重新划定族群的边界。当政治利益的分配方法有所调整，从而使政治竞争激化时，就有

可能出现族群的政治动员”（ＯｌｚａｋａｎｄＮａｇｅｌ，１９８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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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拉萨市的行政区划与居住格局

在１９９０年，拉萨市城关区的所有常住居民按户籍管理体制划归６个街道
办事处和４个乡，分属９个公安派出所。拉萨市城关区的居民区大致可以分为
两类。第一类是位于市中心围绕大昭寺的八廓（八角街）、吉日、吉崩岗、冲赛康

４个派出所管理的６个街道办事处，下属各有若干个居民委员会和几十个“单位
集体户”①，所属常住居民的户籍登记都是城镇户口（非农业人口）。在行政体系

中，是“城关区———街道办事处———单位集体户／居民委员会”体制。第二类是

其余的４个乡，分属娘热、夺底、纳金、北京中路、金珠中路５个派出所，所辖地
区一部分在市区，这部分市区的居民都是城镇户口，但是都属于各单位集体户；

所辖地区的另一部分在郊区，居民为农村户口，由下属的行政村具体管理。第

二类４个乡在行政体系中，是“城关区—乡—单位集体户／村”体制。
图１２１表现的是这两类居民管理机构（街道办事处、乡）和所属的各类居民

经过概括抽象化了的地理分布模式，并不是实际地理位置。在这个模式中，城

图１２１ 拉萨市城关区各类居民居住格局分布模式

① 在拉萨市城关区，所有的政府行政单位和企事业单位在户籍管理中都登记为一个“集体户口”，
绝大部分雇员都集中居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房屋，这些宿舍集中在单位的院内。只有从拉萨城关区招收

的一小部分青年雇员住在老城区原来的家中，等待单位分配住房，他们一旦分配到住房后，也立刻搬入单

位集体大院，加入集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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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区两类居民管理机构下属的三种居民（居委会所属城镇居民、单位集体户所

属城镇居民、村所属的农村居民）在城区各有其分布特点：市中心的大昭寺周围

是居委会，居委会外围和主要街道两侧是单位集体户，单位集体户外围邻近郊

区的地域是各村农民户。

拉萨市老城区各居委会所属的居民户中绝大多数是在拉萨居住时间较久

的藏族，是拉萨市区的老住户，另有少数回族及其他族群人口，只有极少的汉族

人口①。各居委会所在地区是拉萨的老城区，最晚于１７世纪即已初步形成，一
直延续到解放初期。单位集体户的居民则是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等各级政

府机关和所属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及家属，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内地的汉族干部

职工和从拉萨以外西藏各地区、自治区以外各藏区调动分配来的藏族干部职

工，从拉萨老城区居民户的大中专毕业生、待业青年中招收的职工只占很小一

部分。近郊区由各乡管理的农户则是本地土生土长的藏族农民，没有汉族和其

他族群成员。表１２５可以清楚地反映城关区这三种居民的基本特点（族群构
成、迁移特点）和管理体制。

表１２５ 拉萨市城关区居民构成及其组织体制

基层组织 户口种类 居民族群构成 迁移特点

市中心区

街道办事处

近郊区

行政乡

居委会 城镇居民 藏族

单位集体户 城镇居民 藏族、汉族

单位集体户 城镇居民 藏族、汉族

行政村 农村居民 藏族

本地出生

藏族大多为移民

汉族都是移民

本地出生

资料来源：马戎，１９９６：４０７。

拉萨市区的单位集体户的人口规模大小不一，小单位只有几十人，多为商

店和市、区各类办事机构，大单位可达两千人，主要是政府所属的机关、学校、医

院、企业、运输车队等。这些单位都各自用围墙圈起一个院子，办公楼和职工宿

舍都建在院内，大单位还建有食堂、商店、卫生所等服务性部门，职工及家属都

在这个大院里居住和工作。特别是汉族职工，除了偶尔去八角街的集市外，很

少有机会与老城区的藏族居民相接触，同时他们也完全没有机会与郊区农民接

触，所以拉萨市区的汉族与本地藏族在这种管理体制的条件下，在居住方面基

本上处于一定程度的相互隔绝状态。

① 据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结果，城关区６个街道办事处下属２５个居委会的总人口为３７１８７人，其中
藏族３４０６１人，占总人口的９１．６％，汉族１６０９人，占４．３％，回族及其他各族群共有１５１７人，占总人口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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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６是根据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结果整理出的各街道办事处、各乡常住居
民的族群结构。可以看出，６个街道办事处下属２５个居委会所属居民中汉族为
数很少，仅占总人口的４．３％，而藏族占９１．６％。单位集体户中汉族人口比例
较高，无论是属于办事处（４４．３％）还是属于各乡（４０．７％）。４个乡所属的１６个
村中，藏族占绝大多数（９８．４％），汉族仅为１．６％。其他族群的成员除老城区的回
族外，多为政府分配进藏工作的干部职工，所以也相对集中居住在单位集体户。

表１２６ 拉萨城关区各街道办事处所属居委会、单位集体户的族群构成（１９９０）

行政管理单位 基层管理单位
藏族 汉族 其他族群 合计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吉日办事处 ５居委会 ８１６３ ８５．２ ２６８ ８．８ １１５５ １２．０ ９５８６１００．０

６１单位集体户 ６０３１ ６２．９ ３３６８ ３５．１ １９３ ２．０ ９５９２１００．０
吉崩岗办事处 ５居委会 ８１２６ ９７．４ １６３ ２．０ ５３ ０．６ ８３４２１００．０

５９单位集体户 ４９４２ ５１．５ ４４６８ ４６．６ １８２ １．９ ９５９２１００．０
冲赛康办事处 ４居委会 ５７３０ ９６．４ １６５ ２．８ ４５ ０．８ ５９４０１００．０

１１单位集体户 ９７１ ７６．５ ２５４ ２０．０ ４５ ３．５ １２７０１００．０
贡德林办事处 ４居委会 ３１８０ ９２．４ ２５１ ７．３ １１ ０．３ ３４４２１００．０

１３６单位集体户 １２３６４ ４８．４ １２８８８ ５０．５ ２９０ １．１ ２５５４２１００．０
扎细办事处 ３居委会 １７２０ ７４．４ ５０７ ２１．９ ８６ ３．７ ２３１３１００．０

１４单位集体户 ３４３０ ６９．５ １４２６ ２８．９ ８１ １．６ ４９３７１００．０
八廓办事处 ４居委会 ７１４２ ９４．４ ２５５ ３．４ １６７ ２．２ ７５６４１００．０

４４单位集体户 １９１９ ４９．９ １８６２ ４８．４ ６８ １．７ ３８４９１００．０
纳金乡 １村 ４１５２ ９５．５ １９４ ４．５ ０ ０．０ ４３４６１００．０

１７单位集体户 ３７１６ ５４．８ ２８７８ ４２．５ １８６ ２．７ ６７８０１００．０
蔡公堂乡 ３村 ４０２５ ９９．８ ７ ０．２ ０ ０．０ ４０３２１００．０

２６单位集体户 １５８２ ７９．０ ４０６ ２０．３ １５ ０．７ ２００３１００．０
夺底乡 ５村 １９８３ ９９．９ ０ ０．０ ２ ０．１ １９８５１００．０

７２单位集体户 ７５２８ ５１．３ ６８３２ ４５．５ ３２７ ２．２ １４６８７１００．０
娘热乡 ７村 ２２６５ ９９．５ ３ ０．４ ２ ０．２ ２２７６１００．０

６４单位集体户 ７３７２ ６２．８ ４２２３ ３６．０ １４３ １．２ １１７３８１００．０
６个
办事处

２５居委会 ３４０６１ ９１．６ １６０９ ４．３ １５１７ ４．０ ３７１８７１００．０
３２５单位集体户 ２９６５７ ５４．１ ２４２６６ ４４．３ ８５９ １．６ ５４７８２１００．０

４个乡
１７９单位集体户 ２０１９８ ５７．４ １４３３９ ４０．７ ６７１ １．９ ３５２０８１００．０
１６村 １２４２５ ９８．４ ２０４ １．６ ４ ０．０ １２６３３１００．０
总计 ９６３４１ ６８．９ ４０４１８ ２８．９ ３０５１ ２．２１３９８１０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拉萨市城关区计委，１９９０：２３２—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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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城关区常住汉族人口（４０４１８人）的９５．５％住在单位集体户，所以拉萨
市区汉族居民与藏族较多的接触和交往实际上主要发生在单位集体户内部。

当然，单位集体户中的藏族职工也有少部分是从拉萨老城区招收的，有些藏族

职工虽然来自拉萨以外，但与老城区居民有亲戚、同学关系因而与老城区居民

保持往来，单位集体户的汉族职工通过这些同事也可能间接地与老城区居民有

一些个人的接触，但这类接触从数量和深度来说都是十分有限的。单位集体户

的汉族职工，也没有什么机会和渠道去与郊区各乡的藏族农民接触和往来。所

以对各个单位集体户的汉藏族群构成的分析，实质上成了我们研究拉萨市区汉

藏居民在居住场所和工作场所相互接触、相互往来的关键。我们对拉萨市汉藏

居住格局的进一步分析也就集中在单位集体户。

（二）拉萨市居住格局的研究单元与“分离指数”

在中国的一般城市中研究居住格局，居委会辖区应当是理想的区域单元。

但是拉萨市的情况比较特殊，居委会与单位集体户在街道办事处管辖下是平级

的，由于单位集体户人口规模大小不一，人口规模大的如西藏大学在１９９０年普
查时有１８０９人，超过一般居委会的人口规模，而大多数小单位在几十人到百余
人之间，所以把居委会与各个单位集体户放到同一个层次上来作为基本计算单

元有不妥的地方。从表１２４可以清楚看出，在拉萨这样的管理体制和居住格局
下，居委会与单位集体户属于两类很不相同的居住单元，它们在居民的族群构

成上已经可以归为两类来研究。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在计算“分离指数”时把计

算的范围规定为各个街道办事处排除掉居委会的部分，即各办事处所属单位集

体户的部分，同时把各单位集体户作为计算的基本区域单元。

１９８８年我们调查了当时八廓街办事处下属３９个单位集体户和娘热路办事处
管辖的除娘热乡之外５２个单位集体户的族群构成，计算出的“分离指数”见表

１２７。该表还介绍了根据１９９０年普查资料计算的各个办事处、乡所属的单位集
体户的族群构成和“分离指数”。这个表可以说明：（１）以办事处为单位，在集体
户干部职工和包括家属在内的全部人口中，汉藏比例总体来说大致是平衡的，

如排除几个全部为藏族的寺庙，汉藏人口比例在１∶１．２到１∶１．３之间；（２）以集
体户为单位，集体户中汉藏居民的“分离指数”为４３．９和４６．２，如果把寺庙不计
算在内，“分离指数”分别为３２．８和３５．８，即是说需要３３％—３６％的人口调整
单位，各单位集体户的汉藏人口比例才能达到整体的比例（１∶１．２或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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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７ 拉萨市城关区各办事处、乡所属单位集体户的族群“分离指数”

办事处

（乡）

单位

集体户

个数

汉藏人口

比例

（汉族

为１）

“分离

指数”

汉族为

藏族人口

２倍或以上
单位数

藏族为

汉族人口

２倍或以上
单位数

其中：

人口全部

为藏族

的单位数

汉藏职工

比例

（汉族

为１）

汉藏

职工

“分离

指数”

八廓（１９８８） ３９ １∶１．７０ ４３．９ ５ １９ ５ １∶２．０７ ４５．１
娘热乡（１９８８） ５２ １∶１．２２ ４６．２ ５ ２４ １ — —

吉日（１９９０） ６１ １∶１．７９ ３４．１ ９ ２９ ３ — —

吉崩岗（１９９０） ５９ １∶１．１１ ３９．６ １２ ２４ ６ — —

冲赛康（１９９０） １１ １∶３．８２ ４０．６ １ ９ ２ — —

贡德林（１９９０） １３６ １∶０．９６ ４２．８ ４８ ３０ ３ — —

八廓（１９９０） ４４ １∶１．０３ ５７．２ １４ １９ ３ — —

扎细（１９９０） １４ １∶２．４１ ３５．８ ２ ７ ０ — —

夺底乡（１９９０） ７２ １∶１．１０ ４０．１ ２３ １９ ２ — —

纳金乡（１９９０） １７ １∶１．２９ ４８．１ １ ９ ０ — —

蔡公堂乡（１９９０） ２６ １∶３．９０ ５３．１ ５ １４ ７ — —

娘热乡（１９９０） ６４ １∶１．７５ ３８．７ ９ ３３ ７ — —

资料来源：马戎，１９９６：４１２。

一般说来，拉萨市区集体户的汉藏混居情况处于中等水平。我们１９８５年
在内蒙古翁牛特旗２６个自然村的调查中，发现以自然村为基本区域单元，蒙汉
居民的“分离指数”为５４．８，蒙汉族群在居住方面的分离程度高于拉萨市区的单
位集体户（马戎、潘乃谷，１９８９：１８５）。
表１２７还列举出族群分离程度较高的单位数，１９８８年两个办事处下属的

９１个单位集体户中藏族或汉族占大多数的（即为另一族群人口的２倍或以上）
共有５９个，占单位集体户总数的６４．８％，其余３２个单位的汉藏比例相近。

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时共有５０４个单位集体户，其中藏族或汉族占大多数的单位有

３１７个，占总数的６２．９％，与１９８８年相比略有减少。
藏族比例最高的单位是寺庙，由于藏传佛教（ＴｉｂｅｔａｎＢｕｄｄｈｉｓｍ）与汉族地

区的大乘佛教（Ｍａｈａｙａｎａ）之间的不同，汉族僧侣很少来拉萨修行。除了寺庙
外①，藏族占大多数的单位，主要是基层行政和服务机构（如派出所、医院、商店

等）。由于老城区居民主体是本地藏族，经常与他们打交道的派出所、小学、商

① １９９０年普查结果，哲蚌寺为７７５人，除１０名回族外均为藏族，其余色拉寺６０９人、格鲁寺１０７
人、曲桑寺１０６人、大昭寺９３人均为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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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服务机构也以藏族为宜①。从普查结果可以看出拉萨市大多数企业的职工也

是以藏族为主，如市地毯厂（７６．２％）、市铅印厂（７８．３％）、市水泥制品厂
（７９．５％）、市建筑公司（８１．２％）、区电机厂（８２．５％）、区化工厂（９１．５％），反映
了三十多年来藏族工人队伍的发展壮大。在政府部门和事业机构中，有的单位

特别是技术性较强的机构，汉族比例大一些，如运输车队（７０％—８０％）、市邮政
局（６２％）、区科技局（６５％）；有的单位藏族比例大一些，如自治区公安厅
（６５％）、西藏大学（７０％）、市法院（７１％）、城关区政府（８０％）、藏医院（９７％），不
存在整体性向一个族群倾斜的情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拉萨城关区的单位集体户在汉藏人口比例上各单位

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平衡，这反映在“分离指数”的计算结果中。但是对各

单位进行的具体分析，说明这种不平衡基本上与各单位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对象

有关，与权力分配没有明显的关系，没有哪一个族群在政府机构中受到明显的

排斥②。总的来说，在西藏自治区的各级党政机关中，藏族干部的比例普遍很

高，而且越到基层组织，藏族干部的比例也越大。以１９８８年拉萨市城关区所属

５９４名干部的情况为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在这５９４名国家干部中，属于
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共有２３１人，其中藏族１８４名（占８０％），汉族４０人
（１７％），其他族群７人（３％）；属于党组织系统单位的共有９２人，其中藏族７９
人（占８６％），汉族１０人（１１％），其他族群３人（３％）；属于教育系统单位的共有

２７１人，其中藏族２０４人（占７５％），汉族５７人（２１％），其他族群１０人（４％）。
从我们对西藏拉萨市居住情况的调查结果来看，进一步证实了我们在图

１３１中提出的族群居住模式：（１）老城区基本上是本地藏族居民，（２）郊区各乡
基本上是本地藏族农民，（３）汉族常住居民和藏族外来移民主要是政府安排工
作调动的国家职工，他们集中居住在城区和近郊的“单位集体户”里，（４）在“单
位集体户”里，汉族职工与藏族职工又根据工作性质与工作对象，出现了一定程

度的相对分离，即一部分单位以汉族为主，一部分以藏族为主。上述居住格局

在客观上使拉萨的汉族与藏族呈现了相当程度的相对隔离状态，而且居住地点

的隔离，对于工作地点、学校中的汉藏交往条件造成限制，对在娱乐场所、消费

场所的共同交往与汉藏民众之间建立亲密的私人往来也必然产生消极影响。

如果可能的话，应当在今后的住宅区建设和城区改造规划中，注意使老城区藏

①

② 在有些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法律和政府法规中明确规定对一些族群（如华人）实
行排斥或限制。

如八廓小学６０名教职工均为藏族，吉崩岗小学１２６名教职工只有１名汉族，八廓街道办事处２５
人当中有２４名藏族和１名回族，吉崩岗派出所３１人中只有１名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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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居民与单位住宅逐步交混起来，为汉族居民与职工之间的日常交往创造更加

便利的客观条件。

五、中国其他地区城乡族群居住模式的研究

近年来，一些年轻学者在除拉萨之外的我国另外４个自治区的首府城市也
开展了族群居住模式的调查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先后发表，丰富了我国族

群居住模式的研究文献并可被利用来开展进一步的中外城市比较分析。下面

对这４个城市的研究成果做简略的介绍。

（一）４个自治区首府城市族群居住格局调查

１．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城市）。王俊敏于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期间在
这个城市进行了系统的族群关系调查，这些调查结果和相关的研究以《青城民

族———一个边疆城市民族关系的历史演变》为书名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２００１
年出版，其中有两章专门分析了呼和浩特市的族群居住格局，详细介绍了在这

座城市中，满、回、蒙、汉４个族群在人口规模和居住模式方面的历史演变。
历史上以蒙古族为主体建立的归化城和以满族八旗驻军为主体建立的绥

远城在近代逐渐吸收了经商的回族和汉族，两城最后连成一体成为新的呼和浩

特，在呼和浩特被确定为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之后，蒙古族和汉族人口又得到

明显的增加。由于贸易活动、人口迁移、行政建制等方面的变化，最后形成了今

天呼和浩特市的４族居住格局：蒙古族相对集中居住在新城区和郊区，回族集
中居住在回民区（老城区）、满族集中居住在新城区，汉族分散居住在各个城区

（王俊敏，２００１：１１—５４）。

２．银川（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城市）。马宗保于１９９８年发表了“银川市区
回汉民族居住格局变迁及其对民族间社会交往的影响”一文，根据在银川市的实

地调查，他在文章中系统地分析了该城市族群居住模式的演变及影响因素。

历史上银川也分为新、老两个城区，回族人口在老城区和郊区比较集中，新

城区则由回、汉、满三族混杂居住，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迁
入汉族人口不断增加。由于银川的回族伊斯兰教风俗习惯占据城市主流，清真

餐饮业与众多的宗教活动场所并不会给散居的回族居民带来生活上的不方便，

因此回族居民也改变了过去环寺而居的传统模式，随着城区住宅的不断扩建而

分散到市区各个部分。在银川市，回汉互作邻居的比例很高。根据作者对于

１９２户被访居民的调查，汉族中有２７％与回族为邻，回族中有６５％与汉族为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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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户访中回族居民表示不愿意与汉族为邻的只有５．２％，汉族居民中表示不愿
与回族为邻的只有４．３％。所以回汉混杂居住的高比例是银川族群居住模式的
主要特点（马宗保，１９９８）。

３．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城市）。在１９９９年发表的“南宁市区的居
住格局与壮汉居民的社会交往条件”一文中，梁茂春详细调查和分析了南宁市

中心５个城区的族群居住情况，汉族占城区居民人口总数的７３．４％，壮族占

２４．２％，其他族群仅占２．４％。他以派出所为分析单位，对２５个派出所管辖区
的族群居住状况进行了分析，计算得到的“分离指数”在８．７９到１６．４６之间，这
说明南宁市城区汉壮两族的混杂居住程度很高。

南宁市郊区１５个乡镇下辖１２９个村委会，以行政村为计算单位，壮汉两族
农村人口居住“分离指数”在９．２和６３．２之间，所以与城区相比，郊区村落中存
在较高的族群分隔居住的情况。梁茂春还详细调查了郊区部分乡镇集体户的

居住模式，计算出来的“分离指数”在１０．９到３９．０之间，他计算的南宁市中小
学汉壮学生的“分离指数”在８．２７（教委直属８所小学）到４８．２７（东郊１６所小
学）之间。在结论中，作者指出自东晋时期汉人就开始迁入南宁，汉壮两族之间

交往密切，长期相互混杂居住。而造成南宁郊区相对较高“分离指数”的原因是

历史遗留的族群居住格局和解放后实行的迁移限制（梁茂春，１９９９）。

４．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城市）。王建基于１９９９年发表了“乌
鲁木齐民族居住格局与民族关系”一文，在这篇论文中她分析了１９４９—１９９６年期
间乌鲁木齐市各族群人口的变化，在此期间该市总人口从１０万人增加到１４８万
人，由于人口迁入的因素，汉族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６２．３％增加到７２．８％，
维吾尔族人口从１７．０％下降到１２．３％，回族人口从１８．０％下降到９．５％。
在乌鲁木齐市６个城区当中，少数族群人口相对集中居住在天山区和头屯

河区，文章介绍了各城区的族群人口数字和比例，并总结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居
住格局的特点：在老城区维回两族居民仍然按传统模式集中居住在某些街巷

里，原来单一族群居住的街区正在向族群混居转变之中，但总体来说，乌鲁木齐

各族群居民仍然处于相对“隔离”状态（王建基，２０００）。
除了对以上５个自治区首府城市开展调查之外，我们也组织了当地学者对

西宁、昆明这样的多族群城市进行调查，希望这些调查项目的研究成果也能早

日面世。

（二）对于其他地区城乡族群居住情况的调查

除了城市调查，在过去十几年里，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也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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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族群地区调查了各地农村和牧区的族群居住模式并分析农村族群交往的特

点。我们１９８５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２６个自然村的调查中，发现以自然村为基
本统计单元时，计算得到的蒙汉居民居住“分离指数”为５４．８。这样看来，赤峰
农村蒙汉农民在居住方面的分离程度甚至高于拉萨市区的城市单位集体户。

由于这种居住模式与当地历史上的移民情况和各村的经济活动类型密切相关，

在牧区和农区又分别呈现出不同的族群居住模式与不同的族群交往模式（表

１２８）。在农业区，由于汉族占人口中的大多数，所以有３５．６％的蒙古族农民的
多数邻居（前后左右的４户中有３户）是汉族，３１．４％的蒙古族农民表示他们来

往朋友中大多数是汉族①。赤峰的牧区基本上实现了定居，虽然夏季少数青壮

表１２８ 内蒙古赤峰地区被调查户主的蒙汉混居、交友情况（１９８５）

族群比例
农区居民 牧区居民

汉族 蒙古族 汉族 蒙古族

四周邻居中

蒙古族为多数 ８．９ ４５．０ ３２．０ ８９．２
蒙汉各半 ８．３ １９．４ ９．３ ４．０
汉族为多数 ８２．８ ３５．６ ５８．７ ６．８
总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亲密朋友中

蒙古族为多数 ６．９ ４３．５ ３４．６ ８５．４
蒙汉各半 １３．０ ２５．１ １７．５ ８．７
汉族为多数 ８０．１ ３１．４ ４８．０ ５．９
总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马戎、潘乃谷，１９８９：１８５—１８６。

① 交友情况是研究族群交往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西方学者在这个专题上也做了大量调查。据美
国ＡＢＡ新闻社和《华盛顿邮报》的调查，跨种族交友的比例在１９８１—１９９７年期间有一定程度的增加（见
下表）。

调查时间 黑人 白人

１９８１
有亲近白人朋友 ６９％ 有亲近黑人朋友 ５４％
没有亲近白人朋友 ３１％ 没有亲近黑人朋友 ４６％

１９８６
有亲近白人朋友 ６９％ 有亲近黑人朋友 —

没有亲近白人朋友 ３０％ 没有亲近黑人朋友 —

１９８７
有亲近白人朋友 ８０％ 有亲近黑人朋友 ６６％
没有亲近白人朋友 ２０％ 没有亲近黑人朋友 ３４％

１９９７
有亲近白人朋友 ８３％ 有亲近黑人朋友 ７１％
没有亲近白人朋友 １７％ 没有亲近黑人朋友 ２９％

资料来源：Ｌａｄｄ，２００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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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劳力外出放牧，但是家属仍住在定居的房子里，形成村落。在牧区的蒙古族

居住相对集中，８９．２％完全没有汉族邻居，而人口较少的汉族有５８．７％居住在
汉族聚居区。

从内蒙古赤峰地区农业区的调查来看，以自然村为单位的农村族群居住分

隔程度有可能高于城市。因为自然村是在历史上逐步形成的，农民们有较大的

自由度选择自己居住的村落，而且政府对于农村之间迁移的限制很少，即使发

现对居住的地点不满意，还可以迁到自己满意的地点。我们在赤峰牧区的调查

中发现，在那些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迁来的移民当中，有２％回答说他们的迁移
原因是“希望和本民族在一起”（马戎，１９８９ｂ：４８）。这些蒙古族牧民原来居住在
南部，当地迁来许多汉族农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为了继续过传统的

牧业生活，就迁到了草原牧区。

而城市居民要改变自己的居住区域就不那么容易。在１９４９年以前，居民
们可以自由选择地点购房或者租房，所以还有可能自然形成一些族群聚居区

（如北京的牛街、拉萨的老城区）。５０年代以后，职工住房成为单位分配的内容，
加上住房资源紧张，各族居民的居住地域就出现很大的随机性，一般都会出现

族群混居的状况。美国城市中的种族居住隔离较高，与住房资源丰富，居民可

以随意选择居住地点有关。所以当我们发现中国和美国城市居民的族群居住

格局很不相同时，需要从各国在住房体系和分配制度的差异中寻找原因。

１９９７年夏天，我们在南疆喀什地区进行了当地人口迁移和族群居住模式的
调查，在表１２７中介绍了喀什市及下属４个县的人口分布。在喀什市和每一个
县内，可以进一步分出四类基层行政区划组织。第一类是市或县镇城关区，是

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商贸、医疗、交通通讯中心，我们从表１２９中可以
看出，喀什市４个城区街道办事处所辖人口中，汉族占２９．２％，其他４个县的县
城镇区的总人口中，汉族也在１７％到３６％之间。如疏勒县总人口中汉族占

６．３％，但在县城人口中汉族占３６．８％。英吉沙县的总人口中汉族占１．７％，但
在该县县城人口中汉族占１７％，这也即是说该县汉族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居住
在县城。

我们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南疆地区城镇的汉族常住人口持续减少，近１０
年来喀什地区的汉族知识分子和行政部门工作人员不断调出，仅１９８４—１９９４
年期间调离喀什的专业技术人员超过千人，同时每年从喀什地区考入大学的汉

族学生约有３００名，而每年大学毕业分配来到喀什工作的不超过１０名，随着老
年汉族职工的不断退休，对当地许多部门的技术性工作带来影响。与喀什邻近

的克孜勒苏自治州情况也是如此，近年来汉族知识分子以每年１０％的速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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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如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年期间，自治州人民医院共调出卫生技术人员１７５人，其中
汉族１４５人，占总数的８３％（尹筑光等，１９９６：１５５）。

表１２９ 喀什市及喀什地区１市４县乡镇、单位民族构成

行政单位 维吾尔族％ 汉族％ １９８２—１９９０

１９８２ １９９０ １９８２ １９９０ １９８２ １９９０ 汉族％变化

喀什市

城区办事处 ４ ４ ６５．５ ６９．０ ３２．８ ２９．２ －
公社／乡 ７ ３ ９９．７ ９６．１ ０．２ ３．３ ＋
农牧林场 ２ ２ ９３．８ ６９．５ ６．０ ２９．４ ＋

疏附县

县城镇区 １ １ ７７．５ ７６．０ ２１．７ ２３．３ ＋
公社／乡 １０ １７ ９９．０ ９８．４ ０．６ １．１ ＋
农牧林场 ５ ５ ５６．５ ６６．１ ４１．８ ３２．７ －

疏勒县

镇区 １ １ ５０．７ ６１．９ ４７．６ ３６．８ －
公社／乡镇 １２ １４ ９９．７ ９９．５ ０．１ ０．３ ＋
农牧林场 ３ ８ ６１．６ ５８．６ ３７．７ ４０．６ ＋
兵团 １ １ ６．７ ７．１ ９２．１ ９１．７ －

英吉沙县

县城镇区 １ １ ７９．２ ８２．４ ２０．２ １７．０ －
公社／乡 １２ １３ ９９．３ ９９．４ ０．２ ０．２ －
农牧林场 ２ ７ ６１．６ ８９．２ ３６．２ ９．３ －

泽普县

县城镇区 １ １ ６７．７ ６７．９ ３１．０ ３０．９ －
公社／乡镇 ９ １１ ９１．５ ８８．２ ５．２ ８．５ ＋
农牧林场 ４ ４ ８１．２ ８４．９ １７．５ １４．３ －
石油基地 １ １ ２２．７ ３１．９ ７５．８ ６６．４ －

资料来源：新疆自治区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资料汇编。

第二类是乡或县镇以外的其他建制镇（在１９８２年为公社），这是各县的基
层农业社区，是占各县人口８５％以上的农民所居住的地方。从表中可以很清楚
地看到，在这一类社区中，汉族人口仅占０．３％到２％。一个例外是泽普县，在
它的一个乡里有一个汉族大队（１８６９人），使全县乡级单位的汉族人口比例达到

８．５％。在南疆基层农村，不同的族群在行政建制上保持族群的相对独立是比
较普遍的情况。

第三类是国营农牧场、种畜场、园艺场等基层组织，直接由县里部门领导，

技术性要求比较高，产品商品率也比较高。在这类经济组织中，汉族人口一般

比例在１０％—４０％左右。凡是带有较高技术要求的，汉族比例也就比较高，如
疏附县的种畜场有１１１５名职工，其中汉族５５３人；疏勒县的食品厂有职工１９１９
人，其中汉族１０２７人；而英吉沙县的国营牧场中汉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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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类是由自治区甚至中央部门直接管辖的石油基地、建设兵团等机构，

许多职工从内地调来，有的定期轮换。这类机构也从当地招收部分少数民族职

工，但总的来说汉族比例较高，如泽普县的石油基地，汉族比例为６６．４％，疏勒
县的兵团汉族比例为９１．７％。
在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９０年期间，各类组织的汉族人口比例也有一些变化。第一

类组织（县城）的汉族人口比例总的来说在减少；第二类组织（公社—乡）的汉族

人口比例有少量增加，有些大队从内地招收了一些汉族农民来开荒；第三类组

织（农牧林场）根据各县每个机构的具体情况汉族人口或有增加，或有减少；第

四类组织（直辖经济组织）逐步在增加少数民族职工的数量，汉族人口比例有所

下降。

虽然我们在喀什地区的调查没有去计算以村落为计算单位的族群居住“分

离指数”，但是我们从表中可以清楚看出当地的族群居住模式，即是汉族相对集

中居住在国有企业单位（石油基地、兵团、国营农牧场）和县城，在基层农业乡镇

里汉族很少或者组成独立的生产队，所以，南疆地区的族群居住隔离模式不是

简单的地域分隔，而是以所有制和城乡分野为基本特征的居住分隔。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有些学者在城乡族群居住格局方面也开展了
一些实地调查研究，除了上面介绍的之外，还有纳日碧力戈对呼和浩特市的调

查和陈长平对北京市马店、牛街两个居委会的调查，他们的研究也都涉及到居

民的居住情况（纳日碧力戈，１９８５；陈长平，１９９３），同时其他一些出版物也不同
程度地讨论过族群居住情况。但是总的来说，对于城乡族群居住格局的调查研

究在中国才刚刚开始，我们不但需要对各主要少数族群聚居地区的族群人口居

住分布状况进行基础性的调查，而且需要对形成目前居住模式的各类影响因素

进行系统和深入的分析，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亟待加强。

六、学校中的族群格局

西方国家在对种族隔离的研究中，族群之间的“居住隔离”与“学校隔离”是

两个同等重要的研究专题。由于人们普遍愿意送孩子就近入学（特别是小学与

中学），所以居住格局与学校隔离之间有着密切关联。甚至有人说，学校隔离是

居住隔离的副产品，两者共同体现了“族群隔离”。所以凡是反对种族或族群压

迫、反对族群隔离的民众运动，都非常关注消除学校中的族群隔离现象。列宁

早在１９１３年就明确提出，“要求本国各民族一律享有完全的平等权利，铲除民
族之间的种种隔膜，使各民族的儿童在共同的学校里打成一片”，通过在学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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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族儿童们的相互接触，将有利于使各族民众“抛弃一切野蛮的和愚蠢的民族

偏见”（列宁，１９１３ｅ：３０４）。
在各级学校里的学习过程，也是青少年们形成其基本思想观念的重要“社

会化”进程。学校既是孩子们学习知识的主要场所，也是他们认识社会、建立价

值观、产生与加强族群意识的重要场所。在教育发达的国家，这个上学的过程

长达十几年，中国也正在大力推行九年义务教育。所以关于学校里的族群交

往，也就需要我们给予特殊关注。前面我们谈到学校中的师生族群结构，这就

是分析“学习场所”族群交往的客观条件。

（一）美国学校中的族群构成

美国曾经长期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自上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在“民权运动”中
美国政府开始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逐步废除学校中

的种族隔离。最早的一个案例是１９５４年，最高法院裁决一个地方学校的隔离
制度为“违宪”。在１９５４—１９６７年期间，联邦政府逐步推动各州废除学校隔离
制度。具体的办法是：政府要求每个街区的公立学校必须按照城市种族人口的

总体比例构成来接纳生源，如果在规定时间内达不到规定的标准，就削减甚至

停止提供政府的拨款和财政补贴。当时联邦政府采取的４项主要措施是：（１）
关闭一些纯黑人学生的学校；（２）重新划分学生入学的区域设置；（３）新建一些
有吸引力的学校（ｍａｇｒｅｔｓｃｈｏｏｌｓ）来吸引不同种族学生；（４）建立跨区域（甚至全
市性的）校车体系（ｂｕｓｉｎｇ）来运送学生跨区域就学（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

３３３）。
有关法令颁布以后，引起一片反对之声。因为在种族杂居的街区，要吸收

各种族的学生相对容易些；而在居民种族成分单一的白人街区，从来就没有黑

人和其他族群居民，如何在政府限定的时间内吸纳到这些数额的黑人学生呢？

实际上，学校不得不勉为其难，到其他街区去招收黑人学生，政府组织专门的校

车跨区域接送学生，但白人教师因为存有种族偏见不愿意给黑人学生上课，黑

人学生也不愿到陌生环境去读书，黑人家长对孩子的安全更不放心。所以落实

这样的措施面临许多实际困难，但联邦政府没有让步。

对于取消学校种族隔离政策的反对意见，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１９５７年原南部联邦的１１个州联合反对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取消学校种族隔离案
件所做的裁决，直至美国总统因州长无视法院命令而派出联邦军队协助执行

时，黑人儿童方能入学。１９５７年联邦军队１０１空降师护送黑人学生进入阿肯色
州小石城市中心高中的一张照片，成为记载美国废除学校种族隔离制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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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Ｃｌａｒｋｅ，Ｌｉｆｅ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１９５７ＴｉｍｅＩｎｃ．

性照片（Ｎｏｒｔ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８２７）。
当时美国各地特别是南方各州，学校中的种族隔离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

在１９６５年，美国有８０％的白人学生在学生总数９０％—１００％都是白人的学校
读书，６５％的黑人学生在学生总数９０％都是黑人的学校读书（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
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３３１）。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这些政策和法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了美国从前主要按种族分校学习、分区居住等不利于改善种族关系的格局。到

了７０年代，在一些地区的学校种族隔离明显下降，有５座城市的学校“分离指
数”下降了约４０。在１９６７—１９７４年期间，６３％的南部城市和２５％的北部城市
的学校“分离指数”下降了２０（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３３３）。
美国民众对于学校种族隔离的态度也在发生转变。调查结果表明在１９４２

年的白人被访者中，只有３２％赞成白人与黑人同校学习，到１９９５年这一比例上
升到９６％。同样的态度变化也出现在对就业竞争问题的回答中，在１９４４年的
白人被访者中，只有４５％主张黑人应当具有同样的机会竞争任何工作职位，到

１９７２年这一比例上升到９７％（Ｓｃｈｕｍａｎ，１９９７：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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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想象，由于居住格局和学校格局的这种改变，黑人和白人孩子从

小得以在一起学习和游戏，这对于改变他们之间的种族偏见、改善他们之间的

关系，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美国学校中的种族隔离现象并没有完全消

除，私立学校并不受政府规定的限制，随着白人逐步迁往郊区和黑人迁入市中

心区，种族隔离现象开始受到居住隔离格局的负面影响。国外在加强民族、种

族交流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据近期的有关报道，在美国南部的学校里出现了种族“再隔离”现象。如

２００１年佐治亚州黑人占多数的小学中，白人教师中有３２％离职，而１９９５年这
一数字为１８％，而且白人教师“逃离富裕黑人区的速度与逃离贫穷黑人区的速
度几乎一样”。据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指出，“白人教师大量调离的部分原因在

于最近联邦法院做出裁决，取缔民权时代的保护措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１日）。同一天的《纽约时报》也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公立学校的
种族隔离现象比几十年前更加严重”（《参考消息》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３日）。

（二）西藏拉萨市学校内族群交往的条件

我们在各地区调查族群关系时，对当地学校的族群构成情况也给予了一定

的关注。１９８８年在拉萨市调查时，我们专门走访了市教育局和几所中小学，了
解汉藏分校和分班的具体情况。除了学生的族群构成之外，教师的族群构成是

分析学校里族群交往的一个重要环节，来自不同族群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接触

有助于相互了解和建立感情。表１２１０是１９８８年西藏全区中学教师的族群构
成与这些老师讲授的科目。高中教师中汉族占８１．２％，初中教师中汉族占

６１．８％，初中数理化特别是高中部分的数理化课程主要是由汉族老师来讲授，
在一些基层初中，汉文课由藏族老师来教。这种格局使许多学校里都有汉族教

表１２１０ 西藏自治区中学教师情况（１９８８）

授课科目 政治 藏文 汉文 数学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总计

初中 汉族 ４９ ０ ２１４ １８３ ９１ ８３ ２７ ２９ ３０ ４８ １４ １９ ８ ７９５
藏族 １７ ９７ １１４ １３２ ３６ １６ １ ７ １３ ５ ９ ３８ ６ ４９１

高中 汉族 ２５ ０ ６１ ６０ ４５ ４５ ２２ １８ ２８ ２７ ０ １９ ０ ３５０
藏族 ４ ３２ ９ ８ ６ ２ １ ５ ２ ０ ０ １２ ０ ８１

合计 汉族 ７４ ０ ２７５ ２４３ １３６ １２８ ４９ ４７ ５８ ７５ １４ ３８ ８ １１４５
藏族 ２１ １２９ １２３ １４０ ４２ １８ ２ １２ １５ ５ ９ ５０ ６ ５７２
资料来源：西藏自治区民族教育科学研究所，１９８９：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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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和藏族教师同校教学，这对于汉藏教师之间互相学习和交流经验，无疑是有

积极作用的。

我们在拉萨市专门调查了汉藏学生分校的情况。汉藏学生分班所带来的

利与弊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办民族中学、民族学院（汉族与少数民族分校）

的情况相似。中小学生在课上和课余时间里，接触最多的是本班同学，汉藏分

班而且两个班又有明显的差别（教学用语、课本不同），容易以班为单位形成校

内的小团体，产生汉藏学生之间的隔阂。汉藏分班从单纯的教学角度看，确实

可以减少讲课中的难度，但是其负面的社会效果则是无法估量的。我们１９８８
年在西藏调查时，拉萨市城关区下属的１７所小学中仅有两所是汉藏同校的小
学，其余１５所都是汉藏分校，可见在拉萨市的小学里，汉藏隔离是十分明显的。
而在仅有的两所汉藏同校的小学中，我们还发现了汉藏分班的现象，即班级层

面上的族群隔离。表１２１１是这两所小学汉藏分班的具体情况。

表１２１１ 拉萨城关区两所汉藏同校小学的分班情况（１９８８）

实验小学 市第二小学

藏文班 汉文班 藏文班 汉文班

班数 藏族 汉族 班数 藏族 汉族 班数 藏族 汉族 班数 藏族 汉族

一年级 ２ ８１ ０ １ ０ ６４ ３ １５５ ０ １ １１ ４２
二年级 １ ５１ ０ ２ ０ ８４ ２ １２２ ０ ０ ０ ０
三年级 ０ ０ ０ ３ ６８ ８３ １ ６５ ０ ２ ３８ ４６
四年级 ０ ０ ０ ２ ４３ ５２ ２ ８５ ０ ２ ３５ ３９
五年级 ０ ０ ０ ４ ９６ ９０ ２ ７２ ０ ２ ３６ ３６
教员数 — １６ — — — ３７ — ２４ — — — ２５
资料来源：马戎，１９９６：４２２。

从表中可以看出，由于政府大力强调对于藏族学生必须实行藏语授课，

１９８７年以后汉藏分班的情况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而且被制度化。实验小学自

１９８７年开始增设藏文班，实行汉藏分班，藏族学生不准就读汉文班；市第二小学

１９８７年没招汉文班，１９８８年招了一个汉文班，在家长的强烈要求下，允许一小
部分藏族学生就读汉文班（占该年级藏族学生总数的６．６％），同期增加了藏文
班数量。我在该校调查时，校长和教员们提到对汉藏分班的看法，对于不允许

藏族学生选择去汉文班就学的现行政策，他们认为应当有比较灵活的规定，应

当给家长们有选择的自由。他们指出有一些藏族家长明确表示希望自己的孩

子能上汉文班，原因是为了使孩子将来在学习知识和就业方面能够有一个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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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广的发展天地，有些有条件的家长最后只好把孩子送到成都去上汉文学校。

自由选择孩子的学习语言，应当是每个中国公民由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不应

当由地方政府的规定加以限制。

从我们在拉萨市调查的情况来看，如果实行汉藏分班，就应当允许家长做

选择，学校不宜去做硬行规定，教育部门也不应搞“一刀切”，把汉藏分班作为硬

性的检查指标。汉族学生上藏语班和藏族学生上汉语班，都是应当允许的。同

时根据国内外的研究结果，学校中的族群隔离现象（无论是在学校的层面，还是

在班级的层面），对于加强族群之间的交往、改善族群关系都必然会带来负面的

影响。

七、小 结

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诞生地，在几千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个族

群也都经历了多次的地域迁移。在今天，每个族群的成员们在他们的生活中也

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居住模式，或者本族聚居，或者与其他族群混居。不同的居

住模式为这些族群成员们之间的交往提供了不同的条件。

本章的核心问题是讨论如何认识、如何分析以及如何解读在一个多族群社

会中族群的居住模式。为此我们首先讨论了分析族群居住模式的几个层面，讨

论了不同族群的成员日常交往的七个方面，其中特别重要而且可以进行量化分

析的就是居住格局。作为衡量居住隔离的分析指标，我们介绍了美国学者提出

的“分离指数”以及美国社会学家们在城市“居住格局”方面的一些实际研究。

借鉴国外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在过去十几年

里在我国少数族群地区组织了关于当地族群“居住格局”的一些研究，包括西藏

拉萨市和其他４个自治区首府城市的专题研究，以及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和新疆
喀什地区农村居住格局的调查。本章对这些专题研究也做了一些介绍。

学校校园是各族群成员交往的一个重要场所，所以国外社会学家非常重视

“学校隔离”的调查研究，我们在本章中也简略讨论了学生、教师的族群构成问

题，介绍了美国的一些基本数据和我们在西藏的调查结果。

由于族群成员在居住地点上的相互隔离会对族际交往产生特殊的负面影

响，因此美国学者们对于“居住格局”的研究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从理论和研究

方法上都做出了许多努力，而且他们的研究成果对美国的城市规划和住房政策

等起到了指导作用。新加坡也非常注意在居住方面的族群分布，在政府建造住

宅的分配过程中特别注意防止族群的相对聚集，制定了以族群为对象的非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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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分配政策。这些研究成果和其他国家政府在调整和引导族群居住分布方

面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对于我国也具有一定的启示。

不同族群成员们在一个城市、一个社区里生活，但是分别居住在不同的街

区，这样的居住格局毫无疑问将对族群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一问题长

期被政府和规划部门所忽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拉萨市族群居住格局的形成
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除了拉萨，我国还有许多城市都是多族群共同居住的

城市。现在这些城市的族群居住格局究竟怎样？是否存在着族群隔离居住的

现象？如果存在，其程度如何？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在族群居住方面是更加相

互混杂，还是相互隔离？造成这一发展趋势的原因都有哪些？如果其中包括有

政策和城市规划方面的因素，为了逐步降低城市中在居住方面的族群隔离程

度，今后我们的住房政策和城市规划需要进行哪些必要的调整？这些问题都需

要我们通过长期深入、系统的实地调查和个案研究才能真正有所认识，才能够

提出符合各个地区、各个城市发展历史和实际情况的思路和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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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

族 际 通 婚

在所有那些具备了发达的“族群”意识的群体中，存在或者缺

乏族际通婚通常是种族吸引或者隔离的后果。

———马克斯·韦伯（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８ａ：３８５


）

在一个多族群国家中如何处理好各个种族和族群集团之间的关系，始终是

国家的政治领袖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因为这会影响到国家的统一；同时也是各

族群集团领袖和每个成员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因为这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繁

荣、利益的分配机制和人们的发展机会。由于不同族群成员之间的亲密接触和

相互联姻可以反映族群交往中一个较深层面的发展状况，所以许多研究族群关

系的学者把对族际通婚的调查分析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专题。我们研究中国

的族群关系，分析中华民族各族群之间凝聚力的产生与发展，也需要对我国的

族际通婚问题予以特殊的关注。

人们一般可以想象到，两个族群整体如果相互关系紧张、彼此仇视，他们成

员之间的相互接触会受到许多外部的限制，双方成员的内心对与对方接触也会

存在某种隔阂与障碍，通常是很难建立恋爱关系并最终缔结婚姻的，即使出现

个别情况，结局也只能是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的悲剧。只有当两个族群之间的

关系在整体上比较融洽与和谐时，他们的成员中才有可能出现一定数量和比例



的族际通婚。

但是在实际调查研究工作中，我们应当如何从理论上更加系统和深入地认

识和理解族际通婚，又如何通过哪些具体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族际通婚，这就是

本章所要探讨的主题。本章将首先讨论一般婚姻与族际通婚的重要区别，在此

基础上提出一个分析族际通婚的理论框架，以便于我们分析影响人们择偶的外

界条件和内在因素，并充分认识族际通婚所具有的特殊性。

美国社会学界对于族群关系和族际通婚已经有多年的研究，积累了不少经

典研究案例和统计数据，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国外研究成果和分析指标，我们对

美国和苏联的族际通婚情况和研究做了一些粗略的介绍。对于我国的族际通

婚方面，本章将讨论我国传统的族群通婚观念，回顾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展的少
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在这些资料和其他文献的基础上，试图系统分析影

响我国族际通婚的主要因素及其变迁。然后根据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
资料分析全国族际通婚的概貌以及近１０年的变迁趋势。最后将介绍我们在内
蒙古赤峰地区进行的蒙汉通婚研究案例，希望通过对基层社区和个人这两个层

面的调查数据分析，不仅是了解到该地区蒙汉通婚的现状和影响族际通婚的各

种因素，同时也对族际通婚的专题调查有一些更系统、更具体的了解。

一、婚姻与族际通婚

婚姻由两个异性个体所组成①，结婚双方及有关血缘亲属共同组成家庭，而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也是分析研究社会变迁的重要切入点。所以

对于婚姻与家庭的研究，始终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族际通婚所涉及

的不仅仅是两个异性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且隐含着这两个人所代表的各自族群

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影响人们择偶与婚姻的因素很多，与一般的婚姻相比，族

际通婚除了共性之外，还有哪些特性？

在图１３１和图１３２中，我们尝试把影响一般婚姻和族际通婚的诸因素表
示出来。在图１３１中我们区分开家庭所属群体基本特征与个人的基本特征：每
个人都出生并成长于某个固定的家庭，这个家庭在其所在的社会中在社会政治

地位（属于哪个阶级、阶层）、经济地位（收入、消费档次）和地缘网络（籍贯）等方

面都具有自己的特征和位置，这些因素无疑对个人的成长和个人特征的形成

① “婚姻可以被定义为由社会接受并认可的发生在两个成年人之间的性结合”（Ｇｉｄｄｅｎｓ，１９９７：
１４０）。当然，在世界上还存在着“一夫一妻”之外的其他婚姻形式（参见古德，１９８６：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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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什么宗教、持有哪种政治态度、受到什么教育、得到什么职位、收入和财产

有多少等）具有重大的影响。当一个人考虑自己的婚姻对象时，对方家庭与自

己家庭在各个方面的共性与差异，自己与被选择者在个人特征方面的共性与差

异，也都是会充分考虑的。当然，对方的年龄、相貌、智慧、性情等方面非社会经

济因素是引起人们相互爱恋的重要方面，但大多数人一般还是在“门当户对”的

前提下进行选择。由于一些非社会经济因素而冲破“门当户对”婚姻框架的爱

情与婚姻是存在的，但其数量终究是少数，且常常以悲剧告终。

图１３１ 影响同族通婚中个人择偶决定的诸因素

政府制定的一些政策对于婚姻对象的选择也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除了政府《婚姻法》在结婚年龄等方面的规定外，长期以来我国“城市户口”和

“农村户口”的区分以及相关在就业、社会福利、医疗、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区别对

待，对于城乡居民之间的通婚无疑也存在着消极影响，既影响所在群体的态度，

也影响个人在涉及通婚决定时的考虑。

族群间通常存在着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但是各个不同族群间的差

异程度不同。如我国的满族与汉族的差异就相对较小，在语言、宗教、生活习俗

等方面几乎没有差别，而且普遍与汉族杂居。而维吾尔族与汉族的差异就相对

大一些，有自己的语言、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生活习俗。所以在图１３２中我们
在群体层次上提出了３组变量：（１）族群基本特征；（２）历史关系特征；（３）两族
共处特征。

“族群基本特征”可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类。在两个族群共处的过程

中，各自“基本特征”之间的差异有多大，“族群分层”（马戎，１９９７ａ：１８）达到怎样
的程度，都可以直接影响族群之间“边界”是否清晰，以及两个族群之间在交往

中的平等程度。“边界”模糊的、相互之间比较平等的两个族群，他们成员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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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２ 影响族际通婚中个人择偶决定的诸因素

往深度和广度也会达到较高水平，而且整体关系会比较和谐。

“历史关系特征”（也就是族群关系中的历史因素）主要是表示两个族群历

史上关系的融洽程度，一些历史事件和造成的影响会对现时和未来的族群关系

继续发挥作用。例如以色列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是有其历

史渊源的。

“两族共处特征”可以有两部分主要内容。一是政府制定的有关族群关系

的法律，美国过去的“种族隔离法”以及禁止种族通婚、实行种族歧视的各种法

律和规定无疑对当时美国的族际通婚有着明显的消极作用。二是自觉或不自

觉形成的族群居住格局，在一个城市中的各街区中，不同族群是混杂居住还是

彼此隔离，也会影响族群之间交往的深度与广度，影响族群关系的和谐程度，甚

至会影响族群对自己本族成员与另一个族群缔结婚姻时的态度。

“人口因素”特别是族群人口的相对规模和性别比，是我们考察族际关系所

不可忽视的。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ＰｅｔｅｒＢｌａｕ）在他的著作《不平等和异质
性》（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ｈｅ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中专门讨
论了“族际交往”和“族际通婚”。他特别强调了人口数量和相对规模的重要性，

“在两个群体中，小群体的群际交往要多于大群体，⋯⋯小群体的群际通婚率高

于大群体”（布劳，１９９１：３４，３５）。人口相对规模因此会影响到族群的居住格局，
也会影响到这个族群的成员与其他族群成员进行交往和实现通婚的机会。具

有一定规模人口的性别比通常是比较均衡的，但是移民的性别比则可能由于

“迁移选择性”或外部限制而出现失调，在这些情况下则不能忽视这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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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族群整体性的各类特征和影响因素之外，个人所具有的个体社会经济

特征（如家庭背景、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在考虑婚姻时也是不

可忽视的。在图中还特别提出“个人特征与所属族群特征之间的差异”一项，某

些个人由于其家庭或个人经历的特殊性，可能在基本特征方面与族群整体特征

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如Ａ族与Ｂ族之间在语言、宗教方面完全不同而且相互交
往很少，但Ａ族某些成员可能长期居住在Ｂ族地区，熟练掌握了Ｂ族语言并接
受了其宗教信仰，他们对与Ｂ族成员结婚的态度可能会比没有与Ｂ族相邻居住
的其他Ａ族大多数成员要积极。
通过对族群集团间通婚的实际情况调查，通过对与异族结婚人员的家庭背

景、个人经历与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并把族际通婚人员与族内婚人员进行比

较，我们可以归纳出影响族际通婚的各种因素。并可以从当前这些影响因素的

状况和变化来预测今后族际通婚的前景。族际通婚所涉及的因素远多于一般

婚姻，而且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复杂。

在上面的这两个图中，我们仅仅十分简略地设想了在群体层面和个人层面

影响婚姻和族际通婚的各种因素，图中的“变量”（因素）与实际情况相比显然会

有遗漏，而且表述方式也都可以进一步推敲，但是它们大致向我们提供了有助

于我们理解和分析族际通婚的基本框架，当我们对调查资料和文献进行分析

时，我们重新对这个框架继续进行讨论。

二、族群关系与族际通婚

我们可以说族际通婚深刻地反映了族群关系深层次的状况，这是因为族群

之间的基本差异深植于人们的群体认同观念之中，从而使人们把周围的人群区

分为“同族”与“异族”两类。而每一个人只有对另一个人在感情和心理上都认

为“可以接受”和感到十分亲近的时候，才有可能考虑到与他（她）缔结婚姻的问

题。而在族际通婚的情况下，这样的婚姻也标志着把一个“异族人”吸收进了

“本族”的族群。正因为如此，族际通婚通常并不被本族群认为仅仅是通婚者个

人的私事，在许多场景下，这种族群认同观念和相应的凝聚力会使本族的父母、

亲属、家族、社区对于子女、族人的跨族群通婚表示他们或者赞同或者反对的意

见。两族成员之间的通婚愿望，是得到本族人群体的支持还是反对，在某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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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被视作体现两族关系总体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①。

所以，除了个别案例之外，只有当两个族群群体的大多数成员存在着十分

广泛而普遍的社会交往，彼此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等

各个方面达到相互一致或者高度和谐，两族之间才有可能出现较大数量的通婚

现象。一般达到较高族际通婚率所需主要条件应当包括：（１）两个族群的文化
同化已经达到较高的程度，族群之间没有语言障碍，宗教上互不冲突或至少能

彼此容忍，而不是绝对排斥；（２）两个族群成员们相互之间有很多的社会交往机
会，人们有可能相识并相爱；（３）两个族群彼此之间没有整体性的偏见与歧视；
（４）个人所在家庭与族群社区对于族际通婚也不持反对态度甚至持比较积极的
态度。惟有在这些条件之下，两个族群的成员之间才有可能发生较大规模的通

婚。

一般来说，当两个族群集团间的通婚率达到１０％以上，则可以说他们之间
的族群关系是比较好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族际通婚是族群关系融洽和谐所带

来的结果。但同时，族际通婚又可通过结婚之后双方家庭之间的相互往来，反

过来增进族群间的交往和友谊，因而成为今后促进族群关系进一步融洽的原

因。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把族群间的通婚情况看作是测度不同族群相互关系和

深层次融合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②。

正因为族际通婚如此重要，美国社会学家辛普森（ＧｅｏｒｇｅＥａｔｏｎＳｉｍｐｓｏｎ）和
英格（Ｊ．ＭｉｌｔｏｎＹｉｎｇｅｒ）在他们的研究中把族际通婚率视作衡量美国各种族、族
群之间的“社会距离”和族群融合的一个十分敏感的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

１９８５：２９６）。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戈登在他的著作《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里，
提出了研究和度量族群融合的７个方面（或７个变量）③，其中族际通婚被视为
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他认为惟有当其他６个方面的族群关系都达到令人满意
的程度时，大规模的族际通婚才有可能出现。因此“通婚是（族群间）社会组织

方面融合的不可避免的伴生物”（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６４：８０）。

①

②

③ 这７个方面是：（１）文化；（２）社会组织网络；（３）族际通婚；（４）族群意识；（５）族群偏见的消
除；（６）族群歧视行为的消除；（７）价值观和权力冲突的消除（参见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６４：７０—８２）。

正因为关于族际通婚的研究对于民族关系分析如此重要，美国社会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

究并不断发展关于族际通婚模式的理论。在对民族融合的“熔炉”理论进行实证性研究时，有的学者专门

研究了各族群通婚的范围，并根据在康涅狄格州的调查结果，提出了以宗教集团分界的“三元熔炉论”

（ＴｒｉｐｌｅＭｅｌｔｉｎｇＰｏｔ），表明各族群依其宗教信仰划分成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三个大的内部通婚群体
（Ｋｅｎｎｅｄｙ，１９４４）。

历史上，族群部落首领家族之间的联姻，在许多地区都被视为在两个部落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的

重要措施与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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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族际通婚的因素很多，根据其他研究文献和我们实地调查的体会，我

们试图把这些各种不同的因素在图１４２中表示出来。图中的这些因素表示的
是从宏观认识上所理解的相互影响关系，在具体的定量分析中，这些因素还须

进一步转化为可实际测量的变量。对这些代表各种因素的变量如何进行分析，

我们在后文中将参照实例来进行讨论。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族际通婚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的历史同样悠久。

我们在研究族际通婚时，必须注意到时间、地点、对象这三个要素。

首先，在不同的历史年代，对于同一个种族或族群的观念可能是很不相同

的。种族主义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是一种历史的社会思潮。在中世纪

的地中海地区，白人对于非洲黑人普遍具有较高的评价，而且愿意与黑人交友

和通婚，“在１６世纪之前并不存在白人种族主义或种族奴役”（ＦｅａｇｉｎａｎｄＦｅａ
ｇｉｎ，１９９６：１３）。莎士比亚的名剧《奥赛罗》中的男主角是一位黑人统帅，他在当
时所具有的社会地位可以从侧面证明这一点。在我国，满清刚进入中原时，一

度严禁满汉通婚，等到清朝站稳脚跟后，为了团结汉人又开始允许满汉通婚。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统治集团对于族际通婚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反映了不同时期

的社会场景和族群关系的不同态势。

第二，必须注意具体地点。即使是同属一个族群，其成员如生活在不同的

地区，由于当地总人口中的族群构成、族群文化差距和交往历史，也可能会有不

同的族际通婚率。本族人口是属于分散居住并与其他族群成员混杂居住，还是

属于相对集中聚居，这些族群的成员们在族际通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是不

同的。例如在与汉族通婚这方面，北京或江苏的回族与甘肃临夏的回族在态度

上可能就很不相同。

第三，还要注意具体对象。有的族群在通婚时，对于配偶的族群背景是有

所选择的。例如在美国，德国人后裔当中有许多人不介意与英格兰人后裔通

婚，但很少与黑人通婚。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社会调查发现，我国广西百色的壮族
“和汉族通婚，不与瑶族通婚”（《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二）：２６２）。因此我们
需要特别注意所研究的具体族群的实际情况，注意区分开不同族群在通婚中的

特点。

当我们讨论了理解族群关系与族际通婚的基本理论框架之后，再来看看如

何进行具体的和数量化的调查与研究。我们一般可以得到哪些可用于研究族

际通婚的信息呢？首先，根据人口普查数据资料，我们可以统计或推算出全国

或分省（自治区）的族际通婚率，这本身即是测度族群关系最重要的宏观指标之

一。其次，在社区层面上的族际通婚状况，是了解基层社区最可靠的专题。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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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过对族群集团成员之间实际通婚情况的调查，特别通过对与异族结婚人

员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与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并把族际通婚人员与族内婚

人员进行比较，我们又可以从个体的层面来具体分析族际通婚的案例，归纳梳

理影响族际通婚的各种因素。通过全国、社区、个人这三个层面的综合性分析，

我们就可以对于族际通婚状况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并且可以从各种影响因素及

其变化来预测今后族际通婚的前景。

下面通过一些国内外的研究实例，我们进一步讨论族际通婚研究中所涉及

的一些具体问题。

三、国外的族际通婚研究

（一）美国的族际通婚研究

美国的社会学家们在族际通婚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在人口普查和其他社

会调查中对于发生在不同种族、族群之间的婚姻也进行了许多统计分析。通过

对这些研究结果的介绍和讨论，我们可以了解国外学者在族际通婚研究中的基

本思路、研究方法和统计指标。表１３１介绍了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８０年美国人口普查
数据所反映的种族通婚情况。族际通婚在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里已经成为十

分普遍的社会现象。

表１３１ 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８０年美国种族通婚情况

婚姻类型
绝对数量 百分比（％）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美国已婚夫妇总数 ４４５９７０００４８７６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族际通婚夫妇总数 ３１００００ ６１３０００ ０．７０ １００．０ １．２６ １００．０
黑人—白人夫妇 ６５０００ １６６０００ ０．１５ ２１．０ ０．３４ ２７．１
黑人丈夫—白人妻子 ４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３．２ １９．６
白人丈夫—黑人妻子 ２４０００ ４６０００ ７．８ ７．５
其他族际通婚夫妇 ２４５０００ ４４７０００ ０．５５ ７９．０ ０．９２ ７２．９
黑人丈夫—其他族妻子 ８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２．６ ２．９
其他族丈夫—黑人妻子 ４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 １．３ ２．３
白人丈夫—其他族妻子 １３９０００ ２５４０００ ４４．８ ４１．４
其他族丈夫—白人妻子 ９４０００ １６１０００ ３０．３ ２６．３
资料来源：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２９８（参见马戎编，１９９７：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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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在１７９０年时只有２％的白人带有某种程度的黑人血
统，经过发生在不同种族成员之间的性关系和少量通婚（１９７０年族际通婚仅占
总婚姻的０．７％），到了１９７０年这一比例增加到２９％，同时有８０．５％的黑人带
有非黑人血统。１９６７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废除了在１７个州里仍然实行的禁
止种族通婚的有关法案，这使得美国的跨种族通婚数量迅速增加。在１９６０年，
美国仅有５００００对黑白通婚夫妇，１９７７年增加到１２５０００对，是所有黑人已婚夫
妇总数的３．６％和白人已婚夫妇总数的０．３％（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２９９），
而到２００２年则增加到４０００００对①。黑人之外其他族群的族际通婚率甚至还高

于黑人，在１９７０年，几乎２５％的西班牙裔美国人与其他族群通婚，而在波多黎
各移民的第二代当中，有一半与非波多黎各人通婚。１９８０年美国全国族际通婚
总数为６１３０００对，占婚姻总数的１．２６％（表１３１），在２００２年增加到了

１５０００００对，占婚姻总数的２．６％（《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５日）。作
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族际通婚的比例在世界各国中是比较高的。

在对于美国的族际通婚研究中，学者们提出的值得注意的变量或因素大致

有以下７个：

１．通婚中的种族、族群选择
正如前面谈到的，在族际通婚当中人们是有“种族选择”或“族群选择”的。

不管人们是否公开承认，人们在选择配偶或者为其子女选择配偶时在对方的

“族群背景”方面，存在着一个明确或者模糊的“排序”。在大多数情况下，本种

族或者本族群被作为第一选择，其他群体则有一个优先的次序。这样一种观念

意识必然反映在族际通婚的事实结果当中。

通婚中的族群选择，在少数族群的通婚中更加明显。比如一个居住在纽约

的华裔居民，在工作和生活中他与白人和黑人都存在着相当多的接触机会，他

的婚姻选择可以基本上排除“接触机会”的客观限制。在２１世纪初期，除了与
本族群通婚占据配偶选择的首选之外，统计数字表明在美国出生的亚裔人口中

有半数与白人通婚，三分之一的西班牙语裔与非西班牙语裔的白人通婚（Ｔｈ
ｅｒｎｓｔｒｏｍａｎｄＴｈｅｒｎｓｔｒｏｍ，２００２：１），与此同时，这两个族群与黑人通婚的比例则
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反映出这两个族群在通婚时具有明显的种族选择倾向。

２．通婚夫妇中的性别比例
在黑人的族际通婚总数中，１９８０年涉及黑人男性的族际通婚有１３８０００对，

而涉及黑人女性的族际通婚只有６００００对，可见黑人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族际

①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５日（参见《参考消息》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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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婚。美国种族通婚中数量最多的一类是“黑人丈夫—白人妻子”，这类婚姻占

黑人男性种族通婚总数的８７％，占１９８０年全美国种族通婚总数的１９．６％。为
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在关于美国种族通婚的研究中，有些学者总结出一种

“上嫁”（ｍａｒｒｙｉｎｇｕｐ）模式，来表示黑人与白人通婚中数量最多的这种类型：社
会地位和收入较高的黑人男子娶社会地位较低的白人女子（Ｇｌｉｃｋ，１９８１：１１９）。
在这种通婚中，社会地位低的白人女子满足于自身经济地位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而事业上成功的黑人男子则可以在社会上炫耀自己娶到了白人女子。在美国这

个具有强烈种族主义传统的国家，白肤色本身成了具有某种社会“价值”的东西，

白人女子凭借肤色作为交换通过婚姻而达到了自己经济地位的上升，即“上嫁”。

３．族际通婚的地区差异
在研究通婚时，需要注意是否存在地区性差异。在对黑人与白人种族通婚

的研究中，美国社会学家们发现南方和北方存在明显的差异。１９６０年美国黑人
—白人通婚总数为５１４０９对，其中６０．３％发生在北部和西部，３９．７％发生在南
部。１９７０年与１９６０年相比，北方和西部的黑人—白人通婚数字增加了６６％，
而在南部却减少了３４．６％，其中特别是白人丈夫—黑人妻子这一类婚姻减少了

４０％（参见马戎编，１９９７：３８１）。美国南方地区有着较强的种族主义传统，当年
“南北战争”就是围绕解放黑人问题而展开的，这一传统在２１世纪仍然在发挥
影响，可见地区差异确实是理解美国种族关系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４．族际通婚中的代际差异
在移民国家的族际通婚研究中，移民族群的“代”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在

美国的第一代日本移民中，族际通婚的比例约为２％，而日本移民第三代的族际
通婚比例则根据不同城市上升到了３０％—６０％（ＦｅａｇｉｎａｎｄＦｅａｇｉｎ，１９９６：４００）。
根据美国加州的统计，１９８０年亚裔各族与白人通婚在婚姻总数中的比例分别
是：菲律宾裔２４％，朝鲜裔１９％，越南裔１５％，华裔１４％（ＦｅａｇｉｎａｎｄＦｅａｇｉｎ，

１９９６：４４４）。代际差异同样发生在欧洲移民当中。例如在１９７０年的一次调查
显示，自认是意大利后裔的被访者中，有８４％的父母都属于意大利血统，但是只
有４４％与意大利血统者结婚（ＦｅａｇｉｎａｎｄＦｅａｇｉｎ，１９９６：１５１）。
不同的“代”，反映的是不同的成长背景和不同的认同意识，第一代移民的

“母国”情结很深，学习新语言的能力也较差；到了在迁入国出生的第二代，从小

在迁入国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成长，他们对本地族群的认同和被接受的程度就

明显超过第一代；而第三代就更深入地融入迁入国的主流社会文化中，通婚的

阻力也减少很多。

此外，无论是从理论上推论还是调查统计数据的分析，都可以证明当父母

４４１
第十三章 族际通婚



成为族际通婚时，子女在对待族际通婚方面的态度会更为开放。“熔炉”理论也

就是从族际通婚将会一代又一代持续增加的设想而构建出来的。

５．族群人口相对规模对通婚的影响
彼得·布劳在分析群际通婚时指出，“小群体的群际通婚率高于大群体；

⋯⋯两个群体在规模上的差异越大，那么它们在彼此的群际交往率的不一致性

也就越大”。一些实证调查发现，某地区“制约１３个宗教群体之间的通婚率的
并不是宗教教理的亲和性，而主要是群体的规模”（布劳，１９９１：３５，４０）。如果一
个村落或社区中某个族群的人口比较少，加上性别、年龄因素的限制，寻找配偶

时在本族范围内可供选择的对象很少，有时不得不到其他社区去寻找配偶，在

这种情况下在小族群中就会出现较高的族际通婚率，与此同时，在大族群中也

会相应出现较低的族际通婚率。

由于居住社区各族群整体人口的规模存在巨大差异，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

的族际通婚通常都明显高于小镇或乡村。大城市的巨大人口规模，造成了各族

群容易聚集起一个相应的人口群体，增加与其他族群居民的接触机会，从而为

族际通婚创造了客观条件。

６．影响族际通婚子女族群认同的因素
出生于不同种族、族群相互通婚家庭之中，这些混血子女对于自身的族群

认同可以从许多方面反映出一个社会中族群关系的基本格局。如果存在着明

显的“族群分层”和“优势族群”、“劣势族群”的分野，那么我们就可以调查这些

混血儿在父母双方的族群中倾向于认同哪一方？分析影响他们进行选择的因

素都有哪些？是政府规定的政策还是民间社区的无形压力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如果在一个社区里，混血子女在社会中受到男女双方族群的集体歧视与排斥，

那么这个社区的居民在与他族成员恋爱时就会非常谨慎，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

就会影响和限制族际通婚的发生（Ｗａｔｅｒｓ，１９９０）。

７．公众对族际通婚的态度
西方国家的社会学者们非常重视对公众态度的调查，认为分析公众态度可

以有助于理解各种社会现象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公众的态度不仅反映出这

些被访者自己的行为或可能发生的行为，他们的态度对于自己的亲友和接触到

的其他人的行为也会发生一定的影响。一些新闻媒体或者文学影视作品也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公众对于族际通婚的态度。如１９６７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剧
本和最佳女主角的电影《猜一猜谁来赴晚宴》（ＧｕｅｓｓＷｈｏ’ｓＣｏｍｉｎｇｔｏＤｉｎｎｅｒ）
当中，凯瑟琳·赫本的出色表演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首次在荧幕上正面肯定黑

人与白人之间的族际通婚，有助于白人公众克服传统上对种族通婚的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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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９０年的一次对美国白人开展的关于是否反对种族通婚的调查中，

６７％的白人被访者明确反对自己的近亲与黑人结婚，２８％表示中立，只有５％给
予了正面的答复。在１９９４年进行的另一次全美调查中，仍有１５％的白人被访
者明确赞成立法禁止白人与黑人之间通婚，同时大约有１５％—３５％的白人主张
合法的种族隔离。“美国人崇尚平等和公正竞争的理念，但许多美国人只要涉

及到在种族问题上的态度时，这些理念最多也只是遥远的抽象概念而已”（Ｆｅａ
ｇｉｎａｎｄＦｅａｇｉｎ，１９９６：２４４）。

（二）前苏联的族际通婚

苏联人口普查机构公布了一些有关族际通婚的统计资料（表１３２）。在各
个加盟共和国中，族际通婚主要发生在俄罗斯人与当地土著民族之间，因此，在

各加盟共和国总人口中俄罗斯人所占的比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就是我

们前面谈到的人口“相对规模”。如果在一个地区生活的俄罗斯人口很少，这个

地区的族际通婚发生率就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

表１３２ １９５９—１９７０年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族际通婚在婚姻总数中的比例（％）

各加盟共和国
１９５９ １９７０

城市 乡村 城市 乡村

俄罗斯联邦 １０．８ ５．６ １２．５ ７．７
乌克兰 ２６．３ ５．８ ２９．６ ７．８
白俄罗斯 ２３．７ ５．６ ２９．２ ７．３
立陶宛 １０．４ ３．０ １４．９ ４．６
拉脱维亚 ２１．３ ９．２ ２５．４ １３．９
爱沙尼亚 １４．２ ５．１ １７．０ ７．２
摩尔达维亚 ２５．０ ９．４ ４．４ １０．０
格鲁吉亚 １６．４ ３．７ １５．９ ４．３
亚美尼亚 ５．０ １．４ ４．５ ２．６
阿塞拜疆 １１．８ ２．０ １２．８ ２．０
哈萨克 １７．５ １１．９ ２３．７ １７．０
乌孜别克 １４．７ ４．７ １８．４ ５．７
土库曼 １４．９ ２．５ ２０．０ ３．４
塔吉克 １６．９ ５．５ ２２．３ ６．５
吉尔吉斯 １８．１ ９．１ ２０．９ １１．９
苏联 １５．１ ５．８ １７．５ ７．９
资料来源：陈长平，《民族人口演变与异族通婚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未发表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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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１）各共和国在通婚比例数字上相差很大，苏联各族
群之间在宗教、语言、体质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别程度是不同的，在这些方面与俄

罗斯人比较接近的族群（如同属斯拉夫人的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一般会有较

高的通婚率，因受宗教因素影响俄罗斯人与各穆斯林民族的族际通婚率就比较

低；（２）城市中的族际通婚比例明显高于乡村①，这很可能是外来族群的人口主

要集中居住在城市，从而为族际通婚创造了条件，加上城市居民的受教育程度

较高，受政府民族团结的宣传影响较大，通婚的阻力也相对较小；（３）在１９５９年
至１９７０年这１１年间，除了少数地区（如摩尔达维亚、格鲁吉亚）外，大多数地区
城市的通婚比例都有所上升，在乡村则无例外地普遍有所上升。另外有些文献

指出，“９０年代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哈萨克，异族通婚家庭占总户数的

１６％—２０％，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则高达３０％—４０％”（高峥，１９９５：２０７）。说明在

１９７０—１９９０年期间，族际通婚仍呈上升趋势。
对苏联一些自治共和国的个案调查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如对卡拉卡尔帕

克自治共和国（位于乌孜别克的西部）的族际通婚研究表明：（１）城市的族际通
婚远高于乡村；（２）宗教因素增加了信仰伊斯兰教族群之间的通婚；（３）非穆斯
林族群与穆斯林族群之间的通婚主要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且大部分

属于这样一种情况：穆斯林族群青年男性在战时服役期间被派往苏联西部地

区，他们在部队驻扎地区娶了当地俄罗斯和乌克兰妇女，退役后夫妇一起迁回

丈夫原籍（托尔斯托娃，１９８６：２）。所以从上述第三点我们可以看出在研究族际
通婚时，对时间、地点和具体“对象”的调查分析有多么重要。

其他研究所提供的数字则表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族际通婚比例明显低于

２０年代，族际通婚的人数在１９２５年占结婚总人数的２５％，而到了１９７０年则降
为１３．５％。同时大多数族际通婚发生在“同源民族”之间，如斯拉夫人与斯拉夫
人通婚、穆斯林与穆斯林通婚（康奎斯特，１９９３：５９）。２０年代是前沙皇俄国解
体、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的时期，如果以上数据可靠的话，族际通婚的比

例在当时被称为“各民族的监狱”的社会条件下反而比苏维埃政权下的通婚比

例还高，这与苏联政府对于“在民族问题上所取得巨大成绩”的宣传很不相符。

在苏联二战后的建设时期，族际通婚比例有所增加，这可以解释为是经济

建设中各族居民之间的交往有所加强的结果，但是如果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族际
通婚比例低于２０年代，其原因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苏联在３０年代开展了

① 个别城市在６０年代甚至出现了非常高的族际通婚率，如１９６０年伏龙芝城登记处第一分处登记
结婚的１９９５对夫妇中，族际通婚有５０３对，达到２５．２％（阿希洛夫，１９８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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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识别”，推行了公民“民族成分”的制度化，在宣传中强调“民族平等”，创建

了许多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这些作法的副产品就是各民族的“边界”被

清晰化和固定化，人们的“民族意识”在这种政治宣传的气氛中普遍得到了加

强。而从一般的逻辑上分析，民族意识的强化和民族边界的清晰化显然是不利

于族际通婚和族群融合的。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假设，至于事实是否如此，我们

尚无法得到相关的调查数据来加以检验和证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

中，不乏事与愿违的现象。前苏联采取通过强化民族意识的方法来促进民族平

等，促进民族融合，它选择这样一个方向引导本国族群关系发展，并在这条道路

上走了７０年，而最终却走向解体，其中有许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值得其他多族群国家的领导人和学者认真总结与思考。

四、我国传统的族际通婚观

在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与族群演变的历史中，族际通婚是十分普遍的现

象。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费孝通教授在谈到中国各族群交往融合的历史

进程时特别指出：“在看到汉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其他各民族

的成分时，不应忽视汉族也不断给其他民族输出新的血液。从生物基础，或所

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没有

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费孝通，１９８９：１１）。
王桐龄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一书中把“杂婚”（即族际通婚）总结为中国历

朝历代族群融合的重要手段。在这本书中，他根据《二十四史》的记载共开列了

各朝代族际通婚表４５个，其中汉族建立王朝时期“外族女子入宫表”３个、“公
主、宗女下嫁外族表”４个；外族建立王朝时期“汉族女子入宫表”１４个，“其他族
女子入宫表”９个，“公主、宗女下嫁汉族表”９个，“公主、宗女下嫁其他族表”６个
（马戎，２００２：１３２）。当然，一般民众百姓中发生的族际通婚是上不了正史的，但
是通过史书中对于各朝代皇室娶外族女子、皇室公主、宗室女嫁外族以及贵

族与外族通婚的记录，我们也可以多少了解一些当时族际通婚的规模和广

度。

这些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人们的观念与意识之中。

中原王朝皇族与北方游牧族群首领之间、与西南高原部落首领之间的“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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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表示出汉人把族际通婚视为加强族群之间联系、促进友好关系的一种方法①。

这种皇室与外藩首领“和亲”的策略，后来被满清皇室发展成为维系其与蒙古王

公之间亲密政治联盟关系的“额驸”联姻制度。“有清一代满洲皇室公主下嫁蒙

古王公者３２人”，“自清天命初至乾隆末，下嫁外藩蒙古的公主格格⋯⋯合计７１
人”（华立，１９８３：４６，５２）。
而在民众中的族际通婚，在各个朝代都十分普遍。汉文化在东亚大陆长期

保持先进地位，逐渐发展出来一种独特的“天下观”和“族群观”，中原的汉人在

对待边缘地带的族群时，漠视他们与汉人之间的体质差异，而特别看重他们的

动态的“文化”取向，强调“有教无类”，这种宽容态度和汉人在文化技术方面的

优越吸引了许多原来居住在边缘地带的少数族群被融合进了汉人群体。而居

住在边缘地带的汉人，在各个朝代也都存在着通过婚姻而融入当地族群的现

象。如在族群大迁徙的南北朝时期，北朝４部正史中所记载的族际通婚就有

２４１例（施光明，１９９３：４８）。唐代的族际通婚在皇室中也十分盛行。基于这样的
一种注重文化层面的族群观，我国的大多数族群，特别是位于中原地区而且人

数众多的汉人，对于族际通婚的总的态度是不歧视和不反对。直至今日，我国

的汉族对于与其他少数族群甚至与外国人通婚，总的来说没有采取歧视和排斥

的态度。

当然，在不同朝代，政府关于族际通婚的态度和政策也不一样，有时一个朝

代其政策在不同时期也有所变化，这在少数族群入主中原的朝代尤为明显。例

如“清初，满族婚娶重视民族高下，禁止满、汉通婚。⋯⋯如果满人娶汉女为妻，

就要取消他享有的满人特权，如不能上档（上册）和领红赏，也不能再领钱粮”。

后来在民间满汉不婚的禁忌逐步被打破，顺治戊子二年，清世祖下谕礼部“方今

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我赤子，欲其各相亲睦，莫如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

欲联姻者，听之”。光绪季年，曾降旨“令满、汉通婚”（杨英杰，１９８７：５０）②。无论
哪个族群建立的政权，一旦进入中原或成为统一中国的正统皇朝，为了得到各

族民众的支持，或早或迟都会鼓励族群之间的通婚。

在鸦片战争之后近百年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社会动乱的岁月中，我国各

个族群的跨地域流动和迁徙的人口规模都大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朝代，这无

疑极大地促进了族群之间的相互交往和混杂居住，而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①

② 也有人认为，“清初曾提倡满汉通婚。⋯⋯清中叶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满汉通婚在实际
生活中成为不法行为”（杨学琛，１９８１：２０）。但到顺治年间，满汉通婚得到了正式许可。

据《唐会要》卷六记载，唐朝与少数民族朝廷“和亲”共计２７起。从汉朝至清朝，总计“和亲”１３１
起，其中各少数民族间的“和亲”８０起，汉族与少数民族“和亲”５１起（陈明侠，１９９３：１８—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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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语言文化等方面的趋同化，族际通婚在这些具有大规模移民的地区也逐渐

成为普遍现象。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国民政府的各种机构开始在许多边远

少数族群地区逐步得以建立，国内市场的发展也使许多汉族、回族商人和手艺

人深入偏远地区，族际通婚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和社会发展背景下也必然得到

明显增长。我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社会调查都证实
了这一点。

五、建国初期我国少数族群社会历史

调查所了解的族际通婚情况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国政府为了深入地了解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
展情况，曾经组织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这些调查报告中记载

了当时调查中了解到的各个少数族群的婚姻、家庭和族际通婚的情况，成为我

们分析５０年代及以前一个时期族际通婚的宝贵史料。
我们把《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中有关族际通婚的资料按

各个族群进行了初步的汇集（参见马戎，２００１：２０１—２２２）。表１３３即是对当时
族际通婚状况资料初步归纳整理后所进行的分类。

表１３３ 中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社会调查报告中反映的族际通婚状况

族际通婚状况分类 族群（共计４４个）

（一）很少与外族通婚 珞巴、佤、彝、苗、黎、鄂伦春（６）

（二）在一定程

度上与外族通婚

１．无特殊选择 藏、土、柯尔克孜、仫佬（４）

２．有族属选择 傣、哈尼、白、拉祜、德昂、布依、阿昌、布朗、独龙、傈
僳、景颇、普米、壮、仡佬、侗、水、门巴（１７）

３．有宗教选择 维吾尔、回、哈萨克、塔吉克、撒拉、东乡、保安（７）

４．有性别选择 瑶、布依、赫哲（３）
（三）与外族通婚较多 满、纳西、怒、京、畲、达斡尔、蒙古（７）

由于在此之前的实地调查数量较少而且很不系统，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所进行
的社会历史调查就成为研究我国少数族群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历史的重要资

料来源。对族际通婚的分类方法和对一些族群族际通婚状况的判断，不同的学

者的观点是不同的。其中陈明侠和严汝娴关于各个族群对于族际通婚情况的

判定与分类参看表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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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４ 其他研究关于中国族际通婚情况的分类

族际通婚状况 族群

陈明侠

（１９９３）

限制与外族通婚，实行族

群内婚制

东乡、彝、瑶、朝鲜、高山、藏、普米、拉祜、畲（９个族
群）

一定条件下与外族通婚，

实行不严格的族群内婚制

傣、苗、黎、鄂温克、德昂、哈尼、达斡尔、土、回、维吾

尔、塔吉克（１１个族群）

对族际通婚不加限制 俄罗斯、满、仡佬、白、门巴、珞巴、普米、壮、阿昌、京、

柯尔克孜、羌、纳西、毛难、土家（１５个族群）

严汝娴

（１９８６）

限制与外族通婚 朝鲜、维吾尔、布依、侗、畲（５个族群）
一定程度上与外族通婚 回、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塔塔尔、门巴、哈尼、阿

昌、苗、仫佬、瑶、黎（１２个族群）
与外族通婚较普遍 满、俄罗斯族、羌、白、壮、毛难、京、土家（８个族群）

资料来源：陈明侠，１９９３：２０—２４；严汝娴，１９８６。

我们把表１３３中各类的族群与表１３４中各类的族群做一比较，就会发现
存在很大的不同。由于表１３４中这两个研究者没有提供所用资料的具体来源，
我们无法进一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除了利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调查资
料外，表１３４中的研究者很可能还参考了其他的调查文献。同时由于解放后的
族群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些族群的族际通婚程度可能也在提高，所以表１３
４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地族群关系５０年代以后的发展。
下面我们按照表１３３的分类来进行讨论，并尝试分析影响族际通婚和影响

通婚中各种选择（如性别选择）的因素。

（一）“很少通婚”的族群

我们在表１３３中看到，对于６个族群（珞巴、佤、彝、苗、黎、鄂伦春）的调查
报告认为它们在实际上是很少与外族通婚的。但这几个族群的具体情况各有

不同：（１）四川、广西和贵州的苗族一般不与外族通婚，云南和贵州个别县报告
有少数通婚的情况，而且存在性别选择（汉男娶苗女）；（２）彝族是等级制很严格
的奴隶社会，而且大量奴隶掠自邻近的其他族群①，彝族的“不与外族通婚”实际

上指的仅是上层的黑彝；（３）在云南３县的佤族调查中，除沧源县报告与汉人移
民通婚外，其他调查均称无通婚现象；（４）黎族并无通婚限制，但因无接触条件，
“事实上通婚者极少”；（５）关于鄂伦春族通婚的具体介绍和说明很少。

① 据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调查介绍，在一些彝族地区的奴隶（呷西）中汉族所占比例达到７０％以上（《云
南小凉山彝族社会历史调查》，１９８４：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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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定程度上通婚”的族群

这些族群可进一步分为４组。第一组是在通婚中“没有特殊选择”的族群
（藏、土、柯尔克孜、仫佬），在调查中认为这些族群没有通婚限制，而且与相邻的

族群在实际接触中有通婚现象①。

第二组是在通婚中“有族属选择”的族群（１７个族群），在有关这些族群的通
婚介绍中，大多认为反映出族群之间的“等级”和歧视，即处于当地社会“高层”

的族群之间通婚，而“高层”族群与“低层”族群之间不通婚。

第三组在通婚中“有宗教选择”（７个族群），均属清一色信仰伊斯兰教的族
群，由于宗教和生活习惯（饮食禁忌等）方面的差异，这些族群主要与信仰伊斯

兰教的其他族群通婚。

第四组在通婚中表现出“性别选择”的特点（瑶、布依）。瑶族有许多支系，

散布在广西、广东、云南、湖南各省区，各地情况并不一样：（１）广西金秀、南丹、
兴安、凌云、巴马、恭城、西林、都安等县和云南金平县的瑶族极少与外族通婚；

（２）广西环江、贺县、全州、灌阳、龙胜、上林等县，则分别与壮、汉、侗、黎族通婚；
（３）广西荔浦、田林、上思，广东连南、湖南江华等县，在通婚中“只进不出”，即外
族女子嫁到瑶家或外族男子到瑶家入赘，将其称之为“性别选择”并不十分确

切。对于布依族，调查发现云南镇宁、安龙两县的布依族在通婚中，主要是娶进

外族女子，本族妇女不嫁给外族男子。

（三）“与外族通婚较多”的族群

在表１３３中，有７个族群被列入这一类。各省的满族普遍与汉族和其他族
群通婚。纳西族的“阿注”婚姻范围，据调查包括了许多其他族群的成员。云南

的怒族普遍与邻近的各族群通婚。广西防城县京族与汉族通婚达到三分之一。

广东、江西的畲族与汉族通婚十分普遍，而浙江、福建、安徽的畲族则通婚较少，

表现出地区差异。陈明侠把畲族列为“限制与外族通婚”的族群，可能是根据后

一类局部地区的情况。

陈明侠和严汝娴把白族归类为“普遍通婚”的族群。但我们从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调查资料分析，白族通婚存在着明确的族群选择，如丽江的白族只与纳西

族和汉族通婚，维西的白族不和彝族通婚。在通婚程度上，不同的研究可能有

不同的标准，在各类的划分与分组方法上也可能不同。我国各个地区、各个族

① 陈明侠把藏族列为“限制与外族通婚”的一类，可能根据的是其他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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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通婚状况千差万别，族际通婚研究也因此具有很大的难度。

六、我国人口普查结果中

反映出来的族际通婚

（一）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族际通婚

在公布的１９９０年以前历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中，都没有关于族群通婚
的统计数字。１９９０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的资料中，有省、直辖市、自
治区一级所区分的“纯汉族户”、“纯少数民族户”和“汉族—少数族群混合户”这

三类的户数和人口数（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１９９３ａ：８０４—８０５）。
如果我们计算一下“混合户”与“少数族群户”的比例，当这个比例数值比较

高时，说明对于少数族群群体而言该地区族际通婚的实际水平也比较高。当比

例为１时，说明平均在３个少数族群已婚人口中，有１个是与汉族通婚，其他２
人与本族群（这种情况为多）或其他少数族群通婚。在１９９０年，３０个省市自治
区中这一比例超过１的有１０个，其中４个省市的主要少数族群为回族（京、晋、
沪、苏）①，３个省的主要族群为畲族（赣、闽、浙），２个省主要少数族群为满族
（辽、黑），１个自治区主要少数族群为壮族（桂）（马戎，２００１：１７６—１７７）。
在１９９０年４个通婚程度较高的族群中，满族和畲族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调查

结果中都明显地表现出普遍与它族通婚的特点，壮族普遍与汉族通婚。回族的

情况则比较引人注目。回族在９０年代普查结果反映出来的如此高程度的与汉
族通婚的情况，说明自５０年代后回族在与汉族通婚的观念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即在坚持通婚者要皈依伊斯兰教这一传统要求方面，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变。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部分回族群众自身的宗教观念有所减弱，在北京、上

海这样的大城市中和江苏这样城市化水平高的省份尤为如此。在江苏，这一比

例高达３．４３，少数族群人口的７９．３％是回族，如果我们假定该省其他少数族群
在与汉族通婚比例也与回族相似的话，我们可以大致说江苏平均每１１个已婚
回族人口中，就有７个与汉族联姻，只有４人属族内通婚。但是在宁夏和甘肃
的回族人口中，与汉族通婚的比例很低，这说明在这两个地区的回族在很大程

度上仍然坚持传统的族内婚和对配偶宗教信仰的要求。

我们可以把其他省区分为４类：（１）“混合户与少数族群户比例”在０．６６或

① 安徽的比例为０．９７，该省也以回族为其主要的少数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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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类中有安徽、陕西（都以回族为主）、河北（满族为主）、吉林（朝鲜族为

主）、内蒙古（蒙古族为主）和湖北（土家族为主）；说明朝鲜族、蒙古族和土家族

在与汉族通婚方面也属于程度较高的；（２）“比例”在０．３３至０．６６之间，这类有
天津、河南、山东（都以回族为主）、湖南（土家族为主）和四川（彝族为人数最多

的族群，但只占该省少数族群人口总数的３６．５％）；（３）“比例”在０．１至０．３３
之间，有贵州（苗族为主）、广西（壮族为主）、云南（彝族为主）、海南（黎族为主）、

青海（藏族为主）和甘肃（回族为主）；（４）“比例”在０．１以下，有宁夏（回族为
主）、新疆（维吾尔族为主）和西藏（藏族为主）。

从以上分类情况来看，各省区的少数族群与汉族通婚的程度是很不相同

的，这一“比例”的数值从最低的０．０１到最高的１２．４２，而且同一个族群（如回
族）在不同省区也表现出不同的通婚行为。对于许多人口较少的小族群，在以

省（自治区）为单位的通婚统计中无法加以表现和进行分析，所以，全国人口普

查数据只能为我们认识族际通婚的整体水平和对一些人口多的大族群进行分

析提供帮助，在应用中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如果要对人口较少的小族群

进行通婚方面的分析，就需要在该族聚居的局部地区的基层社区进行更为深入

的实地调查并收集当地分族群的各类详细统计资料。

在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所得到的资料中，还有关于两族群混合户、３族群混合
户、４个及以上族群户的数字①，由于４个及以上族群户的数量非常少，可以把
其合并到３族群户中，并把汉族—少数族群混合户的数字引入进行对比②。我

们从这些比较当中可以归纳出几条规律：（１）“２族群户”是族群混合户的主体，
其所占比例都在９７％以上，其中２２省区在９９％以上；（２）凡是“２族群户”与
“汉族—少数族群混合户”比例差别较大的，说明该省区少数族群之间的彼此通

婚在２族群户中有一定规模；（３）在少数族群彼此间通婚较多的省区，“３个及
以上族群户”所占比例也相对大一点，在黔、滇、川、湘、青、藏、桂７省区尤为明
显，这样的户可能包括汉族；在这７省区中的主要少数族群为苗、彝、土家、藏、
壮５个族群，据５０年代调查并不属于“与外族通婚较多”一类（表１）③，也许表明
在过去三十多年里，这些族群的通婚情况已有所变化；（４）甘肃和新疆的情况则
属于另一类，“２族群户”与“汉—少数族群混合户”比例差别较大，而“３个及以

①

②

③ 但土家族和壮族在陈明侠和严汝娴研究中被列为“通婚普遍”（参见表１３４）。

我们不能排除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混合户”统计中也包括“３个及以上民族户”的情况，但由于后
者整体规模很小，所以我们粗略假定“汉族与少数民族混合户”基本上属于“２民族户”并可互相比较。

关于各省区的具体数字，请查看人口普查资料（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１９９３ｃ：５２４；马戎，２００１：
１８０—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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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族群户”在族群混合户整体中比例则很低，反映甘肃的回族和新疆的维吾尔

族与当地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族群通婚现象相对普遍，而很少与汉族通婚①。

（二）１９９０年与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族际通婚数据的比较

在表１３５中，我们把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０年这两次人口普查结果所提供的“族
群混合户”分省数据进行比较。由于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没有区分开汉族和少数
族群，而为两次普查结果进行对比带来一些困难，但是仍然可以在“单一族群

户”和“族际通婚户”这两大类家庭户的比例数值方面进行跨省区和１０年变化
的比较。

表１３５ 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族群混合户情况（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

地区

单一族群户 ２族群户 ３族群或以上混合户 总户数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
变化

（％）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

％ ２０００户数

北京 ９６．７ ９５．９ －０．８ ３．２８ ４．１３ ０．０２ ０．０２ １００．０ ４０９６８４４
天津 ９８．９ ９８．３ －０．６ １．０７ １．６７ ０．００ ０．０２ １００．０ ２９７６７４１
河北 ９７．８ ９７．６ －０．２ ２．２４ ２．４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１００．０ １７９３４９７７
山西 ９９．８ ９９．７ －０．１ ０．２１ ０．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８６５０２６１
内蒙古 ９０．１ ８８．２ －１．９ ９．８４ １１．７０ ０．０９ ０．１２ １００．０ ６７８４４７０
辽宁 ８９．７ ８９．４ －０．３ １０．１９ １０．４９ ０．０７ ０．０８ １００．０ １２８６６２６２
吉林 ９３．８ ９４．５ ＋０．７ ６．１９ ５．５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１００．０ ７８４８４４６
黑龙江 ９５．５ ９６．０ ＋０．５ ４．４９ ４．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９５５７５０
上海 ９９．５ ９９．３ －０．２ ０．４５ ０．６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２９９０６８
江苏 ９９．７ ９９．４ －０．３ ０．３１ ０．５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１３７５７２６
浙江 ９９．６ ９９．３ －０．３ ０．４４ ０．７３ ０．００ ０．０１ １００．０ １４１３６９１６
安徽 ９９．６ ９９．４ －０．２ ０．３８ ０．６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６３１３８８５
福建 ９８．３ ９８．３ ０．０ １．７２ １．７４ ０．００ ０．０１ １００．０ ８７４３２５２
江西 ９９．５ ９９．４ －０．１ ０．４８ ０．６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１６８６３９
山东 ９９．８ ９９．６ －０．２ ０．１９ ０．３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６７０９３２８
河南 ９９．５ ９９．４ －０．１ ０．４９ ０．６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４２４７３７７
湖北 ９７．５ ９７．８ ＋０．３ ２．５１ ２．２１ ０．０３ ０．０３ １００．０ １５６１３７９３
湖南 ９６．３ ９６．０ －０．３ ３．６３ ３．９４ ０．０６ ０．０９ １００．０ １７６６２１０５
广东 ９９．２ ９９．２ ０．０ ０．７６ ０．８４ ０．００ ０．０１ １００．０ １８７６２１２７
广西 ８９．８ ８９．９ ＋０．１ １０．０９ １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１４ １００．０ １１３０９２３６

① 在我国大多数地区，如果有３个民族共同混居，其中之一通常为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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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单一族群户 ２族群户 ３族群或以上混合户 总户数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
变化

（％）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

％ ２０００户数

海南 ９６．９ ９５．８ －０．７ ３．１１ ４．１９ ０．０２ ０．０３ １００．０ １７５０７１０
重庆 — ９６．９ — — ３．０４ — ０．０８ １００．０ ９１４１５５８
四川 ９８．７ ９９．２ — １．３１ ０．８４ ０．０２ ０．０１ １００．０ ２３６３８４２９
贵州 ８８．７ ８６．９ －１．８ １１．０２ １２．７０ ０．３０ ０．４１ １００．０ ９２３９４０９
云南 ９１．６ ９０．１ －１．５ ８．２１ ９．７１ ０．１９ ０．２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８５３１７２
西藏 ９９．１ ９８．６ －０．５ ０．９１ １．３６ ０．０１ ０．０２ １００．０ ５３１５７１
陕西 ９９．７ ９９．７ ０．０ ０．２６ ０．２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９４２９４８４
甘肃 ９８．９ ９８．４ －０．５ １．１１ １．５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１００．０ ６０８６９８８
青海 ９５．３ ９３．９ －１．４ ４．６６ ６．０４ ０．０８ ０．１１ １００．０ １１７３９７７
宁夏 ９８．５ ９８．０ －０．５ １．５４ ２．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１００．０ １３９６８７０
新疆 ９８．４ ９８．３ －０．１ １．６２ １．７３ ０．０１ ０．０１ １００．０ ４７９３８２６
总计 ９７．３ ９７．０ －０．３ ２．６４ ２．９２ ０．０３ ０．０４ １００．０ ３４０４９１１９７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２００２ａ：６４５。

从表中１９９０年“单一族群户”的比例看，最低的是贵州（８８．７％），其次是辽宁
（８９．７％）、广西（８９．８％）和内蒙古（９０．１％）。说明这３省区人数最多的少数族群
苗族、满族、蒙古族的通婚比例相对较高。比例最高的自然在少数族群人口少的

沿海省份，在另外３个少数族群自治区（西藏、新疆、宁夏）里，这一比例都在９８％
以上。可见当地的族际通婚仍然很少。对比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０年比例之间的变化，
除了吉林、黑龙江、湖北、广西外，其他各省区的“单一族群户”在总户数中的比例

都有所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内蒙古（１．９％）、贵州（１．８％）、云南（１．５％）和青
海（１．４％）。从全国来说，在这１０年里“单一族群户”比例下降了０．３％。
“单一族群户”比例的下降必然导致“２族群户”和“３族群或以上混合户”的
比例上升。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期间，“２族群户”比例下降的只有吉林、黑龙江、湖
北和广西这４个“单一族群户”比例上升的省区，其他省区均有幅度不同的上
升。从全国来说，“２族群户”在这１０年里占全国总户数的比例增加了０．２６％，
从７３０６７９３户增加到９９４０２９３户，增加幅度为１．３６倍，纯增２６４万户，应当说反
映了全国各地的族群融合进程。

“３族群或以上混合户”的绝对数值虽然不算大，但也是一个可以用来考察
族际通婚的重要指标。目前中国主要的家庭户类型是“核心家庭”（２０００年“二
代户”占非单身总户数的６４．７％），如果有一定比例的家庭（一般是两代人）包含
了用婚姻联系起来的３个族群的成员，至少可以间接反映当地各个族群之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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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混杂居住与交往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期间，“３族群或以上
混合户”的比例在全国１５个省区有所增加，在另外１４个省区保持不变①，从全

国平均水平来看，这一比例虽然只增加了０．０１％，但绝对数量增加了５８１１５户，
从８７７６６户增加到１４５８８１户，增幅为２．５倍，从这个增幅来看，中国族群通婚
的数量明显增长，各族之间的融合态势是在发展之中。

从总体来看，１９９０年我国的“族际通婚家庭”（族群混合户）在所有家庭户
（包括单身户）中的比例为２．７％，同年少数族群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

８．１％。在２０００年我国的族群混合户在总家庭户中的比例为３．０％，同年少数族
群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８．４％。与之相比较，苏联１９７０年“异族通婚家庭”
的比率为１３．５％，非俄罗斯族群人口为４６．６％；美国１９８０年不同种族通婚夫
妇占所有已婚夫妇总数的１．２６％，在美国总人口中“非白人”占１５．４％（马戎，

１９９７ａ：１２８；１９９７ｂ：３８２）；２００２年族际通婚占婚姻总数的２．６％，“非白人”约占

１９．８％。如果我们使用“相对通婚率”（族际通婚户在所有户中比例除以少数族
群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有关的数值可参见表１３６。由于可供利用数据的限
制，这些数据来自不同的年代，在相互比较时可能存在一定的时间差。但我们

可以大致地说，中国各族群之间通婚的整体程度，高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苏联，
更是远远高于今天的美国。这多少说明当前中国族群关系比前苏联时代族群

关系和美国种族关系要融洽紧密得多。

表１３６ “相对族际通婚率”的国际比较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美国 ０．０５５ ０．０８２ ０．１３１
前苏联 ０．２９０ — — —

中国 — — ０．３３３ ０．３５７

七、个案分析：赤峰农村蒙汉通婚研究

由于人口普查资料比较粗略，难以提供可进行深入分析的信息。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所介绍的族际通婚信息，主要来自访谈得
到的印象和对观察个案的归纳，具有一定偶然性和局部性。下面借用我们１９８５
年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开展的专题调查资料，来帮助我们了解我国族际通婚的具

① 由于新设立了重庆市，因此四川和重庆的数据无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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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情况，以及民族社会学对族际通婚的研究方法。

这次调查涵盖了４１个自然村，通过座谈会和户访问卷的方式调查了２０８９
户蒙、汉居民，调查的主要专题除了族际通婚，还有语言使用、社会交往、居住形

式和族群分层等。在表１３７中，被调查户依照其户主及其配偶的性别、族群成
份以及男方的社会、经济情况分成几组，介绍了族际通婚和族内通婚夫妇的基

本情况，并从通婚夫妇个人情况和社区（以自然村为单位）结构特征两个层次来

分析一下当地族际通婚的规模和特点。

表１３７ 内蒙古赤峰地区被调查已婚户户主的婚姻情况（１９８５）

丈夫的人口、社会经济状况
婚姻类型（夫—妻）

汉—汉％ 汉—蒙％ 合计％ 蒙—汉％ 蒙—蒙％ 合计％
年龄：＞３０ ８６．０ １４．０ １００．０ ２５．２ ７４．８ １００．０

３０—３９ ８８．１ １１．９ １００．０ １８．６ ８１．４ １００．０
４０—４９ ８８．５ １１．５ １００．０ １１．２ ８８．８ １００．０
５０—５９ ８５．７ １４．３ １００．０ ８．４ ９１．６ １００．０
６０＋ ８４．３ １５．７ １００．０ ８．９ ９１．１ １００．０

教育水平：文盲 ８６．６ １３．４ １００．０ １０．２ ９．８ １００．０
小学 ８７．６ １２．４ １００．０ １６．４ ８３．６ １００．０
初中 ８８．１ １１．９ １００．０ １８．２ ８１．８ １００．０
高中以上 ８１．１ １８．９ １００．０ ２０．３ ７９．７ １００．０

职业：农、农民 ８７．３ １２．７ １００．０ １５．５ ８４．５ １００．０
退休干部、退休工人 ８３．３ １６．７ １００．０ ２０．０ ８０．０ １００．０
手艺人、技工 ９３．９ ６．１ １００．０ ５．０ ９５．０ １００．０
教师 ８５．７ １４．３ １００．０ １５．４ ８４．６ １００．０
国营或集体企业职工 ８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１．７ ７８．３ １００．０
干部 ６５．４ ３４．６ １００．０ ９．９ ９０．１ １００．０

生产活动：农业户口 ８９．４ １０．６ １００．０ ３８．０ ６２．０ １００．０
牧业户口 ７７．５ ２２．５ １００．０ ８．３ ９１．７ １００．０

年人均收入（元）：全体 ３８５ ３９８ ３８６ ４４６
农业地区 ３８７ ３１７ ３５５ ２９０
牧业地区 ３８２ ５３４ ４３１ ４７９

迁移情况：本地出生 ８４．６ １５．４ １００．０ １３．４ ８６．６ １００．０
移民 ８８．１ １１．９ １００．０ １７．４ ８２．６ １００．０

总计：调查户数 １０７１ １６３ １２３４ １２２ ６８３ ８０５
％ ８６．８ １３．２ １００．０ １５．２ ８４．８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马戎、潘乃谷，１９８８：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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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５０户的户主未婚外，在２０８９被调查户当中有１４％的户主与其他族群
通婚。在农村和牧区，１４％的族际通婚率应当说是比较高的。汉族男性户主中
有１３．２％娶了蒙族妇女为妻，蒙族有１５．２％娶了汉族妇女。蒙族男子的异族
通婚率略高于汉族。

（一）影响赤峰农村牧区族际通婚的因素

根据国外社会学有关文献的介绍和我们在赤峰实地调查中得到的印象，有

８项与个人人口、社会、经济等有关的因素可能对族群通婚有影响：（１）年龄（反
映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和民族政策的变化）；（２）教育水平（反映学校
体制、教学内容对族群意识的影响和对民族政策的理解）；（３）职业（反映本人的
社会、经济、地位和工作与居住环境）；（４）收入（反映本人经济地位与消费水
平）；（５）户口登记类别（分为牧区，农村和城镇三类，反映居住环境和传统的生
产活动）；（６）迁移情况（由于本地移民多为汉族，反映了移民—本地户关系如何
影响族群关系）；（７）掌握对方语言的能力（反映相互思想交流、文化交流的程
度）；（８）邻居中是否有其他族群的朋友（反映族群之间的社会交往）。前四项常
见于西方族群关系研究文献（Ｄａｖｉｓ，１９４１；Ｈｅｅｒ，１９７４；Ｂｌａｕ，１９７７；ＳｃｈｏｅｎａｎｄＣｏ
ｈｅｎ，１９８０），后四项主要是根据赤峰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①。另外一项是分

析社区结构特点对族际通婚的影响。下面利用这次调查的具体结果来对这９
个方面分别进行讨论，这些讨论有助于我们了解如何通过社会学调查来分析一

个地区的族际通婚和族群关系。

１．年龄。人们一般在２０岁至３０岁之间结婚，人口中不同年龄组的通婚比
例和类型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

政府的民族政策、族群关系的变迁以及各族群对待通婚态度的变化。从表１３７
可以看出，各年龄组中汉族的族际通婚比例变化不大，蒙族的变化则比较明显，

基本上可以说是越年轻的蒙族男性，与汉族妇女结婚的比例越高。３０岁以下的
蒙族已婚户主中，有四分之一娶了汉族妻子，这与５０岁以上年龄组的情况形成
鲜明对比。这反映出解放后特别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蒙汉族群关系的不断
改善②。而这种改善，与解放后教育事业的推广、蒙汉交往以及少数族群地区社

①

② 据其他研究者对北京牛街回族通婚的调查，也发现３１—４０年龄组占族际通婚的５８％，此后随
年龄的递增与外族通婚人数呈下降趋势（陈长平，１９９３：１５８）。

前苏联卡拉卡帕克自治共和国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调查中总结影响族际通婚的因素主要有：（１）
城乡差别；（２）宗教因素；（３）历史阶段（二战后许多少数民族战士从俄罗斯地区带回自己的新娘）；（４）性
别选择（托尔斯托娃，１９８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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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等等是分不开的。

２．教育水平。教育水平与族际通婚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考虑。一般
情况下，具有相近教育程度的人往往有较多的共同语言和更多的接触机会（上

学时在学校里、毕业后在工作场所），这种认同感和相互结识的客观条件增加了

恋爱通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一般接受民族政策的教

育多一些，族群偏见少一些，他们与其他族群通婚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加。从表

１３７来看，教育水平与通婚之间的关系对汉族来说不明显。在蒙古族当中，随
着上学年龄的增加，与汉族妇女结婚的比例呈线性增长。受到较多学校教育的

蒙族青年，眼界较开阔，对祖国民族大家庭和党的民族政策有更多的了解，同时

在学校中他们学习了汉族的语言，接触了汉族的文化，这是与汉族女青年进行

思想交流和共同生活的基本条件。蒙古族娶汉族妻子的比例随受教育程度提

高而增长，这反映学校教育提供了蒙汉交流和接受汉族文化的条件，有助于青

年学生相互间的接触，增加通婚的可能性。

３．职业。职业常常与人们的工作性质和收入有密切关系，因此可能间接影
响人们对配偶的选择。表１３７反映出蒙汉两族群在通婚的职业特征上有相近
的地方。如技工和手艺人都很少与外族人通婚。这些人是村里的电工、瓦工、

木匠、司机等，收入高，在村里受人尊重，很容易在本族中找到妻子。又如在国

营或集体企业的职工中，蒙汉两族的通婚率都较高，他们的工作场所和工作性

质有助于蒙汉男女青年之间的相互接触和结婚。

在职业分组中，通婚率的显著差别主要反映在“干部”这一职业群体的蒙汉

对比中。汉族干部有三分之一以上娶了蒙族妻子，在各职业组的通婚比例中最

高，而蒙族干部娶汉族妻子的比例又几乎是各组中最低的，不到１０％。我们的
解释是：内蒙古是民族自治地方。按惯例，各级政府和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是

蒙族。因此本地的汉族干部为了给自己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发展机会，有可

能倾向与蒙族女子结婚。而蒙族干部没有这一层考虑，同时由于族群意识相对

较强，反而会有意识地倾向于族内婚。

４．户口登记状况。这项指标反映的是当地的两种生产活动类型。汉族传
统的生产活动是农业，蒙古族是畜牧业。汉族熟悉土地耕作和栽培技术，在掌

握农业时令、选种施肥、防治病虫害等方面有一定经验。从晚清到解放之前，河

北、山东汉族农民曾大量迁入赤峰地区，开垦荒地，变草场为农田。留在这些新

开垦农业地区的蒙古族则逐渐开始务农，与此同时，深入到北部牧区的汉族农

民也入乡随俗，学习从事畜牧业。户口登记状况反映了这种种变迁。由于蒙古

族在畜牧业生产中具有优势，又是牧区居民的多数，所以牧区的汉族男户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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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族结婚的比例是农区的两倍多（２２．５∶１．６）。而农区的蒙古族则有３８％娶了
汉族妻子，大大高于牧区的蒙汉通婚比例（８．３％）。

５．收入。初看起来，对男性户主来说，族际通婚似乎利于汉族而不利于蒙
族，汉—蒙通婚家庭人均收入为３９８元，稍高于汉族夫妇的３８５元，而蒙—汉通
婚家庭人均收入为３８６元，低于蒙族夫妇的４４６元。但如区分开农业地区和牧
业地区，两者之间就暴露出了差距。在农业地区，最富裕的家庭是汉族夫妇，娶

了汉族妻子的蒙族男子，其家庭收入明显高于蒙族夫妇，收入最低的是蒙族夫

妇。汉族妻子的娘家及其亲友时常会在生产、生活各个方面给予蒙—汉家庭许

多帮助，这就是为什么在农区的蒙古族中娶汉族妻子的比例较高的原因。在牧

业地区，没有家底和生产技能的汉族夫妇收入最低，蒙族夫妇收入较高，但人均

收入最高的是汉—蒙家庭。这类家庭往往在畜牧业上得到蒙族岳父家的帮助，

同时汉族丈夫本人总有一些特殊技能（如开拖拉机、当电工等），自己也可以得

到高收入。一般来说，没有特殊技能和高收入的保障，汉族男子在牧区是娶不

到蒙族妻子的。

６．迁移情况。本地出生的汉族男子，娶蒙族妇女的比例高于移民。这些人
出生在本地，与当地蒙族孩子一同长大，一起上学，其中不少会讲流利的蒙古

语，这样自然就增加了他们与蒙族通婚的可能性。与此相反，从外地迁来的蒙

族男子，在本地没有生活积累，一般比较贫穷，因此与汉族通婚的比例高于本地

出生的蒙族。移民要想进入当地的社会组织，并与当地人联姻，总是比当地出

生者要相对困难。

移民之间的通婚情况大致是：老住户与老住户，新来者与新来者之间通婚

率高于其他类型。在牧区的蒙族移民，由于没有牲畜和牧业技能，社会地位和

经济地位往往是比较低的，与本地蒙族家庭联姻的可能性较小，所以他们中许

多人只好与汉族移民通婚。我们发现在牧区有少量的汉族移民与本地蒙族女

子结婚，往往都是些收入很高的运输专业户或有特殊技能（如兽医）的汉族。

７．语言。在农业地区，９６％的蒙族会讲流利的汉语，同时有３４％的蒙族已
经完全不会讲蒙语了。在牧业地区，有４７．２％的汉族户主会讲一些蒙语或蒙语
很好，而精通汉语的蒙族户主比例也达到７３．２％（参见表１２３）。由此可见，在
农区汉语是通用的语言，蒙语已很少使用；在牧区的蒙族内部，蒙语依然是主要

语言，但蒙汉之间交流多用汉语进行。熟悉对方的语言是族际通婚的必备条

件，农业地区的蒙汉通婚比例高，也有它的语言基础。

８．蒙汉族群混居和互交朋友的情况。族群中年轻人在邻居和平时交往较
多的朋友中，如有许多未婚的其他族群的成员，这无疑会促进蒙汉两族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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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之间的了解并为通婚创造客观条件。农区与牧区族群混居和交友方面存

在着明显的差异（参见表１３７），在农业地区，汉族在人数上和经济活动中处于
优势，蒙古族居民中有３５．６％的四邻中，三家以上是汉族，有３１．４％的人宣称
自己平时来往较多的朋友中汉族比蒙族要多。这与农区的蒙族男性娶汉族妇

女比例高是直接关联的。在牧区的汉族居民则有较多的蒙族邻居和蒙族朋友，

虽然只有４１．３％的汉族四邻中有一半以上是蒙族，但自称朋友中蒙汉各半和蒙
族为多的人数占５２．１％，这表明在牧区的汉族居民积极与蒙族进行交流的倾
向。在这种背景下，牧区的汉族中汉蒙通婚比例较高也是十分自然的了。

９．社区的结构特征与族际通婚。无论是在赤峰的农村还是牧区，自然村是
基层的社区单位。这次调查共包括了１７个农业村和２４个牧业村。自然村的
户数有多有少，但每个自然村都由耕地或草场把它与其他村子分隔开，形成一

个天然的社区组织。各个村子具有的特征，如自然资源拥有情况、生产类型、交

通条件、平均收入与消费水平、平均教育水平、族群结构等，构成了社区社会、经

济、文化结构和成员之间的环境，对村内居民中的族际通婚，也具有很大的影

响①。

我们使用６个变量来分析社区特征与社区内户主族际通婚比例之间的关
系②。这６个变量是：（１）蒙族户主中与汉族结婚的百分比；（２）汉族户主与蒙
族结婚的百分比；（３）全村户主的平均上学年龄；（４）生产类型（农业＝１，牧业

＝２）；（５）全村总户数中蒙古族的百分比，（６）全村总户数和汉族的百分比③。

表１３８是这６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表。可以看出，蒙古族在村中户数中
的比例（即“相对数量”或“相对规模”，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ｉｚｅ）对于蒙族与汉族结婚具有决
定性的意义，相关系数为（－０．８０２）。即村里蒙族人数越少，他们与汉族结婚的
就越多。在调查中有三个村子都只有一户或两户蒙族居民，他们的户主全部娶

了汉族妻子。对于汉族，“相对数量”对族际通婚的影响明显小于蒙族，相关系

数为（－０．２８９）。
由于蒙族多居住在牧区，牧区蒙族与汉族结婚的比较少（－０．５７３），而牧区

汉族与蒙族结婚的比农区汉族要多（０．２１０）。教育因素对汉族与蒙族结婚还有

①

②

③ 除了表中的这６个社区变量外，社区公共场合所使用的语言状况，也可以被考虑为第７个变量，
其计量编码可以设计为：１（主要使用汉语）、２（两种语言同时使用）、３（主要使用蒙古语）。在理论上这一
变量也与族际通婚相关。

在赤峰调查中关于族际通婚问题的因素分析，我们还设计了路径分析模型并进行了检验，证明

“生产类型”和“相对人口数量”是决定社区族际通婚比例的主要因素（马戎、潘乃谷，１９８８：８２）。

除了基层社区之外，有些研究把“少数民族区”与“汉族区”作为两大类区域来进行通婚方面的比

较（吕昭河，１９９３：２４１），同样是努力从整体外部环境因素来分析其对居民在族际通婚行为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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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积极影响（０．２７１），对蒙族娶汉族则基本上没有影响（０．００４）。

表１３８ 内蒙古赤峰地区４１村与族际通婚有关变量的相关系数表（１９８５）

蒙族户主与

汉族通婚％
总户数中

蒙族％
汉族户主与

蒙族通婚的％
总户数中

汉族％
全村户主的

平均上学年数

总户数中蒙族％ －０．８０２ — — — —

总户数中汉族％ — — －０．２８９ — —

全村户主平均上学年数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２７１ －０．００４ —

生产类型 －０．５７３ ０．７６９ ０．２１０ －０．７６９ ０．１１１

以上分析仅包括６个变量，并以村庄为统计分析单位，我们在赤峰调查中
还设计了另一个以每个被调查户的户主为单位的路径分析模型（Ｐａｔ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把户主是否与外族结婚作为因变量。自变量有两组，一组是户主个人
特征，包括（１）年龄、（２）上学年数、（３）职业、（４）户口登记类型、（５）是否移
民、（６）掌握另一个族群语言的能力、（７）四邻中另一个族群成员的多少、（８）
与另一个族群成员的交友情况。另一组是社区的整体性特征，包括（９）本族群
在村里的“相对规模”、（１０）村里户主的平均上学年数。我们使用户访资料对这
一模型进行了统计检验，由于篇幅关系，就不在这里介绍（参见马戎，２００１：

１９３—１９９）。
内蒙古赤峰地区在我国中西部少数族群地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影

响族群关系的各种因素在不同地区表现的形式和程度也各不相同。除了上面

讨论过的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如：分年龄组的男女性比率、工作场所中的

接触条件、族群的文化差异、族群的婚姻生育观、地方族群社团对待族际通婚的

态度、宗教对通婚的影响、法律对族际通婚的规定等等，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对族

际通婚发生直接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这些宏观性影响因素的作用在

赤峰调查中也得到证实。

（二）赤峰族际通婚中的“上嫁”现象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在美国关于黑人、白人通婚的研究中，有些学者总结出

一种“上嫁”（ｍａｒｒｙｉｎｇｕｐ）模式，来表示黑人、白人通婚中数量最多的一种类型：
地位高、收入高的黑人男子娶地位低的白人女子。在这种通婚中，白肤色本身

成了具有某种社会“价值”的东西，白人女子凭借自己的肤色达到了“上嫁”。我

曾借用这个思路来分析内蒙古地区的蒙汉通婚，发现在牧区的蒙古族和在农区

的汉族，由于其熟悉的生产技能与当地主要经济活动一致，社会地位和经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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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要高一些；在本地人与移民之间，本地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要高一些（马

戎，１９８８：８７）。农区的通婚格局与牧区很不相同，农村的汉族和牧区的蒙古族
在各自传统居住地区“上嫁”中处于有利地位，这与白人在美国社会具有垄断性

优越地位的情况不同（图１３３ａ和图１３３ｂ）。

图１３３ａ 内蒙古赤峰牧业区蒙汉通婚中的“上嫁”模型

图１３３ｂ 内蒙古赤峰农业区蒙汉通婚中的“上嫁”模型

我国有的学者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也在不同地区开展了族际通婚的实
地调查工作，如纳日碧力戈对呼和浩特市蒙汉通婚的研究（纳日碧力戈，１９８５）、
陈长平对北京市马店、牛街两个居委会进行的族际通婚研究（陈长平，１９９３）、马
戎对拉萨市藏汉通婚的调查（马戎，１９９６：３１７—３２３）、王俊敏对呼和浩特市族际
通婚的研究（王俊敏，２００１）等。这些调查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第一手调查资
料，有助于我们了解在各地区的城市与乡村中的族际通婚情况以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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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 结

由于血缘融合是族群融合的最重要也是最可靠的途径，族际通婚的比率也

就成为测度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族群关系的重要尺度，在不同族群成员之间缔

结婚姻以及婚姻的延续演变过程中，实际上反映出了许许多多与族群关系密切

相关的各类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人口因素的交互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族际

通婚被各国社会学家作为研究族群关系的一个重要专题。

我们在本章中提出了一个分析族际通婚的宏观框架，以便把可能影响族际

通婚的各类有关因素包括进来，并提出时间、地点、对象这三个条件要素。为了

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经验，我们介绍了美国学者在族际通婚方面的一些研究成

果，同时讨论了在族际通婚分析时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１）性别比例；（２）地
区差异；（３）代际差异；（４）人口相对规模；（５）子女认同；（６）公众态度。
我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族群统一的大国，族际通婚现象在史书上即有

大量记载，也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族际通婚观。但是除了极少数皇族大

臣的族际通婚被记录进史册之外，我们无法得到关于普通民众的族际通婚数

据。我国政府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曾经组织过全国性的大规模少数族群社会调
查，部分调查资料已经出版，虽然这些资料很少提供量化数据，但是向我们提供

了５０年代人们对于族际通婚的观念和通婚现象的判断。从这些资料中，我们
也可以看出在中国５６个族群中，族际通婚的情况各不相同，而且同一个族群
（如回族）在不同地区也可能表现出很不相同的通婚模式。

真正可以从宏观上分析我国族际通婚情况的量化资料，是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０
年两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我们在本章里做了一些初步的归纳和讨论，从这

些资料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关于我国族际通婚的一个基本轮廓和大致发展

态势。

为了从微观层面来分析我国的族际通婚现象，在本章的最后部分介绍了我

们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内蒙古赤峰地区进行的蒙汉通婚研究，通过这个调查课题
的数据分析则可帮助我们理解在蒙汉族群混居的农村中，影响族群之间相互接

触和通婚的各项具体因素。

由于中国各族群之间、各地区之间在族际通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

何认识和理解我国各地区、各族群的通婚现象，分析有关的影响因素、预测未来

发展趋势，还需要我国学者今后在族际通婚这个领域里更加深入细致地开展专

题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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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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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族群关系变迁的因素分析

（族群之间的）同化过程受到若干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这

些因素包括：人口、生态、种族、结构、心理和文化。目前，人们还

未找到能适用于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场合对这些因素进行系统比

较分析的有效模型。

———辛普森（Ｇ．Ｅ．Ｓｉｍｐｓｏｎ，１９６８：４３９


）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制度变迁、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族群之间的

相互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有的日益改善，有的渐趋恶化，有时逐步融合，有

时彼此仇杀。那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族群关系的变化呢？它们各自在什么样

的条件下如何发挥作用？它们的影响通过哪些渠道予以实施？它们造成的后

果又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在国内外的族群研究中，这些都是人们十分关注的

问题。如果想深刻系统地了解和认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族群关系现状及演

变规律，就必须对影响这个国家或地区族群关系的各种因素进行系统、深入的

调查与分析。

通过前面各章的介绍与讨论，我们对于如何理解与分析族群关系的宏观框

架已经有了一些基本了解。理论是必须联系实际的，当我们试图调查与分析一

个具体国家或地区的族群关系现状和影响因素时，应当如何着手呢？我们在认



识与分析了族群关系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研究思路之后，这些理论工具都应当为

我们进行具体研究工作提供指导。当我们设计一个研究族群关系现状与演变

的具体课题时，在选择调查专题、分析思路和调查地点时，在确定访谈提纲或具

体问卷的内容时，我们所掌握的各种理论模式与经典文献就可以帮助我们判断

在一个具体地区中有可能影响当地族群关系的主要因素。

借鉴前人的研究文献和我们自身的调查体会，在本章中我们将试图对影响

族群关系的各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前面各章中所讨论的族群关系的衡量变

量以及族群意识、族群分层、人口差异、语言使用、居住格局、族际通婚等研究专

题，所涉及的主要是反映族群关系研究的若干领域，对影响族群关系演变和发

展的各种内外因素并没有进行系统讨论。本章将结合前面各章内容，对影响族

群关系的各种因素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对于这些因素的认识将有助于我们理

解和判定族群关系的变化条件与演变趋势，有助于分析族群关系的变化规律，

也有助于我们在族群关系研究方面进行课题设计和分析调查结果。

一、分析族群关系变迁时

需要注意的研究视角

在系统分析那些影响族群关系的各个具体因素之前，我们先讨论一下，在

梳理这些影响族群关系的因素时，还需要在研究视角方面注意什么。在对族群

关系的研究课题进行整体设计和实施调查过程当中，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需要

时时予以关注。

第一，要想深入理解和认识一个地区族群关系的现状并预测它的未来，就

必须从历史发展长河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不能忽略和割裂这个地区的社会发

展与族群交往史。今天各族群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通过历史的漫长进程发

展演变而来的，无论个人、群体还是族群对于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都是有“记

忆”的。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族群关系的演变轨迹也会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

有所改变，这些“记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方式被诠释和解读，２１世纪各
国的族群关系毫无疑问也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但是“温故而知新”，当我们考

察现在的一些社会事件时，仍然隐约可以感觉到历史事件的影子。历史发展的

进程有它的基本轨迹，也有它的前进惯性，这一点是我们在分析与调查族群关

系时不可忽视的。

第二，族群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动态发展演变的，不是固定僵化不变的，所以

作为不同利益集团的各个族群，在互动过程中的不同发展阶段，可能会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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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利益追求，在不同的层面可能出现不同形式的利益组合。即使在一个族

群内部，局部的利益与整体的利益也有可能不完全一致。同时，族群之间的联

合战线和相互冲突也会依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表现为不同层面、不同族

群之间的“博弈”过程，有时两个族群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相互矛盾，有时利益

冲突又大于共同利益，有分有合，分分合合，时时刻刻都处在变化调整的动态过

程之中。

第三，族群关系的变化过程会受到内部与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并不是其

中某一个因素单独决定的。在这些因素的影响当中，有的直接发生作用、很容

易观察到，有的则是间接的、隐藏在其他因素的背后，很容易被忽视。一个因素

发生作用之后可能会引起反作用，环环相扣，形成互为因果的复杂链条。人们

一般常说，内因是变化的基础，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在族

群关系变化中，常常是各种内因与外因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但是，当族

群关系发生急剧变化时，往往有一个使矛盾不断积累并最终导致发生质变的主

要原因，也就是说存在着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而且还有使这一主要矛盾

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并导致戏剧性转折的具体引发事件①。所以，对于影响一个

多族群社会族群关系的各种基础性因素和导致族群关系变化的偶发性事件，必

须把它们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而不能仅仅孤立地分析个别事件。

第四，在各个地区的人类社会和族群之间无疑存在着许多巨大的差别———

从社会制度到人的体质语言等等，但是必须看到，在各个族群之间仍然存在许

多基本的共性，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有着许多共同的规律。不同人种可以交配繁

衍后代，这说明这些人种之间存在体质的共性；不同语言能够互相翻译，这表示

这些语言之间存在文化内涵的共性，只是表达的符号系统存在差异；尽管组织

的规模和名称各不相同，但我们会发现许多地区不同族群的社会组织在基本结

构与功能方面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同时，我们在阅读宗教经典和理论大师们的

著作时，同样会发现在不同宗教和意识形态之间也存在许多共同的观念与思

想。这些共性自人类诞生起就存在，更何况各个族群随着相互交往的不断加强

而在许多方面彼此相互学习与模仿。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地区各族群之间

① 例如，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８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签署的文件宣布建立一个由独立国家组成的
联合体，不再承认苏联中央政府，这就是导致苏联正式解体的具体引发性事件。但是苏联的解体是戈尔

巴乔夫在“新思维”指导下逐步推行的一个长达６年的发展过程，从意识形态方面的“公开性”发展到经济
方面公开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当最后戈尔巴乔夫在１９９１年８月２４日签署法令禁止苏联共产党在军队、
警察和国家机关的活动时，就表示把前苏联凝聚各个组成部分的政治纽带彻底斩断了。３个月后叶利钦
等宣布不承认联盟政府，只是这一进程自然而然的发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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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性只会进一步加强。当然，在多族群社会里，各个族群之间享有的共性内

涵及其程度可能不完全一样①，我们在研究族群问题时，很容易看到族群之间的

差距，但是需要注意，我们决不可忽视族群之间的共性。

各族群这些不同程度上的共性为我们进行族群之间的比较研究、族群关系

模式的比较分析提供了基础。在大致相当的社会发展阶段、面临相似的外部环

境、具有相似的社会内部结构、涉及到相同的领域，许多族群的发展演变进程与

特点也可能会展示出他们之间的共性，所以通过比较研究，分析共性与特性，可

以帮助我们开阔视野、梳理思路、发现核心命题和影响族群关系的关键因素。

综上所述，历史的观点、动态的观点、多元影响和比较分析的观点是我们分

析族群关系影响因素时需要予以注意的四个重要视角。

二、表示族群关系状况的连续统

从理论上分析族群关系的基本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形态：一是属于相

互完全隔绝的状态，二是处于相互交往、相互影响的状态，三是成为相互完全融

合、彼此不存在实质性区别的状态。如果我们把这三种形态放在一个系统中予

以考虑，那么应该怎样来分析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又应该怎样来分析族群之间

的互动过程与互动结果呢？

美国学者辛普森（ＧｅｏｒｇｅＥａｔｏｎＳｉｍｐｓｏｎ）在１９６８年提出了“把群体的互动
结果视为一条连续的直线，完全隔离与完全同化可视为处于这条直线的两端”

的观点，他还指出，“在这两端之间存在着下列情况：程度不同的非完全隔离状

态；美国、加拿大、瑞士诸国随处可见的多种文化共存现象，表面提倡机会均等，

但实际上不同族群之间仍存在着文化与社会结构差别的虚假整合、部分同化、

个体同化和群体同化”（Ｓｉｍｐｓｏｎ，１９６８：４３８）。这就是一个因族群所拥有共性的
差异和互动情况的差异而造成族群关系结果的多元性思路。在分析族群关系

时，我们可以抽象地把两个族群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看作是分布

在一个连续统（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上的许多个点，在这个连续统的一端是两个族群之间
完全的融合，连各自独立的族群意识也完全消失；另一端则是两个族群之间完

全的隔绝与对立，不仅相互界限分明，而且彼此的基本利益也处于严重冲突之

① 例如我国的汉族与满族所具有共性（语言、习俗等）的程度就明显高于汉族与维吾尔族，而维吾
尔族与哈萨克族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共性（相同的宗教、相似的语言等）。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国开展“民
族识别”工作以来，人们往往强调我国各族群之间的差异，有意或无意忽视了各族群之间的共性，这是不

全面和不客观的，也不利于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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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而在这两个端点之间则分布着各种程度不同的族群互动状态。

除了族群互动状态的多样性之外，我们还应当看到，族群关系结果的多样

性是族群之间关系动态变化的结果。所以在具体的族群关系分析的个案中，我

们会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族群关系的状态不仅可以被放置在这个连续统两端之

间的某一个点上，而且这个“点”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在这个连续统上或左或右

移动。在每个具体个案中，我们可以问下列问题：这个标志族群互动结果的

“点”是在向连续统上哪一端移动？又有哪些因素在什么方向和多大速度上推

动和阻碍族群关系在连续统上的移动？这些因素是单独发生作用，还是相互交

织在一起，作为“合力”影响着族群关系的变化方向？这些问题就体现出多元因

素综合作用的观点。

我们在图１４１中采用一种直观方式来显示这些作用，长的虚线就是我们讲
的族群关系“连续统”，也可看作是一个可以双向移动的轨道，左端表示“完全融

合”状态，右端表示“完全隔绝”状态。线上中间的圆点表示甲族群和乙族群目

前关系的现状，这个点可能会向左移动，也可能会向右移动，上面和下面的这些

箭头表示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箭头的长短表示作用力的强弱，这些因素

又可以大致区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大类。在实际作用的过程中，有些因

素对于族群关系的交往与融合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有的则具有负面的消极作

用，在各个因素的共同作用过程中，有的作用可能会相互抵消，有的作用可能形

成更强的合力。有的因素可以除了自身的直接作用外，还通过对其他因素的作

用而间接影响族群关系，如图中的因素Ｃ，既有直接的作用，也通过因素Ｄ而间
接影响族群关系。而象征族群关系状况的圆点最终向着哪个方向并以什么样

的速度移动，就取决于这些因素共同合力作用的结果。

图１４１ 影响族群关系因素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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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普森所开列的影响族群同化过程的因素包括了人口、生态、种族、结构、

心理和文化这６种。他并且指出，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目前，人们还未找
到能适用于在各种类型的场合对这些因素进行系统比较分析的有效模型”

（Ｓｉｍｐｓｏｎ，１９６８：４３８）。他认为，在不同类型的社会场合中，影响族群关系的主
要因素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因此很难归纳出一个带有普遍性、包括所有影响因

素的分析模型。

尽管世界各地的族群现象千变万化，但是人们总还是希望能够从族群关系

研究的大量案例中分析和区别出带有普遍性的共性和仅与某些个别案例相关

的特性，以便为今后的族群关系研究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理论框架。在这方

面，不少学者始终在不断地进行探索。

如果两个族群交往互动的最后结果是“完全融合”，即在前面讲的“连续统”

上移动到左端。这样的“完全融合”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两种情况：（１）单向同
化（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指一个族群完全放弃自己的信仰、文化和行为方式而
接受另一个族群的文化，消融在另一个族群之中；（２）相互融合（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ｆｕ
ｓｉｏｎ或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指两个或更多的族群在它们的文化之间互动和交融的基础
上，最后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和全新的群体（ＶａｎｄｅｒＺａｎｄｅｎ，１９６３：２６９）。如
借用美国社会学家戈登的公式，第一种情况可以表述为：Ａ＋Ｂ＝Ａ，第二种情况
可以表述为：Ａ＋Ｂ＝Ｃ。虽然戈登认为第二种情况在美国并没有出现，但我们
并不能在理论上完全否认这一可能性，而且在一些人口很少的小国家，也不应

排除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案例。

我们可以把“完全融合”的这两种理想的典型以图１４２中的两个示意图来
表示，在左面的图里，Ａ、Ｂ两个族群相互接受、相互学习、相互接近，两者之间的

图１４２ 族群的相互融合与单向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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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从ｄ１缩短为ｄ２，最后减少为零；在右面的图里，Ｂ族群并没有向Ａ接近，而
是保持不变，Ａ族群主动向Ｂ族群靠拢，在各方面接受学习Ｂ族群，同样使两者
之间的距离从ｄ１缩短为ｄ２，最后减少为零。
在现实社会里的实际过程远比这两个图所表示的要复杂得多。首先，在一

个社会里很可能不止有两个族群；其次，两者相互接近的轨迹也不会是直线，甚

至有可能出现反复；第三，在两个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不可能像右侧图中表示

的那样只是单方面的并达到绝对的“单向同化”。

在实际社会中，我们所谈的“单向同化”只表示一个族群在语言、文化等方

面大幅度向另一个族群靠拢，最后自己原来的文化传统可能所剩无几。但是在

实际的族群交流过程中，主流族群也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会吸收一些弱势族群

的文化，例如美国白人无疑是社会的主体族群，黑人在语言、宗教、习俗等许多

方面向白人趋同，但是白人在音乐、舞蹈等一些方面也吸收了黑人的传统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汉唐两代都一度是当时东亚大陆上的“强势群体”，但也从其他

地区如西域和印度吸收了不少文化素养。所以我们不能僵化机械地看待族群

之间的“同化过程”。

通过以上对于族群关系状态的“连续统”的讨论以及对于“完全融合”两种

类型的讨论，我们对于族群关系的基本发展态势有了一个宏观的认识，下面来

介绍和讨论社会学家们在实际研究中所考虑的影响族群关系的具体因素。

三、英格尔提出的关于影响族群

成员认同的变量体系

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和具体国情存在着很多不同之处，各国的族群关系也

因此而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尽管各国之间存在着差异，同一个变量在不同国

家所表现的作用与效度也各不相同，但这并没有妨碍学术界对于影响族群关系

的变量体系的探索。在调查与研究各地族群关系的发展与影响因素的过程中，

有许多学者试图对有关的主要因素进行归纳并使之系统化，使之成为人类社会

的“一般性知识”。

（一）英格尔１９８６年提出的１４个变量

以美国社会为背景，英格尔（Ｊ．ＭｉｌｔｏｎＹｉｎｇｅｒ）在１９８６年的一篇文章中提
出了分析族群关系的一个变量体系，其中包括了影响种族或族群成员认同程度

的１４个自变量（表１４１）。这个体系直接涉及的因变量是族群成员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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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随着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强化或弱化。毫无疑问，族群成员身份认同的强化或

弱化必然会对族群之间的相互融合发挥负面或正面作用。如果对本族群身份

的认同意识弱化，自然就更容易与其他族群交往与融合，如果对于本族群的认

同意识得到强化，必然也会阻碍与其他族群成员的交往与融合，而且往往这一

认同意识的弱化或强化过程本身即是因为受到社会制度和其他族群成员的接

纳或排斥态度等外部影响而造成。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体系称之为影响族

群关系的包含１４个因素的分析体系。

表１４１ 影响族群成员身份认同的变量

使族群成员身份认同强化 使族群成员身份认同弱化 变量概括

１．人口规模很大（在总人口中的比重）１．人口相对规模很小 人口规模

２．在地区和基层社区中集中居住 ２．在地区和基层社区中分散居住 居住格局

３．居住时间短（新移民比例大） ３．居住时间长（新移民比例小） 移民比例

４．回访母国即方便又频繁 ４．回访母国非常困难，因而很少回访 母国联系

５．与本地其他族群的语言不同 ５．与本地其他族群的语言相同 语言差别

６．信仰与本地主要族群不同的宗教 ６．信仰与本地主要族群相同的宗教 宗教差异

７．属于不同的种族（明显体质差异） ７．属于同一个种族（没有明显体质差异）种族差异

８．通过外界强力或征服行为进入这一
社会 ８．自愿地进入这一社会 迁移方式

９．来自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其他社会 ９．来自具有相似文化传统的其他社会 文化差异

１０．母国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对其具有吸
引力

１０．被母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所驱除出
来

母国情感

１１．在阶级和职业方面的同质性 １１．在阶级和职业方面的多样性 阶级构成

１２．平均受教育水平比较低 １２．平均受教育水平比较高 教育水平

１３．经历了许多族群歧视 １３．没有经历过什么族群歧视 歧视经历

１４．所生活的社会没有社会流动 １４．所生活社会的社会阶层是开放的 社会流动
资料来源：参见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６：３１。

我们把这１４个变量在表的最右侧一栏里进行了归纳概括，同时它们可以
被大致归纳为六大类：（１）人口因素（包括了相对规模、移民比例、迁移方式３个
变量）；（２）体质差异（种族因素），（３）文化差异（包括文化、语言、宗教等方面的
族群差异３个变量）；（４）社会总体特征（包括阶级构成、社会流动、教育水平３
个变量）；（５）社会的族群关系与政策（包括族群歧视、居住格局）；（６）与母国关
系（与母国之间的情感和各种具体联系），这一类主要是针对移民国家的国情所

提出的变量。

英格尔提出的这１４个变量，还可以根据所涉及的分析层面进行分组：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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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时间、迁移方式这两个因素属于个体层面因素外，其他１２个因素大致都可
以被看作是群体层面的影响因素。当然，我们不排除有些个体的情况（如语言

能力、歧视经历、对母国的回访）、局部社区的情况（如居住格局）可能与群体绝

大部分成员、整体社区有些差别，但是基础性的情况应当是大致相似的。所以，

我们可以根据整体或平均情况来衡量两个族群之间的文化和心理距离，分析彼

此相互认同的障碍，同时我们也可以在涵盖这些群体数据的同时，增加个体层

面的信息，把它们结合起来，分析个体在与另一个族群认同时彼此之间的距离

及其变化。

由于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移民史与族群关系历史，各个变量的作用程

度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可能会有不同

的社会制度和处理族群关系的不同政策。如美国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政府对

待来自不同地区移民的政策也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在研究族群关系时，必须根

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不同的具体对象来参考使用这１４个变量。英格尔提出
的这个分析体系，是美国社会学家对于美国族群关系研究的理论总结，也是对

于影响族群关系的各种因素加以系统化的尝试。对于我国今天的族群关系研

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族群凝聚力或族群力量的源泉

在这篇文章中，英格尔还讨论了如何分析族群所具有的力量或凝聚力的源

泉（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ｅｔｈｎｉｃｓｔｒｅｎｇｔｈ）。他首先总结了以往文献中提出的“原发基础的”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和“利益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这两类凝聚因素，前者代表“纯粹的文化”
（ｇｅｎｕｉｎｅｃｕｌｔｕｒｅ），它使得族群作为具有共同祖先的“文化集合体”而凝聚起来，
人们出于对本族文化的深厚感情便产生出和要求保存和发展自身文化传统的

愿望，正是这种愿望使它们凝聚起来，成为“文化抗争”的力量；后者代表“社会

分层现象”（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当一个族群在社会分层中整体处于劣势
时，共同的社会地位与共同的利益追求也可以使他们凝聚起来，作为“政治抗

争”或“经济抗争”的力量。许多研究表明，在今天社会中族群成员的共同实际

利益逐渐成为族群冲突中实现社会动员并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这里英格

尔在他前面提出的１４个因素中，突出地强调了我替他归纳的第３类因素（文化
因素）和第４类因素（社会结构因素）。
同时英格尔提出了“特征”因素（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并强调族群中每

个人的经历与倾向会影响族群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和族群的整体力量（Ｙｉｎｇｅｒ，

１９８６：２６—２７）。但这个“特征”因素与他前面总结的两类凝聚因素（“文化因素”

４７１
第十四章 影响族群关系变迁的因素分析



和“利益因素”）实际上不能相提并论，因为既不在同一个分析层面上，其所包括

的内涵又与前两项交叉存在，个体的“特征因素”（个人的经历与倾向）可能同时

受到另外两个因素（“文化”和“利益”）的影响，所以不能与“文化”和“利益”因素

并列。

但英格尔提出的“特征”因素还是有意义的。因为群体是由个人组成的，个

人的态度将会对周围的人群产生影响并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所以必须受到重

视。英格尔实际上是在前面两个“群体因素”之外，又提出了一个解释和分析个

体行为差异的“个体因素”，这是在个体与群体两者之间的互动中使微观层面因

素转变为宏观层面因素，促进或阻碍族群的凝聚力的另一个影响力。我们在实

地调查中，接触到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人，怎样使个案访谈的内容与对群体整

体的态度之间挂起钩来，如何根据个体来判断整体，一直是社会学调查研究方

法中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个因素的提出，正好促使我们去关注和分析个体与族

群之间的联结点或联结人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真正能够有效地影响族群凝聚力的个人，决不是族群

的普通成员，而只能是族群的领袖人物或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精英分子。像马

丁·路德·金博士那样具有个人魅力的黑人领袖，对于提高美国黑人的凝聚力确

实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当我们到一个村子里去调查时，我们往往可以发现

几个“精英分子”，他们对问题的表述在条理层次、分析逻辑、事件归纳等方面比

其他人要深刻清楚，村里许多人的回答实际上是在重复他们的表述，这从侧面

反映出他们对其他村民的影响力和代表性。这样的精英人物，对于村子的决

策、村民的集体行为是有影响的，村子里的“政治斗争”实际上是这些精英人物

之间的斗争。

在分析“特征”因素时，英格尔提出要关注两种感情现象，第一种是某个人

发现自己在所属族群中出现“边缘化”的感觉，第二种是某个人感到自己对于国

家和整体社会出现“边缘化”或“疏远化”的感觉，这两种情况会导致不同的后

果：（１）当一部分成员在族群中明显出现“边缘化”现象，而且这一现象呈蔓延趋
势时，这个族群的内部凝聚力就会开始瓦解；这种“边缘化”通常是这部分成员

接受社会主流族群文化的结果。如一个印第安部落里有部分印第安青年接受

了白人文化，当这些印第安青年开始游离本族文化传统时，这个部落的凝聚力

就会下降。（２）而当少数族群的一些成员对于主体社会和多数族群主导的国家
机器出现“疏远”现象时，该族群这些成员有可能会因为彼此在“共同被疏远”方

面产生的感情共鸣而族群意识得到强化；假如许多黑人感到他们在美国社会里

属于“被抛弃的”那部分时，这些有同感的黑人之间的凝聚力会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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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者在研究历史进程时还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即成为一个族群

化身和它的代表人物的，常常是一些外来者（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ｓ）或来自支系，而不是来自
这个族群的“正脉”。如法兰西皇帝拿破仑是科西嘉人，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始人

穆斯塔法·凯末尔（ＫｅｍａｌＡｔａｔｕｒｋ，１８８１—１９３８）是阿那托利亚人，美国黑人领袖
贾维（ＭａｒｃｕｓＧａｒｖｅｙ，１８８７—１９４０）是牙买加人，在这些外来者的性格中体现出
其自身所属小群体所受困扰的经历，而这在更大社会群体的许多成员中得到共

鸣，并被他们拥护为领袖（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６：２７）。在各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中确实存
在这样的现象，即一个民族在争取独立或积极对外扩张方面的领袖人物是外来

者或来自其属国，如对于扩张沙皇俄国版图最为热衷的叶卡特琳娜二世是日耳

曼人，嫁到俄国后才开始学习俄语；二战中法国民族英雄戴高乐将军的祖先，来

自比利时的佛兰芒族。这些现象从另一个侧面充分地体现出族群问题的复杂

性，以及在族群关系中，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英格尔指出，在城市社会里，当出现下列三种情况时，一个族群的身份认同

感会达到最大化：（１）成员们普遍认为强化族群意识会使他们得到更大的群体
共享利益及个人利益的时候；（２）当祖先文化的真实性和反映族群起源的神话
被人们强烈地感受到的时候；（３）当族群中有相当数量的成员感到被政府“疏远
化”的时候（即感到自己在这个国家没有权力，不信任政府，也不接受其价值观

和政策）。这三种情况使得族群的认同意识得以强化、族群抗争的力量得到加

强，族群关系变得疏远甚至相互对抗。

英格尔画了一个三维坐标的立体图，他把这三个因素（１）基本归属感（ｐｒｉ
ｍｏｒｄｉａｌ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２）分享的利益（ｓｈａｒｅ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３）与政府的“疏离感”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ｓｔａｔｅ）作为衡量城市社会族群力量的三个维度（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６：

２８—２９）。在位于图中的Ａ点时，所有三个因素在三个坐标轴上得到最大值，而
在位于Ｂ点时，所有三个因素在三个坐标轴上的数值均为零，它们之和为最小
值。这三种情况、三个因素同时也可以被看作族群凝聚力的三个源泉。前两个

是英格尔最早提出的两类因素（“文化因素”和“利益因素”），第三个是一个外在

因素，即这个族群与政府之间的距离，产生的这个距离是这个族群与社会主导

族群之间长期互动的结果。

在我们借鉴这个思路时需要注意几点：（１）英格尔专门对于城市场景而提
出的这个思路，其实也可以应用于农村地区。在农村地区，这三个维度也是存

在的，只是表现的形式可能有所不同。（２）这个思路所考虑的对象是少数族群，
而不是控制政府的占主导地位的族群，所以也才存在其成员与政府“疏离”这个

问题。（３）族群传统文化的“强化”现象可能存在各种诱因，有时政府或社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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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３ 英格尔衡量城市社会族群力量的三个维度
资料来源：英格尔，１９８６：２９。

了开发旅游业会鼓励“寻根”和复制族群传统文化（建筑、庆典仪式、服饰用品

等），在这种情况下，族群认同意识未必会得到真正增强和内在支撑。（４）经济
利益或政治权益之争并不仅仅存在于族群之间，应当说更经常地出现于社会阶

级、阶层甚至区域之间，并以跨族群的政治团体为其代言人。所以这三个因素

可以影响族群关系的变化，但它们并不仅仅是反映族群关系、族群认同意识的

因素或变量，在它们的变化中很可能隐含了其他非族群因素，需要注意加以鉴

别和区分开。

四、影响民族关系变化的各种因素

有关研究族群关系的国内外文献数量很多，这些研究文献在不同程度上都

涉及到影响族群关系变化的各种因素，它们所依据的学科背景和学术传统也各

不相同，有的偏重于理论探讨，有的注重方法论的探讨，有的试图归纳出衡量族

群关系的变量体系，有些则偏重于实证研究，结合族群关系变迁的具体案例进

行了深入分析。我们前面各章特别是第七章中也曾从宏观角度谈到影响民族

关系的各个变量，在本章中我们结合这些国内外的研究文献，把论述较多而且

我们也认为比较重要的影响族群关系的主要因素在这里进行初步归纳和讨论。

在对这些影响民族关系的各种因素进行分类概括和综合比较之后，我们可

以把这些主要因素大致划分为１５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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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质因素

这也就是英格尔在１４个变量中提到的“种族因素”。有的文献中也把它称
为“种族变量”（ｒａｃ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ｍｐｓｏｎ，１９９７：４１１）。世界人类社会存在着不同
的种族和亚种，不同族群在人的体貌（肤色、毛发、眼睛的颜色，身体骨架和头骨

轮廓以及各种体质特征）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程度的大小，会使各

族群之间产生距离感并影响认同程度。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澳洲及太平洋

岛屿居民以及阿拉伯人、印度人都有非常明显可以相互区分的身体特征。中国

许多古书上描述的“红毛鬼”、“波斯胡”和各种体态特征的人类，有些还具有相

当丰富的想象力（如明朝人写的《镜花缘》），其根据都是在与其他种族成员接触

后所留下的印象。

人们在体质外观上的差异是很容易分辨的，也很容易造成深刻的印象。在

相互接触中，人们在态度上是否愿意接受对方、在感情上是否与对方认同、在心

理上与对方保持多大的距离感等等，都会受到彼此体征差异程度的微妙影响，

他们会十分自然地考虑：对方是不是“异类”？体质差异越大，带来的距离感也

就越强。族群之间体质差别越小，相互对另一方的“异类”感也就越低。

中国各族群之间长期存在着比较和谐的关系，这与绝大多数族群同属一个

种族是有很大关系的。美国的白人与黑人虽然共处三百多年，但彼此界限分

明，这表明种族之间体质差别的作用不可否认。

体质特征通过遗传基因而代代相传，但是在遗传过程中也有可能发生变

化，加勒比海地区的黑人、美国黑人与非洲黑人虽同属黑种人，但因为自然环境

和混血的原因也存在明显的体质（毛发、肤色等）差别。即使同一个族群的成

员，居住在不同地区而且有不同的通婚状况，体质上也可能出现差异。例如我

国西北地区的回族与沿海地区的回族相比，沿海地区回族有较大比例的回汉通

婚，而西北地区族际通婚比例较小，所以西北地区回族所保留的中亚人种的体

质特征，就要比沿海地区的回族更为明显。

不同族群之间在血缘关系上可能存在不同的距离，这种血缘距离比较远的

种族，体质差异便较大。另外有些族群之间在历史上就长期存在密切的血缘关

系，所以体质差异就很小。如我国青海的撒拉族，从历史上就有与藏族联姻的

传统，留下动人的传说（《撒拉族简史》编写组，１９８１：１４），甘肃的东乡族与回族
通婚始终很普遍，这些有着较多通婚的族群之间其血缘关系比较近，体质差异

小，相互之间也容易形成和保持融洽的族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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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因素

在与人口相关的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是各族群人口规模的比例，也

就是人口的“相对规模”。在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总人口中每个族群

所占的比例，可以说是决定族群关系最为重要的因素。人多则势众，这一因素

无论是在历史上凭靠武力夺取自然资源的时代，还是今天凭靠选票的多少来决

定权力分配的时代，人口相对规模始终是影响族群关系总体势态的一个不可忽

视的重要因素。

在族群相互交往的概率方面，相对规模会导致不同的交往模式。彼得·布

劳（ＰｅｔｅｒＢｌａｕ）在分析群际交往时指出，“两个群体在规模上的差异越大，那么它
们在彼此的群际交往率的不一致性也就越大”（布劳，１９９１：３５）。如果一个村落
或社区中Ａ族群有１０００人，而Ｂ族群仅有１００人，如果不考虑具体邻里居住格
局这个因素的话，那么整体来说，Ａ族群的成员与Ｂ族群成员交往的概率将大
致比Ｂ族群成员与Ａ族群成员交往概率小１０倍。
其他一些人口因素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族群绝对数量的变化，从而影响人口

相对规模。如生育率和死亡率分别影响着人口数量的增多与减少，近５０年里
马来西亚人口中华裔比例的持续下降，就是马来人的高生育率和华裔的低生育

率所造成的。

人口的迁出与迁入也会影响一个地区族群人口的数量变化。在２０年的时
间里，美国的华人从１９７０年的４３．５万人增加到１９８０年的８１．２万人，再增加到

１９９２年的１７０．４万人（Ｋｒｏｍｋｏｗｓｋｉ，１９９７：５１），增加了４倍，在美国总人口中的
比例从１９７０年的０．２１％增加到１９９２年的０．６９％，造成这一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移民数量上升。我国新疆地区汉族人口从１９４９
年的２９万（占自治区总人口比例为６．７％）增加到１９７８年的５１２万（占

４１．６％），主要原因也是移民。这是人口迁移影响族群关系的第一个方面。
人口迁移对于族群关系的影响不仅仅是人口规模的变化，而且会影响族群

之间的感情。人类社会中各个族群在其发源和发展过程中，都有其“发源地”，

有的确实有历史踪迹可寻，有的则来自部落的传说或神话，但是任何族群在其

繁衍生息过程中都会形成传统的居住地。需要指出的是，在社会变迁的漫长过

程中，各个族群都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离开或偏离其传统居住地，有的由

于各种原因甚至迁移到了万里之外。但是在自己的传统居住地上，外来的移民

很可能被本地族群视为“闯入者”而在感情上产生排外心理。这是人口迁移影

响族群关系的第二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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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移使得过去保持地理距离的族群之间得以开始相互接触，在接触中

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族群在自然资源、经济利益、政治权力等方面的相互竞

争，这些竞争往往构成了族群交往的主线。这是人口迁移影响族群关系的第三

个方面。

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影响，所以研究族群关系是必须要考虑到人口迁移因

素的，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离开了对人口迁移的研究，就完全无法理

解美国族群关系的演变历程。我们在本书中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来讨论人口迁

移，即是看到这一因素对族群关系带来的重要影响。

（三）社会制度差异

这里有两重考虑，一是在同一个国家内各个地区的社会发展存在着不平

衡，在不同地区国家对基层社区的渗透与政治整合程度也存在差异，因而生活

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族群在历史上或者在今天所实行的有可能是不同的政治制

度、社会组织、财产所有制甚至不同的家庭婚姻制度，由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沿

袭下来的就可能是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动规范。当这些族群因为某种原因彼

此相遇或者因迁移而共同居住在同一个社区时，这些社会制度方面的差异会使

他们在相互交往中因遵循不同的社会行为规范而发生矛盾和冲突。一旦当中

央政府试图对这些地区、这些族群实行政治整合并推广国家主体族群的社会制

度、组织形式和所有制时中，这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社会制度差异又会成为族

群关系中最核心、最关键的影响因素。

例如在解放前，我国汉族地区的土地租佃制与藏族地区的农奴庄园制、彝

族部分地区的奴隶制是不一样的，与云南一些山区族群（如独龙族、怒族、佤族）

的原始公社制度也是不一样的，当汉族与这些族群相遇时，由于种种制度和观

念上的差别，使他们在交流中出现隔阂并影响到相互关系。１９５９年西藏农奴主
的叛乱，原因之一就是当时政府在川西和青海藏区推行民主改革，废除了农奴

制，危及了农奴主和宗教上层的统治基础，引起他们的不满和恐慌，加上外部势

力的推动，形成了这些旧制度代表人物与政府之间的对抗。

第二重考虑就是我们开展跨国界比较时，需要考虑社会制度差异这个因

素，需要注意到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大场景下，民族关系和族群冲突的内涵与表

现形式可能会出现差异，我们在对不同国度、不同社会的族群关系进行比较研

究时，必须注意这种制度性背景方面的差异。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国旧社会的

封建土地制度、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是很不一样的，在这些不同制度的社会中，

族群矛盾的内容、表现方式和协调方法因此也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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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介绍了不少美国种族、族群关系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数据，在我们借鉴

和参考这些信息时，必须注意美国社会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经济制度与中国

的各项制度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譬如美国的联邦政府需要派正规军队到一个

州用武力去落实废除学校种族隔离制度的法令，直至１９６７年还有１７个州抵制
联邦法律而坚持实行禁止种族通婚的本州法律，这些对于中国人都是不可想象

的，也是中国体制下绝对不会出现的。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各国政府的机

构运行、社会集团之间的互动、族群争取自身利益的表述方式与渠道、社会冲突

的协调机制等等，也都存在着许多重要的根本性差异，我们在对族群关系进行

国际比较研究时，对这些方面一定要特别予以注意。

概括地说，社会制度因素所涉及的是当不同族群彼此相遇，发生互动时，如

果这些族群具有不同的社会制度背景，由这些制度下所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

规范便会影响它们之间的沟通与融合。

（四）经济结构因素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逐步出现了社会分工。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

析社会分工的形成与结构，一是在一个社会内部出现的劳动力分工，最基本的

分工包括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行业分工以及官吏、军人、商人等职业分

工；二是在古代的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人员、物资交流中，各国各地区可能出

现不同倾向性的社会分工，如中世纪的威尼斯就是个以海上贸易活动为主的商

业城邦国家。

各族群的成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这个社会分工的发展进程中，各族

群的参与有可能体现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行业分工，如我国近代蒙古

族地区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活动、汉族地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鄂伦春族

地区以狩猎为主要经济活动、赫哲族区域以捕鱼为主要经济活动；同时各族群

的参与也可能体现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区甚至同一座城市内的行业或职业

分工上，如犹太人在欧洲各国商业、金融业占据重要位置，尼泊尔的廓尔喀人一

度被视为天生的职业军人，印度的种姓与职业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而历史上沿

袭下来的不同族群在经济活动方面的传统，对于我们理解今天在社会分工体系

中的“族群分工”现象有着重要启示。

当我们来到族群混居地区时，首先需要考察一下当地不同族群在历史上是

否有着不同的经济活动传统，这些传统在今天是否得以延续，在今天的竞争中

是处于优势还是劣势。例如汉族的传统经济活动是农业，蒙古族是草原畜牧

业，所以当他们相遇共处时，这种差异在土地资源的使用竞争等方面无疑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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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而一旦当地的主要传统经济活动类型能够得以保持，或者发生调整变

化并确定下来之后，当地的族群关系也就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下重新展开。在上

个世纪初叶清朝在内蒙古草原推行“放垦”政策后，汉族农民迁进这些放垦的土

地，一部分蒙古族牧民留居下来，转为务农，另一部分蒙古族牧民转而迁往北方

没有放垦的草原。当我们在蒙汉杂居的地区进行调查时，发现农区的蒙古族由

于不善于务农而收入偏低，同时牧区的汉族也因不善于放牧而收入偏低，在族

群的收入差异背后是各自经济传统力量的影响。所以通过对各族群传统经济

活动差别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各地区族群的收入差异。

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致进程，是从狩猎、采集、畜牧、农耕、手工业等逐步发展

的，劳动力首先集中在第一产业（农牧渔业），然后发展第二产业（制造业），最后

发展第三产业（商业服务业），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反映出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

平。我们从这个思路来考虑，从中看出在经济结构差异的背后可能还反映出不

同族群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差异。

（五）社会结构因素

当我们讨论“社会结构”时，主要指的是社会的阶级结构或阶层结构，各个

族群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可能存在制度性或非制度性的差别。例如元朝时把

不同族群分为４个等级，这种制度化的等级划分自然影响到处于不同等级的各
个族群之间的关系。现在一些西欧国家的“外籍工人”根据法律是不能得到公

民权的，即使在这些国家生活了两代、三代，他们依然在制度上与本地族群之间

处于社会结构中的不同位置。

在一个社会里是否存在界限明显和距离悬殊的“族群分层”，对族群关系具

有整体性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经济组织的所有制体系（国有经

济比重、私有经济、股份制），经济成果利益的分配制度（工资制度、所得税和遗

产税的征收制度、社会各项福利制度），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基本结构、社会分层

和收入差距。如果在制度设计上使得不同种族、不同族群具有不同的社会地

位，或者事实上使它们相对集中在不同的社会阶级，这种社会分层与族群分层

的重合程度，将决定族群关系在这个社会中的基本性质。所以，当我们在开展

族群关系调查时，如果发现族群之间存在着职业结构和收入结构方面的群体性

差异（即“族群分层”）时，就需要考虑到在族群矛盾的背后可能隐含着经济利益

的冲突和阶级矛盾。

概括地说，社会结构因素涉及的是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相关联的一

系列问题：在一个多族群社会里是否存在“族群分层”？这个“族群分层”结构是

４７９
第十四章 影响族群关系变迁的因素分析



否稳定？不同层次之间的差别有多大？层次之间是否存在流动性？人们的社

会流动与他们的族群背景是否存在相关关系？这些问题对于族群关系会产生

一些特定影响。在一个“社会分层”明显、社会流动性较高的社会，某个族群的

一些成员有可能把其他族群的一些成员视为利益和资源的竞争对手。

（六）文化因素

各个族群都有自己悠久的文明发展史以及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传统文化。

影响族群关系的“文化因素”主要指表现于各族群在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等方

面的差异，包括在族群之间是否存在语言不通、生活习俗不同、价值观念不同、

行为规范不同等等现象。两个族群如果在这些方面存在着重大而且十分显著

的差别，对于族群成员之间的交往与融合也会造成程度不同的障碍。宗教也是

族群文化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我们把宗教单独列为一

个影响因素。

世界上的语言文字种类繁多，可以被归纳为不同的语系和语族，属于相同

语系的不同语言，尽管互不相通，但在发音方法、文字类型、构词方法、语法规则

等方面存在着相同之处，所以相同语系之间相互学习要比学习其他语系的语言

容易一些。例如英国人学法语和德语，就比他们学汉语和日语要容易得多。美

国的华人和其他亚洲移民之所以较之欧洲移民更难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他们的母语与英语距离比较大。

有些族群在生活习俗如饮食方面有比较严格的限制，这些生活习俗就限制

了他们与其他族群更广泛的交往。有些习俗与宗教戒律密切相关，有些与当地

气候、生态环境和历史上的跨文化交流相关。在饮食方面，不少族群都有禁忌

的食物，穆斯林和犹太人不吃猪肉，韩国人吃狗肉的习俗很难为欧美社会所接

受；在服装色彩方面，譬如西方社会新娘的结婚礼服是白色，中国人结婚传统要

穿大红颜色，亲人去世戴孝才穿白色；在礼仪方面，欧美人见面之后的拥抱接

吻，也不符合非洲、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在婚姻方面，阿拉伯人中

的多妻制、喜马拉雅山部分地区的一妻多夫制等各种不同的婚姻习俗同样都可

能造成族群交往中的文化距离。

基于不同的文化传统，根据彼此在语言和生活习俗等方面所具有的共性程

度与远近差距，各个族群对待其他族群的“态度”（或尊重或歧视）是各不相同

的，表现出有近有远，有亲有疏，这种态度无疑会影响族群成员之间的交往与融

合。一个文化“同质性”高的多族群社会，彼此之间自然存在某种亲和力，有利

于族群关系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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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宗教因素

宗教是各族群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有些信奉宗教的历史比较悠

久、宗教势力比较强大的国家，宗教不仅渗透到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和日常行

为中去，甚至渗透到国家或社区的行政系统之中，渗透到政府的一些政策法规

之中。所以宗教在许多社会里已经成为建立或阻碍群体认同的重要因素，成为

影响族群和睦或造成族群冲突的重要因素。历史上基督教各族群曾经联合起

来进行“十字军东征”，与伊斯兰教各族群打仗。近年来美国学者在族际通婚研

究中也发现，美国白人各族群中又以宗教为边界分为罗马天主教、新教、犹太教

三个彼此隔离的通婚范围（ＫｏｂｒｉｎａｎｄＧｏｌｄｓｃｈｅｉｄｅｒ，１９７８：１０５）。如今世界上影
响美国白人与亚裔和阿拉伯裔之间交往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宗教差别。亨廷

顿认为以宗教为分野，世界各个族群面临着“文明的冲突”，他非常强调宗教在

人类社会的认同中的核心作用。

宗教通常有助于建立某种跨族群的认同，例如在欧洲人之间的相互认同背

后就存在着很强的宗教因素。无论他们信奉的是罗马天主教、新教还是东正

教，在宗教的本源上是同出一脉，都信奉《圣经》，都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这使

得欧洲人与具有不同宗教传统的其他地区的族群（如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东人、

信仰印度教的南亚人、信仰儒家和佛教的东亚人、信仰萨满教的美洲印第安人、

信仰其他宗教的非洲人和太平洋岛民）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文化差距。在我国

的西北地区，伊斯兰教族群与非伊斯兰教族群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距离。应当

说，在许多情况下，宗教因素在族群认同、族群融合方面所起的作用要超出语言

因素。

族群的宗教戒律也与生活习俗之间有密切关系，例如伊斯兰教的饮食禁

忌，就使得穆斯林与其他族群之间的日常交往受到一定限制，犹太教也有与伊

斯兰教相似的饮食禁忌。宗教仪式（如斋戒）也会形成信徒生活习俗的一部分，

并使得他们与信仰其他宗教的族群之间保持着明显的距离。

在宗教强烈干预世俗社会的一些国家，在当地宗教具有强烈排斥“异教徒”

特征的国家①，族群关系往往与宗教关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族群关系的背后实

质上是宗教关系。正因为在当今世界族群关系研究中宗教的特殊重要性，我们

才把宗教与其他语言、习俗等文化因素相区别，单独作为影响族群关系的一个

① 世界上现存许多大大小小的不同宗教，有的宗教对于其他宗教信仰比较宽容，如中国的佛教；有
的宗教教派则公开鼓吹发动消灭“异教徒”的“圣战”，如伊斯兰教中属于原教旨主义的“瓦哈比”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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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八）心理因素

族群之间的体质差异、语言差异、宗教差异、习俗差异以及历史上发生过的

各种冲突都可能会给各族成员们造成在心理上彼此间的距离感，使人们把其他

族群成员看作“异类”。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白种人与黑种人之间的心理差距，这

个种族心理隔阂表现在美国许多文学和影视作品中。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

说，与其他黄种人的心理距离明显比与白种人和黑种人的心理距离要更小一

些。

人们在成长和社会化的过程中，会从自己父母、其他家庭成员、邻居和社区

成员、公共媒体宣传、小说戏剧、影视节目等不同来源获得并建立起自己对于其

他族群的认识和对于族群距离的观念。而在这些信息中，有的是正面的，有的

是负面的，有的就可能包括了对待其他种族和族群的偏见。在有些宪法明文规

定禁止种族歧视的国家，一些在社会上以非正式渠道、非公开形式传播的政治

观点、故事、传说、笑话等也可能带有族群偏见的因素，这些信息的流传会进一

步加大族群之间的心理距离。如美国虽然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正式禁止种
族隔离，但直至２００３年还有个别参议员仍然公开表达赞成种族隔离的言论。
这些言论在美国社会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也反映出部分白人在心理上对黑人的

歧视。

目前在国际迁移增加和存在许多跨国界族群的情况下，各国不断地爆发国

内族群冲突、国家之间外交关系紧张甚至爆发局部战争，这些特殊事件在一个

特定时期内乃至以后一个时期都会改变或加剧人们对其他族群的看法，社会上

有些人正是在这些因素影响下产生了族群偏见和排外心理。例如前几年在科

索沃爆发的塞尔维亚族与阿尔巴尼亚族之间的流血冲突，使得两个族群之间的

心理距离急剧扩大，甚至转变为相互仇视的心理。而德国的失业率上升也导致

了部分德国人对来自土耳其和其他巴尔干半岛国家“外籍工人”的排外心理。

在研究国内人口迁移时，如果所研究的迁移属于一个族群迁入另一个族群的传

统居住地域时，我们就需要特别注意移民的规模，注意移民对当地族群生活的

影响以及本地族群与移民族群之间心理距离的变化。后面将要介绍的对族群

之间“社会距离”的调查内容，实际上就是族群之间的主观心理距离。

（九）人文生态因素

在这里“人文生态”指的是各个族群在地理分布和居住格局方面的特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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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特点会影响当地族群对待外族的态度和交往中的性格。需要注意的是，自然

生态有时也会影响人文生态。在大草原上游牧的蒙古族牧民居住非常分散，蒙

古包之间一般要相隔几里地，人们之间接触很少，这样交通不便的居住特点，形

成了蒙古族好客、爽朗的性格，这使得他们与其他族群成员交往时也容易结交

朋友。居住在城市里的犹太人由于主要从事经常与人打交道的职业（如商业、

金融、法律等），所以给人们留下了犹太人言辞谨慎、斤斤计较的印象。而居住

在人迹罕至的偏远山区的狩猎采集族群，由于极少与外人和外部文化接触，而

接触有限的那些外族人往往是某种职业的人员（官兵、商人），这些接触通常给

他们留下很不愉快的回忆，所以当他们再遇到外族人时就变得十分谨慎并容易

多疑。

另外，不同族群的社会组织也具有不同特点，有的凝聚性很强，有的很松

散，有的在一个多族群的大社会中形成本族相对封闭的“文化岛”现象。例如美

国各大城市的“唐人街”在人际网络、文化活动方面就具有某种相对“封闭”的特

点。北美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在人文生态（单一的族群构成、传统的酋长制社

会组织、对外的半封闭性等）方面的特点也不利于印第安人与其他族群的交往。

而有的族群则与其他族群混杂居住，为族际交流创造了大量的条件。所以正如

我们在第十三章中讨论过的，城乡的族群居住格局与邻里模式是影响族际交往

的重要因素。

不同的族群在社会城市化过程中参与的程度可能是不同的。在有些国家，

不发达的族群居住和生活在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村和山区；而在另一些国

家，有可能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族群恰恰迁移到了城市，例如２０
世纪６０—８０年代美国出现的“黑人城市化”现象（马戎，２００１ａ：３０２）。如果不同
族群的主要人口分别居住在城市和农村，这种城乡分布格局也会给族群关系打

上“城乡关系”的烙印。

所以，当我们在一个地区开展族群关系调查时，对当地的自然生态、各个族

群的地理分布与居住格局、交通通讯条件、自然社区的族群构成和封闭程度等

需要给予一定的关注，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因素甚至有可能是我们理解当地族

群关系特点的关键。

（十）历史因素

我们在观察和分析某些社会现象时不可能割断历史，今天的族群关系往往

是历史的某种延续。毫无疑问，族群集团之间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关系与记

忆对于它们之间今天存在的关系仍会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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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族群之间在过去是否长期关系融洽或长期不断发生战争，关系到现在

它们之间是否相互信任、是否愿意发展交往，也就是说，以往的历史仍然对今天

的族群关系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自二战后犹太人在以色列建立国家以来，

阿拉伯人与以色列进行了三次中东战争，半个世纪的战争与相互对峙的历史使

得阿拉伯人与以色列犹太人之间的敌意很深，关于东耶路撒冷归属的争议更是

牵动全世界所有穆斯林的心。“印巴分治”之后遗留的“克什米尔归属问题”和

印巴之间爆发的几次战争，不仅使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交往十分情绪化，印

度国内的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关系也受到很大的影响。日本在侵华战争

中犯下的罪行以及战后日本人毫无歉疚的态度，使得许多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愤

恨一直保留到２１世纪。美国白人在历史上对土著印第安人的多次背信弃义行
为和大屠杀，在印第安人后裔心中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回忆。这些历史的记忆

将不可避免地或隐或现地影响着各族群之间的情感距离与社会交往。

中国各个族群之间的密切联系和政治基础，是中华民族各族群在两千多年

的历史进程中长期相互交往、逐步融合而形成的。各个族群与汉族之间的距

离，也与历史上它们与汉族打交道的时间长短、交往的密切程度、政治文化经济

诸方面融合的过程密切相关。

在具体研究中，我们要注意两点：一是涉及整个族群的全局性历史发展过

程与局部地区的“地区性记忆”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差别，Ａ族整体与Ｂ族整体
可能在历史上长期冲突，但Ａ族中有一个支系可能与Ｂ族一直保持中立友好。
解放前我国彝族中的大多数早已进入封建地主经济，与汉族和其他族群和睦相

处，但在大小凉山地区的部分彝族支系还保存着奴隶制，到山下掠夺其他族群

的居民做奴隶，因而遭到其他族群的反对。我们在研究解放前的族群关系时就

需要把大小凉山的彝汉关系与其他地区历史上的彝汉关系加以区别。

二是要注意区分族群交往历史过程中主流与支流之间的关系，从中华民族

几千年发展历史来看，各个族群之间的团结友好合作融会是主流，矛盾冲突隔

阂分裂是支流。满族与汉族在建立满清王朝的过程中曾发生多次惨烈的战争，

如“扬州十日”的屠城，但当满族在中原站稳脚跟后，继承了中华文化传统的“天

下观”，视神州所有族群为臣民，采取维护汉族传统文化、团结汉族士绅的态度，

最后与汉族和其他族群一起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所以满汉关系的主流

是团结友好合作融会，到了民国时期满汉两族几乎难以区分，已经融为一体。

所以我们在看待族群交往的历史时，要注意区分整体与局部，注意区分主流与

支流，不能以一两件事就简单否定历史进程的大方向。

总而言之，各个族群之间在历史上曾经发生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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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往等方面的事件和族群关系的基本态势如何，都必然会影响到现今的族群

关系。历史上族群之间的仇杀和冲突，族群之间的联姻和合作，也都会对今天

这些族群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调查分析族群

关系时，不可忽视历史因素。

（十一）偶发事件

一些带有偶然性的个别事件有时会强烈刺激民族感情，激化民族矛盾，影

响民族关系。社会上发生的某一个偶然事件，当它涉及到有名的族群领袖时，

或者涉及到一个族群相当多的人口时（如斯大林对于７个民族的强迫迁移），都
会在相关的族群中激起强烈的反响，成为族群关系发展中具有象征性的历史事

件，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族群关系造成正面或负面影响。

我们可以回忆起一些对族群关系具有深远影响的个别事件，例如１９６８年
马丁·路德·金博士遇刺，引发了美国各地黑人长达数月的社会骚动。１９９９年洛
杉矶白人警察殴打黑人司机的录像被暴光后，由于白人陪审团宣布警察无罪，

直接导致了长达两周的街头种族冲突与骚乱。２００１年的“９·１１”事件也使许多
美国白人增加了对阿拉伯裔的反感，并直接影响到他们对美国政府派军队去阿

富汗和伊拉克作战所持的态度。１９８４年初印度的印度教徒针对锡克族的“金庙
事件”和同年１０月英迪拉·甘地总理被刺，这两件不无关联的偶发事件明显地
恶化了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发生在克什米尔地区的伊斯

兰教徒与印度教徒之间的流血冲突，也将影响到两族未来的关系。沙龙２０００
年１０月对东耶路撒冷圣殿山阿克萨清真寺的访问激起阿拉伯世界的激烈抗
议，也成为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进程”被迫中断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在中

国唐代，文成公主入藏与松赞干布联姻，此后唐朝与吐蕃保持了多年的和平，这

一联姻成为汉藏关系史中一段千古佳话。

这些看起来带有偶然性的历史事件，其实或多或少也有某种必然性，是当

时各种力量、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些具体人物可能会给这些历史事件

打上个人的烙印，但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势并不是个人可以随意改变的。所以

我们在分析这些偶发事件对族群关系带来的影响时，一是需要注意分析这些事

件发生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从偶发事件中探询社会变化的规律，不能仅仅

就事论事；二是要注意这些事件所造成的具体影响和对民众的感情冲击，分析

其可能发挥的“导火索”作用，以及这些事件在民众中留下的具有象征意义的

“历史记忆”和长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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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政策因素

国家的法律和政府制定的政策可以对族群关系带来重要的影响。影响族

群关系的法律和政策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明确地以种族、族群为对象而

制定的，直接影响到族群关系。这一类的法规、政策当中最重要的是立法，例如

解放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包括有“民族平等”条款的我国《宪法》和《民族

区域自治法》，１８８２年至１９４３年期间美国实行的《排华法案》，１９６４年美国国会
通过的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民权法案》等。这些基本立法涉及的是各种族、各

族群的法律地位和基本公民权利。

其他许多法规政策都是在这些基本法律的基础上，为了具体推行或保障这

些基本立法的条款而制订或修订的。其他相关的法规政策包括：行政官员任免

政策（例如我国关于少数族群干部培养与使用的政策，马来西亚政府颁布的限

制华人在政府和军队任职的法令）、经济政策（例如我国政府对于自治地区、少

数族群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福利政策；马来西亚政府颁布的不准华人登记注

册企业的规定）、文化教育政策（例如我国的宗教政策、语言文字政策、少数族群

学校制度；印度尼西亚政府长期实行的不准开办华文学校的规定）、婚姻政策

（例如１９６７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根据《民权法案》废除了在１７个州仍然实行的
禁止种族通婚的有关法案），以及处理族群关系的一些具体政策（如中国政府对

于少数族群在实行“计划生育”方面的特殊政策；新加坡政府对于居住区族群分

布的限制政策；美国对于不同国家实行的移民配额制度；前南非政府关于在各

类公共场所实行种族隔离的具体法规）等等。

另一类法规政策并不直接以少数族群为对象，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

会间接影响到某些族群的利益和族群关系，如我国近年来实行了提高畜产品价

格的政策，由于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主要是少数族群（蒙古族、哈萨克族、鄂温克

族等），这项政策明显地提高了这些少数族群民众的收入。美国学者举的一个

例子是纽约市招收消防队员有身高要求，这个表面上不含种族意义的规定实际

上把大部分波多黎各裔排除在外（波普诺，１９９９：３１３）。
毫无疑问，在政府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里，政府的上述各类政策法规会直

接、间接地影响各族群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和族群集团之间的关系。由

于政策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是全国性的和带有强制性的，并有法律和政府为后

盾，所以这个因素对于一个国家内部族群关系影响很大，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

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也正因为政策因素的重要性，在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中

也就时常被作为一个主要研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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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传媒因素

当今社会上各种新闻传媒每天以各种手段（电视、报纸、广播、计算机网络、

各种印刷品、音像制品等）来发布大量信息（新闻、电影、小说、戏剧、体育比赛、

歌曲等），这些信息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其中有些是客观和公正的，有些

是歪曲和煽动性的。有时当报道的对象涉及到不同族群成员的社会新闻、暴力

事件、犯罪活动时，这些媒体对于具体情节的渲染和族群背景的强调很可能引

发和挑动族群之间的仇视与冲突。而对种族和睦、民族团结的正面报道，也会

在各族民众中引起十分积极的效果。

除了那些直接报道种族关系、族群问题的新闻、时事评论等之外，我们还必

须重视通过大众传播系统以文字、声音、图像的形式向世界各国听众、观众、读

者传播的音乐、小说、电影等“文化商品”所带来的影响，通过这些文化节目，含

有种族偏见和歧视的观点和情感有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成员①。我们可

以回忆一下，在迪斯尼公司拍摄的老卡通片中，印第安人始终是丑陋、愚昧、野

蛮、凶残的形象；１９世纪在欧洲人访问中国所留下的素描和游记中，中国人也始
终是野蛮、愚昧、褊狭的形象；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前的好莱坞电影中，中国人
的典型形象就是梳辫子、抽大烟、面目猥琐、毫无信义；这些传媒体系创造出了

对黄种人、黑人、土著印第安人的一系列负面形象（ｉｍａｇｅ），对于观众无疑会起
到种族偏见的教育作用，而对于那些在刚刚认识世界、处在“社会化”过程中的

青少年来说，这种偏见可能会从此伴随其一生。

“书籍、杂志和其他形式的传媒对美国人民传播（种族）偏见，制度化的种族

主义成为美国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斯卡皮蒂，１９８６：８６）。美国学者的一项研
究表明，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初期，电视节目中出现的黑人角色从

０．０５％增加到１７％，但是这些黑人角色不成比例地有很大部分是罪犯。根据这
项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黑人角色的半数属于各类通缉罪犯等，而白人角色中

属于这类罪犯的仅为１０％。此外，这些电视节目中的黑人中多数出现在场景喜
剧中并被典型化，无法代表美国黑人的全貌（ＦｅａｇｉｎａｎｄＦｅａｇｉｎ，１９９６：２４４）。
传媒的运行与发展必然会受到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在政府严格控制媒体

的社会，传媒发挥着政府宣传机器的作用；而在只靠商业运作的社会，媒体所反

映的是主流社会的立场与观念，否则媒体就失去受众而无法维持。从这个角度

① “即使在那些自由度较高的地方，许多传播内容，无论是新闻还是纪实，甚至戏剧，都明显地带有
民族偏好和倾向性”（史密斯，２００２：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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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媒体的节目内容和创造的族群人物形象，可以成为我们从侧面来分析政

府、民众在族群问题、族群关系方面的态度与观点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从媒体

提供的这些信息当中我们可以分析政府在族群政策方面的变化与调整，分析主

流社会对不同种族、族群态度的差异及演变。

在一些族群矛盾的突发性事件报道中，媒体的宣传倾向对于民众情绪的引

导更是关键性的。如２０００年春季美国旧金山白人警察无故开枪射杀了一名台
湾移民后被判无罪，由于当地中文报纸对这个案件的大量报道，数万华人在市

中心集会抗议，但当地所有英文报纸对整个事件则全无报道，所以当地白人完

全不知道华人集会是为了什么。两方面媒体所发挥的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在２１世纪的信息时代，媒体对于族群形象（ｉｍａｇｅ）的塑造作用和对
于民众族群观念的形成所发挥的影响，对于族群关系发展方向的引导，对于我

们研究社会与政府在族群关系方面的观念与态度所提供的信息，都是社会学研

究者绝对不应该忽视的。

（十四）外部势力的影响

当今世界上各国之间的外交活动、非正式人员交流、非法越境甚至间谍活

动都是非常频繁的。同时，国家之间难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之争，如领土

纠纷、资源纠纷（水源、海域等）、污染纠纷（酸雨、风沙、核污染等）、贸易纠纷（反

倾销、关税壁垒等）、司法纠纷（对于侨民、游客的司法处理）、走私纠纷（非法移

民、货物、毒品、武器等）等等，甚至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也会导致国家之间的正

式或非正式冲突，如现在讨论最多的“人权”、“民主”、“自由”、“民族独立运动”

甚至“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可以成为西方国家对其他主权国家施加压力、

进行干涉甚至军事占领的堂而皇之的理由。

由于这些利益之争以及意识形态之争，一些国家认为削弱其他可能成为

“潜在敌手”的国家的竞争力，“符合本国的利益”。这样，一些国家的政府和媒

体就可能动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外交压力、宣传机器、财政支持甚至武装干涉来

直接或间接、公开或暗中支持其他国家的族群冲突，其结果一是可以通过族群

冲突来破坏他国的社会稳定，干扰其正常的经济发展；二是可以鼓动他国少数

族群的“民族自决”运动，破坏其国家统一，用内乱和内战来削弱这些国家①；三

是可以利用以上的机会使这些国家的政府让步，从而在这些国家获取经济利益

① 一些学者断言，“只有在那些有一个地区性强国或超级大国支持分离主义事业的地方，族群运动
才能成功地对现存国家进行挑战，并在分离出来的族群基础上建立新的民族国家”（史密斯，２００２：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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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资源、出售军火、建立公司、推销商品）和政治利益（扶植政治代理人和组

织、空大本国影响）等等。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而言，外部势力如果介入到本

国政治、经济和族群关系当中，其结果可能是给这个国家造成非常严重的混乱。

近代在殖民主义国家的武装侵略下，非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和亚

洲部分地区的政治地图被这些外来者完全改写，当地土著人原有的政治疆界几

乎荡然无存。二战之后，在几个大国的操纵下，东部欧洲各国的国界被重新划

分，在中东出现了犹太人的以色列国；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印度的直接干涉下，东
巴基斯坦独立成为孟加拉国；９０年代，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下，前南斯拉夫联
邦被肢解。外部政治、宗教势力对中国西藏、新疆分裂主义分子的支持，对俄罗

斯的车臣等地区分裂分子的支持，也是世人皆知。再如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

族、波黑的穆斯林族、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交界地区的库尔德人、阿富汗北部

的塔吉克族，实际上都成为外部政治势力相互角逐中所利用的棋子，这些族群

自以为得到了“正义力量”的支持，事实上却是牺牲了本族民众的根本利益，恶

化了与周边族群的关系，为他人“火中取栗”。

２０世纪５０和６０年代非洲有五十多个国家获得了独立，其中大多数实行一
党制或事实上的一党制，这些政党在组织形式上都是全国性跨族群的政党，保

持了这些国家的政治稳定并在经济上得到一定的发展。但是自８０年代开始，
西方国家以外交压力和经济援助“双管齐下”，迫使这些非洲国家实行西方式的

多党制和民主化，其结果是鼓动各国的部族纷纷建立以本部族为基础的新政

党，激发了传统的部族矛盾，破坏了原有的政治统一，导致内乱、内战和部族仇

杀，使非洲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余建华，１９９９：１２１）。在这个过
程中，外部力量是导致这些国家政治体制改变、族群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

国外有些学者把国家内部族群矛盾与外部因素之间的联系分为４大类：
（１）血缘联系（ｅｔｈｎｉｃａｆｆｉｎｉｔｙｌｉｎｋ），即跨境族群或移民因素驱使介入另一国的
族群矛盾；（２）政治权力联系（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ｗｅｒｌｉｎｋ），即为国家的“政治利益”以他
国的族群矛盾为切入点进行干涉；（３）经济联系（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ｉｎｋ），即为获取资源
或销售军火而鼓动和介入他国族群矛盾；（４）道德或伦理联系（ｍｏｒａｌｏｒｅｔｈｉｃａｌ
ｌｉｎｋ），即因捍卫“人权”理念或对独裁恐怖统治的反对而介入他国的族群冲突
（Ｐｒｅｍｄａｓ，１９９１：１２—１３）。事实上，对他国族群关系开展的第２种和第３种政
治或军事介入，通常都是以第４种原因为借口的。
鉴于“族群冲突的国际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当我们分析一个国家内部各

族群之间关系时，外部的政治和宗教势力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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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据美国这个移民国家的社会实际情况而提出的。在中国的一些地区，以上

所列的１５个因素中有些如“体质因素”就基本不发挥作用，在有些地区“宗教因
素”也不突出，我们提出这些因素的目的就是为了供族群关系的研究者在设计

与调查时进行参考。而在实地调查中，我们应当本着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精

神，从实际具体情况出发来归纳与总结影响当地族群关系的主要因素。

五、族群之间社会距离的排序

我们在本章的开头强调了比较分析的重要性，在不同国家，各个族群之间

相互关系的好坏和特征各不相同，我们既可以把同一个国家内Ａ族—Ｂ族关系
与Ａ族—Ｃ族关系进行比较分析，也可以对甲国的Ａ族—Ｂ族关系与乙国的Ｄ
族—Ｅ族关系进行比较分析。下面讨论一下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问题。

（一）影响族群关系因素的比较分析

在一个多种族、多族群的国家中，影响族群关系的各种因素，客观上也就是

族群之间存在的各种差别所造成的，既有一个族群自身特点（体质、语言、宗教、

文化、生活习俗、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政治意识形态、传统经济活动等）与其他

族群的差别，也有与他族相互关系方面（与国内其他族群、国外势力的历史联

系、现时联系等）的差别，也有在国家制度、政府政策实施中是否与其他族群处

在同等地位方面的差别。正是这些差别的程度影响和限定着族群之间关系的

亲疏程度，相互认同或者相互排斥的程度。所以，我们在分析族群关系的各类

影响因素时，一个方法就是反推比较法，即从调查族群之间关系的亲疏程度入

手，在确定了族群关系的现时客观状况的结果之后，再来比较和分析在这些族

群之间各个方面的差异是如何组合的，比较和分析在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场景

里，哪些因素对于族群关系的好坏起着决定性作用，哪些因素起着相对次要的

作用，哪些因素基本上不起作用。

我们设计了一个表来说明这个研究思路，表１４２中最左边的一栏表示进行
分析的特定族群比较，“Ａ—Ｂ”表示是Ａ族群与Ｂ族群之间的比较，之后的７栏
表示进行比较的具体项目，最右边一栏是调查得到的族群关系的评价结果。为

了便于理解，我们以美国为假定的例子，假设Ａ族群代表美国社会主体的盎格
鲁—撒克逊白种人；Ｂ族群代表来自其他西欧国家（德国、法国等）的白人移民；

Ｃ族群代表黑人；Ｄ族群代表亚裔移民（华人等）；Ｅ代表与美国敌对的国家（如
前苏联）。我们从调查中明确得知盎格鲁—撒克逊白种人和来自西欧国家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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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白人移民关系“很亲密”、相互融合很快，在因素分析时看到这两个族群之间

体质上同种族、语言相近、宗教基本相同、价值规范相同、历史上联系密切，作为

多数族群和掌握政权族群的盎格鲁—撒克逊白种人对欧洲白人移民完全没有

偏见和歧视，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它们共同与前苏联敌对或疏远。

所以这两个族群之间的亲密关系有着广泛和深厚的基础，是一系列因素的正面

作用共同缔造的。

表１４２ 影响族群关系各个因素的比较分析

族群 体质 语言 宗教 价值规范 历史联系 是否歧视 与Ｅ国关系 族群关系

Ａ—Ｂ 同种 相近 相同 相同 密切 无歧视 Ａ与Ｅ敌对 很亲密

Ａ—Ｃ 异种 相同 相同 相近 仇恨 严重歧视 Ｃ与Ｅ疏远 很疏远

Ａ—Ｄ 异种 不同 不同 不同 疏远 歧视 Ｄ与Ｅ友好 疏远

Ｂ—Ｃ 异种 不同 不同 相近 疏远 歧视 Ｂ与Ｅ敌对 疏远

Ｂ—Ｄ 异种 不同 不同 不同 疏远 歧视 疏远

Ｃ—Ｄ 异种 不同 不同 不同 疏远 歧视 疏远

举例：Ａ（盎格鲁—撒克逊白人）；Ｂ（西欧白人）；Ｃ（黑人）；Ｄ（亚裔）；Ｅ（敌对国家）。

盎格鲁—撒克逊白种人与黑人（Ｃ族群）体质差异最大，历史上黑人是作为
奴隶被强迫运送到美国来做苦工的，虽然经过几百年的共处，黑人在语言和宗

教上与白人相同，也不受前苏联的影响，但是历史上的记忆、政府长期实行的种

族隔离与种族歧视使得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最为疏远。

以华人为代表的亚洲移民在体质上不同于白人与黑人，在语言、宗教、价值

规范方面与白人差别很大，历史上接触较少，没有历史上土著印第安人与白人

的战争，也没有黑人给白人当奴隶的历史经历。美国许多政策对黄种人是歧视

或半歧视的。因为前苏联帮助中国打垮侵华日军，华人并不怎么反感前苏联。

调查结果发现白人与黄种人之间总的来说比较疏远。

后期欧洲白人移民与黑人和黄种人之间存在体质差异，历史上比较疏远，

但受美国白人影响，对黑人和黄种人多少有些歧视，总体上也比较疏远。黑人

与黄种人体质差别明显，语言、宗教和价值规范差别很大，虽然没有历史恩怨，

但是有些黑人对黄种人持有歧视态度。这部分黑人认为黄种人在语言、宗教方

面与美国主流社会有距离，但是有些黄种人移民却取得社会上较高的位置，作

为在美国生活几百年的种族，这部分黑人感到心理上不平衡，所以虽然同样受

到白人的歧视，黑人与黄种人之间也比较疏远。

以上讨论只是一些非常粗略的现象归纳，并不是对美国族群关系的总结性

结论，主要是想通过若干有感性认识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反推比较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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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族群之间社会距离的调查

我们从“存在决定意识”的角度，可以通过社会统计、普查资料、政策文本、

历史档案等方面对“族群分层”、族群之间的各种差异、政策的倾斜程度等方面

进行分析，了解和判断族群关系的客观环境与结构差异。我们同时也可以通过

直接询问各族群的被访者来了解他们对其他族群的态度与“社会距离”，这是被

访者主观的、可能带有感情色彩的问答，但是对人们主观态度调查所获得的信

息，对于我们分析族群关系的现状与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我们还可

以通过两者的比较来分析一下，族群之间相互“感到的差别”与实际“存在的差

别”在程度上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偏差与扭曲。

下面介绍一下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学者所做的关于族群关系的调查结果，
表１４３显示了在１９２６—１９６６这４０年期间美国人对国内（或国外）其他族群的
社会距离的排序。被调查者对提供给他的一张开列有许多族群的名单根据自

己感情上的亲疏程度进行排序，显示自己与这些族群之间的“社会距离”。由于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每年都有几十万人移民来到美国，许多美国人的邻居或

同事当中通常都有不少移民，所以这个表中的排序不仅反映了大多数美国人对

待来到美国的各国移民们的态度，也表示出他们对待国外族群的态度。

表１４３ 美国人对待其他族群的社会距离排序（１９２６—１９６６）

“目标”族群 １９２６ １９４６ １９５６ １９６６
英格兰人 １．０ ３．０ ３．０ ２．０
美国白人 ２．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加拿大人 ３．５ ２．０ ２．０ ３．０
苏格兰人 ３．５ ５．０ ７．０ ９．０
爱尔兰人 ５．０ ４．０ ５．０ ５．０
法兰西人 ６．０ ６．０ ４．０ ４．０
德国人 ７．０ １０．０ ８．０ １０．５
瑞典人 ８．０ ９．０ ６．０ ６．０
荷兰人 ９．０ ８．０ ９．０ １０．５
挪威人 １０．０ ７．０ １０．０ ７．０
西班牙人 １１．０ １５．０ １４．０ １４．０
芬兰人 １２．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２．０
俄罗斯人 １３．０ １３．０ ２２．０ ２２．０
意大利人 １４．０ １６．０ １２．０ ８．０
波兰人 １５．０ １４．０ １３．０ 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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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目标”族群 １９２６ １９４６ １９５６ １９６６
亚美尼亚人 １６．０ １７．５ １８．０ １９．０
捷克人 １７．０ １２．０ １７．０ １７．０
美国印第安人 １８．０ ２０．０ １９．０ １８．０
犹太人 １９．０ １９．０ １６．０ １５．０
希腊人 ２０．０ １７．５ １５．０ １３．０
墨西哥人 ２１．０ ２３．５ ２６．０ ２６．５
日本人 ２２．０ ２８．０ ２４．０ ２３．０
菲律宾人 ２３．０ ２２．０ ２０．０ ２０．０
黑人 ２４．０ ２７．０ ２５．０ ２６．５
土耳其人 ２５．０ ２３．５ ２１．０ ２４．０
华人 ２６．０ ２１．０ ２３．０ ２１．０
朝鲜人 ２７．０ ２５．０ ２８．０ ２５．０
印度人 ２８．０ ２６．０ ２７．０ ２８．０
资料来源：Ｇｒｉｅｓｓｍａｎ，１９７５：２２２。

仔细看看这张表中的数字，可以反映出美国在不同年代的外交关系和政府

宣传的效果。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人对于英格兰人的认同甚至超过对“美
国白人”的认同，因为美国白人中有相当比例来自不说英语的国家，所以以英格

兰移民为主体的美国人，对于英格兰新移民甚至比对周围的某些“美国公民”还

感到格外亲切。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第一次排序当中，大致的顺序是：西欧族
群、北欧族群、南欧族群、东欧族群、美国土著、犹太人、南美洲人、亚洲人；而在

亚洲５个族群中间穿插着美国黑人，具体排序为：日本人、菲律宾人、黑人、华
人、朝鲜人、印度人。除了黑人之外，以上的排序与美国移民的主体人口和移民

时间成相关关系：人数越多、来得越早，美国人对他们的认同程度也就越高一

些。

４０年代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日本人的排序位置下降，而华人排序
上升。５０年代由于“冷战”的结果，俄罗斯人的排序从第１３位下降到第２２位，
朝鲜战争使得美国人对朝鲜人的距离拉大，与此同时，美国人对自己的“本国公

民”和加拿大人的认同开始超过了对英格兰人的认同。６０年代由于美国与加拿
大之间的贸易争端使得美国人对英格兰人的排序提高到第二位（第一位仍是美

国白人对自身的认同），意大利和希腊等地中海国家作为重要贸易伙伴，在美国

人心目中的排序逐步有所提高。

这个调查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了解与把握族群之间的情感距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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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帮助的。在实际调查中，调查的对象应当不限于一个族群（如上述调查的对

象只是美国白人），最好是同时分别调查几个族群，然后把调查结果进行对比，

同时再分析影响族群“社会距离”的各种因素。当然，调查者对于所得到回答的

真实程度是必须心中有数的，否则得到的数据就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族群结构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国的族群关系及其变化，与其他国家的族群关系进行比

较是一个拓展视角、发现问题、梳理思路、归纳类型、找到主要影响因素的一个

有效的研究方法。

而当我们在进行不同国家族群关系的比较研究时，需要注意的是，在世界

上的多族群社会与国家中，各个国家人口的族群构成可能会彼此很不一样。我

们可以把各国人口的族群构成大致分成几个类型：（１）在各族群中有一个主体
族群，其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半数以上（如中国的汉族、俄罗斯的俄罗斯族、美

国的白人），在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他都是少数族群，在这类国家中，这个主

体族群是国家族群政策的主要设计者和执行者，它对待其他族群的态度往往决

定了这个国家族群关系的基本性质与基本模式；（２）在这类国家中最为重要和
最有影响的是两个大族群，如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和希腊族，比利时的瓦隆人

和佛拉芒人，它们的人口规模、政治势力、经济实力都在这个社会里举足轻重，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理解这个社会族群关系甚至政治格局的主线；（３）在一些国
家里，同时存在三个或者更多的有影响的族群，它们各自在一定地域内成为当

地人口的主体和地方政府的主要势力，如巴基斯坦的４个省为４个主要族群
（旁遮普人、信德人、俾路支人、普什图人）的居住地域，其中哪一个族群都难以

完全控制中央政府，这些国家的族群关系与前两类相比，会呈现出更加复杂的

态势，各个族群可能根据不同的因素组成族群相互联合或者相互对抗的共同战

线，在联合或对抗的双方族群组合之中，各族群当中又可能有主次之分，构成非

常复杂的分层次的利益组合①。

以上这些不同的族群构成类型与族群内外的复杂关系都使得我们对于族

群关系的分析变得非常困难。当我们分析一个社会中各个族群之间的相互关

系时，研究的主要对象可能会涉及到两个民族（Ａ族群与Ｂ族群），也可能会涉
及到两个以上的民族（如Ａ族群、Ｂ族群和Ｃ族群等等），前者相对简单一些，后
者则会牵涉到复杂的多元互动关系，也会涉及到不同层次的利益认同。如果再

① 关于五大洲的民族分布与各国族群构成的详细情况，请参看宁骚《民族与国家》第６０—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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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跨境族群和境外势力的作用，族群关系的影响因素和发展态势就会变得

更加复杂。

六、小 结

在这一章中主要介绍与讨论的是影响族群关系的各类因素。我们首先讨

论了在分析族群关系影响因素时需要注意的四个重要视角：历史的观点、动态

的观点、多元影响和比较分析的观点。

随后我们把族群之间的关系状况看作一个连续统（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一端是族群
完全融合，另一端则是族群之间完全的隔绝与对立，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以上三

个视角来为一个多族群国家中的族群关系状态给以定位，并可以借助这个连续

统来进行不同国家之间族群关系发展态势的相互比较。

美国学者英格尔在１９８４年提出了分析族群关系的一个变量体系，其中包
括了影响种族或族群成员认同程度的１４个自变量，我们在讨论中把这些变量
归纳为６大类。随后我们又考察了产生和加强族群凝聚力的源泉，分析了英格
尔建议的文化因素、利益因素和“特征因素”，以及分析城市族群力量的三个维

度：基本归属感、分享的利益及与政府的“疏离感”。

根据研究文献与我们的调查经验，我们把影响民族关系的各种因素大致划

分为１５大类并逐类开展了讨论：（１）体质因素；（２）人口因素；（３）社会制度差
异；（４）经济结构因素；（５）社会结构因素；（６）文化因素；（７）宗教因素；（８）心
理因素；（９）人文生态因素；（１０）历史因素；（１１）偶发事件；（１２）政策因素；
（１３）传媒作用因素；（１４）外部势力的影响；（１５）主流族群对待其他族群的宽
容度。

为了分析影响族群关系的各类因素的作用程度，我们建议使用“反推比较

法”，先调查族群之间的亲疏程度，然后分析各类因素如何影响和制约这些族群

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我们介绍了美国学者所做的关于族群之间社会距离排

序的调查结果，分析这些调查结果可以从哪些方面帮助我们分析族群关系的变

化态势。最后，我们讨论了各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的族群结构方面可能具有的

不同类型，以及在进行跨国比较时需要注意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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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族群平等和影响族群关系



的政策因素

在多族群社会里实行优惠政策是很普遍的，但这些政策所包

含的范围、是否正式颁布、内容是否清晰，则各有不同。有些政策

局限于公共部门的就业机会，有些政策扩展到私营机构；有些不

仅仅涉及就业，还延伸到商业活动和教育系统之中，有些政策只

在特定的范围内实施，如高等教育和政府行政部门；有些政策是

正式颁布并公开执行，而另一些政策的实施则是静悄悄的。

———Ｄ．Ｌ．霍洛维茨（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１９８５：６５４


）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同时在其发展的各个历史时

期，各国都有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和通过一定制度与程序产生的权力

机构，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权力机构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制订并

实施各种法律政策，管理国家事务和规范民众行为。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在内部与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可能会发生转

变，政府体制与产生程序也有可能发生变化，国家的法律政策也会随之做出相

应的调整。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文化传统与政治传统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在



研究正式的法律政策的同时，还应当重视对通过非正式渠道流传和延续的传统

文化和政治传统的影响与作用。无论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如何转变，每个国家、

每个民族政治传统中深层的东西仍然会顽强地在新的外壳下以各种方式表现

出来，文化传统对于人们思维和行为的影响更是根深蒂固、潜移默化①。

我们在本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提到，族群观是各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

分，一个族群如何看待并处理与其他族群的关系，这本身就是文化传统的重要

内容。族群观本身并不是政策，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传统的族群观会以不

同的方式体现在当时政治实体所制定的具体政策中。当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

和政体发生重大变化之后，族群政策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也有可能发生变化。

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上台执政，制定了与沙皇俄国政府完全不同的
民族政策，１９９１年苏联正式宣告解体，主导意识形态和执政党的地位与作用再
次发生根本性的大改变，俄罗斯的族群政策也出现了重大调整。１９４９年中国共
产党取得了全国政权，新中国的族群政策与１９４９年以前国民党政府的政策相
比也有很大变化。在表面上看来，新中国似乎全盘借鉴了当时苏联关于民族问

题的理论、制度与政策，但是在实践当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依然发挥了一定

的作用。

同时，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每个国家都会接触到其他民族的族群观与处

理族群关系的思路、政策和作法并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一

部分。２０世纪初期中国以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为目标的“民族主义”思潮，
就是接受了西方观念的影响而产生的②，它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和“族群观”

完全是两个体系。今天的世界各国已不再是彼此隔绝、相互封闭，各国处理国

内族群事务的政策虽属于不应被外国干涉的“内政”，但是对其他国家对本国族

群政策方面的批评也是不可能完全漠视和置之不理的。当有些源自西方国家

的政治理念（如“平等”、“人权”等）近年来逐步成为世界各国都承认和接受的观

念时，各国原有传统的族群观和族群政策也必然会受到这些新观念的影响，如

果主流意识形态与这些理念的距离太大，就会受到来自国际社会和外部势力的

压力。这些新的发展态势也就使得各国族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成为一个受到

来自许多方面各种因素影响与制约的复杂过程。因此，每个国家都需要关注其

①

② “对十九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的种种行为学说，恐怕很难冠之以民族主义的称谓。⋯⋯民族主义
毕竟是在一定时段兴起的外来观念”（罗志田，１９９８：９）。

晚清“变法”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想在向西方国家学习技艺的同时保持中国自

身的文化与政治传统。而当我们观察那些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时可以发现，即使经过了几代人，他们身上

所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依然能够被感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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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国家的族群理论与族群政策，理解其背后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理念，以“知己知

彼”和积极的态度来开展２１世纪的“跨文化对话”。
我们在上一章里归纳了影响族群关系的１５个因素，其中之一是“政策因

素”。在传统的宗法社会和实行“人治”的权力体制下，族群关系的处理一方面

受到本族传统族群观的影响，同时又带有执政者个人好恶的随意性。在现代科

层制社会，各种制度和政策的制定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法律与行政程序，使得这

些制度与政策更加系统、严密和稳定。

我们对现代社会中政府所制定的涉及族群的各项制度与政策归纳出以下

几个特点：（１）关于族群和族群关系的各项政策并不是相互游离和互不相关的，
而是共同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同一个意识形态和基本理念的指导下被系

统化和配套地制定出来并在各种具体事务中予以实施；（２）为了保障这些基本
政策能够切实可靠和带有连续性地被实施，国家建立了一套相关的制度和机

构，即族群政策被制度化和组织化了，例如在中国国务院和各级政府下面都设

有民族事务委员会或相应机构来协调这些政策的实施，人民代表大会（议会）也

设有民族委员会，除了通过相关立法外，也监督这些政策的实施；（３）国家制定
的族群政策由国家机器来强力执行，有行政系统来支持，如果涉及到违反法律

的行为，还有司法系统来支持，这就使得这些政策有了权威性和强迫执行的手

段；（４）由于这些政策有相应制度和组织来推动实施，具有权威性和强迫手段，
所以这些政策对于国内族群关系的影响通常是直接、稳定与持续的，而且其应

用范围是全国性或区域性的。

在西方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家宪法对于该国族群关系的影响，始

终是最根本的核心因素。政府制定颁布执行的各项有关具体政策和法规，有些

是直接针对某些族群的，可统称为“族群政策”，还有一些政策虽然直接涉及的

是社会组织、经济活动、文化教育等领域，但对于族群关系也具有间接的影响，

所以同样不应当忽视。我们可以把这两类分别称之为“直接作用的族群政策”

和“间接发生影响的族群政策”。

一个国家对于族群关系的制度性安排和政府有关政策的内容十分广泛，有

些属于基础性国家立法（如《民族区域自治法》），有些则涉及到政府官员任用的

政策（如少数族群干部的培养与任用中的制度性安排）、经济政策（如财政补贴、

优惠贷款、税收减免政策等）、文化教育政策（如宗教政策、语言文字政策、教育

制度等）、人口政策（如计划生育对于不同族群的分别规定、迁移政策）以及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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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某些专题（如宗教节日、丧葬习俗等）所制定的一些具体政策法规等等①。

毫无疑问，在一个政府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政府的这些政策将会直接、间接地

在不同层面（整体、局部、个体）影响各族群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族群集团

之间的关系。

正因为政府政策对于各国族群关系的发展具有广泛深入的影响，所以在社

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中，国家对于族群关系的制度性安排和政府的政策始终被

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专题。由于中国是一个曾经长期实行中央集权行政体制

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多族群大国，政府制定的族群政策及其实施效果也是我

们理解与分析我国族群关系所必须重视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本章的主

要内容就是系统分析与讨论政府有关政策对族群关系的影响，我们将首先讨论

一下族群关系的制度性安排，然后分析这些制度设计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讨

论“族群平等”这个处理现代族群关系的核心理念，然后分析各国有关族群问题

的政策以及执行中的实际效果。

一、族群关系的政治制度性安排

对于任何一个多族群的政治实体来说，都需要设立一个政治制度来规范这

个国家内各个族群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里所说的“政治制度”，主要指的是国家

的政治体制与结构。一个多族群国家的政府必然会考虑这样一些问题：族群之

间在法律上应该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事务中，

各个族群都应当拥有哪些权利？在设立本国的行政区划建制时是否应当考虑

族群因素？是完全不予考虑，还是根据各族群的传统居住地域实行区域自治、

联邦制、联盟制等制度，并在这样的框架中安排与协调族群关系？在历史发展

进程的一些关键转折时刻，在内部和外部力量的推动下，政府和国家领导者可

能还面临着调整和重新设计这一政治制度的问题。

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建立的各个政治实体，都曾有处理族际关系的制度性

安排，有的明确，有的模糊，有的限定时间以强力推行，有的在协调中逐步落实。

① 国内有的学者把世界各国的“民族政策”归纳为８种类型：民族歧视政策、民族同化政策、民族一
体化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多元文化政策、种族隔离政策、土著保留地政策、民族和解政策（周平，

２００１：７５—８２）。所涉及的这些政策其实并不都处在同一个分析层面，其中有的属于与地域相关的自治制
度安排，如区域自治和保留地；有的是歧视性制度安排，如歧视政策、隔离政策；有的则是政府处理族群关

系的目标，事实上未必能够落实，如同化、一体化、多元文化、民族和解。在涉及到每一个国家的族群政策

时，还需要根据该国的实际国情进行具体分析。

５００
民族社会学



为简略起见，我们在这里只讨论前苏联、前南斯拉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３个案
例，这是３个在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中采用不同制度来处理族群关系的具有
代表性的国家。分析这３个多族群国家当初在设计各自的政治制度时，处理本
国族群关系的基本思路是什么，可以为我们理解这些制度和政策的实践效果提

供重要的历史借鉴。

（一）前苏联对于民族问题的制度性安排

在１９２２年国内战争结束时，在原沙皇俄国境内与俄罗斯联邦并存的，已经
有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５个苏维埃共和国，而参
加俄罗斯联邦的有１９个自治共和国和自治省。在这种作为既成事实的形势
下，列宁面临一个如何在原沙皇俄国的基础上努力缔造新的苏维埃国家的问

题。他首先坚持把“民族自决权和分离的权力”写进宪法，同时提出了用联邦制

来建立统一的苏维埃联盟的主张，他指出坚持前者是为了取得其他民族的充分

信任，后者是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客观需要。列宁认为，只有坚持前者，才能实现

后者。同时在党的组织系统中，列宁坚持建立统一的、不带任何民族色彩的苏

联共产党，使其成为联结联盟各个部分的重要政治纽带。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

下，逐步建立了由包括１５个加盟共和国、２０个自治共和国、８个自治州、１０个自
治区和１２８个边疆区或州组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每个加盟共和
国和自治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宪法（赵洵，１９８６：１２３８），同时苏联宪法明确规定，
联盟是“各拥有平等权利民族的自愿联合”，“每一个共和国均有自由退出联盟

的权利”。

但是在组建各加盟共和国的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许多人为的因素。例如

在１９２１年，为了对抗“泛突厥主义”和防止出现一个庞大的中亚突厥国家，苏维
埃政府认为当时“首要的工作是对中亚的‘突厥民族’进行识别，从而肢解现有

的‘突厥斯坦共和国’”，首先“识别”出３个，后来又增加到５个，“这５个民族和

５个共和国的划分方案，是在办公室里构思和决定的”。有些学者认为“在没有
民族国家的广大地区很轻率地人工制造‘民族国家’，这大概就是当年苏联民族

共和国创建的实情”，所以把苏联解体悲剧的原因归结于“人工组建民族和民族

国家”（潘志平，１９９９：２０—２１，１８８，１８６）。“在俄国人征服中亚之前，那里根本没
有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孜别克、塔吉克这样的民族国家，⋯⋯目前中亚各共和

国的边界是苏联的产品”（Ｂｉｎｇｏｌ，２００４：４５）。
把民族（族群）问题“制度化”，强化了族群意识和族群集体的政治利益与经

济利益。“在苏联的国家政治制度里，种族民族主义已经被机制化了，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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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国家的领土和所有的人口都已经按照种族逐一安置就绪。⋯⋯在苏联确立

的联邦制为这种种族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心理提供了给养”（李方仲，２０００：

２１）。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实际上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

在这个制度下，一方面在苏联时期原来发展比较落后的各族群在各方面取得了

很大的发展，另一方面事实证明苏联的民族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在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苏联的主导意识形态发生根本转变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公有
制被取消和在政府和军队中共产党被禁止开展活动，联盟各个部分之间的政治

纽带和共有的经济基础被斩断和破坏，一些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俄罗斯联邦的分

离主义思潮占据了上风，使得延续了７０年并一度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苏联走
到了解体的道路上，同时，苏联宪法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条文则为各加盟共

和国的分离活动和苏联的最终解体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前南斯拉夫联邦的制度安排

前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作法与苏联有很大的不同。“斯大林是以事实上的

‘集权’处理国家与民族的关系，铁托则是以事实上的‘分权’解决民族与国家关

系”（吴楚克，２００２：９４）。
前南斯拉夫的具体做法是：（１）确定联邦内共有５个“主体民族”（即在境外

没有独立国家的民族）和１２个“非主体民族”。在“主体民族”的基础上成立了
法律上独立的共和国；这样南斯拉夫作为一个多族群国家，实际上没有一个像

中国的汉族或苏联的俄罗斯人这样全国性的主体族群。（２）塞尔维亚人占全国
人口的４１％①，而且是二战时抗击德国军队和解放国家的主力，本来是有可能

成为南联邦的主体族群的，但是为了保持各族之间的相对平衡，“要让小民族放

心，大民族又没有野心，就必须让大的变小，小的变大”。出身于克罗地亚人的

铁托的做法之一，就是把塞尔维亚人占多数的波黑地区划成一个独立的共和

国，并以宗教为标准划分出一个“波黑穆斯林族”②，以便使塞尔维亚人不能完全

控制波黑共和国；做法之二是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境内再建立两个自治省（科索

沃、伏依伏丁那）并给予它们几乎与独立共和国一样的地位，两省均有否决塞尔

维亚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权力，以此分割和牵制塞尔维亚。（３）在以上的行政建

①

② “南斯拉夫的穆斯林族是指信奉伊斯兰教的斯拉夫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也信奉伊斯兰
教，但不列入穆斯林族”（郝时远，１９９３ｂ：１）。

１９４８年，其他族群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克罗地亚人占２４％，斯洛文尼亚人占９％，穆斯林族、
阿尔巴尼亚族、马其顿族等均在５％或以下（郝时远，１９９３ｂ：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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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下，几个独立与平等的共和国自愿组成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并且与苏联

的集权主义不同，实行了充分放权的做法，除外交与国防外，其他一切权力下放

各共和国。（４）与此同时，南斯拉夫共产党组织“事实上早已成为各加盟共和国
的‘民族党’”（吴楚克，２００２：９６，９４）。
而在塞尔维亚人的观念里，黑山、马其顿和“穆斯林族”都属于塞尔维亚，这

种划分的目的只是为了分化塞尔维亚人。所以有的塞尔维亚学者认为，南斯拉

夫共产党“用党的决定制造新的民族，首先是黑山人，然后又用自治的名义制造

出穆斯林族———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民族。这样就加深了南斯拉夫各民族的

种族的、宗教的和历史的分裂与对抗，从而导致了今天的四分五裂”（潘志平，

１９９９：８３）。这样的国家体制和行政划分带有明显的限制塞尔维亚人的目的，使
塞尔维亚人无法在联邦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一个多族群而且缺乏现代法制

建设的国家，如果其中有一个族群的人口明显多于其他族群（如前苏联的俄罗

斯人、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但又达不到占绝大多数（如中国的汉人），在是

否使这个大族群发挥国家主体族群的作用上，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采取了两种

不同的做法。

在铁托享有崇高威信的年代里，南斯拉夫在族群关系方面的这一制度安排

能够得以建立和实施，而且即使是在形式上放权的体制下，以他为首的联邦政

府在处理联邦和各国事务上依然有着很高的威信，从而保持了联邦的统一。但

在铁托去世之后，塞尔维亚人对这一制度的不满很快就爆发出来，并与在这一

制度下长期享有高度自治权力的其他民族发生激烈矛盾，最终导致冲突不断升

级，并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使南斯拉夫联邦彻底解体。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区域自治”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曾经赞成过“联邦制”和“民族自决权”的主张，但是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最后选择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

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１９５２年中央政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
自治实施纲要》，１９５４年将这一政策与相关的制度性安排正式写入《宪法》。我
国先后成立了５个自治区、３０个自治州和１２０个自治县（旗）。１９８５年颁布了
《民族区域自治法》。

在研究中国的民族自治区域的设立时，有几点值得注意：（１）汉族不设“自
治区域”，在这一点上不同于其他多族群“联邦制”国家的基本制度；（２）建立自
治区域以少数族群聚居区为基础和前提，但少数族群并不一定需要在当地总人

口中占多数，这样就在中国各族群“大散居、小聚居”的地理分布格局下仍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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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保障少数族群的自治权力；（３）建立自治区域时，不仅仅考虑族群人口的聚居
程度，同时要考虑区域的经济结构、城乡结构和今后的长远发展，这样有的自治

区域就包括了大片汉族聚居区；（４）当在一些地区生活着几个少数族群时，在这
类地区设立几个族群的“联合自治区域”。

通过这样的制度性安排，希望达到并在实施以来的半个世纪里基本上达到

的目标和社会效果有：（１）采用“区域自治”而不是“联邦制”，在法律上排除了
“民族自决”和政治分裂的可能性；（２）通过“区域自治”制度与一系列政策（干部
政策等）使大多数少数族群（特别是一些人口较多、集中居住在传统居住地域的

族群）能够保证得到“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力”①，以保障族群之间的平等，

加快少数族群的社会经济发展；（３）在保障少数族群“区域自治”权力的同时，
“自治区域”的设立在地域上充分考虑到各族群之间的杂居状况和区域的经济

发展，为“自治区域”内的族际交流（自治族群与汉族之间、少数族群之间）创造

了条件。

到目前为止，虽然在执行与落实各项具体政策时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

题，但是这一制度安排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各个自治地区在社会、经济、文化等

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同时各个自治区的族群关系总的来说也是比较

好的。

二、族群关系框架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

一个政府制定什么样的族群政策，既取决于当时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

相互对比，也取决于占据政府主导地位的政党或政治领袖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在

族群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有时甚至有可能受到外国政府的政治和军事压力的影

响②。

每一个政府在制定自己的族群政策时，必然要考虑到本身的族群基础和各

个族群对政府的支持程度，考虑到各族群的政治势力与经济实力。一个族群在

本国政治舞台上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和作用可能有几个来源：一是主要来自本族

①

② 如前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在制定针对境内阿尔巴尼亚族、黑山族、马其顿族和其他族群的政策时，
在近年来不得不考虑来自西方国家的政治压力。斯里兰卡政府在制定针对境内泰米尔人的政策时，必须

考虑邻国印度的态度。而以色列政府对于巴勒斯坦人的政策，也必须顾忌美国的态度和国际社会的压

力。

现在中国少数族群总人口（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数字为１０４４９万人）的７３％（１９９９年底为７６５８万
人）生活在“自治区域”里，同时生活在这些“自治区域”内的汉族人口占“自治区域”总人口的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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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人口相对规模、族群内部的凝聚力和活动能量，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本国其他大族群的态度与政策（鼓励或限制），三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境外政治

势力的影响与支持，这些力量的来源与支持力度对于一个族群在国内的政治地

位和获得资源的能力密切相关。

在一个国家内，各个族群之间是否应当享有完全平等的机会与权力，在不

同的国家或者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族群中，对这个问题所具有的基本观念和意

识形态可能是很不相同的。在对待这个核心问题上，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方面

所具有的差别，其本身就是族群矛盾和族群冲突的源泉。

美国社会学家戈登认为可以把对种族问题的意识形态大致划分为两大类：

一是主体上是坚持种族不平等或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二是主体上是主张族群

平等的非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在后一种非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戈登认

为还可以进一步区分出三种子类型，即：（１）同化主义的结构；（２）自由主义的
多元主义；（３）团体多元主义（参见马戎编，１９９７ｂ：１３０）。我们在下面分别加以
讨论。

（一）种族主义的社会或主张种族（族群）不平等的社会

无论是人类历史上还是今天，都存在着许多公开或暗中实行种族主义政策

的国家。希特勒德国就具有鲜明的种族主义色彩，对犹太人、吉卜赛人采取了

种族灭绝政策，对占领区的斯拉夫人采取明显种族歧视政策。南非联邦一度长

期坚持实行种族隔离和歧视黑人的政策。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长期对黑人实

行奴隶制度，对土著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①，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只是在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人权运动”之后才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种族主义”的社会也可能公开标榜“民主”与“平等”作为社会基本准则，但

是这些价值观和基本准则仅仅被局部地应用于社会中的某个种族如早期美国

社会中的白人。由于白人在人口上的绝对优势和白人中种族主义意识的统治

地位，黑人力量薄弱而且没有外力支持，加上种族歧视政策在许多方面剥夺了

黑人加强自身抗争能力的机会，使得黑人难以组织有力的反抗。民主、平等、自

由这些被标榜为人类社会共同理想的原则只被应用于白人族群，这就是种族主

义的真正本质。在白人眼里，黑人、印第安人、太平洋岛民、黄种人等，可以说都

① 根据保守的估计，美国土著印第安人口在欧洲人来到美国之前超过２５０万人，经过战争屠杀和
疾病困扰，１８５０年减少为２０万人，１９５０年仍然只有３５．７万人，之后才得到迅速增长，１９９０年达到１８７．９
万人（ＡｇｕｉｒｒｅａｎｄＴｕｒｎｅｒ，１９９５：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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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低等种族”，不适用于这些白人社会的道德伦理和社会交往准则。种族主

义的“双重标准”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曾经是西方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在

近年的一些国际争端中（如南斯拉夫的内战、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也表现

得十分明显。

（二）同化主义的社会

“同化主义”的社会理念主张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族群之间在社会结构上

的完全融合，前面讨论过的美国历史上族群关系目标发展三阶段中的前两个阶

段（即“盎格鲁—撒克逊化”和“熔炉”）的意识形态基础即是“同化主义”。当然

就美国而言，“同化”的对象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仅限于欧洲白人移民族群，

而不包括贩运来的黑人、亚裔族群和土著印第安人等。

“同化主义”认为在社会中存在一个在文化传统、社会组织、经济活动、道德伦

理、宗教信仰等各方面都堪称楷模的“标准族群”，社会中的其他族群都应当在各

个方面向这个“标准族群”靠拢，逐步使自己在各方面融入到社会的这个“标准族

群”中去。在完成同化过程之前，主流社会对于属于非“标准族群”的其他族群的

文化传统、母语、社会习俗等实际上采取的是不赞许或者是排斥、歧视的态度。

对于同化完成之后的原“非标准族群”的个体或群体，从族群关系的角度看

其结果存在着两种可能性：（１）对于原来文化差异不大特别是种族体质差异不
大的被同化者如其他欧洲白人移民族群，美国白人可能会采取比较平等的一视

同仁的态度；（２）对于存在明显种族体质差异的被同化者如黑人或黄种人，原来
所持的排斥态度可能会有明显的减弱，但始终保持某种社会距离与种族偏见，

把他们视为“归化者”而不是与白人完全一样的社会成员。根据许多社会调查

的结果和文学作品的描述，认为那些努力去积极接受同化的黑人和黄种人最终

会被白人社会完全接受，只是某些人不切实际的幻想①。

在族群交往过程中，了解并接受对方的文化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程度各有不

同。在实际交往中，又可以分为“自愿同化”和“被迫同化”两类，在现代公民社会

里，后者当然是错误的而且也不被接受，但是对于“自愿同化”，我们还是应当看到

其积极的方面，而且在实际过程中，也不可能只出现单向的“同化”。在讨论美国

族群关系的发展时，人们的思路从“熔炉”理论转向了“文化多元主义”，但是也有

学者指出“熔炉并没有消失，但它发生了变化，熔化的方法也不一样了。因为，没

① 美国电影《士兵的故事》（ＴｈｅＳｏｌｄｉｅｒ’ｓＳｔｏｒｙ）描述一个积极渴望被白人社会接受的黑人军曹，由
于感到始终无法达到目的，便痛恨自己的肤色，并变态地虐待其他黑人士兵，结果被几个黑人士兵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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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起码的同化，无论国家还是公民社会，都无法运转”（格罗斯，２００３：２４２）①。

（三）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

戈登认为，“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ｌｉｂｅｒａｌ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的重要特征是政府与
社会对于每个个体的族群身份

不进行甚至禁止进行任何法律上的或官方的认定，以便将不同种族、

宗教、语言或不同族群起源的群体看作在法律或政府程序中占有一席之地

的统一实体，同时它也禁止应用进行任何形式的族群标准，不管应用这种

标准是为了任何类型的族群歧视的目的还是为了对少数族群特殊照顾的

目的。当然，按照这种结构，这些少数族群群体中的许多成员，也都会受惠

于以解决有关问题为目标的立法，如反贫困法案、住房、教育和福利计划

等。这里，处于劣势地位的族群群体成员，是因为他们个人在社会法案中

合适的资格而受益，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族群背景的作用作为群体而受益。

⋯⋯这样一个社会里平等主义的规范强调的是机会的平等，对个人的评价

也是基于评价其表现的普遍标准。（马戎编，１９９７ｂ：１３１）

格莱泽和莫尼汉也指出：

（美国）１９６４年的《民权法案》是对‘自由主义期望’的具体化。‘种族、
肤色、宗教、性别、族群血统’等所有这些先赋的范畴都被宣布为非法（ｏｕｔ
ｌａｗｅｄ）。这些早期的侵犯性词语不再用于对人进行分类，政府尤其要戒除
肤色分别。（马戎编，１９９７：１０）

这个社会结构的设计思路完全刻意地忽视族群区别，在资源分配与机会竞

争中完全不考虑个体的族群背景，强调的是机会的平等，同时承认个体能力的

差别，认为这才真正体现出人类社会的“平等”理念和“公平”原则。在看待和处

理族群问题上的这个思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四）团体的多元主义

戈登指出“团体的多元主义”（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具有以下特征：“种族和族

① 而且，“在民主的公民国家和社会，个人拥有选择其族属认同的惟一权力和自由，国家及宗教、族
群集团不拥有这种权利，⋯⋯选择个人信仰、认同、宗教或族属联系，是个人的权利，采取同化步骤或拒绝

同化政策也是他们的权利。自由选择的个人权利是公民权和人权概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格罗斯，

２００３：２４２）。所以从理论上说，任何人都有权利改变自己的族群身份与认同，更有权利选择自己上学时的
教学语言。政府无权干涉，族群代表人物也无权建议政府实施对于教学语言的硬性规定，政府和公共机

构只能向民众提供各种可能性，由当事人自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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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通常都被看作具有法律地位的实体，在社会中具有官方的身份。经济和政治

的酬赏，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按照数量定额分配，定额的标准是人

口的相对数量或由政治程序规定的其他方式所决定。这类平等主义强调的更

多是结果的平等，而不是机会的平等”（参见马戎编，１９９７：１３１）。
这种方法与我国实行的对待少数族群的优惠政策有相似的地方，即都以族

群的整体为政策对象。戈登所说的“结果的平等”意即对于各个族群来说，社会

分配结果（如各种资源与利益）应当大致是均布的，例如采取资源或机会按人头

平均分配的方法，不考虑个体能力的差异。这类政策的核心精神仍然是强调平

等与公平，不过是群体之间的平等与公平，而不是个体之间的平等与公平。比

如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按照这个思路就会设定一个目标，设计一个考试录取

政策（如使用不同试卷，或采用不同的录取标准），努力使各族群上大学者在学

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同。考虑到一些因历史原因教育较落后族群考生的实

际情况，这样的政策可以为这些族群提供更多的机会，加快这些族群的教育发

展，有利于族群团结和社会整体性发展，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这样的政策可

能会使部分利益受损的多数族群成员对竞争规则的公平性提出质疑。

对于我国实行的族群优惠政策的客观结果。我们可以从个体和整体两个

层次上来分析其“结果的平等”问题。

第一个层次是个体的层次，优惠政策在不同族群的成员们之间造成的实际

结果是不平等，例如在一些地区少数族群考生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比汉族考生高

１０分，就个体层面而言，这不能说是平等。如果完全根据个人成绩决定录取，就
是“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

第二个层次是族群整体的层次，这些优惠政策的设立可能存在一个预设的

目标，即通过目前对多数族群考生在录取中的不平等，在一段时间后能够使少

数族群人口中的大学生比例接近汉族人口中的大学生比例，以实现族群整体上

在受教育水准方面的平等。这个目标与戈登的“团体的多元主义”相同，优惠政

策仅仅是过渡时期的暂时性政策。

但是如果这确实就是有关政策的目标，那么也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２０００
年大学毕业生在本族人口中的比例已经超过汉族的有朝鲜、蒙古、回、满、哈萨

克等共１４个族群（参见附录表５２），是否比例超过汉族的族群就不再需要实行
高考加分的政策？

当然，在高考加分这个问题上，各地实行的政策也有所不同，对不同的少数

族群的做法也不完全一样，对于加分的原因也存在多种政治的和关于“机会平

等”（高考通常使用汉语，而少数族群成员的汉语能力较低造成某种需要补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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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势”）的考虑，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做出全面的研究还需要更为仔细的调查与

分析。在这里，我们只是借用这个例子来比较和讨论族群关系中的两种“多元

主义”思路。

积极帮助少数族群在各个方面尽快地发展起来，使他们与其他族群达到相

似的发展水准，这是大家普遍承认并接受的目标。但是我们应当采用什么样的

社会结构和机制来达到这个目标，经过了我国几十年的社会实践之后，对比其

他国家的经验教训，确实值得我们反思。

一种就是列宁的思路和做法，即在现时历史时期内实行对于“大族群”成员

的整体性的不平等来“补偿”少数族群成员在历史上曾经受到的整体性不平等，

用行政手段明确各个族群成员之间的身份边界并对少数族群全体成员实行“整

体性”优待，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通过族群优待以达到族群平等”的思路，可以

归类于戈登所说的“团体的多元主义”①。这种做法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取得明显

的成效，但是也可能带来一些没有预料到的问题。长期以来前苏联的族群政策

似乎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在苏联整体政治结构解体之后，族群矛盾却以人们没

有预想到的形式和深度暴露出来，一方面俄罗斯人不愿在经济上继续为其他族

群做“贡献”，另一方面其他族群也不愿在政治上接受俄罗斯官员的“控制”。对

少数族群实行优惠政策和推动少数族群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没有真正解决前苏

联的民族问题。在建国后，我国政府对于少数族群也有一些制度性安排并实行

了一些优惠政策，因此少数族群地区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这些政策实

行了半个世纪之后，我们发现无论是少数族群的部分人还是多数族群的部分人

当中仍然存在着某些不满情绪。

另一个思路和做法，就是戈登说的“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淡化甚至无视

族群背景，而单纯依照每个具体人员的客观状况，一视同仁地根据实际需要来

对个体而不是族群进行照顾和实行优惠。例如进行扶贫补助时，不管哪个族群

的成员，只要收入低于政府规定的“贫困”线，就一律按同一标准给予补助，这就

体现了个体之间的“机会的平等”和“竞争的公平”。如果一些少数族群成员因

语言问题（不掌握社会主要工作语言）而造成竞争能力较低，无法参加平等竞

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有责任提供必要的语言培训来帮助他们。

当然，这一思路也不是不存在问题，当受教育少、发展条件差的少数族群成

① 在半个多世纪后，列宁的有关观点几乎完全被美国的一些政治家所接受。１９７８年美国最高法
院法官布莱克门（ＨａｒｒｙＢｌａｃｋｍｕｎ）曾经这样说：“为了跨越种族主义，我们必须首先考虑种族因素，⋯⋯
为了使一些人得到平等的待遇，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法来对待他们”（ＴｈｅｒｎｓｔｒｏｍａｎｄＴｈｅｒｎｓｔｒｏｍ，２００２：
１９）。

５０９
第十五章 族群平等和影响族群关系的政策因素



员在与受教育多的其他族群成员进行平等竞争时，无疑是很难得到机会的，所

以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劣势族群的发展速度必然受到制约，缩小族群差距这个社

会目标的实现也将会变得遥遥无期。

鉴于以上的讨论，我们在现实社会中需要对这两种做法结合起来加以运

用，要充分考虑到每种做法的利与弊。在从族群政治不平等的社会进入到平等

的社会之后的一个时期内，如“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和１９４９年后的中国，需要采
用“团体的多元主义”，但是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宣传上，都需要说清楚这种政

策的利与弊，让人们认识到这仅是过渡时期的暂时性政策，使收益者理解这种

安排不可能是永久性的，使受损者理解这只是社会发展中调整阶段的暂时性牺

牲。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制订调整措施，逐步向取消优惠政策的

方向过渡，最后调整到“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

在讨论和比较这两种不同的做法时，我们需要注意四点：第一是每种针对

一个特定群体的优惠政策在执行了一个时期之后，都会形成一个惯性，形成社

会上的一种习惯的观念和期待，从而使被优惠族群的成员们把优惠政策视作自

己当然的基本权利。一旦政策调整，就会引发成新的矛盾焦点；第二是需要对

两种不同政策执行后的短期效果与长期效果进行比较，短期效果好的政策，长

期效果不一定好，不能形而上学和僵化地看待这些政策；第三，需要实事求是地

开展调查研究，分析与设计对于这两种政策之间的过渡应当如何引导，如何安

排时间表，如何调整具体措施；第四，需要注意，在某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

下，一种政策可能实施效果比较好，但是当主导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发生转变

之后，同一种政策的效果可能也会出现变化。

总的来说，我们应当以“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为长远目标，以“团体的多元

主义”为过渡手段。在理论探讨与公开的宣传上，要逐步树立“自由主义的多元

主义”的理念，要强调各项政策只针对个体的客观需求，在社会流动机制中提倡

和鼓励个体的努力；但在政府的实际操作层面，在教育、就业、福利等具体工作

中要考虑到对弱势族群的适当照顾与扶助。

在社会实践中，长期实行“团体的多元主义”政策是会出现问题的。苏联解

体前俄罗斯人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苏联长期实行这一政

策的反弹①。以族群为优惠对象会导致族群之间的矛盾，当这一政策涉及到个

体的利益时也会引发矛盾。

① 当时反映俄罗斯人对联盟中央政府政策情绪的一个口号是“俄罗斯不应当永远是其他民族的奶
牛”，认为俄罗斯不应当长期为其他民族（特别是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做财政和物资的无偿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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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假定先进分子是可以而且应当牺牲自己个人的利

益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劳苦大众和少数族群。但是在市场经济和实行法

治的社会体制下，个人的合法权益是应当得到尊重和保护的，那么不是从“无私

奉献”而是从捍卫自己合法权益的角度思考问题的人们就会提问：政府在利益

和机会分配方面应该具有多大的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会）通过的具体

法规是否必须严格遵循《宪法》？这又引出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核心问题，即应当

如何理解“法”？什么是全体公民都应当拥有的合法权益？应当通过什么程序

立法或修改立法？政府哪些行为和政策属于“合法”？参照国家的《宪法》，有关

部门制订的族群优惠政策和具体法规所具有的合理性和法律基础是什么？哪

些是符合社会长远利益和基本原则的基本法规？哪些是着眼于短期社会效果

的过渡性措施？这些问题都是不得不回答的。因此，对于族群优惠政策的法律

基础和实施效果，是社会学的族群研究需要进行专题调查与分析的内容。

另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讨论“多元主义”的时候，不能忘了在这个“多

元”之上还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一体”来把这些“多元”统合在一起，以保证它

不至于分崩离析。族群（ｒａｃｉａｌａｎｄ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是一个层面，民族（ｎａｔｉｏｎ）与国
家（ｓｔａｔｅ）是在其之上的另一个层面。在族群的层面上应当更加强调“文化多元
主义”，而在民族和国家的层面上则更应该强调“政治的统一”。所以我们可以

简略地把这个思路归纳为“文化多元”与“政治一体”有机结合的完整体系。当

然，在族群层面的一些利益诉求可能也带有政治含义，而在民族与国家层面也

需要形成一个“共同的文化”（国民意识与认同）。但是应当逐步把族群定位在

“文化群体”的性质上，淡化其政治色彩，而我们在强调族群平等、族群发展时必

须以国家体制下维护“公民权利”的思路来保障少数族群的各项平等与发展的

权利，切不可把族群引导到具有独立政治含义的方向上去。最早提出“文化多

元主义”思想的美国学者卡伦也强调，在一个国家里，每个民族将保持其独特的

方言或语言，将保持自己的文化独特和生活习惯，同时由各族群共同组成的联

合体，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必须是“单一的整体”（ｓｉｎｇｌｅｕｎｉｔ）（Ｋａｌｌｅｎ，１９２４：

１２４）。
按照戈登的思路，在族群关系的发展取向上大致存在着４种社会类型：（１）

种族主义社会；（２）平等基础上的同化主义社会；（３）强调机会平等的自由主义
的多元社会；（４）强调结果平等的团体多元主义。在一个社会里，不同的政治团
体可能会拥护不同的社会发展取向，作为彼此斗争和妥协的结果，在一个国家

内的族群政策有可能是几种发展取向的混合体。而在两种多元主义发展模式

当中究竟哪一种的结果更好，戈登表示“我们仍不得而知”。因为既没有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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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也缺乏对相关案例的研究，但他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

有些学者批评美国，认为美国社会中种族主义最重要的形式是“制度性种

族主义”（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ａｃｉｓｍ），即是指“那些看上去是种族中立的、并且通常不是
有意制造歧视的一些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实际上有限制少数民族成员机会的作

用”（波普诺，１９９９：３１３）。如招收消防队员时对于身高的要求，实际上限制了那
些身材较矮的种族成员在这一职业就业的机会，又如学校录取新生时对于考试

成绩水平的要求，实际上使一些教育水平普遍偏低的族群处于不利地位。有些

研究指出在同样的法律制度和程序条件下，某些种族在起诉、判刑的比例上有

差别，反映这一种族受到不公平的待遇①。在批评这些现象的同时，他们提出要

对这些处于不利竞争地位的族群从整体上实行优惠政策，以确保少数族群的平

等发展。这些批评意见的基本立场还是“团体的多元主义”，这些对于现实具体

社会现象的批评并没有讨论“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的长远价值，也没有提出如

何达到族群平等的具体实施办法，虽然唤起不少民众出于“人文关怀”的感情呼

应，但是涉及的主要还是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具体人员应当如何克服自身偏见，

公正处理事务的问题，对于应当如何制定能够使族群关系健康发展的制度政策

的学术探讨并无意义。

三、族 群 平 等

现在世界上普遍承认族群平等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理想，同时族群平等也是

自１９４９年以来我国政府处理族群问题的基本政策。由于历史上各族群居住地
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各种原因，也包括历史上族群

之间相互压迫剥削这些因素，在多族群国家的各个族群之间在许多方面存在着

不平等的现象。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提出的达到族群平等的途径是：首先通

过革命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通过政府立法实现各族群在法律上的平等，然后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对于少数族群的各项优惠政策，逐步实现各族群在事实

上的平等（列宁，１９１９：１０２—１０３）。我们在讨论族群平等时，有几点特别值得注
意：

① 对１９９０年美国大城市重罪审判案件的统计也有不同的观点。有人指出因“重罪”（谋杀、强奸
等）案件被宣判有罪的黑人中有５１％被送进牢房，而被宣判有罪的白人中只有３８％坐牢，说明法官不够
公平。但是也有人指出，造成这一差别的主要原因是这些黑人中多次犯罪的人数较多（５０％），白人中只
有３８％，法官的宣判是公平的（Ｗｉｎｔｅｒｓ，１９９６：１４２）。这些讨论说明对于我们得到的统计或调查数据需要
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后，才有可能得到客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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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族群平等所涵盖的领域是多方面的

在一个国家，族群之间的“平等”包括了许多方面的内容，其中有政治上的

平等权利（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和选举权，以及平等享受社会公共设施的权利、享

受各种社会福利公益的权利、受教育权等）、法律上的平等权利（起诉权、辩护

权、上诉权等），也有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公平竞争的就业权利、同工同酬的权利

等）。这些平等权利的条款虽然提到“族群”（如宪法中的“各民族一律平等”），

但是在具体实施时都落实到每个人的头上，在国家宪法和各项法律中都有相应

的规定，个人的这些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

人们还谈论另一类族群平等，那就是以族群作为比较的单位，各个族群之

间在职业结构、行政职位分配、经济收入整体水平方面的“平等”。国外族群社

会学对于“族群分层”（ｅｔｈｎｉｃ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的研究，就是分析族群之间在教育
（人口中获得各级学校教育的人数与比例）、行业（人口中从事农业、工业、服务

业、金融业等各行业的人数与比例）、职业（担任政府行政人员、专业科技人员、

管理人员、工人、农民等各职业的人数与比例）、收入（人口中处于各收入等级群

体的人数和比例）等方面的“结构性”差异。有些人把这些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

异也看作是一种族群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客观地来看，这种结构性差异确

实是族群间整体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不平等”的重要根源。

（二）要在性质上区别开法律上的平等与“事实上”的平等

首先，法律上的平等无论是针对个人还是针对族群整体，在执行中都是绝

对的，不能打任何折扣，所有的人都拥有完全平等的权利、义务和公平竞争的机

会，既包括个人在政治生活和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利，也包括资源分配和发展机

会方面平等竞争的权利。

其次，在各个个人之间，在具体经济领域中的“事实上”的平等只能是相对

的，而个体之间的不平等是绝对的。在职业、收入、发展机会这些个人的生活与

工作方面，由于每个人的天赋不同、在学习方面付出的辛劳不同、工作中的努力

程度不同、实际做出的成果业绩不同，个体之间得到的报酬自然也会不同。如

果相同，那么就违反了“同工同酬”这个最基本的法律上的公平原则。

族群的整体社会地位、平均收入水平等宏观经济指标是由这个族群全体成

员的个体情况汇合在一起而计算得出；所以，只有在两个族群全体成员在“社会

分层”的结构方面完全相似的条件下，族群间在经济领域里才有可能实现“事实

上”的平等。而且因为每个族群的成员们的情况也在不断变化，这种族群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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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的平等也只能是相对的，而不平等是绝对的。同时，如果族群间在社

会分层上存在明显差异，在个人层次上实行的“法律上的平等”（如公平竞争）就

必然会导致在群体层次上某种程度的“事实上”的不平等①。

（三）马列主义提出的各族群“事实上的平等”，其前提是“法律上的平等”

列宁提出革命后要首先实现各族群在政治权利和法律地位方面的“法律上

的平等”，然后通过优惠政策努力帮助各落后族群发展起来，最后达到族群间

“事实上的平等”。但是列宁也承认，优惠政策本身就是在资源分配和发展机会

方面的“法律上的不平等”，所以在部分教育与经济领域实行的这种不平等只是

过渡时期的暂时性政策，待到劣势族群发展到与优势族群同等的水平，也就有

条件在政治和法律之外的教育、经济等所有领域全面实行“法律上的平等”，同

时由于劣势族群的社会分层结构、劳动力结构达到了先进族群的水平，所以也

随之实现了族群之间“事实上的平等”。

如果因为在个体层次上实行了“法律上的平等”（如公平竞争）而导致在群

体层次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那么这种“事实上的平等”或“结果上的平等”并

不是列宁所讲的作为共产主义族群关系发展目标的那个“事实上的平等”。因

为马列主义提出的各族群“事实上的平等”的前提是“法律上的平等”，是在“法

律上平等”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的“事实上的平等”。

（四）只能从消除“族群分层”的角度来理解族群间的“事实上平等”

要想理解列宁所讲的“事实上的平等”与人们一般从字面上理解的“事实上

的平等”之间的差别，就必须认识到列宁有关论述中的基本逻辑：（１）由于族群
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的不平衡，所以存在着比较发达的族群和相对落

后的族群；（２）为了实现真正的族群平等，发达族群要帮助落后的族群赶上来，
方法是对落后族群实行优惠政策，其实质也是对发达族群自身的“不平等”；（３）
当落后族群在整体社会经济水平上赶上先进族群后，就实现了族群间“事实上

的平等”。按照社会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只有消除了先进族群和落后族群之间

在“社会分层”中的差距之后，才有可能实现族群的“事实上的平等”。所以消除

“族群分层”，是实现“事实上平等”的核心问题。不考虑这个问题，只谈族群在

①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民权运动”时期，族群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成为一个主要话题。１９６５年
美国总统约翰逊（ＬｙｎｄｏｎＢ．Ｊｏｈｎｓｏｎ）曾这样形象地说：“你不能把一个被铁链锁了多年的人释放以后，把
他带到一个比赛的起跑线上，对他说‘你可以自由地与其他人进行竞赛了’”，而必须考虑事实上和结果的

平等（ＴｈｒｅｎｓｔｒｏｍａｎｄＴｈｅｒｎｓｔｒｏｍ，２０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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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收入等方面的差距，并强调这就是列宁提到的“事实上不平等”，这就完全

歪曲了列宁的原意。

两个族群如果劳动力产业结构不同、职业结构不同，他们的收入平均水平

可能也会不同。所以，如果我们忽视了对产生收入差距的结构性（教育水平、行

业、职业等）原因和个人条件（努力程度）的系统分析，而仅仅由于看到事实上在

两个族群的成员整体之间存在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之间的差距而提出“民族平

等”问题，甚至以此质疑“法律上的平等”，那就是把目前已经实现了的“法律上

的平等”和将要在未来争取实现的“事实上的平等”这两个分属不同历史时期和

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混淆了。

（五）要区别开族群整体性的结构性差异和个人因素引起的个体性差异

所以，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到，存在于族群之间的整体性“社会分层”结构差

异与个人因素引起的个人之间职业和收入差异，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由

于种种个人原因（健康、家庭负担、努力程度等），每个族群成员中都会有穷人和

在社会上发展不顺利的人，这与“族群平等”毫不相干。个人之间的平等和族群

之间“结构性”的平等，是两个不应混淆的问题。如果不存在对于一个族群在受

教育、就业、分配等方面的制度化歧视（族群或种族歧视），就不能说在法律上存

在着族群不平等。如果存在着以特定族群为对象的优惠政策，那么我们可以说

存在着以非优惠族群为对象的法律或制度上的不平等。

我们举两种情况作为例子来讨论。在第一种情况中，如果一个白人和一个

黑人具有同样的资历与能力时，他们都有机会得到同样的工作并取得同样的报

酬，这就是机会的平等，也是在个体层面上同时存在着“法律上的平等”和“事实

上的平等”。第二种情况以第一种情况为前提，但是就整体而言，白人中从事高

薪工作者的比例是白人就业者总数的５０％，而黑人的比例只有１５％，这样计算
起来，黑人就业者的平均工资水平明显低于白人就业者的平均工资水平。我们

在承认个体层面上存在着“法律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平等”的同时，也可以从

字面的含义说存在着群体层面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但我们已经指出，这与

列宁用语的含义是不同的。

当我们面对这第二种情况时，我们应当怎样去做呢？第一种方法是不管实

际工作的性质和应当得到的报酬，用行政手段把白人的工资水平降下来，使白

人整体的平均收入与黑人整体的平均收入相等，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而且不利于

工作的开展，通过这种方法来达到这种“事实上的平等”显然不是列宁提出的目

标。第二种方法，就是不去指责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而是调查分析造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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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族群间结构性差异的原因，研究影响其结构形成与演变的各类因素，以及探

讨逐步改变现有结构的各种措施（包括各项具体政策），努力通过教育或其他培

训项目使黑人中有能力从事高薪工作者的比例逐渐达到与白人相同的水平。

很显然这第二种方法才是公正并且真正解决问题的合理途径。

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所讲的要达到族群间“事实上的平等”，指的是经过社会

经济的发展过程，逐步使各族群的劳动力在受教育程度、产业、职业等方面达到

大致相近，从而使与之相关的整体收入结构大致相当，而决不是不顾这些条件

而简单地要求达到各族群整体收入水平的相等。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到了真

正能够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族群之间、个人之间“生活

上实际存在的不平等”才会消失。而这无疑是非常非常遥远的理想世界的事。

马列主义的族群平等理论为我们指出了人类社会的长远奋斗目标，在目前我们

所处的“初级阶段”，只能依照实际本国的实际国情来理解和引导社会的发展。

四、政府处理族群问题中的“制度化”

我们在前面曾经讨论过，族群的分野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

类社会现象，“同族”和“异族”是在多族群社会里人们时常会面对的群组分类。

同时，我们也用许多例子来说明人们的族群意识是后天得到的，而且在动态的

变化之中。那么，既然族群意识和族群之间的“边界”是可变的，我们对于族群

关系发展的设计目标和相应的政策就应当使族群意识的演变和族群边界的变

化朝着有利于全民族和全体国民的平等、团结和繁荣的方向发展。

经济学的“新制度学派”在研究中发现了各类组织的“趋同性”，关注组织

“制度化”过程的具体机制，并强调必须从社会组织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与互

动来认识组织。如果我们借用这一思路，也可以从制度变迁以及推动制度变迁

的环境因素这样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族群关系的演变。

首先，在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各个族群在社会上的政治、经济、

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地位是不断变化的。在有的历史时期（朝代）是“制度化”的，

如元朝把臣民分为四个等级，各有不同的地位与权利。在有的历史时期，族群

之间基本上没有等级差别或者差别是模糊的，社会上发生的族群歧视行为主要

表现在民间的日常交往层面或官吏的实际操作层面，并没有正式的法律和制度

性安排。当然，在中国这么多的族群当中，各个族群与汉族混居的程度和接受

中原王朝管辖的程度各不相同，朝廷对待不同族群的态度与政策也存在差异。

但我们不在这里讨论这些细节，只是讨论在族群关系方面可能存在着制度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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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及相关的整体性设计的问题。

（一）个人族群身份的“制度化”

苏联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实行“注明持有人民族类别（相当于我国的‘民
族成分’）的内部护照制度”①，这是把民族类别和公民个人的民族成分“制度化”

的重要措施。有的学者指出，这一制度“对一体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因为，用

苏联一些学者的话讲，这构成了一种‘法律心理障碍’”（康奎斯特，１９９３：５９）。
中国政府在１９４９年后采用的公民身份中的“民族成分”制度，无疑是从前苏联
那里学来的。

在苏联解体之前就有不少苏联学者，特别是俄罗斯的民主人士就呼吁取消

这一项内容，“作为发展包括所有俄罗斯的民族在内的公民理念的一个重要步

骤。⋯⋯（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联邦在个人身份证上放弃了苏联在其上标明

持有人民族身份的做法”（丹克斯，２００３：５６）。但是任何制度一旦建立并实施了
一个时期之后，如果想取消它，也有可能带来以外的反弹。１９９７年１０月俄罗斯
联邦正式取消身份证中“民族身份”项目的做法，在鞑靼斯坦共和国却引起激烈

的骚动，当地鞑靼民族民众担心这一举措“会逐渐地导致俄罗斯化、同化和对共

和国自治的削弱”（丹克斯，２００３：５７）②。已经通过一系列制度确立起来的“民族
意识”，若想再淡化它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而在前苏联建立的联邦体制，也

为下属各共和国在一定条件下积极发展区别于联邦之外的“本国的”、“独立的”

公民意识提供了法律依据。对于与族群身份有关的任何“制度化”的做法，必须

慎之又慎。

（二）族群聚居地区“自治权力”的制度化

如果我们只关注近百年来中国族群关系的演变，可以说在１９４９年人民共
和国建国以后，在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地区内，以族群而不是以地域为对象而

制定的特殊法规与解放前相比是增加而不是减少了。首先是政府组织进行了

“民族识别”，明确了各族群的“正式名称”，划清了各族群在相互认同方面的族

①

② 最后联邦政府和鞑靼斯坦共和国政府达成了一个双边条约。根据该条约和鞑靼斯坦共和国宪
法，鞑靼斯坦共和国公民拥有俄罗斯联邦和鞑靼斯坦共和国的双重公民身份。由于俄罗斯联邦政府颁发

的新身份证上没有这种双重身份的标记，鞑靼斯坦总统在１９９７年做出的停止该国使用联邦新身份证的
决定，这一决定得到了该国议会的支持（丹克斯，２００３：５７）。

“在苏联时期，每个成年人都有一张国内护照（相当于身份证），它记录了他们的公民身份，而且

身份证上第五项记录的是他的民族身份”（丹克斯，２００３：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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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意识边界；其次，通过居民户籍登记填写“民族成分”，又划清了各“民族”彼此

之间的人口边界；第三，通过建立“民族自治地方”，进一步划清了各族群在行政

上“当家作主”的地理行政边界；最后，通过制定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一

系列对待少数族群的优惠政策，把少数族群成员作为“特殊公民”，划出了他们

与多数族群成员之间在有关法律和其他管理办法适用程度上的边界。以上这

些都可以算是以少数族群为对象的制度性安排。

这些制度性安排，一方面兑现了党和中央政府在解放这些少数族群传统居

住区时对这些族群的首脑人物所做出的政治承诺，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稳

定；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保障了少数族群成员的各项权利，因为其中有些族群

因为发展较慢在平等竞争中处于劣势而无法确保他们的利益。这些都具有明

显的积极作用。

但是，从族群关系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制度也存在一些消极的方面。

首先，族群交往的历史发展大趋势只能是相互融合而不是进一步分化，是族群

成员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化”而不是“清晰化”；满族经过清朝两百多年和中华

民国近四十年的演变，基本上已经在平等的基础上与汉族融合在一起，解放后

的这些制度性安排事实上阻碍了这一进程。其次，通过历史上各族群之间的广

泛交流和人口迁移，加上近代的城市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各族

群之间的人口混居，从制度安排上把“族群”与“地域”挂起钩来，不考虑各族群

人口混居的具体程度而普遍建立族群的“自治地方”，与世界上族群发展的大潮

流是有距离的。第三，以族群为对象的特殊政策，实际上体现了族群的不平等。

列宁对于这一点讲的十分清楚，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需要“遵守对压

迫民族即大民族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可以抵偿生活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

但是民族不平等的政策不可能是长期或永久性的政策，只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

下针对特殊族群所实施的临时性的过渡时期的政策。否则，无论是大族群成员

还是受优惠的少数族群成员，都会产生不满情绪。

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国少数族群传统居住地区实施政府有关“自治”政策的

“制度化”过程，也是其本族群原有管理体系消失的过程。在建立“自治地方”的

同时，地方的行政管理体制也逐步按照中央规定的统一制度建立起来，实现了

全国的政令统一。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大进步。明清两朝在西南地区实

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其目的也就是希望使当地的行政管理体制与中原地区接

近。这些作法，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具有推动族群交流和政治整合的积极意义。

但是把“自治地区”与族群联系起来的作法，从长远看是有消极作用的。

任何制度或政策的实施，都可能带来非常复杂和辩证的社会后果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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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效果与长期效果之间可能是相互冲突和抵消的，我们对这些制度或政策的

后果，对于族群问题“制度化”的社会意义，都不能仅从一个方面或一个时期的

效果来简单地加以判断。但是，从族群关系发展的长远趋势来看，在处理族群

问题时采用“制度化”的方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明显大于积极影响。

五、政府制定的以族群为对象的制度

在多种族、多族群国家里，政府有可能制定出各种以种族或族群为对象的

制度性安排和政策法规。我们下面分几个方面来进行讨论：

（一）与地域相联系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世界上有些国家实行以族群为对象的区域自治制度。前苏联体制中，除了

“自治共和国”外，边疆区和边疆州也有一定的自治权。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

共和国内部，也设有两个自治省。越南独立后也曾建有北越自治区等少数族群

自治单位，在南北统一之后撤消。我国建国后一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制，

我国《宪法》规定，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构，行使

自治权。这样做“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充分尊重、保障各民族管理自己内部

事务的权利，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吴仕民，

１９９８：２—３）。在人事任职方面，自治地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和自
治地方政府的行政首脑，必须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

区域自治制度与联邦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联邦是由几个独立主权国家共

同组成，联邦中的各个国家在法律上都有着独立分离的权利。前苏联采用了联

邦制，由各个自治共和国共同组成俄罗斯联邦，又由俄罗斯联邦和其他１４个加
盟共和国共同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联邦体制下，苏联在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初的解体是有法律依据的。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保证了国家的统一，也保障了各少数族群的自

治权利，是我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但是需要指出，中国各个少数族群的具

体情况很不一样，有的族群由于本族人口在其聚居地区占绝大多数（如西藏），

历史上与中原地区的关系不如已经建省的其他地区那样密切，采用区域自治制

度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有的族群长期与汉族混杂居住（如满族），相互的融合已

经达到较高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设立自治区域的客观必要性有多大，还是可

以讨论的。

总的来讲，把族群与地域密切联系起来，为一个族群划定一个自治或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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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区域，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如不利于族群之间的交往与融合，又如

在政治形势发生突变而且中央政府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地方族群领袖有可能

追求分裂和独立，从而造成族群冲突和社会的不稳定。

族群区域自治制度，应当说是国家对内部各地区、各族群进行政治与经济

整合的过渡性制度安排，这个过渡时期的长短，则可以视整合的实际效果和各

族群的愿望而定，而且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族群自治地方存在时期的长短，也

不必完全同步。而且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当各方面条件成熟以后，有些制度也

许根本不必去改变，这些制度很可能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族群融合的进展自然

而然地逐步失去其实质意义。应当说，当社会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行

政边界的意义必然会淡化。近年来西欧各国在积极推动“一体化”，取消海关壁

垒和入境签证，发行统一的欧元货币，反映了社会与经济高度发展之后制度变

化的新趋向。

（二）各族群在政府、议会中的代表制度

我国关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规定，“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每一聚

居的少数民族都应有代表参加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并对代表人数的确定做

出了具体规定（吴仕民，１９９８：１１—１３）。在自治地方的政府部门中，规定由实行
区域自治的族群的人员担任行政首脑。这样的制度性安排使当地少数族群民

众和知识分子感到他们族群的代表在议会和政府中是有发言权和实际行政权

力的，真正是在“当家作主”。

但是有了位置而如何真正发挥作用，还存在一些具体问题。首先是实际工

作能力和管理能力的问题，其次是胸怀和工作作风问题。在自治地方的实际工

作中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１）如果出身少数族群的行政首脑各方面能力很强，
工作作风也很好，他就是称职而且真正行使权利的行政首脑；（２）如果出身少数
族群的行政首脑工作能力赶不上出身汉族的副手，但是比较虚心和民主，在做

出决策时，他会认真听取副手的意见，工作会有成效，但是这样就有可能显得是

汉族副手在拿主意；（３）如果出身少数族群的行政首脑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不
强，又缺乏胸怀和民主作风，这样虽然工作上表现出是这些少数族群官员确实在

掌权，而其决策可能会出现失误，这将对下属的民众和管理的事业造成不必要的

损失。第一种情况是最为理想的，我国通过坚持不懈地培养少数族群干部，增加

他们的锻炼机会，会有越来越多的出身于少数族群的干部成为第一类干部。

出身少数族群的干部在思考问题和进行决策时，一方面必须从全国的大

局、地区的大局、所管辖的全体人口的大局来考虑，这是他们作为地区行政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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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但是同时，作为当地聚居少数族群实施“当家作主”权利的族群代表，他

们又必须考虑这个族群成员的利益，作为他们利益的代言人，这也是自治制度

赋予他们的角色和责任。有的时候，以上两个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如兴修水利、

组织抗旱，本地区各族群众都会支持和收益。但是在有的情况下，地区整体利

益和族群利益也可能不是完全一致甚至有冲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少数

族群干部就面临如何调和两个角色之间差异的困境。

在有些多族群国家，对于少数族群参与政治活动有一定限制，如美国黑人

占总人口的１１％—１２％，但直至１９５９年才有１名黑人众议员，到１９６７年才有１
名黑人参议员。在多党体制的国家，各族群在党派倾向上也可能存在明显差

异。如１９９０年对美国洛杉矶市一个郊区的统计调查表明，当地华人的４７％支
持共和党，２２％支持民主党，还有２２％表示都不支持，而当地白人有５９％支持
民主党，３５％支持共和党，只有３％属于无党派倾向，日裔选民的党派倾向与白
人相似（Ｓａｉｔｏ，１９９８：８２）。各党派的竞选纲领都是设计来迎合具有特定利益和
价值观的选民集团，从各族群对于不同党派态度的结构上可以反映出这些族群

内部的社会分层结构和政治态度，在议会政治体制下各部分成员会根据自己切

身利益推选出自己的代言人。

（三）为少数族群单独设立学校的教育制度

在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

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事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有条件的应当采

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小学高年级或者中学设汉文

课程，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吴仕民，１９９８：１６８—１６９）。在全国各地的族群
自治地方，凡是有条件的地区都设立了少数族群的“民族学校”，使用本族群的

语言、文字讲授课程。

正如我们在第十二章中曾经讨论过的，少数族群教育的核心问题是语言问

题，而语言具有双重意义：一是本族群传统文化的载体，寄托了族群感情；二是

进行人际交流和学习知识的应用性工具。下一代不学习本族语言，本族的传统

文化就会失传，族群的文化特征就会逐渐消失；而下一代如果不学习一个国家

的通用性语言（如中国的汉语），就会对他们的族际交流和知识学习带来负面的

影响，制约着这个族群的发展。这同样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双语现象是目前各国解决这一文化难题的通常办法，我国目前也在推行双

语教学。在社会不断发展的未来，也许当我们在语言之外找到一个可以代表族

群传统文化的象征性载体（如音乐、舞蹈、体育项目、宗教、建筑等）并得到本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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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普遍认可时，语言作为族群传统文化的象征意义就会淡化，语言学习的

选择也就会更偏向把语言看作是交流和学习的实用性工具。

为了提高少数族群的教育水平，我国政府还采取了一些以少数族群学生为

对象的特殊政策，如成立专门的少数民族学校或民族班并以本族语言教学，降

低少数族群学生的中学、大学入学录取分数线，减免少数族群困难学生的学费

或发放助学金，对部分少数族群学生实行定向培养，等等。人才培养是一个族

群的发展和参与现代化的基础，这些政策体现了国家的民族政策，培养了一大

批少数族群的干部、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提高了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推动了各

个少数族群在教育和其他各项事业上的发展。同时我们不应当忘记，列宁曾经

指出，要“铲除民族之间的种种隔膜，使各民族的儿童在共同的学校里打成一

片”（列宁，１９１３ｅ：３０４），为少数族群单独设立学校的做法显然对各族儿童“打成
一片”具有负面的影响，不利于各族群之间的相互交往。

有些国家采取的不是通过为少数族群建立专门学校的办法来保障他们的

权益，而是采取强制性安排使各族群儿童在同一个学校和班级就学的办法来加

强族群交往和达到族群平等。譬如美国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实行的是第二
种方法。１９５４年首先禁止了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度，在１９６８年更采取了强制性
的政策来达到种族同校读书的目标，当时所有的公立学校都必须在６个方面达
到最高法院的要求：（１）学生的种族比例，（２）教师的种族比例，（３）办事人员
的种族比例，（４）教学设施对各种族开放，（５）为来自其他居住区的另一个种族
的学生提供上学的校车，（６）同样的教学大纲与教材；学校提供了所有的证据显
示它已经达到这些方面的要求之后，才能宣布它没有种族歧视并得到法院的认

可（ＴｈｅｒｎｓｔｒｏｍａｎｄＴｈｅｒｎｓｔｒｏｍ，２００２：２２０）。师生的种族比例则是根据当地城
市总人口的种族比例来确定的，从那时以来采取的强制性校车制度也使英语增

加了一个新的词汇（ｂｕｓｉｎｇ）。对于少数族群独特文化传统、语言使用的权利等，
美国政府则通过其他有关公民权利和文化的法令来加以保护。对于美国政府

的“去隔离化”措施也有各种批评，右翼人士批评由于黑人儿童的加入降低了许

多学校的教学质量，导致白人迁往其他城市从而事实上强化了居住隔离；左翼

人士则批评这些规定的实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逐渐弱化，没有达到
政府的既定目标。

在教育方面的这两种制度性安排是基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第一种思

路是努力保持差别（语言、文化等）来达到法律上的平等，在激烈竞争的市场化

社会里，除非从制度上保持族群分隔的就业市场，否则竞争中出现的问题仍然

会导致族群矛盾，无法真正达到族群和谐团结的目标；第二种思路是积极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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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族群进入同一个教育体系，以保证他们得到同样的教育机会，掌握同样的知

识与技能，从而在毕业后能够平等地在劳动力市场上相互竞争，那时就业机会

的差别将体现在个人之间的差别（用功程度、学习成绩），而不体现在族群之间

（语言差别，各族学校的教学质量）。

以上各类制度的设计都带有政治建构的考虑，我们必须看到有些制度建构

（如建立少数族群的专门学校）在保障少数族群政治权利的同时也有可能增强

族群之间的隔阂与竞争。“通过实施以族群为对象的发展项目或者设立种族配

额指标等方法依照族群分野来建构获得政治机会的通道，或者通过接受一些强

调族群差异（如制定一些有关双语教学、设置保留地的法律）的政策，一个政治

体系可能会导致族群竞争的增强”（ＯｌｚａｋａｎｄＮａｇｅｌ，１９８６：８）。而这种以族群为
分界的政治竞争可能会影响到族群关系和社会稳定。

（四）以少数族群为对象的经济优惠制度与政策

在这些优惠政策中，有些是议会（人大）和中央政府制定的，有的是地方政

府（省、市、县）根据本地具体情况而制定的。如我国政府规定，自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后西藏自治区免缴农牧业税，各地“自治县的县、乡（镇）属企业的税收减免，

按规定税收管理权限，履行批准手续后，予以减征或免征”（吴仕民，１９９８：５５）。
“中央与省、直辖市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分成比例为５∶５；中央与自治区矿产资源
补偿费的分成比例为４∶６”。中央政府自１９９７年开始对民族贸易企业的增值税
减免５０％（吴仕民，１９９８：１３１）。
除了这些制度性安排之外，对于少数族群自治地方的财政优惠有：少数民

族地区补助费，少数民族机动金，较高的财政预备费，被称为“三项照顾”政策

（吴仕民，１９９８：８９，９１）。表１５１介绍了政府统计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５个自治区
从中央政府得到的财政补助费，以及补助费在本区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我

国政府在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５年的有关文件中明确规定，“为了照顾民族自治地方发
展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的需要，中央对５个民族自治区及云南、贵州、青海的定
额补助每年递增１０％”（吴仕民，１９９８：９３）。在２００２年中央政府对于５个少数
族群自治区的财政补助费总额达到１３３４．７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
除了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外，地方政府也制定了一些针对少数族群聚居地

区或少数族群经济活动的地方性政策。如天津市规定，“自１９９３年起全市民族
乡、民族村，如人均收入低于所在区县平均水平，其所办企业减半征收所得税３
年”（吴仕民，１９９８：５９）。各省政府也对当地的少数族群聚居地区的项目贷款、
财政补助、税收减免、发展民族教育事业、脱贫项目等等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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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帮助当地少数族群发展经济。

表１５１ 我国５个自治区财政收入和中央财政补助（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单位：万元）

年份 西藏 内蒙古 新疆 广西 宁夏

１９９０

中央补助 １２４３８９ ２７９２５７ ２４３６４４ １８０６９１ ８２２１３
总收入 １２６１９８ ６０９０１９ ５２９６４８ ７６３１３５ １４４５２０
中央补助（％） ９８．６ ４５．９ ４６．０ ２３．７ ５６．９

１９９１

中央补助 １３９６９４ ２７２２２４ ２４４９４８ １５０７７６ ８４４７２
总收入 １３７３６９ ６６６１９０ ５６０２２０ ８６５０８３ １５２５７２
中央补助（％） １０１．７ ４０．９ ４３．７ １７．４ ５５．４

１９９２

中央补助 １４４８６５ ３２９９５６ ２８６４３４ １５７６４６ ８５８４８
总收入 １５５７２４ ７２０７３１ ５８１５０４ ９５８７５７ １６３１１３
中央补助（％） ９３．０ ４５．８ ４９．３ １６．４ ５２．６

１９９３

中央补助 １７０９４６ ３２１５９６ ２９１３０２ １６９６５３ ８８４８１
总收入 １８６５４７ ８８２７７３ ６７２９４１ １３１９２４５ １９７００３
中央补助（％） ９１．６ ３６．４ ４３．３ １２．９ ４４．９

１９９４

中央补助 ２８７５８９ ２４６０６８ ４３６４０２ １９４３３０ ８７１５７
总收入 ３４７８２４ ９２８２３５ ７６００５３ １５２９６６４ １５８８８５
中央补助（％） ８２．７ ２６．５ ５７．４ １２．７ ５４．９

１９９５

中央补助 ３１３４４０ ２５８３２２ ５２２５７１ ６１１４７０ ８５０５１
总收入 ３７６０８８ １０２１７８０ １０２６００７ １４０５８９２ １７４８４３
中央补助（％） ８３．３ ２５．３ ５０．９ ４３．５ ６１．０

１９９６

中央补助 ３１２１１４ ３３１４２２ ５９０６８８ ６６５０１９ １５４３７６
总收入 ３３６５０２ １２６３８２５ １１３０８８４ １５７０１２１ ２８１１８３
中央补助（％） ９２．８ ２６．２ ５２．２ ４２．４ ５４．９

１９９７

中央补助 ３３９７７６ ３１６３６９ ６８３７８３ ７１６７７７ ２２４５４５
总收入 ３６９３１３ １４２９１１８ １３５３４６０ １７０８３４５ ３６５２８３
中央补助（％） ９２．０ ２２．１ ５０．５ ４２．０ ６１．５

１９９８

中央补助 ４１５５４７ ５０５２６３ ８０１１７６ ７８６８８９ ２７３７１４
总收入 ４３７３３７ １８１７５９３ １４８５２４１ １９８３６０９ ４５１２３９
中央补助（％） ９５．０ ２７．８ ５３．９ ３９．７ ６０．７

１９９９

中央补助 ５７２７１１ ６９１４８２ ９３９９６７ ９１４１２８ ３０６９５３
总收入 ６１８４４２ ２１２８３６９ １７６３４２０ ２２４９７７５ ４９５３４６
中央补助（％） ９２．６ ３２．５ ５３．３ ４０．６ ６２．０

２０００

中央补助 ６３５９５７ １０５４７３１ １１９０１５９ １１１４３２７ ４００１３６
总收入 ６８９８０５ ２６１０６２９ ２０３１４１７ ２５８４８６６ ６０８３８０
中央补助（％） ９２．２ ４０．４ ５８．６ ４３．１ ６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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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西藏 内蒙古 新疆 广西 宁夏

２００１

中央补助 １０１８５６６ ３３５９８０８ ２９１７３２２ ２５７４５２９ ９３５７８７
总收入 ９４４７７６ １６８２３９９ １８３８２９４ ７８７８２３ ６６００４２
中央补助（％） ９２．８ ５０．１ ６３．０ ３０．６ ７０．５

２００２

中央补助 １３９８７９５ ４１３３３２７ ３６１４４５１ ３０５５０８１ １１４５６５０
总收入 １３１１４７０ ２０６５２３０ ２１５０３２３ １１８７７６１ ８８０９３６
中央补助（％） ９３．８ ５０．０ ５９．５ ３８．９ ７６．９

 因近年内蒙古、广西、宁夏等自治区年鉴没有此项目，表中“中央补贴”由地方财政总

支出（在本表中即计为总收入）减去地方财政收入估算。

资料来源：西藏自治区统计局，２００１：１０６；２００３：２５８。广西自治区统计局，２００１：９９。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２００１：２４９；２００３：２０４。宁夏自治区统计局，２００１：１０２。
新疆自治区统计局，１９９５：１４７；１９９７：１７７；１９９９：１８５；２００３：９９。

六、针对少数族群的优惠政策

（一）制定族群优惠政策的目的与动机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或多或少地都制定了与族群相关的某些特殊政策，

对这些族群给予优惠或给予歧视。其原因和主要的考虑是什么？

美国社会学家霍洛维茨（ＤｏｎａｌｄＬ．Ｈｏｒｏｗｉｔｚ）是一位研究族群冲突和族群
政策的学者，他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促使政府实行族群优惠政策：“（１）
优惠政策花费不多，是一个应付民族冲突而代价较低的策略；（２）为了这些（目
前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最终能够进行平等的竞争，至少在短时期内有必要实

行这种政策；（３）源于客观经济差距的民族冲突可以通过针对这些差距的政策
的实行而加以消除。在优惠政策的背后有这样一个假设：民族冲突是民族间经

济差距的产物，而民族和解是各民族群体按照一定比例分配占据各级部门的职

位，并活动于社会的各种职能的结果”（参见马戎编，１９９７ｂ：４３０）。
中国政府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所实行的针对各少数族群的优惠政策，也

是基于相似的思路。首先在目标上是要达到各族群的事实上的平等，其次在方

法上是通过优惠与扶持政策逐步缩小各族群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现有差

距。如在支援西藏方面，中央近些年来对于西藏的政策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认为只要西藏的经济发展了，藏族干部和广大藏族民众的收入明显提高了，西

藏的族群隔阂和分裂问题的基础也就没有了。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无疑会明

显改善藏族民众看待中央政府与汉族的态度，但是我们在上一章讲过，影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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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关系的因素很多，经济差距和族群分层的问题仅仅是这许多因素中的一个，

在这里需要注意不要陷入“经济决定论”的陷阱。

另外，当我们讨论政府制定的针对一些特定群体的政策时，有三点值得注

意。

第一，政策的规定是硬性的或说是刚性的，即对于政策的应用对象和政策

的具体内容通常都有十分明确的规定。如对于一些族群在教育方面的优惠政

策会明确规定优待哪个族群，优待的办法或者是设计难易程度不同的考卷，或

者在考试成绩上额外增加分数，或者是不顾成绩分数而规定某个族群的录取比

例。这种刚性的政策规定把对应的人群区分为利益分配中待遇不同的群体，在

使获益族群满意的同时，有可能使利益受损的族群不满。

第二，以族群为对象的优惠政策实施后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动态变化

的而且可能相互出现交叉和抵消现象，很难对其结果和效度进行客观准确的评

估。所以有的学者称其为“线决策”（其具体实施往往需要许多部门和个体长期

协调行动才能贯彻，常常发生偏差），而不是“点决策”（从许多方案中选择一个，

是个一次性的简单判断）（马戎编，１９９７ｂ：４２５）。
第三，达到了政策的具体目标（如使一个族群的成员在入学或权力机构中

达到一定比例）后，由政策实施而实现的有关变化并不必然预示族群冲突行为

的变化，族群关系未必一定会像预期的那样得到改善。我们可以人为地选择一

些硬性规定的衡量族群关系的指标与变化值，但它们与实际生活中族群关系的

实际情况之间可能存在差距。

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具体讨论族群优惠政策。

（二）族群优惠政策的对象：多数族群还是少数族群

在族群优惠政策的执行中，有两种情况必须区分开来。一种情况是在教

育、经济等方面比较发达同时人数也多的大族群对不够发达的少数族群实行优

惠政策，如美国的白人对黑人在一些方面实行优惠政策；另一种情况是人数多

同时在教育、经济等方面不发达的大族群对相对发达的少数族群实行歧视，而

对自己实行优惠政策，如马来西亚占多数的马来人对自己实行优惠政策，限制

在教育、经济方面比较发达的华人；这两种情况中的政治关系和利益分配格局

是全然不同的。

在前一种情况，占优势的多数族群对于这种优惠少数族群的政策，承受能

力是比较大的，这种政策的执行结果，对于多数族群和社会整体发展的影响也

比较小。而在后一种情况，被歧视的少数族群所受的影响就比较大，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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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比较低。

我们举大学招生比例为例，假设中国汉族人口为１１亿，少数族群人口为１
亿，全国大学每年招生２００万，假如没有采取对少数族群考生加分的作法，少数
族群根据成绩被录取的人数约为８万，加分之后被录取人数增加到１５万，这７
万之差对于汉族只是１８５万与１９２万之间的差别，被录取人数减少了不到４％，
是不大容易感觉到的，但是对于少数族群来说就是８万和１５万之差，被录取人
数约增加了一倍，是十分显著的增加。

在斯里兰卡，少数族群泰米尔人在教育和经济方面占优势，在政府对多数

族群僧伽罗人没有实行优惠政策（也即对泰米尔人没有实行歧视政策）之前的

１９７０年，泰米尔人在大学医学和工程专业被录取人数中占了将近５０％，而在实
施了歧视政策后的１９７４年，他们在工程类和医学类专业的被录取人数中分别
减少到１６％和２６％，这意味着原来可以考入这两个专业学习的泰米尔人学生
中现在只有３２％和５２％可以入学，这个变化在泰米尔人中激起的愤怒是可想
而知的（马戎编，１９９７ｂ：４３１）。
由于直接涉及到每个个人的切身利益，族群优惠政策在执行中把调整族群

利益宏观目标付出的代价落到具体成员的头上，这对于有关各族群具体成员之

间的日常交往、感情联络十分不利，例如在一个班读书的Ａ族学生和Ｂ族学生，
一名在高考中得到加分优惠而被录取的Ａ族学生与另一名考试实际成绩高于
这名Ａ族学生但实行加分政策后落选的Ｂ族学生之间，是难免会产生隔阂甚至
怨恨情绪的，这种情绪也必然会感染到家长、亲友和邻居。

（三）界定被优待对象的方法

在如何确定被优惠政策的应用对象时，各国根据本国政策的具体内容可能

采用不同的界定方法和标准。有的国家根据个体所归属的部落或族群（苏联、

中国、美国），有的以是否是本地土著居民来划分界限（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

西亚、尼日利亚），有的根据他们所讲的语言（斯里兰卡），有的以地域来实施优

惠政策（扎伊尔、坦桑尼亚），还有的是以宗教为界限（菲律宾）（参见马戎编，

１９９７ｂ：４２７）。
对于族群优惠政策各项具体规定的准确性问题，霍洛维茨提出了一些可供

我们参考的思路：（１）“涵盖范围很宽的规定使得最不需要优惠政策的群体也可
能被包括在优待范围内”；（２）“采用非民族的界定办法会导致优惠政策产生漏
洞”，如果政府以“土著居民”作为优待对象时，那么伪造的“土著证明”就会成为

黑市上流行的“商品”；（３）“范围较广的政策增加了其在执行过程中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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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使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如提高生产率、调和政治对立），都能够予以考

虑”；（４）“被优待群体的界定方式决定了优惠政策的内涵和外延”，在印度，当政
府以“落后群体”作为优待对象时，许多群体纷纷宣称自己“落后”，“在卡拉塔卡

邦，这种现象就十分突出，以至于除了婆罗门外的所有种姓，包括一些富有的土

地所有者，都被正式定为‘落后群体’而享受优待。后来，印度最高法院不得不

取消了那种界定方式”。“另一方面，更为具体的规定会导致受优待群体之间为

利益分配而相互争斗。⋯⋯简单地说，涵盖范围标准的确定影响到民族群体内

部政治发展的方向”（参见马戎编，１９９７ｂ：４２８）。这些国家在界定优惠政策的受
惠对象的范围时所采取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利弊，都可以供我们参考，帮助

我们透过这些现象来思考族群的本质以及分析影响族群关系的各种因素。

（四）优惠政策的内容

在不同的国家，以特定族群为对象的政府优惠政策在内容上所涵盖的领域

可能差别很大。主要涉及的领域大致有：

１．就业机会。在有的国家可能仅仅局限于公共部门（政府部门公务员、军
队、警察、公立学校教师等）招收人员时对于申请人族群背景的规定，而有的国

家还对本国私人企业和机构的人员就业也提出了限制性规定（如限定某族人员

所占比例）。例如马来西亚的宪法“保证马来人在政府行政部门中占有一定的

比例，享有一定比例的奖学金和教育机会，拥有一定的土地和一定程度的商业

参与”（马戎编，１９９７ｂ：４２５）。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政府的有关法律规定，
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各级行政首脑官员必须选自当地的自治民族，在公务员录

取时优先招收当地自治民族。尼日利亚曾经采取政府公务员“北方化”的政策，

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５年这短短６年时间使高级公务员中的北方族群成员从１人增加
到成为大多数（马戎编，１９９７ｂ：４２６）。

２．教育机会。教育机会是一个落后族群努力在短期赶上发达族群的重要
途径。所以政府的政策和采取措施的目的是努力保持多数族群在教育水平方

面的优势，还是积极为少数族群创造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是备受关注的。具体

办法可以是为少数族群学生入学降低录取分数线或实行保送①，也可以是为某

族学生提供奖学金以帮助他们入学并完成学业，还可以为开办专门招收某族学

① 如斯里兰卡政府规定给僧伽罗族的大学考生增加额外的附加分，使他们在与泰米尔族考生竞争
时得到优势（马戎编，１９９７：４２６）。１９７０年政府对两族考生规定了不同的大学录取分数线，使泰米尔人在
工程类新生中的比例从１９７０年的４８．３％减少到１９７４年的１６．３％（余建华，１９９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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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学校。

对待某个族群实行优惠政策的另一面，就是对于其他族群所实行的歧视性

政策。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曾经长期不允许华人开办学校，特别是开办以

中文为教学语言的学校，同时确定了马来人的大学入学比例，使得无法进入大

学校门的华人青年转到新加坡等其他国家去上大学。

３．拥有土地的权利。在一些国家的宪法或政府法令中，规定了某些族群不
能拥有土地，或者某些族群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在斐济，几乎所有的可

耕地长期以来是留给斐济人耕种的”（马戎编，１９９７ｂ：４２６），印度裔或其他族群
移民的后裔则难以进入当地农业经济产业。在历史上我国一些地区也曾有地

方性公开或暗中执行的规定或习惯，在购买土地时对于某些族群予以歧视。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我国各地农村实行承包制时，本地族群与移民族群之间的
分配方法有的也不一样。

４．从事经济活动机会。马来西亚政府制定的计划中，设计了在企业股份持
有、营业执照发放、合同签订的合法代表人等方面有利于马来人的一系列规定。

有的国家对于某些族群的成员所开设的一些企业或商店实行减免注册税、营业

税、优先给予银行贷款等优惠政策，以鼓励这些族群积极进入社会经济活动。

例如为了帮助印第安人缓解贫困问题，美国国会１９８８年通过了《印第安人赌博
法案》，特别准许各州印第安人部落开设以赌博为主的夜总会。

有时这些优待办法并不一定是正式颁布的法律，但在实际运作时得到实

施，如“在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在银行贷款、奖学金、政府部门就业、大学入学等

方面都享受广泛的优待权。这种政策虽很少得到正式宣布，但却发展起来。

⋯⋯许多私人雇主在他们的业务中也参与了执行这种原则”（马戎编，１９９７ｂ：

４２６）。在我国，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帮助少数族群发展的经济优惠政策，如设
立民族地区补助费、机动金和提高财政预备费设置比例（“财政三项照顾”政

策），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免除西藏自治区农业税，民族自治地方省级政府有
权决定减免地方性税种，建立少数民族专项贷款和实行优惠利率等。

５．其他方面的优惠政策。有的国家根据本国的实际国情，还制定了其他一
些旨在促进族群发展的政策或管理办法。中国曾经长期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

管理，强调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考虑到一些少数族群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实际

情况，在计划生育管理方面对于各个少数族群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放宽，有的族

群基本上没有生育限制。新加坡为了保持华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和发展经济，

在移民政策上制定了对于高学历华人血统的申请者予以优先的优待办法。美

国长期在移民问题上实行欧洲优先的政策，对白人种族予以特别优待，同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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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实行限制和禁止华人移民的“排华法案”，这一歧视性法案直至１９４３年才正
式废除。这些与移民有关的政策实际上反映出政府和社会主流对相应族群的

基本态度，对于本国族群关系也会产生明显的影响。

（五）族群歧视政策背后的经济利益考虑

为什么西方国家长期或明或暗地在就业和工资待遇方面实行种族歧视，除

了种族偏见之外，是否还有什么经济上的利益考虑？美国学者赖克（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ｅｉｃｈ）介绍了一个关于经济活动中种族歧视的分析模型，设计这个模型的目的
是用来分析美国实行种族歧视给白人所带来的利弊。

在图１５１中，竖坐标（Ｗ）表示工资水平，横坐标（Ｌ）表示就业和产值，两端
标着Ｓ的直线表示黑人劳动力供给，两端标着ｄ和ｄ′的两条直线分别表示劳动
力需求的变化幅度。在左边一张图中，种族歧视政策使得黑人工资从水平Ｅ降
低至水平Ｈ，当黑人劳动力供给量（ＳＳ直线）保持不变同时产值也不变时，图中
阴影的部分（ＥＦＧＨ）即是白人雇主从这一政策中所获得的利益。在中间一张图
里，黑人劳动力供给量（ＳＳ直线）具有变化弹性，就业和产值从Ｌ点降低至Ｉ点，
同时黑人收入保持不变，白人的损失可以用图中阴影的部分（ＩＪＫＬ）来表示。在
右侧图中，黑人劳动力供给量（ＳＳ直线）以某种斜度向上增长，黑人就业和工资
则下降，白人的“纯收益”可以用图中分别用ＥＦＪＨ和ＩＪＦＬ这两个矩形面积之差
额来表示（Ｒｅｉｃｈ，１９８１：９２）。

图１５１ 白人从种族歧视中得到的收益和损失

美国学者莱斯特·瑟罗（ＬｅｓｔｅｒＴｈｕｒｏｗ）根据这一模式计算出了在１９６０年
白人的纯收益（因种族歧视所获得的总收益减去总损失）为１５０亿美元，并且明
确指出白人是不会甘心情愿地结束就业中的种族歧视政策的，“因为这种歧视

（政策）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收益，这种政策的延续使他们得到重要的利益，因而

那些试图取消种族歧视的项目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不可能指望对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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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利益的考虑会趋向于消除种族歧视”（Ｔｈｕｒｏｗ，１９６９：１３４）。

七、优惠政策的实际效果

（一）优惠政策的短期效果

美国学者霍洛维茨讨论了各国实行族群优惠政策的短期效果，他的基本观

点是认为“代价高于收益”。他的讨论涉及了以下３个领域：

１．教育中的优惠政策。能够在短期内改变公立学校学生的族群比例，但是
将对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产生影响，如促进在政府管辖之外的私立学校的发

展，受歧视族群的学生会大量进入私立学校或到国外就学，同时导致公立学校

学习成绩的整体下降，并导致受优待族群在学校中的比例大大超过了其在人口

中的比例，成了“矫枉过正”。霍洛维茨认为，在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对于多数

族群实行的教育优惠政策，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后华人的外迁和泰米尔人的分
裂主义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参见马戎编，１９９７ｂ：４３１—４３５）。

２．商业中的优惠政策。在所有权、商业执照、合同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实
行后短期内所付出的代价是明显的，而长期的收益却很难估计。这些优惠政策

导致了被优待族群在经济活动中担当“挂名人物”，除了挂名并因此得到一笔报

酬外，他们在企业活动中并不担任任何实际角色，而为了保证政府不去干扰这

种“挂名”活动，企业必须向政府官员行贿，因此优惠政策的实际后果有三个，一

是使被优待族群成员因为被请去“挂名”而得到收入，二是官员因允许和审批

“挂名”而收取贿赂，三是前两笔开支实际上加到企业的成本上，使企业竞争能

力下降（参见马戎编，１９９７ｂ：４３７）。

３．就业中的优惠政策。由于在就业市场上的被歧视族群很难找到其他出
路而产生愤恨情绪，社会将为此而付出代价。如果被优待族群的劳动力因政策

规定而求大于供，那么不合格的人员将被录用，带来效率的降低，而雇主也许必

须另外雇佣合格人员来实际工作，这也将增加成本。在印度，人们认为“就业优

惠政策激起的民族冲突超过了它所能缓解的民族冲突”。“（优待）政策也许促

成边疆地区的落后群体相信他们的利益是与国家的统一是相关联的。但如果

边疆地区先进群体成员希望迁进中心地区而优惠政策限制了他们这样做时，优

惠政策也会导致分离主义”（参见马戎编，１９９７ｂ：４４２）。

（二）前苏联族群优惠政策带来的后果

康奎斯特认为前苏联政府对于少数族群实行优惠政策后，有两个负面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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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第一个后果是在利益考虑的驱动下，使少数族群成员的“民族成分”固定下

来，减少了少数族群向大族群的融合，甚至通过改身份和通婚子女申报少数族

群而导致少数族群人口增加，他称之为“逆向民族成分再确定”，“由于苏联在教

育和就业机会方面有各种配额和积极的措施，因此，尽管有表面上的民族‘融

合’政策，逆向民族成分再确定实际上受到了激发”（康奎斯特，１９９３：２３３）。
第二个后果是把优惠政策提供的利益看作是“公有资源”，少数族群民众通

过多生孩子来尽可能占用更多的“公有资源”，针对有些人把穆斯林族群的高生

育率解释为宗教传统的影响，康奎斯特特别指出，“如此得体、理智的结果表明，

突厥—穆斯林少数民族的高生育率不仅合乎传统，而且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高生育率亦为合理的选择，而不仅仅是对传统的顺从”（康奎斯特，１９９３：

２３３）。这两个后果当然都不是制定优惠政策的初衷。
康奎斯特的分析基本上是从族群整体的发展态势上来分析的，认为优惠政

策阻碍了族群融合的进展，鼓励了落后族群的人口超常增长。高生育率实际上

对于族群整体素质的提高是很不利的，因为高生育率会增加人口对自然资源的

压力、减少社会和家庭对于下一代教育的人均投入，同时因为人口迅速增长，政

府和社会不得不增加在住房、学校、医院、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投入，这对于当地

经济建设的投入也会受到影响。

（三）优惠政策使一些族群的成员具有特殊的“社会资本”

我们还可以在个体层面上分析优惠政策对族群关系的影响。许多政府的

优惠政策使得被优惠族群的成员在社会流动机会和经济资源分配方面具有特

殊的“优先权”，可以得到很实惠的利益，而且这些利益是制度化的并得到政府

的保障。这就使得具有被优惠的“族群身份”本身就成为一种特殊“含金量”并

且还是可以遗传的“社会资本”。

林南教授在分析“社会资本”提出三个衡量标准：财富、权力、社会地位。如

果不从族群整体层面比较，仅从个人层面来分析个人的竞争机会，族群优惠政

策的作用在不同程度上也可以体现在这三个方面：政府对于一些相对贫困的少

数族群民众在税收、福利等给予优待，如果只与同地区和同等情况的汉族相比，

少数族群成员可以在经济上多得到一些优惠；在同等资历和同等能力的条件

下，干部的选拔和提升一般首先考虑少数族群成员；由于在教育、就业、提干以

及税收、计划生育等方面可以得到优惠待遇，这对于提高少数族群成员的社会

地位是有正面影响的。也正是为了追求这一“社会资本”，有些人会千方百计地

试图为自己或子女改变“族群身份”。我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曾经有上百万

５３２
民族社会学



人更改了自己的“民族成分”，这一社会现象也反映出了优惠政策所带来的动

力。

根据许多专题研究的调查结果，在国家创建过程或发展过程中，如果政府

实施了以特定族群为目标的政策（如公民权法律、国家土地使用分配、语言使用

规定等），将会增强该国的族群意识并激发以族群动员为基础的集体性社会运

动。那些把利益附加到族群身份上的政治政策，将鼓励以新的族群统计方法来

进行族群动员（ＯｌｚａｋａｎｄＮａｇｅｌ，１９８６：４，１０）。这些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族群
隔阂，造成以族群分界的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和族群发展。

（四）对于优惠政策社会效果的分析

在政府的族群优惠政策长期实行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果呢？我们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予以分析。

首先，对于一个或几个族群在教育、就业、税收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事实

上是对其他族群的不平等，会降低被歧视族群成员在求学、就业方面的积极性。

我国实行的对少数族群考生高考录取时加分的政策，从个人角度来说，是在“法

律上”或制度上对于汉族考生的不公平；从族群角度来说，由于少数族群教育事

业长期不够发达，通过这样的办法可以增加少数族群考生录取的比例，长远看

对提高少数族群整体教育水平是必要的。

列宁认为，“国际主义，不仅在于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在于遵守对

压迫民族即大民族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可以抵偿生活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

（列宁，１９２２：６２８）。我国对于少数族群实行优惠政策，就是循着这样一个思路。
但是必须明确，这是对大族群所属成员的不平等。在分析族群优惠政策时，有

三点需要引起注意：（１）优惠政策既然是不平等的政策，就不可能是长期性或永
久性的政策，而只能是过渡时期的暂时性政策，我们建国已经５０多年了，不可
能设想在５０年或１００年后仍然需要执行同样内容、同样力度的优惠政策①；（２）
需要确认和验证这些优惠政策真正促进了少数族群在竞争能力方面的提高与

发展，需要设计一些反映真实水平与发展变化的衡量指标，避免一些“虚假”的

发展成绩掩盖这些优惠政策执行之后的实际状况；（３）少数族群必须保持自己
的族群自尊心，必须努力尽快提高本族群素质和能力，凭自己的实力争取真正

① 美国社会学者明确指出，以族群为对象的优惠政策即“赞助性行动从来没有打算要成为一个永
久性政策，而不过只是一个给少数民族提供足够的帮助以使他们克服以前故意压迫所留下的后果的办

法”（波普诺，１９９９：３１５）。长期执行这样的族群优惠政策，对被优惠的族群并没有好处，也不可能为其他
没有享受优惠的族群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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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等，不能依赖政府的优惠政策生活和发展，更不能认为这些优惠政策是必

然的和永久性的。假如真这样认为，优惠政策就显现出了它的副作用。

西方国家的平等观念注意了两个层次，一是对于整体社会的意识形态教育

来说，强调的是“个人之间的竞争机会平等”（法律上的平等），使少数族群因优

惠政策而产生的依赖心理的副作用尽可能降低；二是在以具体族群或个人为对

象来制定和执行各项具体政策时，还是会考虑和照顾到族群差异的协调，适当

对弱势族群给予照顾。当然，在西方国家具体贯彻执行这些政策时还存在着许

许多多的实际问题，种族和族群不平等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我国的族群优惠政策在理论和宣传方面有时强调以族群而不是以个人为

单位的“事实上的平等”，同时也没有指出现时的优惠政策只是过渡时期的暂时

性政策，没有指出只有改变族群社会分层的结构性差距才有可能达到列宁提出

的族群“事实上的平等”，这就使得目前的宣传对各族广大干部和群众思考问题

的角度有一定的误导作用。造成的后果是汉族和少数族群对于政府实施的相

应优惠政策都不会感到满意：汉族成员从个人角度考虑，认为自己受到不应受

到的不公平待遇（没有在法律或制度上得到平等的竞争机会），从而降低了学

习、工作热情和帮助少数族群的积极性；而得到优待的少数族群同样不满意，他

们从族群层面考虑，认为本族群还没有达到“真正事实上的平等”。当少数族群

成员的实际竞争能力较弱而又希望得到机会时，“事实上平等”和相关的优惠政

策是他们享有某些“特权”的理论和政策依据。这种各自从不同层面（少数族群

的参照系是族群，汉族的参照系是个体）考虑“平等”和进行比较的思路，会加强

族群之间的隔阂和不满，我们需要认真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传统理想主义的“平等”观，强调的是事实上结果的平等，不考虑个人和团

体的竞争能力和努力程度。如中国农民传统的平等观念和做法是“均田”，隐含

着对分配结果“不平等”的否定与纠正。看别人挣得多了就眼红。这种做法强

调的是现有财富的重新分配，而不是新财富的创造。欧美社会的“平等”观，强

调的是竞争中每个人的“机会平等”，这是鼓励个人发奋努力的机制，对于资本

主义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当我们谈论个体之间的平等时，

需要强调的是是否存在制度性歧视。只要在相互竞争时没有人因为个人的某

种身份（包括种族、族群因素）被歧视，就不存在个人之间制度性的不平等。而

个体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是客观的必然。

关于对少数族群和多数族群的优惠政策的社会效果，国外社会学界开展了

不少调查研究，如关于美国政府对于黑人提供的各项优惠政策效果的分析发

现，这些政策对黑人的发展和自强而言，既有积极的后果也有消极的后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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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确实帮助了一批有才能和潜力但只靠自己奋斗确实有困难的黑人脱颖而

出，培养出一批黑人社会精英，另一方面有关的福利政策也使得一些黑人躺在

社会福利上生活，而不愿就业或努力工作；这一现象也引起部分白人的不满，认

为是他们的劳动成果在养活着“种族寄生虫”。在美国总统选举和地方选举中，

对于政府的种族政策、福利政策的辩论生动地反映出不同群体和不同思考角度

的各类观点。对于这些方面的分析和研究成果都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总的来说，随着社会发展和族群融合的历史进程，各个族群之间由历史造

成的发展距离在缩短，也开始需要考虑从“争取族群之间利益分配的平等”（即

不考虑社会分层因素而强调的“事实上的平等”）观念逐步向“争取个人之间竞

争机会的平等”（即把“法律上的平等”从政治、司法领域扩展到教育、经济领域）

观念过渡。惟有这样，才可能通过少数族群成员社会、教育、经济等方面的真正

而非“照顾”的发展，通过基本消除“族群分层”的结构性差异，最终达到在个人

实力基础上的族群间事实上的平等。

我国政府目前对少数族群成员和少数族群聚居地区的各项优惠政策，在一

段时期内还是必要的和有积极作用的，但是我们对于“民族平等”的宣传，需要

进行必要的调整，对于优惠政策的过渡性质，需要有十分清醒的认识。要使全

社会认识到，我们的社会需要从实行对少数族群的优惠政策的历史时期向实际

上不再需要并可以逐步取消这些优惠政策的历史时期过渡。少数族群干部群

众要把这一点看作是自己努力的目标。从“依赖”心态转变为“自强”的心态，观

念的改变是少数族群实际竞争能力改变的前提。

八、小 结

在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中，国家对族群关系的制度性安排和政府相关政

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专题，所以虽然我们在前一章归纳影响族群关系的诸

因素时提及了“政策因素”，但是由于这个方面涉及内容很多，所以专门设了一

章来讨论与族群有关的政策问题。

本章的主要内容分为七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主要讨论在国家体制中，对

于族群关系的基本制度安排，在政治地位与公民权利上各个族群是否平等。我

们讨论了前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南斯拉夫这３个在原来“社会主义阵营”
中采取不同制度来处理族群关系的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作为案例来进行分析。

第二部分着重分析在不同的族群关系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比较了种

族主义、同化主义、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团体的多元主义这４种主要的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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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第三部分特别讨论了“族群平等”这个在现代社会中十分流行的政治理念，

分析了“平等”的内涵，讨论了人们常讲的“法律上的平等”与“事实上的平等”的

不同理解以及相关的一些重要概念。

第四部分讨论了族群关系的“制度化”，根据前苏联和中国的一些实践，分

析了把族群身份、族群关系在不同层面上予以制度化所可能造成的利与弊。

第五部分具体介绍了各国以族群为对象制订的一些制度，主要讨论了与地

域相联系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群在政府、议会中的代表制度以及专门为

少数族群设立的学校制度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六部分分析针对少数族群的各类优惠政策，分析了制定族群优惠政策的

目的与动机，分析了优惠的对象和界定被优待对象的方法，具体讨论了一些国

家实行的族群优惠政策的内容，最后分析了各国制订族群优待或歧视政策背后

的经济利益考虑。

第七部分则集中讨论在一些具体领域里实行族群优惠政策之后的客观效

果，并从理论上对族群优惠政策进行了总结。

中国是一个曾经长期实行中央集权行政体制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多族

群大国，政府制定的族群政策及其实施效果也是我们理解与分析我国族群关系

所必须重视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这一章里我们使用了一些中国的案

例，同时也介绍了国外文献中对族群政策的理论探讨和提供的一些个案资料，

相信对于我们系统地思考与族群政策相关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了解国外学术

界在族群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会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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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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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进程中族群关系的演变

政治与经济的现代化将有利于大规模群体（不是家族、村庄、

部落这样的小团体）提出诉求及争取自身利益，所以会鼓励以族

群为基础的集体行动。同时因为在现代科层制社会里，国家行政

体系渗透到边疆地区的基层，所以惟有人口规模较大的族群组织

才有可能与国家行政体系的权威进行对话。

———Ｓ．奥扎克和Ｊ．内格尔（ＯｌｚａｋａｎｄＮａｇｅｌ，１９８６：３


）

自人类社会诞生之日起，起源于各个不同地区的人类群体之间就开始彼此

交往，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逐渐演变为我们今天所说的族群关系问题。

在几千年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古今中外的各个族群经历了无

数的自然灾害、长途迁徙、分裂与合并，建立起了不同层次、不同形式、不同名称

的政治实体，他们为了获取资源而相互通商和征战掠夺，为了文化交流而朝圣

取经和互派使节。在各个历史时期曾经发生了多种多样的族群交往，其中既有

平等互利的贸易和相互学习，也有血腥惨烈的侵略与屠杀。由于在生产力处于

不同发展水平的各个时期，各个地区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很不相

同，所以各族群的内部凝聚力与族群意识表现的形式与内涵是不同的，交通通

讯的条件是不同的，族群之间交往的性质、深度和内容也会有所不同。在中世



纪多族群帝国的体制下，欧洲、亚洲各族群的关系与近现代工业社会的情况很

不相同，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土著族群之间的关系也有其鲜明特点。世界各国

考古发掘和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为我们认识历史上族群交往提供了大量史料，

各国的历史教科书与文学作品也从不同的角度记载与描述了不同时期各国和

各族群之间的交往经历，这些宝贵文献为族群交往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

材。

在近两个多世纪里，随着西方工业化国家在科技、经济与军事力量等方面

的发展及其影响在其他地区的迅速扩张，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人

员交流也日益加强，逐步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外交舞台和商业贸易市场，

所有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激烈竞争的发展形势下都不得不主动地

或是被动地进入了这个“现代化”进程。许多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灿烂文化的

文明古国，为了应付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过

程中逐步吸收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观念，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要求而仿

照西方模式重建和发展本国的经济结构与产业体系，为了在科学技术赶上西方

发达国家而引入现代教育体系，派遣大批学生留学西方，同时西方国家的文化

观念、价值体系等通过电影、印刷品、传媒等渠道对其他国家原有的文化传统造

成了强烈的冲击。在这一过程中，每个国家都在经历着文化价值观念的不断修

订、权力和利益分配体制的不断调整、社会组织的不断转型等触及社会深层结

构的剧烈变革。

在当前世界上科技、经济飞速发展，许多国家迅速进入“信息时代”的新形

势下，跨国公司和国际市场的发展已经使地球上的任何国家不仅不可能“闭关

锁国”，而且不得不自愿或被迫地加快自身融入这一国际经济体系的步伐。每

个国家、每个族群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也不得不审慎地思考自己的发展道路。

今天西方工业化国家政治势力、经济势力和文化影响的对外扩张已经不大可能

采取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期的传统形式①，而发展中国家抵御这些扩张的办法

也不可能采用传统的“闭关自守”的形式②。最有效的抵御办法就是加快自身的

发展速度，充分利用自身在劳动力价格、市场潜力等方面的经济力量以及在自

①

② 发展中国家既不可能采用盲目仇外的“义和团”式的做法，同时也不可能走完全效法西方的“全
盘西化”的路，采取褊狭的封闭式发展“民族实业”的做法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局面，这些都已经被

历史证明是完全走不通的路。

在这个方面，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也是一个带有帝国主义理念的扩张主义者，他曾写到，“在（德

国）民族统一的战争结束时，德意志民族本立即面临刻不容缓的新政治任务，即海外扩张，但这些市侩市

民阶层甚至缺乏最粗浅的经济头脑，居然不明白德国国旗飘扬在沿海岸对于德国的远洋贸易将意味着什

么”（韦伯，１９９７ａ：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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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传统文化基础上重建本民族的精神力量，在维护国家独立主权的原则下，改

革本国一切不利于发展科学技术、不利于发展现代教育、不利于参与国际竞争

的原有制度和观念。

在这些根本性制度与观念的剧烈变革过程中，每个多族群国家内部的各个

族群由于各自发展基础、发展条件的不均衡，肯定会出现各种利益上的矛盾与

冲突。这就使得今天处在“现代化”进程中各国的族群关系，与以往一个地区在

时空上与其他地区相对隔绝的那些历史时期的族群关系相比，其性质和内容都

很不一样。而且在现今世界里，外国的政治势力在一些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方

面也在发挥着重大作用①。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各种不同的理论和观念，

各种制度和政策，各种社会现象与情感，都可以通过现代通讯与传播手段在最

短的时间内以声音、图像、文字等各种形式迅速地传播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信息时代”的族群凝聚、族群交往与族群冲突也将以历史上完全不同的形式展

现出来。

我国目前正面临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对外开放不断拓展的重大历史关

头，“保护人权”、“保护弱势群体”、“保护少数族群权益”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等

现代话语也已被国内社会普遍接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加快我国各个方面

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步伐，信息网络化和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也使得国内外的信

息沟通在速度和容量上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结合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

一系列涉及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在利益分配、人员流动、文化冲突等方

面社会变迁的研究成果，调查分析这些变迁对各地区族群关系造成的影响，是

中国社会学家们必须研究的重要内容。

我国有５５个少数族群，其人口规模、地理分布、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各少数族群与汉族的交流与融合程度也存在很大差

异，他们居住的各个地区在自然资源条件、经济基础、发展条件方面也各不相

同。我们的目的，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努力实现所有族群的共同繁荣，为

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根据各地区各族群的实际情况来设计其发展道路，而且在

出现问题时要及时调查研究，提出解决办法。社会学家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专

业知识在这方面贡献力量。社会学不是“象牙之塔”，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说，我

们的知识来自群众的实践，来自实际调查，也应当运用这些知识为族群团结和

社会发展服务（费孝通，１９８８：２４２）。

① 不久前被分裂的前南斯拉夫联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国西藏问题发展到今天的状况并引起
国际关注，也是与外国政治势力对分裂势力的公开和暗中的支持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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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已经步入２１世纪，在此之前的２００多年里，世界各国先后进入
“现代化”过程。这一进程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也改变了世界的经济

结构、政治版图和文化格局。今天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族群、任何人可以生活

在“世外桃源”而躲避“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我们研究族群关系的现状与发展

前景，也就必须对“现代化”时代的世界形势及其对族群关系带来的影响进行分

析。在本章中，我们将主要结合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来考察讨论社会变迁

对族际关系造成的影响。

一、什么是“现代化”

我们要想了解与分析在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族群关系会发生哪些

变化，首先就需要了解什么是“现代化”，了解这一发展进程包含了哪些内容，具

有哪些特征，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以及“现代化”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哪些影响。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现代化”是一个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十分流行的概
念，“现代化指的是伴随着从传统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变的社会与经济变迁”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２００１：４３９），它与工业化、城市化、高度社会分工、现代教育、发达的服
务体系、发达的民主制度和社会福利体系等密切相关（Ｂｒｉｎｋｅｒｈｏｆｆ，２００２：１９４）。
人们一提到“现代化”，就会联想到经济的繁荣，其标志是林立的摩天大楼、兴旺

的股票市场、发达的制造加工业；就会联想到社会制度的变化，其标志是民主与

法治，新闻媒体对政府的监督；就会联想到民众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其标志是

豪华的别墅和私人汽车、旅游胜地度假等等。这些“现代化”的标志主要体现在

经济指标方面，而且这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积累雄厚的经济基础，代表

的是西方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带来的物质文明。概括地说，现代化的社会就是具

有现代思想观念的人，在现代政治与管理制度、社会组织的形式下，采用先进的

科学技术，进行现代化的经济活动，同时发展出来现代化的生活方式①。

美国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与地理位置，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凭靠提供

贷款和销售军火迅速繁荣起来。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流行的“现代化理
论”，特别是当时以帕森斯为首的美国社会学家，极力推崇以美国为代表的这种

西方现代化模式，鼓励其他国家特别是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把这一模式作为国

① 台湾学者杨国枢把“现代性”（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归纳为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领域中相
互交织的嬗变，包括的内容有：民主化、法制化、工业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

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人口控制化（杨国枢，１９７８：２４；转引自余建华，１９９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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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效仿的榜样，以此为目标来建立与发展本国的工业体系、金融制度以及相应

的社会制度与法律体系①。当前的“全球化”实质上就是一个西方的现代工业文

明模式向全世界扩散的过程。对“现代化”的这种追求也确实极大地推动了这

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在全世界的迅速发展，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人们
开始反思“现代化”给人类社会究竟带来了什么，是否也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１）随着市场经济中的激烈竞争，人们承受着重大的精神压力，人与人之间
变得冷酷无情，导致精神病患者人数的增加和自杀率的上升，人们即使得到了

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他们在精神方面并不快乐。

（２）竞争中的失败者或缺乏竞争能力的人和社会群体，可能会因为生活贫
困铤而走险，走上犯罪道路；还有一些人不愿凭靠合法的途径致富，转而采取偷

盗抢劫诈骗贩毒走私等非法手段获得财富，这些都导致社会犯罪率上升，降低

了人们生活中的安全感。

（３）在经济活动中竞争能力较弱的种族或族群，由于其族群背景在竞争中
受到歧视与排斥，他们生存条件恶化，失业率较高，未来发展前景暗淡，激化了

族群矛盾与冲突，破坏社会的稳定。

（４）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剧，富国对穷国在自然资源、优秀劳动
力、商品贸易方面的垄断与掠夺使得穷国的发展前途暗淡，在各方面不得不严

重依赖富国的资金、技术与市场，导致富国和穷国在国际贸易和外交活动中形

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加剧国际冲突。

（５）加快的工业化进程与非再生性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导致许多地区生
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为整个人类今后的生存条件留下严重隐患。特别是富国对

资源的超量消费并把生态破坏的后果转嫁给穷国，进一步扩大了发展中国家和

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和矛盾。

（６）个别超级大国凭靠自己在经济和军事上的超强实力，在国际关系中推
行霸权主义，强迫其他国家接受其文化价值、政治理念和社会制度，甚至抛开联

合国组织而采取军事入侵其他主权国家的行动，导致国际关系恶化和具有其他

文化宗教背景国家与民间组织的激烈反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升级，降低人们

① 源自美国的现代化理论虽然是一种社会发展理论，但是在其产生的历史阶段也存在某种意识形
态背景，一是要取代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隐含的现代化理论，二是把第三世界国家导向“以自由主义的

民主原则为主轴的资本主义形态的现代社会”（金耀基，１９９９ｂ：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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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感。

由于以上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与不断恶化，人们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除了西方国家提供的“现代化模式”之外，我们是否还可以探索其他的发展道

路？我们是否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为了物质享受而牺牲了精神生活？比起

那些生活条件简陋但悠闲快乐的“落后”部落和族群，我们这些“现代化”的人是

否生活得更幸福？如果我们把这些部落和族群带入“现代化”的社会制度与生

活方式，他们是否会感到比以前生活得更愉快？

我们在思考中国少数族群的发展问题时，同样需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自以为的“现代化”与“发展”进程，是否也是这些少数族群民众所追求和企

盼的东西？当他们面对与接受这些“现代文明”时，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他们

对此感到高兴愉快还是烦躁不安？而且，正当少数族群的部分成员追求现代文

明而进入大城市并对城市生活十分羡慕时，我们同时发现大城市中有不少居民

却对这些少数族群聚居地的山清水秀和淳朴民风感到由衷的羡慕。

“现代化”在发展生产力水平、改善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使人们失

去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原来世界各地区各族群五彩斑斓的丰富文化在逐步

消失，文化的多样性正逐步被“效率”取向的“标准化”所代替，从语言、服装、饮

食、建筑、教育、知识体系甚至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在“国际化”，“国际化”实

质上也就是以西方国家为标准的“趋同化”。对于这一“趋同化”，有的族群是情

愿的，有的族群是不情愿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的残酷竞争使得国家之间、族群

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自身传统文化不可避免的消亡前景也造成一些族群的心

理失落。“现代化”确实对近代乃至今天的族群关系打上了它的烙印，也留给我

们许多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现代化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

“发展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这个研究领域就是在人们注

重“现代化”发展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产生并发展
起来的。发展社会学主要讨论两个问题：（１）什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２）
历史上或当代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道路（或模式）具有哪些共性与特性？下

面我们对这两个问题进行简略的讨论与介绍，了解这些情况将有利于我们分析

“现代化”进程中族群关系可能受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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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发展理论

在对“现代化”过程的研究中，学者们针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发展

道路与特点，提出一些可供我们参考的现代化理论与发展模式。

１．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在关于“现代化”的研究中，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
观点认为西方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道路是全世界各国或早或迟都必须走上的惟

一道路。如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现代型社会”只有一个源头，一种发展

方向，也只有一种道路（Ｐａｒｓｏｎｓ，１９７１：１３８—１４２）。这一理论认为，只有西方基
督教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才会引导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其他各国

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都会阻碍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这些国家必须抛弃自己的

文化传统，全盘学习西方国家的文化与社会制度，才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发展

之路。

２．“儒家资本主义”理论。近几十年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
发展道路与欧美国家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西方资本主义提倡的是个人主义，

东方儒家文化则强调集体主义，所以有的学者根据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

经验，反对韦伯认为中国儒家学说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认为存在

着“儒家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

不管人们对“儒家资本主义”的观点认同与否，根据许多国家在现代化努力

过程中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人们明确提出，发展中国家不能简单抄袭西方工业

化国家所走过的发展道路，而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国情来探讨自己的发展模

式。

３．“依赖理论”。在有关区域性发展模式的讨论中，有的学者如彼得·艾文
斯提出“依赖理论”（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ｔｈｅｏｒｙ），认为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保持的
亲密关系，即是这些国家发展所面临困难的原因。处于这种“依赖”地位的国家

（如巴西），即使本国经济有所发展，也属于“依赖的发展”（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Ｅｖａｎｓ，１９７９）。弗兰克（ＡｎｄｒｅＧ．Ｆｒａｎｋ）认为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对于资金、科学技术和商业贸易的垄断，其他国家很难与之竞争，并从而陷于

“低度发展”的局面。他甚至提出“惟一可行之道就是建立自主性的社会主义经

济”（Ｇｏｌｄ，１９８５：１０）。事实上，前苏联和中国都是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采用社
会主义制度，打下了本国工业化的基础。

４．“世界体系”理论。沃勒斯坦（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提出了“世界体系”
理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世界经济体系虽然没有过去“世界帝国”那样的政

治控制体系，但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由一组很强的“中心国家”和其他较弱的

５４３
第十六章 现代化进程中族群关系的演变



“边陲国家”形成一种政治结构，形成前者在经济上剥削后者、在政治上影响后

者的依存关系（华伦斯坦，１９９８；参见金耀基，１９９２：２０５）。彼得·艾文斯特别指
出，“政治及经济过程会因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位置，而产生不同的运

作方式”（Ｅｖａｎｓ，１９８５：３）。

５．“内发型发展”理论。日本社会学家鹤见和子以日本的发展道路为例，提
出“内发型发展”理论。在与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进行比较时，她认为“内发型

发展”的单位是地区性的，而“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单位是国家；“内发型发展”着

重于人的发展，而不是只强调经济产值；考虑到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平衡，而不是

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其发展的主体是地方社区居民，而不是政治与工业化精英；

对于前工业化社会的社会结构、文化和精神遗产应使其复兴，而不是被西方社

会的模式简单替代；要注意继承本国的宗教文化传统，而不是简单地接受源自

西方的基督教（鹤见和子，１９９３：７８—７９）。这一理论强调了世界上不同文化传
统的正面作用和各个不同区域发展的特殊性。

以上这些有关“现代化”的理论，反映出不同学者根据不同时代特征、不同

国家背景并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对“现代化”过程所做的理论总结、特征归纳和反

思。

（二）地域发展与族群发展

当我们把以上这些关于“现代化”的讨论与族群发展相联系时，通常都离不

开区域与族群之间的关系问题。当我们谈到“发展”时，一般指的是一个地区、

一个国家的整体性社会、经济发展。有时一个具体的族群与一个具体的地区是

密切重合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地区的发展也就反映了这个族群的发展。但

是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属于多族群混杂居住的情况，这时我

们就必须对地区发展和族群发展分别进行考察和分析。上面介绍的各种“现代

化”发展理论，大多是以国家为单位的，考察的是地理行政单元而不是族群文化

单元。因此我们在借鉴这些理论来分析“现代化”进程中各个族群的发展问题

时，必须注意地域与族群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多族群国家里，如果少数族群聚居地区属于多族

群混居（人口中既有多数族群，也有少数族群）的情况，这个少数族群聚居地区

的发展并不等于当地族群的发展，甚至一个少数族群自治地区的经济产值增长

了，也不能代表这个地区的少数族群人口进入了现代经济。其原因是在当地多

族群人口结构中很可能存在着“族群分层”的情况，在经济结构方面的差别主要

表现在各族群劳动力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这三个产业之间的分布比例有所

５４４
民族社会学



不同，在社会分层方面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各族群的劳动力在城乡分布比例，不

同受教育群体、不同职业和收入群体中的分布比例也有所不同，因此各个族群

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利益中所获得的份额和发展机会也可能是不平均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多数族群人口在各方面居于优势，主要从事于第二、三产

业并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而在有些国家（如马来西亚），多数族群（如马来人）

在教育、产业、职业分布结构上处于劣势，族群之间在经济结构、社会分层方面

的差异同样存在，但多数族群会凭借其掌握的政府权力制定各种政策来试图改

变这些差异，使其向有利于多数族群的方向发展。

当我们以国家为分析单位时，可以参考的发展理论有：西方国家的传统现

代化理论、“殖民主义”理论、（国家之间的）依赖理论、国际体系理论。而当我们

以国家内部不同区域为分析单位时，可以参考的发展理论有：“扩散模式”与“内

部殖民主义”理论、（地区之间的）依赖理论、国家经济体系理论、“梯度发展”理

论。其中国家经济体系理论可以说是国际体系理论在国家内部的延伸，各个地

区由于在国家体系内的位置不同，在发展进程中的角色和发展道路可能也是不

同的。“梯度发展”理论是我国一些年轻学在者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提出的，他
们认为从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水平、劳动力素质和其他发展条件来看，中国的发

展程度从沿海到中部、再到西部呈现出一个不同水平的发展阶梯，中国应当首

先集中力量发展沿海，然后逐步向西呈梯度地推进。

任何国家内部各地区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不可能完全同步；一个多族群

国家，其人口中各个族群的发展（现代化过程的参与程度、现代化利益的分配比

例）也不可能是完全均衡的。我们所关注的，就是在一个国家努力实现现代化

的过程中，如何协调各族群的关系与利益，如何努力做到各族群共同繁荣。在

经济利益分配上达到各族群之间和个人之间的绝对平等，这在理论上是不可能

的，在实际中也是做不到的，但是努力促使各个族群共同发展，在各族群原有基

础上大幅度提高其人口素质和收入水平，提高其参与现代化发展的程度，以达

到各族群的共同繁荣，这是我们必须去做，也应当能够做到的。

在《边区开发论著》（１９９３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的“导言”中，针对我国少
数族群的发展与现代化道路的关系，我们曾经提出了两个问题：（１）在我国的经
济发展大框架中，汉族“核心地区”与少数族群“边远地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

关系？如借用赫克特（Ｍ．Ｈｅｃｈｔｅｒ）的理论来描述，是属于“扩散模式”还是属于
其他什么模式？（２）“少数族群地区”的发展与“少数族群”发展之间是一种什么
样的关系？这个问题首先是由费孝通教授提出的。现在政府统计数字中表现

出来的少数族群地区的经济发展（产值、产量、效益等）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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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地区（通常居住在城镇并从事第二、三产业）的汉族人口生产的，并不是

由当地少数族群生产的，少数族群民众很大程度上仍然在乡村从事他们传统的

农业和畜牧业，所以简单地根据地区性统计数字就来判断当地少数族群在经济

上的发展水平，这是不准确的，因此，少数族群自治地区的发展并不能简单等同

于少数族群的发展（马戎，１９９３：２０）。
把这两点联系起来，我们可以说中国少数族群的发展或现代化牵扯到两个

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的前提，是族群与地域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合，在

我国存在着少数族群人口相对聚居的自治区域（当然各个自治区域中，少数族

群人口所占比重也不相同，有的不到１０％，有的在９０％以上），因此在一定程度
上，汉族地区与少数族群自治地区之间发展水平的比较，被人们看作是不同族

群之间发展水平的比较，它们之间的经济关系，也被人们看作是不同族群之间

的经济关系。所以从地区之间关系的角度提出“扩散模式”和“内部殖民主义”

两种发展模式的理论分析。

但是在我国一些少数族群自治地区中，从历史到今天一直居住着大量的汉

族人口，他们在当地的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各个地区确实存在着“族

群分层”和族群间结构性差异的现象。第二个问题就是从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出

发，提醒人们不要简单地把区域经济指标看作当地族群的发展指标，要更深入

细致地对区域内各族群实际参与的经济活动与利益分配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联系到前面谈到的区域性现代化模式，还可以进一步提出第三个问题，这

就是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发展“现代化”不一定要以美国的发展道路为惟一模式。

同样，在中国各少数族群聚居地区的“现代化”也不一定要以“汉化”（不一定指

语言文化，而主要指模仿汉族地区的社会组织、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为标准。

不能认为少数族群地区实行了类似汉族地区的组织制度和生活方式，这些地区

就算是发展了，否则就是落后。其实我国的汉族地区自身同样存在着许多在发

展过程中需要改革和变化的东西，比如我国目前各级政府机构十分庞大，开销

大，效率低，把这种机构体制和人员设置照搬到人口稀少、资源匮乏、生产简单

的边疆少数族群地区，不一定是最佳选择方案。而少数族群当中土生土长的管

理机构和运行机制，也许还有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地方，也有值得借鉴之处。

所以，以“汉化”为标准的“发展观”实际上会阻碍人们去根据实际情况来思考不

同地区的发展问题，如果这种观念中还掺杂有看不起少数族群的偏见，那么以

这种思路来推行少数族群地区的发展和“现代化”，还会引起当地少数族群民众

的反感，影响族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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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经济变迁与族群关系

国外有些学者通过大量专题调查分析了现代化进程中族群关系所发生的

变化以及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与后果。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实现的行政管理

的一体化，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市场化，城市化与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学校教育的

普及以及交通通讯条件和基础设施的全面改善，都会使各族群之间的交往、各

族群与国家机构之间的交往大幅度增加，族群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竞争的程

度也在同步增加。原来处在相对封闭与隔绝状态的许多少数族群，在一定程度

上被动地进入了现代经济活动、文化交流和政治程序，参与了现代社会中的各

项社会活动与竞争。政治与经济活动的现代化进程将有利于大规模群体（不是

家族、村庄、部落这样的小团体）提出诉求及争取自身利益，所以会鼓励以族群

为基础的集体行动。同时因为在现代科层制社会里，国家行政体系渗透到边疆

地区的基层，所以只有人口规模较大的族群组织才有可能与国家行政体系的权

威进行对话（ＯｌｚａｋａｎｄＮａｇｅｌ，１９８６：３）。
在《竞争性族群关系》（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Ｅｔｈｎ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６）一书中，奥扎克

（ＳｕｓａｎＯｌｚａｋ）和内格尔（ＪｏａｎｅＮａｇｅｌ）根据经验性研究把现代化对族群关系的影
响归纳为４个主要方面：（１）现代化降低了族群所具有的异质性（ｅｔｈｎｉｃｈｅｔｅｒｏ
ｇｅｎｅｉｔｙ），因为现代化发展会降低族群方言、小地域认同、部落政治组织的重要
性，并在少数族群成员中加强了现代政治观念（阶级、公民、国家）的意识；（２）现
代化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会激发族群运动，因为少数族群对于其聚居地区经

济利益的考虑与争取会提上日程；（３）当少数族群聚居区发现重要的自然资源
后，这将有可能增加这些聚居区与国家中心区域之间的隔阂与竞争；（４）当族群
之间在就业、住房、婚姻等方面的竞争增强时，将可能兴起以族群为基础的社会

冲突与社会运动（ＯｌｚａｋａｎｄＮａｇｅｌ，１９８６：１—２）。
我们从国内外大量案例中已经看到，世界各地许多原来相对封闭、发展缓

慢的土著族群在遇到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统治时显得非常被动，

原来的社会组织、权威体系、文化传统、经济体系等都遭到破坏。在世界普遍建

立起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后，各国都有一些少数族群被外力推到“现代

化”进程中，它们因为各方面的准备不足而同样显得十分被动。即使是具有良

好目标的“扩散模式”，也会推动主流族群的社会与经济体制向少数族群地区

“扩散”，推动社会组织的“一体化”也就是“同质化”，削弱原有的族群意识和族

群领袖的权威，强化国家公民意识以建立新的政治认同。这无疑是对原有政治

格局的冲击和重建。这是“现代化”可能在政治层面上对少数族群带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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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一体化”必然会跟随着“政治一体化”，在新的政治格局下，少数族群

地区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商品市场等会逐步纳入到国家、甚至国际经济体

系当中。如果少数族群在政治上属于弱势，如何保护所在地区的资源和市场，

必然会成为少数族群与本国主流族群之间的一个重要议题、甚至矛盾的焦点。

这是“现代化”可能在经济层面上对少数族群带来的冲击。

紧随前两个“一体化”进程的，将会是“文化一体化”。“现代化”是一种生产

方式、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消费方式，它的发展会伴随着一套新的“现代”价值理

念。当主流文化得到政治、经济力量和媒体的支持，在族际文化交流中少数族

群文化传统通常只能处于弱势地位，许多少数族群的成员潜移默化地接受主流

文化。少数族群的知识分子不免会思考这样的问题：自己族群传统文化未来的

前景将会是什么？这是“现代化”在文化层面对少数族群带来的冲击。

直接承受以上三个层面冲击的，主要还是少数族群的领袖人物和上层机

构。普通民众虽然也会感受到相关的影响，但他们所感受的是渐进型的变化、

弥散型的变化、是整个群体所承受的变化。当人员的跨地域流动和迁移随着

“一体化”而出现之后，少数族群中的每个人都有可能直接感受到自己在受教

育、就业、住房、发展机会、社会福利等方面将与其他族群的成员进行竞争，这种

局面就使得族群交往与竞争真正进入了“个体”层面，他们面临的是平等的竞

争，是优惠政策，还是歧视与排斥？这都取决于政府在族群关系方面所制定的

制度和政策。

政府的制度和政策会为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文化层面的族群关系设定一

个整体性框架，也会对各个族群成员之间的交往、互动和竞争设定必要的规则，

所以政府制定的制度和政策是影响族群关系最核心的因素。

三、如何在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

保存与发展族群文化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传播和使用是没有国界和地区界限的，各

国、各族群都要学习使用统一的学术符号、计算公式和计算机语言等，商品贸易

要求材料、设计、工艺、包装各个方面的统一规格以便检验质量，如果是生产原

料和半成品则更是这样，否则后面的加工工序就无法进行。与此同时，各种经

济活动的管理和服务机构也必须实行统一化，这些机构的会计报表、档案格式、

组织形式也需要统一化。因此，少数族群地区在推动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将不可避免地接受这些“外来的”社会与经济组织形式、“外来的”生产标准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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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规范。与此同时，广播电视以及各种印刷出版物也在向少数族群地区的民众

介绍“现代化社会”的各种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消费文化。有的直接是来自西

方国家的影视节目和翻译的出版物，有的是本国在一定程度上模仿西方而制作

的影视节目和出版物，这些文化传播媒体都会对少数族群民众和青少年产生广

泛的影响。那么，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当如何看待、保存和发展少数族群的

传统文化？

（一）传统文化

在当地的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少数族群民众会发现本地原有的建筑风貌

随着新建房屋的增加在逐渐消失，这些新建房屋在设计上和建筑材料上会使用

统一“标准”的设计图纸、外型风格和建筑材料。人们原来穿戴的具有本地特色

的服装鞋帽也在逐渐被通行的“标准”服装款式所取代，在生产中使用的本地传

统生产工具也被新式农具所替代，原来传统的生产方式（如刀耕火种、游牧）和

生活方式（帐篷、竹楼、树皮屋）也随着外来的新生产方式（定居放牧）、生活方式

（砖瓦房）的引进而改变，在公共生活中人们越来越少使用本族群语言而使用

“族际共同语”，原来使用的本地手工制物品器具（容器、炊具等）也换成了流行

的金属或塑料制品，同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如家庭婚姻观念、消费观念）、人际关

系（如家族社区组织）也在改变，⋯⋯这样人们不禁会问，达到现代化之后，这些

小族群的传统文化还可能剩下些什么？

在美国的夏威夷群岛，随着外来人口的大量迁入与族际通婚，随着现代化

城市与港口的建设，人们已经只能在博物馆里观看当地土著居民的传统文化遗

物了。模仿土著居民传统庆典仪式的游行和展现族群风情（房屋建筑、服装、音

乐、舞蹈）的“民族园”，则带有浓厚的商业气息，为了迎合旅游观光客的兴趣，这

些“民族园”中所展现的许多东西已经被人为地“改造”了，族群服装等已经多少

被“道具化”而失去实用的意义，本地土著族群舞蹈已经被白人艺术家改编了，

显得“艺术化”而不是那么“土气”了，但同时这些也就已经不再是土著居民真正

的传统文化了。这就如同为了迎合美国人的口味，在美国开设的中国餐馆的菜

肴也已经“美国化”了一样。檀香山“民族园”中许多表演者实际上是来自美国

大陆的白人，为了挣钱来从事这份“工作”（如跳“草裙舞”）。许多少数族群原来

制作和使用的器物，如用当地材料制造的日常用品（如夏威夷人用贝壳制作的

装饰物、鄂伦春人用桦树皮制作的用品）将逐渐转变成为表现当地风情特色的

旅游纪念品，被批量加工后出售给游客。我们可以猜想到，各地有许多民族传

统手工艺，有可能将通过“土著旅游商品”这种形式而得以保存和继承下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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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比它们完全失传和消失要好一点。

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旅游地点，我们都可以看到利用当地少数族群风情来开

设的游览景区、表演节目和旅游商品。从商业利益为目的来进行这些设计与安

排，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地方政府会十分积极，当地土著族群

民众与社区在经济上也能获得一定收入，他们也可能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商业

化”并不反感。但是作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者，我们所考虑的问题是：这样

发展下去，少数族群的传统文化有多少能够“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能够保留

下来的还有多少能够代表这些族群真正的历史文化，而不是成为旅游地点的外

景和表演的道具？正是地域与族群文化的多样性使得人类社会表现得如此丰

富多彩，少数族群的传统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宝贵文化遗产，它们是人类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责任为子孙后代保留这些文化遗产，使子孙后代可以感

受到人类文化的丰富多彩，并在它们未来的文化创造中得以开发利用。

毫无疑问，要推进“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就必须要实行“标准化”和

“趋同化”，只有这样才能与世界其他地方“接轨”，才能产生人们在经济生产和

日常生活中的效率，而没有效率就意味着在全球性的激烈竞争中失败和被淘

汰。这就使人们面对一个两难的困境：是选择追求效率和生存发展，还是选择

坚持自己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日本的明治天皇选择的是前者，晚清的慈禧

太后选择的是后者，但是在炮舰和洋枪的轰击下，清朝最后也只能走向末路。

在现代科学技术与经济活动面前，我们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必须向先进发达

的国家学习，不仅学习技术，也要学习能够产生先进技术的观念与社会制度。

但是当我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障之后，在不影响效率、不

降低竞争能力的条件下，我们将尽可能地保护和继承我们祖先留下的文化遗

产，就像欧洲人保护和继承他们祖先的文化遗产一样。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

济实体，是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但是同时日本也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并

继承了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推进“现代化”和保留传统文化这两个方面，如

何做到二者兼顾并保持适度的平衡，日本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像美国的夏威夷土著那样一些人数很少的小族群，在

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方面将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因为外界的“标准化”将不可避

免地影响到本族群的绝大多数人，而本族群的传统文化对外界的影响是微乎其

微的，这样“信息规模不对称”的文化交流将导致单向倾斜，在族群交往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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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中，世界上有无数小族群就是这样逐渐消失在周围的大族群之中①。在强

调族群平等、“文化多元”的今天，许多有识之士会呼唤社会对小族群的关注，并

敦促政府尽可能采取措施保护它们的传统文化，使得这些族群在进入现代化的

同时仍能以一定的方式把自己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继承下去。

（二）族群语言

与此同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全国性原材料市场、商品贸易市场、劳动

力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人员之间语言交流的客观需要

必然会导致一种应用性的“族际语言”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与流行，这对各少数

族群语言（也包括各地的方言）的使用和发展在客观上会造成某种消极影响。

因为从“效率”的观点出发，在学校里使用的主要教学语言应当是应用性最广的

“全国性”语言或“族际共同语”，少数族群的孩子们在学校学习时将学习使用这

种“全国性”通用语言，毕业之后或者使用双语（在地方社区和家里使用本族语

言，在公共场合使用“全国性”通用语言），或者主要使用“全国性”通用语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对于一些人口规模比较大、本族群语言应用性比较广

的族群，会随着族际交流的增强逐步“双语化”，少数族群语言在一些领域（本族

文学、本族历史）仍会有所发展，但在那些与“现代文明”越接近的领域（科学、技

术、经济、管理、商贸、金融等），少数族群语言的使用程度会越来越低。这样就

会出现一种语言使用格局：人们在家庭或朋友范围的“私人场合”使用本族群语

言，而在“公共场合”主要使用“全国性”语言。法律上规定少数族群语言在各少

数族群自治地方是正式的工作和司法程序的法定语言，这一点是可以得到确实

保障的，但是在实际生活的应用当中，“全国性”语言必然是公众场合中最为流

行的语言。

而一些人口很少的小族群，由于本族语言的应用性很低，使用的人口很少，

并不适合作为学校的主要教学语言。与其他人口多的大族群相比，这些族群的

学生很可能较早就开始普遍实行“双语化”（日常生活使用本族语言，工作和交

流使用通用语言），然后会逐步向使用“全国性”语言的阶段过渡。几代人过去

之后，从学校毕业出来的人成为父母和祖父母，家庭中使用的语言也会逐步为

“全国性”语言所替代，这些小族群的语言就很可能将会面临消失的前景。这一

① “在某些地方还保留着的、但是没有能力再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存在的那些残余的民族，仍然应当
留在比较大的民族里面，或者溶化到他们中间，或者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地作为人种学的纪念品”（恩格斯，

１９６２：２９８）。国内有些学者不同意这一论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３卷第７２４页的第１４５条注
释），但恩格斯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社会中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某种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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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文化多元主义”的精神是相一致的。

当然，这些族群的传统组织在进行调整时，可能会保留下来一些传统名称

和符号，如在我国蒙古族聚居的牧区把行政系统中的“乡”叫做“苏木”，把“村民

委员会”叫做“嘎查”，尽管名称不同，但这些组织机构的管理办法和运行机制必

然与全国其他地区是一致的。这是现代国家与社会有效运行的需要。

四、少数族群地区发展中的自然资源利用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发展少数族群地区的经济，如何使少数族群民众

参与到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来，是当代族群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少数族

群居住区的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如果少数族群民众的收入长期低于全国的

平均水平，必然会给这个国家的族群关系带来负面的影响。在促进少数族群地

区的经济发展和提高少数族群民众收入方面，如何在有效地开发当地的各种资

源的同时协调好族群关系，使经济发展和族群团结齐头并进，也就成为人们关

注的一个核心问题。

少数族群的传统居住区往往位于偏远边疆（戈壁、沙漠、草原、高原、冻土地

带、热带丛林等），在过去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大多属于自然资源匮乏或者交

通不方便的地区，有的地区人口稀少、生活条件恶劣。但是随着人类科学技术

的不断发展，有些过去认为是“不毛之地”或资源缺乏的地区，今天可能发现地

下蕴藏着丰富的矿藏（煤、石油、天然气以及各种矿产）从而变成极具经济发展

潜力的地区，有些具有特殊自然地貌、生态景观、文化遗迹和民族风情的地区，

可能具有发展旅游业的广阔前景。

对待这些少数族群聚居地区各类自然、人文资源的开发，可以有两种不同

的态度和做法。一种是把少数族群赶走，由政府和多数族群强占这些重新显示

出价值的土地，一个例子是当年美国政府把印第安人安置在认为是“不毛之地”

的荒山野谷，正式划定为“印第安人保留地”。后来勘探到这些地区有石油，又

强迫印第安人迁往另外更为贫瘠的地区。另一种做法，就是积极努力地吸收当

地少数族群民众参与开发活动，努力使他们进入这种新的经济结构并逐步实现

“人的现代化”，设置一些必要的制度性的安排，使他们能够参与当地资源的共

同开发事业并分享资源开发所得到的利益。

这里存在着一个不同层次和不同法律地位的所有权问题。

在第一个层次上，国家对土地、矿藏等资源拥有所有权，国家有权收回这些

资源并安排开采，这是《宪法》明确规定的；但是在第二个层次上，地方社区与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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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长期拥有土地资源的实际使用权，居民使用土地等资源一直都向国家纳了

税，因此国家要收回土地等资源时，应当对当地居民做出补偿并对他们未来的

生计给予适当的安置。过分地强调任何一个层次的权利，都无益于政府与民众

关系的良性调整和资源开发事业的顺利进行。国家和开发机构对当地社区和

民众的补偿与安置必须合情合理，地方社区民众向国家提出的补偿要求也必须

合情合理。很多重要资源的开发利用，不是当地一个社区的事，而是关系到国

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国家经济的发展也会使当地的基层小社区获益。资源开

发所需要的资金成本与人力投入是很大的，地方社区如果自己无力进行这样的

投入，有关的开发规划是不可能实施的，所以地方社区在计量国家补偿时所提

出的要求必须客观和合理。在协调国家、具体开发组织与当地民众的权益方

面，应当依宪依法，在多方合作协商的过程中努力创造“双赢”的局面。

对于如何尊重地方社区与居民在当地资源开发中所应当得到的利益，政府

可以采取多种办法和措施。

第一，在开发当地资源时，如果影响到本地居民原有的经济活动和收益，政

府和有关开发企业必须对本地社区和居民给予合理和必要的经济补偿。这一

补偿需要考虑到这些资源的开发对本地居民长远利益的影响，不能只考虑到本

地民众一、两年的损失。同时这些补偿的水平不能降低本地居民原有的收入与

生活水平。除了金钱的补偿外，当征收的资源涉及到当地居民的基本生计（如

耕地、水源）时，还需要为当地居民着想，拿出一笔资金来为当地居民开发新的

生活来源。例如政府在修建水库时，不仅需要给库区移民提供搬迁和安家的费

用，补偿在迁出地对移民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带走和变卖的投资或财产），

还需要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为移民未来的生计和就业做出必要的安置。

第二，在开发当地资源时，要努力吸收本地劳动力。本地劳动力若要成功

地参与新的经济活动，需要一个学习与适应过程。在知识、技能方面需要学习

和培训，在劳动习惯、工作规则方面需要转变观念和生活习惯，这对于长期从事

粗放农业的少数族群农民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有些企业、建设项

目的经营者，往往会觉得从沿海发达地区雇佣汉族劳动力在工作效率和业绩方

面效果好、成本低、容易管理，但是这种想法只是计算了账面上的经济成本，忽

略了“当地人参与”这个重要问题，没有计算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所以，为了

防止企业经营人员的这种偏差，政府应当做出一些明确规定，根据工作技能的

要求和当地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一些建设项目必须招收一定比例的本地劳动

力，在少数族群地区则必须招收一定比例的少数族群劳动人员，同时必须设立

相关的资金用于对当地少数族群劳动力的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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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开发项目固然需要一些受过高等教育、有技能、有经验、熟悉现代企业

经营的中高级人才，同时也一定会需要一定数量的“非技术人员”和从事简单劳

动的人员。本地受过基础教育的少数族群青年农民，应当能够胜任这些工作。

但是由于语言、方言、生活习惯、劳动习惯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少数族群劳动力

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以便从当地传统的农业劳动过渡到现代化生产与开发企业

的劳动环境中来。对于这一点，政府和开发企业需要有一定的耐心，要考虑到

企业与本地少数族群社区之间的长远关系，要有“人文关怀”和诚心诚意帮助少

数族群进入“现代化”的精神。对于招收较多本地少数族群劳动力的企业公司

或建设项目，考虑到企业培训当地人员所需要支付的费用和其他成本，在必要

时政府可以采取减免税收的办法加以鼓励。

五、观念的转变是少数族群

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人们在研究现代化进程时注意到，在发展现代社会的时候不能仅仅强调经

济发展指标，如果没有各项社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没有人的素质的提高和观

念的转变，经济发展是没有依托和基础的。因此有的学者从综合发展的角度提

出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文化转型这样三个分析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的维度

（Ｐｏｒｔｅｓ，１９８２），既强调社会在经济结构、科技水平、生产规模、经济效益方面的
发展，强调社会在民主、法治、社会组织、教育、保障等方面的发展，也强调在人

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人文素质等文化方面的发展。所以，现代化不仅仅表现

在经济结构和宏观制度层面，也表现在人们的意识观念层面。这些意识和观念

体现在对知识的渴求，对时间的珍视，对合法竞争的积极参与，对制度和规则的

遵从。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讲法，现代化的基调是理性化，现代的制度和现代的

意识都是理性的产物（金耀基，１９９２：２０８）。
我们在一些少数族群地区进行社会调查时，有时会注意到当地干部存在着

财政和物资方面向上级政府“等靠要”的观念，同时他们的知识结构、眼界、工作

方法与现代化的要求有着一定的距离。如有的地方基层干部喝酒的风气很盛，

工作不严格按照程序，影响了工作效果，这与当地传统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有

关，也与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上级政府长期无偿地向这些少数族群地区提供

财政和物资支持有关。

同时，也有一些少数族群干部存在自卑的情绪，认为本族教育事业落后、经

济发展落后，没有赶上其他族群的可能性，这种情绪也影响了他们的自信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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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劲。其实，每个族群应当说都有自己的优势，在自己的传统产业上都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而且各族群具有传统文化特点的建筑、服装、节庆活动等可以成为

旅游业发展的资源。费孝通教授曾经考虑过如何发挥鄂伦春族熟悉野生动物

生活习性和森林自然条件的特点的问题，并支持他们发展养鹿场，认为在经济

和收入水平上提高以后，这个人口很少的族群就会看到自己族群的特有优势，

就会恢复族群自信心。费孝通教授指出：“一个民族要在发展中保持其民族特

点，那就必须利用其民族特具的优势来发展其经济。不然的话，这个民族难免

要衰亡或失去其原有特点而名存实亡”（费孝通，１９９３：３７２）。历史上农耕族群
与游牧族群之间的“茶马贸易”就是使各自传统经济活动方面的优势得以互相

补充的交换方式。

在人的观念转变方面，有三个因素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是电视节目

的普及，民众可以通过观看电视节目，亲眼看到丰富生动的“外部世界”，看到另

外一种经济生活、另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感受无疑将促使少数族群广大民众特

别是青少年转变传统观念。二是发展现代教育事业，现代学校本身就是现代社

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学校里不仅传授新的科学知识，而且在学习过程中孩子们

也在学习和适应一种集体的社会生活，按照现代社会模式在这个组织中完成

“社会化”的过程。三是外出人员在其他地区和城市的经历，现在许多边疆少数

族群地区都有一些青年劳动力外出到中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里打工，他们在

这些社会环境中的生活与工作经历，无疑会深刻地改变他们头脑里的传统观

念，当他们返回家乡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努力创办新型企业、发展商品养殖

业、推动学校教育和改变旧有习俗，成为在边疆地区传播新的“现代化”观念的

种子。

谈到“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是人的观念和行为的“现代化”，而现

代化的观念与行为不是先天而来的，必须由人们自身在新的环境中去感受，从

而逐步完成从传统观念到现代观念的转变。作为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政府，可以

在以上三个方面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是推动边疆和偏僻山区的电视转播网

的建设，使广大少数族群民众都可以收看到电视节目；二是发展和完善各地的

小学与中学，使所有的学龄儿童能够及时入学，并提供较好的教学条件和师资；

三是鼓励少数族群劳动力外出做工，为他们的就业提供必要的条件，关心他们

遇到的困难和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时为回乡创业的外出劳动力在贷款、技术、销

售渠道等方面提供便利。只要对这些工作持之以恒，长久做下去，偏远地区少

数族群居民的观念就会逐步转变，他们会逐渐投身于当地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事

业中去，使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家乡进入到“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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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案分析：中国“西部大开发”

与劳动力流动

下面我们介绍一个与少数族群地区发展相关的个案，这个案例是对我国西

部大开发中关于就业和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分析。通过对这个案例的分析，可以

帮助我们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族群发展和族群关系问题，有一些感性认识。

近年来我国政府制定并开始着手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中央政

府、沿海地区和境外的投资开始进入西部各省区，许多规模宏大的发展项目正

在设计和推动之中，人们期望“西部大开发”能够成为中国２１世纪初期经济继
续腾飞的新基点。我国西部地区拥有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但是人口稀少，

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同时也是

我国少数族群的传统聚居区。要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推动现代化进程，具有特殊

的难度。这些特点也决定了在新世纪里，西部地区在经济方面的快速发展必然

伴随着当地社会结构的变迁、经济组织的转型和族群关系的调整。

西部各省区在交通、通讯、能源、环境等基础设施和各类加工业、商业、服务

业将会进行大规模投资，而资金和物资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西部地

区的劳动力市场不但在规模上会迅速扩大，而且在劳动力内部结构方面也面临

着重大变化。由于西部各省区是我国几个重要少数族群集中居住的区域，人口

的流动也会使各族群之间的交往在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各

个族群之间在新的经济发展契机下不但存在着相互协作的广阔空间，同时也不

可避免地存在着发展机会和利益分配方面的相互竞争关系，所以西部地区的族

群关系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也将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族群团结、社会稳定是成功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最基本的社会条件，我

们需要在西部经济发展过程中及时关注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动及其对当地族群

关系的影响，并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中分析今后如何改进我国的少数族群

教育事业，调整族群关系。

（一）西部地区劳动力的主要特点

我国西部各省区的劳动力从宏观结构上分析，大致有以下两个特点：（１）西
部各省区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农业和畜牧业，特别是当地少数族群劳动力集中

于农牧业的程度更高。（２）西部各省区的非农业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事
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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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仅以新疆为例来分析西部地区非农劳动力的所有制结构和族群构成。

在１９９８年，属于“职工”而非“农民”范畴的劳动力在农业行业里几乎全部在国
有农场、牧场、林场工作（９９．９％），在非农业各产业中，属于国有经济体制下的
职工占总数的８３％。而在少数族群职工当中，有近９０％在国有经济体制下工
作。他们当初的就业安排和目前的管理体制都属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今后“西部大开发”中发展起来的各类经济组织中，股份制、中外合资、外

方独资、私人企业将占很大比重，即使是国家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会主

要采取“投标”竞争的形式来开展。目前沿海地区的建筑施工单位在人员已经

进行大幅度调整、设备更新换代、用人和分配机制已经实行不同程度改革，西部

地区本地的国有建筑施工单位尽管占了地利，但与来自沿海地区的这些建筑公

司竞争时，并不具备必然的优势。现有的国有经济单位都面临着所有制和用人

体制方面的重大改革。这使得西部地区那些长期在国有经济和计划体制下工

作的各族职工，在各个方面不得不对自己在就业方面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进

行适当调整。

（３）西部各省区少数族群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参差不齐。
从人口普查所得到的统计数字来看，内蒙古和新疆的劳动力与沿海各省份

相比在受教育方面并没有明显的差距，西部其他省区则文盲比例较高而受高等

教育的比例偏低，青海的劳动力状况是既有部分受到高等教育的劳动者

（０．４％）又有很高的文盲率（６１％）。西部地区虽然在解放前教育基础很差，但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却拥有一定比例的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才，这与建国后政
府组织的多次“支边”、“三线建设”等项目相关的人口迁移有着密切关系。

如果仅从人口普查公布的统计数字来看，西部地区多数少数族群劳动力的

教育水平，与全国汉族的整体水平相比，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劣势。但从西部地

区内部各族劳动力素质之间的比较来看，差距还是存在的。如在新疆的汉族人

口中，具有大学本科和专科文化程度的人员占总数的４．１％，小学和初中毕业生
加在一起占７３．６％，而新疆地区人口最多的族群（维吾尔族）的相应指标则分别
为１．４％和９０．２％。在西部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占据主要位置的将是具有
一定科技含量的新型经济，因此，是否受高等教育无疑是今后劳动力市场竞争

中的一个重要基本条件。

（４）在教育水平统计数字的背后，存在着知识水准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差距。
我们在分析西部地区人口教育水平的正式统计数字时，需要注意占当地少

数族群人口很大比例的是在专门开设的学校里使用少数族群语言接受教育的。

这种情况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他们的汉语文水平和其他业务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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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化等）与汉族学校毕业或以汉语授课的学生存在着明显的距离；另一方面

当他们工作和服务的对象是不通晓汉语的当地少数族群群众时，他们所具有的

族群语言能力也使得他们具有某种优势。

在少数族群中学和小学的教学中，学生入学起点低，汉语文水平差，由于用

本族群语言授课而造成数理化业务课成绩差，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一方面

使他们的升学或就业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也给部分升入大学的学生今后的大学

学习造成一定困难。对于一些普遍使用汉语文的西部少数族群（如回族），在学

习和就业方面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

当前在各地少数族群高等教育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是，有的地区为了追

求数量或“达标”，降低了少数族群学生在考试成绩方面的要求，造成教学质量

偏低。这里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由于采取对少数族群学生的特殊优惠

政策，降低了高考“录取分数线”，造成入学学生的基础差、起点低；第二，入学后

许多课程用少数族群语言授课，教材质量和教师水平由于历史的原因都不够理

想，加上要求不严格，所以学生考试成绩偏低，实际工作能力也较差，特别是始

终接受本族群语言授课的少数族群学生，汉语文能力也普遍较差。几方面的因

素加在一起，使得一部分少数族群大学生毕业后遇到就业困难。

相比而言，可以发挥少数族群语言优势的就业机会（如乡村地区商品推销

员、与中亚各国的业务联系等），在今后社会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中，只

可能占到一个不大的比例，这一数量限制是我们在分析西部地区就业结构变迁

时所必须注意的。

（二）传统计划经济与少数族群学生就业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少数族群学生在各级学校入学时、在校期间以及

毕业分配都受到特殊优待。各级政府对于少数族群学生制定了各项优惠政策，

如高考录取时给少数族群考生普遍加分等。这样，从入学到毕业，特别是使用

本族群语言教学的学生，各门课程的成绩一般都比较低。但是在过去计划经济

的就业体制下，无论成绩如何，少数族群大、中专毕业生都由政府负责安排工

作。由于这些学生的学习专业大多是文科（特别是本族群语言、历史、中文、哲

学等专业），他们的就业安置主要是到各级政府和国有事业单位担任行政干部，

一些学习其他专业的毕业生则被分配到政府下属的企事业单位，但也以从事管

理工作的为多，从事技术工作的相对较少。如新疆自治区１９９８年高等院校在
校学生４７４６４人，中专在校生８２２４２人，其中少数族群大学生２０９４１人，中专生

４１６１７人，分别占４４．１％和５０．６％（新疆自治区统计局，１９９９：６０８，６１５）。每年

５５９
第十六章 现代化进程中族群关系的演变



应届少数族群大学毕业生大约有５０００人，中专毕业生大约１万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大、中专毕业生长期由政府包分配，国有经济部门

在当时的经济核算制度下不用考虑就业人员的工作效益和人工成本，而且有时

是作为落实民族政策的政治任务来接受少数族群毕业生的。但是在市场经济

体制下，劳动力由企业自行招聘、根据业绩淘汰，并且必然会在各企业之间流

动。不管对象是少数族群学生还是汉族学生，理性的企业是会单纯地依照业务

需求和实际能力来选择录取和淘汰雇员的。那些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政府优惠

政策进入大学的少数族群学生，如果毕业时各方面业务水平缺乏竞争力，毕业

后就可能面临就业困难，即使被招收后在新的业绩评估的竞争机制中也可能面

临被淘汰的风险。因此在理工科、医科、农科等学科的少数族群毕业生，由于专

业基础、工作能力甚至语言能力方面的差距，他们在非国有经济的劳动力市场

上所面临的竞争将十分严峻。

少数族群学生一般比较愿意到政府机关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但是，随着体

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职能正在转变、公务员队伍逐步精简、公务员业务素质

要求不断提高，由于这几个方面的因素，政府部门今后所能够吸收的行政人员

的数量必然是有限度的，而且原有人员也将面临“竞争上岗”的压力，其中部分

人员也不可避免地会“分流”、“下岗”①。这样，新毕业生在就业求职时将面临各

种不利因素，而原有的已经在国有企事业部门就业的老毕业生在新的人事制度

改革中也可能面临“下岗”风险。当少数族群人员与汉族毕业生在就业与下岗

方面因为竞争机制的作用而出现明显对比时，他们所面临的就业困难和各种压

力有可能会激发带有族群背景的不满情绪。我们也不排除个别外来的企业因

为对于西部少数族群的传统文化、宗教不了解，在招工中可能出现歧视少数族

群的现象（如担心穆斯林在工作时间做礼拜会影响生产和工作），但是当政府加

大民族政策的宣传和对少数族群情况的介绍时，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

避免的。但是在知识水平、语言能力方面的结构性差异，对于就业所带来的影

响，则是更重要、更深层、更普遍和更长期的因素。

在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化的进程中，如果上万名应届毕业生的求职与大量

在岗人员的就业问题集中发生于同一时刻和较大范围，必然对当地的社会稳定

和族群关系带来不利的影响。一个偶然事件就可能引发广泛的回应，对于这类

① 如新疆１９９９年国有单位的“机关”就业人员为２４．７万人，“事业单位”就业人员５７．１万人，合计
共占新疆全区总人口１７７５万人的４．６％（新疆自治区统计局，２０００：１２３—１２４）。同年全国国有单位的
“机关”和“事业单位”就业人员仅占全国总人口的２．８％。因此西部地区的国有单位即使不裁员的话，也
不可能大幅度增加新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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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现的问题必须给予充分的关注。

（三）西部大开发中的经济结构调整与人力资源问题

２１世纪中国西部的开发并不是传统农牧业和加工业在产值方面的量的增
长，而是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过程中经济结构的调整（即新型经济的引入）和经

济组织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一般伴随着劳动力从第一

产业先后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①。从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不仅

仅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同时还存在经济结构中所有制成

分的重大变化。一方面是新近就业的年轻劳动力不再按照传统计划经济的就

业渠道进入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原来国有企业的职工也纷纷下岗或伴随企业改

制而在非国有经济领域重新就业，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化的新的用人机制下不仅

必须学习新的技能，也必须学会适应新的劳动管理规则和人际关系，旧体制下

形成的各种行为规范与处世办法随着“铁饭碗”的废除都必须转变。

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沿海经济特区向港澳台、国外企业提供了国内最便

利的交通条件和相对优秀的劳动力。改革开放二十年后的今天，来到西部创业

的外资、合资企业在劳动力资源方面，不仅可以从当地劳动力中进行选择，而且

可以从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中招聘。而由于这些来自东部的劳动者在

所掌握的技能和工作态度都更适应于非国有经济在就业方面的市场机制，西部

本地的劳动力（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族群）在就业方面也因此面临很大的竞争

压力。

西部大开发需要资金，但更需要人才，而我国西部地区最缺乏的就是人才。

西部大开发所面临的人才缺乏，将在族群关系方面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一方

面是在各个发展项目的实施进程中新引进的汉族人才会引起当地一部分少数

族群干部群众的不满，认为这些具有较强竞争能力汉族人员的引进不利于自己

在这些发展项目中争取发展机会。但是西部大开发的核心是发展商品经济，引

进市场竞争机制，在生产和劳动力等方面都需要逐步推行市场化的体制改革，

而在人才和劳动力市场上招收人员和决定晋升的标准只能是能力、效率和业

绩。对于从族群院校或使用少数族群语言教学的学校毕业的少数族群学生，由

于优惠政策降低了招生分数线，许多应用性课程（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的

实际授课水平受到学生原有基础、少数族群语言教材质量、教师水平等因素的

影响，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和实际工作能力可能会低于其他汉族地区（甚至同地

① 即“克拉克—费舍假设”（ＣｌａｒｋＦｉｓｈｅｒ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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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同学校）的汉族和回族学生的水平，这使他们在新兴起的人才市场的竞争中

处于不利地位。

政府现在对于大学、大专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是“双向选择”，用人单位有着

充分的自主权，人才在劳动力市场中根据各类岗位所需素质、能力的供求关系

来进行流动。在市场机制下，少数族群毕业生中有一部分就有可能面临就业困

难。据介绍，在西部一些地区，少数族群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困难问题在几年

前就已经开始出现。而这些应届毕业生所面临的就业和求职困难，实际上也预

示着那些前几年毕业并已经就业的少数族群学生在未来有可能重新面临就业

问题。“铁饭碗”已经不再存在，过去在计划经济的就业体制下由政府安排的工

作岗位，无论是企业、事业单位还是政府机构，都面临着在人事制度上向“业务

考核、竞争上岗、淘汰流动”的市场机制过渡的大趋势，将要逐步实行人员流动

制度，定期淘汰素质和能力相对较差的职工，吸收更有利于促进本单位发展、提

高工作业绩的年轻职工，岗位的晋升也将更加重视能力和业绩的考核，这无疑

将使这些单位的少数族群职工面临着比汉族职工更大的压力。

当地政府和少数族群干部、职工在面对这一形势时，有两种对策。第一种

是短视、应急而且可能即刻见效的办法，这就是以政府以前颁发的各项族群政

策作为依据，用行政手段排斥汉族职工，以保障本族人员的就业和升迁。这样

虽然可能暂时缓和少数族群职工、学生的情绪，但是付出的代价将是所在单位

工作效率的降低、业绩的滑坡和汉族人才的进一步流失，而这又必然会阻碍和

延缓当地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扩大与沿海地区的差距，进一步造成当地少

数族群干部职工的心理不平衡，而且对人员雇佣制度的行政干预将破坏劳动力

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外部资金的撤退，使“西部大开发”战

略遭受挫折，也将延缓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第二种方法是治本的办法，一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对族群小学和中

学的课程进行调整与提高，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而调整和加强汉语文教

学，另一方面同时在少数族群学生高考入学方面实行严格要求和严格把关。为

了既不降低少数族群学生入学的成绩标准，也能保证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族群学

生能够升入大学，政府可以组织有关学校开办“预科班”或专门的“预科学校”，

为成绩达不到高考录取水平的少数族群考生提供一个补习的机会，补习之后再

次参加全国高考，使大致达到了录取分数线的考生正式进入大学，这样才能切

实地提高少数族群大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入学起点。在大学里需要逐步提高各

类课程的授课水平，对于继续使用少数族群语言授课的课程，必须在教材和教

师素质两方面予以提高，而在使用汉语教学对于掌握专业知识和今后运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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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更为有利的数理化等课程，可以考虑尽可能使用汉语教学。

在第二种方法尚未见效，而少数族群人员就业困难已经随着西部大开发的

步伐成为社会问题的时候，政府还可以采用一些过渡性措施，即介乎于传统的

计划经济体制和新的市场机制之间的带有政策调节的做法，如通过地方政府颁

布地方性临时法规，规定来本地投资的企业如招收一定比例当地少数族群职工

可以减免一定比例的税收，以这样的手段来调节与促进少数族群人员的就业，

缓解在就业方面的族群差距。同时，可以由政府劳动部门出面组织少数族群职

工或待业人员的专业上岗培训班，由政府支出相应的培训费用，增强少数族群

人员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这样，不违反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行，采用

其他优惠政策或培训办法来促进少数族群人员的就业。

（四）我国少数族群教育需要适应西部现代化发展的新形势

在西部大开发的新形势下，作为培养少数族群人才的少数族群教育事业，

也需要根据经济的发展和就业机制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改革与调整。需要根

据各地区实际情况，积极加强双语教学和汉语授课，加强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

相关的应用性学科与专业，保证高等院校少数族群学生的学习质量，积极为少

数族群毕业生提供就业指导。当少数族群人员与汉族毕业生在就业与下岗方

面出现明显反差时，他们所面临的就业困难和各种压力有可能会激发带有族群

背景的不满情绪，并且有可能对当地的社会稳定和族群关系带来不利的影响。

为了切实提高少数族群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少数族群教育需要根

据“市场经济”的思路进行必要的调整。需要调整民族小学和中学的课程，适当

加强汉语文教学。同时组织有关学校开办“预科班”，为成绩达不到高考统一录

取水平的少数族群考生补习，入学后对课程质量和学习成绩方面严格要求，在

毕业时为他们提供就业信息与指导。把这些工作做好了，西部大开发和劳动力

市场上的竞争，不但不会造成各族群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社会动荡，反而会成为

加强族群交流、推动族群教育改革的强大动力。

七、小 结

现代化和全球化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随着生产

力的快速发展，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组织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运输、通讯、

传媒的发展使得群体与个人之间的交往变得快捷高效，已经没有哪个国家、哪

个族群可以完全置身于这个进程之外。在这一发展进程中，族群与族群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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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是否发生了转变？族群交往出现了哪些新的特点？族群与个体的追求发

生了什么变化？有哪些新出现的因素对族群关系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在族群

关系中出现了哪些新的问题和利益冲突？在世界进入２１世纪之后，这些问题
都是我们必须思考和回答的。

正是考虑到以上问题，我们在本章中主要围绕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来讨

论族群关系发生的变化和具有哪些新的特点。为此我们首先介绍了“现代化”

的基本定义，现代化对人类社会从物质、精神和社会组织形式所带来的影响，同

时也介绍了人们对“现代化”后果的反思和一些负面影响的批评。

各国的发展历史与国情很不一样，这就使得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各有特点。

所以我们介绍了一些主要的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发展模式，同时讨论了在现代

化进程中与族群关系相关的几个重要的专题：族群发展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

系，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保存发展族群文化，少数族群地区资源的开发，

少数族群对于现代化观念的接受，等等。

最后，为了使读者对于在少数族群地区的发展中，族群关系可能受到的影

响以及政府的协调措施有一些具体的了解，我们以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为例，讨

论了劳动力迁移对当地就业市场的冲击，并通过对就业市场的分析讨论了我国

少数族群教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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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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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关系与“民族主义”

事实上，人们希望通过这些民族国家的建立而能够解决的民

族问题不仅未获解决，相反，却变得更加严重了；⋯⋯民族主义的

目标既不是自由也不是繁荣，它使二者全部牺牲在将民族作为国

家模式和衡量标准的迫切事业中了。此过程的特征是物质和道

德的毁灭，以使一种新的创造能够胜过上帝的作用和人类的利

益。

———凯杜里（２００２：１３３


）

在国外的种族与族群关系研究中，各国的关注点也各有不同。美国是一个

历史不长的移民国家，美国的学术界非常关注社会中的“族群分层”和反映族群

关系变化的具体研究专题，如语言使用、身份认同、居住格局、族际通婚等，希望

通过这些研究来理解和把握本国种族集团、族群集团之间关系的现状与发展态

势，同时探讨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为缓和种族矛盾、改善族群关系能够采取哪

些政策与措施。这些专题的选择与研究方法也体现出美国人的实用精神。而

在当年的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如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学术界对于欧洲近代史和



前殖民地的社会发展史十分关注，其中有些学者本身就来自这些原来的殖民

地①，同时这些历史较悠久的国家又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人文传统和哲学思辨精

神，所以欧洲学者对于各国的“民族主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民族认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
ｄｅｎｔｉｔｙ）和“民族构建”（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有着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近年来，东欧
和巴尔干半岛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再次兴起，也引起了一些欧洲学者对于新

的世界形势下民族认同意识演变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关注。

近年来欧美学者关于“民族主义”的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更多地继承了

欧洲人类学和政治学的传统，带有较浓厚的理论分析和历史透视的色彩，与美

国的种族—族群社会学带有实证性的专题研究相比较，在思维取向和研究风格

上都有所不同。这些文献也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路和观点。

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由两个超级大国领导各自阵营相互对峙的世界政

治格局已不复存在，许多国家在原来这一格局下所承受的外部压力骤然减轻，

社会内部的许多问题便走到了国内政治舞台的中心，原来存在于一些多族群国

家内部各族之间在政治权力、经济利益、文化冲突等方面的矛盾也随之凸显出

来。在有的国家里，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族群矛盾进一步演变为追

求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正是由于族群问题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这种

密切的关联，使得我们在研究族群关系的时候，不得不对历史上和今天的“民族

主义”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

近百年来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中国曾经出现过多次“民族主义”运

动，目前在边疆地区也出现一些族群的少数人所发起的分离主义活动，所以我

们今天对于“民族主义”理论的探讨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与此同时，

我国各地区也面临着如何协调当地族群关系的许多具体问题，对于“族群分层”

和各个应用性专题的研究也十分重要。所以，我们应当从这两个方面吸收理论

营养、吸取研究经验，以便对我国的族群关系从宏观到微观、从历史到今天能够

有一个更加系统和深入的理解。这一章的主要内容就是介绍与“民族主义”有

关的研究文献，并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情况进行相关的讨论。与“民族”（ｎａ
ｔｉｏｎ）概念和“民族意识”有关的部分内容在第二章关于“民族”定义的讨论和第
三章关于“族群意识”的讨论中曾有所涉及，这些讨论过的内容在本章就不再重

复了。

① 在研究民族主义的英美著名学者中，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是出生于埃及的犹太人；班纳迪克·安
德森是出生于中国昆明的爱尔兰人，其家庭在迁来中国前曾经长期居住在英属马来亚；杜赞奇则来自印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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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民族主义”这个词汇自一百多年前从西方介绍到中国以后，就开始在我国

广泛流行。当时中国正处在“亡国亡种”的全面危机之中，中国人如饥似渴地努

力从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中吸取能够为中国所借鉴的知识。“民族主义”作为

捍卫独立、抵御列强的思想武器和进行社会动员的旗帜，受到爱国者和知识分

子的关注。所以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思潮，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之

下产生的。这就使得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带有守土自卫而非对外扩张的强烈

色彩①。梁启超曾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自

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梁启超，１９０１）。孙中山先生在解释“三民主义”时也
明确表示，“民族主义是对外国人用的，⋯⋯免除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半殖

民地的中国，变而为独立的中国”（孙中山，１９８６：１１４）。
梁启超在１９０１年曾著专文讨论“民族主义时代”对欧洲发展的作用，指出

“专就欧洲而论之，则民族主义全盛于十九世纪，而其萌发也在十八世纪之下

半”（韩景春、李毅夫，１９８５：２７）。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之一就是“民族
主义”，号召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战争就是在民族主

义旗帜下进行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战争。从当时的文献来看，“民族主义”的含义

在这个时期是很清楚的。但是在１９４９年建国前后，在部分中文文献里开始出
现“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等等提法，造成了人们

对“民族主义”理解上的混乱。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民族主义”的起源和含义进

行简要的讨论，以便了解“民族主义”何时起源于何处，以及它在人类发展史上

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

（一）“民族主义”是近代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于欧洲的意识形态

现代化的前身是起源于西欧的“工业革命”以及随后出现的工业化和城市

化。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改变的不仅仅是从原来的手工作坊和简单机械发展到

蒸汽机和机器生产，更重要的是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从内涵到形式的根本性变

革，出现了发达的社会分工，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出现了新的政治理念

和国家组织。在这一过程中，欧洲一些原来的多族群帝国解体了，新的国家在

①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到１９世纪末在列强环伺欺压下才产生的。因此，它只能是民族解放主
义，而不能是民族扩张主义”（李慎之，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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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政治理念和社会基础上诞生了，这一历史发展进程完全改变了各国的政治

制度和族群关系。下面简略地回顾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历程，这将有助

于我们了解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对族群关系的影响。

“民族主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一词在欧洲出现的最早年代大约是１７８９年，使用
者是一个流亡英国的法国教士奥古斯丁·巴洛，用来表示推翻贵族君主制政体

的社会运动（余建华，１９９９：２１）。当时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发展，
“第三等级”强烈希望推翻贵族帝王政权，并力求以语言和宗教为基础建立独立

的“民族—国家”。

所以，“民族主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这个概念产生的历史其实并不长久，并不是
有了部落和族群就有“民族主义”，而且在“民族主义”理念下建立的“民族—国

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也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国家形态。通过对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
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国家”创建运动的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可以客观与

历史地认识“民族主义”这个概念。

无论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还是西方学者，对于“民族主义”产生的时代性都

具有相同的观点。斯大林明确指出，“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

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斯大林，１９１３：３００）。
列宁在１９１３年写道：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

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

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

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

两个趋向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规律。第一个趋向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

优势，第二个趋向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

（列宁，１９１３ｄ：１０）

西方学者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西欧，在原来由国王、贵族统治的西欧

各地出现了一批企业家、银行家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们出于

控制资源和发展“市场”的需要，与本民族的贵族们联合在一起，强调本民族的文

化特征和传统领地，努力建立“民族—国家”，社会精英们当中也随之兴起了“民族

主义”思潮，为“民族—国家”的创建与社会动员提供舆论准备。

社会精英们的这一追求，也有可能得到下层民众的呼应，因为“工业化创造

了一个流动多变的、文化上同质的社会，于是，这个社会便产生了平均主义的期

望和理想，这些在此前稳定的、层级分明的、教条的、专制主义的农业社会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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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是不存在的”（盖尔纳，２００２：９７—９８）。一方面是在民众中出现的平均主义思
想和向上流动的愿望，另一方面是由于工业化而造成新的贫富差别。如果这一贫

富差别在一定程度上与族群分野相重合，即出现了“富族群”和“穷族群”并存的现

象时，无论是“富族群”还是“穷族群”的普通成员都会起来支持建立本族群独立国

家的政治运动①。但是这一实际上带有浓厚功利色彩的政治运动却往往把自己宣

传成是在落实“上帝安排的秩序”，宣布这一追求符合人类社会的传统理念。

民族主义认为人类自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这些不同的民族是而且必

须是政治组织的严格单位。⋯⋯除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国家，享有独立

存在的地位，否则人类不会获得任何美好的处境”。“各民族是由上帝所安

排的相互分离的自然实体，因此最佳的政治安排的获得是当每一个民族形

成了独立的国家的时候。（凯杜里，２００２：７—８，５２）

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元应当是一

致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在要求族裔的（ｅｔｈ
ｎｉｃ）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盖尔纳，２００１：１—２）②

这种不管历史上形成的政治格局属于怎样的情况，认为每个“民族”都有权

利建立属于自己的独立国家的意识形态，就是“民族自决权”原则。这种意识形

态把自己标榜为天经地义并与人类的历史同样久远，但是正如前面分析的，“民

族主义”的政治诉求只是近代才出现的，历史上人类社会中不同族群所具有的

政治体制、社会组织与相关的理念与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潮并不是一回事。譬

如，“在整个中世纪时期，语言的分界线和国家的分界线远不相符”（恩格斯，

１９６５：４５２）。“精确地限定领土主权范围的线形疆界是一种现代欧洲概念，并不
为中世纪所知，⋯⋯精确的疆界也不为东方专制国家所知”③。所以，“民族主义

是一种社会力量，或社会运动，它必然产生于处于工业化阵痛的社会之中”（凯

杜里，２００２：１１７，１４０）。在此之前的“农业社会的社会组织完全不利于民族主义

①

②
③ Ｐ．萨林斯（Ｐ．Ｓａｈｌｉｎｓ）对于“边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和“边疆”（ｆｒｏｎｔｉｅｒ）之间区别的研究是很有启发的，

他认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国家“边界”是“限制性的、政治语境中的精确的线形的分界线”，而“边疆”

则“意味着更多的带状性质和更广泛的社会语境”（Ｓａｈｌｉｎｓ，１９８９：４；转引自弗格森和曼斯巴赫，２００３：３１）。
在中国何时出现了线性的“边界”，以代替历代皇朝的带状的“边疆”，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

中国的政体变迁与国际交往史是非常重要的。

盖尔纳在讨论“民族”（ｎａｔｉｏｎ）的时候，在这句话里把它与“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混在一起了。

“如果诸多的不平等现象碰巧与显见的、容易为人们所理解的种族和文化上的不平等现象同时存

在的话，就会促使新兴的单位组织置身于民族旗帜之下”（盖尔纳，２００２：１４７）。“富族群”希望为本族群建立
更好的基础设施与福利体系，不愿意与“穷族群”分享；而“穷族群”则感到在“富族群”面前受到歧视，愿意独

立出去以更平等的身份与“富族群”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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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不利于政治和文化单位的结合，也不利于每个政治单位保持文化的同质

性和学校传播的本质。⋯⋯向工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必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

时期”（盖尔纳，２００２：５３）。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自法国大革命后得到广泛传
播，这种意识形态狂热的最辉煌的胜利就是民族自决权被奉为国际法中的组成

原则。

（二）先有“民族主义”，然后才出现“民族”和“民族—国家”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史密斯（ＡｎｔｈｏｎｙＳｍｉｔｈ）认为，“民族”是在人类社会
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一类群体和身份认同。由于“民族主义”的兴起，人类群体

在一个新的政治基础上统一成为某种新的共同体，所以出现了“Ｎａｔｉｏｎ”（“民
族”）的概念。这个新观念（理性国家，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ｅ）和新共同体（领土民族，

ｔｈ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ｎａｔｉｏｎ）是首先在西方世界出现的，而且两者之间密切相关（Ｓｍｉｔｈ，

１９９１：９）。他认为，先有了“民族主义”然后才出现了“民族”。一些殖民地的
“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可译做“民族的创建”，实际上带有“创建作为政治实体的国
家”的含义）在客观上确实是当地“民族主义运动”的产物（安德森，１９９９：９５—

１２４）。
“民族”概念的产生，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时期建立与新的生产力和新

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新政治实体形式的需要，所以马克斯·韦伯说，“在显然是

模棱两可的‘民族’一词的背后，都总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很清楚

地根植于政治的领域里”（Ｗｅｂｅｒ，１９４６：１７６）。“民族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各种认
同感并不是同一的，它们可能有不同的来源：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差异、内部权力

结构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习俗的影响等，这些都可能扮演一定的角色。⋯⋯

我们一再看到，‘民族’的概念导向政治权力。⋯⋯政治权力愈受重视，民族与

国家的联系似乎愈紧密”（韦伯，１９９８：１２４—１２５）。科尔曼（ＪａｍｅｓＣｏｌｅｍａｎ）指
出，“由于每一个民族的形成过程不同，所以每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都以不同的

方式表达，而且随着时代而改变。不过，民族主义的目标都在团结一个民族、建

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引自洪泉湖，１９９５：５）。
有些学者试图根据其涉及的领域和诉求的性质进一步把“民族主义”区分

为“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和“宗教民族主义”四大

类（王联，２００２：１２５），但从其发源和最主要的追求目的来说，任何“民族主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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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都具有基本的政治诉求并且与建立“民族—国家”密切相连①。

（三）“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

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地点是１７世纪初叶的尼德兰，革命后建立的荷
兰是“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荷兰的法学家格劳秀斯把独立的“民族—国

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即个别的主权者（余建华，１９９９：１８）。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波
旁王朝的路易十六，在抵抗其他君主国军队的武装干涉时，法国“公民们”激发

起“保卫祖国”的民族主义热情。随后在１８世纪美国独立战争中，从“天赋人
权”的观念提出殖民地人民拥有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力的主张②。后来人们把北

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看作是近代民族主义形成时期的重要标志。此时由

于穆斯林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奥匈帝国之间的抗争，当时统治东欧的惟一政治

体制形式仍然是多族群的专制帝国。

１９世纪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可分为两个
组成部分，一是在欧洲大陆上建立了一系列民族国家，二是拉丁美洲原西班牙、

葡萄牙殖民地陆续独立后建立了１７个新的国家。
安东尼·史密斯分析了西欧出现的第一批“民族—国家”，这些与国家组织

相联系的“民族”可以被归纳为“市民的‘民族’模式”（ａｃｉｖ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ｎａ
ｔｉｏｎ），其要素包含了领土、法律、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１：１１）。在民
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西欧地区开始在新的“民族”基础上重组国家，这可

以被称作是“民族—国家”的原创型模式。所以我们把先后在欧洲各地建立的

以“民族”为基础的这些国家都称为第一类即“原生型”的“民族—国家”③。

在西欧地区，新生的资产阶级力争建立“本民族”的政治实体即“民族—国

家”，以保护和发展“本民族”的资本、劳力和产品市场。列宁曾明确指出：“为了

①

②

③ 在孕育创建“民族—国家”及创立之后，政治领袖及学者们便会努力在国民中建立一个新的“民
族认同”（ａｎｅｗ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并鼓励民众中的爱国主义。“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筛选来编写民族国家的
历史，对祖国山河的礼赞和讴歌来激发群体自豪感，是建立民族认同之主要手段策略”（范可，２０００：１６７）。

在《独立宣言》中，北美人民称自己是“一个民族”（ａｎａｔｉｏｎ），并宣告要求解除与另一个“民族”
（英国）之间的政治联系。

也有学者把“民族”（ｎａｔｉｏｎ）分为三类：（１）“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如法国）“作为一个抽象
概念，它使一个人口（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的统治权力明确地赋予一个领土清楚的具体国家，在这个概念下，主权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被人民转让给民族国家”；（２）“文化民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ｎａｔｉｏｎ）（如德意志民族）是基于一种共同语
言，并存在于民族国家组成之前”；（３）“选举的民族（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ｎａｔｉｏｎ）则要求与某种过去相关联的认同，对
于民族历史和命运的感情及对作为一个民族成员的明确选择”（Ｆａｒｎｅｎ，１９９４：４７—４８）。按照从这样的观
点与定义，“民族”早在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前就存在了。“民族”究竟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现象，

还是我们把历史上存在的一些政治实体也看作是“民族”？这主要还是一个如何对“民族”进行定义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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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种语

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列宁，１９１４ｃ：３９６）。而一旦出现了
这样以“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为其合法性基础的“民族—国家”之后，这样的

国家模式必然会对周围各国、甚至殖民地的知识分子造成影响①。

这些新兴的“民族—国家”一旦建立起来之后，这种国家形式对于本国资本

主义生产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使得这些新兴国家在侵占殖民地、开拓海外市

场方面具有特殊的动力，这一动力直接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对于原料和产品市

场的急剧增长的需求。而民族主义也为这一扩张提供了理论和感情依据，这就

是民族主义的主要功能之一，即“争取民族的伟大，争取使每个民族有权把自己

的统治扩张到相似的民族或有关的民族中去，而不管后者是否同意”（伯恩斯，

１９９０：４２４）。我们在观看日本电影《野麦岭》时，会为那些极度贫苦的日本缫丝
女工积极捐钱给政府扩充军力的热情，以及她们为日本在“甲午海战”中战胜并

侵占朝鲜和台湾而欢呼雀跃的场景所震撼。德国许多普通民众也曾为希特勒

“闪电战”的胜利而把他视做民族英雄，狂热地投入了对外侵略战争，以追求“条

顿民族”的历史荣耀。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里通常

都被利用作为对外侵略的重要舆论工具②。

这些新兴的“民族—国家”在彼此竞争中先后演变成为“殖民主义”和帝国

主义国家之后，便开始了对外的积极扩张。那些周边甚至远在其他大陆的尚未

实行工业化的、处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多族群国家的领袖与民众，在与这些帝国

主义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出于“变法图强”的渴望，很可能会受到这些资本主

义“民族—国家”在思想观念、国家组织、经济政策等各方面的影响。在这一影

响下，根据各国的实际国情，可能会出现两种发展趋势。

当殖民主义国家对这些多族群国家施加了强大的武力压迫并试图进行殖

民统治时，这些国家中的各族群都面临成为“殖民地”劣等族群的危险，这一共

同命运使得它们团结起来共同抗击，从而出现了现代的“民族认同”意识，兴起

了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保持甚至强化了原来的多族群

政治实体，并依照西方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多族群“民族—国家”。这是第一种发

①

② 在二战之前的历史时期，“欧洲的民族主义更多地带有对外侵略扩张的性质，也正是在这种狭隘
的民族主义的指导下，欧洲开始了空前的殖民扩张”（王联，２００２：２０）。许多西方学者把“民族主义”定义
为“个人必须把对于民族—国家的忠诚放在最高层次的一种感情”（Ｋｏｈｎ，１９５５：９）。

“民族自决作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

的。据此，在外国奴役和统治下的民族和人民可以决定或通过民族独立斗争取得本地区的独立，组成新

的国家，对其领土拥有主权。民族自决可以通过当地居民的公民投票来和平实现，也可以通过武装斗争，

赶走外国统治者”（王铁崖，１９８１：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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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趋势①。

如果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在侵入这些不发达的多族群国家之时，对于

这些族群采取了不同的分化策略，这一策略也有可能诱使一些族群努力脱离原

有的多族群政治实体，并在外力的直接或间接支持下成为独立国家，导致原来

的多族群国家的解体。这是这类国家的第二种发展趋势。但是由于历史上形

成的族群杂居的基本格局，这些分离出来的新国家仍然难以成为单一族群国

家。

尽管有可能出现“不解体”和“解体”这两种结果，我们仍可以把这些在外力

作用之下，在原有政治实体的基础上以新的政治理念与形式建立起来的国家统

称为第二类即“诱生型”的“民族—国家”。这些新的“民族”大多数都是多族群

的政治实体，所以有的西方学者说“民族主义运动在西方创造的是民族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而在东方则是国家民族（ｓｔａｔｅｎａｔｉｏｎ），亦即先有国家及其政府，
而后由其所统辖的范围内具有不同种族、文化背景的人组成民族”（参见王联，

２００２：２２３）。
世界进入了２０世纪之后，又先后出现了三次民族主义运动的浪潮。第一

次浪潮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解体，在东

欧和南欧出现了一批新的“民族—国家”。第二次浪潮发生在２０世纪中叶第二
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削弱和瓦解，在非洲、亚洲、拉丁美

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原殖民地再度兴起了“民族主义”浪潮，那些从殖民地去欧洲

国家留学的人员和受到西方思想教育的成员成为推动本地“民族主义”运动的

精英分子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殖民主义国家不得不接受现实而允许殖民地

①

② 在亚非拉国家，“殖民主义促使东方各民族起而对列强进行反抗；西方思想和意识的引进和传
播，给他们提供了民族主义的民主主义的思想武器。⋯⋯民族主义就从西方传到了东方，从欧洲现象成

为世界现象”（徐波、陈林，２００２：１６—１７）。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这些新兴的“民族—国家”的学习过程非常成功（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意在解放（本国）的民族主义，（有可能）变质成为意在（对外）征服的民族主义”，从而改变本国民族主义

的基本性质。我们“绝不能将宰制者的民族主义等同于被宰制者的民族主义，绝不能将意在解放的民族

主义等同于意在征服的民族主义”（巴利巴尔，２００４：１３２—１３３）（原译文把“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译为“国族主义”，
我认为还是译为“民族主义”较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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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随之在原来殖民地行政区划的基础上创建了一大批新的独立国家①，其中

一些按照西欧“民族—国家”的框架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实体与政府机构，无论这

些新的独立国家是以一个主流族群为基础建国（如伊拉克、埃及、阿尔及利亚）

还是保持了原来多族群格局的政治实体（如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我们

可以把它们都称为第三类即“解放型”的“民族—国家”②。

史密斯所讲的存在于亚洲和东欧地区的“族群的‘民族’模式”（ａｎｅｔｈｎｉｃ
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实际上是在西欧“民族—国家”发展之前在这些地区就已
经存在的政治实体。它们在与西欧国家打交道时，根据西欧国家的政府、宪法、

行政体系的模式逐步进行了国家组织形式的某些改革与调整，也因此得到西欧

国家的承认和接受。这些政治实体的传统，正如史密斯所强调的，注重的不是

领土、法律、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经济联系，而是人们的血统和谱系、历史上形

成的情感和本土的文化。

２０世纪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是９０年代苏联的解体以及苏联解体后在
前苏联各个地区和一些东欧国家（前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出现的民族主

义分裂运动。这一次浪潮使欧洲和中亚在３个原有国家的基础上成立了２３个
新的独立国家，而且其中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分裂运动（如科索沃和马其顿的

阿尔巴尼亚人、俄罗斯的车臣人）仍然没有平息。

在以上这些所谓的“民族—国家”的创建当中，虽然标榜的是实行“民族自

决”的“天赋人权”，但是在实际过程中掺杂了大量的区域政治和人为因素，“民

族自决”也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得到彻底的落实。例如许多中东国家是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而依照“民族自决”原则而建立的，而

①

② 国内有些学者把“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最早发源于西欧的第一批
民族国家，第二阶段是因殖民主义的冲击而参照欧洲体制在东方社会陆续建立的一批民族国家，第三阶

段是二战之后在前殖民地解放运动中创建的民族国家（贾英健，２００３：８８—８９）。一些台湾学者把近代“民
族主义”的发展历程划分为６个阶段：（１）法国大革命时期（１７８９—１８１５），是全体国民保卫自己的祖国；
（２）统一力量时期（１８１５—１８７１），意大利、德意志统一建国时期；（３）分裂力量时期（１８７１—１９００），波兰、
匈牙利等国的独立运动；（４）侵略力量时期（１９００—１９１８），已建立的民族国家对外侵略并建立殖民地；
（５）民族自决运动时期（１９１８—１９３９），（６）二战后时期（１９３９—１９９０），亚非拉殖民地独立运动（洪泉湖，
１９９５：９）。

有些殖民主义国家在极不情愿地允许殖民地独立时，并没有完全按照殖民地行政边界划定新国

家的边界，而是留下部分领土归属未决的问题，为新国家制造麻烦。例如英国被迫同意印度独立时，鼓励

“印巴分治”并留下悬而未决的“克什米尔问题”。在这个时期没有脱离殖民主义国家的少数殖民地（如东

帝汶、直布罗陀），尽管在血统、历史、宗教等方面与周边国家的人口相同，之后即使得到独立也很难成为

周边国家的组成部分。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是在特殊历史、外交与社会发展条件下的成功例子，如果中

国大陆在经济上没有经历一个迅速发展的进程，如果两地在各方面（包括基本自然资源如淡水供应）不是

与大陆密不可分，两地的回归和与大陆的重新整合也不会如此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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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讲同一语言的阿拉伯人被划分在许多小国家里，而库尔

德人等族群也没有能够建立独立的国家。

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各个群体如何参加到一个具体的“国家”实体

中去，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许多新建立起来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并非是

由单一族群组成的“民族—国家”，而很可能是由文化距离或远或近的许多族群

共同组成。一个群体经过斗争而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它就被接受成为一个“民

族”（ｎａｔｉｏｎ），如果它自愿选择或被迫加入某一个国家，它就会被承认为一个“族
群”（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而且它也有可能最后实际上加入的是另外一个国家，影响这
一发展轨迹的内外因素太多，有时甚至具有某种偶然性。韦伯特别指出，在这

个过程中，血缘关系并非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民族—国家”的实际发展过程

可能出现多种结果。

民族归属（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并非必然建立在事实上的血缘共同体的
基础之上，而且特别激进的‘民族主义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ｓ）经常恰恰是出身于
外族。⋯⋯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ｎａｔｉｏｎ）的理由差别极大，而且在现实
中所产生的经验的结果———从属于或不从属于一个民族———也是迥然而

异的。（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８ｂ：９２３，９２４）

在现代社会中，“民族—国家”已经成为普遍的政治组织形式。无论是“民

族—国家”的初创时期，还是已经发展到２１世纪的今天，各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是与国家这个政治实体的支持与保护分不开的。无论是当时的欧洲、美洲，还

是后来面临殖民主义威胁的亚非拉各地区原有的传统社会，都必须通过建立现

代意义的国家机器来保护自己国家与民众的基本权利与利益①。

（四）“族群”与“民族”之间的差别与相互转化

我们在第二章中曾经讨论过“族群”（作为具有一定文化传统与历史的群

体）与“民族”（作为与固定领土相联系的政治实体）这两个核心概念之间的重要

差别，同时也强调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在两种纯粹形态

之间存在着无数的中间形态。

① “工业资本主义的血液———货币、信贷和银行业，虽然具有极强的国际性，但它们也是以民族国
家为基础的，并且首先是被用于本国之内。工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国际化，非但未能消除民族国家之内的

壁垒，而且强化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国家成为‘国民经济’的母体，为国际经济交往提供了一个

合法结构和中介，并在国际竞争中充当了本国经济保护者的角色，从而强化了经济对民族国家的依赖”

（徐波、陈林，２０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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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纯粹的文化群体、纯粹的政治实体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一个“连续

统”（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在这条连续统的两端之间存在着无数个中间的过渡阶段。在
现实社会中，每个国家内部的各个族群都处于这些过渡阶段的链条之上。同时

我们必须指出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政策的引导和外部势力的推动，

这些族群会在这个“连续统”上向某个端点移动，它所具有的“政治实体”的性质

或者增强或者减弱。所以，一个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是多元和动态的，而不是

单一形态和固定不变的。在某种条件下，量变甚至可能产生质变，一些族群确

实有可能从现有的国家中分裂出去而成为独立的“民族”，在“族群”和“民族”这

两者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在一定的内部和

外部条件下，两者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在这些极其复杂的演变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多种模式：

（１）多族群国家中的某个族群（例如中国的蒙古族）的一部分（例如外蒙
古），在一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下演变成了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形式的独立

政治实体（蒙古国）。

（２）以某个族群为基础形成的多个相互独立的政治实体（例如北美印第安
人的各个部落国家），在一定的条件（被美国军队所征服）下演变成了另一个政

治实体（美国）内部的一个族群。

（３）某个多族群“民族”（例如前南斯拉夫）中一个族群（例如马其顿族）的主
体部分①，在一定的内外条件下分离出去，成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马其

顿共和国）。

（４）曾经是政治独立的民族实体（例如前中亚和西伯利亚的几个独立汗
国），在一定的条件（沙皇军队的武力侵占）下被另一个政治实体（沙皇俄国）吞

并而成为多族群沙皇俄国内部的少数族群。

（５）某个在政治上曾经建立过独立政权的群体，在近代被邻国（沙皇俄国）
吞并而成为其一部分，但在新的内外条件（苏联解体）之下再次获得独立，重新

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如白俄罗斯）②。

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各个政治实体（不论其采取什么政体、内部包容了多

少个不同的部落和族群）之间总是不断地分分合合，有可能出现相互转化和重

新组合的多种形式。所以我们不能机械和僵化地认识“族群”和“民族”之间的

①
② 韦伯在１９１４年前对于白俄罗斯人曾经这样写道，“当面对大俄罗斯人时，白俄罗斯人无疑也始

终存在着族群团结（ｅｔｈｎｉｃ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感情，但是甚至直至今日，他们也很难宣称自己符合一个独立‘民族’
（ｎａｔｉｏｎ）的条件”（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８ｂ：９２３）。

除马其顿共和国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马其顿人口生活在希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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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五）“民族主义”并不等同于“自由和民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民族主义”这一产生于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

意识形态，与同期发展起来的其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如“自由、平等、公正”等）

并不完全协调。首先，资产阶级革命是与民众的“政治自由”联系在一起的，但

是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民族主义分子对于本族的持不同意见者和来自其他族群

反对其建国纲领的人都是加以压制甚至迫害的，“民族主义和政治自由也是绝

对难以相互协调的，⋯⋯将民族独立与有效的、人道的、公正的政府联系起来纯

属谬误”（凯杜里，２００２：１０２，１０３）。“民族情绪远远超过对自由的热爱，人们都
愿意怂恿（本族）统治者去粉碎那些非我族类、语言有差异的任何民族的自由和

独立”（Ｋｏｈｎ，１９６２：１２）。
民族主义者建立的“民族—国家”并不一定是能够保证全体国民平等、自由

和公正待遇的国家，而且很可能恰恰相反，民族主义者对“民族”的强调必然体

现在对“本民族”利益的捍卫和对其他民族利益的牺牲。当谈到“民族自治”时，

英国学者凯杜里甚至认为，“事实上，只有当一个多民族帝国的不同民族的文

化、语言和宗教自治不取决于民族主义学说，或是被这种学说加以证实的时候，

这种自治才是可行的”（凯杜里，２００２：１１１）。
对于那些不属于主体民族的其他族群来说，在这种“民族—国家”里生存甚

至比在原来多族群帝国的统治下生活还要糟糕，“因为在一个帝国政府看来，在

一个混居地区生活的各个民族均应被平等地给予某种考虑，而在一个民族政府

看来，他们则是在一个或者将被同化、或者将被排斥的国家中的外来的群体”

（凯杜里，２００２：１２２）。对于由民族主义者建国并掌权的政府来说，因为他们号
召民众并得以上台所挥舞的旗帜就是“民族主义”，他们的追随者期待着他们兑

现当初的政治诺言，使本民族在“自己的国家”里扬眉吐气，所以其他族群的成

员们自然难以期待得到平等的待遇①。而这当然又与“人权”、“平等”、“公正”的

意识形态理念相违背。

例如哈萨克斯坦是根据“民族自决权”而独立的，但是它本身也是一个多民

族国家，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该国的俄罗斯人有６００万，占全国总人口的３６％，
在哈萨克斯坦独立后这些“俄罗斯人根据‘民族自决权’理论曾要求建立民族自

① 例如在苏联解体之后的拉脱维亚，占全国总人口约３６％的俄罗斯人在拉脱维亚民族主义政府
统治下失去了他们的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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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实体，甚至要求分离。哈当局坚决反对将‘民族自决权’理论应用于哈”（赵常

庆，１９９９：１５７）。哈萨克斯坦政府既不实行“民族自治”制度，也不允许搞联邦
制，同时“坚定地不允许境内俄罗斯人拥有双重国籍，但认为境外的哈萨克人是

‘散居国外的同胞’，积极地给这些人双重国籍，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无原则的

双重标准”（潘志平，１９９９：４６）。所以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言论与行动，需要
特别审慎地加以考察，必须看到民族主义的基本精神是把人类划分为不同的

“民族”并争取本民族的利益。如果其目的是捍卫一个民族的平等权利，民族主

义运动可能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如果在争取一个“民族”的利益时（如本国的

“战略利益”）不惜损害其他民族的基本权利，这样的“民族主义”就是邪恶的和

具有破坏性的。我们不要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著名战犯（希特勒、墨索里

尼、东条英机）都是狂热地为本民族“战略利益”努力奋斗的“民族主义者”。

二、语言与“民族—国家”的建立

世界上曾经有过上万种语言，世界上也存在过许许多多的民族和国家。在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语言与民族、语言与“民族—国家”之间究竟有着

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在第十一章中讨论了作为文化现象的语言和各国的语言

政策，这里我们将主要结合“民族主义”和建立国家的政治层面来分析语言的作

用。

（一）“民族主义”与语言

首先，语言绝不是僵死不变的，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世界各地的语言始终

处在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中。有的语言没有相应的文字，有的语言和文字随着

民族的衰亡而消失，成为考古学研究和解读的对象，如埃及古文字、中国元朝的

八思巴文字、西夏文字等。而另一些文字并没有很长的历史，它们是被一些人

创造出来并在政府的提倡下流行于世，如１４世纪之后出现的蒙古文字，日本的
片假名，以及近代创造的越南文字、朝鲜文字等。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的欧洲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口语语言———这些语

言对其使用者而言不啻是编织他们生命的经纬线———是多得难以胜数的。

⋯⋯但是这些形形色色的口语方言只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被组合成数量

较原先少得多的印刷语言（ｐｒｉｎｔ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安德森，１９９９：５３）

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推动了印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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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比资本主义更能有效地将彼此相关的方言组合起来了。在

文法与句法所限制的范围内，资本主义创造了可以用机器复制并且经由市

场扩散的印刷语言。⋯⋯这些被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

的、特殊的、“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胚胎。（安

德森，１９９９：５４）

以上是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对于语言作用所做的分析。在一

些“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的萌生和发展过程中，语言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通过书面语言的推广促进了相近口头语言的相互融合。在各族民

众的文化认同进程中，语言特别是书面语言，既是一个推动认同的有力工具，也

是一个识别认同的明显标志。

欧洲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语言是那些将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

的差异性的外在的和可见的标志；它是一个民族被承认生存和拥有自己的国家

和权利所依靠的最为重要的标准”（凯杜里，２００２：５８）。与斯大林对于“民族”定
义的四条标准相比，凯杜里主要强调的是语言的标志性作用，而且明确地把“民

族”与“独立国家”联系在一起。

恩格斯认为语言是资本主义初期“民族”的形成与建立“民族—国家”的重

要因素：

一旦划分为语族，很自然，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民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ａｔｅｎ）开始向民族（ｎａｔｉｏｎ）发展。⋯⋯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
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ｔａａｔｅｎ）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
（恩格斯，１９６５：４５２）

列宁同样强调了语言在欧洲建立“民族—国家”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的发展，

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

件之一，最后，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卖主和买主密切联系起来

的条件。因此，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

民族运动的共同趋向。（列宁，１９１４ｃ：３９６—３９７）

语言是民族独特文化的标志和建立“民族—国家”的推动因素，但同时凯杜

里也特别指出，有些人提出的“以语言来划定民族国家的疆界”这一观点在实际

应用中将面临许多难题，因为“在混合语言地区，这种民族国家的统一只能出现

混乱”。“这种理论实际上是由从未行使过权力和很少理解国家之间交往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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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性和职责的文人们所创造的”（凯杜里，２００２：６４，６５）。由于现行的国界
并不完全与语言使用的地理范围相吻合，这种理论及其实践通常都会带来国家

之间的冲突以及灾难性后果。例如在实际应用中，纳粹就是使用德语作为标准

来辨别与确认分散居住在中东欧各国的“雅利安种族”成员，并以此作为公然吞并

奥地利、捷克苏台德地区以及波兰日耳曼人居住区的理由。我们在以语言为工具

进行族群识别、确定居住区边界和确定居民的“族群身份”时，需要特别慎重。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对于“语言”的识别是否科学和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

哪一种语言可以被认定为是一种独立的“民族语言”？哪一种语言被认定为仅

仅是某种民族语言中的一个支系或“方言”？这里无疑很可能会存在人为和偶

然的因素，而且经常被民族主义者加以利用。

俄国某些泛斯拉夫主义者创造了复杂的斯拉夫语言的分类，以证实它

们最终源于俄语和由此而来的建立一个在俄罗斯领导下的斯拉夫联盟的

必然性。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宣称荷兰语实际上是德语的一个分支，因此荷

兰应是德意志民族的一部分。相反，乌克兰的分离主义者认为，他们应被

赋予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的权利，因为他们的语言不同于俄语，南斯拉夫

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也发出基

于类似理由的言论。面对上述要求，学术研究很可能无助于做出证明。

（凯杜里，２００２：１１８）

特别是当一个地区的居民们同时讲几种不同的语言时，哪种语言是他们

“原有的”、源自祖先的语言？由于调查者对于所获信息可能做出有偏向的取舍

以及调查过程中有可能对被访者进行引导，在语言调查中很可能会出现相互矛

盾的结果。凯杜里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由于希腊和阿尔巴尼亚两国对于伊庇鲁

斯地区都提出了主权要求，于是，

为了判定哪一方正确，便安排了一次语言调查。拥护希腊者访问了发

生争端的一些村庄，得到了希腊语的回答，同样在这些村庄，拥护阿尔巴尼

亚者得到了阿尔巴尼亚语的回答；偶尔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问到一个

村民时，这个村民竟用阿尔巴尼亚语回答说：“我是希腊人”。（凯杜里，

２００２：１１９）

所以当民族主义者强调语言是民族特征的主要标志，并要求以语言使用范

围来划定“民族—国家”的人口与地理边界时，会面临两个棘手的问题：第一是

如何对各种语言进行识别，区分开“民族语言”和“方言”；第二是在族群混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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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使用的混杂地区，如何划定人口和地理边界。因为各方都持同样的理由要

求把族群混居地区并入本族的“民族—国家”。

（二）语言在“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的作用

我们必须承认，在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中，语言确实成为民族主义运动中

一个核心的影响因素。安德森讨论了罗马尼亚语、俄语、捷克语、匈牙利语、保

加利亚语、乌克兰语、芬兰语、荷兰语、土耳其语的文法、词典和印刷品的发展与

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之间所具有的密切关系（安德

森，１９９９：８３—８５）。这些语言的印刷品在读者的地域范围内建立起了一种文化
和政治上的认同，并在知识分子的倡导下发起了建国运动。而一旦一个国家巩

固下来之后，这个国家内的主要语言将不可避免地排挤其他方言的使用，如“英

语将盖尔语挤出了爱尔兰，法语迫使不列塔尼语退处一隅，而卡斯提语则令加

泰隆尼亚语沦为边陲语言”。人们曾经探讨为什么当英国的许多占领地（包括

爱尔兰）独立时苏格兰没有争取分立，安德森通过对苏格兰地区语言使用状况

的分析提出的解释是：当时“苏格兰的大部分区域是说英语的”（安德森，１９９９：

８７，１００），语言建立了某种重要的认同，从而维系了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的政治
纽带。他这里所说的主要是近代欧洲的情况。印刷术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可

以追溯到汉朝，而在此之前秦始皇推行的“书同文”对巩固大一统的秦王朝确实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这些汉字印刷品对于中国边缘

地区各族群接受中原汉人文化，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古代国家

的形成与演变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在其内部与外部条件方面很不相同，

但是在通过“书同文”的形式来建立和巩固某种文化与政治认同这一点上，古今

中外都是一样的。

在各殖民地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中，许多领袖人物往往是在殖民时期受

到殖民者教育并掌握双语（本地语言和殖民者语言）的土著知识分子和地方官

员①，由于在殖民地时期，这些各个土著族群的精英分子在所在殖民地的行政中

心接受教育，在殖民地的行政范围内任职或升迁，虽然他们来自殖民地的不同

部分和不同族群，但是通过这些共同教育背景与工作联系，他们彼此之间建立

① “殖民地的学校体系在促成殖民地民族主义兴起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各地的民族主义分子大
多是这些“受过教育的青年”，他们的组织也多取“青年爪哇”、“青年安蓬”、“青年回教联盟”等名称（安德

森，１９９９：１３０）。这恰恰与欧洲和中东早期民族主义运动中的现象一样，“民族主义的运动是孩童的讨伐
运动；这些运动的名称便是针对老年人而言：‘青年意大利’、‘青年埃及’、‘青年土耳其’、‘青年阿拉伯

党’”（凯杜里，２００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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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某种认同。而且连那些在殖民地出生的欧裔官员的升迁范围，也被严格限制

在殖民地边界之内，他们升迁的终点就是殖民地政府的首都，安德森把他们前

往殖民地首都的愿望称之为“殖民地朝圣之旅”。“由这个模式之中，殖民政府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ｓｔａｔｅ）微妙地、若隐若现地、逐步地转型成为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而这个转型之所以可能，不仅因为国家人员有着坚实的连续性，也因
为经由那些既定的、杂沓纷乱的旅程，官员们得以经验到他们的国家”。

所以，“每个民族主义的领土范围和先前的帝国行政单元的形状是相同的”

（安德森，１９９９：１２６）。
殖民者的语言成为殖民地各族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语言，也往往成为独立

后主要的通用语言。正是这些土著精英的双语能力，使他们能够接触并接受西

方文明，包括接受“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理念。

促成西欧那些“民族—国家”得以创建的动力主要来自族群内部，各个族群

的知识分子与社会精英以民族语言运动为铺垫，争取从原帝国中独立出来并建

立一个自己的国家。殖民地解放后的独立国家的创建则在于外部和内部力量

的共同作用，外部殖民者为了统治的需要培养了一大批使用双语的土著精英和

知识分子，建立了殖民地的行政机器和管辖领域，在殖民者被迫撤离之后，土著

族群精英分子在殖民地的行政管辖范围内组织了独立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

和印度是由殖民者把原来许多分散的部落、土邦融合在一个殖民政府管辖之

下，从而奠定了未来的多族群独立国家；而中东地区则是使用同一种语言的阿

拉伯民族被各国殖民者分割为分别管辖的殖民地，在争取独立时又以各自殖民

地的管辖范围建立了几个独立的国家。

在西方殖民国家兴起时期，另一些有着古老历史的多族群国家也在思考自

己的命运，当中国各族群共同面对着帝国主义侵略和沦为殖民地的威胁时，便

激发出了中华民族新的“民族主义”认同，强化了相互之间原有的政治、经济、文

化联系，接受了西方的政治与国家理念，在原有疆域的基础上重新塑造新的多

族群“民族—国家”。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中国在东亚优势地位的衰落，一些

曾经长期处于中国政治与文化影响之下的邻国也出现了新的本土文化认同趋

向。２０世纪初，越南和朝鲜在帝国主义武力侵略下，脱离中国藩属国地位而成
为法国和日本的殖民地，逐步创制了新的文字。外蒙古也脱离中国，成为苏联

的势力范围。在苏联的影响下，蒙古国曾一度使用俄文字母拼写蒙古文，苏联

解体之后，出于淡化俄罗斯影响的目的，又废弃了俄文字母而回归到传统的竖

写蒙古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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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言与“民族”之间的演变与多种组合形式

位于不同的政治—地理—文化区域，经历着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民族语

言对于各个国家的形成可能会发挥十分不同的作用。

马克斯·韦伯在分析讲德语的阿尔萨斯人时特别指出，对于“民族”（ｎａｔｉｏｎ）
的政治认同有时与对语言的认同是不一致的，这些居民在政治上甚至“文化”上

认同的是法国人，而不是讲同样语言的德国人。

除了“习俗”和“感性文化”的某些财富的某种共性外，在他们当中传播

的与法国人的共同感情，是受政治的回忆所制约的，⋯⋯共同的政治命运

塑造了这个共同体，⋯⋯这个“伟大的民族”（法兰西民族）是使人们摆脱封

建奴役的解放者，被视为“文化的载体”，它的语言（法语）被视为真正的“文

化语言”，德语被视为日常用的“方言”。（韦伯，１９９７ｂ：４４９）

法国大革命对阿尔萨斯居民的政治认同甚至文化认同都造成深刻的影响，

使得语言的作用大为减弱，并使他们认同于法兰西民族与国家。所以我们不能

把语言在民族认同方面的功能绝对化和简单化，

盖尔纳（ＥｒｎｅｓｔＧｅｌｌｎｅｒ）对于语言的作用曾经从“抗熵性”① 的角度进行讨
论，他指出属于边缘文化和语言的人群在进入一个更发达的文化与语言环境中

之后，由于受到歧视而在个人发展方面遇到障碍，“迫使这些文化的领袖人物采

取文化上并且最终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立场，这当然也是一种抗熵性现象”，即

在这一恶劣环境中坚持原有的语言，抵制自身可能发生的文化同化现象。而

“一旦他们的语言成为一个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使用的教育的、官方的和商

业用语，这些不利因素便消失了，他们的文化特征就不再具有抗熵性”（盖尔纳，

２００２：８８）。这也说明了语言问题会成为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
盖尔纳在分析上述场景时，提出了两种发展的可能性，即一个是随环境之

变而在文化上接受同化，另一个是坚持民族主义的立场并力争建立自己的“民

族—国家”，以使自己的文化和语言（或者并不是他们真正祖先的文化，而是他

们接受并被同化的某种“新文化”）成为所在政治实体中的主流。考虑到２０世
纪苏联和中国的实践，我们认为在这两种可能性之外，实际上还存在着第三条

道路，即在“自治共和国”或“区域自治”的政治安排下，同样可以使少数族群的

① 根据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熵”（Ｅｎｔｒｏｐｙ）是测度一个系统所具有的自动变化能力
的指标，如用热力学公式ｄＳ＝ｄＱ／Ｔ表达，即为在Ｔ温度下因吸收热量ｄＱ而引起的变化ｄＳ（Ｍｏｒｒｉｓ，
１９６９：４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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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成为国家承认并且在本地区通用的“教育的、官方的和商业用语”，使本族

人员在这个环境中得到发展的平等机会，同时这个族群也不需要建立自己的

“民族—国家”。

哈贝马斯介绍了语言学家对于“民族”形成过程中语言群体可能发生演变

的分析。在“民族”形成过程中，语言群体可能出现几种情况：（１）所有说一种语
言的人组成了一个“民族”；（２）一个民族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语言，而溶入到其他
民族之中；（３）所有说一种语言的人在一个国家中占多数，并与讲其他语言的人
混合组成一个多语言的“民族”；（４）这些讲一种语言的人分散在不同国家，成为
不同国家的组成部分；（５）这些讲一种语言的人“根本就没有获得政治上的独
立，无家可归，四处漂流”。“贯彻人权和民主的民族国家框架超越了部族和方

言，这样就会出现一种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哈贝马斯，２００２：２０—２１，２２）。民
族国家一旦建立以后，必然会在全体国民中建立一种新的政治认同，这就是国

家主导的政治整合作用。

对于哈贝马斯讨论的几种情况，我们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生动的例子。

因为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一个“民族—国家”的创建和发展过程必然是非常复

杂的，如果单纯以语言作为建立独立国家的标准，显然忽视了人类历史发展进

程的复杂性。

（四）“民族”的政治与文化含义

韦伯指出，在“民族”产生的过程中，不应忽视群体之间的政治关系，人们在

称呼群体时使用了部族、部落、民族、族群、人民等许多不同的概念。“当使用这

些概念时，人们通常或者意味着某种现实中的政治共同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的存在———不论其组织多么松散；或者意味着有关某个消亡了的政治共同体的

记忆———保存在史诗故事或传奇中；或者意味着某一个语言或方言群体的存

在；最后，或者意味着存在一个宗教群体”（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８ａ：３９３）。而且，政治实体
的建立及“正式”语言地位的确立对于民众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的推广或萎缩也

会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韦伯还指出，

“民族”（Ｎａｔｉｏｎ）作为一个概念，如果还可以讲清楚的话，那么无论如何
不能根据属于这个‘民族’的成员所共同拥有的经验性特质（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ｑｕａｌｉ
ｔｉｅｓ）来加以界定。对于那些在一定的时刻使用这一概念的人来说，这个概
念最重要的含义无疑意味着，这一群体在面对其他群体时会有一种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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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一致的感情，因此这个概念属于价值（ｖａｌｕｅ）的范围。但是人们既未能
对那些群体如何划定界限，也未能就从这一团结一致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

共同体行为，达成一致的意见。（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８ｂ：９２２）

换言之，韦伯认为“民族”的认同和归属感实际上来自于一个群体与其他群

体之间的互动，在互动中彼此的利益发生冲突，如何划定彼此的界限以及如何

开展互动，实际上是一个与“价值”判断相关的问题。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相

比，韦伯是一个十分重视伦理价值观念的学者，“民族”的形成除了各种可以客

观判断的外在因素（包括语言）之外，人们主观的感情归属同样非常重要。我们

在前面讲过，人们的群体认同存在着许多个层次，“民族”认同是在群体互动中凸

显出来的一种认同层次，这个层次一方面与群体利益和政治权力密切相关，另一

方面也是民众在各个认同层面中选择出来注入自己最重要感情的核心认同。

（五）“民族国家”与“民族文化”

印度学者巴赫拉（Ｂｅｈｅｒａ）根据本国“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指出，为了使
许多族群（在印度称为“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共同凝聚成为一个民族国家，非常需要从
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统中提供一个各族共享的“共同文化”（“ｃｏｍｍｏｎｃｕｌ
ｔｕｒｅ”，即Ｉｎｄｉ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Ｉｎｄｉ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ｎｄｉａｎｗａｙｏｆｌｉｆｅ），这个“共同
文化”的基础是历史中各族长期共享的社会伦理、生活方式和彼此之间的文化

认同，它能够把讲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的各族联系到同一个政治实体之中。

各族中出现的少数具有分裂主义倾向的团体或个人不过是无碍大局的支流

（Ｂｅｈｅｒａ，１９９５：１８）。
印度国家的建立与英国殖民政府二百多年的统治是分不开的，所以印度的

“民族主义”具有该国的特点。如果借用一下相关的思路，我们也可以向自己提

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现有的５６个少数族群中，无论是各族的社会精英还是普
通民众，他们分别都在多大程度上建立起了相互认同的“中华民族”的民族主

义？由于各种历史上的原因，很可能在不同的族群中对“中华民族”民族主义的

认同程度是不一样的。那些在历史上与汉族交往程度和融合程度较深的族群，

那些在近代反抗外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斗争中（如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

的其他族群密切合作的族群，它们的“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认同度就会高一

些，其他一些与中原汉族地区文化（语言、宗教）差距较大、交流与融合程度较

低，在近代反对外来侵略斗争中与中原地区合作较少的族群，这种民族主义的

认同程度可能就会低一些。这恰恰证明我国族群问题的复杂性，也说明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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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问题和制订政策上不能采取“一刀切”和“整齐划一”的做法。

这位印度学者断言，凡是在历史上没有形成族群间的“共同文化”，凡是近

代没有发展出以这样“共同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的“多民族的民族国家”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ｓ），就有可能会解体，前苏联即是一个例子（Ｂｅｈｅｒａ，
１９９５：１８）。
我们也可以尝试从是否建立起“民族—国家”的“共同文化”和以民族—国

家为单位的“民族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前苏联的解体。在沙皇俄国扩张的两百

多年时期内，各族被武力征服而先后置于沙皇统治之下。在人类历史长河中，

沙皇统治各族的这一时期与中国这样的多族群文明古国相比是短暂的，各族之

间的政治、文化联系是不牢固的。在前苏联时期，政府极力创建的各族民众的

“共同的文化”是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完全融合在一起的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

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并缺乏持久性，一旦这个主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因国内

外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失去其主导地位时，这一“共同的文化”也就会因其带有特

定历史时期的浓厚“政治色彩”而无法在新形势下继续发挥凝聚作用①。

这位在前苏联生活多年的印度学者断言，在前苏联并没有真正发展出来

“苏维埃民族主义”（Ｓｏｖｉｅ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而且相反，在这一时期各个族群却在发
展各自“微观层面的民族主义”（ｍｉｃｒ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和各自的群体认同，以及寻求
建立各自独立“民族国家”的潜在愿望（Ｂｅｈｅｒａ，１９９５：１８）。这种倾向在被并入苏
联时间不长的波罗的海三国和摩尔达维亚尤为明显。前苏联政府在波罗的海

三国大量投资以促进其经济增长的做法，并没有能够有效地建立起当地民族对

“苏联”的认同意识。所以在适当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气候下，当地的民族主

义思潮就会一再兴起并持续追求分裂出去建立独立国家。

（六）语言使用的公民权利与少数族群教育

我们先从格罗斯的“公民国家”和“部族国家”这一对概念说起，前者的基础

是“公民权”，而不是族属、宗教和语言等，任何具有“公民权”的个体在法律上完

全平等。后者的基础则是族属（“民族”或“种族”）为基本认同身份，宗教和语言

是识别族属的标志。

在公民国家，任何公民都是平等的，从而任何族群、宗教信仰者都不享有以这

些群体身份为对象的特殊权利，包括特殊的政治权利、语言权利、教育权利、从事经

① １０年前，我曾在一篇讨论中国社会“主体文化”的文章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把社会基本道
德伦理与政治教育完全结合在一起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马戎，１９９５：３６９）。如果把对“祖国”的认同，把以
“民族国家”为单元的“民族主义”也与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教育完全结合在一起，当主流意识形态出现重大

转折的时候，把“祖国”各族凝聚在一起的“民族主义”也可能会黯然失色，从而出现分离主义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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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活动的权利等等。而在部族国家，不同的族群、宗教团体在法律上、制度上是不平

等的，因为其建国的基本理念就是以“本族群”为基础的，是具有排他性的。

在公民国家，与“公民权”并行的基本理念就是“多元性”，即不仅承认国民

在族群、宗教、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多样性，而且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是

必须维护的基本原则。所以“公民权”和“多样性”是公民教育在意识形态方面

的基本内容，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内容。

正因为承认、尊重甚至捍卫“多元性”，使用本族语言及用本族语言接受教

育就成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政府或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限制语言使用和限

制学校必须使用某一种教学语言。在“多元性”这个基本理念下实施的“少数族

群教育”，就是在尊重少数族群成员公民权的前提下，使用少数族群语言为教学

语言和学习内容中包含有少数族群文化的学校教育。只要国民当中有一些少

数族群成员要求以本族语言开办学校并在这样的学校中就学，政府就应当支持

并扶助这样的学校。至于这一语言的社会效用如何，应由学生和家长本人来判

断。至于学生规模和办学成本等问题，则是从属第二位的问题。同时需要明

确，如果少数族群成员愿意到其他族群学校或使用其他族群语言进行学习，也

应当允许，因为学习语言的选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

与公民国家相反，“部族国家”则把不同族群在权利、义务和机会等方面分

为不同等级，区别对待。各国在具体作法上可以有多种形式，如拉脱维亚民族

主义政权的作法是剥夺了境内俄罗斯人的“公民权”，纳粹德国的作法是大规模

屠杀犹太人，前南斯拉夫一些地区的作法是“种族清洗”，把其他族群居民驱除

出境，另外一些国家在各种权利和发展机会方面，建立了与族群身份挂钩的歧

视或优惠政策、制度。“部族国家”里的“族群教育”体现了族群之间的差别，使

一个或几个族群成为具有“特权”的族群。而且在这样的“族群学校”里，也必然

强调的不是“公民权”理念，而是强调“族群”理念和“族群的权利”。

从这个思路来分析中国的“少数民族教育”，可以发现这里存在许多理念上

的矛盾。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族群的共和国，在基本性质上应当属于“公民国

家”而不属于“部族国家”或宗教国家。政府也非常希望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

的共同认同，采用了许多办法来促进族群团结。办法之一就是开办少数族群学

校，发展“少数族群教育”，在课程中也包括了“公民”意识的教育内容。在基本

制度和基本理念方面，应当是“公民国家”的模式。

但是在“少数族群教育”的具体做法上，出于对少数族群予以“照顾”或“优

待”的考虑，在招生、学习和分配上强调了“族群身份”，对不同族群有不同的待

遇和标准，在教育内容上也强调了突出“族群身份”特殊性的“民族政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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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公民权”和“多元性”的教育。在一些自治地区，甚至明文规定了不允许

少数族群学生去汉文学校就学，这些家庭对孩子的学校没有选择的权利。所

以，在少数族群教育这个领域内，我国有许多做法与“部族国家”的做法是相似

的。这些具体做法，不管是否出于“照顾”还是“尊重”少数族群的本意，但是在

强调“族群身份”而不是强调“公民权”和“多元性”这个方面，与一个共和国的基

本宪法精神是相抵触的，这些做法在具体实施中之所以出现矛盾和问题，其根

源就在这个地方。

从“公民权”和“多元主义”这两个公民国家的基本原则出发，所有公民都有

选择自己学习语言（本国的族际共同语或本族群语言）的权利，国家在各少数族

群聚居区域需要开办使用全国性族际共同语和当地族群语言教学的两种学校，

其规模根据学生入学需求而定，使当地所有各族居民都有完全自由选择的权

利，不应由政府做出任何硬性规定，不管是出于为了学生就业发展的目的而规

定必须用汉语教学，还是出于保护和发展本地少数族群传统语言和文化的目

的，都是对公民选择权利的干涉。这里有一个民主和自由选择权利的原则性问

题：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将坚决捍卫你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我不欣赏你

的选择，但我将坚决捍卫你有做出自己选择的权利。

从这个思路来考虑问题，就可以看到我国现在一些少数族群地区在教育领

域中有些做法是需要讨论的。如近两年西部地区的一些学校从“双语教学”改

为“单语教学”（统一使用汉语教学），新的办法毫无疑问地将会提高少数族群学

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这是出于无可指责的良好动机，但是作为一种制

度化的硬性规定，仍然是不妥的，因为这种做法没有充分尊重少数族群学生本

人的选择权利。而在我们调查过的另外一些地区，当地政府规定了少数族群学

生必须在少数族群学校（少数族群语言为教学语言）入学，这一做法无疑也有利

于少数族群语言和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同样具有无可指责的良好动机，但是作

为一种制度化的硬性规定，同样是不妥的，因为这种做法也没有充分尊重少数

族群学生的选择权利。

关于使用本族群语言教学在学生毕业后可能会出现就业困难与发展机会

受限制的问题，这方面的利弊应当由学生和他们的父母来权衡并做出决定。政

府和学术界可以通过调查研究向民众说明这些客观情况，提供各种信息，但不

能代替民众去做决定或限制他们进行选择的自由。这就是当年列宁关于不应

当使用行政手段推行“国语”的观点。列宁相信，商品经济发展的力量会使俄语

成为普遍使用的语言。同样，中国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会最终使汉语成为城

乡各族人民普遍使用的语言。哪里的商品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程度高，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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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汉语的普及程度也必然会比较高，哪个地区对外开放的力度大，熟练掌握

汉语会使具备这方面能力的毕业生在就业时具有明显的优势，少数族群学生就

会考虑去汉文授课的学校就读。我想，这个现象是经常访问少数族群地区的人

都可以观察到的。而如果采用行政手段、使用制度化的方法去推行“族际共同

语”，就会在当地少数族群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情感上造成反弹，这种感情上的逆

反心理会削弱和抵消理性上的判断能力①，在客观上反而阻碍了族际语言的自

然普及过程，这就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欲速则不达”。

另外，我们应当辩证和全面地看待语言问题，采用族际共同语（如中国的汉

语）并不一定就必然地排斥少数族群成员掌握本族的语言。就好像去美国的中

国留学生掌握了英语，并不影响他们的汉语水平一样。在少数族群地区，无论

从少数族群民众感情上，还是在当地实际工作的客观需求上，精通双语（汉语和

本族语言）是“理想型”的人才，无论是少数族群还是汉族都是如此。所以那些

在汉语学校就读的少数族群学生（如我国新疆的“民考汉”），学校应当为他们提

供学习少数族群语言文字的条件。同样在这些地区的汉语学校，也应当为汉族

学生开设当地少数族群语言的课程。当然，从“公民权”的角度，我们不能强迫

这些地区的汉族学生去学习当地族群语言文字，但是应当鼓励他们去学习，如

果有人自愿学习，就应当尊重他们的选择，为他们提供条件。

如果在一个地区，自愿去使用少数族群语言教学的学生人数太少，形不成

开办学校所需要的规模，可以建立跨地区的相应学校，把邻近地区的少数族群

学生适当地加以集中。这样的安排即使可能会造成一些不方便（如采用住宿

制）或增加一些费用，相信民众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学校

必须考虑到学生的规模与运行成本之间的关系，政府应当为少数族群学校提供

必要的财政补贴，但是在数量上必然有一定限度，同时教育管理部门也需要考

虑到学校规模的合理性，这个道理不难解释。

三、西方政治家在“民族主义”

问题上的双重标准

（一）帝国主义侵略的对象有“民族自决权”吗？

在我们阅读西方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文献时，可以发现一个特点，这就

① “民族主义”或族群情绪是十分感性化的，当人们在一个问题上的认识变得情绪化之后，人们往
往难以做出理性的判断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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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欧洲学者在讨论“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民族自决”权利的实施时，主要分析

的是近代欧洲的政治运动，而对于同期欧洲人在亚非拉大陆的殖民主义和帝国

主义侵略活动则绝少涉及，特别是从来没有把这些不发达地区被侵略民族的

“民族自决权”当作一个问题来提出。

这与欧洲的学术传统是一致的，“民主”、“自由”、“博爱”、“人权”这些标志

着人类社会进步的意识形态和观念都起源于欧洲，但是欧洲人在自己这个白人

社会的圈子内努力争取实践这些原则的同时，他们在与其他地区的其他种族、

族群打交道时，却似乎完全忘掉了这些原则，既不尊重这些族群已有的政治制

度与权威体系，也不尊重这些族群民众的基本利益与权利①。“西方世界的人道

传统中具有的反对压迫的保障，屡屡为征服的驱动力所忽视或否认”（Ｄ’Ａｒｃｙ
ＭｃＮｉｃｋｌｅ，１９７３：１６６；转引自李剑鸣，１９９４：３１２）。
欧洲人一方面反对自己社会中的等级制、封建制，另一方面为了资源的掠

夺和经济利益，毫不犹豫地扮演海盗的角色，甚至对其他种族的人口进行猎捕

贩卖并实行奴隶制的强迫劳动。采用这种双重标准的根源深深根植于白人意

识中的种族主义。与中世纪相比，种族主义在１８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之后
不但没有随着民主思想的发展而削弱，而是随着西方国家与世界其他部分之间

科技水平距离的急剧拉开和“进化论”的传播有所强化②，演变出划分“优等种

族”和“劣等种族”的种族主义。这些欧洲人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代表，“民族国

家有权摧毁非民族国家，并为他们送来启蒙之光，这样民族国家又变成帝国”

（杜赞奇，２００３：６），这些侵略军和殖民者认为自己在殖民地的残忍行为都是在
为当地“野蛮人”送来现代“文明”。当地土著人原有的政权形式都不符合“文

明”的政治规则，他们需要从欧洲人那里学习如何组成自己的社会。“社会达尔

文主义开始冲击非西方世界时，它代表了启蒙理性阴暗的一面，⋯⋯在启蒙文

明的名义下，把人类划分为‘先进’与‘落后’的种族，并为帝国主义掠夺提供名

正言顺的理由”（杜赞奇，２００３：６—７）。

①

② “社会达尔文主义”公然鼓吹在国与国、族群与族群之间实行“弱肉强食”的原则，把自然界的“物
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应用到人类社会。

有一个看似滑稽的例子：“（白人殖民主义者）甚至在侵占了他人居住的土地，奴役了这块土地上

的人民时，也要举行一种法律行为以证明征服者的合法性。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时就带了一个公证人，

这位公证人在战役开始之前用拉丁文宣读了一项饬令。该饬令的内容是：为了印第安人灵魂得救，教皇

授予西班牙国王对印第安人实行统治的最高权力。如果他们拒绝这条通向幸福之路，国王有权对其兵戎

相向。当然，印第安人根本不懂拉丁语”（格罗斯，２００３：５３）。这个事例十分生动地说明了白人争取“合法
性”的接受对象仅仅是欧洲的其他白人国家，完全没有把当地族群考虑在内。以这个思路来理解，这个仪

式就一点儿也不滑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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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所谈的“民族自决”和建立“民族—国家”的原则长期以来只适用

于欧洲人。直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自决”原则才被应
用于东欧、巴尔干地区、中东地区和拉丁美洲，到了４０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之后，“民族自决”原则才被应用于南亚、东南亚和非洲。

民族主义原则要求族裔和政治的疆界汇合在一起。撒哈拉以南的政

治边界几乎毫无例外地公然违背这个原则。黑非洲从殖民时代继承了一

整套完全无视地方文化或族裔边界情况（而且往往人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这

一点）而划定的疆界。非洲后殖民时代的历史一个最有意思、最显著的特

点是，民族主义或民族统一主义为纠正这种事态所作的尝试少得令人吃

惊，并且软弱无力。（盖尔纳，２００２：１０８）

这里所说的在划定殖民时代非洲边界时丝毫没有意识到地方文化与族裔

情况的“人们”，就是欧洲殖民者，他们按照民族主义原则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而

且为了自己民族国家的财富与荣耀在其他大陆疯狂野蛮地占领和掠夺殖民地。

当它们彼此争夺殖民地时，各白人殖民主义国家根据各自实力在殖民地划定疆

界，分割了这些原来的族群和地方文化。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非洲已

经很难在原有的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基础建立现代国家，但是那些传统的族

群认同和领土概念并没有在当地居民的心目中完全消失，这也就成为产生这些

非洲国家内部族群矛盾和以族群为基础的各国之间冲突的族裔根源和文化基

础。

（二）对本国、盟国、“敌国”民族分裂活动的不同态度

在当代处理本国国内的种族、族群问题和对待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

的态度上，许多西方政治家仍然持“双重标准”。

欧洲的巴尔干地区是一个拥有众多族群而且族群关系从历史上就十分复

杂的地区，“巴尔干化”这个术语表示在多族群地区里由各族群之间的差异形成

了“文化壁垒”，并生长出顽强的政治分离主义，从而力图使这个地区的社会领

域和领土被分裂为分散的“流派、群体和小的权力中心”。一些学者指出，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内反对‘巴尔干化’并在国外矛盾地共享‘巴尔干化’，

⋯⋯在美国国内，⋯⋯多元文化主义被看成是对美国的威胁、是集体认同的痛

苦离散，而正是集体认同创立了美国这个民族”（坎贝尔，２００３：２３５—２３６）。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政府对本国黑人要求建立“一个黑人的国家”的要求
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联邦调查局严厉禁止任何带有政治独立倾向的族群组织，

５９１
第十七章 族群关系与“民族主义”



绝对不允许任何可能危及美国国家统一和安全的族群活动。但是美国当面对

其他国家时，就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分别对待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分裂活

动。

对于盟国（如英国）内部的种族冲突、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如北爱尔兰分离

主义），美国一贯支持这些盟国政府维护统一的各种政策与措施，包括使用武力

的镇压行动。同时美国对于自己的“战略对手”（如前苏联、中国、前南斯拉夫、

伊拉克、伊朗等国家）国内的民族主义分裂活动，则使用“人权”、“民族自决”等

口号予以公开或暗中的支持，用以削弱这些“对手”，增加美国在国际谈判中的

地位。

前苏联的解体是美国的重大战略胜利。早在１９４７年，美国国务院政策设
计委员会“遏制战略”的三个组成之一就是通过利用“民族主义”运动来分裂共

产党国家。布热津斯基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就明确提出“非俄罗斯人的政治
热望乃是苏联的致命弱点，必须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身

上”（布热津斯基，１９８８：１１７）。１９８８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出版的《１９９９：不战而胜》
中提醒美国人，不要“错误地认为，并入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的人民已经融化在

俄罗斯民族人民之间，就像移民到了美国那样。⋯⋯民族主义是２０世纪最强
大的政治力量，它在苏联并没有死亡。⋯⋯我们的广播必须把更多的注意力放

在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上。⋯⋯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民族主义上，应该鼓励这些

民族的人民争取获得民族权利”（尼克松，１９８９：１５７—１６０）。美国政府对前苏联
的非俄罗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持续不断的支持，是导致苏联解体及解体后各地

出现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的外部因素。

这些国家中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是否能够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在很大程

度上与该族群的语言文化特性、历史等基本上没有什么关联，而主要取决于该

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的关系。支持盟国政府镇压本国民族分裂主义运动、支持

“战略对手”国内的民族分裂主义运动，美国政府的立场始终是非常鲜明的。

“人权”和“民族自决权”只不过是这些政客手中玩弄的工具。美国是非常重视

意识形态的，鼓吹“民主政体”，反对“专政独裁”，但是我们在过去一个世纪中，

屡屡可以看到美国经常采用非常实用主义的立场，为了实际利益可以完全把意

识形态抛在一边，有时去与最专制的外国政治领袖结盟（如智利军事政变的首

领皮诺切特将军），时鼓动甚至直接参与策划推翻其他民主选举出来的政治领

袖（如智利总统阿连德）。

在“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权”问题上，欧美政治家针对不同对象所采取的

“双重标准”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这已经被他们自己的言行和许多西方学者所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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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正因为如此，我们就要对这些欧美人士对各国少数族群表示出来的“关心”

与“支持”保持一定的警惕。

四、“民族主义分裂运动”在当代的破坏性作用

（一）民族主义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作用

综上所述，“民族主义”是近代资本主义产生时出现的意识形态，它推动了

第一批西欧“民族—国家”的建立。这一意识形态和国家组织形式被介绍到东

欧国家以及后来的殖民地，在不同的内外条件下，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也发起

“民族主义”运动并建立了新的国家，有的是从原来的多族群帝国中分裂出来，

有的则在原来多族群帝国的基础上重建。其中的过程和影响因素非常复杂，结

果也各不相同。

“民族主义”在其萌发的初期，有利于打破当时多族群封建帝国的统治及对

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在实行封建统治的多族群帝国时代和殖民地时代，亚非拉

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具有进步意义。但是随

着殖民地独立运动的结束和世界范围内主权国家的普遍建立，分裂现有主权国

家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已经完全转变了。现在联合国已经达到近２００个
成员，这些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今天在一些多族

群国家的部分族群里，仍然可以发现“民族主义”思潮，一些族群要求分离出去

建立独立国家，破坏了这些国家的族群团结和社会稳定，这是当今世界上一些

国家发生族群冲突和爆发内战的主要原因①。一些外部势力则从自己战略或经

济利益考虑而推波助澜，起到了促进作用。

也正是由于看到了“民族主义”在今天对世界政治秩序产生的破坏性作用，

联合国等世界组织一再强调要尊重现有主权国家的政治统一与领土完整，１９９３
年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重申，“实现民族自决

权不得被解释为授权或鼓励采取任何行动去全面或局部地解散或侵犯主权和

独立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统一”（参见王联，２００２：２６１）。

① “一种‘狭隘’的、有分裂倾向的民族主义成为当代世界最大的政治危险源，而族裔与民族认同
（ｅｔｈｎｉｃ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仍然是各地高度紧张敏感的政治话题”（史密斯，２００２：２）。其他美国学者认
为，“意识形态和有组织的民族主义政治，会鼓励‘亚—民族主义’（ｓｕ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现代性激化了
各种社区和群体之间的斗争，而且这些斗争已经被披上了民族主义的道德合法性。⋯⋯因为第三世界的

民族建构（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是在一个领土上反殖民主义的背景下出现的，所以原有殖民地的进一步肢解的
可能性，总是威胁着这些民族的统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ｔｙ）”（ＯｌｚａｋａｎｄＮａｇｅｌ，１９８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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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民族自决权是国际生活中的无序状态而不是有序

状态的主要制造者”。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治变革，又
“以一种对社会主义的逆反方式，复活了民族主义”（凯杜里，２００２：８—９）。

事实上，人们希望通过这些民族国家的建立而能够解决的民族问题不

仅未获解决，相反，却变得更加严重了；⋯⋯“民族主义的目标既不是自由

也不是繁荣，它使二者全部牺牲在将民族作为国家模式和衡量标准的迫切

事业中了。此过程的特征是物质和道德的毁灭，以使一种新的创造能够胜

过上帝的作用和人类的利益”。（凯杜里，２００２：１３３）

世界发展到了今天，民族主义思潮不仅导致各国的分裂主义运动此起彼

伏，使得世界各地的政治形势更加动荡不安，而且民族主义者对于以“民族—国

家”为基础来重新塑造现有世界政治格局的理想，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是违反今天的历史发展潮流的。

首先，族群与国家的边界在事实上是极难相互完全重合的。每个族群都会

有一些成员居住在其他民族的国家中，在每个民族国家里也都不可避免地居住

有其他民族的成员。“地球上存在着大量潜在的民族，⋯⋯无论如何不可能使

所有的民族主义同时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政治领土单位只有采

取杀戮、驱逐或者同化所有的异族，才能在族裔构成上统一”（盖尔纳，２００２：３）。
而这种民族主义的追求也正是造成世界上各种暴力活动（通过屠杀和驱逐达到

种族清洗）和血腥内战（争取政治分裂的战争）的主要来源之一。

其次，盖尔纳指出，如果把语言作为衡量（民族）文化的试金石和标准，世界

上大约有８０００种语言，而目前世界上只有大约２００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一个
能够维持更高层次的文化的现代国家，不能小于一定的最低规模（除非它实际

上是寄生于邻国的），而地球上只能容纳数量有限的这种国家”①。事实上，这些

具有自己独特文化的“潜在的民族群体”中的“大多数只是听从命运的安排，任

凭自己的文化慢慢消失，融进某个新民族国家的更广泛的文化之中。多数文

化，都是在毫无反抗的情况下，被工业文明引入历史的垃圾堆”（盖尔纳，２００２：

６３，６２）。而民族主义运动“如果不是去创立一个民族国家，就什么意义也没有。
而由这样的国家（即符合族群理念的以族群—语言标准建立的国家）所组成的

世界，在今天并不具有可行性的前景”（Ｈｏｂｓｂａｗｍ，１９９０：１７７）。民族主义者的

① 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曾说，如果任由当代的民族主义激情不加抑制地一直燃烧下去，“那么
我们就会有５０００个国家，而不是现在我们拥有的１００多个”（《纽约时报》１９９３年２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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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与现实可能性之间、与人类社会的实际发展进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距离。

有些多少持有“经济决定论”的学者把当代的“民族主义”运动与社会的经

济发展水平联系在一起，或者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出现的民主思潮和人

权运动联系在一起。其实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当代带有分离主义

的“民族主义”运动，既发生在发达国家如加拿大（魁北克），也发生在发展中国

家如印度尼西亚（亚齐）和斯里兰卡（泰米尔）。以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为背景的
“民族主义”运动“可能在任何一种经济背景下出现———发达的、落后的、发展中

的、衰落的以及静止的经济。一般来说，族群民族主义（ｅｔｈｎｉ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与经
济发展趋势没有联系”（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５：７３）。在中国，有分离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
思潮也可能会出现在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族群中。如果以为一个族

群的经济发展了，分离主义思想的群众基础就必然会被削弱，那就是受到“经济

决定论”的影响而把民族主义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化了。

但是，在一个国家出现了新兴的“民族主义”运动，却很可能与主流意识形

态的转变有关系。每个国家、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精英分子，其中不乏怀有历

史使命感并愿意为群体做一番事业的人物。当某种意识形态（如共产主义）成

为他们的理想时，他们作为少数族群成员会成为爱国主义者，与其他族群一起

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也会成为国际主义者，来到其他国家为那里的

被压迫人民和革命事业贡献力量和生命（如格瓦拉、白求恩）。但是如果这一理

想失去了光彩，就像解体前后的苏联社会所发生的情况，他们的精神寄托就会

转移，他们如果不想消沉下去，就必须寻找一个新的可为之献身的意识形态和

自己归属的群体，“民族主义”在此时就成为自然而然的替代物，这在苏联解体

后的前各加盟国里表现得十分明显①。所以为了防止少数族群精英分子中的分

离主义倾向，一个多族群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必须保持稳定，而且不仅需要保

持形式上的稳定，还需要真正的使之深入人心。

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认为２０世纪后期的民族主义和族群冲突，

“功能”上不同于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早期历史上的“民族主义”和“民
族”，它不再是历史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Ｈｏｂｓｂａｗｍ，１９９０：１６３）

因为这些运动的旗帜，不过是

① 西方学者对此的评论是：“随着马克思共产主义作为普遍真理的失效，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
首先分裂为多中心的民族共产主义，然后分裂为族群的民族主义，他们被迫（！）转向他们各自的族群传统

及神话，希望在他们自己的共同体内实现社会的革命性转变，以此实现他们救世主式的诺言”（Ｓｍｉｔｈ，
１９９５：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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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出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幻象，⋯⋯这种民族幻象更因语意上

的错觉而膨胀，因为在今天，几乎所有国家都会自动被官方转译为“民族”

（并因此具有联合国成员资格）。于是所有的民族运动都以民族自治为追

求目标，因为这样一来，不管它们具不具民族资格，都可以把自己想像成

“民族”；而所有由区域、地方、甚至小区段发起的反中央运动，如果可能的

话，也都会披上民族主义外衣，特别是族群与语言民族主义那种款式。（霍

布斯鲍姆，２０００：２１０）
“民族—国家”在今日，显然已正在失去其旧有的一项重要功能，亦即组

成一个以其领土为范围的“国民经济”。⋯⋯未来的世界历史绝对不可能是

“民族”（ｎａｔｉｏｎ）和“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的历史，不管这里的民族定义指的
是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甚至语言上的。（霍布斯鲍姆，２０００：２１３，２２３）

应当说，从近些年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分裂运动”对于所在国的社会稳

定、经济发展和族群和睦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来看，在大多数情况下，现在世界上

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分裂活动，消极的作用远大于积极的意义。

（二）外部势力对本国“民族主义”的利用与鼓励

在殖民主义时期，西方各国在争夺殖民地、扩展政治势力范围的过程中存

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在“冷战”时期，双方阵营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相互竞

争。为了削弱竞争对手，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战略地位，挑动对方国内不同族群

的民族主义分裂运动是一个十分有效和经常使用的手法。

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欧洲各国纷纷策划敌对国家所属殖民地的

民族主义运动，以牵制敌国的兵力和物资供应。例如，德国支持北非德马格里布

民族主义者开展武装斗争反对法国殖民主义政权，同时法国和英国也积极煽动叙

利亚、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鼓动他们对抗与德国和奥匈

帝国结盟的奥斯曼土耳其人（余建华，１９９９：３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
德国也尽可能地利用苏联境内一些对苏维埃政权不满的少数民族（如克里米亚

鞑靼人、北高加索部分族群），鼓励他们组建军队反对苏联红军（布加伊，１９９３：

３３８）。在侵华战争当中，日本侵略军也极力挑动满族和蒙古族的民族主义分
子，努力建立日军扶持的民族傀儡政权，借以分化中国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一度极力支持西藏分裂势力，在美国本

土建立了专门训练藏族武装分子的训练营地，由中央情报局培训后遣送到西藏

边境从事破坏活动。直到１９７１年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后，这个训练营地才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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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苏两党因重大意见分歧而导致两国关系破裂，在

苏联策划下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曾经发生了大批少数族群边民越境事件。
与此同时，前苏联境内各民族的分裂活动始终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在

战略方面采取什么方法来削弱苏联这个自“冷战”以来最大的敌手，美国十分聪

明地选择了鼓励苏联各地民族主义思潮和分裂主义运动，作为打击苏联的重

点，从波罗的海三国到高加索地区，从克里米亚到中亚地区，美国从公开的外交

支持、每天２４小时的电台广播到中央情报局的暗中支持，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
民族主义集团都得到美国的资助。当苏联最高领导层放宽了对意识形态和民

族主义的控制时，这些势力就公然走到前台，推波助澜，促成苏联的解体。

（三）民族“非政治化”与族群“非政治化”

正因为“民族主义”是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与创建一个新的政治实体（民

族国家）的目标密切相关，所以为了消除“民族主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消极作

用，学者们换了一个思路，开始探讨如何能够使“民族”（ｎａｔｉｏｎ）逐步实现“非政
治化”的问题。

为了人类更大范围或者全人类的利益，（他们）都试图通过把民族（ｎａ
ｔｉｏｎ）变成一个剥离了所有政治意义的、单纯的文化或民俗现象，削弱它的
政治色彩，使之无害。

要想达到非政治化的目的，一个办法是把民族的文化层面从国家的政

治层面中分离出来，或者更好的办法是（把民族）从国家的区域性经济联系

中分离出来。只有后者才具有发展的世界秩序的‘真正’社会与政治重要

性，因为‘民族国家’不能够继续在其版图内包含国内市场和大规模的公共

文化。丧失了这两个公共功能以后，“民族”（ｎａｔｉｏｎ）就降到了“族裔”（ｅｔｈ
ｎｉｃｉｔｙ）、“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或者“民俗”（ｆｏｌｋｌｏｒｅ）的层次———一种纯粹的对过
去的浪漫的依恋，它与某些学者式的浪漫的文化表现是相呼应的。它以往

所有的政治方面都不存在了。（史密斯，２００２：１２—１３）

在讨论中，学者们提出了使“民族”“非政治化”的三种办法。第一种就是上

述的把“民族”从国家机器的政治层面和区域性建设的经济层面中分离出来；第

二种办法是使“民族”“非军事化”；第三种办法是使“民族”“正常化”（ｎｏｒｍａｌ
ｉｚｅｄ）和使“民族主义”“仪式化”（ｒｉｔｕａｌｉｚｅｄ）。所讨论的“非政治化”的对象是已经
建立了或可能建立国家的“民族”（ｎａｔｉｏｎ），包括现在的“民族国家”。这些学者
认为在未来的时代，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民族国家”的政治作用也将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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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淡化。但是，认为可以把“民族”限制在文化层面，至少在近几十年里可以做

到这一点，这一愿望是有些过于天真了。

无论其是否与一定的国家联系在一起，要达到使“民族”和“民族国家”“非

政治化”，这一目标无疑是十分遥远的，学者们建议的措施可能也是脱离实际

的。我们目前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民族”与“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族

群关系。我们可以暂时把“民族”“非政治化”的问题放在一旁，但是却完全不妨

借用这样一个“非政治化”的思路来分析一个多族群国家内部族群关系的发展

走向。

（四）影响各族群“民族主义”分裂活动的变量

在一个多族群国家中，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族群，并使之出现带有分离主义

倾向的民族主义运动呢？学者们一直在探讨如何建立一个有操作性的分析框

架，试图把某种多少带有量化色彩的实证分析引入“民族主义”的研究。

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建议使用两个变量来进行检验产生“民族主义”的客

观条件。由于他的研究是以美国这个移民国家为社会背景的，所以这两个变量

都与人口迁移有关。其中一个变量是人员的“迁移形式”，即一个族群的成员是

以个体形式（如个体移民）还是以集团形式（如一个地区的族群人口连同土地被

吸收）加入这个国家，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容易保持原有的族群意识，并滋生民

族主义运动；第二个变量是迁移活动的自愿程度，即这个族群的成员加入这个

国家的具体形式（属于自愿还是被外力所迫），被迫迁移的群体更容易产生民族

主义情绪。当我们把这两个变量被放到一个交叉表（表１７１）中时，可以得出４
种情况：（１）自愿的个体进入；（２）自愿的集体加入；（３）被迫的个体加入；（４）
被迫的集体加入。按照上面的次序，第一种应当最不容易出现分裂的民族主义

运动，而第四种则最容易出现分裂主义运动（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６：２６）。

表１７１ 影响族群产生“民族主义”分裂运动的变量

迁移自愿程度
迁移形式

以个体为单位 以群体为单位

自由地加入 １（最弱） ２（次弱）
被迫地加入 ３（次强） ４（最强）
资料来源：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６：２６。

许多研究文献都归纳了影响族群意识、民族主义意识的各类社会、经济、文

化、人口变量，其中讨论的比较多的有：体质、语言、宗教、群体的历史和居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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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外部势力等。从美国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看，体质因素无疑会影响到种

族—族群意识，但是并不一定会引向独立建国的民族分裂主义。如果我们不讨

论“族群”意识的演变情况，而仅仅探讨使已有“族群”向“民族主义”方向发展的

过程，把关注的主要影响因素集中在语言、宗教、群体的历史、居住的地域这４
个方面，我们就可以尝试着把它们放到一个分析模型中（图１７１）来分析它们单
独或集体发生作用的力度。这４个因素的具体定义为：（１）地域（Ｄ）：该族群是
否拥有长期聚集居住的传统地域（“领土”）；（２）历史（Ｌ）：该族群在历史上是否
形成过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３）宗教（Ｚ）：该族群是否信奉与周边族群不同的
宗教；（４）语言（Ｙ）：该族群是否使用与周边族群不同的语言。

图１７１ “族群”向“民族主义”演变影响因素示意图

这个示意图表示，当４个因素同时发生作用时（即处于核心的ＤＬＹＺ位置
时），“民族主义”运动的力度最强；而当其中一个因素不发生作用时（即处于第

二环的ＤＬＹ、ＹＺＤ、ＬＤＺ、ＺＬＹ这４个位置上），它们“合力”的力度就相应减弱；
当同时有两个因素缺失时（即处于第三环的ＤＬ、ＤＹ、ＹＺ、ＬＺ位置上），余下的两
个因素所产生的对于“民族主义”的推动力会进一步减弱；当最后只剩下一个因

素发生作用时（即最外一环的Ｄ、Ｌ、Ｙ、Ｚ点），“民族主义”的推动力为最弱。这４
个因素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和相互影响：长期聚居在一个地域在历史上容

易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或政治单元；在共同聚居的地域里语言相互融

合或互通；宗教团体和语言群体都曾努力使自己成为某种“自治”的实体，并可

能在历史上得到某种成功；语言是宗教传播的主要媒介；宗教的传播也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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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域性，从一个地区逐步向周边地区发展。这些理论假设可能与现实社会中

族群、民族的发展历史不完全相符，在考察具体案例时，还必须根据调查得到的

实际情况调整我们的分析框架。

有了这样一个粗略的分析框架，我们在研究一个地区的族群演变时，就可

以分析这些族群在４个方面的因素中，受到哪几个因素的影响，根据“合力”的
大小，判断一个族群出现“民族主义”运动的可能性和发展力度。

（五）产生和发展“民族主义”的条件

世界各国的族群构成与发展历史各不相同，各国政府和主流社会在族群问

题上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也各不相同，这些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政府的各项制

度政策对“民族主义”运动的产生与发展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表１７２
中，我们尝试把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几种基本模式进行归纳，以帮助我们系统地

理解“民族主义”的产生条件。

表１７２ 产生“民族主义”运动的社会条件和政策条件

国家的

基本性质
政府在族群问题上的基本政策

少数族群是否出现

“民族主义”

原传统多族

群帝国

族群不平等。少数族群聚居于一定地域，

曾经有过独立政治单元（前奥匈帝国）
很强的民族主义，要求独立建国

族群平等。保留各族群作为相对独立政

治单元和地域自治（前苏联）

保留甚至加强民族主义，在中央控

制放松时就要求完全独立

族群平等。少数族群主要当作“文化群

体”，少数族群相对聚居（英国）

没有很强的民族主义，但有争取本

族群权利、利益的“族群诉求”

前多族群殖

民地

族群平等。少数族群主要当作“文化群

体”（巴西）

没有很强的民族主义，但有争取本

族群权利、利益的“族群诉求”

族群不平等。少数族群主要当作“文化

群体”，但少数族群聚居于一定地域（斯

里兰卡）

很强的民族主义，要求“区域自治”

甚至独立建国

族群不平等。少数族群主要当作“文化

群体”，少数族群散居全国各地（马来西

亚）

形不成很强的民族主义，但有争取

本族群权利、利益的“族群诉求”

以移民为主

的多族群国

家

族群平等。少数族群主要当作“文化群

体”，少数族群散居全国各地（美国）

没有民族主义，但有争取本族群权

利、利益的“族群诉求”

以移民为少

数的多族群

国家

族群不平等。移民族群掌权，移民和土

著族群分别聚居于一定地域（前南非）

土著族群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要求

建立以土著族群为主导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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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表中把值得关注的多族群国家大致分为４个类型，那些基本上以一
个族群占总人口大多数的国家暂不在考虑之列。从总的态势来看，“族群不平

等”的制度与政策一般都会使得少数族群（或移民国家中的土著族群）感到不

满，提供滋生“民族主义”的温床，如果这些面临“族群不平等”政策的少数族群

在地理上相对聚居，这就为他们通过“民族自决”建立独立国家提供了“领土”方

面的可行性，所以在前奥匈帝国这样的国家里，被统治的各族群都发动了强势

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少数群体，即使面临不平等待遇，但是

因为分散居住，“民族自决”的可行性就很低。

但是“族群平等”政策并不能保证少数族群没有“民族主义”情绪，如果在平

等的大框架下努力使少数族群演变为“亚文化群体”，他们对于个人基本权利的

追求将通过“公民权”得到保障，而群体对于本族发展机会的争取和对本族特有

文化习俗的保持，将只是停留在“族群诉求”的层面，不会形成“民族主义”的分

裂运动。可是如果在“族群平等”的框架下，同时为这些族群保持了自治的行政

区域，给予这些族群相对独立的政治身份，把这些族群有关各种权利、机会的诉

求都通过制度化的安排集体加以考虑和解决，族群就会长期保持作为某种“政

治群体”的意识与形式。在中央政权强大、社会经济各方面发展与政策的实施

效果令人满意时，这些少数族群不会提出“民族自决”的要求，但是当中央政权

失去权威性，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挫折时，这些少数族群就会以自己的“自治区

域”为基础提出建立独立的国家。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就是这种情况最生动的

例子。

五、小 结

从术语的使用规范来看，我们主张明确区分开“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和“民
族”（ｎａｔｉｏｎ），把前者看作是独立主权国家中在文化等方面具有特点且具有某种
独立意识的少数群体，把后者看作是主权国家及其所代表的国家。尽管在国家

形成中的群体组合可能曾经出现过多种情况，甚至出现过两者相互演变的情

况，但是在一个具体的时空范围内，在当代的国际和国家的政治体系当中，两者

分别居于不同的层面，是绝对不能混淆的。

我们现在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族群”，但是因为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存在着

“族群”通过“民族主义”运动，根据“民族自决权”来争取把自己变为“民族”的现

象，而且正是这种力求把多族群国家中的一个“族群”升格为一个拥有独立主权

的“民族国家”的努力和诉求，是当今世界上各类社会动荡、族群冲突、内战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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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干涉的一个主要源泉。所以我们必须对“民族主义”的问题予以关注。

“民族主义”作为西欧工业化时期出现的政治现象，曾经推动了许多地区的

民族解放运动和殖民地解放运动，并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话语，在国家社会

广为流行。但是，在殖民地解放运动基本结束近半个世纪之后，世界各地均已

按照国际认可的程序建立了主权国家之后，这些主权国家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

承认并在联合国中组成了一个国家大家庭之后，如果仍然以二百年前开始时兴

的“民族主义”为旗帜，分裂肢解现有的主权国家，将必然会给社会带来动荡与

破坏。

本章简要地回顾了“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所出现的社会条件和演变历史，结

合“民族国家”讨论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作用，介绍了“民族国家”在世界各

地的发展过程，特别说明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可能出现的对不同意见和其他群

体的压制与迫害。

由于语言在“民族”意识的产生和民族边界的划分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我

们在本章的第二部分里结合语言的作用来讨论“民族主义”现象，指出语言应当

被看作是任何个人和任何族群所拥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应当把语言使用的权利

与“民族主义”脱钩。

西方政治家在“民族主义”问题所采用的双重标准，客观上鼓励和怂恿了许

多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当年在对亚非拉各国进行侵略并把它们变为

殖民地的时候，西方工业化国家从来没有尊重过这些国家的“民族自决权”，今

天一些西方国家又把支持“战略敌国”内部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作为削弱对方

的重要手段。这是人们需要加以警惕的。

也正因为各国已经建立了国家社会公认的主权国家，“民族主义分裂运动”

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主要是破坏性的。保持现有各主权国家社会稳定、族

群和睦的重要途径就是使国内的各个族群“非政治化”，使它们成为国家内部的

“文化群体”，并使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国家宪法中，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少数

族群成员）的共识，这才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与此同时，恢复“民

族主义”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使之成为凝聚国民、捍卫国家主权的精神支柱，

这才是“民族主义”在今天应当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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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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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关系发展前景的展望

“各美其美”是指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各自有一套

自己认为是美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别的民族看来不一定美，甚至

会觉得丑恶，不堪入目。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民族接触的初期还

经常发生过强迫别的民族改变它们原有的价值标准来迁就自己。

民族间能相互尊重对方的价值标准还不是太久远的事。能容忍

“各美其美”是一大进步。只有在民族间平等地往来频繁之后，人

们才开始对别的民族觉得美的东西也觉得美，这是我所说的“美

人之美”。这是高一级的境界。⋯⋯是从上面所说的超脱了自己

生活方式之后才能够得到的境界。⋯⋯“美人之美”的境界再升

华一步就是“美美与共”。不仅能容忍不同价值标准的存在，进而

能赞赏不同的价值标准，那么离开建立共同的价值不远了。“美

美与共”是不同标准融合的结果，那不就达到了我们中国古代人

所理想的“天下大同”了么？⋯⋯因之我写了这十六个字：各美其

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费孝通（１９９３：１４—１６


）

世界已经进入了２１世纪，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苏联解体后，世界的政治地图



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冷战”已经随着苏联阵营的全面瓦解和衰落而结

束，美国成为世界上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惟一“超级

大国”。前“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在积极申请加入以前与之军事对峙的“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似乎在“冷战”期间成为国家集团分水岭的意识形态因素已经

完全消失。与此同时，在“９·１１”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布什总统在讲话中提到了
“圣战”，激起伊斯兰教各国的强烈反响，许多国家的穆斯林民众把美国发动的

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看作是对伊斯兰教的战争。而在前南斯拉夫各地发生

的流血冲突与内战不可否认地带有很强的宗教色彩，似乎宗教与种族因素取代

了意识形态正在上升为影响国际关系和各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在新的世

界政治与文明格局中，人们非常关注世界各地的族群关系今后将会沿着一个什

么样的方向发展。

现在世界上各国之间、国家内部族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本质上看究竟

是“种族”之间的冲突？是“文化”（语言与宗教）的冲突，是“政治”（政治权力与

相关的经济利益）的冲突？还是实质上仍为政治冲突但在表面上采取了“文化”

冲突的形式？这些因素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在研究民族和族群关系时，

应当主要从什么角度来理解和进行分析？这些就是我们在本章中将要讨论的

问题。

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除以上问题外，这一章还结合族群关系今后长远发

展趋势对一些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也将讨论一些与族群关系密切关联但我

们在前面各章没有机会予以讨论的专题，如族群与地域的关系、族群与宗教的

关系，等等。最后，对中国社会学在族群关系研究方面的前景也将做一些初步

讨论。

一、族群—文明之间的冲突

（一）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但是一些美国学者和政治家对于世界前景仍然存在

着忧虑。亨廷顿（ＳａｍｕｅｌＰ．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在他１９９６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与世
界秩序的重建》（ＴｈｅＣｌａｓｈｏｆ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ｍａｋｉｎｇｏｆ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

１９９６，ＮＹ：ＴｏｕｃｈｓｔｏｎｅＢｏｏｋ）一书中，承认世界是多极和多文化的，认为冷战之
后的政治和军事冲突将不再以意识形态和国家为分界，而将在以宗教和文明为

基础的各种族和民族之间展开，特别是在各国内部将会以宗教和族群为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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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战争”。

关于亨廷顿的观点，世界各国的学者提出许多不同意见甚至尖锐的批评。

有的学者指出：首先，亨廷顿过分强调了世界上各种文明之间的差异，而没有看

到在几千年的文明交流过程中，各个文明之间所存在着的共性。这些共性，恰

恰就是各文明之间能够相互沟通与和平共处的基础条件。其次，亨廷顿对“文

化”（ｃｕｌｔｕｒｅ）的定义与文化之间的边界没有做出清楚的说明，世界上许多“笼统
的”文化是与语言、宗教相互交叉的，很难清楚地划分出彼此的边界。第三，“文

化”在结构上应当被理解为一个多层次的系统，至少应当区分出族群文化、民族

—国家文化、几个国家共享文化这样三个主要层面。例如“印度文化”与“印度

教文化”、“中华文化”与“儒家文化”就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因为前者包容了后

者，是后者与其他文化（印度的伊斯兰教文化和锡克教文化，中国的道教文化、

佛教文化、伊斯兰教等）的综合体。第四，文明之间的冲突必须有政治实体作为

矛盾各方的操作“单元”或行为“载体”，所以无法回避“民族—国家”这个现代的

政治实体形式，而“民族—国家”的利益与“文明”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Ｂｅ
ｈｅｒａ，１９９５：４８—５１）。从这几个方面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多少有些把人类
世界中的文化现象看得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了。

亨廷顿援引了沃勒斯坦的“文明”定义，指文明是“世界观、习俗、结构和文

化（物质文化和高层文化）的特殊联结。它形成了某种历史总和，并与这一现象

的其他变种（即使不总是同时）共存”，然后强调“人类群体之间的关键差别是他

们的价值、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不是他们的体形、头形和肤色”。因此种族

体质差异是不重要的①。他提出的认同次序为：文明（ｃｕｌｔｕｒｅ）、民族（ｎａｔｉｏｎ）、族
群（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和部落（ｔｒｉｂｅ）（亨廷顿，１９９９：２５，２６，１３３）。但是亨廷顿在各种
“文明”之间，并没有采取“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而是明显地偏好西方的基督

教文明，对伊斯兰教持有明确的批评态度，他声称“穆斯林的边界是血腥的，其

内部也是如此”，并且认为“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

争的原因”，同时危言耸听地宣称“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战争的

潜在根源”。他在全书的最后一章甚至虚构出２０１０年中美之战的发展脉络（亨
廷顿，１９９９：２９０，２３０，３６１—３６４）。由于亨廷顿承认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样具有
很强的排他性，也承认儒家文化和佛教具有较大的宽容性，所以他把中国视为

① 这里也多少反映出亨廷顿的美国背景，如果他特别强调种族体质差异在未来社会冲突中的重要
性，那么占美国人口２６％的非白种人（包括拉丁美洲人）将感到他们与白人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从而使
美国变为一个种族战争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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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威胁的论断与他的其他观点是相互矛盾的。假如中国的崛起真的会引发

战争，那么引起挑衅的一方，应当是强烈排斥异己力量、积极干预他国事务的西

方基督教国家。

（二）当今世界上的主要矛盾

现在世界上的主要矛盾可以大致被划归为三个层面：

（１）多族群“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群矛盾。主要为族群之间因为政治待遇
不平等、发展水平不平衡、发展中利益分配不满意等方面的问题而产生的族群

之间的矛盾、以及某些族群在这些方面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

（２）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各个国家之间的战略与经济利益的冲突。对
于原材料供应与产品市场的开拓与保障，不仅会牵涉到原材料出产国和产品购

买国，而且会导致生产国之间的相互竞争，竞相采取各种外交和经济手段来削

弱竞争对手。这类矛盾有可能导致国家之间关系紧张、新国家“同盟”关系的出

现。

（３）国家“集团”之间出现的矛盾。“集团”的形成过程中既可能含有意识形
态的色彩，也可能含有经济利益、地缘政治的因素。例如在“冷战”时期界限分

明的“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两个政治与军事同盟集团之间的

对峙，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与利益分配方面的“南北关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集团的组合以及集团内部各个国家之间的紧密程度总是随

着形势的变化而处在不断的调整过程中。

这三个层面的矛盾既可以用意识形态为旗帜来进行社会动员，作为国际集

团矛盾的例子是“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它们之间最鲜明的矛盾是意识形态的

对立；也可以用捍卫国家主权作为旗帜，如前苏联和中国之间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
年代发生的矛盾与边界冲突；还可以用族群的传统文化或宗教为旗帜来进行社

会动员，如发生在科索沃塞尔维亚族和阿尔巴尼亚族之间的冲突；同时三个层

面的矛盾还可能交织一起，外部势力为了达到削弱某个国家的战略目的，会有

意识地挑起这个国家内部的族群矛盾以努力造成其政治的不稳定甚至国家的

分裂，如西方国家对前南斯拉夫波黑共和国穆斯林派别的支持、对俄罗斯内部

车臣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支持、对我国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支持。

这三个层面的矛盾，可能存在着不同“文明”和不同宗教的背景，各个宗教

的排外程度也各不相同，在实际进程中，文化、宗教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等因

素时常交织在一起，使得这些矛盾的积累、建构、表现的形式与内容十分复杂，

仅仅用“文明”和宗教为基线来勾画未来世界的政治地图和战争图景，显然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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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简单化了。但是亨廷顿的这本书仍然会给中国人带来不少启发，使我们了解美

国人思考国际政治的思想方式，以及他们对西方意识形态和基督教文明的执着。

二、族群问题的“政治化”与“文化化”

（一）族群的“政治化”倾向

我们在前面曾经讲过，与“民族”相比较，“族群”主要体现出来的是文化群

体的性质。一些西方学者注意到，在当前“全球化”的进程中，无论是国家之间

以及各个国家内部，都在出现一个把族群问题“政治化”（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ｉｎｇ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的
倾向。美国政治学家罗斯柴尔德（Ｊｏｓｅｐｈ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在１９８１年出版的《族群政
治学》（Ｅｔｈｎ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就是专门研究“族
群政治化”的一本著作。他在这本书的导言部分写道：

与传统国家不同，在现代国家和转型国家中，政治化的族群问题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ｅｄ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已经成为体制、国家、统治集团和政府取得或丧失其
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决定性的原则问题。与此同时，它也已经成为对于权

力、身份和财富的社会竞争中得到世俗利益的一个有效工具。（Ｒｏｔｈ
ｓｃｈｉｌｄ，１９８１：２）

其原因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

“科学、技术、组织经济互相依赖的全球化是一个不均衡和没有顺序的

过程，这使得一些地区和一些群体占了便宜并它们得以把自己的利益和占

先的优势从结构上得以强化，也使得其他地区和族群边缘化和居于从属地

位”。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会出现两组矛盾：（１）反映地区和族群之间在结
构上不平等的矛盾；（２）在形式上的承诺（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ｍｉｓｅ）与具体实施
结果（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之间的矛盾。（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１９８１：４）

而在族群利益的冲突中，

统治地位的族群和居于从属地位的族群双方都把国家机器视做族群

矛盾的守门人和冲突的控制者。因此对于它们来说，不论是国家之上的还

是在政府机构中的排他性权力与参与权都成为决定性的需求与目标。对

于这一诉求来说，它们的最便利、最具有可行性和最有效的意识形态工具

就是政治化的族群，而沿着矛盾和冲突发展的错误路线，这很容易被动员

起来。（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１９８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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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利益集团无法把自己正式组织起来时，他们就会试图———通常是无

意识地———利用某种可行的文化机制来把自己凝聚成所需的组织。正是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性的族群就诞生了。（Ｋｅｙｅｓ，１９８１：１１）

换言之，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体制变迁和各种权力、利益的重新调

整，使得各个族群在这些变化中积极去捍卫和争取本族的权力和利益，而不管

是处于有利地位的族群还是处于不利地位的族群，都会努力推动族群的“政治

化”，以此来动员自己的追随者并以族群为单位建立一个争取政治权力的集团

基础。

由于族群也可以满足人们非政治性、前政治性和初期政治上的其他需

求，如在感情、文化、道德等方面的需求，族群因此被人们研磨成为锋利的

政治利刃。在这些需求中，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推动科学的现代化进程

的那些专家所理性提出的对于相互之间保持一定心理距离的要求、保持某

种社会自治的要求，却恰恰催化了矛盾、冲突并加快了族群的政治化。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１９８１：５）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学者们和政治家们都十分强调人的解放，提倡“民主、

自由、人权”等等，要求尊重社会的多样性和多元化，要求政府少干预人们的生

活，要求有一定的社会自治，但是这些理念和有关的做法在客观上却把族群问

题突出出来，使之成为一个社会利益与权力斗争的政治载体，使族群越来越带

有“政治组织”的色彩。

族群的政治化把个人对于人生意义和归属感的需要转化成为群体对

于尊重和权力的诉求。与此同时，它也使族群在感情上所具有的心理—文

化动力在社会的公共领域中纳入了一个方向，使其发挥出某种工具性的作

用。（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１９８１：６）

这里对于个人需求向集体诉求转化的分析，是十分值得我们注意的，这种转

化就是“政治化”，而从集体诉求向个人需要的转化，也可以说就是“非政治化”。

事实上，许多观察家被近期政治化了的族群问题开始带来的不稳定影

响所惊呆并感到震撼，他们把它理解为因决不妥协的价值观和权力要求

（如对于自决、群体身份、领土控制的要求）所启动的带有绝对主义色彩和

“零和类型”（ｚｅｒｏｓｕｍｔｙｐｅ）① 的政治活动。而且对于社会秩序而言，它比

① 即一方的获利必然引起另一方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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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功能性利益群体的政治活动更加危险。⋯⋯更为准确地说，族群政

治有时会产生灾难性的暴力事件，这确实是事实。这些暴力冲突，在现代

化以前工业革命初期的阶级斗争中，在族群政治化以前的农民起义中，也

都曾经发生过。（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１９８１：６—７）①

由于发展与变迁所带来的任何社会矛盾，如果被政治化而变成为集体性

（无论是阶级、种族、族群、宗教集团、特定的利益群体）而且不妥协的政治诉求，

都有可能演变成灾难性的群众暴力。这样的暴力会破坏现有的社会秩序、各种

制度与规范、经济活动、人际关系，无论其结果是“革命成功”、“旧制度复辟”还

是外来势力掌权，这个社会都会元气大伤，原有的一切都不得不重新组织、重新

建立。

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也曾明确地谈到“族群”“非政治化”的观点，他

认为“必须授予所有民族、种族和其他少数集团最充分的文化自治权利。政治

主权永远不能与族属相联系，因为这种联系会导致民族主义的危险爆发”（格罗

斯，２００３：１５）。这也即是提出要把族群“文化化”。
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主流社会一直实行着把族群问题“文化

化”的政策导向。“美国人的经历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民主政体作为杰出的意

识形态发明，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它不要求公民放弃他们自己的民族（族群）、宗

教或者其他的忠诚，除非这些威胁到民主进程本身”（弗格森和曼斯巴赫，２００３：

５６—５７）。在政治一体化的同时，美国政府和主流社会极力引导人们把族群差
异、宗教差异看作是“多元文化社会”中的“文化差异”。

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在讨论与处理种族、族群关系时十分强调“文化多元

主义”，但同时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非常重视各种族、各族群的“政治一体化”，

只是在讨论族群问题时不公开这样提而已。因为即使在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的

美国，处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少数族群（黑人、土著印第安人）及其组织依然存在

着“民族自治”并建立独立国家的倾向（Ｙ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６：２５），这种倾向当然会受到
美国政府的严密监控与全力压制。

（二）政治层面与文化层面上的“族群”

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在论述“种族”（ｒａｃｅ）、“民
族”（ｎａｔｉｏｎ）和“族群”（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时曾强调“种族”是“以基因遗传的群体”，“民

① “此外，许多当时对于工业革命的研究者认为在工资、利润、地租等分配方面的冲突也是决不妥
协、‘零和类型’的冲突，后来这一看法被证明是错的”（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１９８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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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是“历史的社会—政治群体”，而“族群”是“文化群体”。他又指出，尽管“族

群”是个文化群体，但“在实际中，族群这一概念与民族一样与国界相关联，尽管

这一点从未包括在其定义之中。不同之处仅仅是一个国家通常只有一个民族，

但可能有很多族群”（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１９８７：３８１，３８５）。而且正如我们在以前章节里
讲到的，主要作为文化群体而存在的“族群”和主要作为政治实体而存在的“民

族”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各族群及其领袖人物会积极在政治层面

上争取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在有的国家里，政府也会给予族群一定的政治空间。

在一定的内外条件下，族群和民族之间可以相互转换。

沃勒斯坦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在北非的摩洛哥有撒赫拉维人（Ｓａｈｒａｗ
ｉ），他们有自己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Ｐｏｌｉｓａｒｉｏ），坚称撒赫拉维是一个“民族”
（ｎａｔｉｏｎ）而且这个民族已经有１０００年的历史，但是如果去问摩洛哥人，他们就
会完全否认撒赫拉维“民族”的存在，撒赫拉维人只是摩洛哥“民族”的组成部

分。沃勒斯坦认为从理论上无法解决两者的分歧。但是如果在几十年后，撒赫

拉维人的民族主义运动组织在解放战争中赢得胜利并独立建国，那么撒赫拉维

“民族”“就曾经存在过”，如果他们失败了，这个“民族”就从未出现过，“２１００年
的历史学家将认为这问题已解决，更有可能认为这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沃勒

斯坦，２００４：１１６）。有些国家的少数族群为了使自己的分裂主义运动具有某种
合法性，也会努力“证明”本族群曾经是一个政治相对独立的“民族”而且具有悠

久的历史，而这些“历史”的可信度并不为政府和其他族群所承认。但是一旦由

于某种机缘，这个族群确实争取到了独立，那么这一套“民族历史”也就成为新

国家历史的正式官方文本了。

（三）“族群”关系的制度化

由政府正式确认每个公民的“族群”身份，这一做法就是把“族群”和“族群

边界”制度化，使之成为一个正式制度，任何跨越这个身份的行为（一个公民改

变自己“族群身份”）都必须得到政府的认可，需要经过一个正式的官方审批手

续。“边界的维护是一个族群的中心任务。一个族群如果失去了维护边界所需

要的自外部进入的阻力与内部的同化压力，其成员就会不再具有相互认同的标

志”（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２０００：１０９２）。这种安排对于族群成员之间的相互交往与族群融
合，无疑制造了制度性的障碍。族群边界的“清晰化”和个体“族群身份”的固定

化，使得族群边界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而当族群身份与某些优惠政策或歧视政

策相关联时，族群边界就进一步成为政治问题。

如果我们试图系统地分析族群关系的发展趋势及最核心的影响因素，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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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试想一个三维的立体空间，三个维度（族群意识、族群分层、族群制度化）构

成一个正方体，原点Ａ表示族群意识减弱到几乎没有，完全不存在把族群关系
“政治化”和“制度化”的现象，同时族群（经济、社会）分层也不明显，在这种情况

下Ａ点表示已经实现了族群融合。ＡＤ维度表示族群分层的发展与显著化，族
群分层的加剧（从Ａ点向Ｃ点移动）会引发族群成员通过政治手段改善本群体
境地的愿望；ＡＥ维度表示政府对族群关系采取的“政治化”和“制度化”措施与
政策，这些制度、措施、政策的制定、实施（从Ａ点向Ｅ点移动）会诱生、固化、加
强族群意识，鼓励族群通过政治手段追求本族群的政治与经济利益；ＡＣ维度表
示族群意识的程度，从Ａ点向Ｃ点的移动标志着族群意识的不断增强并转变为
“民族意识”。在这三个维度的方向同时发展的形势下，族群关系的状况将从Ａ
点发展到Ｂ点，即在“政治化”和“制度化”不断丰富强化的进程中，族群分层也
在加强，族群意识不断强化，最后通过对“民族主义”运动建立独立的“民族国

家”，族群的政治分离获得成功。

我们根据前苏联的案例发现，不应当排除政策采取的某些制度和政策会改

善族群分层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ＡＤ维度没有发挥作用，但是族群关系仍然
从Ａ点走到了Ｆ点，这是在特殊意识形态环境下走向“民族自决”和“民族国家”
的另一条道路。

图１８１ 族群关系演变的三个维度

这两种道路（即Ａ→Ｂ和Ａ→Ｆ）在表现形式上有什么不同呢？当族群关系
同时沿ＡＥ、ＡＣ和ＡＤ三个维度方向同时发展时，族群关系的疏远、恶化与冲突
会表现得十分明显，人们对“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也看得十分清楚。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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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关系沿ＡＥ和ＡＣ两个维度的方向发展，但族群分层维度保持不变甚至有
所改善时，人们会观察到因“制度化”而明晰的族群边界和因“政治化”而保持的

族群意识的存在，但是不一定会观察到轰轰烈烈的“民族主义”运动，在这种形

势下，明晰的族群边界和强化的族群意识会在其他条件适宜的时机突然地表现

出来，在人们目瞪口呆之时，以人们料想不到的速度完成民族的独立。上个世

纪奥匈帝国的解体是“Ａ→Ｂ”路径的一个例子，而前苏联的解体则可以说是“Ａ
→Ｆ”路径的最好例子。
族群关系的制度化可能会出现“正”和“负”两种作用，优待弱势族群的政策

可能会改善族群分层的状况，歧视弱势族群的政策则可能会强化族群分层。尽

管“制度化”政策强化了族群意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和一定的条件下，优惠

政策可以缓解因此而带来的族群隔阂与矛盾。但是优惠政策并不会淡化族群

意识，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化解与平衡制度化造成的族群意识的加强，所以优惠

政策带来的局面会是族群合作，可以避免族群冲突，但是也无法真正推进族群

融合。前苏联把族群问题“政治化”和族群关系“制度化”，实施了大量优待少数

族群的政策，明显地改善了族群分层状况，缩小了各族群之间在社会经济发展

方面的差距，一度形成了族群合作的局面，但是族群意识并没有弱化，而且在

“制度化”的基础上通过“区域自治”而强化了族群的政治意识。一旦国内外形

势发生大的变化，这种强化了的族群政治意识就会转变为“民族主义”运动。

对于造成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出现的民族分裂主义运动
的原因，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观点。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把民族问题高度政

治化、制度化的做法，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极力使本国种族、族群问题“文化化”的

思路显然是很不相同的。有的学者指出，不能忽视“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这种

联邦国家中的重要事实，即其领导阶层并没有镇压民族主义的认同，而是为了

促进自己的权威，在本质上铭记这些认同并利用它们”（坎贝尔，２００３：２３７—

２３８）。至于保留甚至强化民族认同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可能不同意以上的解
读，但是这一观点至少明确指出了前苏联等国家在对待民族认同的基本态度和

制度安排上与西方国家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一差异与后来族群关系的发展

趋势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历史上的“复线”轨迹与今天的“复线”轨迹

我们在第五章中曾经介绍了杜赞奇关于中国历史叙述结构中的“复线”轨

迹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文化主义”和“汉人民族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曾经交替

出现于中国历史上的观念与思潮（叙述结构）当中。如果我们把这个思路从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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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和民国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国，这一“复线”轨迹的思路也许会给我们提供进

一步的启迪。

晚清时期的保皇党坚持的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主义”族群观，以儒家文化为

群体认同的标准，主张把接受了中华文化的满族和其他族群都视为“中华”的成

员，以此为基础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族群“文化化”的观

点。而当时激烈反满的革命党，则坚持汉人“民族主义”族群观，把汉、满等各族

群看作是各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从而把汉满之间的族群关系“政治化”、族

群边界清晰化，强调满、汉不同“种”，否认各族群成员之间已经出现的文化融合

和认同意识的融合，坚持要“驱除鞑虏”，才能“恢复中华”。

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前苏联的“民族”理论，从社会革命、民

族平等这样的政治层面来表述中国的“民族关系”，客观上也继承了“辛亥革命”

中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族群观。而国民党和蒋介石则否认这些族群为“民

族”，认为它们只能算是“宗族”，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似乎继承了保皇党“中国

文化主义”的族群观。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和一系列制度化措施与政策，

实际上继承了晚清革命党把族群“政治化”的思路，把“中华民族”和５６个“民
族”都看作是政治实体的表现形式，前者以国境线为边界，后者以“自治地方”为

边界，两者虽然层次不同，但是理解它们的基本思路相似。在对这些“民族”进

行“识别”并确定各自的“自治地域”之后，就开始有意或无意有选择地搜集和利

用各种“史料”来构建“民族”话语，包括在对史料进行重新诠释的基础上构建

“民族历史”，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今天我们提出的把族群问题“文化化”的思

路，也许可以说是对传统“中国文化主义”族群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进

入２１世纪后，我们很可能还是依旧在“中国文化主义”族群观和“民族主义”族
群观这两条“复线”的历史轨迹上交替行进，在行进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各式各样

的探讨和争论，当然，最后这些争论的正确与否都是会由社会实践来检验并做

出判定的。

（五）文化的多层面

针对多族群国家的内部结构框架，我们曾经提出“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

设想，希望强化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ｎａｔｉｏｎ）和国家，而把族群逐步地引导到
主要代表不同文化群体的角色之中，把族群关系用“文化多元主义”的思路来引

导。同时在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国家的层面，强调所有公民在政治及宪法规

定的所有权利和义务方面的平等，包括维持和发展自己独特文化（包括语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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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的权利。

哈贝马斯在《后民族结构与民主的未来》一文中曾强调指出，“只有当国民

转变成为一个由公民组成的民族，并把政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才会

有一种民主的自决权。但是，对‘臣民’的政治动员要求混杂在一起的人民在文

化上实现一体化。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有了它，民族观念也就付诸了实现；而

借助于民族观念，国家成员超越了对于村落和家庭、地域和王朝的天生的忠诚，

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集体认同”（哈贝马斯，２００２：７６）。这即是说，在民族国家
的层面上，同样需要建立起某种“文化的一体化”，否则就很难在民族—国家层

面上建立这种新的“集体认同”。我们在前一章谈到“一个民族国家，非常需要

从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统中提供一个各族共享的‘共同文化’”，这与哈贝马

斯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正如同我们可以把“政治结构”划分成不同的层面一样，我们可以把“文化”

自身也划分为不同的层面。哈贝马斯提醒我们，需要在国家层面也建立具有共

同性的“文化”。所以，应当把一个国家内部的“文化”也看作是一个多层面的结

构，至少具有“民族”（国家）和“族群”这两个重要的层面。

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至少需要一种或几种“族际共同语”作为各族群

共享和一致认同的文化交流工具，需要各族群在基本价值观念上的彼此认同，

以及对于各族群在“族群”层面上所保持的特殊“文化”持有一种“承认、平等相

待甚至欣赏”的态度。而在“族群”层面上，各个族群保持的特殊文化应具有平

等的法律和社会地位，每个族群对于其他族群的不同文化应采取宽容的态度并

相互承认，和谐共存，不存在相互排斥冲突（如宗教极端分子鼓吹的“圣战”）的

观念和行为。在这两个层面之间存在着密切和彼此依存的关系。如果没有民

族—国家层面上的共同文化与观念，在族群层面上的不同文化就难免会彼此冲

突，无法和谐相处。因此在国家层面单靠政治制度和行政约束还是不够的，还

需要建立某种统一的文化认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关注哈贝马斯关于在

国家层面“文化一体化”的观点。

（六）“民族构建”与“民族认同”的基础

一位长期研究前苏联的印度学者，把前苏联与印度在“民族构建”上的思路

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在推翻沙皇俄国的地理版图基础上建立的前苏联，在创

建“民族认同”时很大程度上强调的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如我们在前一

章讨论过的，这一做法带有很大的危险性。因为把这些族群联系起来的政治纽

带单一化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样一旦这一政治纽带出现断裂，国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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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随即失去了政治基础。

在汉人的头脑里，“中国人”、“中国公民”的身份意识是自然而然的，是他们

群体意识体系中属于核心层面的关键认同。但是我国的其他族群（如藏族、维

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等）是否都具有同样的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

呢？在这些族群的广大民众当中，在“中国人”和自己族群这两个层面的认同意

识方面，哪个层面的认同更为核心和更加重要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

进行大量的调查与研究才能确定，而不能靠“想当然”。同时，民众中的认同状

况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加以引导和改变的，如１９９７年回
归以后香港人对于“中国”的认同意识即在不断加强。人们的族群意识和认同

格局是依环境和各类影响因素而处在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之中。

如果我们承认有些族群在对“中国人”、“中华民族”的认同上与汉族之间存

在着差别，确实存在着有些人在意识中把对本族群的认同置于对“中华民族”认

同之上的现象，我们就需要注意在少数族群成员当中培养与加强对“中华民族”

的认同意识。由于汉人通常把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看作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以

汉族为主体的政府部门在重视落实少数族群政策的同时很容易强调少数族群

的“自我认同”而忽视对他们进行“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培养与巩固。这样，政

府在落实“民族政策”、宣传“少数民族权益”的同时，很容易在客观上淡化了原

来就比较淡漠与脆弱的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造成“矫枉过正”的重大偏

差。

在建立和巩固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国民认同”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

两种偏差。

第一种偏差，是强调某一类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各族群

之间共同的“国民认同”，忽视本国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同文化方面的认同基

础。这样，在意识形态出现变化、政治结构出现松动时，各个族群原有的以本族

文化（语言、宗教等）为基础的“族群认同”就会发展成为以建立独立“民族—国

家”为目的的“民族主义运动”。这就是前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教训之一。

第二种偏差，是想当然地把“国民认同”视为已经存在并且“牢不可破”的共

同基础，为了协调和改善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而片面强调发扬（少数）“族群”的

传统文化、强调保护（少数）“族群”的政治与经济权益、维护（少数）“族群”的边

界和传统居住地，把“族群”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但是同时却忽视了在各个少

数族群民众与官员中对于“国民认同”的发展与巩固。这第二种偏差是前苏联

在民族问题上的教训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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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在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存在无数个大小不同、彼此独立的土邦①，是英

国殖民政府把这些土邦组合到一起的。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印度政府自独立

后就积极致力于在全体国民中发展“印度人”的共同认同，从历史文献和文化传

统中努力缔造一个可以凝聚各个族群、各个宗教群体的“印度的共同文化”，以

避免第一种偏差。所以尽管印度存在多种宗教（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耆

那教、基督教等）、多种语言（都以英语为族际共同语）、多个族群（孟加拉人、泰

米尔人、旁遮普人、比哈尔人等）、多种政治上的意识形态（现在仍有３个邦由印
度共产党执政），人们把“印度”看作是一个具有共同文化和历史的共同体，各个

群体在文化传统上是密不可分的，印度的电影在建立这一创建文化—历史共同

体的努力中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印度政府积极克服第二种偏

差，在尊重各种宗教和族群平等权利的同时，竭力建立全体印度人的“国家”意

识，明确地把国家意识置于各个族群、宗教群体之上。现在虽然印度各地也有

各种因族群文化差异、宗教差异、语言差异以及地方利益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异

等带来的各种矛盾，出现过政治领导人被刺杀的恶性事件，但是没有出现真正

威胁印度统一的民族分裂主义运动，所以在族群关系上努力克服这两种偏差，

可以说是印度建国以后重要的成功经验。

这个以“民族—国家”为单元建立的“共同文化”究竟是什么？很可能是一

个包含了多元成分的“复合文化”。首先，它不是简单的与意识形态挂钩的“政

治文化”，因为具有现代政治性的意识形态的历史一般比较短暂，缺乏历史延续

性和持久性；其次，它也不是简单的以政治实体的地理边界为基础的“国家认

同”，因为在历史进程中，政治实体的地理边界往往发生过多次变化，是不稳定

和容易引起争议的；第三，它也不完全是以语言或宗教这样的文化传统为基础

的“文化认同”，因为一个“民族—国家”内的各族群很可能使用不同的语言、信

仰不同的宗教。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以“民族—国家”为单元建立的“共同文

化”应当是以上各种认同的综合体，以上的各种认同都应当是“国民认同”的组

成部分。但是在不同的多族群国家中，依照其历史发展与具体国情，以上各种

认同在共同组成“国民认同”中所发挥的作用、所扮演的角色可能不完全相同。

① 当时英国统治下仅享受各种“礼炮待遇”的土邦就有１１５个，其他土邦不享受“礼炮待遇”（林承
节，１９９５：７９５—７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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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族群与国家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许多族群可以共同组成一个帝国或现代国家，同时

在一定条件下，一个族群也可能通过“自决”而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那么，

族群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哪些特点？在对国家发展历程的考察中，我们又可

以得到哪些有助于我们理解族群问题的启示？

（一）公民国家（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ｙ）和部族国家

如果我们借用西方学者常用的“国家—社会”对应的概念，国家被大致地分

为两大类：公民国家（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ｙ）和部族国家。

公民国家建立在政治纽带之上，并且诉诸于政治纽带，其核心制度是

公民权；部族国家把政治认同于种族起源和种族身份联系在一起。在一个

现代多元国家，政治联系与认同与种族纽带与认同之间被明确地分开。

⋯⋯公民权制度在不分种族或血统的情况下，保证国家所有成员平等的或

相对平等的权利。公民权是现代民主的公民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

它提供了一种将种族上的亲族认同与和国家相联系的政治认同相分离的

方法，一种把政治认同从亲族关系转向政治地域关系的途径。⋯⋯（而）民

族主义部族国家是一个与现代社会基本人群和政治权利持久冲突的政治

信念和制度。（格罗斯，２００３：２６，３２，３７）

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既不是宗教国家，更不是单一族群的部族国家，而

是建立在公民权制度基础上的多族群的“公民国家”。

公民权是罗马共和国和后来罗马帝国的一项高度发达的制度，公元

２１２年，公民权扩大到帝国境内所有的居民。不分其族群和宗教，授公民权
给所有人。⋯⋯这种实践在后来继续发扬光大，直到几个世纪后它变成世

界性的帝国。⋯⋯在公民国家里，只要族群行为不危害法律统治，族群认

同便是私人事务。与此同时，族群的亚文化特征仍然存在。（格罗斯，

２００３：１８４）

这与中国历史上对待少数族群的基本态度是相似的，凡是接受中央皇朝统

治的族群，都被认为是“天朝子民”，虽然没有如同罗马帝国那样明确的“公民

权”，但在皇朝的心目中，在所有的“天朝子民”与皇帝的政府之间是相互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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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义务的，皇帝和朝廷在灾荒期间有责任赈灾，遇外敌入侵时有责任派兵防御

保护，和平时期也有责任维护社会治安、提供救济和福利，而天朝的“子民”们也

必须纳税服役。近代新疆实行屯垦时，有的官员对于把南疆的维吾尔族迁往北

疆的提议感到担心，当时在新疆服役的林则徐曾给皇帝上奏折，指出新疆各族

都是朝廷子民，应一视同仁，诚心相待。他的奏折被采纳，这件事也反映了满清

皇朝对边疆少数族群的基本态度。

“公民国家当然是多元文化的，但是一个运转良好的国家也需要统一、互相

尊重与合作，拥有共同的价值和准则”（格罗斯，２００３：２３５）。换言之，只保障了
各族群及其传统文化的“多元”还不够，同时还需要维护国家的统一，需要保持

“一体”的整体结构，同时在文化层面上还需要“拥有共同的价值和准则”即形成

某种“共同的文化”，这才是一个有文化基础的、完整的、可持续的政治实体。

英国的阿克顿早在１８８２年就主张建立多族群的“公民国家”，他指出“几个
民族共存于一个国家之内，是对自由的一个考验，同时也是对自由的最好保障，

它同时也是文明的主要工具之一。⋯⋯在政治疆界和民族疆界重合的地方，社

会就停止进步，民族将重新回到不与他人交往的人们所处的封闭状态”（格罗

斯，２００３：９４）。这与美国的“文化多元主义”的思路基本相同。多族群和多元文
化，应当被看作是一个国家的优势，具有文化创新的巨大潜力。只有一个族群

并且自我封闭的国家，很容易造成眼界与思路的狭隘，不利于社会发展。

与多族群公民国家的观念相反，部族民族主义则要求“建立一个单一民族

的国家，一个由单一种族构成的国家。所有少数民族都应当通过人口交换而迁

移出去，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武力强制手段。⋯⋯今天，人们对把民族混

居或种族混杂的社会变成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所采取的途径，已经知道得非常

清楚：这就是对少数民族进行的大规模驱逐、各种各样的歧视、种族屠杀和最后

解决。让少数民族大规模出走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手段就是恐怖。一次单独

的残忍行动，一次暗杀，都可能引起人口的逃亡”（格罗斯，２００３：１２２—１２３）。这
种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愿望，往往与历史上多次出现的种族清洗、种族屠杀联

系在一起。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德国就是在建立一个日耳曼人国家的目标指

导下，杀害了６００万犹太人和其他族群的成员。前南斯拉夫各国在内战期间，
曾发生了大规模种族清洗事件。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也提出“消

灭主权共和国，把它们改造成通常的省，把社会分解成俄罗斯族和俄罗斯人，把

后者再分解成土著的和非土著的，把非土著的赶回到他们历史上的长久居住地

区去，把非俄罗斯族出身的人‘改铸’成俄罗斯族”的主张（李方仲，２０００：２３）。
这无疑是所有族群和全体人民的灾难：犹太人被屠杀是犹太人的灾难，当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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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最终为他们的这一暴行付出代价时，这个代价对于德国人也是灾难。民族主

义的国家观念，是人类暴行的重要起源之一。

民族主义的建国愿望，通常是在“民族自决”的旗号下实施的。“民族自决

权是以大多数人的‘普遍意志’的合法性为其理论基础的，并且也包含着这个概

念的危险性，它也可以使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合法化”（格罗斯，２００３：１１２）。
所以看似维护本民族成员“人权”的“民族自决权”，在具体实施中很可能会损害

其他族群成员的“人权”。

（二）少数族群的“政治化”与民族自治共和国

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即使以前曾经以独立政治实体存在过、或者曾

经具有很强的政治与领土意义的“民族”，如果今天它已经是一个国家的组成部

分，从人类社会的利益或自身的利益出发，它也应当步入上述这一“非政治化”

的进程，更何况是从来没有独立过或不曾有过很强政治意义的族群。但是在一

些社会主义国家里，建国后恰恰走的是一条相反的“政治化”的道路，如前苏联

通过设立“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域”等制度化措施，不仅加强

了各族群在国家机器和政治层面上的意义，也加强了族群在区域性经济活动中

的意义。

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１９２３年斯大林）在没有民族国家的广大地区很
轻率地人工制造‘民族国家’。⋯⋯不仅用人工方法‘组织’、‘成立’、‘建立’民

族，而且还用人工方法‘组织’、‘成立’、‘建立’民族国家。这样做付出的代价是

在成立苏联的同时也为苏联掘下了毁灭的坟墓。⋯⋯苏联把各共和国的民族

培养成成熟的民族，唤起了他们的民族意识，促使地方民族主义逐渐高涨，一旦

条件具备，半文明的小民族必然要甩掉自己的老师”（潘志平，１９９９：１８９）。
苏联的做法对我国的族群政策一度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在建国以后，我国

的中央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仿效了苏联的做法，在一些已经设立行省建制、从

来没有实行族群自治的地区设立了“民族自治地区”。当然，我国的“区域自治”

制度与前苏联为各少数族群建立“主权国家”（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做法

有着本质的区别，各自治地区仍然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正如我们下

面将要讨论的，把族群与地域用制度化措施联系起来的做法，其后果如何仍然

是值得研究和反思的。

世界上存在过的各种社会与政治的组织形式，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

客观需要。这些组织形式都是从人类起源时的分散小群体逐渐发展而来，在组

织的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组织变迁一方面追随的是发展族群内部的生产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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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效率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在群体间激烈竞争形势下组织起来保护自

己群体与个人，并从其他群体那里获取利益的客观需要。

“民族”（ｎａｔｉｏｎ）和“民族—国家”只是各种组织形式中的种类之一，也只是
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之一。而最基本的利益单元和最基本的利益追求，都

是与个体联系在一起的，“基本的因素不是人在一个民族中去找到他的身份或

成为民族一部分的渴望，而是自己控制自己的生活，实现他或她的自决的个人

的存在的渴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个人有时采取民族的身份方式，有时采取

阶级、少数族群或种族的身份方式”（Ｒｏｎｅｎ，１９７９：５２；参见王联，２００２：２４３）。淡
化人们的族群意识和族群身份，强化人们的个体需求和公民意识，是化解族群

矛盾、解决文化差异的有效途径。把族群关系“政治化”和“制度化”的作法，只

会强化族群意识和引发族群矛盾。

其实，文化差异和利益差异不仅存在于族群之间，也存在于各族群内部的

各个成员之间。“不可否认，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文化差异，但我要指

出，这些差异并不是根本性的，与我们作为人类所具有的远为深层的共同体相

比，它们确是非常肤浅的。⋯⋯某一文化群体中个体成员在社会行为和个性形

成方面的差异，可能和那些不同群体间这方面的差异一样巨大，甚或更大”（伊

兹，１９９６）。我们在进行族群关系研究时，切不要忘记在各族群内部成员之间存
在的这些差异，作为公民国家的政府领导者，应当把每个“公民”的权利和利益

看作是最重要的权利和利益，应当把个体层面的权利与利益，放在族群等各类

群体的权利与利益之上来考虑。这才是现代公民国家应有的思维方式，而不是

传统的排他性民族主义领导人的思维方式。

四、族群与地域

我们在第十二章中曾经分析过族群地理分布格局中的几个层面，讨论过各

族群人口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的地理区域分布这个宏观层面。族群关系的“政

治化”和“制度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族群及其居住地域之间的关系用某

种行政领域的形式固定下来，变成以“族群”为基础的“区域自治”或“自治共和

国”。所以族群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演变，值得我们给予特殊的关注。

（一）族群都具有传统居住地理区域

各个族群自他们开始形成的时候开始，就逐渐形成了各自的传统居住地

域。每个原始部落都有自己狩猎的“领地”，这块“领地”上的资源（野生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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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树木、岩洞等）是这个部落赖以生存（获得食品、饮水、制造工具、御寒庇护

地等）的物质基础，各个部落之间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断争斗以取得对方的领地，

“领地”的争夺也就是生存权的争夺，这与一些动物（虎、狐、鸟类等）之间的“领

地”争夺是十分类似的，有的倾向于生物进化论的学者因而认为，人很可能与动

物一样有着与生物生存有关的地域功能的进化史，随着时间的延续，各个部落

对于自己的传统“领地”赋予深厚的感情，“领地”被作为族群兴亡的象征并产生

了相关的传说，这种感情一代一代积累起来，在族群成员的心理上打上了深深

的烙印。“虽然有些群体可能没有所有权的概念，但他们有时候显示出对地域

的强烈的心理依恋（奥尔特曼和切默斯，１９９１：１９０）。
当人类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利用自然资源能力和生存能力都不够强的时

候，世界各地的人口规模也不大，那时人口密度较低而且分布不平衡，存在许多

无人区。在这种情况下，各族群“领土”的边界比较模糊，往往以河流或某块地

域为“界”。到了农业比较发达时期，在平原地区出现了一些人口密集的强大国

家，在竞争中失败的部分族群被这些国家的主体族群所同化，另一部分劣势族

群则转而迁移到附近的山地、高原、荒漠等自然条件较恶劣的地区，与一些当地

土著族群为邻，他们共同或各自建立了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并逐渐演变

为周边各强国之间的“缓冲区”。由于当时的管理能力、资源条件等因素的限

制，对这些地区进行征战和随后的管理将会给平原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在经

济上得不偿失，所以平原国家的统治者也没有积极性去直接管辖这些山区少数

族群。但当西欧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民族—国家”并开始对世界其他国家

进行侵略和兼并之后，这一原有的“大族群（平原宗主国）———小族群（边缘缓冲

区）”的族群—地域格局就被完全打破了，再也不存在“模糊的边界”，少数族群

居住的这些边缘地带的“缓冲区”或者在侵略下被转变为西方国家殖民地，或者

被原来的宗主国加强控制而成为直属的领土。族群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在帝国

主义、殖民主义时期开始发生了深刻的本质性变化。

伴随着世界各地现代国家的建立，“领土”及其边界更加清晰化，并且以条

约的形式取得法律和邻国的认同。与此同时。各国内部各个社区（部落、村庄、

城镇）的土地边界也变得明确起来，一方面成为社区成员获得当地自然资源的

合法依据，另一方面成为国家征收赋税的单元。各级行政单位与所辖地域之间

形成了非常密切和稳定的关系。一些少数族群聚居的地域，也建立了行政单位

（如我国西南地区土司衙门等），划定了固定的管辖地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族群与地域之间的关系以不同的形式延续了下来。

在不同地理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不同族群，他们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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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特色的居住模式（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农耕族群、草原游牧族群、山地族
群、大洋中的岛民、流浪的吉卜赛人等等，他们在和地域的关系上都具有自己的

特点。在与其他族群是否混杂居住方面，各个族群也不相同。所以，一个族群

与一个固定地域之间的联系，具有多种模式。但是从历史上看，大多数族群都

有自己的传统居住地域，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固定与不固定，聚居与混居，二者

是对立的统一，在历史的长河中也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

人类族群首先居住在其发源的地域，随着自然资源条件的变化、交通工具

的发展和族群之间不断的征战，各个族群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地域迁移。犹太

人迁出以色列，阿拉伯人迁进来。欧洲人迁进美洲，随后他们从非洲贩运进黑

人。越是经历了大规模族群迁移的地区，各族群的居住格局越是复杂。二战之

后，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以及战争难民的安置进一步增加了人口的跨国界流

动。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发展，人的地理流动性会不可避免地加强，例如：中

国人在海外各个国家的人数近年来一直在增加，我国沿海城市中的内地各少数

族群人数也在增加。人们和一个固定地域的关系会随着交通和市场的发展而

逐步淡化，这是发展的大趋势。个人如此，一个族群也是如此。

（二）族群区域自治制度

在这种大趋势、大潮流下，把族群和一个地域的关系固定化或者强化，可以

说是一种倒退。在一定历史社会发展条件下，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实行“民族区

域自治”政策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少数族群的各项权利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保

证，而这些制度和机构，往往是与地域单位联系起来，所以从理论上讲，“区域自

治”是落实族群政策和保障少数族群合法权益的“操作性”形式，但决不能在观

念上被理解为该族群对于部分国土的“族群所有权”或“族群控制权”而产生排

斥其他族群的后果。

由于各国族群和建国的发展历史的不同，有些国家也在实施不同形式、不

同内容的族群“区域自治”，作为具有较强“自治”愿望的土著群体与国家中央政

府之间进行协调的一种管理机制，如芬兰的奥兰群岛、丹麦的格陵兰、西班牙的

巴斯克人等。这些群体自我界定的标准各不相同，有的是语言（奥克群岛），有

的是出生地（格陵兰），有的是族群（巴斯克人），而且同属一个族群的成员在“自

治”或“独立”问题上的态度也并不一致，如在法国的巴斯克人和西班牙纳瓦拉

地区的巴斯克人在独立问题上的态度就与另外三省的巴斯克人态度很不相同

（霍利吉，２００２：３０５）。各国族群的发展情况不同，实施自治制度的条件以及实
施结果也会出现很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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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随着各地族群交流和人口迁移的不断增

加，族群与地域之间的关系也应当逐步淡化。对于各部分公民（当然包括少数

族群成员）权利的保障机制将逐步从地方性行政机构的运作向全国性法制体制

的运作过渡。

当社会整体的法制、教育、经济、社会组织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民族

区域自治”政策的积极作用会下降，而消极作用会上升，有可能阻碍国家各个地

区之间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的进一步整合，甚至可能成为“自治地区”

从外部吸引人才、技术、资金，发展经济和开拓市场的障碍。在区域间利益分配

的调整方面出现难度时，易助长地方保护主义倾向，阻碍资金、物资、人口、经济

组织的跨地域流动与合作。当“区域自治”固定化之后，在外部势力的影响和国

内一定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甚至有可能出现割据或独立的倾向。

现在世界各国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国家很少，美国、德国的州，虽然具

有某种自治权力，但是其制度和地域划分的基础不是族群差别。而一些长期实

行“民族区域自治”或实质上类似制度的国家（如前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

克），其最终效果如何，十分值得探讨。前苏联的解体，与联盟制、加盟共和国体

制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陈鹏，１９９３：１３４）。俄罗斯联邦目前几个自治共和国
（如车臣）出现的民族分裂问题，不能不说与过去实行的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

础的联邦体制有着某种关系。今天俄罗斯各族群的分离主义潮流仍然威胁着

俄罗斯的统一。一些学者指出，如果“完完全全按照民族地域的组织原则走下

去，将会走进死胡同，将有可能形成在俄罗斯的领土上建立１５０多个纯种族国
家的局面”（李方仲，２０００：２３）。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建国以来长期实行的基本政策之一，对于巩固我国

的族群团结、稳定边疆一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今天仍然行之有效。但是从

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待族群和地域之间的关系及今后的发展趋势，还是有不少

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社会在发展，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许多政策也需要在

“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导下不断研究和调整。

（三）族群与地域之间的关系

在族群与地域的关系中存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一个国家内部族群与地

域之间的关系；另一个则由于历史上这一族群曾经居住过或被外来族群占领过

的原因而涉及到目前跨越国境的某些地域。

前苏联在处理族群问题上采用了联邦制和联盟制，为大大小小上百个族群

建立的独立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等行政区划。这样的领土格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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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俄国时代并不存在。苏联解体之后，人们也在仔细考察和反思这一过程与

影响因素。一些西方学者指出，这些从苏联独立出去的国家，在历史上并没有

鲜明和强大的独立建国运动，在沙皇俄国统治时期各族群在许多地区混杂居

住，并不存在以族群为行政边界的领土分割，反而是由于前苏联政府在民族问

题上采取的政策与制度，

自动创造出一条条裂缝，日后共产党所建立的多民族国家（苏联），就

是沿着这些裂缝崩解开来。这种情形就像是后殖民国家的国界，完全是沿

袭自帝国主义在１８８０到１９５０年所划定的殖民疆界一般。在苏联这个例
子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悉心致力于在那些从未组成过“民族行政单

位”（亦即现代意义的“民族”）的地方，或从不曾考虑要组成“民族行政单

位”的民族（例如中亚伊斯兰教民族和白俄罗斯人）当中，依据族裔语言的

分布创造出一个个“民族行政单位”的，正是共产党政权本身。（霍布斯鲍

姆，２０００：１９９）

其他学者也指出，在设置行政单位时，采用以族群加地域即“民族—领土原

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并不总能使我们得到最适宜的行政单位。在一
些情况下，特别是一些现代化程度较低的族群，（这样的行政地域划分）反而会

延续或者强化族群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在另外的环境下可能会已经消失掉”

（Ｒｏｅｄｅｒ，１９９２：１５０）。
族群与地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过于固定化和标签化，容易使族群

把一定的地域看作是本族的“领土”，产生排外心理并会向“民族—建构”和分裂

独立的方向发展。如果一个少数族群完全失去了自己的“传统聚集地域”，成员

与其他族群完全混杂居住在一起，族群具有特色的传统文化就极可能淡化乃至

消失，导致“同化”的结果。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一个族群可以转变为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一个

“民族”也可能会被并入其他国家而成为该国的族群之一。族群的传统居住地

域在某个历史时期，在某种社会与政治条件下可能被制度化为这个族群的“自

治地区”或联盟体制中的“共和国”，而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在另一种社会与政治

条件下又可能丧失这种特殊性或独立性。

同一种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民众具有不同的思想观念时，在不同

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可能会发挥出完全不同的作用，带来完全不同的社会后果。

所以，对于前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和制度实践，既不能像２０世纪５０和６０
年代时那样推崇与完全肯定，也不能像苏联解体后出现的某些观点那样，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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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完全否定的态度。任何一个在历史上存在过的制度，都有其产生和得以

延续的客观条件和内在逻辑，不能采取形而上学和机械的思维方法去下结论，

而必须考虑到当时的场景和内外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讲，黑格尔关于“存在的

就是合理的”观点，就有了一层更深刻的含义。

一个制度当时建立时也许不尽合理，但是一旦确立之后，就会演变成为一种

象征，这个制度的发展也会带有历史的惯性。再想去取消它、改变它，就不像当时

设计和创立它时那么简单了，很可能会引发社会上的某种反弹，会出现对这一行

为（取消这一制度）的种种解读，不同的人群会从各自利益的角度来解读这一行

为，当各个不同的群体之间的观点和利益存在巨大冲突时，一个制度的改变甚至

有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中国人常说的“一动不如一静”，便隐含着对变化

可能引起动荡的警惕。任何制度调整，都必须在充分酝酿、条件成熟之后才应当

实施。“时间”与“分寸”的适当把握，是对政治家领导艺术和判断能力的考验。

（四）现代社会中如何处理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个族群在政治上和

军事上控制的地域范围变化非常大，每个族群都曾有过自己的辉煌时期，之后

的控制地域可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动。今天世界各国的国界是在一定的历史

条件下，由于各种各样原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

所以，这些国界不一定也不可能按照各族群的传统居住区域和历史上曾经占领

过的地域来划分。

在确定一个国家的国界时，可能由于当时的力量对比和战争结果所决定

（割让领土的不平等条约），可能外界力量的因素是决定性的（如非洲许多国家

的边界是由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划定的），也可能由于几个族群相互协商而决定

（结成联邦国家），目前除了部分国家的少数地段仍存在有争议的国界之外，世

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边界是得到确定的，而且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如果一个

国家根据某种理由（如历史上本国族群曾经居住过、或是曾经占领过）要求改变

现有国界，那么几乎世界上没有一条国界是没有争议的。当各个民族根据历史

上不同时期对于自己最有利的边界对同一块领土提出要求时，这种争议是难以

通过任何国际组织进行裁决的，通常是通过战争来武力争夺。

所以为了避免战争，最为明智的办法就是不管当时边界确定时是否“合理”，

世界各国都承认和接受各国已经确定下来的现有边界。对于目前仍有争议的边

界，应加快谈判使之尽快明确下来并得到国际承认。在此之后，不管使用什么理

由，任何国家也不应试图通过任何手段（外交、军事、颠覆现有政权）来改变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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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国家的正式边界。对于现有边界的任何修改都将是十分危险的先例，可能

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导致世界各地连续不断的边境冲突和战争。

五、族群与宗教

族群与宗教是当今世界上的两大核心问题，两者时常交织在一起，使无论

是族群关系问题还是宗教冲突问题的处理都变得异常棘手。宗教是一个很大

的研究领域，涉及各个主要宗教的起源与发展历史、基本教义、宗教组织等等，

由于宗教问题并不是本书论述的内容，所以我们这里仅仅是结合族群问题对相

关的宗教因素做一些最简要的讨论。

（一）宗教的多源性与多样性

当今世界上的宗教不仅是多元的，而且也是多源的，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

在不同的地区出现了各个宗教的创建人物，通过传教形成一定的势力之后，再

向邻近地区传播，最终通过上千年的演变，形成了当今世界上宗教多元化的局

面。历史上各个宗教之间、宗教的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也就成为各国历史进

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里对宗教给予了特殊的关注，从他提

供的一张表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世界上各个宗教的发展情况。表中１９００年
到１９７０年期间“非信徒”和“无神论者”数量的迅速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俄国和中国社会发生的革命所造成。“十月革命”后，前苏联人口有很大比例从

“东正教”信徒转划为“非信徒”。同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中国广大民

众的“宗教信仰”也从“中国民间宗教”被改划为“非信徒”。

表１８１ 信奉主要宗教的世界人口比例（％）

宗教 １９００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 ２０００

西方基督教 ２６．９ ３０．６ ３０．０ ２９．７ ２９．９
东正教 ７．５ ３．１ ２．８ ２．７ ２．４
伊斯兰教 １２．４ １５．３ １６．５ １７．１ １９．２
印度教 １２．５ １２．８ １３．３ １３．５ １３．７
佛教 ７．８ ６．４ ６．３ ６．２ ５．７
中国民间宗教 ２３．５ ５．９ ４．５ ３．９ ２．５
部落宗教 ６．６ ２．４ ２．１ １．９ １．６
非信徒 ０．２ １５．０ １６．４ １６．９ １７．１
无神论者 ０．０ ４．６ ４．５ ４．４ ４．２

为亨廷顿估计数字。

资料来源：亨廷顿，１９９９：５５（引自《世界基督教百科》１９８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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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表中对于宗教的分类方法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如“西方基督教”可以划

分为“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两类，佛教可以划分为“藏传佛教”、“大乘佛教”和

“小乘佛教”三个流派，伊斯兰教可以划分为“逊尼”和“什叶”两大流派。其实各

个宗教及其流派当中还根据创始人和律条的差异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无数分支，

充分表现出人类社会在演变进程中的多样性和各个地区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特

点。

亨廷顿承认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同样具有侵略性，因为“这两种宗教都是一

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

眼光看待世界；它们也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惟一真

正信仰；它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惟

一的真正信仰。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

也是如此行事”（亨廷顿，１９９９：２３２）。所以这两个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宗教体系
与中国传统文明中的“和而不同”精神距离甚远。

（二）宗教一般以族群为边界

宗教的传播途径可以大致归为两类，一是个体皈依，即个体社会成员因接

触某个宗教而对之产生信仰，成为信徒；二是集体皈依，这类情况一般是部落、

族群、王国领袖人物成为某个宗教的信徒后，通过其对属民的个人威信或行政

权威引导整个群体皈依该宗教。有时部落首领在决定皈依某个宗教时，可能存

在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如历史上满清政权为了笼络蒙古部落，舍弃了原有的

萨满教而改信黄教，“信黄教之所以安诸蒙古”。伊斯兰教在中东地区、中亚地

区的扩张过程中，也不乏类似的事例。由于宗教教义中往往包含了对世俗政权

的态度，所以族群或部落领袖对境内出现的各种宗教也非常关注。如果族群首

领不信仰某个宗教，但发现其部分属民通过个体皈依而信仰该宗教，这时族群

首领有可能对这一宗教进行迫害，限制其发展，以防止这个宗教集团发展成为

新的政治势力而对自己的权威形成挑战。所以，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不同宗

教可能以族群作为彼此的大致边界。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族群个别成员信仰与

本族群主流宗教不同的其他宗教的可能性，但是这类个别情况的社会影响十分

有限。

在历史上的一些由许多族群、许多部落组成的帝国中，如果各族群分别信

仰不同的宗教，也出现过在一个帝国中多宗教并存的格局，由帝国对各个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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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如在我国清朝年间，对于汉族信仰的道教、大乘佛教，蒙

古部落和藏族信仰的藏传佛教，西北族群信仰的伊斯兰教，沿海部分民众受西

方影响而信仰的基督教，等等宗教派别之间的相互关系，清朝政府利用自己掌

握的行政权威努力协调，使之彼此和睦共处。

所以，不同宗教往往以族群为边界，大的宗教会传播到几个族群，其传播可

能会跨越国界甚至会形成以某个宗教为基础的国家集团。“政教合一”几乎是

所有宗教在其发展史上都经历过的发展阶段。宗教领袖会有控制世俗权力即

行政权的欲望和潜在能力，政治首领也会利用宗教影响来强化自己的世俗权

威。

历史上宗教的发展与族群的形成、民族国家的创建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

系。波黑共和国的“穆斯林族”就是不顾血缘、语言等因素，纯粹以宗教信仰来

划分并固定下来的。中国回族的演变，也与伊斯兰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有关。

犹太人之所以分散于世界各地，讲各种语言但仍然保持自身族群意识与群体认

同，犹太教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所以，族群与宗教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族群研究

中不可忽视的方面。

一旦一个族群、一个部落信仰了某个宗教，当这个族群或部落的成员与信

仰其他宗教的族群或部落交往时，宗教就会成为群体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标

志。在族群的发展过程中，宗教也会成为引发和加强其成员族群意识的媒介，

成为族群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逐步注入本族民众的感情因素，成为族群政治

动员的工具，成为族群的社会与精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宗教有时也被称为

一种“文化现象”，与民间风俗、大众文化活动交织在一起。但是宗教也很容易

被“政治化”而介入当地社会的政治权力斗争。当宗教首领和部分信徒的政治

色彩过强而带有分离主义倾向、危及国家的政治统一时，政府会对这一宗教集

团非常警惕并可能采取某些限制措施，甚至强行取缔。如果政府限制的不仅仅

是少部分人的政治活动，而是非政治性的群众性宗教仪式、宗教习俗，就可能引

起大多数普通教众的反感甚至反抗，从而引发政治冲突和社会动乱。因此，如

何把有组织的带有很强政治性的分离主义或恐怖主义活动与一般教徒的正常

宗教活动区别开来，如何把把宗教组织和信仰该宗教的族群民众相互区别开

来，也就成为国家首脑政治智慧和领导艺术的试金石。

（三）宗教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相互适应

某些宗教的一些教律、信条和习俗可能确实与现代社会的社会、经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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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抵触①，这时这些宗教教律、信条和习俗就需要进行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的

潮流和大多数民众的要求。如果宗教组织与世俗社会因这些抵触的教律、信条

和习俗发生冲突时，可能会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宗教进行自身改革以适应社

会现代化、现代国家制度的发展，是宗教的“发展型的改革”；另一种是宗教集团

在冲突中更加倒行逆施，倒退到宗教初始形态的“原教旨主义”与现代社会对

抗，是宗教的“倒退型的反动”。限制和打击宗教极端分子和“原教旨主义”，引

导和推动发展型的宗教改革，是一个国家政治领袖的责任。

宗教律条和习俗可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有些律条和习俗的确与现代

社会的基本准则相冲突或抵触，如何对出现的宗教矛盾与冲突进行具体分析与

妥善处理，是十分困难的。如伊斯兰教传统的多妻制，与一般国家制定的婚姻

法相抵触，在这些国家生活的穆斯林团体就需要在这一方面进行改革；又如在

穆斯林人口占少数的社会里，斋月活动不可能成为全社会的行动规则，因此个

体穆斯林的礼拜和斋戒活动，不能影响社会一般性的工作规则。在现代社会

中，一条全社会都必须遵循的准则是宗教之间、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之间的宽容

和平等。歧视或排斥“异教徒”甚至鼓吹“圣战”的观点与行动，与现代社会的基

本原则（平等、自由、人权、民主）是完全不相容的，在现代社会中都是绝对不能

容许的。但是对于一些不影响社会基本准则和他人自由的习俗（如服饰、饮食

习惯）等，似乎不宜采用行政手段予以禁止。

我们提出把族群主要视为“文化群体”，那么各族群的宗教信仰也就与语言

等一样也可以被看作是族群的文化特征之一。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就会发

现族群与宗教之间并不完全重合，两者之间应当加以区分开来。例如在一个族

群的全体成员当中，有的信仰Ａ宗教，有的信仰Ｂ宗教，有的可能什么宗教也不
信。当然以上各部分人员之间的比例并不一定均衡，有时一个族群的主要成员

都信奉一个宗教。但是，关于某个族群“全民信教”的说法，其实是很不科学和

不客观的，比如那些在现代社会中受到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可能就不信

教或者宗教信仰比较淡漠。不加思考地接受“全民信教”的提法，而且人云亦

云，是对那些不信教人员个人权利的不尊重，也会歪曲社会中的宗教现象、扭曲

政府的宗教政策。

我们应当把宗教信仰和与宗教相关的生活习俗区分开来。当一个宗教在

一个地区长期流传之后，与这个宗教相关的一些生活习俗（饮食禁忌、服饰等）

① 如中世纪基督教的“政教合一”体系，就与当时发展中的公民社会相抵触，１９５９年以前西藏的
“政教合一”制度，也不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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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为当地民众生活习惯的组成部分，保持这样的生活习惯，并不等于信仰这

一宗教。如果把改变这些生活习惯视为放弃宗教信仰的标志，这在观念上既幼

稚又可笑。由于混淆了宗教与生活习俗，这种观点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十分有害

的。只要这些习俗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不破坏国家的法律，我们应当充分尊重

各族民众的生活习俗。只要一个宗教组织的活动不违背国家的法律，不危害社

会和民众的利益，不干预行政、教育、司法等各项事务，民众对这个宗教的信仰

活动也是应当受到保护的。但是无论是族群问题，还是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

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国家，我们都应当以个体的公民为单位来对待和处

理，从保障每个公民合法权益的角度来依法行事，而不要动辄以群体（族群、宗

教集团、社区）为单位、以意识形态为依据来进行判断和下任何结论。这样，只

要我们区分开族群与宗教，区分开宗教与习俗，区分开群体与个体，以宪法和国

家的各项基本法律为依据，无论我们研究的是族群问题还是宗教问题，都能得

到比较符合客观的认识，也都能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

六、族群交往的发展前景

（一）族群交往的发展趋势

在一个多族群国家各个族群的相互交往中，存在着两种发展趋势或两个可

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在族群间基本平等的条件下，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

共同大环境中，各族群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联系逐步增多，各族

群在这种联系、交流、合作的过程中各自产生自发性的变化而相互融合，族群意

识逐渐淡化，偶有冲突也是局部的、可以理性化处理并最终得到化解，这是一个

自然的、和平的渐变过程。借用费孝通教授的理论概念，这是一个“多元一体”

格局的发展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点是“多元”，之后在“多元”的基础上逐

步形成“一体”的框架，然后在发展过程中“多元”逐步淡化而“一体”逐步加强，

最终出现完全的融合和一体化。当然这是从理论上假设的演变过程，即使会真

正实现，也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人口规模较小，与其他族群混居比例大的族群，其融合速度

会快一些；而人口规模大，人口中与其他族群混居比例小的族群，会改变得慢一

些。但是总体发展的大趋势是融合。不可能设想，在５０年或１００年后，我国的
一些族群（如赫哲族、苗族、白族等）还会继续保持今天的状况。

我们应当维持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传统，主要从文化的角度和层面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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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民族）问题，而不要把欧洲的“民族国家”、“民族自决”这样的政治传统简

单地拿过来，把我国的族群问题“政治化”。我国几千年行之有效的方法，客观

上已经被一些西方国家在采用，它们努力把本国的种族、族群问题“文化化”而

避免“政治化”。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强调把少数族群看作是“亚文化群体”，而不

是独立的政治势力，日本强调阿依努人和冲绳人具有文化习俗的差异，而尽可

能不把他们作为界限分明的“民族”来对待。许多国家限制以族群组织政治团

体，极力淡化族群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淡化族群具有特殊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观

念，在各项政治活动中，淡化种族或族群身份，而在文化活动中，给各少数族群

以显著的位置。

可以说在处理族群问题的思路上，西方一些国家在吸收中国历史上的成功

经验，力图把族群问题“文化化”，而我们却遵循欧洲工业革命、殖民地瓦解和民

族解放时代政治意识形态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把族群问题“政治化”。这里的

错位现象十分值得我们深思。

第二个可能性，是族群之间的体质、文化差异和利益差异被外部力量所利

用，在外部政治、宗教势力的刺激下，内部的族群意识被重新唤起、重塑，强化，

形成族群的政治领袖人物，把各类有关或无关的矛盾都纳入“民族矛盾”的框

架，并有组织地把普通民众引导到族群冲突的轨道上。这是一个非自然的、受

外部力量作用的过程。

在这种外部力量刺激下引发的族群意识，一是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

（强调本族群的各种政治利益与权力）；二是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在民众方面

会激起非理性的情绪，在领导者方面则可能有个人功利方面的考虑；三是族群

问题被高度“政治化”，民众在争取“民族自决”、建立“民族国家”的旗帜和目标

下，被内外势力共同引导到族群暴力冲突和内战的道路上。在这种氛围中国家

有可能走向分裂。

总的来看，随着经济、科技和市场的“全球化”，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之间的

经济、文化、政治和人员之间的交往和流动也必然不断增加和强化，如同“跨国

公司”会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国界”意识一样，这种族群之间、国家之间的全面交

流和互动，从理论上讲也将会淡化各国内部的族群意识。

从历史上各个族群接触、交流的程度来说，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长远

的历史进程看，人们头脑中族群意识的变化，也会经历一个从“没有”到“有”，再

到“没有”的辩证过程。这个过程在世界各地的进展，依照当地社会发展的条

件，可能很不一样。如西欧国家的族群意识、国家意识，总的来说比起５０年以
前的情况是淡化了，而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族群意识和国家意识可能是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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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了。社会发展的阶段各不相同，意识形态的变化趋势也不相同，纵向历史

变迁分析与横向跨国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类社会中的族群

现象。

现在我国的族群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停留在对族群文化与族群关系的各种

现象（表现形式）的研究。而目前需要的是对族群意识的产生、继承、发展的过

程，对族群意识在外力作用下的诱发、转化的过程，以及影响这些过程和发展方

向的深层次因素进行研究与分析。尤其需要做关于中国、西方的族群意识、族

群关系等方面的比较研究。理解中国族群关系的历史和传统、理解西欧族群发

展的历史和处理各类族群关系的做法，这样今后在协调国内族群关系、处理与

欧美国家的关系方面，都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作为中国人，我们需要理解欧洲人和美国人，理解他们的族群观念，理解他

们的“中国”观，理解他们看待亚洲各族群之间关系的视角和出发点，分析他们

自殖民主义时期以来在亚洲运用的基本政策、各种具体策略和手法，分析西方

国家的“族群”观念是否发生变化，分析变化的原因，努力寻找在传统欧洲、美国

的族群观念中可以与中国关于族群的“多元一体”观念相互沟通的渠道，这对于

２１世纪的人类、各个不同族群之间的和平共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来看，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

必然会不断发展，族群最终是会相互融合的。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它的各个

方面（包括族群关系）的发展方向应当与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的方向相一致。

如果出现逆反情形，这种短期逆反也必然有它的道理，往往是在此之前一些外

力压迫和矛盾积累的结果。

从当前世界上的大局势来看，西欧在趋向于“合”，东欧和前苏联在趋向于

“分”。西欧是所谓“民族国家”的发源地，在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达到一定水

平后，在“多元”的基础上探讨实行某种形式的“一体”，近年来在欧盟各国之间

不但免除了人员往来的签证和货品进出的关税，而且在货币上也实行了一体化

（欧元），在政治上建立了欧盟议会。苏联和东欧国家长期以来自称是实现了族

群平等、创造了和谐的“民族大家庭”的。但从近年体现出来的实际后果看，东

欧各国和前苏联的族群问题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解决得并不好，不然东欧的族群

矛盾不会在苏联解体后不久即以民族冲突和内战的形式表现出来，说明缺乏真

实基础的“一体”最后仍有可能向“多元”转化。但是从民族关系、族群关系发展

的大趋势来看，经济、文化、人员之间相互交流的不断加强、必然会使族群之间

加速相互融合，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６３２
民族社会学



（二）２１世纪世界上的“民族主义”运动

今天的“民族主义”运动，实质上就是在“民族自决”的旗帜下的分裂运动。

如果不去创立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要符合当前

以族群—语言为标准来定义民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并由这样的民族国家来组成
一个世界，在今天不是一个可行的前景”。“尽管它依然引人注目，但是在

今天，民族主义的历史意义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它已经不再像过去的１９世
纪和２０世纪初期那样曾是一个全球性的政治纲领，它最多也不过就是一
个使问题复杂化的因素，或者是推动其他发展的催化剂。（Ｈｏｂｓｂａｗｍ，

１９９０：１７７，１８１）

安东尼·史密斯认为，这样一种追求在历史上从来不曾是全球性现象，只是

一些特殊的族群或首领们喧嚷着要求得到“民族”（ｎａｔｉｏｎ）身份（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５：

１６２）。
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水平，“民族国家”的客观基础得到削弱，现有

主权国家内部一些族群通过“民族自决”而建立独立国家的可行性大大降低，即

使出现内战或国际冲突，“尊重现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为国际舆论的主

流，因为这个“潘多拉盒子”放出来的幽灵可以把整个世界搅得动荡不安。但是

在国际外交较量中，利用“人权”、“民族自决”等口号支持对方国内的“民族分裂

主义运动”，以削弱对方实力与谈判地位，这种做法的有效性并没有消失。一些

高举“民主、自由”旗帜的西方国家，一方面压制本国的“种族、民族分裂主义运

动”，但另一方面却支持它的“战略敌国”国内的“民族分裂主义运动”，这也就是

我们在上一章讲到的西方国家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双重标准。

现在有些学者看到欧盟“一体化”的发展态势，提出“后民族结构”的问题①。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科技、经济、教育等

方面发展水平的差距这么大，彼此的利益相互之间十分明显地冲突，所谓“南北

对话”这么困难，“民族国家”是各方面（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重

要组织形式，所以“后民族结构”目前只能停留在理论探讨的阶段，所可能涉及

的政治实体也只局限于一定的地理范围（如欧洲）。

民族主义并没有随着现代化和世界市场的发展而消失，反而在“冷战”结束后

① 哈贝马斯指出，“只有当各国政府在其争取支持和重新当选的民族国家舞台上不再被视为独立
的行为者时，它们才会接受组织上述外化行为的国际协议和规定。各国都必须在对内政策上明确意识到

自己正处于一个承担着世界义务的国家共同体的合作过程当中，相互制约”（哈贝马斯，２００２：６６）。只有
到了这样的时刻，一个具有强制能力的“国家共同体”才能产生，“后民族结构”的世界才能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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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两个敌对阵营的对峙均势解体而在许多国家兴起了新的民族主义思潮。针

对一些国家中出现的在国家教育中极力美化本国对外侵略历史的现象，有的西方

学者指出，“对于那些在历史教学中不诚实地自我开脱罪责或自我美化的国家，应

当被公开加以批判及实行制裁”，并号召各国“要诚实地进行民族历史的教育，因

为虚假和沙文主义的历史教育是传播狂热民族主义（ｈｙｐ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的主要载
体”（Ｆａｒｎｅｎ，１９９４：２４）。日本政治领袖对于战争罪犯的顶礼膜拜，日本文部省
对于中小学教科书中有关侵略事实的肆意删改，表现出日本人没有真正悔改过

去的战争罪行，这些民族主义的新动向应当引起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警惕。

（三）西方国家在民族—族群问题上的双重标准

我们在第六章中曾经谈到了西方国家在处理族群关系、“民族自决”等问题

上所采取的是“双重标准”。今天西欧和美国仍然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它们

与其他族群、国家的关系。在“冷战”时期，前苏联集团以大致相等武力与“北

约”集团相对峙，北约被迫把苏联集团当作平等的对手来协商和谈判。现在苏

联集团已经解体，在对待东欧国家、南美洲国家、亚洲国家（包括中东地区）的态

度中，西方国家这种双重标准的“传统”故态复萌。在西方国家之间它们是尊重

彼此的“主权”和“边界”的，但是对巴拿马（拘捕其合法国家元首）、伊拉克（军事

进攻与占领）、南斯拉夫（野蛮轰炸和军事占领科索沃）等联合国成员的主权国

家，则是连“宣战”也不屑，这些做法与老殖民主义和“鸦片战争”时期帝国主义

的做法完全一样。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被指责为伪善、实行双重标准和

‘例外’原则”①（亨廷顿，１９９９：２００）。
作为亚洲人，处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科索沃是我们最好的“课堂”，我们在

与美国人和欧洲人打交道时，只有处在有实力的情况下，才能受到平等的待遇，

欧洲的文明准则就是“弱肉强食”。在“冷战”期间，一是有美苏对峙，美国不能

完全没有顾忌；二是武力解决问题还是靠地面战争，而在美国尝试过的朝鲜战

争、越南战争中，弱国和小国也可以重创美国，像中国这样科技与军事设备落后

的大国也可以在朝鲜战场与美国打成平局。现在美国从两次伊拉克战争中体

会出一种新的战争方式，即依赖科技与装备的绝对优势，只用空中打击，就可以

全面摧毁象伊拉克和南斯拉夫这样的小国。中国是个大国，有少量的威慑性核

① 亨廷顿举了几个例子，“民主要提倡，但如果这将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上台执政，就该另当别
论；防止核扩散的说教是针对伊朗和伊拉克的，而不是针对以色列的；自由贸易是促进经济发展的灵丹妙

药，但不适用于农业；人权对中国是个问题，对沙特阿拉伯则不然；对石油拥有国科威特的入侵被大规模

地粉碎，但对没有石油的波斯尼亚的入侵则不予理睬”（亨廷顿，１９９９：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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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但当美国一旦在技术上对远距离导弹袭击完全可以防范（发展战区高空

防御体系）时，中国、俄罗斯的核武器就对其失去威慑作用。美国人的态度就将

会改变。

当今每个国家内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族群冲突和“人权”问题，这是美国

和西欧国家对他们感兴趣的其他国家进行外交干涉和军事干涉的最好借口。

特别是在各国的族群冲突中，美国和西欧国家采取支持一派，打击一派的做法，

确实可以达到肢解一个主权国家的目的。这是所有西方国家之外的主权国家

和他们的各族人民所不得不特别警惕的。这些国家的民族分裂，使西方国家达

到了其战略目的，但是却造成了当地各族群的流血冲突、内战、社会动荡和经济

崩溃，由此所带来的族群间的仇恨和精神创伤，经历几代人的时间都难以抚平，

这将使得这些族群和他们所在国家今后的经济发展长期停滞。明智和清醒的

族群领袖应当从这些经验教训中懂得，处于今天的国际政治环境里，在各国民

族分裂的冲突中，每个族群都是受害者和牺牲品。

有些西方学者指出，人们的社会生活由“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这样的政治单位来分
割的传统，正在被社会关系、网络以及文化影响的“全球化”所取代，这个尚未完

成的过程造成一系列冲击，从而引起人们心中对传统认同意识的回归，也许我

们应当从这个角度来认识近年来各地“民族主义”意识的加强以及宗教“原教旨

主义”运动的兴起（Ｒｅｘ，１９９５：２２）。这是当代“反全球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经济势力、组织机构正在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和侵入到广

大发展中国家，在唤起民众的对抗意识时，民族主义无疑是很有号召力的一面

旗帜。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民族主义也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维护本民族利益和

主权的积极一面，也可能会有消极的一面，像极端的“原教旨主义”思潮明显与

世界发展的大潮流相违背，带有封闭和倒退的倾向，很容易引起所在地区各族

群之间的冲突，不利于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七、中国需要发展社会学的族群研究

（一）社会学的族群研究

种族、民族、族群这些社会现象都是人类社会在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组织

等各方面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族群

中会发展出不同的社会与政治建构条件，也会出现非常不同的族群意识、认同

观念和群体边界，各地的族群关系也因此会呈现出各自非常不同的特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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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意识中具有很强的文化和宗教色彩，有的则具有很强的政治与领土色彩，

而族群、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则使得各地的族群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多变。为

了对历史上和现时居住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族群关系及其演变进行深入、

系统的分析研究，需要许多学科领域和许多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配合协作，所

以种族、族群问题应当说是一个宽广复杂的研究领域，而不是一个学科所独有

的研究对象，族群研究当中的许多研究专题，都应当属于交叉学科的研究专题。

有的学者曾经对社会人类学这个学科的族群关系研究划定了一个范围，提

出了４个研究标准（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１）注重社会生活的比较研究，探讨人类的文化与
社会多样性当中的同源与共性（ｈｏｍ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２）注重在文化差异
地区开展民族志研究与长期田野调查，而这对于社会人类学研究生的训练并作

为进入这一专业的仪式来说是有效的；（３）倾向于在数据分析中考察族群集团
和系统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４）注重研究族群之间的社会融合过程，但忽视对
冲突的分析，这招致不少批评（Ｊｅｎｋｉｎｓ，１９８６：１７１）。
以上４个方面，除了民族志和长期田野调查这一项之外，与社会学的族群

关系研究基本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数据分析和宏观群体关系研究应当还

是社会学的强项。社会学对于族群冲突的研究比人类学更为重视，但这并不意

味着社会学忽视族群融合的研究，如居住、通婚、语言等族群社会学的研究专题

的核心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族群的融合程度。可见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族

群研究在领域与专题上存在着很大的重合部分。

（二）中国社会学发展族群关系研究的意义

假如我们能借助人口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知识、理论、方法，建立中

国的“族群关系的社会学研究”这样一个专业方向，它具有几个方面的意义。

１．拓展西方族群社会学现有的研究地域和理论体系。现在西方国家的族
群社会学不包括中国，不包括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甚至也只是很肤浅地论及前

苏联及东欧、亚非国家和地区在族群关系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在美国，其关注

点主要在国内；在欧洲，也主要关注欧洲国家，所以目前国外的族群社会学在地

理上是具有相当的局限性的。

同时西方族群社会学的理论探讨主要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族群

交往与融合理论，很少把马克思主义的族群理论看作是一个有极大影响力的理

论，而对中国、印度这些文明古国的族群理论几乎没有涉及。实际上马克思主

义的族群理论（如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对苏联和中国社会的实践一度具有巨大

影响，但西方学者对此很少关注。另如中国的汉族，在国外的文献中其含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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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模糊的，有时候用“Ｃｈｉｎｅｓｅ”来指称汉族，有时又用它来指称一种特殊的文化。
实际上这都不确切。中国的汉族，并非一个简单地可以用西方“族群”（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定义来界定的群体，它是一个长期通过农耕技术、农耕文化的传播，包括
军事、经济、文化交流，经过不断扩张，把其他许多不同的族群同化融合在一起

而形成的一个族群共同体。所以医学研究报告称华北的汉族在生理基因和体

质特征上与蒙古族更接近，而与南方汉族的差异明显。在对汉族演变过程的研

究中，可以引发出很多值得深思和探讨的研究专题。

所以，在中国建立族群社会学，它的理论知识的来源应当包括三个方面：欧

美族群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在马克思主义这

一意识形态影响下其研究和处理族群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及其族群关系的演

变；中国儒家和历朝历代的族群观及其处理族群关系的具体办法。这三方面内

容都应融入我们这个新的专业方向之中。

２．方法论上的融会贯通。在研究族群关系时，我们需要把各个学科的基本
方法都汇集、结合在一起，摈弃各自的门户之见，对一切可用、有用的理论和方

法兼容并包。

下面我们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举一个例子。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１年期间北京大
学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作进行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我们在设计这个课

题时，就有意识地把各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第一步，我们先进行了人口方面

的研究，把几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和所有政府统计资料做了一个宏观的分析，以

便摸清西藏人口的数量、地理分布、城乡结构、收入状况、经济结构等宏观情况；

第二步，我们选择拉萨、日喀则、山南这三个雅鲁藏布江流域西藏人口最稠密、

经济最发达的河谷农业地区作为户访调查的地点。根据选定的抽样方法，我们

从三个地区的４３７个乡中抽取５０个乡、每乡抽取２个村、每个村再采取等距抽
样方法抽取３０—５０户，作为调查的访谈对象。在我们设计的户访问卷中包括
了家庭、婚姻史、迁移史、收入结构、消费状况、固定资产、外出活动、教育状况、

生育情况、语言使用、交往情况等内容，以及我们所能想到的反映当地基本社会

结构以及可用于分析族群意识和族群关系的各种问题约２００多个。进行户访
调查后回收问卷１３００户，资料数据输入计算机并进行统计分析。第三步，选择
典型社区（农区、半农半牧区、牧区、寺庙、企业、城市街区）后，采用人类学方法

开展深入地社区调查。最后再用各个调查点上的具体数据和观察感受来解释

宏观资料和户访数据的实际意义。

假如被调查的两个户主的收入差距，在一个地方是１００元与３００元，在另
一个地方是１０００元与１２００元。同是２００元的差距，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可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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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很不相同的消费模式。如果对当地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消费内容没有详

细的调查，对于这２００元差距的统计数字，我们根本说不清其具体的实际意义。
所以社会学的大规模抽样户访问卷调查需要人类学个案调查来作为补充，通过

直接观察和实际感受来理解问卷中数据的含义。同时，人类学研究中经常遇

到、也经常被人们质疑的一个问题是：你所选择的社区代表性如何？即使所提

供的一户、一村的调查情况都是真实的，但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典型意义？

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明一个更大地域范围的问题？如果能够通过抽样调查，再

辅以人口普查的宏观数据，我们就可以非常准确地说，我们选择的社区在整个

研究地区有怎样的代表性，其地位与作用是什么？如人均耕地、人均牲畜数、按

政府统计的人均收入（当然不能排除误差的存在）等数据可以大致说明我们所

采取的抽样、所选择的社区在整体中大致处于什么位置。结合几个学科研究方

法的长处，避免单一学科的局限，取长补短地开展科学研究，是社会学研究族群

关系在方法论上的一个特点。

另外，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如相关系数、多元回归、路径分析等等），其解释

力比一般的定性研究要高。虽然在客观过程中存在很多因素，但把它们量化之

后，它们是如何影响族群关系的，完全可以用数学做精确的说明。当有许多因

素影响一个变量的变化时，可以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看哪些因素影响力最

强，哪些因素最弱。假如说在研究收入时，我们在户访当中得到了２０００户的问
卷调查数据，把收入作为因变量，然后把年龄、性别、户籍、上学年数、职业等作

为自变量，把２０００户的数据计算后得到一个多元回归公式，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多上一年学与少上一年学、男性与女性等在收入方面的差距，通过有关系数和

指标对问题进行解释。如使用“路径分析”方法，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各个自变量

对因变量的影响，还可以看到各个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画出一个清楚的路

径分析图。上述这些方面都可以加强我们对数据的把握，确定我们调查数据的

代表性，还可以加强我们这些调查数据的解释能力，配之以社区调查获得的感

性材料，加深我们的认识。而对于历史上族群关系的演变过程以及影响这些演

变的各种因素，“口述史”（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ｓ）和“事件史”（ｅｖｅｎ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ｍｅｔｈ
ｏｄｓ）研究方法也会提供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材料①。

３．族群关系研究的“物质”层面和“非物质”层面。我们研究和分析民族—

① 美国学者奥扎克使用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各种报纸上有关种族或族群冲突的报道作为研究素材，
用来分析和衡量族群集体行动的比率和影响因素，“显示出事件史研究方法可以被用来检验那些对于解

释族群冲突与抗议活动原因的假设”（ＯｌｚａｋａｎｄＮａｇｅｌ，１９８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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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族群，对各个国家内部的族群、对不同国家的族群进行“族群分层”的比

较研究，调查族群之间的利益关系，分析调整族群利益冲突的思路、政策与措

施，但这一切可以说还是停留在“物质”的层面。

首先，我们分析人群并把他们划分为“民族”、“族群”时，我们想到的是一个

个活生生的人，并把他们贴上“族群”的标签，活生生的个体是“族群”的“物质基

础”；其次，在分析族群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我们主要关心的一是迁移，即一个族

群的成员迁入另一个族群的居住区；二是族际通婚，即族群成员之间血缘的融

合，也就是后代的血缘关系的变化，也是具体的人；三是分析“族群分层”，讨论

的是族群之间在资源与权力分配等方面的利益关系，谈到具体的利益，因此还

是物质的东西。无论是研究具体的人还是具体的物质利益，笼统地来说，基本

上分析的对象是在一个“物质”的层面。

与此同时，我们也对族群关系的“非物质”方面予以一定关注。在第十五章

中我们归纳出１５个影响族群关系的因素，其中涉及到“非物质”层面的有两条
（“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美国学者英格尔提出的１４个影响族群认同的变量
中，有３个涉及到“非物质”层面（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但是这些方面“非物
质”因素的衡量指标与具体测度往往还必须落实到人头上：调查哪些人讲什么

语言、信仰什么宗教、保持哪种文化传统。而对于这些语言自身、宗教自身、文

化传统自身的内涵与意义，仍然需要加强关注。

目前在族群研究中的这个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学术传统特别是美

国实用主义学术倾向的影响。这些研究确实是一种科学理性的研究思维，注重

的是变化的结果，而不是推动变化的力量，因为“结果”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人可

以否认的事实，变化的过程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量变”的过程，而“量变”是可

以测度的。但是推动这一变化的力量却多少有些难以把握，其中各个力量之间

的边界如何划定？各个力量的作用力度与方向如何测量？各个力量自身的稳

定性如何分析？在实际操作中是非常复杂和难以确定的。

总之，社会学对于研究族群现象和民族问题，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有自己

的特点和长处。对于与族群关系和族群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学研究专题，如族

群与地域的关系、族群迁移、族际通婚、族群语言的应用、族群教育、族群政策的

社会效果等等，实际上既具有广泛的学术意义，也具有十分现实的应用意义。

我们相信随着我国社会学整体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有关族群问题的社会学研究

也将会迅速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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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 结

费孝通教授对于族群关系的理想状态曾经写下了十六个字，这就是“各美

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１９９３：１４—１６）。这也是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在思考和处理族群关系问题上的体现。世界的人

类起源是多元的，各国的文化传统是多元的，各国历史上形成的观念体系和社

会制度也是多元的。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就形成了几千万人口的多族群大国，在

这一发展过程中也造就了中国人在处理复杂的族群差异与矛盾、在“多元”中如

何维系“一体”的智慧。

尽管各个族群必然会表现出对政治身份和政治利益的追求，但是中国文化

传统中坚持把族群问题“文化化”、坚持淡化族群的政治色彩、以文化为核心鼓

励族群融合的大思路，我认为是中国处理族群关系的大智慧。与族群的文化特

征和实际利益密切相关的地域问题、宗教问题、语言文字问题等，只要把它们与

政治问题脱钩，避免使族群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都可以在“多元一体”的

大框架中和平协商来加以解决。在香港回归问题上所采取的“一国两制”政策，

也是中国人传统智慧的又一体现，其精神仍然是“多元一体”。

在处理族群之间关系方面，我们的精神和思路是对内“多元一体”，对外“和

而不同”。我们并不想改变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而且我们

会虚心地向它们学习一切美好和有用的知识与经验，但是我们也不会接受以美

国制度来改变中国的想法，前苏联想把美国的制度搬到苏联来，结果并不成功。

俄罗斯、中国、印度、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中东各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差距

如此之大，怎么能够设想把如此纷杂多元的人类社会统统纳入到西欧文明及其

继承者美国这一条历史的发展轨迹中去呢？“和而不同”，这是中华智慧处理多

元文化、多元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精髓。随着“单边主义”的不断碰壁，希望从

这种千年历史经验当中总结出来的智慧能够被更多的人接受。

本章的核心是讨论在族群问题上的“政治化”和“文化化”这两个不同的思

路，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比较其利弊，同时对于与族群关系密切相关的国家问

题、地域问题、宗教问题等，也进行了粗略的论述。由于这些问题（如宗教问题）

都非常复杂、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也有其他专门的课程来讲授，所以我们只是

把它们放在最后一章里简略地进行讨论，不做系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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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１ “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
课程教学大纲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２００４年春季 研究生选修课

主讲：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办公室电话：６２７５１９３４，６２７５１６７５）

讲授时间：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００４年６月，每周三下午２∶４０—４∶３０， 第三教学楼１０６教室

答疑时间：每周五上午１０∶００—１１∶００， 地点：社会学系办公室

课 程 简 介

本课程主要从社会学和人口学视角对多民族国家内部种族、族群集团之间

的关系进行系统的分析与研究，并结合中国少数族群聚居区域的社会、经济发

展和国家整体现代化等理论与实际应用问题进行分析。在进行族群关系的理

论探讨时，主要从中国传统处理族群关系的方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西方社

会学的种族和族群关系理论等三个方面进行介绍和比较。同时着重系统介绍

西方社会学和人口学研究族群关系的方法，比较各族群集团在人口规模、居住

格局、文化宗教传统、语言使用、教育水平、职业构成、经济收入、族际通婚、社会

交往等方面的结构差异，分析影响族群关系的各类因素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同

时介绍国外族群关系发展最新动态和研究成果。最后结合本研究所近年来在

少数族群地区开展的调查研究实例，介绍我国主要少数族群地区的族群关系现

状、中国族群问题的特点，讨论在世纪之交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我国各族群如

何实现现代化和达到共同繁荣。

课程主要内容

Ｉ．种族、民族、族群关系理论



ＩＩ．指导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

ＩＩＩ．中国多族群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

ＩＶ．衡量族群关系的变量

Ｖ．族群集团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族群分层

ＶＩ．族群关系研究的几个重要领域和专题

ＶＩＩ．影响族群关系的因素

ＶＩＩＩ．现代化进程中族群关系的演变

ＩＸ．族群关系与民族主义

授 课 方 式

本课程是以研究生为对象的研讨课（ｓｅｍｉｎａｒ），形式为教师讲课与学生发言
讨论相结合。要求学生在上课前完成预先指定的阅读材料，以便在课堂上进行

讨论。

每位学生将安排几次重点课堂发言，介绍选定的阅读文献并给予评论。因

阅读材料中有英文文献，要求学生应具有英语阅读能力。选课研究生将按照教

师的要求完成一篇英文论文的翻译和一篇专题学术论文的写作。本课程将安

排在十八周中讲授，每周一次，共三十六学时。在讲课期间，要求学生课外阅读

时间每周至少保证五小时。

课程成绩将根据学生在发言与课堂讨论（２０％）、指定的翻译作业（３０％）和
期末论文（５０％）的表现和水平给出。
主要教学参考书：

马戎，２００１，《民族与社会发展》，北京：民族出版社。
马戎编，１９９７，《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马戎编，２００４，《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待出版）。

课程内容安排与每次课的预先阅读书目

１．课程介绍（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马戎，２００１，《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第３１—７１页，
费孝通，１９９７，“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与思考”，《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７年第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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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期。
吴文藻，１９９０，《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文集》，民族出版社，第１９—３６页。
潘光旦，１９９５，《潘光旦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第９５—１０５页，第

１４６—１５９页。

Ｔ．Ｆ．Ｐｅｔｔｉｇｒｅｗ，ｅｄ．１９８０，Ｔｈ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Ｒａｃ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Ｔｈｅ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导言”部分见《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２４期）。
阿鲁秋尼扬等，１９９２，《民族社会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思考题：

在以族群为研究对象的各学科中，社会学在理论、方法和研究视角等方面

有什么特点和不可替代性？为什么在２１世纪的中国有必要发展民族社会学？

２．族群、民族的定义与族群认同（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马戎，２００１，《民族与社会发展》，第２—５页，第１０３—１２９页，第１４１—１６０

页。

马戎编，１９９７，《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第１—２７
页（Ｎ．ＧｌａｚｅｒａｎｄＤ．Ｐ．Ｍｏｙｎｉｈａｎ，ｅｄｓ．１９７５，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ｐｐ．１—２６）．
斯大林，１９２０，“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１１卷），人民出版

社，第２８６—３０５页。
宁骚，１９９５，《民族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第３—２６页。
徐迅，１９９８，《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纳日碧力戈，２０００，《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云南教育出版社，第１—４４

页，第８７—１１０页。
郑凡等，１９９０，《传统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云南大学出版社，第３８—７０

页。

郝瑞，２０００，《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郝时远，２００２，“美国等西方国家应用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的实证分析”，《中南民族

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郝时远，２００２，“美国等西方国家社会裂变中的‘认同群体’与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

《世界民族》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３０２—３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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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ｔｈｏｎｙ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１，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Ｒｅｎｏ：Ｕｎｉｖ．ｏｆＮｅｖａｄａＰｒｅｓｓ．
ＦｒｅｄｒｉｋＢａｒｔｈ，１９６９，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Ｈｅｉｇｈｔｓ：

ＷａｖｅｌａｎｄＰｒｅｓｓ．
思考题：

什么是“民族”？“族群”、“国家”、“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这些词汇的含

义和来源是什么？应当如何结合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理解这些词汇？

３．族群意识、“民族”认同与“民族”的形成（Ｅｔｈｎｉｃ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马戎，２００３，“试论‘族群’意识”，《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第５—１７

页。

费孝通，１９８８，“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民族
出版社，第１５８—１８７页（费孝通，１９８１，《民族与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第１—

２７页）。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２０００，《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第１—９６

页。

班纳迪克·安德森，１９９９，《想象的共同体》，台北：时报文化企业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Ｄ．Ｌ．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１９７５，“Ｅｔｈｎ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Ｎ．ＧｌａｚｅｒａｎｄＤ．Ｐ．Ｍｏｙｎｉｈａｎ，

ｅｄｓ．，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ｐｐ．１１１—１４０．
Ｍ．Ｃ．Ｗａｔｅｒｓ，１９９０，ＥｔｈｎｉｃＯｐｔｉｏｎ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ｐｐ．６—４６．
ＦｒｅｄｒｉｋＢａｒｔｈ，ｅｄ．１９６９，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ｇａ

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Ｈｅｉｇｈｔｓ：Ｗａｖｅｌ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ｐｐ．９—３８．
Ｔ．Ｈ．Ｅｒｉｋｓｅｎ，１９９３，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ＰｌｕｔｏＰｒｅｓｓ，

ｐｐ．１—１７．
Ｄ．Ｃ．Ｇｌａｎｄｎｙ，１９９８，Ｅｔｈｎ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ＭａｋｉｎｇｏｆａＭｕｓｌｉｍ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吴景超，１９９１，《唐人街：共生与同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第４２—５８

页。

吴泽霖，１９９２，《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北京：中央民族学
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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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什么是“民族意识”和“族群认同”？它们如何产生以及如何传递？中国和

其他国家（如美国）民众中的“族群意识”之间存在什么差别？

４．近代中国多族群国家的形成（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ｅｔｈｎｉｃ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费孝通，１９８９，《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４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第１—３６页）。
马戎，２００１，《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第７２—１０２页。
马寅主编，１９８１，《中国少数民族》，北京：人民出版社，第１—２６页。
王桐龄，１９３４，《中国民族史》，文化学社（《民国丛书》第一编第８０卷）。
林惠祥，１９９３，《中国民族史》，北京：商务印书馆（为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９年版

影印本）。

吕思勉，１９９６，《中国民族史》，北京：东方出版社（《民国丛书》第一编第８０
卷）。

约瑟夫·弗莱彻，１９７８，“清朝统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时期”，费正
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３８４—４４８
页。

徐中约，１９７８，“晚清的对外关系”，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１０２—１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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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１９９６，《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第２２９—２９２页。

６４８
民族社会学



思考题：

对“族群分层”的研究在哪些方面可以借鉴社会学“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理

论与方法？“族群分层”应当通过哪几个主要指标来测度？

８．各族群集团在人口方面的差异（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ｏｆ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马戎编，１９９７，《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第２４５—

２７０页（Ｆ．ＢｅａｎａｎｄＪ．Ｍａｒｃｕｍ，１９７８，“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ＧｒｏｕｐＳｔａｔｕｓ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ｖｉｅｗ”，Ｆ．ＤｅａｎａｎｄＷ．Ｆｒｉｓｂｉｅ，

ｅｄｓ．Ｔｈｅ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Ｒａｃｉａｌａｎｄ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ｐｐ．１８９—２１３）．
马戎编，１９９７，《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第２７１—

２８４页（Ｇ．Ｓｕｔｔｏｎ，１９７８，“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ｙＲａｃｅａｎｄＳｅｘ”，Ｆ．Ｄｅａｎａｎｄ
Ｗ．Ｆｒｉｓｂｉｅ，ｅｄｓ．，Ｔｈｅ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Ｒａｃｉａｌａｎｄ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ｐｐ．３０１—３１４）．
Ｗ．Ｐ．Ｆｒｉｓｂｉｅ，Ｆ．Ｄ．ＢｅａｎａｎｄＩ．Ｗ．Ｅｂｅｒｓｔｅｉｎ，１９７８，“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Ｍａｒｉｔａｌ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ｍｏｎｇＭｅｘｉｃ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Ｂｌａｃｋｓ，ａｎｄＡｎｇｌｏｓ”，Ｆ．ＤｅａｎａｎｄＷ．
Ｆｒｉｓｂｉｅ，ｅｄｓ．，Ｔｈｅ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Ｒａｃｉａｌａｎｄ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ｐｐ．５１—７８．

Ｇｏｌｄｓｃｈｅｉｄｅｒ，Ｃ．ｅｄ．１９９５，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Ｂｏｕｌｄｅｒ：ＷｅｓｔｖｉｅｗＰｒｅｓｓ．
Ｓ．Ｌｉｅｂｅｒｓｏｎ，１９７８，“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Ｂｌａｃｋ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Ｆ．ＤｅａｎａｎｄＷ．Ｆｒｉｓｂｉｅ，ｅｄｓ．，Ｔｈｅ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Ｒａｃｉａｌａｎｄ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ｐｐ．１１９—１２７．
马戎，１９９６，《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第４９—１５８页。
思考题：

从人口学角度分析，两个族群之间可能存在哪些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对

族群关系会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

９．人口迁移与族群关系（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ｔｈｎ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马戎编，１９９７，《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第３０７—

３２３页（Ｓ．Ｌｉｅｂｅｒｓｏｎ，１９６１，“ＡＳｏｃｉｅ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ＲａｃｅａｎｄＥｔｈｎ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ＡＳＲ），２６（６）９０２—９０９）．
马戎编，１９９７，《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第２８５—

６４９
附录１ “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课程教学大纲



３０６页（Ｆ．ＴｒｏｖａｔｏａｎｄＳ．Ｈａｌｌｉ，１９８３，“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ａｎａｄａ”，

ＩＭＲ１７（２）２４５—２６７）．
Ｇ．Ｊ．Ｈｕｇｏ，１９８１，“Ｖｉｌｌａｇ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ｉｅｓ，ＶｉｌｌａｇｅＮｏｒｍｓ，ａｎｄ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Ｗｏｒｌｄ”，Ｇ．Ｆ．Ｄｅ
ＪｏｎｇａｎｄＲ．Ｗ．Ｇａｒｄｎｅｒ，ｅｄｓ．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ｐｐ．１８６—２２３．

Ｓ．Ｌｉｅｂｅｒｓｏｎ，１９７８，“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Ｂｌａｃｋ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Ｆ．ＤｅａｎａｎｄＷ．Ｆｒｉｓｂｉｅ，ｅｄｓ．，Ｔｈｅ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Ｒａｃｉａｌａｎｄ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ｐｐ．１１９—１２７．

Ｒ．Ｇ．ＲｕｍｂａｕｔａｎｄＡ．Ｐｏｒｔｅｓ，ｅｄｓ．，２００１，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ｏｆＩｍｍｉ
ｇｒａｎｔｓ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ｐｐ．１—５６．
马戎，１９９６，《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第４９—１５８页。
卢明辉主编，１９９４，《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哈尔滨：黑龙江教育

出版社。

思考题：

在地域之间发生的不同类型和不同规模的人口迁移，对族群关系可能会带

来哪些方面的影响？

１０．民族语言使用与族群关系（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ＵｓｅａｎｄＥｔｈｎ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斯大林，１９５０，“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

版社，第５０１—５３８页。
列宁，１９１３，“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给斯·格·邵武勉的

信”，《列宁论民族问题》（上册），民族出版社，第２１１—２１４页；第２５３—２５６页。
马戎，２００１，《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第２２５—２６５页。
哈经雄、滕星，２００１，《民族教育学通论》，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滕星，２００１，《文化变迁与双语教学———凉山彝族社区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

作与文本撰述》，教育科学出版社。

滕星、王军主编，２００２，《２０世纪中国少数民族与教育》，民族出版社。

Ｗ．Ｃｏｎｎｏｒ，１９８４，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ｒｘｉｓｔＬｅｎｉｎｉｓｔ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ｐｐ．２５４—２７６．

Ｒ．Ｄ．Ａｌｂａ，１９９０，Ｅｔｈｎ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ｈｉｔｅＡｍｅｒｉｃａ，

ＨｅｗＨａｖｅｎ：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ｐｐ．９３—１０１．
周庆生，１９９９，“一种立法模式，两种政治结果———魁北克与爱沙尼亚语言

６５０
民族社会学



立法比较”，《世界民族》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班纳迪克·安德森，１９９９，《想象的共同体》，台北：时报文化企业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第７９—９４页。
刘援朝，１９９９，“族际交往的语言文字和社会环境”，马戎、周星主编《中华民

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２５５—３３０页。
思考题：

语言与族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语言对于国家（ｎａｔｉｏｎ）的形成起了什么样
的作用？各国政府在少数族群语言使用方面有哪些法律和政策？这些政策的

效果如何？

１１．城乡居住格局与族群关系（Ｒｕｒａｌ＆ Ｕｒｂａｎ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马戎编，１９９７，《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第３２４—

３５４页（Ａ．Ｍ．ＧｕｅｓｔａｎｄＪ．Ａ．Ｗｅｅｄ，１９７６，“Ｅｔｈｎｉｃ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ＪＳ），８１（５）１０８８—

１１１１）．
马戎编，１９９７，《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第３５５—

３７９页（Ａ．Ｇ．ＤａｒｒｏｃｈａｎｄＷ．Ｇ．Ｍａｒｓｔｏｎ，１９７１，“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ＣｌａｓｓＢａｓｉｓｏｆＥｔｈ
ｎｉｃ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Ｃａｓ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ＪＳ）７７（３）４９１—５１０）．
马戎，１９９５，《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第３９６—４３２页。
马戎、潘乃谷，１９８９，“居住形式、社会交往与蒙汉民族关系”，《中国社会科

学》１９８９年第３期。
王俊敏，２００１，《青城民族———一个边疆城市民族关系的历史演变》，天津人

民出版社。

马宗保，１９９８，“银川市区回汉民族居住格局变迁及其对民族间社会交往的
影响”，《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１４期。
梁茂春，１９９９，“南宁市区的居住格局与壮汉居民的社会交往条件”，《民族

社会学研究通讯》第１６期。
王建基，２０００，“乌鲁木齐市民族居住格局与民族关系”，《西北民族研究》

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马戎、潘乃谷，１９９３，“内蒙古半农半牧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府村调查”，潘

乃谷、马戎主编《边区开发论著》，北京大学出版社，第８２—１３９页。

６５１
附录１ “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课程教学大纲



Ｄ．Ｓ．ＭａｓｓｅｙａｎｄＮ．Ａ．Ｄｅｎｔｏｎ，１９８８，“Ｔｈ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Ｓｅｇ
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ｒｃｅｓ６７（２）２８１—３１５．

Ｆ．Ｄ．ＷｉｌｓｏｎａｎｄＫ．Ｅ．Ｔａｅｕｂｅｒ，１９７８，“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ｄＳｃｈｏｏｌＳｅｇｒｅｇａ
ｔｉｏｎ：ＳｏｍｅＴｅｓ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ＤｅａｎａｎｄＷ．Ｆｒｉｓｂｉｅ，ｅｄｓ．，Ｔｈｅ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Ｒａｃｉａｌａｎｄ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ｐｐ．５１—

７８．
马戎，１９９６，“关于分离指数的计算方法”，《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５期。
思考题：

居住格局不同模式与族群关系状况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两者之间通

过哪些方面相互影响？

１２．族际通婚（Ｉｎｔｅｒ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马戎编，１９９７，《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第３８０—

４０７页（Ｇ．ＳｉｍｐｓｏｎａｎｄＪ．Ｙｉｎｇｅｒ，ｅｄｓ．１９８５，Ｒａｃｉａ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ｌｅｎｕｍＰｒｅｓｓ，ｐｐ．２９６—３０６）。

Ｇ．Ｄ．ＳａｎｄｅｆｕｒａｎｄＴ．ＭｃＫｉｎｎｅｌｌ，１９８５，“Ｉｎｔｅｒ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ｄｉａｎｓａｎｄＷｈｉｔ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ｉｓｃｏｎ
ｓｉｎＭａｄｉｓｏｎ，ＣＤ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８５—２６．
马戎，２００１，《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第１６１—２２４页。
马戎、潘乃谷，１９８８，“赤峰农村牧区蒙汉通婚的研究”，《北京大学学报》

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马戎，１９９６，《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第２９３—３３１页。
王俊敏，１９９９，“蒙、满、回、汉四族通婚研究———呼和浩特市区的个案”，《西

北民族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吴景超，１９９１，《唐人街：共生与同化》，天津人民出版社，第２７４—３０７页。
那兹里·克伯瑞尔，１９９７，“对第二代华裔及朝鲜美国人的通婚和种族认同

的思考”，《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２０期。
马戎，１９９６，“‘Ｋａｐｐａｓ’指数的计算与应用”，《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６

期。

思考题：

有哪些因素促进或制约族际通婚？对族际通婚的研究可以从哪些方面帮

助我们认识和分析一个地区的族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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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影响族群关系的因素（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Ｅｔｈｎ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马戎，２００３，“族群关系变迁影响因素分析”，《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４

期，第５３１—５９４页。
马戎编，１９９７，《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第４０８—

４２３页（Ｇ．Ｓｉｍｐｓｏｎ，１９６８，“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ｈ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Ｃｏｍ．＆Ｔｈｅ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ｐｐ．４３８—

４４４）．
马戎编，１９９７，《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第４５４—

４８６页（Ｓ．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１９９５，“Ｉｎｔｅｒｅｔｈｎ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ｏｓｔＳｏｖｉｅｔＴｕｖａ”，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Ｒａ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８（１）６４—８８）．
马戎编，１９９７，《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第４８７—

５０９页（Ｊ．Ｄｏｏｍｅｒｎｉｋ，１９９５，“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ｕｒｋｉｓｈ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ｅｔｈｅｒ
ｌａｎｄａｎｄＧｅｒｍａｎ”，ＥｔｈｎｉｃａｎｄＲａ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８（１）８９—１０６）．
国家民委政研室编，１９８２，《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上集），北京：民族出

版社，第２７９—３９６页。
牙含章，１９８６，《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蒋丽蕴，１９９９，“当代新疆农村维吾尔族宗教行为分析”，《西北民族研究》

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于长江，１９９９，“个体族际交往及其社会心理”，马戎、周星主编《中华民族凝

聚力形成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３６７—４２７页。
李建新、蒋丽蕴，２００１，“新疆维汉关系研究———吐鲁番艾丁湖乡调查”，马

戎等主编《中国民族社区发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第７１—１０６页。

Ｈ．Ｊ．Ａｂｒａｍｓｏｎ，１９８２，“Ｔｈ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ｅｔｈｎ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ｄ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ＡｎｏｔｈｅｒＬｏｏｋａｔ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Ｎ．Ｒ．Ｙｅｔｍａｎａｎｄ
Ｗ．Ｃ．Ｈ．Ｓｔｅｅｌｅ，ｅｄｓ．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ａｎｄ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Ｂｏｓｔｏｎ：ＡｌｌｙｎａｎｄＢａｃｏｎ，Ｉｎｃ．
ｐｐ．２５１—２５９．

Ｒ．ＬｕｈｍａｎａｎｄＳ．Ｇｉｌｍａｎ，１９８０，ＲａｃｅａｎｄＥｔｈｎ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ｌｍｏｎｔ：Ｗａｄｓｗｏｒｔｈ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ｐ．９０—１２１．

Ｅ．Ｂｏｎａｃｉｃｈ，１９８２，“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ｍａｎ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Ｎ．Ｒ．Ｙｅｔｍａｎ
ａｎｄＷ．Ｃ．Ｈ．Ｓｔｅｅｌｅ，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ａｎｄ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３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Ａｌｌｙｎａｎｄ
Ｂａｃｏｎ，Ｉｎｃ．ｐｐ．２７０—２８１．

Ｊ．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１９８１，Ｅｔｈｎ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ＮｅｗＹｏｒｋ：

６５３
附录１ “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课程教学大纲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思考题：

在现实社会中，都存在哪些方面的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当地的族群关

系？如何测度与分析这些因素与它们对族群关系的影响？

１４．族群平等和影响族群关系的政策因素（Ｅｔｈｎｉｃ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Ｉｍ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Ｅｔｈｎ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马戎编，１９９７，《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第４２４—

４５３页（Ｄ．Ｌ．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１９８５，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ｐｐ．６５３—６８０）。
宁骚，１９９５，《民族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第２５１—３１７页。
刘春，１９８６，“为什么我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理

论和民族政策论文选》（１９５１—１９８３），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第２５７—２６９页。
潘志平，１９９７，“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苏维埃型民族共和国联邦模

式”，《西北民族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格雷姆·史密斯，１９９６，“俄罗斯：地区民族主义和联邦政治”，《民族社会学

研究通讯》第２１期。
韦伯，１９９７，《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三联书店，第７５—１０８页。
王铁志、沙伯力主编，２００２，《国际视野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北京：民族出版

社。

Ｗ．Ｃｏｎｎｏｒ，１９８４，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ｒｘｉｓｔＬｅｎｉｎｉｓｔ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ｐｐ．２０１—４７６．

Ｂｒｏｗｎ，Ｍ．Ｊ．ｅｄ．１９９６，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ａｉｗａｎ，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马戎，２００４，“族群问题的‘政治化’与‘文化化’”，《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刊》第

一辑，第７３—８９页。
思考题：

政府能够制定哪些政策来直接或间接影响族群关系？从一些国家的实践

效果来看，这些政策对这些国家的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１５．少数族群的发展与现代化（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ｔｈｎｉｃ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Ｍｏｄ
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费孝通，１９８１，《民族与社会》，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第２８—６３页。
费孝通，１９８７，《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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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１９９３，“前记”，潘乃谷、马戎编，《边区开发论著》，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第１—１８页。
马戎，２００１，《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第３２９—３５３页。

Ｃ．丹克斯，２００３，《转型中的俄罗斯政治与社会》（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Ｄａｎｋｓ，２００１，

Ｒｕｓｓｉ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ｅａｒｓ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ｅｄ），北京：
华夏出版社，第５４—７６页。

Ｆ．格罗斯，２００３，《公民与国家：民族、部落和族属身份》（ＦｅｌｉｋｓＧｒｏｓｓ，

１９９８，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ｉｂａｌＳｔａｔｅ，Ｗｅｓｔｐｏｒｔ：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Ｐｒｅｓｓ），北京：新华
出版社，第１９—１３１页。

Ｊ．哈贝马斯，２００２，《后民族结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查里斯·金，１９９７，“苏联解体后各共和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加高兹个案”，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１８期。

Ｍ．Ｇｕｉｂｅｒｎａｕ，２００２，《无国家的民族———全球时代的政治社群》（周志杰
译），台北：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

思考题：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各国的族群关系的特点是否也不相同？

２１世纪的族群关系与前几个世纪相比有哪些重要的特点？

１６．“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吴文藻，１９９０，“民族与国家”，《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

社，第１９—３６页。
厄内斯特·盖尔纳，２００２，《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安东尼·史密斯，２００２，《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埃里·凯杜里，２００２，《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潘志平主编，１９９９，《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新疆人民出版社，第８７—１３３

页。

班纳迪克·安德森，１９９９，《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２０００，《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第１９６—

２２９页。
安东尼·吉登斯，１９９８，《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第３０５—３４４页。
徐迅，１９９８，《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余建华，１９９９，“世纪之交世界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背景及其理论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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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民族》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马戎，２００４，“族群问题的‘政治化’与‘文化化’”，《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刊》第

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７３—８９页。

Ｓ．亨廷顿，１９９９，《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

Ｊ．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１９８１，Ｅｔｈｎ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思考题：

如何分析“民族—国家”这个观念的产生与实践？如何看待今天世界上对

于“民族自决”的要求和“民族主义运动”？

１７．族群关系研究实例（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Ｅｔｈｎ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视情况可安排
为专题讲座）

赤峰四旗县人口迁移与族群关系调查（１９８５）
西藏三地区经济发展与族群关系调查（１９８８）
“八五”期间的少数族群社区调查（１９９５—１９９６）
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社会经济发展调查（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思考题：

当确定了一个有关族群关系的研究项目后，应如何根据选定专题设计项目

的理论框架、具体专题和调查方法？之后如何实施调查？获得调查资料后如何

分析与进行理论提高？

１８．课程总结：族群关系发展前景的展望（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ｅｍｉｎａｒ：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ｆＥｔｈｎ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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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２ “分离指数”的计算

“分离指数”（ＩｎｄｅｘｏｆＤ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简称ＩＤ）是社会学家常用于计算一个人
口（如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整体结构与其内部各部分（如下属地区或街区）

结构之间差异的量化指标。对于人口结构的分析的具体研究对象，可以针对人

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职业结构、行业结构、收入结构、出生地结构、使用语

言结构、宗教结构等等方面，也可以用于研究人口的族群结构。

在我们确定“整体”和“部分”时，也可以根据研究的具体对象的实际情况而

有各种不同的选择方法，选择具体的人口计算单元来作为与“整体”相对应的

“部分”，以及单元边界的确定方法。当我们的目的是研究一个城市的族群居住

格局时，我们可以把这个城市全体居民作为“整体”，而把这个城市的各个街区

（街道办事处或居委会）作为“部分”的计算单元；如果我们研究农村地区的族群

居住格局时，可以把一个农业县（或全县的农牧业人口）作为“整体”而把下属的

村落（行政村或自然村）作为“部分”的计算单元；如果研究一个大企业职工不同

单元的性别结构，可以把企业全体职工作为“整体”，而把分厂、车间作为“部分”

的计算单元。在确定了“整体”和“部分”的计算单元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整

体”和各个“部分”的相关数据来计算分析整体与部分在结构上的差异。这一差

异可以用“分离指数”来表示，通过这个量化指标，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整体”

的纵向历史变迁分析，也可以在同一个时间点上进行不同“整体”之间的横向比

较。

在美国有关种族、族群关系的研究中，“分离指数”经常被用于分析一个城

市总人口的种族比例与各街区种族比例的差别，从而确定这个城市在居住方面

族群隔离的程度。

“分离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ＩＤ＝１／２∑
ｎ

ｉ＝１
｜ａｉ／Ａ－ｂｉ／Ｂ｜；

在这一公式中：

ＩＤ：表示分离指数； ｎ：表示计算单元（如各街区）的数量；



∑：表示从ｉ＝１到ｉ＝ｎ所有计算单元的连加计算；

ａｉ：表示在ｉ街区中Ａ族群的人口数； Ａ：表示全城Ａ族群的人口总数；

ｂｉ：表示在ｉ街区中Ｂ族群的人口数； Ｂ：表示全城Ｂ族群的人口总数；
举例：一个城市的总人口为３０万，其中Ａ族群人口总数是１０万，Ｂ族群人

口总数的２０万，族群比例为１比２。如以街区为计算单元，该城在行政区划上
共划分为６个街区。各街区中Ａ、Ｂ两个族群人口的人口数量分别为：第一街
区：Ａ族１万，Ｂ族４万；第二街区：Ａ族２万，Ｂ族３万；第三街区：Ａ族０．５万，

Ｂ族４．５万；第四街区：Ａ族４万，Ｂ族１万；第五街区：Ａ族１．５万，Ｂ族３．５万；
第六街区：Ａ族１万，Ｂ族４万。
计算方法如下：

ＩＤ＝１／２｛｜１／１０－４／２０｜＋｜２／１０－３／２０｜＋｜０．５／１０－４．５／２０｜
＋｜４／１０－１／２０｜＋｜１．５／１０－３．５／２０｜＋｜１／１０－４／２０｜｝

＝１／２｛０．１＋０．５＋０．１７５＋０．３５＋０．３２５＋０．１｝

＝１．５５÷２＝０．７７５；
根据以上计算结果，这个城市族群居住格局的“分离指数”为０．７７５，或以百

分数表示为７７．５。这即是说，如果要使得６个街区中的每一个街区居民中的族
群比例都达到全市的族群比例（１比２，即每个街区居民中Ａ族占三分之一，Ｂ
族占三分之二），两个族群居民中需要在街区之间进行迁移的两个百分数之和

为７７．５％。“分离指数”越大，需要迁移的人数也就越多，表示族群隔离的程度
越高。关于这一指数的计算方法，请参考研究城市族群居住格局的经典著作，

托伊伯（Ｋ．Ｅ．ＴａｅｕｂｅｒａｎｄＡ．Ｆ．Ｔａｅｕｂｅｒ）于１９６８年出版的《城市中的黑人》
（ＮｅｇｒｏｅｓｉｎＣｉｔｉｅｓ，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ｌｄｉｎ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一书。

６５８
民族社会学



附录３ “Ｋａｐｐａｓ”通婚指数的计算与应用

在研究种族与民族关系现状时，族际通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１９８５年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Ｇ．Ｄ．Ｓａｎｄｅｆｕｒ和Ｔ．ＭｃＫｉｎｎｅｌｌ两位教授在他们的一篇文
章（“Ｉｎｔｅｒ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ｄｉａｎｓａｎｄＷｈｉｔ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Ｍａｄｉｓｏｎ，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１９８５，Ｎｏ．２６）中提出了一个量化的计算指数，称之为
“Ｋａｐｐａｓ”指数。我们认为在分析中国多民族地区的族际通婚时，这个指数可以
借鉴，故在这里对这个指数的计算方法予以介绍，供大家参考。

这个指数的计算立足于研究大规模族际通婚时必须要考虑的两个重要因

素：各族群人口的相对规模（“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ｉｚｅ”，即一个地域内各族群与其他族群相
比，其人口的相对规模）和人口的性别比例（“ＳｅｘＲａｔｉｏ”）。
计算公式如下：

Ｋｉ＝（Ｎ×Ｘｉｉ－Ｘｉ＋×Ｘ＋ｉ）／（Ｎ×Ｇｉ－Ｘｉ＋×Ｘ＋ｉ）．
其中：Ｋｉ是第ｉ族Ｋａｐｐａｓ指数；Ｎ是本地区各民族所有婚姻总数；Ｘｉｉ是第ｉ

族族内婚姻总数；Ｘｉ＋和Ｘ＋ｉ是第ｉ族与族外通婚的男性和女性人数；
在计算第ｉ族男性的Ｋａｐｐａｓ时，Ｇｉ的数值等于Ｘｉ＋，

在计算第ｉ族女性的Ｋａｐｐａｓ时，Ｇｉ的数值等于Ｘ＋ｉ。

所以，Ｋａｐｐａｓ指数的计算是分族群和性别的。例如在某个地区，全体已婚
夫妇总数（包括族内婚与族际婚）是１５００对，其中Ａ族的族内婚为８００对（男女
各８００人），族际婚２００对（与其他族群通婚的男性有１５０人，与其他族群通婚
的女性有５０人）。所以Ａ族已婚男性总数为８００加１５０等于９５０人，已婚女性
总数为８００加５０人等于８５０人。这样该族群Ｋａｐｐａｓ男女分性别的指数计算如
下：

Ｋ（Ａ男）＝（１５００×８００－９５０×８５０）／（１５００×９５０－９５０×８５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８０７５００）／（１４２５０００－８０７５００）

＝３９２５００÷６１７５００＝０．６３６；



Ｋ（Ａ女）＝（１５００×８００－９５０×８５０）／（１５００×８５０－９５０×８５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８０７５００）／（１２７５０００－８０７５００）

＝３９２５００÷４６７５００＝０．８４０；

Ｋａｐｐａｓ的数值表示族内婚（ｅｎｄｏｇａｍｙ）的比重，具体计算数值为０到１，分
别表示族际通婚的两个极限。０表示一个族群该性别的已婚者全部与外族通
婚，１表示全部是族内婚。以上例子的计算结果，Ｋ（Ａ女）数值高于Ｋ（Ａ男），
说明Ａ族的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族内婚。由于对于一个地区的通婚往往涉及
两个以上的族群，族群之间的Ｋａｐｐａｓ数值的比较同样十分有意义。
例如，Ｇ．Ｄ．Ｓａｎｄｅｆｕｒ和Ｔ．ＭｃＫｉｎｎｅｌｌ两位教授根据美国１９８０年１％抽样

调查结果计算，白人男性的Ｋａｐｐａｓ指数为０．９５５，白人女性为０．９３７，黑人男性
为０．９６８，黑人女性为０．９９０，印第安人男性为０．４８１，印第安人女性为０．４６８。
说明印第安人女性的族外婚倾向最强，而黑人女性的族内婚倾向最强。

根据我们１９８５年在内蒙古赤峰地区４１个自然村的调查与计算结果，蒙古
族男性和汉族女性的Ｋａｐｐａｓ指数为０．６８１，蒙古族女性和汉族男性的Ｋａｐｐａ指
数为０．７４０（当一个地区只有两个民族时，Ａ族男性与Ｂ族女性、Ａ族女性与Ｂ
族男性的Ｋａｐｐａｓ数值是一样的）。这也可以表明在这个地区，蒙古族男性娶汉
族女性的情况多于汉族男性娶蒙古族女性的情况。

除了应用量化指标对各族群、各性别的通婚情况进行比较，如果在不同的

时期对同一个地区进行追踪调查，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当地族际通婚模式的历史

变迁。

６６０
民族社会学



附录４ “同化指数”的计算

在苏联学者阿鲁秋尼扬等著的《民族社会学》（马尚鳌译，中央民族学院出

版社１９９２年出版）一书中，专门讨论了族际通婚和后代族群身份选择而带来的
对于各族群人口规模变化的影响，并介绍了“同化指数”这一指标来具体计算这

一影响。公式如下：

ＡＳａ
ａｂ＝Δｌａａｂ／ｌ

ｔ
ａ

其中：Δｌａａｂ＝ｌ
ａ
ａｂ－０．５ｌａｂ；ｌ

ｔ
ａ＝ｌａ＋０．５ｌ

ｌ
ａ。

Δｌａａｂ是由于ａ族和ｂ族通婚子女选择民族成分而使ａ族儿童数所发生的变

化；

ｌａａｂ是选择了ａ族成分的通婚生子女；

ｌｔａ是ａ族儿童理论上应有的数量；

ｌａｂ是ａ族和ｂ族通婚后所生子女总数；

ｌａ是ａ族同族结婚所生子女总数；

ｌｌａ是所有族际通婚（包括ａ族和ｂ族通婚）所生子女人数。

“同化指数”数值如果乘以１００，即表示ａ族儿童数量由于与ｂ族通婚后子
女选择民族成分时的不均衡（不是总数的二分之一）而导致ａ族儿童数增加的
百分数（参见阿鲁秋尼扬等，１９９２：２００）。



附录５ 中国各族群人口统计基本数据

附录表５１ 中国各族群人口规模变迁

１９５３ １９６４ １９８２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汉族 ５４２８２４０５６ ６５１２９６３６８ ９３６６７４９４４ １０３９１８７５４８ １１３７３８６１１２
壮族 ６８６４５８５ ８３８６１４０ １３３８３０８６ １５５５５８２０ １６１７８８１１
满族 ２３９９２２８ ２６９５６７５ ４３０４９８１ ９８４６７７６ １０６８２２６２
回族 ３５３０４９８ ４４７３１４７ ７２２８３９８ ８６１２００１ ９８１６８０５
苗族 ２４９０８７４ ２７８２０８８ ５０２１１７５ ７３８３６２２ ８９４０１１６
维吾尔族 ３６１０４６２ ３９９６３１１ ５９６３４９１ ７２０７０２４ ８３９９３９３
彝族 ３２２７７５０ ３３８０９６０ ５４５３５６４ ６５７８５２４ ７７６２２７２
土家族 — ５２５７５５ ２８３６８１４ ５７２５０４９ ８０２８１３３
蒙古族 １４５１０３５ １９６５７６６ ３４１１３６７ ４８０２４０７ ５８１３９４７
藏族 ２７５３０８１ ２５０１１７４ ３８４７８７５ ４５９３０７２ ５４１６０２１
侗族 ７１２８０２ ８３６１２３ １４２６４００ ２５０８６２４ ２９６０２９３
瑶族 ６６５９３３ ８５７２６５ １４１１９６７ ２１３７０３３ ２６３７４２１
朝鲜族 １１１１２７５ １３３９５６９ １７６５２０４ １９２３３６１ １９２３８４２
白族 ５６７１１９ ７０６６２３ １１３２２２４ １５９８０５２ １８５８０６３
哈尼族 ４８１２２０ ６２８７２７ １０５８８０６ １２５４８００ １４３９６７３
哈萨克族 ５０９３７５ ４９１６３７ ９０７５４６ １１１０７５８ １２５０４５８
黎族 ３６０９５０ ４３８８１３ ８８７１０７ １１１２４９８ １２４７８１４
傣族 ４７８９６６ ５３５３８９ ８３９４９６ １０２５４０２ １１５８９８９
畲族 — ２３４１６７ ３７１９６５ ６３４７００ ７０９５９２
傈僳族 ３１７４６５ ２７０６２８ ４８１８８４ ５７４５８９ ６３４９１２
仡佬族 — ２６８５２ ５４１６４ ４３８１９２ ５７９３５７
东乡族 １５５７６１ １４７４４３ ２７９５２３ ３７３６６９ ５１３８０５
拉祜族 １３９０６０ １９１２４１ ３０４２５６ ４１１５４５ ４５３７０５
水族 １３３５６６ １５６０９９ ２８６９０８ ３４７１１６ ４０６９０２
佤族 ２８６１５８ ２００２７２ ２９８６１１ ３５１９８０ ３９６６１０
纳西族 １４３４５３ １５６７９６ ２５１５９２ ２７７７５０ ３０８８３９
羌族 ３５６６０ ４９１０５ １０２８１５ １９８３０３ ３０６０７２
土族 ５３２７７ ７７３４９ １５９６３２ １９２５６８ ２４１１９８



（续表）

１９５３ １９６４ １９８２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仫佬族 — ５２８１９ ９０３５７ １６０６４８ ２０７３５２
锡伯族 １９０２２ ３３４３８ ８３６８３ １７２９３２ １８８８２４
柯尔克孜族 ７０９４４ ７０１５１ １１３３８６ １４３５３７ １６０８２３
达斡尔族 — ６３３９４ ９４１２６ １２１４６３ １３２３９４
景颇族 １０１８５２ ５７７６２ ９２９７６ １１９２７６ １３２１４３
毛南族 — ２２３８２ ３８１５９ ７２３７０ １０７１６６
撒拉族 ３０６５８ ３４６６４ ６９１３５ ８７５４６ １０４５０３
布朗族 — ３９４１１ ５８４７３ ８２３９８ ９１８８２
塔吉克族 １４４６２ １６２３６ ２６６００ ２２２２３ ４１０２８
阿昌族 — １２０３２ ２０４３３ ２７７１８ ３３９３６
普米族 — １４２９８ ２４２３８ ２９７２１ ３３６００
鄂温克族 ４９５７ ９６８１ １９３９８ ２６３７９ ３０５０５
怒族 — １５０４７ ２２８９６ ２７１９０ ２８７５９
京族 — ４２９３ １３１０８ １８７４９ ２２５１７
基诺族 — — １１９６２ １８０２２ ２０８９９
德昂族 — ７２６１ １２２９７ １５４６１ １７９３５
保安族 ４９５７ ５１２５ ９０１７ １１６８３ １６５０５
俄罗斯族 ２２６５６ １３２６ ２９１７ １３５００ １５６０９
裕固族 ３８６１ ５７１７ １０５６８ １２２９３ １３７１９
乌孜别克族 １３６２６ ７７１７ １２２１３ １４７６３ １２３７０
门巴族 — ３８０９ １１４０ ７４９８ ８９２３
鄂伦春族 ２２６２ ２７０９ ４１０３ ７００４ ８１９６
独龙族 — ３０９０ ４６３３ ５８２５ ７４２６
塔塔尔族 ６９２９ ２２９４ ４１２２ ５０６４ ４８９０
赫哲族 — ７１８ １４８９ ４２５４ ４６４０
高山族 ３２９ ３６６ １６５０ ２８７７ ４４６１
珞巴族 — — １０６６ ２３２２ ２９６５
未识别 １０１７２９９ ３２４１１ ７９９７０５ ７５２３４７ ７３４４３８
外国人入籍 １００４ ７４１６ ４９３７ ３４９８ ９４１
全国 ５７７８５６１４１ ６９１２２０１０４ １００３９１３９２７ １１３０５１０６３８ １２４２６１２２２６
少数族群％ ５．８９％ ５．７７％ ６．６２％ ８．０１％
资料来源：郝文明主编《中国民族》，第７６１—７６２页；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２００２ａ：

１８—４６。

６６３
附录５ 中国各族群人口统计基本数据



附录表５２ 中国各族群６岁以上人口的教育水平（１９９０）

１５岁以上
人口文盲％

６岁及以上人口

未说明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学 总计（％） 总数

塔塔尔族 ４．８６ ８．０４ ３８．６６ ２６．０４ １２．９７ ６．９７ ７．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４２７８
锡伯族 ６．２３ ７．０８ ３９．４０ ３４．６８ １１．４８ ３．５４ ３．８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６１７８
朝鲜族 ７．００ ８．１８ ２６．００ ３７．６４ １９．６０ ３．７６ ４．８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２３０２６
俄罗斯族 ７．４２ ８．０６ ２６．７５ ３７．８１ １５．２７ ６．２３ ５．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５２０
鄂伦春族 ７．８１ ９．８１ ３６．９６ ３３．５６ １０．７３ ５．０６ ３．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５６５０
乌孜别克族 ８．３２ １０．６６ ４０．６３ ２４．４８ １３．００ ５．６９ ５．５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２７６
赫哲族 ８．５４ １０．９６ ３３．５２ ３１．０４ １４．６４ ４．７３ ５．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４２８
高山族 ９．３９ ９．５９ ３０．０８ ３０．８２ １６．１７ ４．４９ ８．８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３０
鄂温克族 ９．８４ １１．２０ ４１．５６ ３０．１３ １０．２８ ３．６８ ３．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４８５
达斡尔族 １０．０３ １１．２０ ３７．５９ ３１．９２ １１．５７ ３．９９ ３．７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２０３５
满族 １１．４１ １１．３９ ４４．１２ ３１．９５ ８．４４ ２．１９ １．９１ １００．００ ８４７９１０６
哈萨克族 １２．３４ １４．９５ ５３．５６ ２０．０６ ６．７２ ３．１９ １．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９１１３０７
仫佬族 １６．２７ １５．６２ ５４．７５ １９．９５ ６．５１ ２．０３ １．１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３５１７
毛难族 １７．５９ １６．５１ ５０．９７ ２２．５５ ６．５７ ２．３５ １．０５ １００．００ ６１８５０
蒙古族 １７．８２ １７．８６ ４１．７９ ２５．９２ ９．４３ ２．８１ ２．１９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４４３３０
京族 １９．２３ １９．６３ ４７．４９ ２０．６８ ８．５６ １．７１ １．９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６３７
汉族 ２１．５３ １９．８１ ４２．１７ ２７．１５ ７．４９ １．７５ １．６３ １００．００ ９１５８３８２３６
壮族 ２１．１７ ２０．４４ ５２．３９ ２０．０１ ５．１８ １．３３ ０．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５１９３３７
柯尔克孜族 ２４．８７ ５１．１６ ２７．５２ １２．８４ ４．３５ ３．０１ １．１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４４１１
土家族 ２５．２４ ２３．０２ ４８．７５ ２０．５６ ５．２２ １．６３ ０．８２ １００．００ ４９９２６５１
维吾尔族 ２６．５８ ２４．９６ ５３．０３ １４．６０ ４．２９ ２．０２ １．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８９０６３０
纳西族 ２８．４２ ２６．１６ ４３．６４ ２１．５５ ４．４２ ２．６９ １．５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４６８８
黎族 ２８．５１ ２８．１０ ４４．１２ ２１．０２ ５．２１ ０．９９ ０．５６ １００．００ ９３９０２１
侗族 ２８．５３ ２６．３９ ４９．６２ １７．８６ ４．０４ １．３９ ０．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５５３６９
畲族 ２９．３５ ２６．１５ ５２．６０ １５．６７ ３．７９ １．１６ ０．６３ １００．００ ５５３０９０
裕固族 ２９．６８ ２７．３１ ４５．０７ １６．６６ ６．０９ ２．３７ ２．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６６６
瑶族 ２９．９２ ２８．８８ ５０．９５ １４．３１ ４．１１ １．１５ ０．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１２９０７
白族 ３０．１５ ２６．９９ ４５．３２ ２０．２４ ４．３９ １．８３ １．２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７９４３６
回族 ３３．１１ ３２．１４ ３３．７８ ２３．１６ ７．２５ １．９０ １．７７ １００．００ ７４２２７３１
仡佬族 ３３．３８ ３０．３８ ４７．３１ １７．８２ ２．８４ １．０６ ０．５９ １００．００ ３８１０９７
塔吉克族 ３３．４５ ３１．２１ ５０．４７ １１．６１ ３．２３ ２．６６ ０．８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６６４３
基诺族 ３５．３７ ３２．８５ ４６．０４ １６．５０ ２．２４ １．９１ ０．４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０７４
羌族 ３６．８５ ３３．０５ ４４．３６ １６．４２ ３．２９ ２．０１ ０．８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９８５６

６６４
民族社会学



（续表）

１５岁以上
人口文盲％

６岁及以上人口

未说明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学 总计（％） 总数

苗族 ４１．８５ ３９．８９ ４２．７２ １３．０９ ２．８６ ０．９８ ０．４６ １００．００ ６３２００９６
傣族 ４２．２１ ３９．１７ ４８．０７ ９．８９ １．６１ ０．９２ ０．３４ １００．００ ８７１８６５
布依族 ４２．８１ ４０．４０ ４２．８７ １３．１９ １．９３ １．１６ ０．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９１５
景颇族 ４４．１６ ４０．８４ ４５．６５ １０．６０ １．４４ １．１５ ０．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９８１４４
阿昌族 ４５．２６ ４０．８８ ４４．４８ １１．００ １．９３ １．２１ ０．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５６４
彝族 ４９．７１ ４７．７０ ３９．７３ ９．８６ １．５３ ０．８８ ０．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６５８４５４
水族 ５０．１８ ６１．６２ ２８．５５ ７．４４ １．３６ ０．７５ ０．２８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６１５５
普米族 ５１．２６ ４７．６７ ３７．３１ １１．４６ １．４５ １．５５ ０．５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３６５
土族 ５１．９５ ４６．３８ ３３．３９ １３．２２ ４．１７ １．５８ １．２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５２９７
独龙族 ５３．６４ ５３．３６ ３３．０４ ９．２５ １．５３ ２．０８ ０．７４ １００．００ ４７１３
怒族 ５５．２０ ５３．８８ ３２．４４ ９．８７ １．６２ １．６８ ０．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４５２
佤族 ５８．８１ ５５．４７ ３５．２３ ７．５３ ０．９７ ０．６２ ０．１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３３２７
布朗族 ５９．７９ ５７．３３ ３４．７１ ６．５０ ０．７４ ０．５４ ０．１８ １００．００ ６８５６６
哈尼族 ６０．４５ ５６．５７ ３３．１１ ８．２４ １．２３ ０．６５ ０．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６９２２９
德昂族 ６１．６８ ５８．３６ ３４．８２ ５．３４ ０．６９ ０．５９ ０．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５２０
傈僳族 ６２．９１ ５９．８８ ３２．９９ ５．５７ ０．６９ ０．６７ ０．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８７７０４
撒拉族 ６８．６９ ３３．６４ ２２．２６ ７．５５ １．９２ １．１２ ０．７９ １００．００ ７４０９８
保安族 ６８．８１ ６７．３６ １８．８５ ８．３８ ３．３６ １．１６ ０．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４９
藏族 ６９．３９ ６９．０３ ２２．７０ ５．３４ １．０４ １．３７ ０．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２６４５３
拉祜族 ７１．７１ ６８．８０ ２５．７１ ４．２１ ０．６７ ０．４７ ０．１４ １００．００ ３４５３０１
珞巴族 ７２．７１ ６８．６６ ２４．６０ ４．０４ ０．５２ １．６１ ０．５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３１
门巴族 ７７．７５ ７６．９１ １７．４８ ２．９０ ０．２６ １．７６ ０．６９ １００．００ ６０７１
东乡族 ８２．６３ ８１．０１ １４．３０ ３．３４ ０．７５ ０．４４ ０．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３１７９８６
未识别 ４９．９２ ４８．５４ ３９．６１ １１．４９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２７ １００．００ ６４３４０４
全国 ２２．２１ ２０．６８ ４２．２３ ２６．４７ ７．３０ １．７４ １．５８ １００．００ ９９５０８９９２９

“未说明”中可能包括文盲和在校小学生。
 包括大学本科与大学专科。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１９９３ａ：３８０—４５９，７２２—７２７，７３６—７３７。

６６５
附录５ 中国各族群人口统计基本数据



附录表５３ 中国各族群６岁以上人口的教育水平（２０００）

６岁及以上人口

未上过学 扫盲班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学 研究生总计（％）

塔塔尔族 ２．５ ０．４ ２８．９ ３１．２ １２．９ １０．１ １３．８ ０．２ １００．０
锡伯族 ２．６ ０．１ ３１．５ ４１．０ １１．３ ５．０ ８．３ ０．２ １００．０
朝鲜族 ２．８ ０．５ ２０．４ ４３．１ １９．８ ４．９ ８．４ ０．２ １００．０
俄罗斯族 ３．４ ０．４ ２２．６ ３４．９ １５．７ ９．１ １３．８ ０．１ １００．０
鄂伦春族 ３．７ ０．１ ３０．０ ３６．８ １２．２ ８．２ ８．７ ０．２ １００．０
乌孜别克族 ３．０ ０．７ ３７．４ ２８．１ １２．３ ８．０ ０．４ ０．１ １００．０
赫哲族 ２．８ ０．４ ２６．５ ３７．１ １３．９ ８．０ １１．１ ０．２ １００．０
高山族 ４．７ ０．９ ３２．２ ３３．０ １４．１ ４．９ ０．２ ０．１ １００．０
鄂温克族 ３．９ ０．２ ３５．２ ３６．６ １０．８ ６．５ ６．７ ０．１ １００．０
达斡尔族 ３．５ ０．２ ３１．０ ３９．８ １１．８ ６．１ ７．５ ０．１ １００．０
满族 ４．６ ０．５ ３７．５ ４０．４ ８．５ ３．６ ４．７ ０．１ １００．０
哈萨克族 ３．２ ０．７ ４８．４ ３０．４ ７．５ ５．６ ４．１ ０．０ １００．０
仫佬族 ５．１ １．７ ４８．８ ３０．５ ６．３ ４．５ ３．２ ０．０ １００．０
毛难族 ６．６ １．０ ４６．４ ３４．１ ５．１ ４．３ ２．５ ０．０ １００．０
蒙古族 ７．２ ０．７ ３７．３ ３４．７ １０．２ ４．６ ５．１ ０．１ １００．０
京族 ６．８ ２．２ ３７．２ ３２．４ ８．９ ７．０ ５．４ ０．１ １００．０
汉族 ７．３ １．７ ３７．６ ３７．３ ８．８ ３．４ ３．８ ０．１ １００．０
壮族 ６．０ １．７ ４６．４ ３４．７ ５．７ ３．４ ２．０ ０．０ １００．０
柯尔克孜族 ８．０ ２．４ ５６．９ １９．７ ４．７ ５．２ ３．２ ０．０ １００．０
土家族 ９．９ １．３ ４７．６ ２９．９ ５．７ ３．３ ２．３ ０．０ １００．０
维吾尔族 ８．８ ２．８ ５３．１ ２４．６ ４．３ ３．６ ２．７ ０．０ １００．０
纳西族 １２．８ １．３ ４４．０ ２７．３ ５．７ ５．３ ３．５ ０．１ １００．０
黎族 １１．１ １．５ ４５．０ ３３．４ ５．５ ２．２ １．３ ０．０ １００．０
侗族 ９．１ ３．０ ４９．８ ２８．４ ４．４ ３．３ ２．１ ０．０ １００．０
畲族 ９．６ ３．４ ４９．７ ２８．６ ４．５ ２．３ １．８ ０．０ １００．０
裕固族 １２．２ ２．９ ３９．９ ２６．８ ７．２ ５．８ ５．１ ０．１ １００．０
瑶族 ８．２ ２．５ ５２．３ ２７．７ ４．６ ２．８ １．９ ０．０ １００．０
白族 ９．３ ３．０ ４６．５ ２９．５ ５．１ ３．６ ２．９ ０．０ １００．０
回族 １５．６ ２．７ ３６．８ ２９．０ ８．３ ３．５ ４．０ ０．１ １００．０
仡佬族 １５．０ １．４ ５０．５ ２４．３ ３．５ ２．８ ２．４ ０．０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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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６岁及以上人口

未上过学 扫盲班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学 研究生总计（％）

塔吉克族 １１．８ ３．１ ５７．７ １６．７ ３．８ ４．８ ２．３ ０．０ １００．０
基诺族 １４．４ ４．０ ４７．１ ２４．７ ４．１ ４．４ １．３ ０．０ １００．０
羌族 ８．２ ３．２ ５４．７ ２３．９ ３．９ ３．９ ２．３ ０．０ １００．０
苗族 １７．１ ３．４ ５０．９ ２１．５ ３．３ ２．３ １．４ ０．０ １００．０
傣族 １３．３ ５．９ ５７．２ １７．７ ２．６ ２．４ １．０ ０．０ １００．０
布依族 ２０．３ ２．５ ５０．７ ２０．３ ２．４ ２．５ １．３ ０．０ １００．０
景颇族 １３．３ ４．０ ５６．７ ２０．１ ２．６ ２．５ ０．８ ０．０ １００．０
阿昌族 １１．８ ５．０ ５６．０ ２０．７ ２．６ ２．７ １．１ ０．０ １００．０
彝族 ２１．２ ４．８ ５１．６ １６．４ ２．６ ２．２ １．１ ０．０ １００．０
水族 １９．２ ４．９ ５４．４ １６．２ ２．０ ２．２ １．１ ０．０ １００．０
普米族 ２４．９ ３．７ ４５．６ １８．１ ２．３ ３．５ １．８ ０．０ １００．０
土 族 １８．８ ４．６ ４２．０ ２２．２ ６．２ ２．５ ３．６ ０．０ １００．０
独龙族 ２４．９ １．５ ４３．８ １９．３ ３．８ ４．２ ２．２ ０．１ １００．０
怒 族 ２９．７ ６．５ ４１．１ １５．１ ２．４ ４．０ １．２ ０．０ １００．０
佤 族 ２０．５ ８．３ ５５．４ １１．９ １．８ １．６ ０．５ ０．０ １００．０
布朗族 ２１．４ ７．８ ５６．２ １１．０ １．４ １．６ ０．５ ０．０ １００．０
哈尼族 ２６．３ ６．７ ４７．９ １４．４ ２．０ ２．０ ０．７ ０．０ １００．０
德昂族 １８．０ ９．３ ５７．８ １１．９ １．２ １．３ ０．５ ０．０ １００．０
傈僳族 ２８．７ ７．１ ５０．７ １０．１ １．１ １．７ ０．５ ０．０ １００．０
撒拉族 ４２．９ ３．０ ３６．５ １１．１ ２．７ ２．１ １．６ ０．０ １００．０
保安族 ４９．１ ０．８ ３１．９ １０．３ ３．８ ２．５ １．５ ０．０ １００．０
藏 族 ４５．５ ６．１ ３５．２ ７．７ １．７ ２．５ １．３ ０．０ １００．０
拉祜族 ２１．３ １８．０ ４９．６ ７．８ １．２ １．６ ０．５ ０．０ １００．０
珞巴族 ４６．５ ４．２ ３６．３ ８．１ １．２ ２．３ １．４ ０．０ １００．０
门巴族 ５１．８ ４．９ ３０．８ ７．０ １．４ ２．６ １．５ ０．１ １００．０
东乡族 ５８．０ ３．７ ２９．９ ６．０ １．２ ０．９ ０．４ ０．０ １００．０
未识别 ２３．８ １．９ ５２．１ １７．５ ２．１ １．７ ０．９ ０．０ １００．０
全国 ７．７ １．８ ３８．２ ３６．５ ８．６ ３．４ ３．７ ０．１ １００．０

“未说明”中可能包括文盲和在校小学生。
 包括大学本科与大学专科。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２００２ａ：５６３—５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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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表５４ 中国各族群就业人口的行业结构（１９９０）

农业

（１）
工业

（２）

建筑

运输

勘探

（３）

“第二

产业”

（２）＋（３）

商业

公用

事业

（４）

卫生

福利

文教

（５）

金融

保险

（６）

“第三

产业”

（４）＋（５）
＋（６）

机关

（７）
其他

（８）
总计

汉族 ７１．３ １４．０ ３．８ １７．８ ５．１ ３．３ ０．３ ８．７ ２．０ ０．０ １００．０
壮族 ８８．９ ３．６ １．２ ４．８ ２．２ ２．６ ０．２ ５．０ １．３ ０．０ １００．０
满族 ６８．１ １４．０ ４．３ １８．３ ５．８ ４．７ ０．５ １１．０ ２．６ ０．０ １００．０
回族 ６２．３ １７．０ ４．８ ２１．８ ９．１ ３．９ ０．４ １３．４ ２．５ ０．０ １００．０
苗族 ９３．０ ２．０ ０．７ ２．７ １．２ １．８ ０．１ ３．１ １．２ ０．０ １００．０
彝族 ９３．７ １．８ ０．７ ２．５ ０．９ １．６ ０．１ ２．６ １．２ ０．０ １００．０
维吾尔族 ８５．２ ４．４ １．５ ５．９ ３．３ ３．４ ０．３ ７．０ １．９ ０．０ １００．０
土家族 ８９．１ ３．２ １．２ ４．４ ２．２ ２．４ ０．２ ４．８ １．７ ０．０ １００．０
藏族 ８６．７ ２．０ １．４ ３．４ １．５ ５．４ ０．３ ７．２ ２．７ ０．０ １００．０
蒙古族 ７１．９ ８．０ ２．６ １０．６ ５．２ ７．１ ０．７ １３．０ ４．３ ０．０ １００．０
布依族 ９３．１ ２．０ ０．７ ２．７ １．０ １．９ ０．１ ３．０ １．２ ０．０ １００．０
侗族 ９０．４ ２．７ １．１ ３．８ １．７ ２．０ ０．２ ３．９ １．９ ０．０ １００．０
瑶族 ９２．１ ３．９ ０．７ ４．６ １．２ ０．６ ０．２ ２．０ １．３ ０．０ １００．０
朝鲜族 ５２．７ ２０．２ ４．２ ２４．４ １０．１ ７．８ ０．９ １８．８ ３．６ ０．０ １００．０
白族 ８８．５ ５．２ ３．９ ９．１ ２．２ ３．２ ０．３ ５．９ １．９ ０．０ １００．０
哈尼族 ９４．４ ２．９ ０．７ ３．６ １．０ １．４ ０．１ ２．５ ０．９ ０．０ １００．０
黎族 ９１．８ １．５ ０．６ ２．１ １．８ ２．５ ０．２ ４．５ １．６ ０．０ １００．０
哈萨克族 ８２．５ ３．２ １．０ ４．２ ２．５ ７．１ ０．４ １０．０ ３．４ ０．０ １００．０
傣族 ９３．５ １．４ ０．８ ２．２ １．２ １．７ ０．２ ３．１ １．２ ０．０ １００．０
畲族 ８５．３ ６．０ ２．３ ８．３ ２．４ ２．５ ０．２ ５．１ １．３ ０．０ １００．０
傈僳族 ９６．３ ０．６ ０．５ １．１ ０．５ １．１ ０．１ １．７ ０．８ ０．０ １００．０
水族 ９３．７ １．８ ０．７ ２．５ １．０ １．６ ０．１ ２．７ １．１ ０．０ １００．０
仡佬族 ９２．０ １．７ ０．７ ２．４ １．６ ２．３ ０．２ ４．１ １．５ ０．０ １００．０
拉祜族 ９６．６ ０．８ ０．５ １．３ ０．６ ０．９ ０．１ １．６ ０．６ ０．０ １００．０
东乡族 ９６．５ ０．５ ０．４ 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１ １．９ ０．７ ０．０ １００．０
佤族 ９５．１ １．２ ０．７ １．９ ０．７ １．３ ０．１ ２．１ １．０ ０．０ １００．０
纳西族 ８２．１ ４．９ ２．５ ７．４ ３．０ ４．０ ０．５ ７．５ ２．９ ０．０ １００．０
羌族 ８８．７ ２．２ １．１ ３．３ １．９ ２．９ ０．３ ５．１ ２．９ ０．０ １００．０
土族 ８８．６ ２．９ １．４ ４．３ １．３ ３．９ ０．２ ５．４ １．８ ０．０ １００．０
锡伯族 ６０．６ １６．７ ４．７ ２１．４ ６．３ ７．１ ０．６ １４．０ ３．９ ０．０ １００．０
仫佬族 ８１．３ ６．０ １．７ ７．７ ４．３ ３．８ ０．４ ８．５ ２．５ ０．０ １００．０
柯尔克孜族 ８６．８ １．７ ０．７ ２．４ １．５ ５．５ ０．４ ６．４ ３．４ ０．０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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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１）
工业

（２）

建筑

运输

勘探

（３）

“第二

产业”

（２）＋（３）

商业

公用

事业

（４）

卫生

福利

文教

（５）

金融

保险

（６）

“第三

产业”

（４）＋（５）
＋（６）

机关

（７）
其他

（８）
总计

达斡尔族 ４８．０ １３．８ ５．２ １９．０ １．９ １０．６ １．３ １２．８ ９．８ ０．０ １００．０
景颇族 ９２．２ １．７ ０．５ ２．２ １．２ ２．２ ０．２ ３．６ ２．１ ０．０ １００．０
撒拉族 ８９．４ １．５ ２．１ ３．６ ２．３ ２．７ ０．２ ５．２ １．９ ０．０ １００．０
布朗族 ９６．１ ０．８ ０．４ １．２ ０．６ １．２ ０．１ １．９ ０．８ ０．０ １００．０
毛难族 ８４．８ ５．０ １．４ ６．４ ２．３ ３．９ ０．３ ６．５ ２．３ ０．０ １００．０
塔吉克族 ８７．３ ０．８ ０．６ １．４ １．４ ４．９ ０．３ ６．６ ４．６ ０．０ １００．０
普米族 ９１．６ １．６ １．０ ２．６ １．３ ２．１ ０．３ ３．７ ２．０ ０．０ １００．０
阿昌族 ９３．３ １．４ ０．８ ２．２ １．０ １．６ ０．３ ２．９ １．７ ０．０ １００．０
怒族 ９２．０ ０．９ １．２ ２．１ ０．９ ２．６ ０．２ ３．７ ２．１ ０．０ １００．０
鄂温克族 ５６．３ ７．８ ２．８ １０．６ ７．１ １２．５ １．２ １９．８ １２．３ ０．１ １００．０
京族 ７２．９ ７．７ ２．５ １０．２ ８．５ ４．３ ０．５ １３．３ ３．６ ０．０ １００．０
基诺族 ８８．８ ２．５ ０．９ ３．４ ２．４ ３．２ ０．３ ５．９ ２．０ ０．０ １００．０
德昂族 ９５．８ ０．９ ０．３ １．２ ０．５ １．３ ０．１ １．９ １．０ ０．０ １００．０
乌孜别克族 ３５．５ １７．６ ４．５ ２２．１ １８．８ １５．８ ０．８ ３５．４ ６．９ ０．０ １００．０
俄罗斯族 １８．３ ３０．１ １１．５ ４１．６ １４．７ １５．８ １．４ ３０．９ ８．３ ０．０ １００．０
裕固族 ８２．１ ３．６ １．５ ５．１ ２．９ ３．７ ０．７ ７．３ ５．４ ０．０ １００．０
保安族 ８９．１ ３．９ ０．６ ４．５ ２．０ １．７ ０．２ ３．９ ２．６ ０．０ １００．０
门巴族 ８８．６ １．０ ０．４ １．４ １．０ ３．７ ０．２ ４．９ ５．２ ０．０ １００．０
鄂伦春族 ３９．８ １１．３ ４．０ １５．３ １１．４ １４．６ １．２ ２６．２ １７．６ ０．０ １００．０
独龙族 ８９．２ １．３ １．６ ２．９ １．４ ３．７ ０．３ ５．４ ２．５ ０．０ １００．０
塔塔尔族 ４８．１ ９．９ ４．９ １４．８ ７．５ ２０．５ １．２ ２９．２ ７．９ ０．０ １００．０
赫哲族 ４４．２ １４．６ ６．５ ２１．１ １０．５ １０．９ １．８ ２２．２ １１．５ ０．０ １００．０
高山族 ３３．０ ２６．６ １１．８ ３８．４ １４．７ １０．７ ０．７ ２６．１ ８．１ ０．０ １００．０
珞巴族 ８９．１ ０．６ １．３ １．９ １．０ ４．２ ０．７ ５．９ １５．０ ０．０ １００．０
未识别 ９４．７ １．５ ０．５ ２．０ ０．９ １．４ ０．１ ２．４ ０．９ ０．０ １００．０
全国 ７２．２ １３．４ ３．７ １７．１ ４．９ ３．５ ０．３ ８．７ ２．０ ０．０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１９９３ａ：７５２—７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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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表５５ 中国各族群就业人口的行业结构（２０００）

农业

（１）
工业

（２）

建筑

运输

勘探

（３）

“第二

产业”

（２）＋（３）

商业

公用

事业

（４）

卫生

福利

文教

（５）

金融

保险

（６）

“第三

产业”

（４）＋（５）
＋（６）

机关

（７）
其他

（８）
总计

合计 ６４．４ １３．５ ６．０ １９．５ ９．１ ３．８ ０．６ １３．５ ２．４ ０．２ １００．０
汉族 ６３．０ １４．２ ６．３ ２０．５ ９．４ ３．９ ０．６ １３．９ ２．４ ０．３ １００．０
蒙古族 ７１．１ ５．７ ４．４ １０．２ ６．９ ６．４ ０．８ １４．１ ４．３ ０．２ １００．０
回族 ５９．６ １１．６ ６．４ １８．０ １４．３ ４．２ ０．７ １９．１ ２．９ ０．３ １００．０
藏族 ８６．４ ２．０ １．６ ３．６ ２．３ ３．７ ０．３ ６．３ ３．６ ０．１ １００．０
维吾尔族 ８０．４ ４．２ ２．５ ６．７ ５．３ ４．３ ０．３ ９．９ ２．５ ０．４ １００．０
苗族 ８６．９ ４．８ １．８ ６．６ ２．８ ２．１ ０．２ ５．１ １．３ ０．１ １００．０
彝族 ９０．６ ２．３ １．４ ３．６ ２．１ ２．０ ０．２ ４．３ １．４ ０．１ １００．０
壮族 ８０．１ ７．２ ２．７ ９．９ ４．８ ３．１ ０．３ ８．２ １．６ ０．２ １００．０
布依族 ８７．８ ４．１ １．５ ５．６ ２．５ ２．３ ０．２ ５．０ １．５ ０．１ １００．０
朝鲜族 ４７．２ １３．２ ７．０ ２０．２ １８．７ ８．１ １．３ ２８．１ ３．９ ０．７ １００．０
满族 ６６．０ ９．９ ６．３ １６．３ ９．０ ４．８ ０．８ １４．６ ２．９ ０．２ １００．０
侗族 ８１．７ ６．８ ２．５ ９．３ ３．９ ３．０ ０．３ ７．１ １．８ ０．１ １００．０
瑶族 ８５．２ ５．３ １．８ ７．１ ２．９ ２．７ ０．２ ５．８ １．７ ０．２ １００．０
白族 ７９．３ ４．８ ４．０ ８．８ ５．１ ３．７ ０．５ ９．３ ２．４ ０．２ １００．０
土家族 ８０．２ ６．６ ３．１ ９．８ ４．６ ３．０ ０．３ ８．０ １．９ ０．１ １００．０
哈尼族 ９０．６ ２．３ １．５ ３．８ ２．５ １．８ ０．１ ４．４ １．１ ０．１ １００．０
哈萨克族 ７７．９ ３．０ ２．４ ５．４ ３．０ ８．４ ０．５ １１．９ ４．５ ０．３ １００．０
傣族 ８９．１ ２．０ １．３ ３．２ ３．６ ２．２ ０．３ ６．０ １．６ ０．１ １００．０
黎族 ８８．８ １．９ １．３ ３．１ ３．１ ２．７ ０．２ ６．１ １．８ ０．３ １００．０
傈僳族 ９５．０ ０．８ ０．６ １．４ １．１ １．４ ０．１ ２．６ １．０ ０．１ １００．０
佤族 ９３．０ １．４ ０．９ ２．３ ０．０ １．７ ０．１ １．８ １．２ ０．０ １００．０
畲族 ７１．６ １０．９ ５．６ １６．５ ６．６ ３．２ ０．３ １０．０ １．７ ０．１ １００．０
高山族 ４０．４ １７．４ １１．７ ２９．１ １１．３ ８．９ １．４ ２１．６ ８．５ ０．５ １００．０
拉祜族 ９４．５ １．０ ０．８ １．８ １．３ １．４ ０．１ ２．９ ０．８ ０．０ １００．０
水族 ９０．７ ３．１ １．０ ４．１ １．８ ２．０ ０．２ ３．９ １．２ ０．０ １００．０
东乡族 ９４．０ ０．６ ０．８ １．４ ２．１ ０．９ ０．１ ３．１ １．５ ０．０ １００．０
纳西族 ７７．２ ３．０ ３．１ ６．２ ７．７ ４．６ ０．７ １３．０ ３．５ ０．１ １００．０
景颇族 ９０．１ ２．０ ０．７ ２．７ ２．５ ２．３ ０．１ ４．９ ２．２ ０．１ １００．０
柯尔克孜族 ８５．１ １．０ １．０ ２．０ ６．７ ０．２ ６．９ ３．４ ０．１ １００．０
土族 ８３．１ ５．３ １．９ ７．２ ２．７ ３．８ ０．４ ６．８ ２．７ ０．１ １００．０
达斡尔族 ５３．３ ７．５ ６．８ １４．３ １１．６ １０．７ １．３ ２３．５ ８．２ ０．７ １００．０

６７０
民族社会学



（续表）

农业

（１）
工业

（２）

建筑

运输

勘探

（３）

“第二

产业”

（２）＋（３）

商业

公用

事业

（４）

卫生

福利

文教

（５）

金融

保险

（６）

“第三

产业”

（４）＋（５）
＋（６）

机关

（７）
其他

（８）
总计

仫佬族 ７１．５ ９．８ ４．１ １３．９ ７．３ ４．１ ０．５ １１．９ ２．５ ０．２ １００．０
羌族 ８４．６ ２．６ ２．４ ５．０ ４．５ ３．０ ０．４ ８．０ ２．３ ０．１ １００．０
布朗族 ９３．８ １．４ １．４ １．２ ０．１ １．３ ０．１ １００．０
撒拉族 ８２．０ ２．５ ４．２ ６．７ ６．７ ０．３ ２．５ ０．１ １００．０
毛南族 ７９．６ ６．７ ２．６ ９．３ ３．７ ４．６ ０．３ ８．７ ２．３ ０．１ １００．０
仡佬族 ８３．８ ４．６ ２．３ ６．９ ３．４ ３．２ ０．２ ６．８ ２．３ ０．１ １００．０
锡伯族 ６４．５ ９．８ ５．６ １５．３ ８．１ ６．４ １．１ １５．５ ４．４ ０．３ １００．０
阿昌族 ８９．７ ２．５ ２．５ ２．２ ２．１ ０．１ １００．０
普米族 ８８．０ １．６ １．６ ０．０ ３．０ ０．１ ３．２ ２．６ ０．１ １００．０
塔吉克族 ８０．２ １．６ １．３ ２．９ ０．０ ７．８ ０．３ ８．２ ６．４ ０．０ １００．０
怒族 ８８．３ ０．９ ０．９ ０．０ ０．１ ０．１ ３．０ ０．２ １００．０
乌孜别克族 ３４．７ ９．５ ４．６ １４．１ ０．０ １．８ １．８ １３．３ １．２ １００．０
俄罗斯族 ２１．２ １３．９ １４．７ ２８．６ ２３．５ １３．１ ２．６ ３９．２ ８．６ ２．３ １００．０
鄂温克族 ５７．３ ４．７ ４．３ ９．０ ９．６ １０．４ １．３ ２１．４ １１．８ ０．５ １００．０
德昂族 ９４．８ ０．０ １．２ ０．１ １００．０
保安族 ８４．３ ０．０ ２．６ ０．２ ２．８ ５．２ ０．１ １００．０
裕固族 ７６．２ ３．１ ４．７ ７．８ ５．６ ０．３ ５．８ ４．８ １００．０
京族 ５０．１ ６．８ ７．７ １４．５ １８．３ ７．２ １．３ ２６．８ ７．７ ０．９ １００．０
塔塔尔族 ３２．６ ６．３ ６．３ １５．４ ２．３ １７．７ ９．１ ２．３ １００．０
独龙族 ９３．８ ０．５ ０．５ ０．０ ０．０ １．４ １００．０
鄂伦春族 ４０．０ ８．５ ７．５ １６．１ １０．８ １１．５ ２．０ ２４．３ １９．０ ０．７ １００．０
赫哲族 ３９．４ ９．２ １１．６ ２０．９ １４．９ ０．８ １５．７ １１．６ ０．８ １００．０
门巴族 ８２．４ ０．０ ０．７ ０．７ ６．９ １００．０
珞巴族 ８７．２ ０．０ ４．０ １００．０
基诺族 ８２．９ １．８ ２．２ ４．０ ４．１ ０．５ ４．６ ２．５ １００．０
未识别 ９０．１ ３．３ １．２ ４．５ ２．１ １．９ ０．１ ４．２ １．１ ０．１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２００２ｂ：８１５—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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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５ 中国各族群人口统计基本数据



附录表５６ 中国各族群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１９９０）

专业技术

人员

党政单位

负责人

办事

人员

商业工作

人员

服务性

工作人员

农林牧渔

劳动者

生产、

运输工人
其他 总计

汉族 ５．４ １．８ １．８ ３．１ ２．５ ６９．６ １５．８ ０．１ １００．０
壮族 ３．２ ０．９ ０．９ １．４ ０．９ ８８．５ ４．３ ０．０ １００．０
满族 ７．２ ２．４ ２．１ ３．４ ２．５ ６７．０ １５．３ ０．１ １００．０
回族 ６．１ ２．２ ２．３ ５．３ ３．９ ６１．７ １８．４ ０．１ １００．０
苗族 ２．３ ０．６ ０．７ ０．７ ０．５ ９２．７ ２．５ ０．０ １００．０
维吾尔族 ４．１ ０．９ １．１ ２．０ １．７ ８４．１ ６．２ ０．０ １００．０
彝族 ２．１ ０．７ ０．８ ０．５ ０．５ ９３．３ ２．２ ０．０ １００．０
土家族 ３．４ ０．９ １．０ １．２ １．０ ８８．６ ４．０ ０．０ １００．０
蒙古族 ９．４ ２．７ ２．９ ２．７ ２．３ ７０．３ ９．６ ０．１ １００．０
藏族 ６．２ １．３ １．２ ０．８ ０．７ ８６．２ ３．６ ０．０ １００．０
布依族 ２．４ ０．６ ０．７ ０．６ ０．４ ９２．９ ２．４ ０．０ １００．０
侗族 ３．２ ０．８ １．０ １．０ ０．７ ９０．１ ３．３ ０．０ １００．０
瑶族 ２．６ ０．８ ０．８ ０．８ ０．５ ９１．７ ２．８ ０．０ １００．０
朝鲜族 １２．２ ４．１ ３．１ ５．２ ４．４ ５１．７ １９．３ ０．２ １００．０
白族 ４．８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１ ８２．３ ７．９ ０．０ １００．０
哈尼族 １．８ ０．５ ０．７ ０．５ ０．５ ９３．８ ２．１ ０．０ １００．０
黎族 ２．９ ０．７ １．２ １．０ ０．７ ９１．１ ２．３ ０．０ １００．０
哈萨克族 ８．８ １．８ １．８ １．３ １．６ ８０．３ ４．４ ０．０ １００．０
傣族 ２．４ ０．６ ０．７ ０．７ ０．５ ９２．９ ２．２ ０．０ １００．０
畲族 ３．１ ０．８ ０．９ １．６ １．１ ８３．３ ９．１ ０．０ １００．０
傈僳族 １．４ ０．５ ０．５ ０．３ ０．２ ９５．９ １．１ ０．０ １００．０
水族 ２．１ ０．６ ０．６ ０．６ ０．４ ９３．５ ２．１ ０．０ １００．０
仡佬族 ３．０ ０．９ ０．８ ０．９ ０．５ ９１．７ ２．２ ０．０ １００．０
拉祜族 １．１ ０．３ ０．４ ０．３ ０．３ ９６．３ １．３ ０．０ １００．０
东乡族 １．１ ０．４ ０．３ ０．６ ０．３ ９６．４ ０．９ ０．０ １００．０
佤族 １．７ ０．５ ０．６ ０．４ ０．３ ９４．３ ２．１ ０．０ １００．０
纳西族 ５．９ １．５ １．９ １．８ １．４ ８１．０ ６．５ ０．０ １００．０
羌族 ４．２ １．２ １．３ ０．９ ０．９ ８８．６ ２．９ ０．０ １００．０
土族 ４．６ ０．９ １．０ ０．７ ０．７ ８８．１ ４．０ ０．０ １００．０
锡伯族 １１．１ ３．５ ２．８ ３．５ ２．７ ５９．０ １７．４ ０．１ １００．０
仫佬族 ５．２ １．５ １．７ ２．９ １．５ ８０．７ ６．５ ０．０ １００．０
柯尔克孜族 ６．８ １．６ １．７ ０．７ １．３ ８５．１ ２．９ ０．０ １００．０
达斡尔族 １７．０ ５．１ ６．５ ４．７ ４．７ ４５．２ １６．４ ０．４ １００．０
景颇族 ２．９ １．０ １．２ ０．７ ０．６ ９１．６ ２．１ ０．０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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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

人员

党政单位

负责人

办事

人员

商业工作

人员

服务性

工作人员

农林牧渔

劳动者

生产、

运输工人
其他 总计

撒拉族 ３．４ ０．８ ０．９ １．１ １．２ ８９．１ ３．３ ０．０ １００．０
布朗族 １．５ ０．６ ０．５ ０．３ ０．３ ９５．５ １．３ ０．０ １００．０
毛难族 ５．１ １．４ １．１ １．３ ０．９ ８４．４ ５．２ ０．０ １００．０
塔吉克族 ６．０ ２．６ ２．３ ０．６ １．１ ８５．６ １．９ ０．０ １００．０
普米族 ３．２ １．３ １．２ ０．７ ０．５ ９０．８ ２．３ ０．０ １００．０
阿昌族 ２．６ ０．８ ０．８ ０．６ ０．４ ９２．８ ２．１ ０．０ １００．０
怒族 ３．３ １．０ １．２ ０．６ ０．５ ９１．３ ２．１ ０．０ １００．０
鄂温克族 １７．１ ５．０ ６．９ ３．９ ４．１ ５２．５ １０．１ ０．５ １００．０
京族 ６．１ ２．０ ２．６ ５．８ ２．８ ７１．６ ９．１ ０．０ １００．０
基诺族 ３．６ １．０ １．４ １．２ １．３ ８８．４ ３．２ ０．０ １００．０
德昂族 １．８ ０．４ ０．６ ０．３ ０．２ ９５．４ １．３ ０．０ １００．０
乌孜别克族 １８．４ ３．２ ３．９ １２．７ ６．１ ３３．６ ２２．０ ０．０ １００．０
俄罗斯族 ２０．７ ４．２ ６．６ ６．５ ８．３ １６．１ ３７．１ ０．４ １００．０
裕固族 ５．１ ３．８ ２．７ １．６ １．８ ８０．１ ４．９ ０．０ １００．０
保安族 ２．３ １．３ １．１ １．３ ０．７ ８８．８ ４．５ ０．０ １００．０
门巴族 ４．０ ２．３ １．９ ０．３ １．０ ８８．４ ２．１ ０．０ １００．０
鄂伦春族 １８．８ ７．２ ９．４ ５．０ ５．７ ３８．４ １５．２ ０．４ １００．０
独龙族 ５．１ １．１ １．４ ０．９ ０．７ ８８．０ ２．８ ０．０ １００．０
塔塔尔族 ２１．７ ４．８ ４．４ ４．２ ４．３ ４５．６ １４．８ ０．２ １００．０
赫哲族 １８．０ ６．９ ７．０ ５．１ ４．４ ４０．６ １７．８ ０．３ １００．０
高山族 １６．８ ４．２ ７．４ ８．３ ４．６ ３１．６ ２６．９ ０．１ １００．０
珞巴族 ３．７ ２．１ １．９ ０．３ １．０ ８９．１ ２．０ ０．０ １００．０
未识别 １．８ ０．５ ０．５ ０．６ ０．３ ９４．６ １．８ ０．０ １００．０
全国 ５．３ １．８ １．７ ３．０ ２．４ ７０．６ １５．２ ０．０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１９９３ａ：７５２—７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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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表５７ 中国各族群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２０００）

负责人 专业人员 办事人员 商业服务业 农业人员 生产运输 其他 总计

合计 １．６７ ５．７０ ３．１０ ９．１８ ６４．４６ １５．８３ ０．０７ １００．０
汉族 １．７２ ５．８０ ３．１９ ９．５２ ６３．０９ １６．６１ ０．０７ １００．０
蒙古族 ２．２２ ８．２９ ３．６６ ６．７７ ７０．７５ ８．２６ ０．０５ １００．０
回族 ２．２３ ６．２８ ３．８８ １３．８１ ５９．５９ １４．１３ ０．０８ １００．０
藏族 １．００ ５．２９ １．８２ ２．５１ ８６．７４ ２．５７ ０．０７ １００．０
维吾尔族 ０．８４ ５．３６ １．９４ ５．４９ ８０．３５ ５．８９ ０．１３ １００．０
苗族 ０．５４ ２．６７ １．１４ ２．９１ ８６．８４ ５．８６ ０．０５ １００．０
彝族 ０．５８ ２．５２ １．０９ ２．２３ ９０．５４ ３．０２ ０．０１ １００．０
壮族 ０．６２ ３．９１ １．６３ ５．０５ ７９．９６ ８．７１ ０．１３ １００．０
布依族 ０．６３ ２．８０ １．２５ ２．５７ ８７．７７ ４．９５ ０．０３ １００．０
朝鲜族 ３．６７ １１．９８ ５．３４ １７．０５ ４６．９４ １４．８１ ０．２２ １００．０
满族 ２．１２ ６．８４ ３．２４ ８．６３ ６５．８６ １３．２８ ０．０４ １００．０
侗族 ０．７９ ３．８８ １．５０ ３．９７ ８１．６１ ８．２０ ０．０５ １００．０
瑶族 ０．７０ ３．３２ １．４２ ３．１３ ８５．２９ ６．０５ ０．１０ １００．０
白族 １．０７ ５．１８ ２．１８ ５．４４ ７９．２５ ６．８５ ０．０３ １００．０
土家族 ０．８１ ３．９６ １．７６ ４．８３ ８０．０９ ８．５１ ０．０３ １００．０
哈尼族 ０．５０ ２．３０ ０．９０ ２．６０ ９０．５１ ３．１８ ０．０１ １００．０
哈萨克族 １．８７ ９．６７ ３．１５ ３．３６ ７７．１２ ４．７９ ０．０４ １００．０
傣族 ０．６３ ２．９４ １．１４ ３．７５ ８８．９６ ２．５６ ０．０２ １００．０
黎族 ０．５６ ３．２１ １．５２ ３．２２ ８８．７０ ２．６９ ０．１０ １００．０
傈僳族 ０．３９ １．７３ ０．６２ １．１６ ９４．８７ １．２２ ０．０１ １００．０
佤族 ０．５７ ２．２４ ０．７５ １．５１ ９３．０１ １．９０ ０．０１ １００．０
畲族 ０．８４ ３．９２ １．６８ ６．６７ ７２．０９ １４．７６ ０．０３ １００．０
高山族 ８．９２ １３．６２ ７．５１ １２．２１ ３９．９１ １７．８４ １００．０
拉祜族 ０．３９ １．８３ ０．５５ １．４４ ９４．４２ １．３７ ０．０１ １００．０
水族 ０．４７ ２．３７ １．０８ １．８３ ９０．６４ ３．５９ ０．０１ １００．０
东乡族 ０．４７ １．４６ ０．７９ ２．１３ ９３．９６ １．１５ ０．０３ １００．０
纳西族 １．１４ ６．５７ ３．６９ ６．９０ ７６．７８ ４．９２ ０．０１ １００．０
景颇族 ０．６４ ２．４９ １．５５ ２．７９ ９０．０７ ２．４３ ０．０３ １００．０
柯尔克孜族 １．４６ ８．００ １．６９ ２．６４ ８４．２２ ２．００ １００．０
土族 ０．６８ ５．０４ ２．３１ ２．８０ ８３．０３ ６．１２ ０．０３ １００．０
达斡尔族 ３．６８ １３．２３ ７．９６ １０．７４ ５２．１９ １２．１０ ０．０９ １００．０
仫佬族 １．１０ ５．２１ ２．６１ ７．２４ ７１．４２ １２．２６ ０．１６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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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专业人员 办事人员 商业服务业 农业人员 生产运输 其他 总计

羌族 ０．９３ ４．１３ １．７９ ４．２８ ８４．４０ ４．４２ ０．０５ １００．０
布朗族 ０．３７ １．９７ ０．８５ １．３８ ９３．７４ １．６６ ０．０４ １００．０
撒拉族 １．４３ ２．９０ １．５６ ８．２０ ８１．８０ ４．０８ ０．０２ １００．０
毛南族 ０．８４ ５．５４ ２．０２ ４．２２ ７９．５３ ７．８０ ０．０５ １００．０
仡佬族 １．０５ ４．１４ １．７０ ３．３５ ８３．６６ ６．１０ ０．０１ １００．０
锡伯族 ２．４８ ９．６２ ４．２９ ７．９９ ６４．２０ １１．３８ ０．０４ １００．０
阿昌族 ０．８４ ３．７３ １．０５ ２．１５ ８９．４０ ２．７３ ０．１０ １００．０
普米族 １．０３ ３．４８ ２．０６ ３．１９ ８７．９４ ２．３０ — １００．０
塔吉克族 ２．５６ ９．６５ ２．５６ ２．５２ ７９．８１ ２．９０ — １００．０
怒族 １．０９ ４．２３ １．６３ ２．７８ ８８．４６ １．８１ — １００．０
乌孜别克族 ４．３７ １９．４４ ９．７２ １９．２５ ３４．５２ １２．７０ — １００．０
俄罗斯族 ５．６３ １８．７１ １２．４２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７ ２３．６８ — １００．０
鄂温克族 ３．８５ １２．５７ ８．７２ １０．６８ ５６．３２ ７．６２ ０．２４ １００．０
德昂族 ０．７８ １．３６ ０．３９ １．７５ ９４．５７ １．１６ — １００．０
保安族 １．１７ ３．５１ ３．０９ ３．８３ ８４．８９ ３．１９ ０．３２ １００．０
裕固族 ３．１０ ６．８５ ３．１０ ５．５６ ７６．２３ ５．１７ — １００．０
京族 ２．８１ ９．２３ ６．３３ １９．２８ ５０．２３ １１．９５ ０．１８ １００．０
塔塔尔族 ２．２９ ２８．５７ ８．５７ １６．００ ３１．４３ １３．１４ — １００．０
独龙族 ０．９１ ２．１７ ０．５２ １．７８ ９３．７６ ０．８７ — １００．０
鄂伦春族 ５．２５ １４．７５ １５．４１ １１．４８ ３９．６７ １３．４４ — １００．０
赫哲族 ６．０２ １６．０６ １１．２４ １２．８５ ３７．７５ １６．０６ — １００．０
门巴族 ３．７９ ６．６８ １．７８ ３．７９ ８１．７４ ２．２３ — １００．０
珞巴族 ４．００ ３．２０ ３．２０ ８８．８０ ０．８０ — １００．０
基诺族 ０．６６ ５．５２ ２．５６ ５．９４ ８２．４４ ２．８９ — １００．０
未识别 ０．４４ ２．３７ ０．７４ ２．１６ ９０．１４ ４．１３ ０．０２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２００２ｂ：８２１—８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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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表５８ 中国各族群的城市化水平（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族群
市 镇 市镇合计 县（农村） 总计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

汉族 １９．５ ２４．６ ７．６ １３．４ ２７．１ ３６．９ ７２．９ ６３．１ １００．０
壮族 ４．０ ８．８ ５．８ １３．６ ９．８ ２２．４ ９０．２ ７７．６ １００．０
满族 １８．０ ２０．７ １０．１ １４．６ ２８．１ ３５．２ ７１．９ ６４．８ １００．０
回族 ２８．７ ３１．５ １０．４ １３．８ ３９．１ ４５．３ ６０．９ ５４．７ １００．０
苗族 ４．１ ５．７ ３．９ ８．４ ８．０ １４．１ ９２．０ ８５．９ １００．０
彝族 ４．９ ４．０ ３．３ ６．４ ８．２ １０．４ ９１．８ ８９．６ １００．０
维吾尔族 ８．６ １０．３ ７．０ ９．１ １５．６ １９．４ ８４．４ ８０．６ １００．０
土家族 ７．２ ７．４ ４．７ １０．９ １１．９ １８．４ ８８．１ ８１．６ １００．０
藏族 ３．３ ４．１ ３．８ ８．７ ７．１ １２．８ ９２．９ ８７．２ １００．０
蒙古族 １３．０ １５．８ １１．５ １６．９ ２４．５ ３２．７ ７５．５ ６７．３ １００．０
布依族 ７．１ ７．４ ３．１ ９．７ １０．２ １７．１ ８９．８ ８２．９ １００．０
侗族 ２．３ ５．２ ６．１ １２．７ ８．４ １７．９ ９１．６ ８２．１ １００．０
瑶族 １．５ ４．４ ３．９ １０．１ ５．４ １４．５ ９４．６ ８５．５ １００．０
朝鲜族 ３４．６ ４５．９ １５．６ １６．１ ５０．２ ６２．０ ４９．８ ３８．０ １００．０
白族 ６．６ ８．９ ６．８ １１．７ １３．４ ２０．５ ８６．６ ７９．５ １００．０
哈尼族 ０．３ ３．０ ３．１ ６．６ ３．４ ９．６ ９６．６ ９０．４ １００．０
黎族 １６．１ １０．２ ５．０ ９．７ ２１．１ １９．９ ７８．９ ８０．１ １００．０
哈萨克族 ６．７ ６．４ ７．３ ８．８ １４．０ １５．３ ８６．０ ８４．７ １００．０
傣族 ０．７ ７．３ ６．６ ２１．４ ７．３ ２８．８ ９２．７ ７１．２ １００．０
畲族 ４．４ １２．３ ５．１ １１．２ ９．５ ２３．４ ９０．５ ７６．６ １００．０
傈僳族 ０．６ １．０ ２．８ ４．４ ３．４ ５．４ ９６．６ ９４．６ １００．０
水族 ２．７ ４．２ ４．２ ７．９ ６．９ １２．０ ９３．１ ８８．０ １００．０
仡佬族 ３．３ ４．８ ３．８ １２．７ ７．１ １７．５ ９２．９ ８２．５ １００．０
拉祜族 ０．２ １．４ ２．５ ５．２ ２．７ ６．６ ９７．３ ９３．４ １００．０
东乡族 １．４ ２．３ ０．８ ２．０ ２．２ ４．３ ９７．８ ９５．７ １００．０
佤族 ０．３ １．０ ３．８ ８．８ ４．１ ９．８ ９５．９ ９０．２ １００．０
纳西族 ２．６ ４．１ １１．７ １８．１ １４．３ ２２．１ ８５．７ ７７．９ １００．０
羌族 １．１ ２．５ ５．９ １０．７ ７．０ １３．２ ９３．０ ８６．８ １００．０
土族 ２．７ ７．６ ５．１ ９．９ ７．８ １７．５ ９２．２ ８２．５ １００．０
锡伯族 ３７．６ ２９．４ ９．６ １２．１ ４７．２ ４１．４ ５２．８ ５８．６ １００．０
仫佬族 ３．８ １３．５ １１．１ １７．２ １４．９ ３０．７ ８５．１ ６９．３ １００．０
柯尔克孜族 ５．０ ４．２ ５．９ ７．４ １０．９ １１．６ ８９．１ ８８．４ １００．０
达斡尔族 ３２．３ ２４．４ ２５．４ ２７．８ ５７．７ ５２．２ ４２．３ ４７．８ １００．０

６７６
民族社会学



（续表）

族群
市 镇 市镇合计 县（农村） 总计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

景颇族 ０．７ ５．４ ４．４ １４．９ ４．１ ２０．４ ９５．９ ７９．６ １００．０
撒拉族 ２．７ ７．１ ５．６ ９．２ ８．３ １６．３ ９１．７ ８３．７ １００．０
布朗族 ０．２ １．９ ２．１ ４．０ ２．３ ６．０ ９７．７ ９４．０ １００．０
毛难族 １．８ ７．２ ９．０ １３．３ １０．８ ２０．５ ８９．２ ７９．５ １００．０
塔吉克族 １．４ ２．４ ５．８ ６．８ ７．２ ９．２ ９２．８ ９０．８ １００．０
普米族 ０．７ １．９ ４．０ ８．２ ４．７ １０．１ ９５．３ ８９．９ １００．０
阿昌族 ０．４ ２．６ ３．４ ５．６ ３．８ ８．２ ９６．２ ９１．８ １００．０
怒族 ０．３ １．４ ５．１ ７．４ ５．４ ８．８ ９４．６ ９１．２ １００．０
鄂温克族 ８．１ １１．７ ２９．２ ３４．１ ３７．３ ４５．７ ６２．７ ５４．３ １００．０
京族 ６．７ ３２．６ １８．６ １２．５ ２５．３ ４５．１ ７４．７ ５４．９ １００．０
基诺族 ０．４ １２．６ ８．２ ４．３ ８．６ １６．８ ９１．４ ８３．２ １００．０
德昂族 ０．２ ４．８ ２．２ ２３．７ ２．４ ２８．４ ９７．６ ７１．６ １００．０
乌孜别克族 ３７．４ ４３．６ ２４．２ ２４．８ ６１．６ ６８．４ ３８．４ ３１．６ １００．０
俄罗斯族 ５４．６ ６２．２ ２２．７ １８．１ ７７．３ ８１．４ ２２．７ １８．６ １００．０
裕固族 ６．９ １１．９ １１．０ １５．０ １７．９ ２７．０ ８２．１ ７３．０ １００．０
保安族 ３．０ ４．５ ５．２ ９．９ ８．２ １４．４ ９１．８ ８５．６ １００．０
门巴族 １．４ ３．９ ３．９ １５．９ ５．３ １９．８ ９４．７ ８０．２ １００．０
鄂伦春族 １２．７ １７．１ ２８．０ ３３．１ ４０．７ ５０．３ ５９．３ ４９．７ １００．０
独龙族 ２．２ ８．１ ６．７ ９．５ ８．９ １７．５ ９１．１ ８２．５ １００．０
塔塔尔族 ２７．３ ２９．９ １４．８ １８．５ ４２．１ ４８．４ ５７．９ ５１．６ １００．０
赫哲族 ３８．９ ３４．７ １７．２ ２５．５ ５６．１ ６０．２ ４３．９ ３９．８ １００．０
高山族 ３５．８ ３７．８ ２２．６ １９．５ ５８．４ ５７．３ ４１．６ ４２．７ １００．０
珞巴族 １．２ ３．３ ４．２ １５．４ ５．４ １８．７ ９４．６ ８１．３ １００．０
未识别 ３．８ ２．７ ３．８ ８．６ ７．６ １１．３ ９２．４ ８８．７ １００．０
全国 １８．７ ２３．５ ７．５ １３．４ ２６．２ ３６．９ ７３．８ ６３．１ １００．０

 市、镇、县人口的划分根据普查的第二种口径。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１９９３ａ：３２０—３５９；２００２ｂ：３０２—５６２。

６７７
附录５ 中国各族群人口统计基本数据



附录表５９ 中国各族群１５岁以上人口婚姻状况（２０００）

未婚 初婚有配偶 再婚有配偶 离婚 丧偶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全国 ２０．２２３．７１６．７７１．１６９．８７２．５ ２．２ ２．０ ２．３ ０．９ １．１ ０．７ ５．６ ３．４ ７．８
汉族 １９．９２３．２１６．５７１．６７０．４７２．９ ２．０ １．８ ２．２ ０．９ １．１ ０．６ ５．６ ３．４ ７．８
蒙古族 ２５．４２９．９２１．３６７．３６４．５６９．８ ２．０ １．７ ２．３ ０．９ １．１ ０．７ ４．４ ２．９ ５．９
回族 ２１．２２４．０１８．４７０．１６９．１７１．１ ２．９ ３．２ ２．７ １．２ １．２ １．３ ４．６ ２．５ ６．６
藏族 ３２．３３６．８２７．９５６．０５５．６５６．４ １．９ ２．０ １．８ ２．４ １．３ ３．４ ７．４ ４．２ １０．５
维吾尔族 ２５．５３０．２２０．７４７．１４３．４５１．０１８．８２０．６１７．０ ４．２ ３．９ ４．５ ４．３ １．９ ６．９
苗族 ２１．９２７．５１６．０６９．３６５．２７３．７ ２．５ ２．３ ２．７ ０．６ ０．９ ０．３ ５．７ ４．２ ７．３
彝族 ２３．７２９．２１７．９６７．１６３．６７０．７ ２．５ ２．５ ２．５ ０．７ ０．８ ０．５ ６．１ ３．９ ８．３
壮族 ２７．３３３．２２１．１６４．３６０．７６８．０ １．５ １．４ １．７ ０．６ ０．９ ０．４ ６．３ ３．８ ８．８
布依族 ２２．３２７．８１６．７６８．５６４．４７２．６ ２．３ ２．３ ２．２ ０．８ １．１ ０．４ ６．２ ４．３ ８．２
朝鲜族 ２２．５２７．１１７．９６４．５６４．３６４．８ ３．７ ３．４ ４．０ ２．９ ３．４ ２．５ ６．４ １．８ １０．８
满族 ２０．９２３．３１８．４７１．２７０．２７２．３ ２．３ ２．１ ２．７ １．２ １．４ １．０ ４．４ ３．１ ５．７
侗族 ２１．４２６．６１５．９６９．２６５．３７３．５ ２．８ ２．７ ２．８ ０．８ １．２ ０．５ ５．８ ４．３ ７．４
瑶族 ２８．５３４．５２１．９６３．２５９．１６７．６ １．９ １．５ ２．３ ０．７ ０．９ ０．４ ５．８ ３．９ ７．９
白族 ２１．８２５．８１７．９６９．４６７．２７１．７ ２．５ ２．５ ２．６ ０．８ ０．９ ０．７ ５．３ ３．５ ７．２
土家族 １９．２２３．８１４．４７０．９６７．５７４．６ ２．７ ２．４ ３．０ ０．７ １．０ ０．４ ６．４ ５．２ ７．６
哈尼族 ２１．５２７．７１５．２６４．８６０．１６９．６ ６．６ ７．０ ６．２ １．１ １．５ ０．７ ５．９ ３．７ ８．２
哈萨克族 ３５．３３８．３３２．３５７．３５６．０５８．６ ２．０ ２．３ １．６ ０．８ ０．９ ０．６ ４．６ ２．５ ６．８
傣族 ２１．８２６．１１７．６６６．２６４．３６８．１ ５．３ ５．４ ５．２ １．３ １．３ １．４ ５．３ ２．９ ７．７
黎族 ３４．０４２．４２５．２５８．７５３．２６４．６ １．５ １．１ １．９ ０．６ ０．９ ０．３ ５．１ ２．５ ７．９
傈僳族 ２４．０３０．９１６．７６５．６６０．６７０．９ ２．５ ２．３ ２．８ １．３ １．５ １．１ ６．６ ４．８ ８．５
佤族 ２５．５３３．３１７．４６４．０５８．６６９．５ ３．８ ３．６ ４．０ ０．７ ０．９ ０．６ ６．１ ３．７ ８．５
畲族 ２４．３２９．２１８．６６６．９６３．６７０．８ １．９ １．５ ２．３ ０．８ １．３ ０．３ ６．１ ４．５ ７．９
高山族 ２１．９１８．４２５．９６９．６７４．８６３．６ ３．３ １．８ ４．９ １．６ ２．５ ０．７ ３．６ ２．５ ４．９
拉祜族 ２２．８３０．８１４．３６４．９５９．２７１．０ ４．９ ４．４ ５．４ １．２ １．５ ０．９ ６．２ ４．１ ８．４
水族 ２４．４２９．８１８．６６６．８６２．５７１．４ １．９ ２．０ １．８ ０．７ １．０ ０．３ ６．２ ４．６ ７．８
东乡族 ２０．６２４．３１６．８７０．１６７．４７２．９ ４．０ ４．２ ３．７ ０．８ １．０ ０．６ ４．５ ３．１ ５．９
纳西族 ２３．０２７．７１８．３６７．７６５．１７０．２ ２．１ ２．２ ２．１ ０．９ ０．９ ０．８ ６．３ ４．１ ８．６
景颇族 ２７．６３４．１２１．４６１．１５８．６６３．４ ３．５ ３．３ ３．７ １．２ １．２ １．２ ６．７ ２．９ １０．２
柯尔克孜族 ３０．８３５．５２６．０４９．８４７．１５２．６１１．５１２．８１０．１ ３．０ ２．６ ３．５ ４．８ ２．０ ７．７
土族 ２４．２２８．９１９．３６６．７６３．３７０．２ ３．３ ３．０ ３．７ １．０ １．５ ０．６ ４．８ ３．４ ６．２
达斡尔族 ２９．６３５．０２４．４５９．９５７．５６２．２ ３．７ ２．８ ４．５ １．７ １．８ １．５ ５．１ ２．９ ７．４
仫佬族 ２９．４３５．４２３．０６２．５５８．３６７．０ ２．１ １．９ ２．３ ０．９ １．２ ０．５ ５．１ ３．３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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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未婚 初婚有配偶 再婚有配偶 离婚 丧偶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羌族 ２１．５２７．６１５．４７０．６６６．４７４．８ ２．１ １．６ ２．５ ０．６ ０．８ ０．５ ５．３ ３．７ ６．８
布朗族 ２６．１３２．１１９．７６３．０５９．１６７．２ ３．６ ３．９ ３．２ １．１ １．０ １．２ ６．２ ３．８ ８．７
撒拉族 ２０．５２５．２１５．７６４．３６１．３６７．３ ８．８ ９．８ ７．７ ２．３ １．６ ３．０ ４．１ ２．１ ６．２
毛南族 ２７．８３３．８２１．２６３．８５９．８６８．１ １．９ １．６ ２．３ ０．９ １．１ ０．６ ５．６ ３．６ ７．７
仡佬族 １９．６２３．６１５．０７１．８６８．４７５．６ ２．３ ２．２ ２．５ ０．５ ０．７ ０．３ ５．７ ５．０ ６．６
锡伯族 ２５．１２６．８２３．３６７．９６７．５６８．３ ２．１ １．９ ２．３ １．３ １．４ １．２ ３．６ ２．４ ４．８
阿昌族 ２６．２３１．４２１．０６４．２６１．７６６．７ １．８ ２．１ １．４ ０．９ １．２ ０．６ ６．９ ３．６ １０．２
普米族 ２６．１３１．７２０．５６４．８６２．３６７．２ １．７ １．２ ２．１ ０．７ ０．７ ０．７ ６．８ ４．０ ９．５
塔吉克族 ２８．９３３．８２３．９５８．２５４．８６１．６ ６．８ ７．７ ５．９ １．７ １．５ １．８ ４．６ ２．２ ６．９
怒族 ２６．７３３．１２０．１６１．３５７．６６５．１ ４．２ ４．０ ４．４ １．９ ２．２ １．７ ５．９ ３．１ ８．７
乌孜别克族 ３３．０３５．８２９．６５３．８５３．０５４．８ ５．３ ６．５ ３．８ ３．８ ３．１ ４．７ ４．１ １．６ ７．１
俄罗斯族 ２５．３２９．４２２．１６３．０６３．０６３．１ ４．０ ３．２ ４．６ ２．７ ３．６ ２．０ ５．０ ０．８ ８．２
鄂温克族 ３１．１３９．０２３．７５８．７５４．９６２．２ ３．８ ２．５ ４．９ １．７ １．４ １．９ ４．８ ２．１ ７．３
德昂族 ２４．８２９．６２０．３６５．０６４．３６５．６ ３．２ ２．４ ３．９ １．５ １．２ １．８ ５．６ ２．４ ８．５
保安族 １８．０２４．４１１．５６９．５６５．５７３．６ ６．３ ５．４ ７．２ １．６ １．６ １．７ ４．６ ３．１ ６．１
裕固族 ２２．７２８．６１７．３６７．４６５．０６９．６ ２．５ ２．３ ２．７ １．６ １．７ １．５ ５．８ ２．３ ８．９
京族 ２４．８２９．０２０．９６８．４６７．０６９．７ １．６ １．６ １．７ ０．８ ０．５ １．０ ４．４ １．９ ６．７
塔塔尔族 ３４．７４０．６２８．６５６．４５１．９６１．０ ３．２ ５．０ １．３ ２．２ １．９ ２．６ ３．５ ０．６ ６．５
独龙族 ２９．０３５．６２２．３５９．０５５．２６２．８ ３．４ ３．０ ３．７ ０．７ ０．６ ０．７ ８．０ ５．６ １０．５
鄂伦春族 ３０．８３７．７２５．３５８．３５４．８６１．０ ６．１ ４．２ ７．７ １．７ １．７ １．７ ３．２ １．７ ４．３
赫哲族 ２８．２２７．７２８．６６３．２６４．４６２．１ ２．０ ２．７ １．５ ２．８ ３．２ ２．４ ３．８ ２．１ ５．３
门巴族 ２７．６３２．６２２．４６１．８５８．５６５．２ ３．０ ３．７ ２．４ １．４ ０．３ ２．４ ６．３ ５．０ ７．６
珞巴族 ２４．１２８．２２１．１６３．３６０．６６５．３ ４．２ ７．０ ２．１ １．２ １．４ １．１ ７．２ ２．８ １０．５
基诺族 ２４．１２９．７１８．４６５．７６２．９６８．４ ３．４ ３．７ ３．０ １．４ １．２ １．５ ５．５ ２．５ ８．７

资料来源：国家人口普查办公室，２００２ｂ：８２９—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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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我曾在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系读书，那时我的主修方
向是人口研究，副修方向是城市化研究。在我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前期所选课程

的结构基本偏重这两个方向。后来我在纽约遇到我原来在内蒙古农牧学院学

习时的潘乃谷老师，潘老师当时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与纽约亨特学院的人类学家

帕斯特纳克（ＢｕｒｔｏｎＰａｓｔｅｒａｎｋ）从事合作研究。潘老师鼓励我回国调查，用国内
实地调查的资料完成我的博士论文，经过多次讨论并得到我的导师格德斯坦教

授（Ｓｉｄｎｅｙ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的支持，我最后选择了“内蒙古赤峰地区的人口迁移研究”
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题目，费孝通教授接受格德斯坦教授的委托，参加了我的博

士论文指导小组，并负责指导我在国内的调查工作。

１９８５年夏天，我回国到内蒙古赤峰地区对４个旗的２１００户进行户访调查。
在调查中我发现这么一个问题：我的初衷是研究本地居民与移民的关系以及他

们之间的结构差异，用人口学的术语讲就是在迁入地做移民研究。在一般的迁

移研究中，本地户作为本地的（原有）居民，与当地的土地资源状况、文化传统、

社会发展历史是结合在一起的，与外来移民形成某些差异。但我发现，在内蒙

古赤峰这个地方，移民问题与另外两对矛盾实际上是基本重合的：这里本地居

民基本上是蒙古族，而且多为牧民，传统的经济活动是畜牧业；相对应的移民多

为汉族农民，所以就构成三组相对重合的矛盾：本地人———蒙古族———牧民这

三重身份在一部分人身上重合，而移民———汉族———农民这三重身份在另一部

分人身上也是重合的。这两部分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体现了“移民———本地

人”、“蒙古族———汉族”和“牧民———农民”这三组重合在一起的矛盾。

人口迁移所带来的问题首先是由于移民的迁入，增加了迁入地的人口密

度，导致人均资源占有量的下降（如果自然资源绝对总量不增加的话），从而造

成本地户与移民的矛盾；本地户多为蒙古族，他们的语言（蒙语）、宗教（藏传佛

教）以及一整套的生活习俗与汉族很不一样，这样就造成蒙古族与汉族的矛盾；

而蒙古族的传统经济是畜牧业，是一个游牧族群、“马上民族”，而汉族的传统经

济则是精耕细作、比较发达的农业，从而形成了牧民与农民的矛盾。因为（汉



族）农民要发展农业，必须开垦草地来增加耕地；而（蒙古族）牧民要发展畜牧

业，就必须保护牧场，因为（汉族）农民的开垦使草地越来越少，破坏了草原生态

系统，限制、削弱甚至威胁了畜牧业的发展。这样，这三组矛盾合而为一，最终

以蒙古族与汉族之间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要研究本地户与移民之间的

关系，就不能脱离开另外两对矛盾的纠缠，因为它们是一体而不可分的。所以

很自然地，我开始花很大的力气去探讨蒙古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包括他们的

历史、他们的族群差异、他们目前条件下的族群关系。

因为在我的调查中，蒙汉族群关系成了重点，而且很多矛盾是以这两个族

群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民族关系在整个研究中成为与人口迁移同样重

要的核心内容，我的论文题目最后被修改为“内蒙古农村牧区的人口迁移与族

群融合”。回到布朗大学之后，我加修了关于“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的课程，努力增加自己
有关民族、族群研究方面的知识。

在这些课程和阅读当中，我接触到西方有关文献和关于族群关系问题研究

的理论、方法和案例。经过这种学习和探索之后，再来看我国传统的民族研究

时，就发现国内的民族研究在几个方面存在着明显不足，使我感触颇深。

因为我过去曾经长期在内蒙古牧区插队，在基层社区里每天都在体验具有

不同语言、不同习俗族群之间的日常交往，“插队”期间还经历过“挖内人党”等

政治运动，这些都给了我很大触动，促使我把自己原来在学校里接受的“民族政

策教育”与亲身感受进行对比，在头脑中提出了许多问题。同时由于自己出生

在回族家庭，父亲长期从事民族工作，这使我从小就开始关注民族问题，并接触

了一些国内的民族研究机构和相关文献。我把自己在写论文时所读到的西方

文献与国内研究状况相比较，感到很有必要将国外研究族群问题的理论和方法

介绍到国内，以补充国内研究的不足。我对于西方族群社会学的研究文献读得

越多，越感到十分有必要在回国后开设“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或“民族社会

学”这样一门课。而且我注意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到美国和欧洲学习社会学的

学生中，几乎没有人选学这一个专业方向，所以回国人员中也无人从事这方面

的教学研究工作，所以尽管我在美国没有把“族群研究”正式选为主修或副修，

但是我感到自己回国后应当在这个方向上做一些努力。

１９８７年３月我回到北京并到北京大学任教，第二年在社会学系第一次给研
究生试讲这门课程，感觉效果还好，之后也就一直讲下来。我想通过开设这样

一门课，把国外关于族群研究方面对我们有用的理论、方法和重要的典型案例

介绍到国内来，并且希望在我国的社会学领域内发展为一个新的专业研究方

向，推动我国的民族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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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无论从研究对象的地域涵盖面上，从基础理论的多源融合上，还是研

究方法的多学科结合上，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学科建设都

有它特有的价值；无论是与国外的族群社会学，还是与国内已有的民族研究的

学科比较，它在研究视野上都有一定的拓展，在基础理论的学术创新方面也具

有很大的潜力。目前，中国社会正处在急剧变革的关键历史时期，族群问题与

政治体制变革、经济利益调整、文化宗教冲突、国际势力介入等方面交织在一

起，表现得异常复杂，社会学在族群关系方面所开展的社会调查和理论探讨，可

以为社会民众和政府部门深入理解我国的族群关系现状与发展趋势，提供许多

有用的信息与思路，所以也具有特别重要的应用性价值。

在开始讲课时，我曾把自己结合课程内容所选编的１９篇英文经典文献汇
集成一本参考阅读资料，１９８８年由北京大学印刷了蜡印本，但是印刷效果不好，
学生读起来十分吃力。当时这门课曾用英文讲授，由于学生英文水平的限制，

在掌握专业知识的效果方面并不理想。后来考虑到学生中有学习其他语言（日

语、俄语）的情况，我决定把这些参考文献译成中文。通过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４年先
后选修这门课的两届研究生共同合作，这本参考阅读资料被译成中文并进行了

校对。为了反映族群社会学的学术前沿动态，我又选择补充了介绍前苏联和西

欧族群关系新动态的两篇新的期刊文章。这些文献的版权分属于十几个出版

社，联系翻译版权的工作也用去了近两年的时间。１９９７年春季我在日本大阪国
立民族学博物馆访问３个月，利用这段时间我对全部译稿作了统一校对，这本
书最后取名为《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在１９９７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成为我讲授的这门课程的西方文献部分的参考教材。

真正的研究生课程应当采用“研讨班”（ｓｅｍｉｎａｒ）的形式，没有专门的课程教
材，教师一般会向学生介绍一两本研究专著作为课程的基本参考书，每次的研

讨集中于一个不同的主题，教师提供阅读书目，学生根据这一书目去阅读与各

主题有关的学术期刊论文和其他专著中选出的章节。但是根据我对国内一般

大学图书馆条件的了解，有许多西方族群研究的文献和期刊是学生很难找到并

借阅的，而且这种情况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改善。如果能够编印出一本基础读

物，把这些文献的基本观点系统地介绍一下，对学生的学习可能是有益的。所

编的这本书还可以提供相关文献的详细检索信息，供学生们进一步阅读时查

找。从这样的考虑出发，我最后还是决定在历次讲义的基础上编出一本教材，

提供给任课教师和学生，供他们参考。当然，在实际授课时还需要增加最新出

版的文献和期刊文章以把握最新的研究动态和及时更新信息。

我同时了解到，各地许多民族院校也给本科生开设与民族关系、民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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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课程，如果把这本书的内容节略一下，我觉得也完全可以作为这些院校

本科生课程的教材来使用，或至少可以供任课教师在授课时作为资料参考。

在这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时常感到有一种两难的心情，作为教材应当首

先向学生提供一个整体的、清晰的知识框架，并在各个专题上面面俱到，在结构

上对各方面的论述有一个比较均衡的分布。但是由于我不可能对涉及到的所

有专题都有深入细致和独到见解的研究，如果在一些自己有研究的专题上进行

发挥，同时把其他自己缺乏深入研究的专题加以简略，这样就无法保持全局各

部分的均衡；如果面面俱到，可发挥的专题也不发挥，也有些遗憾。研究著作则

不同于教材，可以在内容上有所选择，不必面面俱到，涉及面可宽可窄，各部分

有轻有重，不必像教材那样关注一门课程的整体性结构。所以，是努力保持各

部分的整体均衡而影响深度，还是在一些自己有体会的专题充分发挥而影响整

体均衡，确实让人很难选择。

最后我还是决定试图努力去把两者综合起来，首先向读者提供“民族社会

学”这个专业方向的概貌，使读者能够了解到其整体性的知识结构和主要部分

的内容，达到普及的目的和教材的基本要求，同时在某些专题上多用一些笔墨

介绍自己或其他学者最近期间的研究内容，这样可以启发读者去思考这个专业

上的一些前沿性课题，以及了解最新研究成果。如果作为研究生课程的基础读

物，我想在一些问题上论述细致深入一些，对于学生的思考和理论探求将是有

益的。但是这又带来另一个难题，就是篇幅比较大，最后成稿时这本书约有近

６０万字，作为教材是长了一些。不过读者可以有选择地阅读，不妨把它看作一
个材料汇编。

在本书后面的附录中，包括了我在２００４年春季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
这门课时使用的“课程大纲”，其他学校的教师们如开设这门课程并选用这本书

当教材，也可参考这个“课程大纲”，但请注意根据国内外最新出版的研究文献

及时在结构上进行调整，在内容上给予更新。

我在北京大学开设这门课程和招收“民族社会学”专业研究生，都得到了学

校的大力支持。１９９７年我申请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时，所申报的
项目即是“民族社会学学科建设”，并有幸得到教育部的批准。所以这本书也是

这个项目的成果之一。

在我这些年的任教期间，许多师长和朋友在各个方面给予我真诚和无私的

指教与帮助，没有他们的支持，我想自己的人生和学术道路会坎坷得多。我的

学生们也对我提出了许多建议，用各种方法支持与帮助我，在他们身上我看到

了自己的价值，看到了中国学术发展的希望。愿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发自内心

７０４
民族社会学



的感谢。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我在编写这本书时花费不少力气与时间，但是

必然还会出现许多谬误之处，文字也仍嫌罗嗦。这些方面，还要敬请同行们予

以谅解和批评斧正。

马戎

２００４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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